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年）在第四届联合
国 大会期间发布，呼吁决策者立即采取行动，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他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
如《巴黎协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年推出了第一期《全球环境展望》。
通过回寄数百名科学家、同行评审员、合作机构及合作伙伴，
《全球环境展望》报告以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为政府、
地方当局、企业和个人提供所需指导信息，确保在����年之
前帮助社会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全球环境展望�》以先前《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的研究结果为基础，
包括六份区域评估（����年），并概述了当前的环境状况，预测了
未来可能的环境趋势并分析了政策的有效性。这份旗舰报告展示了
政府如何让世界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它强调各级决策
者需要采取紧急和包容的行动，以实现地球健康和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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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是对地球进行的一次重要体检。正如任何合格 的体检一样，
其中提出了明确的预断，即如果继续‘一切照旧’将会怎 样，还建议采取一
系列行动，使一切回到正轨。《全球环境展望�》 详细阐述了拖延行动的危险，
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机遇。”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全球环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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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6》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



地球的健康对全人类的健
康和福祉都非常重要，直

接影响着地球上��%人口
的生命和生活。

全球前十大温室气体排
放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排

放总量的��%，全球温室
气体排放量排名在后半
段的国家的排放量只占
全球排放总量的��%。

当前，肉类生产对农业用
地的利用率为��%，农业
生产对全球水资源的利

用率为��%。

每年因室内外空气污
染和水污染而致死的

人口超过���万。

现在就应该采取政策行
动。对有关情况掌握的
越多，就能够出台越精

细和越宏大的政策。

实现《巴黎协定》关于
 “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幅度控制在�℃以内”的目标，需
要全球投入��.�万亿美元，但是最
终可以为全球节省��.�万亿美元。
实现该协定关于“将全球气温上升
幅度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
上�.�℃以内”的目标，可以为印度
在健康领域节省  �.�-�.�万亿美元

的支出，为中国在健康领域节省
�.�-�.�万亿美元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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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特别致谢

2019年3月13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自检科学评估报告《全球环境展望 6》 （GEO-6）（英文版）在第四届联合国
环境大会召开期间于内罗毕成功发布，旨在提供有效、有据可依的环境信息来源，帮助决策者和全社会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环境层面目标、各项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并执行多边环境协定。该报告由来自全球70多个
国家的250余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五年完成，是对当前全球环境形势一次最广泛而严谨的评估。

中文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GEO-6报告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布工作，一直在紧张筹备中。环境署感谢中国
的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给予的慷慨支持，使得GEO-6中文版得以出版。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于2008年发起成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于2004年6月5
日，是中国首家以社会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为主体，以保护生态为目标的社会团体。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致力于资助和扶持中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的成长，打造企业家、环保公益组织、公众共
同参与的社会化保护平台，共同推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2014年底，基金会升级为公募基金会，以环保公益行
业发展为基石，聚焦荒漠化防治、气候变化与商业可持续、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三个领域。环境署还对为此付出辛
勤工作的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协调支持及所有中文版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组织协调 刘健 涂瑞和 张金华 王茜 刘思佳 张立 张博文 龚悦 Pierre Boileau 包乾瑜 郭芳彬

中文版审校 王强 黄艺 段赟婷 凌曦 侯书智 郑竟 周雨婷 

中文版翻译 冯荔 黎非凡 吴小龙（思必锐翻译）

中文版排版 Jennifer Odallo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出版事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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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报告是经过众多专家大量奉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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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6》资助方：

编写如此规模的一份评估报告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为本报告提供资金支持的组织（直接或间接地）有：挪威政府、
欧盟、意大利政府、新加坡政府、中国政府、墨西哥政府、瑞士政府、丹麦政府、埃及政府以及泰国政府。在这些组织
的资助下，再加上联合国环境基金和环境常规预算的支持，本报告及其供决策者参考的配套摘要才得以完成，后
续的宣传活动也得以开展。 

《全球环境展望6》合作伙伴：

本报告的编写还得到了一些合作伙伴的慷慨资助，这些合作伙伴包括：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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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arth）、欧洲航天局（ESA）、荷兰环境评估署（PBL）、柏林自由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MIT）。

This project is co-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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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全球环境展望6》是对地球进行的一次重要体检。正如一切合
格的体检一样，它明确预测了我们的行为会产生的后果，即如
果我们一切照旧，不做出改变，会有什么后果，而如果我们根据
有关建议，采取一系列行动，把事情做好，又会出现什么结果。
本报告既指出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又指导了我们如何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阐明的路径上
前进。

本报告的主题是“地球健康，人类健康”，它强调了环境与人类
生存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前，人类面临着诸多挑战：气
候变化、物种灭绝、经济过度依赖于资源浪费性使用、陆地和海
洋生态系统承受着空前压力等。作为地球的守护者，我们正处
于一个决定性时刻。

然而，并非一切都是坏消息。很多指标表明，我们在解决全球饥
饿、获得清洁用水、卫生、清洁能源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我
们还看到，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之
间出现一些脱钩的迹象，同时技术创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如此，整体上而言，我们希望传递的一个信息是：我们需要
对前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在其近期报告中所指出的重大转型。此报告指出，应
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

本报告详细说明了行动不及时会带来的危险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存机遇。我们既拥有必要的政策引导，又具备支撑
政策引导的科学力量，唯一缺乏的就是共同的决心。只要戮力同心，我们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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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令人遗憾的是，“先发展，后治理”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仿佛告诉大众环保会分
散我们的注意力，是一件没有必要去做的事情，而在经济发展
良好、条件富足的时候则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全球环境展望》（如今已更新至第六期）一直都在为转变这
种思维而努力。《全球环境展望》以最先进的科学和现实案例
为基础，强调地球健康既是人类健康的前提，又是经济健康发
展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全面发展。

在发展绿色经济、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繁荣而不仅仅
是勉强生存的过程中，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科学和数
据明确说明了当前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同时为我们指出了
一些小的机遇，以应对这些挑战。

因此，《全球环境展望》可以说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一个路线图，为我们消灭饥饿与贫穷，保护生物
多样性、海洋、土地及淡水资源并恢复其健康指明了方向。

《全球环境展望》明确指出，要实现以上目标，需要改变人类
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以及为
它们提供动力的能源系统等。

而这意味着，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要成为新常态，能源高效、绿色建筑、绿色出行也要成为新常态。与此同
时，这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好的新工业革命。

尽管任务艰巨，但是我们应该受到鼓舞。《蒙特利尔议定书》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环境所做出的一系列行动以及我们
对臭氧层空洞所采取的创新性举措，都表明我们有制度、也有能力联合起来。塑料污染问题就是全世界人民共克时艰的一
个例证：我们看到巴厘岛的学校儿童、孟买的沿海居民，还有康沃尔的冲浪者团结在了一起。毕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以
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项无关党派的事业，一项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团结起来而为之一致努力的事业。

Joyce Msuy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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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联合主席作）

我们对人类的展望是什么？《全球环境展望6》明确指出，
人类如今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有挑
战性而可控的路径，走向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所设想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黄金时代。在这一新黄金时
代，地球资源将得到可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将照顾到每一
个人，饥饿和贫困将不复存在。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一
成不变，延续当前的趋势和做法，而这会让我们在应对环
境破坏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威胁世界绝大部分地区。

本报告明确指出了避免这一后果所应解决的问题，还
指出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如何恢复地球的空气、生物多样性、海洋、土地
和淡水的健康，如何为全人类造福，实现“地球健康，人类
健康”的目标，这也正是本报告的标题。

本报告明确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活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以及为它们提
供动力的能源系统等。未来几十年内做出这些改变，将为国家、决策者、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机遇，前提是这些国家、决策
者、企业能够展现开拓和创新的精神，利用各种技术、社会实践及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全球环境展望6》的联合主席，我们负责对作者和专家的工作进行监督，他们孜孜不倦地为本次分析工作做出了贡
献。这一监督过程的科学诚信度由科学咨询小组来监控。高级别小组帮助我们用合适的语言与决策者沟通。秘书处负责提
供持久力，确保顺畅推进整个过程。一些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对我们给予了鼓励，还与我们召开了会议。我
们认为，本报告回答了“我们需要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并给出了证明。我们恭敬地将此报告呈递给全世
界的决策者，恳请他们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直面并解决这些挑战。

Paul EkinsJoyeeta Gupta
   

Joyeeta Gupta    Paul E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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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联合主席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6》审视了环境的健康状
况、人类的健康状况以及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作为本报告的联合主席，我
们提取了本报告的六大要点。

第一，地球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地球健康对全人类的
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地球上70%贫困人口的
生命和生活【决策者摘要2.2.2；6，6.3.4，6.6.3；专 
栏6.5，13.2】，尤其是赤贫人口。地球健康还是生产全球经
济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基础。2017年，全球GDP总值为75
万亿美元。生物圈整体上对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非常重
要，对人类的价值是无穷无尽的。然而，出于一些目的，我
们要计算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这对我们而言
是有用的。举例来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总值为125万亿
美元/年（2007年数据）【1.3.1】，但是气候对农业的有益影
响以及冰川融化对10亿多人口水资源安全的影响等因素
却没有被包括在内【4.2.2】。因此，该数值显然被低估了。 
1995-2011年，损失的生态系统服务估值在4-20万亿美元
之间（Costanza等人，2014年）。尤其是为商业和非商业粮
食生产提供重要服务的传粉昆虫对商业领域的贡献估值
为3510亿美元/年（Lautenbach等人，2012年）。

第二，地球不健康会造成人类不健康。由于生物多样性缺
失（包括传粉昆虫、珊瑚礁、红树林的减少）、气候变化、空
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与枯竭、土地利用变化等带来的
负面影响，地球正变得日益不健康。地球不健康会给人类
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影响人类的健康、福祉和生计以及
全球经济。与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一样，这些成本很难通
过货币等方式完全体现出来。本报告提供了这些成本相
关的一些数据。例如，每年至少有900万人因室内外空气
污染和水污染而死亡【4.1.1】，其中2015年七国集团（G7
）国家中有30万人因室内外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死亡（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7年）。2015年，大约280
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5.3.1】，依靠不干净的传统生物
质而生存的人口也在280万左右【21.2.3】。此外，还有几百
万人遭受着疾病和失去生计的困扰。每年因污染造成的
成本在4.6万亿美元左右【1.3.1】。29%的土地出现退化，
影响着13-32亿人的生命和生计【8.3.2】。慢性灾害正在触
发人口迁徙【9.3.4；9.7.3】。2016年，118个国家2420万人
因突发性灾害而在国内流离失所【4.1.2】。这类灾害不仅
影响贫困国家，而且对美国和日本等富裕国家也带来了
影响。1995-2015年，极端天气事件导致70万人死亡、17
亿人受到影响，造成了1.4万亿美元的成本【4.1.2；图4.2】

（灾害流行研究中心，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15
年）。2010-2016年，每年平均发生700次极端事件，造成

的损失平均为1270亿美元/年。虽然90%的损失来自于
中高收入国家，不到1%的损失来自于低收入国家，但是
这些损失占低收入国家GDP的1.5%左右，远高于高收入
国家，而且基本都没有被保险所覆盖（Watts等人，2017
年）。1970-2010年，气候变异与气候变化给一些小岛地区
造成的损失平均约占其GDP的1-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2016a）。 

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不控制在1.5℃以内，小岛国
家和沿海人口可能会面临存亡威胁。每年，水资源相关的
问题会造成14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和560亿美元的医疗
成本（LiXil，水援助组织，牛津经济研究院，2016年）。如果
不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10”来减少此类影响，那么国家
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可能会加剧。

第三，我们需要解决导致地球不健康的驱动因素和压力
问题。导致地球不健康的驱动因素和压力问题源于我们
一直未能将环境影响和健康影响内化为经济增长过程、技
术以及城市设计。造成这些压力的因素有：大量使用化学
品（很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有害），废弃物过多（很多基
本上没有得到管理），气候变化持续产生影响且不断加剧，
不平等性促进人口结构变化并催生其他驱动因素和压力。
富人的环境足迹远多于穷人。例如，富裕国家每月人均排
放量普遍高于贫困国家（Ritchie，Roser，2018年）。最富
裕国家人均材料消费量是最贫困国家的10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b）。虽然我们提出了绿色经济、健康经济、
包容经济的思想来应对这些挑战，但是这些思想尚未系统
性地体现在现行国家政策中。《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强调，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时间已非常有限，尤其是要将全球平均升温幅度控制
在当前水平，以避免适应高温气候所需要付出的极高成本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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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虽然当前科学研究结果表明采取政策行动已刻不容
缓，但是我们掌握的知识越详尽，就能制定越精细和越具
有预防性的政策。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水平足以让我们
现在就调动起来，采取行动【1，2，4-9】。而在制定国家政
策和核算过程中，新知识、本土知识和本地知识是必要的，
新知识包括从地球观测、实地数据、公民科学、地面实况调
查等来源获得的分类数据【3】。核算系统可以记录细节性
信息，例如谁破坏了环境、如何破坏的、原因是什么，大自
然对人类的贡献程度有多大，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损失了
多少，谁受到了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信息 

【图3.6】。此外，数据和核算系统还需要考虑非正式经济
中广大贫困人口的现状。这些人往往非常依赖大自然的馈
赠，因此也更易受环境恶化的影响。

第五，环境政策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解决系统性生态问
题，还需要我们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各国政策和
国际政策尚不能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有效地、公平
地应对严峻的环境挑战。环境方面的考虑需要被整合到所
有政策领域，使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和城市设计相关政策
能够大量涵盖自然资源和环境受到的潜在及实际影响，从
而实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恶化之间长期的实质性
脱钩。缓解气候变化的同时，还需要采取政策公平地适应
气候变化。只有精心设计政策，明确目标，灵活整合要素，
包括监控、目标实现工具【12-17】以及获得司法补救的时
间，政策才会有效【23.3；23.11；24.2】。此类整体性方法不
需要付出额外的经济成本。如果全球GDP的2%都用于维
持和恢复自然资本，这将带来与当前投资一样的经济增长
效益【18.1】。在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以内的目
标过程中，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效益是缓解气候变化
所需花费的全球总成本的1.4-2.5倍，前者为54.1万亿美
元，后者为22.1万亿美元。如果全球升温幅度限制从2℃降
低至1.5℃，这会给中国和印度进一步创造巨大的健康效益

【专栏24.1】。当前，全球粮食浪费量正在以33%的速度
增加。如果这一趋势得到抑制，粮食安全就能够进一步得
到保障【决策者摘要 2.2.4】。

第六，健康人类、健康地球、健康经济三者之间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健康饮食（少吃肉类）、健康生活方式、实现良
好废物管理的健康城市（2/5的人无法享受废物处理服务

【决策者摘要 2.2.6；4.4.1】）、建成区绿色基础设施的使
用以及健康流动性等，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农业用
地需求（例如当前肉类生产的农业用地率为77% 

【决策者摘要 2.2.4； 8.5.1，8.5.3】），减少城市拥堵和交
通污染相关的成本，解决粮食/生物燃料用地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之间的取舍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
年）。支撑环保型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可以
取代以往“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是可行的，也是有吸
引力的。另外，实现人类健康的前提是要保障人类享有
获得清洁用水和粮食的权利，享有土地使用权以及性别
平等。清洁的空气、水、燃料及粮食不但可以挽救无数人
的生命，而且可以改善民生。保障贫困人口和原住民的
土地使用权，有助于增强他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赖以
生存的各类生态系统的能力。例如，贫困人口和原住民
生活在22%的土地上，而这些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却占
全球的80%（Sobrevila，2008年），涉及的碳封存、污染
减少、清洁水源、侵蚀防治等价值数十亿美元【决策者摘
要 2.2.4；8.5.3】。如果性别平等得到促进，土地继承权和
拥有权得到保障，那么粮食安全和很多健康问题就能够
得到更好的解决，尤其是与妇女和儿童相关的粮食安全
和健康问题【4.1.12】。我们需要迫切变革，通过自上而下
的政策导向和自下而上的行动，推动全球经济向更加公
平和环境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加速建设更加健
康的社会，为当前以及未来所有国家的繁荣和全人类的
福祉而努力。

Paul EkinsJoyeeta Gupta
   

Joyeeta Gupta    Paul E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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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污染增加，使污染问题上升为全球人
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单一风险（Landrigan等人，2018年）。
不论是在生态极限的边缘继续徘徊，或是突破生态极限，
都会使我们更难以实现繁荣、公正、公平及全人类健康生
活的目标（Crutzen，Stoermer，2000年；Crutzen，2002
年；Steffen，Crutzen，McNeill，2007年；Steffen等
人，2011年；Steffen等人，2015年；Steffen等人，2018年）
。人类继续在地球安全区内生活的需要，与消灭贫困、加速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为人类创造安全公正的环境”这
一理念联系起来（Raworth，2012年）。

应对气候变化、森林采伐、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缺失、自
然资源枯竭、污染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影响和相关环境
影响等一系列人为造成的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
挑战。虽然很多新旧社会矛盾和冲突需要同步得到解决

（Beck，2009年；Beck，2015年；Raskin，2016年），但是
上述这些无所不在积累已久的问题应被当作人类的变革
性挑战来应对（Beck，2009年），为人类进一步发展创造机
遇，增进人类福祉。也就是说，要用具有普适性的可持续性
原则管理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目标的路径，不让任
何一个人掉队，同时首先尽力帮助落在最后面的人（联合
国，2015a）。

本报告旨在应对这一变革性挑战。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及其17项可持
续发展目标都提到了这一变革性挑战。朝着可持续性的
方向改变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
交互），尤其是消费和生产模式及生活方式，需要有更好
的信息库、行星系统相关的多元化新知识（Steffen，2000
年；Schellnhuber等人编辑，2004年）以及全球化社会
和经济体系内部的变革性过程（Schneidewind，2013
年）。而这包括人类对“自然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认识和
理解中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与伦理基础（Morton，2009
年；Lammel等人，2013年；Díaz等人，2015年；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5
年；Pascual等人，2017年）。

国际组织与全球科学界及联合国成员国合作开展的全
球环境评估越来越多，所提供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
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对健康自然生态系
统的依赖三者之间重要的相互联系和加速发展模式。
我们对地球观测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包括从外太空
和地球上进行观测的技术，结合新的数据分析工具、环
境核算等学科（例如，Kim，Kim编辑，2016年）以及环境
经济学（Siebert，2008年；Wiesmeth，2012年；Ghosh
等人编辑，2016年），革命性改变了我们对环境变化的
起因及其对生命的影响的认识（Chuvieco编辑，2008
年；Tomás，Li，2017年；Mathieu和Aubrecht编辑， 
2018年）。

1.1  《全球环境展望》：地球健康，人类健康——人类
的转型挑战

在不进一步突破地球生态极限、破坏其成果的前提下，到
2050年实现约1百亿1人过上体面幸福生活的目标，是人
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和最重大的责任之一。全
球人民都在不同环境条件下以不同方式依赖于地球天然
的生命保障系统的顺畅运转。地球的健康是人类整体幸福
和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基础（联合国，2015a；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2017a）。

《全球环境展望6》以“地球健康，人类健康”为主题，从整
体上考虑了全球各种科学观点和科学贡献，是一份综合性
评估报告。本报告敦促全球决策者和所有公民应用可持续
发展的原则，确保地球环境持续为人类社会及人类的幸福
和韧性提供保障。

本报告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v 全球环境目前处于什么状况？它在如何发生改变？影响
这些改变的主要正面因素与负面（驱动）因素是什么？

v 从健康、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粮食安全及整体福祉方
面来看，人类及其生计正在如何影响环境变化同时又
是如何被环境变化所影响的？

v 环境效益、环境责任及环境风险是否公平分布于不同
地区、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

v 我们采取了哪些主要响应和政策措施来加强各个层面
的环境保护和治理？在提高环境质量和资源效率上有
什么效果？

v 有哪些可能的路径、关键机遇和政策，包括《多边环境
协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使全球人类环境体系变
得更加可持续，为地球健康做出贡献，从而保障人类健
康？如果不额外采取行动，可能会有哪些后果？

本报告的前言部分和第一部分回答了前3个问题，第二部
分从政策有效性的角度回答了第4个问题，第三部分则从
最有前景的未来路径的角度回答了第5个问题。

本报告出版之际，正值当前全球人类发展轨迹面临重大不
确定性的时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7年）。其主要原
因之一是，过去几十年，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及对生态系
统造成的其他人为影响等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的自然体
系，超出了其承载力，破坏了其自我调节的机制，给全人类
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后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2014 年）。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森林采伐）
等持续发生的系统性生态变化，已对人类造成了严重影
响，导致人类社会的生态基础和自然体系处于严重危险之
中，影响了自然体系支持其他物种发展、提供宝贵的生态
系统服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2005年）。

1. “百亿”在本报告中指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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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采用基于系统的综合性方法（例如，同时考虑多
种效益的方法）探索交叉性联系，管理系统级影响，让政策
可以有效支持大量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的实
现，增进人类福祉，确保具备增进人类福祉所需要的前提
条件。这些新的科学手段和方法，包括多领域之间相互交
叉联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准备更多合适的、公平的及有
效的政策响应，包括将投资、生产、分配和消费变得更可持
续，多层次提高治理能力。本报告旨在支持以下愿景的实
现：通过在全球共享和推动可持续发展路径，在地球可以
承载的生态极限范围内，提供均等机遇，实现繁荣，提高全
人类福祉。

本报告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提供基于事实和数据的解决方
案。此外，本报告还从不同科学领域出发以多学科视角，提

供了解释性框架，讲述了一个个关于成功、失败和愿望
的故事，帮助个人、政府和国际社会避免和修复环境破
坏，同时对环境变化和环境机遇做出更加有效的响应。
本报告强调了已有的环境变化迹象，思考了在改变全
球人类环境体系以实现中长期（2030/2050）可持续性
方面存在的可能路径和面临的关键机遇。

本报告以“地球健康，人类健康”为主题，从人类层面
思考实现健康地球的目标。本报告强调了维持生态系
统完整性的重要性，关注了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体系
之间的关联性，还强调了地球的健康是保障人类生理
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经济健康、情绪健康以及
人类福祉的必要基础，对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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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目标所要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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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描述了健康地球如何通过促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对
改善人类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环境恶化使人们暴露于有害
污染物之中且难以获得大自然对生态系统的贡献，从而加
重了疾病负担。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保护自然资
本，通过脱毒、脱碳、去物质化以及生态系统修复，增进地
球和人类福祉。

保障地球健康，需要我们对自然资本（即大自然对人类的
贡献）和人力资本进行保护和可持续性管理。除了收入差
距和贫富差距之外，人类利用人力资产、实物资产以及自
然资产创造长期可持续经济社会繁荣的能力，环境恶化
和资源枯竭的程度，污染，气候变化等，也会影响人类的
机遇。

本报告认为，环境公平、经济公平、社会公平三者之间是整
体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也是如此，其
首要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都建立在人权和尊严的基础上。此外，很多可持续发展目
标都包含环境目标，其中一些环境目标含有公平指标。本
报告用证据证明了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是如何为人类的
健康和福祉提供保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不平等（包
括贫困和性别歧视）会造成人类生产力和繁荣的大量浪
费，限制有效且负责任的公民治理的规模，与公平和机遇
的伦理性背道而驰。当前，人力资源不仅未被充分利用，而
且没有促进人类可持续生活所需的创新。世界很多地区持
续存在贫困的现状就证明了这一点。《2030年议程》的目
标之一就是消除这些贫困（世界银行，2016a）。可持续发
展目标还认为，资源获取、生态系统服务、收入、财富等方
面的差距，在创造人生机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Whitmee
等人；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2017年），极大地影响着广大
妇女、女童以及贫困人口。

1.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环境议题所推出的旗舰评估报告

在认识到这些重大挑战后，世界各国政府要求编写《全球
环境展望6》，以更好地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环境层面的
各种相互关系。

1.2.1 授权

出席2014年6月在内罗毕召开的首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UNEA-1）的会员国请求如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工作方案和预算范
围内，负责编写《全球环境展望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况
平台（UNEP Live）提供支持。《全球环境展望6》的范围、目标
及程序，将参照UNEP/EA.1/INF/14号文件的相关内容，通过
在全球开展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透明磋商予以界定，

形成一份科学上可信的且经过同行审查的报告以及供决
策者参考的配套摘要，拟最晚于2018年由联合国环境大
会通过。”

在会员国的请求下（UNEP/EA.1/4），并根据2014年10月
21-23日在柏林举行的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磋
商大会上所做出的决定（UNEP/IGMS.2 Rev.2），本报告
的编写以6份区域性评估报告为基础。这6份区域性评估
报告于2016年5-6月发布，与本报告在编写方式上类似。
除此之外，本报告的核心内容经过整理，形成了一份配
套的摘要，供决策者参考。这份摘要在各国政府的协商
下，由本报告的作者们联合起草。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授权编写《全球环境展望6》的详情，请参见附件1-1。

近期，在得知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4）将调整
至2019年3月11-15日召开后，会员国在第三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上决定：

“……【请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第四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召开之前至少3个月发布《全球环境展望6》报
告；”

“同时【请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第四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召开之前至少6周安排供决策者参考的摘要的
磋商工作，并将《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及其供决策者参考的
配套摘要递交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审议和酌情核可。”

根据以上决定，本报告的非公开版本的交付日期是2018
年12月5日的那一周，供决策者参考的摘要的被采纳翻
译版本的交付日期是2019年1月28日。

1.2.2 《全球环境展望6》的角色

《全球环境展望6》的推出正处于全球发展的关键时期。
《全球环境展望6》将汲取前几期《全球环境展望》的知

识和经验。前几期《全球环境展望》已用大量证据证明了
环境恶化（即使在地球支持人类文明发展的有限的能力
范围内）已破坏了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福祉的各
个方面都构成了威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年； 
UNEP 2012a）。

《全球环境展望6》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索，试
图展现各种环境挑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工
业问题、社会问题、技术问题、文化问题之间的相互联
系，同时考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国际约定的环
境目标（IAEG）所需的潜在变革性可持续发展路径和政
策。为此，本报告旨在对全球环境安全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Matthew等人，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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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报告还试图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生态系统
制度（包括经济学）宏观层面的理解，同时采用一种更
加以人为本的方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本报
告强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且依赖着生态系
统，这体现了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保护自然不仅是为了
其内在价值，而且事关全人类的福祉。当前，我们迫切
需要采取这种方法来解决脆弱性问题，应对不同状况，
同时使人们有能力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灾患和破坏（即
韧性）（《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2005年）。因此，我
们希望，无论是普通公民、消费者、选民还是政客、宗教
领袖、商界领袖，都能够受到鼓舞，通过改变自己的行
为来应对挑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

本报告强调了要重新认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
一关系是以人为本方法的基础。这不仅体现了大自然
对人类的贡献，环境在保障人类福祉（包括环境投资、
创新及技术带来的好处）方面发挥的作用，而且说明了
无所作为、一切照旧、资产搁浅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此外，本报告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指导未来决策，应对复
杂的影响和冲突，并以此为新基础设计与实施《2030
年议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世界银
行，2016b）。而通过本报告来创造这些知识及证据基
础，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宣传可以被政府、其他利益相
关方和公民采用的政策、行动和投资，以应对当前和未
来的发展挑战，并解释采取这些行动的好处。而关于如
何将这一视角融入本报告之中的问题，我们将在1.7节
中作进一步阐释。

1.3 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中的《全球环境展望6》

当今世界正面临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军事
安全挑战（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尽管全球经济发
展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些地区也进行了减贫，但是很多
地区的大量人口还生活在贫困或赤贫之中，很多非贫
困人口仍然担心经济安全和未来人生机遇。由于这些
经济和社会的不安定性、不公正及腐败现象的存在，部

分地区正在面临社会摩擦、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性、治理不
善、文化侵蚀、逆全球化、政治不稳定性、大量难民、大规模
移民以及暴力冲突等问题。

这些全球经济、社会及政治/军事安全挑战的起因、影
响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很多都与环境息息相关。此外，根
据近期发布的社会环保措施相关的科学概念，例如地
球限度（Rockström等人，2009年；Steffen等人，2011
年；Steffen等人，2015年），环境是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
基础。当今创造物质繁荣的方法破坏了生态系统健康，给
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跨过了多个地球限度，人类社会的
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安全运作空间”岌岌可危。在这一地球
限度框架中，环境问题被视为人类对自然根深蒂固的改造
和持续不断的文化发展所固有的系统性问题，并未仅仅
被视为社会发展的附带伤害（Steffen，2000年）。与生态
系统服务一样（《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2005年），生物
多样性对人类福祉也至关重要（《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2014年）。

显然，环境政策的功能已经扩展，如今在政治/军事安全、
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其他发展活动方面都发挥着一定作用。
同样，这些政策领域反过来对环境状况也产生着重大影
响。这种相互联系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即我们需要采取综
合性方法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联合国，2015b；Jetzkowitz等人，2018年）。本报告旨
在整合环境、社会经济安全、全球正义和人类福祉之间的
相互联系，为可持续性成为全球、地区及国家发展各个方
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一个新的框架（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2014a；Lehmann等人，2015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6a；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16
年）。

1.3.1 环境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与机遇

环境与贫困、繁荣、就业、生产方式、创新及资源可获得性/
稀缺性等关键经济问题密切相关，既包括正相关，又包括
负相关。一方面，经济是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而环境

专栏1.1：福祉的概念

人类福祉由多种要素构成，主要包括：
v 过上美好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保障，例如，安全且充足的生计；
v （随时都有）足够的粮食、住所、衣服以及获得商品的机会；
v 健康，包括好的感觉、健康的物理环境，例如，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良好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凝聚力、相互尊重、帮助他人的能力以

及供养孩子的能力；
v 安全，包括对自然资源及其他资源的安全获取、个人安全、不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影响的安全；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包括实现个人目

标和梦想的机会。
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受福祉的其他构成要素（以及其他因素，包括教育这一很明显的因素）所影响，是实现福祉的其他构成要素的前提条件，
尤其是公平和公正。

资料来源：《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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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在日益引起经济损失。近期，有文章指出，“每年因
污染而造成的福利损失高达4.6万亿美元左右”，相当于“
全球经济产出的6.2%左右”（Landrigan等人，2018年，
第462页）。从经济上看，各国仍然普遍采取“先发展，后治
理”的方法发展经济。本报告将说明，当今世界已经在很多
维度上超过了地球限度，“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根本无
法持续，若无法得到解决，则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除
此之外，这种模式还可能会让大多数国家付出很高的代
价，因为后治理的成本往往比一开始就避免破坏的成本要
高。它还会制造出失去价值的搁浅资产，而且正在造成不
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包括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而这会
导致经济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相比之下，如果采取灵活、
积极主动的方法，则能够实现向可持续性、创新型和资源
高效型经济的转型，在快速增长、具有环保意识的市场上
利用国内和出口市场机遇。

另一方面，保护环境以及防止和减轻污染影响，也是
经济机遇的主要来源，有利于促进就业、减贫、驱动创
新以及应对资源可获得性/稀缺性和资源枯竭。经济
与环境之间积极的协同作用如今已受到更广泛的认
可（Porter，van der Linde，1995年；生态系统与生物
多样性经济学，201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1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a；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1b；Hepburn，Bowen，2012年；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韩国国际合作机构，2012年；全球
经济与气候委员会，2014年；Altenburg，Assmann，201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b），而我们需要在环境与
经济之间进行取舍的观点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广泛接受。

2011年，生态系统服务的全球经济价值约为125万亿美元
（按2007年美元价值计算2）（Costanza等人，2014年）。尽

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传播经济与环境
之间积极的协同作用，因为现有经济增长的计算方式仍然
在进一步强化于经济与环境之间进行取舍的观点，而这通
常会将环境影响外部化，同时助长短期而非长期的观念。
尤其是在人们担忧就业、工资及经济繁荣的国家或地区，
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担忧之间的联系，对环境保护和
多边环境协定的支持可能会减弱。本报告旨在对成本、收
益、环境政策和实践的成本效益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分配
方式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企业都清楚，环境问题对其业
务构成了严峻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可以带来大量商业
机遇，例如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背景下循环经济的商业
惯例（参见第17章）（Lacy，Rutqvist，2015年；Ghisellini，
Cialani，Ulgiati，2016年；Murray，Skene，Haynes，2017
年；Hopkinson，Zils，Hawkins，2018年；参见本报告第
17.5节）以及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至少在减少废弃
物和提高效率的初期）。此外，应对这些挑战还可以避免我

们的后代承担重大责任和承受巨大压力。世界可持续发展
工商理事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等
知名商业组织，在全社会和各级决策层上推动着环境可
持续性。

环保和环境企业也是就业的主要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6
年）。如今，在全球能源行业，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远超预
期，每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大于化石燃料投资（21世纪可
再生能源政策网络，20018年）。“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
低碳能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在创造就业机会上可能比煤
炭和天然气具有更大潜力（Wei，Patadia，Kammen，2010
年；Garrett-Peltier，2017年；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2018年；Yihdego，Salem，Pudza，2017年）。近
期，美国太阳能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是煤炭行业的两倍以
上（美国能源部，2017年）。

然而，很多经济趋势仍然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构成了挑战。
很多政府在增加收入方面面临挑战，放松监管的举措往
往着眼于降低环境标准或减弱监管力度（Castree，2008
年；Steinebach，Knill，2017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
整体实施方法，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各国政府增强融
资能力提出了建议（联合国，2015c）。

几十年来，全球化一直都是主流趋势，其可能产生的环
境影响也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研究焦点。但是经济发展
与环境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难以进行概括。全球的某
些方面可能导致环境问题恶化，而其他方面则可能对
解决环境问题有利（Boyce，2004年；Gallagher，2009
年；Clapp，Dauvergne，2011年；Newell，Roberts，编
辑，2016年）。认识两者之间的这种取舍关系及协同作用
是本报告的一个重点评估内容（参见第四章和第十七章）。

1.3.2 环境和社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这些社会问题包括：饥饿、
消费模式、健康、教育、不平等、性别差异、废弃物与卫生、
难民、迁移、冲突以及不容忍等。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2提
到的饥饿和粮食与农业有联系，而农业又与环境联系在一
起，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目标2.4提到了可持续农业的概念。
环境污染危害农业，而更加清洁的环境有助于促进农业发
展，改善营养和健康（Landrigan等人，2018年）。

教育可以促进环境健康，反之亦然（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2014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a）。环境污
染、生物多样性缺失及气候变化是引发健康问题和环境
疾病的重要因素，而健康问题和环境疾病反过来又能够
对教育和学习、尤其是儿童的教育和学习产生负面影

2 读者应假设本报告中的所有数值均为名义市场价值，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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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它们还会阻碍成年人的就业（Mohai等人，2011
年；Zhang，Zhang，2018年）。相比之下，清理、避免污
染、保护和修复栖息地，可以为改善健康带来重大机
遇，而健康的改善反过来又有助于人们过上更加充实
和富足的生活。2015年，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已造成
900万人过早死亡，占全球死亡人数的16%（Landrigan
等人，2018年），在某些国家，有害空气污染已迫使学
校停课（Sastry，2002年；Li等人，2014年，英国广播公
司，2016年；路透社，2017年）。

环境也在诸多方面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
不平等）有关系，给贫困人口或社会弱势群体带来负担，
包括资源（例如土地、水、粮食、种子）的不平等获取、环
境恶化影响（例如气候变化和废弃物对健康的影响）的
不均匀分布、地理区域之间消费和生产变化导致的就业
和失业以及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不均衡的责任划分。由
于成长发育较快且相对于体重的风险敞口较大，儿童尤
其易受化学品的负面健康影响。

从很多案例来看，人们受环境影响的程度与其收入水平
相关（Moser，Kleinhückelkotten，2017年）。富人比穷
人更能够避免自己受到环境问题的影响，同时也更有潜
力找到解决方案，利用更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改变生活
方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这还与受环境问题
影响区域的地理、经济和社会分配相关。

我们需要在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和压力以及其状况和
影响上，考虑以人为本的方面，在实施《2030年议程》过
程中制定有效公正的政策。我们需要利用这一方法解决
脆弱性问题，应对不同条件，同时使人们有能力应对日
常生活中出现的灾患和破坏（提高韧性）（《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报告》，2005年）。无论贫富和性别之分，所有人
都会对环境变化及其相关风险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受
到环境变化及其相关风险的不同影响。这些区别在相
关政治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erret，Johnstone，编
辑，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本报告从这
一角度出发，试图解释不同人群对环境“公平”的体验方
式，以此通过应对复杂的分配影响和冲突为未来政策决
策提供参考。在为《2030年议程》的实施制定可持续发
展政策和设计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方面，这一视角提供
了一个新的基线（世界银行，2016年）。

在《2030年议程》中，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如今已被理解为对于“消灭所有地区任何形式的贫
困” （可持续发展目标1）而言是互补和必要的。

全球大约70%贫困人口的全部或部分生计直接依赖于
自然资源，尤其是妇女、女童以及其他边缘化群体。消灭
贫困和促进繁荣的努力，与环境和自然资源治理的协调
改善直接相关（TEEB，2010年）。

1.3.3 环境与政治/军事安全挑战和机遇

土地退化等环境问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2017年）以及资源短缺和枯竭，尤其是水、能源、
粮食和生物多样性的短缺和枯竭，有可能会成为冲
突、安全问题和迁移的主要起因（Homer-Dixon，1991
年；Homer-Dixon，1999年；Barnett，Adger，2007
年；Gupta，Dellapenna，Heuvel，2016年）。政治/军事安
全问题可能会因气候变化影响而放大。污染、不可持续的
使用方式、超出可持续供应的需求、气候变异、干旱、洪涝
等，正在对水资源安全构成威胁。包括极端天气在内的气
候变化以及环境恶化，已经在产生一系列复杂影响，尤其
体现在脆弱国家和脆弱生态系统上。例如，（国家内部与国
家之间）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会因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而变
得更加严峻，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全球政治不确定性和不
稳定性。因环境恶化而流离失所的环境难民还可能会面临
健康问题，同时难以维持生计。

战争和冲突是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 
污染）、废弃物、温室气体及土地退化的主要来源。同样， 
解决环境问题有可能会为解决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带来重
大机遇（Brown，Hammill，McLeman，2007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等机构，2013年），包括保障民生和降低迁移的
必要性。国际社会对战乱国家的资助，可能主要着眼于通
过开发包括自然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恢复在内的可持续
基础设施和包括废弃物管理、废水管理及资源管理等服
务，来解决环境问题。

1.3.4 资源可获得性和稀缺性

资源可获得性和稀缺性问题明确指出了经济问题、社
会问题、人文问题、政治/军事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之
间密切的相互联系（Qasem，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1a；Pereira，2015年）。资源的生产和/或利用（例
如采矿及其他资源提取过程）会产生大量负面的环境和社
会/健康影响。

与此同时，资源是环境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
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投入，而且是就业的来源。资源还被
广泛应用于保障人类福祉的产品和服务上。这不仅仅与
水、能源和粮食等核心资源相关，大量研究表明这些核
心资源是“相互关联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
委员会，201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4年；国际
资源委员会，2015年）。磷（Cordell，White，2015年）是
粮食生产和包括稀土金属在内的材料等其他重要稀缺
性资源的一个关键成分（Gupta，Krishnamurthy，2004
年；Abraham，2015年；Graedel等人，2015年），在很
多工业应用中得到利用，包括风能、太阳能、高能电池
等关键环境技术。这些材料及其制成的很多产品，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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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上也有重要应用。其不利的一面是，这些资源的生
产不仅会给环境造成破坏，它们本身还是稀缺性资源

（Calvo，Valero，Valero，2017年），在其获取上会引起政
治/军事安全方面的担忧。

1.4 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在各个层面日益提升，包括全球、地
区、国家和次国家（地方和省市等）政府以及企业和公民
社会利益相关方（Biermann等人，2012年；Biermann等
人，2014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4年；Patterson
等人，2015年；Mortensen，Petersen，2017年）。在很多既
有挑战尚未得到充分应对时，新兴环境治理挑战开始出
现，例如北极地区的开放和新材料的发明。促进多利益相
关方参与治理是全球主流趋势，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
需要形成更大合力。在开发更多促进这种合作的有效方
法上，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Ansell，Gash，2008年；联合
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4年；Pattberg，Widerberg，2016
年；Dodds，Donoghue，Leiva-Roesch，2017年），包括新
技术、社交媒体以及公民科学——促进公民参与科学研究
的一门学科（Kobori等人，2016年，参见第25.2节），这可
能是获取某些数据的唯一方式。此外，私营部门治理也已
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领域。

环境问题一直都很复杂，而且与其他政策领域密切相
关（Jordan，Lenschow，2010年），但是在跨越行业界
限上还没有取得足够进展（Adelle，Nilsson，2015年）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推动环境问题与经济、贸易、健
康、水资源、能源、教育、粮食系统和城市规划等其他发
展领域的融合和协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4
年；Le Blanc，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
年；Elder，Bengtsson，Akenji，2016年；联合国，2016
年；Scheyvens等人，2017年）。

此外，生态系统边界往往不同于地缘政治边界，很多环境
问题，尤其是污染相关的环境问题，往往是跨界的，例如空
气污染、淡水资源（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废
水、污染物泄露、有害废弃物和核废料的倾弃以及物种灭
绝。由于很多此类跨界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在利用
政策解决方案的协同效益上有很多机遇，但是这需要在打
破政治边界的基础上进行更大合作和协调。

从加强监管和出台支持志愿行动的政策到利益相关方的
自我治理，各国在想办法改善环境治理方面已经付出了
很大努力。国家在加强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
括批准实施环境公约、支持环境研究，为弱势群体提供
帮助。尽管如此，未来最佳的解决方案并非总是很明确，
还需要更大努力（Ansell，Gash，2008年；Jordan，2008
年；Newig，Fritsch，2009年；Biermann等人，2012
年；Galaz等人，2012年；Biermann，2014年；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2014年；Kanie，Andresen，Haas，编辑，2014
年；Pattberg，Widerberg，2015年；Pattberg，Zelli，编
辑，2016年；Biermann，Kanie，Kim，2017年）。

1.5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全球环境治理以
及多边环境协定

最近几年来，全球环境治理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多边
环境协定上（Najam，Papa，Taiyab，2006年；加拿大
环境部，芬兰约恩苏大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
年；Kanie，2007年），还包括很多区域和双边协定

（Balsiger，VanDeveer，2012年）。据估计，全球
共有1300项多边环境协定和2200项双边环境协定

（Mitchell，2018年）。

尽管有这些多边环境协定和前五期《全球环境展望》， 
但是当前环境状况仍然令人困扰，而且很多方面都在持 
续恶化（Susskind，Ali，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2b），导致人类社会的环境基础日益遭遇风
险（Rockstrom等人，2009年；Steffen等人，2011
年；Steffen等人，2015年）。此外，一些环境污染物，例如塑
料废弃物、海洋污染、军事相关废弃物、杀虫剂，在全球范
围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在实现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
式上，还没有取得足够进展。

一些国际协定和框架的作用是更加全面地解决全球问题，
而非狭隘地专注于某些具体的环境问题。这些国际协定和
框架将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整合起来，同时加强环
境层面的元素，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气候变化的《巴
黎协定》、《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在第三届联合国住房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上通过的《新城市议程》以及《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处于这一趋势的前沿，
为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视角。它们将环
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以利用两者之间
的协同作用，同时将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最小化。它们还
非常不同于千年发展目标（MDGs）。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
是普世性的，而且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可持续性议程，对社
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给予了同等关注。相比之下，
千年发展目标侧重于社会议程，而对经济和环境问题关
注不够。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环境问题的覆盖面要大
于千年发展目标对环境问题的覆盖面（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c）。

此外，千年发展目标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发
达国家则致力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而《2030年议程》则
具有普世性，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适用于所有国
家。根据联合国环境大会，《2030年议程》“代表了一种用
新模式替代当今以增长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的典范转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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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模式旨在在全球实现可持续和平等的经济体及社会” 
（联合国环境大会，2016 p.1），指出“它们提供的生态系统

和服务，例如粮食、水、疾病管理、气候调节以及精神满足，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

费模式对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构成了威胁”。

环境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都有体现。一半以上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或对环境问题有直接关注，或提到了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很多目标与物
理环境的质量都直接相关，例如，水（可持续发展目标6）、
气候（可持续发展目标13）、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以及
土地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目标15）。其他目标与物
理环境的联系则较为间接，例如，自然灾害（可持续发展目
标1和11），粮食、饥饿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2），人类健
康（可持续发展目标3），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7），经济增
长和就业（可持续发展目标8），工业（可持续发展目 
标9）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11）（国际资源委员
会，2014年；国际资源委员会，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2015年；Lucas等人，2016年）。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8强调了可持续经济增长和体面工作，而其中一项具体目
标则呼吁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和改善全球资源消费效
率脱钩；可持续发展目标12聚焦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可持
续发展目标16聚焦和平、公正和强有力的制度；可持续发
展目标17聚焦实施方式。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支持所有其
他目标及其环境层面。显然，如果环境方面没有取得根本
性进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以上内容在《2030
年议程》中都有体现。《2030年议程》直接呼吁针对可持续
发展采取综合性方法（国际资源委员会，2015年）。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环境与其他发展领域更加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却没有完全体现全球环境
议程（Wackernagel，Hanscom，Lin，2017年）。一些重要的
环境问题并没有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很好地体现，例
如采矿、自然资源开采以及性别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例如烹
饪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Elder，Zusman，2016年）。虽然气
候目标（可持续目标13）提到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也
的确有环境相关的目标，但是气候目标中没有哪一个具体
目标或指标与气候状况直接相关。此外，环境指标的开发不
及其他领域指标的开发，而且在量化这些指标的影响和/或
实现相关具体目标的进展上存在数据不足的问题。很多具
体目标有多个维度，而往往与环境相关的维度并未包含在
指标内。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少直接提及国际约定的环境目
标，但是涉及不少多边环境协定的目标。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类似，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仙
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在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
续发展大会上通过的《新城市议程》等其他近期通过的联
合国重要协定和框架，都需要各行各业和所有行为体做出
巨大贡献，需要经济和社会实践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一样，这些协定的覆盖范围广泛，应该用综
合性方法来予以实施。

同样，主要的非联合国全球论坛（例如二十国集团，七国
集团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开始日益关注环境问题及相关
风险，尤其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环境问题及相关
风险。2015年，七国集团领导人及国家元首在德国埃尔
毛城堡会面，同意在本世纪末实现全球经济去碳化（七国
集团，2015年）；2016年，在日本伊势志摩峰会上，七国集
团同意共同履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承
诺；2017年，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峰会上，所有七国集团成员
国重申了关于迅速实施《巴黎协定》的坚定承诺（不包括美
国，当时美国正在对其相关政策进行审查）。七国集团会定
期召开环境部长会议。二十国集团还通过了一项落实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2016年）。 

其他主要的环境部长会议有：金砖国家峰会（巴西、俄罗斯
联邦、印度、中国、南非）、亚洲及太平洋环境问题部长级峰
会、非洲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以及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整合所有这些协定和行动提供了框架
和共同语言。

以目标和指标为基础的方法，是千年发展目标的一个
重要创新，还被用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11-2020年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之中，包括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下制定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Kanie，Biermann，编
辑，2017年）。虽然这一方法有其缺点，但是很多人认
为，它在动员人们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采取行动和提
供支持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相对成功（Fukuda-
Parr，Yamin，Greenstein，2014年）。如果按照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精神和语言而非以一种狭隘的工具方式来
广泛实施这一方法，那么实施和问责可能会得以加强

（Biermann，Kanie，Kim，2017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巴黎协定》的另一主要创新是，每个国家都同意将全球

目标和具体目标转化成具体的国家目标和指标；不过，这
会为评估进展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

因此，本报告的重要目的是继续让全球关注多边环境协定
和国际约定的环境目标，同时让全球开始聚焦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非联合国全球论坛。采取更加综合性的方法，例如
加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也可能有助于一些传
统多边环境协定的实施。

本报告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评估在实现多边环境协定确定
的国际约定的环境目标上所取得的进展，强调这些协定的
承诺与成果之间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本报告将呼吁全球
做出响应并采取机制能力建设，以处理环境问题相关的日
益加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全球发展予以解
决。鉴于环境和发展相关的挑战的紧迫性以及应对这些挑
战所具备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有限性，本报告采取一种整
体性和综合性的方法进行评估，在各种问题之间形成协
同作用，并将它们之间的取舍关系最小化，同时传播所得
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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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其他环境评估下的《全球环境展望6》

为有效应对环境挑战，必须要很好地了解环境挑战对人
类、经济、社会、市场、制度、司法、安全以及文化的影响。本
报告认为有必要进行参与性和综合性环境评估（IEAs），也
有必要利用制度化工具和平台为普通人、组织和决策者赋
权，共同开发环境状况和环境趋势相关的信息与知识，为
采取政策行动和做出充分响应提供参考（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5年）。

全球环境评估的数量日益增多，本报告就是其中之
一（Mitchell等人，2006年；Kowarsch等人，2014
年；Jabbour，Flachsland，2017年；Kowarsch等人，2017
年）。其中一些评估包括地区评估或者本身就是地区评估

（例如欧洲环境规划署的《环境状况报告》），还有一些评
估包括国家层面的评估或者本身就是国家层面的评估，
其他评估则聚焦于具体主题，例如《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e）。这些评估一般由国际组织
和机构所作，并创造必要的证据基础，使地球和人类所面
临的主要问题变得更加清楚和透明。例如，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会通过其环境审查机构来进行评估（联合国环境规

图1.2：《全球环境展望6》中使用的DPSIR方法

199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了针对《全球环境展望》评估的DPSIR因果框架方法。这代表着一种系统分析的观点，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会给环境带来压力，从
而改变环境的状况。环境状况的改变会产生影响，例如会影响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健康。这又会导致人类做出响应来应对这些影响，例如采取社会控制，转变投资，和/
或采取影响人类活动的政策和政治干预。最后，这些响应会通过驱动力或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环境的状况。当今，越来越有必要从现有政策对环境挑战的驱动力和影
响的应对方式上对现有政策进行评估。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b）

目标状况
- 一般为中期
- 一般为地方或国家层面

目标压力
- 时间更短
- 一般为地方或国家层面

目标影响
- 时间更短
- 一般为地方或国家层面

目标响应
- 一般为中期
- 一般为地方或国家层面

《目标驱动力》
- 一般为长期
- 地区性或全球性

状况
活动/活动产品

状况或质量

压力
根本原因

驱动力
人类需要

影响
产品和服务

响应
行动和政策

划署，2018年）。这种证据基础包括解决这些问题的成功
和失败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证据基础为采取行
动提供了选择，确保当前问题和预期问题都能够得到公
平有效的解决。这种行动导向型和利益相关方聚焦型方
法，可以将决策者的反馈融入知识开发流程，缩短实施
信息与知识的时间。附件1-2列出了本报告所引用的综合
性环境评估。

综合性环境评估（例如《全球环境展望》评估）遵循一套
通用的方法论和程序，确保相关质量标准得到一致应
用，并通过以下方式将科学与政策联系起来：

v 分析并综合现有环境、社会及经济数据，考虑所有的
生态系统组成成分和过程，通过“驱动力—压力—状
况—影响—响应”（DPSIR）框架确定环境状况（参见
图1.2）；

v 确定信息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v 识别并评估过去和潜在的政策及管理行动；
v 在采取各类政策和管理行动（包括不采取行动）引起

的后果方面，为决策者提供指导（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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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全球环境展望6》的方法、变革理论及结构

1.7.1 方法

1992年《21世纪议程》通过后，采取了一系列后续行动，旨
在对环境状况进行永久性审查，而《全球环境展望》的编写
就是其中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5年 – 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理事会决定，18/27）。

自1997年首期《全球环境展望》发布以来，其方法和结构
发生了数次改变和改善。

《全球环境展望》的规模发展，遵循开发综合性环境评估
这一核心原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b）。《全球环境展
望6》有一个新的重要特点，即进一步强调了环境与人类健
康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本报告采用了不同于以往
的方法和结构。这种方法和结构反映了最新的科学证据和
地缘政治环境，尤其是《2030年议程》的实施。本报告为解
决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层面的问题提供了证据基础。

编写本报告是为了加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整体的能力
建设，在多个层面上提升以科学为基础的决策水平（1972
年联合国大会第2997号决议）。本报告的编写过程是一个
独立的、专家领导下的、各方参与的过程，旨在促进科学
理解与政策制定之间的联系。在每一期《全球环境展望》
的编写过程中，其重点和方法论都通过高级别政府间和
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科学咨询小组以及评估方法、数据
和信息工作小组征求了决策者及大量科学家和利益相关

方的建议与指导。这种参与式和咨询式的编写过程，保证
了《全球环境展望》评估的科学可信性、准确性、权威性以
及政策相关性。

除了编写《全球环境展望》之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负责
进行能力建设。这是《全球环境展望》编写过程的一个重要
部分，并且通过利用各类机制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来自全
球众 多组织的顶级国际专家以及尚处于早期职业生涯或
者还在读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都为《全球环境展望》
的编写做出了贡献。

主题维度（空气、淡水、海洋、土地及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
趋势）也是前几期《全球环境展望》的核心要素。但是上述
所有其他方法均是本报告采取的新方法。

附件1-3涵盖了为本报告奠定基础的变革理论相关信息，
附件1-4则说明了每章作者为每章的主要研究成果确立置
信度的方法。这些置信度可以在每章的执行概要中找到，
旨在帮助决策者了解某一主题所涉及的证据的范围以及
这一证据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评估结果。

1.7.2 结构

根据这一授权和范围，本报告的结构如图1.3所示。

本报告第二章（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第三章（数据和知
识状况）和第四章（跨领域问题）是对前言部分的补充。随
着信息和数据在当今社会变得日益重要，知识创造及使用

专栏1.2：多维分析

《全球环境展望》在范围上是多维的，旨在从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地理、时间等视角形成不同的证据线条来回答核心问题。本报告中使用的
主要方法如下：

v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主题强调了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健康对人类健康的基础性意义。本报告系统性地将人类健康贯穿其中，聚焦环境
变化和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产生的诸多直接和间接影响（例如疾病和死亡）（参见第二章、第四章）。除此之外，环境相关的目标还体现在
变革性环境政策和路径中（B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分析环境相关的影响时还会与年龄、性别等社会标准关联起来。

v 本报告从主题的维度追踪了空气、淡水、海洋、土地和生物区系/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趋势，形成了一份“环境状况”报告（A部分）。

v 本报告提供了25个以上的政策案例研究，强调了循证决策的重要性（第十二章-第十六章），通过案例研究来检验如何设计有效而非指令
性的政策。

v 本报告综合了复杂挑战的社会、经济及环境等方面，在评估环境主题（第四章）和政策有效性（第十七章）的过程中涵盖了12个相互交叉
的问题（例如粮食、能源、资源利用、性别、健康、灾害等），还特别聚焦了《2030年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及其他维度。

v 本报告首次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从可持续发展与本报告的所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关联度出发，将气候变化作为一种驱动因素（即内置
式气候变化）和一种相互交叉的问题（即预期影响）来进行评估（第二章、第四章）。

v 本报告通过考虑评估的各个方面所涉及的分配性、代表性及程序性问题对公平性维度进行了系统性考虑，强调了环境政策的影响和可
能带来的机遇以及未来消除不平等性的发展路径。

v 本报告的展望章节（C部分）综合了传统的全球性情景式分析与地方性参与式的决策型分析，旨在提供一种将关联性与效用均考虑在内
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视角。

v 本报告在评估过程中利用现代工具和平台（例如众包）来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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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报告也日趋重要，因为数据、信息和知识的组织构成
了科学评估和知情决策的基础。因此，本报告进一步解释
了围绕数据、信息和知识创造不断变化的需求及新的机
遇，而这源自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交付可持续发展目标环
境层面的授权。

全球人类系统有很多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这
些路径依赖在不断发展。随着社会和文明的演进与发展，
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已变得更加复杂和
更具动态性。为了解人类系统最相关的结构性组成元素，
本报告对所有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性分析，例如，包括迁
移起因及当前经济趋势和技术发展在内的人口和人口结
构变化。

其中一个新的元素是第四章的跨领域问题。第四章用证
据解释了环境的状况和趋势如何对人类系统产生着不同
规模的影响。本报告中所提到的12个跨领域问题也是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重要的问题，它们是：健康、环境灾害、性
别、教育、城市化、气候变化、极地地区和山区、化学品、废

弃物和废水、资源利用、能源以及粮食系统。本报告采用矩
阵方法解决这些跨领域问题，在五大环境主题（空气、生物
多样性、海洋、土地、淡水）下考虑每一个问题。这种方法有
助于反映一种日益增长的需要，即需要将我们对环境的多
维功能及环境影响人类系统的方式的相关知识进行更加
有效的综合。

本报告的分析分为四部分：

A部分：全球环境状况，包括五大专题章节，涵盖了空气、
生物多样性、海洋、土地以及淡水的状况和趋势的最新数
据与信息。第五章至第九章采用了DPSIR方法，结构上相
同，每章都涵盖了政策响应相关的信息。

B部分：政策、目标、目的、环境治理以及有效性评估，旨在
根据A部分专题章节里的政策响应，包括跨领域问题，在
不同尺度上评估现有环境治理结构内当前政策的有效性

（第十章至第十七章）。这一评估的方法论建立在一种将
自上而下式与自下而上式结合起来的方法之上。评估结

图1.3：《全球环境展望6》的结构及其变革理论（参见附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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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用于为决策者提供指导，同时支持本报告最后部分
所提到的有发展潜力的政策方法。基于这一分析，B部
分还提出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进一步改善的需要（第
十八章）。

C部分：“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展望及其实现路径，
将B部分里最有发展潜力的政策方法融入转型的路径
之中。本部分将全球性情景式分析（第二十章至第二十
二章）与地方性参与式分析（第二十三章）相结合，探
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截止到
2030年）环境层面目标的可能路径，评估实现长期可
持续性（截止到2050年）所需的长期或本世纪中叶战略

（第二十四章）。评估结果和结论提供了基准，以指导
决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以及开发在较长一段时
期内（截止到2050年）实现科学目标（例如创造气候中
和及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更具变革性路径。这种长期性

视角将有助于指导全球、地区及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
开发，确保未来人类发展不超出地球的生态限度，同时创
造一个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更公平的世界。C部分还强调了
采取行动与不采取行动的各类选择会带来的经济社会成
本及效益。

D部分：剩余的数据和知识缺口（第二十五章）概述了数
据/知识的趋势和问题，介绍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实
现多边环境协定中确立的国际约定的环境目标所需弥补
的缺口，其前提是更多的数据/知识会给更多地方带来更
好且更有效的行动/解决方案。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正在创
造超越传统环境监控与评估的新的重要数据和信息机遇。

我们希望读者，无论是决策者、研究人员还是普通公民，都
能够在后面的章节中找到有用的分析和评估结果，为未来
应对我们共同的环境挑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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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大量利用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成
果来增强全社会最弱势群体的能力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
的机会（充分证实）。教育女童，改善妇女地位并为她们提
供更多机会，以及让贫困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到社会中，有
利于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减少社
会疏远和冲突。{2.5.2，2.5.3}

技术进步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充分证实）。在工业
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石油及其他化石燃料都加快了经济
发展、提高了亿万民众的生活水平，但也导致了气候变化。
同时，一些现有和新兴的技术商业模式正在构建循环经
济，创造资源消耗更少的工艺，加快更有效的资源创新循
环。{2.6.1，2.6.2}

技术进步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导致难以确定技术进步
是否会产生长期的积极/消极影响（不完全证实）。技术问
题的科学性分析，往往无法抓住技术的重要消极影响和反
弹效应，以及可持续技术的传播对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和市
场方面构成的复杂挑战。{2.6.3，2.6.4}

气候变化已成为环境变化的一个独立的驱动力，并对未来
经济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充分证实）。无论人类采取什么
行动，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气候变化的影响就
将持续存在。因此，气候变化对增长和发展构成了挑战。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粮食和水资源安全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
（不完全证实），也通过影响人类安全、健康、生计、基础设

施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这些风险在依赖海、农、林、牧业
等自然资源行业的群体中最严重；那些遭受多重不平等、
边缘化和贫穷的群体最容易受到影响。{2.7.3}

气候变化将放大现有风险，给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带来新
的风险（充分证实）。风险分配不均，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主
要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的
弱势群体而言，风险一般更大。气候相关影响的风险，源于
气候相关危害与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及敞口（包
括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的恢复力和适应力）之间的相互作
用。{2.7.4}

1 本评估利用置信叙述来告知决策者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证据范围和围绕这一证据达成共识的程度。
所用到的各种置信叙述有：“充分证实”（表示证据充足且已达成高度共识），“尚未解决”（表示证据充
足但共识程度不高），“不完全证实”（表示证据有限但是已达成较好共识），以及“尚无定论”（表示证
据有限或根本没有证据且几乎没有达成共识）。关于置信叙述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件1-4。

2 本章分节涉及其他章节里的执行概要内容，可在本章中找到这些内容的基本分析和证据。

人口增长将在一些国家达到峰值，这些国家的特点是：极
度贫困，人均碳足迹低，在教育、工作、性权利、生育权上性
别不平等（充分证实）1。对一些正处于人口红利早期或晚
期的国家（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而言，
人口增长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人均碳足迹
及更广泛的生态足迹的增长是最多的。{2.3.1}2

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人口将更加老龄化、城市化，
家庭规模将缩小（充分证实）。如果放任不管，这些趋势将
增加排放水平。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城市环境体现出福利
改善与环境足迹之间有更加高效的关系，这一结论也成
立。{2.3.3}

从现在起至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持续增长（充分证
实）。90%左右的城市增长将发生在低收入国家，主要
是亚洲和非洲，它们是全球范围内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
区。{2.4}

很多城市，尤其是但不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面临着城
市化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和环境挑战，而且尚未找到解决方
案（充分证实）。对于目前缺乏能力应对这些不断增加的压
力的地区和城市，这些挑战会因气候变化、城市快速发展
而加剧。{2.4.1，2.4.2}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长会带来增加公民福祉同时减少公
民生态足迹的机遇（不完全证实）。因此，城市化进程中的
地区，可以让我们有机会通过合理规划和设计城市形态及
基础设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4.4}

过去，经济发展一直是资源利用增加和环境破坏加剧的一
个驱动力（充分证实）。国际交易商品的生产产生的二氧化
碳，占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0%左右。与此同时，商品
和服务的家庭消费，约占消费产生的全部环境影响的6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年）。经济发展仍然是绝大多
数国家摆在首位的政策，原因是经济发展能够带来物质
利益，促进减贫，缩小各国之间及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
差距，创造共赢的局面，推动各方采取集体行动和全球团
结一致。与此同时，发展经济必须要兼顾可持续消费和生
产。{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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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限制人口、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作为驱动力对可 
持续性产生的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很重要（不完全证
实）。这三种驱动力是否能够促进积极（而非消极）转型，包

括社会 公平、环境恢复力和脱贫，可能取决于城市化和技
术作为驱动力产生的长期不确定性影响。{2.8，图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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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言和背景介绍

到目前为止，环境运动经历了很多阶段。最初，环境运动主
要与保存和保护相关，保存强调为了未来发展要节约利用
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森林），而保护则强调大自
然的内在价值（Eckersley，1992年）。除了这些经济上和审
美上的担忧之外，现代环境运动如今还更多地关注风险，
即环境恶化给人类健康和福祉带来的风险（Carson，1962
年；Rees，1995年；Guha，1999年；Lenton等人，2008
年；Rockstrom等人，2009a；Diamond，2011年）。现在，
人们越来越担忧，工业化革命以来人们在预期寿命和生活
质量上取得的大量进展正面临倒退的风险（2015年全球
疾病负担死亡率和死因项目协作组；Harari，2017年）。

本章中所阐述的五大驱动力——人口增长和人口统计、城
市化、经济发展、新技术力量、气候变化——导致很多人的
财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但同时也让不少人掉队，并
且可能会给未来带来隐患。如果当前的不平等趋势持续发
展，到2050年，全球排名前0.1%的人口的财富将超过全球
中产阶级人口的财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2018年）。

2.1.1 驱动力概述

正如第1.6节指出，本报告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DPSIR框
架，DPSIR指的是驱动力、压力、（环境）状况、（对环境和人
类福祉的）影响、响应。3“驱动力”指的是人为的惯性力，
与社会、经济、生态、技术、政治相关。驱动力之所以是惯性
力，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运动规则而且打破这种规则需要
时间和精力。《全球环境展望5》提到了两个驱动力——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而《全球经济展望6》，即本报告，则在
此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驱动力，即城市化（此前被涵盖在人
口驱动力之中）、技术、气候变化。

其中三个驱动力——人口、经济发展、技术，常见于DPSIR
文献中（Nelson，2005年），代表总人口消费分解后的三
种成分，因此也代表满足生存需要及其他福利需要的三
种必要性。

v 人口：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环境承
受的压力也会相应成比例地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人口
增长与长期的可持续性无法兼得。DPSIR文献指出，本
世纪全球人口将持续增长。因此，当务之急是研究关键
的人口动态（包括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性别
不平等）如何在不同规模上相互作用以及如何影响环
境可持续性。

v 经济发展：指的是人类福祉的增加，而人类福祉的增加
取决于物质消费及其他很多因素，包括环境。虽然当
代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高度关联，但是两者有很

明显的区别，无论是从实证角度还是从概念上看，都有
很大差别。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均消费预计会持续增长

（原因包括脱贫事业尚未完成，满足生存需要，以及促
进个人实现繁荣）。为了使经济增长不受环境的负面影
响，有必要采取资源节约型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v 技术：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实现积极或消极变革的驱动
力很好理解。从消极的角度看，技术进步使人们能够用
刺激措施加速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满足人类需要；在
危急关头，刺激措施会促使人类采取风险更大的选择，
而排除安全的选择或将其最小化。从积极的角度看，技
术进步也会给人类带来更高效的选择，以更低的资源
成本满足人类的需要。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城市化和气候变化作为两种独立的驱
动力被纳入进来，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经济社会变革方面
的重要性。

城市化进程从未停止过，但是近几十年以来，城市化的步
伐、规模和影响开始急剧加速。因此，城市化也被单独列为
第四种驱动力。

同理，气候变化被当作第五种驱动力。而原则上，气候变
化可以被当作其他驱动力的一种结果。根据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2014年），全世界即将进入“气候变化承诺”的时
代，即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已变得不可逆转（例如物种灭
绝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且无论未来人类采取何种缓
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也无济于事。换言之，即使所
有人类活动都停下来，气候变化也会在未来几个世纪持续
产生影响。

综合起来，这五种驱动力正在给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带来
变化，包括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短缺、水循
环变化、健康影响、生态系统退化以及污染。如果不做出充
足的响应，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全世界倒退至现代化以前的
阶段，一个充斥着饥荒、瘟疫、战争和人类早逝的世界。

2.2 自上一次评估以来发生的变化

自《全球环境展望5》发布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现总结
如下：

v 人口：2018年全球人口在76亿左右，联合国预计，人口
峰值可能会比此前的预估值要高。与此同时，全球范围
内移民和难民数量也在增长，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冲
突和环境退化加剧。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保持不变。

v 城市化：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已突破50%这一具有象
征性意义的比例。从趋势来看，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市

3 注：DPSIR框架受到过一些批判，特别是因忽略驱动力之间互相依赖的关系而受到过批判。在本次
评估中，我们明确审查了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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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人口转移会加速。这既说
明了环境压力的驱动力增强，又为增强可持续性带
来了机会。

v 经济发展：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全球经济正在
缓慢复苏。债务危机的持续存在、收入不平等的加
剧，以及贸易战带来的新的不稳定性等，已成为人
们担忧的问题。而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因素有：
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和贡献，以及可持续
发展目标作为一种新的全球发展愿望和方向被采纳

（第2.5.1节）。
v 技术：环境危机正在促使国家和企业采取环境风险

更大的技术选择，包括地球工程技术和核技术，同
时也在激励他们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技术、
能源存储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技术等。

v 气候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
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系统变暖的趋势已经明确，
这一点从观测到的全球气温升高、大面积冰雪融化
以及海平面上升均可得到证明”。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还指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
是显著的，“气候变化及其相关影响的诸多方面将
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持续存在，即使人为的温室气体
排放停下来，也无济于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2014年，第 16页）。

除了驱动力本身之外，自《全球环境展望5》以来推出
的各类政策也值得一提。在此期间，诸多全球协议被签
订，旨在解决与此评估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应对
气候变化的一项新的全面性协议，一项关于新发展议程

（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的协议，以及关于为发
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筹措资金的协议。除此之外，有些国
家还在本国国内推出了灾难风险管理、可再生能源、城
市化、交通、水资源和卫生相关的一系列政策。

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能够加速产生社会
和环境效益的技术，以及能够使人、机构以及各界以更
低的资源成本满足其需要的技术，产生兴趣。第2.7节

主要说明的是五大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其中
一个驱动力采取行动可能会如何影响其他驱动力。

2.3 人口

人口快速增长会在国家层面破坏经济发展，同
时在地方层面对妇女地位和机遇造成负面影响

（Casey，Galor，2017年；Kleven，Landais，2017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越多，消费也就越多，长
期来看会给自然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人口增速提高虽
然会造成短期影响，但是并不意味着消费或资源利用的
增速也会提高。

专栏2.2：人口红利

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一是因为生育率低，二是因为社会还没有开始老龄化。在人口红利已经过去的社会，在老年人的带
动下，人口抚养比已经开始增加。而在正在享受人口红利（也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的国家，活跃年龄人口（15-64岁）增多，而被抚养少
年人口（0-14岁）减少，老年人口（64岁及以上）规模较小。从示意图上看，人口红利期尚未出现的国家是最贫穷的，处于人口红利早期的国
家是低到中收入国家，处于人口红利晚期的国家大部分是中高收入国家。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的国家几乎总是富裕国家，也包括一些前
社会主义阵营的中高收入国家。在人口红利期尚未出现的国家和人口红利处于早期的国家，人口预计会出现大幅增长。在人口红利处于
晚期的国家，人口预计仍然会增长，只是增长幅度较为温和。而在人口红利期已经过去的国家，人口增长预计会在未来几年内大幅放缓，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绝对人口甚至可能会减少，老年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在人口红利期尚未出现的国家和人口红利处于早期的国家，人均
碳足迹和GDP都相对更少。然而，从本章来看，在人口红利处于早期和晚期的国家（即人口和GDP预计都会增长的国家），人均碳足迹已出
现大幅增长。

专栏2.1：人口增长与消费和资源利用增速之间
的关系

人口增速越高的国家一般更贫穷，人均碳足迹更少，人均收入增
长也更慢。因此，人口增长不一定是总是会导致消费或资源利用
增加。高度不平等与人口增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平等
是人口快速增长和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为了减缓某些地区人
口的高速增长，人们需要获得自愿计划生育和其他生育健康服
务，以及教育和就业机遇。

虽然发达国家及其较多的人均碳足迹是环境压力的最重
要来源，但是在当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高增长预
计会加大环境压力，加剧全球不平等。目前，发展中国家正
在进入早期或晚期人口红利阶段。

同样，人口增速快会拖慢发展进程。绝大多数已经成功
转型为发达国家的国家都出现了生育率大幅下降的现
象（Sinding，2009年），不仅体现在家庭层面上，而且体
现在个人层面上。而贫困则相反，一般与高生育率挂钩

（Gillespie等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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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人口增速快的国家而言，其特点往往是女性面
临着不利的条件，包括缺乏受教育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机
会，识字水平较低，预期寿命较短，孕产妇死亡率和儿童死
亡率较高，参与劳动力市场面临很大阻碍，还有其他歧视
性因素（Iversen，Rosenbluth，2010年）。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往往被视为一种普遍权利。虽然没有哪
一种人权是这样界定的，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
指出：“当今没有哪一个国家，甚至那些所谓最富有和最发
达的国家，能够宣称自己达到了完全包容的水平，即所有
人都有公平的机会，都能够受到公平的保护，也都能够完
全享受人权”（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7年，第10页）。不但
性和生殖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强烈相关，而且文献表明两
者之间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7
年）。贫困女性，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和生活在农村
地区的女性，往往最缺乏享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的机
会。如果女性缺乏享受这些服务（包括避孕服务）的机会，
意外怀孕的风险则会增加，从而导致健康风险增加，同时
会给自己及其子女带来终身的负面经济影响（联合国人口
基金会，2017年）。

人口增长不单会通过消费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来影响环境，
还能够牵动其他因素来影响环境。这些影响包括：人口增
长给治理带来的压力，人口增长对有限资源使用引发的冲
突，以及人口增长可能加快未合理规划的城市化进程（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

以拉丁美洲的经历为例。作为不平等现象最严重的地区
之一，拉丁美洲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特大城市的
形成过程，快到治理体系都难以控制的地步。结果是功能
失调的城市环境内部出现不平等，人口开始出现分化，人
们开始感到不安全且变得暴力，而这反过来使他们失去
了公共资源，压抑了经济增长，缩小了公民空间，削弱了
公共产品和有益品的价值，损害了集体服务的质量和可
获得性（Filgueira，2014年）。而鼓励私营部门针对休闲、
教育、安全、交通和住房采取单独的解决方案则会进一步
加剧不平等。

以下分析聚焦全球人口趋势及其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全球
影响，包括围绕在次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影响的
讨论。

预期趋势表明，全球人口增速将放缓，但是对除欧洲以外
的其他所有地区将持续利好，至少在2040年之前是如此，
这是最保守的估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
这意味着很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人口将继续保持极其强
劲的增长。根据历史趋势和可接受的预测结果，这些地区
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费也会迅速增长。在人口处于转型
期的国家（即人口红利处于早期和晚期的国家），人均碳
足迹的快速增加，显著说明了当前形势下人口快速增长
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可能影响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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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全球人口、全球排放量和全球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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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均碳足迹低的地区（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出生的大
部分人口，可能会转移到碳足迹较多的地区（O’Neill等
人，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这些人口转
移不仅能够提高单位碳产量的效率（技术或聚集可以为一
定程度的福祉减少压力），而且能够增加消费，从而在这一
过程中增加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

最后，全球人口在继续增长的同时也将趋向老龄化，但目
前的家庭规模在未来会得以维持，即继续生活在规模较小
的家庭中（Dalton等人，2008年；O’Neill等人，2012年；联
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这些趋势说明人
均碳足迹将增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简化的人口增长、
人口动态、不断增长的碳排放的逻辑（假设一切照旧，参见
第21章），也适用于国家和地方层面，以及其他环境变量，
例如水和空气污染、土壤退化、荒漠化、森林砍伐。

需要强调的是，人口动态和人口增长本身不会导致不
可持续的环境路径。这种路径是在当前消费和生产模
式下人口增长的结果。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主要是
因为不平等的加剧。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
之间，不平等仍然是环境可持续性面临的最大阻碍之一

（Chancel，Piketty，2015年；Oxfam，2015年）。

不平等性的加剧会直接为可持续性带来不利影响，主要可
分为两类：

1. 由于资源分配高度不均匀，脱贫所需的增长水平要
远远高于资源平等分配情况下脱贫所需的增长水平

（Ravallion，2001年；Bourguignon，2002年；世界银
行集团，2004年）。换言之，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得到更
加公平地分配，全世界就不需要极高的经济增速来改
善贫困人口的生活。

2. 高度不平等与过度消费私人商品和地位商品的
倾向相关，从而削弱公共产品和有益品的价值

（López，Palacios，2014年；Samaniego等人，2014
年）。

由于公共产品和有益品一般意味着集体消费和更少的单
位边际成本，而且由于它们都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
从其生产和消费所需的环境足迹的角度看，公共产品和
有益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私人商品和地位商品的效率。
尤其是社会的日趋城市化，为扩大集体性商品（即公共产
品和有益品）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例如，公共交通、公用设
施、绿色公共娱乐休闲空间、自行车道，以及在全日制学校
和工作环境中集体餐的准备（Samaniego等人，2014年）
。集体餐、公交车、自行车或公园等，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

（出行、饮食、娱乐休闲），而且产生的足迹远少于私人汽
车、个人餐准备、封闭式购物中心产生的足迹（Jorgenson
等人，2015年）。但是由于恐惧、碎片化、地位竞争和隔离
的原因，高度不平等会导致人们倾向于选择私人商品和服
务，而不是前者。

由于人口增长及其他人口动态（城市化、小规模家庭和老龄
化人口）的必然性，改变当前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就显得尤其
重要，以将这些趋势与不可持续的环境压力脱离开来。

资料来源：基于世界发展指标所作的分析（2017年）（https://data.worldbank.
org/products/w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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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全球人口预估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7年）

2.3.1 全球人口增长和构成

我们有信心能够预测到未来会出现四大趋势：全球人口将
持续增长（至少在2050年之前；图2.3），全球人口平均年
龄将增加，全球人口将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城市，家庭规模
将日趋缩小（联合国，2015a）。这些趋势的出现是一系列
潜在过程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些过程包括：工业化进
程、农业技术革命及其导致的土地占有模式、从大家庭向
小家庭的转变，以及流行病学转型导致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Lopez，Murray，1996年；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死亡率
和死因项目协作组，2016年）。

政策和行为变化可以减缓这些趋势出现的速度，而不是逆
转它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小规模化、城市
化、老龄化将产生更多的人均环境影响。鉴于这些趋势（或
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三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1. 在可能且合适的时间，可以采取措施缓和这些趋势。例
如，（避孕的普及和对女性更大的经济社会赋权所造成
的）生育率降低有利于经济发展、减少不平等、脱贫，以
及减少环境压力。

2. 避免农村人口向外转移所造成的非计划性城市化快速

发展，可带来一种双赢局面，有利于形成更加平衡和福
利增加的国家发展轨迹和城市化进程，从而促进绿色
城市的发展同时增强生态系统的互联互通。（农村人口
向外转移的原因有可持续性农业技术的投资不足和过
度开采自然资源导致的资源枯竭，等其他原因）。

3. 就二氧化碳生产及其他环境压力而言，消费和生产模
式一直保持在极其低效的水平。硬技术创新和软技术
创新（即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土壤管理、城市规划、市
中心集体护理服务、公共交通等）能够彻底改变消费和
生产对环境压力的弹性。

2.3.2 人口增长预估

2017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5a），全球总人
口为75.5亿，年均增长率为1.10%，与10年前（1.24%）相
比有所下降。根据生育率中期预测，到2030年，全球人口
将达到85.5亿，到2050年将达到100亿左右（97.7亿）。然
而，任何展望未来一个世纪的预测都带有很强的警示。按
照当前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到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可能会
增长至132亿，到本世纪中叶可能会增长至94亿，而且在
2100年之前可能会一直稳定在这两个水平之上（参见第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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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预测结果重点反映了以下几点：

a. 人口增长将持续到至少本世纪中叶，持续时间可能会
更长。

b. 长期趋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c. 直接采取政策干预无助于人口控制，而通过赋予女性

自主生殖选择从而降低生育率等方法，则可以间接控
制人口。

人口增长取决于一年时间内出生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
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反过来取决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
素——生育率、死亡率、年龄和性别结构。而这三个因素又
分别取决于人类行为、健康状况、人口惯性。年龄和性别结
构变化缓慢，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和死亡率的未来趋势存
在着不确定性。此外，尽管生育行为的变化导致人口增速
下降，但是只是在过很久以后，到最后才会出现这一结果。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都在快速下降，而最不发达
国家的生育率仍然居高不下，平均生育率为4（即每个妇女
平均生育4个婴儿），几乎是人口替代率（即每个妇女平均
生育2.1个婴儿）的2倍左右（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7年）
。性别政策可以影响生育率，但是如果新兴医学技术导致
人的预期寿命大幅延长，人口增长将更加接近高估值，同
时全球人口老龄化也会变得严重很多。

注：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同组别的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做出的贡献，在此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分为三组：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位于前10%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
位于中间40%的国家，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名位于最后50%的国家。每张图表对应一组国家，表示全球各个地区产生的排放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hancel，Picketty，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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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消费及其相关环境压力在各国之间不公平的分配

2.3.3 人口构成和人口分布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与人口发布和人口构成（年龄、
城市/农村居住、家庭结构）之间有复杂的相互影响（参见
Jiang，O’Neill，2007年；Dalton等人，2008年；O’Neill等
人，2012年；Liddle，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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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影响可能并非仅限于人均资
源消费量的增加，资源效率也有可能会改变，例如，单
位能源和物质使用量可能会减少。

2.3.4 从人口计划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人口计划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大政策重点，后续
在很多国家被停止实施，但是其好处得到了广泛认可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7年）。人口计划之所以逐
渐式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些人口计划在实施过
程中，通过采取旨在限制妇女生殖选择的大规模绝育
或强制性、胁迫性政策，造成了人的基本权利被系统
性侵犯。

由于生育模式和迁移趋势的不同，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
还是在国家内部，人口增长的分布都不均匀。在生育率高、
人口年轻、死亡率急剧下降的国家，人口增长比其他国家
要快。根据当前趋势，在未来几十年里（图2.5），非洲预计
会成为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其次是亚洲、拉丁美洲、北美
洲、大洋洲、欧洲（联合国，2015b，2017年）。

人口迁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减缓人口自然增长的影
响，导致人口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从农村向城市
迁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过去50年以来，人
口迁移不断加速，而且在未来30年内也将保持这一趋势

（Massey，Taylor，2004年；国际移民组织，2015年）。 
以下潜在因素推动了这一趋势：

v 全球不平等、贫困、充斥着冲突的地区。
v 发达地区已建立成熟的移民社区（有时会吸引来自欠

发达地区的人口）等。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移民也出现了增长，其模式与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移民一样（Hujo，Piper，2010
年）。在很多情况下，环境退化实际上对移民现象起到了
推动了作用，因为环境退化使原居住地的生活难以为继

（Leighton，2006年）。

移民往往会抑制人口增长，因为数据显示移民在新的环境
中一般有较低的生育（Majelantle，Navaneetham，2013
年）。由于移民在新环境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于他们在
旧环境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环境受到的净影响仍然是不
利的。而由于脱贫是发展和移民的目标之一，收入和消费
增加是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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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基于世界发展指标所作的分析（2017年）（https://data.worldbank.
org/products/wdi） 

图2.6：避孕现用率与总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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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世界人口分布与人口构成

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和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均认为，人
口政策应尊重妇女及其选择的权利，应从设立人口目
标转变到采取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上，使生殖控制掌
握在妇女自己手中。毫无疑问，非洲地区、亚洲地区和
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现有人口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
减缓人口增速，而且体现了对性别平等的尊重，赋予了
妇女权利。反过来，这似乎有可能会促进经济更加强劲
地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劳动力人口将进入市场
经济，也有可能有助于改善母亲和儿童的健康（联合国
人口基金会，2017年）。.

这些政策由一系列行动措施构成，包括提供现代避孕
方法（图2.6），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更多自愿进行计划生
育和享受其他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投资妇女教育，消
除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障碍，对传统男权主
义行为相关的歧视性做法施加法律惩罚，以及对一些
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
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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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性别和教育

已有证据表明，使生殖选择权尽可能地掌握在妇女手中
会对生育时间和数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联合国人口基金
会，2017年；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实体【UN 
Women】，2017年）。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妇女
受教育的机会和就业机会。促进高生育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是妇女缺乏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最不发达国家的生育率
最高，其女童受教育的机会也是最少的。这种因果关系是
双向的。（图2.7）。

年；Barrera，Carreón，de Boer，2018年；Cottineau等
人，2018年）。此外，城市还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所有国家从
贫困向中等收入转型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一段时期的快速
的城市化。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管控，城市化则有助于高效、
可持续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最后，城市化一般与生育率
下降相关联（Martine，Alves，Cavenaghi，2013年）。

全球略多于一半以上的人口目前都生活在城市，这
一比例预计会在2030年上升至60%，在2050年上升
至66.4%（Brenner，Schmid，2014年；联合国，2014
年；Melchiorri等人，2018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世
界各地区对城市的定义有不同的方法，所以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的信息基于各种数据来源。Melchiorri等人

（2018年）利用全球统一的城市定义，综合考虑人口学特
征和人口密度，计算出2015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为85%。
这些新的方法和对城市跨界影响的分析（第4.2.5节）有利
于我们从其他角度理解城市条件，从而为政策分析和环境
治理提供一个重要的工具。

90%左右的城市增长将发生在低收入国家（联合国人类住
区规划署，2014年）。非洲是全世界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而欧洲城市在1995-2015年增长最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2016年）。而造成这些趋势出现的关键因素，既不是生育
率也不是年龄结构（城市生育率低且老龄化程度更严重），而
是移民（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6年）。

未来数十年是关键时期。全球城市人口从3%上升至50%
再到2010年的35亿，一共花了200年（联合国，2014年）。
在本世纪内，全球城市人口会在现有基础上增长一倍多。
而在此后的数世纪里，全球城市人口还会增加10亿左右。
这导致当前全球的城市化状况不仅体量大，而且较为短暂

（Fuller，Romer，2014年）。对于投资和设计新城市和既
有城市的选择，可有效地决定基础设施、技术、制度和行为
模式，而它们又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决定我们城市的功能和
地球的未来。这意味着留给我们规划和设计这一未来的机
遇期稍纵即逝。未来20年内，全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将增
加一倍以上（Bhattacharya等人，2016年）。

2.4.1 不同规模城市面临不同挑战

分析城市化模式，也有助于了解增长潜力和对自然资源的
影响。位于城市化高端的是超级大城市，联合国人类住区
规划署将其定义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联合国人类
住区规划署，2016年，第7页），绝大多数分布于发展中国
家。1990年，全世界有10座超级大城市，人口为1.53亿，占
全球城市人口的7%；到了2014年，超级大城市增至28个，
人口达到4.53亿，占全球城市人口的12%（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2014年）；到了2016年，超级大城市增至31
个，其中24座超级大城市分布于欠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国
家；中国和印度分别有6个和5个超级大城市（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6年）。

资料来源：地球政策研究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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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女性中等教育与总生育率

4 为农村地区提供的这种支持不是避免移民的一种替代方式。这类政策仍然会对移民和移民地区产
生不利影响。

2.3.6 不平等、移民和城市

南北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是推动移民模式形成的主要因
素之一。已有证据表明，缩小国际福利差距、推动发展中
国家经济增长，有助于抑制移民潮流，从而促使国家缓慢
走上二氧化碳密集型福利增加型轨道上，最终慢慢退出
这种轨道。

同样，一国内部的移民潮流受不平等所推动，尤其是农村
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导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有时还
会使城市化在环境上变得难以管控。为农村地区提供充足
的发展支持，有助于缓解这些压力。（国际移民组织，2015
年）。4

2.4 城市化

城市化（在本报告第4.2.5节的分析中也被当作一种跨领
域问题）是人口趋势影响环境资源的一种显著的方式。城
市化相关内容广为人知。一方面，城市有较高的收入和消
费水平，更容易获得政治权力，经济增速较高，给自然资源
施加的压力也更大。另一方面，在创造单位收入所需的资
源利用方面，城市的效率更高，而且在能源效率方面，有更
大的潜力（Dodman，2009年；Bettencourt，Wes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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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超级大城市可能经济发达，但是绝大部分城市人口并
不在超级大城市（参见图2.8），而且也不是增长最快的城市
中心（参见图2.9）。中小型城市人口当前约占全球城市人口
的一半，而且这类城市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增长（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2014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5年）。中小型城市将“在
2025年为全球增长做出40%左右的贡献，超过所有发达国
家和新兴市场超级大城市的贡献总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2015a，第2页；Dobbs等人，2011年）。此外，相较于大

城市和超级大城市，中小型 城市还更容易受自然灾害的影
响（Birkmann等人，2016年）。

2.4.2 城市聚集经济

聚集经济反映了人们集中起来从而降低商品、人、思想
的运输成本的优势。生产率越高，就会吸引越多的人集
中起来，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因此，聚集经
济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同时将生产率外部因

资料来源：Birkmann等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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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在城市推动下全球范围内的城市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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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2014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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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叠加起来，从而推动了城市人口和工资增长
（Glaeser，Gottlieb，2009年；Zenghelis，2017年）。

城市是财富的来源之一，城市里的财富可以
用自然资产、人力资产、实物资产之合来衡量

（Hamilton，Hartwick，2017年）。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公
园、绿地、水、生物多样性。人力资本包括人的教育、知识、
技能。实物资本（或称“物质资本”）则包括住房、基础设施、
工业、办公室等。此外，还有无形资本，即思想和灵感，以研
发、专利、知识产权、客户名单、品牌价值、社会资本、制度
治理等形式存在。无形资本可能最为重要，但是需要依靠
其他形式的资本并与它们之间产生作用。无论是在绝对水
平上，还是在增速上，无形资本都为增长脱离资源利用和
二氧化碳排放提供了必要的创新和投资来源。

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一假设，即由于城市能够传播知
识，因此现在推动财富创造的关键因素是吸引有技能、有
创造力的人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传播思想的能力。因此，在
思想更加密集型的行业，城市似乎具有相对优势。如今，制
造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城市之外。而与制造业不同的是，
思想导向型行业倾向于集中在城市中心。由于空间上临
近，思想的产生和分配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因此不足为奇。
这一证据显著说明了城市和国家的规划及政策会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创新的方向，同时在指导城市朝着资源节约型
和低碳型创新方向发展上，还有不少政策空间。

城市化在大获成功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代价，包括污染、拥
堵、城市热岛效应、不健康、犯罪、非正式住区（贫民窟）、
负担能力不够、废弃物等。不受管控的、毫无规划的城市
蔓延，短期来看可能是最廉价的选择，因为它所需要的

制度干预、基础设施和城市规划都是最少的，但是中长期
来看，它会让社会、经济和环境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城
市不受管控，那么城市的吸引力将减少，污染将增加，拥
堵将更加严重，资源利用率也会降低。全球大约三分之一
的城市人口生活在类似于贫民窟的条件下，无法享受基
本的服务和社会保护（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0年/2011
年，引用于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1
，第3页）。生活在贫民窟中的贫困妇女尤其脆弱，而且在
获取城市生活的一些优势上面临着阻碍（联合国人口基
金会，2014年，引用于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大会#1，第2页）。此外，在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所生
活的城市，收入不平等在1980年至2010年之间不断加剧

（Lopez Moreno，2012年，引用于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
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1，第1页）。城市蔓延、糟糕的公共
交通，以及水、废弃物收集、能源等基本服务的缺乏，不
但抵消了城市聚集的经济效益，而且增加了成本。这些
增长代价阻碍了人们获得实现繁荣所需的机遇，同时加
剧了城市贫困状况。毫无规划的城市增长还会导致温室
气体过度排放，产生社会异化和社会排斥，造成一系列
其他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成本，例如拥堵、不健康、犯罪等

（Floater，Rode，2014年）。

这些趋势会给治理结构带来巨大负担（Frank，Martinez-
Vazquez，2014年；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5年）。发展中国家地方税占
GDP的比重比工业化国家低三倍（Bird，Bahl，2008年）。

同样，很多中小型城市“缺乏引领重大城市发展进程的技
术能力”（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2年，第XIV页），而
且面临责任重大但资源有限的难题，从而抑制了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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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arschagen等人（2014年）

图2.10：快速增长与高脆弱性之间的关系

能力（Frank，Martinez-Vazquez，2014年）。所造成的结
果是，城市政府保护自然资源及其公民权利的能力受到
严重限制。

欧洲、北美，以及亚洲较富裕的地区，都不是第一次经历
大规模城市化。最近一次城市化浪潮主要发生在发展中
国家，包括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种流入城市的人口
会给增长中的城市里的城市制度资源和基础设施带来巨
大压力。如图2.10所示，在城市化率较低、增速较高的国
家，城市公民极其脆弱，这种脆弱性是“在加入城市易感
性、应对能力的缺乏和城市适应能力的缺乏后计算得到的”

（Garschagen等人，2014年，第46页）。用收入对1990至
2015年期间城市化水平出现的相对变化进行分解可得 
出的结论是，在亚洲，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速度最快

（15.5%），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速度

分别为1.2%和1.5%。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出
现了类似情况。在非洲，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
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分别为8%、3.6%和5.7%。从全球范
围内来看，（1990-2015年）总体城市化率为2.3%，通过收
入进行分解后可得出，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城市
化率分别为8%和1.6%（Melchiorri等人，2018年）。

这些快速城市化的地区不仅带来了挑战，而且“为未来城
市温室气体减排带来了最大的机遇……因为这些地区
的……城市形态和基础设施无法改变”（Seto等人，2014
年，第928页）。正如下文以及本报告B部分所述，关于快速
城市化造成的环境影响，既有正面又有负面的案例。城市
案例佐证了本报告中所强调的现实问题，即未来复杂的空
间网络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系统依赖型和路径依赖
型。如果未来二三十年在蔓延式城市化的基础上按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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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型和碳密集型模式建设新城市，那么实现宏大的资源
和气候风险目标的全部希望都将落空。这可能会造成城市
和国家难以满足其资源需求，无法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导
致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搁置。城市还易受环境和气候影
响，例如高温、水分胁迫、洪涝等；同时，沿海城市还面临海
平面上升、咸潮和风暴潮的问题。

2.4.3 城市扩张和城市密度的趋势

关于城市领土扩张和人口增长，当前观点各异。在没有
可持续性城市管理的情况下，一些研究表明，城市规
模增长多于城市人口增长，前者是后者的2倍（Angel
等人，2011年）。Pesaresi等人（2016年）指出，1975年

至2015年期间，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5倍，而总人口
只增加了1.8倍（图2.11），城市增长最多的集中在印
度、中国和非洲国家。这些地区的城市土地增长也比
城市人口增长快，说明城市化已形成蔓延趋势（Seto
等人，2011年；Haase，Haase，2018年）。即使在人
口萎缩的城市，蔓延现象仍然存在（Schmidt，2011
年；Wolf，Haase，Haase，2018年）。反过来，近期来自亚
洲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速大于城市土地增速（东南亚
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速和土地增速分别为31%和22%），而
且（东亚）城市密度是土地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密
度的4倍：是欧洲国家城市密度的2倍，是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国家的1.5倍，是中东地区国家城市密度的1.3倍

（Schneider等人，2015年；世界银行集团，2015年）。

图2.11：建成区 VS人口（1975-2015年）

资料来源：Pesaresi等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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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增加城市密度不足以实现向可持续城市的转型。另一
影响城市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城市形态，即城市
实体基础设施模式——难以改变，而且长期决定着土地
使用、交通和能源需求（Seto等人，2016年；Güneralp
等人，2017年）。形态模式能够影响能源消费、温室气
体排放、生物多样性（Seto，Güneralp，Hutyra，2012
年；Salat，Chen，Liu，2014年）、水利基础设施

（Farmani，Butler，2014年）、土地使用，以及退耕还林
（Bren d’Amour等人，2016年）。城市形态、“基础设施

设计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空间差异正在成为人类健康
和福祉的重要决定性因素”（Ramaswami等人，2016
年，第940页）。

2.4.4 城市化的机遇

在一个明显要接近环境限制和农村人口预计继续向城
市转移的世界，城市人口增长为增加公民福祉和减少生
态足迹提供了机遇。可以通过选择生活方式，改善治理，
提高人们意识，推出教育项目，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提
供技术解决方案等来实现。中小型城市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因为它们通常被当成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心的
一个阶梯（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5c，第3页）。换
言之，城市化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管控不当，则
只会使现有挑战变得更加严峻。如果城市能够开发利用
规模经济（在农村地区不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那么就
有可能兑现限制人口和消费增长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
的承诺。.

2.5 经济发展

引入经济发展这一术语，主要是为了与人类福利的一维
衡量指标，即经济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GDP增长），区
别开来。Sen（2011年）指出，经济发展涵盖社会公平、脱
贫、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包括健康、教育、水资源和卫
生服务）、实体基础设施（住房、能源、交通、通信等）的供
应，以及基本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保障
等。同样，经济发展强调结构性转型，即工业结构的改变

（从以农业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
结构）、社会组织（从小规模生产性活动转变为大规模组
织结构），以及技能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目标源于这种广
义上的经济发展。

2.5.1 经济增长的社会角色

随着经济从“空的世界”走向“满的世界”（Daly，1973年）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明显已经难以为继（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2011年）。然而，实现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这一愿
景的社会和政治承诺一直强而有力。原因很简单：经济
增长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众多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脱
贫、促进社会正义和团结、维护社会和平，以及推动优良
治理。

脱贫是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在工业革命出现两个半世纪
后，约7.83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0.7%）的每日生活费仍
然不足1.9美元/人，48.7%的人的每日生活费不到5.5美
元/人（世界银行集团，2013年）。从全球范围内来看，22%
左右的儿童发育不良，7.5%左右的儿童体重过轻（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2018a），同时2.64亿儿童和青少年无法上学
或完成学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b），绝大多数都是
女孩。21亿左右的人口缺乏安全管理的水资源，23亿左右
的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
生组织，2017年）。

造成以上贫困状况形成的原因不是经济资源的缺
乏。2017年，全球人均收入平均值为16,906美元/年（购买
力平价，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相当于46美元/天（世界
银行集团，2018年），是贫困线标准的24倍左右。虽然再分
配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脱贫，但是唯一可靠的脱贫
机制是让贫困人口能够受益于快速稳定的经济增长。

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另一理由是，有必要缩小将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别开来的巨大收入差距。这一收入
差距持续扩大到20世纪下半叶。到了21世纪，随着发展中
国家开始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差距才有了缩小的迹象 

（图2.12）。5

因此，即便是对经济增长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同意经济增
长对发展中国家必不可少这一观点（参见Jackson，2009
年，第4页）。他们的批判集中在发达国家上。他们认为，
在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既没有必要，又无法令人满
意（参见Daly，1973年；Rees，1995年；Victor，2008
年；Jackson，2009年）。而其他人（例如，Friedman，2005
年）则认为，经济增长会继续在发达国家发挥重要的政治
作用，包括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流动、社会团结，吸引大众
支持社会和平与国际和平（Benhabib，Rustichini，1996
年，第139页；Weede，1996年，第32页；Gartzke，2007年，
第180页）。

总之，近期全球经济增长与下列因素相关：

a.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
b. 发展中国家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

其中所涉及的危险是，如果经济增速放缓，这些趋势可能
不会持续，而且就像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可
能的安全影响的报告（A/64/350）所指出的那样，这意味
着我们可能会倒退到一个零和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
中，冲突和战争激增，治理体系衰落，公众对社会正义、社
会团结和社会和平的支持逐渐减少。

5. 这主要是由一些人口大国的较快增速所造成，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但不仅限于这两个国家。实际上，
在本世纪头一个10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5年内保持年均
5%以上的增速。然而，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减少了2-3个百分点，同时增速
差距不断拉大，而规模较大的国家（例如，巴西、中国、德国和美国）比规模较小的国家恢复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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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发达国家是否需要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其物质
愿望，而在于现代社会在实现其政治、社会、文化甚至伦理
道德目标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是否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理想情况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是相互促进而非
相互冲突的。

2.5.2 从增长到发展

经济增长只是为人类福利做出贡献的因素之一，除此之
外，促进人类福利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正义、脱贫、善治

（包括反腐）、环境健康。全球政策进程试图以千年发展目
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形式来反映这种综合性方法。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构为本节所探讨的更广泛的问题提
供了洞察。千年发展目标起源于一个简单的想法，即各国
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表示要在15年
内削减一半贫困人口的决心（联合国，200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则更进一步，试图到2030年彻底消除贫困和饥饿。
除此之外，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明确提到了环境和社会因
素，包括气候变化、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消费和
生产、不平等、工业化和体面的工作、以及和平与正义（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年）。

过去，千年发展目标称得上一种成功。千年发展
目标符合加速脱贫、健康和教育的目标，但是在
营养以及水资源和卫生条件的获取上较为落后

（McArthur，Rasmussen，2017年）。千年发展目标的成
功可归因于四个因素，按重要程度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对地方计划和社区倡议的支
持，重大纵向规划（尤其是医疗行业），以及法定权利和法
律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定。虽然很难评估千年发展目标的影
响（因为在没有千年发展目标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不得而
知），但是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发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在这些
领域加速进展的证据（McArthur，Rasmussen，2017年）。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试图以此成功为基础，但是两者所
处的背景非常不同。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之前，出现了
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差一点就是全面性的金融崩溃，工
业化国家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衰退，一次可能造成灾难性后
果的债务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严
重加剧，大宗商品价格反复波动，粮食价格冲击造成重大
政治影响，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关于气候变化不
利影响的证据越来越多，人们日益意识到全球经济正在
逼近地球限度（Rockström等人，2009b），以及全球冲突
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Canuto（2010年）

图2.12：发展中国家增速开始赶超发达国家增速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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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v 人类发展：解决收入贫困、饥饿、缺乏享受基本服务（健
康、教育、水、卫生）的机会，以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即
可持续发展目标1-6）。

v 经济发展：为脱贫提供条件，提供获得能源的途径，促
进经济增长，提供体面的工作、基础设施和工业，减少
不平等，提供住房，促进和平社会的形成（可持续发展
目标7-11、16-17）。

v 环境：确保脱贫议程（即经济增长的议程）不受生态威
胁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12-15）。

这一议程与《全球环境展望》的评估相关。贫困议程仍尚未
完成，完成贫困议程需要促进世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发展
共识仍然存在。但是令人越来越担忧的是，随着人类逼近
地球限度，发展本身的前景日益受到威胁，尤其是通过气
候变化的影响。此外，令人继续担忧的是，增长进程不仅会
造成自然资源利用量增加，而且会放缓，从而增加对自然
环境的压力。

贫困议程仍然是国际政策界关注的首要问题，因为过去
25年来，贫困议程几乎写进了每一份与经济发展和环境
相关的国际协议中。其中原因并非只是或者主要出于利他
考虑。正如国际劳工组织（ILO）总干事在引用其成立原则
时所说，“任何地方的贫困对一切地方的繁荣构成威胁。” 

（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因此，这反映了人们理解大量
人口陷入永久性贫困不利于全球和平。

2.5.3 近期形势

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停滞、
贸易战卷土重来、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增长
的主要引擎（即新兴经济体）式微等，这些与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的原因相关（世界银行集团，2017年，第3
页）。1992年至2008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为6%左右

（2006年至2008年这一增速高达10%），全球贸易增
速自2010年以来已放缓至1%左右（参见图2.13）。近
来，这似乎已造成新的贸易战威胁。

第二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加剧。
国际与国内不平等存在差异。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各
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扩大（最佳情况是保持不变），而
国内收入不平等却在缩小（最差情况是保持不变）。而
自1980年以来，这两个趋势都出现了反转。

其中一个后果是Milanovic的全球大象曲线，
因其形态像图2.14中所示的大象形状而得名

（Lakner，Milanovic，2013年，第31页；Weldon，2016
年）。如图所示，在1988年至2011年之间，排名前1%的
收入和40-70百分位数的收入（假设都在发展中经济
体）都在增加，而排名最后10%的收入和80-90百分位
数的收入（假设都在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增长更为
缓慢。 

资料来源：数据源于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2018年）

图2.13：世界贸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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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与自然资源利用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一
方面，经典经济理论认为，穷人的消费倾向高于富人

（Carroll等人，2017年），因此穷人向富人转移收入会
减少自然环境受到的影响。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的加
剧，通过炫耀性消费的影响和中产阶级的萎缩，为资
源带来了上行压力。更重要的是，不平等可能会加剧
冲突，而这反过来又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不平等
通过消费渠道、投资渠道和社区渠道对环境产生影响

（Islam，2015年）。

推动全球增长议程有两个主要理由：一个与物质相关，
另一个与政治相关。前者强调的是增长在脱贫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而后者强调的则是通过促进增长来推动实现
其他必要的政治目的，例如，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社会
团结、社会和平、民主治理等。

近期趋势表明，脱贫议程和全球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的议
程在推动过程中受到了很大挫折。另外，这一情况发生
的方式和速度又引起了新的紧张局势和分裂，在各国之
间以及国内各地区之间均是如此。

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迫切需要恢复
增长势头。

2.5.4 能源的作用

经济发展的两种不同纬度，即总的经济增速和总的资源
消费，尤其是能源消费，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一个关
键的问题。

大量文献指出要使经济增长脱离其对资源消费的影响 
（例如，可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7年；Hennicke，2014年）。可再生资源与
不可再生资源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区别。由于不可再生
资源本质上是有限的，所以减少资源枯竭的唯一方式就
是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3R原则）。然而，正如文献
明确指出，这又将焦点重新聚焦到了能源消费上（即资
源利用中的能源部分）。“3R原则”非常出名，其可行性
取决于循环利用或重复利用的能源成本相对于能源开
采的成本。

图2.14：Milanovic的大象曲线

资料来源：数据源于Lakner（2013年），图表由daCosta（2017年）制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
入
增
长
19

88
-2
01

1年
，
%

最不发达国家
或贫困国家-$�

发展中国家新兴
中产阶级
$�-$��

发展中国家
中产阶级
$��-$��

富裕国家中
产阶级

$��-$���

2011年每日收入，按2011年购买力评价（美元）计算

全
球
富
裕
国
家
+$

17
7



40 做好准备

2

一些可再生资源，例如太阳能和风能，在被利用时无需担
忧会被用尽的问题。只要整体生态系统不退化，其他资源
就是可再生的。森林等可再生生物质资源面临的主要挑
战是，确保其利用率不超过自然（或增强式）再生率，即这
些资源通过利用太阳能进行自我再生的速率。各种提高
自然资源生产率的方法相当于增加其能源利用的潜力。

简而言之，正如Hennicke（2014年，第2页）指出，能源是
实现经济发展退耦的关键。环境分析往往会利用能源流
动的概念来说明这些问题，这不足为奇。从广义上讲，能
源是人类和自然事物的原动力。工业化革命带来的令人
不可思的转型，本质上就是利用大量现有能源资源（即化
石燃料）的结果（Smil，2010年；Bithas，Kalimeris，2016
年）。这是经济永久性增长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能源需求将继续增长，不仅是为了推动贫困
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是为了减少物质资源的不可持
续消费。能源需求的增长要求我们转向负担得起的、可
持续的能源，以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可参
见：Yihdego，Salem，Pudza，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2018年，可持续发展目标7）。

2.6 技术、创新和全球可持续性

技术既可以积极又可以消极推动环境变化。技术创新一
直是，而且可能会持续成为，全球层面上可持续变化的一
个关键驱动力（Segars，2018年）。与此同时，技术往往还
会产生远远超出我们基于顶尖科学分析的预测能力的
意外后果（例如，化石燃料消费给气候系统带来的影响）
。现有科学分析在解决技术问题时往往无法考虑到技术
的系统性影响所带来的重要的负面/反弹效应（Chitnis等
人，2013年），而且往往淡化技术扩散的问题，尤其是在农
业技术创新方面（Juma，2015年）。机动车和电力就可以
很好地证明过去科学的局限性。两者都是20世纪最重要
的技术突破之一，但是其对环境和资源的负面影响可能
会持续到整个21世纪。

2.6.1 技术创新和可持续经济发展

从经济的角度看，技术创新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发展
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但是从现代增长理论来看，技术
创新还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参见：Romer，1994
年；Acemoglu，Daron，2009年；Zenghelis，2011年）。人
力资本的创新，即通过对研发和知识共享进行投资，不仅
对生产率增长至关重要，而且对获取更多我们所拥有的
资源也至关重要。而这是解决很多环境问题的核心。

创新为解决诸多环境问题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路径。
在一个环境可持续的经济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会
发生，人类繁荣也会持续下去。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

可以与物质生产和环境影响脱离，但是实际上实
现这一点会面临巨大的政策挑战（Jacobs，1991
年；Hepburn，Bowen，2013年）。

对新机遇的认识，以及关键低碳技术（太阳能、风能
等）成本的下降，已被证明在推动全球政策行动上发
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谈判往往被视为进展缓慢，但是40个国
家和20个次国家地区已实施或正计划实施碳定价及其
他类型的低碳技术驱动型政策（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
会，2015年）。当前，全球共有1200多个气候变化或气
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是20年前的20倍（Nachmany等
人，2017年）。

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2015年）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城市
和企业加速减排势头的一个结果。可再生能源技术成
本和节能技术成本的下降，日益增多的市场机遇，行为
的改变，以及人们对减排好处（例如，城市污染和拥堵
减少，为稀缺资源、碳和污染定价所带来的财政机遇，
以及取消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所带来的财政机遇）的意
识增强，都有助于《巴黎协定》签署后各国自愿签字承
诺采取行动。

2.6.2 清洁技术和节能技术

清洁技术和节能技术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包括可再生能
源技术（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先进生物质技术等）、 
存储技术（电池技术、抽水蓄能技术等）、节能技术 

（需求侧管理技术、去物质化技术等）、脱碳化交通技术
（电动车等）。清洁技术研发也正在兴起（例如，碳捕捉

和碳封存、第二代和第三代生物燃料、小规模/微规模去
中心化发电、无人驾驶汽车）（国际能源署，2016b）。

以可再生能源为例，可再生能源的扩散和扩大目前在
全世界范围内已变得可行和可负担得起。到2040年，可
再生能源将占全球发电投资的三分之二，而在中国和
印度的推动下，太阳能将成为全球低碳生产的最大来
源。以欧盟为例，可再生能源预计占新发电量的80%，
而风能将在2030年以后成为区域用电的主要来源（国
际能源署，2017b）。

从区域的角度看，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撒哈拉
以南非洲有大量旨在解决能源贫困的举措，包括
公共举措、民间举措以及跨部门举措，这里有一个
正在快速发展的清洁和节能技术生态系统，而且
这一系统正在孵化早期离网型太阳能技术企业，
同时加速该地区国家的整体市场动态（Park，2016
年；Yihdego，Salem，Pudza，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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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其他国家离网型太阳能企业
的投资，从2013年到2016年增长了10倍，达到2亿多美元

（彭博新能源财经，2017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快速增长仍然只占影响区域能源市场所需的投资的很
小一部分。

可扩展的太阳能离网型电气化解决方案对很多发展中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而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尤为关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2013年）。
能源获取时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
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因为能源获取与一系列经济
和环境效益相关（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6年）。然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年消费的电量只有145太瓦时，
相当于每人每天使用3小时的白炽灯（Lucas， 
2015年），因此该地区时全世界能源最贫困的地区

（Park，2016年）。

资源节约型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单位成本很有可能会持
续下降，因为这些新技术已被开发和部署，而且工程师
们懂得如何廉价地连接和维护它们。新技术单位成本下
降的可能性越大于早已存在的、当前正在被利用的高碳
型技术单位成本下降的可能性。6例如，随着可再生能源
技术的价格下降，太阳能、风能和能源存储的新组合会
在与煤炭和天然气的成本竞争上占优势。7

能源行业受益于与低碳转型相关的生产率提高，而且低
碳创新还会带来重要的经济溢出效应。Acemoglu等人

（2012年）认为，采取暂时性政策杠杆，例如通过征收碳
税来使创新走向清洁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而Dech
ezleprêtre，Martin，Mohnen（2014年）得出的结论是，
低碳创新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始终要比常规技术产生
的经济溢出效应多40%，而信息通信技术理论上可以大
幅提高生产率和能源效率，同时减少产品（例如，手机）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物料消费。信息通信技术可能会在
某天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数字技术届时将在加速全球
环境治理上发挥关键作用。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能源和材
料节省是否更多，而且是否大于信息通信技术从资源开
采到废弃物处理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带来的累积性
可持续影响（参见关于电子废弃物的专栏2.3）。

除了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直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之外，
数据中心的用电也正在成为一个可持续性问题。以美
国为例，美国的数据中心用电量约占其总用电量的2%

（Whitney，Kennedy，2012年）。计算机能源效率据称
每1.5年翻一番（Koomey等人，2011年），因此，一个更

重要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可能是，信息通信技术在避免
未来能源利用和减少气候变化影响上的使用和应用。

到2040年，智能电表等数字技术预计会将10亿多家庭
和110亿个智能家电接入互联互通的用电系统中。各个
家庭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创新，来决定何时从电网上取电
以及取多少电。数字技术创新还会给建筑、工业、交通等
行业带来环保型需求侧响应，避免2700亿美元的新电力
基础设施投资（国际能源署，2017a）。从哥本哈根到亚
的斯亚贝巴，各城市政府也在投资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
智能技术（例如，开放式数据库、公民参与平台等），以更
低的金融和环境成本助力改善城市治理（C40城市气候
领导联盟，2015年）。

2.6.3 粮食农业技术

全球粮食与农业的发展趋势（如人口增长、全球富裕程
度提升等）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率（比2005年的水平高
60%-120%），而这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
直接冲突（Ort等人，2015年）。

除此之外，关于收益差额可能是多少的问题（即一种农
作物在有充足水源和营养的情况下每公顷的产出量，
与此农作物目前的收割量之间的差距）（White，2015
年），以及关于有哪些技术可以用来解决收益差额的
问题，当前有很多不同观点。由于全球人口增长以及
发展中国家能够食用更多更好的粮食的人口越来越
多，到2050年，农业总产量预计比2005年的水平高60%

（Alexandratos，Bruinsma，2012年）。国际社会现在
逐渐面临的问题可能有：全球粮食供应能否满足全球粮
食需求？同时能否在不对土地使用、生物多样性、淡水使
用及其他自然资源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满足这一需
求？如果无法做到，那么能否利用除了农业技术以外的
其他已知技术来满足或改变这一需求？

栏2.3：电子废弃物

电子废弃物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垃圾之一，可被定义为“被所有
者当作废弃物丢弃、不进行再利用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及其零部件”

（“解决电子废弃物问题”计划，2014年）。

在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销售的推动下，再加
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2016年全球共产生4470万公吨的电子
废弃物，相当于每人产生6.1公斤的废弃物。到2021年，电子废弃
物总量预计增长至5220万公吨，相当于每人产生6.8公斤的废弃物

（Baldé等人，2017年）。

工业化国家产生的一些电子废弃物正被运输到发展中国
家。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利用粗糙抵消的技术来提取材
料和成分”，这一趋势正在给全球可持续性治理带来挑战

（Baldé，Wang，Kuehr，2016年）。

6 所谓的帆船原理（即通过引入蒸汽船来极大地提升帆船的效率和设计）指的是，现有行业在面临既存
竞争时能够利用竞争性创新予以响应。

7 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和陆上风电技术在全球很多地区都能够与天然气和煤炭竞争，即使没有碳定
价。在两年的时间内，即到2017年上半年，太阳能光伏发电模块的成本下降了60%；而在2008年之前
的五年时间内，太阳能光伏发电模块的成本下降了一半（彭博新能源财经，2017年）。能源存储价格下
降的速度甚至快于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能发电的价格下降速度。近期一项研究发现，能源存储项目
的研发投资导致锂离子电池成本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10000美元/千瓦时开始下降，到2018年或
2018年之前下降至100美元/千瓦时（Kittner，Lill，Kammen，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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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jl等人（2017年）建议，将改变膳食结构、更有效地处理
粮食垃圾作为一种优先政策，或许可以在减少全球饥饿
与不超过土地和水资源使用的地球限度之间达到一种
可持续的平衡。以农业用水为例，太平洋研究院（Pacific 
Institute）一项研究（2014年）指出，现有水利技术和水
管理技术可以使加利福尼亚州的年均农业用水量减少
560万英亩英尺，至660万英亩英尺（1英亩英尺相当于
123348立方米），相当于减少了17%至22%左右，同时
农业生产率保持不变。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2014年）指出，某些农业
技术和实践（例如，农作物保护、滴灌、耐旱、耐高温、综
合土壤肥力管理、免耕、养分利用效率、有机农业、精准
农业【参见专栏2.4】、喷灌、集雨灌溉，以及土地保护措
施）可以进行推广，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粮食增产和降
低粮食不安全性的双重目标。免耕农业技术可以将玉米
产量提高20%，耐高温小麦品种则可以将产量提高17%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4年）。

畜牧业约占粮食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2017年；Gerber等人，2013年），新兴粮食
农业技术有可能改变畜产品的需求，提高粮食系统的可
持续性。减少肉类消费总量、提供传统畜牧生产系统的替
代品（例如，植物性肉类替代品），可以大幅减少粮食生产
的农业土地使用足迹（Alexander等人，2017年）。另举一
例，虽然能源反弹效应8增强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与饲养
家畜相比，人造肉或试管肉的生产所需的农业投入和农
地更少（Mattick等人，2015年）。

其他新兴技术发展正在展现出使农作物生产与土地使用
和气候的脆弱性脱离的潜力（Gilmont等人，2018年）。 
水耕栽培使用的是富含营养的水来栽培作物，而不是用

土壤；雾培则使用营养密集的喷雾来滋养悬挂在空中的
植物。这两种技术使营养能够精准应用于受控条件下栽
培的农作物，包括可以建在城市和退化环境中的无土室
内垂直农场（Eigenbrod，Gruda，2015年）。

随着去中心化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在更大范围内
应用这些技术（包括通过推广这些技术来种植主要作
物）所面临的约束将持续减少，同时环境效益将增加

（Kalantari等人，2017年）。为了在全球层面上，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真正加速创新型粮食和农业技术，还需要
推出互补性的可持续政策倡议，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全球议程，以推广基于技术的和
不基于技术的可持续粮食和农业创新。这一点也至关重
要。

2.6.4 技术推广和全球可持续性

科学界在技术创新作为全球可持续变化的一种驱动
力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广泛共识，但是在两个问题上远
远没有达成共识：一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持续技术
推广的问题，尤其是可持续技术的采用和部署，二是
在全球可持续性方面如何调控和管理新兴技术的问题

（Juma，2015年）。对技术推广而言，在技术采用和加速
的速率方面，比较适合开始的是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
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发，尤其
是与城市和城市化相关（国际能源署，2016a）。

由于太阳能和风能的经济竞争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占
2017年全球发电量净增长的70%（REN21，2018年），
但是在能源行业没有进一步技术突破的情况下，能源需
求的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的增长，加上人
口增长，可能快于经济上可行且可扩展的以可再生资
源为基础的解决方案的开发速度（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2017年）。

为了给技术推广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需要设计合适的创新推广条件（Rogers，2003年），同时
实施新的公私措施，以更有效地应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不连贯的政策、电力市场上的不一致问题，以及
繁琐且有风险的投资条件（Ang，Röttgers，Burli，2017
年）。

专栏2.4：精准农业技术

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会达到90亿，而气候变化和收入增长
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推动粮食需求增长。基线情景显示，2005年至
2050年，玉米、水稻和小麦粮食价格会大幅上升，而发展中国家处
于饥饿风险中的人数将从8.81亿增加至10亿以上（国际粮食政策
研究所，2014年）。

虽然当前还没有哪一种技术可以作为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全球农
业和粮食挑战，但是精准农业（即在GPS辅助下机器对机器的解决
方案，旨在整合传感器收集起来的信息并进行自动化管理）是有可
能提高全球农作物产量的11种农业创新之一，这11种农业创新到
2050年预计可能使全球农作物增产高达67%，同时几乎会使粮食
价格减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4年）。

8 能源反弹效应指的是：能源效率提高导致人们可能开始消费更多能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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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技术推广和可持续
路径，新兴的“工业4.0”模式可能会给技术推广、市场开
发与可持续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对工业
4.0最恰当的表述是：一个由传感器、机器和信息技术系
统驱动的数字产业技术平台（参见图2.15）。在很多科学
家、技术专家和企业高管看来，工业4.0是第四次技术发
展浪潮（Rüßmann等人，2015年）。

工业4.0模式，尤其是其作为一种技术平台的角色，在短
期内有可能会以更低的成本产生更高效的过程和更高
质量的商品，但是其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方面的长期影
响，尤其是在就业和劳动力发展方面的长期影响，尚不
明确。工业4.0模式的出现，再加上人工智能、增材制造、
物联网及其他颠覆性技术，反映了技术可持续性关系中
深藏的一种不确定性，即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合适地权衡
可持续性的风险和效益，尤其是在就业和经济发展所受
到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方面？

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困境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经济
影响日益明显，但是一系列国际环境（例如气候变化）和
社会（例如难民）政策协商进展缓慢，限制了所谓的良好
的公共政策选项的空间，也导致治理框架偏向气候地球
工程等风险更大的技术，并将其作为一种政策替代品。关
键不是公共组织或私营企业是否应该采用或积极推广
某种特定的新兴技术，而是当我们应对复杂挑战时，即识
别、开发和推广那些能够积极影响较富裕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国际社会如何才
能确保潜在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合适的监督、监控和避
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

2.7 气候变化

本报告之所以将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作为环境变化的
一个驱动力考虑进来，是因为它已经获得了一种独立于
未来人类活动的势头。本报告还在第4.3.1节中将其作为
一个跨领域问题来分析。图2.16表示工业化时期二氧化
碳浓度的上升，其规模相当于冰期与间冰期之间20000
年时间内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Hartmann等人（2013
年）指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温室气体指数
显示，过去几十年来，其他温室气体含量，例如甲烷和一
氧化二氮含量，也一直在不断增加。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2014年）指出，全世界已进入气候变化承诺的时代。

气候承诺的概念由Ramanathan（1988年）首次提出，
指的是不考虑任何进一步排放或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未来出现任何改变，保持目前状况也会发生的变化。“二
氧化碳排放造成的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很大一部分，
在数世纪乃至千年的时间跨度内都是不可逆转的，除非
在一段时期内大气中很大一部分二氧化碳被持续地净
移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第
28页）。

资料来源：Rüßmann等人（2015年）

图2.15：工业4.0：未来工业生产的技术转型

资料来源：基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数据（蓝色），网址： 
http://www.ncdc.noaa.gov/paleo/ metadata/noaa-icecore-6091.html；
以及Pieter Tans提供的数据（红色）；NOAA/ESRL（www.esrl.noaa.gov/gmd/
ccgg/trends/andscrippsco2.ucs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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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为引起的净二氧化碳排放完全停止后，地表温度
将大致维持在较高水平。Mauritsen和Pincus（2017
年）指出，“鉴于二氧化碳的生命周期、海洋的热
惯性【Wigley，2005年】、短期气溶胶的暂时性影响

【Hare，Meinshausen，2006年】，以及温室气体的活
动，地球气候与人类活动之间没有处于平衡状态。因此，
即使化石燃料排放突然中止，由于过去排放的影响，预
计升温还是会持续，以往利用气候模型进行的研究证
明了这一点【Solomon等人，2009年；Gillett等人，2011
年；Frölicher等人，2014年】。”

因此，影响当前全球气温的主要是过去几十年来排放的二
氧化碳，这是气候和碳循环中惯性导致的结果。气候定格在
当前温室气体浓度上。也就是说，气候变化现已成为环境变
化的一个独立的驱动力。无论人类采取何种行动，甚至无论
人类是否还存在于地球上，气候变化都将持续产生影响，导
致气温变化、降雨量波动、雪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旱及其
他气候现象发生，还会导致水循环出现变化（Salem，2011
年）。因此，气候变化给增长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2.7.1 温室气体排放和浓度

部分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趋势见图2.17和图2.18。工业革
命以来，温室气体累计排放总量的一多半是在过去40年
中排放的。1750至1970年（220年），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

估计为9100亿吨9，而1970至2010年（仅40年），累积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900亿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尽管存在各种多边机构以及
旨在缓解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但这种增长仍在继续。
与2000年以来的趋势相比，2007至2008年全球经济
危机只是暂时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率（Peters等
人，2011年）。

无论是从具有消费模式差异的个人排放来看，还是从
国家排放来看，温室气体排放量分布是不平均的。最富
有的10%的人口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0%，
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口只占10% （King，2015年）。同
时，当考虑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以下的碳预算时，就
会出现代际不平等现象，后代的排放量预算将减少。如
果目前国家自主贡献（NDCs）得到充分执行，到2030
年，用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以下的碳预算将消耗掉
8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已从1750年的277ppm增
加到2016年的403.3ppm（世界气象组织，2016
年）。《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评估（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年）详细介绍了区域对这一全球温室气体浓
度的贡献。2016年大气二氧化碳增长为6.0±0.2亿吨

（2.85±0.09ppm），远高于2007至2016年期间每年
4.7±0.1亿吨的平均值（Le Quéré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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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按经济地区来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图

资料来源：Le Quéré等人（2016年）

9 本报告中出现的“吨”均表示公吨，即10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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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排放预算

二氧化碳累积总排放量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近似线性相
关。任何给定的变暖水平都与一系列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
有关。因此，给定的温度指标（例如2℃）将转化为长期排放
预算。利用这一信息，在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对“我们可以排放多少二氧
化碳？”进行了预估，同时认为，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超过
工业化前水平1.5℃，2℃甚至3℃以上是具有灾难性的。

《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
应对措施，使全球气温上升低于2℃，低于工业化前水平，并

努力将上升气温保持在1.5℃以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2015年）。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
献，并概述2020年后的气候计划。这项进程将每五年进行
一次全球库存评估，以说明进展情况，并向缔约方提供进一
步个别气候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

为了实现巴黎气候目标，扣除过去排放量后的碳预算为
1500至10500亿吨二氧化碳。按照目前的碳度年排放率，
排放量将在四年内抵达最低值，中间值（6000亿吨二氧化
碳）将在15年内突破（图2.19）。当预算用尽后，排放量将
几乎立刻降至零（Figurez等人，2017年）。

资料来源：Le Quéré等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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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igueres等人（2017年，第595页）

���� ���� ���� ���� ���� ���� ����
�

��

��

��

��

��

如果将峰值延迟��年，
留给经济转型的
时间就会太少。

����亿吨碳预算 ����亿吨碳预算

����年
����年

历史排放量*
����年峰值（最佳） ����峰值

排放量达到峰值后，
需要��年才能将
排放量减少到零

���� ���� ����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单
位
：
10

亿
吨
/年

）

年份

图2.19：碳紧缩



46 做好准备

2

如果《巴黎协定》中的排放承诺彻底实现，则可避免气候
变化的最严重影响。研究表明，到2100年，履行承诺可以
避免气温升高3℃（Le Querin等人，2016年）。2017年，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美国作为碳排放量大国，退出引
起的影响极其复杂，因为退出协定不会妨碍美国支持 

“环保创新的政策”。2020年，如果全球排放开始下降，
仍有可能实现巴黎气候目标（Figueres等人，2017年）。

根据目前情况和计划政策，全世界将在20年内，消耗
尽相关碳排放预算（二氧化碳），以保持全球升温至2℃
以下。为实现低于2℃的目标，相对目前情况和计划政
策，当务之急在于立即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总量，至
2050年，实现4700亿吨排放目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
构，2018年）。

2.7.3 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变化将扩大现有风险，并为自然和人类带来新的风
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这些
风险不仅分布不均，而且对处境不利的人和社区影响更
大。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气候相关影响的风险是风险本
身与人类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和适应能力之间复杂互
动导致的结果。气候变暖，速率上升和其他变化，伴随着
海洋酸化，增加了严重、普遍和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逆转
的有害影响风险发生率。自1880年以来， 全球年平均表
面温度以每十年0.07℃的平均速度上升，自1970年以来

以每十年0.17℃的平均速度上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2015年）。海面温度、海洋空气温度、海平面、
对流层温度、海洋热含量和比湿度的趋势相似（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图2.20）。

除了温度升高之外，已经观察到的影响包括水循环变
化、海洋变暖、北极冰盖收缩、全球平均海平面增加以
及碳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改变（详细信息见第四章
和第五章）。此外，野火释放温室气体的频率和强度
方面也有所增加。观测和气候模型模拟表明，气候系
统中的各种反馈中，地表反照率反馈最强（Taylor等
人，2013年）。冰盖收缩，使冰面变深，导致反照率减少，
进而吸收更多太阳辐射，加速变暖。作用于北极地区的
气候变暖，海冰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尤其是在夏季

（Vaughan等人，2013年）。然而，最新文献得出的结论
是，温度反馈起主导作用，使地表反照率反馈成为北极
扩增的第二个主要因素（Pigan和Maursen，2014年）。

全球水循环备受影响。全球范围内，陆地上降水模式的
改变，以及地表和地下海洋盐度变化，使20世纪中叶
以来全球范围日温度极值的频率提高，强度增强。依据
110年平均汇率、测潮仪记录和1993年以来的卫星数据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1901
至2010年期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了0.19米（范围
0.17-0.21米）。

图2.20：全球气候变化独立指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

温
度

异
常

（
℃

）
温

度
异

常
（

℃
）

温
度

异
常

（
℃

）
海

平
面

异
常

 
（

m
m

)
范

围
(1

06
 k

m
2 )

物
质

平
衡

(1
015

 G
T)

范
围

异
常

(1
06

 k
m

2 )
比

湿
度

异
常

(g
/k

g)
海

洋
热

含
量

异
常

(1
022

 J
)

气
温

异
常

（
℃

）

1.0
0.5
0.0

-0.5
-1.0

0.4
0.2
0.0

-0.2
-0.4
-0.6
0.4
0.2
0.0

-0.2
-0.4
-0.6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12
10

8

6
4

0.6
0.4
0.2
0.0

-0.2
-0.4
-0.6
-0.8

20
10

0

-10
0.4

0.2

0.0

-0.2

6
4
2
0

-2
-4
-6
10

5
0

-5
-10
-15

19401850 1900 1950

年份 年份
2000 1960 1980 2000

地面气温：4个数据集 对流层温度：
7个数据集
 

海洋热含量（0‒700m）：
5个数据集

比湿度：
4个数据集

北半球（3-4月）
积雪：2个数据集

冰川物质平衡：
3个数据集

海平面气温：5个数据集

海洋气温：2个数据集

海平面：6个数据集

夏季北极海冰范围：6个数据集



环境变化的驱动力 47

2

正如A部分后的专题章节所示，气候系统的变化已经对
各种生态系统产生了大规模的影响。作为环境变化的
驱动力，目前，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对土地、水、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如果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从目前
的406ppm上升到450-600ppm，下个世纪将导致超过
2℃的升温，带来若干不可逆转的影响，包括海平面上升

（Smith等人，2011年）。 O’Neill等人（2017年）阐述了
部分风险及关键风险，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健康、农业
等方面的风险，以及极端事件的风险，如极端降水、热
浪山区和北极等特定生态系统的风险，实例如下（见图
2.21）。

因此，未来气候情况受多方面影响，具体因素包括过去
人为排放所造成的严重变暖、未来人为排放的影响、自
然气候多变性和气候敏感性。有些地区（特别是北部、中
纬度和高纬度地区）的升温幅度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超过 1.5℃。这些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质量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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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风险强度分布图，提供与气候相关风险的全球视角

资料来源：O’Neill等人（2017年，第30页）

量、资源的使用模式、资源在各区域和国家内部的分布和
获取。

留给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除非从根本
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球变暖必将超出目前公认
的高于工业化前水平2℃，气候变化造成普遍影响的风
险也将随之上升，并在程度上超过目前所见的水平。这些
风险包括导致生命和生计丧失的极端事件（包括洪水、飓
风和旋风）、导致农业生产力丧失和粮食无保障的普遍干
旱、严重的热浪、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的病媒变化、
经济增长放缓和暴力冲突可能性增加（Salem，2011年；
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2018年）。这些影响的程度、分布和
严重性质因国家而异，某些岛屿国家在一个季节内（2004
年的海地）或持续多年遭受影响，例如，多米尼克于2015
年遭受的飓风“艾瑞卡”（Erika）和2017年的飓风“玛利亚

（Maria）”。这些影响可能破坏粮食安全机制和系统、卫
生和其他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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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影响迹象显示，自1980年以来，与气候有关的损失
事件的频率翻了一番（图2.22）（Hoeppe，2016年）。据
估计，这些事件已造成40万人丧生，每年给全球经济造
成1.2万亿美元的损失，使全球GDP总值减少1.6%。

无论目前还是将来，这些风险对依赖自然资源产业的人
来说都是最高的。这些人包括沿海社区、农业和森林社
区的区民以及遭受多种形式的不平等、边缘化和贫穷的
区民。现有风险扩大，并为自然和人类系统创造了新的
风险。气候变化造成的潜在损害的规模对我们未来的福
祉和我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构成了重大的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欠发达、抗灾能力较差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2017年）。

2.7.4 影响

《巴黎协定》认为，到本世纪末限制气候变暖可能有助
于防止更多问题。它明确指出需要在本世纪后半叶实现
排放量和清除量平衡。实现2℃指标对于减少更强烈风
暴、更长时间的干旱、海平面上升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可
能性非常重要（Munich Re，2016年）。为了以可控成本
保持低于2℃目标，2010至2050年期间，全球排放量应
减少40%至70%，到2100年降至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Kroeze和Pulles，2015年）。
目前，全球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和累积排放量的趋势不符
合1.5℃至2.0℃的发展目标。如果2020年以后排放量继
续上升，即使保持水平，《巴黎协定》的气温目标也几乎

图2.22：与损失相关的自然事件数量趋势

资料来源：Munich Re（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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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实现。行动迟缓或短期政策薄弱，会增加更长期的挑
战。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超过1.5℃的风险（预计影响的
严重性增加），使得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加困
难。根据世界银行集团（2016年）最近关于气候变化、水
和经济的一份报告，气候变化的总体成本和风险预示，到
2050年，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下降，GDP将下降6%。如果
要避免最糟糕的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所需的经济转型的
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
年）。

2.8 驱动力及其相互作用

正如前几节所述，环境变化的同一驱动力可以同时对环
境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此外，本章所强调的五个驱动
力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相互依存本身是积极的，也可以是
消极的。驱动力对环境的累积效应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
的讨论（Wu等人，2017年）。

表2.1列出了本章所述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全局范
围内和当前条件下，这些为一阶结构相互作用（不包括与
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

这些相互作用对气候变化的总体影响是负面的。这一点
从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轨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与1980
至2000年的轨迹相比，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仅在继续增长，
而且在过去15年中加速增长（第2.7节）。因此，毫无疑问，
目前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相互作用和综合
效应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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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 技术变革 气候变化 城市化

人口增长 ― 人口机会窗口延迟会
产生负面影响

人口增长促进技术创
新，以满足额外需求；
否则，在抚养比较高
的情况下，储蓄和投
资都将减少

人口增长导致环境压
力增大和气候变化

城市地区压力增大，
更多人口可能会迁移
至城市地区

经济增长 GDP和发展增多总体
上与生育率降低有关

― 经济增长与投资和技
术创新增加有关

经济产出增加与环境
压力增大有关

经济增长将推动城市
化进程

技术 技术创新与降低生育
率的能力增强有关

创新与GDP增长加
快有关

― 当前趋势表明绿色技
术创新增多，造成单
位产出压力减少

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城
市化进程，也能够通
过提供更好的获取技
术和通信的机会来减
少移民模式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会增加死亡
率同时对人类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相关的成本
会限制经济增长

气候变化的压力有
助于推动适应性技
术创新

― 气候变化对农村地区
的影响会给人口向城
市地区转移带来压力

城市化 城市化与低生育率有
关（原因在于人们可
以享受更好的医疗和
教育服务）

城市化与经济产出增
加强相关

由于人口密度增加，
城市化会导致技术利
用集约化

城市化与排放量增多
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
关系，只是存在一定
的联系。

―

表2.1：驱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综合效应对于不同区域作用不同。发达国家（如加
拿大、欧洲联盟国家、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排放量已
趋于稳定或某些情况下大幅减少。适度的增长、稳定的
人口、消费模式变化和技术创新使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得
以减少。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正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
等收入水平国家转移，排放总量有所增加（包括中国和
印度在内的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无论是按人均还是总体计算，排放量贡献最
大的国家，都是最富裕的国家。无论是按收入水平计算

（发达国家占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人均碳足迹要高得
多），还是国家个体收入水平（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人均碳足迹更高，
总排放量更大），都是如此。因此，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
和生产功能，以及世界精英和较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和
消费选择，必须彻底改变，以调整温室气体排放，促使其
可持续发展。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道路不能重现过去20
年来的碳扩张和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和城市化都为新兴
经济体提供了一个机会之窗，但是，无论从消费角度，还
是生产角度，都不能保证它们走上一条可持续的发展
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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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表（图2.23）显示了另一种查看驱动力之间交互的方
式，即聚焦于各个域之间是如何相关的，以及如何发生改
变。该图表用于评估不同路径所面临的障碍。经济增长、
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这三个驱动力在左侧，图的右侧则
显示了预期或更好的结果，降低环境压力、人类福祉和公
平。中间是技术变化和城市化的中介因素（潜在的扶持机
制，但也有潜在的负面力量）。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气候
变化位于左侧，因为它们反映了人类愿望、人口趋势和气
候变化承诺的基本现实。影响此进程的是中间技术和城市
化两个驱动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包括消除贫穷，就必须限制所述
各种驱动力的负面影响，并且，将其重新界定为迫切需要
变革反应的催化剂。同时，必须确保解决一个驱动力的措
施不会影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行动。

B、C和D部分的章节全面评估了更广泛的发展路径及其
政策影响。

经济增长

人口动态
城市化

技术

“
生
活
方
式
”

平
等

气候变化承诺

环境压力
和福祉

图2.23：驱动力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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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5：IPAT等式

IPAT等式使人口、发展和技术之间形成了概念上的联系，不同的轨迹取决于这些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IPAT等式形式如下：

I=P. A. T=P.（Y/P）.（I/Y）=I，其中（Eq. 1a）

v	I=影响，即自然资源或能源的使用

v	P=人口

v	A=财富，人均收入的替代术语，P/Y（人/每年）

v	Y=全国产出量或 GDP

v	T=技术，或生产的效率，通常被解释为每一美元产出的资源使用数量（或资源影响）

Eq.1a表明，P、A和T这三个构成因素之间存在着简单的乘数关系。事实上，在一些科学和政策文献中，人口只是经济增长、技术变化和管制限
制等较“实质性”因素对环境影响的一个比例因素或乘数，如果人口增加一倍，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就会增加一倍。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情
况不会发生，总体上减缓人口增长将促进新兴和低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而限制人口调节对总排放量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减缓经济
增长会限制低收入经济体的增长，也会影响人口增长的放缓速度。所以再一次重现，一方的得失影响另一方。此外，还需要实现其他实质性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增长。因此，必须实现排放量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根本脱钩。

Kaya等式经常被用来分析气候变化的各种驱动力。

C =P. A. e. c=P.（Y/P）.（E/Y）.（C/E）（Eq. 1b）

其中：

C =碳排放量

P=人口

A=财富=Y/P，其中Y=收入（或者消费）

e=能源强度（或每一美元产出的能源消耗）=E/Y，其中 E是总能耗c = 碳强度（即单位能耗碳排放量）=C/E

这说明，只有在Eq. 1b中有一个或多个变量较少时，才能减少排放量。从这种关系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第一，虽然可以通过一个或多个构成
因素（P、A、e和c）的边际变化来实现排放量的逐步减少，但《巴黎协定》所要求的根本减少（例如，到2050年将排放量减少到零）只能通过能源
使用的快速脱碳（即减少C/E）、降低经济的总体能源强度（E/Y）、降低世界最富裕和富裕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消费水平（Y/P）、和
人口最终水平的减少（P）的某种结合实现。所有这些选项都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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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的角色。目前，只有有限的时间序列数据和统计数据可用
于衡量性别－环境关系。{3.5}

许多环境数据的收集只是一次性研究或项目的一部分，
这限制了它们的可用性（充分证实）。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全球认识到监测发展的环境层面需要定期、标
准化的数据收集，这些数据收集可以转化为时间序列统计
和指标，包括地理空间数据产品的时间序列。这将更加突
出根据国际最佳实践编制的高质量信息的重要性。{3.7}

改变环境数据和统计数据的供应需要新的和创新的数据
收集方法（充分证实），包括与私营部门、多边机构、太空机
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伙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3.8} 

对于环境指标和环境分析的需求不断增长，特别是解决不
同环境领域之间以及环境、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的分
析（充分证实）。在收集包括地理空间统计数据在内的与环
境有关的官方统计数据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是促进环境
经济核算和建立地理空间信息系统方面进展显著，这有
助于环境监测。然而，在衡量环境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方
法论方面的缺失，将人与环境联系起来的信息非常有限，
而且那些试图建立环境信息系统的国家也存在着能力差
距。{3.2}

衡量性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其重中之重，因为在许多情
况下，女性和男性对环境享有不同的权利并且与环境的接
触也不同（充分证实）。女性和男性在环境退化和危害方面
存在不同的脆弱性，并且在环境管理决策中经常扮演不同



59数据和知识的现状 59

3

3.1 引言

本节介绍环境统计和数据，以及有助于任何环境评估（包
括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评估）的现有数据和知识的状
况。本节试图详细说明数据收集的情况以及如何利用数据
编制统计数字和指标。本报告第25章讨论了诸如大数据、
公众科学和传统知识等新兴统计领域，这些领域目前未得
到充分利用，但为能更好地衡量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2 对环境统计和数据的需求

知识和数据是环境评估的必要基础。如果没有证据基础，
实施和发表准确的评估是不可能的。但什么是证据基础，
我们如何产生证据基础呢？

传统意义上，“环境”仅指生物物理地球系统。但这种模式
正在转变。衡量环境状况固然重要，但也要确定在生物物
理环境中表现出来的环境问题如何产生于社会制度和经
济安排，以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如何依赖于环境。

《全球环境展望5》关于数据需求审查的报告章节介绍了
科学可信的环境数据的不足之处；报告特别指出，需要关
于淡水数量和质量、地下水枯竭、生态系统服务、自然栖息
地丧失、土地退化、化学品和垃圾以及其他问题的时间序列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该章节还承认，评估的真
实性和科学性取决于环境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2年）。此外，该章节表明，更系统地收集数
据可以帮助各国政府以及区域和国际机构评估其实现国
际目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全球环境展望5》中，潘基文（专栏3.1）（联合国，2015a）
呼吁紧急和迅速改进2015年后议程的数据，特别是改进
其可用性、可靠性和及时性。他敦促各国政府对其国家统
计办公室和系统进行大量投资，并扩大生产高质量数据
的能力。

“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响应”（DPSIR）概念框架 
（见第1.6节）是有效进行环境监测和评估的框架。环境变

化的动力和压力很多都来自于社会领域，许多影响也
是如此。众多环境挑战是在获得资源和接触权力机构
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在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收入和其
他社会地位方面不平等的结果。

正如《全球环境展望5》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
年）所强调的，不仅需要定期监测数据，还需要统一数
据收集方式和方法。各国政府依靠国家统计系统为国
家政策提供必要的数据；然而，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
统计系统并未将环境统计纳入其职权范围。

3.3 环境统计史

从历史上看，官方统计数据随着政府对信息的明确要
求而增加。开展第一次罗马人口普查是为了明确税收
和兵役方面的责任（Hin，2007年）。1929年股市崩盘，
加上战时统计的需要，国民核算诞生了，这将使各国避
免经济灾难，并提供有关如何支付第二次世界大战费
用的信息（Stone，1947年；Vanoli，2005年）。1947年，
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UNSC），以制定和推
广可供各国用于国家监测的统计指南。委员会的工作
范围包括为保持经济存量和制定全球宏观经济稳定政
策提供统计方法，其中涵盖经济增长、价格变动、人口
动态、移民、死亡率、出生率和寿命，但不包括环境。

1983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制定了环境统计发展框架，该
框架于1984年首次由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通过。后来，联
合国安理会致力于1992年“地球峰会”产生的环境经济
核算。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经历了三次修订，其中
包括SEEA 1993、SEEA 2003和SEEA 2012——最新的
SEEA在2012年被作为统计标准采用（联合国，1993年；
联合国等，2003年；联合国，2012年）。此外，实验性生态
系统核算于2013年通过。这两个统计框架之间的联系
构成了监测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基础，并侧重于生活对
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生活的影响。

2010年人口普查，91％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联合国
统计司的国民核算提交率为95％（联合国，2015b；联合
国，2017a）。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头六十年里，官方
统计数据的进展主要与人口统计和经济统计有关。千
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主要侧重于社会发展的目标）的
实施以及通过千年发展目标指标来追踪进展的愿望在
增加统计投资方面具有变革意义。千年发展目标的实
施提高了各国编制和使用贫困、教育、卫生、性别、环境
和治理统计数据的统计能力（世界银行，2002年；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年；联合国，2016a）。

专栏3.1：潘基文声明，2015年

“需要做出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大量增加资源，以满足新发展议
程对数据的需求。”

潘基文，2015年（联合国，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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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统计和按地点、性别、年龄、贫困及其他因素分类的统
计并不是千年发展目标监测的重点，因此得到的投资较
少。这些领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然而，在衡量环境
的不同方面以及在创造分类统计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3.4 优化数据，建设健康地球和健康人类

许多层面的决策以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环境
评估乃至环境与经济和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都需要
更好的环境数据和统计数据。一个强有力的按地理空间分
列的环境统计系统，理想情况下可提供用于不同目的和不
同层次的信息。

3.4.1 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方面

本报告以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过程为编写背景。2015年9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这是一项全球发展议程，其中涵盖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发展所需的目标和子目标（A / RES / 70/1）。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代表着从独自追求社会发展转向
旨在通过国家行动和伙伴关系实现可持续繁荣、维护人类
尊严和构建健康地球的方法。

图3.1：可持续发展目标数据和知识框架

169个子目标
  93个指标

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

可持续发展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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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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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义
了大约17个目标、169个子目标和244个指标（包括重
复部分）（联合国，2017b）。《2030年议程》明确指出，
全球指标的数据要求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项巨大的
挑战。一项研究估计，低收入国家要监测可持续发展目
标，需要每年投资10亿美元（2017年可持续发展解决
方案网络）。因此，正如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
所强调的那样，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将需要改
变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和传播方式，包括使用来自
新的和创新的数据源的数据（联合国，2016b）。

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带来了监控方面的挑战，但
它也带来了机遇。这是第一次尝试在全球监测框架内
全面纳入与环境有关的指标。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框
架已经制定了衡量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但许多指标缺乏统计方法。通过将每个指标归类为三
个级别中的一级，可以在框架中识别出这一点（参见图
3.2）。纳入广泛的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可用于利用环境统计方面增加的投资，并促进这些指
标的使用。

图3.2：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状况

指标具有国际公认的方法，
��％的国家定期编制数据。

一级
指标

指标在概念上是明确的，
但数据不是由各国定期
编制的

 二级
指标

没有国际公认的方
法或数据收集。 

 三级
指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8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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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有93个指标与环境直接相关 
（图3.3）。还有一些与环境间接相关的其他指标 
（例如贫困、人畜共患疾病、营养和预期寿命、经济增

长、包容性社会和政策进程，这些都没有包括在 
图3.3中）。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分
布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除了目标10之外），每
个目标至少有一个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这反映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跨领域性质以及
人与环境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在93个与环
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目前只有34个具
有现成并公认的方法和可从大多数国家获取的数据 

（一级）。其他指标要么被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
机构间专家组评为二级，要么被评为三级（分别为27
和34个指标）（图3.4）。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不仅需要在统计方
法方面进行研究和开发，还需要在环境统计方面进行
投资，并利用新数据源来实现数据革命。国家统计局
的传统数据收集不能成为唯一的数据来源，但各国需
要综合数据系统，将官方统计、地球观测、公众科学、
大数据和传统知识结合起来。集成数据系统可以将许
多信息源汇集在一起，以提供更完整的信息。环境数
据集成包括：

v 收集有关当地环境变化的人种志资料；
v 对个人经历的参与式理解；本土和传统知识；关

于人与环境的地理空间信息；
v 结合环境与妇女、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信息，

以揭示隐藏在其他知识体系中的模式和挑战；
v 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大数据知识；

图3.3：按目标和等级划分的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2018年）

图3.4：《全球环境展望6》按各章节组织的主要数据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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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知识系统的新方法越来越强调以证据为基础的决
策方法，这对于实现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通
过将这些系统置于所有最终用户的最前沿，可以本能地
鼓励交叉协作，以培养新的技能、技术和数据来源。反过
来，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也会随着我们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理解而提高。然而，在数据隐私、所有权和使用
方面会出现组织和方法上的挑战（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网络，2017年）。

3.4.2 专题数据缺口

几乎所有专题领域（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地、空气、水和海
洋）都缺乏可获得的数据（图3.4），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与工业活动有关的环境指标比较容易衡量和监测，例如
能源消耗或用水。利用卫星遥感可以广泛评估土地覆盖
和生态系统范围，但并不总是具有必要的分辨率。环境变
化、空气和水污染以及其他环境条件的影响特别难以衡
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因此，需要探索环境监
测方法的范式转变——描绘社会取向，并用物理属性补
充这种方法。

以下是本报告A部分各专题章节一些主要数据缺口的简
要说明。

驱动因素（第二章）
由于政府人口普查的要求，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层面人口
数据相对健全，但由于人口各部门的汇总而出现不足。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般不足以回答重要的家庭内部问题，
例如避孕法的使用和获得、生育率、家庭决策和家庭结构

（例如结婚年龄）。要想正确理解，这些变量和其他变量
应按年龄、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分类。城
市化数据也受到类似的全国性汇总问题的困扰。关于中
小城市的信息缺乏，报告的规模也不一致。就人口和城市
化而言，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制定标准的统计协议，提高一
致性，扩大覆盖面。其他重大数据缺口包括农村向城市移
徙、核心家庭的作用、技术带来的利益的分配以及生产和
消费模式。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其
他因素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对不可
持续做法成本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财务估算需要更高的准
确性和透明度，因为尽管有数字可看，但人们对其准确性
的信心很低。

除原始数据缺口之外，在对驱动进程的机制理解也存在
缺口。未来的技术和事件将改变全球格局，并在本质上
改变其他驱动因素的作用。例如，自动化可能改变运输
的性质，这将在许多其他领域产生流动效应。要了解气
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需要更好地分析和理解这
些因素之间当前和未来的联系。需要更多关于气候变
化对人口统计数据影响的数据，包括更精细的移民估计

（McMichael、Barnett和McMichael，2012年）。对于气
候变化影响的了解存在各领域间不平衡的现象，对能源
领域的影响已得到充分了解，而对土地利用、生态系统
进程和功能以及各领域之间问题的影响则没有得到充
分了解。

空气（第五章）
空气质量数据的一个首要问题在于，不同于气象变量，很
少能在足够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空气污染物浓度测量。因
此，大多数化学物质的影响是通过使用其他（测量的）化
学物质作为替代来估算的，这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不准
确的。例如仅测量少数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
物质，而且它们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完整的。即便确
实进行了监测，这种检测也偏向于发达国家，从而损害了
对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与人类健康的分析。为了各自国
家利益和完成全球覆盖，普遍需要进行能力建设，以促进
对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的测量。各国内部在空气质量抽
样方面也存在偏斜，需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地区 

（例如非正规住房或贫民窟）进行更多抽样。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影响人类健康因素的全球性
研究（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关注到空气质量对人
类健康的影响，将空气污染列为重中之重。人们不再仅仅
依赖于有空气质量监测的城市，而是使用卫星数据和模
型在更大范围内评估空气污染（Brauer等人，2016年）。
此外，目前几乎没有一致的全球排放清单。一些地区收集
或建立库存模型，但数据质量和来源各不相同。然而，欧
洲和国际上存在某些污染物的一致清单（例如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主持签订的《长程越界空气污染的公约》）。

应集中努力扩大取样范围和/或建立模型，或可使用传感
器或卫星。《哥白尼计划》旨在定期测量一些空气质量变
量，并为所有国家提供数据。另一项欧洲数据报告倡议是

《空气质量指令》(Air Quality Directive)，该指令提供每
年生成的统计数据，以及每6小时更新一次的在线空气
质量地图。

生物多样性（第六章）
与生物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相比，生物数据和知识
相对稀少。一般而言，在较精细的空间尺度和较高的
分类学分辨率下，数据的缺乏性增加。对物种总数的
估计在200万到1300万之间变化（Costello、Wilson和
Houlding，2012年；Scheffers等人，2012年），大多数

（86%的陆地物种和91%的海洋物种）被认为是未被描
述的（Mora等人，2011年）。无脊椎动物和深海生态系统
尤其缺乏描述。生物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遗传信息（一种
称为DNA条形码的技术）来识别物种（Hosein等人，2017
年），但仍然需要更传统的分类法来描述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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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过程、生态系统和群落结构的数据缺口甚至大于物种
信息的缺口。例如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它们在概念上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通常很难度量，也因此无法有效防止物
种入侵。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第二大威胁

（Doherty等人，2016年）。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处理与气候驱动的生物变化（例如森林覆盖率）有关的
地球观测数据量方面存在生物信息学的挑战。目前解决这
类大数据问题的方法包括变更检测软件（它可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每次飞越时存储数据的需要）以及多维数据结构 

（如“数据立方体”，可以有效处理大量栅格数据）。

促进生物数据的全球倡议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全球
生物分类倡议》（GTI）（Siebenhüner，2006年）和全球生物
多样性信息网络（GBIF）（Yesson等人，2007年）。GBIF物
种发生记录现已覆盖全球各地（10亿条记录，涉及170万物
种）；（GBIF，2018年），其分类遵循生物物种名录（http://
www.catalogueoflife.org），使用已建立的生物多样性信
息标准（TDWG）进行数据传输（http://www.tdwg.org/）。

许多本土生态知识（如药用植物）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
如果没有记载，这些知识就可能会丢失（McCarter等
人，2014年）。然而，最近开发了一个框架，将本土知识与
其他知识系统联系起来（Tengö等人，2013年），比如国际
评估（Sutherland等人，2014年）；一些本土知识现在实现
了数字化（Liebenberg等人，1999年；Stevens等人，2014
年）。

除数据缺口外，数据共享和访问也存在不足。有些生物问
题本质上是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需要多国协调管理。在跨
国环境犯罪领域，这是一个主要问题（White编辑，2017
年），其中包括采伐、运输濒危物种和追踪濒危物种贸易以
及非法采矿、捕鱼和砍伐森林。改善共享数据基础设施对
这一领域的有效监管至关重要。.

海洋（第七章）
海洋数据存在许多缺口，由于卫星观测无法穿透地表水，
所以这并不令人惊讶。大多数海洋数据是通过直接测量或
建模收集的，因此很难对覆盖地球表面70%以上的广阔环
境实现良好覆盖。有些问题的存在是因为缺乏全球协调，
比如珊瑚礁和海洋垃圾都缺乏全球数据库。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NOAA）拥有最大的珊瑚礁数据库，但它并
没有利用全球所有资源。同样，不同国家以不同协议收集
海洋垃圾数据，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统一。除了垃圾的
数量和分布，关于海洋垃圾的生态影响也存在显著的知识
缺口，包括摄入的毒性，纳米粒子、微塑料的影响，以及鱼
类摄入的塑料如何影响人类消费。

全球渔获量数据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维护，所
有国家都向该组织报告本国渔获量和产量。商业捕捞在发
达国家受到良好的监测，但几乎肯定被低估了，因为非法
捕捞占一些地区捕捞量的40％（Agnew等人，2009年）。在
可用于报告的资源较少的国家，捕捞量估算通常基于少量
样本，因此可靠性较低。研究船只费用是获取与渔业无关
数据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港口进行
捕捞监测可能在经济上也不可行。

土地（第八章）
由于地球观测在陆地表面监测方面的有效性，土地是数
据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但仍存在明显的数据缺口和质量
问题。地球观测通常测量变化的数量，而不是变化的质量，
因此无法测量某些过程。例如，人们一致认为土地退化有
所加剧，但是相关测量并不经常发生，而且测量的结果也
不一致。由于土地利用和生物物理条件的区域性变化，归
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土地退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难
以归纳和转用。虽然森林覆盖数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以来有所改善，而且联合国粮农组织保存了一些大规模数
据，但其他数据存在于多个数据库中，并不总是具有可比
性。土壤侵蚀、盐碱化、沙漠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都
很难从卫星图像中加以衡量，而且适当的观测规模也是
一个问题。由于没有全球土壤侵蚀数据库或标准化的测
量方法，无法进行全球一致或全面的评估。也有一些其他
困难领域，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地籍（基于地图的）信息，因
为没有确定土地使用的全球标准，而且各国的系统不具
有可比性。

淡水（第九章）
淡水数据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并且在地球观
测能够遥感到的变量和无法遥感到的变量之间存在差异

（Lawford等人，2013年）。各种规模的数据缺乏领域包括
水质、用水量、地下水量、取水和废水。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
监测环境水质，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或愿意满足这些
报告要求。地表水质的数据比地下水要好，但这些数据仍然
不完整。地球观测系统测量水的光学质量（叶绿素、盐度、浑
浊度），但不能测量氮或磷的浓度。近年来，在利用重力恢复
与气候实验（GRACE）任务的卫星数据估计地下水储存（枯
竭）变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评估地下水资源需要收集直接
数据，这些数据因为需要通过水井或钻孔获取地下水因而
比较昂贵。冰川、冰雪数据也存在缺口，气候变化的影响也
存在不确定性（Salzmann等人，2014年），尽管哥白尼计划
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一颗专门监测雪/冰覆盖的卫星
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他一些变量很难用任何方法测量，例如
地下水和盐水入侵，它们大多是通过建模而非观察来理解
的。这些模型迫切需要可靠的地面数据进行校准和验证。另
一个需要更多数据的领域是水资源使用的地缘政治问题 

（例如跨界水资源共享），在水资源短缺时期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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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2：性别统计数据

“性别统计数据被定义为充分反映生活各个方面男女情况的差异和不平等的统计数据……首先，性别统计数据必须反映性别问题，即与女
性和男性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关的疑问、问题和关切，包括他们的具体需求、机会和对社会的贡献。在每个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受到的期望、拥
有的权限和得到的重视是不同的。这些差异对他们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生活都产生具体影响，并决定了例如在健康、教育、工作、家庭生活或总
体幸福感方面的差异。编制性别统计数据需要按性别和其他特征分列数据，以揭示这些差异或不平等，并收集关于影响一种性别多于另一种
性别或与男女两性关系有关的具体问题的数据。第二，性别统计应充分反映男女情况的差异和不平等。换句话说，在制定数据收集中使用的
概念和定义时，必须确保反映出各种男女群体的多样性及其具体活动和挑战。此外，在数据收集中，应避免引起性别偏见的数据收集方法，例
如少报妇女的经济活动、少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以及少报女童人数和女童的出生和死亡数……”

公众科学可为淡水取样范围和地下水水位的基本监测问
题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例如，使用移动应用程序监测水
质（Lemmens等人，2017年），以及在地球观察淡水观察

（http://www.freshwaterwatch.thewaterhub.org/）和
其他志愿者团体中使用测试装备（Overdevest等人，2004
年）。几十年来，荷兰成功部署了一种早期的公众科学形
式，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每两个月用压力计测量地下水
水位，为建立荷兰地下水数据的长期时间序列做出了贡
献。然而，公众科学倡议通常只涉及简单的水监测，而不测
量一系列现代污染物，如抗生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当前
使用的农药、微塑料、纳米粒子和内分泌干扰物。

3.5 性别与社会环境的交叉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将社会分析纳入环境评估核
心的范式转变已经形成，出现了按性别分类的环境分析和
侧重于其他弱势群体的分析。本节将集中讨论性别与环
境的关系；然而，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可适用于其他弱势
群体。本报告其他地方讨论了更广泛的公平问题，包括在
环境足迹和影响方面的南北不平等——究其本身，这些是
性别问题。

随着《2030年议程》的社会公平和平等承诺影响全球决
策，性别在环境分析中的作用将加速发挥（专栏3.2）。

性别分析的核心是理解几乎所有的环境关系（包括驱动因
素和影响）都是“性别化的”。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和规范
使男性和女性在与环境的关系上处于不同的地位。男性
和女性经常面临不同的环境问题和风险；反过来，这可能
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对环境问题的程度和严重性以及对最
佳解决办法的尝试和部署有不同的看法。此外，由于性别
角色的社会建构，男性和女性在能够采取行动或作为环
境解释和变革的推动者而受到认真对待方面往往处于不
同的地位。

性别分析要求环境调查在结构上采取新的方法。从
性别角度分析环境要求使用新的、不同的问题以突
出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同方面，并且要求采用不同的
方法工具和方法。性别分析包含了“环境”的物理和
社会方面以及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性别分析要求
在数据收集中“掀开家庭的屋顶”，揭示家庭内部资
源利用和决策的动态，这通常对理解当地环境行为
和环境结果至关重要（Seager，2014年）。

性别分析还突出了交叉性——认识到与环境的社会
关系很少由单一的社会身份塑造，而是由性别身份
和规范以及其他社会身份（如种族、性别和阶级）的
组合塑造。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环境评估指南》（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7年）反映了这些新的做法，提出了应
在规划初期就纳入环境评估的性别问题（专栏3.3）。

现有的数据和统计制度没有跟上人们对环境评估中
按性别分类分析的兴趣和需求。第五期《全球环境展
望》评估注意到缺乏并且需要按性别分类的环境数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在按性别分类的环
境分析领域，最一致的看法是这些信息对全面分析
至关重要（联合国，2015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
年）。自《全球环境展望5》评估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
进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综合了现有的数
据和分析方法。尽管如此，关于男女的不同需要、他
们对资源的不同使用以及他们在促进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不同责任的信息却很少。

在结合年龄、种族、种姓或阶级等因素进行性别交叉
分析方面，可提供支持的信息就更少了。关于性别和
环境的现有数据零零散散，分散在小型的、往往是灰
色文献来源或难以获取的学术报告中。各国之间几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2015年）



65数据和知识的现状 65

3

时间才会变得明显，所以缺乏足够的长期数据进一步
阻碍了按性别分类的环境评估。

性别数据的缺口削弱了进一步开展性别—环境分析的
势头——“没有被计算的数据就被认为并不重要”。在
缺乏数据的情况下，环境评估仍然是片面的；建立基
准、监测进展和评估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对
性别数据进行实质性改善，就不可能衡量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在包括环境在内的所有领域实现两性公
平和平等的承诺方面取得的进展。

即使是按性别分类的基于数据的简单分析，例如男女
从事无偿工作的平均时间（图3.5），也可以揭示重要
的性别动态。相对于男性，无偿工作的负担更限制妇
女从事有偿工作和充分参与公民和经济领域。图3.5
显示了男女之间无偿工作的不平衡负担。女性的许多
无偿工作时间，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国家，直接用于管
理当地的环境资源，以满足家庭用水、燃料和粮食的
需要。与此同时，无偿工作负担造成的“时间贫困”意
味着女性比男性更不可能接受与环境有关的培训，也
不可能参加与环境使用、管理和决策有关的正式程
序。

专栏3.3：性别相关问题

v 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对人与环境关系产生的影响涉及哪
些地理位置、主题领域、部门和活动？

v 是否还有其他可能需要考虑的交叉问题（例如，不同文化/
种族/阶级群体如何对地方进行使用、想象和/或关联，这些
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冲突）？

v 社会经济阶层与环境的总体差异（如《全球性别与环境展
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等报告中所示）如何适用
于正在进行评估的环境问题？

v 在进行评估的环境问题方面（如《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等
报告所载），男性、女性、男孩和女孩的行为有何不同？

v 是否已有按性别分类的数据来理解这种关系，或者是否需
要收集这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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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无偿护理工作

MENA：中东和北非；SA：南亚；ECA：东非和中非；LAC：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EAP：东亚和太平洋地区；SSA：撒哈拉以南非洲；NA：北非 

资料来源：Ferrant、Pesando和Nowacka（2014年，第2页）。

乎没有共同的标准或互补性，因此几乎不可能汇总和比较
各地区的问题。由于性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能经过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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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环境评估将包括性别分析和数据，这正在获得主流的
接受。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完全通过性别视角编制
了《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GGEO）。GGEO报告的结论是，
通过“加强对发展、收集和分析按性别分类的数据、指标和
其他信息的关注（包括在家庭内部层面）”，环境决策的有
效性将得到提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第201页）。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子目标17、18明确要求改进收
集和提供按性别分类的数据：“到2020年，加强对发展中
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建设支持，大幅度提高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民族、 
移民状态、残疾、地理位置以及其他与国情相关特点 
来分类的具有高质量、及时性和可靠性的数据提供” 

（A / RES / 70/1）。

GGEO报告提供了截至2016年可获得的最完整的按性别
分类的数据集摘要。其中包括诸如农业就业和土地所有者
等指标的若干按性别分类的农业指数（来自粮农组织）；关
于土地获取和所有权的跨国比较信息（来自粮农组织、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环境因素的按
性别分类的疾病负担数据（Prüss-Ustün等人，2017年）。

其他大规模努力正在进行之中，以收集和分析与环境有关
的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v 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确定性别和用
水优先权指标的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

v 粮农组织性别和土地权利数据库“于2010年启动，旨
在突出影响实现女性土地权利的主要政治、法律和文
化因素”（联合国粮农组织，2018年）。到2018年，粮农
组织的数据库拥有来自80多个国家的数据，粮农组织
的“法律评估工具”描述了男性和女性获得土地的复杂
情况。

改进按性别分类的环境数据前景光明，为了可持续发展目
标而收集数据的目标有望加速在系统收集按生理性别分
类的（与基于生理的活动、作用和影响具体相关的指标）以
及按社会性别（与社会角色和影响有关）分列的环境数据
方面的努力。但是，需求与供应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3.6 公平以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评估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需要本报告第1章概述的数
据、知识和综合方法。对现有数据和科学结果的客观评估
可以带来客观的政策选择。然而，知识库是否能够提供关
于人与环境互动的客观故事？这引起三个关键问题，如图
3.6所示。

谁来为数据和知识付费？为什么样的数据和知识付费？所
有数据和研究都由特定行动者——国家——来提供资金，
但也有公民社会、工业和慈善家等非国家行为者提供资
金。有明确证据表明，各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上投入
了大量资金，但在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社会科学和与公
平有关的研究上的投入却大大减少。例如，美利坚合众国
的一项资助研究表明，1970年至2015年间，与其他研究领
域相比，社会科学获得的资助非常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会，2017年）。

现有的数据和知识服务于谁的兴趣？研究问题和数据往
往为主要兴趣服务，例如由资助机构确定的兴趣。它们也
可能更整体地服务于学科兴趣，而非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McMichael、Butler和Folke，2003年）。此外，尽管需要
关于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原因和影响的数据及知识，但尚
无此类数据（Bennett等人，2017年，第11页）。对分列数
据的需求对解决公平问题至关重要，但这种数据和知识
是有限的。

谁的数据和知识重要？为什么？在国际评估中，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研究人员来自富裕的“发达”国家，而不是
非英语国家和/或发展中国家。例如，世界87%的研究人
员、92%的研究预算和94%的科学出版物来自20国集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2015年，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的大多数作者来自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
成员明显较少（Schulte-Uebbing等人，2015年）。

图3.6：数据和知识中的公平问题

健康地球

健康人类

谁为知识买单？

科学预算如何反映某些问题，学科方
法和观点的优先顺序？

其他赞助商如何影响知识结果？

知识为谁服务？

知识的付费者？

研究人员？

它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公
平问题？

谁的知识很重要？

同行评审的论文排除了其他知识体系
出版物使用英语并代表发达国家的研究
健康数据往往以男性为平均值
公众科学和大数据是否会带来新的代表性问题？

不让任何
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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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环境文献中都几乎没有关于数据政治和知识政治
的评估，这是具有挑战性的。

3.6.1 环境和经济

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理解和适当考虑到
环境—经济关系的成本和效益。最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自然资本会计指标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然对人
类的贡献”和更广泛的人类社会的价值，以及污染和垃
圾等剩余成本的价值。自然经济学或自然资本会计涉及
对这些贡献的评估、衡量、汇总和估价，以帮助决策者确
保这种价值通过定价、成本计算和管制等手段反映在生
产、消费、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中。评估经济活动对环
境影响的经济方面有助于决策者实现经济和环境问题之
间的协同作用，提高有限资源配置的效率，避免权衡（或
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将其最小化）。任何此类评估都应
考虑到，经济活动日益以全球链为特征（例如投资、贸易）
，而这种“远程联动”的作用对确定全面影响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在一个地方维持环境资源的做法可能是以牺
牲其他地方的资源或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环境经济核算
体系为分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框
架。它包括关于四个政策象限的信息，即：获得服务和资
源；管理环境资源供求；环境状况；风险和极端事件（联合
国，2014年）。

在考虑自然的益处时，一个根本问题是这些价值是否可
以与其他经济利益相比较并由其替代。当应用于自然资
本时，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分析假定生产要素具有可替代
性，称为“弱可持续性”（Solow，1974年；Hartwick，1977
年）。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自然对人类生活的贡献（例如
调节气候）不能由其他人类活动提供。这些“强可持续性”
的情况往往与环境安全界限有关，需要通过稳健的分析
来揭示。这种分析需要依靠方法的多样性，利用生态学、
经济学、社会和文化研究的见解，并认识到它们的动态
演变。

在自然资本会计和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可以使用方法
对环境效益和成本赋予货币价值，以便与其他经济活动
和成本进行比较。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只使用核算框架来
衡量环境资源和残余的存量和流量，而不包括估值。核算
框架通过按工业分类，提供关于使用环境资源（例如水和
能源）和环境残留物（例如排放物和垃圾）的信息。

对于经济估值而言，估值应始终采用能够实现权衡和满
足竞争性用途对于资源需求的方式。还应当认识到，在许
多环境情况下，由于缺乏数据或缺乏可信的科学或方法
上的一致，经济分析的范围有限。

对环境的经济分析可以面向联合国系统的更广泛目
标，以及与和平、人权、公平、安全和可持续性有关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需通过清晰简单的沟通来认识环境—
经济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并突出不确定性。

可持续性以及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政策应着重于人
均财富的趋势，以及收入和非货币利益的流动。自然资
本存量让自然对人类做出贡献，对于环境和资源关系
的正确财富核算可以避免收入和财富的混淆。

评估资源和环境利用政策的国家和全球成果需要建立
宏观模型。使用这些模型的最新结果表明，关于经济和
环境之间存在权衡关系的传统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越
来越多的“绿色经济”分析似乎表明，自然资源是可持
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从这个角度看，适当的“自然
经济学”可以成为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这种信息
需要以清晰和自信的方式传递。

3.6.2 环境和健康

我们生活的环境是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关键决定因素。
物理环境为我们提供呼吸的空气、维持生命所需的粮
食和水、提供热量和光的太阳辐射等等。这些是直接影
响，但间接影响对支持健康的生态系统也很重要，而健
康的生态系统反过来又促进粮食安全并提供其他生态
系统服务。社会环境对健康和福祉也有很强的影响，这
一点通过健康方面的社会经济梯度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广泛的疾病和健康风险行为中，社会劣势与健康状
况不良和福祉不佳有关（Friel和Marmot，2011年）。环
境退化（例如空气污染、粮食和/或水受到污染、日照不
足或过多、噪音过大、冲突和战争）对粮食和水安全、健
康和福祉产生不利影响。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探讨环境与人类健康和福祉之间的
联系，需要测量“暴露”（感兴趣的环境因素）和“结果”

（健康和/或福祉的程度）。下一步是评估暴露（如空气
污染物、冲突、绿地、噪音）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这通常需要良好的研究设计、适当的统计方法和因
果分析。影响的大小，加上对人群中暴露的流行程度的
了解，可用于提供可归因影响（即，暴露于环境风险因
素导致的健康结果的比例）（Prüss-Ustün等人，2017
年）。除了分析暴露于某些污染物之外，对环境条件、健
康和福祉的分析也可以揭示健康与环境之间的潜在关
系。例如，可以通过环境视角分析关于体重不足儿童、
营养不良和其他粮食安全指标的数据，以便更好地了
解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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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暴露可以在个人层面直接测量（通常只针对人数相
对较少的人），或在个人层面或生态层面利用常规监测
数据进行推断（例如空气和水质、太阳辐射等级，或者
建模，例如使用大气变量的组合来估计与气候变化有
关的暴露）。这些方法也可以组合使用，例如使用多个
气象站的数据来计算一个区域内不同位置的个体暴露

（Miranda等人，2016年）。对于某些环境因素而言（如
血铅水平），暴露测量要比其他环境因素（如终生暴露于
噪音污染）更为精确（Klompmaker等人，2018年），此
外，短期暴露测量要比长期暴露测量（例如终身）更加准
确。这里需要大样本（“大数据”）、创新的研究设计和数
据分析，但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嘈杂”数据集中可能存在
潜在的偏差（Ehrenstein等人，2017年）。

通过流行病学研究和行政数据库（例如医院分离数据，
现代数据联系方法可对个人层面的数据进行审查）可在
个人层面上获得数据，以评估健康结果与环境因素的负
担。然而，由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道德问题，使用行政数据
仍然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行政数据也可用于生态研究 

（例如空气污染对入院的影响）。对于某些国家的某些
健康结果，通过疾病登记处进行监测可提供全面准确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与其他数据集相关
联，从而得出个人层面的关联（Korda等人， 
2017年），或者用于生态研究，以评估疾病与环境参
数之间的关系（Adams等人，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

（GBD）研究是一组关于特种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宝
贵数据集（《2016全球疾病负担死因合作者》，2017年；

《2016全球疾病负担疾病和伤害发病率及流行合作
者》，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现在每年更新一次，力求
从所有国家收集尽可能最好的健康（通常是疾病）数据，
以便在全球、国家和某些国家的区域层面提供全面的估
计。此外，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通过发病率以及伤残调整
寿命年（DALYs）和健康调整预期寿命（HALEs）估算健
康损失（《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伤残调整寿命年及健康
调整预期寿命合作者》，2017年）。但是，通常没有关于
受影响者和地点的额外分类资料，而这是进行全面评
估所必需的。“组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基因组学、代
谢组学、暴露组学、表观基因组学等——提供了大量的
数据，可用于评估环境暴露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但是，在分离特定暴露的影响（例如“空气污染”的各种
组成部分）和准确量化可归因于暴露的影响方面仍存
在挑战：

a) 难以准确测量；
b) 具有非线性剂量反应或阈值效应；
c) 当暴露水平随着生命而变化时；
d) 对人类健康既有风险又有好处。

3.7 现有数据体系

官方统计数据、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和地球观测监测数
据往往不属于国家层面的单一数据系统，因此需要在
评估中更好地整合这些来源的数据。虽然在官方统计、
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和地球观测数据方面仍有缺口，但
这些数据源目前正用于环境评估，并且在全球范围内
比第1章提出的新兴环境评估工具发展得更好。

3.7.1 官方统计数据

官方统计和地球观测学科是独立发展的，其相互联系
的表现是零星的。这种关系得益于国家统计系统通过
以下进展提供的指导：2012年在中央框架下采用环境
经济核算体系（SEEA），2013年采用环境经济核算体
系实验性生态系统账户，以及2013年经修订的环境统
计发展框架。这三个统计框架为统计提供了更多的方
法基础；但是，仍然需要扩大统计生产，并使更多的行
动者参与环境统计的生产，包括地方层面的行动者。此
外，仍然需要就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性别
方面）提供方法上的指导。

技术变革——包括更好的卫星数据、监测站和个人电
子设备——正在改变数据领域，包括通过公众科学。数
据革命及其技术衍生品（即大数据和公众科学）释放了
测量的新可能性，潜在地破坏了科学知识测量和生产
管理的现有组织和机构关系。其中，联合国全球地理空
间信息管理专家委员会（UN- GGIM）带头对这些受技
术启发的测量的新表现做出反应。然而，实现一体化的
迫切需要可能还得要很长时间。仍然需要更好地利用
包括移动应用程序、智能设备和其他工具在内的技术，
使数据能够被大众访问，并提供使公众科学数据可被
发现的界面。

统计和数据的必要性
“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指令对按所有可能的属性（重点

包括按当地区域）生产和交付分类数据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通过这样做，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发挥了地
理空间数据和统计的重要性。地理空间统计测量方法
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基础设施，通过分析地方层面和
特定人群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改进了“不让任何人
掉队”所必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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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
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议程大胆而雄心勃勃，但不可能
同时涵盖所有内容。因此，区分轻重缓急和先后顺序的
能力对于成功地向全球议程交付测量具有战略意义。那
么，是哪些数据、哪些统计数据和哪些指标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借鉴全球发展测量工作的历史
经验，其中千年发展目标最具启发性。联合国秘书长在
其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遗憾地指出，首先，统计
信息的收集存在重大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当今世界是
一个需要实时数据的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二，这些信息
高度集中，缺乏用于指导干预措施的地点特异性；第三，
为最需要数据促进（人民和环境）发展的国家和机构分
配的资源却最少。

问题的本质已经明确，并不意味着问题引发的疑问不应
得到回答。界定问题的好处在于更清楚地确定在确定优
先次序和排序时需要做些什么。

关于指标，官方统计人员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指导
下，一直在努力确定一个指标框架，以及确定将纳入该
框架的指标的可行性。然而，该框架的设计实际上是针
对指标的数量，而不是针对确定指标的架构。该框架的
存在以及确定纳入框架的指标的能力是一个值得称道
的开端。

关于《全球环境展望》，更重要的是要注意，鉴于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的数十个目标与环境直接相关或紧密相连，
这一任务变得更加严峻，在政治上也更具挑战性。也许
这将带来不同的《全球环境展望》结果。

正如3.1节所定义的，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指标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一级指标。这说

明了一些国家开展测量的困难（包括为统计系统提供
资源）。

前联合国秘书长认识到有必要建立明确的数据和统计
协调机制。在这方面，秘书长呼吁各国认识到国家机构 

（包括国家统计机构）之间在通过原则、立法和惯例说
明，提供、鼓励和强制遵守统计标准上协调的重要性 

（专栏3.4）。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背景下衡量环境
准确评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新的数据来源
和环境评估的新工具。例如，可以将地理空间信息纳入人
口地图，以确定影响人类的区域环境问题（例如穷人住在
哪里和水质问题在哪里）。

技术获取和使用呈指数级增长的关键驱动力是技术创造
和推动共同标准的能力。通过这项创新，出现了以更低成
本和标准化形式收集数据的运动。这使得收集大量数据变
得更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技术释放了使用地理空间统
计的可能性，并提高了观察环境变化的能力。

环境数据、统计和知识是成功进行环境评估的基础。远程
技术、地球观测系统和国家统计局仍然是环境数据的主要
来源。在数据库管理、公众科学、分类社会和性别分析、大
数据、数据可视化工具、空间建模、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等领
域，新兴的知识框架和数据能力为收集和传播信息提供了
机会。总体而言，通过这些方法汇集而来的数据提高了支
持基于广泛和多学科知识的战略决策过程的能力。有效监
测环境趋势对清理环境破坏至关重要。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所需的分类和基于位置的信息被
认为是可以实现的，这符合有效监测环境趋势的要求。

然而，如果我们真像可持续发展目标所规定的那样“不让
任何人掉队”，那么信息管理系统就需要使用多种方法，包
括继承统计标准的良好传统以及利用土地信息系统的可
用性和分析潜力优化未来的统计数据。此外，新技术及其
在数据和地理空间方面的能力为公民参与科学创造了新
的途径，也增强了环境数据一体化的可能性。

专栏3.4：联合国秘书长的声明

“国家统计局应有明确的授权，领导有关国家机构之间的协调，
并成为监测的数据中心。”

潘基文，2007-2016年任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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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这些新知识平台发挥作用的挑战在于它们是否
得到了机构的支持。首先，它们能否被视为在当下和未
来能够吸引合理的资源并增进人类和地球福祉的系统？
联合国秘书长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MDG）报告认为，
各国机构有必要协调和参与监测工作（见专栏3.5）。第
二，这些数据和信息系统能够跨时空协同工作吗？也就
是说，是否能够信任它们可以帮助社会、经济和政治讨
论并经受住过渡时期的考验？第三，它们是可审计的吗？
它们经得起审查吗？第四，知识、统计和数据具有内在的
政治性，在知识话语中会给政府带来挑战。

潜在挑战
全球和环境领域的主要数据缺口限制了我们识别趋势
和管理不良结果的能力。在许多国家，关于环境的官方
统计数据很少，难以获取，分散在不同的机构中，报告也
十分零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在许多环境主
题中，数据可用性在地理上是不均衡的，农村地区和发
展中国家的数据更少。从全球到区域范围的监测系统分
散，缺乏覆盖范围，而且往往不定期更新（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2012年，第129页）。迫切需要建立定期监测机制，
遵循共同商定的国际标准（最好通过国际合作制定）。还
需要以标准化格式增加数据的共享，例如符合统计数据
和元数据电子变更标准的数据。

联合国《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表明，对全球指
标的数据需求几乎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本身一样
前所未有，这对许多国家构成挑战。跟踪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进展需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收集、处
理、分析和传播空前数量的数据和统计数据，包括来自
官方统计系统以及新的和创新的数据来源的数据和统
计数据（联合国，2016b）。

虽然知识系统往往跨越国界，但知识的创造、保管、分配
和使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与政府有关。知识不存在于
地缘政治、社会或经济真空中。这些新系统能否为政治
决策以及对环境开发与管理的认可提供信息？

3.7.2 地理空间信息

环境监测和预报系统发展迅速。然而，将来自多个系统
的信息组合起来生成统计数据和指标仍然是一项重大
挑战。全球地球观测组将地球观测定义为地面观测（现
场）以及飞机和遥感（包括卫星和其他空间任务）收集的
观测。类似地，为一个目的收集的数据集通常可以用于
多个目的。例如，农业土地覆盖有助于了解自然灾害风
险、审查人口迁移并且了解非正式住区的性质、城市基
础设施及其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关系。

通过综合各国统计机构的行政数据（包括经济数据）
以及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地球观测公开
数据政策，地球观测和环境监测正在发生改变。开放
地球观测、公众科学、社交媒体、数字平台或大数据访
问可以促进向创建数据的新模型转变，为决策提供更
具包容性、社会性和健全性的知识，从而能够更广泛
地理解和获取与政策相关的知识。

例如，第一部《人类星球地图集》（Pesaresi等人，2017
年）来自全球人类住区层（GHSL），提供了从村庄到
大城市的人类居住信息的有效信息来源。在地球观测
组织《人类星球》倡议框架内制定的、与人口和住区有
关的基线数据以及空间度量和指标，为用户提供了
监测和分析的基线数据平台。全球人类住区层资源
是公共数据支持全球、国家和地方分析人类住区（特
别是支持政策和决策的潜力）的一个例子。地球观测
的这种应用对基于证据的人类和物质暴露于环境污
染和退化的建模（通过多边环境协定监测）、《仙台减
轻灾害风险框架》所包括的灾害、《生物多样性公约》
所衡量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评估的人类对资源的获取至关重要（欧洲委员
会，2018年）。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
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其第76条所述，这是
一项用于监测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可持续性进展的
全球发展议程（专栏3.5）（A/RES/70/1）。

在联合国系统内，牵头制定监测方法的机构（包括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机构间专家工作组（IAEG-SDG）和联
合国监管机构在内）正在审查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准备
纳入地球观测和地理空间数据，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
标、其子目标和指标。地球观测组织2016年的一项分
析估计，至少有98个子目标和指标可以受益于和使
用地球观测数据（联合国，2016c）。地球观测全球共
同体充分参与并随时准备为所有联合国成员（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域和具体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
专门知识。

专栏3.5：《2030年议程》第76条

“我们将以透明的方式和负责任的态度扩大公私合作，利用地球
观测和地理空间信息等大量数据，同时保证国家在提供支持和追
踪进展方面的所有权。”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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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安全。与环境和资源相关的货币价值和非货币价值
以及反映自然经济学的模型只能通过来自统计调查和
其他新数据源（比如大数据）的及时可靠的数据和信息
来生成。

环境与健康
物理和社会环境的结合对人类健康和福祉有直接和间
接的强烈影响。因此，测量“暴露”和“结果”之间的联系、
评估因果关系以及对人群的接触需要强大的统计基础
和大样本（即大数据）。流行病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包括数
据保护、可靠性和使用行政数据库时的差异。最近的发
展包括使用大数据来评估长期环境暴露。有必要探索利
用其他信息来源和利用新形式的数据和知识（即公众科
学和传统知识）来验证人类活动和诸如气候变化等自然
干扰对健康的长期影响。

3.8.1 优化数据，建设美好地球，打造幸福生活

《联合国2030年议程》是评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
全球框架，重点是通过国家参与和伙伴关系建设更健康
的地球、打造更美好的生活。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
展需要在数据收集、分析和传播方面做出改变，包括使
用环境统计、地理空间数据、地球观测和新的数据来源 

（即公众科学、大数据，传统知识）。

为实现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必须对数据
和知识系统采取一种新的创新方法，同时以基于证据
的信息收集为重点。然而，在2016-2030年期间监测整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预计将花费高达0.25万亿美元

（Jerven，2014年）。因此，除了改进数据系统之外，还
需要设置优先事项以收集目标数据并提高效率。

环境变化难以衡量，而环境变化的影响更是难以衡量，
特别是在确定原因方面。从只注重物理方面到包括社会
取向、经济价值和对健康和福利影响的转变是至关重要
的，但即使对于是完善的统计系统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3.8 结论

性别与社会环境的交叉性
由于接触的环境问题和风险不同导致男女观点不同，从而
反映出对他们对于发展和可持续性机会的不同反应和理
解。环境是由社会身份和规范混合形成的，因此需要改进
收集和加强对按性别、年龄、种族和国家情况等其他特点
的高质量和及时分解数据的分析，以便建立一个全面的基
线，并进行监测和评价。这些数据还应在空间上进行分解，
并对获取地区变量具有地理上的敏感性。

公平及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收集、分类和分析最脆弱社区的数据仍然是一项挑战。
在这方面开展更多工作将更好地获知不平等问题（联合
国，2012年，第12页）。工业界一般资助有助于改善工业过
程和提高股值的研究，而慈善家的资助可能涉及包括公平
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提升关于如何“克服政治和社会
参与障碍，获取服务和积极的政策以及持续的社会交流，
以影响使歧视和排斥得以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范”的数据和
知识十分重要（联合国，2012年，第9页）。此外，就区域集
中度而言，研究在地理上集中在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
它们总共占全球研究和发展支出的63%，大部分由商业
部门资助（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16年，第41-46页）。企
业对研究的资助已经超过了政府主导的资助，这使得天平
向更多的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倾斜（美国国家科学委员
会，2016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在从研究中获益，
以及研究是否带来了更大的好处。

环境与经济
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包括全面评价自然对人类生活的贡
献；核算全球经济活动、投资和贸易对人和环境的影响；
以及影响公平和市场运作的综合体制问题。只有通过对
生态、社会和文化因素及它们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稳健
分析，才能揭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结果。价值评估将货币
价值归因于环境效益和成本以及权衡和竞争。对环境的
经济分析应面向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和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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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去10年里。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超过气温上升，影响到
水资源、生态系统、能源需求和生产、运输等领域。气候
模式的变化、极端事件（如热浪和干旱）和环境破坏 

（如作物歉收）对人类健康和福祉以及生计造成更大的
风险，在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中尤为如此。{4.3.1}

目前的观测和气候模型实验表明，极地表面温度的上升
超过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的两倍（充分证实）。这种扩大
的变暖对极地气候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产生了连带效
应：北极的海冰正在消退；永久冻土层解冻；积雪面积减
少；冰盖衰减；冰盖、冰架和高山冰川的质量继续下降，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海平面上升。{4.3.2}

现代社会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化学物质最密集的时代，
新化学品的生产速度大大超过充分评估其对人类健康
和生态系统的潜在不利影响的能力（充分证实）。由于某
些目前使用的化学品（包括产品中的化学品）以复杂的
混合物形式存在于环境中（即使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
它们的综合作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完整性造成的
危险目前了解甚少，需要进一步评价。在影响和使用更
安全的替代品来替代全球关注的化学品使用方面，需要
有法规、评估和监测以及工业和消费者的责任。可持续
和绿色化学的目标是实现化学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
可持续设计、生产、使用和处置，同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
的三个维度。{4.3.3}

在自然环境中处置和排放废弃物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充分证实）。全球关注的问题包括：海
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垃圾）在世界海洋中的分布和影响
日益增加；约三分之一供人类食用的食物的损失和浪
费；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贩运废弃物的增加。虽
然发达国家已过渡到减少废弃物产生和提高资源效率
的阶段，但发展中国家却正在努力应付基本的废弃物管
理挑战，包括无节制的倾倒、露天焚烧和不能充分获得
废弃物处置服务。{4.3.4}

尽管循环经济、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法具有很大的资
源效率潜力，但资源的使用以及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对环
境的影响正在增加（充分证实）。2000年以来，全球资源
使用速度加快，2017年达到900亿吨；高收入国家消耗
的资源是低收入国家的十倍；资源效率一直停滞不前，
资源使用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在以与资源使用相称的速
度增长；在短期内，资源效率有许多具有经济吸引力的
机会；从中长期来看，资源效率与以往相比创造了更好
的经济效益；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资源效率具有相当
大的共同利益。{4.4.1}

环境污染仍然是损害地球健康（充分证实）、人类健康
（充分证实）、公平（充分证实）和经济可持续性（不完

全证实）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这些风险具有系统性
且范围广泛，包括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野生动物破坏、系统性变化等重大问题。如果“地球
健康，人类健康”成为我们理解真正进步的核心，可持
续发展就有可能实现。解决方案既需要以证据为基础
又要有系统性，应对污染源，以共同利益为目标，并检
查意外后果。{4.2.1}

由于多重和相互作用的驱动因素的复合效应，受缓慢
和突发环境灾害影响的人数正在增加（充分证实）。这
些驱动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贫困和社会不
平等、人口变化和定居模式、城市地区人口密度的增
加、毫无规划的城市化进程、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利
用、薄弱的体制安排和不考虑灾害风险的政策。灾害会
破坏人类的安全和福祉，造成生态系统、财产、基础设
施、生计、经济和具有文化意义的地方遭受损失和破
坏，同时每年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4.2.2}

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是可持续性的倍增器（充分
证实）。确保环境评估、资源管理和环境决策中的男女
平等代表权能确保综合各种环境相关的经验和知识体
系，加强生态系统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
此，增加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有助于实现环境方
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4.2.3}

世界各地在所有教育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ESD）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充分证实）。然而，仍然需要扩大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规模，以便将其作为全球教育系统
结构的核心要素。如此一来，教育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需要制定政策，消除阻碍接受教育
的经济和性别障碍。{4.2.4}

城市足迹具有跨界影响（充分证实）。当代城市化的等
级、规模和范围已大到影响全球资源流动和行星周期。
与此同时，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前景不仅是一项挑
战，更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机会，有可能减少人均和单位
生产的环境影响。{4.2.5}

气候变化是影响自然（充分证实）和人类系统（不完全
证实）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可持续发展目标13）。当前
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是明确的。自1850年至1879年以
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约1.0℃；如果目前的温
室气体排放速度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则全球变暖将
超过1.5℃。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中有8年发生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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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能效的提高，过去10年里全球向低碳能源的转型一
直在加速，但仍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2℃目标（充分
证实），因此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与
此同时，让数十亿贫困人口用上电和其他现代能源服务仍
然是一个挑战。{4.4.2}

粮食系统对全球生态系统和气候的压力越来越大（充分证
实）。农业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人类活动，也是淡水的主要使

用者。粮食生产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是空气、
淡水和海水的主要污染源，是造成土壤退化的主要因素，
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不
仅增加了这些压力，而且带来了新的粮食安全挑战，导
致营养不良（包括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足）。气候变化、自
然资源限制和人口趋势表明，为所有人生产和分配有营
养及可持续的食物的挑战继续升级，需要在粮食生产和
消费方面做出重大改变。{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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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引言 

随着对健康地球和健康人类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解
变得更加成熟，贯穿系统和社会的复杂问题日益重要。
除了空气、生物多样性、海洋、陆地和淡水这些传统《全
球环境展望》主题之外，《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还涉及到值
得进一步研究的跨领域问题。通过使用系统方法，这些
跨领域问题为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全球环境展望6》的主
题以及了解整个地球和人类系统的互连网络提供了切
入点。这些跨领域问题根据共同特征进行分组；将健康、
环境灾害、性别、教育和城市化划分为“人类和生计”；气
候变化、极地和山区、化学物质、废弃物和废水被归为 

“变化的环境”；资源利用、能源和粮食系统被视为“资
源和材料”。虽然每个问题都为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
的主题提供了有用的切入点，但重要的是讨论每个问题
的环境状况和政策背景。

由于我们传统上基于问题的环境评估方法存在缺陷，限
制了我们考虑真正变革性途径的能力，因此，跨领域和
更加综合的方法至关重要，最终必须取代基于单一问题
分析的方法。因此，本章在《全球环境展望》评估过程中
通过分析选定的跨领域问题，提出了的一种新方法。这
些问题说明了迫切需要采取更加综合和更具变革性的
政策对策，。考虑到《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的全球规模，
本章只能讨论各种可能的组合中几个跨领域问题、线索
和影响。本次评估所选择的跨领域问题之所以被选中，
是因为它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密切相关，而且
这些不同问题的范围和影响因时间、规模和区域而有很
大差异。

鉴于这些跨领域问题之间存在明显的交叉点，在采用 
“健康地球，健康人类”的视角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本章论述了环境的健康，各种污染对人类健康的造成的
后果，气候变化的影响，环境灾害和不可持续的自然资
源消耗，以及迅速和剧烈变化对生活、生计和环境的长
期健康效应，这些都需要更广泛的关注。

解决这些跨领域问题的政策问题集中于四个特定的人
类和经济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实现向支持健康人类的健
康地球的必要转变。来自所有12个问题团队的贡献，包
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至少50名问题专家的见解，发展成为
关于适应气候变化、可持续食品、清洁能源系统和更循
环经济的系统研究。本报告第17章（B部分）介绍了这些
协作努力的结果。.

4.2 人类与生计

4.2.1 健康

公共卫生界有两种长期建立的方法来反映健康地球和健
康人类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络，这是《全球环境展望6》的核
心。一种方法是将人类健康定义为“一种完全的身体、精
神和社会福祉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世界
卫生组织，1948年），然后使用“福祉”（Glatzer等人，2015
年；Maggino，2015年）和“健康”一起涵盖心理、情感和社
会层面。第二种方法侧重于健康的决定因素：它认识到人
类健康是由自然、社会和人工环境中的多种因素所调节
的，包括我们的公平感和安全感以及公平获得环境资源和
人类与自然的接触（世界卫生组织，2008年）。因此，尽管
人类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的直接焦点，但这种
复杂性直接和间接地将健康和福祉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例如第20.3.1节）以及整个《全球环境展望6》的
问题（包括专题章节和其他跨领域主题）联系起来。

Buse等人（2018年）确定了自20世纪末以来发展起来的
展示和处理这种复杂性的6个框架：健康的政治生态、环
境公正、生态健康、单一健康、生态公共健康和星球健康。
这些框架代表着向对人类健康和福祉与自然环境之间隐
含、复杂和系统联系更深入理解的转变。它们建立在“职
业和环境健康”的更古老传统（从19世纪中叶开始）基础
上。这比最近的框架在两个方面要窄（例如，Ayres等人编
辑，2010年）。首先，健康往往被解释为死亡和疾病的风险

（称为死亡率和发病率），而不是更全面的健康和福祉。第
二，它侧重于物理、化学和生物领域，而不是社会层面和健
康的决定因素。

在这一传统但狭窄的污染和疾病框架内，本报告列举了许
多环境变化是如何危害健康的例子，包括空气、水和土地
污染；热浪、洪水和其他极端天气；有毒化学物质；病原体；
紫外线和其他辐射；沙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地冰的
融化；以及珊瑚礁的破坏。总的来说，“自然系统正退化到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Whitmee等人，2015年，第
1974页），已经严重损害人类健康。例如，《柳叶刀》污染与
健康委员会（Landrigan等人，2017年）估计，2015年由环
境污染引起的疾病导致900万人过早死亡。最大的影响来
自于户外和室内空气污染，2015年这两种污染共造成640
万人死亡（Cohen等人，2017年）。更普遍地说，全球非传
染性疾病的发病率正在上升，并将继续受到与污染、饮食
和身体（体内）活动有关的环境状况的影响。然而，人类的
健康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健康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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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Prüss-Ustün等人（2016年）估计，2012年可改变
的环境健康风险导致全球1260万人死亡，占所有死亡人
数的23%（13-34%，95%置信区间）。这些影响是巨大的，
但它们表明，即使在不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相关健康决定
因素的情况下实现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地球是可取且可行
的，它仍然会使人类远远达不到“健康人类”的目标 

（另见第20.3.1节）。

环境压力及其对健康和福祉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它们特别
针对已经容易受到伤害或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如年轻
人和老年人、女性、穷人、慢性病患者、原住民和种族主义
目标人群（Solomon等人，2016年；兰德里根等人，2017
年，第27-31页）。例如，不安全的食品和水可能导致腹泻病

（Mills和Cumming，2016年），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
亚5岁以下儿童受影响最大（Walker等人，2013年；Prüss-
Ustün等人，201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3指出，每5例五
岁以下儿童死亡有4例发生在这些地区。）

新的挑战（可能会通过相关健全的科学研究加以应对）包
括病原体对抗生素（抗菌素耐药性）耐药性的增长，这些
抗生素已经并正在农业和水产养殖中大量使用（Finley
等人，2013年；Wallinga、Rayner和Lang，2015年）；大量
的工业化学品（虽然不是所有都被广泛使用）对我们有
意义地测试它们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包括对后代）潜在
影响的能力构成挑战（美国人类遗传学学会等人，2011
年；Sharma等人，2014年；Landrigan等人，2017年）；多
次暴露的累积效应（社会和环境），包括化学混合物的影
响（Solomon等人，2016年）；源自鸟类和动物感染的出
现和再次出现（Ostfeld，2009年；Lindahl和Grace，2015
年；Hassell等人，2017年）；工作和休闲新技术造成更严
重的身体活动不足；以及其他一些对人类健康影响目前尚
不清楚的挑战（例如鱼类和海洋生物资源中存在微塑料）。

解决自然系统退化问题（包括从源头管理环境污染）应
考虑地球和健康之间的复杂交互（Whitmee等人，2015
年），将环境—健康视为一个寻求共同利益的复杂系统

（Haines，2017年），并在可行的情况下避免权衡或输
赢的情况或意外的不利后果（von Schneidemesser等
人，2015年）。现在有许多健康共生效益的例子，尤其是
温室气体减排的例子（Chang等人，2017年；Quam等
人，2017年；Deng等人，2018年）。例如，向清洁能源的转
变改善了空气质量，减缓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大地有益
于健康和福祉（Smith等人，2014a；Haines，2017年；另
见第4.2.1节）。积极的旅行，如散步和骑自行车，可为健
康和福祉带来多种好处（Saunders等人，2013年；Smith
等人，2014a）；然而，好处会随着（例如）气候和污染水
平而变化。在高消费量的地方减少人均红肉（特别是加
工肉）摄入量，将改善人类健康（McMichael等人，2007
年；Wolk，2017年），同时降低生物多样性和包括甲烷在
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人们认识到获得安全和生物

多样的自然环境、绿色和蓝色空间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
益处（Coutts和Hahn，2015年；Wolf和Robbins，2015
年；Wall、Derham和O’Mahony编辑，2016年；Grellier等
人，2017年）。

在决定健康的部门计划（例如农业、水、灾害管理、城市设
计）中严格纳入和综合人类健康考虑，可以支持应对人类
健康影响的对策，重点在于预防活动。减少环境风险的举
措着眼于各部门的利益，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入万策”
的呼吁（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以及为综合环境和健康
评估的工具开发（Fehr等人，2016年）。卫生部门必须迅速
加强阐明有关人类健康信息的方式，并强调大多数环境压
力最终都将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

或许需要进行更根本的变革，例如“重新定义繁荣，将重点
放在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所有人的健康状况上，同时尊重
自然系统的完整性”（Whitmee等人，2015年）。这一观点
与意图将《全球环境展望6》目标（即健康地球和健康人类）
作为我们理解真正进步的核心产生共鸣。

4.2.2 环境灾难

当灾害破坏人类社区时，它们就变成了灾难。因此，这些灾
难的后果与灾害本身的存在一样，也是人们生活在何处
和如何生活的一部分（Sun，2016年，第30页）。这包括对
气候的人为影响，但也包括由人类活动直接造成的灾难，
如石油泄漏、核电站或其他危险设施的事故，甚至是由水
力压裂和大坝建设引发的地震（Legere，2016年）。突发性
灾难，如地震、海啸、滑坡、山洪暴发和严重风暴，与干旱、
沙漠化、海平面上升和海岸侵蚀等缓慢发生的灾难不同。
缓慢发生的灾难占全球灾难的90%，威胁增长、发展和生
计（Lucard、Jaquemet和Carpentier，2011年）。发展与
灾难风险密切相关；关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发展途径的决
策决定了脆弱性和暴露于一系列环境危害的模式。反过
来，灾难会使发展成果倒退数年甚至数十年，从而造成巨
大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从长期或短期来看，这些决策及其
管理可以成为移居和流离失所的驱动力（英国政府科学
办公室，2011年）。它们也会影响和平与安全（Schilling等
人，2017年）。

环境灾难正在影响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并对社会和经济造
成越来越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最贫穷的社区和国家。2005
年至2015年间，环境灾难对30多亿人造成影响（灾害流行
病学研究中心，2017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和
水文气象灾害的频率和程度增加，如热带气旋、火灾和洪
水。然而，社会和经济进程使更多人、基础设施和经济活动
处于危险之中，从而增加了对灾害的暴露，大大增加了灾
难风险。例如，从农村干旱地区向人口拥挤、规划不良的洪
涝易发区沿海特大城市迁移，可能增加城市地区的死亡
率、流离失所率、健康和灾难风险。



做好准备8080 做好准备

4

资料来源：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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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过去十年中灾难对经济和人类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灾难是由若干相互作用的灾害事件综
合作用造成的。2011年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灾难就是
这样一个例子：一系列连锁事件相继发生，包括地震、
海啸和核电站事故，总共造成15893人死亡。这场灾难
迫使35万多人长期流离失所（即流离失所一年以上），
并造成估计210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灾难也对一些最
脆弱的人口带来不成比例的影响；在日本东北部的灾
难中，54%的遇难者是妇女和女孩，56%的遇难者年龄
在65岁以上（Leoni，2012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
历史上最昂贵的环境灾难（Ranghiere和Ishiwatari编
辑，2014年，第2页、269页、284页）。

灾难的后果是深远和持久的。仅2016年一年，118个
国家就有2420万人因突发灾难成为新的国内流离失
所者（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7年，第10页）。他
们的人数是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的三倍

（IDMC，2017年）。例如，菲律宾的降水冲击、干旱、洪
水和风暴与冲突的显著加剧相对应（Eastin，2016年，
第12页）。2015年，109个国家政府批准了《南森倡议》
的保护议程，该议程是促进保护因灾难而流离失所者
权利的关键工具。2016年成立的“灾难流离失所平台”

负责监督落实2012年至2015年《南森倡议》的议程
和后续工作（灾难流离失所，2017年）。在许多情况
下，流离失所的驱动因素很难与其他不稳定因素区
分开来。非洲联盟的《坎帕拉公约》是一项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保护文书，保护那些因冲突、暴力和践踏人
权以及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这是认识到这些相互
作用的重要一步（非洲联盟，2009年）。

从过去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从灾难应对文化转向
防灾、备灾和恢复力文化是当务之急。虽然许多国
家在灾难发生后制定了诸如灾难应对和恢复战略
等举措，但将预防、减轻和备灾作为全面减少灾难
风险战略一部分的国家仍然相当少（Ranghiere和
Ishiwatari编辑，2014年，第xv页）。《2015-2030年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联合国减灾办公室，2015
年）为进一步改善减灾工作提供了新机遇。通过动员
和确定投资的优先次序、加强政策和体制一致性、促
进创新和技术发展、加强协同合作、将减少仙台减轻
灾害风险框架风险纳入发展和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的
主流可以实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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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性别

性别方法通过社会关系及其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中的反
映来重新定义环境状况，而不是主要以其物理或生态形式
来定义环境状况。性别分析表明，虽然系统的环境问题通
常表现在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中，但环境状况只能通过审
查社会、文化及经济制度和安排来解释。这些结构是“性
别化的”：它们由社会构建的角色和男女之间的关系塑造。
例如，在《2010-2011年粮食及农业现状》中，关于“粮食系
统”的第4.3.3段强调了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2011年）。

图4.2显示，妇女和女童在收集水方面的责任远远大于
男子和男童（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

【UN，2015年；Sagrario和Willoughby，2016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6a；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

由于忽视了妇女的贡献，对环境相关部门的经济价值
评估往往严重失真（另见第4.1.3节）。例如，妇女在渔业
中的经济工作仍被低估，一部分是因为渔业往往只被
定义为使用专门设备在海上捕鱼，而这种捕鱼方式是
高度男性化的（Harper等人，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Harper等人，2017年）。女性在渔业部门的任
务主要集中在沿海捕鱼、鱼类加工和贸易，而且往往被忽视

（Lambeth等人，2014年）。在本出版物中，还列举了性别
与环境关系的一些其他例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和环境的学术和实践领域一
直在发展，现已成为一个庞大而强劲的分析和评估领域

（Skinner，2011年；Aguilar、Granat和Owren，2015年）。
这一领域的早期方向集中于确定环境变化的性别差异影
响（Dankelman和Davidson，1988年）。现如今，一个新兴
的焦点是研究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如何也被性别化，如何
根植于社会构建的男性和女性规范，包括我们的经济、科
学和技术（Harcourt和Nelson编辑，2015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6a）。揭示环境动态的性别维度阐明了环境状
况和趋势的新方面，并指出了可持续的转型途径和政策解
决方案。《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阐述了性别在大多数环境
领域的重要性，首次对性别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全
球评估，并为《全球环境展望6》的性别分析提供了渠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将性别视角应用于环境评
估，还可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利用和管理中其他社会维度和
交叉点的相关性，如按阶级、种族或民族、种姓和年龄进行
区分（Harris，2011年）。

最近研究认识到男性和女性在收集林产品方面的不同
作用及其相关的不同知识体系（Sunderland等人，2014
年；Chiwona-Karltun等人，2017年）。社区森林管理研
究的证据表明，妇女参与环境评估和资源管理可以加强
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Agarwal，2010
年；Agarwal，2015年）。

其他证据表明，当妇女在环境决策中享有平等发言权
时，公共资源更有可能被用于人类发展优先事项和投资

（Chattopadhyay和Duflo，2004年；联合国妇女署，2014
年）。妇女更容易的获得和控制生产性农业资源有助于
创造粮食安全和可持续生计（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
联合国妇女署，2014年）。使用性别预算编制是促进两
性平等筹资的另一个重要办法。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表
明，如果不加强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可持续发展
不会推进，环境政策和倡议也不会奏效（联合国，2015a）
。环境可持续性和公正对可持续发展目标5（实现性别
平等和赋予所有妇女和女童权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1、4、8和10的性别目标做出重大贡献（Agarwal，201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2013年；Agarwal，2015年；
联合国，2015b；Dankelman，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虽然在所有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都可以默
认性别平等，但在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几乎没
有明确的性别目标和指标。

将性别观点纳入环境框架并不是简单地将“妇女”加入
环境分析的问题。通过性别视角来看待环境给环境评
估提出了新的、不同的问题，强调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同
层面，需要两性平等的方法论工具和方法，以及按性别
分类的数据（Patt、Dazé和Suarez，2009年；Doss，2014
年；Seager，2014年；Bradshaw和Fordham，2015年； 
Harcourt和Nelson编辑，2015年；Jerneck，2018年）。鉴
于环境的困难状况、环境变化驱动因素的持续存在以及社

男童 女童 妇女 妇女

��.�%

��.�%

�.�%

�.�%

图4.2：61个国家中收集水责任的百分比分布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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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面临的社会和生态后果的严重性，性别一体化办
法是实施更有效、更具变革性环境政策和干预措施的
先决条件。

4.2.4 教育

可持续发展教育（ESD）是教育的一个关键领域，它可
以实现性别平等、发展更健康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创造更和平的社会。然而，这需要人人享有教育机会和
高质量的教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2017a）。尽管为全世界所有儿童提供受教
育的机会做出了一切努力，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接受
教育。“2015年，全球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年）。“2015年，有2.64亿
中小学生和青少年失学：6100万小学学龄儿童（占年
龄组的9%），6200万初中适龄青少年（16%），1.41亿
高中适龄青年（3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a，第
118页）。此外，性别平等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虽然
在教育参与方面存在性别平等，但全球平均水平掩盖
了国家之间的差距：只有66%的小学教育、45%的初
中教育和25%的高中教育实现了性别平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17a，第182页）。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教
育的一个关键领域，其目的是使个人能够为促进可持
续发展作出贡献。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解放理念并不是
促进特定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工具性方法），而是特别
注重对专家意见的批判性反思，测试可持续发展的可
能性，探索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权衡（Wals，2015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Rieckmann，2018年）。它旨
在使个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为可持续社会的创建做
出贡献，并让他们为颠覆性思维和共同创造新知识做
好准备（Lotz-Sisitka等人，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2017b），也是为了探索和利用传统及本土知识。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在学习者中发展
跨领域的可持续性能力（Wiek、Withycombe和
Redman，2011年；Rieckmann，2018年），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它不仅仅教授所有人关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什么的知识，也传授他们为建
设更可持续的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从而让所有人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2017b)。

解放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方法指出学习者应具备哪
些关键能力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公民”（Wals和
Lenglet，2016年），概述了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各种
关键能力（例如Wiek、Withycombe和Redman，2011
年；Rieckmann，2012年；Glasser和Hirsh，2016
年；Wiek等人，2016年）——描述个人需要做些什么才
能将自己的个人生活方式转变为更可持续的生活方
式，并为社会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做出贡献。在国际可持
续发展教育讨论中，人们一致认为，以下关键能力对于

思考和行动支持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2017b；Rieckmann，2018年）：

v 系统思考能力
v 预期能力
v 规范能力
v 战略能力
v 合作能力
v 批判思考能力
v 自我意识能力
v 综合问题解决能力

然而，虽然这些能力描述了行为的能力或倾向，但它们并
不一定意味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以特定方式行事。以可持
续性为导向的表现取决于知识和技能、价值观和激励驱动
因素以及机会的相互作用（Biberhofer等人，2018年）。这
些维度的相互关系影响个人行为（图4.3）。

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其他跨领域问题直接关联。例如，它使
人们能：

v “支持受气候变化威胁的人民”，以及“促进保护气候
的公共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第36页）；

v “在他们国家发展可靠、可持续的能源生产、供应和使
用愿景”，并“应用和评估措施，以提高个人领域的能源
效率和充分性，并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当地能源结构中
的份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第24页）；

v “传达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实践的需要，并挑战文化和
社会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第34页）；

资料来源：Rieckman（2018年

图4.3：可持续性公民的主要能力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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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反思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以及“规划、
实施、支持和评估性别平等战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2017b，第20页）。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教与学的核心，不应被视为对现有课程
的补充。“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主流需要将可持续性主
题纳入课程，也需要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预期学习成果”（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第49页）。由于可持续性能力无
法教授或传达，只能由学习者自己开发，因此需要一种以
行动为导向的变革性教学法（Mindt和Rieckmann，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Rieckmann，2018年）。除
正规教育课程外，还应通过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来促
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社区参与和地方学习也可以发挥重要
作用，特别是将传统知识和本地知识纳入学习过程。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2005-2014）（DESD）期
间，世界各地在所有教育部门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McKeown，2015年；Watson，2015
年）。对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的监测和评价显示出许多将
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课程的好例子。对官方课程文件的
审查表明，“许多国家现在把可持续性和/或环境主题作为
教育的总体目标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第30
页）。在制定中小学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方面取得了
很大进展。“将近40%的会员国指出，它们在可持续发展十
年教育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将可持续发展教育纳入正
式课程，另有五分之一的会员国认为具体的学校项目是它
们对可持续发展教育做出的最重要贡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2014年，第82页）。在高等教育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教
育也取得了良好进展（Karatzoglou，2013年；Lozano等
人，2015年）。欧洲尤其如此，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
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一体化有着更强烈的兴趣

（Lozano等人，2015年；Barth和Rieckmann，2016年）。

然而，为了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结构的核
心要素，仍然需要对可持续发展教育进行升级（Singer-
Brodowski等人，2018年）。2014年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
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上发
起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有五个优先领域：

1. 推进政策；
2. 改变学习和培训环境；
3. 建设教育工作者和培训者的能力；
4. 赋权及动员青年；以及
5. 加快地方层面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该计划致力于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十年教育的基
础上扩大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规模（Hopkins，2015
年；Mickelsson、Kronlid和Lotz-Sisitka，2018年）。在这
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将可持续发展教育更多地纳入（职前
和在职）教师教育。“为教师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所作的准
备工作尚未取得足够进展。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重新定

位教师教育，使其在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接近可持续发展教
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第51页）。为了实现教师
教育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转变，有必要在国家、地区和地
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大学和其他参与教师教育的教育机
构之间建立战略机构联盟。扩大可持续发展教育面临的进
一步挑战包括：

v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政策、战略和计划；
v 将可持续发展教育融入课程和书本；
v 在课堂和其他学习环境中提供可持续发展教育；
v 以及改变评估可持续发展教育学习成果和可持续发展

教育计划质量的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b）。

为了使所有学习者都能从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受益并发展
可持续性能力，需要制定政策，消除获得教育机会面临的
经济和性别障碍。

4.2.5 城市化

如第2.3节所述，城市化是塑造全球经济、环境、地球和人
类福祉的主要驱动因素。世界上大约54%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地区，这些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占世界总
GDP的80%以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1年；联合
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6a）。到2050年，约有67亿人——
约占世界97亿人口总数的66%——将居住在城市，在大约
40年的短时间内城市人口将增加31亿（联合国，2018年）。
虽然世界各个区域（极地区域除外）将继续城市化，但未来
城市人口增长的90%预计将发生在非洲和亚洲（联合国人
类住区规划署，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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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网络，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它们
的行政边界（Wiggington等人，2016年）。例如，尽管直
接占据的世界陆地面积只有3%，但城市能源供应占世
界能源相关碳排放的70%以上（Seto等人，2014年）。城
市的直接供水给全球42%的流域带来压力（McDonald
等人，2014年）。此外，提供给城市的食物中所含的水
超过城市地区直接需水量的十倍以上（Ramaswami等
人，2017年）。

城市足迹代表了城市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有界和跨界
影响，对于描述不同城市活动的后果（例如家庭消费、生
产和整个社区的基础设施供应）以及为实现可持续的未
来绘制道路方面至关重要。在一些地区，城市地区正在
去密度化：城市人口在增长但人口密度在下降，这导致
城市土地扩张，在生态敏感地区这可能导致栖息地破碎
化，并导致大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丧失（Seto、Guneralp
和Hutyra，2012年）。

城市还面临着管理和技术变革的机遇。2050年容纳城
市人口所需的城市面积约有60%尚未建成（《生物多样
性公约》秘书处（SCBD），2012年）。一旦建成，它将持续
至少40年。城市结构的基础（如街道网络、街区）“可以
长期影响和锁定能源需求”（Seto等人，2016年）。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现有城市正在修复或替换老化
的基础设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即将进行
几项基础设施革新，以增进公平、资源效率和环境可持
续性。这些创新包括共享流动的新战略、原地贫民窟恢
复，城市水管理的“同一水体（One-Water）”方法，基于
通过循环经济进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城市—工业共
生，用于公共交通和私人旅行的电动和自主车辆，以及
实现脱碳和弹性电网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世界各地的
城市都在试验涉及技术、人类行为、融资和新型治理安
排的基础设施。这为建设包容性和可持续基础设施提供
了历史性机遇和必要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a）。
成功的城市化依赖于人力和基础设施资产。

城市地区通过生育率和迁徙继续驱动经济增长，城市人
口和规模也将继续扩大。这可能导致城市的影响提升，
但每生产单位和人均的影响可能降低。正如本报告第
2.3节所述，迫切需要理解和解决一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如本报告B部分所强调的，这既关乎治理又关乎技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

资料来源；阐述依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4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2016a；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6b；联合国，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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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世界城市化趋势

城市是创新的中心。从历史上看，随着GDP与城
市人口数量的线性增长，城市经历了规模经济

（Bettencourt，2013年）。通过接近和活动强度实
现创新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吸引移民进入城市的特
征之一（国际移民组织，2015年），并且这将导致到
2050年城市人口的扩张（图4.4）。然而，城市的财富
并没有在全球平均分配，600个城市的GDP就占了全
球GDP的62%以上（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1
年）。

城市内部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预计2050年将有20
亿至30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5%至50%）居住在非正
式定居点，这一数据实在惊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2014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2016a；联合国
人类住区规划署，2016b）。城市化与较低的生育率、
较长的预期寿命、更好地获得基本物质基础设施和
诸如教育和保健等社会福利有关。然而，不平等、犯
罪和社会排斥正成为许多城市地区的特点，由于许
多移徙者来自农村，这些地区的生活条件正在恶化 

（联合国，2014年）。

城市在社会包容和改善基本物质服务供应方面面临
巨大挑战。能源、水、建筑、交通和通讯、食品、公共空
间和废弃物管理成为塑造城市对人类，环境和地球
的影响的关键因素。

当代城市化的等级、规模和范围现已大到影响到全
球资源流动和地球周期。城市化正在影响整个地球，
而不仅仅是被定义为城市的地区。通过贸易、移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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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断变化的环境

4.3.1 气候变化

如第2.7节所述，气候变化是由于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
森林砍伐）和温室气体（GHG）排放导致的大气成分变化
所致，例如通过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农业及
其他来源释放的甲烷，以及气溶胶颗粒的排放（Vaughan
等人，2013年）。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是明确的

（Vaughan等人，2013年）。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有8年发生在过去10年（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2018年）。2016年是仪器观测史上最
热的一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2017年），2017
年是没有厄尔尼诺影响最热的一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2018）。因此，全球变暖已达到比工业化前水
平高约1.0±0.2℃（图4.5，Haustein等人，2017年；Yin等
人，2017年）。 

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如果持续下去，将导致目前全球
气温上升的速度（每10年上升约0.2℃）继续下去 

（如Haustein等人，2017年），到本世纪40年代将超过 
《巴黎协定》设定的1.5℃的目标（Leach等人，2018 

年）。虽然不是不可能实现，但将升温限制在1.5℃的目
标需要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带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减
少，并加速向碳中和过渡（Schellnhuber、Rahmstorf和
Winkelmann，2016年），这需要平衡剩余的人为源二氧
化碳排放和人为源二氧化碳去除。

气候变化通过改变降水模式和季节来改变水循环。总的
来说，干旱地区正在变得更加干旱，而潮湿地区正在变得
更加潮湿（Trenberth，201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2014年；Feng和Zhang，2015年），但也有很多例外。
此外，温暖空气的储水能力增加，导致更极端的暴雨袭击
频率降低（Trenberth，2011年）。较高的温度增加了蒸发
蒸腾速率，并将降水从降雪转为降雨。较温暖的大气也控
制冰川的增长、融化和排放（Bliss、Hock和Radic，2014
年）。这些水文变化决定了河流的流量以及早春洪水和
夏季干旱的风险（Seneviratne等人，2012年；Cook等
人，2014年；Kundzewicz等人，2014年）。流量模式的变
化改变了水的可用性，同时，更高的温度增加了农业、工
业和家庭用户的需求和竞争（Hanjra和Qureshi，2010
年；Jiménez-Cisneros等人，2014年）。

海洋在气候调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55年以来，
海洋储存了地球系统吸收的93%的额外热量。在此期间，
陆地吸收了3%的热量，冰又吸收了3%，大气只吸收了1%

（IPCC，2013年；Levitus等人，2012年）。海水的热膨胀
导致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这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
加速；即使全球变暖限制在1.5℃以内，这种趋势也将持续
到未来（Schewe、Levermann和Meinshausen，2011年）
。海平面上升增加了风暴潮对脆弱的小岛、沿海社区和暴
露在外的基础设施造成的风险。海洋也从大气中吸收二
氧化碳。据估计，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人类活动向大气
排放的所有二氧化碳中，约40%被海洋吸收（IPCC，2013
年；Khatiwala等人，2013年），导致海水pH值降低 

（酸化），这被称为“另一个二氧化碳问题”（Caldeira

资料来源：英国政府气象局（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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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Wickett，2003年；Doney等人，2009年）。这种海洋酸
化与水温升高和缺氧过程相结合，改变了海洋生态系统

（Achterberg，2014年），最明显的是珊瑚白化（见第7章）：
当共生藻类从珊瑚礁中被驱逐出去，它们的生产力便被降
低或终止（Fabry等人，2008年）。.

据估计，陆地生态系统吸收了约20%的化石燃料二氧化
碳排放（Arneth等人，2017年）。通过碳施肥，大气中二氧
化碳浓度的增加最终可能有利于一些C3类作物，包括小
麦和豆类（McGrath和Lobell，2013年）。如果土壤和降
水特征合适，气温升高可能会给高纬度地区带来产量增
长（IPCC，2014年）。全球70%的农业是靠雨水养活的，不
断变化的降雨模式可能对某些地区有利，但气温升高通
常会导致水资源紧张，从而限制产量（Lobell、Schlenker
和Costa-Roberts，2011年；Challinor等人，2014年）。尽
管当地产量可能增加，但在全球水平上，由于干旱和高
温胁迫的风险增加，预计产量将受到影响（Schlenker和
Roberts，2009年；Lobell和Gourdji，2012年；Jiménez-
Cisneros等人，2014年；Porter等人，2014年）。此外，气候
变化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直接影响也被证明
有利于入侵植物物种（Ziska和Dukes编辑，2014年）。

气候变化也影响森林生产力，包括干旱、野火、昆虫、病原
体和风暴带来的压力增加（Williams等人，2013年；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然而，考虑到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碳肥对森林生产力的影响尚不清楚

（Norby等人，2016年）。结合其他人类压力（如栖息地破
坏），气候变化会影响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层面的生物多
样性。季节变化会打乱妊娠、分娩、冬眠、资源可用性和最
佳生产力的时间。有能力的物种正在改变它们在在陆地、
淡水和海洋上的活动范围、模式和相互作用（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传染病在动植物和人类
中的分布可能发生变化（Lafferty，2009年）。

气候模式的变化和极端事件（如热浪和干旱）以及包括
作物歉收在内的环境破坏对人类健康和生存造成了更
大的风险，在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中尤为如此（Smith
等人，2014b）。气候变化也在影响化学毒物的毒性、环
境命运和行为，因为它改变了大气、水、土壤/沉积物和
生物群之间划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驱动因素、湿/干沉
积和反应速率，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产生不利
影响（Noyes等人，2009年）。最近的研究调查了发展中
国家的气候变化和贫困之间的联系。一般而言，发展中
国家的农村家庭依赖农作物、森林开采和其他收入来
源以维持生计，这些收入来源往往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

（Wunder、Noack和Angelsen，2018年）。贫困人口更
容易受到极端气候条件的影响，并经历更大的降雨波动，
而干旱地区最贫困人口的森林损失最大（Angelsen和
Dokken，2018年）。贫困人口经常不成比例地遭受干旱和

洪水，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和非洲许多国家（Winsemius
等人，2018年）。较贫穷的家庭往往位于炎热国家的较热
地区，较贫穷的个人更有可能从事国内外温度较高的工
作（Park等人，2018年）。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劳动生产
率可能下降40%（Dunne、Stouffer和John，2013年）。

气候继续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了解它对自然和人类系
统的影响。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等社会反应加剧了健康
风险和对地缘政治稳定的威胁（Adger等人，2014年）；
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
报告》第3章和第5章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当气温持续上
升超过1.5℃时，这些风险就会增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将观测到的变暖趋势限制在
1.5℃需要政策、技术和社会目标方面的转型变革。

4.3.2 极地和山区

极地地区覆盖了地球表面约20%的面积，包括格陵兰岛
和南极洲的冰盖，在全球气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陆
地和海冰不仅由于其高反照率或反射率而调节着气候
系统的能量平衡，而且还可以记录气候信息。北极和南极
不仅是全球气候进程的引擎，也是气候变化的领头羊，因
为它们所在的高纬度地区气候变暖正在加剧（Taylor等
人，2013年）。在高海拔地区，气候变暖也会加剧，因此山
区可以作为“第三极”纳入讨论（Pepin等人，2015年）。

加剧的气候变暖影响到极地气候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
北极海冰的面积和体积正在缩小（图4.6）。永冻层正在融
化，释放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积雪面积正在
减少。冰盖和高山冰川继续减少，导致海平面上升，威胁
到各个纬度的沿海地区（Vaughan等人，2013年）。这些
变化对极地和高海拔地区的生态系统以及生活在那里的
人们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北极地区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的变化，通过气候系统内的远程联系（Francis、Vavrus和
Cohen，2017年）以及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对南部的环
境和人口带来影响。事实上，极地地区的政治战略性越来
越突出。从碳氢化合物到钻石，北极地区的资源已经被开
采和开发（Dodds，2010年；Ruel，2011年），南极正成为
各国关注未来潜在资源开采的战略重点地区。与此同时，
北极和南极（有一项条约专门致力于南极大陆的和平与
科学合作）是和平国际协调和加强环境合作的典范，针对
它们的管理体系可以成为其他区域环境保护的样本。

由于超高密度南极底水和北大西洋深水（它们是热盐环
流的重要贡献者）的形成，与全球气候调节相关的极地
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得到进一步加强。高纬度地区较冷的
海洋，特别是南大洋，也是着重要的碳汇和高海洋生产
力的地区。

1 利用C3光合作用的植物（所有植物的85％）在炎热，干燥的条件下具有缺点。C3作物包括小麦、大米、大豆和许多其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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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高纬度地区的粮食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通过
诸如北大西洋渔业组织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
等机构进行认真管理。一些高纬度渔场在上个世纪受到捕
捞活动的显著影响，大西洋鳕鱼渔场的崩溃就是一个突出
的例子（Villasante等人，2011年）。

地球上超过70%的淡水被冻结在极地的冰中。如果释放，
储存在格陵兰冰盖中的水将导致海平面上升7.4米，南极
冰盖的水会导致上升58.3米，存储在所有高山冰川中的水
将导致上升0.4米（Vaughan等人，2013年）。在气温升幅
限制在2℃以下的情况下，全球海平面仍将平均上升0.4至
0.6米。如果一切照旧，到21世纪末平均海平面将上升0.7
至1.2米（Horton等人，2014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和多项独立科学研究表明，山地
冰川和极地冰盖的质量已经在下降，平均每年造成的海平
面上升相当于1.85毫米（Bamber等人，2018年）。

随着季节性冻土融化、冰山崩解、冰川和冰盖融化及其他
河流流量向海洋输送的淡水越来越多，泥沙、碳等营养物
质的增加将影响极地海洋食物链的初级生产力。高等生物

的食物来 源和质量将发生变化，与冰相关的藻类产生的
初级生产力将大大降低，因此营养水平较高的物种 

（如磷虾和鱼类）将受到挑战（Alsos等人，2016年；Frey
等人，2016年）。再加上入侵物种转移到可以忍受的新
环境和它们的潜在威胁，人类必须适应新的经济和文
化生活，并可能导致冲突，尤其是在资源利用、治理、文
化问题和海洋保护区等方面（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

（CAFF）、北极海洋环境保护（PAME），2017年）。世界
上几乎所有的冰川都在减少，有些冰川将在未来几十年
内消失（Kaltenborn、Nellemann和Vistnes编辑，2010
年；Vaughan等人，2013年）。超过10亿人依靠山地冰川获
取水源，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亚洲，亚洲约有10万平方公
里的冰川（Yao等人，2012年）。超过2亿人依赖兴都库什-
喜马拉雅山脉的水，下游还有数亿人受到当地水源可靠性
下降和冰湖溃决洪水等灾害增加的影响。预计到2050年，
恒河、雅鲁藏布江和湄公河流域的径流将会减少。与此同
时，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水流变化可能会更大，季风
前几个月的水量会更多，从而导致更多的洪水和干旱。安
第斯山脉的径流已经在减少。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将影响农
业、水资源和健康（Shrestha等人编辑，2015年）。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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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现实的进一步调整将保证对越来越多的污染物做
出反应，这些污染物经过长距离传输并在极地地区积
聚。尽管当地工业来源很少，但几十年前在这些偏远
地区发现了持续的环境污染物，并通过极地食物链对
当地居民和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Andrew，2014年）
。海冰融化将导致北极地区不再被冰覆盖的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空气—水交换。同样，极地和高山冰川、冰
盖和冰架以及永久冻土的融化也将释放出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和汞，使这些有害化合物的空气—土壤进一
步交换成为可能（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2015年；Sun
等人，2017年）。由于新法规的出台，许多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水平正在下降，但新的化学品引起了人们越
来越多的关注，比如有机磷基阻燃剂、邻苯二甲酸盐、
一些硅氧烷和一些目前使用的农药（北极监测和评
估计划，2017年）。同样，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海洋中都
检测到了微塑料（Thompson等人，2004年；Browne
等人，2011年），包括深海沉积物（Barnes、Walters和
Goncalves，2010年），甚至是北极海冰（Thompson
等人，2004年；Browne等人，2011年；Ivar do Sul
和Costa，2014年；Obbard等人，2014年；Isobe等
人，2017年；Waller等人，2017年）。需要更多研究来追
溯南极的微塑料分布和影响，但已经证实它们存在于南

大洋（Isobe等人，2017年；Waller等人，2017年）和罗
斯海（Cincinelli等人，2017年）。

生活在高纬度和山区的人很容易受到空气污染、使用
变化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及气候变化的威胁。然
而，这些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在北极和山区居住了数千
年的本地居民，对他们的环境有着丰富的知识，这为有
效的适应策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Magga等人编
辑）。2009年；Nakashima等人，2012年）。

4.3.3 化学物质

现代社会在人类经历过的化学密集程度最高的环境
中生产和生活。据估计现代社会市场上现有超过10
万种化学品（欧洲化学品管理局，2018年），而现在
化学污染被认为是全球威胁（Barrows、Cathey和
Petersen，2018年）。常见的化学品包括医药和兽药
化学品、杀虫剂、抗生素、阻燃剂、增塑剂和纳米材料

（Tijani等人，2016年）。即使是几代人在农业和工业
中使用的更常见的化学品，现在也被如此密集地使用，
而且浓度如此之高，因此需要负责任的监测和评估方
案（图4.7）（Bernhardt、Rossi和Gessner，2017年）。

资料来源：Bernhardt、Rossi和Gessner（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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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学污染已成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问题：所有 
相关研究都呼吁各国政府和工业界更积极地参与并开
展更多的调查工作，全球变化评估和呼吁中也认识到了
这一问题的存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Stehle和
Schulz，2015年；Bernhardt、Rossi和Gessner，2017 
年）。然而，化学负荷的同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类为
未确定的，然后被忽视，甚至在努力激发人们对地球环境
问题的关注时也是如此（Diamond等人，2015年；Steffen
等人，2015年）。化学污染的全球层面表现为这些物质扩
散到地球上最偏远的环境，包括极地地区（Andrew，2014
年）、高的山峰（Ferrario、Finizio和Villa，2017年）和最
深的海洋：在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10000米以上的动物
群中发现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Jamieson等人，2017
年）。然而，发达国家目前正在努力执行定期监测方案，
以减轻化学品（特别是农药）对人类和环境健康的影响

（Brouwer，2018年）。

一些具有持久性、毒性和生物累积性、可能长距离传输的
化学物质被列入国际公约，如《斯德哥尔摩公约》（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和《水俣公约》（汞），但科学证据表明，更多
定期用于商业用途的化学品具有与受管制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相同的特性（Strempel等人，2012年）。无数新化学
品以及未被充分了解的旧化学品，即使有造成不良影响的
嫌疑，也完全没有受到监管（Petrie、Barden和Kasprzyk-
Hordern，2015年；Ferrario、Finizio和Villa，2017年）。

药品通常从开始制作到使用之后都处理不当，全球河流水
域报告了200多种不同物质（Petrie、Barden和Kasprzyk-
Hordern，2015年）。由于抗菌药物管理不善，抗药性细
菌已经进化和传播（Marti、Variatza和Balcazar，2014
年；Grenni、Ancona和Caracciolo，2017年）。最近的研究
表明，在同一污染水库中常见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 
存在的情况下，病原体中抗菌素耐药性的发展在较低
的暴露浓度下得到了加速和实现（《柳叶刀全球健康》
，2018年）。这些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的存在是由于
污水处理厂排放的废水无法有效去除这些危险化合物

（Petrie、Barden和Kasprzyk-Hordern，2015年）以
及它们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不当，在畜牧业中尤为如此

（Hamscher和Bachour，2018年）。

一些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的影响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
们可能对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健康产生多代影响（Gore
等人，2015年）。内分泌活动或破坏与多种化合物有
关，包括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Kabir、Rahman和
Rahman，2015年）和工业化学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它们存在于许多旨在干扰生物
体生命周期的杀虫剂中，并因这些能力而受到高度重视

（Gore等人，2015年）。内分泌紊乱的可能性也被归因于

某些存在于塑料制品中的化学物质 
（Schug等人，2016年）。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产品可能含有有毒化合物，干扰人
类和环境健康，包括化妆品、塑料容器、家用清洁剂和
杀虫剂。解决产品中的化学品问题可以通过绿色和可
持续的化学努力为创新提供新的机会，并可以成为
改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以及生命周期思维的宝
贵机会。将循环经济模型应用于化学生产和消费，可
以从初级原料的提取到人们使用的物质和产品的设
计、配方、生产、使用和最终处理，建立一定的控制措
施（Roschangar、Sheldon和Senanayake，2015年）
。日常产品中的化学品以及内分泌干扰物和纳米材料
已被确定为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3b）下的新兴政策领域。发展中国
家农业实践中使用的极具危险性的农药是SAICM处理
的另一个问题：替代方法依靠农业生态实践来促进以
有害生物管理方法和风险较小的产品替代危险农药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以及减少需求
和使用非化学替代品。

纳米技术通过降低材料的颗粒大小并增加其反应活
性，可能会赋予材料一些有趣的特性，但这些特性可
能是有毒的（Schulte等人，2016年）。纳米颗粒对人体
和环境的毒性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将一定大小和形
状的纳米材料与石棉进行比较，表明了两者具有类似
的毒理学潜力（Nagai和Toyokuni，2012年；Allegri等
人，2016年）。

甚至在某些区域被认为受到控制的物质也可能在发
展中国家使用，而没有关于健康和安全问题以及适
当使用的指导。《全球化学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3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c）估计，2015年
至2020年，假设持续存在农药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小农与健康有关的农药总成本 

（不采取行动的成本）为900亿美元。

除了了解化学物质随时间的累积效应外，进一步研究
评估化学混合物的综合效应至关重要。同样，需要更
多关于接触某些化学品与相关健康影响之间因果关
系的信息（《柳叶刀行星健康》，2018年）。促进更安全
和可持续的化学品替代品，特别是塑料的可生物降解
替代品，以及健全的摇篮到摇篮化学品管理是必不可
少的。现在已经有了各种机构和工具，通过联合国机
构进行协调是SAICM的一个目标。如果在未来几十年
内不采取措施消除环境的毒素并创造一个安全的化
学品未来，全球社会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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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废弃物和废水

《全球环境展望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估计，包
括城市固体废弃物、商业和工业废弃物、建筑和拆除废弃
物在内的“城市”废弃物总量约为每年70-100亿吨。发达
地区的废弃物产生率正在稳定下来。然而，预计亚洲和非
洲在下个世纪将为全球制造大量废弃物（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5年）。

《全球环境展望6》强调了为其准备的区域评估中一致提
到的全球废弃物管理挑战，并在《全球废弃物管理展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中优先考虑。其中包括食物
浪费、海洋垃圾、废弃物贩运和犯罪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废弃物管理差异。

每年约有三分之一供人类消费的粮食被浪费或丢失，造
成7500亿至1万亿美元的财政损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5年）。这些浪费的粮食可以养活20多亿人，是
全球营养不良人口估计数字的两倍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2013年）。粮食损失和浪费导致不必要的温室气体
排放，2007年估计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当年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
这一估计数没有考虑到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
放。考虑到土地使用的变化，食品废弃物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将增加25%至40%。即使不考虑土地使用的变化，
如果粮食损失和浪费都发生在一个国家，它将成为世界
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三大的国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3年）。

随着全球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废弃物市场已成为一个可行
的经济部门，从收集到回收，每年估计有4100亿美元。在
安全处置危险废弃物的费用日益增加、环境法规和执法薄
弱以及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为贩运废弃物和非法

活动创造了机会。这在向发展中国家非法出口的大量危险
废弃物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废弃物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置
换性影响（图4.8）（Rucevska等人，2015年）。非法贩运报
废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

图4.8：全球非法废弃物运输

资料来源：Pravettoni（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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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废弃物管理系统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可
以考虑制定一些战略将新的、复杂的废弃物种类纳入进
来；推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接近零废弃物计划和循环经
济；以及在废弃物管理方面采用新兴和可能具有破坏性的
技术。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应对基本的废弃物管理挑战，
包括不受控制的倾倒、露天焚烧和无法充分获得废弃物服
务。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有30亿人无法获得受控制的废弃物
处理设施，不良的废弃物管理可能造成重大的环境、社会和
经济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2016年前7个月，
估计有750人死于垃圾场废弃物管理不善（国际固体废物
协会，2016年）。2017年初，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
巴发生废弃物滑坡事故，造成115人死亡（Gardner，2017
年）；2018年2月，莫桑比克马普托胡林垃圾填埋场坍塌，
造成16人死亡。死亡的大部分是妇女。发展中国家的这类
垃圾场往往是数百万非正式拾荒者的家园（国际固体废物
协会，2016年；Duan、Li和Liu，2017年）。在发达国家追求
减少浪费、循环经济和提高资源效率的理想的同时，发展
中国家也决不能掉队。

任何循环经济计划都将废水纳入其中。这包括人类污
水、工业废水以及农业和城市径流（Mateo-Sagasta等
人，2013年）。农业是主要原因，占干旱的西亚产生的废水
的79%，这些废水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图4.9）（AbuZeid
和Elrawady，2014年）。据估计，2015年全球68%的人口
使用了至少某种形式的基本卫生服务（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然而，34%的农村和只有26%

的城市卫生和废水服务实际上有效地防止了人类与整个
卫生链上的排泄物接触（联合国世界资源评估方案，2017
年）。此外，全球产生的所有废水中有80%未经任何处理
就排放到环境中——这些废水受到人类粪便物质以及所
有药物和内分泌干扰物的污染，这些都对人类健康和生
态系统构成了新的威胁（联合国世界资源评估方案，2017
年）。虽然废水是水和营养物的重要来源，但如果管理不
当，它会对公共卫生和环境完整性带来风险。据报道，重
大疾病暴发和相关死亡率（Saxena、Kaushik和Krishna 
Mohan，2015年；Pruss-Ustun等人，2016年）、富营养化

（Lewandowski等人，2015年）和干旱地区的土壤盐渍化
（Qadir等人，2014年）是与污水管理不善相关的主要挑

战。

4.4 资源和材料

4.4.1 资源利用

可持续资源的使用需要对可再生资源进行良好的管理，
并以回收不可再生资源为目标，从而形成循环经济的概
念。在循环经济中，废弃物（一种过程的附属品）成为另一
个过程的原材料，有效利用资源的整个生命周期至关重
要：从开采到制造，从消费和使用到回收和再利用（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2012年；欧洲委员会，2015年）。

从20世纪开始，资源开发有了很大的增长，特别是金属 
（如铁和铜）以及矿物（如沙子和水泥用石灰石）。有一种

说法认为，化石燃料的勘探和开采及其消耗是现代社会取
得巨大进步的例证。然而，化石燃料的开发也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消费的势头导致了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引
起人们对这些活动的累积性和全球性后果以及对当地破
坏的担忧（Rockstrom等人，2009年）。

资料来源：Abuzeid等人（2014年）。

图4.9：西亚非常规年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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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新发现的可开采的不可再生资源储量与不断加快
的开采速度保持一致，甚至超过了开采速度，因此对这些
资源枯竭的担忧不会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Mudd、Weng
和Jowitt，2013年；Mudd和Jowitt，2014年；Weng等
人，2015年；Mudd和Jowitt，2017年）。然而，作为对其质
量的一种衡量，大多数开采矿石的品位正在逐渐下降，这
意味着最容易开采和最经济的精矿已被开采（Ruth，1995
年；Mudd，2010年）。正如铜矿矿床开采的跟踪调查可以
证明，必须开采和加工大量低品位矿石，以满足全球需求

（图4.10）。

矿石品级下降的同时，需要更大的项目规模来开采足够
的矿石以满足市场需求，自然环境面临更大的风险。更
多的土地被清理，或者干脆清除运走，就像掀顶采矿法
所描述的那样。大量矿山废弃物堆积，重金属和反应剂
重组为有毒化合物。水污染风险增加，尤其是来自酸性
和含金属废水的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变得更加复
杂。能源需求以及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加剧（Norgate
和Haque，2010年）。为了满足2014年的全球需求，全球

金属和矿业产生了约900亿吨的矿山废弃物，其中还
不包括建筑材料（Mudd和Jowitt，2016年）。如此大
规模的开采要求更加注重对初级资源开采的环境评
估、监测和管理（Hudson-Edwards，2016年；Mudd和
Jewitt，2016年）。目前，大部分的矿山废弃物存放在暴
露于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管理条件下。2015年巴西撒马
尔科尾矿库溃坝等事件表明，长期储存策略不是解决方
案（Philips，2016年；Roche、Thygesen和Baker，2017
年）。

一些矿产资源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砂、金、铜、铅锌等；
镍、稀土元素和磷等其他资源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鉴
于矿物资源对现代社会制度、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根本贡
献，需要评估这些材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种分析
方法被称为临界性——检查供应中断、资源替代、可回收
性和环境影响的潜在影响（Graedel等人，2015年）。例
如，许多金属（如铁、铜、金和铅）是可回收的；其他矿物
质（如磷）分散在土壤和水体中，最终被冲走，并失去任
何进一步的使用。这种物质耗散引起了对基本资源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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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铜矿开采的矿石品位随时间下降的例子，显示了世界铜年产量和每年产生的估计尾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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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对再生资源的需求，并实现资源高效可持续的
经济（Ghisellini、Cialani和Ulgiati，2016年；Balke等
人，2017年）。资源利用还与能源技术和政策密切相关，
如各种可再生能源技术所需的材料，从而凸显了考虑
物质资源、能源和环境结果之间联系的必要性（Akenji
等，2016年；McLellan，2017年）。

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涉及对自然资源的竞争，
其中许多目标都要求有效和可持续地使用资源，并将
相关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被认为对可再生能源至
关重要以及因此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进程至关重要的
金属（Arrobas等人，2017人；国际资源小组，2017年）。

4.4.2 能源

到2015年，全球能源消耗达到约135亿吨石油当量（国
际能源署，2018年）。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
190亿吨左右（国际能源署，2016年）。这一增长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目前主要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中经济体
的预期消费。这使得提高效率成为减轻能源相关影响
的一项重要战略。与此同时，近12亿人仍然没有电力供
应，27亿人仍然依靠传统燃料做饭和取暖，面临着集中
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国际能源署，2016年）。改善获
得现代能源服务的机会不仅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指标（包括食品安全、健康和素质教育）密切相关，而且
转向清洁和高效的能源也赋予妇女和其他负责收集和
燃烧原始固体燃料的边缘化群体权力（世界能源理事
会，2016年）。

能源需求还导致对水、土地甚至大气限制的竞争；导致
对这些和其他一系列自然资产（例如矿物资源和进入
敏感生态系统的机会）的不公平分配；以及涉及不同
方法的过程，这些方法往往会导致不同级别和程度的
争端和冲突（Rodriguez等人，2013年；Jagerskog等
人，2014年；McLellan，2017年）。

生物燃料与粮食之间的竞争再次强调需要了解能源、
粮食、水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见第8章）。Popp等人

（2014年）讨论了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供应、环境卫生
和土地需求的影响，并强调需要综合政策来管理能源、
粮食、水和土地使用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可用水资源储备减少的情况下，水需求的增加加剧
了在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研究水-能联系的必要
性。Jägerskog等人（2014年）讨论了与水电相关的能
源和环境权衡。Rodriguez等人（2013年）还概述了发电
的用水需求，尤其是在火力发电厂方面。Copeland和
Carter（2017年）谈论了美国向终端用户供水和废水处
理的能源需求。

枯竭的警告（Ciacci等人，2015年；Nassar、Graedel和
Harper，2015年）。.

相比之下，当金属被回收利用时，环境风险通常要低得
多。例如，用再生铝制造产品是用原铝生产消耗能源的
二十分之一。对于循环经济，这意味着循环利用应减少
环境压力和风险，主要是由于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降
低（Wernick等人，1996年；Wernick和Ausubel，1997
年；Balke等人，2017年）。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完善的产
品或基础设施设计，以及监测资源使用、浪费和环境影
响的现有系统（Ghisellini、Cialani和Ulgiati，2016年）
。其他策略可能包括升级回收或循环利用的变化：拒
绝、重新思考、减少、再利用、修复、翻新、再制造和再利
用。在这方面，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至关重要。

资源使用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土地清理或人口
流离失所时，环境和社会成本通常最大，而供应链另
一端的收益最大。为了充分了解产品的成本效益比和
实际价值，必须考虑到全球资源贸易的环境后果，包
括对资源开采区当地社区的影响。人们对通过可持
续供应链管理来追溯资源供应的来源和附加值的兴
趣越来越大。这种可追溯性支持对冲突矿物、化学和
药物废弃物、食品污染和濒危物种非法贸易等问题
采取行动（Mundy和Sant，2015年；Paunescu、Stark
和Grass，2016年；Tijani等人，2016年；Sauer和
Seuring，2017年）。这类信息的可用性和分布确定
了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并鼓励做出更可持
续的资源使用选择。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人类已
经超越了某些地球系统的安全运行空间，特别是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和氮循环的生物
地球化学流动（Rockstrom等人，2009；Steffen等
人，2015年）。一些最新的分析将把磷添加到这个超
标名单中（Carpenter和Bennett，2011年；Cordell和
Neset，2014年）。

因此，地球上的压力使全球社会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
十字路口：是延续线性经济“提取-制造-使用-丢弃” 
的传统过程模式，还是转变为循环经济从而让社 
会专注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一些思 
想家认为可能为时已晚（Urry，2010年； Scheffer， 
2016年）。另一些人则认为，从资源管理浪费的线性
经济向可持续资源管理的循环经济转变是可以实
现的，但需要新的去增长概念和后资本主义经济愿
景（Jackson和Senker，2011年；Kosoy等人，2012
年；Krausmann等人，2017年）。

向循环经济的过渡将为技术创新和部署提供许多机
会，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商业前景。从本质上讲，循
环经济需要健全的资源核算和废弃物管理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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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2014年温室气体排放达到330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到2040年可能达到380亿吨，其中主要原因是燃
烧化石燃料（国际能源署，2015年）。历史数据显示了通过
脱碳和提高效率来实现脱钩的趋势，但目前的趋势仍然
表明，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2℃阈值
目标（图4.11）（国际能源署，2015年；联合国，2015b；国
际能源署，2016年）。针对这种可能的超越需要采取更大
胆的行动。

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成本大幅
降低，极大地促进了向低碳能源转型的经济。在过去35年
里，太阳能光伏系统的产量每增加一倍，其价格就会下降
23%。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成本现在低于传统化石燃料发
电技术（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15年）。预计进一步的减排
将使其成为2025年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最佳经济
环境选择（图4.12）。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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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发展能源素养至关重要。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
来看，它使个人能够应用和评估措施，以提高自己生活中
的能源效率和充分性。它还影响与能源生产、供应和使用
相关的公共政策（Aguire-bielschowsky等人，2015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a）。

4.4.3 粮食系统

全球粮食系统是可持续发展和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
心。在包括农业、渔业、食品加工、零售、准备和消费等活
动以及执行这些活动的多个参与者在内的复杂相互作用
中，粮食系统既影响着环境和社会经济动态，也受到环境
和社会经济动态的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c）。农
业为全球3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工作，其中大多数在发展
中国家，那里40%的小农和劳动者都是妇女（联合国粮农
组织，201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发展中国家小农
主导的系统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食品热量（Samberg
等人，2016年），并对微量营养素的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Herrero等人，2017）。5700万人从事渔业和水产养殖工
作，其中女性的角色往往不为人知，也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Koralagama、Gupta和Pouw，2017年），还有更多的人
从事食品制造和零售（联合国粮农组织，2016年）。这些人
中有许多生活在贫困之中。

虽然粮食系统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世界人口，但它并没
有很好地分配粮食。超过8亿人营养不良（联合国粮农组
织，2017a），超过20亿人缺乏微量营养素（全球农业和粮
食系统营养专家组，2016年）。然而，超过23亿人（约占总
人口的三分之一）肥胖或超重（Abarca-Gomez等人，2017
年）。与饮食相关的疾病在全球都很普遍，很多都与饱和
脂肪和加工食品的过度食用有关，如2型糖尿病、结肠
直肠癌和心血管疾病（Monteiro等人，2013年；Tilman
和Clark，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c）。这些疾
病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动物
蛋白、高脂肪和高糖产品变得更加普遍（Popkin，2006
年；McMichael等人，2007年）。

全球粮食系统的环境足迹是巨大的。据估计，它占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9%至29%（Vermeulen、Campbell
和Ingram，2012年）。农业是世界上最广泛的人类活
动，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8%，它是淡水的主要使用者，
占取水量的70%（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联合国粮农
组织，2017b）。粮食生产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Kok等人，2014年）。它是空气、淡水和海水的主要污染
源，特别是在严重或管理不善地使用化学杀虫剂和化肥
的农业系统中（Popp、Petö和Nagy，2013年；Sutton等
人，2013年；Zhang、Zeiss和Geng，2015年）。粮食生产系
统也是土壤退化和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Amundson等
人，2015年；Vanwalleghem等人，2017年；联合国粮农
组织，2017a）。然而，考虑到粮食浪费、牲畜营养损失和
人类过度消费造成的损失，估计全球粮食系统仅将38%

的收获能量和28%的收获蛋白质转化为所需的粮食消费
（Alexander等人，2017年）。

   在全球粮食系统的环境足迹范围内，畜牧业的后果严重
得不成比例。虽然畜牧业仅为世界粮食供应提供18%的热
量和40%的蛋白质，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农业的一半

（Gerber等人，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并占
据近80%的农业用地——三分之一的耕地用于生产饲料
作物（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由于畜牧业的原因，粮
食生产成为栖息地破坏的主要原因（Machovina、Feeley
和Ripple，2015年），也是氮磷循环的主要破坏者从而造
成农业污染（Bouwman等人，2013年；Sutton等人，2013
年）。与许多资源开采活动一样，粮食生产的环境负担是
局部的，而且往往在空间上与推动需求的消费脱节。约
20%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用于其他国家的农产品消费

（MacDonald等人，2015年）。同样，过度捕捞野生鱼类和
集约化水产养殖对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也有不利影响 

（见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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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teffen et al. (2015).

图4.13：磷的生物地球化学流动（A）、氮的生物地球化学流动（B）控制变量的全球分布及其现状

目前来自全球粮食系统的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但要
以目前的效率满足2050年的预期需求，世界农业生产将需
要比2013年的水平增加50%（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a），全
球作物需求预测同期增长100%-110%（Tilman等人，2011
年）。流入生物圈和海洋的氮和磷已经超过了全球可持续水
平（图4.13）（Steffen等人，2015年）。按照目前的发展轨
迹，农业排放与2℃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如果要实现 

《巴黎协定》的目标，必须采取行动减少农业排放量和排
放强度以及食物浪费，最重要的是减少动物产品在饮食
中的份额（Bajzelj等人，2014年；Hedenus、Wirsenius和
Johansson，2014年；联合国，2015b）。在全球范围内，
尽管对饮食变化的特定要求会因国家环境的不同而有所
差异，但动物产品含量较低而水果、蔬菜、豆类、全谷物
和坚果含量较高的饮食是实现环境和营养目标所必需的

（Springmann等人，2018年）。

粮食系统非常容易受到它对生态系统服务施加的压力的
影响。栖息地丧失正在降低传粉者的服务，影响到对人
类营养而言重要的作物（Vanbergen，2013年；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土地
退化降低了作物产量，而由于土地退化而导致的农业土
地荒废率似乎有所增加（Gibbs和Salmon，2015年；《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人们认为气温升高会
降低而不是提高某些地区的作物产量，尤其是小麦和玉
米（Asseng等人，2014年；Porter等人，2014年；Moore
和Lobell，2015年；Schauberger等人，2017年）。这一趋
势很可能对农业产生越来越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在低纬
度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果土壤和水的特性正确，一些温
带地区可能从中期的温度升高和较长的生长季节中受益

（Deryng等人，2014年；Porter等人，2014年；Zhao等
人，2017年）。水资源短缺可能会限制灌溉扩张在对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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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农作物产量威胁方面发挥作用的程度；事实上，到本
世纪末，它可能迫使许多重要的农作物产区回归雨养农
业，从而对农作物生产产生进一步的影响（Elliott等人， 
2013年）。过度开采已经损害了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几个大
型含水层的地下水（Gleeson等人，2012年）。

4.5 结论

《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提供了确定一些跨领域问题作为
切入点进一步了解全球环境状况的机会。通过研究这12
个跨领域问题以及它们与地球系统主题的关系，《全球环
境展望》可以证明在哪些跨领域和连结问题需要协同解决
方案，从而实现真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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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全球范围内，一些部门和区域排放减少的趋势已被迅速
发展的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以及迅速城市化地区排放增加
的趋势所抵消（充分证实）。{5.2}

由于人口众多、城市污染程度高，东亚和南亚因空气污染
而死亡的总人数最多（充分证实）。这些区域还承担着世界
其他区域（主要是西欧和北美）消费品生产所造成的最大
卫生负担。{5.3.1}

由于对发电厂、大型工业设施和车辆实行了管制，其他来
源的相对贡献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充分证实）。与实现空气
质量目标日益相关的污染源包括农业、家庭燃料燃烧、建
筑和其他便携式设备、手工制造和火灾。这些污染源对空
气质量问题的相对贡献因地区而异，因此空气污染控制的
优先次序在不同的地点可能有所不同。{5.2.1}

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消耗臭氧层物质（ODSs）的排放
量急剧下降（充分证实）。新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
明南极洲上空的平流层臭氧已经开始恢复。虽然自2000
年以来，其他地区的平流层臭氧浓度有所增加，但由于自
然变异性、温室气体的增加以及对流层臭氧、云层和气溶
胶对紫外线辐射衰减的变化，南极洲以外的大气柱臭氧总
量并没有按预期那样增长，而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辐射
并没有减少。{5.2.3}

国际协定在处理特定化学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新的化
学品风险正在出现（不完全证实）。欧洲、北美、亚太和
北极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环境浓度已经下
降。{5.2.2}

如果不采取额外的政策干预，快速发展、城市化再加上许
多地区的环境治理不足会导致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不仅
不会改善反而可能会恶化（充分证实）。然而，未来的政策
努力可以建立在国际论坛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关注以及几
十年来不同国家采取各种治理战略的经验之上。{5.4}

二氧化碳和其他长寿命温室气体（GHGs）的浓度继续增
加，这主要是由于人们消耗化石燃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
源需求。（充分证实）{5.2.4}

鉴于目前温室气体的浓度及其在大气中的生命周期，气候
和海平面的显著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对人类和环境
造成广泛影响（充分证实）。有充分证据表明，愈演愈烈的
气候变化加剧了现有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并引发新的脆
弱性。然而，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制止温室气体排放，预计
未来还会发生更大的变化。{5.3.4}

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热浪和风暴频率及强度的增加（不完
全证实）；病媒分布的变化、空气污染事件的加剧、供水减
少以及对作物产量和粮食价格的影响。{5.3.4}

努力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排放，特别是黑碳（BC）、
甲烷（CH4）、对流层臭氧（O3）和氢氟碳化合物（HFCs），是综
合性气候变化减缓和空气质量管理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证实）。随着长寿命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减缓，短期
气候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实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FCCC）的目标。{5.2.4}

空气污染是造成全球疾病负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每年导
致估计600万至700万人过早死亡，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不完全证实）。其中，260万至380万人的死亡可归因于
燃烧木材、煤炭、作物残渣、粪便以及用于做饭、取暖和照
明的煤油。另有320万至350万人死于环境空气污染的其
他来源。据估计，全球福利损失的货币价值为5.1万亿美元

（占世界产品总额的6.6%）。{5.3.1}

老年人、年幼者、病人和穷人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
而空气污染会加剧已经存在的疾病或状况（充分证实）。生
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地区的人以及大约30亿
依靠燃烧固体燃料或煤油满足家庭能源需求的人受到的
影响最大。{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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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引言

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已经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给
人类和地球的健康带来影响。人类活动对大气的影响
通常由四个独立的挑战构成：空气污染；气候变化；
平流层臭氧损耗；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PBT）

（Abelkop、Graham和Royer，2017年）。这四项挑战的成
因、它们对大气组成和气象过程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人类
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密切相关（见图5.1）。这些挑战的解决
办法也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生活方式、技术和政策的改变
会同时改变多种污染物的排放，并产生各种相互关联的影
响。本章按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响应（DPSIR）框
架一起描述了这四个挑战（参见第1.6节）。

自2012年《全球环境展望5》发布以来，相关发展使得国际
社会关注大气成分的变化。对空气污染造成的全球疾病负
担的估计增加了一倍（与2004年、2012年和2017年发表
的评估结果相比），主要原因是卫星传播仪器提供了新的
接触估计值（Lim等人，2012年；Cohen等人，2017年）。联
合国环境大会（2014年；2017年）和世界卫生大会（2015
年）通过决议，鼓励各国采取行动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主要
温室气体的浓度仍强劲增长（世界气象组织，2017a），气
候变化指标持续积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
定书》的目标已到期，但被《多哈修正案》下的新目标和《巴
黎协定》的新承诺取代。为配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的工作，新的努力旨在减少特定部门的短期气候污染物

图5.1：大气变化的压力、状况和影响之间的主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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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一些大气化学成分

该图是为读者提供的路线图，显示了本章讨论的主要主题和污染物之间的关系。化学符号和缩写定义见表5.1。

BC 黑碳
CFCs 氯氟烃
CH4 甲烷
CO 一氧化碳
CO2 二氧化碳
GHGs 温室气体
HCFCs 氢氯氟烃
HFCs 氢氟碳化合物
Hg 汞
N2O 一氧化二氮
NH

3 氨
NMVOC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NO 一氧化氮
NO

2 二氧化氮
NOX 氮氧化物
O3 臭氧
OC 有机碳
ODS 消耗臭氧物质
PAHs 多环芳烃
Pb 铅
PBDE 多溴联苯醚
PBTs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金属）

PCB 多氯联苯
PFAS 全氟烷基物质和多氟烷基物质
PM 颗粒物
PM10 颗粒物直径小于 10 μm
PM2.5 颗粒物直径小于 2.5 μm
POP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根据国际协定）
SO2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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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Ps），这对减缓气候变化和人类健康有利（气候和清
洁空气联盟，2015年）。随着平流层臭氧（O3）持续恢复， 

《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2016a）基加利修正案利用
这一成功的国际协议， 帮助减轻氢氟碳化合物（HFCs）的
气候影响，氢氟碳化合物最初是作为臭氧消耗物质（ODS）
的替代品引入的。汞的排放量在一些地区有所下降，而在
另一些地区有所增加。由于国际协议的实施，一些被禁止
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排放量有所下降。然而，其
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的大
气负担仍然令人担忧，并已确定了新的化学风险（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7a）。

如图5.2所示，实现每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努力与
减少空气排放和大气成分变化直接或间接相关。

在《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评估中，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能
源发展以及这三个问题的交集被确定为每个区域的优先
事项。不断扩大的城市以及不断增长的能源和交通需求一
直被视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室内空气污染和获得清洁家庭
能源是非洲和亚洲的优先事项。其他区域优先事项突出了
不同区域政府机构能力的差异：改进观测网络（非洲、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西亚）、加强管理（亚洲、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地区）以及了解减缓措施的成本和效益（亚洲）。以下
各节以《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评估为基础，从全球角度探
讨这些挑战的状况。

5.2 压力：排放

人们主要通过产生排放来改变大气。人类排放的趋势是
由人口、城市化、经济活动、技术和气候变化（“驱动力”）
以及行为选择（包括生活方式）和冲突驱动的。反过来，
这些驱动力又受到政策（“响应”）的影响。自然排放源 

（包括植被、土壤、野火、风沙和灰尘）也会造成排放，但
会受到人类的影响（例如，通过土地使用的变化）。

虽然一些《全球环境展望》区域报告的排放信息越来越
公开化，但没有适用于所有排放源和污染物的全球报告
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排放数据储存库。《奥尔胡斯公约》
及其《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议定书》希望在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作基础上建
立一个全球网络（见http://prtr.net）。目前，编制一份
一致的全球排放清单需要开展研究工作。该评估使用了
基于社区排放数据系统（CEDS）开发的最新人为排放数
据，该系统是一个公开资源的全球排放清单数据系统，
旨在为全球大气模拟工作提供一致的长期排放趋势，例
如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的
编写（Hoesly等人， 2018年）。开放式生物质燃烧排放，
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都是从为全球建模工作而创
建的单独清单中提取的，该清单将卫星估算、沉积木炭
记录、历史能见度记录和多个火灾模型的信息结合在一
起（van Marle等人，2017年）。这些数据集共同为检查

空气污染
气候变化
持久性污染物
平流层臭氧消耗

图5.2：大气成分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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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GHG）的趋势提供了最
新和一致的基础（见图5.3）。

1990年至2014年期间，由于亚洲人为二氧化碳（CO2）排
放量大幅增长以及北美和欧洲小幅下降，全球人为二氧
化碳（CO2）排放量增加了40%以上。在此期间，全球只有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有所下降，其中亚洲的排放量增加了
50%以上，而北美和欧洲的排放量减少了75%以上。近
年来，东亚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开始下
降。野火和农业火灾的发生大大增加了非甲烷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NMVOC）、一氧化碳（CO）、黑碳（BC）和有机碳

（OC）排放的年际变化。

此处提供的排放数据是最佳估计值，根据污染物、部
门、地区和时间段的不同，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
性。Hoesly等人（2018年）发现CEDS的估计略高于之

前的全球清单（如Lamarque等人，2010年；欧洲委员
会，2016年）。一般来说，在5%-95%的置信区间内，对
CO2和SO2的排放估计有±10%左右的不确定性，而BC
和OC排放有2倍左右的不确定性。CO、NOX、NMVOC
和氨（NH3）排放的不确定性位于这两个端点之间

（Hoesly等人，2018年）。不确定性也因部门而异：大
型发电厂的排放得到充分表征，而军事冲突产生的排
放则没有得到很好的了解或广泛地列入清单。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现有排放数据之间有相当大的
差距，其中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和不完全燃烧或
化学反应的产品。欧洲、美洲和中亚的现有数据表明，
由于包括《斯德哥尔摩公约》在内的条例，1990年至
2012年，研究最多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量大
幅减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a；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4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a；联合国环境规

图5.3：1990年-2014年按污染物、地区和领域分列的以千吨（kt）为单位的年度排放趋势

资料来源：Hoesly等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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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oesly等人（2018年）

图5.3（续）：1990年-2014年按污染物、地区和领域分列的以千吨（kt）为单位的年度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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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署，2015b）。然而，随着所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候选
物质的不断增加，不受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可能
也在增加。许多商业产品含有未知数量和未知类型的不受
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它们产生的影响通常尚未可知

（另见第4.3.3节）。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汞评估》估计，2015年人为排放
到空气中的汞为2220（2000 - 2820）公吨/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3a）。2015年，全球手工和小规模金矿开采

（ASGM）排放的人为汞约占总数的38%，其次是煤炭燃
烧（约21%）、有色金属生产（约15%）和水泥生产（约11%
）。亚洲是主要的汞排放来源地，2015年全球人为汞排放
中约49%来自亚洲，其次是南美（18%）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16%）。目前人为来源约占大气中汞年排放量的30%，而
自然地质源约占10%。其余60%来自以前从土壤和海洋
释放的汞的“再排放”，这些汞主要属于人为来源（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3a）。

1990年至2016年期间，全球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消
费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下降了99%以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b）。氯氟烃（CFCs）和哈龙是
最强有力的臭氧消耗物质，它们已经被寿命较短的氢氯氟
烃化合物（HCFCs）和氢氟碳化合物（HFCs）所取代，尽管
最近测量结果表明，新的三氯氟甲烷（CFC-11）排放可能
正在发生（Montzka等人，2018年）。消耗臭氧层较少的氟
氯烃现在正在逐步被不消耗臭氧层的化学品淘汰。基于担
忧氢氟碳化合物未来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2016年《蒙
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问世，该修正案将限制未来
氢氟碳化合物的排放。

10.6%

16.0%

7.1%

39.3%

4.1%

核
煤3

水电
石油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和垃圾2

天然气

22.9%

图5.4：2015年全球发电燃料份额1

注：1不包括抽水蓄能发电。2包括地热、太阳能、风能、热能等。3泥炭和油页岩与
煤混合在一起。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7年）。

5.2.1 电力和燃料生产

电力和燃料生产领域（图5.3中标为“能源”）是二氧化碳、
甲烷（CH4）、二氧化硫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最大
人为排放领域，也是其他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领域。在
该领域，2014年发电约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0%、二氧
化硫排放总量的71%、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72%（Hoesly
等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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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oesly等人（2018年）.

图5.3（续）：1990年-2014年按污染物、地区和领域分列的以千吨（kt）为单位的年度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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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世界炼油副产品产量（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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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7年）。

尽管可再生能源产能有所增加，化石燃料仍然主导着全球
电力系统（见图5.5）。该领域二氧化硫排放量的75%、氮氧
化物排放量的70%和超过90%的直径小于2.5μm的主要
颗粒物（PM2.5）都来自燃煤发电厂。煤炭燃烧也是全球汞
排放的第二大人为来源（国际能源署，2016a）。2015年，燃

气发电排放的氮氧化物接近20%，但几乎没有二氧化硫或
初级PM2.5（国际能源署，2016a）。

从1990年到2015年，全球石油燃料产量缓慢但持续增长 
（见图5.5）。燃料生产产生的甲烷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

图5.6：世界燃料发电（太瓦时）1

化石热 核 水电 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和垃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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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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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瓦
时

）

注：1不包括抽水蓄能发电2其他=地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洋能、生物燃料、热能等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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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排放量也相应增加（图5.3）。然而，从1990年到2015
年，发电量翻了一番（图5.6），但是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并
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最重要的是，2006年以后，发电
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所下降（见图5.3）。这种脱钩的
主要原因包括：

1 能源效率的提高；
2 发电厂排放标准的收紧和末端控制技术的进步；
3 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展（21世纪可再生能源

政策网络，2016年）。

然而，尽管已有现有的政策和宣布的目标、子目标及目
的，预计到2040年电力需求将增长三分之二（国际能源
署，2016b）。末端污染控制技术和低硫煤都可用于实现较
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

5.2.2 交通

在世界所有区域，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是空气污染物、温室
气体、消耗臭氧层物质（来自汽车空调设备）和持久性生物
累积性有毒物质（包括铅【Pb】和其他金属）排放的重要来
源。道路运输，包括汽油和柴油驱动的客车和重型卡车，占
一氧化氮排放的主要部分以及二氧化碳、一氧化碳、非甲
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黑碳排放的重要部分（见图5.3； 
Hoesly等人，2018年）。道路交通还会导致轮胎和刹车磨
损以及夹带的道路粉尘排放主要颗粒物（不包括在图5.3
中）。由于汽车和卡车在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附近行驶
和排放污染物，它们对空气污染暴露和相关健康影响的影
响大于它们在总排放量中所占比例。 

北美和欧洲的公路运输活动总量高于其他地区，因此造
成了更大的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排放在过去10年保持
稳定，燃料效率的提高与运输需求的增长同步（Hoesly等
人，2018年）。由于采用了车辆排放和燃料标准，北美和欧
洲其他与运输有关的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见第12.2
节）。

在发展中国家，尽管采用了排放和燃料标准（落后于北美
和欧洲），但由于车辆使用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进步，道路
交通排放继续上升。来自富裕国家的二手车贸易减缓了清
洁技术的实施（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7年）。但是，在降低燃料硫含量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将使所有国家能够使用先进的排放控制系统。

随着排放标准在道路车辆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重型建筑
设备等非道路车辆排放的相对比例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
车辆通常使用柴油，寿命长，可以作为改造控制技术或替
代燃料的良好候选。

按数量计算，海运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2017年国际运
输论坛），按吨英里计算，1990年至2015年期间海运增长

超过30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7年；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2017年）。船舶通常燃烧最重的石油产品，是
全球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沿海地区
和港口城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黑碳排放的来源。已
根据国际法（包括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及北美沿海水域）和
国家法律（包括中国港口和内陆水域）建立了排放控制区。
国际海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宣布了新的排放和燃料标准，预计将从2020年开始大幅
减少船舶排放。

航空业对全球排放的影响虽小，但却在不断增长，在燃料
燃烧产生的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中，航空业所占比例不
到2%（国际能源署，2017年）。2000年至2016年，全球航
空客运增长235%（以乘客公里计算），航空货运增长174%

（以吨公里计算）（国际民航组织【ICAO】，2016a）。飞机
将污染物直接排放到高层大气中，在那里，污染物对臭氧
形成和气候强迫的影响比在地表附近排放的污染物更大。
航空二氧化碳对辐射强迫的影响已经被很好地量化了，但
是飞机也会在高海拔地区排放水蒸气、其他气体和气溶
胶，从而引发云层形成，改变自然云层，改变对流层上部和
平流层下部的臭氧和甲烷浓度。这些变化对气候强迫的
影响没有很好地量化（Brasseur等人，2016年；Fahey等
人，2016年）。2016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通过了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目标是将国际
航空净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2020年的水平（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2016b）。

5.2.3 工业

工业包括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业部门排放空气污染物、温
室气体、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
为多种污染物控制提供了机会。排放和排放控制通常是特
定于行业和过程的，对于某些行业甚至是特定于区域。

历史上近三分之二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可归因于参
与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的90家投资者或政府所有企业

（Heede，2014年）。1990年至2014年间，除二氧化硫外，
所有污染物的全球工业排放均有所增加（图5.3），这是因
为欧洲和北美的排放量下降幅度小于其他大陆排放量的
增长幅度。1990年至1999年，由于欧洲和北美排放量的
减少，全球二氧化硫工业排放下降了26%；1999年之后，
由于中国（截至2012年，此后有所减少；Zheng等人，2018
年）和其他亚洲国家（Hoesly等人，2018年）的排放量大幅
增加，全球二氧化硫工业排放有所增加。

许多新工业产品、纳米材料和化学品的创造给管制方面提
出了相当大的挑战。它们的排放往往既不受管制也不加以
量化，从而对环境和健康造成未知影响。

用于提高制造业和采矿业能源效率的技术创新、技术转
让和更严格的排放法规是减少排放的关键。例如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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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拉丁美洲试验的更清洁的砖窑技术（Maithel等
人，2012年；人权与环境中心，2015年）；在若干国家试
行的减少或消除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中汞使用的更清
洁的技术和方法（美国环境保护署，2018a）；印度能源
密集型产业的实施—实现—交易（Perform-Achieve-
Trade）计划（Kumar和Agarwala，2013年；Bhandari
和Shrimali，2018年）。

5.2.4 住宅和商业

2014年，全球约有31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43%）依靠
燃烧木材、农作物残渣、粪便、煤和煤油等燃料来做饭、
取暖和照明（世界卫生组织，2016a）。这些燃料是全球
黑碳和有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主要颗粒物、多
环芳烃（PAHs）、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Hoesly等人，2018年）。在全球范围内，暴露于住宅烟
雾是最大的环境健康风险因素之一（Cohen等人，2017
年）。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获得清洁家庭能源的机
会最为缺乏，但发生在高收入国家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
都在使用污染燃料。妇女和儿童最容易受到家庭空气污
染的影响，也承担着收集或获取燃料的最大负担 

（世界卫生组织，2016b）。改善获得更清洁炉灶和燃料
（包括木屑、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电力来源）的途径已

被确定为一项全球重点工作，尽管正在取得进展，但仍
存在许多挑战（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4年；世界卫生
组织，2016a）（见第12.2.3节）。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建筑环境的能源
需求（主要是住宅和商业建筑的建筑、供暖、制冷和照
明）占温室气体排放的很大一部分。提高建筑物和城市
的能源效率是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实现空气
质量共同效益的必要条件。这些改进需要采取政策办
法，诸如建筑标准、标签和评级制度、土地使用规划、税
收激励、融资、自愿承诺、意识和教育等。

5.2.5 垃圾管理

虽然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转向使用更清洁和更高效的
废弃物管理技术，但发展中国家仍在努力应付这一领域
的基本挑战。在低收入国家，露天倾倒和焚烧固体废弃
物仍然占主导地位，并继续在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
入国家的许多城市实行。据估计，全球约有20亿人无法
获得固体废弃物收集服务，而30亿人无法获得足够的
废弃物处理设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固体废弃
物协会，2015年）。在世界上最大的50个垃圾场中，大约
有6400万人直接受到不受控制的倾倒和露天焚烧的影
响，其中42个垃圾场距离居民区不到2公里（废弃物地
图伙伴关系，2014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露天焚烧垃圾排放二氧化碳、甲
烷、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颗粒物，是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包括二噁英和呋喃（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2014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b；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5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b）。在发达国
家，垃圾也是甲烷、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重要来
源。从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非法出口废弃的电子电
气设备（ewaste）（Rucevska等人，2015年）导致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和其他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例如其他卤代
阻燃剂）在非正式的电子垃圾接收和处理区域大量排放

（Breivik等人，2016年）。

5.2.6 农业和林业

广泛的农业和畜牧业活动改变了氮循环和温室气体排
放，增加了化肥和杀虫剂的污染，加剧了生物多样性丧
失和土壤退化（DeLonge、Miles和Carlisle，2016年）。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用途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25%

（Seto等人，2014年）。在发达国家，农业约占全国温室
气体清单的10%（欧洲环境署，2017年；美国环境保护
署，2017年），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要高得多。

从本地到全球，肉类和乳制品的生产、分销和消费都对
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Leip等人，2015年）。工业肉类生
产和畜牧业是温室气体、氨、灰尘和生物气溶胶的重要
来源（Cole和McCoskey，2013年）。1961年到2010年
期间，全球畜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51%，主
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增加了117%，而发达国家减少了
23%（Caro等人，2014年；Pagano等人，2017年）。畜牧
业生产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Caro等人，2014年）
。这些排放的最大来源（74%）是奶牛和肉牛。同期，全球
一氧化二氮和甲烷的排放量增加了57%，这两种排放
物来自牧场上残留的粪便、粪便管理和发酵。然而，轮牧
和其他牧场管理技术可以减少同一头牛的温室气体产
量，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Nordborg和Roos，2016年）。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化肥的使用也导致大量甲烷排放，
占全球大约75%的人为甲烷排放量和约60%的总排放
量（Ciais等人，2013年），并造成区域颗粒物的形成以及
对陆地、淡水和海洋生物系统的不利影响（Galloway等
人，2003年）。

一般作物的灌溉和施肥以及牧场管理可以改变土壤呼
吸速率，从而改变土壤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量（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7c）。农业应用中使用的杀虫剂是不
受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进入环境和食物链的主要
来源，对健康造成各种有害影响（见第4.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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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燃烧——包括自然野火、规定燃烧农作物和森林
残留物、规定燃烧森林和草原以清理土地——通过排放
一氧化碳、有机碳、黑碳、氮氧化物和氨以及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和甲烷，对空气污染造成巨大影响。生物质燃
烧主要发生在非洲的大草原；前苏联的北方森林、拉丁
美洲的热带草原和热带森林；以及东亚的大草原、泥碳
和热带森林。东南亚的生物质燃烧、2015-2016年厄尔尼
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再加上人为导致的泥碳沼泽森林砍
伐和之前大面积火灾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区域空气污
染事件（Wooster、Perry和Zoumas，2012年；Koplitz等
人，2016年；Parker等人，2016年）（见第12.2.5节）。

5.2.7 自然排放和土地利用变化

自然资源也会带来排放，但在一些地区，人们通过土地利
用的改变（尤其是农田的扩张）对这些排放造成很大影响

（Pacifico等人，2012年；Ciais等人，2013年）。在干旱和半
干旱地区，来自自然景观和无保护农田的风尘是大气颗粒
物的最大来源，也是许多地区（如北非和中东）粗颗粒物的
主要部分（Ginoux等人，2012年；Albani等人，2014年）。可
持续的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可以减少沙尘暴，同时有助于减
少沙漠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缓气候变化。区域和国家行
动计划，包括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制定的行动计
划，有可能解决沙尘暴的根本原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
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6年）。

在全球范围内，陆地植被是大气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主要来源，比人为来源多十倍（Guenther等人，2012
年；Sindelarova等人，2014年）。生物源非甲烷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往往具有很高的反应性，甚至在城市地区也能大
量造成臭氧和颗粒物的形成（Chameides等人，1988年）。
土壤微生物过程是氮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城市
以外氮氧化物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全球强有力的温室气
体一氧化二氮的主要来源（Ciais等人，2013年）。由于施用
化肥增加了土壤氮含量，农田中土壤氮氧化物排放量最高

（Vinken等人，2014年）。据估计，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
与扩大农田和牧场有关的森林砍伐使全球每年生物转基
因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量减少了10%至35%，
土壤氮氧化物排放量增加了约50%，但已经重新造林的
美国东部和西欧部分地区除外（Unger，2014年；Heald和
Geddes，2016年）。Bouwman等人（2013年）估计，在20
世纪，农业土壤一氧化二氮排放量增加了三倍。

土壤呼吸是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
（Hashimoto等人，2015年），近几十年来产生的二氧化

碳有所增加（Bond-Lamberty等人，2018年）。

5.3 状况：大气成分和气候

在气象和气候变量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协调了一个发
展良好的全球观测系统，其空间范围足以监测区域模
式。然而，就大气成分而言，可获得的信息因污染物和
区域而异。北美、欧洲和东亚国家拥有完善的现场地面
监测网络，用于监测地面臭氧和颗粒物以及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和某些地区的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对于其
他污染物，观测则相对较少。需要编制监测站元数据的
全球目录，目前正在通过扩充气象组织全球大气观测
站信息系统（GAWSiS，https://gawsis.meteoswiss.
ch）和观察系统能力分析和审查（OSCAR，https://
oscar.wmo.int）工具来进行。然而，对于世界上许多
地区而言，地面网络没有足够的密度和覆盖率来表征
具有空间代表性的趋势。需要从卫星、飞机和其他平台
以及大气化学和运输模型进行观测，以补充传统网络。

现有的极地轨道卫星仪器对一些重要空气污染物（包
括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氨、
甲醛和甲烷）进行全球观测，尽管其时间、空间和垂直
分辨率相对粗糙（Duncan等人，2014年；Duncan等
人，2016年）。然而，在世界某些地区，卫星提供的每
月平均总柱观测量是现有的唯一信息。目前为增进对
空间观测和地面观测之间关系的理解所作的努力应
有助于填补监测稀疏地区的数据空白（如Snider等
人，2015年）。

韩国、美国和欧洲的空间机构正努力在东亚、北美、欧
洲、北非和地中海上空部署一组地球同步卫星，以测
量臭氧、颗粒物及其前体。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这些仪
器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将比目前的极地轨道卫星高
得多，近乎实时提供有关这些地区空气污染的大量信
息（地球观测卫星委员会，2011年）。

在成本和复杂性的另一端，正在开发用于测量不同
污染物的廉价电子传感器，并销售给政府、企业甚至
个人，并部署在各种移动和固定环境中（如Apte等
人，2017年）。信息的质量差别很大，目前也很低，但已
努力更好地了解不同传感器的性能，并就如何部署和
使用收集到的观测数据制定标准化测试和指导（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Lewis等人，2017年；美国环
保署，2018b）。

来自地面网络的空气质量信息以及空气质量预报正
日益公开。美国从1998年开始使用AirNow.gov作为
这种系统的先驱，现在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城市以及通
过开放源码平台（例如OpenAQ.org）都可以获得类似
的信息（见第12.2.4节）。



全球环境状况118

5

5.3.1 空气污染：城市到全球范围

从全球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两种空气污染
物为颗粒物及其组分和地面臭氧。环境颗粒物可以直
接作为细颗粒物（如黑碳、有机碳和土壤粉尘）排放，也
可以通过气体前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氨和非
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在大气中形成。地面臭
氧不是直接排放的，而是通过氮氧化合物、非甲烷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甲烷和有机碳的反应在大气中形成的

（Seinfeld和Pandis，2016年）。在全球范围内，PM2.5年
平均最高浓度出现在受风沙（如北非和西亚）、火灾（如
中非和拉丁美洲）和人为污染（如南亚和东亚）（Cohen
等人，2017年；Shaddick等人，2018年）影响的地区 

（见图5.7）。从1998年到2012年，卫星观测表明，PM2.5

在北美东部显著下降，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呈上升趋势
（Boys等人，2014年）。地面测量表明，北美、南亚和东

亚地区的趋势与人为污染的变化有关，但西亚地区的变
化是由风沙和灰尘的变化造成的（Boys等人，2014年）。

地面臭氧在北半球中纬度和热带地区最高，在暖季达到
顶峰。北美、地中海、南亚和东亚是臭氧污染的热点地区

（见图5.8）。然而，据估计，中非、西亚和东南亚的人口
加权臭氧浓度也很高（健康影响研究所，2017年）。

卫星观测发现，过去10-15年间，二氧化硫和二氧化
氮的地面浓度发生了快速变化，欧洲和北美呈下降
趋势，东亚、南亚、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区呈上升趋势

（Schneider、Lahoz和van der A，2015年；Geddes等
人，2016年；Krotkov等人，2016年）。

!

PM2.5  µg/m3

无数据

<10（<世界卫生组织指南）

10-<15（<世界卫生组织IT-3）

15-<25（<世界卫生组织IT-2）

25-<35（<世界卫生组织IT-3）

35+（>世界IT-1）

这张地图结合了卫星观测数据、地表监测数据以及大气化学和运输模型。IT=中期目标。

资料来源：Shaddick等人（2018年）。

图5.7：2016年PM2.5年平均浓度与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导方针和中期目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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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2016年各国臭氧水平最高季节的季节性人口平均加权臭氧浓度

资料来源：HEI（2018年）。

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城市地区的空气污染总体水平更
高。一项对2013年71个特大城市（超过500万人口）发布的
PM2.5观测结果的回顾发现，在已有观测数据的45个特大
城市中，只有4个城市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年平均浓度指
南的标准（Cheng等人，2016年）（图5.9）。

最高水平的城市集中在中国中东部和印度恒河平原。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许多城市缺乏可用的测量方法，但
在有数据的地方，98%的城市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PM2.5或PM10的指南标准，而在有数据的高收入国家，这
一比例为56%（世界卫生组织，2016b）。

图5.9：根据2011年至2015年的可用数据，拥有1400多万居民的特大城市的PM10年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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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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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源：转载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2016），基于（Kiesewetter和Amann，2014年）。

图5.10：对这三个国家的几个城市中观察到的PM2.5来源的模型估计显示，当地PM2.5浓度受到跨界来源的二次颗粒物的强
烈影响。排放源（分为自然排放、国际排放（境外排放）、国内排放（境内排放但在市区外排放）、城市排放（在城市内排放）、街道
排放（观测点附近排放））和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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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住宅燃料燃烧、发电、工业和农业都造成了城市空 
气污染，尽管各个城市不同部门的贡献可能存在显著 
差异（Karagulian等人，2015年）。在非洲、亚洲和其他
发展中地区的发展中城市，受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驱
动，车辆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如Adiang等
人，2017年）。预计到2030年将有41个特大城市（人口超过
1000万），其中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2016b）。特
大城市污染的影响远远超出城市范围，并在地方、区域和
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Ang’u、Nzioka和Mutai，2016年；
世界卫生组织，2016b）。

在任何特定地点观测到的空气污染可能由当地、区域甚至
全球污染源造成（图5.10）。

更好的全球模型、更多的监测和实地研究以及卫星仪器
的累积观测增进了我们对驱动这种远距离污染传输的过
程和趋势的了解。然而，要量化远距离污染来源对某一天
观测值的绝对贡献仍然具有挑战性。对流层臭氧评估报告

（TOAR）收集的数据表明，大多数基于健康的标准所依据
的峰值最近趋势为在北美和欧洲急剧下降而在东亚部分
地区急剧上升。

然而，在夏季白天平均臭氧浓度方面，北美和西欧的趋势
更为复杂，一些站点显示出显著增长（Chang等人，2017
年；Schultz等人，2017年）。这一发现与整个北半球边界
层上方臭氧“背景”增加的观测结果一致（大气污染物半
球传输特别工作组，2010年；Parrish等人，2014年）。据观
测，1980年到2010年全球对流层臭氧有增加的趋势，主
要可能是由于全球前体排放量的分布朝赤道方向转变，
其影响大于全球甲烷的增加和其他前体排放总量的总和

（Zhang等人，2016年）。

每年，全球大气中最大的颗粒物来源是风吹的沙尘。“沙尘
带”从北非西海岸延伸至地中海盆地、中东、中亚和南亚、
蒙古和中国（见图5.11）。其中包括自然地区，如撒哈拉沙
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农业区。在沙尘带之外，沙尘暴

（SDS）并不常见；然而，沙尘暴可以在澳大利亚中部、南
部非洲（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南美洲的阿塔卡马和北美
大盆地产生重要的地方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
象组织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6年）。人们通过
土地清理和土地管理措施以及对沙漠化的其他影响来影
响沙尘源（见第8.4.2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
织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6年）得出结论，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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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沙尘带 

使用全球模型，可归因于不同类型的颗粒物质的气溶胶光学深度以不同的颜色显示：灰尘（红色和黄色），黑色和有机碳（绿色），硫酸盐（白色）；以及海盐（蓝色）。该图像
的动画版本可在https://gmao.gsfc.nasa.gov/research/aerosol/modeling/nr1_movie/获得。

资料来源：Puttman和daSilva（2013年）。

去30年里，北非、中东和南美洲的沙尘暴发生频率和严重
程度几乎没有变化，但北美、中亚和澳大利亚的沙尘暴显
著增加。Klingmuller等人（2016年）发现2001年至2012
年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沙尘呈上升趋势，而这与气候变化
有关。

搬运粉尘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它影响气候和降水模式；为
遥远的森林和海洋提供肥料；导致人类呼吸系统疾病；并
将人类、动物和植物病原体从源头地区顺风传播到很远的
地方。在来源地内部，沙尘暴可能破坏基础设施，中断交通
和通讯系统，并造成航空和道路交通事故。为了更好地理
解、预测和减轻这些影响，世界气象组织建立了全球沙尘
暴预警咨询和评估系统（SDS-WA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6年；世界
气象组织，2017b）。

火灾主要与开荒或闪电有关，是造成跨界污染的另一个主
要因素。在东南亚，主要与刀耕火种农业相关的多年生森
林和泥炭地火灾在干旱季节加剧（Page和Hooijer，2016
年；Wijedasa等人，2017年）。2015年，该地区被大火笼
罩，烟雾弥漫，导致约10万人因暴露于空气污染而过早死
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印度尼西亚（Koplitz等人，2016年）

（见第12.2.5节）。西伯利亚、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北方森
林大火导致黑碳和其他颗粒在北极沉积，使冰雪表面变暗
并加速融化（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2011年；北极监测和
评估计划，2015年）。

5.3.2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

气态元素汞是一种全球污染物，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以及
赤道非洲和南美洲的手工金矿地区浓度最高（见图5.1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

在欧洲、北美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受《斯德哥尔摩公约》
管制和监测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浓度已经下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4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b；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5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b）。

 对北极空气和生物群中受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测
量显示，在发达国家已被禁用超过20-30年的物质呈显著
下降趋势，但其下降速度已经放缓（Hung等人，2016年）。
北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趋势似乎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
原因在于源头的挥发量增加（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2014
年；Ma等人，2011年）以及北极土地使用和排放模式的变
化（如采矿和航运的增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极监测
和评估计划，2011年）（也见第4.3.2节和4.3.3节）。尽管南
极洲是地球上最不受人类直接影响的大陆，但低水平及时
而严重的污染也是可见的（Vecchiato等人，2015年）。近
几十年来，南极雪中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的浓度有所下降

（Vecchiato等人，2015年）。

然而，许多新的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趋势尚未明
确，尽管欧洲等一些区域已经有了基线数据（联合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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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通过模型集成，模拟了2015年近地表空气（上）和湿沉降通量（底部）中年均气态元素汞浓度的全球分布

圆圈显示地面监测中观察到的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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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署，2015a）。由于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已被管制或
禁止，其他不受监管的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已作为
替代品出现，并广泛用于消费品、家庭用品（如家具和电子
产品）和建筑材料（Lee等人，2016；Rauert等人，2016年）。
越来越多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候选物质对现有监测方案
构成了资源压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a）。不受管制
的新型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的排放、运输和环境命
运与受管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不同，对评估进一步提
出了挑战。

5.3.3 平流层臭氧和紫外线辐射

基于实地的现场观测表明消耗臭氧层物质自《蒙特利尔议
定书》实施以来明显下降（Newman等人，2007年；Engel
等人，2018年）。然而，2012年后，三氯氟甲烷（CFC-11）
的下降趋势减缓了约50%（Montzka等人，2018年）。有
迹象表明，平流层臭氧层正在开始恢复。20世纪80年代
和90年代初，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大气总臭氧总量有所下
降，但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迹象表明，2000年至
2013年期间全球平均臭氧总量有所增加（图5.13）（世界
气象组织，2014年）。自2000年左右以来，平流层上层臭
氧的实测浓度呈上升趋势，模拟结果表明，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减少和通过平流层降温增加平流层臭氧的温室气

体的增加对平流层上层臭氧的增加有同等的贡献（世界
气象组织，2014年；Harris等人，2015年；Chipperfield
等人，2017年）。在南极洲上空，发现2001年至2013年南
半球夏季平流层下部（约10-20千米）臭氧浓度以及春季
和夏季总臭氧柱状体呈现出积极趋势（Kuttippurath和
Nair，2017年；Solomon等人，2017年）。由于不明原因，
中纬度地区（60°S和60°N）没有明确的臭氧恢复迹象（Ball
等人，2018年）。随着消耗臭氧层物质浓度在整个21世纪
持续下降，预计平流层臭氧浓度将上升，尽管这一趋势将
日益受到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影响；因此，平流层臭氧恢
复到1960年水平的时间框架是不确定的（Chipperfield等
人，2017年）。

由于平流层臭氧、云、气溶胶和其他因素对紫外辐射的
不同衰减掩盖了平流层臭氧的恢复对地球表面紫外线
辐射的影响，因此目前还没有记录到这种变化（Bais等
人，2018年）。

5.3.4 气候变化

2016年，全球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平均浓度分别
达到403.3±0.1 ppm、1853±2 ppb和328.9±0.1 ppb，
分别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5%、257%和122%（世界气

图5.13：在平流层消耗臭氧层物质下降（左）和消耗臭氧层物质增加（右）期间，35°-60°N以上的臭氧年平均趋势垂直剖面图（黑
色），对应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变化模型（红色）、温室气体变化模型（蓝色）以及两者合在一起（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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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N~60°N 臭氧趋势
观察（±2σ）

模拟 (±2σ), 消耗臭氧层物质， 温室气体

注：趋势的±2标准误差不确定性范围由观察的水平条和所有变化建模趋势的灰色阴影显示。

资料来源：世界气象组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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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组织，2017c）。2015年至2016年，全球二氧化碳增长 
率达到过去30年最高水平（部分是受厄尔尼诺现象的推
动），二氧化碳浓度也达到至少过去80万年里的最高值。
甲烷浓度在1999年至2006年期间趋于稳定，但此后一
直在上升。研究指出，导致甲烷变化的各种不同过程主
要是人为来源、永久冻土融化或湿地排放的变化（Dean
等人，2018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氧化二
氮的浓度一直在稳步上升。自2005年以来，氯氟烃替代
品、氢氯氟烃和氢氯碳化物的浓度呈指数级增长，尽管
它们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在所有温室气体的辐
射作用力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4%。根据美国国家海洋
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的年度温室气体指数（Greenhouse Gas 
Index，简称AGGI），从1979年到2016年，长寿命温室气体
的辐射强度增加了78%，其中二氧化碳约占72%。 

1901年以来，几乎整个地球都经历了地表变暖，极有可能
是人类活动导致了自20世纪中期以来所观察到的全球平均
表面温度增加的一半以上（Bindoff等人，2013年）。1901-
2012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约为0.89℃（见图4.2），但部
分地区升温幅度大于2℃（Hartmann等人，2013年）。

降水趋势不那么明显，而且因地区而异。一般而言，干旱地
区变得更加干燥，而潮湿地区则变得更加潮湿，但存在多
种例外情况（Trenberth，201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2014年；Feng和Zhang，2015年）。观测结果
显示，热带陆地区域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
呈下降趋势，随后的10年呈上升趋势，所以1951年 
到2008年没有呈现明显的总体趋势（Hartmann等
人，2013年）。从1901年到2008年，北半球中纬度地区

（30°N到60°N）的降水量显著增加；相比之下，只有有限
的证据表明南半球中纬度地区的长期增长（Hartmann等
人，2013年）。观测到的陆地降水纬度分布的变化暗示了
人类的影响；然而，由于数据不完整和模型不确定性，结果
仍然不确定（Bindoff等人，2013年）。

气候变化还可以影响全球和区域的大气环流和特征。观
测表明，热带带可能会变宽，风暴路径和急流可能会向
极地移动，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北极涡旋可能会收缩

（Hartmann等人，2013年）。平流层臭氧消耗和温室气体
引起的变暖可能导致南部哈德利环流圈向极地移动，并使
南部环形模式呈现积极趋势，这种模式是夏季期间南极洲
西风带南北向移动的特征（Bindoff等人，2013年）。在北
半球，人为因素对哈德利环流圈向极地移动的影响不太确
定（Bindoff等人，2013年）。虽然许多研究表明厄尔尼诺-
南方涛动（ENSO）和季风环流发生了变化，但存在很大的
观测和模拟不确定性，因此即便观测到变化，也难以将其
归因于人为活动（Bindoff等，2013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20世纪中期以来，气候变化已
导致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发生变化（Trenberth，2011

年；Hartmann等人，2013年；Alexander，2016年）。在北
美、中美洲、欧洲、南部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极暖日的频
率可能已经增加，热浪的频率在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大
部分地区都有所增加（Hartmann等人，2013年）。 
观测表明，全球范围内强降水普遍增加（Trenberth， 
2011年；Hartmann等人，2013年）。从地区来看，北美、 
中美洲和欧洲的强降水事件的频率或强度可能已经增
加，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北大西洋盆地最强热带气旋
的频率和强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所增加。（哈特曼等
人，2013年）。在干旱方面，地中海和西非的干旱频率和强
度可能有所增加，北美中部和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干旱频率
和强度可能有所下降（Hartmann等人，2013年）。

空气污染、平流层臭氧消耗、持久性污染物和气候变化
这些问题之间相互关联（见图5.1）。与长寿命温室气体
相比，黑碳、对流层臭氧、甲烷和氢氟碳化物等气候变暖
因子在大气中的寿命相对较短，被称为短寿命气候污染
物（SLCPs）（Haines等人，2017年）。对流层臭氧作为一
种温室气体，直接导致全球变暖。然而，臭氧也通过阻碍
植被生长和降低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而导致气候变暖

（Ainsworth等人，2012年）。黑碳在大气中以及沉积在冰
雪上都有暖化作用。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在
短期内减少变暖，这对于实现近期气候目标或避免气候临
界点可能是必不可少的（Shindell等人，2017年）。然而，
短期内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排放需要与长期控制气
候变化的长寿命温室气体的减排相结合（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7c）。

其他颗粒成分（如硫酸盐和硝酸盐）也会影响气候，并可能
通过散射太阳辐射使气候降温。颗粒物还通过影响云的形
成间接影响气候，导致云反射率、云分布和降水模式的变
化。气溶胶的净辐射效应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Fuzzi等
人，2015年）。

气候变化通过对天气和地方尺度气象的影响，以多种非
线性方式影响空气污染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
浓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2011
年；Fiore、Naik和Leibensperger，2015年）。较高的温
度可以加快臭氧形成的化学反应速率，或者随着组分挥
发降低颗粒物浓度（Megaritis等人，2013年；Czernecki
等人，2016年）。更高的温度还会增加会挥发的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首次排放，并且通过使以前沉积的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再挥发还会增加二次排放（Ma等人，2011
年）。由于颗粒结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过沉积更有效
地从大气中去除，半挥发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能在
较高温度下在大气中停留更长时间，并从源区进一步
运输。更高的温度也可能增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降解

（Ma等人，2011年）。减少的云层覆盖通过提高光解速
率促进臭氧的形成（Na、Moon和Kim，2005年）。更高的
温度和光照强度也会增加生物源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的排放（Guenther等人，2012年），而它们是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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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颗粒物的前体。同时，较高的温度和水分胁迫降低了
气孔对臭氧的吸收，从而减少了臭氧沉积（Solberg等
人，2008年；Huang等人，2016年）。更多的降雨冲刷掉
了颗粒物和其他污染物，从而减少了污染。热浪和干旱等
极端事件增加了与野火（Bowman等人，2017年）和灰尘

（Achakulwisut、Mickley和Anenberg，2018年）相关的
高颗粒污染风险。洪水和风暴等极端事件也会影响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再活化和生物利用率（Ma等人，2011年）。

影响空气质量的气象参数往往依赖于天气尺度或其他较
大规模的现象，并与其共同变化。例如，地球表面臭氧和颗
粒物浓度受通风和稀释的强烈影响，而通风和稀释受风
和边界层高度的控制，通常与温度和湿度有关。自1980年
以来，在北美各地移动的夏季中纬度气旋数量减少，这与
美国东部停滞和臭氧污染事件增加有关，抵消了部分美
国东北部因人为排放量的减少而带来的空气质量的改善

（Leibensperger、Mickley和Jacob，2008年）。中国东部
的极端冬季停滞和污染事件与前一年秋季北极海冰融化
和初冬西伯利亚降雪增加有关（Zou等人，2017年）。

5.4 影响

产生排放的活动威胁到人类健康和福祉、粮食安全和生态
系统。本节重点讨论大气成分变化的直接影响。

5.4.1 人类健康

暴露于室内外空气污染、极端温度、空气中的病原体和过
敏原以及紫外线辐射直接影响人类健康。以下重点讨论人
为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影响。

空气污染
2016年，暴露于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导致600万人（全球疾
病负担【GBD】风险因素协作组，2017年）至700万人（世界
卫生组织，2018年）过早死亡。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估计，
长期暴露于环境细颗粒物导致360万至460万人过早死亡，
并导致9500万至1.18亿的多年健康人群因心脏病、中风、
肺癌、慢性肺病和呼吸道感染而死亡（Cohen等人，2017
年；全球疾病负担风险因素协作组，2017年；HEI，2018年）
。因此，暴露于PM2.5是全球疾病负担的最高环境风险因
素，并在失能调整寿命年损失的所有风险因素中排在高血
压、吸烟、出生体重低、高血糖和高体重指数之后名列第六

（GBD癌症协作，2017年）。过早死亡的估计低估了受影响
的总人数，因为空气污染对每一个呼吸空气的人都有潜在
的影响，而不是一小部分人过早死亡的唯一原因（空气污染
物医学影响委员会，2010年）。

即使是短时间（几分钟到几小时）暴露于高浓度污染物中
也可能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异
常高的空气污染事件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例如Vidal，2016
年；Safi，2017年）。然而，对公共健康最大的损害与长期接

触有关——生活在年平均接触量较高的地区（HEI，2017
年）。重要的是，没有已知的年均颗粒物暴露的安全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

大约43%的世界人口（主要在低收入国家）使用生物
质取暖和做饭。由此产生的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导致
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ALRTI）和肺炎以及成人慢
性阻塞性肺病（COPD）和肺癌（世界卫生组织，2007
年；Sumpter和Chandramohan，2013年；世界卫生组
织，2018）。GBD研究将2016年丧失的6600万至8800万
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以及220万至300万过早死亡
归因于家庭空气污染（GBD风险因素合作，2017年），而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负担约为380万过早死亡（世界卫生
组织，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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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2016年，每10万人因环境PM2.5空气污染死亡数；年龄标准化数据

年龄标准化可以比较具有不同年龄分布的国家的估计数。注意，这些估计数不包括因接触家庭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

资料来源：改编自HEI（2018年）。

各国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差别很大，这反映了不同的
污染水平以及人口规模、人口统计、潜在疾病率和其他社
会经济特征的差异（图5.14）。

2010年至2016年，由于空气污染加剧、人口增长和老龄
化，全球PM2.5环境暴露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1%。2016
年，95%的世界人口居住在PM2.5水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
空气质量指南标准（HEI，2018年）的地区。虽然西欧和北
美的PM2.5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其他许多地区的死亡率却
大幅上升。由地面臭氧引起的死亡虽然要少得多，但在
1990年至2015年间，全球范围内由地面臭氧引起的死
亡增加了近60%，一些国家的死亡增幅高达250%- 400%

（HEI，2017年）。

除过早死亡外，空气污染还会导致一系列慢性和急性疾
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Brook等人，2010年；McCracken
等人，2012年）和呼吸道疾病（美国胸科学会，2000年）。
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与其他疾病之间存在关联，比如糖尿
病（Eze等人，2015年）；不良分娩结局（Stieb等人，2012
年），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Fleischer等人，2014年）和
出生缺陷（Farhi等人，2014年）；以及神经系统疾病，包括
痴呆症（Calderon-Garciduenas和Villarreal-Rios，2017
年）。新兴研究强调了空气污染与空气中的病原体和过
敏原之间的潜在相互作用。（Hussey等人，2017年；Liu等
人，2018年）。

老年人、小孩、心脏病人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最容易
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Sacks等人，2011年）。妇女和儿童
在室内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使用固体燃料做饭和取暖 
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Smith等人，2014年）。越来

越多的证据表明，室内烟雾会导致白内障，这是全球失
明的主要原因（Clougherty，2010年；Sacks等人，2011
年；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4年；Villeneuve等人，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2016b）。

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生命年损失、医疗保健的增加和
工人生产力的下降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据估
计，2013年环境和家庭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给世
界经济造成了5.1万亿美元的福利损失（世界银行和卫
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2016年）。这相当于日本2013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估
计，2010年欧洲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1.575万亿美元的
损失。2011年，美国环保署估计，1990年《清洁空气法》
修正案实施的排放控制措施，在2010年避免了1.3万亿
美元的损失（美国环保署2011年）。2007年，颗粒物空气
污染对中国劳动力的影响估计造成3460亿元人民币（约
占GDP的1.1%）的经济损失（Xia等人，2016年）。经合组
织最近的一项分析估计，2013年非洲环境和家庭空气污
染的总成本为4500亿美元（Roy，2016年）。

由于人口众多、工业活动频繁，2016年亚洲PM2.5致死绝
对人数最高。然而，PM2.5暴露在中国已经开始下降，但在
南美部分地区却在增加（HEI，2018年）。亚洲国家也面
临着最大的空气污染负担，污染来自于商品的生产，而
这些商品则被以西欧和北美为主的其他地区所消费。例
如，东亚97%的PM2.5相关死亡与东亚的排放有关，但只
有80%与东亚消费的商品或服务有关。据估计，东亚制
造的商品在欧洲、俄罗斯和北美的消费分别占东亚PM2.5

死亡率负担的7%和6%（Zhang等人，2017年） 
（图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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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流层臭氧消耗
平流层臭氧消耗的健康风险是由于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
线辐射中具有生物破坏性的波长增加的结果。虽然一定程
度的紫外线照射是必要的，但过多的紫外线照射会损害皮
肤和眼睛，并可能导致免疫抑制。影响包括晒伤、角质形成
细胞（以前称为非黑色素瘤）癌、皮肤恶性黑色素瘤、默克
尔细胞癌、光结膜炎、光性角膜炎（如雪盲）、白内障、翼状
胬肉和结膜黑色素瘤。

近几十年来，大多数人口以白人为主的国家都经历了皮肤
恶性黑色素瘤发病率的稳步上升，导致了约80%的皮肤癌
死亡（Lucas等人，2015年）。过度暴露在紫外线辐射下占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风险的60% - 90%（Olsen、Carroll和
Whiteman，2010年；2004年）。皮肤恶性黑色素瘤和其他
与紫外线相关的不良健康影响发病率的增加不太可能是
由于平流层臭氧消耗引起的紫外线照射的变化，而是由于
危险的阳光照射行为的增加（Lucas等人，2015年）。然而，
如果没有《蒙特利尔议定书》，皮肤癌的发病率可能会增加
14%，到2030年影响200万人（van Dijk等人，2013年）。

气候变化
在未来几十年到几个世纪，气候变化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预计将远远超过任何潜在的健康益处（Smith等人，2014
年；Watts等人，2017年）。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可
以分为直接影响（如热浪、风暴）、不那么直接的影响（如病
媒生态的变化、供水减少或空气污染事件加剧）和扩散影响

（Butler，2014年；Melillo、Richmond和Yohe，2014年）。
通过冲突（Kelley等人，2015年）、迁移（Piguet、Pecoud和
de Guchteneire编辑，2011年）和饥荒等方式，扩散效应
可能是疾病的最大负担。心理健康的影响来自这三种类型

（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将不公平地分布在全球。气候变化
和不断增加的气候变异性“加剧了现有的贫困，加剧了不
平等，并为个人和社区触发了新的脆弱性和一些机会”（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第796页）。

建筑和道路比乡村景观更能留住热量，降低湿度，形成城
市热岛。在北半球中纬度和亚热带地区，与周边农村地区

图5.15：由区域产生的排放或商品和服务消费（行）导致的地区PM2.5相关死亡的百分比（列）

资料来源：根据Zhang等人（2017年）。

中国和
东亚

印度和亚
洲其他
地区

欧洲和俄
罗斯

中东和
北非 北美 拉丁美洲

撒哈拉以南
非洲及世界
上其他地区

空气污染排放
区域

中国和东亚 97% 3% 1% 1% 2% 1% 0%

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 1% 93% 1% 2% 0% 0% 2%

欧洲和俄罗斯 1% 0% 94% 18% 1% 0% 1%

中东和北非 0% 3% 2% 78% 0% 0% 5%

北美 0% 0% 1% 1% 95% 2% 0%

拉丁美洲 0% 0% 0% 0% 1% 97% 0%

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世
界上其他地区 0% 0% 0% 0% 0% 0% 93%

相关商品的消
费区域

中国和东亚 80% 4% 3% 3% 6% 4% 2%

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 3% 84% 2% 3% 1% 1% 2%

欧洲和俄罗斯 7% 4% 86% 24% 5% 6% 4%

中东和北非 2% 3% 4% 64% 2% 1% 4%

北美 6% 3% 3% 4% 82% 12% 2%

拉丁美洲 1% 0% 1% 1% 4% 75%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及世
界上其他地区 1% 1% 1% 1% 1% 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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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城市地区的夜间温度要高4℃，更干旱10%至15%。
在北非，城市地区异常高温的夜晚数量大约是农村地区的
10倍（Fischer、Oleson和Lawrence，2012年）。

5.4.2 粮食安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8年）描述了粮食安全的四个
方面：与数量有关的可得性；与支付能力有关的可获得性；
与满足营养需求和粮食安全有关的利用；与其他维度的时
间变化有关的稳定性。

可得性：目前的地面臭氧水平会使小麦、大豆、玉米和水稻
等主要主食作物的产量下降2%至15%，具体取决于作物
类型和地点（Feng和Kobayashi，2009年；Van Dingenen
等人，2009年；Fishman等人，2010年；Avnery等人，2011
年）。由于不同的作物品种具有不同的敏感性，而且并不是
所有的作物都被研究过，因此全球对损害的估计是不确定
的。作物产量下降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臭氧浓
度升高导致玉米和大豆产量分别减少约10%和5%，每年
损失90亿美元（McGrath等人，2015年）。

气候变化已经通过平均和极端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入侵杂
草和害虫的蔓延及影响以及森林砍伐影响了作物生产。尽
管增加二氧化碳施肥（见4.4.3节）被认为可以抵消负面影
响，但二氧化碳、臭氧、氮、水有效性和温度变化之间的相
互作用仍未得到很好的理解（Schlenker和Roberts，2009
年；Porter等人，2014年）。

预计热带国家的产量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而一些温带
地区可能受益于更高的产量，扩大的生产区域和较长的
生长季节（尽管这些好处可能被日益频繁的极端事件、
温度和水份胁迫以及无效的适应抵消）（Schmidhuber
和Tubiello，2007年；Gornall等人，2010年；Porter等
人，2014年）。简而言之，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将
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这些国家有大量人口依靠农业为
生，粮食不安全状况严重，适应能力低下。预计气候变化对
水生物种的可获得性和分布的影响也将对发展中国家造
成不成比例的影响（见第7.3.2节）。

通过改变牧场、饲料作物和水的可用性，较高的温度
可能对牲畜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Andre等人，2011
年；Renaudeau等人，2011年；Porter等人，2014年）。
气候变化对牲畜疾病的影响仍然难以预测且十分不确定

（Mills、Gage和Khan，2010年；Tabachnick，2010年）。

可获得性：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价格施加上行压力
（Porter等人，2014年），不成比例地影响着可能将收入

的很大一部分花在粮食上的贫困消费者，从而对健康和
营养产生影响（Springmann等人，2016年）。妇女和女童
不同比例地遭受营养不良的健康后果和照顾其他病人的

更大负担的痛苦（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6年）。

利用：上涨的温度和二氧化碳水平与谷物蛋白质含量降低
（Porter等人，2014年；Feng等人，2015年）以及谷物和

豆类中微量营养素含量减少有关（Myers等人，2014年）。

粮食供应的营养成分和安全受到污染的影响，主要是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包括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可以
在空气和水中长距离传播、进行生物累积并且通过食物链
生物放大，达到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有害的水平（Gibb和
O’Leary，2014年；Sundseth等人，2017年）。食用顶级海洋
食肉动物的人群（如北极土著居民）血液中的甲基汞浓度是
全球有记录以来最高的，这引发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3b）。
汞对中枢神经系统（CNS）有毒，可导致认知和运动功能障碍

（Karagas等人，2012年；Antunes dos Santos等人，2016
年；Sundseth等人，2017年）。汞暴露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风险，导致肾脏损害，对生殖、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产生不利
影响，并导致过早死亡（Rae和Graham，2004年；北极监测
与评估计划，2009年；Rice等人，2014年）。

同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其他累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
毒物质可以长距离传播，并沿着食物链进行生物累积（如
Gibson等人，2016年；Ma、Hung，Macdonald，2016年）。
接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健康有广泛的影响，包括生殖、
内分泌、免疫和神经系统的变化、癌症、皮肤和眼睛的变化
以及出生体重的减轻（Damstra，2002年；El-Shahawi等
人，2010年；Fry和Power，2017年）。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接触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可以穿过胎盘和血乳屏障，这可能增加儿童不良发
育后果的风险（Vizcaino等人，2014年；2016年，欧洲共同
未来妇女协会和国际共同未来妇女协会，2016年）。

人们对一些取代禁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化学物质对健
康的潜在影响知之甚少，例如非多溴联苯醚（PBDE）有机
磷酸酯阻燃剂。在美国，人类接触此类阻燃剂的情况在过
去十年中不断增加（Hoffman等人，2017年）。

稳定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频率和严重程度的
增加，将对粮食价格和粮食供应的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如2010年俄罗斯热浪后小麦歉收和价格飙升（Otto等
人，2012年；Porter等，2014年）。干旱、洪水和其他与天气
有关的灾害可能导致严重的地方性粮食危机，特别是在
那些存在贫困和营养不良等脆弱性的国家。例如，气候变
化引起的干旱导致2011年东非粮食危机，并最终导致索
马里饥荒（Bailey，2013年；Lott、Christidis和Stott，2013
年；Coghlan等人，2014年）。如果支持主要农作物产区出
口的运输基础设施受到严重天气冲击的干扰，对粮食安全
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广泛（Bailey和Wellesley，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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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生态系统

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紫外线辐射和累积持久性生物累积
性有毒物质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生物的健康产生影
响。这些不利影响反过来又影响这些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
的服务，或“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Diaz等人，2018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空气污
染上，其形式是硫和氮的干湿沉积，通常被称为“酸雨”，导
致土壤和淡水酸化，破坏植被，导致鱼类死亡。在亚洲和非
洲，硫沉积的显著增加和减少取决于位置（Vet等人，2014
年）。在西欧和北美东部，经过几十年硫排放和沉积水平的
下降，酸化正在下降或减缓，一些森林和湖泊正在出现恢
复的迹象（Maas和Grennfelt编辑，2016年）。由于实施排
放控制，硫的排放量已经减少，最近的评估集中注意到人
类对全球氮循环的影响及其含义。

人类活动（主要通过燃烧和化肥生产）与自然的和未经管
理的生态系统一样，对固氮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显著地
改变了氮循环，从而使氮循环从其工业化前状况显著改
变（Fowler等人，2015年）。自2000年以来，北美和欧洲
的氮沉积量有所减少，非洲和亚洲的氮沉积量有所增加，
这与氮氧化物的减少和整个大陆氨排放的增加直接对应

（Zhao等人，2017年）。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氮沉降超过
了临界负荷，而超过临界负荷的区域在最近几十年几乎
没有变化（Hettelingh等人，2015年）。高水平的氮沉积会
导致水生生态系统的富营养化，并可影响陆生植物群落，
这可能有利于优势物种，进而影响昆虫、鸟类和其他动物。
由于过量的氮沉积而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很可能正
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尽管其影响尚未得到很好的量化。
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和其他全球变化将在未来继续改变
氮循环，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Fowler等
人，2015年）。

海洋生态系统也受到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和累积持久性生
物累积性有毒物质污染的影响，例如通过海洋溶解营养物
和氧气的分布（York，2018年）。人类活动现在增加了所有
固定氮对海洋投入的约50％（东南亚、欧洲和北美高排放
地区附近的当地热点更多），大气迁移现在是导致人为氮
进入大陆架以外的开阔海洋的主要途径（海洋环境保护科
学方面联合专家组，2018年）。反过来，有害藻类的大量繁
殖可能通过气溶胶的空气传播带来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17年）。

臭氧暴露会影响植物生长、开花、授粉和对病原体的敏感
性，并影响物种组成和生物多样性（Fuhrer等人，2016年）。
一些陆地生态系统的临界负荷阈值已经确定（2017年关于
空气污染对自然植被和作物影响的国际合作方案），但许多
生态系统对于臭氧的敏感性尚不太为人所知。

累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的全面暴露程度及其
对野生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影响仍不为人知， 
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2017
年）。然而，鉴于累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在环境
中的广泛存在，食物链和生态系统功能可能受到长期损
害，特别是在例如北极的敏感地区（北极监测与评估计
划，2011年；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2016年；北极监测与
评估计划，2017年）。

5.4.4 社会福利

除了对人类、生态系统健康和粮食安全的影响之外， 
大气的变化还对社会福祉或福利产生消极影响。

空气污染会降解材料和涂料，降低它们的使用寿命， 
从而造成清洁、维修和更换的成本。当受影响的材料是
具有文化意义的结构或物体时，这种破坏可能是无价
的（Watt等人编辑，2009年）。在欧洲，文化遗产和艺术
品的可见污染破坏被强调为实行空气污染控制政策的
正当理由（Di Turo等人，2016年；Maas和Grennfelt编
辑，2016年）。在印度，除了公共卫生之外，政府已经采取
措施保护白色大理石修建的泰姬陵（Taj Mahal）。由于
可能是露天焚烧城市固体废物造成的颗粒物水平过高，
泰姬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褪色（Bergin等人，2015
年；Raj等人，2016年）。

沙尘暴、火灾和极端天气事件都对社会、交通和经济活
动造成破坏。这些事件可能会拖累当地经济，也可能
会导致人们颠沛流离和移民（Hanlon，2016年）。在短
期内，污染水平的提高会影响工人的生产力。这些影
响并不局限于户外工作者或极端污染水平（Chang等
人，2016年；Zivin和Neidell，2018年）。长期来看，高污
染暴露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佳有关，造成了长期
的人力资本赤字（Zivin和Neidell，2018年）。

5.5 响应：政策与管理

当前已经采用各种各样的治理方法和政策工具来帮助
减轻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消耗和累积持久
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的来源和影响，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v 旨在实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或目标或达到排放上限
的规划制度、战略或行动计划，以及分析和环境影响
评估。

v 指挥和控制，包括技术、排放或生态系统恢复标准；
特定化学品或产品的生产、贸易或使用的记录保存
和报告要求或限制；每一项都通过许可和执行方案
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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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市场干预，包括经济手段，如可交易排放权的税收、费
用或市场，以及贷款和补贴。.

v 公共信息，包括产品标签、空气质量预测、近实时观察
和培训。.

v 合作框架，包括国际协定和自愿部门标准或倡议。.

第12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些政策的具体范例的效力。

根据具体的体制、经济、技术和政治背景，在地方、省、国家
和国际各级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办法。通常同时部署多个互
补的方法来解决单个问题或来源。即使是在单一的司法管
辖区，也可以使用不同的混合方法来处理类似的问题。

与空气有关的政策的存在和执行程度也因世界不同区域
和不同空间尺度的体制能力和文化差异而大不相同。在一
些区域，例如北美和欧洲，有完善的国家、省和地方政策和
执行方案联邦系统，旨在实现共同的政策目标。在其他区
域，可能存在国际协定或国家立法，但由于缺乏国家或次
国家一级的体制能力，执行和实施工作很薄弱。在一些区
域，城市政府正在制定对这些问题的主要政策应对措施，
同时为该国家的其他地区带来好处。

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消耗和累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
物质已被公认为共同的全球性问题。表5.2列出了一些全
球环境协定，这些协定的制订是为了激励、促进和协调正
在进行的努力，以应付这些挑战。这些文件规定了共同的
目标和义务，通过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制定的不同政策得到

执行。其中最成功的全球协议之一是旨在解决平流层臭氧
耗竭问题的《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2009
年，《维也纳公约》及其 《蒙特利尔议定书》成为联合国所
有会员国批准的第一个联合国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的
最新修订是2016年基加利修正案，旨在限制臭氧消耗物
质替代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促成了一系列
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议定书和协议的谈判（联
合国，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国家分为
发达国家（附件一）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差别是设计各国
之间转让减少排放所需技术和资源的机制的关键（包括
联合开展的活动、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根据《京都
议定书》和《多哈修正案》，附件一国家同意了具体的减排
承诺。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第二个承诺期（2013-2020
年）尚未获得144个国家的法定人数批准。2015年《巴黎协
定》设定的目标为，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增幅将远低
于工业化前水平2℃，目标是将增长控制在1.5℃以内。所
有国家都必须定期向公约秘书处提交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和国家自主贡献（NDCs）或减排承诺。为了实现1.5℃的目
标，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未来几年大幅减少，并在本世纪
中叶左右达到零排放（见第21章和第22章）。研究表明，在
各国政府目前提交的承诺下，全球变暖超过2℃的可能性
超过90%。对于以最低成本路径保持低于该阈值而言，各
国政府的承诺只能实现三分之一的减缓目标。然而，保持
在1.5℃和2℃以下的路径在技术上仍然是可行的（Xu和
Ramanathan，2017年）。

表5.2：与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消耗和累积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相关的国际环境协议

气候变化
v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v 1997年《京都议定书》

• 2012年《多哈议程》
v 2016年《巴黎协议》》

平流层臭氧消耗
v 1985年《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
v 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 1990年《伦敦修正案》
• 1992年《哥本哈根修真案》
• 1997年《蒙特利尔修正案》
• 1999年《北京修正案》
• 2016 年《基加利修正案》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化学物（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汞）
v 1989年《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
v 1998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v 2001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v 2013年《关于汞的水俣公约》



空气 131

5

虽然空气污染在世界各地蔓延，但并没有针对空气污 
染的单一全球协议，有的只是区域政府间协议的拼凑 

（图5.16）。总体而言，这些区域政府间协议的地理覆盖范
围较好，但污染物、污染源和能力的覆盖程度参差不齐。此
外，这种拼凑并不鼓励经验和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其
中最古老和最发达的是1979年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组织的《远距离跨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Sliggers
和Kakebeeke编辑，2004年；Maas和Grennfelt编
辑，2016年）。在俄罗斯联邦和中亚，CLRTAP与亚洲及太
平洋清洁空气伙伴关系下的协议分组重叠。非洲有三项关
于空气污染的区域协定，它们相互重叠，并且有一些成员
也是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的成员。

为了指导空气污染政策，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或一些常见污染物的指导方针（Kutlar Joss等
人，2017年）。这些可能因目标污染物、浓度水平、平均时
间、发生频率和测量方案不同而有所不同，使严格的比较
变得困难。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小组制定了一套
旨在全球适用于一般人群接触的空气质量准则，以及一套

!

图5.16：选定区域多边空气污染协定分组图

 1979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远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日内瓦）
 1998年，东亚酸沉降监测网（EANET）
 1998年，《南亚防治空气污染及其潜在越境影响马累宣言》
 2002年，《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跨界雾霾污染协议》
 2006年，《中亚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框架公约》（阿什哈巴德）

2015年，《亚太清洁空气和伙伴关系》
 2008年，《东非空气污染区域框架协定》（内罗毕）
 2008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空气污染区域政策框架》（卢萨卡）
 2009年，《西非和中非空气污染区域框架协议》（阿比让） 
 1986年，阿拉伯环境部长理事会（CAMRE）
 200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府间空气污染网络

没有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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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时间 单位 中期目标 空气质量

1 2 3 指南

PM10 每年 μg/m3   70   50 30   20

 24小时 μg/m3 150 100 75   50

PM2.5 每年 μg/m3   35   25 15   10

 24小时 μg/m3   75   50 37.5   25

NO2 每年 μg/m3     –     – –   40

 1小时 μg/m3     –     – – 200

SO2 24小时 μg/m3 125   50 –   20

O3 8小时 μg/m3 160     – – 100

CO 1小时 mg/m3     –     – –   30

表5.3：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指南和临时目标

专栏5.1：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决议3/8

防止和减少空气污染，提高空气质量

决议敦促会员国：
v 采取行动减少各种形式的空气污染
v 建立监测空气质量和排放的系统
v 制定雄心勃勃的空气质量标准
v 解决短期气候污染物作为国家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v 将空气污染管理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v 提高对空气污染成本和控制空气污染效益的认识
v 加强国家和地方大气质量管理能力建设

此外，它呼吁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加强合作，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决议还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额外的技术支持、能力建设和分
析，以支持会员国改善空气质量。

建议的一些污染物的中期指标，适用于超出准则的地区 
（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见表5.3）。建议在高度污染

地区采用中期指标，作为逐步达到指南值的步骤。每个
中期目标都与死亡率风险的具体降低有关（世界卫生组
织，2006年）。

各国政府和公众将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与此类准则、标准和
有关健康益处的相关信息进行比较的能力对于提高人们
的认识和推动减轻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改进空气质
量监测基础设施和在减灾措施的效益-成本分析中使用空
气质量和健康影响信息被确定为《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评
估的优先事项。

通过近几十年来制定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和管制结构，已经
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一点从排放量的下降趋势和活动以
及生产的增加趋势可以看出（见5.2节）。然而，过去的政策
措施可能不太适合处理仍然存在或正在出现的问题和根
源，特别是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特别是如果缺乏政府能力
或监管结构，那么让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将空气相关问
题纳入更广泛的政策和投资决策（例如交通规划，土地使
用规划，经济发展投资，行为改变）更有可能解决分散的排
放源并促进创新。

城市一直是政策创新和政策一体化的重要中心，并继续提
供重要的进步机会。非政府组织“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是这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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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努力的一个主要例子，它将来自亚洲1000多个城
市的政府、国家部委、行业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聚集在一
起，分享在制定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交通运输、土地利用
和能源政策方面的经验（亚洲清洁空气，2017年）。C40城
市气候领导联盟是另一个例子，它将城市官员与世界各地
的官员联系起来，使它们在面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
的共同挑战时交换信息（Day等人，2018年）。

政府、工业界和其他团体之间已经在国际和地方层面结成
联盟和倡议，以促进具体行动。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减少
短期气候污染物框架是一个协调努力的例子，旨在近期
内针对特定污染物和部门取得进展（气候和清洁空气联
盟，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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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缘种和牲畜的遗传多样性，使农业系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
的环境。农作物和牲畜遗传多样性的长时间持续丧失，对
粮食安全构成威胁。{6.4.1}

在全球范围内，物种数量下降的速度并没有放缓（充分证
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种群数量下降的速度没有放
缓，物种灭绝风险的增加得到肯定。淡水物种的种群下降
率最高，两栖类动物、形成珊瑚礁的珊瑚和苏铁植物具有
最高的灭绝危险物种比例。虽然关于无脊椎动物群体的
数据较少，但最近的证据表明物种在局域尺度下数量大
幅下降。无脊椎传粉动物的消失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
问题，对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功能和人类福祉带来重大后
果。{6.4.2}

目前尚无关于生态系统健康的全球评估（充分证实），许多
栖息地类型的状况很可能正在下降。虽然全球监测具有挑
战性，但在陆地栖息地中，14个栖息地有10个的植被生产
力下降，将近一半的陆地生态区处于不利地位。天然湿地
和海洋栖息地，如深海生态系统和珊瑚礁，已成为全球特
别关注的问题。{6.4.3}

地球上所有主要的生物群落都在经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充分证实）。在海洋中，对鱼类资源的过度捕捞正导致渔

业崩溃，气候变暖正在破坏珊瑚礁，而红树林等沿海系统
的生境破坏，使社区面临更大的海岸侵蚀和极端天气事件
的风险。海洋塑料污染成为生物多样性日益严重的威胁之
一。在淡水系统中，农业和化学污染（包括增加的氮输入）
导致有毒藻类大量繁殖、饮用水水质下降；入侵物种正在
通过水路传播；淡水物种的下降速度比任何其他生物群都
快。在陆地环境中，不断上升的气温把草原变成沙漠，不可
持续的灌溉已经把旱地变成不适宜野生动物居住或农业
生产的有毒景观。山地生态系统和极地地区尤其容易受到
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处于热范围上限和依赖海冰的物种
可能会灭绝。热带森林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在许多地区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仍
在继续，这通常是为了满足对木材、纤维、食品和燃料产
品（例如棕榈油）的需求，以及对其它外部驱动因素的反
应。{6.5.1，6.5.2，6.5.3，6.5.4，6.5.5，6.5.6，6.5.7，6.5.8}

一系列国家和国际条例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充分证
实）。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下的《国家生物多
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2011-2020年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包括“爱知目标”）、《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
定书》、《名古屋议定书》以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6.6.1，6.6.2}

通过保护自然栖息地，可以最有效地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
（充分证实）。在扩大全球保护区网络方面已取得重大进

生物多样性正处于危机之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遗传和
物种多样性的下降处于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趋势，生态系统
的退化也在地方和全球尺度内被证实。科学家们越来越担
心，如果对生物多样性的人为压力继续不减，我们有可能
引发地球历史上第六次生物大规模灭绝，对人类健康和公
平产生深远影响。{6.1}

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大自然
对人类的贡献（充分证实）。生物多样性有助于通过碳储存
和控制局部降雨来调节气候，过滤空气和水，并通过减轻
诸如山体滑坡和沿海风暴等消弱自然灾害的影响。直接的
贡献包括来自森林的木材、来自海洋和淡水系统的鱼类、
来自植物的作物和药物、文化特性以及从接触大自然中获
得的健康益处。{6.1}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公平（充分证实）。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健康和福祉做出了积极贡献。世界70%
以上贫困人口的生计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而全
球生物多样性的80%以上发现于土著居民的传统领土上。
因此，耗尽这些自然资本将严重影响到这些最无力抵抗损
失的人们，并减少我们子孙后代的选择机会。{6.1}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降低了生态系统面对气候变化等负面
影响威胁时的恢复力，增加了其脆弱性（充分证实）。在地
方尺度上，生物多样性较强的生态系统很可能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更多产、更稳定。{6.5.4，6.5.6}

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压力（充分证
实）。土地利用变化、直接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
物种正在侵蚀生物多样性。虽然栖息地的丧失和改造可能
是目前最显著的压力，但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最大的压
力。{6.3.1，6.3.2，6.3.3，6.3.4，6.3.5}

压力经常互相重叠，其中许多压力之间存在正反馈循环 
（充分证实）。栖息地的变化增加对污染物、害虫、外来病

原体和对人类、牲畜和野生动物有害的新传染病的接触，
并加剧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由于伐木、采矿、筑路和农
业扩张等多种土地用途的变化，森林正在发生变化；由此
导致的生境破碎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降低森林对气候
变化影响和外来物入侵种的适应能力。{6.3.1}

新认识到的和加剧的因素增加了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充
分证实）。能源生产、资源开采、野生动物贸易和偷猎、海洋
环境中的化学垃圾和塑料都是加剧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因
素。{6.3.1，6.3.3，6.3.4}

遗传多样性是适应的重要基础（充分证实）。许多物种种群
数量的减少意味着遗传多样性的丧失。作物、作物野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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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受保护的总面积仍然不足，保护区内的生境常处于
退化状态。{6.6.3}

生物材料的异地保存有助于保护遗传多样性（充分证实）
。使用新的基因组工具，种子库和基因库为保护作物及其
野生亲缘种遗传多样性做出了贡献。技术的进步使基因组
测序更便宜、更快，然而大多数野生物种的遗传数据仍然
缺乏。{6.4.1}

在地方范围内，土著民和地方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充分证实）。土著和地方知识（IPLC）可
以提供自下而上、自我驱动、具有成本效应的创新解决方
案，具有扩大规模的潜力，可为国家和国际实践提供参考
信息。这种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实用的良治方法，用于替

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这对实现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专栏6.6，6.6.3}

一系列生物多样性政策落地，并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
运作，但还不足以减缓或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充
分证实）。迫切需要加强当前的政策应对措施。通过解决生
物多样性分布、获取和管理的问题，并认识到土著民和地
方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作用，为维持生物多样性
和大自然的贡献提供了更多机会。{6.6.3，6.7}

不采取行动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还在不断升级（充分证实）
。不作为的全部代价很少被量化；然而，正如许多例子所示，
现在不采取行动将给未来带来更高的代价（例如入侵物种的
蔓延），物种灭绝给后代带来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6.3.2}



全球环境状况144144

6

6.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所有来源的活生物体之间的多样性，包
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联合
国，1992年，第二条）——通过碳封存和控制局部降雨有
助于调节气候，过滤空气和水，并减轻诸如山体滑坡和沿
海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直接的好处包括来自天然植
被的食物和纤维、来自森林的木材和非木材产品、来自海
洋和淡水系统的鱼类、作物授粉、来自植物的药物以及心
理健康（Clark等人，2014年；Harrison等人，2014年；世
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第200
页；Pascual等人，2017年）。我们从未如此了解使生态系
统能够发挥作用的生物多样性（Cardinale 等人，2012年）
，然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栖息地的减少仍在加速，有可
能超出地球的界限（Tittensor 等人，2014年；Steffen等
人，2015年）。

据估计，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背景速度高出1000倍
（Pimm 等人，2014年），这引发了科学家们关于我们是

否已经进入第六次大规模生物灭绝的争论（Barnosky 
等人，2011年；Ceballos、Ehrlich和Dirzo，2017年）。许
多物种的全球种群数量正在下降（Ceballos、Ehrlich和
Dirzo，2017年；McRae、Deinet和Freeman，2017年），
且对未来适应全球变化至关重要的基因多样性正在受
到侵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a）。气候变化和人
类介入导致的物种运动正在重塑植物和动物的自然群落

（Pacifici 等人，2015年）；一些流离失所的物种具有入侵
性，对人类健康、遗传多样性以及粮食和水安全构成威胁。
这些变化似乎可能降低生态系统获取基本资源、生产生物
量、分解和循环养分的效率（Cardinale等人，2012年），并
降低生态系统的弹性（MacDougall等人，2013年）。恢复
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将增强适应潜力，并有助于维持大自然
对人类生计、健康和福祉的贡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图6.1：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就连接自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要素和关系的示意图（在此图中，人为驱动因素等同于第 6.3 节中描述的压力）

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3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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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1：生物多样性、疾病和“一体化健康（One Health）”

全球变化的几个方面（包括城市化、农业实践、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正在改变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并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人与动物
的接触，从而加剧人畜共患病的出现和传播风险。人畜共患病可通过直接接触或通过水、食物和环境，从家畜或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世界卫
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017年）。

“一体化健康”是一种认识人畜生态系统界面及其复杂相互关系下的方法，旨在为所有人提供最佳健康结果；人畜共患病占人类传染病的
60%以上，一体化健康在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方面尤其重要（Karesh等人，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7年）。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新兴大流行威胁PREDICT项目，正通过在“热点”中对埃博拉等新兴传染病（EID）进行监视，扩大对具有大流行潜
力的人畜共患病病毒的探测和发现，以追踪其传播，了解推动其出现的因素（Kelly等人，2017年；Marlow，2017年）。该项目使用“一体化健
康”方法，考虑了驱动疾病出现、传播和扩散的行为、实践以及生态和生物因素。通过加强对新兴传染病的了解，各国可以更好地预防、准备和
应对疫情威胁，以便在重大疾病暴发之前采取预防措施。PREDICT的合作伙伴包括加州大学戴维斯一体化健康研究所（Davis One Health 
Institute）、美国国际开发署、生态健康联盟、Metabiota、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而这些关键服务 
基本上绕过了市场，且没有明确的价格信号，往往被忽视了

（如Foale 等人，2013年；Seddon等人，2016年；Costanza
等人，2017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平问
题：70%的贫困人口的生计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 

（《绿色经济联盟》，2012年，第4页）；全球80%的生物多样
性是在土著民的传统领土上发现的（Sobrevila，2008年，
第 xii页）；如果生物多样性继续丧失，未来几代人将经历相
对贫困的生活（Naeem 等人，2016年）。.

6.2 《全球环境展望5》以来的进一 
步评估

《全球环境展望5》(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得出结
论，由于栖息地丧失、农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造成的退化、过
度开发、污染、外来入侵物种和气候破坏以及这些压力之
间的相互作用，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种
群数量、物种和栖息地不断减少，全球生物多样性每况愈
下。自《全球环境展望5》以来，对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进展的中期评估指出，尽管已经有所进展，但还不足以
在2020年之前实现目标（多样性公约秘书处【SCBD】，2014
年）。一系列《全球环境展望》区域评估（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e；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f）、研究实现“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区域进展的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 WCMC】，2016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2016b；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2016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2016d），以及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https://www.ipbes.net/
outcomes ）对地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评
估，总结了世界各地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证据，同时强调了
应对区域压力的差异。在这些评估报告中还可以看到，生

物多样性保护对人类健康的众多好处逐渐被人接受（世
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另见专
栏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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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驱动力

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即人口动态、城市化、经济发展、技
术和创新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见第2章），对生物多样性
造成了多重负面影响，导致遗传多样性和种群数量下降，
使一些物种面临更高的灭绝风险，并导致自然群落结构的
改变，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图6.2）。虽然大多
数驱动力预计会增加，但在未来几十年气候变化很可能
成为生物多样性变化的主要驱动力（Leadley等人，2014
年；Newbold等人，2015年）。最终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
力，需要解决这些变化的驱动力。

6.4 压力

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直接压力是栖息地压力和土地
利用变化、入侵物种、污染、不可持续的使用/过度开发和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温度升高、降水模式的变化以及极
端天气事件和野火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不断增加）（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2年）。尽管缺乏占生物多样性数量最大
的无脊椎动物的详细数据，现有的研究还是可以证明，这
些在全球范围内空间分布和组合不同的压力（图6.3），以
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生物种群（图6.4），（Collen 等人，2012
年）。

资料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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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出驱动力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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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Early等人，2016年（b）Lewison等人（2014）年。

VL

威胁

L M H VH

副渔获强度

低 高

图6.3：全球压力分布示例：（a）陆地外来入侵物种的威胁强度（H：高；L：低；M：中；VH：非常高；VL：非常低），（b）按所有渔具类别（刺
网、多钩长线及拖网）和海鸟、海洋哺乳动物及海龟的捕获频率计算的副渔获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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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每个分类类别中受威胁物种的数量。威胁类别汇总如下：1=住宅和商业发展，农业和水产养殖，能源生产和采矿，运输和服务走廊，人为入侵和干扰，自然系统改
造； 2=入侵物种和其他有问题的物种、基因和疾病；3 = 污染；4 = 生物资源利用；5 = 地质事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资料来源：Maxwell等人（2016年）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更新（2018年）。

土地使用变化和栖息地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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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按主要威胁类别划分的受威胁（极度濒危的、濒危的、脆弱的）和近威胁两栖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物种的百分比

6.4.1 土地利用变化和栖息地丧失

全球人类足迹，即基础设施、土地覆盖和人类进入自然
区域频率，正在扩大（图6.5）（Venter等人，2016年）。经
济驱动力和人口压力是加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
这些因素推动了以获取粮食、商品、饲料和生物燃料对
农业扩张（Alexande等人，2015年），加大了对开采矿
物、金属和能源资源的需求（Mudd和Jowitt，2017年），
推动了城市化、道路建设、土地占用和森林砍伐、土地退
化、沙漠化和栖息地破碎化。其中农业扩张为土地利用
变化的主要原因。

城市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砍伐造成的栖息地丧
失的主要驱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建立和扩
张（其中许多地区缺乏足够的规划）以及基础设施的
增长可以与生物多样性热点相吻合（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d）。道路建设促进了入侵物种的传播，并使人
们更容易进入以前完好的栖息地，使生物面临狩猎和资
源开发的威胁（Alamgir等人，2017年）。其他土地使用
方式，如燃烧（或抑制自然火灾）（Smith 等人，2016年）
和牲畜放牧，对已经退化的系统施加了进一步压力（英
国皇家植物园——邱园，2010年）。海洋环境同样受到商
业捕鱼活动（如海底拖网捕捞）、海岸开发和疏浚的严重
影响（海洋健康指数，2017年）（见第7章）。国际贸易可
以将发达国家的需求而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威胁出口给
发展中国家（Lenzen 等人，2012年）。多种原因引起的
栖息地破坏也导致了人类的人口压力和迁移，并进一步

加剧了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Black等人，2011） 
（见第2章）。.

人们普遍预计农业用地的压力会增加（Kehoe等人，2017
年）。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全球粮食产量预计到
2050年将增加60%至100%，与此同时，用于作物生
长的土地至少净增加七千万公顷（Tilman等人，2011
年；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见第8章）。大
规模工业化农业会产生许多不利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如
土地退化、反照率变化、甲烷排放增加和碳封存能力丧
失（Laurance、Sayer和Cassman，2014年；Dangal等
人，2017年；Houspanossian等人，2017年）。农业集约化
可以减轻非农业用地的压力（Phalan等人，2016年），但可
能对在不同农业生态系统中共存的野生动植物产生有害
影响（Emmerson等人，2016年）。

大坝、矿山和其他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与能源生产相关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对栖息地产生了影响（Butt 
等人，2013年）。

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增加导致栖息地丧失或
退化（见第二章）。海洋变暖正在减少海冰面积（北极熊、
海豹和鱼鸟的重要狩猎栖息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2014年，第80页），并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
相结合，使海洋栖息地酸化（Hoegh-Guldberg等人，2017
年）。极端天气事件，如洪水、干旱和火灾，可以加速本已
脆弱的栖息地的退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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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294页）。 土地使用变化可能会影响水生和陆地环
境，可能导致：

v 暴露于对人类、牲畜和野生生物有害的污染物以及外
来病原体和新出现的传染病中（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第1-19页）；

v 人类冲突加剧 （Ghazi、Muniruzzaman和
Singh，2016年，第 ii页）；

v 丧失野生物种栖息地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如授粉者和农业害虫的捕食者（Potts等人，2016； 
Woodcock 等人，2016）； 

v 人类失去接触自然的机会（见第8章），对脆弱和
土著社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Haines-Young和
Potschin，2010年）。

资料来源：Venter等人（2016年）。

Global human footprint map fo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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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a）2009年全球人类足迹地图（基础设施、土地覆盖和人类进入自然区域的综合压力，使用0-50的冷热色标度），
（b）1993年至2009年生态区域人类平均足迹的绝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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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入侵物种

入侵物种威胁生态系统、栖息地和其他物种
（Bellard、Cassey和Blackburn，2016年）。它们通常是非

本地的物种（外来入侵物种），但也可能包括数量扩张的本
地种群（Nackley等人，2017年）。在过去200年中，首批列
入记录的非本地物种的年增长率有所上升，而且数量的增
加没有显示出任何饱和的迹象，这意味着减轻入侵的努力
并未奏效（Seebens等人，2017年）。入侵物种的生态影响
体现在直接和间接竞争、捕食、栖息地退化、杂交以及它们
作为疾病媒介和载体，后者也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

（图6.6）（Strayer，2010年；Paini等人，2016年）。

（Akiner等人，2016年）。侵入性脊椎动物在岛屿上造成
严重危险（Spatz等人，2017年），它们可能是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主要驱动力（Leadley等人，2014年；Doherty等
人，2016年）。.

每年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成本（例如控制工作的成本）
高达数十亿美元（区域估计见Kettunen等人，2008
年；Pejchar和Mooney，2009年；van Wilgen等人，2012
年）。在多刺的水蚤入侵劳伦大湖之后，恢复失去的生态
系统服务的成本估计在8650万美元到1.63亿美元之间

（Walsh、Carpenter和Vander Zanden，2016年）。这些
费用还未反映入侵物种对环境和社会/文化造成的额外
影响。

物种入侵的主要途径包括故意释放、逃逸以及通过贸易、
旅游和船舶压载水的意外引入（《生物多样性公约》，2014
年；Early等人，2016年）。良好的治理可能会降低贸易带来
的入侵风险（Brenton-Rule、Barbieri和Lester，2016年），
而气候变化可能会通过开辟新的生态位空间（Wolkovich
等人，2013年）和降低隔离障碍（尤其是在更极端的环境
中）来促进传播（Duffy 等人，2017年）。本土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可能会增加入侵的风险，而寒冷地区气温升高则
增加了入侵的可能性（Molina-Montenegro等人，2012
年；Cuba-Díaz等人，2013年；Chown等人，2017年）。北极
地区运输的增加、海冰减少、农作物生产中微生物的商业
使用、转基因生物的水平基因转移以及入侵性微生物病
原体的出现，构成了对未来的威胁（Ricciardi等人，2017
年）。

6.4.3 污染

污染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有意或无意地将垃圾和化学产
品释放到环境中，还有光、噪声、热和微生物。主要排放来
源包括运输、工业、农业（Landrigan等人，2017年）和水产
养殖（Klinger和Naylor，2012年；Bouwman等人，2013
年）。新兴污染物包括各种合成化学物质、农药、化妆品、
个人和家庭护理产品以及药品等（Gavrilescu等人，2015
年；Landrigan等人，2017年）。

在陆地上，露天垃圾场对动植物有局部影响（见第8章），
土壤污染会影响微生物种群，降低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

（Wall、Nielson和Six，2015年）。农业过程中使用农药、
化肥和其他化学物质可能会伤害传粉者和害虫的天敌

（Woodcock等人，2016年），表面径流也影响淡水和沿海
生物多样性（见第7章和第9章）。毒素的生物累积，包括重
金属（Araéjo和Cedeío-Macias，2016年），可能会对整个
食物链（包括人类）产生连带影响。在海洋和淡水环境中，
微塑料和纳米塑料污染的积累（见第7章和专栏6.2）已被
确定为一个新兴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6
年）。

资料来源：Genovesi、Carnevali和Scalera（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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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外来入侵物种对欧洲受威胁物种的影响机制

入侵植物影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比如通过引起
水道堵塞和富营养化，以及引起集水区、草地和牧场生
存能力的退化，从而影响获得洁净水的途径（Packer等
人，2017年）。侵入性的无脊椎动物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
险。北美五大湖地区入侵斑马贻贝的数量增长庞大，阻
碍了市政供水和水电公司的水流量（Rapai，2016年）。入
侵性害虫，如北美的舞毒蛾、翡翠灰螟和铁杉球蚜等，具
有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和经济影响（Aukema  等人，2011
年）。 侵入性昆虫载体还可以促进寄生虫和新兴传染病
的传播（Rabitsch、Essl和Schindler，2017年），包括基孔
肯雅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这些疾病都是由蚊子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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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态系统中破坏内分泌的化学物质（EDCs）和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积累对野生生物构成了额外的
威胁（Bergman等人，2013年），在水生系统中尤为如此

（Wang和Zhou，2013年）（见第9章）。

空气污染导致陆地生态系统、湖泊、河口和沿海水域的酸
化和富营养化（O’Dea等人，2017年；Payne等人，2017
年），以及水生食物网中汞的生物富集（Lavoie等人，2013
年）（参见第5章）。

6.4.4 过度开发

过度开发包括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非法和不可
持续的伐木、过度放牧、无管制的丛林肉类消费、野生动物
偷猎和非法捕杀（通常针对外国市场）。还包括生态上不可
持续的采伐，这个问题主要由于采伐配额设计不当，对资
源基础或高效开发资源的新技术新不了解而引起的。直接
开采已威胁到标志性陆地和海洋物种，如因鱼子酱而被珍

视的欧洲鳇（He等人，2017年）、为鱼翅捕捞的鲨鱼（Worm
等人，2013年）、因角而被偷猎的犀牛物种（图6.7），因象牙
而被捕的非洲大象（Maxwell等人，2016年）、因羽毛和骨
头而被捕猎的南美洲安第斯秃鹰（Williams等人，2011年）
以及 为制造香水和沉香而被伐的沉香木（瑞香科）（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6年，第59页）。

野生动植物、渔业和林产品的非法贸易十分广泛，估计
其总价值每年在900亿至2700亿美元之间，并与跨国有
组织犯罪相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年；Stimson 
Center，2016年；Stoett，2018年；参见第13.3.2节中的“捕
食者计划”案例研究）。贫困为偷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经
济发展改善了基础设施，为进入野生动物丰富地区提供便
利，并促进了对野生动植物产品的需求（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第19页）。然而，与目前的非法做
法相比，合法但不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开发可能对生物多
样性构成更大的威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a）。尽
管对未来的预测并不确定（Costello等人，2016年），但捕

专栏6.2：海洋垃圾和微塑料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海洋垃圾（包括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被认为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威胁，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生物多样
性公约》秘书处，2012年）。最近的研究表明，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通过对塑料的摄食、被缠绕、幽灵捕鱼或被漂流物分散而受
到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6年）。2012年至2016年间，已知受海洋垃圾摄入影响的水生哺乳动物和海鸟物种分别从26%
和38%增至40%和44%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6年）。塑料占海洋垃圾的75%，已被证明是持久性和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

（PBTs）的载体；塑料为独特的微生物群落提供栖息地、是疾病的潜在媒介，提供了一种将外来入侵物种运输到海洋湖泊各处的方式
（Rochman等人，201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6年）。对微塑料的物理和毒理影响的研究，证实了微塑料在浮游食物链中

的营养转移，以及其被海洋无脊椎动物的直接摄取（Wright、Thompson和Galloway，2013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6年）。
鱼类摄入微塑料可引起生理压力、肝癌和内分泌功能障碍，影响雌性繁殖力和雄性鱼类生殖组织的生长（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
专家组【GESAMP】，2015 年）。根据联合国数据，51万亿微塑料颗粒（比我们银河系中的恒星多500倍）散布在我们的海洋中，严重威胁
着海洋野生动物（van Sebille等人，2015年）。

资料来源：南非环境事务部（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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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3：极端事件—对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 
压力

极端天气事件后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和海啸或洪水、山体滑
坡、野火和干旱，每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和受伤，对生态栖息地
造成广泛破坏，并成为当地野生动植物种群灭绝的威胁。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后，当地物种多样性整体下降，沙滩和沿
海低洼地区的滨海森林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Miura、Sasaki和
Chiba，2012年；Hara等人，2016年）。污染、生境转变和海面温度
升高，导致如红树林和珊瑚礁等自然海岸生境的丧失，破坏对海
岸线的保护使其免受海浪、风暴潮和海岸侵蚀。当灾后社区迅速
重建时，社区又被重新安置到环境敏感地区，往往无法收集可持
续建筑材料，对生境构成额外的威胁。

捞管理不当的影响在海洋渔业中可能最为明显（见6.6.1
节和第7章）。.

过度开发野生动植物对公平造成影响，因为它剥夺了
贫穷和脆弱的当地社区以及土著民的生计、传统药
物、旅游收入和其他生态系统利益（Haines-Young和
Potschin，2010年；O’Neill等人，2017年）。相反，加强对
野生动植物采伐和捕获的监管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后果，
例如加强妇女的领导作用，可能反馈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设计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

6.4.5 气候变暖和极端事件

人为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自然系统中最为明
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第40页），表现
为平均气候和极端天气事件频率的变化（见专栏6.3）。一
项估计表明，若目前的气候变暖趋势不变，到2050年多达
六分之一的物种可能面临灭绝的威胁（Urban，2015年）。
然而，已知的影响分布并不均匀，我们对影响的了解仍然
不完整（图6.8）

随着气温的升高，物种可能会迁移到较冷的地方，
或改变其物候状态，从而更快地开花、繁殖或迁移

（Parmesan，2006年；Scheffers等人，2016年）。有证
据表明它们在同时进行这两步：物种平均每10年向高
纬度地区移动16.9公里，或者每10年在海拔上提升11米

（Chen等人，2011年），而开花物候则每10年提前2.3至
5.1天（Wolkovich等人，2012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2014年）。越来越多的人猜测，这种由气候引起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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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物种的全球地图

根据评估的物种数量和高于所考虑物种的分类等级，确定了脆弱物种数量较多的陆地区域。

资料来源：Pacifici等人 （2015年）。

布和物候的变化可能通过营养相互作用而级联，从而导
致物种之间的不同步，比如花和传粉者之间的不同步。对
10000多个时间序列的分析表明，不同营养类群的气候敏
感性（即物候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不同（Thackeray
等人，2016），但关于物种相互作用的数据仍然很少

（Kharouba 等人，2018年）。.

在海洋环境中，海洋变暖和酸化与珊瑚白化事件有
关，2015-2016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泛热带白化现象

（Hughes等人，2017年）（见第7.3.1节）。海洋酸化也可
能对其他海洋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包括贻贝床和一些大
型藻类栖息地（Sunday等人，2017年）。水温升高还直
接增加了礁鱼的代谢成本，降低游泳能力，并增加死亡率

（Johansen和Jone，2011年）。在极地地区，海冰的减少
和地表径流的增加可能会增加初级和次级生产力，改变食
物网动态（Post等人，2013），并增加入侵物种立足的可能
性（Duffy等人，2017年）（见第4.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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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生物多样性的全球状况和趋势

从基因到生态系统，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趋
势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然而，大多数自然种群的遗传多样
性仍未得到测量，往往缺乏种群基线数据，生态系统的状
况也正在评估中。迫切需要更多的数据和以科学为基础的
评价目标。

6.5.1 遗传多样性的状况和趋势

遗传多样性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是野生物种持续适应自
然选择的材料，也因为它是维持和增强农业系统植物和牲
畜品种多样性，支持粮食安全恢复力的基础（Khoury 等
人，2014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Bruford等
人，2017年）。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可以在野生或农作物田
中就地实施，也可以在地方和国家两级基因库和种子库中
进行异地保护（见第13.2.4节）。

农作物品种和牲畜品种的长期下降仍在继续，这种多样性
的大部分连同野生亲缘和较少使用的物种仍然缺乏足够
的保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a）。已驯化超过35
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用于农业和粮食生产，约有8800个公
认品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a）。对现有地方动
物品种的灭绝风险评估发现，由于种群数据缺失或缺乏最
新更新，其中65％被归类为“状态未知”，20％被列为“有
风险”，只有16％被列为“无风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8a）。这些比例因地区而异，尤其是在数据可用性
方面（图6.9）。

无危险 危险 未知

0%

20%

40%

60%

80%

100%

非洲 亚洲 欧洲和高加
索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

近东和中东 西南太平洋 世界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a）。

图6.9：当地动物品种的比例，按危险、无危险或未知的灭绝风险水平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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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表示物种的类型：通常用于食物的农作物；作物野生亲缘种；模拟物种，以帮助了解植物生态或进化；其他物种，例如 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物种。

资料来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2017年）。

图6.10：具有完整基因组序列的物种总数（2000-2016年）

允许快速、低成本地进行DNA测序的新基因组工具，已成
为保护非原生境地遗传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
我们了解农作物野生亲缘种在提高生产力、营养成分和
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上的遗传潜力（皇家植物园——邱
园，2016年）。截至2017年，约225种植物（主要是农作
物）具有完整的基因组序列（皇家植物园——邱园，2017
年；见图6.10）。然而，这仍然是一项昂贵的工作，目前需
要与那些依赖生物多样性为生计但缺乏资源获取此类数
据的人分享相关信息。

传统的育种方法，即增加植物和牲畜品种，仍然占主
导地位；然而，转基因生物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诸如
CRISPR/Cas基因组编辑技术的新进展正在推进合成生
物学的发展（《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生物
多样性公约》，2016年）。有证据表明，基因组编辑技术
通过控制入侵物种而减少了对非目标生物有害的杀虫
剂需求，显示了改技术的积极作用（Webber、Raghu和
Edwards，2015年）（例如Li等人，2015年）。然而，基因组
编辑作物的繁殖也可能导致负面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
后果，例如促进抗除草剂杂草的扩散（Rotolo等人，2015
年）、减少昆虫多样性（Schutte 等人，2017年）；生态系
统对转基因性状的自然适应，最终可能需要进一步的
技术创新，以及增加除草剂和杀虫剂的使用（Rotolo等
人，2015年）。

大多数与农作物和牲畜无关的野生物种遗传多样性保
护，仍然缺乏文献记载（尽管为缩小这一差距做出了共
同努力，见http://www.genomicobservatories.org/）。

然而，种群数量下降越来越普遍（Ceballos、Ehrlich和
Dirzo，2017年；McRae、Deinet和Freeman，2017年）。种
群数量的减少，特别是在持续几代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
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因此，威胁物种和种群的驱动因素也
可能侵蚀它们内部的遗传多样性。

6.5.2 全球物种状况和趋势

物种趋势表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下降仍然令人震惊
（Dirzo等人，2014年）。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我们正在

目睹一个新的大规模灭绝事件（Ceballos等人，2015
年），尽管目前尚无科学上的共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专栏6.4）《濒危物种红色名录》（http://www.
iucnredlist.org/）提供了最全面的全球植物、动物和真
菌物种保护状况的清单。脊椎动物的状况已经得到了相
对较好的研究（Rodrigues 等人，2014年），但只有不到
1%所描述的无脊椎动物 （Collen等人，2012年）和仅约
5％的维管植物（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2016年）进
行了灭绝风险评估。.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最新估计，苏铁科物种面临
着最大的灭绝风险，该植物群中63%的物种被认为受
到了威胁（图6.11）。受威胁最大的脊椎动物是两栖
动物（占41%）。在少数已完成的无脊椎动物物种评估
中，42%的陆地物种、34%的淡水物种和25%的海洋物
种被认为有灭绝的危险（Collen 等人，2012年）。在具有
丰富采样的无脊椎动物种群中，形成珊瑚礁的珊瑚在受
到威胁的物种中所占比例最高（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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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自1948年以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科学政策互动平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员的治理权
重恰恰是政府占50％（有200多个国家和政府机构会员）, 公民
社会和土著民组织占50％（1000多个非政府机构会员）。该联盟
动员独立的委员会为自然保护面临的紧迫挑战提供专家意见；
目前有6个委员会（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宣传和教育委员会，环
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物种生存委员会，世界环境法委员
会和世界保护区委员会），共有10000多名专家。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始于1964年，至今仍是全球最权威的濒
危物种名录（图6.11）。

6.11：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各物种在物种灭绝风险类别中的比例

每个条形右边的数字代表每个组评估的现有物种总数。EW：野生灭绝；CR：极危；EN：濒危；VU：易危；NT：接近受威；DD：数据不足；LC：需予关注。

资料来源：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8年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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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7a），Hoffman等人（2018年）。

图6.12：鸟类、哺乳类、两栖类、珊瑚及苏铁的物种存活红
色名录指数，以及所有物种的总指数（浅绿色）

对于经过多次全面评估的物种，利用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
录指数对灭绝风险随时间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证据表明，
从1993年至2017年，所有群体个体和总体的灭绝风险均
有所增加（图6.12）。

监测物种的丰度是对现状和趋势的补充指标。虽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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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度值是在不受干扰的栖息地中物种的平均丰度占模拟丰度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Newbold等人（2016年）。 

图6.14：陆地生物多样性完整指数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Intactne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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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覆盖，但这些指标提供了更好的时空分辨率。根据
生命行星指数（图6.13）衡量的全球脊椎动物物种种
群数量趋势显示，1970年至2014年间平均下降了60％

（McRae、Deinet和Freeman，2017年；世界自然基金
会，2018年）。在全球范围内，尽管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在空间上各不相同（Newbold等人，2015年；Newbold
等人，2016年；图 6.14），动植物物种种群趋势的数据稀
少，但在没有人为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下（Newbold等
人，2016年），据估计当地陆地物种的平均丰度已降至模
型丰度的85％。

无脊椎动物的趋势很可能与脊椎动物中观察到的趋势相
呼应。对452种无脊椎动物物种进行全球指数抽样后发
现，40年来，无脊椎动物的丰度平均下降45%（Dirzo等
人，2014年），最近在德国保护区发现无脊椎动物生物量
下降幅度超过75%（Hallmann等人，2017年），在西欧其
他地区（Vogel，2017年）和中欧也有类似发现（Hussain 
等人，2017年；Hussain等人，2018年）。蚜虫是重要的
传粉媒介，观察到的下降尤为明显（Vogel，2017年）。其
他地方也记录了传粉者数量的下降，例如北美的大黄蜂

（Bartomeus 等人，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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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全球生命行星指数

中间线显示的指数值表明，1970年至2014年期间，该指数下跌了60%，而上下线代表了围绕这一趋势的95%的置信度。这是根据陆地、淡水和海洋栖息地16704个时间
序列的数据得出的4005种脊椎动物种群大小的平均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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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eith等人（2013年）

图6.15：生态系统崩溃的机制以及崩溃风险的症状 

有人类诱导的富营养化）是无法简单逆转的（Hughes等
人，2017年）。

生命行星指数（图6.13）和生物多样性完整指数（图
6.14）均表明，由于人为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陆生物
种的丰度有所下降，且44年来种群数量的下降趋势没
有放缓的迹象（McRae、Deinet和Freeman，2017年；世
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从生物多样性完整性指数可
以看出，陆地的行星边界已经被跨越（根据生物多样性
完整性减少了10%）；由此推断，生态系统功能可能受
到了损害（Newbold等人，2016年）。

6.5.3 全球生态系统状况和趋势

迫切需要扩大生态系统评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
开始发布《生态系统红色名录》，以补充其基于全球物
种的评估（Keith等人，2015年）。一些生态系统已经
进行了全球和区域评估。咸海生态系统被评估为“崩
溃”（图6.15）（Sehring和Diebold，2012年；Keith等
人，2013年），其他生态系统，如澳大利亚豪勋爵岛上粗
糙的苔藓云雾森林，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共有的塞
内加尔河漫滩Gonakier，都被列为“极度濒危”（见《生
态系统红色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7 b）。

如果崩溃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仍然存在于其他
生态系统中，那么崩溃可能是可逆的（Rodriguez等
人，2015年）。然而，向其他稳定状态的转变（如珊瑚礁
系统中记录的那样，从珊瑚为主转变为藻类为主，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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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尺度的陆地生境类型信息是可以大量获取的，据此估
计，在2000年至2013年期间，每14个生境中就有10个
植被生产力下降，有4个生产力有所提高（图6.16），人
为因素被视为这些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英国皇家植
物园——邱园，2016年）。在更精细的尺度上，24%的陆
地生态区被归类为“自然濒危”（Dinerstein等人，2017
年）。

人们对陆地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了解要比对水生物种的
了解得更多。然而，1970年至2008年间，全球自然湿地
面积平均下降约30% （Dixon等人，2016年），变化范围
从欧洲的50%到大洋洲的17%不等。虽然人类活动对
海洋生态系统的空间影响程度已经得到了估计（Jones
等人，2018年），但对它们目前的状况知之甚少。然而，
人们认为压力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正在增加，海洋野生
动物的丧失（McCauley等人，2015年）和珊瑚礁目前的
临界状态（Hughes等人，2017年）就证明了这一点。深
海生态系统可能是研究最少的生态系统之一，据估计
特别容易受到生境丧失和气候变化的影响（Barbier等
人，2014年）。

虽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将于2019年发布一份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的全球评估，但仍未全面评估明显支撑自然对人类贡献
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然而，由于观察到了野生动植物
的减少和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持续威胁，人们认为许多此
类生态系统过程也受到了威胁（Cardinale 等人，2012
年；Mace、Norris和Fitter，2012年）。用作食物和/或药
物的哺乳类和鸟类比不用作食物和/或药物的物种灭绝
危险更大；对两栖类动物的相同评估发现了相反的结果

（Almond等人，2013年）。物种的价值得以被认知可能会
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额外的压力：记录在案的28187种
药用植物中，有1280种受到国际贸易管制，以减少过度开
发带来的威胁（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2017年）。

6.6 对世界生物群系的影响

生物群系是指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内，适应特定气候或环
境条件的主要生态群落。在生物群系中，可能会存在多个
生态系统。本节研究八个广义的生物群系，涵盖了地球上
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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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基于卫星图像的各生境类型平均百分比变化：（a） 2001年至2012年期间原始土地覆盖类型的变化；（b）2000-2004
年以及2009-2013年以增强型植被指数衡量的植被生产力

资料来源：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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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1975-2015年世界海洋资源状况的全球趋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b）。

6.6.1 海洋和海岸

远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压力是过度开发、陆源污染和
气候变化；沿海生态系统还面临着与生境破坏、水产养殖
和入侵物种有关的额外压力（见第7.2节）。虽然数据有限，
但这些压力影响着从种群数量到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多
样性状况。

沿海系统尤其脆弱；例如，自1980年以来，红树林面积
减少了20%至35% （Innis和Simcock编辑，2016年），目
前海草栖息地的年破坏率约为8% （Innis和Simcock编
辑，2016年）。珊瑚礁是生物多样性最强的海洋生态系统
之一，但它们也是最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见第7.3.1
节）。

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健康状况的下降正日益影响
着人类（世界自然基金会，2015年）。海洋捕捞渔业提供健
康的食物，支持人们的生计（见第7.3.2节）。然而，过度捕
捞正导致海洋渔业种群数量下降，以生物上不可持续的
水平捕捞的全球种群比例，从1975年的10%增加到2015
年的33%，其中20世纪7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增幅最
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b；图6.17）。2015年，
地中海、黑海、太平洋西南部和西南大西洋50%以上的种

群捕捞量在生物上是不可持续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8b）。

尽管某些海鸟种群通过捕食垃圾而增加，但目标物种的开
发还伴随有副渔获物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以及拖网
对底栖环境的损害（Foster、Swann和Furness，2017年）。
水产养殖的兴起可以减轻某些野生物种面临的开发压力，
但也可能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种间繁殖、富营养化和疾病扩
散（Ottinger、Clauss和Kuenzer，2016年）（见7.4.3节）。

包括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在内的污染（见专栏6.2）以
及栖息地的丧失和退化导致自然系统的贡献进一步减
少，例如育苗场或红树林木材的供应减少（Nordlund等
人，2016年；Quinn等人，2017年），以及因减少沿海保护
而增加了对极端事件的脆弱性（见专栏6 .3）。.

6.6.2 淡水

淡水系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生
境丧失、物种入侵、为发展水力发电而使用水道以及造成
广泛、重大影响的污染（见第9.2节）。湿地的减少持续已久
且范围广泛，淡水物种（特别是热带生态系统的淡水物种）
下降的速度比其他任何生物群都要快（见第6.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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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2年里，受监测的淡水脊椎动物物种数量平均下
降了81%（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年）。对全球淡水动物
灭绝风险的评估报告表明，在评估的六组动物中，爬行动
物的估计风险最高（图6.18）。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
录》上的7000多种淡水无脊椎动物物种中，约有三分之一
被认为受到了威胁，其中腹足动物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物种

（Collen等人，2012年）。这些物种共同为人类提供了广
泛的关键服务，如防洪、食品、水过滤和碳封存（Collen等
人，2014年）。

工业时代的农业导致陆地、淡水和近岸海洋生态系统
受到氮磷驱动的富营养化，农药的使用可进一步使淡
水生态系统退化（Malaj等人，2014年；Mekonnen和
Hoekstra，2015年）。预计到2050年，全球大量有害藻
类繁殖的湖泊数量将至少增加20%（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2014年）。蓝藻藻类大量繁殖会导致娱乐价值降低、审
美价值降低、溶解氧浓度降低、饮用水质量下降和毒素的
产生，这些都会影响野生动植物和人类健康（Brooks等
人，2016年）。

6.6.3 草原

草原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8%，曾是地球上一些最大的
野生动植物群落的栖息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7c）。现
在，它被认为是世界上变化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大

陆上 数量最多最濒危的生态系统，面临着包括土地利用变
化、过度放牧、破碎化、物种入侵、抑制自然火灾、气候变化
和植树造林等多种压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7c）。

虽然草原植物多样性较高，但农业扩张正导致其生境
破坏和破碎化；例如，大豆生产已经导致南美塞拉多

（cerrado，一个林地稀树草原生态系统）大部分天然
牧场上的传统牲畜无法生存（Aide 等人，2013年）。巴
西塞拉多（Cerrado）拥有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生物多样
性，已经失去了原有范围的近50%（巴西，Ministério de 
Meio Ambiente，2015年）。温度升高与非洲（Midgley和
Bond，2015年；Engelbrecht和Engelbrecht，2016年）、
南美以及澳大利亚（程度较轻）的森林侵占和荒漠化有关

（Stevens等人，2017年）。

据估计，49%的草原生态系统在10年间（2000-2010年）
经历了退化，其中近5%经历了强烈到极端的退化（Gang
等人，2014年），大大降低了这些生态系统支持生物多样
性的能力。目前，全球4.5%的草原处于保护状态（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2017c）。

草地生物多样性与经常用作当地居民的动物饲料、农产
品和纺织原料的生物量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生物多样
性的减少将对小规模的经济生产力和生计产生负面影
响。

注：中心垂直线代表对濒临灭绝物种比例的最佳估计，而须线显示置信度极限。鱼类和爬行动物的数据是各自组的样本；所有其他数据都是对所有物种的综合评估（n = 
568只小龙虾，1191只螃蟹，630条鱼，57只爬行动物，490只哺乳动物和4147只两栖动物）。

资料来源：Collen等人（2014年）。.

图6.18：全球淡水动物灭绝风险（按分类群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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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农业景观

从大约8000年前开始，农业扩张和集约化导致许多生物
群系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2017
年）。全球需求和供应链将生产集中在“粮仓”地区（Khoury
等人，2014年），在这些地区，景观变化减少且破坏了自然
栖息地，提高产量的投入（肥料和病虫害防治）可以影响非
作物地区、水道和空气质量。近几十年来，随着油籽产量 

（尤其是大豆和油棕）的增加，热带地区的土地利用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大部分是以高生物多样性的
生物群系为代价的（Foley 等人，2011年）。保护区内外动
物种群的急剧下降（Keesing和Young，2014年）与捕食者
袭击牲畜的风险增加有关（Zheng和Cao，2015年；Malhi 
等人，2016年），对农业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耕作、作物组
合以及肥料和杀虫剂的施用等农业做法，也对地下生物多
样性产生影响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农业生物多样性
研究平台，2011年，第 ix页） 。重要的是，农业景观有时可
以在半自然生境中保留稀有物种，而放弃农业实践可能导
致生物多样性下降（Plieninger 等人，2014年）。

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丧失增加了它的脆弱性，从而降
低了许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减少监管和支持服务，
会导致更多的化学品使用，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反馈循环

（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
第5页）。证据表明，同质景观的农民比异质景观的农民
收入更高（Watts和Williamson，2015年），但他们对诸
如气候变化等压力的抵御能力通常较低，收入变化更大

（Abson、Fraser和Benton，2013年）。此外，作物生产的
同质化对健康也有影响，会导致饮食的同质化，并增加
与肥胖和加工食品消费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Khoury等
人，2014年）。相反，在市场参与有限的小农户中，生产多
样性与饮食和营养多样性密切相关（Sibhatu、Krishna和
Qaim，2015年），当地农民对种子品种的了解通常由女性
掌握（见专栏6 .5）。.

在某些情况下，集约化农业也可增加传染病的患病率
（Cable等人，2017年）。例如，南美的油棕种植园似乎增加

了查加斯病的风险（Rendon等人，2015年），印度尼西亚加
里曼丹为了种植油棕而烧毁森林，这可能是导致携带尼帕
病毒的蝙蝠迁徙的原因之一（Pulliam等人，2011年）。

农业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是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关键（见专
栏6.6）。约10万种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授粉占全球农
作物产量的35%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3年；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
年），高达15%的经济价值来源于经济作物（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第209页）。在
传粉者多样性下降的地方，当地的产量正在下降（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第154
、185-186页）。在几百米的农场内保持残存斑块有助于支
持传粉者的数量和增加作物产量（Pywell等人，2015年；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
第394页）。

专栏6.5：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性别

在许多社会中，传统上妇女最了解周围的植物、动物和生态过程。使用杂交种子品种（最近几十年已经广泛转向使用这种品种）可以不用妇
女收集种子，破坏她们作为种子收集者的地位以及粮食安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Bhutani，2013年）。因此，由工业化农业驱动的生物
多样性损失，对妇女产生了具体影响，包括与种子、食品加工和烹饪有关的知识的丧失（可持续食物系统国际专家小组，2016年）。近年来，一
些地区重建了保存当地种子的社区种子库，包括当地种子交换，通常由妇女管理，旨在提高种子质量的参与性育种计划，进一步提高妇女在
农业中的地位（Galiè等，2017年）。

专栏6.6：传统做法和知识在保护授粉者中的重要性

在寻找解决动物传粉媒介（鸟类、蝙蝠、大黄蜂和蚜虫等野生物种以及蜜蜂等受管物种）数量下降的解决方案方面，土著和地方知识已被公
认为是重要的专业知识来源（Lyver等，2015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第xxii页）。2013年建立了土著
传粉媒介网络，以将土著民的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从而保护传粉媒介及其重要服务（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2013年）。除了保
护传粉者，传统的养蜂方法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更广泛的益处，例如面对气候变化加强流域保护（Kumsa和Gorfu，2014年）和森林保护方面

（Wiersum、Humphries和van Bommel，2013年）。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大的蜂蜜和蜂蜡生产国（Begna，2015年）。这些产品用于制作蜡烛和泰吉（Tej）或蜂蜜酒（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饮料），
来自贝尔山区的白蜂蜜用于医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第312-314页）。妇女通常通过生产蜂蜜产品
而不是养蜂来为这一价值链做出贡献。但是，养蜂业有潜力为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的妇女提供创收和赋权（Ejigu、Adgaba和Bekele，2008
年；Serda等，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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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旱地

尽管旱地的多样性不如其他生态系统，但它们含有数千
种非常适应旱地环境的物种，在保护工作中却经常被忽
视。干旱和半干旱牧场生态系统具有季节性极端气候和
不可预测的降雨模式，但旱地物种通过迅速从干旱、火
灾和食草动物带来的压力中恢复出来，已发展成为具有
高度复原能力的物种。沙漠化（也称为旱区土地退化）是
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见第8.4.2节）。

旱地退化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人类冲突。由于两伊战
争，大量的废物、垃圾和有毒物质在沙漠生态系统中被
倾倒和焚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f）。尽管人为原因
和自然原因的程度通常难以分清，干旱、过度放牧、过度
使用地下水和不可持续的农业实践，给这个生物群系带
来了额外的压力（O’Connor和Ford，2014年；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2014年）。

半干旱和干旱景观的退化降低了淡水供应和粮食生产
的能力，降低了野生粮食的可获得性，并对具有象征意
义的物种和遗传资源构成威胁（Low编辑，2013年）。荒
漠化对土壤健康和植被具有破坏性影响，导致不良影
响贯穿整个食物链（Assan、Caminade和Obeng，2009
年）。盐碱化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
是由于灌溉系统不可持续、灌溉地区排水不畅和灌溉
水质量差（见9.5.6节）。咸海几乎完全干枯，导致咸海沙
漠（Aral Kum）的形成，致使沿岸森林、牧场和其他植被
的退化（Kulmatov，2008年）。

6.6.6 森林

森林为大量动植物物种提供栖息地，森林砍伐是物种
多样性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5b；Alroy，2017年）。许多地区森林砍伐和森林
退化仍在继续，这往往是由于对生物质的需求以及森林
部门以外的驱动力，例如城市扩张和农业、能源、采矿和
交通运输的发展（见第8.4.2节）。最近的估计显示，所有
森林类型的树木覆盖率损失都很高，但不同地区的情况
有所不同（Leadley等人，2014年）。树木的覆盖密度既
与损失有关，又与收益有关，但是在热带和北方森林中
损失尤为严重。2000-2012年期间，热带雨林占全球树
木覆盖率损失的32％，其中一半发生在南美（Hansen
等人，2013年）。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温带地区，森林
收益的速度接近或超过树木覆盖率的丧失，这反映了以
森林为主的土地管理。

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更强的森林有助于提供更广泛的
生态系统服务（Gamfeldt 等人，2013年）。森林提供基
本的调节服务（包括碳封存），对于调节气候以及保护
土壤和水非常重要（Foley等人，2007年；Brockerhoff
等人，2017年）。然而，随着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的加

剧，森林生态系统可以从净碳汇转变为碳源（Baccini等
人，2017年）。

 以粮食、林产品、就业以及对生计和收入的直接或间接贡
献的形式从森林中受益的人口，总数估计在10亿至15亿
之间（Agrawal 等人，2013年）。在非洲，大约80%的人依
靠薪柴（包括木炭）作为他们的唯一能源（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第76页）。2015年，全球林产品出口额为2260
亿美元，其中木材燃料占900万立方米，工业原木占1.22
亿立方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b）。包括野生植
物资源在内的非木材林产品，对当地经济的贡献通常较
小，但具有很高的全球市场价值。据估计，森林对发展中国
家经济的贡献超过2500亿美元（Agrawal等人，2013年）。
只有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才能维持这些经济利益（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a）。

尽管森林砍伐可带来短期就业机会，但森林的丧失会转化
为生计的丧失：正规森林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人，
而非正式中小型森林部门的就业人数可能达到4000万至
6000万人（Agrawal等人，201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8c）。有充分记录的森林资源获取方面的性别差距
表明，管理不善或森林生态系统的丧失，可能对女性和男
性产生不同的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2013年；Djoudi等
人，2015年）。

森林砍伐对健康产生复杂的直接影响：有证据表明，森
林可以促进身心健康（Oh等人，2017年），而森林砍伐可
能会增加对包括疟疾在内的传染病 （Guerra、Snow和
Hay，2006年；Fornace等人，2016年）和其他媒介传播寄
生虫的暴露（Plowright等人，2015年；Hunt等人，2017
年；Olivero等人，2017年）。

6.6.7 山

山脉覆盖了地球约22%的陆地空间，并提供多种生态系
统服务。在较低的海拔地区，山地生境（尤其是热带地区
的生境）往往比邻近的低地更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特有性。
然而，生境退化和破碎化已经影响了许多山地生态系统

（Shrestha、Gautam和Bawa，2012年；Chettri，2015
年；Venter等人，2016年）（见第4.3.2节）。

山地生态系统尤其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影响包括物种
的分布范围和组成的变化，尤其对那些分布可能受到限
制，或者限制在高海拔地区的生物能产生显著影响，海拔
梯度上边缘的物种可能会在当地灭绝。（Pauli 等人，2012
年；Khan等人，2013年；Grytnes等人，2014年；Knapp
等人，2017年）。气候引起的变暖可改变生态系统功能，
提早春季物候，提高生产力和碳吸收（Piao 等人，2012
年；Shen等人，2016年）。局部压力包括道路建设、森林砍
伐、采矿、旅游业、家畜放牧、焚烧和武装冲突（见Epple和
Dunning，2014年；Young，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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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图显示了土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代理能力，衡量了15项选定的生态系统
服务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潜在土地基本特征的支持：（a）全球分析；（b）人口密度
数据突出显示了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高的区域；（c）和（d）喜玛拉雅山生态系统服
务的高供应和高需求。

资料来源：Grêt-Regamey、Brunner和Kienast（2012年）。

图6.19：山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

专栏6.7：气候变化和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需求：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

虽然气候变化可能会给山区带来一些益处（例如较长的生长期），但负面影响占主要部分。降水模式的变化增加（包括季风变化和更频繁的
极端降雨），加上冰川融化，预计将增加洪水（携带岩石、沉积物和碎片）、滑坡、火灾、土壤侵蚀以及与水有关和媒介传播疾病的扩散（Ebi等
人，2007年；Armstrong，2010年；Ahmed和Suphachalasai，2014年）。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冰湖溃决洪水带来的潜在破坏性影响，自20世纪
中叶以来，这种影响变得更加频繁（Armstrong，2010年；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2011年）。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是从尼泊尔东部和不丹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北部的大喜马拉雅地区，是地球上冰川和永久冻土覆盖面积最大的地区
之一。该地区含有流经亚洲10条最大河流的水资源，超过13亿人以此为生，更多人从中获取水和其他资源（Eriksson等人，2009年）。该地区
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具有独特的地形特征，并面临独特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气候变暖和冰川融化的加速以及
对水文系统的影响，是这个独特的山地生态系统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之一（Gerlitz等人，2017年）。必须将这些宏观气候影响纳入保护该区
域脆弱生物多样性的计划中。

现在包括热带安第斯山脉和中亚山区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在内的大多数山区，都面临着巨大的人类压力。据记
载，喜马拉雅山脉有大约19000种物种（Khan等人，2013
年），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Shrestha、Gautam和
Bawa，2012年）。

在欧洲，气候变暖已促使许多物种向更高纬度上生长，
导致当地寒带和温带山顶物种多样性增加；但是，地中
海山脉却受到了相反的影响，那里已经失去了一些物
种（Pauli等人，2012年）。在一些地区，山区农业用地
的废弃也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尤其是鸟类种群

（Hussain等人，2018年）。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降低了大自然对山区和低地居
民的贡献（图6.19）（Grêt-Regamey、Brunner和
Kienast，2012年）。山地生态系统的退化将导致空气质
量和气候调节的变化，如温室气体封存的减少（Ward
等人，2014年）。当地社区面临的威胁包括粮食安全、药
用植物、水供应的丧失，以及与山体滑坡、河流淤积和
洪水相关的风险的增加，这些风险改变了他们的生计
和土地覆盖（Eriksson等人，2009年；Khan等人，2013
年；Young，2014年）。少数山区仍然保持着物种的传
统利用方式（如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而阿尔卑
斯山脉的民族植物学知识，由于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
而丧失（Khan等人，2013年）。冰川消融影响水安全，
南亚国家的一些人口依赖于从喜马拉雅山脉西部以
及中部和东部流出的河流（Khan等人，2013年；见专
栏6.7）。土地利用变化的经济代价也可能很高；例如，
据报道，在尼泊尔用农作物取代山地森林之后，基于自
然的娱乐活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减少了75% （Thapa等
人，2016年）。

6.6.8 极地地区

北极和南极地区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特别的压力
（Bennett 等人，2015年）（见4.3.2节）。许多本土物种

正在减少；主要压力在于气温上升和物种入侵 
（特别是在亚南极和南极半岛）（Hughes、Cowan和

Wilmotte，2015年；Amesbury 等人，2017年）。工业发
展、污染和局部干扰带来了更大压力（北极动植物保护
工作组【CAFF】，2013年），极地地区成为许多人为污染
物的汇集地，比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和其他合
成有机化学品（Alava等人，2017年）。

山地
生态系统
总值

个圆点=100,000人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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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在世纪之交之前，南极冰盖的预期巨大变化可能会产
生相当大的全球影响（Chown等人，2017年）（见4.3.2节）。
在大多数气候情况下，北极预计到2050年夏天将无冰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第1090页），尽管
多年冰的残余仍将留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海岸。海冰的消
退可能会导致主要的生态变化，这些变化与以下因素有关：

a） 由于更多的开阔水域和携带营养物质的更大淡水流
量，初级生产力有所提高；

b） 营养水平较高的物种（例如磷虾、鱼类和海洋哺乳
动物）的食物来源和质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Frey等
人，2016年；Alsos等人，2016年）；

c） 随着极地沿海和海冰系统春季开花时间提前，微藻生
长周期延长，大量新物种涌入极地地区，生产力和食物
网络关系发生变化（Potts等人，2016年）。

根据北极物种趋势指数，从1970年到1990年，北极脊椎
动物的平均丰度增加，然后一直稳定到2007年（McRae等
人，2012年；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2013年）。然而，在海
冰减少的地区，一些食物资源正在流失，给海象、象牙海
鸥、北极熊和巴伦支海竖琴海豹等物种带来健康风险（北
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2017年）。企鹅是南极洲受到有规
律监控的物种群体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马可
罗尼企鹅、阿德利企鹅和帽带企鹅种群数量的下降，种群
数量一直在变化（Trathan、Lynch和Fraser，2016年）。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极地附近人口和社区的某些自然资源
的可用性可能会增加（Arrigo，2014年），但是狩猎条件的
变化，将对因纽特人和其他依赖海豹狩猎和以海冰为通路
获得其他传统食物的人群，产生不利影响。一些负面影响
已经开始显现；例如，2011年太平洋北极地区海豹和海象
的大量死亡影响了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土
著社区的食物来源（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2017年）。永
久冻土融化过程中，病原菌和病毒休眠的中断是对人类健
康的直接威胁（Sutherland 等人，2018年）。

潜在新渔区的开放、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以及航运可能导
致未来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经济利用、管理、文化利益和海
洋保护区方面。由于南极没有土著居民或地方社区，并且
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名古屋议定书》的范围之内，因
此，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带来的惠益分享（包括来自生物勘
探的惠益）是一项特别的挑战，《南极条约体系》并未完全
解决此问题。（Chown等人，2017年）。

6.7 响应

广泛的治理方法和政策手段被用来帮助解决生物多样性
丧失问题。第13章探讨了它们的有效性和具体示例。

6.7.1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近几十年来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全球公约，它有三个核心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地
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带来的惠
益。2018年，共有196个缔约方参加确立了国际准则，为各
国开展合作、共享信息、协调政策提供了平台。2010年，成
员国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这些目标全面而雄心勃勃，随后反映在
许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进
展情况的中期评估结论是，尽管已经取得了进展，但仍不
足以在2020年前实现这些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2014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卡特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涉及活
体转基因生物（LMOs）的国际转让，要求进口国在交换任
何活体转基因生物（包括种子等转基因生物）之前事先达
成“知情”协议。《〈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
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建立了
获取遗传资源和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框架，包
括相关技术的转让，该框架的直接目的是遏制生物盗版并
促进未来生物勘探协议的公平性。截至2018年5月，已有
105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
提高认识、组织区域研讨会和其他能力建设活动方面发挥
着关键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的一项重要强制性要求是承诺
制定具有具体目标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见第13.1章）。全球环境基金通过其扶持活动窗口，为符
合条件的缔约方提供支持，这些缔约方着重根据《生物多
样性公约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修订/更新其《生物多样性战略规划》。这种支
持是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主
要执行机构提供的（Pisupati和Prip，2015年）。《生物多样
性公约》还支持制定地方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以
及区域（超国家）计划，并与其他具有生物多样性相关任务
授权的关键多边环境协定进行合作，例如《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见专栏6.8和附件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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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2012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正式成立，其使命是“加强科学与政策之间在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自然界对人类贡献等方面的联系，实
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长期的人类福祉
和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四个联合国机构
主办，并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截至2018年6月，该组
织的成员包括130个政府和一些主要利益相关方团体。

专栏6.8：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于1975年生效，到2018年已有183个缔约方。动植物的国际贸易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数亿个物种和
物种的组成部分，其中有食品、艺术装饰品和许多传统药物（Broad、Mulliken和Roe，2003年；Rosen和Smith，2010年）。今天，该协议为超
过35000种动植物赋予了不同程度的保护（CITES，2018年）。

《公约》所附的三个附录中列出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物种：附录一提供了最高程度的保护，有效地禁止了该物种野生活
体或死亡标本的所有商业贸易；附录二中的标本贸易受到严格监管；附录三表明，一国已单方面要求其他缔约方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管制下
控制该物种的贸易。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议程雄心勃勃，而公约本身无法执行：缔约国必须根据国内法执行公约的规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需要大量的教育和执法资源，可能会出现腐败问题（Bennett，201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

Esri, Garmin, GEBCO, NOAA NGDC, and other contributors

Protected Areas of the World

世界保护区域
陆地保护区域 海洋和沿海保护区域

图6.20：世界保护区域

6.7.3 保护区

保护区已经成功地减少了栖息地的丧失（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5），并帮助降低了一些目标物种的灭绝风险（爱知
生物多样性目标1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
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然而，尽管有明确的
证据表明，在保护方面的投资可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损失

（Geldmann等人，2013年；Waldron等人，2017年），但
不到世界15%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不到11%的在国家管
辖范围内的沿海和海洋地区，以及不到4%的全球海洋被
保护区覆盖（图6.20）（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

世界保护区域
       陆地保护区域
       海洋和沿海保护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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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10：南非的女护林员

2015年，一个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南非护林员组织“黑曼巴反偷猎
组织”，获得了联合国最高环境奖。该组织的成立是为了让保护
公园外的当地社区参与保护围栏内的生物多样性。最初，该组织
由26名失业的高中女毕业生组成，自2013年成立以来，该组织
已经将诱捕率降低了76%，清除了1000多个诱捕陷阱，并消灭了
5个偷猎者营地和2个丛林肉厨房 （联合国，2015年）。

http://www.blackmambas.org/uploads/8/3/5/5/83556980/
screen-shot-2016-07-18-at-4-34-38-pm_orig.png

专栏6.9：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贫困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贫困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尽管寻求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并不能自动解决另一个问题（《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2010年；Suich、Howe和Mace，2015年）。确实，一些保护特定物种或自然地区的方法加剧了现有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利用，给本
已脆弱的人群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Dowie，2009年；Sylvester、Segura和Davidson-Hunt，2016年）。代际正义也是一个重要主题，因为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以各种方式使后代贫穷，包括降低其依靠生物多样的自然世界并与之建立联系的能力。

在成功整合社会和生态支持的计划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会更有效，当地居民更可能直接从保护中受益（Figurel、Durán和Bray，2011
年；Persha、Agrawal和Chhatre，2011年；Fischer 等人，2017年）。.

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Sala等人，2018年）。
此外，保护区边界内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因人为影响而退
化（Jones等人，2018年）。

保护区在提供生物多样性利益的同时，由于自然资源
的获取减少或缺乏对文化、社会、金融、自然、人力、物
质和政治资本资产发展的支持，可能对当地社区的生
计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Bennett和Dearden，2014年）
。这可能导致管理不力、公平问题、缺乏问责制或冲突

（Halpern等人，2014年；Watson等人，2014年；Di Minin
和Toivonen，2015年；Eklund和Cabeza，2017年；见专栏
6.9）。事实证明，土著和地方社区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在解
决这些不平衡方面非常有效（见专栏6 .10）。对森林砍伐
率的分析表明，与严格保护的地区相比，社区管理的森林
砍伐率可能要低得多（Porter-Bolland等人，2012年）。事
实证明，发展一种更加包容和一体化的办法，将社区与国
家、地区和省级政府联系起来，可非常有效的实现可持续
发展（见第13.2.1节，斐济的“本地管理的海洋区域”案例
研究）。土著和地方社区的贡献和集体行动越来越有可能
扩大规模，可为国家和国际惯例提供信息，并提供一种实
用的治理方法，以替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

6.7.4 其他方法

现在已经发展出许多其他方法来应对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和相关驱动因素。生物多样性补偿可以创造生物多样性利
益以弥补损失（Gordon等人，2015年；Apostolopoulou

和Adams，2017年）。颇有争议的是，过去十年来，许多
国家基于自然货币化（Adams，2014年；Costanza 等
人，2017年）制定了补偿计划。货币估值可作为支持政策
的有用工具（如对公共政策和投资的社会经济评估）以及
经济激励措施（如为生态系统服务、许可和税收计划付款）

（Bateman等人，2013年；Gaworecki，2017年）。 

另一个经济工具是2012年开发的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
体系（实验生态系统核算）。现在已有生态系统核算的
例子（例如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乌干达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Eigenraam、Chua和Hasker，201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环境经
济核算发展研究所【IDEEA】，2017年；英国国家统计
局，2018年），此外，鼓励其在规划中使用的举措已经启
动（见https://www.wavespartnership.org和https://
naturalcapitalcoalition.org/ ）。

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问题所作的努
力，最终促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一项国际
协议，该协议旨在为实施与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排放

（REDD）有关的活动，提供方法上的指导，指导发展中国
家森林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以及增加森林碳储量，该协
议被称为RED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8年）
。森林认证（例如由森林管理委员会（https://www.fsc.
org/ ）和森林认证认可计划（https://www.pefc.org/ ）推
动的认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大的信息流，不仅包括伐木
和采伐，还包括工人和当地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福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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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管理认证：管理认证；Miteva、Loucks
和Pattanayak，2015年）并提升了决策的透明性和包容
性。在欧洲联盟（EU）共同农业政策中已制定了一些机制，
通过保护和促进欧洲农村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来解决环境
问题。

在城市环境中，向“绿色城市”迈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特
别是这种潮流不仅限于发达国家（Hegazy、Seddik和
Ibrahim，2017年），这突出了对城市森林、绿色空间和公
园的保护和扩展，以及它们为人们提供的娱乐和空气质量
益处（Salbitano等人，2016年），包括增加对微生物多样
性的暴露，这对于健康的免疫反应至关重要（Lax、Nagler
和Gilbert，2015年）。公众参与城市农业以及养蜂和鸟类
养护的特定计划，可以促进城市环境中人类与自然的接
触。都市农业和城郊农业在农业生态学原理的指导下以废
物（或副产品）作为原料再利用，可促进自给自足、性别平
等、抗灾能力、水土保持和环境可持续性（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001年；van Veenhuizen，2012年）。

更广泛地说，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促进自然生态系
统的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以帮助人们和社区适应气
候变化（Cohen-Shacham等人，2016年）。然而，EbA有效
整合面临的挑战包括国际范围内的科学不确定性和关于
优先级标准的争议（Ojea，2015年；Bourne等人，2016）。

海洋治理尤其复杂。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根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拟订一项国际法律约束性文书的文本，内容涉及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ABNJ）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

6.8 结论

我们对自然世界及其完整性所面临威胁的理解从未像现
在这样深刻。新技术让我们前所未有地了解从基因组到生
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的各个方面。虽然世界上的每个生物
群系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反映了特定的地理、生态和社
会经济背景，但人们对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压力越来越
了解：生境的变化/土地使用的变化、入侵物种、污染、过度
开发（包括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气候变化。在财富严重不
平等的情况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会加剧，这是代际公平
的主要威胁。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一直缺乏必需的政治
和社会意愿。虽然某些政策反应在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显示出效力，但几乎在生物多样性各个方面的持续消极
趋势表明，需要采取更协调一致的行动。野生动物的数量
正在减少，从而降低了它们的适应能力；据估计目前物种
灭绝的速度比背景速度要高几个数量级。一些科学家认
为，我们可能正在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生态系统正在
日益退化。

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对保护的投资。以下措施都有
潜力解决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最大压力：更加注重加强治理
体系；通过研究改进政策框架；整合、实施和有效执行；鼓
励伙伴关系和参与。抗击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努力还必须解
决贫困、性别不平等、治理结构中的系统性腐败和其他社
会变量。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和寻找可持续利用解决办法
的道路是一段漫长而关键的旅程；人类依靠它来支持大自
然对人类的贡献以及健康与发展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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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人口增长和海洋资源的广泛利用，
人类对海洋健康的压力持续增加（充分证实）。多重压力源
产生的累积影响妨碍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减少了自然
对人类的益处。但是，在管理某些压力方面取得了成功，
海洋健康得以改善，这些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在
众多现有压力中，我们选择了三个在本期《全球环境展望》

（GEO-6）评估中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珊瑚礁的白化；海洋
垃圾；在实现世界海洋可持续渔业方面面临的挑战。{7.1}

热带珊瑚礁已经过了一个临界点，长期的白化已导致许多
珊瑚礁死亡，即使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范围内，这些珊
瑚礁也不太可能恢复（充分证实）。珊瑚白化是由海洋变暖
导致的，而海洋变暖又归因于工业革命以来人为排放的温
室气体（GHGs；特别是二氧化碳）。海洋变暖滞后于温室
气体排放几十年，因此珊瑚礁白化的临界点在20世纪80
年代就已经过去，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超过了百万
分之（ppm）350。{7.3.1}

珊瑚礁白化事件现在的复发间隔约为6年，而已知的珊瑚
礁恢复率超过10年（不完全证实）。这意味着，平均而言，
在白化事件之间，珊瑚礁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因此，预
计在未来几十年内，珊瑚礁的健康状况将稳步下降。海洋
可持续发展目标14.2“到2020年，可持续地管理和保护海
洋及沿海生态系统，以避免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包括加强
其恢复能力，并采取行动实施恢复，从而实现健康和富饶
的海洋”, 对大多数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来说可能无法实
现。{7.3.1}。

证据表明，珊瑚礁的死亡将导致渔业、旅游业、生计和生境
的损失（无定论）。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消亡对许多依赖
珊瑚礁的社区和行业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各国政府应在未
来十年为珊瑚礁产业的最终崩溃做好准备。珊瑚礁的贡献
总值达290亿美元，其中包括它们对旅游业、渔业和海岸
保护的价值。这些部门的损失尚未被记录在案，但在未来
10年将发生损失的风险很大。{7.4.1}。

据估计，2016年渔业和水产养殖的价值为3620亿美元，
其中水产养殖贡献2320亿美元（不完全证实）。海水养殖
业规模正在扩大，但增长的主要是水产养殖，特别是内陆
水产养殖（充分证实）。水产养殖占鱼类总产量的10%以
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在增加。渔业和水产养殖总共支持
5800万至1.2亿人的生计，具体取决于如何计算兼职就业
和二级加工就业。绝大多数生计是由小型渔业提供的，这
种情况在十多年来一直很稳定，但商业捕捞占商品价值的
绝大部分，其中包括每年由发展中国家向国际市场出口的
800多亿美元。{表7.1，7.3.2}。

鱼类富含蛋白质和对健康很重要的微量营养素，目前为
31亿人提供了其饮食蛋白质的20%以上，在世界上许多
普遍存在粮食不安全状况的地区，这一比例更高（不完全
证实）。为了应对未来粮食安全和健康人口的挑战，除了更
有效地利用所有收获的自然产品作为食物外，还必须从海
洋和沿海捕获更多的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海洋植物作为食
物，因此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预计都将扩大。{7.5.2}。

保持捕捞渔业的可持续性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这需要在监
测、评估和管理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并需要基于当地社区
的强有力的办法（不完全证实）。同样，可持续的水产养殖
在运营管理中也需要知识和关怀。{7.6}。

审查显示，各国在其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可持续性方面存在
很大差异，诸如可投资于渔业研究和管理的总财富等因
素，同时避免了提高能力的补贴，从而严重影响维持大规
模渔业可持续性的能力（不完全证实）。对于小规模渔业而
言，促进社区有效自我监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的一致
性强烈影响可持续性。{7.5.2}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已在国家和区域政策中得到广泛采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已提供了有关管理渔业足
迹的行动的操作指南（无定论）。尽管承认了渔业对海洋生
态系统的影响很大，并充分纳入政策，但将渔业对生态系
统的影响降到最低的措施取得了喜忧参半的结果。然而，
与对目标物种开发的可持续性一样，世界上部分地区有足
够的经济资源投资于渔业监测和工具技术，从而提高捕获
的选择性、减少对生境的影响，因此，副渔获物、丢弃物和
渔具对生境的负面影响的生态踪迹正在减少。这一方法也
正在水产养殖中得到应用，具有类似的目标，并被行业迅
速采用。{7.4.2}。

海洋垃圾的数量继续增加——由于沿海地区家庭垃圾管理
不善，估计每年有8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不完全证实）。在
所有海洋深处都发现了海洋垃圾。如果不进行干预，到2025
年海洋塑料的数量预计将增加到100-250吨。{7.3.3}。

塑料颗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洋生物的消化系统中，包括
人类食用的鱼类和贝类（不完全证实）。食用被塑料污染的
海产品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尚不清楚。有充分证据表明，海
洋生物受到海洋垃圾缠结和塑料摄入的物理损害。有些塑
料含有潜在的毒素，还能吸附和浓缩周围海水中的有毒物
质。然而，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污染物对海洋生物有严
重的毒性作用。海洋垃圾还可以为病原体和入侵物种的传
播提供一种运输手段（充分证实）。{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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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垃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不断增加，其中包括
清理垃圾的直接经济代价以及旅游业和渔业等工业收
入的损失（未解决）。地方层面以上的社会和卫生成本更

难量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减少等环境成本也更难量
化。{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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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引言

世界海洋占地球表面的70%以上。2010年，沿海地区居
住人口超过19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4亿（Kummu
等人，2016年）。30个特大城市1中，有20个位于沿海地
区，预计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将快于非城市
地区（Kummu等人，2016年）。增长最快的三个沿海特
大城市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4.17%的人口增长率）、中
国广州（3.94%）和孟加拉国的达卡（3.52%）（Grimm和
Tulloch编辑，2015年）。

7.1.1 欢迎来到海洋

许多人的健康和生计通过海洋的资源及其提供的重要
美学、文化和宗教利益直接与海洋联系在一起。在全球
31亿人的动物蛋白供应中，海鲜至少占20%（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2016a）。这对经济处于不利地位的沿海
地区和社区尤其重要。沿海生态系统也提供了许多不易
货币化的好处，例如沿海稳定、调节沿海水质量和数量、
生物多样性和许多重要物种的产卵栖息地。海洋是全球
气候系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有助于热量传输，从而影响全球气温和
降雨量。全球约50%的初级生产发生在海洋（Mathis等
人，2016年）。海洋还提供了其他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
资源，如骨料和沙子、可再生能源和生物制药。然而，由
于污染、气候变化、过度捕捞、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等原因，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影
响着人类及其生计和海洋提供的许多间接利益。

根据定义，健康的海洋应该是基本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
完好无损的海洋，因此：

v 能够维持生计并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v 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变化。.

只有在环境限度内运作和利用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不
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人类才能继续享受各种惠
益。然而，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受到许多
变化因素的挑战（见第2章），还受到自然资源的竞争压
力、管理的复杂性和多种经常相互冲突的用途的挑战 

（图7.1）。沿海国在其海洋管辖范围内享有权利和义务
（联合国，1982年）。然而，海洋对行使管辖权带来了特

殊挑战。洋流可以携带化学品、垃圾、新出现的有机污染

物和病原体越过国家海洋边界，海洋生物和海鸟可能不
会停留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在国家管辖权以外的领域，协
调管理措施特别困难，因为在这些领域，有许多机构和协
议管制诸如航运、渔业和海底采矿等部门性问题。

各国不仅需要跨国界合作，还必须整合海洋和沿海生态
系统各种用途的决策。海洋条件与海洋生物之间的相互
联系以及海洋空间动态过程意味着任何单一工业部门的
活动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可能会扰乱那些没有
从造成影响的行业中获益的人们的生计。同样，在一个部
门或管辖范围内采取保护措施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可能由
于在其他部门或辖区缺乏行动而减少或抵消。

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等全球性挑战也必须得到解决。气
候变化影响海洋温度、海冰范围和厚度、盐度、海平面上
升和极端天气事件。尽管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区域层面
各不相同，需要在地方和区域层面采取适应性管理措施

（Von Schuckmann等人，2016年），但需要在更大的层
面协调这些努力，并有效分享经验教训和最佳做法。.

7.1.2 本章重点

海洋有许多用途，海洋生态系统之间以及陆地和邻近海
洋之间有太多的联系，本章无法一一加以讨论。首次《全
球综合海洋评估》（A/RES/70/235；Inniss和Simcock编
辑，2016年）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3
年）的报告对海洋状况进行了近期综合评估。因此，这里
选择了三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主题——热带珊瑚礁、捕鱼
和进入海洋环境的碎片。此外，还简要讨论了几个新出
现的或关乎特定利益的主题——汞、采砂、深海采矿和海
洋噪音。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主题，是因为联合国环境大会
（UNEA） 2016年5月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其中包括

了在UNEP/EA.2/Res.12号决议中特别提到的珊瑚礁（联
合国环境大会，2016a ），以及UNEP/EA.2/Res.11号决议
中提到的海洋垃圾（联合国环境大会，2016b）。《生物多
样性公约》（CBD）缔约国会议第CBD/COP/DEC/XIII/10
号特别决议（《生物多样性公约》，2016年）和《巴塞尔公
约》缔约国会议（2017年）第BC 13/17号决定也将海洋垃
圾包括在内。渔业与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有联系，它们也
与第4章确定的跨领域主题（特别是性别、健康、粮食系
统、气候变化、极地地区以及化学品和废弃物）相互联系。

1 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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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显示与海洋环境相关的驱动力和压力的通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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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圆圈代表了人类对海洋需求变化的主要高层次驱动力。内环代表驱动力推动的社会需求类型，外环代表满足需求的行业部门，这些行业部门通常都制定了相应的
政策。通过部门行动表达的需求是相关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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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与海洋有关的主要产业的经济价值，就业和主要环境影响的估计

7.2 压力

人类活动可以以多种方式改变海洋及其资源，特别是
通过陆地活动。《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的第五部分

（Inniss和Simcock编辑，2016年）描述了人类活动的社
会效益和主要影响，既有直接通过资源开采产生的（如鱼

类、碳氢化合物、沙子）也有间接产生的（如渔具或采矿作
业对海床的影响）。报告还记录了每个工业部门所支持的
经济价值和生计数量（表7.1）。

许多海洋工业的足迹重叠（表7.1：第4栏），有时多个部门
为不同的目的使用相同的资源（例如鱼类既用于生态旅游

部门【以及世界
海洋评估章节】

经济价值与运营规模  就业/生计 若监管不当对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

渔业
【9，11，12】

3620亿美元（包括海水
养殖和淡水养殖——大
约280亿美元，但核算
没有完全分开）。

5800万-1.2亿（取
决于如何计算兼职
就业和二级加工就
业）。

如果顶级捕食者或主要牧草种类被耗尽或捕捞活动具有高度选择性，
食物网结构和功能就会发生变化。
一些非目标物种的副渔获物只能维持极低的死亡率（例如海龟、许多
海鸟和小型鲸类）。渔具对海底栖息地和底栖生物的影响，特别是结构
上脆弱的生境（例如珊瑚、海绵）。
持续打捞遗失的渔具。

有能力的政府间组织

航运
【17】

5 0 . 5 万 亿 吨 英 里 的 货
物；
旅客吞吐量20.5亿人次

> 125万名海员 可能导致货物泄漏、燃料泄漏和人员伤亡的船舶灾难和事故。货物的
毒性从零到严重不等。
燃料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的慢性和间歇释放。偶尔丢失有毒物品的容
器。 排放污水、废物和“灰水”。
通过压载水和舱底水传播入侵物种。使用防污漆。
船舶发出的噪音。
海上运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

有能力的政府间组织及公约——国际海事组织及
《防止传播污染国际公约》

港口
【18】

50.9亿吨散货 技术的发展使得码
头工人的统计数据
无法保持一致

航运的集中及其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需要疏浚及进入深水通道。
基础设施建设对海床和海岸线的影响。
噪音。有能力的政府间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及

《防止传播污染国际公约》，但主要是地方管辖

海洋碳氢化合物
产业 

【21】

5 0 0 0 亿 美 元（每 桶 5 0
美元）

20万离岸生产工人 碳氢化合物的释放，特别是在井喷或平台灾难期间的释放，有可能有
大量的碳氢化合物进入海洋系统，对旅游业、美学和文化价值具有持
久的影响。
给海洋和沿海生物及及其生境带来油污。
污染物进入食物网和潜在的人类食物来源操作中使用的化学物质的
长期释放。
清理溢油过程中分散剂的间歇性释放。
本地底栖生物窒息。
来自地震勘测和船舶的噪音。
停运过程中生物群的扰动。

其 他 海 洋 能 源
产业

【2】

产生7.36兆瓦 每 兆 瓦 7 - 1 1 个 工
作年

争夺基础设施和生物群迁徙的空间。
基础设施导致底栖动物局部死亡。
能源涡轮机和风车中鸟类、鱼类的死亡率。
基础设施建设和停运期间的噪声和物理干扰。

有能力的政府间组织——主要是地方管辖

海上采矿
 【23】

50-54亿美元 7100–12000（不完
整）

海洋物种（特别是底栖动物）的死亡、迁移或灭绝。破坏海底生境，特别
是脆弱或敏感的生境。
羽状沉积物的形成和沉积物的沉积。
噪音。
深海采矿可能污染食物链。
易受沉积物浓度和缺氧影响的微生境的形成【23.3】。

有能力的政府间组织 ——国际海底管理局

海洋旅游
【27】

2.3万亿美元（占所有旅
游业粗略估计的35%，
包括乘数效应）

由于缺乏常见的乘
数效应处理方法，因
此无法估算。总体旅
游业被认为占全球
劳动力的3.3％，但
海洋和非海洋的区
分并不一致。

沿海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生境，增加了侵蚀、生物群落的死亡率和位
移、噪声。
废物和污水污染沿海水域。
人类活动增加对生物的干扰，特别是在高多样性的栖息地潜水以及观
看海洋巨型动物。
因休闲捕鱼而增加的死亡率。增加划船与航运对当地的所有影响。

有能力的政府间组织——无

IGO：政府间组织；IMO：国际海事组织；ISA：国际海底管理局；MARPOL：《防止传播污染国际公约》

资料来源：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信息均摘自《第一次全球海洋综合评估》（联合国，2016年），第一栏中有章节说明。对于某些行业，不同国家的经济价值记录差异太大，无
法对全球经济价值进行有效估算，因此使用了行业规模的其他指标。报告年度也没有对所有行进行标准化，但所有估计都是2012年或更晚。表项应作为全球规模的指
标，在区域和国家范围内有较大的差异。国际海事组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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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用作当地社区的食物；另见Halpern等人，2012
年） 。因此，要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就需要有关政策能
解决累积的影响而不仅仅是部门的足迹（Halpern等
人，2008年）。

7.3 状况

7.3.1 2015-2017年珊瑚白化危机

热带珊瑚礁2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
一，约占所有海洋生物多样性的30%（Burke等人，2012
年）。“珊瑚三角”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是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地区，拥有550多种硬珊瑚（作为对比，加勒
比和大西洋地区约有65种珊瑚）。全球珊瑚礁面积约为
25万平方公里。由于多种人类压力（包括污染、捕鱼和珊
瑚白化），目前许多地方的珊瑚礁健康状况非常差。

当珊瑚因温度、光照或养分等条件的变化而受到压力
时，就会发生珊瑚白化，使珊瑚排出生活在其组织中的
共生藻类，从而露出其白色的骨架。过去二十年来，由于
海洋表面温度升高而导致的大规模珊瑚礁白化事件经
常被报道，气候研究表明，这些事件之间的复发间隔现
在约为六年（Hughes等人，2018年）。2015年北半球和
2015-2016年南半球的夏季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
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珊瑚白化。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NOAA）宣布，继1998年和2010年的类似事
件之后，2015年是第三次全球珊瑚白化事件的开始。第
三次事件仍在继续，这是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破
坏性最大的一次，迄今全世界70%的珊瑚礁受到影响，
有些地区的珊瑚礁每年都会发生白化（图7.2）。澳大利

亚大堡礁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自2016年以来，超过50%
的大堡礁受到了影响（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
局，2017年）。

珊瑚礁白化的严重程度在珊瑚礁内部和各区域之间都有
所不同，一些以前没有经历过白化的地区在这次事件中也
受到了影响。最近宣布了一项确定50个最可能在2050年
以后存活的珊瑚礁区域的倡议，其目标是鼓励各国政府将
这些区域留作保护和养护之用（https://50reefs.org）。

在最近发表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
告》摘要中，O’Neill 等人（2017年）得出结论，“有强有力的
证据（来自最近的珊瑚白化）表明，早期预警信号显示生物物
理机制可能已经在发生转变”。Veron等人（2009年）预测，一
旦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350ppm，珊瑚礁白化临界点

（超过阈值时状态的突变）就会出现。这个值在1988年左右
就达到了，但是由于海洋变暖滞后于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水平

（Hansen等人，2005年），经过了30年这一水平二氧化碳的
影响才显现出来。这种滞后效应是由于全球海洋环流的速度
较慢，而二氧化碳水平却迅速上升。事实上，海洋目前正在对
几十年前的二氧化碳水平做出反应，综合证据表明珊瑚白化
的临界点已经过去（Hoegh-Guldberg等人，2007年；Frieler
等人，2013年）。Veron等人（2009年）所述的350ppm临界
点在29年前已经达到，可能致使许多珊瑚死亡。鉴于全球大
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现在已经超过400ppm，这对珊瑚礁的
生存将产生严重影响。最近的模型显示，即使2015年巴黎气
候变化大会（COP 21）之后做出的承诺成为现实，超过75％
的珊瑚礁将在2070年之前每年都要经历严重的白化（van 
Hooidonk等人，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专家
们一致认为，存活到21世纪末的珊瑚礁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珊瑚礁几乎没有相似之处（Hughes等人，2017年）。

2级热应力警报表示珊瑚普遍白化，死亡率很高。1级热应力警报表示珊瑚明显白化。较低的压力水平也可能导致一些白化现象。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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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014-2017年全球珊瑚白化事件（撰写本文时仍在进行中）期间最大热应力地图

2 热带珊瑚礁不包括深海、冷水珊瑚礁或温带岩石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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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渔业

捕捞渔业
除了由于自然变化和气候变化造成的海洋状况变化外，人
们还通过获取海洋资源来改变海洋的状态。范围最广、规
模最大的是捕捞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以供人类消费和某
些工业用途（例如水产养殖饲料）。

海洋是越来越重要的食物来源（国际劳工组织，2014年）。
到2017年，捕捞渔业和海水养殖业3的总产量超过1.7亿公
吨，海水养殖业的贡献将继续增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8a）。鱼类为31亿多人提供了20%以上的膳食蛋白
质，在粮食安全问题很严重的沿海地区，这一比例很高。此
外，鱼类中的微量营养元素对人类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在
鱼类供应量下降的地区难以替代（Roos等人，2007年；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Thilsted等
人，2014年）。

捕捞渔业在过去的15年中一直稳定在9000万吨左右，而
养殖设施的产量却在持续增长（图7.3）。关于当前捕捞
水平的可持续性存在争议，关于种群状况、趋势成因和
管理措施有效性的许多基本观点也存在分歧（Worm等
人，2009年；Froese等人，2013年；Melnichuk等人，2016
年）。一些渔业危机已成为教科书中的故事：由于过度扩

大捕捞能力和努力、缺乏管理的技术创新、政治化或非
预防性决策、科学、管理和治理效率低下等因素的多种
组合而造成损害。此外，面临管理决策的惰性，环境变
化和种群动态的相互作用在加拿大东部鳕鱼渔业崩溃

（Rose，2007年；Rice，2018年）以及秘鲁和智利近海
的太平洋小型远洋物种渔业的崩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Chavez 等人，2008年）。

关于渔业可持续性的大量文献都包含许多不可持续扩
张的案例，以及在管理开采率和重建先前枯竭的种群方
面的成功案例。对于有能力和政治意愿评估鱼类状况和
捕捞死亡率并实施监测、控制和监督措施的国家，1990
年至目前的趋势表明，这些国家通常避免了过度捕捞

（Hilborn和Ovando，2014年；Melnychuk等人，2016
年）。但是，审查也显示各国之间差异（诸如在避免发放
提高能力的补贴前提下可投资于渔业研究和管理的总
财富等因素）很大，严重影响了维持渔业可持续的能力。
在司法管辖区拥有足够研究和管理资源并实施有效治
理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渔业死亡率已受到限制或降低到
可持续的水平，种群被评估为健康或从历史过度捕捞中
恢复过来（图7.4）。但是，如果没有为资源评估和监测、
控制和监测措施提供大量资金，过度捕捞、非法捕捞、未
报告或不受管制（IUU）4捕捞和资源耗竭现象仍继续存
在，而且可能会扩大。

捕捞渔业产量 水产养殖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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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世界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a）。

3 在此报告中，“水产养殖”是用于圈养最终供人类食用的鱼类和贝类的通用术语， 而“海水养殖”是在
海洋，沿海和河口地区实施的水产养殖的一部分。

4 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鱼是一广义术语，包括：违反国家、区域和国际法进行的捕鱼和与捕鱼
有关的活动；未报告、误报或漏报有关捕鱼作业及其渔获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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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渔业在地理上仍在扩张，管理权限难以跟上。原因
包括：

v 有些管辖区试图减少辖区内的捕捞而希望从辖区外获
取；

v 亚洲地区船队的捕捞能力持续增加（尽管其他司法管
辖区的船队捕捞能力正在下降）；

v 全球捕捞效率的总体提高（Bell、Watson和Ye，2017
年；Jacobsen、Burgess和Andersen，2017年）。 

随着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引起的海洋状况发生
变化，捕鱼工作将发生空间调整（Cheung、Watson 
and Pauly，2013年），但物种重新分布的细节尚无
定论（Barange等人，2014年5；Johnson等人，2016
年；Salinge等人，2016年），适用于这种动态变化的管理
策略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Schindler和Hilborn，2015
年；Creighton等人，2016年）。

渔业已扩展到许多海洋海山，在这些海山，甚至在区域渔
业管理组织/机构收集到足够的信息以评估可持续的捕捞
水平之前，诸如橘棘鲷和奥利奥等寿命较长、生长缓慢的
鱼类的累积生物量往往已经枯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图7.4：受科学、管理和治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鱼类种群状况和捕捞死亡率。纵轴上相对分数越高反映了相对于理论上“理
想”管理种群状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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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elnychuk等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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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2：海洋环境中的汞

世界卫生组织将汞列为公共健康领域受到重点关注的十大化学品之一（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这是因为汞（尤其以甲基汞形式）是一种强
大的神经毒素，即使浓度很低，也会影响胎儿和儿童的发育，并造成神经系统损伤（Karagas等人，2012年；Ha 等人，2017年）。法罗群岛和新
西兰人群产前甲基汞暴露水平升高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了一些不利的发育影响（Grandjean等人，1997年；Crump等人，1998年）。然而，在塞
舌尔和英国进行的研究发现，怀孕期间经常食用海鱼并不会对发育造成风险（Myers等人，2003年；Daniels等人，2004年；van Wijngaarden
等人，2017年）。对英国人群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怀孕期间摄入海鲜（每周> 340 g）可以改善发育、行为和认知结果（Hibbeln等人，2007年），这
表明鱼类中还存在其他营养成分，例如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Strain等人，2008年）或硒（Ralston和Raymond，2010年），可能会掩盖或抵消
甲基汞的负面影响。

食用鱼类的健康益处已得到充分证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然
而，由于一些海鲜中甲基汞含量高，且风险不确定，许多国家都发布了警告，建议孕妇将鱼的摄入量限制在汞浓度低的品种（Taylor等人，2018
年）。一般而言，由于生物放大和生物累积过程，需要避免的鱼类有鲨鱼、金枪鱼和剑鱼等食肉性鱼类以及橘棘鲷等长寿鱼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2017年）。

专栏7.1：极地海洋渔业

极地海洋未被确定为《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但表7.1所列的许多部门也存在于一个或两个极地区域。关于极地海洋带来的经济价值和生计
支持的估计是不完整的，但海洋资源对北美北极地区15万多名因纽特人的生计仍然至关重要（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2011年）。美国和加拿
大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暂停在北冰洋的商业捕鱼活动，而在国际北极水域，最近中国、丹麦（格陵兰）、欧洲联盟、冰岛、日本和韩国加入加拿大、
俄罗斯和美国最初发起的暂停活动。5在挪威和俄罗斯管辖下的极地地区，渔业由国家当局管理，并由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定期评估。

自1982年以来，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CCAMLR）的监管框架下，南大洋的牙鱼、冰鱼和磷虾的商业渔业受到起诉。牙鱼和磷虾的
渔业迅速发展，磷虾的捕鱼量不到预防性捕捞限额的三分之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2016年）。牙鱼和冰鱼渔业已经被认证为可持
续渔业（由独立机构——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在阻止非法捕捞、未报告或不受管制捕捞方面取得重大进展（Österblom和Bodin，2012年）。
在五年内，合法渔业的年收入超过2亿美元（牙鱼），磷虾达到7000万美元（Hoshino和Jennings，2016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定
期对其状况进行审查（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2016年）。极地海洋正经历着最迅速的气候变化，北极附近的生计正受到许多不利影
响（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2011年）。例如，由于海冰变薄和消失，土著渔民季节性地进入海冰渔场已经成为问题。海底开采、碳氢化合物资
源和商业运输的机会将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以确保当地居民从中获益。

织，2009a；Koslow等人，2016年）。因海冰融化、捕捞技术
不断改进，极地鱼类种群更多地可供商业渔业利用，如果不
加以谨慎管制，过度捕捞可能成为特别的威胁（专栏7.1）。
这种渔业可以迅速扩大，挑战管理管辖区的能力（Swan和
Greboval，2005年），随着渔业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
扩大，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机构发挥着重大作用。

如果过度捕捞现象已经减少或消除，或者新渔业被限制
在可持续水平内，那么必定采取了多种措施（Melnychuk
等人，2016；Garcia等人，2018年）。限制总渔获量的工作

（渔船的数目和大小、捕捞天数等等）几乎是普遍存在
的，如果不加以管理，至少要监测技术革新。在科学和管
理资源允许的情况下，监管措施通常由基于生物学的管
理参考点和捕捞控制规则为依据（Inniss和Simcock编
辑，2016年）。然而，基于科学评估和意见的自上而下的
管理并非在所有渔业类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小型社
区渔业中，只要与传统文化实践保持高度一致性，社区

管理通常是有效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
在所有规模的渔业中，共同参与管理以及行业参与者在
管理中的包容性都可以带来更大的合规性和更低的管
理成本（Gray，2005年；Dichmont等人，2016年；Leite和
Pita，2016年）。

几个世纪以来，小型渔业一直是世界许多地区生计和粮食
安全的基石，但直到最近才被确认为是渔业状况和趋势
的主要考虑因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5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 14.b.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 b）。小
型渔业为全球渔业提供了近80%的就业机会（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2016a），其经营环境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集
中管理，既昂贵又具有文化侵入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b）。经过全球
广泛磋商，小规模渔业的绩效和管理准则已经使这些渔业
得以改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2016 b）。

5 2017年《防止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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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的兴起
虽然捕捞渔业规模在21世纪初趋于稳定，但海水养殖业规
模仍在继续扩大，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不久就会超过
捕捞渔业（图7.4；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年）。现在，
以市场为导向的高价值鱼类和贝类（如金枪鱼、鲑鱼、贻贝、
牡蛎和其他双壳类物种）的大规模海水养殖业为大多数沿
海发达国家的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小型海水养殖业也在
欠发达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扩大规模。使用鱼类加工副
产品和低价值鱼类作为饲料的淡水和海洋养殖不仅为低
价值渔业产品创造了新市场，而且随着海水养殖对原料需
求的增加，也创造了市场竞争的潜力。小规模经营的生产数
据不完整，特别是对于社区消费而言，因为这些产品没有
进入市场。

依赖海洋生物获取营养的人群可能特别容易受到甲基汞
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影响，而这些风险在粮食安全得不
到保障的地区最高（Gribble等人，2016年）。

此外，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汞排放的变化，例如，汞从北半
球冰冻泥炭地的长期储存中释放出来（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3年；Schuster等人，2018年）。这有可能增加汞向
海洋的输入量。

7.3.3 海洋垃圾

海洋垃圾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对海洋生物、栖息
地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2016年）。在各个海洋深处和海底都发现了垃圾

（Pham等人，2014年），甚至在最偏远的太平洋岛屿的
海岸也有垃圾存在（Lavers和Bond，2017年）。四分之三
的海洋垃圾是由塑料构成的。其中包括尺寸小于5mm的

图7.5：食物链中甲基汞的生物放大和生物累积

资料来源：Baker、Thygesen和Roche（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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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3Hg 通过生物放大过程沿着食物链传递，藻类被浮
游生物（磷虾）吃掉，小鱼被大鱼吃掉，每一步 
CH3Hg 的浓度都会增加，在顶级食肉动物（如鲸鱼、海
豹、北极熊和人）中达到危险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会积累高浓度的汞，这被称为生物

累积的过程中。当生物体吸收汞的速度快于其清除汞的
速度时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Hg2+ 附着在地表水中的藻类上。藻类下
沉，等待微生物吃掉它们，在这个过程
中，汞转化为有毒的甲基汞CH3H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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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基于人类活动和流域特征的潜在海洋塑料输入全球地图Plastic input into the oceans

塑料来源
捕捞强度
沿海*输入
流域表面不透水
航运

*包括管理不当的废弃物与人口密度

太平洋

印度洋

大西洋

资料来源：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2016a）根据Halpern等人（2008）、Watson等人（2012年）以及Jambeck等人（2015年）的信息绘制的地图。

微塑料，这些微塑料要么是故意制造的（初级微塑料），用
于各种工业和商业产品（例如，化妆品中的颗粒、微珠），
要么是塑料产品和合成纤维风化的结果，可以产生微米
级和纳米级的塑料颗粒（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的联合
专家组【GESAMP】，2015年；Gigault等人，2016年）。风
化还可以释放塑料制造中使用的化学添加剂（Jahnke等
人，2017年）。

Jambeck 等人（2015年）基于全球固体废弃物数据、人口
密度和经济状况估计，2010年192个沿海国家产生了2.75
亿吨塑料垃圾，其中480万至1270（1278）万吨可能已被
冲进海洋（图7.6）。他们计算出，如果没有全球的干预，
到2025年海洋塑料的数量将增加到1亿至2.5亿吨。海洋
垃圾的来源通常与固体废物管理和废水处理的效率有关

（Schmidt 等人，2017年）。

人们普遍认为，进入海洋的塑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陆地。
这些垃圾通过雨水径流、河流或直接排入沿海水域进入海
洋环境（Cozar等人，2014年；Wang等人，2016年）。未收
集的废弃物被视为主要来源，少部分是从操作不善或选址
不佳的正式和非正式垃圾场回收的废物重新进入海洋系
统（见5.2.5）。关于来自海洋的塑料所占比例的信息较少，
但我们很清楚，丢失渔具是个问题。其中包括由于捕鱼方
法而丢失的渔具以及在风暴中被冲到海里或被故意丢弃
的渔具（Macfadyen、Huntington和Cappell，2009年）。

7.4 影响

7.4.1 珊瑚礁死亡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珊瑚礁对79个国家的2.75亿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
依赖与珊瑚礁相关的渔业作为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

（Wilkinson等人，2016年）。珊瑚礁每年的贡献总价值为
290亿美元，包括旅游业（115亿美元）、渔业（65亿美元）
和沿海保护（107亿美元）的形式（Burke 等人，2012年）。
仅大堡礁珊瑚的白化就可能使澳大利亚经济损失10亿澳
元的旅游收入（Willacy，2016年）。美国的珊瑚礁年度经
济总价值为34亿美元（Brander和Van Beukering，2013
年）。

珊瑚礁因土地污染或反复白化事件的复合影响而退化，无
法提供当地社区所依赖的益处（Cinner等人，2016年）。一
旦珊瑚死亡，它们就不再垂直向上生长，因此珊瑚礁逐渐
受到侵蚀。死亡的珊瑚礁会淹没在上升的海平面之下，暴
风雨期间，它们在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袭击方面效果较
差。死珊瑚不仅缺乏珊瑚礁旅游的基本审美吸引力，它们
维持的鱼类群落生物多样性也较少（Jones等人，2004年）
。这导致旅游活动减少，渔业收入下降，从而可能威胁到当
地社区的生计。对于某些社区来说，活珊瑚礁也是重要的
宗教象征（Wilkinson等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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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捕捞渔业

捕鱼对目标物种的最初影响在于减少未捕捞水平的丰度。
反过来，由于密度依赖的压力减少，预计这种丰度的减少
将增加种群的生产力，因此可以利用生产力增长和能源
储备来增加产卵。这种推理奠定了基础渔业科学的基础

（Beverton和Holt，1957年；Ricker，1975年），《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UNCLOS）中确立了最大可持续产量（MSY）
概念。该概念是渔业管理的一项全球规范，即渔业的清除
速度已使生产力最大化，而不致使产卵种群的数量减少到
影响新成员的生产。如果开采率超过这一水平，产卵潜力
的减少将快于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发生过度捕捞现象。第
7.3.2节概述了目前全球捕捞目标物种的结果。

捕鱼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已有充分文献记载，并已进行
了数十年的研究（Jennings和Kaiser，1998年；Gislason
和Sinclair，2000年）。主要影响包括：

v 捕捞活动中非目标物种的副渔获物；
v 渔具对海底生境及定居底栖生物群落的影响；
v 因顶级捕食者丰度减少而使猎物种群增加或者因猎物

种群消耗而使捕食者种群生产力下降，从而改变食物
网。.

关于这些影响的产生途径已做详述，对于制定渔业生态系统
方法至关重要。这在《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中得到了巩固，
并在国家和区域政策中得到广泛采用（Rice，2014年）。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就管理渔业足迹的行动（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2003年）和最新情况提供业务指导，并已将其纳入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5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1年）。

尽管人们承认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很大，并且在制
定政策时给予了充分考虑，但尽量减少捕捞对生态系统影
响的措施取得的结果有好有坏。看起来似乎取得了全面进
展，因为相隔十年的两次全球审查发现，全球估计每年从
渔业丢弃的废弃物已从1994年的2700万吨下降到2004
年的730万吨（Alverson等人，1994年；Kelleher，2005年）
。然而，在许多渔业中，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虾等物种的小
网渔业中，大量丢弃现象仍然存在，这些国家缺乏减少丢
弃物和副渔获物的奖励措施，或实施并无效果（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2016a；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b）
。此外，即使高度脆弱物种的副渔获量已经减少，一些
鲨鱼和海鸟的数量仍然令人担忧（Campana，2016
年；Northridge等人，2017年）。

同样，国家和区域的渔业管理组织正认真对待渔具对海底
生境和底栖生物群落的影响。这种担忧日益加剧，促使联合
国大会于2007年通过了第61/10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所有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查明其管辖范围内易受底部接
触渔具破坏的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它们免受伤害或禁止捕
鱼。第14章研究了这种方法的政策有效性的证据。然而，尽
管所有相关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采取行动遵守这一要求

（Rice，2014年），但区域研究发现，超过50%的可捕捞海
床受到渔具的影响，底栖生物无法从干扰中完全恢复过来，
反复的影响仍然很普遍（Eigaard等人，2017年）。

©
 S

hu
tte

rs
to

ck
/K

rz
ys

zt
of

 B
ar

gi
el



全球环境状况188 全球环境状况

7

模型中使用的样本点

南太平洋环流
南大西洋环流

印度洋环流

北太平洋环流
北大西洋环流

表层流

微塑料浓度*
每平方公里千克

100

塑料环流
海洋塑料的巨型分销系统

资料来源：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2016b），信息来源于VanSebille等人（2015年）。

图7.7：公海中的塑料垃圾

7.4.3 海水养殖业

海水养殖对海洋生态系统有重大影响，有关这些影响的
文献越来越多。将红树林转为海水养殖已造成广泛的
生境丧失，对依赖红树林的物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开
放、密集的养殖设施中，用于预防疾病的抗生素和其他
药物被水流和潮汐带到养殖区以外水域。过多的饲料通
过笼子下沉会聚积在海底，分解和减少氧气含量。这些
和其他影响，如作为寄生虫和疾病的载体或资源或者增
加非适应性基因流动和入侵物种的风险，都可以通过
谨慎的、尽管有时代价高昂的操作加以控制（Bernal和
Oliva，2016年）。然而，生态系统方法也正在水产养殖
中得到应用，具有类似的目标，并被工业界迅速采用（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0年）。

7.4.4 海洋垃圾

虽然海洋垃圾主要沉积在沿海地区（Derraik，2002年），
但塑料（包括微塑料）却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中，在五个
亚热带环流的聚集区均有增加（Cozar等人，2014年；Van 
Sebille 等人，2015年；Yang等人，2015年；参见图7.7）。

几十年来，塑料污染一直被视为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Gray，1997年）。最明显的影响是海洋生物因与废弃渔

具和塑料包装纠缠而死亡或受伤。许多动物也会误食垃
圾，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因为误将其视为食物而故意食
用。因此可能由于肠道堵塞或缺乏营养物质而导致饥饿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
尔中心，2016年）。最近的审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海龟、海
洋哺乳动物和海鸟因漂浮垃圾而濒临灭绝或死亡 

（Thiel等人，2018年；O’Hanlon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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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类食用的食物中出现了微塑料。然而，这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尚不确定（海洋环境保护科学方面的联合专家
组，2015年；Halden，2015年）。在所有海洋鱼类的肠道和
海盐等产品中都发现了塑料颗粒（例如Yang 等人，2015
年；Güven等人，2017年）。目前还没有标准的方法来评估
摄入塑料颗粒的健康风险。至少对于鱼类来说，人们一般
不会食用其塑料聚集的消化道，所以摄入可能是有限的。
在人们食用整个生物体（如贻贝和牡蛎）的情况下，摄取率
可能更高（Van Cauwenberghe和Janssen，2014年；Li等
人，2018年）。此外，海洋对人们的审美和修复价值是众所
周知的，但证据表明，海洋垃圾的存在会破坏海洋通常带
来的心理益处（Wyles 等人，2015年）。

一些塑料产品含有危险化学品（如阻燃剂），塑料海洋
垃圾也能从周围海水中吸收化学品（如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资源信息数据
库——阿伦达尔中心，2016年）。然而，目前认为与来自其
他陆地污染源的海水和有机颗粒中发现的化学物质相比，
海洋中塑料或吸附到塑料中的化学物质的比例是很小的

（Koelmans等人，2016年）。目前在一系列海洋生物中

还没有发现塑料颗粒吸附的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但
需要更多的数据来充分理解暴露于微塑料吸附的化学
物质与其他暴露途径相比的相对重要性（Ziccardi 等
人，2016年）。

海洋垃圾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包括间接影响，如干扰小
规模捕鱼、旅游和娱乐（Watkins 等人，2017年）。这些
成本通常无法量化，但可能不成比例地落在那些生计
与沿海活动最密切相关的人身上。一些直接的经济成
本包括海滩清理成本和与航行危险或污染有关的事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欧盟估计，每年因渔船
和渔具损坏以及幽灵捕鱼（被遗弃的渔具在漂流过程
中继续捕获海洋生物）造成的捕鱼量减少，给渔业造成
的损失达6200万欧元，此外，将近6.3亿欧元用于海滩
清洁（Acoleyen等人，2013年）。

7.4.5 海洋种的新兴问题

海洋开发正在扩大，随着这种开发的继续，决策者将需
要解决许多关键的新问题。

专栏7.3：沿海采砂

全球各地沿海和近岸地区都在开采建筑用砂和砾石。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尽管沉积物可通过一系列过程补充，例如海岸侵蚀、沉积物
的河流运输和生物生产（Woodroffe 等人，2016年）以及陆上沉积物的运输。砂砾是地球上第二大常用自然资源，仅次于水。据估计，每年的
砂砾消耗量约为400 - 500亿吨（每人每年5.2-6.6吨，或每人每天20公斤），其中260亿吨用于制造混凝土（Peduzzi，2014年）。

大多数沙子来自河流和冰川对山脉的侵蚀。据估计，每年地球上所有的河流向海洋输送约126亿吨沉积物（Syvitski等人，2005年）。因此，人
类目前使用沙子的速度是自然产生的四倍。沙漠中的沙子不能用作骨料，因为沙丘上不断运动的沙粒过于光滑和圆润。

几十年来，许多欧洲国家一直从近海沙滩采砂（Baker等人，2016年）。在世界其他地区，这种行为正在迅速扩张，但尚不确定具体的开采量。
疏浚海床的行为会杀死开采区的生物，而受扰动的泥浆柱会覆盖海床，使周围地区的海洋生物窒息。海滩（和河流）上非法和管理不善的采
砂活动对生态系统和景观造成重大破坏（Larson，2018年）。例如，在基里巴斯，海滩采砂增加了沿海淹没的脆弱性（Ellison，2018年），在印
度尼西亚中部，采砂已被确定为对海草床的威胁之一（Unsworth等人，2018年）。

减少全球“采砂足迹”的行动包括保护现有建筑以及在新项目中用再生材料替代砂砾。根据使用情况，也可以用15% - 70%的焚烧炉灰替换
混凝土中的沙子（Rosenberg，2010年）。开发沙漠砂基混凝土的研究正在扩大，新产品目前正在试用（Material District，2018年）。

为了最明智地利用剩余的砂砾资源，需要提高对沙质环境及其相关生态系统的了解（Peduzzi，201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中没有提到海
底采矿或海岸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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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4：深海采矿

商业深海开采尚未开始，但国际海底管理局（ISA）目前已与一些公司签订了15年的合同，以勘探多金属结核（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带和印
度中部盆地）、多金属硫化物（西南印度洋脊、印度洋中脊和大洋中脊）和富钴铁锰结壳（西太平洋）。此外，一些可能拥有深海矿物资源的太
平洋岛屿国家已经签发了勘探许可证，或在这之前正在更新有关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矿业公司寻找更高品位的矿体，深海矿藏对它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SPC】，2013a；太平洋共同体
秘书处，2013b）。这些结核包括：（1）锰结核，以卵石到巨石大小的岩石的形式存在，散布在深度超过5,000米的深海海底的广泛区域；（2）在
海山两侧和其他火山海底特征上形成的富钴结壳；（3）海底扩张脊、弧后盆地和海底火山弧附近的热液喷口形成的大型硫化物矿床。居住在
这些环境中的底栖生物群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并拥有许多特有的物种（Beaudoin和Smith，2012年）。人们对在西南太平洋发现的大型硫
化物矿床兴趣更胜一筹，但有关环境影响的问题仍悬而未决（Boschen 等人，2013年）。

深海采矿的潜在影响研究甚少，但一般认为包括（1）结核/矿床开采对底栖生物群落的直接影响；（2）在潜在的广阔区域内，泥沙的移
动、运输和再沉积对底栖生物的影响；（3）采矿船在海面附近排放沉积物羽流水柱，从而影响正在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群和远洋鱼类

（Morgan、Odunton和Jones，1999年；Sharma，2001年）。秘鲁盆地的海底扰动实验发现，模仿采矿作业26年后，底栖动物几乎没有恢复
（Marcon等人，2016年）。缺乏知识和理解被认为是各国谨慎开发这些资源的一个原因（Van Dover，2011年；Van Dover等人，2017年）。在

深海采矿的背景下，世界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在一个工业开始之前做出明智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负责确保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有效保护海洋环境，使其免受深海采矿的有害影响（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一部分）。管理局正在制定采矿守则，其中载有规则、条例和程序，以管制该地区海洋矿物的探矿、勘探和开发（国际海底管理局【ISA】， 
2017年）。

许多拥有深海矿藏的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政策来管理这个新行业。其中包括一系列措施，例如太平洋共同体深海矿物勘探和开发区域
立法和管理框架秘书处（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2013b）、库克群岛国家海底矿产政策（库克群岛海底矿产管理局，2014年）和《图瓦卢海底采
矿法》（图瓦卢，2014年）。

专栏7.5：人为海洋噪音

人们越来越关注人为噪音对海洋生物的潜在影响。这些噪音由一系列活动产生，例如航运、地震勘测、军事行动、风力发电场、河道疏浚和
集料开采（Inger等人，2009年）。大型商业船只产生的噪音频率范围在10到1000赫兹之间，这与海洋哺乳动物用于通讯和导航的频率一致

（Richardson等人，1995年）。证据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深海的低频噪音显著增加（Andrew等人，2002年；McDonald等人，2006
年；Chapman和Price，2011年）。然而，最近的一些观察表明，低频噪声呈恒定水平或略有下降的趋势（Andrew等人，2011年；Miksis-Olds
和Nichols，2016年）。关于大陆架较浅水域的噪音信息有限（Harris等人，2016年）。

进化适应已使许多海洋物种能够探测到声音，而这现在可能使它们容易受到噪音污染（Popper和Hastings，2009年）。声能随着距离增加
而消散，所以接近声源是计算影响的主要因素。早期对噪音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研究集中在高频声音上，例如与鲸鱼搁浅有关的船舶声纳（如
Fernandez等人，2005年）。最近，研究人员试图确定常见的低频声音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影响。虽然很难确定人为噪音对海洋哺乳动物的影
响，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噪音会造成从行为改变到搁浅等不利影响（Gátz等人，2009年）。Cox等人（2016年）对海洋噪声对鱼类行为和生理
影响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声音会干扰交流，干扰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互动。低频噪音也被发现会影响甲壳类动物，从而改变其行为和生态
功能（Tidau和Briffa，2016年）。

人们越来越关注噪音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和累积影响（《生物多样性公约》，201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XIII / 10号决定执行部分第
3段）要求加强对海洋噪音水平的评估，进一步推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以缓解噪音（《生物多样性公约》，2016年）。《欧盟
海洋战略框架指令》2017/848（欧盟委员会，2017年）最近提供了标准和方法，以确保引入的噪音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并提出了标
准化的监测和评估方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具体提到人为噪音，但如果将噪音引入海洋环境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则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可将其视
为一种污染。出席联合国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会议（ICP-19，2018年）的代表表示，水下噪音是一种跨界污染，应
通过联合国大会予以缓解和解决。



海洋和沿海 191

7
7.5 响应

处理对海洋环境影响的治理方法和政策手段各不相
同。这里对这些政策方法进行一般性讨论，并在第14章

（B部分）探讨具体例子的效力。

7.5.1 珊瑚礁

由于珊瑚白化频率的增加是由全球人为气候变化造成
的，只有全球政策应对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可持续发
展目标指标未提及“珊瑚礁”一词，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爱知目标10与珊瑚礁保护有关：“到2015年，受气候变
化或海洋酸化影响的珊瑚礁及其他脆弱生态系统所承
受的多重人为压力将减至最低，以保持其完整性和功
能”。海洋可持续发展目标14.2——“到2020年，可持续
地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避免重大不利影
响，包括通过增强其适应力，并采取行动进行恢复，以实
现健康和多产的海洋”——大多数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
可能无法实现。珊瑚礁的恢复力受到人类不断累积的影
响（例如捕鱼、沿海污染、沉积物径流、外来物种入侵），
因此必须限制这些影响，以维持珊瑚礁的未来。

依赖于以珊瑚礁为基础的渔业、旅游业和其他部门的
国家将需要制定政策，以便在今后十年内向后珊瑚礁
经济过渡，包括处理相关的文化创伤，特别是在珊瑚礁
退化速度最快和在空间上分布最广的情况下。此外，低
洼的珊瑚岛国家需要制定政策，以便过渡到珊瑚礁对
人类的自然利益大大减少或不再存在的环境。鉴于一
些珊瑚礁栖息地可能位于气候变化影响较小、珊瑚可
能存活的地方，拥有珊瑚礁的国家应考虑立即采取行
动，保护所有已知的珊瑚礁栖息地免于任何非生存性
使用（即将所有珊瑚礁建立为完全禁区、禁区），直至这
些地区的珊瑚礁最有可能存活（Beyer等人，2018年）
。研究表明，在已经建立了“禁区”海洋保护区的地方，
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得到了提高（Steneck等
人，2018年）。

面临的挑战在于从本地管理和监控发展到多尺度治
理，即在相关尺度上处理驱动力、阈值和反馈。珊瑚礁
管理必须适应接受新方法，如恢复力和基于生态系统
的管理，包括生态系统的操纵、耐热珊瑚物种的生物工
程以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和合作，以解决全球珊瑚礁
减少现象（Hughes等人，2017年）。

7.5.2 渔业

管理渔业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政策和措施
至于渔业对未交付给海底及其生物群的市场物种（统
称副渔获物）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有

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前已经开始。现在已有管理
所有这些类型影响的可行措施，能将其保持在安全的
生态范围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9a）。其中包
括使渔具对目标物种更具选择性，阻止捕捞海鸟、哺
乳动物和爬行动物，避免或减少渔具对海底影响的技
术和做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9a；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2009b）。关于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
适用所有这些措施的指导方针已推出十多年（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2003年），并进行定期扩大和更新 

（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银行，2015年）。
全球已做出重要的政策承诺，以避免或减轻捕鱼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Rice 2014年）。

一个多世纪以来，空间管理措施在渔业管理中发挥了
作用，海洋保护区（MPAs）的日益建立加速了人们对
空间管理方法的兴趣。许多生态和治理因素似乎会影
响海洋保护区的有效性及其对其他措施的增量价值

（Rice 等人，2012年）。总的来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海洋保护区可以帮助保持渔业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
保护敏感的生境特征方面，或在未能有效实施常规渔
业管理措施时，有助于改善鱼类的状况。然而，海洋保
护区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需要在个案基础
上加以考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7年）。此外，
在诸如“溢出效应”等海洋管理效益方面发现了相互
矛盾的结果，关于它们对沿海生计的影响和对粮食安
全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好坏参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6b）。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
工作组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3年）
以及预计将于2019年晚些时候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关于海洋和冰冻圈的特别报告的主题，
都清楚显示了渔业在许多方面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由于温度和盐度随全球变暖而变化，重要目标物种的
分布和生产力已经反映在渔业渔获量分布的变化上。
此外，环境变化影响鱼类的种群生产力，并使其在不
同地方和/或一年中的不同时间可供使用，这对大规模
的流动渔业（可能不得不在不同的地方或不同的时间
捕捞）和流动性较低的小型渔业（可能需要适应不断
变化的可供捕捞的物种）产生影响。由于与捕鱼有关
的文化习俗，应对这些挑战可能具有破坏性。

海洋酸化对许多物种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在
早期生命阶段，包括许多贝类，因为在酸性较高的海水
中，用于形成壳的碳酸钙较少。对海洋酸化造成的损失
的估值各不相同，但一些预测表明，到2100年，这一损
失将超过1000亿美元（Narita、Redhanz和Tol，2012
年；Lemasson等人，2017年）。酸化被认为是极地地区
一个特别严重的威胁（Tarling等人，2016年），应当作
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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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6：承诺使用生态系统方法发展可持续渔业的现有全球政策示例（括号内为协议的日期）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1条第4款和第119条第1款都明确提到了相关物种和依赖物种的可持续性，第五、六和七部分的许多条款提到了可
持续渔业【1982年】。

《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5.3.d条：制定数据收集和研究计划，以评估捕捞对非目标物种、相关物种或依赖物种及其环境的影响，并采取必
要计划，以确保对此类物种以及特别关注的生境的保护【1995年】。

爱知目标6：到2020年，所有鱼类、无脊椎动物种群和水生植物均应合法地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可持续管理和捕捞，从而避免过度
捕捞；所有枯竭物种的恢复计划和措施均已到位；渔业对受威胁物种和脆弱生态系统没有重大不利影响；渔业对种群、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
响在安全的生态范围之内【2010年】。

联合国大会61/105第80段：吁请各国单独或通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安排立即采取行动，并根据预防措施和生态系统方法，可持续地管理
鱼类种群并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例如海山、热液喷口和冷水珊瑚）免受破坏性的捕捞活动伤害，认识到深海生态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生
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价值【2006年】。此决议之后进行了几次更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4.4：到2020年，有效管制捕捞和结束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以及破坏性捕捞活动，实施科学管
理计划，以便在最短的可行时间内恢复鱼类种群，至少达到其生物特性所决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的水平【2016年】。

渔业的社会经济利益
渔业所带来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对不同规模的渔业（大型渔
业和小型渔业）都很重要。一些小型渔业已经严重耗尽了
它们开采的鱼类资源，一些大型渔业也是如此，某些最具
破坏性的捕鱼方法（包括使用炸药和毒药捕鱼）只限于大
型渔业。大型渔业的地理规模意味着，即使是很小的副渔
获量或渔具对生境的影响也会对作为副渔获物和海底特
征的物种造成重大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9a；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年）。

小型渔业和大型渔业在其渔获物的市场价值大小、创造的
就业机会、支持的生计及渔业提供的利益的社会分配方
面各不相同。除了不多的例外，一般情况下小型渔业提供
了更大的直接经济收入，但也需要对渔船、渔具和加工能
力做出更大的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在小型渔业中，同等
捕鱼量的就业机会通常要大得多，特别是因为在岸上小型
市场和加工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额外就业机会，有时这些
二级就业机会是多层次的。这些倍增因素也适用于大型渔
业，它可以在农村地区创造大量的沿海就业机会，但很少
系统地收集数据，因此可能低估了所有类型渔业中的总
就业机会。

大型渔业和小型渔业的性别角色也不同。大多数远洋渔
民是男性。妇女通常在浅礁和滩涂以及红树林和沿海河
口捕鱼（Lambeth等人，2014年）。女性往往在收获后的加
工、销售和鱼的贸易中占主导地位。这些角色通常在数据
收集工作中被忽略，并且在支持捕鱼和渔民的常规政府
或援助计划中被忽略（Siason等人，2010年）。然而，如果
算上所有行业劳动力，妇女将近占50％（世界银行，2012
年；表7.2）。

大型渔业和小型渔业创造的这些收入和就业的规模及分配
问题给决策者带来复杂的选择。在发展中国家，小型渔业可
能大大有助于发展和和公平分配渔业生计。这并不意味着
仅靠渔业收入就足以使家庭维持在贫困线以上或国家最低
工资水平以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a），而且这些
渔业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外部威胁（Barange 
等人，2014年；Guillotreau、Campling和Robinson，2012
年）。大型渔业更有机会为参与者和政府创造收入（世界银
行，2012年），但将财富和机会集中在少数个人身上的风险
更大（Olson，2011年）。因此，在小型渔业和大型渔业之间
如何分配可用的鱼类收成对发展、就业和创收有重大影响，
任何全面的渔业政策都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小型渔业 大型渔业 总计
海洋 内陆 总计 海洋 内陆 总计

渔民数量（百万） 13 18 31 2 1 3 34

捕获后的工作数量（百万） 37 38 75 7 0.5 7.5 82.5
总计 50 56 106 9 1.5 10.5 116.5
女性所占百分比 36% 54% 46% 66% 28% 62% 47%

7.2：全球捕捞渔业就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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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爱知目标
渔业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和目标2（消除贫困和饥
饿）以及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及其资源）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满足全球粮食安全需求，来自海
洋的膳食蛋白质必须增加50%，甚至可能更多（Rice和
Garcia，2011年）。将一些创新捕捞战略结合起来，可以增
加目前市场价值较低的粮食来源的捕获量，并确保将其分
销到适当的市场（例如，Garcia等人，2012年），扩大海水
养殖生产，这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至关重要，而且可以
通过海洋食品副产品生产造福于就业和生计（可持续发展
目标1）。这些需求给可持续发展目标14带来了挑战，因为
推进这一目标的计划通常涉及减少渔业对海洋生态系统
的压力，重建枯竭种群，结束过度捕捞和非法、不报告和不
管制捕捞，以及大大扩大“禁止捕捞”海洋保护区范围的讨
论。这些目标可以协调一致地实现，但必须非常仔细地规
划扩大渔获量和海水养殖生产，包括其近海扩张，并在每
一种情况下考虑到对生态系统的全面影响。如果将可持续
发展目标14的“保守”部分解释为与“可持续使用”互补，
则只要其主要结构特性和功能过程没有超出爱知目标6中
规定的安全生态范围，那么从原始状态改变的系统就可以
被视为“保守”。只要这些因素是增加粮食生产所谋求利益
的一部分，这种扩大海洋粮食生产的细致规划也可有助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保健和福利）、5（性别平等）和12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爱知目标6也直接关注捕鱼。它比可持续发展目标14更加
详细，阐明了到2020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所有与捕鱼有
关的生态因素，包括所有种群的捕捞水平、对枯竭种群的
重建承诺、管理渔具的副渔获物和生境影响以及建立有恢
复力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7.5.3 海洋垃圾

对海洋塑料的政策应对措施正在不断增多，从《防止船舶
污染国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檀香山策略等全
球政策，到地中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地图，2015年）等区域行动计划，再到市或国家一级
的具体产品（如一次性塑料袋）禁令。海洋垃圾已作为一项
综合指标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4.1指标14.1.1
，其中包括（i）沿海富营养化指数和（ii）漂浮塑料垃圾密
度。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3）通过了UNEP/EA.3/
Res.7号决议，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特设专
家组，以进一步审查打击所有来源（特别是陆上来源）海
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的障碍和选择办法（联合国环境大
会，2017年）。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5月29日至31
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

清理海岸和海滩可以带来环境和经济效益（例如，加州奥
兰治县估计，由于吸引更多游客前往更清洁的海滩，每年
可产生超过1.4亿美元的经济收益）（Leggett等人，2014

年）。然而，清理开阔的海洋目前看来并不是解决海洋垃
圾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仅清理集中在太平洋中部环
流1%（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垃圾所需的船只时间成本估
计就在1.22亿美元至4.89亿美元之间（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响应与恢复办公室，2012年）。大型吊杆可以
有效地在小范围内捕获地表垃圾。非政府组织“海洋清理”

（Ocean Cleanup）最近在加州近海开始了长达600米的
水栅清理工作。如果成功，该水栅将被部署在北太平洋环
流的开阔海域（Stokstad，2018年）。

研究表明，高达95%进入海洋的塑料不会残留在地表水中
（Eriksen等人，2014年）。然而，在理解塑料在海洋中的

行为和分解以及塑料最终到达何处方面，存在着重大的
知识鸿沟（Cozar等人，2014年）。因此，应对海洋垃圾的努
力应主要集中于通过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式、健全的垃
圾管理、废水处理和基于循环经济原则的资源回收利用
实现源头预防。（Eriksen 等人，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年）。

7.6 结论

海洋受到许多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影响与气候
变化、陆地污染和渔业有关。在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内，我
们的评估提到了几个问题：海洋酸化；海平面上升；底水形
成的变化；许多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分布；以及海洋环流。
近年来，气候变化对海洋最显著和最直接的影响 《全球环
境展望6》周期）是珊瑚礁的白化和死亡。污染（特别是塑料
污染）是许多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
渔业部门，本章着重强调了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对物种分
布格局的影响以及水产养殖的兴起所引起的关注。因此，
我们总结了一些关键的发现：

1. 热带珊瑚礁已经过了一个临界点，长期的白化已导致
许多珊瑚礁死亡，即使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这些
珊瑚礁也不太可能恢复。珊瑚礁的死亡将导致渔业、旅
游业生计和栖息地的丧失。热带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消
亡对许多依赖它的社区和行业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即
使拥有珊瑚礁的国家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其珊瑚礁免于
非生计的使用，许多以珊瑚礁为基础的产业将在未来
十年内面临崩溃的风险。

2. 在海洋和海底各处都发现了海洋垃圾。现在食物网
中，包括人类食用的海产品中都发现了微塑料和纳米
塑料。海洋垃圾增加，估计每年有800万吨塑料进入海
洋，这些垃圾主要是来自陆地。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防
止垃圾进入海洋，它将继续积累并危害生态系统健康
和人类粮食安全。预防措施包括确保回收和循环利用
所有使用过的塑料制品、鼓励社区减少垃圾的制造量
以及改善固体废物处理和废水处理。如果不采取措施
阻止垃圾进入海洋，清理海洋就不是一个可持续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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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应对未来对粮食安全和健康人群的挑战，除了

更有效地使用为粮食而收获的所有天然产品以外，
还必须将更多的鱼类、无脊椎动物和海洋植物作为
海洋和沿海地区的食物，因此捕捞渔业和海水养殖
在保持可持续性的同时必须扩大规模。保持捕捞渔
业的可持续性有可能实现，但这需要在监测、评估和

管理（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以及（或）以社区为基础
的强有力地方措施方面做出重大投资。可持续海水养
殖需要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和关怀。如果没有渔业和
海水养殖业的知识和管理方面的健全基础，就有可能
出现过度开发、环境破坏和资源枯竭的模式，粮食安全
和健康目标均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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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rblom, H. and Bodin, Ö. (2012). Global cooperation among diverse organizations to reduce illegal 
fishing in the Southern Ocean. Conservation Biology 26(4), 638-648. https://doi.org/10.1111/j.1523-
1739.2012.01850.x.

Peduzzi, P. (2014). Sand, rarer than one thinks.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11, 208-218.  
https://doi.org/10.1016/j.envdev.2014.04.001.

Pham, C.K., Ramirez-Llodra, E., Alt, C.H.S., Amaro, T., Bergmann, M., Canals, M. et al. (2014). Marine 
litter distribution and density in European seas, from the shelves to deep basins. PLoS One 9(4), 
e9583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95839.

Popper, A.N. and Hastings, M.C. (2009). The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sources of sound on fishes. 
Journal of fish biology 75(3), 455-489. https://doi.org/10.1111/j.1095-8649.2009.02319.x 

Ralston, N.V. and Raymond, L.J. (2010). Dietary selenium’s protective effects against methylmercury 
toxicity. Toxicology 278(1), 112-123. https://doi.org/10.1016/j.tox.2010.06.004.

Rice, J. (2014).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for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71(2), 157-165. https://doi.org/10.1093/icesjms/fst078.

Rice, J., Moksness, E., Attwood, C., Brown, S.K., Dahle, G., Gjerde, K.M. et al. (2012). The role of MPAs 
in reconciling fisheries management with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69, 217-230. https://doi.org/10.1016/j.ocecoaman.2012.08.001.

Rice, J.C. and Garcia, S.M. (2011). Fisheries, food security, climate change, and bio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tor and perspectives on emerging issues.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68(6), 1343-1353. https://doi.org/10.1093/icesjms/fsr041.

Richardson, W.J., Greene, C.R., Malme, C.I. and Thomson, D.H. (1995). Marine Mammals and Noise.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https://www.elsevier.com/books/marine-mammals-and-noise/
richardson/978-0-08-057303-8.

Ricker, W.E. (1975). Compu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ological Statistics of Fish Populations. 
Bulletin of the Fisheries Research Board of CanadaEnvironment Canada. http://www.dfo-mpo.gc.ca/
Library/1485.pdf.

Roos, N., Wahab, M.A., Chamnan, C. and Thilsted, S.H. (2007). The role of fish in food-based strategies 
to combat vitamin A and mineral deficien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137(4), 
1106-1109. https://doi.org/10.1093/jn/137.4.1106.

Rose, G.A. (2007). Cod: The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North Atlantic Fisheries. St. John’s, 
Newfoundland: Breakwater Books. http://www.breakwaterbooks.com/books/cod-the-ecological-
history-of-the-north-atlantic-fisheries/.

Rosenberg, A. (2010). Using fly ash in concrete. [National Precast Concrete Association  
https://precast.org/2010/05/using-fly-ash-in-concrete/.

Salinger, J., Hobday, A., Matear, R., O’Kane, T., Risbey, J., Dunstan, P. et al. (2016). Chapter one-decadal-
scale forecasting of climate drivers for marine applications. Advances in Marine Biology 74, 1-68. 
https://doi.org/10.1016/bs.amb.2016.04.002.

Schindler, D.E. and Hilborn, R. (2015). Prediction, precaution, and policy under global change. Science 
347(6225), 953-95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61824.

Schmidt, C., Krauth, T. and Wagner, S. (2017). Export of plastic debris by rivers into the se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51(21), 12246-12253. https://doi.org/10.1021/acs.est.7b02368.

Schuster, P.F., Schaefer, K.M., Aiken, G.R., Antweiler, R.C., Dewild, J.F., Gryziec, J.D. et al. (2018). 
Permafrost stores a globally significant amount of mercury.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5(3), 
1463-1471. https://doi.org/10.1002/2017GL075571.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2016). Marine Debris: Understanding,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the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s on Marine and Coastal Biodiversity. CBD Technical 
Series No. 83. Montreal. https://www.cbd.int/doc/publications/cbd-ts-83-en.pdf.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ed.) (2013a). Deep Sea Minerals: Sea Floor Massive Sulphides, 
a Physical, Bi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Technical Review. http://dsm.gsd.spc.int/public/files/
meetings/TrainingWorkshop4/UNEP_vol1A.pdf.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2013b). Deep Sea Minerals: Deep Sea Minerals and the Green 
Economy. Baker, E. and Beaudoin, Y. (ed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0596769_
Deep_Sea_Minerals_and_the_Green_Economy.

Sharma, R. (2001). Indian Deep-sea Environment Experiment (INDEX): An appraisal.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 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48(16), 3295-3307. https://doi.org/10.1016/S0967-
0645(01)00041-8.

Steneck, R.S., Mumby, P.J., MacDonald, C., Rasher, D.B. and Stoyle, G. (2018). Attenuating effects of 
ecosystem management on coral reefs. Science Advances 4(5), eaao5493. https://doi.org/10.1126/
sciadv.aao5493.

Stokstad, E. (2018). Controversial plastic trash collector begins maiden ocean voyage. Science 
Magazine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8/09/still-controversial-plastic-trash-collector-
ocean-begins-maiden-voyage.

Strain, J.J., Davidson, P.W., Bonham, M.P., Duffy, E.M., Stokes-Riner, A., Thurston, S.W. et al. (2008). 
Associations of maternal long-chain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methyl mercury, and infant 
development in the Seychelles child development nutrition study. NeuroToxicology 29(5), 776-782. 
https://doi.org/10.1016/j.neuro.2008.06.002.

Swan, J. and Gréboval, D. (2005). Overcoming Factors of Unsustainability and Overexploitation in 
Fisheries: Selected Papers on Issues and Approaches.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fao.org/docrep/009/a0312e/A0312E00.htm.

Syvitski, J.P.M., Vörösmarty, C.J., Kettner, A.J. and Green, P. (2005). Impact of humans on the flux of 
terrestrial sediment to the global coastal ocean. Science 308(5720), 376-380. https://doi.org/10.1126/
science.1109454.

Tarling, G.A., Peck, V.L., Ward, P., Ensor, N.S., Achterberg, E., Tynan, E. et al. (2016). Effects of acute 
ocean acidification on spatially-diverse polar pelagic foodwebs: Insights from on-deck microcosms. 

Deep Sea Research Part II: Topical Studies in Oceanography 127, 75-92. https://doi.org/10.1016/j.
dsr2.2016.02.008.

Taylor, C.M., Emmett, P.M., Emond, A.M. and Golding, J. (2018). A review of guidance on fish 
consumption in pregnancy: Is it fit for purpose?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21(11), 2149-2159. https://doi.
org/10.1017/S1368980018000599.

Thiel, M., Luna-Jorquera, G., Álvarez-Varas, R., Gallardo, C., Hinojosa, I.A., Luna, N. et al. (2018). 
Impacts of Marine Plastic Pollution from Continental Coasts to Subtropical Gyres—Fish, Seabirds, 
and Other Vertebrates in the SE Pacific.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 5(238). https://doi.org/10.3389/
fmars.2018.00238.

Thilsted, S.H., James, D., Toppe, J., Subasinghe, R. and Karunasagar, I. (2014). Maximizing the 
contribution of fish to human nutrition. ICN2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trition. Foo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fao.org/3/a-
i3963e.pdf

Tidau, S. and Briffa, M. (2016). Review on behavioral impacts of aquatic noise on crustaceans. 
Proceedings of Meetings on Acoustics 27(010028). https://doi.org/10.1121/2.0000302.

Tuvalu Seabed Mining Act 2014, 2014 (Tuvalu, P.o.). https://www.tuvalu-legislation.tv/cms/images/
LEGISLATION/PRINCIPAL/2014/2014-0014/TuvaluSeabedMineralsAct_1.pdf.

United Nation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3). Global Mercury Assessment 2013: 
Sources, Emissions, Release and Environmental Transport. Nairobi. http://wedocs.unep.
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7984/-Global%20Mercury%20Assessment-201367.
pdf?sequence=3&isAllowed=y.

United Nations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LOSC). http://www.un.org/
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closindx.htm.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016). 70/235. Ocean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23 December 2015. https://undocs.org/A/RES/70/235.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6a). 
2/12. Sustainable Coral Reefs Management. UNEP/EA.2/Res.12. http://wedocs.unep.org/bitstream/
handle/20.500.11822/11187/K1607234_UNEPEA2_RES12E.pdf?sequence=1&isAllowed=y.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6b). 
2/11. Marine Plastic Litter and Microplastics. UNEP/EA.2/Res.11. http://wedocs.unep.org/bitstream/
handle/20.500.11822/11186/K1607228_UNEPEA2_RES11E.pdf?sequence=1&isAllowed=y.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7). 3/7. 
Marine Litter and Microplastics. UNEP/EA.3/Res.7. https://papersmart.unon.org/resolution/uploads/
k1800210.english.pdf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6). Marine Plastic Debris and Microplastics: Global 
Lessons and Research To Inspire Action and Guide Policy Change. Nairobi. https://wedocs.unep.org/
rest/bitstreams/11700/retriev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7). Coral Bleaching Futures: Downscaled Projections 
of Bleaching Conditions for the World’s Coral Reefs,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Policy and Management 
Responses. Nairobi. http://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22048/Coral_
Bleaching_Futures.pdf?sequence=1&isAllowed=y.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GRID-Arendal (2016). Marine Litter Vital Graphics.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and GRID-Arendal. https://gridarendal-website-
live.s3.amazonaws.com/production/documents/:s_document/11/original/MarineLitterVG.
pdf?1488455779.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 (2015). Marine Litter 
Assesment in the Mediterranean 2015. A Report of the Mediterranean Action Plan. https://wedocs.
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7098/MarineLitter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017). Eating fish: What pregnant women and parents 
should know. https://www.fda.gov/Food/ResourcesForYou/Consumers/ucm393070.htm (Accessed: 
June 2018.

United State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2012). How much would it cost to 
clean up the pacific garbage patches? NOAA Coral Reef Watch https://response.restoration.noaa.gov/
about/media/how-much-would-it-cost-clean-pacific-garbage-patches.html.

United State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2017). Global warming and recurrent 
mass bleaching of corals. Coral Reef Watch. https://coralreefwatch.noaa.gov/satellite/publications_
hughes-etal_nature_20170316.php (Accessed: June 2017).

Unsworth, R.K.F., Ambo-Rappe, R., Jones, B.L., La Nafie, Y.A., Irawan, A., Hernawan, U.E. et al. (2018). 
Indonesia’s globally significant seagrass meadows are under widespread threat.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634, 279-286. https://doi.org/10.1016/j.scitotenv.2018.03.315.

Van Cauwenberghe, L. and Janssen, C.R. (2014). Microplastics in bivalves cultur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193, 65-70. https://doi.org/10.1016/j.envpol.2014.06.010.

Van Dover, C.L. (2011). Tighten regulations on deep-sea mining. Nature 470(7332), 31-33.  
https://doi.org/10.1038/470031a.

Van Dover, C.L., Ardron, J.A., Escobar, E., Gianni, M., Gjerde, K.M., Jaeckel, A. et al. (2017). Biodiversity 
loss from deep-sea mining. Nature Geoscience 10, 464–465. https://doi.org/10.1038/ngeo2983.

Van Hooidonk, R., Maynard, J., Tamelander, J., Gove, J., Ahmadia, G., Raymundo, L. et al. (2016). Local-
scale projections of coral reef futur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Scientific reports 
6(39666). https://doi.org/10.1038/srep39666.

Van Sebille, E., Wilcox, C., Lebreton, L., Maximenko, N., Hardesty, B.D., Van Franeker, J.A. et al. (2015). 
A global inventory of small floating plastic debri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0(12), 124006. 
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10/12/124006.

Van Wijngaarden, E., Thurston, S.W., Myers, G.J., Harrington, D., Cory-Slechta, D.A., Strain, J.J. et 
al. (2017). Methyl mercury exposure and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 the Seychelles Child 
Development Study Main cohort at age 22 and 24 years. Neurotoxicology and teratology 59, 35-42. 
https://doi.org/10.1016/j.ntt.2016.10.011.

Veron, J., Hoegh-Guldberg, O., Lenton, T., Lough, J., Obura, D., Pearce-Kelly, P. et al. (2009). The coral 
reef crisi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350ppm CO2.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58(10), 1428-1436.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bul.2009.09.009.

Von Schuckmann, K., Palmer, M.D., Trenberth, K.E., Cazenave, A., Chambers, D., Champollion, N. et 
al. (2016). An imperative to monitor Earth’s energy imbalance. Nature Climate Change 6(2), 138-14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climate2876.

Wang, J., Kiho, K., Ofiara, D., Zhao, Y., Bera, A., Lohmann, R. et al. (2016). Marine debris.In The First 
Global Integrated Marine Assessment - World Ocean Assessment I. Innis, L. and Simcock, A. (eds.). 
chapter 25. http://www.un.org/depts/los/global_reporting/WOA_RPROC/Chapter_25.pdf

Watkins, E., ten Brink, P., Sirini Withana, M.K., Russi, D., Mutafoglu, K., Schweitzer, J.-P. et al. (2017).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marine litter, including the costs of policy inaction and action.In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Sustainable Oceans. Nunes, P.A.L.D., Svensson, L.E. 
and Markandya, A. (ed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apter 14. 296-319. https://www.elgaronline.
com/view/9781786430717.00024.xml



全球环境状况198 全球环境状况

7 Watson, R.A., Cheung, W.W.L., Anticamara, J.A., Sumaila, R.U., Zeller, D. and Pauly, D. (2012). Global 
marine yield halved as fishing intensity redoubles. Fish and Fisheries 14(4), 493-503.  
https://doi.org/10.1111/j.1467-2979.2012.00483.x.

Wilkinson, C., Salvat, B., Eakin, C.M., Brathwaite, A., Francini-Filho, R., Webster, N. et al. (2016).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coral reefs.In The First Global Integrated Marine Assessment: World Ocean 
Assessment I. Simcock, A. and Innis, L. (eds.). chapter 43. http://www.un.org/depts/los/global_
reporting/WOA_RPROC/Chapter_43.pdf

Woodroffe, C.D., Hall, F.R., Farrell , J.W. and Harris, P.T. (2016). Calcium carbonate produc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coastal sediments.In The First Global Integrated Marine Assessment: World Ocean 
Assessment I. Innis, L. and Simcock, A. (ed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7. 
http://www.un.org/Depts/los/global_reporting/WOA_RPROC/Chapter_07.pdf

World Bank (2012). Hidden Harvest:The Global Contribution of Capture Fisher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515701468152718292/pdf/664690ESW0P1210
120HiddenHarvest0web.pd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7). Mercury and health: Key facts. http://www.who.int/news-room/fact-
sheets/detail/mercury-and-health (Accessed: June 2018).

Worm, B., Hilborn, R., Baum, J.K., Branch, T.A., Collie, J.S., Costello, C. et al. (2009). Rebuilding global 
fisheries. Science 325(5940), 578-58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3146.

Wyles, K.J., Pahl, S., Thomas, K. and Thompson, R.C. (2016). Factors that can undermine the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coastal environments: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tidal state, presence, and type 
of litte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8(9), 1095-1126. https://doi.org/10.1177/0013916515592177.

Yang, D., Shi, H., Li, L., Li, J., Jabeen, K. and Kolandhasamy, P. (2015). Microplastic pollution in table 
salts from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49(22), 13622-13627. https://doi.org/10.1021/
acs.est.5b03163.

Ziccardi, L.M., Edgington, A., Hentz, K., Kulacki, K.J. and Kane Driscoll, S. (2016). Microplastics as 
vectors for bioaccumulation of hydrophobic organic chemical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state‐of‐
the‐science review.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chemistry 35(7), 1667-1676.  
https://doi.org/10.1002/etc.3461.







8

领衔作者兼协调负责人：Nicolai Dronin（莫斯科国立大学），Andres Guhl（洛斯安第斯大学），Jia Gensuo（中国科学院）

领衔作者：Javier Ñaupari（拉莫利纳国立农业大学）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Darshini Ravindranath（伦敦大学学院），Hung Vo（哈佛大学），Ying（Grace）Wang（同济大学）

©
 P

ex
el

s/
To

m
 F

is
k

第 章

土地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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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远程联系）正在加强（充分证实）。 
一些地方的需求导致另一些地方的土地转型。生产者和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可能掩盖了生产区生态系统的退化。例
如，许多城市地区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正在影响自己国家和
国际范围内农村和其他城市地区的土地利用。{8.3.2}

全球范围内为人类消费而生产的粮食中约有三分之一被
丢失或浪费（充分证实）。大约56%的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
发生在工业化国家，而其中44%来自发展中国家。{8.5.1}

各个地区的森林砍伐率各不相同，虽然从全球趋势来看森
林在继续减少，但许多区域，特别是较发达国家的许多区
域，森林覆盖率（主要是人工林）正在增加（充分证实）。在
20世纪90年代，每年约损失1060万公顷的天然林。2010
年至2015年期间，这一比例降至650万公顷/年。与此同
时，人工林的增长率约为320万公顷/年，到2015年，人工
林占全球森林面积的7%，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高收入国
家。人工林无法提供与天然林相同的多样性生态系统服
务。{8.4.1}

虽然建成区仅占土地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它们的影响超
出了建成区（充分证实）。自1975年以来，城市居住区增长
了约2.5倍，2015年占全球土地面积的7.6%。不同地区的
城市和基础设施的扩张方式不同。由于土地覆盖了不透水
表层，城市影响了水循环和土壤功能，并产生城市热岛效
应。大约30亿城市居民没有配备足够的废弃物处理设施，
这会带来健康风险（感染、接触化学品、粉尘等），并产生
环境影响（土壤和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和土地使用竞
争。{8.4.1；8.5.2}

土地是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人口最重要的资产，而有保障的
权利可以帮助将这些资产转化为发展机会（充分证实）。土
著居民、穷人、无地者和妇女是最容易受到土地所有权和
使用权不平等影响的群体。据估计，全球只有大约10%的
正式土地权利得到注册或登记。在缺乏对其土地权利正式
承认和保护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各种团体由于担心粮食
短缺和粮食价格上涨而实施征地、抢地乃至租赁土地，从
而面临土地损耗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全球共有2670万
公顷农业用地转让给了外国投资者。{8.5.3，8.5.4}

土地资源保有期限不平等是可持续土地管理的一项重大
挑战（充分证实）。土著居民土地的保有期限保障可以带
来价值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利益（碳封存、减少污染、清洁
水源、控制侵蚀），以及一系列其它地方、区域和全球的“生
态系统服务”。这些益处远远超过获得土地保有期限的成
本。{8.5.3}

土地资源对于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10
个目标而言至关重要。农业和粮食生产仍然是包括森林和
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在内的大多数土地变化的原因，而人
类造成的土地退化仍然是一个基本环境问题，影响着地球
上人类的粮食安全、生存和生活。全球化、人口增长、城市
化以及饮食偏好的转变导致过去50年来我们的粮食体系
发生了一些变化，增加了粮食进口，强化了远程联系。世界
各地对土地掠夺和投机活动的关注也日益增加。明确的产
权和土地资源管理权对确保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同时保持
土地生态系统继续向人类提供各种其他福利（例如水文调
节、授粉）的能力至关重要。农村居民在土地保护中发挥着
根本性作用。关于土地的主要研究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即使考虑到土地资源可用性的适度预测（充分证实），基于
技术上的乐观、种子改良、机械和肥料广泛使用的当前趋
势也不可能满足未来对粮食、能源、木材和其他生态系统
服务和价值的需求。到2050年，全球至少需要再增加50%
以上的粮食产量来养活预计的100亿人口。当前的土地管
理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丧失自然资本、应对气候变化、解
决能源和水安全以及促进性别与社会平等的同时，无法实
现这一目标。{8.5.1}

粮食生产是人类对土地的最大利用，占可居住土地的50%
（充分证实）。畜牧业生产将77%的农业土地用于生产饲

料、草地和牧场，而仅提供17%的膳食能量和33%的膳食
蛋白质需求。因此，把大约80%的农业用地用于发展畜牧
业会导致效率低下{8.4.1}

农业面积的扩张因生产力的提高而减缓（不完全证实）。
尽管区域间存在差异，但1984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收割
的作物面积增加了23%，而全球作物产量却增加了87%。 
1993年至2013年期间，世界人均每日粮食供应平均增加
了10%。然而，有时被认为生产力水平更高、利润更高的单
一作物耕作制度往往与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折损有关。
南美洲南部的草原已被改造成大豆田，主要用于出口。东
南亚油棕的扩张是以牺牲森林和泥炭地为代价的。{8.4.1}

全球粮食供应开始依赖于少数地区经专业化种植的少量
作物的贸易增长（充分证实）。2014年，小麦、玉米和大豆
的国际贸易量分别占总产量的24%、11%和60%。这导致
粮食价格下降，粮食短缺国家从这些粮食进口中获益。然
而，生产的地理集中增加了系统风险，最近由于某些地区
歉收而造成的国际商品价格飙升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
某些作物在全球粮食供应中日益普遍，导致营养物贫乏而
高度加工的粮食消耗有所增加，这对人口健康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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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目前的道路继续前进，将很难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大会（“里约+20”峰会）通过的土地退化中性目标（充分证
实）。根据卫星数据进行的评估显示，土地退化热点地区约
占全球土地面积的29%。然而，不同的数据集之间存在差
异，方法之间存在不一致之处。大约有32亿人生活在这些
土地退化地区。在避免土地退化和恢复已退化土地方面进
行的投资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收益通常远远超过成本。
需要在地方、区域、国际和国家各层级更有效地促进和采
用不同规模的创新技术、土地管理战略和土地资源管理 

（例如良好的农业措施、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农林牧生产
系统、农业创新、生态系统服务付款、土地恢复、土地确权）
。这些替代方案也有助于增强气候变化的韧性。现有的多
边环境协定提供了一个平台，便于以前所未有的视野和雄
心采取行动，避免并减少土地退化，促进土地恢复。 
{8.6.1；8.6.3}

减少在信息和技术获用、生产投入和土地获用及管控方 
面的性别差距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减少饥饿和贫困

（充分证实）。新政策应明确针对土著民、妇女、家庭农民、
牧民和渔民，使这些群体能够安全而公平地获用土地、生
产投入、知识、资源、市场、金融服务、增值机会和非农业就
业机会。{8.6}

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损耗和浪费对支持全球粮食安全具
有重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充分证实）。在无法防止
浪费的情况下，应寻求从这一废物流中恢复价值的机会，
例如转换成堆肥、液体肥料、沼气或动物饲料蛋白或生化
制品之类更高价值的终端用途产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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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土地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土地定义起来很复杂，因为它具有多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例如，土地作为资源和服务的提供者，作为住所，作为

财产，作为文化认同的关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2017年）。在这一章中，我们侧重于土地是粮食、饲料、纤
维和林产品的提供者。第6章和最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评估报告讨论了
土地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调节生态过程的能力（见下文）。
土地是粮食的主要来源，因此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密切
相关：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促进可持续农
业发展。这一目标的具体子目标包括确保获得充足、健康
和营养的粮食，特别是针对最脆弱的群体。此外，可持续发
展目标2与通过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提高生产力密切相
关，而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在日益频发的气候变化威胁下
更具韧性，并为子孙后代维持和改善土壤质量。可持续且
更具韧性的粮食生产系统需要努力实现性别平等，并减少
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10），因为在世界许
多地区，男女无法平等地获得土地资源。

土地为陆地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可能，土地与粮食生产有
关，是人们生活和大多数经济活动发生的地方。全球超过
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2015a），这给土地
管理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如何应对有害污染物和化学品及
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土地污染正成为一种重要压力，
而人类产生的垃圾和化学品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许
多生态系统进程的正常运转（可持续发展目标3，15）。

此外，人类对土地的利用给土地资源施加了巨大压力，将
短期收益置于长期可持续性之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2017年），减少了许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自然对人
类的贡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提供的证据表明，我们正
在寅吃卯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4年），而生态系统
向我们提供粮食、纤维、森林资源、饲料和其他生物多样性
有关福利的能力受到威胁。最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关于土地退化和恢复的报告强化
了这一关键信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
政策平台，2018年）。健康的地球是发展的基础，可持续的
土地资源管理则是这一挑战的核心。

8.2 为《全球环境展望6》奠定基础：《全球环境展望5》
的遗产

《全球环境展望5》 的主要信息可以在 《全球环境展望6》 
进行推演。也许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人们认识到气候变化
是环境变化的驱动力，以及气候变化本身如何具有改变土
地资源的潜力（见第二章）。气候变化通常会加剧生态系统
退化，而更多变的气候会使生态系统退化得更强烈。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明确产权在土
地资源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农村居民在土地保护
中的关键作用。土地权利现在行动倡议（http://www.
landrightsnow.org）指出，有25亿人依赖于集体拥有、 
管理或使用的土地资源。这些人管理和保护着50%的土
地，但只拥有10%的合法所有权。明确产权通常可以改善
土地资源管理（Lawry 等人，2017年）。没有明确的产权，
这些人很容易被强大势力（如跨国公司、政府）剥夺土地。

最后，人们越来越关心土地资源退化如何导致广泛的移徙
甚至冲突。自2015年开始记录这些实例以来，《环境司法
图例集》（https://ejatlas.org/）列出了全球2000多起社会
环境冲突案例，主要是土地管理不善（主要是由于治理不
善）导致土地退化、冲突和/或资源被剥夺。

8.3 驱动力和压力

8.3.1 人口

如第2章所述，人口增长及其相关的环境影响是土地利用
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到21世
纪中叶，人口将增长一倍或两倍（联合国，2014年）。相比
之下，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只会小幅增加，甚至减
少（联合国，2015年）。由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一个日益依
赖第三产业的后工业社会，因此预计土地使用将更加稳
定，而发展中国家目前正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体制的
快速转变，由此导致了土地和资源使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Haberl等人，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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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可能严重威胁到为当地社区提供粮食、住所和
适当营养的内在土地限额。然而，这种影响取决于具体的
社会经济背景，并且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关于
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土地利用变化的一项研究（1972年至
2010年）表明，由于人口增长，但也因为对农民的诱人补
贴，62%的林地变为农田，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沙尘
暴、干旱、严重的土壤侵蚀）（Zewdie和Csaplovies，2015
年）。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研究都认识到农村向城市移
徙对于减轻人口增长对农村地区土地资源的某些负面影
响的重要性。由于区域内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地区人口
的一些自然增长现在可以被国外吸收，正如在非洲所观察
到的那样，大多数非洲移民在非洲大陆内部流动，以寻找
经济机会（Awumbila，2017年）。

8.3.2 城市化

城乡之间在人员、资源和服务方面相互联系。农村地区通
过道路、信息技术、电力和贸易网络与城市地区相连。与此
同时，城市地区越来越依赖土地资源为人类提供自然的
馈赠，例如清洁的水、粮食和纤维。城市化可以对这些资
源流动和功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影响城郊和农村

地区的经济和发展（Brenner和Schmid，2014年）。城市
运行所需要的生态系统通常超出其管辖范围（Solecki 和
Marcotullio，2013年），这就需要采用新方法来准确地评
估城市化程度，以帮助决策者和公民社会应对现存的和
新生的挑战（联合国，2016年）。城市对粮食、水、纤维和建
筑材料的需求已在城市、农村地区甚至其他国家的地区
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些联系，也称为远程联系，意
味着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越来越依赖于遥远的城市群的
需求（Seto等人，2012年；Bergmann和Holmberg， 
2016年）。城市基础设施（能源、水、建筑和交通）和粮食
供应尤其依赖于跨界供应（Kennedy和Hoornweg，2012
年；Ramaswami等人，2012年；Ramaswami等人， 
2017年）。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仍在继续，并且通过改变饮食、
改变对基础设施和住房的需求以及改变土地继续为人
类提供自然馈赠的能力，对土地使用产生了多方面的影
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建成区人口的
大部分增长发生在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例如海拔10米
以内的低海拔沿海地区（Seto等人，2011年；Paresi等
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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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007年土地全球化的不同视角（Eckert IV投影图）

该图说明了资本和消费如何因不同土地区域的经济活动而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联系在一起。

资料来源：Bergmann和Holmberg（2016年）。

支持国外活动的土地百分比 支持区域内活动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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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ergmann和Holmberg（2016年）。

图8.2：农产品对比制造业和服务在土地全球化中所起的相对作用（Eckert IV 投影图）

8.3.3 经济发展

全球化的力量对土地系统及其功能施加的压力越
来越大，导致地貌景观发生变化（Fischer-Kowalski
和Haberl，2007年；Henders和Ostwald，2014
年；Schaffartzik等人，2015年）。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影
响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利用（如农业、林业）（Bergmann和
Holmberg，2016年）（图8.1，图8.2）。这些农产品的流动
需要运输和储存，从而可能提高经济和环境成本，也可能
导致粮食的营养价值下降，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造成粮
食浪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第8.5.3节进一步详
细讨论了压力对土地保有期限和土地可用性的重要性。

8.3.4 技术与创新

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的技术塑造了生产和消费，并推
动各种规模的土地利用和陆地生态系统模式。地球的大数
据和公众科学改善了环境监测和评估，同时允许更多公众
参与（见第25章）。

虽然卫星对地观测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与大数据
相结合，以跟踪全球森林变化（如全球森林观察，www.
globalforestwatch.org；Terra-i，www.terra-i.org）。由移
动技术驱动的无人机，正被广泛用于监测生物质燃烧和
未经授权的土地用途转移。全球手机使用的爆炸式增长，
尤其是智能手机的使用，有助于实现数据访问民主化。精

确农业和滴灌等技术发展例证说明了农药和水的利用更
加高效。

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使重要的环境信息能够在几秒钟内传
播到世界任何角落，不论贫富。发展中国家许多地区的农
村居民可以利用这些技术改善土地管理，从而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土地利用产生潜在影响（Chin，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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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气候变化

全球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的变化已经影响到陆地生态
系统和作物产量（见图8.3），而热带地区气温升高造成
的影响可能比温带地区的更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2014年）。降雨模式的变化可能使某些地区受益，
但降水量差异更大（干旱更加频繁），这给全球70％依靠
雨水灌溉的农业带来了风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2014年）。随着生长季节的变化，产量增长已经放缓

（Lobell，Schlenker和Costa-Roberts，2011年；Lobell
和Gourdji，2012年）。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
成沿海地区损失和下沉的风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2014年），威胁到许多沿海居民的生计（Paresi等
人，2016年）（见第8.3.5节）。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可能有助于强化二氧化碳
施肥，从而有利于某些地区的农作物增产（McGrath和
Lobell，2013年），而气温升高可能会给高纬度地区带来
增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然而，在全
球范围内，由于对流层的平均温度和臭氧浓度持续上升，
预计产量将受到影响（Schlenker和Roberts，2009年；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高温已经导致了某
些杂草和害虫的分布有所增加（Pautasso等人，2012年）
，并加剧了某些生长时期的现有压力（Gourdji，Sibley和
Lobell，2013年）。

另一方面，气候智能型农业实践，如尽可能少地耕作、种植
节能作物和采取节能措施，有利于增加土壤中的大气碳
汇，从而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Han等人，2018年）。同样，

资料来源：Lobell、Schlenker和Costa-Roberts（2011年）。

8.3：1980-2008年气候趋势对各国作物产量的估计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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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保护和增加森林碳储量以及
在全球范围内对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而做出的努力，可以
大大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利于生物量和森林产
品中的碳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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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摘编自欧洲航天局（2015年）。

8.4：基于欧洲航天局土地覆盖数据时间序列的1992-2015年全球森林（上）和农田（下）变化

8.4 主要状况及趋势

8.4.1 土地利用动态

土地覆盖变化
土地是极其动态的，气候、地质或生态过程都会使土地
覆盖发生变化。然而，目前人类对土地的利用（主要是
农业）是造成土地覆盖及其状况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Haberl，2015年；de Ruiter等，2017年；图8.4）。

2012-2050年期间，农业生产需要近乎翻一番，方可满足
日益增长的粮食、饲料和生物燃料需求（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017a）。尽管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有14亿

公顷土地可供扩展（Alex和ratos等人，2012年），但这些
土地大多归属林地以及几乎无干扰的其他生态系统，其
中产生的是自然界对人类的馈赠，如清洁的水和气候调节

（Machovina，Feelley和Ripple，2015年）。在有可能的
情况下，人们会放弃退化的土地，到其他地方扩大生产。
被废弃之后，土地可能会慢慢开始再生过程：植被和野
生动物开始重新回归土地用途被废弃的空间，拉丁美洲
362,430km2木本植被的自然再生长（2000-2010年）就说
明了这一点（Aide等人，2013年）。

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塑造当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例如，由于
全球需求的增加，现代采矿业的规模正在扩大。更为严重
的是，矿石品级下降意味着需要加工更多的矿石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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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安第斯地区（南美）指定从事采掘活动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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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prodeh等人（2018年）。改编自玻利维亚信息和文献中心（Cedib）于 
2018 年编制的地图，自互联网上的官方国家来源搜索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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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饲料生产的可耕地。 

1%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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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全球粮食生产区域分配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Roser和Ritchie（2018年）。

需求，乃至广泛采用露天开采及其伴生废石。采矿会对
环境造成累积影响，特别是在密集开采的地区，包括开
展水力压裂采油的地区。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
利维亚各地区的一幅地图（图8.5）显示了正在或有可能
进行采矿、开发天然气和石油的土地区域，凸显了土地
使用竞争可能引发的冲突（Asociación Pro Derechos 
Humanos【Aprodeh】等人，2018年）。

农业动态
粮食生产占人类用地的最大部分——38%的不冻土

（Holmes等人，2013年）或50%的可居住土地（Roser和
Ritchie，2018年）。其中，畜牧业占比最高，超过四分之
三的农业用地用于饲料生产、草场培育和放牧（Foley等
人，2011年；Roser和Ritchie，2018年）（图8.6）。

初级粮食生产约占农业用地的23%（图8.6），尽管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土地用来种植生产生物燃料的作物（Cassidy
等人，2013年）。到2009年，生物燃料生产占不冻土利用
总面积的2%，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4%（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2009年）。自2000年以来，农业面积减少了
约1％（图8.7；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虽然呈
小幅度下降，但这一数字没有考虑到土地退化（见下文）
，也没有考虑尽管农业总面积有所减少，但可能以何种
方式掩盖了退化土地的废弃和其他地方新开发农地面
积的扩大。

1984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范围内收割的作物面积增加
了23%，而全球作物产量增加了87%（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2017b），这主要是通过单一作物耕作模式实现的。
然而，这些粮食生产系统可能与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

损失有关（Benton，Vickery和Wilson，2003年；Foley等
人，2011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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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世界粮食供应（千卡/每天人均） 图8.10：东南亚油棕果的生产

图8.7：农业区域，2000-2014年

农业面积包括农业用地（可耕地）、永久性农作物用地和某一年的牧场和草甸所
占面积。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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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93年至2013年期间，世界人均每日粮食供应也
增加了10%（图8.8；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随着对柔性作物需求的增加，许多地区已经被转变为农
田（Borras等人，2012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巴
拉圭和乌拉圭的草原已经改造成主要用于出口的大豆田

（Graesser等人，2015年）。自2000年以来，大豆面积增加
了一倍多（图8.9）。南美洲和北美洲收获的大豆面积分别
约占全球大豆面积的47%和30%（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7b）。

东南亚的油棕生产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自2000年（图
8.10）以来，这种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增加。2014年，油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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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总面积中该地区占了68%以上，而亚洲占了85%（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东南亚油棕种植园的扩张是以牺牲森林为代价的。这一
增长是生物燃料和食用油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在印度
尼西亚加里曼丹，从1990年到2010年，大约90%被改造
成油棕种植园的土地曾是茂密森林（Carlson等人，2012
年）。2001年到2015年，婆罗洲有950多万公顷森林被砍
伐（世界资源研究所【WRI】，2018年）。Koh等人（2011年）
在马来西亚半岛（200万公顷）、婆罗洲（240万公顷）和苏
门答腊（390万公顷）低地的油棕种植园中发现，到本世纪
初，该地区约有88万公顷的热带泥炭地已被改造成油棕
种植园。到2010年，大约230万公顷的泥炭沼泽森林被砍
伐，但还没有被改造成油棕种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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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图8.9：南美大豆产量，2000–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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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食草动物和家禽的数量

图8.12：猪的头数，2000-2014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2000年至2014年期间，全球牲畜数量有所增加（图8.11和
图8.12）。在人类人口增长了近19%的同时，畜牧牛 
和水牛、山羊和绵羊、家禽以及猪的数量分别增长了 
13.8%、21.9%、45.4%和15.1%。然而，伴随牲畜数量增加
的是牧场和永久草场的减少（图8.13）。这些高增长率主要
与依赖高效利用动物饲料的更密集的牲畜生产系统有 
关（Mottet等人，2017年）。

森林动态
森林面积继续减少（图8.14）。1990年，它们占地球陆地面
积的31.6%。2015年，这一比例降至30.6%（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2015a），但森林损失率正在下降。在20世纪90
年代，每年损失约有1060万公顷的天然林。在2010-2015
年期间，这一比例降至650万公顷/年。与此同时，人工林的
增加约为每年320万公顷；到2015年，它们占全球森林面
积的7%，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高收入国家（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015a；图8.15）。森林损失率各地域有所不同，虽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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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永久的草地和牧场（1,00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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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
积

 (1
00

0 
公

顷
)

年份



土地和土壤 213

8

图8.15：森林面积年度净变化（1990-2000年，2000-2010年，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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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组织（2015a）。



全球环境状况全球环境状况214

8

然全球趋势是森林面积仍在减少，但在很多地域， 
特别是更发达的国家，森林覆盖率正在上升，尽管其中一
些森林是种植园。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天然林继续减少 

（图8.15），这威胁到了人类的基本福利供应。例如，随
着亚马逊雨林森林砍伐的增加，降雨量一直在减少。最
近的估计表明，如果亚马逊盆地的森林砍伐达到原始森
林覆盖率的20% - 25%，南美洲这一地区的水循环将达
到一个重要的临界点（Lovejoy和Nobre，2018年）。在过
去50年里，亚马逊雨林原始面积的17%被砍伐（世界自
然基金会，2018年），森林覆盖率继续下降（Butler，2017
年；WRI，201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

城市扩张
建成区只占一小部分土地。然而，自1975年以来，城市
集群（即城市中心以及周边郊区）已经扩大了约2.5倍，
占全球土地面积的7.6%（Paresi等人，2016年）。1975年
至2015年间，欧洲的建成区面积翻了一番，而非洲的建
成区面积增长了近四倍。这两个地区的城市都在增长，
但欧洲的城市人口相对稳定，而非洲的城市人口增长
了两倍。这意味着世界各地的人均建成区面积互有差异

（Paresi等人，2016年）。此外，城市扩张导致景观破碎
化和城市无序蔓延。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用地通常会占
用农业用地（van Vliet，Eitelberg和Verburg，2017年），
而对粮食、纤维和矿物质的需求可以改变以前与外界并
无联系的地区（Seto等人，2012年；van Vliet，Eitelberg
和Verburg，2017年）。在拉丁美洲，空间扩张四处可
见（几乎8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导致紧凑性变差

（Inostroza，Baur和Csaplovics，2013年）。

通过给地面覆盖不透水的表层，城市影响了水文循环和
土壤功能。它们也产生了所谓的城市热岛效应。但在提供
教育、住房、清洁用水和电力方面，它们的效率也更高。自
2000年以来，城市容纳了更多的绿地和树木（Paresi等人， 
2016年）。

在城市向内陆地区扩张的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保护自
然系统（如湖泊和天然水体）以及建设设计优良的城市绿
色基础设施（如公园、城市农场、生物洼地）的价值。这些措
施可能带来多种益处，可以增强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福祉，
包括水资源管理、洪水风险缓解；热岛效应缓解（Pataki
等人，2011年）；情绪舒缓、身体健康（Groenewegen
等人，2006年；Pataki等人，2011年；White 等人，2013
年；Sturm和Cohen，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污
染捕获；以及文化设施。

2015年，约52%的人口居住在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区，33%
居住在城镇和郊区，15%居住在农村地区（Paresi等
人，2016年）。虽然许多城市人口继续增长，面积继续扩
张，但其他城市的人口却在下降。收缩的城市会留下空置
的地块，这是经济增长和衰退周期的一部分，其管理为改
善环境提供了新的机遇。

8.4.2 土地质量动态

土地退化和农作物生产
土地退化涉及到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下降或破坏，包括净
初级生产（NPP）（Le，Nkonya和Mirzabaev，2016年）。它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a）。

图8.16：各区域天然林面积，199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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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不同的过程：水土流失、盐渍化、板结和污染，有机质
下降，森林火灾和过度放牧（JonesDR ，2012年；Kosmas
等人，2014年）。NPP的下降还会降低微生物活性和保水
能力，降低导水性，降低土壤抗污性等（Soane等人，2012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b）估计目前土地退化
为每年1200万公顷。据估计，土地退化导致的生态系统服
务每年损失在6.3万亿美元到10.6万亿美元之间（土地退
化经济学，2015年）。退化可能是一种生物物理现象，其原
因和影响也具有经济和社会意义。许多尝试是在试图评估
可观测的土地退化趋势、规模和后果。然而，不同的退化定
义和用于衡量退化的不同方法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包括退
化的程度、发生地点、影响和代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8年）。据最近一项使用卫星图像的估计，全球29%
的土地面积正在退化；而在过去三十年中，全球2.7%的土
地面积有所改善，约32亿人生活在退化地区（Le，Nkonya
和Mirzabaev，2016年）。减少土地退化和增加土地恢复对
提供必要的生态系统服务至关重要，而这些服务有益于地
球上的生命和人类福祉（IPBES，2018年）。

沙漠化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荒漠化定义为“干旱、半干

旱和干旱半湿润地区由于各种因素---包括气候变化和
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土地退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1994年）。然而，沙漠化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
题，常常会导致专家意见不一（Reynolds和Smith，2002
年；Bestelmeyer等人，2015年）。全球沙漠化程度从15%
到63%不等，而干旱地区沙漠化程度则从4%至74%不
等（Safriel，2007年）；乃至于在蒙古这样的国家中，其
差异程度同样大，该国的退化率估计在9%到90%之间

（Addison等人，2012年）。

最近的研究（全球土壤退化评估）表明以前的观点, 即土地
退化发生在全球半干旱区，没有得到卫星观测的支持（de 
Jong 等人，2011年；Fensholt等人，2012年；Cherlet等
人，2018年）。萨赫勒地区的沙漠化和干旱研究表明，第一
个过程并没有发生（Behnke和Mortimore，2016年）。这
一趋势可能是由于降水增加以及外迁移民造成的土地压
力降低引起的（Olsson，Eklundh和Ardö，2005年）。然而，
萨赫勒地区目前的气候条件似乎仍低于1930年至1965
年间更为湿润的气候条件（Anyamba和Tucker，2005
年；Nicholson，2013年）。

在中国的半干旱地区也可以观察到一种积极的趋势，其
间人类的行为可能说明了1980年至1990年间“沙漠化的
扩大”的原因，尽管保护活动已经开始对这些趋势（1990-
2000年）有所扭转（Xu 等人，2009年）。最近的建模结果表
明，二氧化碳施肥、氮沉积和气候变化也可能导致全球绿化

（Zhu 等人， 2016年）。

为识别土地退化的内在复杂性，最新版的《世界荒漠化图
例集》（WAD，Cherlet等人，2018年）提供了几个生物物理
和社会经济过程的全球数据集，这些过程单独或结合起来
都可能导致土地退化（Reynolds等人，2011年；Bisaro等
人，2014年）。

土壤盐渍化
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灌区缺乏足够的排水会导致根部盐
分积聚，对作物生产率和土壤性质产生负面影响（Qadir等
人，2014年）。在一些国家，土壤盐渍化影响了一半的灌溉
土地（Metternicht和Zinck，2003年）。其他资料显示，由
于灌溉不足，全球大约33%的灌溉区域生产力下降，造成
了水涝和盐碱化（Khan和Hanjra，2008年）。几项关于盐
碱化造成粮食产量损失的研究表明，粮食产量损失平均为
32- 48%（Murtaza，2013年）。全球每年因盐引起的土地
退化造成的灌溉作物损失约为273亿美元，主要在于作物
产量的损失（Qadir 等人，2014年）。对这些土地如不采取
行动，会付出相应代价，可能会导致15%至69%的收入损
失，具体取决于土地退化的类型和强度、作物品种以及灌
溉水质和管理（Qadir等人，2014年）。不包括在这些估算
中的额外损失，涵盖到了广泛的问题---从动物健康恶化到
受影响农地的财产价值下降，等等（Qadir等人，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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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冻土层解冻
由于气候体系的各种反馈，目前北极的变暖超过了全球平
均气温上升的两倍（Taylor 等人，2013a）。海冰正在消退，
永冻层正在融化，无冰季节正在延长，因此海浪和温暖的
空气正在日益破坏内陆和沿海地区正在融化的永冻层。永
久冻土的融化释放了温室气体，改变了地貌。融化降低了
土壤和地貌的稳定性，增加了侵蚀，影响了北极的栖息地、
反照率和水文条件。

专栏8.1：对北极生存方面的影响

驯鹿群是北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阿拉斯加、加拿大北极地域、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和俄罗斯联邦土著民生计的组成部分。驯鹿放牧
族群依赖于季节性牧场。因为气候变化，牧场的季节性和范围正在发生变化，这对放牧族群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采矿和资源开采在北极也很重要。由于北极环境不断变化，负责为采矿前方驻地提供补给的冬季冰路的建设和运营出现了问题。气候变暖推
迟了秋季的冰封期，并且春季融化提前，冬季冰层变薄。这就导致了冬日公路季的缩短。随着北极气候继续变暖，共同管理机构发现，它们将会
越来越多地处理北极土地和生计的可持续发展与其社会文化和生态完整性之间的权衡问题。

图8.17：北极选定地点的海岸侵蚀率

资料来源：Overduin等人（2014年）。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北极海岸线都有正在融化的永久冻
土（专栏8.1）。北极永久冻土海岸占地球所有海岸的 
34%。海岸侵蚀率近年来有所增加，数值约为1米/年。阿拉
斯加和西伯利亚海岸线的侵蚀率最高，最大值高达25米/年

（图8.17，图8.18）（Gunther 等人，2013年；Overduin等
人，2014年；Fritz，Vonk和Lantuit，2017年）。因此，越来
越多的有机碳被释放到陆架海中。在一些地方（如，阿拉斯
加），村庄不得不进一步搬迁到内陆。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侵蚀
海岸海底冰
悬崖高度



土地和土壤 217

8

8.5 主要影响

8.5.1 粮食安全

当人们总是能够获得并充分获得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
的粮食以维持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时，可以视为其有粮食保
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2017年）。本节的讨论涉及
三个关键问题：粮食供应、粮食获取和粮食利用。

饥饿与营养不良
世界70亿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
状态。大约有10亿人的饮食缺乏能量，大约有10亿人患有
能量过剩的疾病（被称为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

（Godfray和Garnett，2014年）。尽管营养不良现象正在
缓慢减少，但仍有1.55亿5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其中大多
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资料来源：Lantuit，Overduin和Wetterich（2012年）。

图8.18：预估北极面对的海岸侵蚀威胁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遭受营养过剩之苦：超过20亿
成年人超重，5亿人肥胖。此外，88%的国家面临两种或三
种形式的营养不良（发展倡议，2017年），营养不良和肥胖
日益在同类家庭中共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2017
年）。

营养不良和消费模式的改变给土地资源带来更大的压力，
使得土地利用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尽管全
球17%的动物蛋白和6.7%的全蛋白质消费来自鱼类（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大多数粮食仍来自陆地
环境。尽管粮食价格自2008年以来有所下降，但这一趋势
并非一成不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c），其波动
性要归因于快速发展国家的需求增加以及第一代生物燃
料生产商之间的竞争（英国皇家学会，2008年；Godfray等
人，2010年）。图8.19使用1981-2010年期间的气象数据
和2010年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数据显示粮食安全的脆

稳定或堆积海岸
慢速侵蚀（每年侵蚀�-�米）
中速侵蚀（每年侵蚀�-�米）
快速侵蚀（每年侵蚀�-��米）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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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2：叙利亚危机原因：干旱和土地退化

叙利亚冲突有时被称为“气候冲突”，因为一些根本原因可以追溯
到2007年至2010年间影响该国的干旱（Kelley 等人，2015年），
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导致该地区大面积农作物歉收。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约150万人从农村耕作地区迁移到城
市中心边缘，导致粮食价格飙升，最终造成人口剧变（Kelley等
人，2015年）。政府无力为移民提供住房、工作和经济机会。这些因
素的结合酿成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结果该国沦为废墟，2200
万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流离失所。

图8.19：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影响

资料来源：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年）。

弱性。结果表明，洪水和干旱等灾害已经对粮食安全产生
了严重影响，它们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可能会因气候变化
而增加（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
年）。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总量中农
业约占22%（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b）。虽然灾害
可能直接影响农村生计，但破坏农业生产和发展可能对整
个国家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对包括城市地区在内的粮食安
全造成破坏性影响（专栏8.2）。

可持续粮食生产和高效利用
全球约三分之一供人类消费的粮食被丢失或浪费

（Lipinski等人，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
此外还要加上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土地、能源、水
等）及其对环境的连带影响。2007年所损失和浪费的粮食
需要利用近14亿公顷土地进行生产，相当于世界农业用
地面积的28%（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3年）。根据
2005-2007年粮食作物数据，所损失和浪费的粮食消耗了
全球肥料总使用量的23%（每年2800万吨）和淡水资源总
使用量的24%（Kummu等人，2012年）。此外，在农业生产
阶段所浪费的粮食中，估计99%是在土壤面临中度至严重
退化地区生产的，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大压力（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2013年，第47页）。

大约56%的粮食损失和粮食浪费发生在发达国家，而44%
的情况源于发展中国家（Lipinski 等人，2013年）。这种浪
费会产生温室气体。如果粮食浪费是一个国家，它将是世
界第三大排放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c）。在地
球南部，损失主要是由于粮食链基础设施匮乏以及储存技
术的知识或投资缺失造成的。在地球北部，零售前损失较
低，但粮食链中零售、粮食服务和家用环节产生的损失近
年来急剧增长 （Godfray等人，2010年；图8.20）。

可持续集约化（如以农业生态为基础的生产、农业创新）
作为可持续土地管理战略得到推广。除了可持续的粮
食供应之外，它还维持了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改善了人
类健康和营养状况（Pretty，Toulmin和Williams，2011
年；Robinson等人，2015年）。

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
国际贸易对满足全球粮食需求越来越重要（Nelson等
人，2010年；MacDonald等人，2015年）。人口增长、城市
化和饮食偏好的转变增强了对粮食进口的依赖（Msangi
和Rosegrant，2011年；Alexandratos等人，2012
年；Porkka等人，2013年）。生活在粮食短缺国家的全球人
口比例从1965年的72%上升到了2005年的80%（Porkka
等人， 2013年）。

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类消费粮食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的
（D’odorico等人，2014；图8. 21）。.

!

粮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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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粮食浪费总量的构成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粮食服务、家用和市政（地方政府领域）类别一并列出。

资料来源：Godfray等人（2010年）。

图8.21：2014年全球产量中国际交易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Chatham House（2017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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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以来，谷物净进口量一直在增加，预计还会增加。

资料来源：Alexandratos等人（2012年）。

图8.22：发展中国家：谷物净贸易量（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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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低收入缺粮国家有能力提高粮食生产率。但在其他国
家，包括粮食不安全程度高的国家——例如厄立特里亚、
布隆迪和索马里，其国内生产的粮食供应正在下降，增产
能力有限（Fader等人， 2016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

越来越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到
2050年（Alexandratos等人，2012年；图8.22）。

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全球粮食供应已经依赖于少数
几个“粮仓（面包篮）”地区种植的少量农作物的贸易增长

（Khourydr，2014年）。这已经导致了粮食价格下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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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短缺国家从这些粮食进口中获益。然而，生产在地理位
置方面的集中增加了系统风险。最近，由于某些地区歉
收催生的国际商品价格飙升（Puma等人，2015年；全球
粮食安全方案，2015年）可资例证。由于气候变化，这样
的事件发生概率更高（Porter等人，2014年）。此外，某些
作物在全球粮食供应中日益流行，导致营养不足的粮食
消费有所增加，其中一些经过精加工（以营养匮乏的方式
加工）而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后果（Khoury等人，2014
年）。

8.5.2 人类健康和土地管理

采矿带来的健康问题
人类健康负面问题也与采矿和矿石加工有关。虽然这
些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并提供难以或缺的重要燃料和原
材料，但铅及其它残留物会影响空气质量，尤其是儿童
摄入此种粉尘可能性更大，因此对其更甚（Taylor 等
人，2013b）。一些稀有矿物的开采，例如钽，经常涉及剥
削甚至奴役现象（Gold，Trautrims和Trodd，2015年）。

采矿废弃物是世界上按体积计算最大的废物流之一，有
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包括突然的大面积土地利用
变化（Sonter等人，2014年；Murguía，2015年；Hudson-
Edwards， 2016年；Sonter等人，2017年）。《全球废弃物
管理展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估计，矿业废弃
物每年约有100 - 200亿吨。采矿废弃物很可能会继续增
加，因为各公司当前正在转向低品位的矿石，这种矿石每
单位开采产生的废料通常更多。然而，采矿废弃物也应
该视为循环经济中的潜在资源（Lebre和Corder，2015
年）。采矿活动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并导致土壤污染。
在世界许多地方，采矿废弃物排放的有毒和放射性粉尘
是健康隐患（见第5章）。采矿（含酸性金属的排水和尾
矿管理设施的渗漏）也造成水污染（见第9章）（Hudson-
Edwards，2016年）。在拉丁美洲许多地区，采矿活动具
有重要影响。例如，在20世界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
初，亚马逊盆地的手工淘金估计导致了3,000-4,000吨汞
沉积（Lacerda，2003年）。尽管金矿开采已经转移到该
地区的不同区域，土地用途的变化仍然导致许多土壤和
河流中存在汞污染。（Lacerda，Bastos和Almeida，2012
年）。这种汞也会造成大气污染。

废物与人类健康
《全球废弃物管理展望》指出，城市每年产生70亿至

100亿吨废物，预计到2030年，非洲和亚洲低收入城市
的这一数字仍将上升，甚至增加一倍（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5年）。报告还估计，有30亿人无法获用足够的
废弃物处理设施，这造成了健康风险（感染、接触化学
品、灰尘）和环境影响（土壤和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
。据估计，全球约有1500万人以非正规回收者的身份
开展回收活动，其中许多人在垃圾场劳作（Binion和
Gutberlet，2012年）。已确定的这些工人的健康风险包

括接触化学危害、感染、肌肉骨骼损伤和精神健康不良
（Binion和Gutberlet，2012年）。在发展中国家（如玻利

维亚和哥伦比亚）回收合作社等有组织的团体中工作有
助于减少国内废弃物流入填埋区，改善回收者的生计（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减少生活垃圾对环境和健康
的影响的一个关键步骤是不再将废弃物视为对健康和环
境的威胁，转而将其作为原料来源纳入资源管理的视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

土壤污染
土壤健康对生命、粮食安全和土壤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至关重要。许多来自工业、城市和农业的化学物质最终污
染了土壤。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地块污染的主要直接原
因是工业和商业活动。这些地块的范围可以大不相同，
从小块土地到大型工业设施或农业区。发达国家政府对
受污染和得到补救的地块保有一份清单。欧洲有250多
万处可能受到污染的地块，其中342,000处被认为实际
上受到了污染。其中约三分之一已被确定，而到2014年
已成功修复的地块达到50,000多个（van Liedekerke等
人，2014年）。在美利坚合众国，超级基金国家重点清单
列出了受复杂有害物质和污染物污染的地块（2016年为
1,342个），这些地块对土壤地下水或地表水有所影响，
已成为公共卫生和环境的最大潜在风险（美国环境保护
局，2016年）。在加拿大，已确定23,000多个受污染或疑
似污染地块（加拿大政府，2017年）。

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阶段。在大型城
市地区，需要提供卫生和排水设施以及完备的治理，以便
充分处理城市垃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政府间土壤
技术小组，2015年）。在许多亚洲国家，微量元素对农业
土壤和农作物造成了污染（Thangavel和Sridevi，2017
年）。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农业投入资源的密集使用
是土壤污染的造成原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年）。
在非洲，农药、采矿、溢漏和废物处理不当已经给土壤造
成污染（Gzik等人，2003年；Kneebone和Short，2010
年）。在近东和北非，土壤污染主要是石油生产和重型采
矿活动造成的。

土壤与人类健康
土壤传播蠕虫——包括钩虫、蛔虫和鞭虫在内的一类寄
生虫——所造成的疾病负担是巨大的，它会影响到人体
发育和认知潜力（Bartsch等人，2016年）。其感染途径通
常是赤脚行走在人类粪便污染的土壤上造成的。高强度
钩虫感染常见于儿童和成人中（Bartsch 等人，2016年）。

土地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它们通过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饲
养而进入人类的食物链。部分微量元素对健康是必不可
少的（如碘、铁、硒和锌），而其它微量元素食用过量 对人
类有害（如砷和氟化物）（Oliver和Gregory，2015年）。山
区土壤中碘的含量往往较低，而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面
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因为他们可能很难获用富含碘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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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食品。化肥经常受到镉的污染，而镉并非人体健康所
必需，并且高剂量的镉是有害的（Newbigging，Yan和
Le，2015年）。

健康的土壤对人类健康会产生积极影响，此种影响与自
然为人类提供的可用馈赠有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5d）。例如，一些有价值的抗生素已经从土壤微
生物中提取出来（Oliver和Gregory，2015年）。

粮食，化学品与人类健康
杀虫剂（这里的定义也包括除草剂）已使人类几乎普遍
接触到合成化学品，其中许多化学品在高剂量时是有害
的，甚至是致命的（Nicolopoulou-Stamati等人，2016
年）。然而，长期接触低剂量杀虫剂对健康的影响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近年来由于监管规定，人类接触有
机氯等化学物质的量有所减少，但其他合成化合物已进
入人类食物链，如其他杀虫剂、人造甜味剂和着色剂。这
些物质对健康的影响，不论是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
都很难确定，原因包括接触的不确定性、这些化合物积
聚的速度和时间、它们从人体组织中释放的程度以及接
触与发病之间的时间差。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估计全球范围内每年有735000例与农药相关的特定慢
性影响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0
年），但此后杀虫剂的使用急剧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宽松的法规和合规机制的缺失让数以百万计的农
民和工人接触能够引起慢性后果的杀虫剂，具体包括癌
症；生殖、呼吸、免疫和神经功能影响；以及其它诸多后果

（Watts和Williamson，2015年）。

高收入国家的有力证据表明，因职业原因而接触杀虫
剂的群体，如农民，患杀虫剂致病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几率更高（Schinasi和Leon，2014年）。帕金森病的发病
率高于预期也与职业接触农药有关（Liew 等人，2014
年）。其他影响健康的因素，如年龄、营养不良和免疫
功能受损，也可能与杀虫剂对健康的影响相互作用，
但这一问题目前研究不足。因妇女和男子生理结构不
同，长期接触杀虫剂对其健康影响差异很大。关于妇女
和男子在粮食生产中使用（以及免于接触）杀虫剂的
数据并不完整，也不一致。总的来说，男性对许多杀虫
剂的敏感度低于女性（Hardell，2003年；Watts，2007
年；Watts，2013年）。杀虫剂和乳腺癌的发病率有很强
的联系（Watts，2007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发生因杀
虫剂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Howard， 2003年）。另一方
面，男性对一些（或其他的）杀虫剂更敏感（Alavanja等
人， 2003年）。

粮食质量也会因微生物和真菌等生物污染而下降
（Gnonlonfin等人，2013年）。当谷物在收获前或储蓄

不良时受到雨水破坏就会产生包括黄曲霉毒素在内的
真菌毒素，这是许多低收入地区发生肝癌的重要原因

（Wild和Gong，2010年）。

8.5.3 保有权稳定性

土地保有权，土地交易
尽管严重依赖于土地资源，但多种族群，特别是南半球
的族群，往往缺乏对他们耕种或共同拥有的土地的所有
权。虽然对关于土地保有权保障与粮食保障之间因果
关系的强影响的科学研究不足（Ghebru和Stein，2013
年；Holden和Ghebru，2016年；Lawry等人，2017年），
但充足的证据表明，如果本地族群失去可靠的土地资源，
他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会大大降低（Godfray等人，2010
年；Muchomba，2017年；Tomei和Ravindranath，2018
年）。在世界许多地区，土地和住房是一项最重要的资产。
男性和女性的有保障权利，可以帮助将这些资产转化为经
济机会（Doss，Kieran和Kilic，2017年）。它也能让各族群
享受机构支持和监管带来的的好处（Dekker， 2016年）。
土著居民、穷人、无地者和妇女是最容易受到土地所有权
和使用权不平等影响的群体（Narh等人，2016年）。

虽然世界上族群土地的确切数量尚不清楚，但估计表
明，全世界只有大约10%的正式土地权利得到登记或
记录（Veit和Reytar，2017年）。据估计，当地族群和土著
民依赖和管理着世界上50%至65%的土地面积（Alden 
Wily，2011年；Pearce，2016年）然而，许多政府仍然只
承认他们对其中一小部分土地的权利（权利和资源倡
议，2015年）（图8.23）。.

图8.23：全球森林所有权，2002-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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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RI（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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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工业化和单一作物种植园的扩大，工业、政府和
族群之间争夺土地的竞争加剧，给森林和旱地带来压力，
威胁到世界某些地区当地人口的生计（《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2017年）。由于没有对其土地权利的正式承认
和保护，一些国家的族群在其此种权利受到侵犯后无法
行使法律追索权。就在过去不久，治理不善的报道还成为
全球关注焦点，出现土地征用、土地掠夺和土地租用问题
的同时针对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担心也颇为普
遍。自2000年以来，尽管估计数字有所不同，但全球2670
万公顷（Nolte，Chamberlain和Giger，2016年）到4200
万公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的农业用地
已被外国投资者控制。截至2016年4月，非洲仍是最重要
的目标地区，占所有交易的42%，涉及土地1000万公顷

（37%）（图8.24）。大多数交易涉及私营部门，柔性作物
为其重点。重要的是，当地族群无法获得在自己土地上生
产的粮食和生物燃料。 

即使收购目标往往是人口相对密集、以农田为主的地区，
大多数收购仍不涉及国内股东或当地族群的谈判。

研究表明，当地族群缺乏土地保有权保障会导致人力资
本投资减少（Dekker，2016年），影响土地改善（Eskander
和Barbier，2017年），降低农业生产效率（Place，2009
年；）减弱灾害风险时期的韧性（Unger，Zevenbergen和
Bennett，2017年）。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地土著族群成功地管理和保
护了土地（专栏8.3）。世界资源研究所（Ding等人，2016
年；Veit和Reytar，2017年）表明，“保有权有保障”的土著
土地产生了价值数十亿美元、有时甚至数万亿美元的效
益，其形式包括清洁水、侵蚀控制、碳封存、污染的减少，
以及一系列其他本地、区域乃至全球生态系统服务 

（图8.25）。

图8.24：全球土地交易地图，各国土地交易宗数（上），各国土地交易面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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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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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ing等人（2016年）。

图8.25：在三个拉丁美洲的国家，保有权有保障的土地收益高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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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3：不丹的文化价值观和保护

通过加强环境友好型文化价值观念和习惯制度，可以促进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在不丹，文化价值观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方面起到作用。大乘佛
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强调生命的神圣和对他人的同情。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不丹拥有高比例（71%）的林地面积，以及为什
么25%的不丹人口生活在保护区（Nkonya，Mirzabaev和Von Braun，2016年）。不丹的许多佛教寺院都座落于该国的森林景观之内。

© Darshini Ravindran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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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土地保有权界定和量度的复杂性，其益处
和影响可能因区域和背景而异。例如，Eskander和
Barbier（2017年）发现，在孟加拉国，有保障的土地保
有权与表层土壤保护的改善有关。然而，这也涉及到
更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更低的教育和娱乐活动支
出）。调查结果的这种庞杂性表明，除了对保有权制度
进行管控的当地背景外，还需要对更广泛的宏观和行
业条件给予充分注意。

在全球层面上，对于成为大规模投资目标的国家来说，
加强土地管理的建议正成为一项头等大事。土著居民
对其土地和领土的权利在《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
中得到了明确陈述（第25条和第26条）（联合国，2007
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土地保有权责任管理自愿准
则（VGGT）》也在寻求改善对所有形式的土地保有权的
管理，包括公共的、私人族群的、土著的、习惯的和非正
式的土地保有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2年）。

土地和社会文化服务
土地为人们提供了多样的社会文化和审美福利，这对
可持续、健康的生计至关重要。土地退化、森林砍伐和
沙漠化带来土地遗弃和外迁案例增多、农村权力结构
变化（由于对集约化的需求增加）以及其他后果。这些
变化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土地提供的关键社会文化服务
缺失，从而导致整体族群韧性下降（Wilson等人，2016
年；Wilson等人，2017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他们
在生活中严重依赖土地资源。他们种植粮食在当地
市场销售；为牲畜蓄积饲料；为他们的火炉收集木
柴；并采集树木产品，为自己增加健康和福祉（Tomei
和Ravindranath，2018年）。在这里，土地的价值往
往是对其长期社会文化身份、地位和遗产的一种肯定

（Tomei和Ravindranath，2018年）。Kelly等人（2015
年）的研究表明，如与木材、粮食和燃料资源的保存有
关的节日等古代传统，揭示了土地、文化和身份之间的
深层嵌入关系。在欧洲联盟（EU），土地的娱乐和文化意
义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区域和国家政策纳入到生态系
统服务管理之中的。目前正在全欧洲实施的“2020生物
多样性战略”主要涵盖了“文化地貌景观”方面的内容 

（欧洲委员会，2011年；Plieninger等人，2013年）。

尽管在认识到这些挑战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土地利用
趋势和影响研究多数仍然从生产率角度研究土地利用
变化，很少从族群的角度探讨和记录对保护的根本需
求这一趋势（Sharmina等人，2016年）。

8.5.4 性别不平等：土地、健康和粮食

现有的性别不平等可能加剧贫困、人口流离失所、
资源稀缺和其他冲突（Behrman，Meinzen-Dick和
Quisumbing，2012年；Verma，2014年；White，Park
和MiYong，2015年）。虽然在承认妇女维持土地生产
率的重要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往往只是表面上的进
展（例如，达到某些全球目标）。此外，农业社会中妇女
在减少饥饿、营养不良和贫穷方面往往具有战略性作
用，因为她们在家庭粮食安全、饮食多样化和儿童健康
方面发挥着中心作用。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
将通过这些资源获取的收入用于孩子的营养和教育需
求方面（Malapit等人，2015年；Komatsu，Malapit和
Theis，2018年）。

官方统计数字往往低估了或未考虑妇女的农业贡献，
因为统计的重点通常是农业的正规从业情况和商业性
农业。妇女通常从事自给农业，她们照料家庭菜园，也
从大自然中收获食物，所有这些贡献对粮食安全至关
重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2011年，在从事农
业经济活动的人口中，女性占43%（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2011年）。然而，她们拥有不到20%的农业土地
所有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0年）。在非洲，只
有佛得角可以报告，女性拥有超过一半的农业租种土地

（50.5%）（Doss等人，2017年）。很少有统计数字表明
在近十年期间，妇女的土地保有权状况有所改善，这一
问题在南半球国家尤其突出（图8.26）。

缩小两性在获取信息和技术、获取和控制生产投入和
土地方面的差距，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缓解饥饿和贫
困状况（Croppenstedt，Goldstein和Rosas，2013年）。

8.6 政策响应

无数政策和行动试图解决土地上的环境退化问题。一
些战略已经取得成功或很有希望（例如，中国“绿色长
城”项目等在特定地点恢复退化土地——见第15章；可
持续管理战略，如澳大利亚的免耕栽培；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如墨西哥的国家计划），而其它益处不一定必
须清楚（例如，扩大农业用地，用于柔性生产作物和生
物燃料）。然而，这些方法大多没有考虑到人们从土地
中获得的各种利益，而只注重土地的生产潜力。在全
球范围内，由于土地在提供诸如粮食生产等基本服务
方面的重要性，土地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且越
来越多地进行交易，而不是被视为一种全球共同福祉

（Creutzig，2017年）。本节回顾了这一不良趋势，而B
部分第15章则详细讨论了可能改变这一不可持续道路
的替代性土地利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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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 经济乐观主义与土地退化

由于对环境、农业生产率和人类福祉的不利影响，土
地退化是一个关键的全球性问题。当前的土地管理模
式通常认为，土地退化和管理不善所造成的损失可以
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向新地区扩张以及通过指挥和控
制战略管理土地来补偿，例如用人工林取代原生森林
等（例如智利、印度尼西亚）。这种模式还认为，随着农
业生产的扩大，营养和其他相关的社会问题将逐渐消失

（Rosegrant等人，2001年）。然而，社会和环境科学家
警告，不断改进农业技术可能会给农业管理者带来错误
的安全感（Eswaran，Lal和Reich，2001年）。

考虑到对土地资源可用性的适度预测，目前的趋势不
太可能满足未来对粮食、能源、木材和其他生态系统
服务的需求。到2050年，由于与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
相关的饮食变化，所有类别的粮食需求都可能比现
在高出50%（Tilman等人，2011年；Alexandratos等
人，2012年）。从总体上看，在农业面积没有显著扩大
的情况下，产量增速不足以满足需求（Ray等人，2012
年；Ray等人，2013年；Bajzelj等人，2014年）。与此矛盾
的是大规模植树造林或将生物能结合碳捕获与封存技
术（BECCS）部署在必要层级、从而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2℃以下的目标。例如，Smith等人（2015年）估计，为了
实现2℃的目标，到本世纪末，BECCS可能需要3.8亿至
7亿公顷的土地，占全球农业用地的14%。

沿着目前的道路前进，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
约+20峰会）通过的土地退化中性目标将难以实现。土地
退化中性（LDN）在可持续发展目标15.3中得到了体现。到
2030年实现土地退化中性对于达到其他关键国际目标至
关重要，具体涉及到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和森林砍伐、改
善人类福祉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气
候变暖、产量停滞以及不可持续的农业耕作方法继续导
致了有机土壤碳储量减少（Wiesmeier等人，2016年）。

尽管科学家对由于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导致的全
球和区域土地生产率下降提供了令人警惕的估计

（Nkonya，Mirzabaev和Von Braun编辑，2016年），但
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如果土地退化是一个严重问题，
市场要素会考虑到这一点（Utuk和Daniel，2015年）。换
句话说，农业管理者不会让土地退化到影响他们收入的
程度（Wiebe，2003年）。对于大多数农业从业方而言，土
地退化造成的累积生产力损失似乎在经济上是可以接
受的。在许多情况下，农民可以依靠政府的农业政策（例
如对投入和机械的补贴）来控制与土地退化相关的损失

（Jat，Sahrawat和Kassam，2013年）。

然而，这些政策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不
可持续的。农业投入的市场波动可能比产出价格波动更
大。2005年到2008年，化肥价格增长速度（400%）远高
于玉米价格增长速度（100%），并在2008年达到创纪录
的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投入补贴效率低下，因为它会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d）。

8.26：农业土地所有权分布：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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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投入的使用不顾及利益回报（图8.27）（Baltzer和
Hansen，2011年）。同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至2009年，
马拉维的补贴比例从79%跃升至91%，相当于从国内生
产总值的3.4%升至6.6%。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化肥补贴对国家粮食安全
战略的贡献仍然存在很大争议（Druilhe和Barreiro-
Hurle，2012年）。亚洲绿色革命的成功基于在灌溉条件下
种植的两种主要粮食作物：小麦和水稻。在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对某些作物（例如玉米）施用肥料可以观察到增产
效果，但雨水灌溉地区生长的大多数其它主要作物（例如
木薯、车前草、山药）却没有增产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肥料
的使用在市场条件下是无利可图的，特别是在一些产出价
格过低的偏远地区。为了使补贴有效，农业计划应与政府
在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农村发展方面的其他投资相辅
相成（Druilhe和Barreiro-Hurlé，2012年）（图8.28）。

减少富国的农业补贴对穷国是有利的，尽管其影响
取决于其经济、贸易和贫困特点（Boysen，Jensen和
Matthews，2016年）。此外，富裕国家提供的补贴未能激
励人们采取创新的土壤保护策略。

长期以来，农作物市场价格一直是决定土地利用政策的标
准。然而，在土地的财政和经济价值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新趋势。土地投机和土地掠夺会扭曲
土地所产生的实际经济价值。随着土地稀缺性的增加，将
土地视为“商品”的趋势只会加强（ELD，2013年）。随着土
地价格的上涨，更多的农田将被卖给纯粹出于投机目的的
外来者。因此，土地可能会闲置一段时间，从而导致农业生
产减少。如果这种做法变得普遍，将付出重大的社会代价。

在欧盟，通货膨胀压力加剧了土地投机和耕地收购。这
种快速通胀原因在于农田“新投资者”的增多，其中一

图8.27：肥料和玉米价格，2000-2010年

价格是世界市场价格的真实美元指数。

资料来源：Baltzer和Hansen（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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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更加复杂灵丹妙药，一针见效?

更多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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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8：补贴的适用范围是那些?

些人与农业或种植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个过程被法
国活动人士称为“土地人工化”的过程之一：主要的农业
用地损失、城市扩 张、城市发展、旅游以及其他商业活动

（Borras，Franco和van der Ploeg，2013年）。土地投机
和土地“人工化”提高了未来农民从事农业的风险，并增加
了他们从事农业的障碍，从而促进了欧盟范围内的农田集
中（Kay，Peuch和Franco，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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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日益商品化和商业化的一个指标是最近生物燃料
生产的激增。贫穷国家具备相对丰富的廉价而适宜的
土地，以及日益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对于生物燃
料农田投资来说成为一个诱人的目的地（Schoneveld
和German，2014年）。一些专家认为，生物燃料生产
的激增是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Chakrabortty，2008年）。.

8.6.2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

估算土地的全部经济效益既不容易也不直观（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b）。生态系统服务框架可以通过将土地
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相互依赖且可以单独估值
的类别，从而促进全面的生态系统评估（图8.29）。

目前的土地管理不能在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如保湿、养
分循环）、应对气候变化（如碳封存）、提供可持续粮食生

产、解决能源和水安全以及促进公平获得土地的同时
防止自然资本的损失（ELD，2013年）。

目前的土地管理战略不一定考虑到代际公平，当前生
产率提高比未来的可持续生产更受重视。此外，土地使
用政策可能没有反映出全球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远程联
系。根据目前的土地政策办法，不能通过增加投入来解
决的大多数问题都自动排除在土地政策领域之外。但
是，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因为许多社会、性别、贫困和
健康问题都与常规的土地资源管理和全球土地资源交
易方式直接或间接相关。

由于农场的经济效益和将土地资源退化的经济影响纳
入衡量的难度，经济乐观主义有利于农场扩张。然而，最
大限度地发挥包括妇女和土著民在内的小农经营者的
潜力，对粮食安全、适度营养以及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至关重要。世界上大约有5.7亿个农场，其中84%的

资料来源：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3年）。

选
项
价
值

供应
· 粮食
· 清洁的水
· 燃料和纤维
· ...

安全
· 个人安全
· 有保障的资源获用
· 免于灾难

生态服务

选择和行动
的自由

能够执行一个
人重视的事情
或行动

良好生活的基本物质
· 充足的生计
· 足够的富含营养食品
· 住所
· 获得商品

健康
· 力量
· 感觉良好
· 获得清洁的空气和水

良好的社会关系
· 社会凝聚力
· 相互尊重
· 帮助别人的能力

调节
· 气候调节
· 洪水调节
· 疾病预防
· 水净化
· ...

支持
· 养分循环
· 土壤形成
· 初级生产
· ...

文化
· 美学的
· 精神的
· 教育的
· 娱乐的

图8.29：利用自然资本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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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用地不足2公顷（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2016
年）。小型农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数十亿人从这些土地
上获得收入，得到就业，获取粮食。它们也是世界上大多
数营养不良人口的家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如
果消除土地资源获用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农业产出可能有
2.5%至4.0%的增长。此外，这将使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
口数量有12%至17%的降低（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16
年）。在低收入农业社会，农业增长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方面
比推进任何其他经济部门更有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5e）。如果要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
目标2.3，小型农场的农业生产率应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
政策应特别针对最脆弱的小型粮食生产者（例如妇女、土著
民），以确保他们能够进入市场，获得其他生产手段，包括他
们的物质、信息和经济需要。

很明显，尽可能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在支持全球粮食
安全方面产生重大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5年）。在无法防止浪费的情况下，应探索
回收价值的机会，如转化为堆肥、液体肥料、沼气或诸如
动物饲料蛋白或生物化学品等价值更高的终端用途产品

（Jayathilakan等人，2012年；Nguyen，Tomberlin和
Vanlaerhoven，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2.3，即到2030年，将全球
人均粮食损失和浪费在零售和消费者层面减少一半，并减
少生产和供应链上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这将
需要大量的干预和投入，还需要多种战略，因为粮食损失
和浪费的原因以及粮食供应链中发生损失和浪费的领域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不同的（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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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目前的废水处理技术不易处理新兴污染物，包括部分兽
用药物和人类药物、杀虫剂、抗微生物消毒剂、阻燃剂、洗
涤剂代谢物和微塑料（充分证实）。内分泌干扰物（EDCs）
广泛分布在大陆淡水系统，备受关注。长期影响人类健
康，具体包括胎儿发育不足、儿童神经发育和男性不育
症。{9.7}

淡水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消失，表现为生物多样性减少和
生态系统功能下降（充分证实）。湿地是受城市化、农业
过度开垦和森林砍伐影响最大的自然区域。在1997年至
2011年期间，世界上大约有40%的湿地丧失，目前仍在
继续。导致同期81%淡水物种量下将，或创造了物种最高
退化率（可能）。1996年至2011年间，据计湿地生态系统
的年度经济损失为2.7万亿美元。{9.6}

泥炭地（一种湿地）的碳储量大于世界上所有森林碳储量
的总和（不完全证实）。气候变化使北半球及北极圈周围
泥炭地融化，导致碳排放增加。热带泥炭地区，农业用地
扩张和过度灌溉导致野火频发，释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甲
烷。到2015年，全世界约15%的泥炭地已经枯竭，约占全
球年碳排放量的5%。{9.6}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 6）可通过公共、私人企
业、非政府部门、公民社会和地方参与者参与实施有效、
高效和透明的水资源治理来实现（充分证实）。{9.9}

促进用水效率、水循环利用和雨水收集变得日益重要，以
确保不同用户和多种途径用水的安全和不同用户之间更
公平的水资源分配（充分证实）。{9.9}

农业是全球最大的淡水消费源，需要大力改善用水效率
和提高生产力（充分证实）。工业和采矿业在提高用水效
率、再循环和再利用以及限制水污染方面同样有很大潜
力。{9.9} 

目前，很多地区缺乏对含水层过度开采和污染长期影响的
管控能力（不完全证实）。对含水层系统进行监测、建模和
管理对于实施健全的含水层和水资源综合管理至关重要。
河流三角洲沉降引起的含水层盐渍化是一个复杂的集水

淡水引发并加剧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不完全证实）。
全球水循环综合了人口增长、农业、经济发展、城市化、
工业化、毁林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都影响着淡水的
质量和数量。因此，淡水现在既是一种有益资源，也是
一种风险载体，通过污染物和气候变化影响着人类和
生态系统发展。目前，气候变化加剧风暴、洪水、干旱和
土地荒漠化。人类迫切需要改善水循环，提高各个方面
的治理，以防止、缓解和管控日益增加的风险。{9.2}

由于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工业和能源用水
需求增长，全球人均可利用的供水量正在减少（不完全
证实）。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各大洲很多地区变得越
加干燥。{9.2}

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诸如缺水、干旱和饥荒等“慢性灾
难”风险。这类事件有时会导致人口迁徙和社会冲突增
加（充分证实）{4.2}。与水有关的灾害日益严重和频繁，
对社会和经济稳定、生态系统发展以及维持生命的生
态系统服务构成越来越大的风险。调查显示，水资源短
缺加剧了现有资源的竞争，体现在粮食安全、价格和贸
易方面（不完全证实）。{9.2}

地下淡水存量大于地表水。在许多国家和区域，水资源
安全问题日益重要（不完全证实）。不可持续的开采强
度、地下水污染和盐水入侵的管理不当问题对主要含
水层及周边水层造成了威胁。{9.4}

每年约有140万人因饮用水污染和卫生设施不足感染
病原体死亡，另有数百万人患病（不完全证实）。约23亿
人仍然无法享受卫生服务。如果饮用水质量得到改善，
水资源综合管理提高，预计全球疾病量可减少 
10%。{9.5}

由于抗生素和抗药性感染导致的人类疾病和死亡正在
迅速增加，预计到2050年成为全世界死亡的主要原因

（充分证实）。抗生素经过多种途径进入水生环境，包
括处理和未经处理的人类废水、农业用水、畜牧业和水
产养殖业用水。抗药性细菌目前普遍存在于全世界范
围内自然生态水和经过处理的饮用水中。{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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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沿海城市化问题（SDG 11），但对沿海含水层的盐水入侵
可以通过管理含水层补给加以控制（充分证实）。{9.9}

达到高效用水，需要在缺水城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结合地表和地下水的联合开发以及促进管理下含水层的

补给（充分证实）。在废水处理和回收利用的同时，这些建
设将支持水量和质量管理、促进干旱风险缓解、以及城市
供水应变性。。但是，在全球很多城市，面向全部居民的饮
用水供应和卫生服务以及控制散装水供应仍然是一项挑
战。{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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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引言和优先事项

淡水对人类、动物、植物以及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福祉至关重要。全球水循环是天气和气候系统最 
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水循环由于气候变化正在加速 

（图9.1）（Stocker和 Raible，2005年；Huntington，200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第5-6页）。在河流、湖
泊和湿地中，可转换为实用淡水总量所占比例为0.4%，并
急剧下降。洪水和干旱加剧（Huntington，2006年）以及
冰川融化（Gao等人，2011年；Yao等人，2012年；Rodell
等人，2018年）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
影响（例如，Holloway，2003年，第2页；Liu等人，2005
年；Wang、Wang和Tong，2016年；Liu等人，2018年）。

水和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对粮食安全（SDG 2）、 
健康和福祉（SDG 3）、能源安全（SDG 7）、可持续城市 

（SDG 11）、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SDG 12）、气候影响
（SDG 13）、水下生命（SDG 14）和陆地生物多样性（SDG 

15）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充足的优质淡水供应，大多数其他
可持续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联合国水机制，2016年第9页）。
本报告突出了水（SDG 6）和健康（SDG 3）之间的联系。水质
退化影响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
年）。每年有近170万人死于可预防的腹泻病（Lozano等
人，2013年；Sevilimedu等人，2016年，第637页）。

9.2 淡水压力

环境变化的全球驱动因素对水造成的多重压力（见第2
章）显著表现为不同区域淡水数量和质量的迅速恶化。在
某些区域，由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人类移徙以及日益频繁
和严重的干旱、洪水和风暴潮等问题，加剧了水环境恶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淡水资

资料来源：Oki和Kanae（2006年）。

图9.1：全球水文通量和存储（以每年1000 km3表示），表示自然和人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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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相关生态系 统的不合理利用引发自然灾害和人为
灾害，从而削弱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Sheffer等人，2001
年；Holling和Gunderson，2002年）。近期卫星数据显示，
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开采，许多灌溉农业区的淡水体正在
迅速消失。（Rodell等人，2018年）。

9.2.1 气候变化

全球水循环与不断变化的气候密切相关。随着地球变暖，
水循环加速，降水模式的多种变化给淡水生态系统带来压
力。（Oki和Kanae，2006年）。相对于淡水，咸水量由于全
球变暖、土地用途更换、冰雪融化、地下水开采、干旱和海
平面上升正在增加（Bates等人，2008年）。

很多地区的降水量减少，而其他地区降水增多，大多数区
域的气温和降水模式越发不可预测。极地和高山地区比世
界其他地区气候变暖速度更快，造成的后果无法预见（见
第4.3.2节）。1981至2010年期间，全球创纪录强降雨事件
增加了12%（Lehmann、Coumou和Frieler，2015年）。而
且，调查显示，欧洲干旱程度日益严重（Vicente-Serrano
等人，2014年），历史记录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
多地区的干旱程度有所加重（Dai，2011年）。

全球气候变化与天气和地方性气候相互影响，再加上低效
率用水和河水改道，这都导致了严重影响，如淡水体萎缩（
例如乍得湖，见专栏9.1；咸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湿地【
如乌尔米亚湖】和伊拉克沼泽；里海（Rodell等人2018年）。

专栏9.1：气候变化对湖泊和湿地的影响

湖泊和湿地是调节水循环的重要因素，例如保持温和的局地气候（Kodama、Eaton和Wendler，1983年；Laird等人，2001年；Saaroni和
Ziv，2003年；McInnes，2016年；Dai等人，2018年）。湿地白天储存热量，夜间相对于地面散热较慢，降低盆地的极端温差。在冬季，湿地通过蒸
发作用提供水蒸气和降水。在夏季，维持当地气候稳定。城市湿地提供了大约1-3℃的局部恒温效果（Filho等人，2017年）。

气候变化改变了湖泊、湿地和其他水位系统的水循环，减少了淡水总量和水体表面积的数量。温暖的气候增加了水体和相邻土地上的蒸发量，
但是，温暖的大气需要更多水分，达到水汽饱和才能产生降雨。因此，从水体中蒸发出来的水分，在没有回到自己的盆地之前就被吹走。结果导
致流域更加干燥，流入水体量减少，因此河流和湿地的流量减少，相对的增加了对农业灌溉用水的需求。这些因素共同加速了水体的萎缩，如
乍得湖（下文）所示，乍得湖面积萎缩了90%，生物多样性减少，尤其是鱼类。除此以外，依赖该湖的数百万人丧失了生计。人类用水因素约占余
水体萎缩成因的50%，气候变化则为剩余部分的主要原因（Coe和Foley，2001年；Gao等人，2011年）。由此产生的局部气候变化循环造成了非
洲大陆的干燥和荒漠化的恶性循环，并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1963 年

2000 年

1972 年

2012 年

1986 年

2017 年

图9.2：乍得湖水体萎缩

资料来源：Hansen等人（2013年）；Guzinski等人（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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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雨带来污染、土壤侵蚀、雪崩、泥石流、洪水、龙卷风和
飓风等问题，造成基础设施破坏和生命损伤。降雨量过低
导致干旱、极端野火、沙尘暴、土壤退化和激烈的水源竞
争，结果往往导致水体的加速收缩。总的来说，这些自然现
象对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影响重大，因此加强淡水
资源管理势在必行。

9.3 水和土地利用

城市和农业集约化发展进程在日益消耗水资源。很多缺
水地区湿地枯竭，河流、湖泊和池塘面临消失。土地用途
更改导致自然区域表面硬化，水渗透和含水层补给水量
减少，同时增加了水流失和水污染。土地退化和毁林等行
为增加地表径流，河流中的侵蚀沉积物流入海洋（见第
8.4.2节）。大规模森林砍伐地区，降水量深受影响，土壤侵
蚀程度增加（Birkinshaw，等人2011年；Ellison、Futter和
Bishop，2012年）。

全球水量平均70%用于农业（联合国水机制，2017年）。工
业加工和能源生产用水增多，与农业和城市竞争水源。然
而，很多能源生产用水是用于非消耗用途（如冷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a）。

水、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三者相互联系，需要仔细审查和
考量（Rosengrant等人，2009年）。在考虑城市化、人口、经
济增长、技术和创新等驱动因素时，这种联系变得尤为重要

（Bleischwitz等人，2018年）。

9.4 全球淡水状况和趋势

9.4.1 水质

地理变化和气候变化导致降雨和淡水来源分布不均，沙漠
和热带雨林两地显示了极度不均的分布（图9.1和 
图9.4）。地下水是全球大多数人的主要饮用水来源，特别
是在干旱地区和干旱时期。据估计，非洲可再生地下水资
源是每年可再生地表水资源总量的100多倍（Macdonald
等人，2012年，第5页）。然而，深层含水层受勘探和开采成
本限制，不宜利用。提取非常古老的“化石地下水”非常不
可取，因为水是不可再生能源。

9.4.2 取水

人类和环境用水需求在空间和文化上各不相同，如农村和
城市。虽然全世界平均70%的取水量用于农业生产，但各
区域和国家之间差别很大（Hoekstra和Mekonnen，2012
年，第3232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联合国水
机制，2017年）。东南亚80%以上的可用淡水用于农业（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

北美地区的人均淡水使用量最高（Hoekstra和
Mekonnen，2012年，第3232页；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第71页），尽管人口和经济增长，用水
效率的提升正在帮助降低需求（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第71页）。美国产业取水情况图表（图9.3）
显示，电力生产冷却用水较高。

在全球范围内，地下水的重要性越来体现，抽取量约
为982km3（Margat和van der Gun，2013年），相当
于总取水量的近33%（Seibert等人，2010年，1863
页；Famiglietti，2014年，945页）。由于传统地下水提
取技术非常普及，因此开采高度分散。流盆地下承压水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BGR】，2008
年）可在地下深度2公里处取得，因此常常作为战略水
资源，特别是在干旱时期（例如，自流大盆地，澳大利
亚，2016年）；桌山，南非）（Hay和Hartnady等人，2001
年；Weaver等，2002年；Blake等人，2010年）。

与含水层相关的工业行为包括：工业化农业、采矿、地
热能和地源热泵、危险废物的处置或储存（例如垃圾填
埋场、核废料）、液体注入（例如通过水力压裂或相关废
水回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地下建筑活动。多种行
业用水导致更激烈的竞争或互动，有时会产生不可预
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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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美国取水来源（1950-2010年）

注：1加仑=380万立方米

资料来源：Maupin等人（2014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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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GR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8年）。

图9.4：含水层和地下水资源的全球水文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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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地下水使用量增加的全球趋势

资料来源：Shah（2014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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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区，地下水使用量有所减少，而某些地区有所增
加（图9.5），例如，亚洲和太平洋和西亚（例如，三分之二的
淡水用于西亚）。大约75%的欧洲联盟（EU）居民饮用水来
自地下水（欧洲委员会，2008年，第7页），相对于地表水，
北美地下水使用量每年增加到1.3万亿m3（Famiglietti和
Roadell，2013年，第1301页）。地下水占拉丁美洲取水的
30%（Campuzano等人，2014年，第38页），约75%的非洲
人口用水依赖地下水（Altchenko和Villholth，2013年，第
1498页）。但是必须强调，由于地下水开采和使用情况异
常繁杂，数据存在些许偏差。

农业地下水使用量增加导致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主要含水
层的枯竭率上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b）。几十年来，
抽水率大于自然补给率，导致一些大型含水层无法持续开
采（Famiglietti，2014年，第946页）。世界上7个最大含水
层中，有5个在亚洲和太平洋。它们深受过度开采影响（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第84页）。

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某些沿海城市地面沉降（例如曼谷、
胡志明市、雅加达、马尼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b，

第87页）。过度开采地下水也会影响湿地生态系统。用于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水力压裂对地下水造成影响，值得高
度重视（见专栏9.2）。一些岛屿的地下水由于地表水充沛
并未充分开发，而有些岛屿则可能完全依赖地下水。气候
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会导致更多依赖行为，对地下水造
成威胁。岛屿面临日益增加的淡水短缺问题，急需进一步
研究解决（Famiglietti，2014年，第946页）。.

9.4.3 冰川退化

气候变化影响世界各地水供应，特别是供水依赖冰川融水
的地区。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是最依赖冰雪融水的
水系之一。此区域是亚洲十大水系（阿姆河、雅鲁藏布江、
恒河、印度河、伊洛瓦底河、湄公河、萨尔温河、塔里木河、
长江、黄河）的源头，为世界20%的人口提供了水源（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6b，第81页）（图9.7）。

安第斯山脉热带冰川向拉丁美洲半干旱热带地区下游人
口和生态系统提供了80%以上可用淡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2013年，第1页）。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正在加速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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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9.2：采矿对水质的影响

现代采矿作业产生大量尾矿（开采矿石后留下的细碎岩石）和废料（非矿化岩石；劣质矿石），常含有铁硫化物（如黄铁）。这些尾矿和废料暴露在
地表，与水、氧反应生成硫酸，产生酸性金属排水（AMD）。酸性金属排水能降低水质，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近期的尾矿坝事故（例如，加拿大波
利山；巴西萨马科）表明进入环境的矿山废物对水生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尾矿颗粒阻塞河床，致使水质浑浊，含氧降低，并影
响河流地貌（Mudd等人，2013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GEF】，2018年； Glims，2018年。

图9.7：发源于喜马拉雅地区兴都库什山的河流，最依赖冰雪融水的系统之一。

图9.6：受AMD和尾矿排放影响的地表水实例：（左）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盆地西部的城市河流受AMD严重影响；
（右）萨马科大坝的尾矿沉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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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vallier等人，2011年；Rabatel等人，2013年）。人们
对可持续供水关切倍增（图9.8）。过去20年来，欧洲阿尔
卑斯山冰川融化加速（Huss，2012年，第1132页），中亚
地区冰川总质量减少27%、面积减少18%（Farinotti等
人，2015年，第720页；Yao等人，2012年）。

9.4.4 缺水

年人均可再生淡水不足1000立方米则定义为缺水（世
界水评估计划，2012年，第124页）。经济性缺水地区（
缺乏储存、处理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地区）和绝对或物理
性缺水地区之间的区别见图9.9（联合国世界水评估方
案，2012年）。

地表水和地下水可持续供应对于人类和生态系统发展
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过度开采是缺水的
主因。基础设施不完备和人口迅速增长可能导致经济缺
水，不过人们对于缺水到底由物理、经济还是政治因素
导致并不总能达成一致意见。相当部分的水资源并没有
得到合理利用。

西亚和太平洋区域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美国西部和中
东的干旱地区都普遍缺水。导致缺水的主要因素包括：
人口众多、农业扩张、工业集约化发展、降雨不规律、发
展过快、城市化严重、工业化和气候变化。中亚地区咸海
干旱问题仍然是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与水有关的环境
灾难之一。大多数全球气候观测预示，西亚未来50年降
雨量将减少20%。随着气温升高、蒸发量增加和相对湿
度提高，水供应将受到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c，
第12页）。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因气候变化和国内移徙引起
的荒漠问题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06d）。尽管整个非洲普遍存在物理性和经济性缺
水问题，但就满足人类生计和发展需求而言，地下水和
地表水资源并不充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d）。因
此，当地很多中小型水基础设施项目非常因地制宜。

部分发达国家（如欧洲、北美、澳大利亚）通常利用大型
水基础设施项目解决缺水问题，例如水坝、长距离管道
和海水淡化厂。鉴于预期的人口增长趋势，中东、非洲和
亚洲等区域需要创新且规模适度的方式（包括水治理、
雨水收集和废水回收）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在传统
解决办法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9.5 水质

尽管生态自然运转也会产生水污染物，但远不及人口增
长、城市化、农业扩张、交通运输以及人类和工业废物排
放等人类活动带来的显著影响。人类活动是水污染物的
主要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e），包括来自点源 

（家庭、工业或污水管道排放；化粪池泄漏）和/或汇水
区非点源（因广泛扩散的农业使用以及城市地区降雨和
融雪后产生的地面径流）的病原体（粮食或化学品）、营
养物、重金属和有机化学品等污染物（附件9-1）。

1990年以来，在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尽
管大多数河流的状况相对良好，但很多河流面临水质下
降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6e）。自2000年欧盟水
框架指令通过以来，众多河流水质有所改善。在美国，

图9.8：1988年（左）至2010年（右）秘鲁奎尔卡亚冰帽消退

资料来源：Schoolmeester等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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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全球物理性和经济性缺水

资料来源：全世界水评估计划（WWAP）（2012年，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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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water scarcity

Approaching physical water scarcity

Economic water scarcity

物理和经济缺水
未统计

轻度或不缺水

物理缺水

接近物理缺水

经济缺水

约有一半水域不符合保护水生生物的标准，超过40%的
水域不符合娱乐性使用标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
。世界范围内，很多湖泊和水库的水质因为流动性差而受
到威胁，而且有污染物累积的趋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

（ILEC）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

地下水污染源包括非点源式农业和城市径流、废水处理、
油气开采和水力压裂活动、采矿和工业活动（Foster等
人，2016年）。某些情况下会引发自然污染（例如，地下水
化石含水层中，氯化钠盐度、砷、氟化物等污染）。未经妥当

处理的地下水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尤其令人担心 （Morris
等人，200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e）。

9.5.1 病原体

水传播疾病仍然是许多非洲、亚洲、太平洋和拉丁美洲城
市和农村社区面临的主要挑战（附件9-1）。虽然收集和处
理人类排泄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达国家的问题，但污
水排放仍然会产生大量病原体。寄生虫可以在水体条件下
存活数周，而病毒可以在处理过的饮用水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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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体仍然是人类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发
展中国家（http://www.who.int/water_sanitation_
health/takingcharge.html ）。例如，在非洲、亚洲、太平
洋和拉丁美洲地区，受污染水源引起的腹泻病导致儿童高
死亡率（附件9-1）。主要的病原体来源包括未经正当处理
过的人畜废物、下水道溢流和泄漏（图9.10）。

很多发展中国家使用未经合理处理或稀释的废水灌溉，
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力，但往往以牺牲人类健康和环
境风险为代价。比较研究表示，废水灌溉地区环境退化
更加严重，水传播疾病率更高（8至12岁儿童胃肠炎患
病率为75%，而淡水灌溉区为13%）（Grangier、Qadir和
Singh，2012年）。

抗生素和抗菌药物耐药性是全球主要的健康问题，控制耐
药细菌和耐药基因在环境中的传播是综合防治工作的关
键组成部分（Berendonk等人，2015年）。耐药细菌和耐药
基因主要来源仍然是人类和动物排泄物，而水产养殖的
发展则增加了它们在水环境中的含量（Kümmerer，2009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到2050年，抗菌药物耐
药性将成为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附件9-1）。废水处理厂
去除抗药性细菌的方法很多，但去除抗生素药物的能力有
限（Pruden等人，2013年；Berendonk等人，2015年）。.

9.5.2 营养物

富营养化是湖泊和湿地自然老化的表现，湖泊和湿地富含
营养物质和沉积物，通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得更有生物
生产力（附件9-1）。人类活动可以极大地增加这些营养负
荷，加速这一进程，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有害影响。由此

产生的藻类繁殖和水生植物生长影响了人类用水，也极
大地影响了水生动植物和藻类物种的平衡和多样性（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1982年；滋贺大学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
心和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2014年）。主要营养来源包括：
未经合理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城市和农业排水、水产养
殖和海水养殖。藻类可以使湖泊、水库和缓慢流动的河流
变绿、变浑浊，当藻类死亡并经历分解时，水的含氧量就会
消耗殆尽。一些蓝绿色藻类可致鱼类和牲畜中毒（O’Neil
等人，2012年），并影响人类健康。此外，有报告显示称
气候变化与湖泊富营养化之间关系紧密（Jeppersen等
人，2010年）。

在联合国环境环境规划署的五大区域中，超过一半的
总磷负荷来自无机农业肥料（图9.11）。用作肥料的畜
禽粪便也可能造成问题，因为它的氮磷比高于作物所需
的氮磷比率，使土壤中的磷饱和，然后通过非点源径流
到达水体。1970至2000年期间，河流对沿海地区的水营
养“贡献”几乎翻了一倍（附件9-1）。墨西哥湾有一个面
积约为13800平方公里的“死区”，主因是美国中西部农
田中的氮依托密西西比河汇聚，最终导致藻类生长衰
退，消耗水中的氧气并令海洋生物窒息。现在海洋中的
死亡区数量（400个）几乎是1950年的四倍，包括地中海

（Pearce，2018年）。

亚洲及太平洋的一些主要城市地区因下水道和化粪池泄
漏而产生地下水硝酸盐问题（Umezawa等人，2009年），
很多国家的农村地区受到过量施肥的影响（Novotny等
人，2010年）。地下水中硝酸盐造成的影响是一个长期以
来公众关注的问题，它是婴儿血红蛋白血症（“蓝色婴儿”
综合征）的一个致病因素。

图9.10：1990-1992年和2008-2010年河流大肠菌群水平趋势模型估计

未计算
未增加
增加
需特别关注的
增长趋势

FC在流中浓度
的趋势

橙色或红色河段表明该时期浓度增加；红色河段表明增加趋势需特别关注。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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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992-2010年期间，一半以上的欧盟地表水得到改
善（河流的平均磷酸盐和硝酸盐含量分别下降了57%和
20%），但很多地表水仍未达到欧洲水框架指令的环境目
标（欧洲联盟，2000年）。

9.5.3  沉积物

沉积物来源于被侵蚀的地表土壤。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盆地中，大量受到侵蚀的土壤正在沉
积。土壤易受侵蚀的主要原因：砍伐森林、农牧业不当管
理、密集的森林采伐、采矿、城市化和非计划性的定居点。
风暴产生的径流将土壤带入下游水体（附件9-1）。与沉积
物有关的污染物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并影响水的使
用和水生生物的新陈代谢和生存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7年）。水坝建设和城市发展造成的人工渠道改变
泥沙流动路径，导致侵蚀，使沿海岸线、河流三角洲和海
滩的泥沙减少，从而导致水生生态系统的变化（Blum和
Roberts，2009年；Syvitski等人，2009年；Yang等人，2011
年；Cloern和Jassby，2012年；Adams等人，2016
年；Yihdego、 Khalil 和Salem，2017年）。.

9.5.4  有机污染物

可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如液肥、污水排放物和污水处理
污泥）会耗尽水体中的氧浓度，导致鱼类死亡，并将重金
属从底层沉积物中释放回水面。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微生

物分解污染物时产生了较高的生化需氧量（BOD）。藻类
分解也会耗尽富营养化水体中的氧含量，特别是在湖泊
和湿地。

根据模型分析，1990-2010年期间，非洲、亚洲及太平洋和
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生化需氧量浓度因工业和家庭废水
排放以及农业和城市排污而增加，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国
家的生化需氧量浓度增幅最大（附件9-1）。随着废水处理
的加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化需氧量污染显著减少（例
如，执行1991年“欧盟城市废水处理指令”）。

合成有机污染物包括：农药、工业化学品和溶剂、个人护理
和药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是“大问题”，因为它们
在水生环境中不易生物降解。在许多工业和农业应用中，
它们可以影响人类健康和水生生态系统，永久存在于人
类、鱼类和其他有机体的脂肪组织中，并在沉积物中累积。
例如，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具有致癌和致畸风险。
但是，在很多地区，DDT用于控制疟疾（附件9-1）。在全球
范围内，其他合成化合物（包括非POPs）继续进入生态食
物链，而其他合成化合物（如内分泌干扰物）被认为是新兴
关注的污染物（见第9.5.7节）。例如，新烟碱类和氟虫腈系
统杀虫剂是水溶性的，可浸入淡水和海洋系统。新型甲素
类杀虫剂对大多数节肢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有毒性，而氟虫
腈对鱼类和一些鸟类有毒性（附件9-1；van Lexmond等
人，2015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2017年）。

Source: UNEP (201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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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湖泊人为总磷负荷来源（面积最大的五大湖泊，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五个环境区域分类），图为2008-2010年度总磷
负荷的平均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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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重金属

重金属广泛用于工业和农业部门，分布分散。在工业活动
发展中，经由大规模和手工开采的重金属严重影响了一
些亚洲、太平洋和南美洲国家水质（Da Rosa等人，1997
年；Spitz和Trudinger，2008年；Sikder等人，2013年；
附件9-1）。重金属可以在污染水灌溉的植物中进行生物
累积（Arunakumara、Walpola和Yoon，2013年；Lu等
人，2015年）。许多重金属（汞、铅、铬、镉）对人类和水生生
物具有毒性（Kim等人，2017年）。

耗水型采矿产生的重金属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造成了许多
问题（附件9-1）。从运作中矿场和废弃矿场排放的污水，造
成严重的水退化（例如，用于金矿开采的汞和砷会污染地
表和地下水）。未经处理的矿井水流入小溪和河流的例子
数不胜数，例如摩根山（澳大利亚）和蒂萨河（匈牙利），其
水库、农业灌溉用水和水生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都已退
化。据报告，加拿大艾伯塔省也因焦油砂工业造成了地下
水污染（Timoney和Lee，2009年）。

在南亚和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受自然过程产生的砷造成了
地下水污染（Rahman、Ng和Naidu，2009年；附件9-1）。
金属开采和开采地下水等人类活动会加重砷污染。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含砷药品用于农业和木材保存。自2000年
以来，尽管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欧盟国家的重金属污染普
遍减少。典型事例：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市污染事件（美国）
。2014年，该市决定，将饮用水供应从休伦湖转向弗林特
河（Flint River），原因是后者中存在着从城市供水系统中

的铅管道中释放的大量腐蚀性水，对人体健康造成重大
影响（Masten等人，2016年）。

9.5.6  盐度

盐度增加程度是衡量淡水中溶解矿物数量的一个指标，
盐度增加主要因为：土地用途变化、农业灌溉排水、湖泊
蒸发和海水倒灌，盐度增加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最为严
重（Vengosh，2003年）。水盐度过高不适合人类使用，
而且大多数淡水生物的抗盐能力有限（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e）。

在非洲、亚洲及太平洋和拉丁美洲地区，存在不同程度
的河流盐度过高问题。灌溉过程矿物的累积以及工业用
水的使用影响农业灌溉（Foster等人，2018年；附件 
9-1）。地表水盐碱化问题是中亚的一个主要问题。海水
侵入沿海含水层可能是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和管理不
善以及海平面上升造成的。除钠以外，很多水域由于镁
含量较高，导致水质逐渐恶化，影响灌溉方案实施以及
环境和粮食安全（Qadir等人，2018年）。

9.5.7 新兴污染物

新兴水污染物包括：部分人类和兽医药品、个人护理产
品、驱虫剂、抗菌消毒剂、阻燃剂、洗涤剂代谢物、微塑
料和人造纳米材料（图9.13；Kolpin等人，2002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Yuan等人，2018年）。美国
地质调查局在美国的大多数抽样河流中发现了此类污

橙色和红色河段：浓度增加；红色河段：增加趋势值得关注。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e）。.

图9.12：1990-1992年和2008-2010年河流生物化学需氧量（BOD）浓度趋势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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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采自Petrovic等人（2003年）；Mompelat等人（2009年）；Yang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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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3：地表水和地下水药品和个人护理产品（PPCPs）主要来源和途径，强调对常见PPCPs及其相关产品检测和改进

染物（附件9-1；Kolpin等人，2002年）。此外，泛欧海域
以及地下水中同样检测到新兴污染物（Sui等人，2015
年；Corada-Fernández等人，2017年）。2013至2015
年间，在美国33个州1600万人使用的水系统中发现了
用于阻燃剂、拒油剂和拒水剂、家具、防水衣物、外卖
容器和不粘炊具的聚全氟烷基物质（PFAS）（数据提
供：INTJ，2017年）。常规废水处理对生活和工业废水中
的大部分污染物影响甚微。

许多污染物是内分泌干扰物（EDCs），部分原因是废水
处理厂大量溢水，特别是具有综合下水道系统的污水处
理厂。在欧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加拿大和美国部分地
区同样发现新兴污染物（附件9-1；Sui等人，2015年），它

们对人体健康具有长期的影响，包括胎儿发育不良、儿
童神经发育和男性不育（Meeker，2012年）。

化妆品中的微塑料、纳米塑料（人造纳米材料）、大型塑
料废物的碎裂、轮胎磨损颗粒、洗涤剂对淡水和海洋生
态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附件9-1；Horton等人，2017
年）。2010年，192个国家产生的2.75亿吨塑料废物中，
约有480万至1270万吨因管理不足而流入海洋，分布在
世界各地的淡水和海水、河流和三角洲沉积物中，以及
从浮游动物到鲸鱼大型水生等生物的胃中（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6g）。微塑料同样含有和吸收有毒的化学物
质。电子废物因其广泛存在以及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未
知风险而日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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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养护监测中心（UNEP-WCMC）（2017年）。

图9.14：按区域分布的世界湿地状况和趋势

9.5.8 其他水质问题

美洲石油和天然气压裂活动造成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困
扰人类已久。这些活动使用大量化学品并排放大量的“
生产废水”（Osborne等人，2011年；Vengosh，2014
年；附件9-1）。重金属、微粒物质、各种有机化学品和内
分泌干扰物广泛应用于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或成为产
业的副产品（Webb等人，2017年）。

在缺乏土壤缓冲或基岩的地区，化石燃料排放物经由
大气沉积产生的湖泊酸化非常严重。主要地区有：美国
东北部、加拿大东南部和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但自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东北部阿迪朗达克山地地区
湖泊的情况正在改善，硫磺和氮氧化物排放减少（附件
9-1；Driscoll等人，2016年）。

热污染和放射性核素也是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发电
和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淡水作为冷却剂造成的热污
染，可通过改变环境水温污染水质。热污染影响广泛，
包括降低溶解氧浓度，同时增加呼吸溶解氧水生生物
的呼吸速率。一些水生物种的数量可能会减少，因为
它们无法在较高温度的水域繁衍后代，而其他生物则
可能增加，从而有可能打破水体总体生态系统平衡。
放射性污染通常以核活动中偶然释放的放射性核苷
酸的形式污染某地区内陆淡水系统，对使用这些水体
的水生生物和人类造成重大影响（Echols、Meadws和
Oazion，2009年）。.

9.6 淡水生态系统

9.6.1 湿地持续退化

淡水生态系统（或内陆湿地）包括沼泽、泥炭地、湿地森林、
河流、湖泊、池塘和上游水源。该系统提供一系列的供应、
监管和支持生态系统的服务。包括：水和粮食供应、饲料和
建筑材料、碳和养分封存、濒危物种（包括候鸟）的特有栖
息地、洪水和干旱缓冲能力、生态旅游和文化服务（世界水
评估计划，2018年）。虽然淡水生态系统只覆盖地球表面
的0.8%，但它们支持约10%的已知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2016年），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淡水生态系统最易受土地使用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日
益增加的城市化和农业扩展。

据估计，自1900年以来，全世界69%至75%的湿地由于人
口快速增长、城市化和农业扩张而退化（Davidson，2014
年）。自1970年以来，退化程度在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大洋
洲和北美洲退化最为明显；北美的退化率趋于稳定，部分
原因是美国现行的“no net loss of wetlands（湿地无净损
失）”国家政策（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1994年）。
虽然人工湿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某些自然湿地退化，
但它们通常不能提供同等程度的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力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养护自然湿地非常必要（见第9.4节）。

湿地（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财务估值很高， 
每年每公顷为300至887828美元，平均值为1216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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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oot等人，2012年）。此领域仍然需要进行更具体
的评估。近期，沼泽和洪泛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估值表明，全
球每年平均价值为每公顷25000美元，不包括土地本身的
价值（Costanza等人，2014年）。据估计，1997-2011年间，
沼泽地和洪泛区面积从1.65亿公顷减少到6000万公顷，
每年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为2.7万亿美元（Costanza等
人，2014年）。

虽然泥炭地只覆盖地球陆地面积的3%，但碳封存价值
很高，泥炭地的碳含量超过全球所有森林生物量的总和

（Joosten，2015年）。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泥炭地（Cuvette 
Centrale）覆盖刚果河流域145500平方公里，据估计，在
过去11000年中，积累了300亿吨碳（Dargie等人，2017
年）。因农业开垦而受影响的泥炭地（例如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西亚的大型棕榈油种植园）迅速释放出二氧化碳和甲
烷。在过去40年中，全世界约15%的泥炭地已经枯竭，约
占全球碳排放量的5%（Joosten ，2015年）。

当抽干的泥炭迅速分解时，会干涸、收缩和下沉。热带沿
海泥炭地平均每年下沉5-7cm，因此在风暴潮期间易受
盐碱化的影响。在高温干燥的时期，泥炭地火灾系数很
高（Jayachandran，2009年）。2015年夏天，印度尼西
亚大型泥炭地火灾加剧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棕色烟雾污染

（Carmenta、Zabala和Phelps，2015年）。

由于气候变化，北极圈和周围的北半球泥炭地的永久
冻土正在融化和枯竭，对当地和全球碳通量产生影响

（Joosten 2015；Couture等人，2018年）。除了过量的碳
排放，冻土融化破坏基础设施和住房，影响北极居民的生
活质量。对热带和北方泥炭地来说，解决排水泥炭地碳排
放问题的直接办法是使泥炭地回湿，提升地下水位至接近
地表。目前，印度尼西亚、加拿大、瑞典和瑞士正在大规模
实施此办法（Zerbe等人，2013年）。

9.6.2 生物多样性丧失

调查表明，由于湿地退化和污染问题，特别是富营养化、化
学和金属毒性以及塑料和其他废物的危害，动植物数量显
著减少（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年）。虽然湿地具有过滤和
改善水质功能，但有机物和其他营养物质的不断分解可能
导致水质污染临界点发生，一旦超过临界点，湿地便不会
自我更新，物种组合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

由于筑坝和调水造成河流断流，导致湿地丧失和退化，对
鱼类种群（特别是洄游鱼类和稀有鱼类物种）产生重大影
响。鱼类种群也受过度捕捞威胁。两栖动物物种因栖息地
丧失、入侵物种、疾病和污染而急剧减少，气候变化也造成
一定的影响（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年）（见图9.15）。爬行
动物和许多鸟类受到湿地丧失的严重影响，水獭等水生哺
乳动物也因栖息地丧失和过度开发而遭受物种灭绝威胁。

地球生命力指数（LPI）测量了全世界监测的3324个不同
种群的881个淡水物种的种群丰度趋势（见第6章）。最近
的分析表明，1970至2012年间淡水生态系统的LPI下降了

资料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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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205种群)

两栖动物（55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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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121种群）

过度开发 生境丧失/退化 物种入侵与疾病 污染气候变化

百分比

图9.15：地球生命力指数（LPI）数据库中449个淡水物种威胁频率的分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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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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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6：1970年至2012年期间，洄游鱼类的地球生命力
指数（LPI）中下降了41%，最近有所回升。881个受监测的
淡水物种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81%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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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7：各地区饮用水供应覆盖面变化趋势

81%，是该指数监测的所有生境类型中最高的（世界自然
基金会，2016年）。

根据对162种以上鱼类的测量，在这一期间，洄游鱼类的
地球生命力指数（LPI）下降了41%（图9.16）。自2008年
起，由于拆除堤坝、安装鱼梯和改善洄游鱼类的上下游流
域，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在某些管理湿地中，鸟类和哺乳动
物种群的迁徙开始恢复，生境保护取得一定成效。相比之
下，两栖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湿地物种（包括昆虫）的下降幅
度要大得多（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年）。

9.7 水利基础设施

9.7.1 饮用水供应：处理和分配

提供安全、可靠的饮用水是发展机构的一个持续目标，需
要改良老化基础设施和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在世界很多
地方，原有基础设施正在恶化，需要升级。在许多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城市，饮用水服务的提供赶不上城市化速度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f，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2016年）。2010年，我们实现了“将无法获得安全
饮用水的人数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但是，所有区域的城
市和农村人口中饮用水服务进展不均衡（世界卫生组织和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图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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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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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8：全球提供基本饮用水服务方面的进展以及在仍无法获得基本饮用水服务地区对妇女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提供饮用水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到
2015年，90%的人口能够享受更好的供水服务。非洲的饮
用水供应从1990年的56%增加到2013年的65%，但是主
要集中在城市地区，90%的城市人口享受经处理的供水服
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

在西亚地区，饮用水方面得到显著改善，到2015年，89%
的人口所用水源得到了提升。但是，服务的可靠性和连
续性仍然是挑战，特别是在冲突地区（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c；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年）。

北美和西欧的饮用水质量相对较高，有助于良好的公共卫
生，这些地区是世界上水传播疾病发病率最低的地区之
一。该区域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
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关于水与健康的议定书》以
及1992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的缔
约方。《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利用公约》是一项多
边协定，承诺各国积极努力减少水传播疾病的爆发（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6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h）。

性别是影响供水的重要因素。自2000年以来，尽管有15亿
人获得使用清洁水源的服务。但是，从供水到使用过程，妇
女和儿童（大部分是女性）作为主要取水承担者使其也面
临了更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
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2012年）（图9.18）。

集水时间的负担和涉及的体力劳动对妇女和女童的生计
和安全产生了影响。学龄儿童集水时间与受教育时间严
重冲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年）。同
时，妇女参与其他活动的能力降低。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消

耗。印度妇女每年收集和运水的时间估计为1.5亿个工作
日，相当于国民收入损失100亿卢比（每年约1.6亿美元）。
妇女将时间用于从事其他活动的积极影响应得到广泛认
同，因为经济调查表明，妇女通常将其收入的90%用于家
庭，改善家庭健康和提高家庭营养水平，为子女提供上学
机会（Unilever等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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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 卫生设备和废水处理

改善卫生设施，包括妥善处理和处置人类废物，是改善全
球公共卫生的最有效措施之一（Sedlak，2014年）。然而，
在世界许多地方仍然面临挑战（图9.19）。越来越多的特
大城市，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没有足够的卫生服务来适
应人口增长，从而导致露天排便以及低端卫生设备效率低
问题。甚至，一些地区根本没有废水处理设备（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6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即使在卫生
条件改善的地区，持续扩张的城市中心里大规模化粪池和
渗滤场的使用也会影响下游供水和地下水质量。

每年约有140万人因病原体污染的饮用水和不适当的卫
生设施丧生，还有数百万人患病（Lozano等人，2013年）。
据估计，2015年仍有23亿人不能享受改善的卫生设施。虽
然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2015年都实现了“普及卫生设施”
，但九个发展中区域中只有四个实现了卫生设施目标（高
加索地区和中亚、东亚、北非、西亚）。在大洋洲、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南亚的部分地区，改善卫生设施服务人口比例尤
其偏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改善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约82%的全球
城市人口获得改善的卫生条件，而农村人口只有51%（世
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在大多数国
家，公共卫生设施的监管通常停留在地方层面。在公共卫
生设施不足的区域（包括市场、公共交通站和公共活动场
馆等），妇女和女孩受到影响尤其显著。学校卫生设施不完
善，对教育（特别是对女孩）影响重大。对于生活在贫民区
和非常规定居点的人们来说，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饮用水
和卫生设施，或者无法获得长久住房、足够居住面积以及
长期保障。

9.7.3 蓄水和水力发电的水坝和水库

许多发展中国家依靠建造水坝确保社区生活用水供应、
农业灌溉和水力发电。另一方面，这种多功能水坝也为
下游社区提供防洪保护，并满足下游生态流量要求（例
如增加水流活力以支持鱼类产卵）。水力发电非常重要，
是提取饮用水用电的关键来源，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
洲，水利发电增长潜力巨大（Campuzano等人，2014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e）。此外，具有抽水蓄能系统的
水库越来越多，可以缓解其他其他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

（Rehman、Al-Hadhrami和Alam，2015年；Barbour等
人，2016年）。另一方面，亚马逊地区利用河流发电满足了
农村社区用电需求。这种方式较传统水坝对环境影响更少

（Sánchez、Torres和Kalid，2015年）。

近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大坝建设大大减缓。很多老水坝因
经济原因（例如大坝运行和维护费用高昂）和环境原因（
如对洄游鱼类、下游生态系统和沉积物影响）而不再被利
用（O’Connor、Duda和Grant，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e）。尽管如此，工业化国家的大坝密度仍然是最
高的（图9.20）

目前，非洲建造了1270多个水坝用于灌溉、水力发电和生
活用水。不过，水力发电的潜力只利用了大约20%，而且
由于维护水坝的资源的缺乏，导致一些地方的发电能力
降低。某些地区（例如加纳、贝宁、布基纳法索），大坝建设
的增加造成了水污染、断流、甲烷排放和生态系统退化，
包括沉积增多、水生动植物物种入侵（Zarfl等人，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因水库导致的泥沙捕
获量增多，与三角洲地区的沉降和土壤肥力下降有关，
例如白伏尔特三角洲（Boateng、Bray和Hooke，2012

!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using
improved sanitation (%)

>90%

75-90%

50-75%

<50%

No data无数据

使用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

图9.19：2015年使用经改善的卫生设施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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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Anthony，2015年）。近期，建造大型水坝在许多地
区引起重大争议，包括非洲（例如，埃塞俄比亚复兴大
坝；Yihdego、Khalil和Salem，2017年）、土耳其、巴尔干半
岛和湄公河流域。

干旱是水力发电的主要风险。2015年，巴西经历了有史以
来最严重的干旱之一，导致水库水位和流量减少，很多水
力发电设施水容量接近于零，并造成包括圣保罗在内的
巴西主要城市缺水（Poindexter，2015年）。巴西的例子表
明，必须预见到需要通过工程系统解决的问题，同时努力
保持供水和减少社会和环境成本之间的平衡。

9.8 影响

9.8.1 人类健康

由于卫生条件差和卫生保障不到位，导致水和食物被粪
便污染。不卫生的食物和不安全的饮用水是胃肠道疾病

（特别是腹泻）的一个主要致病因素。与腹泻有关的疾
病和生物包括：霍乱、伤寒、甲型肝炎、贾第虫和隐孢子虫

（Lozano等人，2013年）。

已知最主要的腹泻病毒（轮状病毒）病因通过疫苗接种方
案得到缓解（Burnett等人，2017年）。露天排便会引发通
过土壤接触和水传播的重要寄生虫病（例如蛔虫、钩虫、
水蜗牛）（McCarty、Turkeltab和Hotez，2014年；LO等
人，2017年）。

资料来源：Lehner等人（2011年）。

图9.20：世界各地水坝和水库的位置。数据包括与水库有关的水坝，这些水库的储存量超过0.1km3，
不全是最近几年建造的大型水坝和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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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BD 2015 DALYs和HALE Collaborators，2016年。

图9.21：全球范围内女性（上图）和男性（下图）腹泻病的发病率（伤残调整寿命年）

虽然与卫生有关的疾病已经大幅度减少，但在2010年，腹
泻仍然是造成1至4岁儿童死亡的第二大最常见疾病（约
13%）（Lozano等人，2013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
地区，因水卫生和个人卫生导致的死亡率最高（世界卫生
组织，2007年a）。慢性胃肠道感染（包括寄生虫感染）会造
成身体残疾、经济损失和认知障碍（Pinkerton等人，2016
年；Lo等人，2017年）。尽管情况正在缓慢改善（例如通过
广泛使用蚊帐），但由于淡水为蚊子滋生提供了栖息地，
但周围的居民依然承担着更高的疟疾和登革热疾发病率

（Ebi等人，2016年；Hemingway等人，2016年）。图9.21
表示了近期腹泻病造成的疾病负担评估。

水和卫生相关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因性别而异。与男性相
比，妇女获得卫生设施的机会可能较少，而且在露天排便
的环境中，花费更多时间，接触寄生虫的风险更高。取水

和照顾幼儿的性别角色要求（包括处理粪便等）可能进一
步提高妇女接触感染源的概率。但是，最近的一项系统审
查和Meta分析发现，总体来说，血吸虫病和感染性腹泻
在男性中更常见，而霍乱在女性中更常见（Sevilimedu等
人，2016年）。

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水文循环变化预测评估，可能得到
更为显著的疾病风险，尤其是腹泻（GBD 2015 DALYs和
HALE Collaborators，2016年；Mukabutera等人，2016
年；Musengimana等人，2016年；Thiam等人，2017年）。

9.8.2 粮食安全

农业用途（主要是灌溉）占全球取水量的70%（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2016年）。2012年灌溉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

Total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no data

<100

100-1,000

1,000-10,000

10,000-100,000

100,000-1,000,000

1,000,000-10,000,000

>10,000,000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
无数据

无数据

!

No data

<100

100 - 1,000

1,000 - 10,000

10,000 - 100,000

100,000 - 1,000,000

1,000,000 - 10,000,000,000

>10,000,000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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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但占全球作物产
量的一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气候变化对
温度和降雨模式的影响可能导致灌溉需求增加，到2070
年许多缺水地区作物产量将受到缺水的限制（Elliott等
人，2014年）。世界各地正在努力应对未来的水文变化，包
括开发高效的灌溉技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粮食进口改
善了粮食安全，并为适应缺水提供了机会（联合国，2017
年）。

灌溉用水和灌溉土地的质量和可利用性预计将同时下降，
对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影响。约3420万公顷灌溉面积
受到盐碱化的影响（Mateo-Sagasta和Burke，2012年），占
全球灌溉总面积的10%（3.24亿公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2017年）。约60%的灌溉用水由于渗漏、外溢和蒸发
浪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年），灌溉基础设施不
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损失严重。提高灌溉效率非常重要。提高
灌溉效率后，地中海区域可以节省35%的灌溉用水（Fader
等人，2016年）。

日益增长的人口要求进一步强调粮食安全和相关用水需
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随着收入的增加
和粮食偏好的改变，用水需求增加，牲畜产品需水量高于
农作物。2002-2050年期间，全球肉类和奶制品消费量预
计将分别增长89%和81%，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更高

（Thornton，2010年）。然而，随着供水条件的变化，耐旱
或耐旱作物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至关重要（Zandalinas
等人，2018年）。

虚拟水贸易概念（从农作物到制成品的贸易产品中的消
耗水）说明了某些用水的比较优势，如农业、能源、区域

（Gilmont等人，2018年）。如果水具有适当的定价和分
配，市场力量可利用这些优势提高总体利用效率。虚拟水
贸易可重新有效分配水资源，并解决消费和生产影响之
间的脱节（Mekonnen和Hoekstra，2011年；Vörösmarty
等人，2015年）。粮食商品生命周期所消耗的水有时无法
得到恰当定价，因为受供应链公司和国际贸易限制，这些
过程中既不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也不考虑流域退化成本。
缺乏用于市场系统中的水管理会计系统、补贴、税收等措
施，难以保持粮食低价是问题关键所在（Allanetal，2015
年；Allan和Matthews，2016年）。农民面临粮食价格上涨
的压力，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管理和维持水和生态系统的能
力（Allan和Matthews，2016年）。

9.8.3 人类安全和保障

水质恶化、物理性和经济性缺水以及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的
丧失对人类安全和保障产生重大影响。随着盆地安全和移
徙的影响，洪水和干旱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

解决缺水、洪涝和干旱方面的跨界合作具有挑战性。通
过现有数据、模型、方案和资源分析，扩大规划空间，确
定相应措施，包括跨界盆地（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和
2015年流域组织国际网），最终实现更有效的管理和
适应。跨界水资源管理在国际贸易、气候变化适应、经
济增长、粮食安全以及改善治理和区域一体化方面做
出巨大贡献。

涉及151个国家的约286个国际跨界河流流域构成了
具有挑战性的管理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DHI 伙
伴关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跨界湖泊和水
库也是如此。此外，都有已查明的366个跨界含水层和
226个跨界“地下水体”几乎分布在所有国家（国际地
下水资源评估中心、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
际水文计划）。即使在联邦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印度、
美国），跨界问题在州/省一级也同样尖锐。虽然水资源
管理是各国共同合作促成而不是冲突导致，但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重大冲突仍然存在，在执行国际和国家间
协定时可能发生冲突。水污染加剧和缺水可能造成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但很少成为冲突的唯
一导火索，因为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冲突、经济、人口和
环境因素以及军事占领和水资源争夺（霸权）通常是导
致冲突的根源。

9.9 政策措施

现在，人类活动主导生物圈变化，影响地球系统功
能（Green等人，2015年；Vörösmarty、Meybeck和
Pastore，2015年； Vörösmarty等人，2015年）。人类
活动造成复杂的负面结果，包括全球水循环的不可预
测变化（Bhaduri等人，2016年）。

专栏9.3：约旦面临难民和水危机

约旦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每人每年只有150 m3水，
远远低于缺水标准（人均1000 m3）。目前，约旦还收容了
717000多名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增加了淡水供应压力。
从前，约旦拥有郁郁葱葱的阿兹拉克绿洲，该绿洲占地6000
多公顷，为各种动植物（包括候鸟）的生活以及约旦首都安
曼提供水源。但是，由于地下水过度开采，到1990年，阿兹
拉克绿洲几乎完全消失。至2017年，仍有35000多名难民生
活在阿兹拉克难民营 （联合国难民署，2017年）这种状况加
剧了水资源短缺压力（Alhajahmad和Lockhart，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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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Yihdego和Salem，2017
年），2012年，联合国会员国通过的“我们要的未来”（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或“里约+20”峰会）确认“水是可持
续发展的核心”（联合国大会，2012年【66/288】；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水评估计划【WWAP】，2015
年）。然而，为满足人类用水需求而采取的紧急行为，可
能会引发更多区域和全球环境压力（Bhaduri等人，2016
年）。

随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通过，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一项专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6），在包含饮用水供
应、卫生、用水效率、水质和水资源可持续性的整体框架
中纳入了八个目标。该框架包括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和
跨界合作的目标。本节审查了针对目标而采取的各种全
球和区域治理办法和政策。第16章探讨了具体实例的有
效性。

9.9.1 增加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机会（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子目标6.1和子目标6.2）

事实证明，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期间（2000-2015年），
很多政策措施的实施在获得饮用水和改善卫生设施方面
取得了成功。虽然相关投资和合理的政策措施仍然是全
球的首要优先事项，但各国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存在着重
大差异。技术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UNICEF）推出了通风改良坑厕，并在非洲许多地
区推行了小口径手动泵。为了满足个别群体的特殊要求
以及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1和子目标6.2
，需要一系列技术创新。在巴西农村地区，集水池的推广
使集水时间减少了90%（Gomes和Heller，2016年）。尽
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做很多工作以缩小各地区差异。差异
详见第9.7.1节。

筹资机制
人们认为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基本人权。通过投资水和
卫生设施的建设，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些收益可
达全球GDP的1.5%，估计每投资一美元可获得4.3美元
的回报。人类保健费用的降低、生产力提高以及相关设
施创新升级使人类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世界卫生组
织，2007b）。

在非洲、拉丁美洲和西亚国家，仍然因为资金不足、腐
败和过快的人口增长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卫
生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c；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0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0f）。国内资金的合理
分配可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例如，2003年用水问题泛
非实施工作和伙伴关系会议（非洲联盟【AU】，2015年；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利用公共
资金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广泛的安全饮用水（联合国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f）。

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TrackFin”行动，使国家随时监督卫
生筹资，促进更多更优质的循环政策实施（联合国水机制
和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

市场方法作为政策工具
饮水和卫生设施通常被认为是由政府或准政府实体资
助或提供的公共物品。然而，对于用户来说，水价可以反
应水治理成本（资本和运营）并激励节水（Giannakis等
人，2016年）以及促进私人投资，这在世界各地区得到认
同，但是，在其他方面仍有争议（Harris等人，2015年）。

监管方案
北美、欧洲和亚洲及其他地区管制方案依靠各级政府可执
行条例实施，并且侧重供应前通过公用事业和合理废水
处理提供安全饮用水。饮用水标准保护公众健康，特别是
脆弱社区公众。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方案应该侧重于可执行
力，严格审查工业排放许可证，并且有助于改善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地区发展（Masson、Walter和Priester，2013
年；Aguilar-Barajas等人，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f）。

9.9.2 改善水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3和子目标15.1）

该目标的重点是减少污染，降低未处理废水比例，并在全
球范围内增加水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该目标主要用来提
高人类水质，保持水生生态系统健康，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水安全计划手册》执行。

在泛欧区域，区域法律文书规定了废水排放限制和废水收
集、排放和处理的基本要求。文件包括1992年《跨界水道
和国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2016年，所有联合国成员
国加入）；以及欧洲联盟的《城市废水处理指令》（世界水评
估计划，2017年）。这些公约在国家层面的实施提升了水
质，受惠的不仅仅是实施国。

了解污染物的数量和特性以及污染去向，仍然是处理水
污染及研究其对人类和环境健康影响的先决条件（可持
续设施工具，2017年）。一些国家（或区域）通过污染物释
放和转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UNECE】，1998年）。但是，在通往循环经济（SDG 12）
的道路上，应考虑用全面的“生命周期分析”和管理来实
现目标。.

9.9.3 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水资源短缺对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子目标6.4）

解决缺水问题需要减少用水量和提高用水效率。这包括水
的再利用，转向耗水较低的作物和工业、提高水合理配给、
改进的农业做法以及利用虚拟水贸易来核算嵌入式水成
本。但是，有时单一提高用水效率也不能满足社区的需求，
这就需要开发更多的水源（例如雨水收集、海水淡化、雾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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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在干旱地区，可以尝试长距离水运输，甚至是流域
间调水（例如，Salem，2009年）。这些管理战略和技术改
进或解决了水资源短缺问题和减少水资源胁迫。

用水效率
考虑到气候变化、人口和土地利用等因素，提高水效率
是水、粮食、能源三者关系的核心（Fader等人，2016年）
。用水效率指的是减少水的浪费，而节水则侧重于减少
用水。为此，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要求提高水的生产率。
如果人类优化能源利用，逐步过渡到非化石燃料能源，
那么能源生产用水将减少，用水效率大大提高。城市化
进程需要保护水源、减少静损失和增加蓄水量。

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跨部门和各区域的效率。作
为全球最大的用水部门，农业在用水效率方面的潜力最
大。但是，因全球数据不足，无法准确评估工业用水和生
活用水效率的总体状况和趋势。2014年启动的《联合国
水机制综合监测倡议》试图解决与水有关的全球监测差
距（联合国水机制，2017年）。现有数据可以在千年发展
目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过度中发挥作用。但是，需要优
化空间分布和提高测量频率，以加强水资源监测、用于
建模和管理。

脱盐处理
脱盐处理是干旱地区和地中海加沙地带等沿海大城市
解决缺水问题的主要措施（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CHA】，2017年）。全球约60%的海水淡化发生在干
旱的西亚国家（例如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
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buzeid，2014年；Abuzeid
等人，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c）。这种情况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东部也越来越普遍，主因
是这些国家经常发生干旱年（Little，2015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a）。

脱盐影响包括：大型能源需求、相关的温室气体排
放风险、重盐水释放威胁沿海生态系统（Jenkins等
人，2012年），以及基础设施海洋生物夹带（Dawoud和
AlMulla，2012年）。脱盐行业正在努力减轻这些影响，
并在膜效率和能效方面取得进展，预计今后5年内减
少20%的工作成本，在未来20年中减少60%工作成本

（voutchkov，2016年）。

供水配给
在缺水的情况下，供水当局和政府必须优先向特定部门
和用户分配水。虽然配给机制通常由法定水权决定，但
必须有保护公众和经济的紧急措施（另见专栏9.4）。

废水利用
水的再利用或回收是指将废水作为资源处理，而不是作
为已排放到环境中的各种污染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
文化组织和全球水资源评价计划，2015年）。在发达国家
中，再生水通常用于非饮用水用途（例如农业、景观和公
园灌溉）、火电厂冷却、工业过程以及补给天然或人工湖
泊和湿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0c）。新加坡主要将再生水作为间接饮用和直接
非饮用水使用。温得和克（纳米比亚）利用再生水对含水
层进行补给，然后将水供应到散装供水中。通过减少来
自脆弱生态系统的水转移和减少废水地表排放，回收处
理后的废水提供了多种益处，除了可靠又控制的供水，
还创造绿色工作机会。

专栏9.4：城市如何面对缺水

2018年2月底，开普敦面临着“零日”的前景，“零日”一词是为这一天创造的——当时估计为7月9日——届时该市预计缺水，水龙头干涸，所
有市政供水都将改道到紧急接驳点（Poplak，2018年）。开普敦这一严重的城市缺水现象意义重大，初冬季节足够的降雨避免了“零日”遭
遇，如若不然，它便成为第一个真正耗尽市政用水的现代大城市。曾经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案例，例如，加泰罗尼亚地区首府巴塞罗那60年前
发生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水库的正常容量降至四分之一（Keeley，2008年）。2015年，巴西的金融城圣保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
市之一（超过2170万居民），水库容量低于4%，经历了与开普敦类似的磨难（Gerberg，2015年）。

开普敦的情况是由一场为期三年的干旱造成的，这场干旱被认为是400年一见的水文事件，导致最大的水库（第瓦特斯科洛夫大坝）蓄水量
下降到了11% （Poplak，2018年）。然而，我们需要在克服历史不平等和体制分歧以及创新性地面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事
件的成因。

基于40万户家庭（Visser和Brühl，2018年）用水数据进行的分析，揭示了开普敦人是如何集水来避免“零日”到来。四年以上的用水数据表
明，所有国内消费的使用情况趋于一致，2017年7月，63%的家庭达到了建议的目标（每月低于10500公升），甚至30%的家庭在2018年2月
就达到了每月6000公升的低使用目标。因此，开普敦通过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期盼，在三年内成功地将其用水减半。不管是开普敦，还是全世
界，“人们对彼此保护剩余水资源的能力和信心至关重要”（Visser和Brühl，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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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的废水用于农业灌溉，可增加土壤肥力，有利于生
产，同时可防止养分和有机物进入淡水系统。但是，未经充
分处理的废水可能会引入病原体、金属、过量营养物、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和新兴污染物，并对工人和周围社区构成严
重风险。加强监管并且加大处理和风险评估投资对于安全
的废水再利用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

目前，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处理的废水完全得到利
用（每年2.9亿m3），沙特阿拉伯使用量为1.66亿m3。再生
水与地下水混合后，在沙特阿拉伯阿尔哈萨绿洲用于农业
生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c）。

高效的管理应将整个流域视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在生
态系统的范围内将农业、林业、工业、家庭和商业用途结
合起来。这种管理改善了很多国家的水供应、水卫生和废
水处理情况（可持续发展目标 6.5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6）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f；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h）。欧洲河流流域管理分析了
各种问题，对监测结果进行了分类，并实施环境目标（例
如，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2008年）。跨界河流流域管理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欧盟委员会，1992年；欧盟委
员会，2000年）。加强地表水和地下水治理需要从国家间
到地方各级的合作，并且需要实时数据和信息管理的支持

（Cross等人，2016年）。

9.9.4 水治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5）

认同度较高的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被定义为“促进
水、土地和相关资源的协调发展和管理，以公平的方式最
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福利，不损害重要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性”（全球水伙伴，2000年）。水资源综合管理承认
水既是对社会和经济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所有生
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同时，关于IRWM办法优点的讨论仍
在继续（例如Jeffrey和Gearey，2006年；Mukhtarov和
Gerlak，2014年），这是100多个国家都在讨论的主要政策
概念（Conca，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a）。水资
源综合管理是一种渐进的改革工具，需要强有力的变革政
治意愿，并将背景融入具体的政策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解
决所有复杂的水治理问题的灵丹妙药（Ingram，2013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水治理原则与水资源综
合管理有关，强调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信任。承认湖泊流域
综合管理（ILBM）是湖泊、湿地和地下水系统缓冲能力的
一种补充办法，重点是“流域利益攸关方逐步、持续和全面
地改善流域治理”（滋贺大学可持续性和环境研究中心、国
际湖泊环境委员会，2014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 6.5呼吁所有国家到2030年在
各级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机制，包括跨界合作。《埃斯波公
约》协议及其战略环境评价（SEA）下的程序也经常涉及对
水资源可能产生的跨界影响。为了促进跨界水系统的评估

和管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全球环境基金（GEF）以及合
作伙伴共同编写了跨界湖泊、河流、含水层和小岛屿地下
水系统、大型海洋生态系统和公海状况全球评估的跨界水
域评估项目（TWA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国际
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IGRAC）是TWAP的一个合作伙伴，
开发了一个地下水信息管理系统，以解决关键地下水参数
的标准化实时定量数据不足的问题，并着重指出各级缺乏
合理的地下水治理。

近期国际水法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关于共有静止（LINTIC）
和流动（LOTIC）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法律基础。1997年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UN Watercourses 
Convention）生效；1992年《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与
利用公约》（经2013年修订的欧洲经济委员会水公约）向
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开放；联合国大会向各国政府推荐了国
际法委员会2008年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草案。这两
项公约目前在全球协同运作，是修订现有协定和在流域范
围内谈判新的河流、湖泊和含水层协定的重要催化剂。筹
措执行现有协定所需的资金仍然是一项挑战。《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特别是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
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2016年）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2年）为上述公约提供了补充。区域一级的水管理工
具包括《欧盟水框架指令》（欧洲联盟，2000年）。

9.9.5 地表水—地下水联合管理

地下水消耗可能导致径流衰竭（Hunt，1999年；Kendy和
Bredehoeft，2006年），而径流改道可限制地下水补给。由
于过去对地下水系统及其与地表水的时空关系了解有限，
两个来源被作为单独的实体加以管理，但这种做法已不再
合理（Famiglietti，2014年；McNutt，2014年）。目前，人们
的管理经验证明了将地表水和地下水结合起来管理的益
处，（Stickor，2014年），即对干旱和洪水的缓冲调控作用。
健全管理将考虑长期地下水提取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地
下水依赖生态系统的潜在长期影响。

含水层存储和恢复补给（Pyne，1995年）或受管理的含
水层补给（Dillon等人，2009年）是防止缺水的重要措施（
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Lacher等人，2014年；Scanon
等人，2016年；Stefan和Ansems，2017年）。地下水储
存可为非洲半干旱和干旱地区（如博茨瓦纳、南非）提供
水源，或增加地表水储存（Tredoux、van der Merwe和
Peters，2009年；Bugan等人，2016年）。印度（国际水资源
管理研究所，2016年）正在试行在枯竭含水层中捕获和储
存季节雨水。

水敏感型城市设计原则对于提高水使用效率、促进
再利用（Wong，2011年；Fisher-Jeffes、Carden和
Armitage，2017年）和管理洪水（Dai等人，2018年）而言
至关重要，例如，将城市环境中的再生暴雨和废水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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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层中。这种方法在减缓沿海城市含水层的沉降和盐
水入侵方面尤其有效（Ortuño等人，2010年；Bugan等
人，2016年）。

专栏9.5展示了南非沿海城市赫曼努斯在不引起盐水入侵
的前提下进行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开发，旨在通过平衡地
表水和地下水储存来减轻干旱风险的案例。

DeBos大坝供给降水量 地下水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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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2：赫曼努斯联合开发

资料来源：Overstrand Municipality（2018年）。.

专栏9.5：南非开普敦附近的西开普省赫曼纽斯地区：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开发与管理案例研究

在1971至2001年间，地下水用于私人住宅开发和花园灌溉。赫曼纽斯地区水源供给依靠DeBos大坝（蓝线，与图9.22中紫色的总供水线并
行）。2002年间，新增地下水（绿线）775万公升/年，在2009年增加2419.1万公升/年，DeBos大坝流入线（蓝线）表示的总供水量（紫线）显示，
地下水增长线（绿线）使得供水线保持在红色需求量线的上方。

在2010年DeBos大坝供应量（蓝线）不能满足需求量线（红线）时，地下水供应量的增加有效保持了供给量。大坝产生的地面供水满足了水
源的需求，还增加了三个井田。由于预计地面供水会消减，2009年出台了限水令，随后又取消。

与整个西开普省遭受严重干旱的其他城市相比，赫曼纽斯地区的居民在2018年2月27日才被要求，从2018年3月1人起，实施1B级限水措
施；只有当大坝水位降至40%时，水费才会涨价。在此时期，DeBos大坝水位为46.5%（Overstrand Municipality，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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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蓄水层和地表水源进行综合监测、建模和风险评估，采
取实践的方法研究相关集水区和社会系统，才能保证开发
成功（Bidwell，2003年）。管理蓄水层资源需要一个以蓄
水层脆弱性和限制为基础的土地利用分区制度，以保障充
足的提取率和自然补给（Cross等人，2016年）。

私营部门（例如农业和矿业）对整个用水周期的监控和管
理正在获得认可。管理程序的案例包括：南非的沃尔沃斯

（与南非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英国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会、水管理联盟和玛莎百货进行合作）、可口可乐和美国国
际开发署（USAID）、水发展联盟、H&M、水援助（印度的工
人需要项目）、欧洲的联合利华和雀巢。CEO关于水的使命

（https://ceowatermandate.org）在促进水管理的商业
利益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水治理、使用、用户、实时监控和
建模之间的相互联系为资源开发和管理提供了信息，这种
交叉关系已成为趋势。在快速发展的城市班加罗尔，水系
统中的40%水量因泄露而流失，供水和排水工程公司与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合作，并在水网装系统几个重要的
节点安装了流量计。数据正在通过GSM（全球移动通信系
统）技术传输到中央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服务
器，并将其转换、聚合，然后呈现到面向终端用户的电脑界
面和移动应用程序上。

9.9.6 保护和恢复水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6）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水目标（SDG 6）
和陆地生物多样性目标（SDG 15）中。子目标6.6旨在“保护
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区、森林、湿地、河流、
含水层和湖泊”，强调它们在水循环功能和流域管理中的
关键作用。

子目标6.6监测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空间范围的变化。鉴
于湿地的丧失和相关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许多国家设立了
自然湿地保护与管理项目以及环境流量要求（例如，墨西
哥的水资源保护区；《1998 年国家水法》【南非政府，1998
年】）。河流和湿地的恢复和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包括：澳
大利亚用于处理雨水的人工湿地；荷兰恢复洪泛区；中国
重新将湿地和湖泊与长江的主要干流连接。经改进的地球
观测数据，再加上分类方法，使各国能够获得与水有关的
生态系统的准确信息。但是，人类迫切需要扩大对水循环
组成部分的地面监测和协调观测。

《拉姆萨尔湿地公约》（1971年）是一项多国环境协定，旨
在养护湿地和高效利用。每个签署国必须指定和保护一个
或多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称为“拉姆萨尔站点”）
。截至2018年初，170个国家作为公约缔约方指定了2326
个拉姆萨尔站点。自2000年以来，受《拉姆萨尔湿地公约》
指定保护的湿地总面积已从8100万公顷增加到近2.5亿
公顷（图9.24）。近年来指定的新拉姆萨尔站点倾向于水
文边界，以保护整个集水区和河流流域 

资料来源：Overstrand Municipality（2018年）。.

9.23：1971-2001（a）和2002-2017（b）赫曼努斯水供应量和需求量

需水量 De Bos大坝 地下水

(a)

1 901 1 787 3 602
3 696

32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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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拉姆萨尔公约（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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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4：按年份和区域分列的拉姆萨尔地区站点

（《拉姆萨尔公约》秘书处，2018年）。

9.10 结论

如今普遍的水资源短缺现象是水循环、不可持续农业和能
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结果。就地方一级来看，在
这种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大背景之下，水是必争之物，会
激发社会矛盾，还会影响人类迁徙决策。就全球范围来看，
水循环受人类活动、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多方面影响。各

区域和各大洲的水质恶化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态系统，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正在加速水循环进程，暴风雨、洪水和
干旱、极端野火和山体滑坡以及在大多数干旱地区愈发频
繁的沙尘暴给社会造成了更加严峻的影响。因此，水除了
作为公共物品来说，正在成为牵涉人类和地球健康的风
险倍增器。

然而，实现SDG 6（水）可以通过动员公共、民营企业、非
政府部门、公民社会和地方参与者来完成，并且通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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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强化和权衡也可以顾及到消除贫困（SDG 1）、粮食安全
（SDG 2）、健康（SDG 3）、性别平等（SDG 5）、可持续城市
（SDG 11）和生物多样性保护（SDGs 14和SDGs 15）等其

他与之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多边环境协定管理着水资源、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管理以
及气候变化，这个协定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立法来支持将
水资源综合管理纳入法律规则。

正如在2018年5月（世界气象组织 2018）举办的世界气象
组织大会所讨论的那样，我们需要有力、高效且透明的水
资 源治理，这包括改善政府、技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公
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提高监测和数据质量，最终
得以改善水文和水文地质服务。针对标准化水数据范围和
严谨性增加的投资对于提高健全水源管理的政策和治理
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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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政策目标应通过政策措施或工具（即旨在改变社
会中其他活动以实现环境目标的结构化活动）实现的。
并非所有有效政策工具都是专为环境政策服务的，其他
工具（如能源和交通政策）也可能包含环境政策目标，但
这类目标通常作为非环境主要目标（如缓解拥堵）的附
属目标存在。在大多数一体化政策（如第11章所述）中，
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相应地，环境治理也早已超出
了环境部门的职能范围。

政府通常被认为是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部门。尽管政
府通常确实是政策工具构建、实施和执行过程中最重要
的主体，但它们并不是单独行动的；其他所有治理安排
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有效政策通常需要整个政策循环中
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投入。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
主体一样，各级政府都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积极
主体。相关角色和职责不仅广泛分布于政府和非政府机
构，还分布于各级治理安排中。

政治家、政策智囊、教育和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 
（NGO）、公民社会组织、游说家、社区和公司等等在不同

情景下影响政策结果方面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区域
和全球层面，政策工具是由不同层级治理安排下的全球、
区域或国家机构创造和实施的。此外，“公私合作”和“企
业可持续倡议”之类的机制也越来越多，而以激励特定部
门负责任及推行可持续行为为目的的“商业性非政府组
织互动”（Forsyth，2005年；van Tulder等人，2016年）就
是其中之一。在商品的设计和生产、风险评估、尽职调查、
培训、监控、报告和仲裁、供应链透明度等领域，这类合作

（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清洁海洋倡议）都已出现。在许
多国家，公民和社区也在推动着集体环境目标的实现。
这类安排通常被称为“公民合作生产”和/或“社区化倡议”

（Mees、Crabbé和Driessen ，2017年）。

但是，如何将这些主体和相应层级结合起来并形成一
个与政策适用规模和期限相适应，并与国家的社会、文
化、历史和政治背景相一致的连贯政策组合却是一大挑
战（欧洲能源署 【EEA】，2001a；欧洲能源署，2001b；欧
盟委员会，2012年；Niles和Lubell，2012年；欧洲能源
署，2017年）。

多中心治理是一大创新源泉；通过推动创意竞争、协作
和结盟，它为环境政策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Jordan和
Huitema，2014年）。但是，责任的分散可能会导致政策
碎片化、职责定义不清、跟踪和监测机制薄弱、结果问责
缺失或决策僵持不下等问题。

10.1 背景

政策对环境状况的认定和改善至关重要。关于政策和政
策工具的一般观点认为，政策是以积极方式改变行为的
意图宣示，而政策工具则是将该意图转化为行动的手段
或具体措施（Mees等人，2014）。因此，关于环境政策有
效性的探讨要兼顾这两个方面。目标设定（包括具体子目
标、指标和时间线的设定）是环境政策合理化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步骤。政策工具的实施是通过有效治理实现的。治
理是“社会或组织做出重要决定并认定其参与者和成果
交付方式的过程”（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06年）。
最近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赋予了“目标导向型
治理”新的动力（Yoshida和Zusman，2015年）。

强有力的环境政策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变革理论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这种变革理论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另
类路径。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变革是指“干预
以产出、成果、中间状况、影响的顺序描述因果路径”（联
合国环境署，2017年）的情形。该变革理论进一步对主要
路径上那些影响变革的外部因素——即决定某一结果是
否会导致下一结果出现的因素——进行了定义。这些贡
献因素被称为驱动力和假设。

《全球环境展望5》的变革理论表明，《全球环境展望》系
列出版物应该具有政策相关性，且应能得益于对全球和
区域政策问题的深刻理解（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
。但是，在《全球环境展望6》中，人们认为政策有效性在变
革理论中更加重要，如附件1-3所示。考虑到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的使命，人
们认为，《全球环境展望》仅仅具有政策相关性已经不够
了。成员国政府希望了解的是，在应对那些似乎转瞬即逝
且无法克服的环境问题方面，哪些政策是最为有效的。利
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DPSIR）框架（参见第
1章，图1.2），本报告A部分的主题章节对环境问题的当前
应对方式进行了探讨，B部分回答了这些政策何时有效
这一问题，而C部分则将最有前景的政策方法纳入了转
型路径。尽管《全球环境展望6》并不是规范性政策文件，
但它为那些希望弄清楚哪些政策在什么情景中以及在何
种治理安排下最为有效，且相关经验是否可复制到其他
情景等问题的政府和决策者提供了指导。

10.2 环境政策与治理

环境政策是通过众多治理模式实施的，其目的是在预设
主体中倡导预期行为并克服阻碍有效环境治理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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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的形式多种多样，且可由多种主体（不仅仅是政
府）在多个治理层面实施（Mees等人，2014年；Keshitalo
等 人，2016年）。政策工具的目标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

i. 修正现有替代工具；
ii. 改变替代工具的影响；
iii. 对成果评估施加影响（Boersema和Reijnders编

辑，2009年）。

这些政策工具介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指导与商业组
织的自我调节这两大形式之间。就政策目标的实现而言，
其中一些形式较为成功，而一些则较为失败。人们经常宣
称，为应对复杂、多标量且跨部门的环境问题，采用依赖
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协作治理模式是必要的（Challies等
人，2017年；Kochskämper等人编辑，2018年）。此外，对
环境挑战的深入了解也改变了人们的政策方法和工具，使
其从有针对性的、单一用途的工具变成了强调政策一体化
和提高公众对政策连贯性和系统化方法（如绿色经济）的
意识的工具（欧洲能源署， 2017年）。

稳健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是用于解决跨界环
境问题并维护“共识（the commons）”的一种政策工
具。但是，鉴于国际立法的结构和法律依据，这类协议
在实现领跑或最受影响国家的抱负方面往往存在不足

（Sandler，2017年）。因此，由国家组成的联盟或俱乐部
可能会介入并制定更具雄心的环境政策（Hovi等人，2016
年）。

就人们对环境政策工具的理解而言，一种经常被提及的
观点认为，它们可能是“胡萝卜、大棒或说教”，尽管这只
是全部事实的部分特征（Niles和Lubell，2012年）。一些通
用的政策工具包括立法和监管政策、财务激励/去激励措
施、自愿方法、条约和协议、国际软法等（Hildén、Jordan
和Rayner，2014年）。《全球环境展望4》采用了下列传统政
策工具架构：监管和标准、市场化工具、自愿协议、研究和
开发、信息工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7年）。《全球环境
展望5》对全球各大区域及其之间的共性进行了挖掘，并强
调了在若干案例中已被证实相当成功的特定政策方法。一
些区域的成功政策措施被认为更有可能加速国际共识目
标的实现。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内部，旨
在应对“驱动力”的政策往往是首选，因为它们倾向于解决
环境问题的根源，而不只是治疗其症状（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2年）。就《全球环境展望6》而言，表10.1列出了为
政策工具类型和治理方法及相关案例研究的选择提供指
导的政策工具分类。需注意的是，该分类并不以穷尽所有
潜在环境政策或政策工具为目标。

环境政策到最终目标是为了保护环境状况，从而保护栖息
地和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的风险降至

最低。因此，环境政策的制定通常以保护不同环境介质
（空气、水、土地）和影响本报告A部分所列环境状况

为目标，且通常是在环境部的管理下进行的。但是，有
效环境政策不仅仅要应对环境状况，还要应对源于社
会和经济活动的各种驱动力和压力（如第2章所述）。
为此，世界各地的政府制定了旨在应对最重要污染部
门（如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等部门）污染问题的制
度和政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 

本报告B部分对一些在各主题领域确实大有前途的且使
用最为广泛的政策、前沿性政策和政策组合及跨领域问题
进行了分析，由于这类政策和政策工具事实上有数千种
之多，要涵盖所有工具几乎不可能，本报告中的政策是世
界各区域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和治理方法（参见表10.1）的
一个样本。

10.4 政策组合和连贯性

鉴于导致环境恶化的多重主体和因素以及环境创新面临的
各类障碍，单一政策工具对于预期目标的实现可能是不够
的。考虑到这一背景及制定有效环境政策时需要面对的多
重挑战，采用政策组合而非单一政策的作法据称是更加有
效的（Jänicke等人，2000年；Mees等人，2014；Kivimaa和
Kern，2016年）。

但是，不同政策之间并非总是互补的，有时可能是互损
的（比如，经济激励政策可能会损害内在动机）。政策
包、政策组合或政策集群是一系列旨在实现某一共同
目标或意图集的政策工具（Lay等人，2017年）。制定政
策组合时，必须确保政策之间的连贯性，以实现最优结
果（Howlett和Rayner，2007年；Huttunen、Kivimaa和
Virkamäki，2014年）。

政策连贯性是指以系统方式推行相互强化且能够累积协同
效应的政策从而实现共识目标的一种状况（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2016）。政策连贯性可能具有部门性、跨国性、跨治
理体制性、多层次性（从全球到地方）和/或从政策目标一直
延续到工具设计和实施作法的性质（Hood，2011年）。当政
策平衡与共同目标或意图集保持一致时，政策连贯性就会
应运而生。

除政策连贯性外，政策协同效应也是必要的。为实现环境
目标，环境关切应被纳入其他政策部门。这种作法通常被
称为政策协同效应或环境政策的一体化，它有利于政策连
贯性的提高（Hood，2011年；Lay 等人，2017年）。当前政
策工具在实现共同目标或总体政策抱负过程中具有相互
累积或强化的效应时，政策协同效应即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政策冲突也会导致一套政策破坏另一套可
取环境政策预期成果的现象发生，且这类破坏性政策
往往与环境部门并不相关或来源于外部主体。比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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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辆汽车购买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可能会与旨在减少交
通运输空气污染的政策构成冲突。同样，任何对环境政
策有效性进行的分析均应考虑其他领域经济和社会
政策的影响（Perrels，2001年；Interwies、Görrlach和
Newcombe，2007年；Lambin等人，2014年）。

10.5 用于评估政策有效性的方法

B部分关于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内容主要服务于以下三个
目的：

1. 展示已经显示出影响并可运用于其他地方的各级政策和
治理方法。

2. 明确在改善政策有效性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必要性 
（相关分析同样应建立在政策有效性的量化基础上，即

说明政策效果到底有多大、政策产生效果的频率有多高
之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策是如何且为何会产生效果
这样的问题）。

3. 确立可在《全球环境展望6》之外改善政策制定证据基础
从而强化环境政策的政策有效性评估相关方法和最佳可
用知识。

评估和量化政策有效性的黄金标准是对实验设计中或反
事实情景下的对照组进行实证观察并就观察结果进行比
较。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类实验或情景的构建成本非常
高昂——假设其可能发生，因为政策干预的对象是复杂的

社会系统。比如，预测市场在有政策干预或没有政策干预
情形下的反应是不可能的。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对照组的
确定是难以进行的，因为故意将政策效益隔绝于该群体之
外的做法是不道德的。

尽管如此，基于理论假设和对政策影响进行的实证观察，
我们仍可能对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基于理论的评估使
用的是涉及从政策产出到政策成果和最终影响的整个
因果链条的外显变革理论（Blamey和Mackenzie，2007
年；Rogers 和Weiss，2007年）。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实施，再到政策实施触发的行为变革和
各类程序，最后再到政策产生影响（特别是间接和诱发式
影响），这通常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因果链条，而对这个
链条上的政策进行因果关系的认定无疑是政策评估过程
中的一项特殊挑战（Forss、Marra和Schwartz 编辑，2011
年）。本报告B部分采用了一种概念性方法，将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两个视角结合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这一
归因问题的难度（Sabatier，1986年）。如图10.1所示，自
上而下的视角始于政策本身，对政策实施预期因果链条进
行了追踪，而自下而上的视角则始于作为观察对象的成
果，利用政策相关指标对政策干预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反向
追踪。这样的作法有助于分析师评估政策组合的影响。但
是，这两种视角都有其局限性：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会过
于强调政策之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自下而上的视角则往
往会过于强调情景因素的影响。

图10.1： 评估政策有效性的方法：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DPSIR：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

环境问题

DPSIR（包括典型应对）指标

自上而下的方法

有效性
分析

案例描述 国家政策方法

证据基础

政策相关指标政策分类

表 ��.�

案例 政策领域 政策类型 指标

本案例研究所嵌入
的国家政策方法是
什么？

哪些标准促成
了本案例的有
效性？

本特定案例研究
选择的政策类型
是什么？为什么？

哪些指标在监测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方
面最为有用？

A部分

B部分

自下而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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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中就政策有效性而采取的概念性方法遵循的就是这
种双重视角，即将基于理论的、自上而下的评估与基于被
观察成果的、自下而上的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尽管存在已
被人们认识到的缺陷，但这种双重视角是目前评估政策有
效性的最佳可用选项。

自上而下的方法特别适合识别那些可充当良好实践范例
并运用于其他地方（即评估的首要目标）的政策。第12-17
章以叙述性的方式描述了五大主题领域实施最为普遍或
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以及对这些主题具有积极或消极
影响的一些交叉性政策。此外，通过一系列案例研究并将
其与10.6节所列标准进行对比，这些章节还明确了一些
似乎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尚未被广泛采用的前
沿性政策工具。但是，由于有代表性样本的缺失和被评估
政策数量的有限，这一政策组合总体效果的量化将是不
可能的。

基于政策相关指标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构成了上述分析的
补充，且特别有助于进一步行动相关需求的量化和识别（
评估的第二项目标）。下文就上述两种方法的具体作法进
行了详细阐述。图10.1则以图文形式直观地概述了如何通
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评估政策有效性。

10.6 自上而下的评估方法

在《全球环境展望6》中，对政策有效性进行的自上而下的
评估始于政策和治理安排及相关案例的选择。通过考虑政
策类型和治理安排的覆盖范围、地理区域的多样性和数据
的可获性等因素，我们就每一主题领域选择了多达5种颇
有前景的政策类型或治理安排。

选定政策类型和治理安排后，我们基于同行评估出版物、
官方报告和统计数据并利用现有知识对它们进行了评估。

之后，根据涵盖所宣示目标的实现或相关指标的改善、政
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标准（如参与率）、事前或事后评估、
有效性的情景要求等内容的一个共同研究方案，我们就选
定并评估的每一政策类型或治理安排选择了一个在政策
实施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从政策有效性的角度对其
进行了评估。

需注意的是，所谓“政策有效性”并非只是不惜一切代价实
现政策目标的问题。比如，某一岛国可能会决定实施碳中
和政策，并通过禁止汽油和燃油进口的方式致力于将这一
政策付诸实施。但是，如果当地渔民因为这项政策的实施
而无法获得渔船动力，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因为鱼类从其
饮食结构中消失而出现广泛的营养不良现象。此外，为满

足被压抑的燃料需求，该国的犯罪现象也可能会因为这
项政策的实施而增加。

用于案例评估的标准源于政策设计和有效性方面的文
献。就方法、数据、政策工具或因果链条而言，这些标准并
不具有规定性，但它们基于文献提供了上述每一方面的
相关知识。由于所有案例研究都是以二手数据分析为依
据的，因此，研究方案为具体案例的调整留下了必要空
间。比如，评估研究可能是分别以决策者宣示的目标、某
一指标、某一对照组或某一反事实情景为依据进行有效
性评估的。研究方案并没有规定必须使用这种或那种评
估方法，但保证了各个案例研究相关方法、理论和数据来
源的透明度。

案例研究采用的评估标准及相关指导性问题如下：

1. 有效性/目标的实现：该政策对目标问题产生了什么
影响？

2. 非预期效果：该政策的非预期效果是什么？
3. 基线：政策设计阶段确定的基线是什么？
4. 连贯性/趋同现象/协同效应：该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

的关联性如何？
5. 协同效益：该政策设计就协同效益做出了规定吗？
6. 公平性/赢者和败者：该政策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如何？
7. 促进/限制因素：哪些外部因素可能对预期政策效果

产生影响？
8. 成本/成本效益：该政策在财务/经济方面的成本效益

如何？它是最具有成本效益或成本最低的方法吗？
9. 时间线：该政策是根据预期时间线实施的吗？
10. 可行性/可实施性：该政策在相关制度背景下具有技

术上的可行性吗？
11. 可接受性：相关政策利益相关方是否认为该政策大

体上是可接受的？
12.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在多大程

度上积极参与了该政策的实施？
13. 其他任何因素：如转型潜力、代际效应、跨界影响、社

会文化关切、政治干扰、执行问题、法律标准（如国内
外人权标准）的合规等。

需要提醒的是，环境政策和治理文献中有大量证据
表明，政策有效性具有高度的情景依赖性（Jordan和
Huitema，2014年）。因此，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有效政策
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另一个情景。社会、文化、历史和政
策等方面的差异确实很重要。

下节描述的自下而上的评估为本节所述自上而下的评估
提供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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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自下而上的评估方法

就每一主题领域及跨领域问题而对政策敏感/政策相关
指标进行的指标化评估不仅构成了自上而下评估的补
充，而且还为政策有效性的量化提供了证据（Hezri和
Dovers，2006年；Bauler，2012年；Moldan、Janousková
和Hák，2012年）。为了对无法直接或全面观察的复杂系
统的状况进行评估，我们建构了一些评估指标。这些指标
评估的虽然只是系统的某些方面，但是基于理论考量和/
或证据，我们仍可就整个系统的状况得出相应结论。为评
估政策的有效性，首先明确政策与入选指标是如何进行互
动的这一方面的理论是有必要的。

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洞悉生态或经济体系统状况及其环
境表现的那些指标并不会直接受政策影响。相反，文化、
结构、政治、地理及其他因素都可能会介入。因此，衡量政
策产出（如政策工具的采用情况）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出不
同国家对一种工具或另一种工具的偏好。比如，为缓解温
室气体（GHG）的排放，第一个国家可能会对排放量进行
管制，第二个国家可能会实施税收措施或排放交易机制，
而第三个国家则可能会实施信息宣传或对气候友好型技
术进行补贴。在上述每一情形中，预期影响都是降低温室
气体的排放量。但是，该指标还受产业机构、自然环境、收
入水平及其他不受或不直接受（环境）政策影响的因素的
影响。

因此，指标化评估必须有一个关于政策将如何影响入选指
标及其他哪些因素也会产生影响的透明的基础理论。图
10.2显示的就是开发这种政策与相关指标相互关系理论
的基本原理。

对入选指标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具有以下多重目的：

v 分析自《全球环境展望5》（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发布
以来在实现国际共识性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v 识别那些通过其政策方法和实施经验显示了高度政策
有效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v 对政策影响进行量化，从而明确需要进一步采取行
动的领域。

指标的选择是根据下列依据进行的：

v 指标与政策工具（最好是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之间
存在着因果关系，使得指标可因政策工具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同时，政策工具的实施是可以证实的；

v 指标与多边环境协议（MEA）和/或可持续发展目标之
间存在关系，以确保相关分析与未来全球议程之间
的一致性；

v 数据必须可获得（至少是在国家层面，可能的话还应
该包括全球层面，且应以时间系列呈现）；

v 指标应与主题领域相关，即指标应能够洞悉各主题
领域的环境状况；在理想状态下，指标应考虑本报告
A部分所述的政策应对。

对于每一指标，我们都基于同行评估文献考虑了下列方
面：

1. 范围和衡量问题：该指标应能洞悉各主题领域的环
境状况。因此，某一主题领域中各指标的遴选依据就
变得很透明了。

2. 政策相关性问题：政策措施和工具与该指标之间因
果关系应予明确。并非所有指标都具有政策敏感性，
但我们可就某一指标提出以下问题：相关政策可通
过何种机制对该指标产生影响？可能对各指标产生
影响的政策工具采用了何种触发机制（如价格、命令
和控制、劝说等）？哪些主体因为这些政策而改变了
自身行为，而这种改变又是如何对指标产生影响的？
该指标与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如何（最好是国家层
面的）？该指标的变化触发了哪些进程，且对环境的
影响如何？

3. 因果关系/因果链条问题：政策敏感指标指那些与政
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实施可得到证实的指标。尽
管因果关系的确定具有挑战性，但我们仍可根据其
相对于社会人口因素、基础设施、自然环境和文化之
类其他干预因素的政策灵敏性做出选择。对于某一
指标，我们可提出以下问题，即有没有能够表明该指
标可能与“产出—成果—影响”这一链条相关的证据？
在这里，“产出”和“成果”都是政策触发的进程，而“
影响”则是政策的最终效果。初期影响可能会触发其
他进程并产生间接或次生影响。

4. 相关分析必须考虑影响该指标的其他因素。有没有
任何证据表明不直接或立即受政策影响的其他因素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文化、自然灾害等）也显现出
了对该指标的影响？有没有因果关系方面的、能够影
响该指标的不确定性？

图10.2：自下而上的政策有效性评估方法

SoE：环境状况

指标

干预变量 干预变量

政策 指标

干预变量 干预变量

过程

 系统（如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 替代指标

过程 指标

干预变量 干预变量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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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表呈现和可视化问题：对于每一指标，我们都呈现了
该指标在实现相关国际目标及国家层面开发等方面的
进展数据（纵向交叉和横断面分析）。有没有最佳表现
者和最差表现者之类的突出国家？基于前述步骤，我们
应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表现能够归因于相关政策及
其他因素吗？其中的不确定性是什么？

6. 潜在替代指标：在文献中建议利用其他指标对特定主
题领域的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对
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该指标的适合性或相关性是否值
得商榷？是否还有用于评估政策有效性的其他替代指
标建议？相关分析为什么没有考虑这些指标？ 上述对
政策敏感指标进行的指标化评估并不以全面详尽为目
标：毕竟，涵盖所有主题领域和跨领域问题的所有指
标和所有方面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种不够全面的处理
方式，我们是承认的。正因为如此，未来的《全球环境展
望》应该继续努力扩大这种覆盖面。

10.8 B部分的内容

B部分剩余内容阐述了上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其中，第11章基于文献重点阐述了政策设计、政策的时间
和空间扩散及演化、国际和多级治理的有效性等问题。第
12-17章涵盖了本报告A部分所述主要政策方法，即DPSIR
框架“响应”部分的内容。对于每一主要政策方法，我们都
采用案例研究方式证实了相关政策方法在特定情景中的
运用。此外，每一主题领域及跨领域问题相关政策敏感指
标在这六章中也有涉及。第18章则总结了B部分的结论和
主要信息，并为决策者提供了指导，同时还阐述了B部分
与本报告C部分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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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一项主要教训是，必须精心构建一个与总体政策目标相一
致的政策组合，然后对政策组合的实际效果进行监测，以
确定最佳实践及不同政策的潜在贡献情况。比如，气候变
化缓解这一政策目标就需要碳定价、支持能源效率和可再
生能源、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创新政策、防止某些技术
的锁定和消费行为的变革等政策的全面支持。{11.2.4}

环境目标只靠环境政策本身是无法实现的，它必须同时为
非环境政策部门所接纳。环境抱负往往会与其他部门目标
相冲突，因此，环境政策一体化应被用于解决环境目标与
其他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政策一体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政
策连贯性，即推行相互强化的政策行动并在多个部门间创
造出实现共同目标的协同效应。{11.3}

支持环境政策一体化的一项重要论据，是实施环境政策能
够预期或显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协同效益。这些效益包括
因创新产生的额外经济增长、因自然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而
产生的节余、环境损害相关成本的规避等。{11.3.3}

将联盟、俱乐部和非国家主体纳入政策设计可为人们利用
同行压力消除制度性障碍提供机会。混合治理，即将不同
治理模式和工具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有助于相互强化制度
性的应对措施。但是，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治理结构。就政策的有效性而言，人们提出了衡量制度有
效性的不同方法，其中既有定性方法，也有定量方法。在环
境政策相关国际话语中，非国家主体（如地方政府、城市和
公民社会组织）的角色正变得日益重要。由于17项可持续
发展目标都要实现充分一体化和普及化，因此，一些国家
目前正在努力设计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实现预期的横向
和纵向政策一体化。{11.4.2}

最后，也不能过度强调良好政策设计的重要性。良好政策
设计的一些共同要素包括：（i）通过包容、参与式的设计程
序设定长期愿景，并避免危机模式的决策；（ii）设立基线及
量化目标和里程碑；（iii）开展事前和事后成本效益或成本
有效性分析，以确保公共资金的最高效、最有效运用；（iv）
在实施过程中建立政策监测机制，且最好是将受政策影响
的利益相关方纳入；（v）开展政策成果和影响的干预后评
估，以消除政策漏洞并改善未来政策设计。{11.5}

环境政策一直在疲于应付某些概念和经验方面的挑战。因
此，良好分析的起点就是进行“良好”政策设计。在“良好”
政策设计的定义中，生态系统的属性和问题及现有政策、
实践和主体的表现均应被视为普遍要素。分析师和决策者
应更好地理解政策变化的时间动态、具体政策如何及为何
有效（或无效）及政策选择在日益复杂的政策组合中是如
何互动的这些问题。{11.2}

在环境政策研究领域，跨界扩散是一个显著特征，特别是
就入网电费、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和排放交易之类的可再
生能源政策而言。在可再生能源政策扩散的四种潜在机制

（效仿、说服、学习和竞争）中，人们发现，说服和效仿比学
习和竞争更加普遍。但是，关于政策扩散并采用后发展动
态的研究却很少，因此存在着损害其他部门政策和政策连
贯性的风险。{11.2.1}

就政策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和哪些因素
推动了这些变化而言，两种研究方法在文献中占据了主导
地位，即政策稳定性（或锁定）方法和间断平衡方法。其中，
平衡的间断可能是外部冲击造成的——这种冲击打破了
原本稳定的政策环境，直到新的平衡得以确立。这种间断
可为新的环境政策创造机遇（如日本福岛的核电灾难促使
德国做出了逐步取消核电的决策）。通常情况下，为避免做
出有意外副作用的决策及其带来的风险，决策者们往往会
尽可能推迟采取决定性行动，而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则往
往会选择象征性的行动，而不是有效的决策。{11.2.2}

政策创新可被视为发明（新方法或新奇方法）、扩散（转移
和采用）和效果（成果、影响及潜在颠覆）监测的组合。良好
的实践表明，人们应以准实验的方式同时实施多项创新政
策，并在监测其效果的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最佳实践。

政策有效性的评估通常还是要归结于专家判断，因为目前
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的有效性评估方法。在理想状态下，
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的结合是政策有效性评估的最可靠
方式。一些政策设计工具可为专家判断提供补充。这些工
具包括：（i）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有效性分析——两者均可
在事前（即政策实施之前）或事后（即政策实施之后）使用；

（ii） 监管影响分析；（iii）基准比较或对照目标或指标寻找
差距的做法；（iv）内容分析或模式配对。{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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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引言

学术研究和实践或政策建议相关研究都就环境政策提出
了一些重要问题。但是，相关文献在概念和实证方面仍然
存在一些共同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i. 政策概念和评估方法的多样化——这导致了归纳方面
的困难；

ii. 对政策变化动态和稳定性的理解不够；以及
iii. 政策设计选择的影响很复杂。

总体而言，这些共同挑战妨碍了研究结果在不同环境政策
领域之间的可比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方法和视角较
为狭隘的风险。

克服这一狭隘视角的一个潜在切入点，是重新对政策设计
进行研究。“良好”政策设计是否存在某些可在不同问题领
域之间进行复制的共同要素呢？决策者是如何搜索有效政
策先例的，而这种搜索又是如何导致政策在国家之间和问
题领域之间进行扩散的呢？对政策设计的理论了解是如何
促进政策实践的呢？

本节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考察，并按政策领域/工具和治理
安排及本报告B部分第12-17章相关案例研究得出了一些
有待验证的经验教训（图11.1）。大体而言，本节对应的是
图11.1的上半部分，而第12-17章对应的则是该图的下半
部分。图11.1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试图认定政策的有效
性时，跳出个别政策工具的分析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在政
策设计阶段，决策者应考察一项环境政策将如何支持或抵
触其他部门的政策，反之亦然。为满足这一设计要求，各种
政策一体化工具都可为决策者所用。在环境政策组合内，
决策者应确保任何新政策均与预期政策成果相一致并支

持后者的实现。此外，各个治理层面的决策者还可对其他
国家、次国家区域或公司的经验进行考察，从而支持政策
的跨界和长久扩散。在后续章节中，我们还从多重案例研
究的视角对这一经验进行了研究，以回答为什么特定政策
方法似乎比其他方法更加有效或无效这一问题，同时对政
策敏感指标进行分析。 

11.2 政策设计

上述挑战既与政策变化的时间和空间动态相关，又与政
策工具在政策组合内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相关。这些都导
致人们重新对政策设计相关问题产生了兴趣（Howlett和
Lejano，2013年）。相关文献承认了密集政策组合中设计
要素的复杂性（Howlett和Cashore，2009年；Howlett和
del Rio，2015年；Young，2017年），同时还承认，合规系
统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Grey和Shimshack，2011年）。
但是，随着研究议程的展开，制度诊断方法（Young，2008
年；Ostrom，2009年）和政策变化实证评估及分析方法

（Jabbour等人，2012年；Knill、Schulze和Tosun，2012
年；Schaffrin、Sewerin和Seubert，2015年）正被越
来越多地运用于政策（组合）动态的系统、量化分析

（Voigt，2013年）。Young（2008年）认为，在致力于将制
度安排与生态系统属性和结构进行匹配的诊断分析方法
下，生态系统属性和问题、政策、实践和主体都应被视为
体制设计的要素。Ostrom（2007年）也采用类似方法，建
立了一个包含多个层面（包括地方层面）多类资源属性的
框架。

在决策者的决策方面，且就单个政策的有效性和整个
政策组合的有效性两者而言，政策设计至少与政策工
具的选择同样重要——这是一个正在日益成形的共识

（Mitchell，2002年；Yin和Powers，2010年；Flanagan等

 图11.1：政策有效性分析的概念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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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11年；Kemp和Pontoglio，2011年）。比如，技术特
异性——即某项政策因致力于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不同
技术而出现明确分化的情形——正日益被用于低碳技术
部署政策的分析（如Schmidt等人，2016）。但是，政策设
计研究领域各种视角（如实施相关研究和治理相关研究）
的整合仍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政策动态和政策组合、政
策设计和政策有效性、长期干预逻辑等方面的文献仍在不
断增加（Young，1999年；Miles等人，2002年；Howlett和
Rayner 2013年；Mees等人，2014年）。

致力于解决本报告A部分所述各种紧迫的环境问题时，政
策设计视角的用处可能非常大。分析师和决策者都要更好
地理解政策变化的时间动态、特定政策如何且为何会有
效（或无效）及政策选择在日益复杂的政策组合中如何互
动。在理想状态下，这将有助于改善政策设计，创造出积极
的反馈环（包括事后影响评估），并最终改变政策组合背后
的工具性逻辑（图11.2）。

11.2.1 空间动态：政策的跨界扩散

政策扩散研究旨在理解政策如何且为何跨界传播并由
不同国家/地区采用和设计。学术研究——主要是政治
学领域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政策空间扩散的驱动力

（Tews、Busch和Jorgens，2003年；Holzinger、 
Knill和Sommerer 2011；Graham、Shipan和
Volden，2013；Matisoff和Edwards，2014年），而聚
焦于政策实际传播内容及时机的要少得多（Jordan和

Huitema，2014a）。在21世纪前十年及第二个十年初期
的环境政策研究文献中，政策扩散是一个显著特征。这类
研究的重点是环境法规（Knill、Schulze和Tosun，2012
年）和可再生能源政策（Alizada，2017年）。其中，前者
主要得益于排放相关的监管标准方面大量数据的存在

（Heichel等人，2008年），而后者则得益于入网费率和
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作为可再生能源部署政策工具的有
效性方面的辩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要么以政策的宏
观特征（如政策工具的类型）为重点，如Stadelmann和 
Castro（2014年）的研究，要么以非常具体的监管标准（如
大型燃烧设备的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标准）为重点，
如Liefferink等人（2009年）的研究以及Holzinger、Knill 
和Sommerer（2011年）的研究等。就可再生能源而言，人
们考察了四种潜在的政策扩散机制，即效仿、说服、学习和
竞争（Alizada，2017年）。其中，说服和效仿比学习和竞争
更为普遍。

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相关政策都出
现了爆炸性增长。1998-2010年间，气候相关的国家法律
增加了5倍，而到2012年，这些法律已经覆盖了67%的排
放物（Jordan和Huitema，2014b）。

但是，关于这些政策扩散并被采用后的发展动态的
研究却很少。只有一些孤立研究（如Biesenbender和
Tosun，2014年）分析了这些政策在新辖区内如何进行调
整适应（即在初期扩散之后如何变更）这一问题。欧盟的
排放交易机制例证了同一政策在不同辖区之间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欧洲能源署（EEA）（2006年）

图11.2：政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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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变得十分艰难（Cass，2005年）。政策被采用后的发展
动态甚至会损害预期政策影响和政策连贯性（Jordan和
Huitema，2014a）。

一些可公开获得的数据集旨在协助人们记录环境政策
（特别是气候变化政策）及更具体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的扩散。比如，伦敦经济学院的世界气候变化法律数据
库（Nachmany等人，2017年）就汇编了从气候适应到
气候缓解再到交通运输的国家级气候政策相关信息。
同样，REN21发布的《全球状况报告》（Global Status 
Report）也记录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在大量国家和次国
家辖区内使用的实例。此外，诸如国际能源署（IEA）之类
的国际组织也收集了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在大量样本
辖区内使用的信息。但是，这些数据集的质量存在差异，
而其收集方法、政策分类和所涵盖政策信息的详尽程度
也不一。这个问题与所谓的“政策变化研究中的因变量问
题”——即在跨案例研究中如何以系统方式评估政策产出
这一根本挑战——有关（Howlett和Cashore，2009年）。
尽管人们已在开发通用方法以便以可比方式评估政策
产出方面做出了努力（如Knill、Schulze和Tosun，2012
年；Schaffrin、Sewerin和Seubert，2015年），但这类方法
被人们采用的速度非常缓慢，大多数政策动态分析仍在沿
用多样化或临时性的政策产出概念和衡量方法。因此，尽
管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已持续很久且已经在提供系统
政策信息方面做出了努力，但关于环境政策——特别是可
再生能源这一具体政策领域之外的环境政策——的空间
扩散的知识仍然非常有限。

11.2.2 时间动态：随时间发生的政策变化

政策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它将如何变化及
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些变化都是学术文献中的重要话题。政
策变化的各种理解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路径依赖法，
另一类是间断平衡法。其中，路径依赖法强调，早期的政
策决定锁定了后期的政策选择，因此大多数政策在付诸实
施后只能以渐进方式发生变化（Pierson，2000年）。积极
反馈——如通过政策学习形成并维系政策的自我强化进
程——据信是这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间断平
衡法则致力于解释原本稳定的政策是如何因突然发生的
不连贯、非渐进变化而瓦解的这一问题（Baumgartner和
Jones，2009年；Colgan、Keohane和Van de Graaf，2012
年）。外部冲击据信是这些间断的主要驱动力，它打破了积
极反馈与消极反馈之间原本存在的平衡，从而使政策趋向
于形成新的平衡。对环境政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法律诉
讼就是这种外部冲击的一个例子。但是，间断也可为环境
政策创造机会。比如，日本福岛发生的灾难就可能导致德
国做出了逐步取消核能源的决策（Wittneben，2012年）。

上述两类方法都运用到了环境政策变化的分析中（如
Daugbjerg，2003年；Repetto，2006年），但这些运用大
都集中在特定政策领域（如农业）的大规模项目上。近期

文献认为，如果要刻意设计既能创造积极反馈又能抵御
持续消极反馈和外部冲击的政策，仅仅专注于积极反馈
或外部冲击的催化效应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Jordan和
Matt，2014年）。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还增加了决策者“政策反应不足”的
风险，因为这种复杂性使得决策者难以准确评估风险

（Maor，2014年）。为避免做出有意外副作用的决策及其
带来的风险，决策者往往会尽可能推迟采取决定性行动，
而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则往往会选择象征性的行动而不是
有效的决策（Howlett，2014年）。为克服这一缺陷，人们提
出了许多旨在强化环境问题在政府事务中重要性的建议

（Kloepfer，1989年；Calliess，2001年；Eckersley，2005
年；Jänicke，2007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仍未
发生改变：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仍未获得制度认可并成为一
个优先事项，而是仍在与政府的其他目标进行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研究开始越来越重视政策设计
（Howlett和Lejano，2013年），以了解政策设计选择如

何催生政策变化，即一步步的渐进式政策变化在时间进
程中如何累积并促成转型变革。“有粘性”（即持久性）但
无“惰性”（即对环境变化反应不灵敏）且能够创造出积
极反馈的政策被视为提高环境政策有效性的一种潜在
方法（Jordan和Matt，2014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
协定》及其向上棘轮机制就是这一理念的显著例子之一

（Falkner，2016年）。因复杂性而陷于困境的政策领域都
需要采用这种前瞻性的政策设计方法，而大多数环境问题
也是如此（Levin等人，2013年）。国际体制的设计对其有
效性影响很大，甚至比基本问题类型对其有效性的影响都
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国际体制的设计很糟糕，即便是简单
的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Young，2011年）。鉴于政策和体
制的情景依赖性，对其设计的适当性进行仔细诊断无疑是
至关重要的（Young，2011年）。.

政策创新可被视为发明（新方法或新奇方法）、扩散（转
移和采用）和效果（成果、影响及潜在颠覆）监测的组合

（Jordan和Huitema，2014b）。关于多中心治理的文献
表明，人们应以准实验的方式同时实施多项创新政策，
并在监测其效果的过程中逐步总结出最佳实践。人们还
认为，最低级别的治理可将搭便车这一动机降至最低，
且实体越小（如社区），监测就越容易（Marshall，2009
年）。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多中心治理却会导致政府的
搭便车行为。比如，在缺乏全球体制的情况下，政府可能
会冒险不去采取行动，同时又从他人的缓解努力中受益

（Ostrom，2010年）。但是，政策创业精神在激发政策变
化中扮演的角色及公民社会的贡献都不应被低估。

但是，政策创新不一定就是政策打包的最有效路径，因
为经过检验且被证明可靠的命令控制和经济激励政策
可能足以实现大多数的政策效果（Hildén、Jordan和
Rayner，2014年；Jordan和Huitema，2014a）。扩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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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政策连贯性、成功实施和合规等问题纳入考量的作法
也许会证明，传统政策方法仍可有效发挥其作用。而且，创
新政策可能会在实施和合规方面带来新的挑战，而这些挑
战是现有制度仍无法娴熟应对的。

11.2.3 通过改善设计提高政策有效性

过去，旨在评估政策有效性的努力都假定环境政策与其
成果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相互关系（Weber、Driessen和
Runhaar，2013年）。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政府要求汽油或
油漆必须除铅的命令控制式政策下，这种假定也许是合
理的（请参见关于政策敏感指标的后续讨论）。但是，在第
12-17章所述的大部分案例中，将环境成果归因于某一特
定政策的作法被证明是很困难的。由于实际和道德等原
因，反事实情景（如没有政策的情形）是无法以实验方式
付诸实施的，因为让某一群体实施针对某一有害污染物
的政策而不让其他群体实施相同政策的作法是不合理的

（Niles和Lubell，2012年）。

由于这些原因，政策有效性的评估最终往往还是要靠专
家判断（图11.3）（欧洲能源署，2001年；Egger等人，2015
年）。图11.3表明，并非所有能效政策的排名都是一样的；
相当大部分的专家认为，一些政策根本就没有任何效

果。尽管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一些重
要洞见已经成形。这些洞见不仅源于利用统计程序对个
体变量的影响进行区分的作法，而且还源于将定性比较
分析（QCA）之类的替代技术用于认定政策有效性的作法

（Breitmeier、Underdal和Young 2011）。其中，定性比
较分析是一种旨在识别那些共同发生作用的因素组合
的方法。但是，在理想状态下，定量评估与定性评估的结
合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而言才是最为可靠的（Egger等
人，2015年）。

可为专家判断提供补充的一些政策设计工具包括：

i. 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有效性分析——两者均可在事前
或事后使用（Interwies、Gorlach和Newcombe，2007
年）；

ii. 监管影响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08年）；
iii. 基准比较或对照目标寻找差距的作法

（Uslu、Mozzaffarian和Stralen，2016年）；
iv. 内容分析或模式匹配（Di Gregorio等人，2017年）。

当然，环境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建构。对一个群体而言的
环境问题在有着不同利益的另一个群体看来也许并不是
问题。因此，在设计有效政策的过程中，“问题”的构建极其

Source: Egger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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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欧洲能效政策相关专家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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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比如，将气候变化构建为一个涉及就业和安全的问
题——正如欧洲所做的那样——也许比简单地将其作为一
个技术或科学问题进行探讨更为有效。在一些发展中国
家，改变“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许应成为其
环境政策设计的一个重大转变。

11.2.4 政策组合

正如第10章指出的那样，在环境领域内，一项重要经验教
训是必须先精心设计一个与总体政策目标高度一致的政
策组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能源署、核能署【NEA】
和国际交通论坛【ITF】，2015年），然后对该政策组合的实
际效果进行监测，以认定最佳实践。比如，气候变化缓解这
一政策目标就需要碳定价、支持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
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创新政策、防止某些技术的锁定
和消费行为的变革等政策的全面支持（Hood，2011年）。
但是，不同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往往很糟糕，许多政策甚至
是相互冲突的。因此，解决这种不一致的问题并确保政策
之间相互强化也许是实现环境改善目标的最佳方法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2015年）。

政策分析文献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将政策视为政策组合
的一部分并在更广泛背景下对每一政策进行考量，而不是
将其视为孤立政策。政策组合通常被视为与特定政策领域

（如可再生能源政策组合）相关，其质量传统上是以定性
方式进行评估的，且参考了一系列理念，如：

i. 多项政策工具的一致性（即各项工具相互强化而不是
相互削弱的能力）；

ii. 多项政策目标的连贯性（即目标之间不相互抵触的性
质）；以及

iii. 多项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兼容性（即朝着一个方向
共同发挥作用的能力）（Howlett和Rayner，2013
年；Kern、Kivimaa和 Martiskainen，2017年）

尽管这些理念已被广泛采用，但它们既没有一致的定义，
也没有被普遍接受的通用评估方法，从而导致了政策组合
模式实证分析的匮乏（Howlett和del Rio，2015年）。除某
些类型的政策工具不一定会很好地相互配合这一相当宽
泛的认识外，人们对政策组合中各项政策工具之间的互动
仍知之甚少。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在充分、系
统地评价和评估单项政策——即复杂政策组合的构成要
素——方面所面临的持续挑战（Capano和Howlett，2009
年；Howlett和Cashore，2009年），更不要说评估这些政
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了。直到最近，相关研究才开始应对
这些重要挑战，而其方法要么是基于全面的数据集开展数
据组合分析（Schmidt和Sewerin，2018年），要么是就政
策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建模。但是，这些模型通常仅
限于两项或三项政策之间的互动，而真实世界中的政策组
合通常由许多政策组成，因而要复杂得多。

11.3 政策一体化

环境目标无法只通过实施某一环境政策组合实现；它们
必须被融入非环境政策部门中。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的一体化方法就强调了这一点。但是，环境
抱负通常会与其他部门目标相冲突。比如，能源部门或农
业部门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或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基
础设施建设的努力都会与旨在保护自然资源的努力构成
冲突。为促进环境问题与其他政策部门之间的融合，人们
提出了“环境政策一体化（EPI）”这一概念（Lay等人，2017
年），并得到了《全球环境展望》以往评估的认可。环境政策
一体化旨在解决环境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相
关科学文献（Nilsson等人， 2012年；Runhaar、Driessen
和Uittenbroek，2014年）已对其进行探讨，且人们从一
开始就在政策背景下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Mullally和
Dunphy，2015年）。它导致了范围广泛的实施制度、程序
和工具的诞生（Jacob等人，2008年）。环境政策一体化的
原则还推动了政策讨论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又进一步影
响了政策成果（Scarse和Ockwell，2010年；Espinosa等
人，2017）。一些人则表示，环境政策一体化需要更进一
步，要求其“明确承认环境目标作为政策规划和执行指导
原则的角色，并将其纳入非环境政策部门决策的所有阶段”

（Lafferty，2004年，第201页）。但是，这一层面的抱负并
未实现，因为政策不连贯和政策竞争仍是现实世界中的普
遍现象——这凸显了那些旨在倡导环境政策一体化的制
度、工具和程序的局限性。 

实际上，人们并不总是很清楚与其他政策领域相关的制
度和社会经济条件到底如何导致环境退化，因此很难洞
悉哪些环境政策一体化策略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退化的

（Runhaar、Driessen和Uittenbroek，2014年）。农业、交
通、城市规划或水资源管理之类的部门如何将环境关切
和标准纳入其政策以防止、削弱或缓解任何有害环境影
响，这方面的系统性证据目前仍然很匮乏。尽管如此，政治
领导力及对多个政策领域共同效益的认可仍是政策一体
化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Persson，2007年；Jordan和
Lenschow，2010年）。

政策连贯性
与政策一体化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政策连贯性，即倡
导相互强化的政策行动以便多个部门在实现共同目标方
面形成协同效应的状况。旨在改善连贯性的努力包括制
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各种路线图，如欧盟委员会制定
的那些和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在实施的“改善监
管（better regulation）”议程（欧盟委员会，2010年）。在
这里，政治领导力和共同效益仍是必要非充分条件。201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基于以下8个构成要素提出了一
个详细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连贯性框架：

i. 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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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一体化的实施方法；
iii. 代际时间线；
iv. 对潜在跨界影响的分析和评估；
v. 政策和制度协调；
vi. 地方和区域参与；
vii.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viii. 监测和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大会，2015年）的出台是联合国
环境框架下环境一体化和连贯性努力的一个重要例子。可
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包括气候变化、化学污染、废弃物、
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在内的主要环境领域，但同时也涵
盖了既适用于高收入国家又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社会、
经济和制度发展目标，如食物、水、卫生、能源、健康、教育
和公正的获得以及基础设施、城市、就业的发展和增长等

（Nilsson和Persson，2017年）。在长期试图将经济和社
会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相融合之后，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志
着联合国向“可持续”发展这一独特议程的历史性转变。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出之前，国际协议都是碎片化和部门性
的；环境一体化经常在纸面上被提及，但却很少转化为实
践。当然，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这种不可分割的全面
方法的有效性仍然有待观察。

第12-17章明确了一些已经在政策一体化和连贯性方面显
现出某些作用的监管及其他政策工具的例子。过去二十年
中，在所谓的“改善监管政策”这一总体框架下，大多数国
家都制定了某些监管政策（Turnpenny等人，2009年；De 
Francesco，2012年；Adelle等人，2015年）。在许多国家，
这导致了各种制度的创建和各种工具和程序的采用，如监
管影响评估、参与式方法和事后评估等。最初，这些工具
都是为了降低监管成本和去监管化而出现的。但后来，一
些国家却扩大了这些工具的使用范围，将其用于推动可
持续发展关切与政策制定过程的融合（Bäcklund，2009
年；Adelle和Weiland，2012年；Renda，2017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如具体目标17.4）强调了“改善可持续
发展政策连贯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必要
性。在这方面，一项重要经验教训是要确保不同治理层次
和经济、社会及环境等不同领域之间的政策连贯性。因此，
将环境政策独立于宏观经济或部门政策或旨在解决环境
破坏这类人为影响问题的社会政策之外的作法是不够的，
因为后者往往会充当环境退化的驱动力。在第12-17章的
案例研究中，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些其他领域的政策往往
会成为实现环境政策有效性目标的促进因素或制约因素。
此外，在分析政策连贯性时，决策者还要同时考虑政策的
长期和短期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

11.3.1 监管政策环境维度的一体化

将环境关切和政策目标纳入不同政策领域是环境政策一
体化的基础（Runhaar、Driessen和Uittenbroek，2014

年）。事实可能会证明，确保这类关切和政策目标被纳入立
法过程可能是环境政策一体化的关键（Jacob等人，2011
年）。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各种方法/工具评估拟通过立法对
利益相关方、经济部门和环境的潜在影响（Radaelli，2009
年；Jacob等人，2011年；Adelle和Weiland，2012
年；Adelle等人，2016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
国，监管政策的事后评估已成为标准的行政管理程序。比
如，荷兰要求所有新设法律、市政厅命令和拟定修正案都
要接受这种评估；在加拿大，监管程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
分是对政府行动影响公民的情况进行描述；在澳大利亚，
拟进行的立法和税收相关改革应包含监管影响声明和评
估则是一项法定要求（Jacob等人，2011年）。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Di Gregorio等人（2017年）提出，气
候政策一体化需要：

i. 气候缓解与气候适应之间的政策连贯性；
ii. 气候变化与发展目标之间的政策连贯性；
iii. 通过气候变化在部门政策中的主流化实现纵向政策一

体化；以及
iv. 通过跨部门协调实现横向政策一体化。

这种多项维度和治理安排共存的现象使得有效的政策设
计极其困难。

监管政策的评估要求和实践因国而异，而环境维度被纳入
考量的程度也一样（Jacob、Volkery和Lenschow，2008
年；Jacob等人，2011年）。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
员国，监管政策的评估都有四个关键维度或目标，即：

i. 影响的评估；
ii. 政策的一体化；
iii. 透明度的倡导；
iv. 问责的改善（Ritzka，2016年）。

此外，监管影响评估据信可改善政策连贯性，将政策冲突
减至最少，并最终改善监管质量和良好治理水平（Hertin
等人，2009年）。

v 选择拟接受评估的政策建议
v 描述问题和拟实施监管的目标
v 描述基线情景
v 识别拟评估政策选项
v 评估各个选项，包括各选项在不同领域的预期影响及不同影

响的衡量和加总
v 就评估结果与利益相关方及存在利害关系的其他各方进行磋

商
v 审查评估质量

表11表11.1：监管影响评估的典型阶段

资料来源：Jacob等人（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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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影响评估通常包含若干个阶段，而环境维度与所有这
些阶段都相关（表11.1）。将环境维度纳入监管政策评估
要用到一些用于收集和分析政策选项潜在成果和影响相
关数据的工具。这些工具将用于生成和分析具体影响领域

（如社会经济、生物物理模型和一体化模型等）的数据，集
成和汇总数据（如情景工具和成本效益分析），并吸引利益
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Jacob等人，2011年）。

英国的碳排放社会成本评估很好地说明了上述方法及相
关工具（专栏11.1）。英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实施气候影响
评估时间最长的国家，它展示了世界上最细致的政策评估
方法之一，以及通过具体立法（英国气候变革法案）支持这
项工作的作法（Jacob等人，2011年）。

考虑到监管政策评估方法和工具的多样性，Adelle等人
（2011年）提出，这种评估并没有所谓的“唯一方法”或 
“最佳方法”。但是，一些辖区（如欧盟）在社会、经济和环

境维度的处理和考量方法的高度一体化方面却可被视为
楷模（Adelle等人，2016年）。基于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部分成员国监管政策评估进行的一次回顾，Jacob等人

（2011年）提出了如何在监管政策评估中更好地考虑环
境维度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

v 对经济活动实施监管时，将环境成本和效益纳入考量；
v 实施早期评估、通报和参与式方法，以便将部门之间及

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冲突减至最少，同时提高建议的
社会稳健性；

v 采用充分证实的模型，比如气候变化、有害物质排放和
土地利用方面的模型；

v 引入制度要求，包括质量控制、透明度和磋商机制，以
及

v 在环境部门和机构中开展监管影响评估实施或支持能
力建设。

11.3.2 其他政策一体化工具

除监管影响评估之类监管政策工具外，人们还开发了
其他的政策一体化工具。环境影响评价（EIA）就是其中

之一。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
尤其用于水坝之类的大规模项目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Morgan，2012年）。过去20年间，环境影响评价得到了
稳步运用，并在许多国际协议（如《埃斯波公约》《拉姆萨公
约》《奥尔胡斯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和《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即《马
德里条约》））中得到了认可。

战略环境评价（SEA）对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细化，并将环
境影响评价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延伸到了更高的决策层面

（Lee和Walsh，1992年）。作为一项工具，战略环境评价
被认为可在更广泛的视角下并在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程序
中对一整套政策进行评估：政策、计划或项目及其替代项
目的环境影响都在其评估范围之内。战略环境评价是一种
能够在计划和项目最终通过之前将环境考量充分纳入其
准备过程的程序。战略环境评价程序的目标是“协助将环
境考量纳入指定计划和项目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从而提供
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推动可持续发展”（英国环境保护署

【UK EPA】，2018年）。

对欧盟委员会而言，战略环境评价程序可总结如下：“制作
一份环境报告，以明确拟实施计划或项目可能对环境产生
的显著影响及其合理替代选项。就计划或项目草案向公
众和环境当局进行通报和磋商，并制作环境报告” 。2008
年11月，欧盟批准了《战略环境评价议定书》（Protocol on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取代了欧盟立
法中之前就存在的《战略环境评价指令》（指令2001/42/
EC）（欧盟委员会，2001年）。

就各类政策一体化工具具体运用及旨在评估政策一体化
程度的各项努力的实际成果而言，相关证据仍然很少，且
大部分评估案例都是以欧洲为背景进行的。比如，在环境
责任规定很薄弱的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战略环境评价工
具的有效性可能是有限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5
年；Kotze和Plessis，2006年；Gitari等人，2016年）。

“出版与欧洲研究生态”项目（PEER）是少数例外之一
（Mickwitz等人，2009年）。该项目对欧洲不同国家、政策

专栏11.1：英国政策评估中的碳估值

2002年，英国经济和财政部（财政部）和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就如何将碳排放社会成本纳入决策这一问题发布了一份联合报告。
自2003年起，温室气体（GHG）影响评估就成了英国广泛政策评估程序的法定组成部分（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BIS】，2010年，第73页）。这
项评估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并要求所有政策倡议都接受评估。

对潜在政府政策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评估的依据是“为重大气候变化决策提供指导”。所有政策的制定均应满足英国在二氧化碳排放方
面的长期和短期目标——这些目标决定了冲突目标之间的选择（商业、创新和技能部，2010年）。温室气体测试是在整个成本效益分析中进行
的，其目的是评估某一政策相对于其他替代选项而言是否具有成本效益（同上，第91页）。

2007年，英国对其碳排放社会成本评估方法进行了审查。结果，这一方法被碳排放影子价格取代了，以尊重史登评估（Stern Review）提交的、
在当时来说较新的证据。2009年，碳排放影子价格又被修订并被一个目标一致性方法取代了（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DECC】，2009年， 
第5页）。

资料来源：Jacob等人（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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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某些情况下不同区域和城市的气候政策一体化程
度进行了评估。它采用的评估标准有五项，即包容性、一致
性、加权、报告和资源。此外，该项目还分析了所有项目国
家旨在改善气候政策一体化及政策连贯性的措施和手段，
但大多数分析都集中于一两项政策以及少数区域和城市。
在开展了这些工作后，人们是可能得出某些结论的，如减
排已成为一个关键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已被广泛纳入政府
规划等。入选该项目的国家都承认，如果要实现更具雄心
的气候变化缓解承诺，气候政策的一体化都是必需的。

在政策一体化方面，“出版与欧洲研究生态”项目发现的
一个事实是，一些城市也将气候目标纳入了它们的战略
和具体措施中，且它们的目标有时甚至比国家的目标还
要远大。该项目还强调，有效的气候政策一体化需要充足
的知识和资金等资源。没有这些资源，真正认识到一般政
策或部门政策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及寻找和实施替代
政策的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出版与欧洲研究生
态”项目的研究成果，鉴于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经济
进程及适应气候变化进程的高度复杂性，政策必须以学
习为依据。

非国家主体（如城市、公民社会团体等）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日益增强的角色正在为气候缓解努力的推动做出相当大
的贡献。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例子说明，气候政策
一体化并不是一个单向通道，而是可能出现倒退的。尽管
美国政府的决定可能并没有对美国社会和企业旨在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造成负面影响，但它仍然说明了加强
制度化的必要性。 

除能源政策评估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AP）评估则是
政策一体化工具的另一个例子。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可追
溯至1962年，是以提供价格支持和保证粮食安全为目标
的最悠久政策之一。2013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相关改革
将可持续发展认定为该项目的核心目标之一。于是，欧盟
农业政策的一体化方式也发生了演变：在此之前，欧盟的
立场是假定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而
在此之后，欧盟形成了一项更加广泛的共识，即环境政策
一体化的明确宣示是有必要的。尽管如此，气候变化考量
在欧盟农业部门的政策努力中仍是明显缺失的。

相比之下，由于明显的环境关切，欧盟的能源政策开发努
力成功纳入了环境考量，而最近，不断强化的气候变化意
识更是强化了欧盟旨在实现环境政策与能源政策一体化
的努力。很明显，能源领域的政策一体化已经从20世纪90
年代末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发展到了当前能源政策的
环境维度几乎完全为气候变化议程所垄断的地步，并因此
而导致了倡导“可持续核能”和过度强调生物燃料的必要
性这些明显的反常现象。这种不同政策边界之间缺乏一致
性的现象使得环境政策的一体化难以进行，甚至可能导致
跨领域（如能源和农业这两个领域的生物燃料）政策工具
之间的冲突（Mullally和Dunphy 2015年）。

尼泊尔的努力则是另一个明显例子。该国不仅曾经试图将
气候变化纳入环境事务，而且曾试图将其作为所有发展
规划的一个主要考量。尼泊尔的气候公共支出和制度评估

（尼泊尔政府等，2011年）对该国气候变化相关财政资金
分配和支出方面的财务管理制度及制度安排和政策指令
进行了评估。这项评估对尼泊尔之前强调气候变化项目运
作的作法进行了考察，并承认了各个社群包括公民社会、
私营部门和国际社会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这项评估
的主要发现之一是，尼泊尔缺乏不同部门政策一体化所需
要的机构协作和能力建设。此外，预算实施的碎片化也抑
制了人们进行支出协调以推动和倡导最佳产出和成果的
努力，甚至促使一些人试图将气候变化支出纳入国家的会
计科目表。

环境政策一体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涉及全球贸易体
制。2010年，作为欧盟“欧洲2020”战略的一部分，《关于贸
易、增长和世界事务的通报》曾试图将环境关切明确纳入
欧盟的贸易协议战略。2012年，在《关于贸易、增长和发展
的通报》中，欧盟再次尝试了上述努力（Morin、Pauwelyn
和Hollway，2017年）。但是，正如欧盟与加拿大、美国和日
本之间近期贸易协议谈判引发争端所显示的那样，这种作
法的有效性仍在争论之中。

在多边层面，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与环境委
员会常规和特殊会议上积极参与了旨在推动《多哈宣言》
第31条关于环境产品和服务自由化这一使命的活动，但
到目前为止仍收效甚微。2014年，占全球环境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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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超过80%的14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包括欧盟）发
起了绿色产品倡议。作为第一步，这个倡议的目标是大范
围取消绿色产品的关税。当前正在进行的《环境产品协定》

（EGA）谈判的目标，就是要以较低成本供应高质量的环
境产品和技术。

比如，欧盟还以《贸易与可持续发展》（TSD）这种章节的形
式将环境条款纳入了双边和区域优惠贸易协定中。这些条
款特别要求欧盟的贸易伙伴在其国内批准主要的多边环
境协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将其付诸实施。这些条款是通过可
持续性影响评估（SIA）的方式被纳入协定谈判进程的。可
持续性影响评估是由外部咨询机构独立开展的评估，但需
要利益相关方的投入。之后，欧盟及公民社会都将对贸易
伙伴实施《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环境条款的情况进行
监测。由于这种条款可能意味着代价高昂的承诺，因此贸
易伙伴在与第三方缔结后续贸易协定时可能也会要求将
类似环境条款纳入（Milewicz等人，2016年）。为了使发展
中国家的出口商能够就其向欧盟的出口支付较低关税，欧
盟还单方面创建了普遍优惠制（GSP）。这种“普遍优惠制
+”的安排旨在通过提供额外贸易优惠的方式建设弱势国
家将环境关切纳入其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能力。

贸易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其他方面也很明显。比如，
环境政策可能会抑制某些不可取的贸易形式，而贸易政策
也可能削弱某些本来更加强势的国际环境政策。贸易政策
措施在众多环境工具中都有体现，如对濒危动植物物种和
非法木材贸易、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捕捞、具有区
域或全球影响的化学品、臭氧消耗物质进行的限制等。总
体而言，环境非政府组织（NGO）的影响力及其对贸易政
策的关注仍然有限（Dür和De Bièvre，2007年）。

总之，环境政策一体化及其相关工具已被那些试图将环境
关切纳入其他相关部门政策的政府广泛使用。但是，对环
境政策一体化实际成果和影响的评估目前仍然匮乏，而重
大挑战仍然挥之不去，如制度碎片化、能力建设缺失、利益
相关方参与困难等，甚至连与气候变化之外其他环境问题
的一体化也仍是一大挑战。

11.3.3 共同效益：关于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创新和就业影响的
发现

支持环境政策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实施环境政策能
够预期或显现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共同效益。这些效益可
能包括创新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提
高带来的节余、环境破坏成本的规避等。但是，共同效益这
个概念目前仍是人们争论的对象，因为它基本上忽略了
政治和“南方—北方国家”这些维度（Mayrhofer和Gupta 
2016年）。

具体而言，将环境维度纳入主要经济部门的政策能够得益
于协同效应，并以缓解稀缺性的方式推动长期增长。在这

方面，据估算，在2011-2050年间，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GDP）2%的绿色投资将拉动至少相当于“一切照旧”乐
观情景下增长率的长期经济增长，同时将气候变化、水资
源稀缺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

在许多情况下，将环境关切纳入且设计巧妙的政策能够 
推动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但同时也包括政策和制度创
新）（Ambec和Barla，2002年；Ambec等人，2013年）。这 
个结论是基于下列假设做出的（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年，第99–100页，转引自：Ambec等人，2013
年）：

v  “……监管就可能出现的资源低效现象和潜在的技术
改进向公司发出了信号”。

v “……以收集信息为重点的监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
意识实现重大效益”。

v  “……监管降低了旨在应对环境问题的投资是否有价
值这方面的不确定性”。

v “……监管形成了能够激发创新和进步的压力”。
v “……监管为过渡期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向创

新性解决方案过渡期间，监管可确保任何公司均无法
通过规避环境投资的方式投机性地获利”。

在这一背景下，诸如环境税和可交易排放权之类的市场
化灵活工具据信更有利于创新，因为它们允许企业自行
选择实现合规的最佳方式（Ambec等人，2013年）。此外，
在那些致力于获得竞争优势和/或维护社会经营许可证
的企业中，过度合规的趋势正越来越明显（Ford、Steen和
Verreyne，2014年）。因此，市场化工具对于触发基于效率
的绿色经济进程至关重要（欧洲能源署，2014年）。尽管如
此，由于没怎么考虑社会公平（如允许出现不利于穷人的
分配效应），以效率为重点的绿色经济方法和市场化工具
仍然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

环境政策也可对就业产生影响，特别是在纳入了环境维
度的经济活动中；可再生能源、建筑、交通、农业、林业、
回收和废弃物管理等方面的环境政策就是例子（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17年）。
可再生能源是就业增长的一个关键来源。2016年，这个
部门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810万个工作岗位。相
关预测指出，到2030年，这一数据可能高达2000万：其
中，210万个将由风能行业创造；630万个将由太阳光伏
行业创造，1200万个将由生物燃料相关农业和工业创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由于资源效率更高低
碳经济的发展，其他行业如农业、建筑、林业和交通运输
等据预测也将见证高于一切照旧可比情景的长期、中期
和短期就业增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年）。 比如，在
可再生能源就业领域引领全球的中国据预测至少将因交
通运输和林业等部门的绿色化而创造出450万个工作岗位

（Pan、Ma和Zhang，2011年）。但是，将其他部门潜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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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损失纳入考量并计算环境政策就业创造净效应的其他
研究则没有这么乐观。尽管如此，总体证据表明，这种净效
应至少不会是负数（Telli等人，2008年；Lin和Jiang，2011
年；Willenbockel，2011年；Jacob、Quitzow和 Bär，2015
年）。

11.4 国际治理和多层次治理的有效性

11.4.1 制度有效性的长期概念挑战

当然，环境问题的适当构建和良好的政策设计只是政策
有效性分析的一部分（如图11.2中的政策循环所示）。设
计、融合并实施成功的环境政策需要有效的制度。考虑制
度有效性时，要克服几个关键挑战。将有效性这个概念与
诸如合规和执行之类的相邻概念区分开来就是其中之一

（Chayes和Chayes，1993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项
制度的参与者可能会都很合规，但制度本身却没有任何效
果。监管工具形式上的合规是一阶有效性的例子：这种合
规能够解决被识别问题，但不一定能够解决二阶和三阶问
题（即其他影响和副作用）。

如果一项制度只能靠自愿参与来解决环境问题（国际制
度往往就是这样），那么，参与者可能会倾向于为了遵守
而遵守这项制度，或者干脆就无视这项制度，因为它们
当初就是为了加入而加入这项制度的。因此，一些制度
可能无法促成行为变革，正如它们无法筛查出那些本来
就不愿意遵守这些制度的主体一样（Downs、Rocke和
Barsoom，1996年；Von Stein，2005年；Simmons，2010
年）。联盟和俱乐部也许能够为同行压力介入并帮助克
服制度阻力创造机会。混合治理——即将不同治理模式
和工具相结合的治理——有助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
强化（如通过信息共享和监管方法），正如欧洲化学品条
例“REACH”显示的那样（Hey等人，2007年）。

另一项挑战是要将有效性与效能（performance）区分开来
（Gutner和Thompson，2010年）。就生物多样性而言，Le 

Prestre（2002年）对有效性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用途（请
同时参见Young，2011年）、目标达成、实施、合规、行为变
革、合作和规范性收益（正义）等概念进行了区分。

为衡量制度的有效性，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方法，其中
既有定性方法，也有定量方法。比如，奥斯陆—波茨坦方案

（Hovi、Sprinz和Underdal，2003年）提出了一种利用无
机制反事实情景（即没有负责任制度情形下将发生什么的
假设情景）和通过分析得到的集体最优状况对制度有效性
进行衡量的分析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因为无法提出连贯
一致的基线而受到了人们的质疑（Young，2003年）。一种
常见的替代方法是利用明确的统计模型模拟无机制反事
实情景，在控制对相关行为变量产生其他似是而非效应的
情况下估算“制度效应”（Bernauer，1995年）。

11.4.2 制度有效性的决定因素

理解制度的有效性对于强化现有国家环境制度和/或创设
新制度非常重要（Young，2011年）。目前，诸如地方政府、
城市和公民社会组织之类的非国家主体在国际环境政策
讨论中正变得日益重要（Nasiritousi等人，2016年）。在国
家政府不支持国际共识环境目标的情况下，个别州和城市
可能会制定自己的实施议程，正如它们在《巴黎协定》中所
做的那样。

制度有效性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制度致力于解决的
问题的结构（Mitchell和Keilbach，2001年）。这些情景
因素包括问题的分布和执行问题，以及各种不确定性

（Koremenos，Lipson和Snidal，2001年）。此外，相关主
体认识到问题（Mitchell 2009；Breitmeier，Underdal和
Young，2011年）的存在并提供必要的环境领导力也非常
重要（Sprinz和Vaahtoranta，1994年）。

其次是涉及政策问题的特定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强大
主体的支持对于制度的成功非常重要。但是，这并非制
度成功的必要条件（Young，2011年）。某些机构可依
赖强大的、有意愿主体组成的联盟创建并实施强有力
的制度（Sebenius，1991年）。但是，这些“推动者”可因
为“落后者”而感到沮丧（Sprinz和Vaahtoranta，1994
年；Haas、Keohane和Levy，1993年）。在复杂谈判中，各
方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目标往往会成为进步的巨大障碍

（Underdal，1983年）。

国际制度产生效能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国内杠杆。通过提供
信息资源，国际制度可实现国内主体的赋能，从而诱发国
内政策变化（Dai，2005年）。

另一主要决定因素是制度设计。Young（2011年）认
为，在决定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制度设计往往比问
题结构更重要。体制规则的深度和密度也非常重要

（Breitmeier、Underdal和Young，2011年）。而且，最 
“深刻”的制度不一定会吓跑潜在参与者（Bernauer等

人，2013年）。许多主体都会被那些一定会产生成果的制
度吸引过来（Hollway和Koskinen 2016年）。

但是，制度设计的效果会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监管范围
（Young，2011年），特别是在设立了国际组织的情况下。

一个组织的设计可孕育某种制度文化，并使该组织能够在
某一问题领域（如私人治理和公私治理领域等）各积极治
理主体的协调方面扮演一定角色（Abbott和Snidal，2010
年；Andonova，2017年）。关于“前沿”问题的其他考量对
决策者可能也非常重要。这些考量包括：（i）环境制度赖以
生存的国际社会的深层结构，以及使体制与这种结构特别
是权力结构和规范保持一致的必要性；（ii）人类与环境互
动的非线性性质（Young，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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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多层次治理中的横向和纵向互动

国际环境制度不仅会相互影响，而且会与其他政策领域 
（如贸易、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制度相互影响
（Stokke，2001年；Gehring和Oberthür，2008

年；Oberthür，2009年；Oberthür和Stokke，2011年）。
一般而言，多边环境协议能够为国家层面的环境决策提
供支持，但连贯性和互动仍是一大挑战。制度互动可分为
横向互动（即同一级别机构之间的互动）和纵向互动（即
从国际层面一直到地方政府层面的互动）（Young，2002
年；Young，2006年）。当两项或更多制度共同致力于解决
的问题以空间、生物地球物理或社会经济的方式联系在一
起的时候，制度互动还可以功能互动的形式进行区分。在
这种情况下，一项制度的运作将直接影响另一项制度的有
效性（Adger、Brown和Tompkins，2005年；Young，2002
年；Young，2006年）。此外，当制度主体在制度之间创建联
系以推动单项或集体目标时，制度互动还可受政治联系的
影响（Young，2002年；Young，2006年）。而且，它还为择地
诉讼（即寻找能够给个人或集体带来最大利益的制度安排
的行为）带来了机会（Gehring和Oberthür，2009年）。

互动可能会使制度之间发生冲突。但是，它同样可产生积
极或具有协同效应的互动。在产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可
通过谈判并达成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以确保相关制度能
够在不过度影响对方解决其目标问题的能力这一前提下
共同运作（Young，2011年）。互动的概念还可能为旨在改
善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努力提供相关切入点。

由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都要实现充分的一体化和普及
化，因此，一些国家目前正在努力设计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以实现预期的横向和纵向政策一体化。2017年对各国至
今提交的《自愿国别报告》进行的综合分析发现，到目前为
止，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家正在应对所有可持续发展
目标（联合国 2017），但几乎所有国家都落实了某些相关
制度安排。

制度方面横向一体化的一些例子有：

v 最初，蒙古成立了一个环境与绿色发展部。最近，这个
部门又被改成了环境与旅游部。这个新设部门主管着
一个绿色发展协调委员会。

v 斯里兰卡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职责赋予了总统办公
室，由总统主管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v 阿富汗本来就设有一个高级部长委员会。现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该国的本地化及根据目标和指标分配预算
的工作都由这个委员会负责。

v 哥斯达黎加成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高级委员会，
由总统和三位主要部长共同主管。

v 尼日利亚成立了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总统委员
会，并创设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级特别总统助
理这一职位。

v 孟加拉成立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部际监测和实施
委员会，涉及21个部。

v 白俄罗斯设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国家协调员，
由其主管由30个机构组成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

v 博茨瓦纳设立了一个包括联合国和所有利益相关方
团体在内的国家指导委员会。

v 捷克共和国设立了一个由9个主题委员会组成的可
持续发展政府委员会。

v 日本成立了一个由首相负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
总部这一内阁级机构。

v 丹麦设立了一个由财政部负责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部际工作组。

纵向一体化的例子有：

v 巴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委员会由27名联邦、州、
区和市政府的代表组成。

v 比利时的可持续发展部际会议由负责可持续发展的
联邦、地区和社区委员组成。

v 印度设立了一个“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由总理亲
自主管。

v 马尔代夫地方政府当局将由岛屿委员会实施的五年
发展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结合。

v 埃塞俄比亚制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增长和
转型计划。该计划每年都要向议会常务委员会递交
一份报告。

此外，阿富汗、阿根廷、孟加拉、伯利兹、贝宁、博茨瓦纳、
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捷克共和国、洪都拉斯、肯尼
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尼泊尔、秘鲁、泰国和津巴布韦
等国都已明确将利益相关方参与纳入其可持续发展目
标相关制度安排。

鉴于制度安排的这种广泛性，一个相关问题是，制度一
体化安排方面既往努力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否已被这些
制度安排纳入了其当前作法。由于向可持续发展高级别
政治论坛提交《自愿国别评估》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个问
题应予以明确。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横向一体化的早
期形式（即可持续发展国家委员会（NCSD））曾经风靡一
时，并因2002年召开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峰会而
得到了强化。但是，它们的形式、功能和有效性却因国家
的不同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Osbourn、Cornforth和
Ullah，2014年）。

《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的实施取得一定进展后，2012
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
又发起了一个导致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的进程（又被称
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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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这一进程的内容，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全球
网络及类似机构对过去25年的一体化努力进行了评
估，以总结良好实践和成功因素（Osborn、Cornforth和
Ullah，2014年）。该全球网络及负责地方21世纪议程的地
方政府也说明了纵向一体化的重要性。

和众多环境部一样，许多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现自
己提出的建议往往难以被当局接受。所以，它们通常不得
不通过非传统媒体途径传播其主要建议。与各自为政式
的常规政府官僚体制之间充分保持一定距离的作法可促
进这种非传统的传播机制，并提高接触更广泛利益相关
方的能力。

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组成通常反映了一国的政治背
景。在这方面，人们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偏好。如果国家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只有政府机构，则其受政治利益影响
的风险较高，且可能会出现目标定得过低的情况。混合成
员制会在避免政府观点占据支配地位并紧盯整个大局方
面出现困难。由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政府外成员占主导地位
的委员会则会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出现困难，且通常会出现
长期资金问题。但是，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一项成功
关键要素是其主席的地位和参与度，独立主席或联合主席
的安排似乎能够产生最佳结果。

尽管存在上述不利之处，人们仍得出了下列结论：“如果
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已经存在，则应滋养之；如果尚不
存在，则应仔细考虑成立之；如果已被终止，则出于短期
原因应考虑（以新的形式）重建之”（Osborn、Cornforth和 
Ullah，2014年）。

11.5 结论

良好政策设计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良好政策
设计的一些共同要素包括：

i. 通过包容、参与式的设计程序设定长期愿景，并避
免危机模式的决策；

ii. 设立基线、量化目标和里程碑；
iii. 开展事前和事后成本效益或成本有效性分析，以确

保公共资金的最高效、最有效运用；
iv. 在实施过程中建设政策监测机制，且最好将受政策

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纳入；以及
v. 开展政策成果和影响的预后评估，以消除政策漏洞并

改善未来政策设计（Mickwitz等人，2009年，第12页）

此外，还应重点确保监管安排和政策工具将地方状况
纳入考量。进行适当设计的必要性同样适用于国际体
制（Young，2011年）。在需要有效政策组合的情况下，
政策设计的复杂性将提高。这种情形通常出现在受不
同部门优先事项影响的领域。政策连贯性和环境政策
一体化是确保政策具有系统性且不相互破坏的关键考
量。制度有效性通常源于协作式和参与式安排，既涉及
横向一体化，又涉及纵向一体化。

政策扩散通常都是积极的，但在下列条件下，则可能被
滥用：（i）采用的政策对新情景并非真正有效；且（ii）政
策的可转移性仅仅只是假设，并没有在不同条件下接
受测试。尽管复制是人的本性，但循证政策目前并没有
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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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生态学和水文学研究中心）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Kari DePryck（巴黎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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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并强化经济活动和生产趋势方面，成功是很明显的。但是，
这些方法要依赖于充分的人力资源以及有效的执法和法
律体系，而这些可能并不存在。{12.2.1，12.2.2}

尚未有任何单独的全球性协议应对空气污染问题，但却已
有以公私伙伴关系为重点的各区域政府间协议和倡议 

（未解决）。全球协议已被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
损耗、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水银等问题。{5.5，12.2.5}

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程序下就
气候变化做出的承诺仍不足以实现达成一致的全球气温
稳定目标，而选择也越来越少（不完全证实）。2015年通过
的气候变化相关《巴黎协定》设置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
上升的上限，即远低于2℃的水平——具体目标是1.5℃或
更少，作为人类向低碳、有适应力未来的过渡手段。至今，
所有国别承诺及其实施尚未步入正轨，从而无法规避危险
甚至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目标的延误将导致经济和整个
星球健康面临更大风险。{5.5}.

管理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损耗和持久性生物
累积性有毒物质的制度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显著差异 

（充分证实）。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如北美、西欧、东亚等），高
度发达的联邦式系统已经出现，由国家、省级和地方政策及
执行方案所构成。在其它地区，国际协议或国别立法可能
存在，但由于国家或次国家层面的制度能力缺失，落实和
执行仍然较差（不完全证实）。在一些地区，某些城市的政
府正在率先示范，为它们国家的其它地方创造效益。 
{5.5，12.2}

提高不同地区的管理能力分别需要在不同方面进行投资。
例如，《全球环境展望6》的区域评估发现，非洲和拉丁美洲
地区应将改善空气质量监测基础设施作为优先事项，而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则应将改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缓解措
施成本效益分析的使用作为优先事项。{5.1}

传统监管方法——包括使用排放和技术标准——在解决某
些污染源问题上是成功的（不完全证实）。在削弱排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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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引言

地球大气的组成是这个星球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影
响着气候、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平
流层臭氧损耗、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PBT）化学物质与
每一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就凸
显了这一点（联合国，2015年）。

为应对这些挑战，人们配置了大量国际、国家、次国家和区
域政策。这些政策的基本形式包括：

i. 通常被称为“命令和控制”的技术或排放标准；
ii. 规划体制；
iii. 市场干预
iv. 公共信息；
v. 合作论坛，包括国际协议。

后续部分将讨论上述每一治理方式所使用的各种政策工
具，同时就每一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说明性质的案例研
究。而且，每一案例的主要特征都用第10.6节所述方法进
行了阐述。这些案例选自多样化的地理背景、空间维度和
实施时间线。它们并不以包罗万象为目的，只是希望凸显
情景特定差异、一般模式和需要相关利益攸关方注意的问
题，以生成更好的政策成果。如果不考虑地方具体情况，这
些案例并不具有可复制性。

为应对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损耗和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而实施的政策应将排放组合、污染
物的大气或环境寿命及其相关效益和权衡取舍纳入考量

（Melamed等人，2016年）。相关问题包括：

i. 如何通过考虑潜在协同效应和权衡取舍等方式实现不
同空间范围（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内的廉价、清洁和
可靠能源目标？

ii. 如何识别气候政策与空气污染控制之间的协同效应和
协同效益？

iii. 在有或没有政策干预（如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
的特定情景监管、气候政策和空气污染控制）的情景
下，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将如何共同演变？

从系统角度看，在系列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的各种政策
工具和体制凸显了以一体化和综合方式应对空气污染挑
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又使得以一体化方法应对环境政
策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对各项目标进行权衡取舍并将那
些具有潜在共同效益（如能源安全、城市空气质量和人类
健康的改善）的政策区分开来或予以强化的作法变得势在
必行（请参见第11.3节）。

12.2 主要政策和治理方法

12.2.1 规划体制

规划体制（或框架）确立的是周围环境目标（如浓度标准、
污染物总负荷、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等）和排放预算（或上
限）。之后，人们将制定并实施集群政策，以实现这些目标
或预算。而且，人们将对这些目标或预算方面的进展实施
监测，并在必要情况下制定更多政策或对现有政策进行修
订，以推动这些目标或预算的实现。规划体制通常被认为
对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和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的管理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具体行动
的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战略性政策框架。

环境浓度标准或其它环境目标对预期环境状况进行了规
定，而这种规定通常是基于环境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因果关
系。排放预算、污染物负荷或上限是人们估算的、能够使预
期环境状况实现的压力水平，或表现为无影响门槛值的压
力水平（如临界负荷/水平）。例如，《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NAAQS）是美国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案》

（《美国法典》第42卷第7节、第401节等）的授权而制定的
有害污染物标准。这些标准适用于美国境内的室外空气 

（美国环境保护署，2016年），其目的是保护人类健康不
受有害空气污染的损害。

排放预算可以是利用定量（如大气或气候）模型确定并根
据实地观测结果进行过适当评估的环境目标。就（大气中
形成的）二次污染物或环境寿命较长的污染物而言，排放
量与环境浓度之间关系可能并不是线性的。确定排放与预
期状况之间的因果联系对于证明排放控制或其它政策实
施力度或成本的合理性往往非常重要，且需要大量信息 

治理方法 政策工具 案例研究

规划体制 环境标准、排放预算 《英国气候法案》和碳预算

技术和排放标准 排放标准、燃料质量标准、效率标准、最佳可得控制技术 欧洲的柴油排放标准

市场干预 补贴、税收政策、可交易碳信用额/配额 肯尼亚的改进型炉灶（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公共信息 信息、预报、标签和商标 实时空气质量数据和预报的提供

国际合作 有约束力的多边和双边协议、自愿组织 《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表12.1：本章所述政策和治理方法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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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输入模型的信息）和技术。但是，在排放量很大且政
府技术规划能力较低的情况下，对政策与预期状况之间
的联系进行量化、以证明适用于最大污染源的某些控制
措施的合理性的作法通常是没有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从性质上确定该污染源造成了不利影响、控制措施
将产生效益且通过实施控制措施即可在长期目标的实
现方面取得进展可能就足够了。

与排放预算相关的是，人们还引入了排放交易机制，特
别是温室气体，其污染源的确定相对于空气污染物的排
放不是那么重要。2017年12月，中国启动了一项排放交
易制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7a）。在初期，
这项制度仅覆盖电力行业。但是，中国的这项制度将成
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同类制度，涉及约30亿吨的二氧化
碳交易。欧洲也创建了一个类似体系，约20亿吨的二氧
化碳得以进行交易（欧盟委员会，2018年）。另外几个国
家和地区也存在类似交易机制（《碳市场数据》，2018年）
。通过制定排放预算——其面临的约束可能会逐步增加，
排放交易的价格可能会得到调整。

如第5.5节所述，各国根据其对环境状况与健康后果相互
关系方面的流行病学证据的解读、本国当前空气污染水
平和它们对自己实现空气污染减降目标的能力等因素确
定了许多环境浓度标准。世界卫生组织也设立了各国可
用于确定其标准和目标的准则和临时目标（世界卫生组
织，2018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及个别国家基于新信息确
立或修订其环境标准的同时，其它国家通常也会注意到
这些变化并考虑是否对其标准做出类似变更。为保护敏
感栖息地和生态系统，人们还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UNECE）制定的《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CLRTAP）
设置了临界负荷和临界水平。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的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最初是以控制酸化现象为主
要目标的，后来该公约又进一步延伸，将营养物临界负
荷和氨气（NH3）临界水平纳入了范围，因为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即便其浓度和沉降水平较低，如农业领域的
氨气排放，其排放也会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物多样
性的损失（Sutton，Reis和Baker编辑，2009年）。

排放预算和上限不仅提供了一种评估一套政策是否可
实现相关环境目标的方式，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在区域、
辖区、部门或个体污染源之间分摊环境目标落实责任的
方法。例如，国家和州层面的空气污染规划和国家层面
实施旨在缓解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的国际协议的工作
就运用了排放预算这一方法。在欧洲和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所属区域，1999年通过的《<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
约>关于减少酸化、富营养化和地面臭氧的哥德堡议定
书》（及其修订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8年）及 

《欧盟国家排放上限指令》（欧洲环境局，2016a）都是近
期达成国家排放上限共识的例子，针对的是那些人们已
知导致了众多环境和人类健康后果的污染物。

在下列案例研究中，排放预算被用到了英国长期存在的
温室气体排放领域。

案例研究： 英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
2008年通过的《气候变化法案》（英国政府，2008a；英
国政府，2008b）就是一个如何在国际框架下制定国家
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例子（包括目标和时间线、碳价
和碳排放交易等）。在这部法案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
标旨在于2050年之前通过5年期碳预算的方式逐步实
现减少排放的目的，并带来诸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提
高、节约资源、以成本经济的方式消除障碍、支持低碳技
术、倡导碳捕获和封存及诸如燃料贫困之类社会影响方
面的考量等重大效益。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采用的务
实措施包括实施强制性的限量管制和交易机制、制定标
准、提供融资和税收支持、推行创新战略、进行技术部署
等（英国贸易和工业部，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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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从2012年起，温室气体排放每年减少5%，到2016年，减排量要达到42%，使排
放总量低于1990年的水平，而经济则要增长60%。2008-2015年间，人均温室
气体排放量要从8.22吨二氧化碳减少到5.99吨二氧化碳；每一单位GDP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10年要从0.20吨二氧化碳下降到0.15吨二氧化碳（GDP
以美元计），或从0.22吨二氧化碳下降到0.16吨二氧化碳（GDP以购买力平价
美元计）；以吨油当量为单位计量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TPES）计算的人均能
源消耗量要从3.37吨油当量减少到2.78吨油当量；2010年每1000美元单位
GDP消耗的一次能源供应总量要从0.08吨油当量减少到0.07吨油当量，而人
均电力消耗则从6.01兆瓦时减少到5.08兆瓦时。

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
略部，2016年；国际能源
署，2017年；英国气候变化委
员会，2017年

评估独立性 有统计数据支持的、向议会提交的官方报告

关键主体 主要是政府机构（包括下属管理机构）

基线 1990年整个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及其它相关基线，如可再生能源的
份额。

时间线 基于5年期碳预算，到2050年要减排80%的温室气体，同时实现其它中期目标
（到2025年减排50%）；设置了12年的提前准备期；能源行业还有其它目标 
（可再生电能和生物燃料、交通运输效率、电动汽车的逐步使用及其它，包括

碳捕获和碳封存）。

制约因素 交通运输和建筑行业的温室气体控制进展缓慢，碳捕获和碳封存非常有限。

促进因素 主要推动因素是电力行业减少了75%的煤炭消耗。由于能源费用的降低、科学
证据的显著、公共意识的提升、外部创新导致的政治响应的改善、技术进步、制
度创新、将气候变化构建为经济问题的证据的采用、领导力等原因，该法案得
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成本有效性 2050年，成本将为GDP的1-2%左右，低碳经济将带来显著商业机遇（2009年，
相关市场价值1120亿英镑，就业岗位超过90万个）。

公平性 紧缩趋同方法

共同效益 市场准入改善、创新、基础设施适应力、能源供应安全和系统灵活性（封存、互
联性）、新技术的采用、生活质量（空气、水、健康和福祉、土地利用等）

跨界问题 必要政策再对接取决于脱欧结果及旨在实现《巴黎协定》相关目标的更大抱负

潜在改进 低碳发电规模的扩大、电动汽车采用的加速、能源效率之外低碳供暖的增加、
碳捕获和碳封存工作的重启、土地管理实践的应对、政策工具（碳定价、标准和
法规、研究资助、补贴、市场设计和税收等）组合的改进和明晰等。

表12.2：评估标准概述：英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

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有法律约束
力的框架设定长程、显著减碳目标的法律工具。这部法
案的方法考虑了紧缩趋同模型下的社会技术过渡和公平

（Lovell，Bulkeley和Owens，2009年；英国商业、能源和
工业战略部，2016年；全球公域研究所，2018年），并将碳
预算（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作为一个统领性政策，为所有
主要经济部门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图12.1说明了碳预算在指导气候政策方面的重要性。该
图以国家为单位对各国累计排放量的上限进行了配置。
全球碳预算根据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通过的《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1.5℃-2℃）并基于典型浓

度路径（RCP）阐释了地球大气承受人为温室气体排放的
能力。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算（2014年）， 
2011-2100年间，地球大气承受能力的上限约为1万亿吨
二氧化碳（如二氧化碳排放量介于7500亿吨至14000亿吨
之间，则地球平均气温上升2℃的概率超过66%，如介于
5500亿吨至6000亿吨之间，则上升1.5℃的概率超 
过50%）。

尽管对其它而国家而言属于重大范例，但英国在实现其温
室气体排放目标方面仍只是部分进入了正轨。该国已付诸
实施的集群政策仅在某些行业如交通运输和建筑行业内
取得了温和的成功。既得利益部门如煤电厂和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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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其他地区 15 14
巴西 21 18
拉丁美洲其他地区 35 33
法国 8 9
英国 9 10
德国 13 15
俄罗斯 27 33

欧洲其他地区 5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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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区域分配以线性方式减排至零的情形（左）和典型浓度路径2.6情景下的全球排放情景（右）。人均趋同发生在2035年，2013年后累计排放总量在
两种情景下均为1万亿吨二氧化碳。两个边表比较了累计排放量区域分配（从2014年起以10亿吨二氧化碳为单位）和典型浓度路径2.6这两个情景下2035年和2050年的
人均趋同情况（Gignac和Matthews，2015年）。

图12.1：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的区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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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的变革并不够迅速，而要实现
法定减排目标还需要额外的变革加速政策。最后，由于
该国现行大部分环境立法都源于其欧盟成员国资格，
因此其脱欧后将需要制定 行大部分环境立法都源于
其欧盟成员国资格，因此其脱欧后将需要制定大范围
的新政策和新方案（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2017年）。

12.2.2 技术和排放标准

旨在应对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相关挑战的最普遍方法
之一，是就特定工业流程、设备或产品规定排放标准或
其它性能标准。这类标准可能会要求某一工艺、设备或
产品就每一单位时间、投入或产出而言不得排放多于
某一规定排放量的特定污染物。例如，用于发电的锅炉
可能要受每千瓦时发电量排放量的约束，汽车通常要
受每公里行程排放量的限制。作为另类措施，标准可能
会要求排放者采用特定类型的技术或特定经营方法。
例如，为限制建筑工地扬尘的排放量，离开工地的汽
车可能要经过一个轮胎清洗站才能驶出。在大多数情
况下，标准的设计就燃料的选择或受控制造商的选择
而言是中立的，但污染者要负责达标并承担排放控制
成本仍是一般原则。例如，在需要安装特定设备以实
现现有标准或新设标准的情况下，污染者必须负责改
造其现有技术。在排放控制技术被纳入新设备的情况
下——以需要遵守欧盟排放标准、因而在生产时需要
通过型式认证的汽车为例——排放控制的成本就被纳
入了汽车的单位价格。

落实执行技术和排放标准提供了一种影响“压力”水平
的直接措施，从而有助于排放目标和预算及某一规划
体制确立的预期“状况”的实现（参见第1章图1.2）。技
术和排放标准通常被称为“指挥和控制”法规，可通过
许可方案、型式认证计划、检查和审计等方式进行落实
和执行，并通过排放监测和报告要求进行强化。但是，
技术和排放标准也可由行业团体自愿制定和实施，由
行业自己进行监督或接受第三方核查，并与品牌计划
建立联系（参见第12.2.4节）。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消费
模式可能会在决定自愿方法的有效性方面扮演关键
角色。

同一地理市场中不同辖区不同标准的存在会提高产品
和设备制造商的成本，因为产品和设备制造商必须同
时满足各项标准。尽管监管合规成本仅是影响企业选
址决定的因素之一，但标准协调的缺失可导致经济活
动及相关排放在不同辖区之间转移，因为企业会选择
在总体合规成本较低的地方落户。因此，标准通常是在
国家层面进行制定的，且会将其它国家、辖区和市场的
标准纳入考量。

根据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的授权，《新污染源执行标准》
（NSPS）就美国境内所有主要新工业排放源规定了最

低限度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但是，根据现有污染水平，
政府当局也可能实施更为严格的标准。为避免已经触及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短期空气污染暴露
水平的地区的空气质量继续恶化，主要新污染源必须采
用最佳可得控制技术（BACT）。这一要求是在许可过程中
以逐案方式确定的，且其严格程度至少应不低于《国家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在已经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的被污染区域，主要新污染源必须实现最低可达排放速
率（LAER）——该速率反映的是实践中最为严格的要求。
这类区域中的现有污染源要满足严格程度较低的合理
可得控制技术（RACT）标准。美国环境保护署通过所谓的
合理可得控制技术/最佳可得控制技术/最低可达排放速
率信息中心（RACT/BACT/LAER Clearinghouse）维护着
一个关于这些标准和逐案认定的数据库（美国环境保护
署，2018b）。随着技术的演变，合理可用控制技术/最佳可
用控制技术/最低可达排放速率的认定也会发生变化。但
是，通过公开相关信息，不同辖区的标准可实现共同演变。
同样，《工业排放指令》（2010/75/EU）对欧盟的工业活动
进行了监管，同时也采用“最佳可得技术（BAT）”这一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概念设定了工业部门必须实现的环境绩效
水平（欧盟委员会，2018b）。最佳可得技术的定义是通过
工业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监管机构之间的透明信息交流实
现的，且得到了欧盟之外实体的承认。

关于海洋运输排放，国际海事组织（IMO）和《国际防止船
舶污染公约》（MARPOL 附件VI）（国际海事组织，2018年）
就船用燃油硫含量的上限设定了一项全球标准，为0.50%

（以质量记）。该标准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是一种基
于燃料实施的标准。各国船舶可通过采用低硫合规燃油实
现这一标准的合规。相比之下，将于2021年1月1日在北海
和波罗的海生效的氮氧化物（NOx）排放控制区（NECA）则
要求2021年之后建造的所有船舶满足足以将当前氮氧化
物排放水平减少80%的排放标准。在现实中，各国船舶只
能通过使用催化器或液化天然气（LNG）的方式实现这一
标准的合规。硫氧化物（SOx）相关现有排放控制区涉及波
罗的海（2006年5月19日生效）和北海（2007年11月22日
生效）等海域，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相关排放控制区则涉
及北美大陆东西海岸（2012年8月1日生效）和美国的加勒
比海区域（2014年1月1日生效）等海域。 

技术和排放标准的有效性取决于合规程度、成本可承受性
和标准反映排放源真实影响的程度等因素。合规程度则取
决于教育水平及监测和执行等因素。但是，在政府通过检
查和审计等方式执行标准能力较弱的国家或辖区，标准的
合规程度可能会较低。即便在经常实施高端检查和审计的
国家，一些企业和个人仍可能会为了获得经济竞争优势而
违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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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分析——如Åström等人开展的分析（2018
年）——能够洞悉标准设置的成本有效性及其分配影响，
且既可用于事前评估，也可用于事后评估。

最后，随着其它主要部门在过去几十年中已逐步被置于
监管之下，家用锅炉固体燃料包括生物质的使用近年来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欧盟委员会就名义输出
热量等于或低于50千瓦的固体燃料空间加热器设定了执
行标准。到目前为止，这类加热器基本上还没有被纳入监
管范围，但却可能因氮氧化物和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

（PM2.5）的排放而使地方空气质量问题加剧（欧盟，2015
年）。同样，《欧盟生态设计指令》（指令2009/125/EU）确立
了一个为能源相关产品、家用电器和信息通信技术设置生
态设计要求的框架。

下列案例研究以欧6汽车排放标准为例说明了以型式认
证计划这一方式实施的排放标准的有效性、合规评估方法

与真实世界实施情况之间的差异及一些企业阻止合规检
测的企图。

案例研究：欧洲过度的柴油排放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汽车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
机制就一直是监管/指挥和控制类政策。这类政策以渐进
方式就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设置了严格标准 

（自2009年起）。一系列被称为“欧盟标准”的指令就欧盟
境内新售道路车辆尾气排放的可接受上限进行了规定。 
从1993年生效的欧1标准开始，欧盟标准已经有规律地进
行数次修订。最近修订的欧盟标准为面向轻型客车和商业
车辆且于2014年生效的欧6标准（委员会条例（EU） 
No. 582/2011）。

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助力道路交通运输这一重大温室气体
和空气污染排放源实际或真实排放的减少。但是，道路交
通运输又是人们上班、上学及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手段。同

标准 评估结果 参考文献

成败 欧盟标准在减少每单位行程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及降低可衡量空气污染的浓度
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接近道路的地方。但是，真实世界中的减排并没有实现实
验室检测估算的减排潜力。

欧洲能源署，2015年；
欧洲能源署，2016a；
欧洲能源署，2016b；
欧洲能源署，2017年评估独立性 已就总体进展开展独立评估。

关键主体 汽车所有者和车辆制造商协会及非政府组织等均高度参与。这是一个利益攸关方高度参
与的长期过程。

基线 每次修订都设立并更新了定量基线。

时间线 政策按时实施了，但由于检测流程的缺失和允许制造商在某些环境条件下不采用排放控
制技术的大范围例外情形的存在，一些预期目标并没有实现。

制约因素 行业游说导致政策被推迟和削弱。在某些情况下，制造商得以规避标准并设计出了道路排
放量高于检测期间排放量的汽车。

Grice等人，2009
年；Guerreiro等
人，2010年，第3
页；Hotten，2015年

促进因素 欧洲的监管和治理架构是推动政策实施的关键。一些国家缺乏独立核实制造商所报告排
放量的资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很高，从而导致了高度的公众认可。

成本有效性 在欧洲政策制定过程中，成本和效益包括对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等问题被放在提
高成本有效性这一目标下进行了仔细考量。

欧盟委员会，2018年

公平性 政策对所有人的影响可以说都是积极的，但生活在道路附近且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受益
尤大。

共同效益 欧盟标准为全世界做出了榜样。它推动了行业创新，还提高了能源效率，改善了能源安全
并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但是，一些旨在激励柴油车销售的国家政策导致了二氧化氮排放
量的增加。交通补贴也可能会抵消减排成果。

Franco等人，2014年；
欧盟委员会，2015年； 
欧洲能源署，2015年

跨界问题 随着欧盟标准逐步渗透到国际二手车市场，没有类似法规国家的汽车尾气排放也相应减
少了。

潜在改进 缩小检测过程中技术不确定性的范围、消除检测灵活性、增加流通中汽车排放的检查次
数。

表12.3：评估标准概述：欧洲过度的柴油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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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欧盟境内的道路车辆制造商又为经济和就业做出了
贡献。因此，该政策旨在于这些目标之间实现平衡。

欧洲原先实施的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CO）、PM2.5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及二氧化碳

（CO2）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而后续修订则实施了更多
限制。此外，日趋严格的欧盟标准还要求使用更加清洁的
汽油和柴油燃料（其质量受指令2003/17/EC的监管，如
要求硫含量较低），从而——例如说——导致了颗粒物排
放的减少。除气候变化外，这些法规的实施主要是受空气
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推动的，其次则是受空气污染对
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推动的。这些日益严格的
排放标准产生了积极成果。它们导致了新型汽车技术的
引进，而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类汽车已经使欧洲实现了显
著的汽车尾气减排。例如，最新的柴油车标准（欧6标准）
要求，与适用欧1标准的20年前的汽车相比，现在的柴油
车要减少几乎97%的颗粒物排放。

在减少每单位行程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及降低
交通运输总体排放量方面，欧盟标准都取得了成功，即便
是在交通运输活动增加的情况下（欧洲能源署，2015年，
第25、30、32、33、37、38、46页；欧洲能源署，2017年，第
19页）。此外，欧盟标准还以可衡量的方式降低了空气污
染浓度，特别是在靠近道路的地方（欧洲能源署，2016b，
第31、43、77-79、82页）。但是，由于现实世界行为与实验
室检测条件下排放量之间的差异，这些减排成果并没有
实现政策规定的目标（欧洲能源署，2015年，第46页；欧
洲能源署，2016a，第27-37页）。自2000年以来，这些差
异已经出现了显著扩大，特别是就柴油车的二氧化碳和
氮氧化物排放而言，其原因主要包括：

i. 检测程序未反应真实世界的驾驶状况；
ii. 程序的灵活性使制造商在检测期间可实现较低的燃

料消耗和排放；
iii. 若干使用因素如驾驶方式和环境状况的存在；
iv. “作弊设备”的使用，能够使汽车在实验室检测期间

的排放量低于其在道路上行驶时的实际排放量。

2015年柴油门丑闻发生之后（Hotten，2015年），欧洲才
有了变革实验室检测流程、以便更好地反应真实世界排
放情况的足够政治意识和意志（欧盟，2016年）。

鉴于已实施标准的缺陷，2017年，欧盟对汽车尾气排放
检测流程进行了审查，并就欧洲境内新出售的车型引入
了新的、更加可靠的、在真实驾驶条件下实施的排放检测
方法，以及改进型实验室检测方法。此外，欧盟委员会还
于2018年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旨在缩小检测过程中技
术不确定性的范围，消除检测的灵活性并增加流通中汽
车的排放量检查。.

12.2.3  市场干预

作为强制推行生活方式和技术选择的潜在另类措施，政府
还可在市场中通过提供经济激励（如补贴、税收抵免、贷款
或价格担保等）或遏制措施（如费用和税收等）或就之前未
交易过的权利或商品（如减排信用额和可再生能源信用额
等）创设新市场的方式指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选择。这些
类型的市场干预在空气污染、气候变化、消耗臭氧层物质
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的缓解中都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运用。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1章图1.2）
下，市场干预是作用于环境问题的“驱动力”的，而驱动力
又是作用于“压力”和环境“状况”的。

尽管市场干预无法直接减少排放或降低环境浓度，但它为
受监管个人和企业提供了灵活性，有助于形成改善绩效和
降低成本的动机。因此，与“命令和控制”类方法相比，适当
设计和调整的市场干预可更加高效地实现减排目标。

市场受许多超越政府控制能力的因素的影响。因此，市场
干预必须定期进行调整，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状况。如果能
够参照规划体制（请参见第11.3节）进行这种调整，以便对
预期状况实现方面的进展进行评估和跟踪，那将是大有
裨益的。

在某些情况下，将新技术引进特定市场是需要政府干预
的。技术一旦被引入市场并站稳了脚跟（如通过初期补贴
或贷款方式），则其之后应该能够在没有政府协助的情况
下与其它技术进行竞争。下列案例研究就探讨了肯尼亚政
府是如何帮助引进清洁炉灶和燃料、以减少家庭空气污染
的这一问题。

案例研究：肯尼亚的改进型炉灶
使用传统燃料（如木柴、粪便和木炭等）做饭导致的家庭
空气污染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一个主要贡献因子（Lim等
人，2010年；Cepeda等人，2017年；Landrigan 2017年，
参见第5.2.4节）。一系列慢性疾病——如白内障、肺癌和支
气管炎——都与做饭产生的烟雾有关，而妇女和儿童受到
的影响是最大的（Cepeda等人，2017年）。除此之外，黑炭

（一种家庭空气污染物）被认定为严重影响世界气候的第
二大人为排放物（Bond等人，2013年； Myhre等人，2013
年）。

发展中国家依赖传统可再生能源做饭这一作法的负面影
响使得全球清洁炉灶联盟（“联盟”）的及时干预很有其必
要性。全球清洁炉灶联盟是一个公私合作组织，其宗旨是
创建一个关于清洁、高效改进型家庭烹饪解决方案的全球
市场，以减少高污染传统炉灶的碳足迹。该联盟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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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运作，并制定了一个到2020年使1亿家庭采用清洁炉
灶和燃料的10年期宏伟目标。该联盟与非政府组织、基金
会、妇女合作社、贸易协会、学术机构、投资者和企业家合
作，共同致力于清洁炉灶市场的壮大。鉴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农村地区未加工薪柴的广泛使用，全球清洁炉灶联盟在
该地区许多国家包括肯尼亚开展了行动。在肯尼亚，84%
的人口仍在使用固体燃料做饭，每年有16,500例死亡可归
因于室内空气污染（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2a）。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肯尼亚开发、推广和销售清洁炉
灶的努力是最早的；由于肯尼亚瓷炉的发展，这项努力可
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温洛克国际农
业发展中心，2011年）。但是，到2007年，炉灶在肯尼亚市
场的渗透率仍仅为36%左右，而农村地区的使用率则更
低。从那时起，全球清洁炉灶联盟就开始与肯尼亚清洁炉
灶协会（CCAK）合作，致力于推动肯尼亚炉灶市场的发展，

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该联盟鼓励政府官员采用市场激励措
施，如废除或最大限度地降低阻碍清洁炉灶行业增长的税
收和关税。在这方面，一项明显的成就是2016年肯尼亚政
府将高效炉灶的进口关税从25%降低到10%的举动。全球
清洁炉灶联盟还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努力提供了赠款，
并通过妇女赋能基金支持了两家女性所有企业的发展。

清洁炉灶相关碳融资不仅惠及了肯尼亚人，而且还为国际
企业通过碳交易形式实现其减排目标提供了机会。通过碳
交易，碳信用额可用于履行限量管制和交易机制或自愿减
排机制下的减排义务（Lambe等人，2015年）。

对六类生物质炉灶进行的评估凸显了应对以下减排关
键因素的必要性，即：炉灶的设计和性能；其它潜在排放
源；炉灶的可获性和成本；通风；确保清洁炉灶采用的策略

（Pilishvili等人，2016年）。这项评估的结果表明，与三块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约37%（350万）家庭使用改进型生物质炉灶（ICS），而目前超过50%（约500万）的
家庭仍在使用传统生物质炉灶。每年向新消费者出售24万至30万个改进型生物质
炉灶。肯尼亚政府致力于到2030年实现50%的减排潜力（即约260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

肯尼亚能源和石油部和人人享
有可持续能源倡议 2016；肯尼
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2017年

评估独立性 绿色气候基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一个融资机制。

关键主体 超过80%的市场份额为传统手工制作的炉灶所占据。 绿色气候基金，2018年

基线 该项目于2010年启动，到2016年4月，全球清洁炉灶联盟的这个项目已在肯尼亚全
境售出约251,000个炉灶。

自然资本合作伙伴，2018年

时间线 在每年排放1.4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种如常情景下，到2030年要实现温室气体减
排30%的目标。根据这一目标，据信，改进型炉灶干预项目到2030年有减排560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潜力。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4年；绿
色气候基金，2018年

制约因素 改进型炉灶供应链不够发达；部分社区仍在捡拾免费柴火；偏远农村地区相关投资
的成本和风险；消费者意识薄弱；监管约束（即进口关税、税收和针对性很差的补贴
等）；旨在执行标准的产品检测能力有限；产品改进方面的投资不足。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2012b；绿
色气候基金 2018年

促进因素 肯尼亚取消了液化石油天然气（LPG）16%的增值税（VAT），将高效炉灶的进口关税
从25%降低到了10%，并对改进型炉灶、原材料及其附属品实施了零增值税。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2016年

成本有效性 炉灶设计并未充分实现节能减排效益，高质量炉灶与其竞争对手之间难以简单区
分。

公平性 最贫困的五分之一家庭、较年轻女性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采用和安装改进型炉
灶的可能性较低。

Silk等人，2012
年；Kapfudzaruwa，Fay和
Hart，2017年

共同效益 生计改善、社会影响（包括性别方面）、伴生污染物（如臭氧对庄稼的破坏）的减少等

跨界问题 项目的经验教训可运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其它国家。

潜在改进 为了解客户需求，需要开展客户细分研究，并为购买者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此外，现
有的非炉灶批发和经销网络也要用于改善消费者获取产品的渠道和可承受性。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2013年；
肯尼亚能源和石油部，2015年）

表12.4：评估标准概述：肯尼亚的改进型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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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搭成的传统炉灶排放基线相比，生物质炉灶确实减
少了排放。但是，减排量并没有达到能够使公众健康利益
最大化的门槛值。

总体而言，肯尼亚的清洁炉灶市场仍大有前途，但目前在
农村地区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干预、以扩大清洁炉灶采用
和使用规模仍是有必要的。未来，通过明确具有地方和全
球重要性的健康指标，本政策应该更好地与人类健康相
关目标相融合。而且，本政策应对这些健康指标进行定期
监测，以便更加有效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健康效
益方面的进展进行追踪。.

12.2.4 信息政策

除使用监管命令和市场干预外，政府有时还可通过向公
众提供更好信息的方式支持其变革生活方式，以减少排
放或接触达到了有害程度的空气污染。这种努力与近年
来人们对空气污染接触相关危害和风险的理解的进一步
加深有关（Kelly和Fussel，2015年）——尽管早在50多年
前已有人提及（Auerbach和Flieger，1967年）空气污染
控制相关公众教育的重要性。这种方法的例子之一，是向
公众提供近乎即时的空气质量观测结果和预报。在线发
布近乎即时的空气质量数据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大城市
正变得日益普遍。一些地方还提供空气质量预报，对未来
一至两天的空气质量水平进行预测。这类信息通常会通
过网站、社交媒体、智能手机应用、报纸、地方广播电视等
渠道进一步传播。这些动态媒体还可与教育海报和小册
子进行互补。提供这类信息的目的，是鼓励公民变革其生
活方式，以：

v 减少与污染之间的接触，并因此降低不利健康的风险
（如避免在高峰浓度期间进行室外锻炼、要求特别脆

弱个体呆在室内等）；
v 减少个人排放（如选择通过公共交通工具而非私人交

通工具出勤、在预报的污染期间减少柴火或其它生物
质燃料的使用等）。

空气质量预报和及时观测值可用作其它空气污染控制政
策的补充。例如，美国一些地方在发布空气污染事件警报
后会限制柴火的使用。在欧洲，一些大城市（如巴黎）近年
来已经发布了在污染物浓度较高期间限制私家车使用的
命令。在污染最严重期间，政府甚至可关闭工厂并停止其
它非关键活动。在中国，一些城市禁止卡车及其它高排放
车辆在白天运作，以控制其空气质量。

为公众提供信息以指导其行为的其它例子还有贴标签和
商标化。在本背景下，贴标签是指提供某一产品的环境影
响相关信息，如其相对排放量或能源消耗量，以指导消费
者的选择。这种标签可能是政府法规要求的（如美国要求

新车标签提供排放量和燃料经济性方面的估算值），也可
由制造商自愿提供。在本背景下，商标化指将某一产品或
服务与某一标志或符号联系起来，以告知消费者该产品或
服务满足了既定的环境绩效标准（如能源之星）。这种商标
由政府、行业协会或作为自愿项目由公众倡议团体制作，
且通常要求进行独立检测。

在对环境压力产生较大效果（消费及其它产生排放的行
为）和影响（暴露相关行为）之前，这些方法必须先使目标
群体的意识和认识达到一个门槛值。但是，一旦达到门槛
值，公民和消费者就会开始主动期待并要求提供这类信
息。而且，提高公众对污染源及污染影响的意识可增加其
对清洁空气、低排放产品和服务及更严格政策的需求。

信息的存取还可促进创新。过去，环境空气质量方面的信
息大都来源于监管机构。但是，由于公众在深入了解环
境空气质量及其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方面存在好奇
心，目前，全球出现了一个新的、不涉及监管机构却能以
较低成本提供相同信息的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市场。尽管
用于为大众提供空气质量信息的空气质量感应器（通常
被指为低成本）生成的数据质量通常值得怀疑（Lewis和
Edwards，2016年；Thompson，2016年），但鼓励公民参
与环境数据制作这一作法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参见第
25.2节）。这种作法不仅能够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使公
众能够就何时出行、在何处逗留更长时间等问题做出知
情决策，而且还可得益于以促进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并降
低空气质量信息存取难度的活动如OpenAQ倡议（http://
openaq.org）的进一步支持。作为一项倡议，OpenAQ旨
在“通过公开数据、开放源工具和合作实现之前不可能实
现的科学、影响政策并提高公众与空气污染作斗争的能
力”。

信息需求的增加导致了负责试验新奇方法、以生成最适合
消费的信息的私人组织及监管机构的出现。这种试验的拓
展是可行的，且存在由监管机构介入并支持新兴技术进一
步扩展的空间。

随着智能手机和开放源应用的广泛使用，这类信息如今正
在传统传播渠道之外为拥有手机的所有人提供服务。由
于手机应用的广泛使用，公民的信息意识和信息存取能
力都在迅速提高。结果，公众形成了一种变革需求。有针
对性信息的提供可进一步提高个人就环境危害做好准备
并管理其健康风险的能力。苏格兰的“了解和响应（Know 
and Respond）”信息系统和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提供的空气污染预报就是这方
面的例子。其中，“了解和响应”是在苏格兰境内提供的一
项面向订阅者的免费服务。在该区域空气污染据预报将达
到中度、严重或非常严重程度的情况下，该服务就会向注
册用户发送警示信息（苏格兰空气质量机构，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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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AirNow——即时空气质量数据和预报
1995年，非政府倡议团体美国马里兰州肺脏协会开始
根据马里兰州监测设备记录的臭氧观测结果绘制臭氧
每日观测图（在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站是由州和地方政
府负责运作的）。1997年，这份臭氧每日动态图拓展到
了美国东北部14个州。1998年，美国环境保护署接收
了这个中央数据系统的运作，增加了7个州并将其命名
为“AirNow”（http://airnow.gov/）。

之后的10年中，由于更多州和地方机构开始向其提供
数据，AirNow实现了稳步成长。到2008年，全美50各
州、加拿大4个省及中央政府、墨西哥两个州的机构都
在向这一系统提交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据系
统及其产品供应得到了逐步改善，并开始试验新产品
和新服务。2009年，该系统的架构和软件工具进行了
大改，以允许其软件在不同环境下执行。新软件被命名
为“AirNow国际”，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被部署到了中
国上海，并在2012年部署到了墨西哥蒙特雷市。

目前，AirNow正在为130多个联邦、州和地方机构收集
和提供空气质量观测和预报信息。

其中，美国的空气质量数据是以空气质量指数（AQI）
的形式向公众和媒体提供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一个根
据《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制作的、利用颜色条
和数字表示空气质量的量尺。通过一个应用程序接口

（API），AirNow能够与目前已得到广泛运用的智能手
机应用相连。AirNow国际也扩大了地理覆盖范围，而
美国国务院已开始为部分美国使馆和领馆提供空气质
量观测数据。

作为一项信息政策，美国环境保护署的AirNow项目提
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益的范例。通过现有架构，如监
测网络和州或地方空气质量机构，该项目以一种新的
方式实现了基础设施的利用。这一信息政策的主要效
益来自协助个人减少或规避高度污染相关暴露。及时
的信息提供能够鼓励公民采取缓解性质的行动，以减
少其污染贡献。此外，信息提供还形成了对空气污染的
意识、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其它监管及市场政策的
认可等。尽管该项目目前还没有接受正式评估，但各
种研究表明，空气质量信息对意识和生活方式都会产
生影响。

标准 评估 参考文献

成败 研究表明，由于警示的作用，人们的意识已经提高，但生活方式（如减少驾驶、能
源消费）的改变更难量化。

Blanken，Dillon和
Wismann 2001年； Henry和
Gordon，2003年；Mansfield
和Corey，2003年；堪萨
斯州卫生和环境部，2006
年；Mansfield，Johnson
和von Houtven，2006
年；McDermott，Srivastava和
Croskell，2006年；Semenza等
人，2008年；Mansfield，Sinha
和Henrion，2009年；Neidell 
2008年

评估独立性 各种研究。

关键主体 国家、州/省和地方政府。

基线 取决于地点。

时间线 1995-2008年间，该系统从一个州单枪匹马的努力演变成了涉及全美50各州、
加拿大4个省和中央政府及墨西哥2各州的一个庞大系统。目前，130多个联邦、
州和地方机构正在参与。

制约因素 空气质量信息可使人们对潜在健康后果产生焦虑，并促使一些人寻求不必要的
医疗服务。而且，信息一旦免费提供，系统创建时不曾预见到的各种用途可能会
脱颖而出。数据透明度和开放性方面的政策和态度可成为重要制约因素。

促进因素 前提条件是要有有效的空气质量监测基础设施和数据收集传播方案。

成本有效性 与监测活动的成本和媒体报道的价值相比，数据管理和传播的额外成本很小。

公平性 空气质量信息的获取能力并不统一。受教育层次较低或没有互联网接入的人可
能被排斥在外。

共同效益 增加了空气质量方面的需求，改善了空气质量管理政策的认可度。

跨界问题 在地球观测组织的支持下，该项目目前正在向国际社会拓展。

潜在改进 随着各类信息获取的增加，人们对空气质量信息获取的期望也随之增强。

表12.5：评估标准概述：AirNow—即时空气质量数据和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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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国际合作

没有人能够离开空气，而空气质量也是不可或缺的。但
是，全球如今有90%的人口被迫生活在不健康的空气
中，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
空气污染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特别令人担忧，
因为它们可在地方、国际、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扩散。在空
气污染跨越国界或需要跨境应对时，国际合作可在其中
扮演重大角色。

国际合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正式合作到非正
式合作，再从双边外交到多边外交，不一而足。政府是确
保行动保持一致的关键主体之一，其活动包括：在全球
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网中进行谈判并缔结多边环境协
议（MEA），提供国际援助，在协议下或协议外开展能力
建设/技术援助，对空气污染进行监测和建模并在专家
群体的帮助下改进科学知识，与公众共享信息，提高公
众意识并就空气污染的减少自愿开展深入合作等。正式
培训、技术示范和合作研究及评估活动为知识共享和能
力建设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机会。这些活动可能会对环境
成果产生最为显著的长期影响，但它们的即期影响却难
以量化。地方政府也是实施国家环境政策的重要主体。
工商业部门的合作对于提高政策有效性至关重要。根据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8项议定
书，政策合作、排放控制和报告、生态系统恢复等都已实
现相当大的进展。以效果为导向的、能够将基于科学的
技术和结构化缓解措施的区域成本降至最低的临界负
荷概念的运用为该公约参与国提供了一条复杂但成功
的出路。

在空气相关问题国际合作中，一个相对较新的方法是
制定公私合作倡议，如清洁燃料和汽车伙伴倡议、全球
清洁炉灶联盟（参见第12.2.3节）、全球农业温室气体
研究联盟、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

（CCAC）等。这些倡议将相关国家政府、政府间组织、私
营部门公司、公民组织和慈善基金会结合起来，共同推
动特定污染的缓解工作。例如，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气
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孟加拉、加拿
大、加纳、墨西哥、瑞典和美国等国政府于2012年成立，
以加速黑炭、甲烷和氢氟烃的减排行动。现在，该联盟已
有100多个国家和非国家伙伴组织成员，参加了11项不
同倡议。这些努力可为全球30多亿受家庭空气污染影响
的弱势群体提供更清洁的燃料和技术（Apte和Salvi等
人，2016年）。

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
行、全球环境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等在项目融资方面扮

演了重要角色。控制措施的资金援助和合作实施可在
短期内对减排产生明确、可证实的影响，但是，如果相
关控制措施被复制，其长期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区域组织可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种是像欧盟那
样，作为全球主体在谈判中充当主导角色并在环境政
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另一种，则是像东南亚
国家联盟（ASEAN）那样，作为一个国际论坛发挥作
用。这两种方式都为区域议程的设定、新知识和视角
的学习、信息共享和共同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机会。公
约秘书处可根据公约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谈判进程。志
同道合的团体、联盟和主席之友也可主导、调解或放
缓谈判进程。在这些合作进程中，一些还可由环境领
域的非政府组织、绿色党派和公民及诸如世界卫生组
织、世界气象组织（WM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
能源署（IEA）、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ICAO）、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之类的国际组织发起，帮助设置环
境议程、构建环境问题或为国际合作提供资源。

如第5.5节介绍的那样，与空气污染有关的全球多边环
境协议都是针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平流层臭氧损耗（《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
定书》）、汞（《水俣公约》）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
哥尔摩公约》）的。尽管空气污染方面尚无全球性公约，
但若干区域性多边环境协议和双边协议业已存在。其
中，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1979年谈判缔结
的《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是历史最悠久的区域性
多边环境协议之一。根据《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8
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政策合作、监测和建模、
排放控制和报告、生态系统恢复等方面已经实现了相
当大的进展。

国际协议的影响很难评估。法律承诺的遵守与否是可
以评估的，但减排是否是国际协议的结果或在没有国
际协议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生往往并不明确。此外，完
美合规可能恰恰是抱负不够远大、仅需一切照旧即可
实现的目标的指征。

在上述多边环境协议中，没有一个设立了有效的国际
执行机制。根据各国国内法律状况，一国政府可能会
因为未遵守国际条约而被告上本国法庭。但是，这种
诉讼在现实中极为少见，国际承诺的遵守大多数是依
靠外交或同行压力实现的。

下列案例研究探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2002年谈判缔
结的跨境烟霾区域协议所取得的进展。这个案例为国
际合作相关挑战提供了宝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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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东南亚使用的霾或烟霾这一术语等同于陆地和森林火
灾及农村人口燃烧农业废弃物所产生的空气污染。跨境
烟霾污染指物理发生地全部或部分处于一国管辖区域
但被输出到另一国管辖区域的烟霾污染（《东盟跨境烟
霾污染协定》）。

在东南亚，最严重的烟霾事件发生在该地区同时受厄
尔尼诺—南部涛动现象和印度洋偶极子事件影响的年
份。2015年遭受的最近一次严重烟霾事件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因为上述两种反常现象同时发生所引发的干旱，特别
是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Koplitz等
人，2016年）。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关于有效性和目标实现的观点褒贬不一。

评估独立性 评估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关键主体 政府、东盟秘书处及其所属机构、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行业和国际/区域组织。

基线 该协定并未提供具体基线。

时间线 该协定预计将永久生效，所有东盟成员国都将积极参与，直到2020年实现没有烟霾的东盟
这一目标。

烟霾行动在线，2018年

制约因素 以燃烧方式伐木和清理土地为较贫困者创造了就业机会，因为其它部门的就业机会有限。
因此，在地方当局执法不力的情况下，油棕和纸浆用木柴行业普遍兴旺起来。一旦被清空
并用作庄园，泥炭森林往往会在地下焖烧数周，即便表面大火已完全熄灭。

促进因素 2007-2011年间，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的占碑省合作，共同实施了一个旨在预防和缓解陆
地和森林火灾的行动计划。马来西亚与全球环境中心这一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合作，共同致
力于降低泥炭地火灾相关风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2005年在廖内省和西加里
曼丹岛实施的人工降雨项目也预示着合作的开展。2009-2011年间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之
间的一个环境合作项目推动了廖内省的火灾管理和灭火努力。这些制度安排和协作都是
重大促进因素，而各方在印度尼西亚批准公约之前即开始行动的意愿也是如此。旨在改善
泥炭地管理并控制烟霾污染的项目受到了成员国的欢迎。

烟霾行动在线，2017年

成本有效性 2010-2014年间东盟泥炭地森林项目的成本为590万美元。该项目成功升级了菲律宾和越
南关键地点的管理和恢复。印度尼西亚烟霾控制项目的成本据估算为57亿美元，而旨在应
对森林火灾的另一项目的成本则为12亿美元。但是，这些成本并未将泥炭地燃烧造成的损
失包括在内。据世界银行估算，2015年火灾造成的这种损失就高达160亿美元。

世界银行，2016年；Nazeer和
Furuoka，2017年； 
Hans，2018年

公平性 烟霾加剧了呼吸困难及其它烟霾相关疾病，特别是在儿童和穷人中间。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科
学和保护小组，1997
年；Gordon，Mackay和
Rehfuess，2004年

共同效益 烟霾相关影响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野生动物及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潜在效益的损失
等。这些影响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如目标3、目标11和目标12有关。东盟的泥炭地管理战略
和东南亚泥炭项目有助于气候变化的缓解（2006-2020年）。
该协定还与国家空气质量目标的实现有关。例如，新加坡就空气质量通过了2020年目标，
但邻国泥炭地的有效管理和烟霾污染的控制会对其空气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亚太清洁空气伙伴倡议
【APCAP】，2015年，第2页；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2018年

跨界问题 野外火灾和燃烧农业废弃物产生的烟雾会输出到其它国家，并对其它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潜在改进 零燃烧政策的制定、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年）的实现、提升开展进一步合作的政治意愿
等，都可得益于与其它倡议如东亚酸沉降监测网、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亚洲共同效益伙
伴倡议之间的协作。

表12.6：评估标准概述：《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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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霾是一个影响健康的问题，它会恶化当前的心肺状况（世
界卫生组织，2016年）。2015年，它使50多万人出现了急性
呼吸感染，并导致了19人死亡。据估算，烟霾的经济成本为
160亿美元，影响到交通运输（3.72亿美元）、旅游（3.99亿美
元）、贸易（13亿美元）、制造业和采矿、大众教育等部门（世
界银行，2016年，第1-2页及第4-8页）。泥炭燃烧产生的排
放包含90种高毒性气体，其中包括甲醛、丙烯醛、苯、一氧
化碳和一氧化氮等（Stockwell等人，2016年）。

1997-1998年发生的首次严重烟霾事件要求人们采取区
域行动。亚洲开发银行对其重大损害进行评估（Qadri编
辑，2001年）后，《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于2002年正式
通过，并于2003年开始生效（烟霾行动在线，2018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0年）。

该协定试图变革烟霾相关治理安排，通过国家之间的协作
和区域及国际密集合作预防和监测因陆地/森林火灾引发
的跨境烟霾污染，最终建设一个没有烟霾的东盟区域（《东
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东盟专业气象中心被指定为对该
区域天气和烟霾形势实施监测和评估并就跨境烟霾污染
的发生提供早期预警的区域中心。马来西亚气象部则通过
火灾危险评估系统提供火灾风险相关信息。此外，每个国
家都指定了对当地火灾和烟霾形势实施监测的国家监测
中心（Velasco和Rastan，2015年）。

但是，关于该协定在实现其目标方面的有效性，人们的观点
并不一致。2003年，该协定成为东盟首个正式生效的区域
性环境协议，但在2014年之前，并非所有东盟国家都批准
了该协定。该协定生效后，东盟发起了一些国际性合作活动
和国别政策，但大规模烟霾事件仍在继续发生，而2013年
和2015年的尤其引人注目。像许多多边环境协议那样，该
协定并没有就未能履行规定义务的行为规定制裁条款。

2015年以来，该协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文莱开发了本
国的跨境烟霾预报系统。

新加坡实施了一项法律，要求那些在该国境内外从事活动
而导致该国遭遇烟霾污染的公司负责，从而改善该国应对
跨境烟霾污染的能力。在2011年起暂停授予新的特许经
营权的基础上，印度尼西亚也实施了旨在保护原始森林和
泥炭地的法规。到2030年，这项政策预计将减排78亿吨的
二氧化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2015年，第5-6页）。

该协定下的活动还可为其它区域合作提供支持，特别是
在监测网络如亚太清洁空气伙伴倡议（APCAP）的协调方
面。亚太清洁空气伙伴倡议结合了《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
定》、《马累宣言》、东亚酸沉降监测网和大气棕色云等倡
议。

12.3 指标

如第5章所述，大气变化（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化、平流层
臭氧损耗和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污染等）与每一可
持续发展目标（参见图5.2）都直接或间接相关。对于这些
问题，一系列全球和区域多边环境协议及国家、省、市层面
的政策都提出了应对措施。为评估任何特定政策或政策包
的有效性或充分性，确立可衡量指标是大有帮助的。在理
想情况下，这类指标应对相关政策变革具有敏感性，但又
不能因其它影响因素而失效。同时，这类指标还应与社会
认为很重要的政策变革的影响建立联系。这两项目标指向
的，是前述章节所采用的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
框架（图1.2）的两端——这表明，最佳指标的选择通常都
是妥协的结果。如果是要评估特定政策（如上述案例研究
所述政策）的有效性或特定政策包（包括不同地理范围内
的政策）的充分性，则妥协方式可能会不一样。

本节描述了用于跟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并对国家层面
现有政策的充分性进行比较的三项大气变化指标。这些指
标聚焦的对象分别为空气污染、平流层臭氧损耗和气候变
化。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排放和浓度方面的现有数
据不足以对全球或国家层面的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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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指标1 ：PM2.5的人口加权年平均浓度值

其它因素
PM2.5的浓度还受天气、野火、扬尘和火山等因素的影响。
其中，天气这一因素受年际变化、十年周期和长期趋势的
影响很大。野火、扬尘和火山的作用也因年而异。在观测到
的趋势与PM2.5控制政策的影响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时，必
须将这些影响纳入考量。

利用大气化学和动态相关计算机模型，人们可将人为排
放、自然排放和天气等因素的变化对所观测到的趋势的各
自影响进行量化。但是，模型估算值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与
政策变化的影响一样大。

潜在替代指标
PM2.5的浓度是空气污染一个广受认可的衡量指标。世界
卫生组织就PM2.5的年平均浓度最大值设置了一个指导值
和过渡期目标。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PM2.5或PM10的人口
加权年平均值被选作了可持续城市建设进展的一个衡量
指标。基于暴露人口对PM2.5的浓度进行加权处理使该指
标得以聚焦于PM2.5对人口的总体影响。但是，人口加权平
均值可能会掩盖暴露于最极端空气污染的人数。因此，绝
对浓度提供了另一种度量方法。

PM2.5及其气态前体（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气）的直
接排放也是替代指标。排放受政策变化的影响更为直接，但
其与健康影响之间的距离更为遥远。对许多排放源而言，排
放的计量是不现实的，而其估算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本图综合了卫星观测、地表监测和一个大气化学和交通运输模型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健康影响研究所（2017年）和Shaddick等人（2018年）的文献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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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2016年PM2.5的国别人口加权年平均浓度值

政策相关性/因果链条
PM2.5的浓度是一个国别变量，既受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又
受气象和气候条件的影响。PM2.5可直接排放出来，但也可
因前体气体的排放而在大气中生成。政策是通过改变排放
状况来影响PM2.5浓度的，但在长期维度内，还可通过改变
气候状况来影响其浓度。PM2.5的浓度与环境暴露及其对
人类健康的影响、生态系统、空气能见度和短期气候强迫
物质有关。

环境PM2.5的浓度可通过地表监测站实施监测，也可基于
星载设备的观测值进行估算。描述PM2.5浓度分布特征的
最佳方式，是将地表监测、卫星观测和计算机模型等信息
结合起来。将这样得到的浓度场与人口分布相结合，还可
以估算出PM2.5的人口加权年平均值。

暴露在具有PM2.5浓度的空气环境中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多
种后果，包括过早死亡等。基于人口分布对PM2.5的平均浓
度进行加权处理可得到人口暴露浓度这一指标。

PM2.5的排放和前体来自范围广泛的众多人为排放源，包
括发电、交通运输、居民用火、工业流程和农业燃烧等。这
些排放源可通过众多政策方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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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指标2：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

图12.3：2016年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消费量（ODP吨）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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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相关性/因果链条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会导致能够影响平流层
中臭氧浓度、进而影响到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UV）辐
射水平的各种排放。紫外线暴露的增加会对人类健康和
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消耗臭氧层物质消耗平流层臭
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利用各种化合物的臭氧消耗潜能
值（ODP）对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估值进行加权处理，
可以对旨在限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生产和使用的政策的
有效性进行衡量（2014年）。臭氧消耗潜能值加权消耗
臭氧层物质的排放都要报告给《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
尔议定书》的秘书处。

其它因素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与旨在淘汰其生产、使用和不当
处置的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关。

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平流层臭氧浓度、紫外线暴露程
度和健康后果之间的关系可利用能够解释大气化学和动
态、暴露行为和人口特征的模型进行大体估计。将这些模
型估值与观测到的臭氧浓度、紫外线强度和疾病发生率进
行比较，人们即可对这些估值进行评估。

潜在替代指标
为衡量平流层臭氧保护努力的成功与否，人们还采用了其
它指标，如平流层臭氧最低观测浓度、紫外线辐射水平的
变化、南极臭氧“空洞”的空间范围等。从长期看，这些指标
受消耗臭氧层物质相关政策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年际变
化、十年气候周期和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可通过人均排放量或每一单位
GDP的排放量进行比较。在国家之间对额外控制成本进行
分摊时，每一比较方法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公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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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指标3：长期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量（二氧化碳当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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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3 - 6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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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2017年）。气候分析指标工具：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气候数据浏览器（Climate Data Explorer）。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 
出处：http://cait.wri.org/historical/。注意：这些信息有多个来源，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6年； 国际能源署，2016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7b。.

图12.4：2014年的国别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来源及碳吸存）

政策相关性/因果链条
长期气候变化主要是由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
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的排放推动的。上述每一污染物
对气候变化的贡献都可通过全球变暖潜能值（GWP）这
一指数以二氧化碳当量的形式进行比较。全球变暖潜能
值考虑了不同污染物在大气中的不同寿命。它通常是在
特定时间范围内进行计算的，而100年则是对长期温室
气体的影响进行对比时使用最为普遍的时间尺度。

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来自范围广泛的众多排放源，但
主要与能源的生产和利用、土地利用的变化和森林采
伐相关。不同类型的政策均可直接或间接对能源生产
和消费行为及相关技术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温室气体
的生成。在国家层面，人为排放每年都会被量化并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从而为政策有效性提
供了一个总体指标。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可就工业化国家或过渡中经济体（在该公约下被称为
附件I缔约方）提供1990年至今的年度排放数据。在《巴
黎协定》下，所有国家都要按每两年一次的频率提交其
排放清单。

其它因素
除政策因素外，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受经济、社会和
技术发展趋势的影响。此外，温室气体的排放还会因自
然排放源而产生。自然和人为排放源都受自然气象和气
候易变性的影响。

温室气体排放、辐射强迫、气候及气候易变性的变化、温室
气体排放对下游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和基础设施产生的影
响等等，都可利用地球系统模型进行评估。这种地球系统
模型必须将大量进程和反馈纳入考量并做出解释。

人们可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估值与现场计量方法和星载工
具观测到的温室气体浓度进行对比，但在特定人为排放源
的小幅变化与观测到的温室气体分布的变化之间建立因
果联系是很难的。

潜在替代指标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全球变暖潜能值加权的
长期温室气体排放量是衡量气候政策有效性方面一项广
为认可的指标。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变化与大气浓度、辐射强迫或气候状况
变量（如气温、降雨量等）的变化之间存在着长时滞后效
应。因此，这些状况变量在政策有效性评估方面就不是那
么有用了。

短期气候污染物（如黑炭和氢氟烃）的排放可纳入统计汇
总，而其它指标（如20年跨度内的全球温变潜能值（GTP）
或全球变暖潜能值）也可用于赋予不同污染物的贡献以不
同的权重。

温室气体的排放可通过人均排放量或每一单位GDP的排
放量进行比较。在国家之间对额外控制成本进行分摊时，
每一比较方法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公平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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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讨论和结论

大量政策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规划体制、排放和技术
标准、市场干预、公共信息和国际合作——已被用于空
气污染、气候变化、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持久性生物累积
性有毒物质这四大问题的应对。每类政策在不同地理
范围内被运用于这四大问题的实践均可总结出不同的
经验教训。

政策方法必须与具体情景相适应就是这方面的经验教
训之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对所有情景而言最为适当的
唯一范式政策。在政府执行能力的支持下，高收入国家
大可依赖信息量丰富的规划体制和监管方法。但是，这
些方法对于信息匮乏和执行能力缺失的环境而言可能

并不是最适当的。在这种背景下，自愿标准、市场干预和
公共信息等方法在减少排放和危险暴露方面可能会更
为有效。为提高旨在强化气候融资和减少空气污染工作
的有效性，发展援助将在能力建设和绿色经济的发展方
面扮演关键角色。能力建设应以强化最能预测气候变化
的潜在影响并最善于开发适当政策应对措施的地方和
国家层面的技术和规划能力为重点。空气质量措施必须
与气候和能源措施、农业政策、交通运输政策和城市规
划相结合，并将重点放在改善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方面。
在这方面，一项关键信息和挑战是如何确保气候政策不
增加健康风险（如生物质燃烧和柴油造成的健康风险），
及如何确保空气质量政策的气候中立性。此外，能够将
国际、国内和地方行动相结合的多层次治理方法的强化
也势在必行（Maas和Grennfelt编辑，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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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投资于独立监测和成本效益分析，有助于评估政策的有效
性（充分证实）。各国可将自主监测和评估纳入项目实施，
以改善政策有效性。作为开始，可把保护领域有效政策的
证据基础，作为国家层面的一个优先事项。{13.2}

保护问题需要长期解决方案，而资助保护和研究通常又是
短期行为（充分证实）。因此，这一时间尺度的错配问题急
需在政策干预的设计阶段予以解决。{13.2.3}

相关政策和机制必须落实到位，以支持创新措施，强化保
护生物多样性。例如，尽管保护区之类的传统方法一直都
是确保土地使用权的标准规范，但从长期看，社区化保护
区之类的其它安排（如地方管理海域）对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的补充也必要。{13.1}

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但可持续增
长和绿色经济（以低碳、资源高效和社会包容特征）的发
展，可促进和改善生物多样性（充分证实）。 
{13.2.3，13.2.5}

在政策设计阶段，应在公平、性别和健康方面给予充分关
注（充分证实）。为实现生物多样性改善与实现其它环境和
社会目标之间的预期效益协同起来，有必要对生物多样性
管理方法进行升级、进一步创新和转型。通过生物多样性
保护，人们还可帮助其它部门实现其目标。这反映了可持
续发展目标17的要求，因为该目标要求开展伙伴关系建
设，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4.2，13.1，13.2.4}

我们共同享有的、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财富也应属于我们未
来的子孙后代。为创建一个我们想要的未来，成员国、社区
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司都应创造经济和社会动机，以推
动个人和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
的决定。{13.2.2，13.2.3，13.2.4}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能够健康地生活在健康地球上的一个
关键组成部分（充分证实）。尽管生物多样性之于经济产
出、健康和安全的重要性方面的证据，在过去二十年中已
经显著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保护和以可持续方式
管理生物多样性的措施仍然不够。 
{第6.1节，专栏13.1，13.1}

各自为政的政策工具不足以遏制生物多样性遭受损失的
势头（充分证实）。相反，包含多尺度和多种政策工具的方
法至关重要，包括鼓励行为变革的平台。{13.1，13.2.3}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方面的不作为成本极高，因为生物
多样性的损失通常都是不可逆转的（不完全证实）。 
{13.1，13.2.1，13.2.4}

当务之急是要立即采取行动并强化政策应对以保护生物
多样性，同时投资于能力建设和制度性基础建设，以实现
爱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充分证实）。{13.3，13.4.2}

当前的评估方法不足以说明由生物多样性损失带来的消
极影响（充分证实）。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开发适当的评估
指标和方法以便决策者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如
自然资本账户）。这种评估方法应充分考虑国家层面的
自然资本价值，并将其纳入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行动计
划。{13.2.4}

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都应推动生物多样
性这一议题的主流化，跨越诸如健康、农业、社会保障、贸
易和教育之类的所有主题（充分证实）。 
{13.2.2，13.2.3，13.2.4}

大多数生物多样性政策和治理干预都缺乏成败评估所需
要的基线信息（充分证实）。因此，投资于长期研究项目对
开发有效基线可能大有帮助，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很丰富
的发展中国家。此外，设计良好的、将目标转化为行动的时
间线，对于有效保护政策的实施可能大有裨益。{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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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地球健康和人类福祉方面一个不可或缺
的部分（Cardinale等人，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SCBD），2015年）。但是，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速度仍未减缓，物种灭亡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
加大的（参见第6.1节）。到2050年，全球经济因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功能丧失而遭受的年度损失，估计高达14万亿
欧元，这相当于全球预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Braat
和ten Brink编辑，2008年）。另一项评估认为，1997-2011
年间，因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全球每年
达4.3万亿美元至20.2万亿美元（2007年估值）（Costanza
等人，2014年）。尽管不可能做到精确，但对不作为成本的
量化，显示了采取政策行动的必要性（Braat和ten Brink
编辑，2008年；Oliver等人，2015年）。此外，生物多样性对
不同维度健康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2015年）也逐渐体现在各种倡议中，如生态健
康倡议、唯一健康倡议、地球健康倡议等以生态系统方法
应对健康的倡议中（参见第4.2.1节）。对于复杂社会生态
系统背景下人类、家养和野生动物及其它物种的健康之间
的相互关系，人们的关注力度正越来越大（Charron，2012
年；Wilcox，Aguirre和Horwitz，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专栏13.1）。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一个复杂问题（参见第6.1节），而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则有赖于涵盖众多政策方法，如监管指令
性、经济激励、投资支持、创新促进、主体推动、能力建设和
目标设定等方法的各种策略。生物多样性丧失领域的主要
政策和治理应对措施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生物
多样性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
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和保护区等（参见第6.7节）。尽
管人们对国际环境协议（IEA）和多边环境协议（MEA） 

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8a）

13.1：截至2018年已通过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的累计国家数

（关于生物多样性相关多边环境协议的清单，请参见本文
件末附件6-1）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它们
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基础，且仍在塑造政府行为和预期

（Stoett，2012年）。与其它环境政策领域相比，生物多样
性领域的多边环境协议更多（参见附件13.1）。.

过去10年，特别是上一期《全球环境展望》发布以来，国
际政策、健康和经济话语中已经显著提高了对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2015年；Jabbour和Flaschsland，2017年；世界经济
论坛，2018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和治理领域的最新
进展在本文件末的附件13.2中另有描述。

《生物多样性公约》196个成员国都被要求根据该公约第6条
规定制定国家生物生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到目
前为止，上述196个成员国中已有190个（占96%）制定了这
种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2018a）（图13.1）。

专栏13.1：国际社会对人类健康与生物多样性联
系的认识

2012年，正式确立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一个
联合工作计划（《生物多样性公约》，2012年（决定 XI/6））。在2016年
12月于墨西哥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3次缔约方会议上，健康
被确定为优先发展的主流产业部门（《生物多样性公约》，2016a（决定 
XIII/3）），通过了一项将生物多样性与健康之间的联系纳入国家政策
的决定（《生物多样性公约》，2016b （决定XIII/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健康地球、健康人类》及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
多样性公约》联合制作的出版物即《知识现状评估：全球优先事项的衔
接》（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5年）都认为，人
类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2018年召开的
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许多成员国都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认定为
人类健康的一个重大问题。医学、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政策等
群体正在组建越来越多的新网络，打破各自为政的传统工作方法，而
唯一健康、生态健康和地球健康之类的倡议方式也更加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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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与其它健康问题相似，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需
要众多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但这些利益相关方的
价值立场往往会存在冲突（Mukherjee等人，2018年）。随
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及其实施的性
别和公平性，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专栏13.2）。

本章遵循了第10章所述的双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政
策有效性评估框架。1

主要政策和治理方法（自上而下）：本章详细阐述了一系
列政策集群及与这些集群相关的5项具体政策工具。作为
这些政策工具的说明性例子，本章还选取了5项案例研究

（表13.1）。这些案例研究并不以形成任何形式的代表性
为目的。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它们涵盖了3个水平的生物
多样性，即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同时涵盖了案例分类
和地理传播方面的 众多方法及不同程度的成功状态（参

见第10.6节）。这些案例来自北美、南亚、欧洲、太平洋和非
洲等地区。

指标（自下而上）：紧接上述案例研究的，是对3项政策相
关指标（参见第10.7节）进行的评估。这些指标勾勒出了作
为国际共识的目标和指标的进展情况，因而构成了上述政
策和治理方法的补充。

13.2 主要政策和治理方法

13.2.1 主体推动：社区化保护

通过社区化保护方法让地方利益相关方参与，这是全球范
围内许多旨在改善保护效果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
源管理工作的主要特征。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

（DPSIR）框架（参见第1章图1.2）下，作为一种政策方法的
社区化保护，针对的是驱动力这一因素，因为它能够与被保
护区域没有文化和历史联系的外部资源使用者形成制衡。

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主要工具。过去几十年
中，不欢迎人类进入的专属保护区开始向更加以人为本
的或社区化的保护方式（Brown，2003年；Oldekop等
人，2015年）和一体化景观管理转变（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2018年）。细致入微地了解治理和社会文化背
景，这在所有类型的利益相关方接触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Bennett等人，2017年；Mukherjee等人，2018年），并使
得这些接触更具合法性且更加突出、稳健和有效（Sterling
等人，2017年）。

社区在土著和社区保护地（ICCA）相关决策中属于重要主
体。土著和社区保护地在保护传统生态知识、文化和语言
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这些东西通常都与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Corrigan和Hay-Edie，2013年）。
这种角色有助于《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第18目标
的实现。爱知目标18旨在保护土著民和地方社区的传统
知识、创新和实践，并将其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干预措施
中（土著和社区保护地注册处，2018年）。

专栏13.2：生物多样性政策性别和公平维度亮点

《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部分第13段承认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的性别问题，而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SBSTTA）也提
到了妇女在粮食生产中的实践、知识和性别角色（《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2018b）。此外，《生物多样性公约》还凸显了相关利益
相关方——包括土著和地方社区、青年、非政府组织（NGO）、妇女
和商业群体——充分、积极参与的必要性。

v	《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创建了
一个规定有具体措施、规则和程序的国际框架。

v 在174个国家提交的254份国家生物生多样性战略和行
动计划中，来自107个国家（占所有被考察国家的61%）的
143份（占全部文件的56%）至少包含一个性别关键字；来
自174个国家（83%）的145份明确将性别平等作为其指导
原则；12%将性别平等或女性赋权作为其目标或目的（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6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
处和国际自然保护协会，2018年）。

政策类型/治理方法 政策工具 案例研究 空间范围

主体推动 社区化保护 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 国家

指令性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管制 南亚的野生动物贩运和捕食者项目 区域

经济激励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南非的“水工作项目” 次国家

投资支持 遗传物质银行 挪威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全球

主体推动1 战略环境规划 加拿大埃德蒙顿的城市生物多样性 城市

表13.1：本章所述政策和治理方法的分类

1  “主体推动”这一政策类型是通过相关政策工具的两个不同例子进行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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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关于地方管理海域（LMMA）的案例研究将详细
介绍海洋领域的一个社区化可持续管理类型。

案例研究：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
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被定义为“主要由沿海社区、土地所
有群体、合作伙伴组织和/或居住或驻于附近地区的政府
协作代表，在地方层面实施管理的近海水域和沿海资源
区”（图13.2）。这类区域涉及145个传统意义上的渔区（占
斐济全部近海渔区的79%），而这类区域之外的剩余渔区
则为该方法有效性的比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社区范围
内运作且能力得到了提高的地方主体表示，地方管理海域
旨在通过设立定期进行捕鱼作业的禁渔区这一可持续方
式管理近海资源，以实现社区范围内的互惠互利（Jupiter
等人，2017年）。在斐济获得关注后，这一方法通过地方管
理海域网络被进一步推广到了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
及亚洲。

由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社区化方法得到了人们的支
持。这类方法专注于由利益相关方协商并实施的、地方层
面认定的目标，如地方管理海域的社区化方法，致力于更
新和振兴长期存在的传统制度，而不是为了人类的短期需
求而倡导新的另类愿景。但是，这类方法的非规定性导致
了多重目标的出现，从而使得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成果
的简单计量变得非常困难（Jupiter等人，2014年）。这类
方法还有其它效益，例如，通过改善食品和营养安全及社
区诚信，可改善人类健康，但这种效益到目前为止尚无任
何文献记录。

地方管理海域方法的有机扩张证明了社区化方法的有效
性。地方管理海域这一方法采用的一些管理工具，如定期
进行捕鱼作业的禁渔区，对于鱼类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成果并非完全有效（Jupiter等人，2017年）。在没有任
何替代方法的情况下，尽管该方法已经在斐济实现了急剧
的空间扩张，且被作为实现鱼类保护和渔业管理成果的一
种主要方法，但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方法在实
施地区获得了生物学产出的有效成果。地方管理海域这种
方法还有改造的潜力，可通过长久建立的社区制度连贯
的资源管理方法而强化，可以在此基础上加强推动其产
生的效益。

由于作为和不作为的成本主要由地方社区承担，推动逐步
转型的动机显而易见。人们应关注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理与
保护有效性之间的因果关系（Eklund和Cabeza，2017年）。
现有的政策有效性分析文献——如《被保护的地球》这一报告

（Bertzky等人，2012年；Juffe-Bignoli等人，2014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国际自然保护协会， 
2016年）均可作为参考，以认定政策意图与治理有效性之间
的差距。

13.2.2 指令性政策：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管制

指令性政策（CCP）以集权式且通常体现等级和官僚作
风的决策架构为特征；这种决策架构会就管辖权做出规
定，因而与经济激励政策相比在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较低

（Cox，2016年）。指令性政策是最为传统的监管工具，其
目的是通过惩罚、禁令、强制执行和合规检查等手段“控
制”那些可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通常，国
家或次国家政府是制定规则并决定规则将如何、何时且
由谁进行实施的决策者（Holling和Meffe，1996年）。由于
指令性政策的集权架构和制度支持，其政策有效性评估
较为容易，特别是在政策有明确的目标和时间线的情况
下（Gunningham和Young，1997年）。因此，这类政策可
能高度适合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如生态临界点导致的）这
类非线性复杂问题。但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可能也会使地
方社区面临合法性、公平和可持续性等问题（Redpath等
人，2017年）。

将地方利益相关方的观点融入决策和实施阶段，通常是指
令性政策成功的关键（Mukherjee等人，2018年）。例如，
尽管欧盟鸟类指令79/409/EEC（欧盟首脑会议，1979年）
和栖息地指令92/43/EEC（欧盟首脑会议，1992年）在政
策设计阶段都有若干主体的参与，但它们通常是以灵活
的方式在欧盟成员国国家层面实施（Primmer等人，2014
年）。但是，在希腊，地方社区极少参与欧盟指令的有效实
施和执行；这就导致了希腊特有物种在Natura 2000年附
录中的存在代表性有限、响应不足、冲突和缺乏信任等问题

（Apostolopoulou和Pantis，2009年）。此外，指令性政策
（如保护区政策）的有效性与可用于管理政策的能力和资

源成正比（Geldmann等人，2018年）。.

图13.2：在斐济，近海捕鱼是一项重要食物来源。在近海
渔区中，许多都在传统使用权制度约束下由地方社区实
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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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 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方法可增加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数量和丰富性。在作为研究对象的8个
地方管理海域中，有3个产生了鱼类生物量方面的效益，一个则产生了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效
益。这提高了以可持续方式利用沿海渔业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为国家政策议程（如民主和可
持续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图和绿色增长框架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之类的国际义务提供了支持。

Jupiter等人，2017年

评估独立性 专家评估有若干机构的参与，其中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
WCMC）；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研究中心（CENESTA）；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UNDP）；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SPREP）；南太平洋共同体（SPC）；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世界渔业中心；珊瑚礁信息系统等。

Govan 2009； 
Jupiter等人，2014
年；Jupiter等
人，2017年

关键主体 在地方规范指导下，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化组织（CBO）提供了外部投入。政府在管理方法上没
有直接扮演任何角色，但承担了被动管理角色，如向非传统（非社区）渔业活动收取渔业许可
费并将其返还给社区。

基线 倡议开始实施时没有收集任何基线数据。目标海域的选择基于社区兴趣进行，而不是基于任
何特定生态或社会状况进行。

时间线 倡议没有设置任何时间线。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人们认识到，在
地方拥有使用权但执行保护措施能力低下的国家，西方的保护方法是无效的。20世纪90年
代和21世纪初，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增加到了目前的145个传统渔区，占斐济所有近海渔区
的79%。

制约因素 尽管社区可能有能力管理当地资源，但针对较大范围且能够跨越国境威胁（如省级威胁、陆
海互动、气候变化等）的改善管理策略，也必须得到实施。

促进因素 斐济地方管理海域网络的开放性使得范围广泛的众多实体（如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社区化组
织）均可加入，并促进了相关经济支持。在现有社会文化规范内运作的方式，使得这一将社区
和自然资源联系起来的包容性、一体化方法得到蓬勃发展。

成本有效性 尚未开展任何成本有效性评估。

公平性 这一方法在公平方面的效益包括：增加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数量和丰富性，而不仅能改善饮
食，还能提高该管理方法实施地区的沿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但是，这些生态效益并没有
保证，而其它共同效益可能更为重要，如强化习俗、宣示进入和使用权等。由于效益是在所有
参与社区间扩散，被认为是相对公平的。但是，部分人口并未被赋予行使传统习惯的权利。

Jupiter等人，2014
年；Jupiter等
人，2017年

共同效益 向太平洋和亚洲国家的拓展并非在实施时开始所预期的结果，但可视为国家层面效益之外
的一种共同效益。

跨界问题 国内或国际跨界问题尚未出现。

潜在改进 有必要增加与政府之间的接触和联合。政府“批准” 实施自然资源管理和提供可持续资助的
制度，有助于该方法实施的稳定性。此外，有益的做法还包括进一步明晰方法成本以及改善
资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成果评估监测。

表13.2：评估标准概述：斐济的地方管理海域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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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应对全球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问
题这一背景下，指令性政策的有效性。在全球范围内，每
年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市场价值据估计介于500亿美元
至1,500亿美元之间，而非法渔业的市场价值据估计介于
100亿美元至235亿美元之间，非法伐木的市场价值则介
于3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之间（Nellemann和国际刑
警组织环境犯罪处编辑，2012年；Higgins和White，2016
年）。除资源的长期缺乏外，一些政府官员包括海关官员和
地方警察的腐败行为也使得有效监测和执行非常困难。即
便是在技术和刑事基础实施相对较为先进的国家，野生动
物犯罪方面的执法也落后于其它领域（Wellsmith，2011
年）。暴力也很普遍，因为偷猎要用到武器，而反偷猎行为
则可能是致命的；武装叛乱团体还可能将贸易作为资助其
军事行动的手段。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1.6节）下，
本政策方法主要作用于过度利用这一压力，通过应对引起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或通过保护地方物种和传统人类
实践（参见第6.4.4节）的方式。但是，建立有效约束人类不
合适行为的指令性政策，需要大量的能力建设。

案例研究：捕食者项目和全球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管制
捕食者项目启动于2011年在越南河内召开的国际刑警组
织第80届全体大会，其重点是对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特别
是老虎的保护，开展执法能力建设。目前，野生老虎的数量
正在急剧下降，从20世纪初的10万多减少到了目前不到

4,000只的水平（Goodrich等人，2015年）。大型猫科
动物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栖息地的破坏，但在它们的领
地内，偷猎仍是一个严重问题。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虎骨用作亚洲传统药材是
猫科动物面临的最大非法交易市场，但其它产品特别
是虎皮、虎牙和虎爪相关非法市场（特别是在苏门答
腊）也加剧了偷猎行为。此外，由于认为牲畜或人类有
被老虎攻击的风险，农民或村民们也会猎杀老虎，而
这样被猎杀的老虎也可能流入非法贸易市场。.

捕食者项目的具体目标包括：

i. 鼓励创建国家环境安全工作组（图13.3），并强化
南亚的野生动物执法网络；

ii 实施信息和情报管理，并改善调查技能；
iii. 推动能力建设和国际融合；
iv. 开展以情报为主导的反偷猎活动。

老虎栖息地的国家包括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俄
罗斯、泰国和越南等。国际刑警组织、各国政府和法
律系统之间的协作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还是相对
较新的做法，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及其它国际公约提供了支持。象牙贸易、
有害废弃物、非法伐木和非法捕鱼等领域都实施过
类似项目。

资料来源： https://greennews.ie/wanted-wildlife-trafficker-arrested-nepal-this-month/

国际刑警组织
国家中心局

国家环境安全任务组

NEST

警方

海关

其他专业
机构

环境机构

检控人员

政府间合
作伙伴Police   非政府

组织

图13.3：国家环境安全工作组是各国政府与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心局之间的直接联络机构；该图显示的是114千克虎骨被
查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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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 成功指收集到了动物身体被缴获的实体证据。2015年，官方在17个国家组织了亚洲野生动物物
种保护（PAWS）行动。这项行动的成果是300多名野生动物犯罪分子被捕，同时还发现了4名与野
生动物犯罪相关的逃犯行踪。行动中缴获了6具虎皮及其它身体部分、150多具普通豹皮和云豹
皮，及其它还包括12具大型猫科动物皮、9吨多象牙、37个犀牛角、2,000多只龟和爬行动物、282
只穿山甲、5吨穿山甲肉、275千克穿山甲鳞片。

国际刑警组
织，2015年

评估独立性 据我们所知捕食者项目尚未开展任何正式评估。但是，独立野生动物交易监测网络（TRAFFIC）
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强调了栖息地国家之间共享情报的必要性及国际刑警组织可能扮演的有
益角色。

Stoner等人， 
2016年

关键主体 捕食者项目的主要资助方包括英国政府、加拿大环境部、国际动物福利基金（IFAW）、史密森协
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全球老虎保护倡议等。全球老虎保护倡议是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史密
森协会和拯救老虎基金等机构于2008年共同成立的一个联盟组织。该倡议还与由13个老虎栖息
地国家约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老虎联盟建立了联系。《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秘书处是本项目的一个正式合作伙伴。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2016年

基线 野生老虎数量已从20世纪初的10万多只减少到了目前不到4,000只的水平。 Goodrich等
人，2015年

时间线 捕食者项目创建于2011年。项目资助预计将持续到21世纪20年代。

制约因素 各级腐败仍是一大问题，正如环境犯罪在许多国家仍无法被认定为可惩罚罪行一样。涉及野生动
物贩运的跨国环境犯罪网络通常都很强大，它们的跨境非法活动据信还包括人口贩运、毒品和武
器走私、洗钱和敲诈勒索等。

促进因素 最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国际社会对野生老虎和雪豹这些魅力十足的标志性物种的命运所表达的愤
怒。智能警务和新型跟踪技术的采用至关重要。自1992年成立环境犯罪委员会以来，国际刑警组
织已成为遏制和惩罚跨国环境犯罪努力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成本有效性 尚未开展成本有效性评估。

公平性 低收入偷猎者在法律检控行动中往往首当其冲，而因偷猎致富的“中间人”和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的购买者却能够逃脱惩罚（包括在英美等这些仍允许“合法”交易野生动物且来源通常难以认定
的发达国家）（Nelson，2017年）。

共同效益 大型猫科动物对于生态系统恢复力和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对它们实施保护有益于所有依赖相
关生态系统服务的人。另一主要共同效益是通过国家环境安全工作组实现司法系统的改善。

Thinley等人， 
2018年

跨界问题 野生动物的贩运涉及范围广泛的众多国际主体，而国际刑警组织是无法对他们都实施监控的。
最终，反偷猎工作的成功将取决于各国政府在没有腐败的情况下对其边境进行监测并对违法者
施以严厉惩罚。

潜在改进 需要更多的信息评估国际刑警组织干预和国家环境安全工作组的影响。对栖息地国家大型猫科
动物的数量实施更加准确的追踪，也会起到帮助作用。此外，必须提高地方社区的参与度。

表13.3：评估标准概述：捕食者项目案例研究

历史上，指令性政策在推动环境保护的努力中通常占
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这类政策面临着人力资源匮乏
和地方参与不足等困难（Harrington，Morgenstern和
Sterner，2004年；Laitos和Wolongevicz，2014年）。尽管
如此，它们在极度濒危物种和栖息地处于风险且丧失迫在
眉睫的情况下是高度适用的（参见第6.4.4节）。例如，开荒
监管和执行的松弛，导致了森林特别是残留森林丧失的加
剧（Marcos-Martinez等人，2018年）。

这个政策方法的挑战在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使地方社
区融入政策设计和实施阶段（Paavola，Gouldson和
Kluvánková‐Oravská，2009年）。在政策设计、常规监
测和适应阶段，利益相关方之间开展充分、权力中立的
协商有助于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指令性政策的有效性。
在英国，Natura 2000保护区的实施是以一体化方式进
行的，从而扩大了其认可范围（Primmer等人，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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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3.3：土著民和地方社区的中心性

联合国环境大会第2/14号决议要求对“野生动物管理领域援引地
方社区参与的最佳实践”（Cooney等人，2018年）进行评估，并将
重点放在发动土著民和地方社区（IPLC）参与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的打击方面。这份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

（IIED）联合制作的报告认为，地方社区必须作为阻止非法交易
的核心主体和利益相关方，而不仅仅是被动受害者或目击证人。
尽管警务活动确实很重要，但这类活动也可能被视为疏远地方社
区的军事化行动，而地方社区本来是最可能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改善中受益的群体。该报告表示，部分是“因为偷猎活动军事化程
度的提高，应对措施出现了自上而下的保护主义方法复活，强调
围栏和罚款、枪支和军靴。但是，除非问责措施能够同时得到强
化，否则，这可能导致，且已经导致了侵犯人权、限制生计手段、加
剧土著民和地方社区困境的现象,可能加剧剥夺公民权、憎恨和
愤怒等现象”（Cooney等人，2018年，第5页）。

社区化方法要求人们有耐心，因为地方利益相关方需要时间组织
起来，并进行能力建设。为土著民和地方社区创造表达意见并行
使其各级权利的稳健机会，对于推行更加有效和公平的野生动物
保护策略至关重要。

如果上述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方法被证明确实有效，则可充
当阻止国际犯罪和环境损害倡议的范例。此外，部署随机
控制试验并定期评估和报告保护干预的成败有助于对政
策有效性的监测（Schwartz等人，2017年）。

13.2.3 经济激励政策：生态系统服务的付费

与指令性政策及监管政策相比，经济激励政策（EIP）和市
场化工具更为灵活；有了它，人们就可以开发重塑人与环
境相互关系的创新方法。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力和
响应框架（参见第1.6节）下，经济激励政策通常属于应对
类措施，因为经济激励可能通过促进有利于保护的行为，
抑制消极行为，应对市场外部效应。这类经济工具还可为
那些因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受到消极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
供补偿。

因此，经济激励政策可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空间错配问
题，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益可惠及整个地区或国家，但保
护成本却要由较小范围内的地方社区独立承担。经济激励政
策的例子包括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碳排
放，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经营增加碳汇（REDD+），物种改
良、生态认证、农业用地闲置、公地或补助地购置等相关方面
的计划。其它例子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役权、有机农业
激励性补助、财政/税收措施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7年）。例如，位于法国一个国家
公园核心地带的市镇，因保护该地而领取“生态拨款” 

（《地方当局总法典》第L2条，第334-337页）。此外，法
国所有湿地均可享受20%的地税减免优惠（Primmer
等人，2014年）。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体现了经济激励政策的许多重要元
素。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首先在哥
斯达黎加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Porras等人，2013年）
。1996年，这一政策首先在哥斯达黎加实施，而后该政
策已经以不同形式扩散到了其它许多国家。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能够为生态系统的地方管理者提供回报，从
而使其（通常为下游使用者）有动机去维护赖以生存的
自然资源。例如，陡坡上的农民可因此而退耕还林，从
而使重要的水源地得到保护。在文献记录的案例中，给
纽约市为卡茨基尔山脉那些致力于景观保护的土地所
有者支付报酬，从而避免了新建水处理厂而带来的更
大成本（Appleton等人，2013年）。通过提供经济激励以
鼓励土地的更好管理，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不仅激活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新主体，还通过强调得益于生物
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促进了人与自然相互关
系的可持续性。

但是，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的有效性目前仍是一个
争论领域，因为旨在对其成败进行评估的随机对照研
究很少（Börner等人，2017年）。近期对38篇同行评估
文章进行分析发现，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有效性证据
仍很薄弱（Gaworecki，2017年）。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对
已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领域和未实施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的领域做比较分析（Gaworecki，2017年），而设
计更为严格的研究则仅显示了几个百分点的毁林减降
量。与其它土地用途如农业开发的机会成本相比，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计划支付的费用往往太少，这常常也并
没有将潜在共同效益纳入考量。下列案例对一个存在
双重目标，即减少外来入侵物种（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压
力之一）和就业创造这两大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计划进行了探讨。

案例研究：南非的“水工作项目”
在南非，水资源面临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非本地植物，包
括陆地植物（如商业化培育过程中未涉及的松属、金合
欢属、桉属等物种）和水生生物群系（如对非洲大湖水
域也构成了威胁的水葫芦等），同时也威胁到非洲大湖
区的生物群落（Chamier等人，2012年）。1995年，南非
政府创建了“水工作项目（WfW）”，以清除环境退化集
水区的外来入侵物种，同时解决低技术性人群面临的
公平和失业问题。“水工作项目”主要针对农村妇女、青
年人和残疾人，项目为他们提供了与外来入侵植物的
清理和控制有关的就业机会（McQueen，Noemdoe和
Jezile，2001年）。该项目是就业创造相关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作法下持续时间最长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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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 “水工作项目”的目标是改善水安全和生态完整性，恢复土地的生产潜力，促进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投资于南非社会中被边缘化程度最高的群体。今天，300

多万公顷土地的外来物种被清除（占南非受影响土地面积的30%），显示了该政策

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和未来潜力。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功，相关区域的溪流量出现了

增长。但是，随着植被的复生，这种效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Barnes等人，2007

年；Bonnardeaux，2012年；Jarmain和

Meijninger，2012年；Le Maitre，Gush和

Dzikiti 2015年；Scott-Shaw，Everson

和Clulow，2017年

评估独立性 在同行评审科学文献中得到了广泛评估 Hobbs，2004年；Turpie，Marais和

Blignaut，2008年；Buch和Dixon 2009

年；Meijninger和Jarmain，2014年

关键主体 “水工作项目”的框架包含下列主体：

v	部际委员会（成员为内阁各部长，主席为水事务和林业部长）

v	跨部门指导委员会

v	省级指导委员会和由地方相关利益相关方组成的项目指导委员会

McQueen，Noemdoe和Jezile，2001年

基线 《南非的增长和发展用水（第6版）》这一报告为本项目基线。该报告表示，1997年

南非和莱索托有1010万公顷的土地被外来植物入侵（占总量的6.8%），使年平均

水流量减少了33亿立方米，同时还导致南非每年约7%的水资源浪费。

Barnes等人，2007年

时间线 “水工作项目”已经实施了20年。在项目实施后的几年内，项目报告了可衡量的

生态系统收益。

制约因素 “水工作项目”提供的短期就业机会和低工资被认为仅为南非的长期失业和技能

不足问题提供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

Buch和Dixon，2009年

促进因素 本项目适用的有效立法包括：《农业害虫法案》；《农业资源保护法案》；《国家环境

管理法案》；《环境保护法案》；《国家水资源法案》；《国家草原和森林火灾法案》。作

为其管理外来入侵植物承诺的一部分，“水工作项目”还运作了一个研究单位。

Venter，2005年

成本有效性 本项目开展的成本有效性分析已有多次，且结论各不相同，但总体倾向于本项目

是一个具有成本有效性的政策这一结论。这些分析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作

为的代价极其高昂。1998年，南非环境事务部认为，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范围内，

外来入侵植物每年的控制成本估计为6亿南非兰特（约1亿美元）。如果不采取适

当措施，这一成本在15年内将翻番。

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2008

年；Turpie，Marais和Blignaut，2008

年；南非环境事务部，2010年；

南非水资源事务部（DWAF）， 

2010a；DWAF，2010b；McConnachie等

人，2012年；van Wilgen 等人，2012年

公平性 通过“水工作项目”清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土地所有人有资格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清

理外来入侵物种的雇员（通常为妇女和弱势群体）则是受益最大的群体。

Turpie，Marais和Blignaut， 

2008年；Buch和Dixon，2009年

共同效益 “水工作项目”每年为那些本来没有其它任何就业途径的、被边缘化程度最高的

人提供了2万多个临时就业机会（其中52%的受益人为妇女），为低技术劳动者提

供了教育和培训机会，并为社区发展项目提供了协助（http://www.dwaf.gov.za/

wfw）。由于对艾滋病特别重视，该项目还旨在为那些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人提供

支持，特别是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以降低传播风险。

Magadlela和Mdzeke，2004年

跨界问题 不适用

潜在改进 建议包括：a）开发用于评估下列内容的稳健生态指标：（i）清理地域的范围；

（ii）入侵程度的降低幅度；（iii）对水资源产生的影响；（iv）生态系统恢复的比率

（Levendal等人，2008年）；b）将社会发展进一步充分融入本项目的环境目标。

Levendal等人，2008年

表13.4：评估标准概述：南非的“水工作项目”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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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施得当，经济激励政策可促进部门之间的一体化 
（如通过控制外来入侵物种促进妇女的增权益能——正

如“水工作项目”这一案例研究显示的一样），提高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程度并强化多层次治理。但是，经济激励政策
的一大缺点是，它源于经济激励本身即可影响主体做出支
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变革这一假设。在激励资金耗
尽的情况下，这一假设可导致经济激励政策是否可持续
性的问题。而且，通过比对预期机会成本，寻找能够防止
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改善人类福祉的适当经济临界点（如
适当的补偿水平），可能是一大挑战。在多项保护干预措
施均可能适用的情况下，成本有效性分析可能有助于找
出最佳解决方案（Bryan，2010年）。经济激励政策的另一
个不足，是他们将土地所有人作为独立的个体决策者对
待（芬兰的“自然价值交易”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试验就是
一个例子）（Paloniemi和Vilja，2009年）。实际上，土地所
有人在决策过程中还受专业顾问及众多群体因素的影响

（Mukherjee等人，2016年）。此外，经济激励政策的重点
仍应放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而不仅仅是政策产生的
效益方面。

过去几年，自然价值的主流化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例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2016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这一焦点不能
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质在珍惜其效益和服务的狂热中
不能被抛弃，因为生物多样性是所有服务的基础 

（参见来自Kusmanoff 2017这一文献的图13.4：该图显
示，在澳大利亚，随着经济语言使用的增加，“生物多样性”
这一术语的使用却减少了）。

13.2.4 投资支持：遗传物质银行

目前，全球GDP中仅有一极小部分（约为0.002%）被投资
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Sumaila等人，2017年）。但是，如果
2020年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真的能够实现且自然资本因
此而得到保护，其产生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将远超实现这
些目标所需要付出的成本（Sumaila等人，2017年）。

尽管进展缓慢，但一些政府对这一事业的热度正在上升。
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设立了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
信托，以实施该州2017-2037年战略中关于私人土地的一
个全面保护项目（新南威尔士州环境和遗产办公室，2017
年）。在5年内，该州政府将投资2.4亿澳元，专门用于实施
这一针对私人土地所有者的项目，而当前年度的投资额为
7,000万澳元。

据欧盟估计，Natura 2000保护区及其网络的管理成
本每年高达58亿欧元，但其每年产生的效益介于2,000
亿欧元至3,000亿欧元之间，同时还可创造18万个工
作岗位（Bourguignon，2015年）。1992年启动的欧盟
LIFE（环境金融工具）基金及其后身LIFE+基金为保护
地的管理、能力建设、物种行动计划等提供了联合融
资。2014-2020年间，LIFE基金已指定将26亿欧元资金用
于环境保护，其中一半被用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Bourguignon，2015年）。最近，英国政府宣布将设立一
个绿色商业委员会，以支持其25年期环境计划下的环境
创业（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2018年，第150页）。
此外，英国还计划创建一个自然环境影响基金，以提供各
类低于市场利率且可长期偿还的贷款和补贴。这样做是为
了应对潜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因为在过去，这类问题可能
会限制能产生回报的自然环境项目的落地（英国环境、食
品和农村事务部，2018年，第149页）。

生物多样性投资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2012年），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国家核心资助、中
央政府融资、官方发展援助国际资金和多边资助等。此外，
绿色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保护协议、碳补偿、绿色财政政策
和绿色债券及私人和第三部门投资等都是政策制定者可
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投资的工具。

2016年的绿色债券原则明确认可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有资
格进行融资的类型之一（GreenInvest，2017年）。目前，绿
色债券是世界上增长最为迅猛的固定收益类细分市场之
一，2016年的市场规模达810亿美元。这些绿色债券可在
战略层面被政府和公司用于国际资本的发掘，以支持生物
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投资（GreenInvest，2017年）。绿色债
券还可为金融政策制定与投资政策制定提供一个互动平
台，因为在一些国家，这两类政策的制定在制度上通常是
分开进行的（GreenInvest，2017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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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澳大利亚政府环境部门媒体发布中包含“生物多
样性”、“经济”和“生态系统服务”等字眼的术语的使用情
况（样本量=3553）。误差条显示了生态系统服务相关表述
这一子样本（样本量=516）高达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Kusmanoff（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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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SGSV）是投资支持方面的一个创新
范例。作为一个基因银行，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作物
种子库。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
1.6节）下，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是一项以农作物种子的迁
地保护为重点的政策应对措施，其目的是改善对粮食和农
业而言至关重要的植物物种的状态。

案例研究：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过去一个世纪，全球丧失了
75%的植物遗传多样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0
年）。植物遗传物质的一种主要保护形式，是以基因银行 

（目前全球有1,750多个，共保有约740万个检索号）形式
出现的迁地保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0年）。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图13.5）成立于2008年，其主要目
的是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备份。这个种子库
的工作重点，是保护农作物物种及其野生亲缘植物的种
内多样性。自然灾害、战争和一些国家基因银行的管理
不当等风险都会导致具有全球重要性农作物的备份需求

（Fowler，2008年）。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建设成本为880万美元
（Hopkin，2008年），全部是挪威政府资助的，而其年度

运营成本约为30万美元，是由挪威政府和全球农作物多
样性信托基金联合资助的。其中，后者通过公私部门捐款
成立的一个捐赠基金为这个种子库提供了长期资助。

在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方面，指令性政策、经济激
励政策和主体推动政策都急需投资支持政策的补充（参
见第6.5节）。与经济激励政策相似，投资支持政策的方法
也更具灵活性和适应力。如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这一案
例研究所示，这类政策也允许人们采用独特、创新的解决
方案。通过投资支持政策，如绿色债券，流向热带地区发
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用于支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GreenInvest，2017年）。诸如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之类
的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6是相符的，因为这类投资的
产出是可问责、透明和包容的。但是，投资支持政策决策和
实施方面内在的权力结构仍是一大关切。在这类政策的事
前分析中，从长期看谁是投资者、谁又是受益者等等都是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而言，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只是
一个备份；它并不寻求保护那些在农业发展演变过程中可
能丧失的传统农作物耕作知识，因为就地保护即可维系这
些知识并使物种适应各种环境变化。但是，迁地保护也面
临基因侵蚀方面的问题（van de Wouw等人，2010年），即
被保护种子经历长时间后可能无法存活这一问题。遗传
资源的保护需要众多主体的参与，因为在农作物遗传资源
的保护过程中需要克服政治、伦理和技术等各方面的挑战

（Esquinas-Alcázar，2005年）。

此外，生物多样性对粮食安全的贡献也需要为主流社会所
认可。2015年，人们发起了基于生态系统的粮食安全适应
倡议（EBAFOSA）。该倡议旨在调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矛盾，以确
保非洲的粮食安全。2

13.2.5 主体推动：战略环境规划

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以享受生态和社会效益作为城市规划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被人们广泛接受。联合国大会已经在

《与自然和谐相处》（2016年8月1日决议“A/71/266”）这一
文献中讨论了“地球母亲”这一理念，以激励各国公民和社会
并变革他们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互动方式。这些问题与绿色基
础设施、绿色空间等理念及生态系统服务与生物多样性之
间重大联系的认可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涉及水质保护、洪
水减少、空气质量改善、身心健康和噪音减降等方面的效益，
而这些效益在缓解城市生活带来的问题（Carrus等人，2015
年；Ürge-Vorsatz等人，2018年）和促进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

（Rosenzweig等人，2018年）等方面都非常重要。生物多样
性在城市中的角色还得到了其它国际论坛的认可，如2018
年3月召开的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IPCC）城市会议；生
物多样性的体验已被证明能够改善城市地区的生活质量、人
类健康和环境意识（WHO和SCBD，2015年；Ürge-Vorsatz
等人，2018年）。

图13.5：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位于挪威大陆与北极连线
的中点斯瓦尔巴群岛一个偏远岛屿的山体下100米深处。
种子库的样本都被储存在零下18℃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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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目标是保存450万种农作物的种子，每种农作物平均保存500

粒（共25亿粒）。在运作前五年中，世界上53家基因银行将它们的大量藏品存放在了这

里。目前，该种子库保存着96万多份样本。

Westengen，Jeppson

和Guarino，2013

年；Asdal，2018年

评估独立性 正式评估发表在一份同行评审期刊中。 Westengen，Jeppson和

Guarino，2013；

Asdal，2018年

关键主体 主体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挪威政府、北欧遗传资源中心、

全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和国际顾问委员会（代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各国基因

银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各方）。

Westengen，Jeppson

和Guarino，2013

年；Asdal，2018年

基线 5项基准曾对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藏品的备份水平进行过评估。本评估旨在对斯瓦尔巴

全球种子库距离其为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作为正常型种子（在干燥或冷冻环境下

可存活的种子）保存的所有藏品（独特种子样本）提供了备份这一目标到底有多远这一

问题进行量化。

Westengen，Jeppson

和Guarino，2013

年；Asdal，2018年

时间线 在理论上，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生命周期是永恒的。目前，该种子库保存了156个农

作物种属约三分之一的全球特色种子样本。

Westengen，Jeppson

和Guarino，2013

年；Asdal，2018年

制约因素 各国签约加入的意愿（如中国和日本）被认为是一大制约因素，尽管2018年该种子库又

收到了来自印度、秘鲁和肯尼亚等国家的新种子样本。气候变化可视为该设施的未来

制约因素。

促进因素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签署；在冷却设备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永久冻

土可提供天然冷冻效应；地缘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斯瓦尔巴国际条约》禁止相

关军事活动）

成本有效性 目前尚未开展相关评估。

公平性 目前，传统用途植物及其种植实践不在优先保护之列，而这些植物也具有丧失风险。全

球农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将其样本运送至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提供了后

勤方面的资金支持。

Eastwood等人，2015年

共同效益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帮助提升了公众对保护遗传多样性特别是植物多样性、从而确保

未来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媒体的倡导）。

Friel和Ford，2015

年；Westengen，Jeppson和

Guarino，2013年

跨界问题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标准存放协议》确保了样本法律所有权不会被转移，且样本只

能被退还给提供样本的原基因银行。

Westengen，Jeppson和

Guarino，2013年

潜在改进 1） 与没有备份样本的其它基因银行在新增样本方面存在差距；2）作为迁地保护补充的

就地保护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凸显，因为储存的遗传物质就进化而言是静态的，无法适应

气候和栖息地的变化；3）迁地保护的另一形式，即DNA银行，可作为植物遗传保护的一

种补充方法。

Dulloo，2015；Hopkin，2008

年；Hodkinson，等人，2007

年

表13.5：评估标准概述：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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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社区参与城市土地的有效利用及自然生态系统的
管理对居民和生物多样性都有好处，且能够促进包容性
的城市治理。不同利益相关方在不同范围内的参与及不
同学科专家（如生物学家、城市设计师、景观建筑师等）
之间的合作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很重要（Felson和
Pickett，2005年；Colding，2007年）。这方面的进展是可
衡量的。以城市生物多样性指数为例，该指数“为地方当局
评估其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进展提供了一个监
测工具，而这种进展评估又可进一步被纳入国家报告” 

（《生物多样性公约》，2014年）。

各种制度安排和方法都考虑了生物多样性在绿色领域的重
要性。例如，意大利的健康和福祉政策（Carrus等人，2015
年）、巴西的通过城市规划恢复城市区域大西洋沿岸森林的
努力（Sansevero等人，2017年）和芬兰的生态系统服务保
护（Niemelä等人，2010年）都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了考量。
生物多样性的主流化需要人们将生物多样性及环境要素和
规范纳入部门政策，从而推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在驱动
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1.6节）下，主流化
是一群主体为应对压力和驱动力如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
人口压力等（第2.2节）做出的一种应对行为。埃德蒙顿自然
区域体系政策说明了如何发动地方主体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城市环境并实现其主流化的这一问题。

案例研究：埃德蒙顿自然区域体系政策
通过将生物多样性考量纳入城市规划，埃德蒙顿市使生物
多样性保护成为该市工作议程中的一个优先事项。2006
年，该市批准了环境政策，旨在促进环境适宜社区的可持

续发展。2007年，该市又批准了自然区域体系政策，明确
了“保全、保护和恢复埃德蒙顿市的生物多样性，并在决策
过程中实现生态和环境考量与经济和社会考量之间的平
衡”这一目标。作为这一政策的结果，一项以保护和恢复埃
德蒙顿市的自然体系及其中蕴含的生物多样性为目标的
战略计划已悄然出 炉（图13.6）。

在各级政府为了生态和社会效益在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
方面开展协作的情况下，地方和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过
程中主体和制度安排的推动已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是成
功的。利益相关方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广泛参与“看起来风
险很大，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设计得当，这些感
知风险是很值得去冒的”（Reed，2008年）。但是，财政和
预算领域各项工作的优先级排序仍是公共管理中的一项
严重挑战。

埃德蒙顿市相关案例研究说明了一个成功实施保护区体
系相关政策的案例。这项政策每年成功保护了110公顷的
重点自然区域。尽管埃德蒙顿市的生态足迹减少了，但仍
维持在人均7.45公顷的水平，远远高于人均2.71公顷的全
球平均水平，比全球承载能力可持续性指标还高出4.5公
顷。这一现状主要是城市范围之外资源消耗的结果。

图13.6：埃德蒙顿市：在市中心看到的北萨斯喀彻温河沿
岸河谷公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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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埃德蒙顿市的《2015年环境报告》涉及了若干生态指标，其中包括：草地的自然化；重点自
然区域的保障；自然区域和湿地扩张土地的保证；市政厅管理和照顾的树木的数量等。时间
系列数据表明，大多数指标都出现了积极趋势，城市维护的树木的数量、用作自然区域的土
地和被改造湿地都有所增加。

评估独立性 在城市环境管理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对政策成败开展了自我评估。

关键主体 关键主体包括埃德蒙顿市政厅及负责发起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佳实践的政府部门。自然区域
办公室负责协调该市企业为保护自然区域网络而做出了重大努力。地方社区参加了诸如自
然学大师（Master Naturalist）之类的项目，同时还参加了对外来入侵物种实施的监测，以
及一个非营利土地信托机构的治理等。其中，通过参加自然学大师项目，各地方社区就在该
市自然区域组织志愿教育方面进行了知识交流。

基线 埃德蒙顿市2006年《自然区域现状》报告的结论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土地利用方式
若不改变，则该市高原现有的自然区域将减少一半以上的面积。

埃德蒙顿市，2009年

时间线 《我们的绿化方式：2040年愿景》这一文献规定了埃德蒙顿市未来30年的环境战略计划，
并将重点放在了恢复力和可持续性方面。与此同时，该愿景还确定了埃德蒙顿市实现可持
续和有恢复力的未来所必须实现的12项目标。

制约因素 由于外来居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该市仍在遭遇自然区域方面的重大损失。该市
对这一问题的应对措施，是不断买入有价值的土地，以保护其不受开发压力的影响（见下
文）。

埃德蒙顿市，2009年

促进因素 在推动政策及其实施方面，市政厅的领导力似乎很强大且持续。埃德蒙顿市政厅批准了一
项价值2,000万加元的拨款，并允许向土地信托基金借款购置新社区的森林和湿地。作为一
项单独倡议的一部分，市政厅还批准了一个每年支出100万加元购置湿地的协议。高调的国
际形象和声誉也有助于该市继续将其成功进行下去。

埃德蒙顿市，2009年；
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联
盟，2013年

成本有效性 埃德蒙顿市对其城市森林的环境影响、价值和结构进行了评估。评估考察了三项生态系统
服务，即清洁空气、截存碳、减少暴风雨等。该市城市森林中每棵树的平均效益为74.73美
元，而每棵树的维护成本仅为18.38美元。

埃德蒙顿市，2009年

公平性 本项目促进了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生活。土地开发商必须遵守环境法规，而新开发的郊区也
必须设计有新的绿色空间、自然区域和公园。但是，土地价值的上升意味着，为保护目的购
置土地的作法对城市信托基金而言代价越来越高昂，特别是在土地所有者越来越不愿意出
售的情况下。

共同效益 增加城市环境下的绿色空间可产生额外效益，如减少压力、犯罪和暴力、增加社区的社会凝
聚力等。同时，还可创造心理、认知和生理健康方面的效益（世界卫生组织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2015年）。此外，还有一些迹象显示，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机会也增加了（Alberta 
Canada，2017年）。

Maas等人，2009
年；Garvin，Cannuscio
和Branas，2013年；Roe
等人，2013年

跨界问题 评估进展报告的过程中未发现或录到这方面的问题。

潜在改进 对更加广泛的社会及环境效益进行长期追踪是有益的，而由同行对项目开展更加正式的独
立评估也是大有帮助的。此外，将权衡因素如土地成本的上升、优先事项之间的冲突等纳入
考量也是必要的。毕竟，过去25年，埃德蒙顿市的人口一直都在增长。

表13.6：评估标准概述：埃德蒙顿自然区域政策



政策、目标和环境治理：有效性评估338

13

338

表13.7 政策敏感指标

指标 入选依据 是否在A部分中
探讨过

是否在案例研究中
探讨过

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或多边环
境协议的联系

数据来源

1）通过了相关国
内立法并为预防
或控制外来入侵
物种提供了充分
资源的国家比率

作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9
的一个指标，与《生物多样
性公约》相关；具有政策灵
敏性和相关性；为第五期《
全球环境展望》所采用，且
是已经确认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是：外来入侵物种
是作为生物多样性
面临的五大压力之
一进行应对的（第
6.4.2节）。

是：外来入侵物种是
南非“水工作项目”
案例研究（第13.2.3
节）的主题。在该案
例中，生态系统服务
付费被用做了应对
外来入侵物种的一
种手段。

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9。本指
标同时还是可
持续发展目标
15.8的指标。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
种生存委员会、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外来入
侵物种专家小组、莫纳
什大学等；情况介绍、
图表、元数据等来自
bipindicators.net

2） 红色名录指数
（利用的影响）

作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4
的一个指标，本指标与《生
物多样性公约》相关。本指
标是应对方面的一个指标，
在第五期《全球环境展望》
中已被采用，且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相关。此外，本指
标具有全球性，可进一步细
分，是一个基于科学评估的
量化指标，且拥有很长的数
据系列。红色名录指数（利
用的影响）这一指标还被选
来说明与人类生计和文化
有直接影响的物种对措施
做出响应、以确保其可持续
利用的程度。

是：红色名录的子
目录在整个第6章
特别是第6.5节中
都有使用。红色名
录指数是全球范围
内关于物种灭绝
状态的主要数据
来源。

否 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4。同时
还与爱知目标3
、目标6、目标7
和目标12相关。
此外，还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8.4
、12.2、14和15
相关。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
色名录指数
情况介绍、图表、
元数据等来自
bipindicators.net

3）全球生态足迹 作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4的一个指标，本指标与《
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本
指标跟踪的是压力，在第五
期《全球环境展望》中已被
采用，且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关。本指标具有全球性，
以长数据系列为依据且可
进一步细分。本指标之所以
入选，是因为一个国家生态
足迹的增加意味着其人口
对生物多样性压力的增加，
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
的加剧。

是：作为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一个主要
驱动力，出现在第
6.4.1节。

是：埃德蒙顿市的生
态足迹曾出现在关
于政策有效性评估
的第13.2.5节。

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4。与
可持续发展目
标8.4和12.2
相关。

全球足迹网络
情况介绍、图表、
元数据等来自
bipindicators.net

13.3 指标：生物多样性政策

政策敏感指标为人们理解政策实施提供了一种有意思的
方法（参见第10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和《生物多样性公约》都利用众多指标开展
过全球评估。例如，第三期《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就采用
了55项生物多样性指标（《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4
年；Tittensor等人，2014年）。因此本期《全球环境展望》根

据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国别分类情况、与
之前的《全球环境展望》之间的连续性等因素，选择了三项
全球指标（参见表13.7）。

目前，人们还没有能够充分捕捉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
相互联系的指标，尽管前文已经探讨过旨在改进生物
多样性健康相关指标的方法（Huynen，Martens和De 
Groot，2004年；Hough，2014年；Sandifer，Sutton-Grier
和Ward，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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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指标1：通过了相关国内立法并为预防或控制外来入侵
物种的提供了充分资源的国家比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15.8.1）

外来入侵物种（IAS）可通过直接和间接竞争、捕食和栖息
地破坏及作为病原体和疾病携带者而对地方生物多样
性造成威胁（Pejchar和Mooney，2009年；Strayer，2010
年）。它们被认为是土地用途发生变化和栖息地丧失后，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第二大威胁（第6.4.2节）（Wilcove等
人，1998年；Bellard，Cassey和Blackburn，2016年）。

本指标评估的是“旨在控制和预防外来入侵物种【被引进
某一地区但传播到了该地区之外的物种】传播的政策应
对措施、立法和管理计划的发展趋势”及“通过了相关国
内立法并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预防或控制提供了充分资源
的国家比率”（参见“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倡议 2018a”一
文中的方法）（图13.7和图13.8）。

政策相关性
本指标对全球多边环境协议取得进展特别是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9取得的进展进行了直接跟踪。此外，本指标还
涉及爱知生生物多样性目标5、11、12、17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15（15.8陆地生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

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倡议（2018a）。合作伙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外来入侵物种专家小组、
莫纳什大学等

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倡议（2018a）。合作伙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外来入侵物种专家小组、莫纳什大
学等。

图13.8：相关机构在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方面有明确使命和/或合法权力的国家比率（积极答复为“有”，且被计入了总体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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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
随着更多外来入侵物种相关多边国际协议的出现（如《卡
塔赫纳议定书》、《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实
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等），各国对相关政策的承诺
水平相应提高了。这进一步反应了外来入侵物种控制方面
全球承诺的增加（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倡议，2018a）。作为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均已同意爱知目标17，
而外来入侵物种相关政策也应体现在它们的国家生物生
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这是国际政策触发国内反应即
自上而下的方法导致外来入侵物种相关国内法规诞生的
一个例子。但是，自下而上因果关系（因一国国内外来入侵
物种的增加而导致外来入侵物种相关政策诞生的情形）的
证实则更加困难。

在外来入侵物种相关国内政策下，政府可利用多种政策工
具减少外来入侵物种。这类应对措施可能相当多元和具
体。例如，南非的“水工作项目”（第13.2.3节）利用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这一工具给当地社区提供经济激励，以鼓励他
们清理水道上的外来入侵物种（Buch和Dixon，2009年）
。其它国家则可利用指令性政策——如英国对某些植物、
种子、有机物和植物产品实施严格法规和认证的植物健
康政策（英国环境和农村事务部，2014年）和澳大利亚周
密制定的战略计划（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委员会，2015
年）——防止有害植物病原体的进入和传播。此外，岛国的
外来入侵物种政策可能会更为严格——这反映了地方特
有物种在这类国家更为广泛的存在。另一方面，港口可能
会受更加强有力法规的约束，如近期通过的国际船舶压舱
水和沉积物政策（国际海事组织，2017年）。

其它国际国内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也可能对本指标产
生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商业导致的贸易路线
和市场的增加，外来物种获得了在新地区扎根的新机会

（Meyerson和Mooney，2007年；Seebens等人，2015
年）。一国开展国际贸易的程度与该国外来入侵物种
的数量之间已经显示出了直接的因果关系（Westphal
等人，2008年；Hulme，2009年；Liebhold等人，2012
年；Brockerhoff等人，2014年）。

其它因素
气候变化也可能带来外来入侵物种相关风险，特别是在较
为寒冷的地区，因为气候变化可形成新的生态位空间，从而
降低外来入侵物种落地生根的门槛（Wolkovich等人，2013
年；Duffy等人，2017年）。此外，旅游业、外来宠物贸易和基
础设施项目等领域经济发展日益加速的新兴经济体也面临
着更大的外来入侵物种风险（Hulme，2015年）。.

13.3.2 指标2：指数（利用的影响）

人类以一系列不同方式（如为了食物、娱乐或羽毛而狩猎、
诱捕和收集野生鸟类）形成了对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利
用的依赖。红色名录指数（RLI）（利用的影响）显示了利用

的消极影响（即野生动物的利用导致的野生动物状态的恶
化）和所采取措施（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野生动物的
利用所采取的控制或管理措施）的积极影响这两大因素导
致的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鸟类现状的发展趋势（生物多
样性指标伙伴倡议，2018b，参见第6.5.2节）。图13.9显示
了1980-2017年间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红色名录
指数（利用的影响）。

范围和评估
本指标是根据物种层面的数据进行认定的，可在不同范围

（国家、地区和/或全球）内进行分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的红色名录将所有物种归入了7个相对灭绝风险类型（如
灭绝风险最小类型、适用于人类了解很少物种的“数据不
足”类型等）。这种分类是根据物种种群规模、分布面积和
减少速率等因素利用量化标准进行的（Bubb等人，2009
年）。在2012年的指数更新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
名录对63,837个物种进行了评估，其中19,817个属于面
临灭绝威胁的物种（《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和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2018年）。红色名录指数“1”代表该群内所有
物种均属于“风险最小”类型，而红色名录指数“0”则代表
该群内所有物种均已灭绝（Bubb等人，2009年）。目前，鸟
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珊瑚和裸子植物都可计算红色名
录指数。为评估人类了解很少和/或物种数量很大的分类
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发了一种取样方法，即从这样的

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倡议（2018b）。合作伙伴：国际鸟盟、Kew 
Gardens、伦敦动物学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图13.9：1980-2017年间哺乳动物、鸟类和两栖动物的红
色名录指数——仅显示了利用导致的趋势（即未被利用物
种没有被纳入考量）

红
色
名
录
总
体
指
数

0.845

0.844

0.843 

0.842

0.841

0.840

0.839

0.838

0.837

0.836

0.835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年份



341

13

生物多样性政策 341

分类群中随机选取1,500个物种，以此作为较大分类群的
代表（Baillie等人，2008年）。

红色名录指数（利用的影响）仅将那些被人类利用的物
种（如被用作宠物、食物、药品、物资或其它用途的物种）
纳入了统计。利用类型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用途和贸
易分类方案（3.2版）确定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6
年；Almond等人，2013年）。指数统计产生的结果可用于
说明人类消费可持续及自然资源利用的影响在生态安全
红线内的程度。下降趋势表明，当前利用是不可持续的（利
用的消极影响），而上升趋势则说明，人类对相关物种的利
用是可持续的（通过可持续控制或管理措施进行利用产生
的积极影响）（国际鸟盟，2012年）。

政策相关性
红色名录指数（利用的影响）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直接
相关。同时，它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8、12、14、15的若干具
体目标直接相关（生物多样性指标伙伴倡议 2018b；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

因果关系
旨在限制物种利用或倡导物种可持续管理的政策可能会
对本指标产生直接影响，尽管能够证明这类政策有效性的
公开文献很少，甚至是没有。这种政策影响相关证据的匮
乏部分是因为红色名录下物种类型的平均状态改善时间
长达16年之久（Young等人，2014年）。但是，本指标应对
那些能够推高或降低物种相关产品市场价格的经济变革
或政策具有敏感性。例如，较高的市场价格会使生产商或
狩猎者产生利用物种的更大动机，从而使相关物种处于
更大的灭亡风险之中，而这种风险的加大将会反映在红
色名录指数的降低上（Ayling，2013年）。相关证明表明，
如果继续盗猎的经济动机足够强大，那么，诸如《濒危野生
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之类禁止偷猎濒危物
种制作产品国际贸易禁令和法规可能会失灵（Rivalan等
人，2007年；Conrad，2012年）。相反，激励社区以可持续
方式管理野生动物并开展相关能力建设的政策（如捕食者
项目案例研究显示的那样）则可降低物种的长期利用和需
求水平（Challender和MacMillan，2014年），从而有效提
高红色名录指数（利用的影响）。同样，相关建模表明，与仅
仅是扩大保护区相比，更加有效的保护区管理（即保护区
的设计、管理的充分性和适当性、目标的实施等；《生物多
样性公约》秘书处，2018c）对红色名录指数产生的影响更
大（Costelloe等人，2016年）。

其它影响
其它因素包括文化和市场趋势，如人们不再购买利用
动物（毛皮、羽毛、绒毛等）制作的衣物、西方国家素食
主义/绝对素食主义饮食的增加等（Newport，2012
年；Saner，2016年）。这些趋势都可导致物种使用的减少
和红色名录指数的上升。致力于减少受威胁物种利用的倡
导团体和消费政策在市场趋势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例如，近年来，消费者意识提升运动、进行环境可持续性认
证的组织的增加、政府限制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急剧减
少了鱼翅在中国的消费量（Fabinyi，2016年）。

注意事项
支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数据仍然很少。一项研究表明，一
个地方性保护信托基金的工作成功改善了巴西、印度、马
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和西班牙等国境内17个受威胁脊椎
动物物种的现状（Young等人，2014年）。但是，其它研究
也表明，从长期看，红色名录指数具有不断变更其基线的
可能性。这是因为，红色名录评估的是物种特定时间线上
物种丰富度的下降程度。所以，如果物种数量保持稳定，则
即便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相关物种仍可能会被归入低
风险类型（Costelloe等人，2016年；Nicholson，Fulton和
Collen，2017年）。

13.3.3 指标3：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或称生态足迹核算）致力于“比较人类对自然的
需求与生态承载力或自然的供应能力”及再生能力（Rees
和Wackernagel，1996年）。“需求是用某一人群用于生产
其消费的自然资源并消纳其产生的废弃物的生物生产性
面积衡量的”。生态承载力则是用地表面积衡量的（生物多
样性指标伙伴倡议，2018c）。生态足迹“以生物生产性土
地和水域面积或个人、群体或活动消耗的食物、纤维和可
再生原料的生产所需要的生态承载力”衡量的。生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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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考虑了吸纳二氧化碳排放所需要的物资（全球足迹
网络，2018年）。生态足迹的单位是被称为全球公顷（gha）
的一个面积当量单位。1全球公顷代表具有全球平均生产率
的1生物生产性公顷（Galli，2015年）。生态足迹涵盖生产和
消费两个方面，而其中每个方面都由农田、牧场、森林产品、
碳和渔业及建筑用地组成（全球足迹网络，2018年）。随着
一个人群对生物多样性压力的增加，该人群的生态足迹也
会相应增加（参见13.2.5节埃德蒙顿市相关案例研究）。图
13.10显示了1961-2013年间按组成部分（土地类型）分类
核算的世界生态足迹。

政策相关性
生态足迹这一指标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4直接相关，同
时还与可持续发展目标8和12下的若干具体目标（目标8.4
和目标12.2）直接相关。

因果关系
目前，人们已就生态足迹核算及其如何为政策制定提供指
导这一问题开展了许多研究（例如，全球生态足迹最近促
使黑山共和国通过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Galli，2015
年；Galli等人，2018年），但关于政策变革是如何影响全球
或国家生态足迹的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案例却很少。任何

削弱或促进资源消耗、土地利用或碳排放可持续管理的政
策都会减少生态足迹，而任何直接或间接推动这些参数值
上升的政策都会导致生态足迹的增加。一项研究发现，经
济全球化推高了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的生态足迹，而社会
全球化则增加了进出口的生态足迹，同时却减少了消费和
生产的生态足迹（Rudolph和Figuree，2017年）。

其它因素
能够影响生态足迹的其它因素包括改变一个地区生态承
载力的环境事件（如使之前没有生产力的地区变成了有生
产力地区的气候变化或使之前有生产力的地区变成了没
有生产力地区的气候变化）、提高一个地区生态承载力的
技术进步（如提高某一地区生产率的抗热基因改良作物）、
增加或减少资源消耗的消费文化（如选择公共交通、步行
或骑自行车，而不是机动车的文化）等。

注意事项
由于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清晰描述生态系统服务的过度使
用情况，生态足迹已被人们广泛使用（Galli，2015年）。但
是，由于无法追踪人类诱发的自然资本存量的消耗情况，
这一指标也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尽管如此，全球足迹网络
正在积极改进这一方法（Mancini等人，2017年）。

图13.10：1961-2013年间按组成部分（土地类型）分类核算的世界生态足迹（以地球数计量）

资料来源：全球足迹网络（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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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结论

生物多样性正处于危机之中，而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现
有政策和治理措施是不够的——这一结论是充分成立的 

（参见第6章《执行摘要》）。这种现状的原因可能是现有政
策响应不足以抵消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因素的增长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4年）。

证据表明，国家层面经济激励的不足及以确保有效合规
和法律文件得到执行为目的的投资的不足可能导致政
策和治理无效（Ambalam，2014年）。对《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在非洲实施情况进行的定性研究则发现了更
多挑战，其中包括荒漠化基线数据不足、监测机制薄弱、
政策目标定义不善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了合规的
障碍（Ambalam，2014年）。对芬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
和行动计划进行的分析表明,通过引进新知识、提供更好
的过程设计、建设制度网络等措施，不同政策部门均可确
立不同形式（责任、问责、响应和注意）的责任制（Sarkki

等人，2016年）。但是，尽管其它政策部门也产生了有利于
生物多样性的成果，但部门之间的对话仍然不足，而责任
并不会从环境部门自动转移渗透到其它政策部门。这一跨
部门“责任鸿沟”问题的应对仍是有效环境政策的一大挑战

（Mukherjee等人，2015年；Sarkki等人，2016年）。此外，国
际环境协议的目标很少高于如常情景下的目标（Kellenberg
和Levinson，2014年）。许多国际环境协议含糊不清的语言
和定量或可衡量目标的缺失使得签约国的行动可随意解读，
而对签约国开展严格绩效评估、以改善生态系统质量的努力
也无法进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本质上具有多面性；目前，各国政府
和实务人员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将气候、健康和公平问题纳入生物多样性相关主
流化努力、同时提高所有部门对政策承诺的认识是可持续
发展目标总体成功的关键。本章探讨的许多政策倡议都可
作为在政府提供适当、持续支持前提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工作提升到全球层面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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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一些问题可能需要能够带动社区和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政
策工具才能获得最好的解决（充分证实）。这些工具包括推
动地方社区开发和采用适合其环境的措施并与私营部门
结成伙伴关系（充分证实）。{14.2.3}

政策敏感指标可用于跟踪应对主要压力和驱动力方面取
得的进展（充分证实）。这些指标包括基于区域的指标，如
海洋保护区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覆盖范围等指标。属于
国家管辖或位于公海的保护区有可能解决与海洋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若干压力，包括过度捕鱼和栖息地破坏（不完
全证实）。{14.3.1}

许多指标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多维度的各种压力和驱动力 
（充分证实）。基于区域的方法本身并无法确保区域的有

效管理；这类方法也无法规避气候变化或污染的影响（充
分证实）。因此，开展旨在开发保护区有效性评估方法的工
作至关重要（充分证实）。{14.3.2}

标准化的缺失可能会使追踪海洋保护相关进展难以进行 
（充分证实）。作为海洋环境中垃圾现状衡量指标的海滩

垃圾就是如此。在各种自下而上的项目中所使用的方法和
取得的结果之间缺乏标准化和兼容性，这使得很难对大片
地理区域的海洋垃圾的状况进行全面评估。{14.3.2}

应对海洋面临的主要驱动力及压力（例如气候变化、污染
和过度捕捞，见本报告第7章）需要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
治理方法（充分证实）。这些工具和方法包括指挥和控制、
利益攸关方合作、经济激励和主体推动等。{14.2}

在应对地方和区域威胁的累积影响以支持海洋生态系统 
（如珊瑚礁）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政策连贯性和一体化非

常重要（无定论）。但是，鉴于海洋物种在适应海水升温能
力方面有限，在没有以遏制碳排放为目的的国际政策的情
况下，基于恢复力开展管理的有效性可能将非常有限（充
分证实）。{14.2.1}

涉及众多活动、部门和污染源（如海洋垃圾）的问题可能需
要涵盖全面、协调的措施的政策（不完全证实）。在这类问
题涉及多个辖区的情况下，发动邻国参与的治理方法（如
区域海洋项目）可能是适当的（不完全证实）。{14.2.2}

鉴于渔业部门相关问题发生的诸多背景，推动本部门更具
可持续性的发展可能需要若干政策工具（充分证实）。渔业
水域使用权（TURF）方案非常适合鱼类定栖性相对较高、
排他可能性也较高且政府乐于下放成本高昂的管理和执
行职能的渔场（充分证实）。在配额的设置有力、独立且科
学而且监测、控制和监督也有力的情况下，个人可转让配
额（ITQ）最适合价值相对较高的鱼类。在执行和合规机制
有效且到位的情况下，准入和资源使用权方面的监管可能
会取得成功（充分证实）。{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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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引言

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具有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而这
种后果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健康和福祉。正如本报
告第7章所述，气候变化、污染和过度捕鱼方面的影响都值
得人类高度关注。珊瑚白化也许是气候变化近年来对海洋
产生的最富戏剧性和最直接的影响之一。与此同时，海洋
垃圾和塑料污染日益成为环境污染的前沿问题，而过度捕
鱼造成的鱼类种群的损耗也仍然非常严重。本章利用选定
的政策分类和相关案例研究，探讨了应对这些问题过程中
采用的主要方法和工具（表14.1）。此外，本章还利用案例
研究对不同治理层次（次国家、区域和全球）和地理环境下
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说明，并凸显了政策设计和实施方面面
临的挑战和机遇。

本章还利用选定的政策敏感指标——如海洋保护区的覆
盖率、海滩垃圾评估和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在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中的代表性等——就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政策有效性
提出了有益见解。

14.2 主要政策和治理方法

14.2.1 基于恢复力的管理（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由于可选方法非常有限，对珊瑚礁实施基于恢复力的
管理（RBM）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兴起的一个理念（van 
Oppen等人，2015年；van Oppen等人，2017年）。之所以
这样说，是因为珊瑚白化的根源正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
度的逐步升高这一事实。基于恢复力的管理指地方和区
域层面支持生态恢复力（即抵御干扰并从干扰中恢复的
能力）的战略性政策干预（Anthony，2016年）。这种管理
据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抵消气候变化不断强化的影响

（Anthony等人，2015年；Anthony，2016年）。

基于恢复力的管理背后的基本假设，是珊瑚礁的恢
复力可通过应对地方和区域威胁（如污染、沉降和
过度捕鱼）累积影响的方式得到改善（Marshall和
Schuttenberg，2006年；Keller等人，2009年；Anthony
等人，2015年；Anthony，2016年）。基于恢复力的管理可
能会涉及一组——例如说——土地利用控制方面的政策
工具和管理行动（如监管、激励和教育等）（Anthony等
人，2015年，第53页），以改善进入珊瑚系统的水质及海
洋保护区相关空间规划，包括禁渔区的规划（Anthony等
人，2015年；Anthony，2016年）。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
响和响应框架（第1.6节）下，基于恢复力的管理旨在应对
珊瑚面对的一系列“压力”，如附近集水区的土地利用、沿
海开发和渔业等。

作为一个新兴理念，基于恢复力的管理在政策文献中仍有
待于深入探讨。在其它文献中，就珊瑚礁而言，除实施这种
管理的必要性及支持其实施的策略外，相关探讨并不多。

在国际上，人们对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方法颇感兴
趣。例如，珊瑚三角区倡议——一项涉及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和东帝汶等国的政府间措
施——就纳入了恢复力原则和多议题管理方法（珊瑚三角
区倡议，2009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也通过了一
个关于珊瑚礁、气候变化和恢复力的行动议程，敦促人们
制定各种政策，以支持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基于恢复力的管
理（Obura和Grimsditch，2009年）。

案例研究：大堡礁气候行动计划（2007-2012）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GBR）海洋公园是世界上珊瑚礁管理
领域的先驱之一（Day，2016年）。它是在多重威胁包括气
候变化背景下致力于恢复和维护珊瑚礁恢复力的方法的
典范（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2009年；大堡礁海洋公园
管理局，2014年）。2007年，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1 启动
了大堡礁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07-2012年）。该计划明

治理方法 政策工具 案例研究

主体推动 知识生产、意识提升 大堡礁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07-2012年）

指挥和控制及与私营部门之间
的合作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企业及其它利益攸关方的
自愿方法

地中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

主体推动和经济激励相结合 渔业水域使用权 智利鲍鱼传统捕捞权

经济激励 个人可转让配额 不列颠哥伦比亚底栖鱼渔场个人可转让配额

指挥和控制 准入和资源使用权监管 联合国大会关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第61/105
号决议

表14.1：珊瑚白化、海洋垃圾和过度捕鱼相关治理方法和政策工具范例

1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是根据《19755年大堡礁海洋公园法案》设立的一个联邦法定机构，具有制定
和发布大堡礁保护和管理相关计划和政策的权力（澳大利亚联邦，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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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依赖于珊瑚的行业和社区在改善珊瑚恢复力并支持
其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策略和行动（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
局，2007年）。该计划曾经是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国家气候
变化适应框架中的一个具体行动项目（澳大利亚政府委员
会，2007年）。作为首个此类项目，它是作用于世纪遗产级

珊瑚系统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的适应政策集群的一个国际
和国家级案例（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2012年）。此外，该
案例还是主体推动这一治理方法的典范，涉及改善人们对
气候变化脆弱性和气候变化适应的理解及提高依赖于珊瑚
的社区和行业的意识等方面的行动。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大堡礁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07-2012年）》的总体目标是最大是限度地提高大堡礁在
气候变化面前的恢复力。该计划有四项具体目标：（i）有针对性地创造科学知识；（ii）打造
有恢复力的生态系统；（iii）改善行业和社区的适应能力；（iv）减少气候足迹。一项对该行
动计划进行的评估表明，该行动计划实施了250多单个项目或活动，生成了各种各样的知
识资源（包括150多篇报告和文件），创造出了支持新型决策工具和程序的科学知识（如开
发和改进了用于预测珊瑚白化和珊瑚疾病爆发风险的远程感应工具）。另一方面，《大堡
礁展望报告（2014年）》也认识到，尽管区域层面气候变化及其它威胁的管理很稳健，但珊
瑚的总体状况仍在恶化。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2012年；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
局，2014年

评估独立性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曾对本行动计划的成果进行过一次评估（即自我评估）。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2012年

关键主体 除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外，本行动计划的实施还涉及具体的利益攸关方群体，包括传
统所有者、旅游业经营机构和海产品行业。本行动计划的实施据信已在公、私、社区和研
究等部门间打造了更加有力的持续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联邦，2016年

基线 2007年就大堡礁脆弱性包括社会和经济维度开展的一次全面评估对气候变化之于大堡
礁的威胁进行了评估。

Johnson和Marshall，2007年

时间线 本行动计划实施期间为5年，即2007-2012年。2012年，《气候变化的适用：<大堡礁气候变
化行动计划（2007-2012年）>的成果》这一报告正式发布。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2012年

制约因素 大堡礁气候变化的应对涉及涵盖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多个政策部门和机构的跨部门协
调。其他挑战还包括多个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重合、不确定性、气候和非气候驱动力之间的
相互联系等（参见第2章）。更重要的是，珊瑚恢复力面临的重大威胁，如附近集水区的糟
糕水质和沿海开发等，都在大堡礁海洋公园之外，因而不在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管辖
范围和本行动计划适用范围之内。

Fidelman，Leitch和
Nelson，2013年

促进因素 联邦政府为本行动计划的实施拨付了约900万澳元资金。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起，大堡
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就在大堡礁的管理方面扮演了领导角色。该机构具有发动更多专家和
合作伙伴的能力。

澳大利亚联邦，2016年

成本有效性 尚无成本有效性方面的信息。

公平性 本行动计划没有涉及重大公平问题。但是，评论家指出，就影响大堡礁的利益攸关方包括
海运、港口和陆地活动责任方而言，开发用户付费制度是必要的。

Morrison和Hughes 2016年；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研究实验
室，2016年

共同效益 鉴于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的内在性质，即涉及地方和区域威胁累积影响的应对，本
行动计划具有惠及现有保护、渔业和旅游政策的潜力。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2012年

跨界问题 大堡礁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多个行政和生态领域，涵盖多个政策部门（气候变化、农
业、沿海开发和捕鱼等）。这些都对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造成了重大挑战。

Fidelman，Leitch和
Nelson，2013年；大堡礁海洋
公园管理局，2014年

潜在改进 本行动计划主要聚焦于大堡礁海洋公园范围之内的行动。但是，珊瑚恢复力面临的主要
威胁，如周围集水区的糟糕水质和沿海开发等，都在海洋公园范围之外。因此，基于恢复
力但作用于外部因素的珊瑚礁管理工作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但这类工作可能要求针对这
些因素的现有政策具备一定程度的连贯性和一体性。

表14.2：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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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并不能防止珊瑚白化，但
它可在白化事件发生后改善珊瑚恢复的前景。尽管如此，
在没有致力于遏制碳排放的全球行动的情况下，基于恢
复力的珊瑚礁管理本身是不可能有效的，因为珊瑚适应
海水升温的能力是有限的（Anthony，2016年；Hughes等
人，2017年）。

大堡礁案例说明，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需要驾驭
涉及多重地理和管辖范围、多级社会和行政组织、多个
政策和资源部门的复杂治理环境（Fidelman，Leitch和
Nelson，2013年）。因此，实施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可
能需要促进应对地方和区域威胁的现有政策的一体化和
连贯性。在这方面，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具有跨越陆
海管辖界线改善总体治理的潜力。扩大基于恢复力的珊
瑚礁管理的范围、使其将制度和治理维度纳入考量是至
关重要的——正如在实施基于恢复力的珊瑚礁管理过程
中提高社会恢复力很重要一样，因为气候变化对依赖于
珊瑚的社区和行业包括他们的健康和福祉具有重大影响

（Cinner等人，2016年）。

14.2.2 海洋垃圾（区域合作政策）

区域海洋项目创立于1974年，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应对沿海和海洋环境问题的主要工作之一。该

项目很好地说明了区域合作式沿海和海洋环境管理方法。
区域海洋项目的重点，是动员邻国参与区域行动计划，以
解决其共享海域面临的环境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这类计
划是通过以区域公约及关于具体问题的议定书等形式出
现的法律框架确立的。

目前，全球共有18个不同的区域海洋项目，涉及140多个
国家。其中，地中海行动计划涉及22个缔约方（阿尔巴尼

亚、阿尔及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浦
路斯、埃及、法国、希腊、以色列、意大利、黎巴嫩、利比亚、
马耳他、摩纳哥、黑山、摩洛哥、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叙利
亚、突尼斯、土耳其和欧盟）。

地中海的海洋垃圾和碎片是一个公认的环境问题，其对
环境、经济、健康和安全及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影响（如
Galgani等人，1995年；Stefatos等人，1999年；Tomás等
人，2002年；Campani等人，2013年；Pasquini等人，2016
年）。这一问题推动了减少污染行动计划得以通过。

案例研究：关于地中海海洋垃圾管理的区域计划
过去几十年，人口稠密的海岸线、渔场、大范围旅游和海上
交通——包括河流排入的污染物——加剧了海洋垃圾的持
续增长（例如：Santos，Friedrich和Barretto；Galgani等
人，2014年；Rech等人，2014年；Unger和Harrison，2016
年）。据《国际海岸清洁报告》（海洋保护组织，2017年），烟
头是海上最为常见的垃圾（请参见Munari等人，2016年），
但塑料特别是零碎消费品仍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海洋垃
圾类型（Li等人，2016年）。

通过制定地中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地中海行动计划（MAP）成了首个区域
海洋项目和公约，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且以预防和
减少海洋垃圾对海洋和沿海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为目的。地中
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于2013年通过，其生效时间正好
与地中海国家更新其旨在打击陆地污染源和污染活动的国
家行动计划的时间重合。

地中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涉及控制和预防污染的一
些关键原则，其中包括将海洋垃圾管理纳入固体废弃物管
理以及通过倡导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实践减少垃圾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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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该计划包含42项具体任务、一份时间表、主导部门、核实指标、成本和资金来源等。2017年的目标基
本上已经实现，因为许多目标的设置条件是“尽最大程度进行探索和实施”。但是，许多目标已经超
过了探索阶段，而进入了实施阶段。

评估独立性 对海洋垃圾现状、海洋垃圾对海洋和沿海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海洋垃圾管理的社会经济方面进
行评估的责任由缔约方自行承担。这种评估将利用达成了一致的通用方法、国家监测计划和调查等
方式进行。

关键主体 该计划是由《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岸地区公约》（即《巴塞罗那公约》）缔约方共21个地中海国家
和欧盟通过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
中海行动计划， 
2013年

基线 2008年，地中海海洋垃圾现状接受过一次评估，并被用做了该计划的制定依据。欧盟成员国也根据《
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MSFD）》对海洋垃圾开展过一次基线评估（《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2008
年）。但是，2015年的海洋垃圾评估建议对基线和目标进行更好的定义。海洋垃圾指标（海滩、海面、
海床、塑料微粒、摄入垃圾等）的通用基线值应在整个地中海层面而非次区域层面提出。

欧洲议会和欧盟首
脑会议（2008年）；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地
中海行动计划（2016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地中海行动计划

（2015a）；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年）

时间线 该计划将在2016-2025年间实施，而大部分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均将于2020年之前实施。

制约因素 消费行为仍是一大挑战；海洋垃圾的减少需要在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方面做出变革。合规及检测
和执法方面的改进可能仍是问题所在。由于资金缺乏和治理糟糕，一些国家的废弃物管理体系可能
不够完整。此外，用于应对海洋垃圾问题的方法也缺乏一致性。具体应对措施包括区域准则及“捕捞
垃圾（Fishing-for-Litter）”和“认领海滩（Adopt-a-Beach）”之类在区域层面实施的试点项目，但仍
有改进空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
中海行动计划 

（2013年）

促进因素 该计划的目标还得到了《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及其它具有协同效应政策的支持，具体包括：《欧
洲环境塑料废弃物战略》（该战略旨在应对海洋塑料垃圾并提出了减少这类垃圾的方法）；一项旨在
减少塑料袋使用的指令；《港口接收设施指令》（该指令针对的是欧盟港口内船舶产生的废弃物）。该
计划还得到了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海洋垃圾行动计划的支持。此外，非政府组织（NGO）在意识提
升和教育活动中也非常积极。它们在数据收集和清洁行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动员了数千名志愿者
支持建设一个没有垃圾的地中海。该计划还就海洋垃圾各种主体和利益攸关方的有效协调和重要
角色做出了强有力的规定。

成本有效性 海洋垃圾可导致重大社会经济破坏，包括沿海社区、旅游、海运和渔业遭受的损失。但是，为满足该
区域计划的要求，通过国家行动计划实施必要措施的成本也是巨大的。例如，在欧盟境内，沿岸和海
滩的清洁成本据估计每年几乎高达6.3亿欧元，而捕鱼行业的成本则高达6,000万欧元。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地中海行动计划开展工作，为各国估算该区域计划及有法律约束力措施的实施成本提供了
协助。此外，部分潜在新措施如“捕捞垃圾”、港口接收设施和禁止一次性使用塑料袋等措施的成本
效益也接受了社会经济评估。

Ballance，Ryan和
Turpie（2000年）；
Williams等人（2016
年）；Brouwer等人

（2017）；欧盟委员会
（2017）；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地中海行动计
划 （2015b）

公平性 人和环境都能从海洋垃圾的减少中受益。采取缓解措施都是有成本的，诸如返还押金计划（Deposit 
Return Scheme）、塑料袋收费和执法活动等，且这类成本在社会中的分摊是不均衡的。

共同效益 共同效益包括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导致的能源生产的增加、意识提升导致的塑料包装需求的减少
等。海洋垃圾的减少还有利于海洋物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跨界问题 海洋垃圾可在许多辖区产生，然后跨境转移到其它地方。地中海的海洋垃圾甚至可通过直布罗陀海
峡或苏伊士运河进入大西洋或印度洋，尽管地中海沿岸国家仍是其主要来源。海洋垃圾会在一些热
点区域聚集。为明确这些区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中海行动计划及其它组织和倡议目前正在区
域层面开展一些前期工作。

潜在改进 海洋垃圾相关国别数据显示，不同年份的报告以及报告制度不同的国家报告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因
此，报告范围内的差异、不同的计算方法及数据验证的缺失都妨碍了相关趋势的认定。2015年的评
估建议表示，各国应开发更具连贯性的监测项目，就海洋垃圾排放源收集更多数据并就微粒物开展
定期监测。此外，为打击陆源和海上的海洋垃圾非法排放或倾倒行为，各国应根据国内立法引进更
加有力的执法措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
中海行动计划，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地中海行动计
划，2016年

表14.3：地中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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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该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与私营部门进行
合作，以减少塑料的消费。

为减少地中海的海洋垃圾，该计划规定了一整套有法律约
束力的行动和时间线。其中，2017年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实
现，因为许多目标的设置条件是“尽最大程度进行探索和
实施”。但是，许多目标已经跨越了探索阶段，而直接进入
了实施阶段。

回收塑料的使用及单一用途塑料袋使用的减少方面已经
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地中海国家，如法国和摩洛哥，完全
禁止了塑料袋的使用。其它国家，如克罗地亚、马耳他，还
有西班牙和希腊的一些市镇和城区则实施了对单一用途
塑料袋征税的作法。突尼斯则禁止大型连锁超市使用非生
物降解类塑料袋（Legambiente ONLUS，2017年）。

另一方面，捕鱼行业在实施垃圾减降策略方面仍然行动迟
缓。尽管垃圾减降计划相关准则已经制定且大部分地中海
渔民都表示了参与计划的意愿，但国别调查仍表明，渔船
上并没有储存垃圾的容器或袋子。渔民们将不需要的渔具
随意丢进海里的作法仍在继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
年）。其实，在这方面，人们有一系列用于标识渔具所有权
的技术可用。实际上，摩洛哥和欧盟的渔业法都就渔船及
其装载的渔具的标识做出了规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05年），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于2018年通过
了渔具标识准则。

14.2.3 渔业水域使用权

对于致力于管理小规模渔场的国家而言，一项颇有吸引力
的政策是赋予传统资源使用者以权利，即允许或赋予他
们以集体（或在偶然情况下以个人——Hauck和Gallardo-
Fernández，2013年）方式自行管理特定区域鱼类种群的
独家权利。这些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TURF）背后的逻辑

（Christy，1992年）源于公共财产理论和共同体或地方
治理相关文献（Ostrom，2002年）。据信渔业水域使用权
是通过激励渔民的资源管理积极性并赋予社区各种制裁
机制、以便对渔民实施问责的方式缓解过度捕捞这一问
题的（Castilla和Fernández 1998年；Wilen，Cancino和
Uchida，2012年）。通过动员社区参与捕捞上限设置和违
规制裁相关科技、经济和政治决策，人们认为，渔业水域使
用权可促进公平、提高地方社区的能力并鼓励对地方社区
的再投资（Villanueva-Poot等人，2017年）。

据称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非常适合鱼类种群相对稳定
且排他潜力相对较高的渔场，在治理资源相对有限的地
方非常有价值（Fernández和Castilla，2005年）。但是，
混合政策设计可拓展这类项目的适用范围（Barner等
人，2015年）。例如，如果物种或渔民的流动性较高，人们
可通过建立更加广泛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网络这一方
式加以应对（Aceves-Bueno等人，2017年）；一些政策则

将典型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与海洋保护区相结合（即
所谓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保护区体系——Afflerbach
等人，2014年；Oyanedel等人，2017年）。这些渔业水域使
用权项目保护区体系服务于一项重大目标，即恢复同一
生态系统中各竞争性物种之间的健康平衡（Loot，Aldana
和Navarrete，2005年；Oyanedel等人，2017年），尽管相
关研究表明，即便是经典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也可通
过营养互动的方式改善非目标物种的丰富度（Gelcich等
人，2008年；Giacaman-Smith，Neira和Arancibia，2016
年）。事实上，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也可成为私人保护主
体发力的对象（Costello和Kaffine，2017年）。最后，相关
文献表明，对于目标物种而言，在适当范围内设立渔业水
域使用权项目非常重要。针对高度变化且受繁荣—萧条
周期影响的物种，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的地理范围要设
置得足够大，以允许渔民维持其生计（Aburto，Stotz和
Cundill，2014年），同时因为幼体分散或治理结构等原因
还要注意个人管理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Garavelli等
人，2014年；Garavelli等人，2016年；Aceves-Bueno等
人，2017年）。

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在热衷于下放代价高昂的管理和
执法职能的政府中非常受欢迎。但是，由于这类项目可
在没有正式机构的情况下根据传统运作，因此现实中到
底有多少这样的项目或这类项目是何时首先引进的仍
不得而知（Christy，1992年；Afflerbach等人，2014年）。
创建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的方式有多种。在某些情况下

（如日本、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
瓦努阿图），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
赋予地方渔民以近海渔场独家准入权这一传统的基础
上创建的（Le Cornu等人，2017年；Nomura等人，2017
年；Yoshino，2017年）。在其它情况下（如智利和南非），渔
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是由政府作为国家或区域共同管理框
架的一部分发起或由地方社区推动但由区域或国家政府
提供法律、运作或经济支持的（Charles，2002年；Hauck
和Gallardo-Fernández，2013年）。

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面临的一大挑战仍是偷猎现象的顽
固存在（Andreu-Cazenave，Subida和Fernandez，2017
年；Oyanedel，等人，2018年）。为此，人们经常倡导的一
个应对选项是以监测和执法领域的某些政府资源及集
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地方社区管理进行补充（Hauck
和Gallardo-Fernández，2013年）。但是，这份文献也强
调，即便是这种共同管理安排也要视环境而定（Defeo等
人，2016年）。正式和非正式执法机制的结合要取决于
资源的生物生产力（Santis和Chávez，2015年），以及该
体制得到渔民社会网络支持的力度（Rosas等人，2014
年；Crona，Gelcich和Bodin，2017年）。基本社会网络之
于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成功的重要性表明，人口变化和
代际迁移最终可能会破坏原本成功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
目（Tam等人，2018年）。最后，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面临
的另一挑战，是海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仍在继续对渔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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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使用权项目管理的这类小规模地方渔场施加全球性压
力，而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Crona等人，2015
年；Castilla等人，2016年；Crona等人，2016年）；而且，这
种影响可能只能通过沿海社区自身的转型发展才能得到
化解（Saunders等人，2016年）。

案例研究：智利鲍鱼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
尽管与鲍鱼有一些相像，但“智利鲍鱼”是一种高价值
的不同的海螺类物种，在当地被称为“loco”。在智利，这
一物种作为地方饮食的组成部分至少已有6,000年历史

（Reyes，1986年；Santoro等人，2017年）。在历史上，
这一渔业的市场准入一直都是开放式的，但随着国际
上“loco热”（Meltzoff等人，2002年）的兴起，智利鲍鱼
的需求已经不可持续，于是政府开始试验一系列不同政
策工具：首先是1981-1984年间实施的季节性禁渔政策，
然后是1989-1995年间的彻底禁渔政策（Castilla，1995
年；Castilla和Fernández，1998年；González等

人，2006年；Gelcich等人，2008年；Hauck和Gallardo-
Fernández，2013年）。但是，所有政策都没能阻止大范围
的偷捕现象。之后，1991年颁布的一部捕鱼法勾勒了一个
基于区域的权利管理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又进一步演变
成了1997年实施的第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Meltzoff
等人，2002年）。此后，政府禁止了这些渔业水域使用权项
目之外的loco捕捞行为，并通过一个为期4年且金额高达
任何基线或后续评估额75%的税收推迟计划为这类项目
的创建提供了补贴（Hauck和Gallardo-Fernández，2013
年）。随后，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拓展到了其它地区和其它
物种（定栖性相对较高的无脊椎动物）（Gelcich等人，2017
年），并最终覆盖了80%的智利渔获和400多个渔业水
域使用权项目40%的注册渔民（Fernández和Castilla 
2005年；González等人，2006年；Hauck和Gallardo-
Fernández，2013年）。本案例是作为政府将治理权移交给
地方社区的一项相对成功的案例而入选的，它详细说明了
不同政策工具对范围和背景的依赖性这个问题。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智利渔业部要求的是能够降低高度脆弱物种面临的不可持续发展压力、将所有捕捞市场
准入权还给附近社区渔场并将广泛从事偷捕行为的非居民流动渔民排除在外的政策解
决方案。

Hauck和Gallardo-
Fernández，2013年

评估独立性 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已经接受多次评估，其中包括第三方和环境领域非政府组织
开展的评估。

Gonzalez等人，2006年；地球
正义，2015年

关键主体 地方社区开发并实施了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加工和营销部门提供了全程支持。大多数
环境非政府组织介入较晚，但通过与个别社区的经济联系“买到了入场券”。

基线 支持定量基线和目标的数据稀缺、薄弱且具有临时性。但是，各方均一致认为，在大多数
海岸线上，loco资源已被严重损耗，且个人可转让配额（ITQ）在控制大范围非法捕鱼活动
方面已经失败。

Reyes，1986年；Ruano-
Chamarro，Subida和
Fernández，2017年

时间线 第一个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是在一个两年过渡期内创建和实施的，而其拓展则花费了又
一个十年。但从那以后，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的数量似乎进入了一个稳定期。

制约因素 移民程度较高且监测和执法资源较少的社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促进因素 目标物种的定栖性和高市场价值对于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社区管理要
依赖于社区的文化和社会诚信及禁止项目外部loco捕捞活动的法律进行运作。

Liu等人，2016年

成本有效性 政府在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领域的成本很低，因为它将监测和监督成本转嫁给了社区，
而鉴于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回报及政府给予的支持，社区是乐于承担这种成本的。

Gutiérrez等人，2011年

公平性 “社区”都是自行定义的，其重叠问题比预期的更为严重。所以，第一个获得渔业水域使
用权项目授权的社区可能会使后续社区被边缘化并失去权利。在适应新制度方面存在问
题的社区发生的犯罪和偷捕现象更多。最后，2008年通过的一部法律赋予了土著民族以
优先权，而一些人认为这不公平。

Van Holt，2012年；Hauck和
Gallardo-Fernández，2013年

共同效益 智利的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促进了地方社区的一体化和增权赋能，推动了政策试验并创
造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旅游业。

Hauck和Gallardo-
Fernández，2013年；Gelcich
等人，2017年；Defeo和
Castilla，2005年，第275页；de 
Juan等人，2015年；Biggs等
人，2016年

跨界问题 一旦社区就某一季节或年份制定的捕捞计划如期实现，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将加剧非项
目区域和物种面临的捕捞压力。

Van Holt，2012年

潜在改进 潜在改进领域包括为监测和执法行动提供更多稳定资助、强化地域范围的一体化、改善
那些被赶出捕捞行业者的生计等。创新业务模式和市镇保护区域等方法也在探讨之列，
在某些情况下还进行过试点，但现在就判断这些方法能否解决偷捕问题仍为时过早。

González等人，2006
年；Gelcich和Donlan，2015
年；Gelcich等人，2015年

表14.4：智利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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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鲍鱼相关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已被人们视为一大
典范（González等人，2006年；Gelcich等人，2017年）。
这类项目增加了每一单位付出的渔获量，有时还大幅提
高了经济回报（多达5倍）。这些成功要归因于赋予地方
社区以相关能力、使其能够开发和使用适合其地理和文
化的工具这一作法。但是，非法捕鱼仍在继续（Andreu-
Cazenave，Subida和Fernandez，2017年），在某些情
况下，甚至是由那些遵守本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规则但
在项目范围外从事非法捕捞的渔民实施的，从而损害了
生态成果（González等人，2006年；Hauck和Gallardo-
Fernández，2013年；Oyanedel等人，2018年）。而且，这
项制度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还受到了其它市场和渔业产
品的竞争性挑战：在一个区域内，30个渔业水域使用权项
目中仅有5个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Zuñiga等人，2008
年）。然而，尽管抱怨渔业水域使用权项目有时并没有提供
巨大经济回报且监测成本一直在增加，但智利渔民们并不
愿意放弃他们的渔业水域使用权，因为这类项目为他们
提供了多个维度的效益，包括生态和经济赋能（Gelcich等
人，2017年）。这一政策的可移植性取决于定栖性物种、稳
定市场及拥有排斥非本地流动渔民能力的定居型社区的
存在等因素。

14.2.4 个人可转让配额

个人可转让配额是某些政府用于管理其渔业的一种市场
体系方法（Selig等人，2016年）。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可转
让配额会赋予其所有人独家和可转让的权利，每一季节或
每一年从某一渔场所允许的总渔获量（TAC）中获得特定
部分，之后可在公开市场中进行买卖或租赁。这样做背后
的逻辑在于，这些配额是个人而非集体的，因此与非许可
持有人相比，渔民们在资源耗尽之前是无法通过共用总配
额或总资源增加其渔获的作法实现其收益最大化的。相
反，他们只能通过改善捕捞策略和进行配额营销的方式 

（如通过采用效率更高的捕捞实践或根据市场机会安排
捕捞时间等方式）增加其收入，或通过支持鱼类种群生长、
以便根据其比率获得更多渔获配额这种资源管理方式增
加其收入。因此，个人可转让配额可为社会创造巨大经济
回报（Hoshino等人，2017年），激励渔民降低其捕捞能力
并提高经济效率（Blomquist和Waldo，2018年），并为整
个行业创造珍惜鱼类种群生长及当前渔获的经济动机。

个人可转让配额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荷兰（Hoefnagel
和de Vos，2017年）、冰岛（Chambers和Kokorsch，2017
年；Kokorsch，2017年）和加拿大（Rice，2004
年；Pinkerton，2013年；Edinger和Baek，2015年；Gibson
和Sumaila，2017年）针对个别鱼类物种引进的（Chu，2009
年）。自那以后，个人可转让配额就在一系列范围内实施过，
并作为国家级渔业政策于1986年在新西兰（Mace，Sullivan
和Cryer，2014年）、1990年在冰岛（Arnason，1993年）
首次实施。此外，个人可转让配额还被建议作为欧洲渔业
共同政策（Waldo和Paulrud，2012年；van Hoof，2013

年）和国际渔业管理（Pintassilgo和Costa Duarte，2000
年；Thøgersen等人，2015年）的一个潜在改革选项，但这些
层面上的共识尚未达成。2009年的一次全面评估发现，全球
共有18个国家通过个人可转让配额管理着数百个不同鱼类
种群（Chu，2009年）。作为新自由主义广泛趋势的一部分，
个人可转让配额是与其它公共资产的私有化同步、积极推
进的（Pinkerton，2017年），美国（Porcelli，2017年）、澳
大利亚（Steer和Besley，2016年；Emery等人，2017年）、
阿根廷（Bertolotti等人，2016年）和智利（Wiff等人，2016
年）等国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挪威（Hannesson，2013
年；Hannesson，2017年）、瑞典（Waldo，等人，2013
年；Stage，2016年；Blomquist和Waldo，2018年）和
丹麦（Merayo等人，2018年）等国对个人可转让配额
的采用更为谨慎，而其它辖区如法国（Frangoudes和
Bellanger，2017年）则对其表示明确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
也对个人可转让配额表示了兴趣，但尚未大范围采用，其原
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对经济力量介入的担忧、对“自然私
有化”的反对、关于个人可转让配额的实施需要稳健的种群
评估和可靠的渔获监测的认识等（见下文）。

在条件有利的地方，个人可转让配额被认为是倡导渔业经
济效率的一项出色工具。但是，它们在其它地方的表现却
参差不齐，从而迫使海洋政策和环境经济学文献不得不对
这一政策有效性的条件进行探讨。如第7.5节所述，这些条
件涉及范围、技术和能力等方面。

首先，个人可转让配额适用于价值相对较高的鱼类种群时
效果最佳。尽管如此，渔民们的过度分级作法（即将价值相
对较低的物种或渔获扔回大海、以实现配额价值最大化的
作法）仍可产生消极生态影响，且只能靠船上监控设备进
行遏制（所有基于配额的捕捞制度皆然）。通过各种间接机
制，个人可转让配额可能会对生态系统产生积极影响，但
最终，个人可转让配额仍是一项必须考虑周全的、针对性
相对较高的政策工具。

其次，成功的个人可转让配额项目需要以有力、独立和科
学方式确定允许捕捞总量（Sumaila，2010年）；否则，科
学的不确定性或政治干预可能会侵蚀配额所有人对配额
是否可持续的信心，从而使竞相争捕的动机死灰复燃。例
如，北欧国家在这方面就显示了强大的监测能力及渔民
对公共机构的高度信任（Hannesson，2013年；Merayo等
人，2018年；Blomquist和Waldo，2018年）。

再次，个人可转让配额的经济激励价值在搭便车式的非
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捕捞面前尤其脆弱（Costello
等人，2010年）。在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强有力的监测、
控制和监督（MCS）是必需的；否则，目标种群的现状将遭
到破坏。

但是，应该承认的是，个人可转让配额是一种以倡导渔
业经济效率而不一定是倡导社会公平为目的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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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llo，Gains和Lynham，2008年；Høst，2015年）。
在个人可转让配额的初步分配及配额的后期集中过程中，
社会公平问题是可能产生的。基于历史捕捞量分配配额的
作法可能会加剧现有社会不公，特别是在用作基线的时间
范围有利于某一群体而不利于另一群体的情况下。新西兰
政府就曾花费相当多的资金回购初期分配的个人可转让
配额，以满足毛利人的要求（Dewees，1998年）。拍卖也是
一项替代措施（Bromley，2009年），但是，如果部分参与
方没有买入配额的充分资源，这种措施也具有加剧现有不
公的可能性。

即便一开始是公平的，个人可转让配额的后期集中
仍可能会导致捕捞收益和权力的集中（Pinkerton和
Edwards，2009年）。与其它行业一样，个人可转让配额的
经济激励作用可能会促进资本化的深入发展，最终导致“
坐收渔利（armchair fishing）”，即与沿海社区没有任何
联系的企业所有者吞并渔获利润的现象。在加工业也出现
集中的情况下，小型沿海社区可能会陷入经济衰退。为避
免这一现象的发生，许多配额管理制度会对每一配额所
有人可拥有的最大份额进行限制。诸如许可银行（licence 
bank）之类的倡议可能会有遏制这种捕鱼机会集中到少
数人手中的作用（Edwards和Edwards，2017年），但它们
实施的时间不够长，以致于社会、经济和生态后果方面的
充分评估无法进行。

最后，通过缓解捕捞竞争，个人可转让配额据信可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改善职业健康和安全。一般而言，渔业领
域的职业伤害现象比其它行业更为普遍（Chauvin和Le 
Bouar，2007年；Håvold，2010年）。但是，个人可转让配
额制度下的渔民可在渔季内任何时候使用其配额，因而不
必在恶劣天气下冒险出海、超负荷装载渔具或为了抢时间
而忽视渔船维护（Pfeiffer和Gratz，2016年）。但是，这些健
康效益仅限于配额所有人；配额承租人或合同工人可能仍
不得不因为压力而冒险（Windle等人，2008年；Emery等
人，2014年）。此外，职业安全还可影响渔民们对监管的认
知。根据Håvold （2010年）这一文献，严重捕鱼事故使渔
民相关监管框架具备了一定合理性，但轻微事故则破坏了
这类框架在渔民中的印象。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开展深
入研究，以确定如何以最佳方式确保渔业从业人员的健康
和安全（Lucas等人，2014年）。

案例研究：不列颠哥伦比亚底栖鱼渔场的个人可转让配额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底栖鱼渔场是一个涉及多种
鱼类的复杂商业化渔场。诸如石斑鱼、鳕鱼、太平洋真鳕和
青鳕之类的鱼类在海底水域生活和进食，因而需要大型拖
网才能捕捞到。这种现象催生了一个高度资本化且技术先
进的捕捞行业。1980-1995年间，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通
过对渔船牌照和鱼类数量进行限制及规定季节特定允许
捕捞总量的方式对这个渔场进行了管理。但是，这种管理
助长了不可持续的资本化，因为渔民们在资源耗尽之前都
竞相捕捞，以便使自己在配额制度下的份额最大化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017年）；若干允许捕捞总量屡
次被突破（Turris，2000年）。1995年，加拿大渔业和海洋
部关闭了这个渔场，开始实施一个公众磋商程序（请同时
参见Koolman等人，2007年）。尽管捕鱼行业与渔业和海
洋部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但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渔
场正在朝经济和环境崩溃的方面发展，因此政策上的轻
微调整是不够的（Rice，2004年）。1997年，这个渔场作为
一个个人可转让配额体系重新开放了。尽管并不是加拿
大渔业领域的第一个个人可转让配额管理体系（Casey等
人，1995年；Turris，2000年），但就被管理物种数量（最终
超过了24种）和对捕鱼船队的影响（一开始约涉及130艘
渔船）而言，它却是范围最广泛的，而且是第一个对那些已
经被过度捕捞的鱼类做出响应的个人可转让配额体系。
最终，这一个人可转让配额计划被证实成功改善了该渔
场的经济效益（Rice，2004年；Branch，2006年），从而说
明了个人可转让配额在正确条件下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这一问题。

个人可转让配额体系扭转了许多重要鱼类现状不断恶化
的趋势，确保了加工行业的经济生存能力并降低了船队的
捕捞规模。而且，所有四个利益攸关方最终都支持了这个
项目的实施。渔业和海洋部科技司克服了自身对通过市场
激励实现保护目标这一作法的不信任感，而渔业和海洋部
管理司则认识到，与产业结成管理合作伙伴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监测和执法方面的预算压力。加工行业因为这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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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5：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底栖鱼渔场

系享受到了更高的市场稳定性和价值，而牌照持有人 
（甚至包括那些最终离开了渔场的人）则认识到，这个

体系之外的其它措施是站不住脚的，而市场终将因为
这个体系而更加安全和稳定。正因为如此，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的底栖鱼案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是对规模较
大、涉及多物种和高度资本化的复杂渔场进行合理化的
一个典范。事实上，这个案例驳斥了合作不能有过多参
与方（该渔场至少有30个独立主体）或必须在本地进行

（该渔场船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整个海岸线上运
作）这些普遍看法。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不适用于以生
计为导向的小规模渔场的策略，其确立——如果说不是
维持的话——通常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这个案例的成功
有赖于强有力的科技和管理支持、较高的产品价值和相
对强大的经济体等因素。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即便在
经济上是可持续的，这项政策在生态上可能并不是可持
续的——尽管这仍需要更多研究。 

14.2.5 适用于公海的指挥和控制类方法

指挥和控制政策是一类将法律工具和“控制”机制相结
合、以便对人类活动进行调节的规范或政策安排。其中，
法律工具对规则和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而控制机制则
包括制裁、惩罚或罚款等，其目的是对主体实施威慑，使
其不敢违反法律工具设定的规则。指挥和控制政策与合
法化这一理念有关（Abbot等人，2000年）；它包含三个主
要特征，即义务、精确和授权。其中，义务指主体（国家和
非国家主体）在法律上受一套规则的约束；精确指既定规
则准确无误地规定了特定主体或一群主体必须遵循的行
为准则；授权则指第三方被授予了实施规则、对合规进行
监测并对不合规行为实施制裁的权力。

如前所述，尽管不属于指挥和控制政策，但许多联合国
公约和决议在国家层面都被转化成了指挥和控制类方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正式成立的底栖鱼咨询委员会（GAC）确立了两项主要政策目标，即终止许多重要鱼类数量不
断减少的趋势和确保加工行业的经济活力。此外，该委员会还确立了一项次要目标，即降低船
队捕捞规模，以便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收入。而且，这些目标都实现了。

Turris，2000年

评估独立性 渔业和海洋部会对所有渔场管理计划进行定期评估，而外部学术届则对个人可转让配额的若
干方面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评估。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2017
年；Wallace等人，2015年

关键主体 该政策本身是由底栖鱼咨询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以闭门形式制定的。这个委员会包
含了所有四个利益群体，即捕捞群体、加工群体、科研群体和管理群体。

Rice，2004年

基线 基线是建立在鱼类种群生存状况的历史记录上的，而工厂运营成本和收入方面的数据甚至可
追溯到至少15年前。

Richards，1994
年；Ainsworth等人，2008年

时间线 个人可转让配额在一年之内顺利实施。石斑鱼价格在六个月内上涨了6倍，而这主要是因为供
需之间实现了更好的匹配。此外，渔船数量也在18个月内减少了近一半。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2017年

制约因素 确立配额及监测和信息体系所需资金和在船队捕捞规模适应之前买断那些自愿离开渔场者
的配额所需要的资金是主要制约因素。

促进因素 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时的经济状况；它使那些离开渔场的渔民能够找到
替代工作。

成本有效性 个人可转让配额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初始成本，特别是牌照买断所需成本。渔业和海洋部对
这类成本进行了准确估算，尽管并没有开展事后成本有效性评估，因为可用于对比的另类情
景只有渔场关闭或渔业资源耗尽这两种。

公平性 该政策将特别大的渔船和规模较小的渔船都排除在了船队之外，因为前者被禁止继续经营，而
后者则无法承担监测成本。尽管也有牌照回购计划，但并没有为失去牌照的渔民提供任何就业
过渡支持。市场供应越稳定，切鱼工人（主要是妇女）的就业就越稳定。总体而言，尽管捕鱼季节
的延长增加了行业成本，但这种成本主要是以工资形式出现的，因而也改善了社会公平。

Stainsby，1994年；
Matulich，Mittelhammer和
Reberte，1996年；Dolan等
人，2005年

共同效益 一项主要的共同效益是工作场所安全和职业健康的改善。在之前的体制下，由于渔场正好开
放，渔民们可能会冒危出海，以便在全部限额用尽之前捕捞到尽可能多的渔获，而现在，他们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行管理自己的份额，并选择在相对安全的时候出海。

Dolan等人，2005年

跨界问题 大多数国际跨界问题（与美国有关）涉及的并不是底栖鱼，而是三文鱼、太平洋大比目鱼和狗鳕。 Ianson和Flostrand，2010年

潜在改进 尽管经济上可持续，但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中期，环境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就海洋栖息地拖网
捕捞作业的生态可持续性提出了抗议。他们与渔业部门进行了接触，并向加拿大渔业和海洋
部提出了对副渔获物进行限制的建议。根据他们的建议，这种对副渔获物进行的限制同样要
依赖这种配额和监测体系进行实施。

Branch，2009年；Wallace等
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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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大会（UNGA）
关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第61/105号决议（联合国大
会，2006年）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其中，《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设置了一个法律框架，要求所有海洋活动都必须在这
一框架下进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海洋空间及其中资源的使用和管
理设定了一套全面的规则。具体而言，这份公约包含了以
下方面的规定：

i. 海洋区域的范围和划分；
ii. 沿海国家对受其管辖海洋区域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

辖权；
iii. 船旗国的权利和义务；
iv.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维护；
v. 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vi. 不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床、洋底和底土相关资源的

法律地位及上述区域相关活动的法律地位；
vii. 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技术的开发和转让、纠纷的解决等。

许多鱼类资源已被过度开发，且其速度前所未有（Levin等
人，2016年）——这主要是现代渔船和海洋探索技术的有
效性和集约化及监测、控制和监督方面的困难导致的（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过去这些年，在复杂的海
洋体制下，从地方到全球的各个层面（Bigagli，2016年）都
实施过若干规则（Keohane和Nye，1977年；Keohane和

Victor，2011年），以便对资源使用进行监管并为生物多样
性提供保护。但是，执行机制的缺失仍然令人担忧，因为在
适用于海洋的条约中只有一小部分规定了具体的执法机制

（Al-Abdulrazzak等人，2017年）。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第1.6节）下，指挥
和控制类政策工具大多数是作用于“压力”（如捕捞、采矿
和污染）的。适用于公海的指挥和控制类方法曾经在区域
和部门层面实施过，其结果是多个当局对同一区域的组
成部分实施重叠管理，而其它大范围区域却没有任何治
理安排。此外，旨在协调各类活动、缓解冲突、应对累积影
响或促进沟通的努力仍然不够（Ban等人，2014年）。对于
这种情形，Al-Aabdulrazzak等人（2017年）强调的理由之
一，是政府预算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能无法有效参与许多不
同协议。而且，这些条约之间协调的缺失可能会导致多年
的政府谈判沦为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的“空洞条约”。最
终，指挥和控制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政治意志

（Englender等人，2014年）。

案例研究：联合国大会关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决议
在可持续渔业背景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61/105号决议

（联合国大会，2006年），呼吁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
和各国将根据预防方法、生态系统方法和国际法采取并实
施相应措施作为其工作重点。根据该决议第83段，拥有海
底捕捞监管权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RFMO/A）被
呼吁采取并实施下列措施：

v “就公海上各海底渔场开展影响评估，以确保能够预
防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VME）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否则即应禁止海底捕捞；

v 在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地方，应
禁止在相关公海海域实施海底捕捞，除非在上述区域
进行的海底捕捞能够得到有效管控，以预防对脆弱海
洋生态系统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v 确保深海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性；
v 要求海底捕捞渔船移出其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发生‘

不可预见’接触的公海区域”（联合国大会，2004年）。

公海的偏远和广袤对执法及广义上的智慧和控制类方法
构成了真实挑战。鉴于参与公海渔业的全球主体之间社会
凝聚力低下这一现实，采用这类方法的替代措施不大可能
取得成功。尽管如此，联合国大会关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的第61/105号决议（联合国大会，2006年）仍然启动了一
个应对这一问题的进程，并动员了不同利益攸关方参与海
洋生态系统的保护。这份决议引发了一系列后续行动——
包括实施领域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制定——及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层面的行动。目前，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设计和能力
方面的缺陷和各国在执行法规方面的政治意志不足仍是
主要缺点。如果充分实施，这份决议将为保护脆弱海洋生
态系统不受海底捕捞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并确保深海鱼
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性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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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在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已经明确且拥有海底接触工具的渔船被有效排除在捕捞工具之外的情况下，脆
弱海洋生态系统不再遭受进一步损害的结果是可能出现的。

Rogers和
Gianni，2010年

评估独立性 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通过可持续渔业方面的决议。作为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2006年第61/105号决
议通过后，联合国大会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6年又分别就该决议及其后续决议的实施开展
了专门评估，以应对海底捕捞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及深海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性等问题。
每次开展这类评估后，联合国大会都会通过更多决议，如联合国大会第63/112号决议、第66/68号决
议、第69/109号决议、第71/123号决议等。根据计划，联合国大会2020年还将进行此类评估。2014年
和2016年评估之前，联合国大会还先行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多利益攸关方非正式研讨会。此外，《联合
国鱼类种群协定》审议会议也对海底捕捞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会议于2006年首次召开，2010年
和2016年恢复召开。

关键主体 除国家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安排是第61/105号等决议实施相关主要机
构。这些政府间组织的代表及环境非政府组织、渔业和学界代表都参加了关于这些决议实施问题的
讨论。

基线 该决议以鱼类种群和鱼类加工厂经营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历史记录为依据。这两个来源过去15年的
来源都是可靠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2009年；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0年

时间线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花了两年时间才制定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认定标准，而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
织又花了两年时间才认定其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大部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都在该决议确定的期限内
认定了各自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制约因素 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如太平洋和印度洋相关部分组织）认定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和开发保护措施
的能力有限。

促进因素 多年来，保护公海上的生物多样性一直都是联合国大会议程的一部分；相应地，这些大会通过了一系
列初步决议（如第59/25号决议）。远洋监控技术的改进如渔船监测系统和卫星跟踪等技术的改善使
得非法捕捞的发现具备了更高的可行性。视频技术的使用也实现了船上行动监测的自动化并降低了
其实施成本。深海栖息地科研活动的增加及船上观察员的进驻似乎也是重要因素。

联合国大会，2004年

成本有效性 目前尚无成本有效性方面的信息。

公平性 该决议对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影响相当大，以致其在购置公海捕捞技术时不得不三思而行。但是，这份
决议可能会使合规能力不一的国家不得不承受相同的负担。

共同效益 捕捞行为的改善可能会超出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范围；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与其它当局（海床采矿、海
运、《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领域）之间可能会就保护工作的协调开展更加积极的协作；科技专家参与区
域渔业管理组织及国家评估和咨询委员会的现象可能会增加。

跨界问题 该决议适用于多个辖区，且与其它国际努力如《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
海洋区域相关努力重合。在这方面，《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就这些努力相关
成果的协调进行了合作。在美国，跨境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和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洋区域

（EBSA）的认定是由联邦渔业管理机构实施的；加拿大在该领域与美国开展的合作就是双边努力的
例子。区域海洋公约也会认定跨境和/或公海上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的海洋区域，因而也可被
视为多边努力框架下的跨界问题。

潜在改进 鉴于该决议作为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进程中进行更具意义谈判的跳板这一
角色，本类政策在国家层面的传播非常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在2016年的报告（A/71/351）中总结说，“
总体而言，尽管许多行动已经付诸实施，但第64/72号和第66/68号决议在全球层面的实施仍不均
衡，还需要更多努力（联合国大会，2016年）。除非所有利益攸关方都采取及时行动，否则深海物种的
过度捕捞可能仍会继续，而一些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将会因重大不利影响而得不到充分保护”。

14.6：国际合作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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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指标

上文分析的案例研究洞察了应对当代海洋面临的主要威
胁时在政策设计和实施方面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通过考察
与这些威胁相关的政策敏感指标，人们或许可以获得更多
这方面的洞见。

14.3.1 指标1 ：海洋保护区的覆盖率

海洋保护区（MPA）指“通过法律或其它有效手段认可、划
定和管理、旨在实现对自然的长期保护并使其维持相关生
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明确地理区域”（Dudley，2008
年）。利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
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管理的世界保护区数据库，每个国
家的海洋保护区覆盖率都可计算得出。海洋保护区覆盖
率以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国家管辖水域总面积的比率这一
形式表示。

当前预测显示，全球海洋中有7.3%被指定为海洋保护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2018年）。Sala等人（2018年）认为，鉴于这些预测包
含了没有禁止重大开采活动的区域，因此这些预测实际上
被高估了。他们认为，海洋保护区当前的实际覆盖率仅为
3.6%，且只有2%的海洋保护区正处于强力或充分保护之
下（Sala等人，2018年）。在任何情况下，尽管海洋保护区
一直都在增加（图14.1），但国际社会仍要进行更多努力
才能实现他们达成了一致的目标。

政策相关性
通过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内的国际公约和协议及诸
如联合国大会年度决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之类的政策工
具，海洋保护区及其它基于区域的管理工具得到了有力

推进。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5和目标12的实现方
面，保护区也至关重要。这两项目标分别致力于预防栖息
地和物种的丧失或降低其丧失速度。此外，在《拉姆萨公
约》下，一些沿海海洋保护区还被认定为具有国际重要性
的湿地。

因果关系
海洋保护区是一项主要保护和管理工具，特别是在生物多
样性和渔业保护背景下。它是基于区域的方法如海岸带综
合管理和海洋空间规划等方法的一部分。海洋保护区具有
应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相关若干压力包括过度捕捞和栖息
地破坏等压力的潜力。它有助于保护具有生态重要性的区
域，并确保生态系统服务（如渔业、沿海保护、旅游和休闲
等）的提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因而对人类
健康和福祉具有重要影响（Kareiva和Mavier，2012年）。
而且，海洋保护区越来越被人们作为一项能够改善生态系
统在气候变化面前的恢复力的策略而被推广（McLeod等
人，2009年；Simard等人，2016年）。海洋保护区相关指标
涉及本报告第7章明确的多个问题，特别是关于渔业和气
候变化的问题。本报告第7章还建议，就珊瑚白化而言，珊
瑚所有国应考虑采取断然行动（包括设立海洋保护区），以
保护所有已知的珊瑚礁栖息地不因非生计相关用途而受
到破坏（参见第7.5.2节）。

其它影响因素
要改善海洋保护区的设计和实施，以确保其实现预期目
标，需要有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努力。相关证据表明，许多
国家尚未对一些主要挑战做出响应，如：

i. 从战略层面设计海洋保护区，以实现环境和社会经济
效益的最大化；

ii. 制定并实施充分的管理计划； 
iii. 创建稳健的监测和报告框架； 
iv. 确保合规和执行；
v. 筹集资金推动可持续发展；
vi. 将海洋保护区纳入旨在应对多重压力的政策组合（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

注意事项
海洋保护区因其管理目标的不同而不同，从完全专注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海洋保护区到将人类用途纳入考量的
海洋保护区，不一而足（Dudley，2008年）。相应地，它们
在实现海洋保护目标方面的贡献也可能不一样。此外，海
洋保护区覆盖率这个指标本身并不足以说明这类区域就
得到了公平、有效的管理。因此，旨在开发海洋保护区有
效性评估方法的努力至关重要。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跟踪
工具就是这方面的例子（Stolton等人，2007年；Coad等
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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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海洋保护区覆盖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

2  《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11表示，“到2020年，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特别是对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应通过……保护区体系得到保护……”可持续
发展目标14.5表示，“到2020年，根据国际国内法律和最佳可获科技信息至少保护10%的沿海和海洋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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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指标2： 海滩垃圾评估

与其它形式的海洋垃圾（参见第7.5.3节）相比，沙滩垃圾
的调查相对较为简单且成本效益较高。它是一种很普通
的评估方法（如Gabrielides等人，1991年；Madzena和
Lasiak，1997年；Willoughby等人，1997年；Velander
和Mocogni，1999年；Ballance，Ryan和Turpie，2000
年；Santos，Friedrich和Barretto，2005年；Jayasiri
等人，2013年；Hong等人，2014年；Munari等人，2016
年；Williams等人，2016年；Botero等人，2017年；Brouwer
等人，2017年；Nelms等人，2017年；Rangel-Buitrago等
人，2017年；Syakti等人，2017年），其主要目的是评估被
冲到岸边或沉积在海岸线上的海洋垃圾的数量、构成和时
空分布。沙滩垃圾调查的范围仅限于其定义的、排除了在
低潮时可能绵延数公里宽的滩涂地的沙滩（Cheshire等
人，2009年）。《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和《东北
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OSPAR）》的遴选标准规定，这
类沙滩不能紧邻河流、海湾或港口（《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2008年；《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2007年）。掩埋
垃圾通常不在取样范围之内，尽管这类垃圾可能也占沙滩
垃圾相当大的一部分。

政策相关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14.1宣称“到2025年，预防和大幅减少各
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
物污染和营养盐污染”。尽管“漂浮塑料垃圾密度”被选为
该目标的指标之一，但许多人认为，海滩垃圾应作为这一
指标的补充。许多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都同意将沙滩
垃圾作为海洋垃圾的一个核心指标。

各种议定书都阐述了沙滩垃圾调查的基本结构、样本单位
的分析、调查频率和时间、垃圾分类体系、后勤便利化和管
理的基本框架等问题。通过这种标准化方法生成的沙滩垃
圾数据可能有助于政策目标的设置和实现。

因果关系
沙滩垃圾来自各种污染源；沙滩清洁和监测项目（如“清洁
澳大利亚行动”和英国海洋保护学会的行动）对“垃圾指针

（item indicator）”进行了定义，以明确垃圾来源这一问
题。一些沙滩可能会因为其地点的原因而比其它沙滩更容
易暴露垃圾的具体来源（如偏远沙滩指向船舶垃圾、城市
沙滩指向城市污染等）。许多关于地方沙滩调查和垃圾收
集的研究都提供了垃圾和旅游相关信息（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地中海行动计划，2015c）。但是，季节性变化是一个普
遍现象。尽管海滩使用者是夏季垃圾的主要来源，但旅游
淡季的垃圾则主要是排水系统造成的。其它污染源还包括
冲到岸边的漂浮垃圾、沿海城市化、靠风传播的垃圾和非
法倾倒等。海洋条件（如洋流）和天气（如暴风雨）的变化也
可能影响被冲到岸边的沙滩垃圾数量。

其它影响因素
将沙滩垃圾作为指标的好处之一，是将公民科学（即非职
业科学家参与科学项目的现象）纳入海洋保护努力的可能
性。由于沙滩垃圾调查技术相对简单，因此，志愿者可参与
季节性和地点特定海滩垃圾的量化和监测工作（Rosevelt
等人，2013年；van der Velde等人，2017年；Vincent等
人，2017年）。此外，沙滩调查还提供了一个对公众实施教
育并加深其理解和认识的机制。例如，在地中海地区，公众
参与清洁行动的比率就很高。近年来，该地区各种非政府
组织就沙滩上的海洋垃圾开展了全面、定期的调查，且这
类调查往往长达数年之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中海行
动计划，2015c）。

注意事项
人们反复强调，开发和实施标准化的海洋垃圾取样程序是有
必要的。标准化方法将使得通过长期、广泛、可比研究量化
和理解我们海洋中的垃圾量成为可能（Cheshire等人，2009
年；Besley等人，2017年）。各种自下而上项目使用的方法及
获得的结果之间标准化和兼容性的缺失使得不同区域的数
据难以进行对比，同时还使得整个区域海洋垃圾污染的总
体评估难以进行。近年来，一些区域通过了区域性框架，如地
中海海洋垃圾管理区域计划，以便对监测工作进行协调和统
一。这种作法有助于提高各种调查（海滩、海面、海床等调查）
中报告项目之间的兼容性，从而使其结果具有可比性。

如果各种变量包括参与沙滩清洁活动的自愿者人数每年
都在变化，沙滩垃圾总体增减方面的结论是难以做出的。
更重要的是，沙滩调查不一定能够反映真实的海洋污染状
况；由于受天气状况的影响，滞留在海边的垃圾可能不一
定是海洋垃圾总量变化的准确指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地中海行动计划，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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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指标3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认定且以禁渔或其它方式进
行了保护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数量（1000/934/934） 

本指标评估的是被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图14.2）认定为
在渔业活动影响面前具有脆弱性并因此而受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保护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数量。本指标系第7章
使用的鱼类种群状况相关指标（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SOFIA）》所述）的补
充。它与更广泛政策文献中关于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辩论有关。尽管一些方法倾向于部门监管，如渔业、采矿
业和海运业监管，但其它方法（如本指标背后的方法）则
倡导不论行业均应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不受任何威
胁的全方位方法。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是通过一个国际共
识程序认定的。这个程序是《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
则》第42段规定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09年）；它
要求的管理措施通常都被纳入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管
理程序中。

政策相关性
如第14.2.5、14.2.6节所述，脆弱海洋生态系统这一概念
在联合国大会第61/105号决议通过之后发展势头更猛
了。实际上，这一概念源于“里约+20”峰会对加强脆弱海
洋生态系统保护行动（如影响评估）的承诺，但在关于海
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4特别是具体目标14.2和14.4中才
真正确立起来。此外，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还出现在
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6中。

因果联系
联合国大会认定了许多具有脆弱生态系统特征的海洋
栖息地（图14.2），其中包括沿海泻湖、红树林沼泽、入海
口、湿地、海草床和珊瑚礁等，但也包括离海岸更远、有时
甚至超出了国家管辖范围的区域，如产卵和哺育场、冷
水珊瑚、海山、各种与极地有关的特征、海底热泉、深海海
沟、海底峡谷和洋脊等（联合国大会，2004年）。在这里，
我们将聚焦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对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
认定和保护，通过地图显示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覆盖面
积，因为人们还没有其数量方面的数据。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是从2008年起开始承担脆弱海洋
生态系统保护这一重任的，联合国大会第59/25号、第
61/105号和第64/72号决议规定了这方面的具体要求。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通常包括禁止或以其它方式限
制在脆弱海洋生态系统中进行海底拖网捕捞之类的作
业。由渔船拖着渔网贴着海底或在海底附近进行捕捞作
业就属于这种捕捞方式。由于对鱼类不加区分，导致目标
鱼类之外相当多的其它鱼类被误捕，同时还因为经常在
作为大多数脆弱物种栖息地及海洋栖息地的同一水层的
同一部分进行，因此海底拖网捕捞被认为特别具有破坏
性。人们希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能够帮助认定通常位于
国家管辖权之外的监管区域内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并
保护这类生态系统不受破坏性行为的损害。

其它影响因素
尽管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立较早，但它们的具体实施
却存在差异。最近成立的一些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如南太平
洋（SP）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和《南印度洋渔业协定（SIOFA）
》利用各种监管机会将海洋区域拓展到了国家管辖范围之
外，但它们并没有提供充分的鱼类种群评估，而且允许海
底拖网捕捞继续在一些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内进行，除非环
境影响评估（参见第11.3.2节）强调有必要实施进一步限
制（Currie，2016年）。其它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如东北大西
洋渔业委员会（NEAFC）、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NAFO）和
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SEAFO）则关闭了大部分可能包含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区域，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
约》则禁止在某些区域实施海底拖网捕捞作业。东北大西
洋渔业组织将20个区域认定为海底拖网捕捞脆弱区域，
并关闭了这些区域（图14.3）。与其它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相比，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FCM）在履行这些义务方面
较为落后。该委员会旨在保护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措施
仅限于三个渔业限制区（FRA）的实施及一项禁止在1000
米水深下进行拖网捕捞作业的命令。因此，地中海的大部
分脆弱海洋生态系统都没有得到任何保护（海洋保护组
织，2016年）。

注意事项
禁止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内的破坏性捕捞行为可能不足以
确保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得到保护。丢失的流网、海洋垃圾、
海洋酸化和富营养化都可能影响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即便
其不受破坏性捕鱼行为的影响。此外，仅仅依靠受保护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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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绿色填充区域为海底拖网捕捞区域，红色填充区域为被关闭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区域，而斜线阴影区域则代表主要渔业监管组织的监管区域。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7年）

图14.2：预测的深海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区域

图14.3：2006-2016年间的海底拖网捕捞区域和被关闭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注：红色区域表示根据已出版栖息地适合性模型和二值预测分布图预测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深海区域（>200m）海底拖网捕捞作业的范围。

资料来源：Pham等人，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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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海洋生态系统这一指标的作法可能会导致其它不受保
护但也很重要的脆弱海洋生态系统被忽视这一后果。但
是，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数据仍
然有限（Martin等人，2015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生态
系统红色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7年）是第三方对
最为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海洋生态系统进行目录编制的
一项努力。它的目标是到2025年之前对所有生态系统进
行评估。这一指标及其它指标的开发都有其必要性。.

14.4 讨论和结论

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的影响，人们使用
了各种治理方法和政策工具。这些方法和工具实现了不同
程度的成功。例如，尽管对珊瑚礁实施基于恢复力的管理
在澳大利亚大堡礁珊瑚白化的减少方面仅产生了有限影
响，但个人可转让配额却扭转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许多主要鱼类种群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并确保了该地区
鱼类加工业的经济活力。

本章考察的案例为政策设计和实施提供了一些有益洞见。
例如，智利鲍鱼相关渔业水域使用权的成功是因为社区有
效参与了一系列管理安排的制定和实施。在地中海海洋垃
圾管理区域计划中，利益攸关方在减少塑料消费方面的协
作是该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多元化利益攸关
方在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相关进程中的参与仅仅是在联合
国大会相关决议通过后才发生的。大多数案例的一个共同
点，是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资源使用者、企业、专家、环境
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不同节点的介入。

大多数案例共同存在的另一个特征是基线信息的使用。例
如，就气候变化对澳大利亚大堡礁构成的威胁而开展的一
项全面评估为对珊瑚礁实施基于恢复力的管理倡议提供
了指导；对地中海海洋垃圾状况进行的一次评估被用作
了区域计划制定的依据；鱼类种群状况及工厂运营成本
和收入等方面的历史记录则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个人可转让配额的设立提供了支持。除指导政策设计外，

基线还确立了评估预期目标实现相关进展的前提条件，
且由于基线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实施更多干预，以改善
实施情况。例如，就联合国大会关于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的第61/105号决议而言，当人们发现决议的实施不够迅
速后，马上又通过了旨在改善实施状况的更多条款（第
64/72号决议）。

尽管很重要，但基线信息并非总是可靠或可用的——尽
管这并不应妨碍政策干预的实施。在智利鲍鱼相关渔业
水域使用权这一案例中，现有的基线数据很薄弱且具有
临时性。最终，渔业水域使用权是基于鱼类资源损耗的严
重程度这方面的一般知识和利用个人可转让配额控制大
范围非法捕鱼的失败努力这方面的经验确立的。

从这些案例研究中得到的另一重要洞见是，政策有效性
是取决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在存在有利条件的情况下，
一项政策被证明有效的可能性就越大。领导力、专业知
识、资金和利益攸关方支持都属于这类有利因素。例如，
联合国大会第61/105号决议在北大西洋实施的相对成
功就与现有科技支持和强大的监测和执法能力有关。反
之，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部分地区，联合国大会第61/105
号决议的实施条件就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强大的治理能
力是个人可转让配额成功实施的关键。此外，政策干预必
须根据其适用背景进行调整。例如，智利鲍鱼相关渔业水
域使用权的成功就要归功于根据地理和社区特征不断进
行调整的管理安排。

最后，明确考察人类健康和福祉相关政策和指标的作法
仍明显缺乏。例如，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可能会限制传统沿
海人群的准入权，从而对他们的生计、粮食安全和健康产
生负面影响。同样，海水日益变暖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浮游
植物大量繁殖现象的频繁出现，而其中一些浮游植物与
贝类和鱼类中毒及有利于霍乱爆发的条件相关（Cinner
等人，2016年）。如果“健康地球、健康人类”这一目标要
实现的话，这些及其它健康和福祉影响就必须作为海洋
政策的一部分被纳入考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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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旨在应对因土壤污染而对人类健康构成风险问题的土地
政策框架，不仅零散，而且不完整（不完全证实）。“污染
者付费”这一原则尚未广泛适用，且污染治理成本非常
高——这使得这一原则甚至在发达国家都难以实施。知识
缺失和数据鸿沟则进一步妨碍了这一原则的实施。因此，
重新考虑这项原则或要求政府（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政
府）重新做出强有力的行动承诺，就保护公众健康而言这
是必要的。重金属、农药、有机污染物及其它有毒物质造成
的土地污染正在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因为这些物质正被作
为人类食物的植物所吸收。在缺乏经济资源和土壤污染治
理技术的发展中国家，这类影响甚至更加严重。 
{15.2.3；15.2.4}

可持续土地管理是缓解气候变化领域的一项主要工具，因
为它改善了土壤的碳封存功能（充分证实）。这正是土地和
土壤政策在2015年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23次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 23）相关气候变
化谈判中受到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的原因所在。在这次大会
上，法国政府发起了“千分之四倡议”。该倡议旨在改善能
够缓解气候变化的农业实践，从而推动改善土壤质量、碳
封存和土壤保护。{15.3.1；15.4}

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因粮食浪费而加剧的
高消费生活方式及高企的人口增长率都对土地及其资源
产生了负面影响（不完全证实）。食物和生物燃料需求的
增加将引发农业集约化现象，以致于到2050年，生物质的
生产预计将翻番。政策应通过保护性农业实践对可持续
集约化提供指导，以缓解土壤健康和环境面临的消极影
响。{15.2.4}

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土地管
理，这三点是解决如何在生产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进行平
衡这一问题的答案（充分证实）。可持续集约化作法致力于
将农作物产量的增加与土壤肥力的维护及水资源使用效
率的改善结合起来。每年，旨在推动可持续土地管理的全
球政策可产生75.6万亿美元的收益。与其它许多可持续土
地管理实践一样，包含免耕法的保护性农业为那些能够维
护土地质量、改善土壤碳封存功能、缓解气候变化、保护生
物多样性且维系生产力的技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但
是，政策、经济分析、科技和耕作激励措施等等对于这些技
术的实施都是必要的，特别是就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土地
所有者而言。{15.2.4}

土地保护政策因地区和国家而异，从几乎不存在到高度发
达，各种情况都有（不完全证实）。但是，土地保护政策的
实施却存在许多缺陷。一般而言，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国
家政策（如农业、生物能源和城市发展方面的经济激励政
策）都会忽视土地退化产生的副作用。只要经济增长不与
环境退化脱钩，土地的可持续使用和管理要求就会存在，
那么政策框架就需要能够更好地实现跨部门的土地管理
领域治理一体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本章对5个案例研
究中与土地质量相关的政策和政策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
分析。这些案例研究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背景及管
理方法。这样分析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在利益
冲突和资源稀缺背景下应对复杂土地问题的情形提供些
许信息。{15.4}

只要有效的土地和土壤管理政策框架未在国家和国际层
面确立，土地退化就可能继续恶化（不完全证实）。包括土
地掠夺在内的全球贸易和土地收购对当地人民的生计和
国际食品贸易市场有着直接影响。{15.1；15.2}

土地退化问题和相关政策行动的缺失可能使一些地区的
人口迁徙加速（充分证实）。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
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指出：“到2050年，估计有40亿人将生
活在干旱地区；到那时，5,000万至7亿人口可能会因土地
退化和气候变化而不得不进行迁徙”。这会加剧非洲、南
亚、中东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困境，使其受人口迅速增长、
人均GDP降低、农业扩张选择受限、水资源胁迫增加、生物
多样性丧失量大等问题的影响。{15.1}

在目前有关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等背景下，
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题可加以预防（充分证实）。可持续土
地管理甚至可逆转严重的荒漠化进程。但是，要实施这类
作法，必须要有利用公共资金或通过私营部门直接资助等
公私合作方式支持地方人民参与并为其提供补偿的政策
框架。然而，这类激励措施具有国家特殊性，即取决于一个
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财政资源。{15.2.1}

土地是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土地
用途的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重
大直接推动因素（充分证实）。2017年，全球因土地退化导
致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据估计介于6.3万亿美元至10.6万
亿美元之间。这一损失估算额相当于全球GDP（2010年为
63万亿美元）的10-17%，而在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政策
的情况下，当前土地退化趋势的终止和逆转每年可创造
1.4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15.2；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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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土地恢复和土地政策需要根据地方条件进行调
整（充分证实）。相关经验表明，“一刀切”并不是在全球范
围内倡导可持续土地管理相关方法的选项之一。政策实施
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必须考虑从整体出发，
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特征高度契合，并有良好治理和利益相
关方参与的支持。{15.2.4；15.2.5}

实施抗击土地退化并支持可持续土地管理政策的正确行
动将直接影响全球范围为数百万人的生计（充分证实）。
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这一当务之急将更加艰难，且代价
将更加昂贵。遗憾的是，目前消费者与为其提供赖以生存
的食物及其它商品的生态系统之间仍然存在着脱钩的问
题。{15.5}

土地是一种有限资源，目前正处于人类压力特别是城市扩
张压力之下（不完全证实）。杂乱无章的城市扩张正在世界
各地发生，且大部分都是在肥沃且有生产力的土地上进行
的。到2050年，全球约80%的肥沃土壤都将面临丧失的风
险，因为目前每年都有约2,000万公顷的农业用地正被转
化为城市和工业开发用地。这种情形在沿海地区尤甚。因
此，土地利用政策应在具有竞争性的利益之间进行适当的
土地资源分配。城市在土地用途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此市镇和城市规划者应协调其与大量利益相关方包括
公民团体之间的行动并创建公私合作关系，以确保城市定
居点与负责任粮食体系这两者的可持续空间规划、政策连
贯性、政策实施和冲突解决。{4.2.5；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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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引言

正如第8章所述，土地在“健康地球、健康人类”这一主题
下扮演着重大角色，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努力的基
础。因此，可持续土地管理（SLM）不仅在促进和维护自然
为人类所做贡献的极大多样性方面至关重要，而且在应对
贫困和饥饿问题方面至关重要。

在国际层面，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强调，为保护处于崩
溃边缘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应对自然灾害因气候变化而
增加的问题，利益相关方实施可持续土地管理是必要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15与本报告第8章的分析直接相关。此
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也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聚
焦，要求针对土地退化采取行动并努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
土地退化的世界。尽管土地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
标15.3的明确目标，但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气

资料来源：Akhtar-Schuster等人（2017年）

专栏15.1：土地和土壤的概念

土地和土壤并非同义词。土地指地球上没有被水永久覆盖的固态
陆地部分；它为人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服务和功能，从生物质的
生产到城市生活栖息地的提供等，不一而足。土地包含土壤、植
被、其它生物群及在土地上发生的生态和水文学过程。土壤是土
地表面未固结的、由矿物质颗粒、有机物、水、空气和生物在时间
进程中同步互动产生的物质。土壤中的生态过程确保了生物质的
生产、营养物的循环、碳封存、水的过滤和缓冲、降温效应和生物
多样性赖以存在的基础等。

图15.1：与土地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与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

候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13）才是其首要目标；而且，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3、6、7、11、12
也多有联系（图15.1）。

�.� 消除极端贫困
�.� 减少一半贫困人口
�.� 确保资源权利和土地所有

权方面的平等
�.�  发展恢复力、降低脆弱性

��.� 确保对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保护
��.� 推动对森林的可持续管理
��.� 保护山地生态系统
��.� 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
��.� 减少外来入侵物种的影响
��.� 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

值观纳入政策

��.� 增强在气候相关危害
面前的恢复力

��.� 将气候变化措施纳入政策

�.� 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

��.� 使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
 

�.� 消除饥饿、确保食物获取
�.� 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
�.� 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收入翻番
�.� 确保粮食生产体系的可持续性

�.� 实现人人享有清洁饮用水的目标
�.� 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
�.� 实施水资综合源管理
�.� 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建立一个不再

出现土地退
化的世界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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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城市化、经济发展、技术和创新及气候变化对土
地及其资源产生的动力和压力（参见第2章）已引发全球、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应对行动。如表15.1所示，与可持续土
地和土壤管理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若干应对措施已经启动。

本章全面概述了当前的土地和土壤管理政策框架及其相
关缺陷——特别是政策衔接和政策实施方面的缺陷，以及
政策的总体有效性。本章后续章节就不同法律和政策工
具、经济工具和激励措施及不同国家实施的政策和项目
等主题提供了相应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的遴选标
准包括区域平衡、空间范围、政策和/或治理安排的类型、
与本报告第8章详述的土地资源的现状和趋势之间的相
关性等。.

15.2 主要政策和治理方法

表15.2概述了土地退化领域的主要政策及相应案例研
究。这些案例反映了影响土地退化的各种驱动力、经济部
门和进程，说明了涵盖一系列实施相关空间范围和时间
框架的政策工具。尽管涉及了土地退化的重要驱动力和

年份 里程碑事件

1981 201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土壤宪章》

1988 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IPCC）

1992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

《里约宣言》

21世纪议程

全球环境基金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1997 《京都议定书》

2000 千年发展目标（MDG）

2005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2008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土地退化零增长和土地退化中性倡议

2011 全球土壤伙伴计划（GSP）启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欧盟）

2012 里约+20

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

全球土壤伙伴计划的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ITP）

土地和土壤问题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工作范围

全球土壤伙伴计划的区域土壤伙伴计划

联合国大会宣布国际土壤年

土地退化经济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

2017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2017-2030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可持续土壤管理自愿准则》

2018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土地退化中性基金——一项以混合融资为目的的公私合作计划

表15.1：土地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近年发生的里程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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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政策方法，但这些案例并没有阐述第8章所述土地
退化的其它两个重要方面，即不可靠的土地使用权制度
和土地掠夺问题（第8.5.3节）这个方面和一国境内土地
相关产品（食物、生物能等）的消费对其它国家土地资源
损耗的遥相关和溢出效应（第8.4.1节）这个问题。实际
上，这两个问题都对土地退化影响的社会维度产生了严
重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2018a）。

15.2.1 资助项目并设置最佳管理实践标准

可持续土地管理受政策框架的影响很大，而政策框架又因
国家和地区而异。在这方面，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是土地用途
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环境后果。经济
收益通常要对环境退化负责，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收益并
不会惠及所有利益相关方（Castella等人，2013年）。下面的
案例研究就对这些相互作用进行了考察。

案例研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强化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及社会
和环境保障的努力
外商直接投资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50%以上，因此对该国的经济增长有着直
接影响。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也在该国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老挝就一直在经历严
重的森林损耗。1982年，该国森林覆盖率几乎高达50%

（Phompila等人，2017年），而到2013年，这一比率已经
下降到了41.5%。

导致森林减少的因素有很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0年）。但是，经济活动如将森林土地变更为农业
用地主要是经济作物用地、与基础设施扩张和水电站建
设相关的城市拓展等是一大主因。毁林加速的其它驱动
力还包括狩猎和伐木失控、垦林放牧等（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2014年）。2000-2009年间，将森林土地转化为农
业用地的经济活动使老挝境内的土地交易数增加了50倍

（Schonweger等人，2012年）。到2018年3月，该国批准
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的金额已经超过了290

亿美元。除39亿美元外，这些金额全部都是通过外商投资
（85亿美元）或合资企业（166亿美元）的形式创造的（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贫困与环境倡议，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年）。

第二大土地出让类型涉及农业投资。1990-2007年间，
庄园特别是橡胶园的面积已从1,000公顷急剧增加到
了20万公顷（Phimmavong等人，2009年）。截至2012
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33万公顷。一项早期研究发现，
农业土地出让投资中85%来自外国投资者，其中五大
投资国分别为中国（约占50%）、泰国、越南、韩国和印度

（Wellmann，2012年）。土地出让面积这一项的估计数
介于33万公顷至350万公顷之间，但政府报告显示，110
万公顷的数字仍是一个保守估计。这相当于老挝国土面
积的5%或可耕地总面积的18%以上（全球见证，2013
年）。老挝境内13%的村庄至少都有一个土地出让项目

（Wellmann，2012年）。

大量没有产权证的公有土地成了致力于在老挝境内拓展
土地收购的大型外国公司的目标。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催
生了一个新的、影响当地人口生计的贫困类型；使当地人
民的基本生计需求不得不完全依赖新进投资者（Messerli
等人，2015年）。在一个案例中，25个村庄因为一个涉及某
一越南橡胶公司的土地出让项目而被迫离开家园；因为这
一项目，当地村民再也不能从被出让土地上获得他们之前
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3年）。

为应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带来的挑战，应老挝人
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联合发起的贫困与环境倡议在2009-2015年间
为老挝政府开发用于指导投资促进、筛查、批准、监测和合
规执法的工具提供了支持，同时还为相关机构建设与受影
响社区进行接触并对其在关键自然资源部门进行投资所
产生的非预期社会和环境影响进行应对的能力提供了帮
助。表15.3概述了老挝政府在这一倡议下采用的外国投
资评估标准。.

治理方法 政策工具 案例研究

政策组合：指挥和控制、经济激励 资助项目并设置最佳管理实践标准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强化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及
社会和环境保障的努力

政策组合：指挥和控制、经济激励 荒漠化防治规划和补偿 中国的绿色长城项目

指挥和控制 为污染区修复政策设置门槛值 越南橙剂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

创新促进 为农业创新提供咨询和联网服务 澳大利亚的保护性农业和免耕栽培

主体推动 创建负责任的粮食体系，以创建利益相关方网
络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浪费等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

表15.2：本章所述政策和治理方法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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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成功标准包括：源于贫困与环境倡议的效益；首个绿色、亲穷人、高质量的投资管理体系；开发选项的评
估；对积极和消极投资影响的深入了解；关于投资者合规程度的意识；问责改善；“绿色增长”理念的引进
等。尽管开展了培训活动和能力建设，但国家和地方层面若干主体理解和实施公平投资管理体系的能力
并没有提高。虽然有能力建设活动，但政府能力分布不均仍是一大挑战。尽管如此，政府官员们仍显示出
了愿对此给予投入和理解的态度。此外，投资管理领域明确责任划分的缺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Tavera，2015年

评估独立性 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这一活动进行的评估是贫困与环境倡议独立中期评估的一部分。应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国别办公室的请求，该倡议第一期（2009-2012年）和第二期活动（2012-2015年）已由一独立
咨询公司实施评估。

关键主体 贫困与环境倡议国别团队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规划和投资部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司、自然
资源和环境部投资促进司和国家经济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密切合作。

基线 2011年项目启动之前10年内，老挝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9%（老挝规划和环境部，2011年），2007年的
贫困率为27%（世界银行，2010年）。2010年，老挝的人均GDP 为1101美元。

时间线 第一期于2009-2012年间实施，第二期于2012-2015年间实施。第三期（2016-2018年）不在本案例研究
范围之内。

制约因素 为使国民大会的规范工作切实有效，提高国民大会成员的贫困和环境意识及相关能力是当务之急。尽管
国民大会技术工作人员得到了合规相关培训，但贫困与环境倡议的能力建设工作仍然有限，因而需要持
续和拓展。此外，部级特别是地方层面的能力也有待加强。其中，地方对于倡议的实施非常重要，且通常
难以触及。部际和垂直协调（特别是与各省之间的协调）也应予以改善，以实现一体化发展和公平的投资
管理。

促进因素 政府承诺和参与是重大促进因素，特别是就国民大会而言，但投资促进司和发展相关部委亦然（规划和
投资部的参与具有根本重要性）。倡议提高了作为榜样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对贫困与环境的认识，并
使公平投资管理获得了优先地位。改进后的评估和投资数据管理开始为决策提供指导，并使人们开始理
解投资是否在经济上对社区有益这一问题。

成本有效性 外商直接投资占该国GDP的份额很大，且据预测将主导该国发展。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妥善管理是对
可持续和公平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贡献。

公平性 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直接涉及受其影响社区的公平问题。过去，不受监管的投资导致了整个村庄被迫迁
徙、土地被掠夺、对当地居民生计至关重要的资源被剥夺等问题，且不一定有益于国家的发展（也不一定
能够为地方创造就业岗位或为中央政府提供重大收入来源）。在贫困与环境倡议的支持下，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得以制定了相关法律框架和安全网，将外商直接投资置于更加公平条件的约束之下。这项工作
还有助于提高决策者对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并使国民大会及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以这一目标为导
向。实际上，倡议第一期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在第一期实施期间，老挝的国民社会经济发展第七个五年
计划（2011-2015年）就纳入了贫困与和环境问题，同时还强调了高质量发展和公平等目标。

老挝人民民主共
和国规划和投资
部，2011年

共同效益 投资管理公平维度的应对还会对环境方面产生积极外部影响。它推动了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土地管理，防
止了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些实践都使得经济效益能够在地方社区之间进行更加公平
地分配。这些还说明了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经济、社会和环境）都是如何被应对的这个问题。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案例还提供了一个可通过南南学习进行共享的可持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案例。而且，它还
为贫困与环境倡议在缅甸、蒙古和菲律宾国别项目的工作特别是开采行业的投资提供了指导。

Choi和
Gankhuyag， 
2016年

跨界问题 更具约束力的投资监管体系可能导致投资者逃离到监管框架较为松弛且合规标准较低的其它国家。为
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各国应改善其投资管理表现，而与整个地区进行合作实现标准的统一。老挝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经验可服务于亚洲和太平洋之外的国家，因为它与旨在倡导包容、绿色经济增长的全球努力
都具有相关性。

15.3：贫困与环境倡议下老挝政府外商投资评估标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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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贫
困与环境倡议这一联合项目开展的独立评估认为，
这一倡议的表现“高度令人满意”。但是，公平、全面
法律框架的有效性还受超出该项目范围的实施和执
法等条件的约束。在执法方面，该项目面临的主要障
碍是缺乏投资监测所需的制度能力、工具和资金。人
们进行了旨在弥补信息鸿沟的努力，包括改善数据
库管理以便对合规进行监测的努力。但是，机构之间
协调水平的低下仍然使这种数据无法生成合规和执
法方面的一致行动。此外，社区参与国家决策过程的
机会也有限（Tavera，2015年；Tavera，Alderman和
Nordin，2016年）。另一方面，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条件
已经具备。在提供全面、公平的工具和程序以推动高质
量投资和保护社区方面，政策努力是成功的。现在，老
挝有了提高相关主体参与发展进程能力的法律框架；
该国正朝着确保以社会和环境效益而不仅仅是经济效
益对投资进行评判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此外，社区参与
也得到了推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些投资部门的
努力还推动了决策者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高，同时还
提升了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优先度。

15.2.2 阻止荒漠化相关规划和补偿

任何荒漠化防治策略的成功都取决于可持续土地和水
资源管理实践的实施，而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实
践的实施又必须与地方特定生物地球物理特征和社会
经济形势相适应。土壤管理得当可延缓土地退化进程，
调节水循环，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的多重功能
并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2017a；Zdruli和Zucca，2018年）。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1.6节）
下，荒漠化防治领域的一般政策方法都要应对土地覆
盖减少这一压力；在许多情况下，土地覆盖的减少都是
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经济动机造成的。有效政策方法
通常都要将指挥和控制政策（在极端情形下甚至是强

迫农民休耕的政策）与激励政 策如植树补贴政策结合起
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包含的且被《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和土地退化经济学倡议承认的零土地退
化目标已成为减少土地资源净损失并确保土地资源可
持续发展的主流战略工具（Akhtar-Schuster等人，2017
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a）；当然，该目标还
涉及气候变化问题（Sanz等人，2017年）。为支持上述
目标，人们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实践，包括可持续土地/土
壤和水资源管理、造林和再造林、农业生态学、牧场改
善和放牧控制、流域管理、径流集蓄、可持续农业实践等

（Rojo等人，2012年；Schwilch，Liniger和Hurni，2014
年；Teshome等人，2015年；Marques等人，2016年）。

土地恢复项目通常都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且一般都是
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Marques等人，2016年）。这种自
上而下的方法传统上都是由中央政府实施的；因此，这类
工具通常被称为“指挥和控制”或监管工具（King和Mori 
2007年；Weber，Driessen和 Runhaar，2014年）。在这
类工具下，政府通常负责制定规则和规范，并有权在规则
未得到实施的情况下实施制裁。标准、禁令、许可、分区
和使用限制等都是监管工具的例子（Lambin等人，2014
年；Weber Driessen和Runhaar，2014年）。“指挥和控
制”方法通常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得更多，这一点从下文的
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出。

案例研究：中国能够有效降低沙尘暴强度的绿色长城
中国的绿色长城（GGW）是荒漠化防治和沙尘暴控制领
域最具雄心的项目之一，类似于从达喀尔绵延至吉布
提的撒哈拉绿色长城。该项目一开始被称为三北防护林
项目，是1978年启动的。今天，该项目仍然保留了这一
名称，但同时也被称作中国的绿色长城。根据计划，该
项目将持续到2050年。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造林项目，
三北防护林这一名称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Huang等
人，2016年）。根据设计，该项目将覆盖410万平方公里土
地（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42.7%），详见图15.2（Wang等
人，2010年）。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潜在改进 v	实现投资促进司和财政部的投资管理财务可持续战略，使投资管理活动具有可持续性。

v	改善相关部委之间的数据共享，以促进投资管理的协调。

v	强化合规执法

v	强化所有主体特别是地方层面的工具相关培训，提高其对工具的掌握程度。

v	改善整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以避免投资者逃到监管标准较低的环境中去。

v	加强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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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Source: O’Callaghan (2014).

图15.2：中国北部绿色长城的范围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表示，造林活动成功防治了荒漠化、加速了土壤碳封存并减少了碳土壤
侵蚀。到2012年，据报道该项目已将项目地区的树木覆盖率从5%提高到了12.4%，而植树造林累计
面积已达2,647万公顷。该政策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它扭转了土地退化趋势，而在此之前，许多
地方的土壤碳吸存能力已开始下降。与非绿色长城地区相比，绿色长城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得到了提
高。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强度的降低。在项目实施期间，沙漠扩张的速度被降低到了
每年10平方公里的水平。此外，每年约有1,060平方公里的沙漠被改造为良好状态。

但是，批评意见认为，该项目目前可能并未实现其目标。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观察到的沙尘暴强
度的降低可能只是气候变化的结果。其次，该项目只是在受影响地区的一小部分地方实施，甚至连
作为沙尘暴来源的核心地区都没有实施。第三，由于管理不善和/或缺水，并非所有种植的树木和灌
木都能在项目存续期之后继续存活。还有一项批评与在项目实施区域种植各种不适合干旱地区的
植物、从而导致地下水使用过度这一问题有关。

Piao等（2007
年；Wang等人

（2010年）；国
家林业局（2011
年）；Deng，Liu和
Shangguan（2014
年；Sternberg，Rueff
和Middleton（2015
年）；Tan和Li（2015
年）；Feng等人（2016
年）；Jiang（2016
年；Ahrends等人

（2017年）

评估独立性 除上文报告的中国研究人员开展的评估外，目前尚未开展其它独立评估。

关键主体 关键主体和投资者都是中国政府，其下属18个中央政府部门和机构及地方当局都参与了荒漠化控
制相关政策制定的各个方面。国家林业局（SFA）负责协调这些部门的活动。地方居民和社区也参与
了造林、草地建植及相关活动。此外，该项目还寻求与国内外非政府实体之间的积极合作，包括私营
部门的广泛参与。

Lu和Wang（2003年；
国家林业局（2011
年；Yin和Yin（2010
年）

基线 从1980年起，沙尘暴事件就根据气象局监测的能见度被分成了10级（0-9级）。所谓的沙尘暴指数等
于每一级能见度的中间值。尽管每年变化都相当大，但沙尘暴指数自1985年起就开始急剧降低。此
外，沙尘暴天数也减少了，并于1996年达到了较低水平。但是，由于与植被之间的复杂互动，明确描
述该政策实施与沙尘暴事件减少之间的一对一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

Tan和Li（2015年）； 
Xiaoming等人（2016
年）

时间线 1978-2050年

表15.4：中国荒漠化和沙尘控制评估标准概述

武汉

北京

长春

成都
中国

蒙古

绿色长城

香港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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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模式 参考文献

制约因素 对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荒漠化地区有限的生态承载能力而言，人口和牲畜的过度增长都是一大挑战
（Pan等人，2013年）。仅仅在过去10年中，中国就在6个主要林业项目中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但

是，在边远地区进行的这种大规模造林投资的回报却很低，或者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兑现。另一项
缺陷则与植树后农民们对树木管理没兴趣这一问题及森林管理知识的匮乏有关。地方政府部门监管
较少和补贴规模都是限制政策影响效果的问题。总体而言，补贴较低使农民们失去了参与项目实施
的强大动力，尽管中国政府为实现其雄心在生态系统补偿支付计划中投入了大量资金。

Ahrends等人（2017
年） ；Xu，Song和
Song（2017年）

促进因素 到目前为止，大量制度和管理能力都为项目成功提供了支持。自1997年起，国家林业局就成立了几个
旨在应对荒漠化问题的机构，其中包括国家荒漠化防治司、国家荒漠化监测中心、国家防治荒漠化培
训中心、国家防治荒漠化中心等，以开展荒漠化问题相关研究和政策项目的实施。而且，2009年6月，
国家林业局下属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又成立了荒漠化研究所。通过拨付巨额资金，中国政府为荒
漠化缓解项目提供了强大支持（前28年共投入40亿美元）。此外，中国政府还实施了几项旨在增加植
被覆盖的补偿措施，包括为愿意种植树木和灌木的农民提供现金奖励的措施。

Jiang（2016年）

成本有效性 “2002-2006年间，三北防护林项目投入了41.47亿元资金（5.456亿美元），创造了28.40亿元（3.737
亿美元）生态效益和80.60亿元（10.605亿美元）经济效益。”荒漠化每年的直接成本据估算为642亿元

（中国人民币元）（77亿美元），而间接成本据估算为2,889亿元。最后，相关分析表明，由于土地用途
变化而退化土地的恢复成本显著低于不作为将付出的代价：在30年内，每一元投资的回报都高达4.7
倍。

Deng和Li（2016年）
；Jiang（2016年）

公平性 荒漠化控制相关决策基本上取决于政府、专家及其他社会精英，当地人民通常都是被动参与决策过
程的。比如，地方社区无权就《防沙治沙法》相关控制措施做出决定。

为强化退化区域的土地恢复工作，政府给当地人民分配了土地使用权，期限长达70年。这类政策改善
了土地使用权问题，提高了当地人民的参与兴趣。此外，政府还重新安置了退化土地上的农牧民，并
为那些参与恢复活动的人提供了补贴和补偿。但是，目前还没有旨在支持当地人民的系统补偿方法
或土地荒漠化控制方面的适当监管措施。

Jiang，2016年

共同效益 多环芳香烃——也被称为聚芳香族碳水化合物——是仅包含碳和氢这两类物质的一种有机混合物，具
有致癌风险，因此对人类健康有害。三北防护林项目的实施清楚了两种多环芳香化合物即菲和苯并a
芘在大气中的存在，并导致了这两种化合物的长期减少趋势。

关于西北地区沙尘暴健康影响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尘暴事件与呼吸和心血管疾病导致的住院事件显
著相关（剔除了二氧化硫和/或二氧化氮的影响）。这类事件在印度也有记录。2018年5月，尘暴事件在
印度甚至导致了致命后果。根据已发表研究成果（如Tan和Li 2015年；Wang等人，2012年），尘暴事
件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已经由于绿色长城项目的干预而逐渐降低。根据中国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统计
数据（如Tan和 Li，2015年），绿色长城项目对生活在项目地区及该地区之外的人的健康状况产生了
积极影响。

该项目的其它社会经济效益还包括旅游业的发展、增加当地人民的就业机会等。

Aunan和
Pan（2004）；Li和
Huntsinger（2011
年）；Huang等人

（2016年）

跨界问题 根据沙尘暴相关全球评估报告，中国和蒙古两国沙漠地区的沙尘暴可影响远至韩国、日本、太平洋岛
国和北美等地区的空气和海水质量（如https://youtu.be/jGPuCeEILeM）。而且，中国、日本、蒙古和
韩国之间还有《东北亚沙尘暴防治区域总体规划》这个政府间项目。该项目旨在缓解这个地区沙尘暴
在中国西北地区之外（如日本和韩国）产生的健康影响，强调的是这类事件的长程运输和跨境性质及
开展区域合作的必要性。沙漠灰在地球系统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对空气化学和气候过程、土
壤特征和水质、营养物演化及海洋和陆地环境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了影响。

Goudie和
Middleton（2006
年）；Abiodun等人 

（2012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世界气
象组织（WMO）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2016年）

潜在改进 中国黄土高原类似区域的研究数据显示，造林产生的植被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争夺水资源的竞争关
系。因此，旨在防治荒漠化的政府决定和政策必须同时考虑生态需求和人类的社会经济需求，不影响
这两者之间的水平衡。这一目标可通过保护荒漠化土地上的本地植被及根据地方条件种植适当植被
或在特定情形下不实施人工干预、让土地自行恢复的方式实现。

中国的绿色长城项目考虑多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潜在后果，而非仅仅聚焦于少数服务并忽视其它影
响，堪称具有类似自然条件的其它地区的榜样。但是，中国绿色长城项目实施导致了项目地区农产品
生产的减少，从而在其它地方——包括中国国内外其它地区——导致了农业生产活动的增加。到目前
为止，项目区域之外农业生产活动加强对土地退化产生的潜在溢出效应仍未得到充分研究。

Xiaoming等
人（2016年）
；Ahrends等人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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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长城并非中国在造林领域的唯一项目。比如，正在
中国数百万公顷耕地和草地上实施的退耕还林项目也
是一个造林项目；如果耕作行为不终止，这些耕地和
草地终将退化或存在高度退化风险（Shuai等人，2015
年；Xiaoming等人，2016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则是
另一个例子。该工程旨在对生态恢复及从放牧控制和相
关限制到退耕还林还草的各类管理实践的实施进行考察

（Middleton和Kang，2017年）。三北防护林项目获得的
经验对于中国防治荒漠化国家行动计划（NAP）的起草
至关重要。中国在这方面的第一个国家行动计划制定于
1996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同龄，后来又于2003
年进行了修订。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了后续监测体系、
以便对荒漠化发展趋势进行评估的国家行动计划。

公私合作模式特别是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模式正被
事实证明非常成功。该公司所属亿利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内
蒙古库布齐沙漠成功改善了10万农牧民的生活，恢复了
11,000平方公里退化土地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绿色能源的
生产。因此，亿利基金会于2015年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授予了声誉卓著的“土地生命奖”。

中国绿色长城项目种植的树木形成了一道阻挡沙漠风暴
的屏障，有助于保持空气和土壤中的水分，从而有助于植
物生长。尽管该项目实施成本非常高，但其在改善人类健
康、生物多样性和生计等方面仍然具有成本效益。因此，中
国政府仍计划进一步扩大该造林项目。

15.2.3 为污染土地修复政策和总体治理设置门槛值

污染是全球疾病和过早死亡的一项主要诱因（Landrigan
等人，2018年）；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的土地污染正影响
着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及其支持生命系统的能力（Plant
等人，2001年；Ballabio等人，2018年；Rodríguez-
Eugenio，McLaughlin和Pennock，2018年）。在西欧，人
们发现了约34.2万个污染地块（欧洲环境局【EEA】，2014
年）；在美国，土地和应急管理办公室（OLEM）正监管
着54万个涉及930万公顷土地的污染地块（Pierzynski
和Brajendra编辑，2017年），而环境保护署则管理着
约1,400个高度污染地块（美国环境保护署，2014年）
。含有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具有潜在危害物质的污染土
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发现（Tóth等人，2016年）。
土地污染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采矿、工业活动、军事行
动、耕作、化学品和石油泄露、垃圾处理等（Rodríguez-
Eugenio，McLaughlin和Pennock，2018年）。因过度或不
当灌溉导致的二次土壤盐化则是另一个有待探讨的、威胁
人类健康的进程（Hamidov，Helmin和Balla，2016年）。

2004年生效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的斯德哥
尔摩公约》是涉及人类健康和环境保护的全球政策和条约
的多边环境协议之一。它要求缔约方采取措施消除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的排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目前，
许多国家都已批准该公约且正在根据该全球条约实施各
种土地修复政策。涉及国家间危险废弃物转移和危险化
学品进口的其它公约还包括《巴塞尔公约》和《鹿特丹公
约》。这两项公约也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批准，但其规定的
义务存在重大差异（巴塞尔、鹿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秘
书处，2018年）。

总体上，土地修复政策采用的是指挥和控制类方法，即
主要遵循“污染者付费”这一原则的方法（Rodrigues等
人，2009年）。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
人们仍需使用公共财政资源清理已被污染的土地。在驱
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1.6节）下，本政
策方法针对的是环境现状，其目的是减少土壤中的污染
物数量。一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已就污染土地的修复采取
了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相关政策和制度框架（Rodrigues
等人，2009年；欧洲环境局，2014年）。在这方面，中国的作
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8年，该国政府批准了一项关
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新法律并规定其于2019年1月生效（新
华，2018年）。下面的案例研究对越南境内被橙剂污染土
地的修复治理情况进行了考察。之所以选择越南这个案
例，是因为人们有充分的数据对相关政策成果进行评估，
而其它许多地方的案例则没有这类数据可用。

案例研究：越南橙剂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
越南拥有世界上污染最为严重的一些土地（Lupi和
Hoa，2015年）。这些土地污染是越南（或第二次印度支
那）战争（1955-1975年）期间因2,3,7,8-四氯二苯并二
恶英（TCDD或橙剂）的使用而造成的。在这次战争期间

（1961-1972年），美国军队对越南军事设施使用了除草
剂（橙剂），最终导致了土地污染、植被和农作物的毁灭等
后果。冲突结束几十年后，越南政府启动了二恶英去污
染项目（即越南境内二恶英污染主要地区的环境修复项
目），作为其根据《斯德哥尔摩公约》制定的国别实施方案

（NIP）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消除污染最严重地区的污
染，在30万公顷被污染土地上种植树木，为所有二恶英受
害者提供帮助，为残疾人提供补助和健康保险，以及强化
有害化学品影响相关研究等。表15.5概述了这一项目的
评估标准。

在美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一些慈善基金会的支持下，
越南实施了一项由完整法律法规框架支持的土地修复政
策。总体上，该政策在实现其初步目标方面是积极而有效
的，但这个进程应以长期战略规划和监测方案为依据。应
该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特殊案例；也就是说，旨在应对
土地污染问题的政策必须反映地方状况及通过国际共识
性公约确立的国家监管框架。在整个社区的公共健康和
福祉及生态系统都存在风险的情况下，预算约束和限制
不应成为不作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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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 土地被二恶英污染后又被有效修复的案例非常少；在大多数国家，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
土地掩埋。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表示，“用于清洁被二恶英污染土壤和沉积物的修复技术仍在开
发之中，许多被接受技术都依赖于热力破坏。”越南案例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因为在国别实施
方案正确实施的情况下，TCDD在环境中的扩散程度已被降至了最低。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2012年）； 

Lupi和Hoa（2015年）

评估独立性 大多数评估工作都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委托开展的独
立评估。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2010年）；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2012年）； 
Lupi和Hoa（2015年）

关键主体 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关键主体包括国防部、环境和自然资源部、第33号委员会办公室和卫生部等。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了技术和财务援助的利益相关方也属于关键主体，具体包括美国国际开发
署、捷克专家、比尔盖茨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

Lupi和Hoa（2015年）

基线 美军在约占当时南越领土面积10%的土地上洒下了约45,000立方米的橙剂。约480万越南人
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由于这种污染，有超过300万越南人被暴露在健康问题面前。为应对这一问
题，2007-2012年间，美国国会就受影响土地的去污染及相关保健活动做出了5,950万美元的资助
承诺。在主要污染地区，释放到环境中的二恶英据估计达1,736克国际毒性当量，而边和、岘港和富
吉等地被修复的土地至少分别达10万平方米、7万平方米和2,500平方米。

Lupi和Hoa（2015年）

时间线 1999年，随着第33号决定的发布及被赋予协调所有橙剂相关事务这一重任的国家指导委员会的
设立，橙剂污染土地的修复治理进程正式启动。之后，越南批准了旨在逐步取消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使用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橙剂修复活动成败评估的时间范围为5年。

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包括规划差、二恶英污染相关稳健监管框架的缺失、二恶英污染土地相关数据的缺失、技
术能力的匮乏等。其它因素还包括政府部门在修复活动协调方面能力的低下、可用资金的有限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9年）

促进因素 促进因素有多个，其中包括政府的政治意志：在政府推动下，修复活动实施和协调相关政策和制度
框架才得以确立。美国政府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慈善支持则是推动污染土地修复治
理的关键促进因素。

成本有效性 在越南国内外，关于土地修复项目成本有效性的信息都很少。但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一个铅污染地
块相关土地修复项目的成本有效性评估表明，修复活动降低了土地污染相关健康成本，使其降低
到了可接受水平及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的门槛值。

Ericson等人（2018年）

公平性 地方社区参与了项目所支持活动的设计和实施，从而提升了地方的参与度和主人翁感，而这又促
进了政策公平。政策的另一公平维度是，修复项目实施后土地不再有害，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度。

Lupi和Hoa（2015年）

共同效益 受二恶英污染影响的人口和社区在修复活动期间可从就业机会中受益。此外，机场周边的商业活
动也从中受益，因为可用土地更多了。项目为该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健康效益。在不作为的情况下，
二恶英污染可能会进一步扩散，从而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严重风险。除中和二恶英污染外，该项
目相当部分的活动还包括在主要被污染地区周边社区开展健康教育和风险减降活动。这对人民健
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英格兰大学科学传
播小组（2013年）

跨界问题 项目实施不存在任何潜在跨界问题，尽管周边国家在越南战争期间也遭受了同样的污染。

潜在改进 越南在土地修复政策方面给出了强有力的承诺，但到底有多少土地已被修复仍不得而知。对于去
污染项目政策有效性的准确评估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

表15.5：越南土地去污染项目评估标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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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为农业创新提供咨询和联网服务

推动土地使用者和农民这两者的创新是一个通用政策类
型。它使用的是诸如激励和提供教育和传播服务之类的
工具。过去20年中实现了拓展的一些创新技术包括免耕法

（NT）和保护性农业（CA）。实际上，这两项实践是互补的，
能够实现相似目标。免耕法并非保护性农业的一个主要作
法，而保护性农业则是以其它两项原则即覆盖作物的引
进和作物轮作为基础的（Kassam和Friedrich，2011年）。
最初，免耕法和保护性农业都是为了防治土壤侵蚀而开发
的。但是，这两种方法还可优化作物产量，并通过保持土壤
中的有机物和营养成分以及改善水和空气质量的方式改
善土壤健康。人们认为，免耕法和保护性农业都是新型农
业原则可接受的、由社区主导的发展进程。但是，它们的全
球份额仍然有限。免耕法主要是在北美（占全球免耕法实
施面积的32%）和南美（45%）实施的。另一方面，保护性农
业覆盖了全球耕地的11%左右，且与免耕法类似，主要是
在北美和南美这两个地区大范围实施的——这两个区域
的保护性农业面积占全球保护性农业总面积的76.6%。在
这方面，欧洲已经落在了后面。在欧洲，仅有约700万公顷
土地实施了保护性农业，且主要分布在俄罗斯、法国、西班
牙和意大利等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

免耕法和保护性农业在土壤质量改善、碳封存和环境效益
等方面被认为大有前途（Reicosky，2015年；Haddaway
等人，2017年），尽管与传统农业相比，它们的经济效益在
头几年可能会差一些（Vastola等人，2017年）。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可能会逐步缩小。免耕法和保护性
农业的一个劣势是，在耕作减少的同时，使用的除草剂增
加。

降低采用免耕法农民的化肥税并为其提供政府补贴
是这方面政策工具的例子（Lankoski，Ollikainen和
Uusitalo，2004年）。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
架（参见第1.6节）下，此政策方法主要是通过应用能够将
土壤扰动降至最低、改善土壤保水能力并控制土壤侵蚀
的新型耕作技术这一方法作用于压力的（Dumanski等
人，2006年；Serraj和Sidique，2012年）。免耕法和保护性
农业的长期应用主要取决于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民
的经济生存能力（Krueger，2012年）。这两类实践基本上
要依赖于政府补贴，特别是适合上述耕作方式的农业机械
的购置补贴。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预测，南亚和
整个太平洋地区在采用免耕法耕作方面将实现巨大收益：
与基线情景相比，采用免耕法种植的玉米和小麦的产量将
分别高出32%和47%（Rosegrant等人，2014年）。

案例研究：西澳大利亚州的免耕栽培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干旱和土壤结块等问题，耕作农业
在西澳大利亚州受到了严重挑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
代初，澳大利亚农民曾试图通过实施免耕体系找到克服干
旱问题消极影响的方法（Bellotti和Rochecouste，2014
年）。由于能够带来貌似不错的效益，免耕法在其它农民中
的采用率得到了提升，到2008年，这一比率达到了80-90%

（Bellotti和Rochecouste，2014年）。表15.6概述了澳大
利亚免耕农业项目的评估标准。

在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病虫害和野草控制及植物营养供应
等方面，澳大利亚免耕法的实施被认为是有效的。新南威
尔士州的免耕项目就证明了这一点。在那里，免耕法促进
了土壤肥力的改善、土壤酸性的稳定及土壤中有机碳含量
的增加（Bellotti和Rochecouste，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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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 在澳大利亚，免耕栽培的实施深刻改善了土壤的保水功能，增加了可供作物生长和营养物吸收的土壤
水分。新南威尔士州的农民甚至将免耕项目作为抑制传统耕作方式导致土壤养分长期丧失这一后果
的一种策略使用。由于土壤酸性稳定了，相关地块上土壤的肥力因此而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此外，土壤
有机碳含量也有了显著改善。所有这些重大积极贡献都是评估免耕法成败的关键指标。

Bellotti和
Rochecouste  

（2014年）

评估独立性 2014年，Bellotti和Rochecouste（2014年）对澳大利亚免耕农业协会的免耕项目进行了独立评估。 Bellotti和
Rochecouste  

（2014年）

关键主体 澳大利亚免耕项目的关键主体包括农民、西澳大利亚州免耕农民协会和澳大利亚政府。其中，澳大利
亚政府为实施免耕农业的农民及农民顾问提供了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

基线 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预测，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在采用免耕栽培方面将实现巨大收益。土地
退化经济学倡议则报告了塔吉克斯坦免耕技术实施方面的积极数据。尽管如此，对澳大利亚而言，考
虑到其免耕技术的采用率，这些数据可能会低一些。因此，澳大利亚免耕栽培的拓展潜力被认为可忽
略不计。

Rakhmon（2016年）

时间线 免耕法的引进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1980年间进行的。人们将这一时期描述为意识培养期。之后，农民
们开始大规模试验免耕技术，形成了一个快速采用和传播的局面。

制约因素 免耕栽培需要使用更多氮肥，特别是在前两三年内；对投入不足的农民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约束
条件。此外，除草剂的使用几乎是所有免耕体系的一项主要需求。在许多情况下，非选择性除草剂如草
甘膦的使用也与免耕体系密不可分。这类除草剂的大范围使用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产生
消极影响。比如，在欧洲，未来能否将草甘膦作为农业除草剂使用这一问题目前正在接受严密审查，因
为这种除草剂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甚至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其使用许可未来不被延
期，则免耕体系的采用可能会减少。但是，作为一种新型耕作体系的精准农业的未来发展将大幅降低
人们对除草剂的需求。通过大数据相关技术，精准农业可减少投入，从而优化收益。

Trigo等人（2009年）

促进因素 澳大利亚的免耕栽培有若干促进因素，如人们对变革需求的认知和耕作复杂性的不断变化等。这些因
素促使农民们迅速了解了成功实施免耕栽培所需要的技能，并在澳大利亚免耕栽培背景下迅速对这
种技能需求做出了响应。免耕体系还被人们认为是农业领域气候变化适应方面一项大有前途的工具。
这种思维也推动了免耕栽培在利益相关方中间的广泛采用和支持。

Bellotti和
Rochecouste （2014
年）；Lal（2014年）； 
Rosegrant等人（2014
年）

成本有效性 相关证据表明，免耕法在成本方面是有效的，具有土壤改良和农业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人们还注意到，
免耕法改善了农场的经营预算。但是，这一效益因地点而异。许多地方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在管理良好
的条件下，免耕法和保护性农业有效缩小了季节之间的产量差异，在降雨量不足的地方尤其如此。

Serraj和
Sidique，2012
年；Swella等人， 
2015年 

公平性 只要免耕栽培需要新设备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贫困农民就不可能用得起这项技术。但是，相关统计
表明，澳大利亚各州之间实施免耕栽培的范围并没有什么差异；这说明，该耕作体系对于大多数农民

（80-90%）而言是具有经济适用性的。在真正意义上，免耕农业没有任何输家。但是，农民仍是主要受
益者。在免耕农业中，农民有机会尽可能提高其种植强度，因为作为一种保护性农业实践，免耕栽培不
需要休耕。

Bellotti和
Rochecouste  

（2014年）

共同效益 免耕作法降低了作物管理难度，改善了水土保持和作物产量，同时还节约了能源、成本和时间，因而总
体上有利于农业的集约化。在这一背景下，农民、政府和公众都能得益于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土地资源
及环境可持续性的提高——这也是免耕栽培的协同效益之一。

Giller等人（2015年）

跨界问题 全球变暖的缓解是免耕栽培的跨界问题之一。免耕法有助于耕地反照率的降低，从而在冷却地球和缓
解全球变暖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此外，免耕法还减少了氧化亚氮这一强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根据轮
作方式的不同，其减排量在40%至70%之间。

Wallheimer（2010
年）；Omonode等人

（2011年）

潜在改进 免耕栽培据信可与其它技术创新相兼容。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就2050年之前这一时期进行的预测建
议人们测试下列技术组合方案的效果：（i）免耕法+径流集蓄；（ii）免耕法+精准农业；（iii）免耕法+耐热
技术；及（iv）免耕法+耐旱技术。在较为潮湿的地区，这些技术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免耕栽培地区
报告的产量下降问题。

Rosegrant等人 
（2014年）

表15.6：澳大利亚免耕法实施项目评估标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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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创建负责任的粮食政策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
浪费并推动利益相关方网络的创建

当前的粮食体系可能正在导致土壤、水资源和生物多样
性发生不可逆转即无法恢复的损耗（《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2017a，参见第4.4.3节）。这种现象还加剧了人
们在获取充分、新鲜和健康食物方面的不公，同时还加
剧了营养（或营养不良）相关疾病如肥胖、糖尿病和心脏
病的盛行（Rush和Yan，2017年）。

一项旨在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催生了一些试图将
粮食和浪费问题结合起来一并解决的城市粮食政策

（Campoy-Muñoz，Cardenete和Delgado，2017年）；
如果成功，这些项政策可进一步降低土地面临的压力。
据估算，全球生产的粮食中有30%被浪费掉了（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年）；仅在欧洲一地，每年浪费
的粮食就多达8,800万（公）吨（Stenmarck等人，2016
年），价值高达1,430亿欧元。在这些损失中，大部分来
自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因此，如果这种损失能够降低
的话，用于环境友好型农业体系如有机农业或生态农
业的土地就能够相应增加，从而减少对环境产生的破坏

（Muller等人，2017年；Blakemore，2018年）。而且，在
欧洲（Zdruli，2014年）和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最大城市
的扩张都是以适合作物耕种的最好土地为代价进行的

（Bren d’Amour等人，2017年）。

城市粮食政策工具的正式建构主要是过去二十年中
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先行城市开始制定粮
食战略并建立粮食政策委员会。城市粮食政策代表的
是城市政府应对粮食相关挑战的具体行动；这些挑战
需要政府部门和政策领域进行协调并建立新颖的治理
架构才能解决（国际可持续粮食体系专家小组（IPES-
Food，2017a）。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参见第1.6节）下，
此政策方法针对的是一系列自然资源驱动力及快速发展
的城市化，以减少资源的不可持续使用。1991年，通过设
立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加拿大成为了制定城市粮食政
策的先行国家之一。多伦多粮食政策委员会旨在就粮食政
策问题为该市提供建议，充当社区粮食政策战略的倡导者
并孕育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对话。现在，一些欧洲城市如阿
姆斯特丹、根特、布里斯托、爱丁堡和伦敦也在实施城市粮
食政策方案。本章对《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进行了详细
描述（DeCunto等人，2017年）。

案例研究：各城市就粮食相关良好实践开展的协作（《米兰城市粮
食政策公约》）
缔结于2015年的《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MUFPP）》是
世界各地城市就粮食相关良好实践开展协作的一个典型
例子。这是世界上一些致力于改善城市地区粮食体系和农
业用地可持续性的城市共同签署的一个国际性政策公约

（Clinton等人，2018年）。当前的粮食体制可能是不可持
续的，因为它会对自然资源产生消极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影
响，从而使自然资源处于不可恢复的境地（《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2017a）。为推动当前粮食体制的必要变革并
降低其对土地和公众健康产生的影响，变革当前的粮食生
产、分配和消费模式是必要的。在这方面，城市粮食政策被
认为具有推动全球粮食部门在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和自然
资源使用及管理等方面的必要变革的潜力（《米兰城市粮
食政策公约》，2018年）。.

专栏15.2：《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关于粮食体
系的陈述

“我们的粮食体系把重点放在了短期生产和利润上，不是长期的
环境可持续性上。现代农业体系大幅增加了[产量]，但在许多地
方，作为全球粮食安全基础的土壤却正面临着污染、退化和侵蚀等
问题，而这导致了生产力的长期下降”。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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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
标2）。可持续发展目标15（陆地生物）也与零饥饿这一目
标的实现相关。但是，只有在城市的支持下，这一目标才
能真正实现。目前已有167个城市签署的《米兰城市粮食
政策公约》要求缔约方就影响城市粮食体系的所有部门
制定可持续政策、项目和倡议。这些政策、项目和倡议应
涵盖6个主题集，即：（i）建立治理框架或创建一个有利
于采取行动的环境；（ii）可持续饮食和营养；（iii）社会和
经济公平；（iv）粮食生产，包括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

（v）粮食供应和分配；（vi）粮食浪费的预防、减少和管
理（Forster等人编辑，2015年）。《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
约》的行动框架是自愿的，其目的是加速城市之间的协
作，改善可持续粮食体系，同时承认城市之间在目的
和目标方面的多样性（Forster等人，2015年）。所有这
些目标都与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表
15.7）。《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的一个典型成果就是
下文描述的墨西哥含糖饮料税这一案例（Colchero等
人，2016年）。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强化了城市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关键主体这一角色，同时还促进
了城市之间的协作关系。该公约是在2015年以“滋养地球，生命的能源”为主题的米兰世界
博览会上发起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5年10月16日签署的《米兰宪章》这一里程碑文
件的一部分。两年后的今天，该公约正被证明是促进城市之间就粮食政策开展协作并帮助城
市更好地实施土地利用规划和改善环境可持续性的一项有益工具。

欧洲肥胖研究协会（2015年）

评估独立性 尽管《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本身尚未接受过影响评估，但该公约在墨西哥的实施已经接
受了独立影响评估。

Colchero等人（2016年）

关键主体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的关键主体包括签署该公约的城市市长及相关城市的公民组织、
私营部门和研究团体。

基线 现有数据表明，软饮在墨西哥的年人均消费量多达43加仑。此外，5-11岁之间的墨西哥学龄
儿童每年要喝掉20.7%的能量饮料，其中约一半为含糖饮料。在墨西哥，大多数成年人 

（64%）都超重，28%的人患有肥胖症，而11%的人则患有二型糖尿病。

Flores等人（2010年）； 
Bronwell等人（2011年）； 
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

时间线 该倡议由墨西哥政府于2014年1月发起，并于2016年接受了独立评估。

制约因素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明确的制约因素包括：一些城市的治理体系存在政府部门和机构
能力薄弱的问题；利益相关方在城市层面的参与率较低等。城市政策各不相同、从而影响了
市政当局的权力或管辖权则是另一制约因素。

Forster等人编辑（2015年）

促进因素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以证据为依据的成果框架及资金供应是其在墨西哥实施的关键
促进因素。

国际可持续粮食体系专家小组
（2017b）

成本有效性 Thavorncharoensap（2017年）考察了通过饮料税预防和控制肥胖症这一政策的成本有效
性。结果表明，饮料税是肥胖症防治领域一项相关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一些城市案例表
明，某些作法或行动可催生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微型花园、多方合作创业、移
动应用、家庭商店、流行餐馆项目和城市农业的推广等。

Forster等人（2015
年）；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 （2017年）； 
Thavorncharoensap（2017
年）

公平性 为改善社会和经济公平，该政策倡导了6项行动建议：（i）使用社会保障机制，如面向弱势群
体的现金和粮食转移，以增加其食物供给；（ii）重定向学校膳食计划，以提供健康食物；（iii）
促进体面就业；（iv）鼓励和支持社会及团结经济活动；（v）促进网络建设，支持基层活动；

（vi）推动参与式教育、培训和研究活动。

Forster等人编辑（2015年）

共同效益 该政策的共同效益包括：地方居民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获得了市政府的支持；绿地和生物
多样性增加；地方经济的促进和就业的增加；居民之间的团结；食品质量的改善；废弃区域的
升级；垃圾回收和管理；多元化休闲景观的创建等。此外，该政策还成功应对了市内的热浪
和热岛等问题。

Forster等人编辑（2015年）

跨界问题 该政策创建的网络具有召集地方政府并强化其在多层次治理架构中的角色的能力，并为各
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个就成功政策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

Cinzia和Licomati（2017年）

潜在改进 某些关键领域还存在不足，如关键政府部门在公约实施过程中的协作水平仍有待提高、政策
连贯性仍有待加强、部分关键利益相关方仍有待参与粮食政策的实施等。

Forster等人编辑（2015年）

表15.7：《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评估标准及其在墨西哥的影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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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对环境、经济、社会公平和
城市人口的健康及其与城乡农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
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参加这一倡议，而有
望加入这一倡议的城市则更多。《米兰城市粮食政策
公约》第三届年会及市长峰会已于2017年10月在西
班牙瓦伦西亚召开，与会人员包括400多名市长、专
家和城市代表。他们呼吁联合国机构承认他们在塑造
可持续粮食体系方面的作用，并在城市内外创建更美
好的生活环境。在墨西哥，当地人民对过度消费含糖
软的健康后果及重拾传统粮食体系的必要性的有了
更深的认识，而这无疑反映了《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
约》相关政策的实施效率。

15.3 指标

土地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的一个明确指
标，而且与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可持续发展目标1、2、 
3、6、7、11、12、13等都多有联系。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244项国际社会已达成一般共识的具体指标。鉴于其数据
可用性及与其土地和土壤政策之间的相关性，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这些指标无疑与本章内容最为相关（表15.8）：

1. 退化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指标15.3.1）；
2. 陆地保护区占陆地总面积的比率（指标15.3.2）；
3. 土地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指标13.1）

指标 入选依据 是否在A部分中
探讨过：是/否？是
如何探讨的？

是否在案例研究
中探讨过：是/否？
具体是哪些案例？

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或多边环
境协议的联系

数据来源 与影响该指标的政
策及其它变量之间
的因果链条

1. 退化土地面
积占土地总面
积的比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15.3.1：已
有科学及政治
共识，以及先例
和协议

是。关于粮食体
系的第4.4.3节；
关于叙利亚危机
的“专栏”即专栏
9.4：约旦面临着
难民和水资源双
重危机。

是。
2.2 设置门槛值
2.3 规划和补偿
2.4 资助项目及
设置最佳管理实
践标准
2.4 提供咨询服务

本指标为可持
续发展目标15
的一项指标。

《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
对“土地退化”
进行了定义和
讨论。

请参见下列关于
土地退化的数据
资料来源：Gibbs
和Salmon，2015
年；Le，Nkonya和
Mizarbaev，2016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有一个全球土地退
化信息系统（GLADIS）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
案网络（UNSDSN） 

（2014年）指出，关于
土地退化的数据是“不
完整”。请同时参见《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的元数据。

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
间科学政策平台

（2018a）指出，退
化土地占土地总面
积的比率仍在上升，
而政策缺失或政策
实施糟糕是其主要
原因。

2. 陆地保护区
占陆地总面积
的比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15.1.2和可
持续发展目标
15.4.1：已有科
学及政治共识，
以及先例和协议

否 否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15.1.2
和指标15.4.1

联合国保护区清单（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1994
；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1998年；Chape等
人，2003年）可在网上
找到。世界保护区数据
库也可使用。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
测中心还发布了《受保
护的地球报告》。参见
联合国（2018年）这一
文献。

总体上，保护区政策
具有积极影响，特
别是就发达国家而
言，但其在其它地方
的成果则不是那么
显著。

3. 土地消耗率
与人口增长率
之比

由于土地消耗是
最严重且通常不
可逆转的一种土
地退化形式，因
此土地消耗与人
口增长的脱钩是
土地维护的一个
核心步骤，特别
是就其与其它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
联系而言。

是。
第2.2节

是。
2.1利益相关方网
络的创建

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11.3.1

联合国人居署关于所
有国家的数据。纽约大
学林肯研究所城市繁
荣倡议和联合国人居
署共同监测着300多个
城市的数据。

在全球范围内，土地
覆盖这一指标主要
受人类直接利用这
一因素的影响。一项
涉及120个城市的
研究表明，城市土地
覆盖的增加速度比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
快三倍。影响这一指
标的其它变量还包
括土地退化和作物
生产等。

表15.8：土地政策有效性及全球环境目标实现进展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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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有效性的评估及国际社会达成了共识的环境目标
特别是土地和土壤相关目标的进展评估都使用了这些
指标。

15.3.1 指标1：退化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

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及土地资源相关利益之间的竞争急
剧加大了土地和陆地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 

（图15.3），在某些情况下还加剧了地方层面的政治冲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全球土地退化估算表

明，全球约25%的土地已经退化，36%的土地已经轻微或
中度退化，而10%的土地正在改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1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2018b）。本指标具体表示为退化土地面积（公顷
或平方公里）与土地总面积之比（《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2017b）。在衡量和评估下列每一次级指标时，凡是
被各国当局认定将发生变化且处于消极状态的土地都被
认为是退化土地：

v	土地覆盖及其变化；
v	土地生产力；
v	地表和地下的碳库。

该指标与国际社会、区域组织和各国政府为终止和逆转土
地退化趋势并恢复已退化土地而达成了一致的若干目标

和承诺相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2018b）。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波恩挑战及相关地区倡议

（如20×20倡议、非洲森林景观恢复倡议，2018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等都是这些目标和承诺的例子。

该指标涉及土地退化的性质，即“土地在某一时期内
为其受益人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能力的降低”

（Nachtergaele等人，2011年；Zdruli，2014年）。土地退
化对生物质净初级生产能力有直接影响，但社会经济因
素（如城市化与相关土地和土壤污染之间的联系）也在其
出现过程中扮演了重大角色（Prasad和Badarinth，2004
年；Seto，Güneralpa和Hutyra，2012年）。在其它情况
下，社会经济因素还会成为人们应对土地退化问题的障碍

（Lubwama，1999年；Chasek等人，2011年）。城市蔓延、
可再生能源政策倡导的太阳能面板的增加、土地利用规划
清晰准则的缺失等等，都是这样的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土
地利用规划相关准则的缺失加速了土地用途变化，而其付
出的代价则是本可用于粮食生产或维持土地对人类贡献
的肥沃土壤（Diaz等人，2018年）。.

政策在终止或逆转土地退化面积增加方面的有效性并没
有产生多少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土地退化仍是对粮食安
全影响巨大、环境后果严重且威胁人类生计的最重大退化
进程之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2018b）。

政策、目标和环境治理：有效性评估.

图15.3：全球土地退化和恢复趋势

萨赫勒地区的荒漠化

格兰查科的毁林

净初级生产力评估
的是植物在其生长
过程中能吸收多少
碳这一问题。净初
级生产力的降低提
示的是某一地区植
被的退化

中国南方的土地恢复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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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按国家分类统计的陆地保护区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率（1990-2014年）

!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 as a percentage of total land area per country

陆地保护区（占陆地总面积的
百分比）

15% 或以上
5-15%
0-5%
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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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8年，第59页)

图15.3强调了土壤碳封存这一与土壤肥力和气候变化缓
解直接相关的重要指标的作用。鉴于二氧化碳是气候变化
的一个主要贡献因子，目前，“千分之四倡议”正在倡导以
每年千分之四的速度增加全球土壤中的碳积累量、以阻止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继续增加这一理念。该倡议希望通过实
施保护性农业和农业生态原则实现其目标。图15.3显示了
非洲萨赫勒地区荒漠化的扩大、拉丁美洲毁林面积的增加
和中国南方土地恢复取得积极成果等现象。

15.3.2 指标2 ：陆地保护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环境退化问题的日益
关切导致了当前人们特别强调自然在维护人类社会存续
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Butchart等人，2015年；Diaz等
人，2018年）。由于认识到了自然角色的重要性，《生物多
样性公约》193个缔约方通过了计划于2020年之前实现的
20项爱知目标。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与本指标特别相关；
它要求国际社会在2020年之前将保护区面积增加1.6%（从
15.4%至少增加到17%）（《生物多样性公约》，2010年）。这
些努力还有助于减少自然栖息地的丧失（子目标5）、缓解人
类引发的物种减少和灭绝（子目标12）、维护全球碳库 

（子目标15）等。自那以后，世界各国还就2020年及之后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指标（联合国，2015年）达成了一
致，而这可能会推动未来几十年的陆地保护区相关议程

（Allen等人，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15特别提到了土
地资源及其管理。

本指标衡量的是以百分比表示的、陆地保护区面积占陆地
总面积的比重（联合国，2015年）。本指标旨在描述具有生
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休闲娱乐等生态系统
价值的陆地区域在完整性和多样性方面受到妥善保护的

程度，使其不受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联合
国，2015年）。

本指标是利用各国指定并记录在世界保护区数据库
（WDPA）中的保护区面积进行计算的（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2018年）。世界银行（2017年）
的数据显示，1990-2014年间，全球保护区的地表面积
比重从8.2%增加到了14.8%，显示了国际国内相关政
策实施方面的积极趋势（图15.4）。

保护区特别是原始森林的治理特别重要，因为相关证据
表明，农业产出的价格会对保护区内外的毁林速度产生
影响（Deiro和Escobar，2012年）。在关于亚马逊原始森
林的一项研究中，Assunção，Gadour 和 Rocha（2015
年）发现了毁林速度与农业产出价格之间的高度相关
性；Deiro 和 Escobar（2012年）也指出，“1981-2010
年间，总共有4,500万公顷【森林】退化或丧失，而其
中几乎70%都发生在2008年之后”。但是，Deiro 和 
Escobar（2012年）总结说，2004-2008年间保护政策的
变化在遏制毁林速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地点是影响保护区的另一关键因素。Joppa和
Pfaff（2009年）指出，“保护区的指定并不是随机的；它
们通常位于无法进入或不适合农业的偏远地区，与外
界没有交通联系，在地形方面颇具挑战。因此，它们不
可能受土地用途变化相关开发驱动因素的影响”。

总体上，本指标领域已有科学和政治共识及先例和协
议。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管理有效性和非保护区特定
因素的影响等方面的证据，人们又提出了将有助于衡
量保护区状况和/或管理有效性的指标——包括管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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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和空间覆盖的代表性指标（如森林面积占陆地面积的
比率）——纳入考量的建议。

15.3.3 指标3：土地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

2016年，约54.5%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
预测说，到2030年，60%的全球人口都将是城市人口（联
合国，2016a）。2000-2020年间的城市人口增长总量据
估计为14.8亿，其中13.5亿集中在较不发达地区（联合
国，2012年）。由于人口增长消耗的土地越来越多，因此城
市不得不扩张到远远超出其行政范围的地方；于是，城市
周边到处出现了城市蔓延现象（联合国人居署，2017年）。

土地消耗率是下列因素的应变量：“（a）可直接计量的建成区
域的扩张；（b）可供农业、林业或其它经济活动利用的土地
的绝对范围；及（c）用于农业和林业土地的过度集约化利用”

（联合国，2015年）。人口增长率显示的是一国人口在某一
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增长速度，通常表示为增加人口占期
初人口的百分比（世界银行，2017年）。（图15.5）

土地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是一个与多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直接相关的重大指标。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11即“建
设包容、安全、有恢复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存在
更为直接的联系。

土地消耗的变化主要是由交通基础设施的增加、城市
和区域规划差、土地投机等因素推动的（联合国人居
署，2015年）。这种变化进而会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作
用于人均资源使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等因素）。比如，
城市蔓延每增加10%，人均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就会增
加5.7%，而人均有害污染则会增加9.6%。此外，这种变
化还会加剧社会经济和空间不公。比如，2014年，30%
的全球城市人口（8.8亿人）生活在贫民窟式的环境中；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一比率更是高达55%（联合
国，2016b）。

尽管证据表明，糟糕的空间规划是导致城市蔓延的主要
原因之一，但有效的政策制定对于土地消耗的管理也至
关重要（Rosni和Noor，2016年）。许多政府依赖于土地
用途限制之类的政策（如城市增长界线和最小城区规
划）、诸如地税（Gyourko和Molloy，2015年；Glaeser和
Gyourko，2017年）之类的价格政策及由分区法令、地块
细分条例和建筑法则组成的其它监管体系对城市蔓延进
行管控。Feng等人（2016年）总结说，中国土地利用规划
政策的实施在确保城市蔓延实际比率保持在最低水平方
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土地规划和政策中，恢复并重新利
用废弃的工业及其它用地（棕地）在缓解土地消耗方面的
潜力仍未得到充分探讨（Tobias等人，2018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居署（2015年）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土地丰富的发达国家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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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西亚和北非地区

欧洲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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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按地区和时期分类统计的土地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199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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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每天都有275公顷农业用地和自然栖息地因城
市蔓延和其它形式的用途而被占用。鉴于这种高企的土
地消耗率，欧盟通过了一项到2050年使净土地征用量
为零的政策，旨在减少整个欧盟境内的土地消耗，并将
重点放在土地绿化和生态走廊上（西英格兰大学科学传
播小组，2013年）。

Seto，Güneralpa和Hutyra（2012年）表示，由于各国的
因果关系各异，因此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对这一指标进行
观察。空间单位的划分和行政范围的认可等方面标准程
序的缺失导致了空间不一致的问题（联合国，2018年）。
有鉴于此，联合国人居署建议对指标11.3.1作了一个小
小的修订，使其变为“土地消耗率与人口增长率之比，包
括高效土地利用”。就土地利用效率而言，如果该比率等
于或小于1，则土地利用就被认为是高效的。

人们提出的其它替代指标还包括：

为此，世界银行（2016年）提出了一套原则：“在土地及
资源管理政策取得了成功的地方”，一般都会存在以下
现象：

v	“每平方公里人类住区投入的人均资源”（联合国资
本发展基金）

v	“拥有公民团体能够直接参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架
构且该架构能够以定期、民主方式运作的城市比率”

（联合国统计系统组织）
v	“可比较土地消耗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联合

国人口基金）。

15.4 结论

在全球范围内，尽管人们采纳并实施了不同的土地政策
和倡议，但将特定主题领域的进展归结于特定政策方法
是很难做到的，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土地及其资源的跨界性质（Sikor等人，2013年）
妨碍了政策有效性的评估。许多土地资源（如森林）无法
仅在国家层面实施，因为它们跨越了国境。一个国家的
活动通常会对邻国的土地政策和倡议产生影响。这就
使得将某一进展归因于土地及其资源可持续管理方面
的某一特定政策方法变得很难（Creutzig，2017年）。此
外，土地使用权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全球土地购置或“土
地掠夺”多达4,200多万公顷，且大部分发生在非洲。而
且，为确保粮食安全，粮食进口国已经加快了他们在全
球范围内收购土地的步伐。

远程连接相关效应也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一些地方
的粮食需求会使另一些地方出现土地占用现象。比如，
非洲就是欧洲粮食需求的一个净贡献者（Bergmann和
Holmberg，2016年）。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可持

续土地管理政策可能会因另一个国家的需求而受到积
极（或其它形式的）影响。这也使得特定政策方法对某
一进展的贡献难以确定。此外，土地资源的再生能力也
是土地政策归因问题的一大障碍。粮食、水资源、森林
和野生动物等都是可再生资源。在有或没有任何政策
框架的情况下，一些土地资源如森林体系仍可自行再
生，从而使得特定森林保护政策效果的确定难以进行。

为此，世界银行（2016年）提出了一套原则：“在土地及
资源管理政策取得了成功的地方”，一般都会存在以下
现象：

1． 地方社区参与了项目的所有方面；
2． 公众支持私营部门在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投

资；
3． 道路得到了改善和维护；
4． 实施了不对农业和自然资源进行歧视的宏观经济

管理；
5． 非政府组织及其它合作类项目在当地开展了积极

的能力建设活动；
6． 相关政府至少在长达十年的期限内进行了持续努

力，以提高土地生产力并增强地方对环境问题及其
潜在解决方案的意识。

在这些现象中，有些是本章案例研究探讨过的政策取
得成功所需要的条件。但是，两项新兴政策方法为未来
政策的成功指明了方向。其中，第一项是利用经济激励
应对土地相关环境问题的方法，如中国相关案例研究 

（第15.2.2节）所示。

第二项是土地利用的可持续集约化和一体化资源管理
（Garnett等人，2013年），尽管人们对农业集约化理念

的总体效益仍有批评意见（Rasmussen等人，2018年）
。这项方法的最佳描述，就是利用技术进步确保作物产
量的增加。具体而言，就是实施保护性农业和免耕栽培
之类的可持续土地和水资源实践——如澳大利亚案例
研究（第15.2.4节）所述，以及豆谷间作、混农林业、生态
农业之类的联合耕作体系（世界银行，2006年）。相关案
例研究得到的一项关键经验是，对政策实施而言，稳健
的制度框架非常重要。

在所有案例研究中，政策实施相关制度和管理能力的
确立是大多数关键政策取得成功的基础。相关指标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类相互联系的关键国际目标相关，
并提供了政策目标实现进展方面的证据。比如，指标2
即陆地保护区占陆地总面积的比重这一指标与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13、目标11和目标5都有关系，同时还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15及其各具体目标相关。

这些案例研究还表明，在大多数案例中，政策有效性的
评估都是由外部利益相关方委托进行的，而各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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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对政策评估并没有表现出重大兴趣，尽管它们通常
都会参与政策设计。实际上，土地政策的评估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它可提供重大经验教训，从而有益于政策的优化
和战略的实施。

目前，一项明显的不足是，大多数国别土地政策都与国际
目标不相关。如果不相关，国别政策的实施将无法为国际

目标的实现做出任何贡献或贡献很小；有鉴于此，确保国
别政策与国际目标之间的联系就显得很重要，特别是从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而言。遗憾的是，《京都议定书》甚至
都没有提及土地和土壤在气候变化动态发展过程中的角
色。另外，各国政府在批准国际公约时，一定要确保本国有
相关政策及基线指标为这些国际公约提供支持，以便对政
策目标实现方面的进展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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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投入，而不仅仅只是临时应付他们，人们还要设计相应的
制度。水资源治理领域的放权需要支持性投资、能力建设
和长期持续的意识提升努力。次国家层面的知识交流也能
有效推动利益相关方参与。{16.1；16.2.1；16.2.2；16.2.5}

政策有效性评估可通过连贯透明的报告和系统性监测等
方式得到改善。对于政策有效性，在政策实施之前即确定
基线状况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利于政策实施前后的对比和
经验教训的学习总结。可持续性报告的标准化、国家报告
机制的开发、科学报告知识中心的使用等方法已被证明是
有效的{16.2}。报告和监测有助于国家和国际层面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现进展的跟踪，同时还有助于特定政策干预因
果关系的认定。{16.3.1；16.3.2}

尽管政策方法正日益一体化和复杂化，但环境清洁这一基
本问题的解决及破坏性遗留问题的扭转一直都是必要的。
即便在发达经济体中，水资源使用行为的持续改善和水质
恶化现象的预防也需要监管、技术和投资{16.1}。为改变
水资源使用相关趋势，人们可能要进行政策修订。{16.6.1}

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公平和健康问题的考量可有效推动环
境和淡水政策。一国内部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
在的不公可能激发各国和国际社会解决水资源和卫生服
务供应方面的问题，从而强化水资源和卫生服务方面的人
权。{16.2.3；16.2.5}

惠及人类和地球两者的有效、创新性淡水政策具有变革潜
力。环境流法就具有这种变革潜力，因为它是以定量方式
将河流作为一个活系统来评估水需求的，同时还能够对河
流的这种需求与各个经济部门的用水需求进行平衡。由于
越来越多的河流开始接受这种评估，因此环境流成了河流
流域管理和治理的一个基本要素，推动了整个流域水资源
和景观管理的一体化。{16.2.1}

解决驱动力和压力问题是确保淡水政策有效的关键。通
过监管类指挥和控制机制、补贴、投资支持和主体推动等
方法，这些问题都可得到解决。但是，诸如实验、学习和自
愿报告之类基于过程的创新方法同样也有其价值。 
{16.2.1；16.2.4}

政策连贯性和协同效应对于应对水、粮食、能源、健康和
生态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是必要的。为满足不同部门的
需求并管理淡水政策的外部影响，人们通常会采用政策
组合的方式。水质水量、农业、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和能源
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人们在制定淡水政策时将这种
关系置于中心位置。实现政策连贯性和协同效应是这种
一体化思维的重要效益，因为水政策会影响其它部门特
别是农业和能源部门的政策。{16.2.1；16.2.2}

许多淡水政策都是高度依赖于环境的，但可适用于不同
地方环境的淡水政策类型和治理方法也很多。治理方法
和政策类型多种多样。这些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评估需要
制度结构、经济资源及其它推动因素都落实到位。 
{16.1；16.2.3；16.2.5}

淡水政策仍需更好地考虑其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共
同效益。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自然灾害应对等干预活动
改变水质和水量的作法必须考虑其对人类健康的直接
威胁，但利用潜在共同效益的作法仍未被广泛地付诸实
施。{16.1；16.2.2；16.3}

政策有效性需要人们关注公民、私营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的
角色，特别是在参与式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水资源一体
化管理（IWRM）就是一种基于部门间协调和非政府主体
更多参与的参与式程序。为了让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或地方政府和公民参与进来，人们需要进行协作。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支持利益相关方关系
等方面的投资。为推动这些利益相关方在决策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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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引言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曾经激励各国努力解决
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务可持续供应等方面的问
题。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出了一个更加雄
心勃勃的全球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水的供应、质量、
使用和治理等多维度问题都可得到解决。本报告A部
分第9章明确了一套被世界各地广泛应用于应对可持
续发展目标6所述子目标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一般
政策方法，如市场工具、监管项目、监测、能力建设等，
以及水特定干预措施，如淡化、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
使用等。

第9.9节所述政策证明了人们对较大空间范围包括河
流流域之外的空间——如虚拟水贸易所示——及不限
于国家层面、同时将多个制度层面纳入考量这一作法
的日益关注。相应地，本章关于淡水政策有效性的分
析首先聚焦的是政策范围内的各种用水方式和特定
政策方法在多个部门的影响，然后又突出了作用于
水、粮食、能源、气候、生态系统和健康之间相互关系
的各项政策的优劣。

16.2 主要政策和治理方法

政策界迫切需要解决水、粮食和能源之间的联系，以
使淡水相关政策方法对水文循环、生态系统、粮食和
能源系统之间的联系方式具有敏感性。但是，旨在解
决这一议题的工作却相对较新，且必须应对同时纳入
时间、空间和治理等多个维度的挑战。在探讨旨在解
决这一联系的政策的有效性时，对公平维度进行考察
扮演着重要角色，用以规避程序和结果方面的不公。
通过案例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指标的分析，本
章说明了这一联系概念为何对政策有效性和成本有
效性很重要这一问题。

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案例研究对世界各地的国别和
跨境水资源政策进行了说明。在应对下列问题方面，
这些政策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遭遇了实施方
面的挑战：

v	提高地方水资源管理者的能力，同时维护各国和
跨境水域之间保护措施的一致性；

v	妥善设计和运作水坝，将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降
至最低，同时使其提供人类健康、农业和能源方
面的效益，并考虑环境流和适应性管理的运用；

v	根据水资源一体化管理（IWRM）方式改革洪水风
险管理政策，并赋予地方当局以更大责任；

v	向缺水地区的贫困社区提供基本水服务；以及
v	提高私营部门可持续性报告的一致性和透明度

等。

此外，本章还对获取水和卫生服务以及取水方面的
三个政策相关指标进行了评估。这些指标提供了对
全球水资源政策进行评估的另外一种方法。

总体而言，案例研究和指标共同表明，政策工具和集
群已经融合在一起，以综合方式解决了关系问题。这
代表着从单一政府部门决策向通过涉及众多利益相
关方的一系列规则、原则和程序进行治理的转变。

本章探讨的政策方法和案例研究（表16.1）与第10章
的政策分类也有联系。

16.2.1 跨境水质管理相关监管框架

跨境水体由两个或多个国家共享。这些共享河流、湖
泊或含水层的管理主要依赖于多边协调和制度开
发。国与国之间的跨境水资源治理国际协议属于正
式安排。

治理方法 政策工具 案例研究

指挥和控制；主体推动；投资支持 通过两国跨境协议对水质目标进行协调 《北美五大湖水质协议》

主体推动；指挥和控制 环境流 格兰峡谷大坝的适应性管理

经济激励；指挥和控制 协作式制度设计 英国灾害风险减降项目之洪水风险管理：“为
水让出空间”及洪水风险管理政策

指挥和控制；经济激励；投资支持 水定价和基本用水的免费供应 南非的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

创新促进；主体推动；消费者、雇主和利益相
关方说服

可持续性报告的标准化 采矿业：可持续用水

表16.1：政策方法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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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就跨境河流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协议已经
更多且更全面，反映了共享河流和湖泊的一体化管理方法

（Giordano等人，2014年）。到2007年，全球已有250项淡
水条约，且每10年就要增加30项（Giordano 等人，2014
年）。这些条约大多都以水质和环境问题为重点。但是，
在这些条约中，水质方面的义务、责任和执法机制通常
并没有明确定义（Giordano等人，2014年）。监管协议倾
向于将直接的数据和信息交流机制排除在协议范围之外

（Gerlak，Lautze和Giordano，2011年）。这些趋势总体
表明，尽管水质问题被认为很重要，但特定政策干预措施
却难以确立。

河流流域组织（RBO）可成为跨境水体相关条约的实施平
台。一般而言，河流流域组织的主要功能包括：（i）数据收
集、监测和监管；（ii）河流流域规划；（iii）基础设施和机制
的开发等（全球水伙伴组织（GWP），2017年）。许多河流流
域组织都受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原则的指导，致力于实现效
率、公平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同时又解决水质和水量问题。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第1.6节）下，这一
制度性方法旨在识别导致水质退化的压力因素、公平合理
的用水方式和生态系统相关问题。

协议和框架的成功要接受详细审查，因为制度开发并
不能保证水质的改善和搭便车行为的规避（Bernauer
和Kuhn，2010年）；此外，合作的有效性也可能被质疑

（Mirumachi，2015年）。

案例研究：《北美五大湖水质协议》
为应对五大湖流域的污染（Thornton等人，1999年)， 
1972年，美国和加拿大在《边界水域条约》这一文件的框
架下（《边界水域条约》，1909年）签署了《五大湖水质协议》

（《五大湖水质协议》，2012年）。

五大湖流域拥有3,000多万人口（美国环境保护署
（US EPA），2017年），大量工业、农业、林业和城市污

染源向这一流域倾注了大量的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物
（Marvin，Painter和Rossmann，2004年）。就对生态系统

和人类健康的影响而言，该流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诸如汞
之类具有生物放大效应的金属和包括多氯联苯（PCB)、多环
芳香烃（PAH）、多氯化萘（PCN）、有机氯杀虫剂（OCP）、多
溴联苯醚（PBDE）和全氟化合物（PFC）在内的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POP）（Helm等人，2011年）。外来入侵物种、赤潮和
富营养化是五大湖水域生态系统面临的其它威胁（Smith
等人，2015年）。

当前协议包含了涉及五大湖一系列水质问题的附件。具体
而言，这些问题包括问题区域的确定、整个湖区的管理、污
染的控制、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等。协议涵
盖了涉及联邦、州和地方等众多机构的广泛政策集群及合
作行动（包括监管类和资源类）的推动。在协议下，每个国
家都要通过国内项目、政策和资源为相关行动贡献力量。

根据该协议设立的国际联合委员会（IJC）是一个永久性双
边纠纷解决机构。自1909年以来，该协议已赋予国际联合
委员会以适用水资源利用相关治理原则的权力及解决纠
纷的仲裁权力（Krantzberg和De Boer，2008年）。此外，美
加两国联邦政府还会不时要求该委员会就特定边界水资源
问题开展调查（Findlay和Telford，2006年；McLaughlin
和Krantzberg，2012年）。因此，国际联合委员会每半年就
会根据《边界水域条约》召开一次会议，就美加两国边境地
区的众多水资源相关问题进行磋商（http://www.ijc.org/
en_/meetings_minutes）。在《五大湖水质协议》下，国际
联合委员会被赋予了五大湖相关特定职权，即向政府提供
咨询和建议并报告协议实施相关进展的职能。为实现这一
目的，《五大湖水质协议》的缔约方（即两国政府）每半年都
会就协议的实施进行会晤（国际联合委员会，1980年；国
际联合委员会，1981年；国际联合委员会，2001年；国际联
合委员会，2017年）。

根据《五大湖水质协议》1987年的议定书，人们明确了五
大湖水域的43个“问题区域”。这些区域都是水质和生态
系统健康已经严重退化的地（其中12个在加拿大，26个在
美国，还有5个为两国共享）。五大湖流域的环境退化主要
是历史遗留问题；工业活动、农业、城乡径流、市政污水排
放、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土地行为等都是其成因，都导致
了水质退化、河流污染和湖泊沉积，并对鱼类和野生动物
种群及栖息地产生了严重影响。表16.2呈现的是我们对 

《五大湖水质协议》有效性进行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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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 目前，已有7个问题区域被撤下清单（其中3个在加拿大，4个在美国）。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被认
为属于恢复区域。这些地方已经完成相关行动，预计很快就会从清单上拿掉。

美国环境保护署 
（2017年）

评估独立性 项目进展通常由缔约方定期报告，然后由国际联合委员会（IJC）根据两个咨询委员会（即五大
湖水质委员会和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评估。其中，水质委员会提供的是政
策咨询和评估服务，而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供的则是科技咨询和评估服务。此外，国际联合委员
会还会发布三年期评估报告，对缔约方进展进行评估，同时就公众对缔约方进展报告提出的反
馈进行汇总，并对项目在实现协议总体目标和特定目标方面的程度进行评估。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1985年）；国际联合委

员会（2017年）

关键主体 美加两国政府及支持该协议实施的其它辖区是项目关键主体。在协助政府工作的过程中，国际
联合委员会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评估。

国际联合委员会 
（2017年）

基线 缔约方在协议下通过了9项总体目标，列出了他们致力于实现的生态系统相关高级目标。此外，
缔约方还确立了一套共9项生态系统健康指标，包含44项次级指标，以评估五大湖的现状及总
体目标的实现是否取得了进展这一问题。

国际联合委员会 
（2017年）

时间线 1972年，在两国政府批准后，该协议正式开始生效。2012年，协议进行了最近一次修订。45年多
来，该协议为两国致力于实现五大湖水域恢复和保护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双边框架。

美国环境保护署 
（2017年）

制约因素 尽管公众在对缔约方进展的审查中起到了强有力的监督作用（通过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双边网
络公众研讨会的形式），人们仍呼吁提高相关话语的包容性并强化公民参与的作用，特别是在
协议再谈判期间。此外，人们还倡导从临时问题解决式思维转向更具想象力和战略性的思维方
式转变。

Krantzber（2012年）

促进因素 在落实协议目标的过程中，加拿大和美国拥有履行政策、制度、技术、财务和人员等领域重大内
在义务的能力。对于问题区域，他们有一个持续制作修复行动计划的制度，且其目标是在开展
修复工作的过程中建立一个以实验和学习为手段的适应体系，以实现协议的总体目标。

Hall，O’Connor和
Ranieri（2006年）

成本有效性 两国都依赖于五大湖水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仅休闲和商业捕鱼业这一项经济活动的年价值就
高达70亿美元。全流域治理方法以7,000万美元的代价将鱼类物种的栖息地扩大了一倍，而仅
仅治理大坝或过境公路这种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治理方法则会导致惊人的低效，上述栖息地将
分别减少24%和88%。

Southwick Associates 
（2018年）；Neeson等人
（2015年）

公平性 五大湖的治理涉及约120名美洲土著、原住民和梅蒂斯人权利持有人，以及低收入和少数群体；
这为湖区的集体治理提供了机遇。过去几年，加拿大斯旺莱克沼泽地原住民社区的传统知识和
投入还被用于一个湿地恢复项目的实施及指导活动的规划。

Hildebrand，Pebbles和
Fraser（2002）； 
Jetoo（2017年）

共同效益 在改善水质的过程中，该协议创造了多种形式的财富，包括休闲和商业捕鱼活动的增加（参见“
成本有效性”一项）及休闲用途和旅游活动的增加等。项目的主要受益人为生活在湖泊及其流
域的滨水居民、水上运动和捕鱼爱好者、旅游者和参观者。

跨界问题 五大湖的水质退化问题——除非仅限于受控水湾或类似环境——通常都会产生跨界影响——这
就是协议得以签署的原因所在。该协议还催生了五大湖地区的其它跨境治理倡议，如城市倡议

（参见“潜在改进”一项）。

Jetoo（2017年）

潜在改进 2003年，五大湖及圣劳伦斯河城市倡议（“城市倡议”）正式成立了一个由130多个城市参与的、
旨在恢复和保护五大湖生态系统的网络。该城市倡议主要依赖政府拨款、会员费和私人基金会
资助进行运作。超国家资金的获得可以说是一大进步。此外，国际联合委员会也对进展指标给
予了更多关注，以便参与保护和恢复相关资源的利益相关方都能了解项目取得的最新进展。

Jetoo（2017年）

表16.2：《五大湖水质协议》的有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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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确定的43个“问题区域（AOC）”在时间进程中获得解
决的程度能够提示政策取得的进展（图16.1）。7个问题区
域被摘牌这一事实说明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尽管剩余36
个仍然凸显了这种修复行动的艰难。由于问题区域的生物
物理学变化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会发生，政策进展的一
个更直接的衡量措施是在采取具体补救措施的地区采用
和执行保护五大湖的政策的情况。

美加两国政府每三年都会通过《缔约方进展报告》及其它
形式报告双方在协议下取得的进展。五大湖为两国提供了
大量的生态系统服务，对这种服务的理解正是双方合作的
推动因素之一。此外，两国还对五大湖有着共同的愿景、期
望和依赖性。最后，与世界其它许多地方相比，两国在实现
协议目标的过程中拥有履行大量内在政策、制度、技术、财
务和人员义务的能力。

对五大湖水质问题进行大范围监测、分析和修复的成本
是巨大的。例如，2010年发起的、旨在加速五大湖保护

和恢复的五大湖恢复倡议就为倡议的未来运作提供了
23亿多美元项目资金（美国环境保护署，2017年）。旨
在改善鱼类栖息地的努力包括清理数百个完全或部分
妨碍鱼类产卵迁徙活动的小型水坝和涵洞（Kemp和
O’Hanley，2010年）。尽管从经济上讲，水坝和涵洞的清
理这只是一种小规模活动，但它却对湖区水生生物有着
重大影响，同时还有助于提升湖区对湖边人群的休闲价
值。另一方面，水坝和涵洞的清理有助于湖区一些最具侵
略性的外来物种的产卵——当然，这是政策实施的一个
副作用，需要进行科学评估。Neeson等人（2015年）使用
的优化模型表明，将整个五大湖流域的水坝和过境道路
都清理掉是五大湖恢复领域最具成本效益的一种方式。
全流域治理方法能够以7,000多万美元的代价将鱼类物
种栖息地增加一倍，而仅清理水坝或仅清理过境道路这
种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治理方法则会导致惊人的低效，使
上述栖息地分别减少24%和88%。这些研究成果为国际
联合委员会采取的全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成本有效性方
面的论据。

图16.1：美国和加拿大五大湖流域问题区域的位置和现状图

资料来源：Binational.net.，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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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水资源和能源部门环境流的适应性管理

引水和蓄水等人类活动导致了河流生态系统的退化，而
在应对这种退化的过程中，人们对环境流的重要性形成
了广泛认可（Poff等人，1997年；Arthington等人，2006
年；世界银行，2018年）。所谓环境流，是指“维护淡水和河
口生态系统及有赖于这些生态系统的人类生计和福祉所
需要的水流的质、量和时机”（国际河流基金会，2007年）。
作为水生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一个“主变量”，环境流可被
纳入水资源管理相关国家级立法及河流流域规划（Poff
等人，1997年；Speed等人，2013年）。例如，《南非国家水
法（1998年）》就要求水库维护河流健康及基本的人类需
求。环境流这一理念在考虑环境发展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关
系时尤其有用。

影响和保障环境流的方法之一，是以适应性方法调整水
坝放水的时机和流量。这一方法试图影响水和能源（即水
能）的联系，并在缺水地区农业生产需要进行灌溉的情况
下影响水和粮食之间的关系。适应性管理利用的是大规模
流量释放实验生成的实验数据；根据设计，这种实验旨在
检验对河流、洪泛区或河口径流的物理和生态响应的假
设（Konrad等人，2011年，第949页）。高流量释放实验属
于复杂干预措施，会影响流量变化之外的一系列因素，可
以更有效地获得广泛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Olden等
人，2014年，第179页）。

人们认为，与传统方法相比，适应性管理可提供更大的
灵活性，因为它拥有对不确定性进行解释说明和检验的
手段。以环境流为重点的适应性管理可模拟自然水文情
势影响下游沉积物、水资源和栖息地状况的方法；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新信息出现时进行调整（Richter等
人，2006年，第299页）。但是，适应性管理通常受复杂制
度环境和资金短缺等因素的约束（Kingsford，Biggs和
Pollard，2011年；Allan和Watts，2017年）。此外，到目前
为止，环境流实验仍仅限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大
型水坝，而建有大量水坝或正在规划更多水坝的其它地
方如东南亚、南美和欧洲部分地区则鲜有这方面的报告

（Olden等人，2014年，第178页）。尽管适应性管理通过
公共参与之类的工具可将程序正义纳入其实施过程，但由
于实验分化了社会群体，因而也存在公平和道德方面的关
切（Huitema等人，2009年）。

大规模流量实验并不是没有争议；由于利益相关方视角的
不同，其成败也在是人们争论的对象（Olden等人，2014
年，第177页）。利用流量实验指导适应性管理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要求人们进行反思性学习和渐进式理解

（Sabatier等人，2005年）。积极的知识共享和学习相关
各种证据的收集可进一步提高适应性管理过程中利用环
境流的有效性（Allan和Watts，2017年）。这一特征反应了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第1.6节）下，应对
措施可能受到哪些影响。 

下文关于美国科罗拉多河格兰峡谷大坝下游河段的案
例研究就是以大坝集水区之外更大空间范围及整个国
家保护区为受益对象进行长期实验并实施知情适应性
管理的例子。

案例研究：美国科罗拉多河格兰峡谷大坝的流量实验和适应
性管理
格兰峡谷大坝建于1963年。它在格兰峡谷国家公园上
游拦截了科罗拉多河长达300公里的水域，形成了鲍
威尔湖。科罗拉多河河水的含沙量很大，而这些泥沙
是当地动植物栖息地和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格兰峡谷大坝具有对河流水量进行调节的作用，
而调节的结果就是将河水流量保持在适中的水平，从
而缩小丰水期和枯水期之间的流量差异（Melis，2011
年，第8页）。由于河流流量的改变对水生和陆生物
种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滨水栖息地的丧失和鱼类物
种的消亡等，因此人们引进了适应性管理这一作法

（Collier，Web和Andrews，1997年）。随着内政部长
基于1996年决策记录（Record of Decision）发起的一
次流量实验，大坝的运营策略开始将环境流纳入考量。
大坝的放水安排旨在以人为方式重新创造类似于大坝
修建之前的季节性流量。这种流量实验针对水和能源
之间的联系，其目的是“寻找一个替代性大坝运营方
案，使得下游资源的恢复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同时又仅在实现这种恢复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
限度内对大坝的水电生产能力和灵活性进行限制”（美
国内政部【US DOI】，1996年，第G-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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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第一次实验被认为取得了成功，从而为后续实验铺平了道路。作为一个例
子，2016年的决策记录充分说明了人们对环境流的认识具有渐进性这个特
征。

美国内政部（1996年，第G-11页）

评估独立性 这些实验和适应性管理方法已经接受美国内政部和美国地质勘探局
（USGS）的评估，以及同行评审科技文献的广泛评估。

Collier，Webb和Andrews（1997
年，第83页）；Webb等人（1999年）； 
Meretsky，Patten和Stevens（2000年）； 
Hazel等人（2006年）；美国内政部 

（2008年）；Korman，Kaplinski和
Melis（2010年）；Melis（2011年）；美国内
政部（2016年）

关键主体 美国垦务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导了适应性管理计划的制定。这些机构与
包括其它政府机构、河流委员会、能源用户和土著部落在内的15个利益相关
方群体进行了接触。美国地质勘探局大峡谷监测研究中心在向政府机构提
供技术建议并协助上述主体及公民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扮演了特别重
要的角色。

美国内政部（2016年）

基线 实验旨在模拟大坝修建之前的状况。自然洪灾的发生频率较高，且规模较
大。在自然洪灾发生期间，河流的平均流速据估计比基流大5倍。

Melis（2011年，第7页）

时间线 在20年的时间跨度里，大坝进行了多次实验。当前的《格兰峡谷大坝长期实
验和管理计划》（美国内政部，2016年）旨在为大坝未来20年的运作提供指
导。

美国内政部（2016年）

制约因素 大量法律、法规和条约制约了格兰峡谷大坝替代运作方案的选择；由于这些
文件的存在，大坝运作必须考虑环境、文化资源、部落磋商、权力营销、水资
源配送等方面的众多因素。

促进因素 多项立法同步运作；也就是说，随着立法的演变，不同范围和部门之间的政
策连贯性得到了保证。

如：美国国会（1973年）；美国内政部 
（1992年）；美国内政部（2018年）

成本有效性 2016年决策记录做出的适应性管理决定对7个大坝运作和流量选项进行了
比较，以分别评估其成本和影响。这种比较发现，适应性管理干预的净现值
大于不作为情形（状况）的净现值。

美国内政部（2016年）

公平性 以公众参与形式进行的利益相关方磋商旨在明确各利益相关方参与这一进
程的不同形式。但是，人们指出，一些土著部落在表达其文化价值观方面遇
到了挑战：它们的文化价值观与科学调查和评估方法并不相符，因而在参与
公众磋商进程方面表现出了一些能力上的问题，同时也凸显了科学知识与
传统知识之间的冲突。

Austin和Drye（2011年）

共同效益 从项目地点到下游区域，实验都体现了从文化资源到休闲体验的众多共同
效益或“资源目标”。实验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无论是益处，还是害处）都被认
为不大，尽管有人认为，水质退化对人类健康的消极影响可作为终止这种实
验的标准之一。

Valdez等人（2000年）；Melis（2011年）； 
美国内政部（2016年）

跨界问题 实验必须满足美国和墨西哥之间水资源条约及《美国联邦法规》 
第XVIII卷“格兰峡谷的保护”第1801节所述的水量配额要求。

潜在改进 有批评指出，在适应性管理方法内部，纠纷解决机制需要进一步加强。 Camacho，Susskind和Schenk（2010年）

表16.3：格兰峡谷大坝适应性管理的有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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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高流量实验是1996年进行的。这次实验被认
为是首次大规模国际流量实验（Collier，Webb和
Andrews，1997年，第83页；Meretsky，Wegner和
Stevens，2000年，第 583页）。2004年和2008年分别
进行了两次后续实验（Melis，2011年，第9页），而2012
年、2013年、2016年和2017年又进行了更多实验。前16
年的高流量实验构成了高流量实验方案的依据（美国内
政部，2011年），而这种方案又为格兰峡谷大坝的适应
性管理提供了可能。这些实验的效果在《环境影响声明》
和《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的适应性管理计划中都有
分析。表16.3呈现的是我们对格兰峡谷大坝适应性管
理进行的有效性评估。

通过这些实验，人们对适应性管理的科学理解和适应性
管理相关政策方法都逐步进行了调整，以实现水电生产
和生态关切之间的均衡（Gunderson，2015年）。高流量
释放方案成功扩大了沙坝的规模，从而惠及了已经濒危
的弓背鲑，同时还重建了滨水植被，增加了休闲项目。这
个项目在现有水资源分配和供应协议下成功实现了这
些改进，并实现了水资源管理与水电需求的一体化。

适应性管理是通过若干政策要素推动的。垦务局这一美
国内政部所属机构的使命，是在建设水坝之前平衡水坝
的环境和经济考量（美国内政部，2016年）。此外，诸如《
濒危物种法案》之类的立法推动了濒危物种的保护，而
1992年的《格兰峡谷保护法案》则建议对该峡谷实施适
应性管理（Meretsky，Wegner和Stevens，2000年，第
580页）。而且，美国下游各州的供水也要纳入考量，墨
西哥的用水需求就更不用说了——两国1944年签署的
水资源条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因此，适应性管理
并不是在制度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跨越不同层次的、
形成了相互依赖性的多重制度中进行的。因此，适应性
管理需要对可能影响本政策方法的各种制度进行全面
考察。

因为流量实验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固有特征，因此数据
运用和知识创造也非常重要（Konrad等人，2011年，第
955页）。在这方面，美国地质勘探局格兰峡谷监测研究
中心充当了推动实验和学习的知识中心的角色。对于确
保环境流和适应性管理方法的有效性而言，这种不确定
性既是推动因素，也是制约因素。持续实验和监测对于
策略的变更调整至关重要（Melis，2011年，第141-142
页）。

16.2.3 一种新的水资源相关灾害风险减降方法

灾害风险减降是“通过系统分析和减少灾害根源性因素
的方式降低灾害风险的理念和实践”（联合国减灾办公
室【UNISDR】，2017年）。 鉴于自然危害本身的发生不一

定会导致灾害，灾害风险减降旨在降低灾害的严重性。
因此，灾害风险减降是一种预防性政策方法，其目标包
括限制危害暴露程度、降低社区在财产损失损坏、流离
失所、死亡及灾害的其它消极后果面前的脆弱性等，而
其益处则包括：改善土地、环境和资源的管理和监测；
改善灾前准备（如通过早期预警系统和疏散计划）等 

（联合国减灾办公室，2017年）。灾害风险减降的关键
点在于，通过适当的政策选择并实施这种预防性行动，
各国可降低环境灾害的规模。经过演变，灾害风险减降
框架为人们以预防性方式限制灾害规模、考虑时间范
围的延展（目前为2015-2030年，与其它全球框架相对
应）并将重点放在实施而不是最终目标上提供了可能 

（机构间区域分析师网络【IARAN】，2016年，第4页）。

灾害对每一地区的影响都是独特的；它们会对灾害风险
治理安排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会导致大量的基础
设施投资，并伴以高度制度化的安排（如波兰、荷兰和
新加坡等）。然而，策略的中度多元化（如比利时、法国
等）或高度（如英国）多元化既来自变革的需要和意愿，
也来自推动这种变革的各种力量（Wiering等人，2017
年，第20-24页）。

国家灾害风险减降工作及个人灾害准备的改进通常
会在重大灾害事件（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后发生

（Hoffmann和Muttarak，2017年，第32页）。通过《仙
台行动框架》之类的进展，灾害风险减降目前在政治
议程上的地位正越来越高（UNISDR，2015年）。与此同
时，通过加大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参与力度，人们正
在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灾害风险减降方法。但是，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灾害准备方面存在着严峻的差
异，而这导致了灾害应对能力及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
受生命损失等方面的严重不公平问题（Al-Nammari和
Alzaghal，2015年）。

政策可通过提高有效性的方式作用于——例如——可
影响饮用水供应的灾害风险减降努力。当然，这取决于
地方/区域的脆弱性和准备程度。洪灾和暴风雨代表着
对水质的直接影响，而旱灾则既可影响水量，又可影响
水质。此外，真正有效的政策还可应对安全饮用水供应
面临的威胁及受到影响并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的排水系
统，从而改善灾害减降应对措施。

案例研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洪水风险管理政策（英国） 
洪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健
康后果：仅2007年的洪灾就造成了32亿英镑的财产损
失（Penning-Rowsell，2015年）。截至2014年，环境署

（Environment Agency）认定的位于洪泛区的房屋数
（仅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占所有房产的8.5%，而其

中四分之一处于重大风险之中”（Penning-Rowsell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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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4：英格兰洪水风险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英国政府声称，其洪水风险管理体系是有效的，“自2005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包括
为50多万房产提供了较好的安全保障”。但是，对于根据新的成本效益分析分配资金及目前
仍然存在的、偏好洪水风险管理结构化方法的作法的公平性，人们仍然存在担忧。

英国议会（2017年）

评估独立性 2007年夏季发生大范围洪灾后，Michael Pitt爵士（2008年）开展了一次独立评估。这次评
估的详细评估结果及建议发起了一系列洪水风险管理改革，并催生了英国环境、食品和农
村事务部（2012年）的进展报告。根据2007年评估确定的类型，Chatterton等（2016年）对
2013-2014年度的洪灾进行了成本和影响评估。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2017年的报
告及英国政府对其做出的响应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更多资料。

Pitt（2008年）；英国环境、
食品和农村事务部（2012
年）；Chatterton等人

（2016年）

关键主体 利益相关方包括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环境署、地方当局、水务公司、防汛员、国家
洪灾论坛和咨询人员等。到目前为止，主要政策变革包括赋予地方当局在洪水风险管理领
域以更大职权。

英国政府（2010年）； 
Laakso，Heiskanen和
Matschoss（2016年）

基线 考虑通胀因素后，英国过去23年中的洪灾年均损失约为2.5亿英镑（Penning-
Rowsell，2015年）。2007年夏季的洪灾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次。据估算，这次洪灾造成了
32亿英镑的损失，从而催化了洪水风险管理改革的加速。

Penning-Rowsell 
（2015年）

时间线 《洪灾和水资源法案（2010年）》是以2004年启动的“为水让出空间”这一早期战略、英国政
府较近时期通过的“未来水资源”战略（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2008年）及Michael 
Pitt爵士制作的颇有影响力的报告（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2008年）为依据的。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
务部（2004年）；英国环境、
食品和农村事务部（2008
年）；Pitt（2008年）；英国政
府 （2010年）

制约因素 新的政策框架赋予了地方当局以地表水洪灾准备和应对方面的主导地位，却没有就这些新
挑战的应对真正赋予它们以必要的人、财和技术能力。在资金和资源仍然不足的情况下，地
方当局不得不疲于应付，以实现人们对洪水风险管理的较高期望。

Penning-Rowsell 
（2015年）

促进因素 2015-2021年间，洪水风险管理领域的软、硬和自然解决方案获得的资金总额为25亿英镑，
创下了历史记录。

Penning-Rowsell 
（2015年）

成本有效性 2013-2014年冬季的毁灭性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低于过去20年的年均洪灾损失（约2.5亿
英镑）。这一事实也许说明，2007年通过的洪水风险管理措施是有效的（Thorne，2014年）。

Thorne（2014年）

公平性 英国某些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更容易遭受洪灾。由于英国的财产保险市场是自由化的，
这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可能会要求那些位于洪灾风险较高地区的房主支付更高的保险费。
因此，这会使某些家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引发人们对洪水风险管理政策公平性的担忧

（Penning-Rowsell和Pardoe 2015年；Begg，Walker和Kuhlicke 2015年）。

Begg，Walker和Kuhlicke 
（2015年)； Penning-

Rowsell和Pardoe 
（2015年）

共同效益 基于土地利用规划和变更的自然洪灾管理可能有助于缓解农业用地造成的非点源污染，
并减轻土壤侵蚀对湖区生态系统的影响（Dadson等人，2017年），说明了系统规模管理可
以解决一个复杂的动态关系。陆生和水生动植物栖息地的恢复还可提供更多的碳储存服务

（Keesstra等人，2018年）。潜在的共同效益可能还包括上游池塘和含水层保水功能的提
升。土壤中保有水分的增加可为旱灾期间的稀缺水资源提供补充，并缓解热浪带来的不利
生态影响。

Dadson等人 
（2017年）；Keesstra等人
（2018年）

跨界问题 无

潜在改进 未来改革如能实施更为严格的可持续排水监管框架，那将是一大进步。 Begg，Walker和
Kuhlicke（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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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doe，2015年，第5页）。因此，过去15年内，洪水风险管
理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洪灾预防、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公民灾害准备这些“偏软”措施的
强调——正如“为水让出空间”这一策略（英国环境、食品
和农村事务部【DEFRA】，2004年；Mukhtarov，2009年）
和《洪灾和水资源管理法案》（英国议会，2010年）所述。
这与倾向于依赖基础设施的作法正好相反（如Wiering等
人，2017年）。

洪水风险的另一治理方法则致力于开展多层面的利益相
关方协作，并通过跨部门协调和扩大公民参与等方式实施
一体化水资源管理（IWRM）（Mukhtarov，2009年）。由于英
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和环境署的放权作法及政策评
估结果（Pitt，2008年）和上述《洪灾和水资源管理法案》，地
方当局目前在地表水（如洪灾）相关规划和应对方面承担了
更多责任。

此外，相关政策还鼓励灾害风险减降战略将生物多样
性、人类健康和水质等方面的效益纳入考量。Pitt评估

（Pitt，2007年；Pitt，2008年）还呼吁新建筑安装可持续
排水系统，同时还呼吁变更城市土地用途，以减少地表径
流并改善土地的保水功能。目前，可持续排水问题是通过
自愿措施应对的。表16.4呈现的是我们对英格兰洪水风
险管理政策开展的有效性评估。

英国的洪水风险管理案例是洪灾政策的一次全面改革，其
中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地表水管理的彻底变革。时间将证
明这个新系统是否将比前一系统更加有效。但是，鉴于自
2005年以来已经有50万房屋得到了洪灾风险保护这一事
实，这一新系统取得的重大积极成果已经很明显了（英国
议会，2017年）。

新的洪水风险管理政策的持续成功及其对地表水管理的
关注似乎取决于国家和区域政府与地方当局就风险缓解
计划和自然洪水风险管理进行协调的能力。尽管对地方当
局在洪水风险战略实施方面的成果开展更多研究的做法
对于更好地理解其影响是必要的，但现在就做出以下表述
似乎是合理的，即这些放权作法的成功应伴以地方当局
预算和协调权力的增加，以及国家机构如环境署和英国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支持角色的强化。尽管所有地方
当局确实都要对洪灾的准备和应对负责，但他们需要必
要的人、财和技术能力才能应对这些新挑战。在资金仍然
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地方当局不得不疲于应付，以
实现人们对洪水风险管理的较高期望（Begg，Walker和
Kuhlicke，2015年；Penning-Rowsell和Johnson，2015
年）。此外，政策涉及的多项主体和责任也给政策实施的协
调带来了更多挑战（Begg，Walker和Kuhlicke，2015年）。

16.2.4 经济激励和免费基本供水服务补贴

水权包括个人和家庭用水的充足性、安全性、可接受性、物
理可获得性和经济适用性等方面的考量（联合国大会第A/
RES/64/292号决议，参见联合国大会，2010年）。2010年联
合国大会第A/RES/64/292号决议通过之后，越来越多的国
家正式承认了水权这一人权。据2014年的《全球卫生和饮
用水分析评估报告》显示，在94个国家中，已经有70个承认
了水权这一权利（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第14页）。

承认水权的宪法及立法必须有针对融资和预算问题的政
策工具的支持。这些工具非常重要，因为融资和预算问题
被认为是实现水权和卫生的一大障碍（de Albuquerque
和Roaf 2012）。各国通常面临成本回收和交易成本等问题

（Obani和Gupta，2016年，第679页）。补贴是以经济激励
方式实现水权的水定价努力的一部分。它经常被用于支撑
水和卫生服务的经济适用性，具体包括收入补助、交叉补
贴、阶梯式累进费率、返利式通用价格、基本用水免费等形
式（de Albuquerque和Roaf，2012年，第54、83页）。

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推动了人权方法的应用，同时使人们
得以将水作为人类共存所需要的一项经济商品看待——
尽管这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Obani和Gupta，2014年）。
水定价——如果高效的话——能够将供水的所有经济成本
纳入价格（Grafton，2017年，第30-31页），并凸显保障水
权不一定就要免费供水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品【OHCHR】，2010年，第11-12页）。而
且，水权要放在水的多种用途如确保粮食安全特别是家庭
层面的粮食安全这种广泛背景下进行考量。一般而言，人
类的水和卫生权利通常并没有考虑——例如——农业用水
需求和以贸易形式出现的虚拟水转移活动对富裕和贫困
使用者的不同影响（Obani和Gupta 2016年，第685页）。
因此，水权是由地方环境决定的。推广这一权利的意义间
接说明了水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联及因地方环境差异导
致的潜在不平等。

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和响应框架（第1.6节）下，本
政策方法主要是为实现安全和洁净饮用水这一目标确保
了一项基本条件。定价和补贴通常是在更广泛的治理框
架下运作的，而设定最低限度的水质要求及创建作为监
管者的机构等都是这个框架的内容（de Albuquerque和
Roaf，2012年）。南非的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是从宪法
上承认水权的一个较早案例，以二十多年的政策实践为人
们提供了深刻的洞见（参见表16.6）。此外，这个案例还说
明了在考虑地方水文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前提下利用经济
工具如阶梯式累进费率的必要性（von Hirschhausen等
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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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南非的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
2001年，南非政府发起了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

（FBWP）。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因缺少安全用水和
卫生服务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为该国人口提供享
受补贴的供水服务。这项政策主要以贫困人口为实施对
象，每月为每个家庭提供6,000升（6公升）的安全饮用 
水（水务和林业部【DWAF】，2002年，第7页）。通过基本服
务的提供，该政策甚至还致力于缓解南非这个曾经经历
过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国家的贫困现象。

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要求，任何旨在限制用水量的方
法都要确保基本用水的有效、免费供应。由于认识到市镇
之间存在差异这一事实，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还建议
根据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实施混合服务。这种服务包括手
压泵、公共水龙头、受监管水井和屋顶水箱等供水服务 

（水务和林业部，2002年）。此外，为满足同一市镇内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政府还实施了若干经济激励措施（参见
表16.5）。表16.6呈现的是我们对南非基本用水免费供
应政策下相关经济激励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的评估。

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是实施人类水权的第一步和重要
一步；利用一系列立法和政策工具，这项政策强化了水权
这一权利的重要性。市镇必须根据《市政系统法案》第74
节的规定实施一项费率体系。

这个体系反映的是“用户付费”的原则，因此超过基本供
应量的水耗将被收费（水务和林业部，2003年，第29页）。
计量是衡量或控制免费供应量的方法之一（水务和林业
部，2002年，第29页）。但是，每个家庭每月6,000升的供
水量备受争议（2007年，第5页）；水务和林业部承认，每
人每天25升水的供应量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可能并不够，
因而需要逐步增加。

政策实施的经济因素不可忽视，因为这个国家存在着高
度的地区及社会经济差异，而这可能会对公平产生影
响。就农村供水而言，成本回收率很低（供水和卫生计划

【WSP】，2011年）。城市供水实现了96%的覆盖率，但资
产维护并没有被赋予高优先性，因而未来有恶化的风险

（水资源和卫生规划，2011年）且可能对成本有效性产
生影响。

水务当局（即市政当局）的高效成本回收也伴随着公平问
题。成本回收问题对供水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德班之类
的地方，最低免费供应量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最大供应
量（Loftus，2006年）。对于扩大福利覆盖范围并解决成
本负担的地理分布不均问题，成本回收是必要的；只有这
样，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才不会沦为那些已经拥有基
础设施、因而可轻易从政策中受益地方的专享（Balfour
等人，2005年，第16页）。

选项1 
阶梯式累进费率

选项2 
定向信贷

选项3 
服务级别定向

描述 阶梯式累进费率适用于所有居
民消费者，其中第一阶梯即0-6
公升通常不收费。对于用水量低
于扶贫消费限额的人不征收任
何固定月费用。

对于被选为扶贫对象的所有消
费者，政府都会为其个人用水账
户充入足以支付其扶贫消费限额

（通常为每月6公升）的金额。

（流量低于扶贫消费限额）的限流
服务级别免费供应。高于扶贫消费
限额的则要支付正常水费，但因
历史原因服务级别较高的贫困消
费者除外。

定向方法 无定向（前6公升向所有家庭免
费）。但是，针对度假区的固定月
费用可能是必要的。

需要一个识别扶贫对象的体系。
通常，这个体系是基于贫困基准
指标（如家庭收入或家庭支出）
进行运作的。

定向是通过消费者（或某些情况
下由当局）选择服务级别的方式
进行的。

适用性 主要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城市市
镇。不适用于度假房产比例较高
的情形，除非其有固定月费用定
向补助。

可适用于大型市镇，但通常更适
合中小规模、主要为城市区域的
市镇。要求所有消费者都有计
量系统。

最适合主要为农村地区的市镇。

资料来源：水务和林业部（2002年，第27-29页）

表16.5：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的三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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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6：南非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经济激励的有效性评估

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水务和林业部（DWAF）表示，在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实施的前22个月，政策实施记
录非常好，特别是在城市区域。2007年，水务和林业部进一步表示，75%的人口获得了
免费基本用水，且其中大多数（69%）为贫困家庭。但是，这一成功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之间并不平衡，因为偏远、农村地区的供水一直都没有跟上。而且，有报告说， 
2012-2014年间，饮用水供应实际上减少了8%。

水务和林业部（2002年)； 
Muller（2008年，第79页）；水资源和
卫生规划 【WSP】（2011a，第2页）；水
资源和卫生部【DWS】（2014，第7页）

评估独立性 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FBWP）已接受水务和林业部、水资源研究委员会及其它相关
政府机构的内部评估，以及同行评审的科技及灰色文献的大范围评估。

水务和林业部（2002年）；Mehta和
Ntshona（2004年）；Balfour等人

（2005年）；Loftus（2006年）；水务
和林业部（2007年）；Loftus（2007
年）；Muller （2008年）；von 
Schnitzler（2008年）；Dugard（2008
年）；水资源和卫生规划 （2011a）； 
Naidoo 等人（2012年）；水资源和卫
生部（2014年）；南非统计局 （2016年）

关键主体 水务和林业部（现为水资源和卫生部【DWS】）是负责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监管的政
府机构。中央政府在这一放权过程中承担着监管者的角色。市政当局、水务委员会和
私人服务供应商都参与了地方实施。

水资源和卫生规划（2011a）

基线 政策实施之前，水权并没有得到认可。报道显示，2001年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启动
时，在南非4,480万人口中，“有500万人（11%）没有获得安全供水，另有650万人 

（15%）没有明确的基本服务级别”（水务和林业部 2003年，第1页）。

水务和林业部（2003年，第1页）

时间线 该政策是1994年后种族隔离时代民主化政治进程这一广泛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此
外，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在2000-2015年间千年发展目标的子目标7C下也实施和
监测过。

制约因素 干旱地区水源面临的自然约束对供水构成了挑战。该政策并没有对“贫困”家庭进行
定义，尽管其针对的正是这类用户。

Muller（2008年）；Naidoo等人 
（2012年）

促进因素 该政策的依据是是对水权进行宣示的《宪法》第27节，而1997年的《水服务法案》和
1998年的《国家水资源法案》则是其具体实施依据。此外，诸如2003年《水服务战略框
架》之类的监管框架也为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指导，同时还得益于服
务级别国家标准的补充（如水资源和卫生部，2017年）。在该政策下，各种经济工具被
用于解决源于种族隔离时代的、将供水与社会不平等捆绑在一起的那些问题。该政策
还是放权努力的一部分，因此可被视为广义治理变革的一部分。

Muller（2008年）；水资源和卫生部 
（2017年）

成本有效性 南非的人均供水投资相对较高（城市供水为人均385美元，农村供水为人均278美元）。
成本效益的不均衡性还体现在以下事实中，即就所有市镇而言，交叉补贴的可行性取
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消费者的财富水平和用户的类型和比率等。

水务和林业部（2007年）；水资源和卫
生规划（2011年）

公平性 根据一项研究，在2000年的南非，可归因于不安全饮用水和卫生问题的疾病负担据估
计造成了13,434人死亡，其中儿童的代表性偏高（Lewin等人，2007年）。该政策是致
力于解决这些健康后果的努力的第一步。但是，为回收供水服务成本而使用预付费水
表的作法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超出基本用水最高限额的部分对于一些家庭而言过
于昂贵。此外，使用家庭作为供水单位的作法也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非正式住区和
住宅后院的人群的需求。

Bond和Dugard（2008年）； 
McDonal（2008年）

共同效益 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按照设计会产生公共健康、福利和性别公平等方面的共同效
益。Mehta和Ntshona（2004年，第19页）报告了这方面的一些证据。但是，这方面的已
出版成果和数据在公有领域尚未发现。

水务和林业部（2002年）；Mehta和
Ntshona，2004年，第 19页

跨界问题 尽管南非确有若干跨境河流和含水层，但该政策仅限于国家目标及国内实施，对其它
滨水国家水权的行使似乎并没有直接或明确影响。

潜在改进 自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引进后，基本卫生服务免费供应政策也于2009年确立了。未
来，人们可就后者实施对前者产生的共同效益进行详细分析。成本有效性评估可将健
康成本纳入考量，并考虑基本卫生服务免费供应政策的效果。政策连贯性可通过一体
化方法进一步改善，从而改善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更加明确地聚焦于非正式
住区需求的作法能够改善政策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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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 采矿业的水资源可持续性自愿报告

采矿需要大量用水，因而对水资源造成了相当大的长期
和短期风险（Spitz和Trudinger，2008年）（请同时参见
第9.5.5节）。对于同时面临大规模和小规模采矿项目的
地方社区而言，采矿对水资源现有用户及其价值产生的
潜在影响是一项普遍关切。这种关切源于人们对那些曾
经（或将继续）对水资源造成污染或其它影响的糟糕体
验（如溪流的减少、地下水位的下降、河流改道、水质的
非预期变化等）。现在，政府、公司和社区都认识到了要
求采矿行业有效管理水资源相关风险的根本必要性（如
Norgate和Lovel，2006年；Rankin，2011年）。

可持续性报告方面的主要协议是全球报告倡议（GRI）。
作为政府、社区和公司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一个联合项目，
这项倡议始于1997年，旨在使可持续性报告成为公司报
告那样普遍和重要的报告。全球报告倡议的当前标准涵
盖一系列涉及社会、经济、环境和地方社区健康等方面的
广泛指标；根据设计，它不仅要能够为采矿行业所使用，
而且要能够为任何公司或组织所使用。对于公平问题，它
是通过就下列事项的报告——即能够影响到弱势群体的
管理方法、识别和接触地方利益相关方的手段、公司应
对其对地方社区产生的风险及影响的方法等事项的报
告——提供指导实现的。自2002年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
召开以来，全球采矿行业已通过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
要求其公司成员发布年度可持续性报告。

案例研究：澳大利亚采矿业的水资源核算框架

对矿山报告的水数据进行的早期研究发现，可持续性报
告的数据每年都在变化，且没有任何说明；不同矿山对 

“耗水量”和“回收利用量”之类术语的解读并不一致；水
质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解决等（Mudd，2008年；Northey
等人，2016年）。有鉴于此，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MCA）
开发了一个水资源核算框架（澳大利亚矿业理事
会，2012年）。这个框架允许人们对矿山的水平衡进行量
化，并通过可持续性报告对全球报告倡议要求报告的具
体指标进行报告。水资源核算框架是就矿山水资源管理
提供一致报告方面迈出的重大一步。澳大利亚矿业理事
会的49个成员公司代表着澳大利亚85%的采矿活动和
90%以上的矿物出口（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2017a）。

人们对公司责任日益增长的兴趣已成为可持续性报告的
一个强劲推动因素，采矿公司投资者和利益相关方及受
采矿活动影响的地方社区都就公司责任施加了压力。采
矿行业水资源风险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个别公司及其
矿山的技术能力问题。

例如，某一矿山可能并没有确保进行准确、及时可持续性
报告所需的监测活动、技术（特别是水平衡建模）能力和

报告体系。高效的水资源利用管理及其相关成本要求对
任何情形都进行监测；这意味着投资于上述体系对于矿
山是有益的，它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确保透明度并提高
声誉，同时将水资源相关风险降至最低。就成本有效性而
言，与不采取任何行动相比，开展可持续性报告获得的收
益可能是巨大的，如积极的投资情绪、获准在地方社区营
业的社会许可、水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运营陈本的降低、监
管机构对环境管理成功的认可等——正如澳大利亚矿业
理事会在其水资源核算框架商业理由陈述中表示的那样

（参见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2017b）。表16.7呈现的是
我们对澳大利亚采矿行业水资源核算框架开展的有效
性评估。

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纳可持续性报告这一作法是政策倡议
和方法取得了成功的一个标识。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和
现在的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都要求其成员报告用水情
况这一事实也证实了政策的成功。但是，水资源核算框架
和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的规程在以下四个方面仍然存
在缺陷，即：

i. 采矿活动中所使用水资源的水质问题；
ii. 潜在受影响水资源特别是水质和水量的详细监测与

全球报告倡议衡量指标之间的联系；
iii. 水资源监管要求与可持续性报告之间的联系；以及
iv. 改善水资源集水区和气候方面的数据，以便更好地

解读和理解采矿活动的用水问题及其对水资源造成
的风险。

此外，除少数学术研究外，可持续性报告中发布的水资源
数据和信息接受的正式评估非常少。随着全球报告倡议
向标准框架而非准则框架转变，现在，独立审计和保证不
仅更加突出，而且对负责任投资者、监管者和相关社区利
益相关方也非常重要。

政策在降低采矿行动对水资源影响方面的有效性基本上
尚未接受严格评估。但是，较高比例的澳大利亚采矿公司
都发布了体现水资源核算框架的可持续性报告这一事实
表明，这一方法作为一项管理工具是成功的。

16.3 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多边环境协定的联
系）

下列关于饮用水获取、卫生和取水状况的指标对用于管
理淡水资源且通过各种路径促进了人类健康改善的各种
政策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些指标入选的原因，是因为它们
对政策具有敏感性，同时还因为它们在当前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既定多边环境协议下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认可。
本章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分析，以呈现那些能够影响全球
饮用水、卫生和取水趋势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多样性相当
丰富，而我们的分析更凸显了政策组合在进一步实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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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描述 参考文献

成败 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公司采用可持续性报告，以及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MCA）和国
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ICMM）都要求其成员报告用水情况的事实，都预示了这一政策
方法的成功扩散。

Mudd（2008年）；Northey， 
Haque和Mudd（2013年）

评估独立性 随着全球报告倡议向标准框架而非准则框架转变，外部审计的开展正变得越来越频
繁，尽管这种审计的范围变动很大。目前，对水资源相关数据报告进行的正式评估非
常少。

Mudd（2008年）；Northey等人
（2016年）

关键主体 各采矿公司及其成员组成的协会、地方社区、相关利益相关方（如环境团体）、政府监
管者、财务利益相关方等。

Franks等人（2014年）

基线 没有正式的基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没有水资源相关报告可能是一个隐性基线。 Mudd（2008年）

时间线 可持续性报告进程及其报告的数据已经历了20年的演变。自2016年起，全球报告倡议
已成为一项正式标准，而非指导准则。

Mudd（2008年）；Northey，Haque
和Mudd（2013年）；Northey等人

（2016年）

制约因素 监测和记录水资源相关进程和影响的技术能力是公司和矿山面临的主要约束。 Mudd（2008年）；Northey，Haque
和Mudd（2013年）；Northey等人

（2016年）

促进因素 展现公司责任的兴趣越来越大、采矿公司投资者和股东及受采矿活动影响的社区施
加的压力都是促进因素。

Mudd（2008年）；Franks等人
（2014年）；MCA（2017a）

成本有效性 公司开展自我报告是合理的，这样可以规避项目延误的冲突、昂贵的诉讼和品牌损害
等。此外，良好的可持续性报告可赋予企业在地方社区进行经营所需的社会许可。

Mudd（2008年）；Franks等人
（2014年）

公平性 尽管可持续性报告在澳大利亚境内可能产生采矿公司、社区和政府之间的双赢局面，
但可持续性报告将如何影响世界其它地方的公平仍不得而知。

Franks等人（2014年）

共同效益 可持续性报告可为研究人员提供数据，从而推动特定金属和矿产整个生命周期成本
的量化、惠及程序可持续性的创新、以及新采矿技术对水资源影响的评估等。

澳大利亚矿业理事会（2017a）

跨界问题 标准化可持续性报告的全球采用可改善采矿业水资源相关问题的跨国管理。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2017年）

潜在改进 人们应对公司的水资源相关可持续性报告进行详细研究，以评估其范围、质量和有效
性。水资源核算框架和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的规程都存在重大缺陷。水资源相关数
据集中后构成的在线数据库可提高水资源数据的可用性并改善透明度。

Mudd（2008年）；Northey，Haque
和Mudd（2013年）；Northey等人

（2016年）

表16.7：澳大利亚采矿行业水资源核算框架的有效性评估

持续发展目标之类的全球目标及推动其在地方层面实施
方面的重要性。

16.3.1 指标1 ：使用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比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1.1为全球范围内使用安全管理的
饮用水服务、以支持公众健康的人口比率。“安全管理”指
水来自户内经改善后的水源、需要时即可获得且没有粪便
和重点化学污染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UNICEF】，2017年）。其中，“经改善后的水源”（千年发
展目标的指标之一）包括雨水、利用管网输送且通过水龙
头、竖立式水塔、钻孔、水井或泉眼取用或经过包装或运送

的水等。“饮用水服务”涉及被家庭用于饮用、做饭、个
人卫生及其它家庭用途的主要水源的可进入性、可获
得性和质量（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
年）。重点化学污染则因国而异，但砷和氟化物因其对
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而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为属于重
点污染物。

范围和评估
2000-2015年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WHO/UNICEF）共同发起的供水和卫生联合监测项
目（JMP）采用二分法，将饮用水源分成了经改善的饮
用水源和未经改善的饮用水源两类，作为其监测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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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饮用水源的一个指标。为了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
标6.1进行监测，该联合监测项目对该指标进行了深入开
发，以便对服务级别进行进一步细分并对供水的安全管理
状况进行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
年）。因此，联合监测项目饮用水服务等级进行了相应的更
新，新增了“安全管理”这一最高级别（表16.8）。

根据联合监测项目的报告，1990-2015年间，全球共有26亿
人获得了经改善的饮用水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
生组织，2015年）（图16.2）。这一成就将全球范围内能够在
户内利用管道供水服务的人口比率提升到了75%左右。

政策相关性
本指标是千年发展目标指标7.8（使用经改善饮用水源的
人口比率）的修改，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1直接相
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1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实
现人人都能够普遍、公平地享有安全、经济适用的饮用水
这一目标。本指标还与旨在应对水资源和人类健康问题的
全球长期政策努力相关，包括1999年《关于水和健康的议
定书》之类的多边环境协议。

因果关系
面向水治理的逐步转变大体上可归因于安全饮用水服务方
式的变化。实体基础设施的安装是安全供水领域最初的干

预措施。例如，以管道供水为目的的水务升级通常可减少微
生物污染，从而提高水源地和家庭储水的水质（Shields等
人，2015年）。尽管卫生部门仍在使用技术解决方案（供水
和卫生计划，2011b），但参与式方法的使用正在增加，并购
成了对技术解决方案的补充（请同时参见第16.2.2节）。例
如，在印度，以安全供水为目的的国家水务政策就采用了社
会技术方法（Khurana和Sen，2008年）。

国家层面的目标设定似乎也能推动拥有安全饮用水人口
规模的扩大。在近期对97个国家供水状况进行的一项评
估中，约一半国家已经将普遍供水确立为1980-2013年
间应予实现的一项目标或正在为这一目标努力（Luh等
人，2017年）。2012年，关于安全饮用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已将需要供水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从而提前3年实现
了相应目标。提前实现这一目标后，一些国家在可持续发
展目标这些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激励下又设定了更高的
国别目标。因此，拥有相应能力的国家可能有望实现更加
宏伟的目标，从而使其安全供水覆盖率高于那些没有设定
这类国别目标的国家（Luh等人，2017年）。

其它影响因素
普遍供水不仅受水文因素——如可能会加剧缺水程度的
降雨量——及水相关危害如微生物污染的影响，而且还受
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印度这样的高速发展国家，水污染和
水的过度利用与工业化和农业扩张有关，而工业化和农业
扩张又会进一步影响水质（Khurana和Sen，2008年）。人
口增长速度也会对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覆盖率造成挑战，
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大洋洲地区（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

水质问题相关意识或理解的缺失可能会影响所有国
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饮用水服务的安
全。在孟加拉，尽管管井的使用已经增加，但水质检测并
不普遍（Fischer，2017年）。这导致了人们对微生物和非
微生物污染物造成的健康风险知之甚少，而这可能对公
共健康产生严重影响。例如，20世纪70年代采取的、旨在
减少地表水微生物疾病健康影响的措施导致了管井的
广泛应用，但管井本身就是无机砷含量较高的一种水源

（Flanagan，Johnston和Zheng，2012年）。利用这种水
源作为饮用水的人群出现了从皮肤损害到癌症再到认知
影响的严重健康后果（Abdul等人，2015年），导致了污名
化及其它严重社会影响（Kabir等人，2015年）。

潜在替代指标
作为本指标的一个替代指标，人们可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
口按财富分成五等份，然后对他们在安全饮用水方面的差
异进行比较分析，以了解人群得益于安全管理饮用水服
务的状况。1995-2012年间，联合监测项目已经就这一替
代指标进行了跟踪研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
织，2015年），但这项研究仍可得益于全面数据的提供和
严格报告的实施。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这一文献改编

表16.8：联合监测项目饮用水服务等级

安全管理
的服务

服务等级 定义

基本服务

有限服务

未经改善的
服务

无服务

饮用水来自经改善的水源，但来回取水
包括排队时间不超过��分钟。

饮用水来自经改善的水源，但来回取水
包括排队时间超过��分钟。

饮用水来自未经保护的凿井或泉水。

饮用水直接取自河流、大坝、湖泊、
池塘、溪流、运河或灌溉渠道。

饮用水来自位于现场经改善的水源、需要
时即可获得且没有粪便和重点化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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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这一文献改编

图16.2：1990-2015年间按饮用水源分类统计的全球人口变化情况（10亿）

16.3.2 指标2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服务包括使用肥皂和水洗手
的设施的人口比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6.2.1指利用安全管理的卫生服
务包使用肥皂和水洗手设施的人口比率。其中，“安全管
理”的定义是指拥有“不与其他家庭共享且排泄物被就地
安全处理或被运走异地处理的、经改善的卫生设施”的情形

（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第1页）。

范围和评估
根据联合监测项目，卫生服务的等级分为安全管理的服
务、基本服务、有限服务、未经改善的服务、无服务等级别。
这些服务等级聚焦的是排泄物是否被分开且安全处理，以
避免人类接触。此外，它们还聚焦于卫生设施是共享的、还
是私人的这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

图示
在减少没有安全卫生服务的人口这一指标方面，全球已
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如图16.3所示，2000-2015年间，全球
范围内露天排便的人数从12.29亿减少到了8.92亿，这意
味每年平均减少了2,200万。此外，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和大洋洲地区外，其它所有地区在这一指标上也取得
了进展。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

中亚和南亚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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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2000-2015年间按区域分类统计的露天排便人口
比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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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世界各国在这一指标方面的进展
速度。尽管14个国家已经显示了足以使其到2030年实现
普遍基本卫生服务的充分进展，但大多数国家要么仍需加
速努力，要么需要扭转尚未享受安全卫生服务人口数量在
增加的消极趋势（图16.4）。 

政策相关性
使用安全管理的卫生服务的人口比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子体目标6.2直接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2是
指“到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充分、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服务这一目标，消除露天排便行为，并特别注意妇
女和女童及弱势群体的需求”（联合国，2018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指标6.2.1加深了人们对这些关系的认可，推
动了旨在应对水和卫生问题的全球持续努力，包括作为本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身的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世界可持续
发展峰会的实施计划。

因果关系
经改善的供水和卫生服务是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SH）相关干预措施最重要的指标。政策干预旨在提
供并维护水井、水运输和配送网络和水处理设施之类的基
础设施（Hunt，2011年）。水质干预和个人卫生如洗手行为
的倡导在疾病预防方面也很有效（Peletz等人，2013年）。

世界上许多地方都积极实施了社区主导的总卫生运动
（CLTS），以增加使用经改善卫生服务的人数。社区主导

的总卫生运动是发展中国家用于解决农村地区露天排便
问题的一项主要政策（Bateman和Engel，2017年）。这项
运动的发展非常迅速；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有60个国家
开展了这项运动（Crocker等人，2017年）。社区主导的总

图16.4：2015年至少有5%人口没有基本卫生服务的国家在实现普遍基本卫生服务（2000-2015年）这一目标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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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HO and UNICEF (2017).

卫生运动是一项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方法；社区层面的意识
提升活动也是其内容之一。

社区主导的总卫生运动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其看似较
低的成本——尽管考察其真正成本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 Crocker等人，2017年）。

其它影响因素
和安全饮用水服务的获取一样，卫生也是全球抱负的焦点
之一，正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反映的那样。但是，与其试图对
全球层面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状况及预防性健康
干预措施进行评估，倒不如将相关政策权力下放，以便更
好地了解那些能够在地方背景下推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状况的因素——这样做反而更有效（Whittington等
人，2012年）。

潜在替代指标
坑厕卫生措施和地下水使用的同步出现使人们越来越担
心饮用水污染对人类健康产生的潜在影响。为评估卫生服
务将排泄物与人类接触斩断的卫生效果，人们不仅要评估
卫生服务的提供，还要对任何二次或连锁反应纳入考量。
基于一体化数据识别和缓解风险的指标可能是有益的；供
水和坑厕的测绘及对关键地下水污染指标进行监测据说
是有效的（Back等人，2018年）。

16.3.3 指标3：水压力大小：淡水取水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率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6.4.2指水压力大小（以淡水取水
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率衡量）。取水量可定义为从河流
或含水层抽取并用于农业、工业和家庭用途的淡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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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农业用水占全球
取水量的大部，从而凸显了水和粮食的关系对人类生计、
营养、公共健康和福祉产生影响的一个主要方面（参见第
4.4.3节和第9.8.2节）。农业取水被用于灌溉、牲畜和水产
养殖等目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具体而
言，灌溉占用了人类总取水量的大部分（67%）（联合国世
界水评估计划【WWAP】，2016年）。

范围和评估
取水量发展趋势说明了人类淡水使用是如何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在全球层面，过去一个世纪的取水量
是不断增加的（图16.5）。取水量的变化说明了灌溉用水
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的。在全球范围内，一国农
业取水量占其总取水量的比率会因气候和农业活动重点
之类的因素而发生变化（图16.6）。大坝的建设加剧了人
类用水及湖泊或水库之类储存水的蒸发现象。但是，这类

图16.6：农业总取水量所占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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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这一文献改编

图16.5：1900-2010年间按部门分类统计的全球取水量发
展趋势（km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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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量目前并没有反映在本节讨论的指标中（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2016年）。 

政策相关性
本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4直接相关。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4规定，到2030年，要大幅提高所有
部门的用水效率，确保取水和淡水供应的可持续性，以解
决缺水问题，同时大幅减少为缺水问题所困的人数。关于
水量的担忧在全球政策及众多多边环境协议中被反复提
及。这些协议包括1977年的《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1992
年《关于水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都柏林声明》、1997年的《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联合国水道公约》）、1992
年的《保护和使用越境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联合国欧
洲经济委员会水资源公约》）、国际法委员会2008年的《跨
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等。此外，本指标还要求人们关注农
业用水与工业、家庭和生态系统需求用水之间的平衡；旨

资料来源：Wada，van Beek和Bierkens（2012年，第14页）

图16.7：全球农作物用水总需求的历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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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倡导一体化水资源管理（IWRM）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子目标6.5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因果关系
补贴是灌溉农业扩张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完全的成
本回收现象在发达国家极少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人们
成立了水资源用户协会，以减少补贴的使用并对用水
行为进行收费。但是，这种收费并不足以收回全部成本

（Toan，2016年）。因此，灌溉用水的价格破坏了供水
成本，造成了对环境影响的无视。因此，有人建议“污染
者付费”原则应适用于灌溉用水价格（Howarth，2009
年）。

尽管灌溉领域过去进行过大规模公共投资，但这种规模
的投资未来已无可能。相反，参与式灌溉管理和灌溉管
理移交正在提供地方投资且被证明非常受欢迎（Turral
等人，2010年）。

目前，地下水正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农业目的（图16.7）。 
私人地下水井和地下水抽取已成为印度的主要灌溉
方法，且在中国、巴基斯坦和泰国之类的其它发展中
国家广泛使用（Turral等人，2010年）。在这方面，水和
能源的联系非常明显，因为更廉价的抽水技术和更容
易获得的能源推动了水的开采，且通常是在个人层面

（Shah，2014年）。但是，地下水的治理特别是跨境含
水层的治理尚未确立（Albrecht等人，2017年）。此外，
人们还报道过旨在提高灌溉效率的努力没有减少地
下水的使用、反而导致了相反结果的现象（Pfeiffer和
Lin，2014年）。

其它影响因素
Molden等（2010年）表示，与旨在影响农民行为的定价
方式相比，以分配为重点的供水管理能够对用水效率产
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在大规模河流体系中，通过水坝进
行供水管理可能导致灌溉活动的增加：在受水坝影响的
集水区，每单位水开展的经济活动是不受水坝影响集水
区的26倍（Nilsson等人，2005年）。

潜在替代指标
Vörösmarty等（2010年）对全球层面人类水资源安全
与生物多样性威胁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进行了考察。这
些复杂因素的一个指标不仅显示了这种互动方式对取
水量的影响，而且还显示了对下游和生态系统的影响，
超出了满足农业产出的用水需求这一范畴。替代指标
可使人们了解地方层面的缺水状况。鉴于缺水是在地方
层面发生的，因此替代指标可反映国家内部缺水问题的
空间变化。目前，一些新的理念和方法正在出现。例如，
世界资源研究所渡槽水风险地图就为众多用户包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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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和公司提供了详细数据（https://www.wri.org/our-
work/project/aqueduct）。

16.4 讨论和结论

各种政策方法表明，水量和水质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都
有严重影响，且这种互动是由多个部门的变革推动的。现
在，治理领域越来越向非国家主体如私营部门和公民团体
开放。因此，决策必须充分考虑一系列部门和主体，以确保
驱动力和压力等因素（参见第2张和第9章）以一体化方式
得到应对且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也得到考量。实现政策
的连贯性和协同效应是淡水与其它部门之间耦合互动的
重要特征。政策干预应妥善设计，以超越纯粹的技术限制。
这样做并不是要削弱建设水井、便坑和水坝之类基础设施
的重要性，而是说，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应放在政策组合
的复杂体系下并在牢记政策连贯性的前提下进行。在一些
案例研究中，人们已经实施了公共参与和利益相关方接
触。但是，政策效益和负担的分配方式应予改善，以解决公
平和环境正义之类的问题。

本章考察的治理方法和政策类型并不是从非金钱价值
的角度接受评估的。在进行经济评估的情况下，权衡取
舍通常都会体现在金钱上，因而通常会忽略对人类健康

（Grellier等人，2017年）或生态系统的影响。政策对健康
的消极影响通常集中体现在自然危害或传染性疾病方面，

而对于政策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共同效益，人们则往往
很少加以利用。

通过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人们可寻求制定真正有
效的政策。但是，水资源治理领域的放权不一定就会导
致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改善，正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灾害
风险减降政策证明的那样（参见第16.2.3节）。能力建设
和长期的意识提升努力及知识运用对于推动利益相关
方的有效参与也是必需的。

对门槛值和基线状况进行监测是政策实施并确保其总
体有效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基线状况应在实施之
前就予以确定并在实施之后进行监测；因果关系应予
假设和检验；反事实思维应用于规避因令人困惑的各
种因素导致的政策有效性的错误归因（Ferraro，2009
年）。对安全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处理尤应如此。

本章案例研究的选择是在许多要求的指导下进行的，
而案例必须是同行评审文献深入描述过的更是一个特
别要求。因此，本章案例大部分都来自发达经济体。发
达经济体通常拥有开展实验和创新所需的资源和架
构；因此，他们的经验教训不一定适用于全球。相反，
人们应以谨慎方式逐案考虑问题，特别是在问题有其
特定背景的情况下（Ingram，2013年；Mukhtarov等
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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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地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要求所有能源系统的政策和技
术干预措施能够为人们带来燃料方面的多重选择，并
针对燃料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能源系统在每一阶段以
系统方式对资源产生影响的方式发力（不完全证实）。 
{17.5.1；17.5.2}

应对这些挑战的机制包括碳定价（限量管制与交易系
统、碳税及燃料税和各种可再生能源补贴之类的其它
经济工具）、监管方法（能效标准、指挥和控制、强制关
闭旧厂等）、信息宣传项目（应对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
问题）、行政或政治障碍的应对（如通过国际合作等） 

（不完全证实）。{17.5.3}

供给去碳化和需求效率改善是已经得到成功应用的
两项关键政策要素（充分证实）。但是，这些政策要素
的应用规模必须迅速放大，同时还应逐步引入新的政
策。{17.5.4}

全球经济目前主要是以线性模式进行运作的，即开采
资源，然后通过制造业将其转化为产品，最后对产品进
行处置这一模式（充分证实）。{17.6.1}

过去20年，自然资源的使用迅速增加，而全球资源供
应链也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导致了环境压力和影响的
日益增大（充分证实）。{17.6.1}

全球需要向以资源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和人类福祉、同
时又减少环境压力和影响的循环经济转变（不完全证
实）。这将在温室气体减少和浪费及污染的最小化方面
产生巨大的共同效益。{17.6.2}

循环经济是工业过程和经济活动的一种系统方法，它
能够使资源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维持其最高价值（充
分证实）。减少并重新思考资源使用、同时追求所使用
资源和产品的寿命、可再生性、可再用性、可修复性、可
替代性和可升级性，是实施循环经济的主要考量。

资源效率有助于提高经济韧性，而这是通过提高初级
原材料供应的安全性、利用再制造和回收方式堵塞资
源漏洞、从而降低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有毒物质在生
态系统中累积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方面的压力这一方
式实现的（充分证实）。{17.6.2}

资源效率通常不会自动出现，它需要设计良好的政策
进行推动。这些政策必须有利于生产和消费体系及基
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不完全证实）。{17.6.4}

气候变化产生的物理、社会、经济和健康影响，特别是
对最弱势群体的影响，迫切需要采用系统、多维和变革
性质的适应性方法解决（不完全证实）。气候变化适应
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所有地区和部门在多个时间和
地理维度上都将其付诸实施。它必须将人类—环境系
统中那些复杂的互动要素及该系统的反馈机制纳入考
量。{17.3.1}

沿海城市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气候适应活
动通常被分为“保护”、“适应”和“退却”等类型（不完全
证实）。适应活动要应对多重缓发和快发危害，如海岸
侵蚀、海平面上升、热带龙卷风、洪水、旱灾等。沿海城
市的气候适应能力仍然不足，未来风险可能会增加。目
前，许多地势较低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洪灾和
海岸侵蚀加剧的问题；长期来看，这些地方可能会变得
不适宜居住。{17.3.1}

针对气候适应所采取的变革式方法需要应对受气候变
化影响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风险驱动因素和
脆弱性背后的因素，减少不平等现象，进行性别赋能，
并打造韧性和适应能力（不完全证实）。{17.3.3}

农业粮食系统应对大量的环境外部效应负责，包括温
室气体排放；从能源角度看，农业食品系统的效率非常
低下（充分证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人们采
取紧急行动，以减少农业食品系统的环境足迹并提高
其总体效率。{17.4.1}

农业应对粮食生产相关的大部分环境后果负责（充分
证实）。应对这一问题的两项广义政策方法分别为：（1
）通过“污染者付费”原则将消极的环境外部效应的成
本纳入市场价格；（2）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方式激
励农民将消极的环境外部效应降至最低或创造积极
的环境外部效应——这一方法可视为“受益者付费”原
则。{17.4.2}

如果全球的饮食趋势不改变，粮食系统的排放增长可
能意味着根据《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地球变暖幅度控制
在2℃以下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完全证实）。这
一领域的大多数环境政策都以解决粮食生产的可持续
发展问题为导向，而对粮食浪费和消费问题的关注则
相对较少。目前，一些政府已经引进了一些经济政策措
施，以鼓励环境敏感性耕作行为。此外，一些新出现的
迹象表明，人们正在将可持续性标准纳入饮食指南，以
说服消费者调整其消费模式，从而实现营养结果的优
化同时减少环境负担。{17.4.3；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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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降低资源需求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系统、产品
和服务设计是循环经济诞生的关键（无定论）。此外，旨
在对消费者进行赋能的跨部门跨学科协作也是一大关
键。{17.6.4}

如能同时实施资源效率、温室气体减降和浪费最小化政
策，那么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与全球环境退化和资源利用
脱钩将成为可能（无定论）。{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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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跨领域政策问题和系统性变革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认了各国政府“为推动世界走
向可持续、有韧性发展道路而采取大胆、变革性质的步
骤”的决心。但是，这一变革的实现需要人们在社会、经济
和环境维度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跨领域可持续发展政
策方面进行迫切而剧烈的变革。

本报告第4章明确了12个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相当紧迫的
跨领域问题，即健康、环境灾害、性别、教育、城市化、气候
变化、极地地区和山脉、化学品、废弃物和废水、资源利
用、能源和粮食系统问题。基于与主要经济、社会和环境
系统之间的联系，本章从这12个跨领域问题中选择了四
个——即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和资源利用问题——进行
了深入分析。

本章评估了环境政策在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跨领域挑战
方面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本章探讨了使社会经济系
统适应气候变化、创建可持续农业和粮食生产体系、实现
能源系统的去碳化、创建循环经济等重大挑战。当今世界
面临的迫切环境挑战是涉及多个政策领域的、根深蒂固
的社会经济系统产生的结果。如果人类的需求要在地球
界限内得到满足，那么这些系统的运作方式必须进行转
型，如此才能减少生物物理资源的使用并实现公平的社
会成果（Raworth，2012年；O’Neill等人，2018年）。系统
转型对一些团体而言可能会非常有挑战性，但也将为其
提供众多效益和机会。其中，一些机会短期内即可显现，
一些则要长期才能实现。为实现这种转型并获得广泛支
持，人们必须对这些机会和挑战进行清晰明确的宣传，并
将那些受影响团体和部门的期望纳入考量，同时为那些
因变革而发生错位或遭受不利分配影响的人提供补偿、
赋予新工具或授予新技能。

17.1.1 安全运作空间

推动全球系统转向可持续、有韧性的发展道路是一项重
大挑战，既往政策遗留、知识体系和文化规范是其原因之
一（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亚洲开发银行【ADB】
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年），而政策领域涉及众多议
题和主体所导致的内在复杂性也是其原因之一。比如，气
候变化就被人们描述为“一个恶劣的政策问题”，因为其
解决方案需要政府之间的高度合作及涉及许多经济主体
的政策措施的实施（Garnaut，2008年）。

在人类纪，跨领域政策挑战必须面对地球系统的生物物
理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性这一
问题（Liu等人，2007；Biermann，2014年；Young，2017
年）。在这个新时代，环境政策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不超
越地球界限的前提下满足人类需求，同时又使人类保持
在安全运作空间内（Rockström等人，2009年）。为实现

这一目标，生物物理资源的使用必须急剧减少，而物理和
社会供给体系也必须进行转型，将资源利用与公平的社
会进程和结果结合起来（Raworth，2012年；O’Neill等
人，2018年）。

在实施转型的过程中，政策制定必须有战略性、协调性并
以实现明确愿景为目标——这点至关重要。旨在应对系
统性、跨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单一方面的环境政策是
不可能实现将地球社会生态系统推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所
必需的变革的。比如，旨在减少某一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
孤立政策可能会导致反向激励，使生产转向另一不受监
管的产品，从而导致净减排量或整个经济体的减排量为
零（Yang等人，2012年；vanden Bergh等人，2015年）。
这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一般性法规优于“选择胜者”的技术
特定政策的原因所在。因此，人们必须以整体方式处理跨
领域的环境问题，而政策干预的实施则必须以促进整个
系统的转型包括变革集体行为和改变不可持续的社会实
践和规范为目标。

但是，设定变革社会经济或社会技术系统这样宏伟但必
要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环境政策必需
是包罗万象的。对于追求明确的总体愿景的转型政策而
言，适用于宏观、中观和微观某一层面的环境政策即可使
其获得实际运作效果。在某些政策背景下，能够形成创新
的小规模针对性干预比泛泛的政策更为有效。从这一角
度说，推动特定技术或社会创新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其合
理性的。有证据表明，一些社会生态系统的转型可从小范
围内的变革开始，然后导致技术及其它方面的创新，最后
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资源利用模式（Doyon，2018年）。
尽管一个系统的小变革可能会迅速导致临界点的产生并
导致整个系统的转型，但其它系统则可能更加根深蒂固
和稳健，无法轻易转向可持续模式。因此，打破这种路径
依赖需要涉及多个层面的一整套政策和方法。.

17.2 主要参与者、政策和治理方法

全球化导致了复杂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出现；这种系统
的运行方式是不可预测的，且可能导致非线性变革。这意
味着，政策制定和实施是在不确定状态下进行的，而能够
灵敏应对迅猛、不可预期变革的环境治理的溢价正在不
断攀升（Young，2017年）。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在实现社
会经济系统成功转型方面仍然扮演着主要角色。在环境
问题的应对方面，政府仍有能力采取从指挥和控制类监
管措施一直到市场化措施的一系列政策。许多例子表明，
政府的决定性干预已经产生了重大环境效益，并促成了
现有系统的转型（如臭氧消耗物质的逐步退出、海洋环境
中船舶油料污染的控制等）。

但是，传统治理方法有时——包括需要发生转型变革的情
形——也有其局限性。社会生态系统在其组成要素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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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互动方式等方面正变得日益复杂，因此人们有时无
法事先预测政策措施将产生何种效果（Young，2017年）。
因为这一原因，在应对需要全系统变革的跨领域挑战时，
政府必须有从事 “边做边学”这种反思和实验性质的活
动包括旨在检测各种方法可行性的监管实验的意愿（如
Ostrom等人，2007年；Dryzek，2014年）。

通过下列方式，这种“转型学习”过程（亚太经济社会委员
会、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8年）可推动
实验的开展，从而促进创新：

i. 为社区创造并凸显相应机会，以可持续的方式来迎
接全新的愿景，以满足人类需求；

ii. 推动那些能够提供更具可持续性资源和服务的新主
体参与；

iii. 以透明方式推动当前不可持续架构逐步退出。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扮演重要角色，但是，由于发生作
用的、更广泛因素的存在，实现“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
的（Ostrom，1990年）。围绕共享价值观和建立公正、可
持续系统的愿景进行社会动员是这一过程的关键。

17.2.1 跨领域问题政策有效性的评估

基于我们对环境政策制定的理解不断加深这一事实，对
作用于跨领域问题及其系统推动因素的环境政策进行有
效性评估已经具备了可能性。这种评估不仅涉及政策在
实现特定目标方面的即期或短期表现，而且还涉及政策
推动系统转型的潜力。在这方面，评估有两项关键标准，
即政策目标和转型结果。

本章针对4项跨领域、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挑战（即4个系
统）提出了以下问题：

i. 该系统最需要的迫切变革是什么？ 
ii. 该系统的哪些要素是政策致力于改变的？ 
iii.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的

效果如何？
iv. 所探讨政策方法的转型潜力如何？

在开展这种评估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具体案例研究对4
项可持续性挑战进行了考察。这些案例研究说明了不同
背景下的政策应对措施，并凸显了政策设计和实施方面
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对政策敏感指标进行考察，本章还
就跨领域的环境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更为广泛的深刻
见解。

17.3 变革社会经济系统，以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
复原力

气候变化适应是沿海城市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
大严重问题，这些区域正是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风险因海
平面上升而显著加剧的地方。与海平面上升这一问题同时
存在的，还有沿海地区人口和基础设施密集、低洼地区城
市化迅猛且通常缺乏规划、生态系统丧失和环境退化、自
然资源管理不可持续、当前适应能力缺失等问题。

气候变化适应需要应对自然和人类两大系统。海滩、湿地
和珊瑚礁之类的自然系统需要通过维持沿海生态系统和
过程、防止海岸侵蚀和洪灾等方式予以保护。人类生态系
统——如居住区、工业、基础设施、农业、渔业、旅游、休闲
和健康等系统——则需要予以强化，以提高其气候韧性。
适应战略承认了保护最弱势群体包括土著民族、妇女、儿
童、残疾人和经济弱势群体的特殊重要性。

17.3.1 该系统最需要的迫切变革是什么？

气候变化的影响因地理位置、部门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
不同。它对贫困、弱势群体及受灾人群的生活、生计和心
理健康影响特别大（Davis，2015年；Dankelman，2016
年）。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是与气温胁迫和极端事件相关
健康风险的增加——这些事件会导致伤亡增加、国内外
流离失所、基础设施和经济损失及破坏等后果（Watts等
人，2015年；Grimmins等人，2016年；国内流离失所监测
中心【IDMC】和挪威难民委员会，2017年）。气候变化的
次要健康影响是通过环境进行调节的，它包括媒介、水和
食物传播的气候敏感型疾病相关风险的增加。气候变化
的第三类影响是通过社会调节的，主要包括迁徙和冲突
等（Watts等人，2015年）。这要求人们采取适应性应对方
法，以保护、维持和促进人类健康和福祉。

该系统的哪些要素是政策致力于改变的？ 
沿海城市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海平面上升问题相关适应
活动致力于应对其在下列气候变化影响面前的脆弱性：沿
海侵蚀、海平面上升、洪灾和极端事件。

这些活动通常被分为“保护”“适应”或“退却”等类型：

v	通过建设更高的海堤、改善土地利用管理、制定新的建
筑准则以改善居所和基础设施、减轻海岸侵蚀等方式
保护人类及其财产；

v	通过变革当前行为以提高其在海平面上升问题面前的
韧性、改善基础设施以增大水体和湿地的吸纳能力、调
节水流、引进保险等方式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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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通过放弃高风险区域、重新安置这些区域的人口等方
式主动退却。

沿海城市的气候适应活动仍然不足，这可能导致未来风险
的加大。旨在保护现有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努力通常会导致
高风险区域内更多开发活动的进行，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风险的累积（Hallegatte等人，2013年）。气候适应项目在
应对缓慢或和快速发生的风险如洪灾、旱灾、热带龙卷风
和海平面上升方面并不是很有效。气候适应活动通常是
通过农业、健康和灾害管理之类的部门项目实施的，而非
针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这对人权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
在获取资产、机会、意见表达和参与或歧视等方面持续存
在不平等现象，意味着贫困和弱势群体缺乏适应能力，因
而在气候危害面前高度敏感且面临着过大的风险（联合
国，2016年）。

一些地势低洼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洪
涝灾害和显著的海岸侵蚀现象。人们预计，这些地方最终
将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而受影响的人口将不得不流离
失所，被迁徙到其它地方或国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迁
徙对他们的健康和福祉造成的影响（Schwerdtle，Bowen
和McMichael，2018年）。因此，政策应对措施必须强化
健康体系，使其具有气候韧性，同时又对移民具有包容性

（Schwerdtle，Bowen和McMichael，2018年）。此外，这
些措施还应与其它政策如边境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及社会
保障和人权保护相结合。

17.3.2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
如何？

可持续发展目标13承认气候变化为重大问题，并呼吁采
取提高韧性和适应能力、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策和规

划、开展教育活动、实施能力建设等紧急行动。2015年关
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致力于强化各国应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能力并为发展中国家和最脆弱国家的行动提供支
持。在《巴黎协议》相关战略和机制下提供的支持包括气候
适应基金、技术转让和气候保险等。

全球每年关于气候问题的融资平均为4,100亿美元
（Buchner等人，2017年）。但是，这些资金中有93%被用

于气候缓解，仅有不到5%（220亿美元）被用于气候适应
（Buchner等人，2017年）。深入考察气候适应融资会发

现，被用于海岸保护、沿海基础设施和灾害风险管理的资
金不到40亿美元（Buchner等人，2017年）。如果沿海城市
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能力要加强的话，这些正
是最需要强化的领域（图17.1）。

通过《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联合国减灾办公室，2015
年），联合国减灾办公室（UNISDR）承认了将灾害风险减降

（DRR）和灾害适应更好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因为气候
变化加剧了灾害的严重性、强度和频率。目前，人们正根据

《2030年议程》《巴黎协议》和《仙台框架》开发更加有力、
更具连贯性的行动（联合国减灾办公室，2017年）。但是，
这一领域的重点已从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应对转为降低灾
害风险并实现其在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化。

通过早期预警系统的运用和灾害准备及规划的改善，人
们已经大幅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的挑战在
于，受灾害影响的人数及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继续
增加（联合国减灾办公室，2017年）。由联合国人居署协调
的新城市议程（联合国人居署，2016年）是可持续城市化
领域的一个全球性框架，其宗旨为“使城市和人类住区更
加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性”。 人们清楚地认识到，
城市——特别是海岸线上的城市——正是一些最脆弱地

资料来源：Buchner等人，2017年

图17.1：气候适应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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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基础设施的所在地（世界银行，2013年）。在可持续发
展教育全球行动计划（GAP）的框架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同时还实施了气候
变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其中，气候变化
教育的内容涉及气候变化科学、气候变化的社会和人类方
面、政策应对措施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2010年）。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干预措施若在可持续发
展和气候变化方面将重点聚焦于针对本地的、可操作性强
的地方，特别是可以通过个人行为解决的方面，则其干预
措施将是最有效的（Anderson，2013年）。

太平洋气候变化适应计划（PACC）是太平洋地区第一个重
大气候变化适应倡议，它是14个太平洋岛国一些主要区
域和国家机构及社区之间的一个伙伴计划。这个计划是由
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SPREP）负责协调的。针对
这个计划开展的一项评估呼吁人们采取更加一体化的气
候变化和灾害应对方法及气候变化缓解方法，并改善相关
信息和数据的管理（Hay，2009年）。与气候相关的移民及
迁徙政策目前才刚刚兴起。但是，全球已经出现了致力于
将迁徙与边境保护、生计、社会保障和人权保护结合起来
的政策框架，如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和
南森倡议保护议程（2015年）制定的框架，但地方层面的
实施仍然很少。

17.3.3 所探讨政策方法的转型潜力如何？

专栏17.1展示的政策方法和案例研究强调了需要更好地
识别气候适应治理方法，以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及因气候变
化影响而造成的各种影响，以及根据其复杂的脆弱性因素

打造韧性和适应能力的必要性。适应治理方法是指在管
理相关社会、政治和行政主体的过程中形成的治理模式

（Huitema等人，2016年）。成功的适应需要考虑有效
性、效率、公平和合法性，以保证在不确定的未来中发
展路径的可持续性（Adger，Arnell和Tompkins，2005
年）。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气候变化适应的转型方法应该
是能够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具有变革当前气候适应
治理方式的潜力且以提高韧性和可持续性为目的的
方法。它应该是一种具有调节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快
速变革的潜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明确特征包括：具
有实施适应性管理的能力，特别是允许学习和自我
组织的能力；具有对规模进行调整以提高社会与生
态治理的“契合度”的能力；属于多中心治理体系，
允许通过参与和协作方式出现冗余和多样性等现象

（Brunner等人，2005年；Folke，2006年；Brunner和
Lynch，2010年；Djalante，Holley和Thomalla，2011
年；Chaffin，Gosnell和Cosens，2014年）。这种转型
潜力是通过创新、实验、愿景和新主体的空间等方面
体现出来的（Taylor，2017年）。行动是基于最佳现有
知识而采取的，它允许人们从错误中进行学习，并允
许创新发生。气候变化教育还有助于决策者的能力建
设，且能够赋予人们实施适应战略的能力，比如可使
人们理解问题的复杂性、认知风险并将土著知识纳
入考量（Nakashima等人，2012年；Blum等人，2013
年；Monroe等人，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总之，不同利益相关
方的学习提高了转型能力。

专栏17.1：案例研究：越南的“与洪水共存”项目

本案例研究提供了旨在实现有效适应这一目标的政策方法的例子——尽管政策有效性目标的设定非常复杂（如涉及社会公平/人权、社区参
与、经济变化、能力差异、多层次政策碎片化等问题）。越南的方法可视为具有变革性，因为其洪灾风险管理政策已从控制洪水转变为“与洪水
共存”。但是，由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灾害风险的日益加大，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仍然有限。

“与洪水共存”这一项目是越南到2020年国家自然灾害预防、应对和缓解战略的组成部分。该项目旨在适应而不是控制洪水，其方法是利用
过水堤（semi-dyke）对洪水进行控制，允许其偶尔漫过堤坝，从而改善土壤管理。居民区也通过完整堤坝和过水堤系统得到了保护。保护区域
内有永久性民居，还有基本公共服务和设施，如学校和诊所等（洪灾和暴风雨管理中央委员会【CCFSC】，2012年）。多达15万个家庭参加了这
个项目。这些家庭是由湄公河三角洲地方当局直接选定的。贫困家庭有资格获得长期低息政府贷款，以购置新房，而较为富裕的家庭则可直接
购买房产。这一进程的缺陷是，家庭的选择和资金的分配缺乏透明度。此外，中央政府资助的可持续性也不确定。还有，安置地点的选择也没有
社区参与或磋商（Chun，2015年）。

总体而言，尽管该项目使当地社区摆脱了危害，但由于生计手段的丧失，大多数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也因此而加剧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经济
和团结网络出现了错位，大多数家庭都表示其收入减少了，而还债难度也相应增加了（Chun，2015年；Entzinger和Scholten，2016年）。这种
不利后果主要是因为环境目标与其它政策目标之间缺乏一体化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缺失导致的。因此，尽管该项目包含许多积极方面和意
图，但它却降低了社区韧性。



432432 政策、目标和环境治理：有效性评估

17

17.3.4 指标

指标在气候变化适应的监测和评估方面扮演着重大角色。
可持续发展目标13即“气候行动”的指标并没有为气候变
化适应的有效性提供直接衡量方法。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对
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5（即实现性别平等和提高妇女和
儿童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目标10（即缩小国家内部和国
家之间的不平等）实现的程度也是其成功的重要指标。

目前，人们已经开发了用于衡量脆弱性、韧性和适
应能力的科学框架及相应指标（如Cutter，Boruff和
Shirley，2003年；Turner等人，2003年；Wisner等
人，2004年；Hinkel等人，2012年；Taylor，2017年）。认定
已拥有充分（或不充分）基础设施的土地面积、降低生活
在洪泛区或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居民数、开发危机或灾害期
间的联络渠道网等都是沿海城市气候适应工作有效性的
指标。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适应有效性的衡
量指标则包括：旨在应对淡水减少的措施（如采用抗旱植
被、节水设备、设立保护集水区的缓冲区等）；不适应行为
的预防和改正（如修订导致红树林破坏的政策或阻碍水资
源回收利用或允许人们在脆弱地区建房的法律等）；气候
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和土地退化影响的应对（如采用高效耕
种土地利用模式、可持续捕鱼行为及提高社区意识等）（联
合国，2015年）。

为实现更具革命性的变革，同时保证适应措施的有效性，
人们还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思考：规模或范围（如利用全景
观或全流域方法、区分短期、中期和长期战略等）；社区参
与；新颖适应方法（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农作物保险、
打造市场的气候变化韧性等方法）；旨在改造场所或实施
异地安置的措施（如人工造岛和异地安置相结合的办法、
旨在降低脆弱性的新制度和筹资机制等）（Kates，Travis
和Wilbanks，2012年）。为确保未来开发活动能够将气候
变化的影响纳入考量，脆弱性和能力评估（VCA）及气候风
险筛查和评估的开展都是必要的——比如，可参考红十字
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脆弱性和能力评估（红十字会
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无日期）、世界银行的气候和灾害
风险筛查工具（世界银行，201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
于气候风险筛查工具盘点的报告（Olhoff和Schaer，2010
年）。 

17.4 创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粮食系统

在气候变化面前，人们有必要降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而农业粮食系统则是最能说明这种必要性的例子之一。下
一节对这一部门实施转型的一些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17.4.1 该系统最需要的迫切变革是什么？

农业粮食系统应对巨大的环境影响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栖
息地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等问
题负责。由于农业粮食系统的低效，这些环境成本被进一
步推高了。一项研究显示，在以农作物及其它生物质形式
被捕获的能量（以千卡计）中，62%的能量以粮食浪费损
失、牲畜营养损失、人类过度消费等形式被浪费或损失掉了

（Alexander等人，2017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
人们立即采取行动，以减少该系统的环境足迹并提高其总
体效率和韧性。为此，人们有必要采用全系统方法，包括以
可持续方式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降低整个供应链上的粮
食损失和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消费者粮食浪费严重和动物
产品消费过度等浪费性消费模式等行为采取行动。

对农业粮食系统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大体可分为生产性
政策、加工销售政策和消费政策。农业政策通常以支持农
民为重点，而不是以激励农民改善环境后果为重点。而且，
改革补贴机制通常会使政府面临巨大政治挑战。只要存在
鼓励农业生产且不考虑环境影响的情况，许多农业政策 

（如化肥、用水或能源补贴政策）都会导致环境问题的恶
化。目前，很少有政府制定出旨在减少农业和土地利用部
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但林业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且没
有一个政府完全将农业纳入碳定价机制。

为避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防止政府对“类似
产品”进行区别对待的规则，农产品贸易政策通常都会避
免规定明确的环境标准，尽管相关法规主要与人类健康有
关。旨在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的激励措施由于低廉且仍在
下降的真实粮食价格而受到了侵蚀（Benton和Bailey，出
版中）。尽管因为公众健康原因旨在塑造消费模式的政府
干预正在增加（如减少糖、盐和反式脂肪的消费），但旨在
鼓励可持续饮食方式的政策制定目前仍然很少（Garnet
等人，2015年）。

总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农业粮食系统的转型要求
人们大幅减少农业部门的环境足迹，大量减少粮食损失和
浪费，同时还要求人们采用更加健康和更具可持续性的饮
食方式。这要求人们进一步改变政策制定方式，以：

i. 激励农民削弱消极的环境外部效应，包括温室气体的
排放等，同时创造积极的环境外部效应，如改善生物多
样性或其它生态系统服务；

ii. 在整个价值链上应对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 
（专栏17.2）；

iii. 鼓励人们采取健康、可持续的饮食模式。



433跨领域问题的系统性政策方法 433

17

17.4.2 该系统中哪些要素是政策致力于应对的？

污染者付费原则
环境影响是旨在支持农民实现粮食产量最大化的农业政
策的一个共同病症。旨在削弱这种影响的政策改革可采用
不同的形式，但基本上都会致力于确保“污染者付费”这一
原则得到贯彻实施。对化肥和农药使用征税（而不是补贴）、
水定价机制和要求农民建设并维护动物粪便储存设施的法
规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尽管各国通过排放交易机制和碳税等方式在将污染者付
费原则运用于能源部门碳排放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但农业尚未被纳入这类倡议。在农业领域，基于耕作习惯
和农业生态背景，温室气体的排放通常是在全景观层面发
生的，因此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实要
比能源行业复杂得多，而其成本也昂贵得多。尽管如此，这
并不意味着农业部门给人们设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比如，在新西兰，农业部门并非国家排放交易机制的一部
分，但其仍在报告温室气体的排放。这表明，农业领域温室
气体排放的量化和核算是可能的。

受益者付费原则：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
一些政府引入了旨在鼓励环境敏感型耕作方式的经济政
策措施。这样做的基本意图是激励并奖励那些采取措施
将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或提供非生产性产出的农业生产者

（通常被称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措施【PES】”），同时抑
制和惩罚那些不这样做的农业生产者（Meyer等人，2014
年；Tanentzap等人，2015年）。农业生产者参与碳交易市
场并销售特定项目的抵免碳信用额、以减少碳排放的作
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Garnett，2012年）。在这个案
例中，农民们可通过避免排放的方式获得报酬，而不是作
为碳定价机制下的受监管实体因温室气体的排放而接受
惩罚。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市场正在不断壮大，其年市场价值——
包括非政府和私人买方支付的金额——据估算目前介于
36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之间。其中，最大的支付项目为
流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付费，且大部分资金都支付给了
森林项目的减排工作（Salzman等人，2018年）。尽管这
绝不是一项可以忽略的金额，但与传统农业支持资金相
比，这些转移支付相当温和：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成员国的农业支持资金总额仅稍低于2,300亿
美元，而中国的农业支持金额也与此相当（2,040亿美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

消费者教育
基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的消费者教育有助于消费者理
解其个人饮食选择和习惯将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和环境发
展这一问题，同时还有助于他们设想可持续饮食选择和习
惯，并切实采用之（Fischer和Barth，2014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2017年）。比如，教育可提高肉食消费者对其消费

行为不可持续性的认识（Spannring和Grusovnik， 
2018年）。

饮食指南
政府通常是通过发布国家指南的方式为其人民提供良好
营养和健康饮食行为方面的指导的。近年来，一些政府已
开始将环境考量纳入其发布的饮食指南中（参见下文讨
论）。国家指南本身是不可能导致大范围饮食习惯改变的，
但可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从而成为采取更具协作
性政策行动这一道路上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Bailey和
Harper，2015年，Garnet等人，2015年）。

标签和认证
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某一产品满足了某些环境标准，这种保
证计划在发达国家市场已越来越普遍。这些倡议往往是多
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发起的，源于私营部门与公民组织之间
的合作，而不是政策主导的。但是，在发展足够充分的地
方，这类倡议可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公共采购
在许多国家，粮食公共采购可占市场需求相当大的一部
分。因此，这一领域的公共采购政策要求供应商满足某些
环境标准，从而具备推动粮食系统更广泛变革的潜力。

消费税
环境外部负面效应的成本还可在消费环节纳入产品价格。
今天，人们已开始使用消费税应对过度消费诸如食糖之
类的食品所产生的健康外部效应。但是，将排放税在消费
环节适用于食品的作法可能会优于在生产环节对排放进
行定价的作法。尽管后一方法也许能够更加准确地将环
境影响内在化，但消费税仍是优于后者的一个选项，其原
因如下：

i. 在农业领域对排放进行监测的成本很高；
ii.  降低排放密集型食品产量之外的缓解机会有限；
iii. 对消费者而言，从排放强度较高的食品转变为选择排

放强度较低的食品的机会很多（Wirsenius，Hedenus
和Mohlin，2011年）。

尽管如此，作为一项工具，消费税不必像采用地毯式税率
的迟钝工具那样，必须无差别地适用于某一产品类型下所
有产品。某一产品类型下生产和供应实践的区分（如通过
分类进行的生命周期分析进行区分）可更加细微地反映外
部效应，并激励人们采取更加可持续的实践方法，同时还
可激励消费者转向同一类型下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甚至
是转向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类型。因此，消费税的转型潜
力很大。据估计，如果全球都对食品征收排放税，2020年
全年即可因肉类消费的减少而削减约10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的排放，并在全球层面导致净健康效益的出现，尽管这
会对分配环节产生影响，因而需要政府通过补偿政策进行
管理（Springmann等人，2016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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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对食品征收排放税，尽管一些政府因为
公共健康原因已对某些食品征收了消费税。

17.4.3 到目前为止，人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生产环节：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激励措施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有时可能与农业生产者自愿遵循的某
些额外保护或可持续性实践有关，有时则可为那些收入或
生产能力因现有监管要求（通常被称为“交叉合规”要求）
而受到限制的农民提供经济补偿（Meyer等人，2014年）。

在欧盟（EU）共同农业政策（CAP）下，这两种情况都出现
过。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第二支柱下的农业环境措施（AEM）
是处于完全自愿机制与交叉合规直接补偿两者中间地带
的一种基于面积的机制。在共同农业政策和国家当局联合
资助下，农业环境措施旨在鼓励农民改善土壤质量、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投入并丰富农业领域的生物多
样性。大多数农业环境措施都是基于行动实施的，为采取
了行动的农民提供补偿，但最近，人们还引进了基于结果
的农业环境措施。这种措施设置了更多条件，农民必须实
现了预期环境成果才能获得支付补偿。这些农业环境措施
对农业管理实践的要求相对较少，但更具成本效益，且能
够鼓励创新（Illes等人，2017年）。一般而言，如果足够灵
活，能够适应地方制度和环境背景的独特条件，在国家或
国际层面实施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项目能够更好地实现
这些效益的最大化（de Blas等人，2017年）。

作为共同农业政策2014-2020年改革的一部分，2015年，
欧盟又引入了一种新的直接给付支持。在共同农业政策
第一支柱下，欧盟启动了“绿色化给付”，以补充现有的交
叉合规规则，并要求那些接受直接给付支持的农民必须
满足三项生态系统服务标准。一开始，这一给付方式会提
供“简单、普遍、非合约的年度给付”（欧盟委员会，2011
年），从而创造气候和环境效益，并允许第二支柱下的财

务资源更好地支持农业环境计划（AES）的扩大。但是，
相对于原建议，现实中的绿化活动所影响的农田面
积反而减小了，而因此改变耕作习惯的农民也减少了

（Hart，Buckwell和Baldock，2016年）。此外，这一计
划的有效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生态系统服务通常要
在大于农业管理所允许范围的更大范围内提供，需要不
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协作（Benton，2012年）。

尽管对这一项目进行项目末充分评估仍为时过早，但
许多分析已经表明，鉴于其占共同农业政策总体预算
比重相当大这一事实，该项目的影响是有限的，而成本
效益也较差（欧盟委员会，2016年；Gocht等人，2016
年；Hart，Buckwell和Baldock，2016年；Buckwell等
人，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

消费环节：利益相关方的说服
一些早期迹象表明，为说服消费者调整其消费模式，以
改善营养结果并减小环境负担，一些国家已将可持续
性标准纳入其饮食指南。近期对各国饮食指南开展的一
项全球研究（Fischer和Garnett，2016年）发现，到目前
为止，全球只有四个国家（巴西、德国、卡塔尔和瑞典）将
可持续性关切纳入了食品相关饮食指南。尽管大多数可
持续性指南目前都是以健康为导向、反应了指南制定往
往是由卫生部主导的这一事实，且行为变革与指南影响
之间的关系难以证实，但将可持续性关切更广泛地纳
入营养指南的作法可鼓励人们制定旨在变革消费需求
的政策。

17.4.4 所探讨政策方法的转型潜力如何？

表17.1以“高”“中”“低”等描述显示了上文探讨的一些
政策方法的转型潜力。每一方法在任一特定情形下的实
施方式及实施背景基本上将决定该方法在该特定情形
下的转型效果。

专栏17.2：案例研究：粮食损失和浪费——日本的多项政策方法

在日本，人们采用了多项政策方法减少粮食浪费和损失，如设立立法目标、提供信息教育利益攸关方、颁布自愿行为准则、推动新的制度安排
等。这里探讨的一些方法主要涉及供应链下游部门（如加工商、零售商、招待行业、消费者等）旨在减少浪费的方法，但上游收获后损失问题
的应对同样需要政策方法。2000年以来，在《食品回收法》下，日本实施了旨在控制粮食损失和浪费现象并回收食物的政策。这部法律要求食
品生产、经销和餐饮企业回收其浪费的食材，并要求每年产生的食物浪费多于100吨的企业报告其浪费行为和回收活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2014年）。

现在，因企业活动浪费的粮食大部分都已回收（2011年，食品生产行业浪费的粮食中有多达95%被回收，但同年餐饮行业的浪费食品回收率仅
为2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4年】）。取得大体成功后，粮食浪费的减降已成为优先于再利用和回收的一大举措。目前，26个行业团体已
就2014-2019年这一期间设定了旨在控制粮食浪费产生数量的目标值。在单边行动对企业而言具有挑战性的情况下，如退货和仓储过剩造成
浪费的情形，日本食品行业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变革诸如变更交货期限、最佳食用日期标准、标签方法之类的商业惯例。

过去几年，消费者的食品浪费程度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现在，这项浪费已成为日本的一项工作重点。在2013年6个政府部门协作发起
的“零浪费项目”中，这项工作非常显眼。作为一项运动，“零浪费项目”旨在提高供应链所有阶段粮食损失相关公众意识并推动人们的行为变革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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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指标

许多现有指标——如不同耕作部门的农业排放量指标——
提供了粮食系统不同组成部分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宝贵
信息（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4.1“实施多产且可持续农
业的农业土地面积比率”）；此外，许多指标目前也在开发
之中。但是，这些指标通常仅聚焦于粮食系统的生产方面，
而没有显示整个系统的效率或转型。为显示这种效率或转
型，我们就国家饮食成果的可持续性和营养效率提出了一
个国家层面的、新的政策敏感型指标，即饮食健康和可持
续性这一指标。饮食健康和可持续性指标以现有年度数据
序列为依据，旨在衡量国民消费模式与国家健康和可持续

营养指南之间的差距。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目
前很少有国家已就健康和可持续饮食的构成制定了国家
级的指南。在没有这种指南的情况下，我们可通过EAT—柳
叶刀粮食、地球和健康委员会即将推出的建议得出一些全
球层面的替代指南。EAT—柳叶刀委员会的建议旨在就何
谓健康和可持续饮食达成科学共识（EAT—柳叶刀粮食、地
球和健康委员会，2018年；Springmann等人，2018年）。
此外，该委员会的建议还可作为全球总体指标的依据。 

如果没有关于消费的可靠国家数据，饮食健康和可持续性
这一指标可使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平衡表（FBS）的数

表17.1：农业系统的组成部分、粮食生产、粮食损失和浪费及粮食消费等

农业系统的组成部分 粮食生产领域 粮食损失和浪费领域 粮食消费领域

政策方法 生态系统服务经济激励；生态系统
服务付费

各种政策方法，包括食品回
收法

说服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健康饮
食指南

能够促进全新方法的创新，既
能改善现有方法、又能满足社
会需求，包括社会和制度创新？

中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可以更具创新
性的方式实施，如改革现有补贴机
制、开发新的市场机制等。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可为相关主体
开发新方法创造动机，具体取决于
设计和背景。

中高
强制性目标能够鼓励供应链
上的所有企业进行创新，以满
足要求。

低
在政策制定涉及范围更广泛的情
况下，或许可为创新提供指导，但
这不是必然的，而在孤立情况下也
如此。比如，法定营养标签可鼓励
食品生产者重新设计产品配方，但
在没有更广泛监管或政策的情况
下，指南本身是不可能促进创新的

（Bailey和Harper，2015年）。

能够推动实验包括监管实验，
以检测和证实替代安排的可
行性？

中
共同农业政策的例子证明，生态系
统服务付费可通过补贴变革推动
监管实验的开展。
与基于活动的付费相比，基于成果
的付费成功激励受益人开展实验
的可能性更大。

中低
监管不可能推动实验的开展。
不能积极推动企业进行实验，
但可创造出鼓励企业进行变革
的环境。

低
并非总能推动实验的开展，但可作
为后续监管实验的依据。

能够推动以可持续方式服务于
人类需求的另类愿景？

高
本方法可以报酬方式激励农民实
施新的农业和景观愿景，但具体取
决于实施情况。

高
明确了未来食品浪费较少的愿
景，食品回收率预计将较高。

中
显示了愿景，但并没有为愿景的实
施提供帮助。

能够创造并鼓励以更加可持续
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新主
体或新进者？

低
基本上只能作用于现有企业，而无
法鼓励新企业采取行动。

中
能够推动现有企业形成新的联
系并实现资源合作，但不一定
能够鼓励新企业进入。

低
没有创设什么促使新人进入行业
的有利条件。

能够组织现有不可持续架构逐
步退出？

低
仅聚焦于现有企业的变革

中
能够减少进入垃圾填埋场的物
资量并降低现有浪费链的活
力，但不一定能够从根本上重
组这些架构。

低
指南本身在现有架构的重组方面
能做的很少——重组需要配套政策
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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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为替代。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平衡表包含了每一初级
产品及一些可能用于人类消费的加工产品的年人均供应
量的估算值。但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这些数据有些粗糙，
其分类过于泛泛，没有开展分析所需要的细节。此外，这些
数据还没有反应出所消费食物的性质，包括这些食物是否
属于重度加工食品——因为这会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鉴
于这些缺点，政府应就国民消费模式收集更加准确的数
据，同时制定更能反映国情的、适合其国民的健康和可持
续饮食指南。

每一食物群的国民摄入或供应数据都将接受评估，以显示
其超出或未达到国家指南或EAT—柳叶刀委员会建议的日
常摄入量的比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摄入量/建议摄入量）-1】×100

计算结果如为零，表示消费量“理想”；如为负数，表示
消费不足；如为正数，表示消费过度。比如，如表17.2
所示食物群的建议摄入量为真，则饮食健康和可持续
性指标将以相对方式表述相关国家的食物供应状况 

（图17.2）。

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平衡表的数据显示了剔除进出
口、其它用途（如牲畜饲料、种子、非食物用途等）、储存
和运输过程中的损失等因素之后一国人口可获得的食
物供应量。因此，饮食健康和可持续性指标是整个粮食
系统政策和措施——包括农业生产重定向行动、贸易
措施、旨在减少进入家庭之前的浪费的行动和营养政
策——具体表现的有用、高级衡量指标。它为农业粮食
系统对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展的贡献提供了一
个一体化的衡量指标。

由于这一饮食健康和可持续性建议指标是以消费为
依据的，因此无法充分反映那些属于农产品净出口大
国或生产大量非粮食农产品国家的农业政策的影响。
比如，一个国家的消费可能会貌似健康和可持续，但
如果其消费主要依赖进口，则该指标无法反应该国农
业系统的可持续性。但是，在全球层面，该饮食健康和
可持续性指标可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提供一个总
体指针。

17.5 能源系统的去碳化

前一节探讨了农业政策为何总是倾向于以支持农民为
重点、而不是激励他们改善环境成果这一问题。在复
杂的农业粮食系统中，能源使用的减少也可扮演重要
角色。本节将对所有能源系统去碳化行动的转型潜力
进行探讨。

健康和可持续饮食国家（或
EAT—柳叶刀委员会）建议的假
想摄入量

饮食健康和可持续性指标数值
（年度国别值）

水果和蔬菜每人每天X克 蔬菜摄入量：健康和可持续水
平的（+/-）Y%

谷物和淀粉每人每天X千卡 谷物和淀粉摄入量：健康和可
持续水平的（+/-）Y%

油和脂肪每人每天X千卡 油和脂肪的摄入量：健康和可
持续水平的（+/-）Y%

肉类每人每天X克 肉类摄入量：健康和可持续水
平的（+/-）Y%

奶类每人每天X克 奶类摄入量：健康和可持续水
平的（+/-）Y%

表17.2：健康和可持续饮食摄入量建议

图17.2：X国饮食摄入量的健康和可持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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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 该系统最需要的迫切变革是什么？

能源利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大主
要推动因素。减少全球能源利用活动的碳足迹要求人们采
用一体化方法，综合各种措施，以：

i. 减少能源利用；
ii. 降低终端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iii. 实现能源供应的去碳化；
iv. 减少净排放量并改善碳汇。

这些措施具有重大共同效益，其中包括：

i. 降低成本；
ii. 提高能源安全；
iii. 改善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

降低短期能源需求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气候缓解策略；它能
够赋予能源供应部门在降低碳强度方面以更大的灵活性，
抵御供应侧风险并避免碳密集型基础设施的锁定。低碳能
源系统升级的推迟将使在21世纪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
以下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使得人们必须采取更加大胆的
行动，如更多地依赖旨在消除二氧化碳的长期努力（气候
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2014年）。

17.5.2 该系统哪些要素是政策致力于应对的？

地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政策和技术两方面进
行创新，以带来燃料选择、燃料生产和消费方式及能源系
统每一阶段影响资源的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图17.3）。

能源系统政策干预的主要领域是去碳化——它与可
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7）相关。去碳
化措施的目标是用清洁或可再生替代能源替代化石
燃料，实施能够提供相同服务但使用较少资源的能
效措施，改善其它能源形式和服务的获取，适用将能
源一体化（如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电动汽车充电
网络等）纳入考量的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最大限度
地减少当前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系统的浪费并削弱
特定技术的锁定效应等。

17.5.3 到目前为止，人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
如何？

旨在应对这些挑战的机制包括碳定价（限量管制与
交易系统、碳税及诸如燃料税和各种可再生能源补
贴之类的其它经济工具、各种可再生能源补助等）、
监管方法（能效标准、指挥和控制、强制关闭旧厂等）
、信息宣传项目（应对行为、生活方式和文化问题）、
行政或政治障碍的应对（包括国际合作的方式）（气
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小组，2014年）。此外，政策干预措
施还包括研究、开发和示范（学术资助、赠与、孵化支
持、研究中心、公私合作、奖项、碳信用额、凭证计划、
风险资本、软贷款和可转换贷款等）、财政激励 

（赠与、能源生产给付、退税、税收抵免、折旧方式变
化等）、公共融资（投资、担保、贷款、采购等）、法规 

（以质或量为导向，如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招投标、
入网费率、绿色采购和标签、净电量结算、优先入网
或调配等）（Mitchell等人，2011年；国际可再生能源
机构，2016年；国际科学理事会，2017年；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UNIDO】，2017年）。

图17.3：关于能源系统的说明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17年）文献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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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效率政策一起构成了全球能源体系低
碳转型的基础。这些政策的扩散、渗透和一体化决定了这
种转型的效果。这些政策创新的有效性取决于国家的行
动能力、“先行”国家对适当方法的需求、国际政策转移
过程及这种转移的有利条件、扩散过程早期是否开发了
政策模式为其它国家提供指导等因素（Kern，Jorgens和
Jänicke，2001年）。

17.5.4 所探讨政策方法的转型潜力如何？

趁着2015年《巴黎协议》创造的发展势头，117个国家 
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计划》，其中55份计
划包含了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的目标，而89份计划则泛
泛地提到了可再生能源（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 

【REN21】，2017年）。在176个国家，可再生能源目标是政
府表达其承诺的主要方法。截至2016年，几乎所有国家都
通过某种政策组合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提供
了直接支持。

可持续能源的另一支柱是效率。如专栏17.4所示，改善能
源效率可以节约能源、缓解相关碳排放并鼓励人们对竞争
力较强的创新型制造业进行大规模投资。

对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大部分集中在电力生产方面（如
专栏17.3案例所示），尽管由于财政预算的紧缩和/或技术
成本的下降，这类政策的实施近年来已经放慢，而基于拍
卖的采购目前已成为政府的首选政策方法。2014-2016年
间，国家层面再也没有引进任何新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
或入网（费率和溢价）政策。但是，对新技术的支持仍是转
型变革的一大重要推动力，而且，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人
们迫切需要对这种支持进行一次升级，以应对气候变化及
其它社会生态挑战。

在需求侧，电能效率解决的是缓解环境影响及改善清洁能
源获取渠道的问题。印度案例（专栏17.4）创造了推动制
造业大规模投资、改善标准、提升消费者意识、创造就业岗
位、改善教育前景及生计和健康状况等效益。

17.5.5 指标

由于对成本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影响，能源生产和消费是
人们跟踪研究最多的指标之一。2015年，全球消费的能源
据信多达136.5亿公吨油当量，而过去40年间，全球的能
源需求也翻了一番。在这些能源中，81.4%是化石燃料（煤
炭、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排放的二氧化碳达323亿吨 

（国际能源署，2017年）。

专栏17.3：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支持：入网费率政策

德国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案（EEG）下的入网费率政策（FIT）是旨在推广低碳技术（LCT）的一次出色干预。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要素包括：（i）
保证低碳技术生产的电力能够接入电网（设定购买义务）；（ii）稳定而长期的电力购买协议（电价支付期较长）；（iii）价格反映了不同低碳技术
的成本差异（费率固定，但特定技术如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技术可享受某些特别有力的激励政策）；（iv）为特定低碳技术提供扩张通道，并
限制产能增加和家庭成本——这一政策是最近才出现的。作为技术扩散的一个标志，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的装机容量（2016年）分别为：
陆上风电45,400兆瓦；海上风电4,200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41,300兆瓦（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16年）。可再生能源法案2016年的修订将重
点转向了大规模投资者，实施了基于能源来源、电厂规模和电厂位置的拍卖计划。这些设计要素已被事实证明相当稳定和灵活。固定费率政策
导致了德国国内太阳能部署的激增和太阳能产业的形成。

除陆上风电开始被采用，农民和房屋所有者从可再生能源法案中受益外，这一政策还衍生出了一批强大的倡导团体。在低碳技术持续支持计
划“可承受能力”相关讨论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法案2016年进行了修订，用拍卖机制替代了之前的入网费率政策。新的拍卖机制仍然青睐特
定技术，但支持的主要是现有大规模投资者，而不是之前在可再生能源法案下扮演了重大角色的小规模投资者。它推动了政策扩散和学习（通
过安装和使用），最终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降低了电力成本，堪称其它国家的典范。它的成功得益于长期支持担保和技术之间的分
化、相对稳定的基本政策依据、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如成本变化）进行调整并将暴利可能性降至最低等因素。在一个高度监管化的行业，这一
政策的前身早已确立（自1991年起），从而确保了快速决策的进行、强大支持的提供和积极反馈环的建立。福岛核电灾难及其推动的逐步退出
核电的承诺在低碳技术商业模式长期安全的保障方面也发挥了助益。小规模分散型项目利益攸关方得到了赋能，而围绕特定低碳技术（风电、
太阳能光伏及其它）形成了集群的国内能源行业亦然。

家庭可承受能力这一问题是通过引入针对特定低碳技术的产能限制、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因素纳入考量等方式进行应对的。关键主体为公用事
业和行业协会、环境团体、政党和国家部委。不利因素包括能源政策复杂性、当前已锁定技术（化石燃料、能源消费等领域）和设计糟糕政策（如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定价政策）的存在。后来，福岛核电灾难改变了能源行业的政治形势；反对者开始以成本低效为由批评政府的激励政
策。但是，即便是做出以拍卖替代入网费率的最新修订后，技术针对性仍是一大设计要素。广大公众认为该政策是必要且有效的（就创造就业
和价值、实现技术创新、颠覆当前体制、为低碳技术提供稳定投资环境而言），特别是在政策生效后的前几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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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趋势正在放缓，但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2018
年）表示，全球能源需求在2017-2040年间或许仍将增
加30%。这一增量相当于在目前全球能源需求的基础上
再增加一个中国和印度。与此同时，电力的普及仍是一
大挑战。全球能源系统的大规模变化要归因于清洁能源
技术的快速部署和成本下降（主要是可再生能源，但也
包括天然气）、能源电气化的发展及向服务导向型经济
的转变。可再生能源有望满足初级能源新增需求的40%
，而随着成本的下降，在2040年之前将占全球电厂投资
的三分之二，从而推动政策继续为其提供支持。与此同
时，由于数百万电力终端用户直接投资于分布式太阳能
光伏发电设备，电力行业的转型被进一步放大了，智能
连接设备及其它数字技术的市场份额也增加了。电气化
交通将进一步发展，到2040年，全球电动汽车规模将从
当前的200万量增加到2.8亿辆。全球电力投资已经超
过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但全球电力供应的去碳化挑战仍
然存在。天然气在石油和煤炭的替代方面扮演了重要角
色；全球天然气需求80%的预期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经
济体；而且，这一市场将向灵活性、流动性和全球性更高
的市场转变（国际能源署，2018年）。

17.6 迈向循环经济

本章前三节说明了线性经济系统对全球环境产生的某
些影响。在本节中，我们将对当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系
统从开采到浪费全价值链上的材料/资源使用情况进行
分析，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式方法进行考察。

专栏17.4：案例研究：印度的需求侧管理：人人享有可承受的LED灯

印度2013年的UJALA（Unnat Jyoti by Affordable LEDs for All）项目以居民电力需求侧管理为重点。这个项目是由能效服务有限公司（EESL）
在印度电力部和地方厂家的支持下负责实施的。在项目下，高效的LED灯以相当于市场三分之一的价格被销售给了印度国内消费者。在2-3年
内，项目为大量消费者——较为贫困的社会阶层——承担了较高的启动成本，并取得了成功。结果，2.6亿多LED灯被售出，每年节约的电力超过
了3,000万度，每年减排的二氧化碳在300万吨左右，印度也因此而成为了世界上LED灯零售市场价格降速最快的地方之一（2012-2016年间，
每个灯泡的价格从12.28美元降到了3.07美元）。

新型电器的销售节约了能源，改善了现代能源服务的获取，促进了国内制造业面向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成长，改善了能效标准，促进了经认
证检测实验室的发展和消费者意识的提高。它是低碳技术部署的一个典范：项目利用大宗采购模式创造了一个大规模市场（LED灯泡已成为
首选照明工具），通过鼓励有助于快速实现低碳排放目标的商业模式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项目的实施，印度国内的制造业壮大了，能效标准
提高了，而市场对产品的信心也增强了。此外，经认证的检测实验室也增加了，消费者意识也提高了。

被赋能后的家庭不仅节约了大量资金（每年超过2.5亿美元，家庭电费减少了15%），而且还节约了资源，减少了排放（每年约减排300万吨二
氧化碳），从而促进了生产力和地方繁荣，并扩大了能源供给。这种大宗采购模式推动了大规模技术进步。UJALA项目是世界第二大LED灯具
市场（市场规模每年达3.3亿美元且仍在增长）国际需求侧管理的一个典范，最近还被复制到了马来西亚，且正试图将更多电器、部门、公司和
地区纳入（Chunekar，Mulay和Kelkar，2014年；ET Energy World，2017年；能效服务有限公司和国际能源署，2016年；Sundaramoorthy和
Walia，2017年；印度电力部，2018a；印度电力部，2018b）。

17.6.1 该系统最需要的迫切变革是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社会都在追求基于线性经济模式的
发展。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大部分资源被开采、加工、转化
为产品（其中一些使用寿命很短），然后在使用后被处理掉

（通常被称为“掠夺—生产—浪费”过程）。在这一经济模
式内部，只有一小部分材料被重新利用或回收（铁和金之
类的商品属于例外）。在使用寿命末期，大部分产品都被视
为废弃物，而处置这些废弃物的成本通常都较高，无论是
从经济、社会还是环境角度而言。

循环经济

资源

回
收

垃圾废弃物

消费和利用

   消费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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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线性经济想当然地认为，原材料的供应永远都是丰富
的，而自然环境处置废弃物的能力也永远是无限的。但是，
正如本报告A部分所示，如果要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
求、保护地球健康并确保子孙后代也能够繁荣发展的话，
人类社会再也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运作了。继续用这种模
式开采矿产之类的自然资源意味着环境影响的不断增大
和矿石等级的不断降低。化石燃料资源的例子表明，生态
系统吸收排放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这一可持续性框架内，
一些资源是有限的，而当前的消费水平是无法与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兼容的。这种模式的一个替代是建设可持续
经济体，通过“循环经济”认可自然资源的价值（图17.4）。

循环经济模式的构成和策略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
提出的，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得到了细化（Stahel和
Reday-Mulvey，1981年；Ayres，1994年）。早期的循环经
济模型仅涉及废弃物管理，即废弃物的收集、分类、回收、
再利用等。今天，个人、企业和政府采用的循环经济策略有
很多。这些策 略可能会超出废弃物处理的范畴，而将产品

设计的改善、消费的减少和材料管理的可持续性等内容纳
入。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以最高效的方式并在尽可
能长的时间内使用资源。在循环经济模式下，资源是在各
种进程中流通的，它们被再利用、修复、再设计或再制造，
而这就降低了新增原材料的需求并将废弃物的产生降至
了最低限度（图17.4）。在面临持续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
资源稀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情况下，资源循环方式的
采用当然是有其意义的。但是，人类社会在采用这一模型
方面进展缓慢，或者干脆就没有采取大规模变革所需要
的行动。

加速循环经济转型涉及商业和消费思维的大规模转变，
需要人们采用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过程。Fuenfschilling
和Truffner （2014年）认为，打破长期僵硬且相互依赖的
系统结构是这种变革的主要障碍。在这方面，困难主要是
必须启动大规模社会制度变革，而这可能需要人们采用
激进的新型思维方式并调整传统习俗和信仰（Potting等
人，2017年）。摒弃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需要制定新的法

资料来源：以Stahel（2016年）和Potting等人（2017年）这两篇文献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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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4：循环经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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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政策，需要修订、重新设计或开发新的能够推动产
业一体化并将长期视角纳入的商业模式，需要实现资
源开采、生产和处置活动环境和社会成本的内在化，需
要创新技术和消费模式的变革等。荷兰政府（2016年）
列述了可加速循环经济转型的行动，其中包括：

v	提高供应链的原材料使用效率，从而减少原材料
需求。

v	在确实需要原材料的情况下，用以可持续方式生
产的、可再生且现成的原材料替代基于化石的、稀
缺的且非以可再生方式生产的原材料。

v	开发新的创新型低碳生产方法及智能产品设计。
v	倡导严肃消费（如再用、智能设计、通过设计和修

复方式延长产品寿命、使用二次和回收材料、共享
经济等）。

德国、芬兰、丹麦和斯洛文尼亚也制定了自己的循环经
济战略。此外，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制定了循环经
济路线图。

循环经济倡导尽量将复原和再生理念纳入生产和
消费的模式（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2015
年；Smol，Kulczycka和Avdiushchenko，2017年）
。它确保的是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将产品、材料、化
学品和资源在经济体中的效用和价值保持在最高水
平（欧盟委员会，2015年；Stahel，2016年）。因此，循
环经济意味着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确保资产
回收包括废弃物的利用，并通过可持续材料管理在
产品和城市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开发防止过时的路径

（专栏17.5）。它也意味着以可再生能源和材料确保

专栏17.5：可持续材料管理

可持续材料管理（SMM）是一种政策方法。它扩大了废弃物管理
的重点，使其涵盖了材料从开采到寿命终结的整个生命周期。这
种方法致力于保护宝贵资源并使其无限期流通，从而维持产品
和服务的供应。这一全面管理方法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减少资源
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生产者和制造商要在整个价
值链上拓展可持续性，而这需要确保所有供应商的可持续性标
准、将可持续性理念纳入设计过程，并识别和应对任何消极社会
和环境影响。

减少废弃物数量并增加材料的回收是可持续材料管理的关键要
素（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2015年）。可持续材料管理倡导的
是资源效率，包括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过程的经济、环境和社会
成本并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即自然资源利用的有效性（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2012年）。

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同时变革实现这些目标的商业模式
（Ghisellini，Cialani和Ulgiati，2015年；Rizos，Tuokko

和Behrens，2017年）。

循环经济保护了原材料，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
及其相关环境外部效应（包括碳排放）之间的脱钩。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某一部门或地区的增长脱钩可能会掩盖
其它地方继续存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详情参见：Ward等
人，2017年）。在这方面，Ward等人（2017年）提到了用一
种不可再生能源替代另一种不可再生能源（如替换化石燃
料的较清洁能源系统仍需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情形）和将
成本转移至别处（如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消费品
的情形）的例子。

17.6.2 该系统哪些要素是政策致力于应对的？

目前，许多地方正在开发和实施旨在支持向循环经济转
型的政策。这类政策涉及一系列不同方法。德国1996年为
回收市政和生产垃圾而引入的《物质封闭循环与废弃物
管理法案》（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BMU】
，2000年）和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日
本环境省，2000年）都是这方面的早期例子。这些行动
是目前所谓3R（即Reduce 减量、Reuse 再用和Recycle 
回收）努力的例子，它们构成了绿色制造和消费的基础

（Jawahir和Bradley，2016年）。但是，过去十年，人们
的焦点已从“绿色”拓展到了可持续制造，如制造业的6R
行动，即在上述3R的基础上，又增加了Recover（化能，
用于下一生命周期）、Redesign（再设计，推出下一代产
品）和Remanufacture（再造，恢复至“如新”状态）的努力

（Jawahir和Bradley，2016年；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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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营销 和配送

制造前

制造

使用后

再用
化能

回收

再
设
计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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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工艺
设计

开采

资料来源：Jawahir和Bradley（2016年）

图17.5：6R物质闭环流程图及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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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关键要素 政策实例 成果实例

面向未来的设计 欧盟生态设计指令——通过设定最低能效要求确保产
品（如家电）的能源效率（欧盟委员会，2009年）

据估算，与2010年的初级能源消费量相比，35个产品
组的初级能源消费将因生态设计指令而降低16%。比
如，在生态设计情景下，到2030年，据预测电视机的能
效将提高25倍（在1990年能效的基础上）（欧盟委员
会，2017年）。

市场化工具：绿色税收 16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引入了针对建筑行业原生材料如
沙砾和石头的税收政策。

2002年，英国启动了面向集料的税收政策。自该项税
收实施之日起，英国每单位建筑面积使用的初级集料
减少了约40%（Ettlinger，2017年）。

将数字技术纳入 韩国拥有世界上最快的互联网网速之一；该国90%以
上的人口都能接入这种高速互联网。韩国政府为宽带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经济支持，为确保互联网接入提
供了补贴，同时实施了旨在提高国民信息技术素养的
措施（Falch和Henten，2018年）。

流媒体音乐减少了资源的使用，与唱片（CD）的生产
和经销成本相比，其成本降低了80%（Lacy，2015年）
。2017年，韩国是世界上第六大音乐市场，拥有世界上
数量最多的付费音乐用户（国际唱片业协会 

【IFPI】，2018年）。

协作 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市政厅引入了旨在推动拼车出行
的政策，包括为拼车者提供指定停车空间、在网上公布
参与同行拼车计划的私人车辆的政策（悉尼市，2016
年）。

GoGet是澳大利亚一个在大城市经营的拼车公司。
该公司会员可使用各种车辆，包括小汽车和面包车等

（GoGet公司网址：https://www.goget.com.au）。

将废弃物作为资源使用 1997年，丹麦引入了一部旨在禁止将能够回收或焚烧
的垃圾运往垃圾填埋场的法律。2015年，该国又以法
律形式实施了一个新项目，即环境技术开发和示范项目

（MUDP）。这个项目包括补贴计划、创新伙伴项目、旨
在为环境问题寻找资源高效解决方案的国际合作活动
等（丹麦环境和食品部，无日期）。

丹麦的Kalundborg Symbiosis是该国第一个致力于
充分发展产业共生关系的企业网络。该网络开展的协
作涉及煤电厂、养鱼、化肥生产和一系列其它制造和工
业行动（Kalundborg Symbiosis，2018年）。

反思商业模式 旨在利用技术的新型商业模式（如区块链）正在兴起。
比如，爱沙尼亚创建了一个电子公民计划，以鼓励创
业。这个电子公民计划能够为任何人提供一个数字ID，
使其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享受爱沙尼亚的网络商业
开发和管理在线服务。

中国建设银行（CCB）正在使用IBM的区块链平台改善
其保险产品的销售程序。

维持和拓展现有产品 修理权：欧盟正在制定要求公司必须提供零部件和诊
断工具、从而降低消费者产品修理成本和难度的法律（
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2017年）。

瑞典公司Inrego正在从事手提电脑、个人电脑、监视
器和电话之类电子设备的翻新业务（欧洲再制造网
络，2018年）。

以再生资源为重点 挪威支持电池式电动交通工具（BEV）的政策：免征
年度道路使用税（2018年）；免征40%的公司车辆税

（2018年）；提供50%的渡轮价格减让（2018年）；零排
放二手汽车免征再登记税（2018年）；在许多城市的市
政停车场免费停车（Norsk elbilforening，2018年）。

在挪威，旨在鼓励人们使用电池式电动交通工具的
激励项目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电池式电动交
通工具在挪威的市场份额高达21%，傲视全球（可与
澳大利亚进行比较：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激励政策
有限，因此电池式电动交通工具的市场份额仅为0.2%

（ClimateWorks Australia，2018年））。

表17.3：旨在实现循环经济关键要素的政策聚焦的实例

2002年，中国通过了循环经济发展战略；2009年，通过《循
环经济促进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8年），这一
战略正式具备了法律效力。201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资源高效欧洲路线图》；2015年，这份路线图又被《创建闭

环：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McDowall等人，2017年）替
代了。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和欧盟都借鉴
了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废弃物管理为重点的早期研究和
政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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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7.6：案例研究：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政策制定者实施循环经济的工具箱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英国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是循环经济的主要倡导者，为循环经济相关研究和教育项目提供了广泛资助。2015年，
该基金会与丹麦商务局合作，共同为政策制定者开发了一个循环经济实施工具箱（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2015年）。在开发这个工具箱及后
续政策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作者们洞察出了七项关键证据，证明了转向循环经济的潜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这些证据包括：

v	循环经济可孕育更多的创新、更大的韧性和更高的生产力，从而增加GDP和就业，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不可再生原生资源的消费。
v	政策制定者可打破那些对循环经济构成挑战的非经济障碍。
v	没有能够刺激循环经济发展的、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人们必须对每一部门进行分析，并实施量身定制的政策。
v	对金融体系及经济表现评估方式（即排除环境破坏和社会错位之类外部效应的当前作法）的大改有助于凸显向循环经济过渡的真正价

值及传统作法的真实成本。
v	企业必须在发现循环经济发展机遇方面扮演领导角色。
v	即便是正在向循环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也可通过扩大规模、在所有部门孕育有利条件等方式加快变革速度。

由于价值链跨越了国界，因此国家之间必须进行政策协调。

政策环境正在拓展，国家及诸如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之类的其它利益攸关方在推动企业和行业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正扮演着重大角色
（参见图17.6）。

资料来源：根据Cirular Norway（无日期）文献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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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 到目前为止，人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许多政府都引入了旨在应对循环经济某些方面的政策和
法规。循环经济支持政策可聚焦于“掠夺—生产—浪费”这
一过程的一项或多项要素。尽管许多政策倾向于通过回收
利用和资源回收的方式应对废弃物这一问题，但实际上，
产品设计和制造最初阶段的努力也可产生重大收益。比
如，一开始，人们即可利用生态设计原则进行产品设计，
以减少材料的使用并延长产品的寿命。此外，产品还可以
进行翻新或修复，并用易于回收利用的非毒性材料进行
制造。

旨在鼓励生态设计的政策还需考虑计划不周政策对健康、
性别和发展所带来的潜在不利影响（如回收电子废弃物这
一活动对妇女和儿童带来的中毒风险）。目前，全球约有
1,500万人从事塑料、玻璃、金属和废纸等废弃物的回收这
一非正式工作，而这些活动对环境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而
言都是一大风险（Yang等人，2018年）。从事资源回收工作
的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电子废弃物的捡拾者——都面
临着相当大的职业和环境健康威胁（Velis，2017年）。在这
一非正式部门中，妇女和儿童都是暴露在危险化学品和
重金属等风险面前的弱势群体（Heacock等人，2016年），
而相关预防或治疗措施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Han等
人，2018年）。

通过聚焦于行为变革，政策还可支持人们从废弃物的管
理向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成果转变。这些政策通常源于
基层倡议，其目的是限制废弃物的数量并增加材料的回收

（Silva等人，2017年）。

欧洲已经确立了实施循环经济的政策，而在其它地区，循
环经济是在国家或次国家层面发生的。一些国际政策倡议

（如《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也与循环经济方
法相符或致力于倡导循环经济方法，特别是就废弃物最少
化这一领域而言。新的绿色（或可持续）化学方法正在开
发另类解决方案，以减少或至少是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及

其最终在环境中的存在（Weber，Lissner和Fantke，2016
年）。与化学品及循环经济相关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增加回
收和再利用量，同时确保消费者不会因暴露于问题物质而
遭受风险，其可能存在于产品中并可通过废弃物转移给
消费者（欧盟委员会，2015年）。对于某些化学品及有毒金
属，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和汞，最终处置可能是优
于回收和再利用的一个选项。

17.6.4 所探讨政策方法的转型潜力如何？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向循环经济的转型是必要的。
基于线性经济模式，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不足以维系全球
经济持续扩张的。循环经济不仅为解决具有根本性的资源
约束问题提供了机遇，而且还为创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
的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Raworth，2012年）。因此，循环
经济政策在应对交叉性政策挑战方面具有重大转型潜力。

17.6.5 指标

任何指标都无法充当循环经济进展的唯一衡量指标。但
是，直接或间接助力可持续经济体系建立的领域目前已
有若干绩效指标。可持续资源管理、社会行为、企业运作、
物质流核算或分析都是人们提出的一些衡量指标（Geng
等人，2012年；Wiedmann等人，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年）。考虑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联系，我们
提出了循环程度的两项政策相关指标。

指标1：国内物质消耗（DMC）（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8.4.1、8.4.2
和12.2.2）
国内物质消耗衡量的是经济体中初级原料的属地消耗
量——无论所消耗原料源于国内还是从国外进口的。该指
标可对区域和国家的历时人均物质消耗进行比较。此外，
国内物质消耗还可用于估算特定区域可能产生的废弃物
数量。国内开采量（DE）是指特定地区开采的原料数量。国
内物质消耗在净原料进口国高于国内开采量，而在净原料
出口国则低于国内开采量（图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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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显示了全球六个地区原料开采、贸易和明显消耗的数据，具体分为年消耗总量（10亿吨/年）和年人均消耗量（吨/人/年）。其中，DE表示国内开采量，DMC表示国内物
质消耗。

资料来源：Schaffartzik等人（2014年）。

图17.7：国内开采量和国内物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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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2：社会行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2.2.1和12.2.2）
此外，循环经济的发展还要求人们改变其消费行为并选择
能够保护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资源共享——许多生存性经
济体采取的一个普遍策略——正在世界各地日益扩散和
采纳。昂贵或不常使用的产品如汽车、自行车、度假屋、帐
篷或其它休闲设备的共享可作为正式机制或非正式协议
在社区内组织实施（图17.8）。

17.7 结论

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互动充分说明了可持续性
问题的交叉性质（Nilsson，Griggs和Visbeck，2016
年；Biermann，Kanie和Kim，2017年；国际科学理
事会，2017年）。一项目标或指标的实现并不能保证
其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正如某些千年发展目标

（MDG）在一些地方实现了，但在其它地方却没有实现
一样（Boas，Biermann和Kanie，2016年；Kim，2016
年；Underdal和Kim，2017年；Young，2017年）。这个教训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面向系统性政策方法的转变——
尽管是迟来的——正在开始发生。一些人甚至声称，“最重
大的‘环境’问题，就是我们执着于识别唯一最重大问题这
一错误作法”（Diamond，2005年）。本章探讨的环境政策
制定和实施的系统方法可作用于多项全球目标；它已不再

是一个选项，而是推动社会转型并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唯一出路。

本章凸显了可持续性议题与其生成挑战和机遇的方式方
法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些议题之所以被称为挑战，是因为
作为跨领域问题，它们难以通过渐进式方法并在相互孤
立的情况下单独予以解决。正如B部分基于各议题的章节

（第12-16章）所总结的那样，许多用意良好的环境政策
和措施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政策改进是看得到摸得着
的，但其成功速度或规模仍然不够。此外，更新的、复杂性
更高的可持续性议题已经出现，而这往往是因为人们没
有预见到的、现有问题相互影响的方式导致的。全球驱动
因素之间的互动还产生了一些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且这些后果又进一步推动了次优结果的出现（Walker等
人，2009年）。

但是，正如本章分析所示，具有转型潜力的系统政策方法
确实存在。如果能够识别一个系统的关键杠杆点并做出
正确的政策干预（Meadows，2008年），导致创新的转型
变革将产生净积极效应。即便是小规模干预也能种下较
大规模系统变革的种子，而这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所需要的。本章选取了四个社会经济系统来说明系统性
环境政策干预方法的转型潜力。

资料来源：Flash Eurobarometer，388（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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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须在认可环境、社会和经济系统复杂性的前提下方
可对其进行理解和分析。对系统达成的一定程度的理解是
发现系统杠杆点即“可播种种子”的地方的前提。只有承认
没有灵丹妙药那样的政策（Ostrom，2007年），人们才可
能会去部署各种政策集群，而一定程度的政策冗余作为政
策安全网甚至是有益的（Low等人，2003年）。一项政策是
否能够在不产生重大不当或非预期后果的情况下有效解
决跨领域问题是很难预测的。关注跨领域问题的一个要
素可能会导致环境问题的迁移——包括跨境迁移和跨部
门迁移——取舍问题和溢出效应（Kim和van Asselt，2016

年）。因此，利用实验方法（Hoffmann，2011年）积累经验
教训，而不是“另起炉灶”的适应性治理或管理方法是有其
必要性的。

跨领域性环境政策挑战的有效应对需要所有问题、部门、
层面和辖区相关众多主体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为在
本世纪实现人类尊严和环境可持续性而采取的转型路径
需要人们采用能够加速技术创新和经济文化范式转移的
全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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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成果概述

本章呈现的是《全球环境展望6》Ｂ部分得出的一系列结
论。这些结论是根据政策有效性相关前述章节（第10-17
章）的发现而做出的。它为政策制定者们总结了那些据信
最为有效的政策措施及其原因，其中包括对目前在有关
政策有效性证据局限性方面所作的综合性讨论。在本章
中，我们还提到了C部分（展望）。这部分将对正在兴起的、
颇有前景的未来政策进行考察。

在《全球环境展望6》（第12-17章）涵盖的所有环境议题
领域，政策方法和工具都出现了相当多的创新。在世界各
地，人们都开发并引入了新的制度、政策和政策工具。环
境政策创新不仅正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发生，而且也在新
兴发展中经济体发生。人们制定的政策不再局限于技术
领域，而是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和经济实践。

环境政策创新还致力于同时解决公平和环境保护这两大
问题。智利的属地捕鱼权和南非的基本用水免费供应政策
都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案例采用的都是在保障低收入
群体使用自然资源权利的同时又推动可持续管理的措施。

环境政策旨在通过鼓励行为变革或限制消费者、企业和社
区选择的方式来减少排放和资源消耗。目前，人们正在使
用的干预模式包括：劝说模式、经济激励模式和监管模式。

复杂的环境问题没有单一解决工具；将具有相互强化效应
的不同治理模式结合起来的政策组合（通常被称为“混合
治理”）往往更为有效。将需求侧措施——如对环境损害型
消费进行征税和标注的措施——与生产侧措施——如限制
排放措施——相结合的作法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样的结合
不仅可相互强化环境创新，而且还可创造出相应的市场。

环境政策还在塑造推动和鼓励不同主体对其环境表现进
行反思的进程，如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程序和环境管理体
系等等。

第12-17章还表明，政府内外的环境主体正在确立或由于
许多环境政策的作用而得到了强化，且正在对环境表现
产生影响。环境政策和制度本身并不能决定资源利用和
排放，其它部门的政策——如住房、基础设施、农业、工业、
能源等领域的政策——也在发挥其作用。提升环境政策效
果的另一个机制——尽管难以实现——是将环境关切纳入
其它部门政策。

尽管政策一体化确实可以解决环境目标与其它目标之
间的冲突（Nilsson等人，2012年；Runhaar，Driessen和
Uittenbroek，2014年；Mullally和Dunphy，2015年），但
前面章节的分析表明，这种一体化在实践中极少实现。就
农业、交通运输、城市规划和水资源管理等部门到底是如

何将环境标准纳入、从而预防、减少或缓解负面环境影
响的这个问题而言，目前仍缺乏系统化证据。政策组合
的变化通常是由在某一资源、环境资产或生态系统服务
方面具有相反利害关系的不同群体和部门所施加的压
力推动的。

许多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已开始采用一体化方法
或工具评估某一立法建议对利益相关方及其福祉、经
济部门和环境的潜在影响（Radaelli，2009年；Jacob
等人，2011年；Adelle和Weiland，2012年；Adelle等
人，2016年；欧洲环境局，2017年）。这种一体化政策有
助于以成本高效的方式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并克服现有障碍和妥协情形。

环境政策一体化工具包括监管影响评估、环境和健康影
响评估、战略环境影响评估等。这些基于证据的政策制
定工具正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采用，从而证明了改善环
境政策的必要性。在这些工具的运用方面，人们已经积
累了相当多的经验，特别是在欧盟境内。

但是，到目前为止，能够用于衡量政策一体化程度或
各项工具实际运用成果的证据还很少。欧洲环境研究
伙伴倡议是这方面的少数几个例外之一（Mickwitz等
人，2009年）。这个项目在多重范围内对欧洲气候政策的
一体化情况进行了评估。它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城
市和市镇已开始将气候目标纳入其战略和计划，且这些
当局的目标有时比中央政府的还要宏大。

支持环境政策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实施环境政策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的预期共同效益。这些共同效益
包括创新推动的额外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保护导致的节
余、成功规避的环境破坏成本等。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估计，如将全球GDP的2%用于绿色投资，人类将在最大
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
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1年）。

《全球环境展望6》关于环境政策及其一体化的分析证
明了政策制定赖以进行的制度和文化框架的多样性。法
律、价值观、管理能力、社会经济条件等对于政策有效性
都非常重要。此外，反映这些条件的政策的设计也非常
重要。

目前，人们无法对数千项政策创新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评
估，这些创新的评估必须逐案进行。由于多项市场失灵
的存在，其中包括价格信号的缺失、信息的匮乏和网络
效应等因素，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也无法进行比较。
比如，我们没有可用于支持市场化工具总体上优于监管
类或劝说类工具这一主张的证据。但是，《全球环境展望
6》的分析确实证明了将不同政策结合起来、以创建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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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效应的政策组合的必要性。尽管人们承认连贯一致
的政策组合通常比独立政策更为有效，但除了“一些政
策工具类型不一定能够与其它工具进行很好的配合”这
一泛泛认识外，政策组合内部各项工具之间的互动仍不
得而知。

雄心勃勃的有效环境政策往往会面临受影响部门的质
疑。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其设计及抱负程度往往是谈
判的主题，而环境主体通常会在其中寻求妥协。次优环境
政策往往是最终结果。就许多议题和许多国家而言，环境
政策并没有利用好价格信号与硬监管措施这一本来很强
大的政策组合。相反，人们实施的往往是劝说、自我监管
或补贴之类的机制。第12-17章还发现，环境政策通常并
不会触及既得利益和权利，而是仅聚焦于新产品或新地
点，比如，允许开发项目实施纵容式程序。

环境政策一旦成功确立，它们的升级就指日可待了。并
且，一旦其展现出技术、社会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同时环
境友好项目的市场得以成功创建，那么推动政策发展并
加强政策力度的新机遇和新能力就会出现。在一些案例
中，这些机遇从一开始就被融入了政策设计。通过关于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议》规定的所谓棘轮机制，各国就持续
改善政策进行承诺的行为可能会比今天更加频繁（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 

鉴于上述挑战，人们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即对于各项政
策和政策组合的有效性而言，政策工具的设计至少是
与政策工具的选择同样重要的（Yin和Powers，2010
年；Flanagan，Uyarra和Laranja，2011年；Kemp和
Pontoglio，2011年）。政策变革的时间因素、特定政策合
拍（或不合拍）的方式及其原因、政策选择在日益复杂的
政策组合中的互动方式等等，都是人们需要加深理解的
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些经验教训的获取，政策实
施的力度有望加大，特别是——如《全球环境展望6》发现
的那样——在环境政策被证明有经济和社会共同效益的
情况下。

环境政策在各国内部的推广升级正在进行；与此同时， 
它们还在全球不同辖区之间进行扩散。其它国家、地区或
社区正在采纳并根据自身条件调整先行国家的范例。一
些可从公开渠道获取的数据集旨在为这一扩散进程的描
述提供帮助，特别是就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
而言。比如，伦敦政经学院的世界气候变化法数据库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2017年）就编撰了国
家层面从交通运输政策到气候适应和缓解等各方面的气
候政策相关信息。同样，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的《全
球状况报告》（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2018
年）描述了大量国家级和次国家级辖区样本的可再生能源
政策运用情况。最后还有InforMEA这个联合国为提供多
边环境协议相关信息而设立的门户网站（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8年）。

人们尽管对环境政策空间扩散的兴趣持续不褪，也尽管努
力提供了环境政策空间扩散相关系统化信息，但关于政策
制定这一特定维度的知识仍然有限，特别是在可再生能
源这一特定政策领域之外。对于地方背景对外来政策有效
性的影响这一问题，相关研究也很少。一些证据表明，与跨
辖区政策相比，目标不够远大的政策往往更经常成为政策
扩散的对象（比如，分配政策比再分配政策的扩散更为频
繁）——尽管政策扩散被人们视为不同辖区之间的一项积
极学习机制，且经常是由国际体制和多边治理推动的。

《全球环境展望6》的分析发现，为提高环境政策的有
效性，良好政策设计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是不为过
的。Mickwitz（2009年，第12页）列举了良好设计的一些共
同要素，具体如下：

v 设置长期愿景，通过包容、参与式设计过程避免危机模
式的政策决策；

v 确立基线、量化目标和里程碑；
v 开展事前（实施前）和事后（实施后）成本效益或成本有

效性分析，以确保公共资金的最佳运用；
v 在实施过程中嵌入监测机制，且最好将受影响利益相

关方纳入；
v 对政策成果和影响进行评估，以形成一个闭环并改善

未来政策设计。

尽管上面列出的要素很全面，但根据基线对政策有效性进
行的事前和事后评估仍然很少，即便是设计周全的政策也
如此。我们的分析发现，政策评估工具极少被真正使用。因
此，旨在衡量政策有效性的证据库很匮乏；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难以将某一效果归因于某一环境政策，也难以判定这
些效果在没有实施相关政策的情况下是否也会发生。影响
评价和政策评估没有以系统方式进行。因此，虽然指标和
目标差距分析能够表明各国环境政策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方面仍不够有效，但仍然无法揭示哪些政策或政策工具比
其它政策或政策工具更为有效或高效。

目前，人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显示所采用政策与其效果之间
因果关系的公认方法；遗憾的是，人们也无法就政策有效
性提供明确答案。在环境领域，为揭示反事实情景即在不
实施政策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这一假设情景而开展政策
实验的作法极少是可行的，或者说是不道德的。

此外，相关文献还显示了各种制约和促进因素的重要性，如
制度能力和政治意志。政策极少是单独实施的；如前所述，
人们还强调了具有协同效应的连贯政策或政策组合的重要
性。而且，认可共同效益和非预期副作用也非常重要。最后，
溢出效应也要得到认可，特别是在涉及跨界问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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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即双轨中的第二轨——则明确
了政策敏感指标。这意味着，人们应能够根据文献就每一
指标为何因某一政策或政策组合的实施似乎正在改善这
一论断构建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因此，在第12-17章中，
关于指标的章节都涉及了以下内容：

v 指标的描述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它多边环境协
议的关系；

v 每一指标相关数据的收集方式；
v 就每一指标在多国观测到的改善为何可归因于——至

少是部分归因于——一项或多项政策这一问题进行的
貌似合理的论证；

v 可解释这种改善的其它因素；
v 可认定政策作用的其它替代指标。

在本报告中，文字表述中点缀着各种资讯图表。根据文献
中数据的多寡，这些图表有助于显示以下内容：各国采用
某些政策的行为与相关指标的改善之间的因果关系；揭
示相关指标改善情况的趋势；就相关指标进行报告的国
家数量等。

从《全球环境展望6》探讨的少量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在政
策周期的所有阶段——即设计、实施和事后评估阶段——
都将有效性标准全面纳入考量的案例非常少——这点是
很明显的。在许多案例中，人们并没有确立可以量化的基
线，从而难以就某一政策正在如期改善环境结果这一问题
提供定量证据。尽管共同效益经常都能得到明确——大多
数情况下都属于后见之明，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各国为确
保政策连贯性和协同效应特意采取了前瞻性措施。尽管规
定了时限的大多数政策都是在规定期限内实施的，但令人
惊讶的是，许多案例研究似乎是开放性的，没有特定的结
束、评估或更新时限。许多案例研究都与全球进程和协议
有关。这意味着，诸如《巴黎协议》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类
的全面环境协议确实提供了一个全面政策框架，为各国政
策进程提供了指导。

《全球环境展望6》关于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发现，以及对所
采用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后的发现，都可作为未来研究和全
球评估的基线。在政策评估方面的持续努力还有助于填补
这些方面的数据鸿沟。

18.2 与未来政策的联系

上文的政策有效性分析不可避免地都是在一定的时滞后
进行的，因为政策制定者必须等到政策实施数年后才可能
知道政策是否有效，特别是在部分有效性指标涉及多个国
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本报告B部分并没有展示新的、
正在兴起且颇有前途的政策方法——这应该是本报告第
24章（未来之路）的任务。《全球环境展望》的未来版本必
须对这些政策方法在实施后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目

前，政策制定者们可对《全球环境展望6》选择的有效性
标准进行考察，并在设计新一代政策及计划对其进行
评估时运用这些标准。

改进后的政策和治理安排将构成可持续发展路径设计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告C部分（展望）探讨的、颇有前
途的新兴政策是可能成为这一路径的一部分的，因为
鉴于迫切性，当前的政策方法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巴黎协议》及其它多边环境协议的。必须开发
新型创新政策的一个证据是，国家标准的制定——作
为污染防控领域指挥和控制类正常政策方法的一部
分——目前仍过于缓慢和笨拙，无法应对每天都在进
入环境的数千种新化学品、材料、转基因生物和纳米物
质。

18.3 知识差距

《全球环境展望6》开展的政策有效性分析为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开拓了一个新的前进方向。政策制定者们希
望了解哪些政策是有效的及其之所以有效的原因，但
政策有效性评估不应离题太远，而变成政策倡导。对政
策实施过程中不作为和过度延误的成本及政策行动的
有效性也要进行研究。令本报告许多作者感到惊讶的
是，政策有效性评估的一个主要不足竟然是所选择案
例研究评估文献的稀缺——这些案例研究原本就是为
了说明科学与政策相结合的重要性的。现实似乎是，在
大多数国家，事后政策评估要么并不是既定实践，要么
是开展了，但评估结果却没有公开。

我们建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成员国开展合作，搜集当
前还没有进入公有领域的那些政策评估结果，并在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在线数据门户网站“Environment 
Live”创建一个专门的政策有效性专栏。此外，人们还应
鼓励研究人员和政策智库开展政策有效性研究，以提
供当前似乎仍然不足的独立研究成果。

开展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公认方法则是另一项关键不
足。研究人员和政策智库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定期开展
这种研究，而政策制定者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推
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运用这种研究成果。

开展政策有效性评估的公认方法则是另一项关键不
足。研究人员和政策智库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定期开展
这种研究，而政策制定者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在推
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运用这种研究成果。

知识领域的另一项不足涉及指标的政策敏感性。在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选定的数百项指标中，哪些具有政策
敏感性？就具有政策敏感性的指标而言，它们显现出敏
感的政策都是哪些？哪些指标是各国政府应该考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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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其进展的？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中，哪些具有政策敏感性？哪些应由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负责追踪并分析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最后，社会和经济政策如部门政策的分析也存在不足。实
际上，这些政策对环境状况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仅仅
分析环境政策是不够的。诸如环境影响评价（EIA）和战略
环境评价（SEA）之类的工具也可用于考察项目、政策、计
划和方案的环境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部门机构应主动与
环境专家合作，就如何规避部门政策对部门规划活动产生
的不利环境影响寻求后者的帮助。

18.4 分析得出的主要经验教训

在设计阶段即考虑政策有效性：环境政策方法中的大部分
缺陷都源于设计阶段分析不足这一问题。《全球环境展望6》
的经验式分析表明，环境政策决定往往是对环境危机做出的
条件反射式的应对，而不是为避免环境损害而特意选择和
设计政策的长期过程的一部分。

设立可核实的定量基线。基于科学的、可核实的且有坚定
目标的定量基线是有效政策的关键要素。对于需要长时间
才能产生结果的政策而言，定量式里程碑还有助于确保政
策实施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

在政策设计阶段开展成本效益或成本有效性分析。对大多
数环境问题而言，实现预期成果的政策选择都是多样的。
以水污染为例，旨在改变生产工艺的法律法规、设立环境
或排放标准、征收排放费用、通过上游水库进行稀释或这
些方法的某些组合都可对这一问题进行管控。因此，在政
策设计阶段，人们即须就公私资金最有效的利用方式进行
考察。之后，人们还必须对其选择的政策进行审查，以确保
其选择的政策是正确的。

 确保政策连贯性和协同效应。数字是有力量的。一般而
言，单项、独立政策不如作用于同一政策目标的多项政策
的组合那么有效。但是，就那些可能对政策目标产生消极
影响或与政策目标相冲突的政策进行考察也同样重要。比
如，旨在推广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可能会因对火电厂提供的
持续补贴而受到破坏。

开展独立评估后研究。为撰写本报告而考察的文献表明，
对政策开展的独立评估后研究很少。政府评估确实很重
要且很有必要，但公众对评估结论的信心可能要通过独
立、公正的研究才能得到强化。因此，资助机构的一个关
键角色，就是为这类研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研究
提供必要资源，因为在发展中国家，良好的政策评估仍然
极为稀缺。

在政策周期的所有方面均援引关键主体参与。案例研究
揭示了一个需要参与政策周期每一阶段的复杂利益相关
方网络。这意味着，政策过程必须透明。包容性政策过程
通常都比那些将某些主体排除在外的政策过程更为有
效。包容可能意味着成本和时间约束的增加，但这些不利
因素往往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得到弥补，而抗议或法律
挑战则可能延误实施计划。

识别具有政策敏感性且能够证实因果联系的指标。确立可
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它多边环境协议相关指标与已知有效
政策之间的明确联系。案例研究表明，空气、生物多样性、
海洋、陆地、淡水（地表水和地下水）等领域及若干交叉领
域的多边协议非常重要。尽管这些协议在国际层面往往
是没有强制力的，但它们确实有道德影响力，且能够对各
国政府造成同行压力，迫使其将国际社会取得了共识的
方法纳入其国家和次国家政策、计划和项目中。但是，到
目前为止，各项指标与有效政策之间仅建立了微弱的联
系。因此，这类联系的建立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

开展更多的政策有效性研究。在评估结束时，研究人员往
往会呼吁人们开展更多研究。就本报告而言，这样做无疑
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在政策决定做出后的整个政策周
期中，即从政策设计到政策后评估的整个过程中，就政策
有效性开展的、有详尽记录的案例研究非常少。未来，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工作要强化政策与环境成果之间的联
系，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指标正在国家层面接
受监测并在全球层面进行报告的情况下。对于支撑、推动
或限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的政治
生态和利益相关方动态，人们也要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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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执行摘要
6》C部分即“地球健康，人类健康”展望和路径部分采用了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其目的是为这一展望情景的
实现提供基于科学的信息。定量情景和参与式方法的结合
还为提高灵敏性、以满足政策制定者对部门和地区特定信
息的需求提供了巨大潜力。因此，《全球环境展望6》的展
望分析/评估：（1）采用了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方法（通常
被称为自上而下的方法）；（2）使用了当前和既往倡议、机
会和趋势相关信息和知识（即变革种子）；且（3）使用了通
常在从地方到区域层面开展的一体化决策和参与式活动
生成的信息（通常被称为自下而上的方法）。这样能确保利
益相关方在知识开发和传播过程中更多地参与，并确保及
时实施这一过程生成的政策和实践，从而取得更大的成
功。{19.2；19.3}

如果环境评估要对政策制定者有用，应在提出的政策选择
和科学和技术解决办法中考虑到人地系统的相互作用、相
互依赖和共同进化途径，包括直接影响和共同利益和/或
折衷办法（不完全证实）。全球环境评估通常以基于模型的
定量情景为依据。尽管这些模型涵盖了许多重要联系，但
社会维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且，在全球评估中，人
们很难捕捉与地方决策有关的重要细节。因此，基于科学
的环境评估和未来展望必须采用系统的、一体化的方法，
以支持政策和投资决策，并反映人地系统变化评估过程中
那些高度复杂、相互依赖且持续变化的因素。{19.1}

全球评估必须把重点从当前发生的事件及应对措施转变
为如何改变发展趋势及轨迹（充分证实）。《全球环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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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引言

《全球环境展望6》的A部分和B部分表明，当前的全球
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发展轨迹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已就一套雄心勃勃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并将
其纳入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些目标包
括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一系列广泛的多边环境协议
及其它框架。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目标旨在终止环境恶
化，并改善能够惠及人类及支持人类福祉的生态系统的
发展路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未来趋势能否推动这些宏伟目标的
实现、从而创造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以及在答案
为否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在政策和实践方面做些什么、以
迫使当前的发展趋势转向积极、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因
此，《全球环境展望6》的C部分旨在以全面、一体化的方
式提供回答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科学信息。它提出了为决
策者开发科学信息的新方法，即将基于情景的定量预测

（这里被称为自上而下的方法）与基层参与式方法（自
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的方法。

19.2 以未来为导向的环境展望的重要要素

人地系统的变化及其级联效应超出了一系列时间（季、
年、十年及更长）和空间（地方、国家、区域、全球）范围，
且在不同部门（农业和粮食、水资源、能源系统、渔业等）
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环境评估和展望的设计、开发
和实施过程中，这种复杂性都需要通过利益相关方及决
策者的积极参与予以考量。这是因为如下因素（仅例举）
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

i. 为应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前压力（如粮食—水—能
源安全）而面临的选择；

ii. 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高度灵敏的管理方法（如可持续
发展目标及其它目标）的开发；以及

iii. 新兴问题及未来压力的预测和准备程度。

环境评估和展望还应考虑拟定计划、政策和实践的潜
在影响，以及改善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沟通的必要
性。这要求人们在评估过程的早期即考虑决策者的需
求。公私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在评估过程中不断壮大的
角色使得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之间具有了一种
内在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推动了可持续性目标的倡导

（Simson，2012年；Ho等人，2013年）。环境评估

过程经常会遇到难以考量发展活动及生物多样性、人
权和文化规范相关问题的社会经济影响这一问题。过
去，这些问题往往没有被纳入考量（Mahboubi，Parkes
和Chan，2015年；Reid和Mooney，2016年；Kok等
人，2017年）。环境评价有效性的评估应放在相关主体
提升利益相关方认为重要的环境价值观（如环境管理、
服务和社会经济因素等）的能力这一背景下进行（Arts
等人，2012年）。此外，有效性的调查还应探讨评估过程
和结果是否改善了决策并推动了预期成果的实现这一
问题（Fischer和He，2009年）。

近期协议和框架——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巴黎气候协议》——都认识到了变革当前趋势和方向的
必要性，以及推动以系统化、一体化方式评估支撑这些
趋势的高度复杂、相互依赖且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 

（包括人地系统现状和动态）的必要性。例如，为实现生
物多样性相关目标，人们还要将粮食生产、水资源可获
性、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相关目标纳入考量。如果未来
展望能够涵盖当前应对措施的直接影响、共同效益和后
果等内容，那么，决策者就可受益于这种科学评估，从
而避免不可持续、风险重重的发展路径（Kowarsch等
人，2017年）。因此，正在兴起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及治理
框架要求环境展望将人地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纳
入考量，从而制定出多样化的政策和务实的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这种全面方法提供了一个框架，使
人们能够识别创新方式和手段，以推动人类健康和福
祉及环境管理（Dye，2018年）。这个框架要求人们将跨
学科及多学科科学研究和评估作为规范，而由于在资
源规划和分配过程中平衡短期需求和行动与长期风险
的迫切性，同时也为了推广更具协调性和参与性的方
法，这个框架还要求人们促使政府、企业和公民重新考
虑其在多边环境协议实施过程中的角色、责任和贡献

（Simson，2012年；Ho等人，2013年）。例如，利益相关
方参与可成为业务开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便将
可持续性的三个维度（环境、社会和经济）置于社会价
值创造的核心地位。

具体而言，环境评估和展望应识别根据所宣示目标/指标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所需要的

转型干预，以确保“地球健康，人类健康”这一目标的实
现。这种转型必须考虑人类以社会经济发展形式扮演
的角色、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如基础设施）扰动的角
色，以及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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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一个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分析方法相结合
的新框架

过去几十年，人们已经开发了各种用于开展环境评估
和展望的方法，以支持决策。例如，基于模型的情景分
析就被用于描述相对于社会经济、技术、环境和政策当
前状况和趋势的、是似而非的未来景象（van Vuuren等
人，2012年）。在这种方法下，人们预测的情景是对未来
状态进行的一种貌似合理但通常非常简化的描述；这种
描述是基于人们就关键驱动力及其关系所作的一套连
贯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假设进行的（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2005年）。因此，这些情景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
帮助人们概念化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通过考量不同子
系统（如能源、农业、城市等）和社会关切（健康、经济、气
候、空气、淡水、生物多样性等）之间的许多相互关系，从
而具体处理不同进展和目标之间的协同效应和取舍，为
可持续发展的替代路径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这个问题提
供了见解。鉴于未来的内在不确定性，情景及相关分析
还有助于人们对不同问题的未来影响进行评估并激发
决策制定的叙述（但需适当注意人们对其确定性及其成
功几率的信心程度）。这种方法也被称为自上而下的方
法。它通常始于特定政策的考察，然后追踪其因果链条 

（参见第21章和第22章）。通过评估所涉及各系统的定
量代表性、各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及用于呈现这些复杂
系统的创造性等因素，它为评估所考察政策的潜在有效
性提供了可能。

相反，当前正日益突出的参与式方法——也被称为自下
而上的方法——是从所观察到的成果开始，然后根据因
果关系反向追踪政策干预的（参见第23章）。大多数这
类方法都建立在利益相关方和公民的积极参与上，而参
与方式则是旨在识别创新理念、实践和解决方案的研讨
会、群智和竞赛等活动。参与式方法识别的需求通常具
有部门和区域特定性；因此，过去几十年中，这种方法的
演变呈现出了多样性。自下而上方法的最大优势体现在
三个方面：

i.  它们聚焦于具体地方和区域的发展挑战；
ii. 它们让利益相关方与用户参与到预期分析的规划，

及从分析的设计、开发和实施得出知识的过程；
iii. 它们提供了开发特定分析及信息的能力，用于特定

部门和/或区域。

自下而上的方法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们拓展
至较大规模的能力是有限的；它们在时间进程中的可
持续性也是有限的。尽管如此，鉴于决策者对地方和次
国家层面信息需求的迅速增加及将利益相关方积极

纳入知识开发过程的愿望，这种方法仍然提供了巨大
潜力（Jabbour和Flachsland，2017年；Kowarsch等
人，2017年）。

因此，《全球环境展望6》采用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的方法描述以目标为导向的未来情景。这种描述参考
了《全球环境展望》之前版本中的评估结论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确立之前的路径分析，是建立在定量情景分析

（van Vuuren等人，2015年；同时请参见第21章和第
22章）和通过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和群智等方法开展的
基层参与式分析的基础上的（参见第23章）。这种将不
同方法的可取特征结合起来的做法为环境评估和展望
体现人地系统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及其相互联系提供了
巨大潜力，同时也为响应决策者对部门和区域特定信
息的需求提供了巨大潜力。《全球环境展望6》进行的展
望分析具有一些新特征，具体如下：

v 将自上而下的方法（如路径和轨迹）与自下而上（或
参与式）的方法（如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有效种子
和群智）相结合，以确保结果分析的效能和有效性。

v 在一体化情景分析中明确探讨以目标为导向的情
景，并将其与文献中的路径演变联系起来，同时特
别关注在实现人类福祉和环境等目标方面的协同
效应和取舍问题，从而聚焦于“如何”这一问题。

v 通过区域和部门利益相关方研讨会和群智平台将
利益相关方纳入知识开发、实施和传播过程，从而
为成果的分析、检验和改进提供投入物。

v 在知识开发全过程中——不仅仅是就最终产品——
与决策者（如政策专家）进行沟通，并利用创新手段
传播评估成果，从而提高其在政策和实际决策中的
采用率。

《全球环境展望6》考察的、自上而下的全球路径是
建立在对现有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的。作为可推
动变革的潜在路径，它们可分为三类（荷兰环境评估
署，2012年；van Vuuren等人，2012年），即：

i. 可作为变革主要原因的技术创新；
ii. 消费选择和行为的变化；
iii. 倾向于地方化和社区级活动的放权式创新。

《全球环境展望6》中评估的自下而上的方法体现
了全球理想未来相关实践、理念和愿景的丰富性。麻
省理工学院集体智慧研究中心的气候共同实验室平
台（Malone等人，2017年）、被称为“美好人类纪种
子（Seeds of Good Anthropocenes ）”的系列倡议

（Bennett等人，2016年）、欧盟委员会第七框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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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的路径项目（Kok等人，2015年；请参见第23章）
等都是这种丰富性的例子。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方法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它多边环境协议成功实施所需
要的科学分析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欧盟委员会，2016
年；Patterson等人，2017年）。

19.4 层级的角色

层级在环境评价中扮演着关键角色（Gibson，Ostrom
和Ahn，2000年；Cash等人，2006年；Vervoort等
人，2012年），因为大多数环境问题都同时涉及多个层面

（即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宏观层面的社会转型
理念可为微观层面非主流、激进实践和技术创造机会，
使其能替代体制层面的旧有社会和技术实践（即社会
与技术活动特定领域的现状）（Geel和Schot，2007年）
。适用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其它许多转型理论都包含以
下普遍观点，即微观实践导致的自下而上的变革与宏
观社会转型和政策及经济活动变化导致的自上而下的
变革之间的某种互动可推动转型的发生（Feola，2015
年；Patterson等人，2017年）。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生物物理
过程发生在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大洲（天气模式）和地
方（土地—气候之间的互动）等不同层面。其次，层级在
解决方案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尽管国际气候政
策是在全球层面谈判确定的，但它仍需在国家和地方
层面进行实施。因此，层级之间的联系应成为环境评估
和展望以及政策和行动建议的一个重大考量（Zurek和
Henrichs，2007年）。人造系统与自然系统各个层级之
间的错配可导致消极环境影响的产生。例如，一条江河
的整个流域都可能会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崩溃

（Cumming，Cumming和Redman，2006年）。

不同层级之间的一体化在识别具有共同效益的有效
政策和行动方面扮演着重大角色（Palazzo等人，2017
年）。例如，具体政策建议的识别应考虑（政府、私营部
门、公民社会及其它）需要创建什么样的政策环境这
个问题，从而使自下而上的创新性进程能够通过升
级到较高级别并深刻纳入未来评估的方式得以发展
壮大（Moore，Riddell和Vocisano，2015年；Mason-
D’Croz等人，2016年）。这意味着，不同部门的决策者要
就政策、战略和投资的规划获取有用信息，从而推动其
部门和相关领域的转型变革。

本报告C部分采用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互补
特征使得在情景和战略的评估中考虑层级及其互动成
为了可能。这种互补可以将协同效应最大化，同时将取

舍情形最少化，以找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它多
边环境协议的潜在路径。 

19.5 《全球环境展望6》C部分的路线图

在之前的评估特别是《全球环境展望5》（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2012年）的基础上，《全球环境展望6》的焦点已经
转移到了“什么”和“如何”这两个问题的组合及相关方
法上，以评估全球目标和指标相关挑战和机遇方面的
科学知识现状。目前，人们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变革
性的、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但其并未明示这一点），从而能够以更加连贯
的方式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多边框架和协议的目标结
合在一起。本报告C部分旨在探讨实现这些框架和协议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家自主减排贡献计划、爱知生
物多样性目标等）多重目标和指标过程中的协同效应 

（共同效益）和取舍问题（对立方面），而不是分析如何
单独实现个别指标这种问题。在这一探讨过程中，以下
两个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即：

v 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多边环境协
议中的环境方面的目标？

v 长期可持续性的实现需要什么样的中长期战略？

《全球环境展望6》的展望章节（即本报告C部分）旨在
通过将自上而下的、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与自下而上
的参与式倡议生成的信息相结合的方式回答这两个问
题（参见第19.2节）。这样做的目的是说明如何才能将这
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满足国家和次国家及区域和全球层
面决策者的信息需求这一问题。

后续章节探讨了下列关键要素：

v 制定定量型2050年长期愿景——该愿景应包含可持
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多边环境协议的关键环境目标 

（第20章）；
v 评估长期趋势并探讨潜在实施差距（第21章）；
v 识别实现上述长期愿景的潜在路径，同时特别关注

所评估广泛目标之间的许多相互联系上（第22章）；
v 在未来路径的背景下评估创新型倡议和改变游戏

规则的做法（第23章）；
v 探讨实现《全球环境展望6》主题即“地球健康， 

人类健康”的出路（第24章）。

第20章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多边环境协议的中长
期愿景转化成了更加简洁、更具量化性质的具体目标，
并将重点放在了粮食—水—能源的关联上。为此，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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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框架和协议中提取了现有信息，选择了一些“地球
健康，人类健康”相关的关键环境优先事项，并明确了用
于追踪进展的指标和量化目标水平。第21章和第22章对
基于模型的情景相关文献（即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了评
估，以探讨人地系统的当前趋势，及实现长期愿景需要选
择的路径。作者们没有开发新的情景，而分析和评估也都
是基于现有情景（如共享式社会经济路径）进行的。在第
21章中，情景分析对当前趋势进行了聚焦，并明确了这
些趋势与第20章确定的目标之间的潜在实施差距。相比
之下，第22章则明确了可通过互补、全面的方式实现系
列目标的路径。作为一个整体，这三章提供了一个基于解
决方案的视角，包括已明确的路径之间的潜在取舍和协
同效应等内容。

第23章聚焦于当前趋势与建立在基层参与式方法之上
的可持续路径（即自下而上的方法）之间的差距。与基于

模型的情景类似，该章明确了当前和未来倡议及最佳
实践的一个组合，以实现单个或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及其指标。这种方法的一大优势，是其考虑了不同主体
的角色。为开展这种差距分析，人们可利用自上而下的
情景对自下而上的倡议进行规划。这种规划有助于克
服与所谓的改变游戏规则的、自下而上的战略有关的
重大挑战。由于这类战略通常具有地域和/或部分特异
性，因此，这种规划有助于评估其在全球层面的可行
性和效益。

最后，第24章呈现了整个C部分提出并考察的一体化
全面方法得出的信息。这种信息有助于开发并实施有
效政策和实践，以便协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多边
环境协议。简而言之，该章探讨的是上述方法将如何助
力转型发展路径以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 

图19.1：关于《全球环境展望6》C部分各章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和推动人地系统全面分析评估以识别转型发展
路径方式的概念构建

资料来源：根据van Vuuren等人（2015年）这一文献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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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方面的具体指标可根据国际社会在
多边环境协议中达成了一致的目标和科学文献进一步量
化（不完全证实）。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许多具体指标
已经明确且量化，但对许多环境相关子目标而言，情形远
非如此——无论是就定量还是定性而言。对于许多问题，
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多边环境协议中的目
标更为具体。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的量化可建
立在多边环境协议之上。在国际社会达成了一致的环境
目标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可用所谓的基于科学的目标替
代。这种目标是建立在科学文献确立的生物物理极限之上
的。{20.4}

《全球环境展望6》的情景评估是围绕着粮食—水—能源
的联系进行的，它与该报告中的五大环境议题及相关多维
度贫困和健康问题相关。《全球环境展望6》情景评估对象
即目标的选择以自然资源的使用为中心，并以粮食和农业

（可持续发展目标2）、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6）和能源
（可持续发展目标7）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解决

的并与这些目标相关的挑战为重点。一方面，自然资源的
使用与人民获得食物、水和能源的社会目标相关，进而又
与相关健康影响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3）；另一方面，自
然资源的使用又与这种使用需要并受这种使用影响的自
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13、14和15）。
这种聚焦和进一步的量化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协议
的环境维度提供了一个一体化视角。从这种视角得出的、
作为情景评估对象的一整套目标并非全球共识目标的替
代物，而是它的一个子集抑或代表，是后续章节的分析对
象。{20.4}

为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及相关多边环境协议
（MEA）未来的实现进展，人们必须将基本目标转化为更

加简洁、更具量化性质的一整套目标（充分证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众多议题，而其中大部分目标
包括非环境目标都涉及环境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
关多边环境协议的目标进行解读、以便未来开展进展评估
时，人们会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要使评估有针对性，人
们必须明确一系列子目标。其次，这些子目标要能够利用
明确指标进行量化，且指标要有明确的目标值。 
{20.2；20.3}

根据其应对人类福祉、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及自然资源的方
式，可持续发展目标可被归入不同组群（不完全证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总体目标和子目标是一体的，不可
分割的，其目的都是为了创建连贯一致的可持续性政策。
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才能以协同方式得到实施在2030年
议程中并不明显。为揭示同时实施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情
况下可能出现的取舍问题和协同效应，同时也为了指出这
些相互联系的治理方式，我们可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分为聚
焦于社会目标或广义上的人类福祉的目标、涉及资源获取
和利用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的目标和应对自然资源
保护和管理的目标。这些目标都是双向联系的，因为环境
提供了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又是人类发展和福祉最终赖
以存在的依据。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可对人类和地球两者
都产生不利影响，从而要求人们制定专注于可持续生产和
消费及自然资源及其效益的公平分配的政策。因此，人类
健康方面的效益取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整体，而不仅仅是
那些与健康或福祉明确相关的目标。{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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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引言

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分析需要长期愿景。在理想状态下，这
种愿景可以总结为一套作为全球共识的关键定量目标或
指标。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17项
可持续发展目标勾勒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同时通过
169项子目标和232项指标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操作
方法（联合国，2015a；参见附件4-1）。这个议程规划了一
个雄心勃勃的、具有转型性质的2030年愿景。可持续发展
目标致力于解决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消除贫
困，面向可持续、有韧性社会的转型、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
等。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还与若干多边环境
协议（MEA）相关。作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
关多边环境协议提供了一套全球共识目标，为面向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转型提供了指导。

在本章中，我们为《全球环境展望6》的情景分析定义了一
个长期愿景，即2030年之后的愿景。这个愿景以可持续发
展目标这套一体化全面目标为起点，遴选了一些关键的环
境相关目标，并在相关情形下利用多边环境协议或科学文
献中的目标对这些目标进行了量化。这一长期愿景聚焦于
与本报告A部分（全球环境状况）所述五大议题相关的全
球环境目标及相关多维度贫困和健康目标，从而与《全球
环境展望6》的主题即“地球健康，人类健康”形成了对应。
第21章和第22章对现有情景文献进行了评估，以探讨这
些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路径的未来发展情况。

20.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维度

1972年，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一部分，世界各国一
致认为，自然资源应得到保护，而污染则不应超过环境的
自我清洁能力（联合国，1972年）。自1972年起，联合国会
议、峰会和国际协议的激增导致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人类
发展相关目标的设定（Jabbour等人，2012年）。2015年和
2016年是环境多边主义发展的里程碑节点，这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五大全球框架包括《巴黎协议》（《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
合国，2015a）的制定和通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宣示了其总体目标和子
目标一体化的性质。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一
系列环境议题（参见第1.5节），而其中大部分（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Lucas等
人，2016年；Reid等人，2017年）包括非环境目标（Elder和
Olsen，2019年）都涉及了环境问题。

一半以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环境这个焦点和/或涉及
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而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
少都包含一项涉及环境可持续性的子目标（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联合国环境大会，2016年）。这些子目标都直接（即空
气、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土地和淡水）或间接（如通过健

康、教育、农业、饮用水和卫生、能源、治理和制度等）与实
体环境的质量有关。12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通过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人类福祉的，10项只有在自然资源
使用效率以可持续方式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但是，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许多子目标已经明确并量化，但许多环境相关子目标却没
有（Gupta和Vegelin，2016年；Elder和Olsen，2018年）。
这使得确定一套环境相关子目标并在定量情景分析中对
其进行评估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了。 

20.3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体化视角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
总体目标和子目标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其目的都是
为了提高可持续性目标的连贯性（联合国，2015a）——这
意味着，它们是以不同方式相互依存的（Nilsson，Griggs
和Visbeck，2016年）。刻意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
的相互联系和协同效应可提高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的
有效性，并降低实现单个总体目标和子目标的总体负
担和成本（Elder，Bengtsson和Akenji，2016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但是，尽管可持续发展目标及
其子目标相当直白，但如何实现其一体化在《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中并不明显（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
会科学理事会，2015年）。此外，人们对一体化全面方法
的系统属性也知之甚少（Weitz等人，2017年）。尽管如
此，整个科学界都已呼吁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过
程中采用一体化方法（Weitz，Nilsson和Davis，2014
年；联合国，2015b；Boas，Biermann和Kanie，2016
年；Lucas等人，2016年；Yillia，2016年；Stafford-Smith
等人，2017年）。为此，人们还提出了一些允许对可持
续发展总体目标和子目标之间的互动进行描述和评
分的框架（Nilsson等人，2016年；Nilsson，Griggs和
Visbeck，2016年；国际科学理事会，2017年；Weitz等
人，2017年；Zhou，Moinuddin和Xu，2017年；Singh等
人，2018年）。

各项研究都已从不同视角并利用不同方法对总目标和子
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了分析。例如，将总目标和子目
标视为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总目标之间的联系是通
过同时涉及多项子目标并建立在定量模型上来实现的（联
合国，2015b；van Vuuren等人2015年；Collste，Pedercini
和Cornell，2017年）的子目标联系起来的（国际科学理事
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2015；Le Blanc，2015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2015年；Zhou和Moinuddin，2017年）。此
外，研究人员还开发了各种框架，以创建总体目标的结构
化体系，揭示潜在取舍问题和协同效应，并指出管理总体
目标之间互动的方法（Griggs等人，2013；Nilsson，Lucas
和Yoshida，2013年；Lucas等人，2014年；Waage等
人，2015a；Waage等人，2015b；Elder，Bengtsson
和Akenji，2016年；Folke等人，2016年；Gupta和
Vegelin，2016年；Reid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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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些框架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嵌套结构 
（图20.1）。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聚焦于生活和生计或人

类福祉方面的社会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3、4、5、10）；
一些则从资源利用或安全视角或更广泛的视野如工业或
城市视野（可持续发展目标8、9、11、12）探讨了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可持续发展目标2、6、7）；还有一些则从环境或
自然资源基础的角度探讨全球公共产品问题（可持续发展
目标13、14、15）。最后，这些目标都得益于一项治理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16）和一项旨在解决实施手段问题的
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7）的支持。.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构化方式与《全球环境展望6》的主
题相关：“人类健康”相关目标处于最顶端（人类福祉的一
部分），而“地球健康”相关目标则处于最底端（自然资源基
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群组是双向联系的，因为健康地球
是经济、人类发展和人类终极福祉包括健康的基础。不可

Group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治
理

和
实

施
手

段

自然资源基础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人类福祉

资料来源：荷兰环境评估署（2017年）

20.1：可持续发展目标分类和分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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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资源利用、废弃物和污染等问题均可对自然资源基
础和人类福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中间目标即涉及可持
续生产和消费及产品和服务公平分配的目标扮演着一个
关键角色。

图20.1中的结构大体上对应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前言部分提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五个领域，即人类、地
球、繁荣、和平和伙伴关系这五个领域（联合国，2015a）。
这个结构还呈现出了与Raworth（2012年；2017年）提出
的面包圈模型的相似性：在社会基础（人类福祉）与环境
边界（自然资源基础）之间，是一个面包圈形状的领域。这
个面包圈模型凸显了人类福祉对健康环境的依赖性，同
时还强调了改善收入和资源利用公平及提高后者效率的
必要性（Raworth，2017年）。最后，这个结构还与Herman 
Daly最初提出的三角形或金字塔模型有关。Daly的这个
模型的底部是终极手段，顶部是终极目的，将人类福祉、经
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现状纳入了一个全面框架（Daly，1973
年；Meadows，1998年；Pinter等人，2014年）。在这个框
架下，终极手段指底部的自然资源基础和地球的生命支持
系统（相当于图20.1底部的环形，即自然资源基础），中间
手段指物质经济（相当于图20.1的中间一环，即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中间目的代表个人能力和机构的条件和运作 

（相当于图20.1顶部的一环，即人类福祉），而终极目的则
是人类福祉或幸福（Pinter等人，2014年）。

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可归入不同的群
组，因为每一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通过多项子目标实施
的。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2就包括涉及人类福祉（如减少
饥饿和营养不良）、可持续资源使用（如倡导可持续农业）
和自然资源基础（如维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子目
标。图20.1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构是根据环境视角下
的解读创建的。在这一视角下，可持续发展目标2应该实现
可持续农业这一目标。

尽管并没有明示，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在强调消除贫困这一目标的同时都暗示可持续发展
为全局性目标（Elder，Bengtsson和Akenji，2016年）。 
因此，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实现消除贫困这一目标 

（即人类健康、福祉和安全）的手段或中间步骤。也就是
说，最顶上的一环包含了旨在通过改善健康和教育创造个
人和集体福祉的社会目标或以人为本的目标，从而确保了
个人和国家之间及内部的公平分配（Waage等人，2015a）。
这些目标可视为人类福祉的最低标准，但教育、健康和性
别平等（仅例举）等目标的实施也有产生协同效应的机会。

这些以人为本目标的实现严重依赖于可持续生产和消
费及产品和服务公平分配等相关目标的实现，而在广
义上，则依赖于经济、基础设施、城市和工业等相关目
标的实现。

粮食、水和能源的安全是实现诸如消除贫困和改善健
康之类社会目标所需要的重要资源。作用于这些资源
的目标必须涵盖资源的两个显著方面，即：（i）资源的获
取——这涉及贫困的消除；（ii）资源的可持续使用——这
涉及资源供应的长期保障。与此同时，粮食、水和能源
的生产是高度相互联系的。例如说，水是粮食和能源生
产所必需的，而能源又是水和粮食生产所必需的。这就
是所谓的粮食—水—能源的联系（Hoff，2011年；联合国
粮农组织，2014年）。这些资源目标与作用于产品和服
务生产的、以实现社会目标为目的的、聚焦于经济的目
标是相伴相生的。这些经济目标专注于经济系统（经济
增长和就业）、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工业化、人类住区及
广义上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从环境的角度看，这些目
标是为了实现旨在改善人类福祉的努力与这种努力在
不同背景下对自然资源产生的消极影响的脱钩。

这些二级资源和经济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生物物理系
统或自然资源基础包括气候、海洋、土地和生物多样
性的状态（可持续发展目标关于淡水的部分在这里也
适用）。这些目标涉及地球系统关键组成部分的保护、
节约、恢复和可持续利用。它们与为确保环境的长期
可持续性或地球边界而面临的生物物理限制直接相关

（Rockström等人，2009年；Steffen等人，2015年）。

中间一环的目标将环境议题（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气
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和社会主题（如健康、公平机会和
劳动条件）与经济活动、产品和市场联系起来了。这些
目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旨在消除贫困和改善人类福
祉的目标与旨在作用于自然资源基础的目标之间实现
协同效应，并减少潜在的取舍问题。换句话说，人类福
祉的改善不应以自然资源基础为代价，而地球的保护
则应惠及所有人，不应干扰减贫。此外，中间的这些目
标还面临着服务于多重目标（如土地、水和能源资源相
关目标）所需要的资源的竞争。为解决这些挑战，面向
更具可持续性生产和消费的转型是必要的。从生产的
角度看，这要求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脱钩，包括生产
工艺的清洁化、资源效率和企业责任的改善等。从消费
的角度看，这要求生活方式、消费喜好和消费者行为的
变革（Bizikova等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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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长期愿景：选取的目标和指标

在解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及其相关指标的具体数
值时，人们会面临一系列挑战。由于数据和时间的限制，
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所有子目标的未来发展及潜在实
现路径是不可能的。此外，这种分析还因现有情景文献的
范围和这些研究赖以进行的一体化评估模型而受到了限
制（参见第21章）。因此，有必要从这些子目标中选取一些
进行评估。除子目标选取这一挑战外，可持续发展目标下
的许多环境相关子目标不仅定义宽泛，而且/抑或是用非
定量方式表述的（Lucas等人，2016年）。为评估可持续发
展目标环境维度的实现路径，所选取的子目标必须是定量
的，要求有明确的指标及目标值。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这种子目标的选取和组织利用了图
20.1所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分组方法。在相关的情况下，
我们还用多边环境协议和科学文献（基于科学的子目标）
中的定量目标对这些子目标进行了量化。子目标的选取是
围绕着粮食—水—能源的关联进行的，并将重点放在了粮食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2）、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6）和
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7）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解
决的且与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挑战上。这种选取将
自然资源利用放在了中心位置（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同时
涵盖了人类资源获取及相关健康影响相关的社会目标 

（人类福祉）和人类使用需要的且受人类使用影响的环境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环境目标上（自然资源基础）。 
其中，人类福祉（表20.1）和自然资源基础（表20.2）方面
选取的子目标属于终端目标，服务于“地球健康，人类健
康”这一总体目标。另一方面，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选取
的子目标（表20.3）属于努力或活动相关目标，与终端目
标的实现相关。

围绕自然资源基础选取的子目标与《全球环境展望6》A部
分所述五大环境主题（即空气、生物多样性、海洋、土地和
淡水）及气候变化相关。此外，这些子目标还涉及《全球环
境展望6》中的一系列跨领域问题（参见第4章），健康、气
候变化、能源和粮食系统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代表。化学品
和废弃物及废水是《全球环境展望6》中探讨的其它两大
跨领域新问题：它们是全球都关注的问题，也是多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但是，科学文献中普遍缺
乏关于化学品和废弃物流未来发展的研究和情景假设（参
见专栏21.1）。因此，化学品和废弃物及废水并没有作为
单独问题在本章中阐述。这两大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
景下的深入探讨可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9年即将发
布的第二期《全球化学品展望》和《全球废弃物管理展望》
这两份文献。

对于每一被选取子目标，我们都选择了一项（在相关的情
况下为两项）用于追踪这一子目标实现进展的指标。针对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包含232项指标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框架（联合国，2017年）。目前，所
有被选取指标都在开发当中，以提供每一指标从目前至少
到2030年之前这一期间的可靠、（可持续发展目标6）、可
持续生产和消费（可持续发展目标12）、海洋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14）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15）的若干指标的管理
机构（联合国，2018年）。除充当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指标
的管理机构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涉及具有环境维度的
其它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的管理。本章所选择
的指标都尽可能多地与这些全球共识指标建立了联系。

应该注意的是，所选取指标旨在追踪全球层面的进展；因
此，它们并非总是与国家或次国家层面的状况相关。而且，
许多指标——特别是涉及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和自然资源
基础的那些——仅涵盖了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和子目标
致力于实现的部分内容。以城市空气质量为例，拟定指标
仅追踪了空气污染物中的一种（直径小于2.5微米和10微
米的细微颗粒物，即PM2.5和PM10），而实际上，空气污染物
还有其它许多种，其中一些还会相互影响（如臭氧、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二氧化硫等）。就健康而言，我们仅选择了一
项指标（即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这项指标仅反映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环境展望6》致力于呈现的、地球、社
会和人类健康相互联系的一部分。因此，专注于一项指标
对这些子目标的进展进行跟踪的做法应谨慎使用。但是，
为了使分析不至于过于宽泛，我们仍选择了有限的子目标
进行分析，以尽可能多地反映粮食—水—能源的联系。尽
管如此，这些选定的指标大多数都是以官方确定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指标集为依据的。

除表20.1、表20.2和表20.3呈现的指标和目标值外，第21
章和第22章还使用更多指标探讨了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子目标的未来发展情况，包括相关基本进展，同时还探
讨了特定指标的潜力及涉及这些指标和所选子目标的重
大协同效应和取舍问题。

20.4.1 人类福祉

在人类福祉方面，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五项子目
标（表20.1）进行评估。总体而言，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消除
贫困和改善人类福祉表达了强有力的定量和定性承诺。它
们致力于终结所有形式的贫困，包括饥饿，并致力于实现
人人享有清洁饮用水、充足的卫生设施、现代能源服务、医
疗保健、教育、工作和住房的目标。

尽管人类健康是《全球环境展望6》“地球健康，人类健康”
这一主题的核心，但我们仍仅选择了一项子目标（3.2）和
一项指标（3.2.1 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进行情景分析。
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通常被视为生活质量的一个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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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 《全球环境展
望6》子目标

相关
MEA

指标 * 子目标值 依据 在第21章和第
22章中所属的
目标集群

2.1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
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全、
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消除饥饿 – 2.1.1 营养不良率 2030年
为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农业、粮食、土
地和生物多
样性

3.2 到2030年，消除新生儿和5岁以下儿童可
预防的死亡，各国争取将新生儿每1,000例活
产的死亡率至少降至12例，5岁以下儿童每
1,000例活产的死亡率至少降至25例

消灭五岁以下
儿童的可预防
死亡案例

– 3.2.1 五岁以下儿
童的死亡率

2030年
低于25

可持续发
展目标

人类健康

6.1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
担得起的饮用水

实现人人享有
安全饮用水和
充足卫生设施
的目标

– 6.1.1 使用安全管
理的饮用水服务
的人口比率

2030年
达10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淡水

6.2到2030年，人人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杜绝露天排便，特别注意满足
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在此方面的需求

– 使用安全管理的
卫生服务的人口
比率（6.2.1）

2030年
达10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淡水

7.1到2030年，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
的、可靠的现代能源服务

实现人人享有
现代能源服务
的目标

– 7.1.1 能够用得上
电的人口比率

2030年
达10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能源、空气和
气候

– 7.1.2 主要依赖清
洁燃料和技术的
人口比率

2030年
达100%

可持续发
展目标

能源、空气和
气候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不同的指标是以斜体显示的，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则是在括号中显示的。
MEA =多边环境协议

表20.1：人类福祉方面选定的子目标和指标

指标，它受各种环境决定因素的影响，同时还与人类福祉
其它子目标密切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了2030年之
前的具体定量目标。在科学文献中，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未来发展情况与环境风险因素联系起来的情景预测虽
然有，但很有限（参见21.3.6节）。但是，五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没有将患病率包括儿童健康
的社会心理方面（如安全感和被爱感）及未来可能影响健
康和存活的儿童健康的其它方面（参见第4.2.1节）纳入考
量。但是，后面提到的这些数据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经常、可
靠地收集到，更不用说将其纳入情景分析背景了。最后，由
于其年龄限制，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并没有将其它弱势
群体（如老年人和孕妇）纳入考量。因此，儿童死亡率仅仅
部分反映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无
论这些政策和措施是一如既往的还是具有变革性的，这些
政策和措施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讨论。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子目标3.9对环境相关特定健康风险
因素的表述更为具体；它针对的是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
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的减少这一问题。与
这一子目标相关的具体指标包括可归因于家庭和环境空
气污染的死亡率、因不安全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导
致的死亡人数、意外中毒导致的死亡人数等。这些比率基
本上都是污染程度本身的反映。实际上，死亡率的控制意
味着污染本身的控制，而污染控制则是本章中好几项子目
标的焦点，同时还是我们就自然资源基础而选取的若干可
持续发展子目标的焦点。因此，所有这些子目标的实现都
是《全球环境展望6》“地球健康，人类健康”这一愿景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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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 自然资源基础

在自然资源基础方面，我们选择了9项涉及环境资源（即
空气、气候、生物多样性、海洋、土地和淡水）数量和质量
的可持续发展子目标（表20.2）。与人类福祉相比，这些
子目标中没有一项有明确的、可用于情景分析的定量目
标。每一子目标都致力于“终止”或“减缓”特定类型的环
境退化并尽可能多地“恢复”自然系统。

自然资源方面的一些子目标与特定多边环境协议有着明
确或隐含的联系，而这些多边环境协议拥有更为明确的
定量目标，且/或采用了2030年之后的长期视角。对于这
些子目标，其目标值可基于相关多边环境协议的定量指
标来确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3仅包含基
于过程或活动的子目标，但其明确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协议（UNFCCC）》作为磋商气候变化全球应对措施的
主要国际政府间平台。因此，气候变化方面的子目标可
基于《巴黎协议》所述的全球共识目标确立，即“将全球
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2℃以
内，并努力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
上1.5℃以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2015年）。
世界卫生组织（WHO）确立了将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10 
μg/m3这一水平的空气质量准则（世界卫生组织，2006
年），但同时还确立了15 μg/m3、25 μg/m3和35 μg/m3

的中期目标。在这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PM2.5的长期影
响，因此使用了暴露于PM2.5最低中期控制目标即年均浓
度35 μg/m3这一水平下的人口的比率作为空气质量这
一子目标的指标。在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可持续发展
目标下的子目标并没有提及终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子
目标年份。因此，我们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生物多样
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及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确定
了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的目标，即“到2020年，所有自然
栖息地包括森林的丧失速度均至少降低一半，并在可行
情况下降至零……”（《生物多样性公约》，2010年）。这一
目标被Kok等人（2018年，第138页）解读为“发达国家在
2020年之前、而发展中国家则自2030年起【终止】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Kok等人（2018年）使用了平均物种丰富度
作为生物多样性影响方面的指标，以追踪这一目标的进
展（Alkemade等人，2009年）。平均物种丰富度是衡量生
态系统相对于其未干扰状态的完整度的一个指标。具体
而言，它是指原始、未干扰状态下物种丰富度的平均变化
情况。尽管不同于地球生命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5对应指标），但其在概念
上与地球生命指数具有某些重要的相似性。

在没有相关多边环境协议或这类协议缺乏定量目标值
的情况下，所选择子目标的目标值仍可基于科学文献确
定。地球边界框架就是这种科学文献的一个例子（Hoff和
Alva，2017年；Lucas和Wilting，2018年）。这个框架就地
球系统九个关键进程承受人类干扰的极限做出了定量描
述（Rockström等人，2009年；Steffen等人，2015年）。在

全球层面，超越上述任一极限的行为都会增加大规模环境
破坏的风险，甚至是引发突然或不可逆转破坏的风险。因
此，地球边界框架基于地球系统科学提供了全球环境变化
的一个量化安全范围。

淡水质量（de Vries等人，2013年；Steffen等人2015年）和
海洋酸化（Steffen等人，2015年）方面的子目标采用了基
于地球边界文献得出的地球极限值作为其衡量指标。正
如前文所指出的，化学品和废弃物流相关研究和情景在科
学文献中基本上是缺失的。因此，淡水质量和海洋污染方
面选择的子目标是以营养物（氮和磷）流失为衡量标准的，
因为营养物流失方面的情景文献虽然不多，但仍可找到。
径流和侵蚀导致的营养物流失可导致淡水和沿海生态系
统的富营养化（de Vries等人，2013年；Steffen等人，2015
年）。尽管承认了区域分布对影响的重要性，但淡水质量
的两项目标仍使用了全球平均值作为其衡量指标。这些
目标值的使用仍有一些其它局限性。例如，它们没有将营
养物利用效率的未来发展趋势纳入考量，也没有包含其它
相关污染源（主要是未经处理的污水）。海洋酸化降低了文
石（碳酸钙的一种）的饱和度，增加了海洋生物形成外壳
和骨架的难度，而这些外壳和骨架还因酸化而面临着分
解的风险。在考虑地理差异的情况下，全球海洋表面文石
平均饱和度最终被确定为海洋酸化全球目标的衡量指标

（Steffen等人，2015年）。

应该强调的是，地球边界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通过的，
它们会因为持续进行的科学辩论而变化。但是，全球环境
变化安全范围的确定及共识的达成却是一个政治过程，涉
及诸如风险接受、团结和警惕性之类的主观因素（Lucas
和Wilting，2018年）。在本章中，地球边界框架确定的地球
极限被当作一套基于科学的、应予坚守的目标。还应进一
步注意的是，地球系统各项进程的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地
理差异，而这也是需要进行监测的。

对于缺水、海洋营养物污染、海洋资源和土地退化方面选
取的子目标，目前还没有达成全球共识的指标值或科学、
定量的指标值。因此，这些子目标没有设定定量指标值。在
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缺水的衡量指标为淡水取水量占可用
淡水资源总量的比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4.2）。由于
这一指标仅涉及地方层面，因此生活在缺水地区的全球人
口数被本章用作缺水的一个衡量指标。对于海洋营养物污
染这一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官方指标为沿海富营养
化指数（ICEP）和漂浮塑料垃圾密度。目前，该指标仍在开
发之中。在本章中，由于关注的焦点是沿海富营养化问题，
因此我们利用了通过径流流入海洋的营养物（氮和磷）作
为追踪这一问题进展的一个指标。对于海洋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这一子目标，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官方指标中生
态可持续限度内的鱼类种群比率的发展趋势这一指标追
踪进展情况。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土地退化的指标为退化土
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率。这一指标又进一步分成了三个次
级指标，即土地覆盖发展趋势、土地生产力和碳储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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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自然资源基础方面选取的子目标和指标

6.3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
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物现
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
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理废水比
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物回收和
安全再利用

改善水质 – 氮肥使用和生
物固氮

6200万吨氮/年 （de Vries等
人，2013年）

淡水

含磷肥料的
使用

620万吨磷/年 （Steffen等
人，2015年）

淡水

6.4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
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
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
缺水人数

降低缺水
程度

– 生活在缺水
地区的人口

（6.4.2）

未量化 - 淡水

11.6到2030年，减少城市的人均
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气
质量，以及城市废物管理等

改善城市空
气质量

世界卫生组
织准则

暴露在PM2.5
年均浓度超过
35 μg/m3环
境中的人口比
率（11.6.2 ）

2050年为0 （世界卫生组
织，2006年）

能源、空气和
气候

可持续发展目标13 ：采取紧急行
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遏制全球
变暖

《巴黎协议》 全球平均温升 2100年温升控
制在2.0/1.5℃
以内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
约》，2015年）

能源、空气和
气候

14.1到2025年，预防和大幅减少
各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造
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
营养盐污染

减少海洋营
养物污染

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

从淡水系统
进入海洋的
氮和磷数量

（14.1.1）

未量化 - 海洋

14.3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
作等方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
的影响

削弱海洋
酸化

– 全球海洋表面
文石的平均饱
和度（14.3.1）

维持在超过
2.75Ωarg的水
平上

（Steffen等
人，2015年）

海洋

14.4到2020年，有效规范捕捞活
动，终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和
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
捞做法，执行科学的管理计划，以
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群量
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允许的能
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可持续管理
海洋资源

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

在生态可持续
限度内的鱼
类种群的比率

（14.4.1）

未量化 – 海洋

15.3到2030年，防治荒漠化，恢
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
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努
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退化
的世界

实现土地退
化的中性

《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
约》和爱知
生物多样性
目标

土壤有机碳的
丧失（15.3.1）

未量化 – 农业、粮食、
土地和生物
多样性

15.5采取紧急重大行动减少自然
栖息地的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到2020年，保护受威胁物
种，防止其灭绝

终止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

爱知生物多
样性目标

平均物种丰富
度（MSA）的丧
失（15.5.1）

从2030年起低
于36%

（Kok等
人，2018年）

农业、粮食、
土地和生物
多样性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不同的指标是以斜体显示的，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则是在括号中显示的。
MEA =多边环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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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van der Esch等人，2017
年）。目前，这一指标也仍处于开发过程中。由于认可了这
三个次级指标在评估土地退化方面都非常重要这一事实，
我们选取了土壤有机碳储量发展趋势这一指标来追踪土
地退化相关目标的进展。

20.4.3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在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我们选取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五个子目标进行分析评估。这些子目标都涉及经济增长与
环境退化之间的脱钩（参见表20.3：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
面选取的子目标和指标）。这些子目标基本都没有量化，但
都致力于在没有确定特定目标值的情况下实现效率的大
幅提升。它们都作用于有助于实现终端目标的努力或活

动。这些子目标的绝对值取决于特定总括性目标的实
现情况。例如，产量提高对于实现饥饿和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2.1和15.5）非常重
要。用水效率的改善对于实现水资源压力相关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4）非常重要。能源效率的改善
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的增加对于气候变化相关目标（可
持续发展目标13）的实现非常重要。因此，所需要的脱
钩程度取决于这些终端目标的实现情况。正因为如此，
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选取的子目标并没有设置定量
目标值。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7.3即“全球能效改
善率提高一倍”这一目标也没有量化目标值。但是，对
于这些人类福祉和自然资源基础方面的子目标，第22
章的路径分析提供了实现这些子目标所需努力程度的
范围，同时还考虑了这些努力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 《全球环境展望
6》目标

相关MEA 指标* 子目标值 依据 在第21章和第
22章中所属的
目标集群

2.3到2030年，实现农业生产力翻倍和小
规模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土著居民、
农户、牧民和渔民的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
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要
素、知识、金融服务、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
就业机会

提高农业生产率 – 产量提升 所需努力取决于第22
章的路径分析

农业、粮食、土
地和生物多
样性

2.4到2030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
系并执行具有抗灾能力的农作方法，以提
高生产力和产量，帮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
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
他灾害的能力，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提高营养物的利
用效率

– 氮素总投入与
作物氮素产出
之比（2.4.1）

所需努力取决于第22
章的路径分析

农业、粮食、土
地和生物多
样性

6.4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
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
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提高用水效率 – 6.4.1 水资源利
用效率的历时
变化

所需努力取决于第22
章的路径分析

淡水

7.2到2030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
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提高可再生能源
的比重

– 7.2.1 可再生
能源占终端能
源消费总量的
比重

所需努力取决于第22
章的路径分析

能源、空气和
气候

7.3到2030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 提高能源效率 – 7.3.1 以初级能
源和GDP衡量
的能源强度

所需努力取决于第22
章的路径分析

能源、空气和
气候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不同的指标是以斜体显示的，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官方指标则是在括号中显示的。
MEA =多边环境协议

表20.3：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方面选取的子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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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结论

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的多边环境协议提供了一个影
响全球、地区、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长期愿景。
为评估这一愿景，本章选取了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子目标，并在相关的情况下将这些子目标与相关多边环
境协议中的目标和科学文献中的目标（基于科学的子目
标）联系起来了，同时还提供了这些子目标在全球层面
的明确指标和定量目标值。如此得到的一个子目标集为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维度提供了一个一体化视角，并
将重点放在了《全球环境展望6》A部分所述的环境主题

（空气、生物多样性、海洋、土地和淡水）及相关多维度
贫困问题（粮食、水和能源的获取、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
率）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多边环境协议不同，在

没有全球共识定量目标的情况下选择的、基于科学的目
标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选择并通过的。它们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相关子目标提供了一个替代物。最后，一些子
目标目前既没有全球共识定量目标、也没有基于科学的
目标可用。

后续章节对我们选取的这一系列子目标进行了深入分
析：第21章探讨了在没有新政策制定情况下的实施差距
问题，第22章探讨了实现这些子目标的路径，包括不同
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协同效应和取舍）。这两
章并没有涉及区域、国家和地方在这些子目标发展动态
方面的差异及为实现这些子目标而采取的措施在实施方
面的差异。第23章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探讨了实施问题，
从而明确将地方形势、不同主体和文化视角纳入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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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people and planet. Nature 495, 305-307.  
http://dx.doi.org/10.1038/495305a.   

Gupta, J. and Vegelin, C. (201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16(3), 433-448.  
http://dx.doi.org/10.1007/s10784-016-9323-z. 

Hoff, H. (2011). Understanding the nexus: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Bonn 2011 Nexus Conference. 
Bonn 2011 Conference the Water, Energy and Food Security Nexus: Solutions for the Green Economy. Bonn, 
16-18 November 2011.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http://wef-conference.gwsp.org/fileadmin/
documents_news/understanding_the_nexus.pdf 

Hoff, H. and Alva, I.L. (2017). How the Planetary Boundaries Framework Can Support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SEI Policy Brief.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https://www.sei.org/mediamanager/documents/Publications/SEI-2017-PB-Hoff-HowthePlanetary.pdf.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2017). A Guide to SDG Interactions: From Science to Implementation. 
Griggs, D.J., Nilsson, M. and Stevance, A. (eds.). Paris: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https://www.icsu.org/cms/2017/05/SDGs-Guide-to-Interactions.pdf.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2015). Review of Target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Science Perspective. Paris: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https://www.icsu.org/cms/2017/05/SDG-Report.pdf. 

Jabbour, J., Keita-Ouane, F., Hunsberger, C., Sanchez-Rodrıguez, R., Gilruth, P., Levy, M.A. et al. 
(2012). Internationally agreed environmental goal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progress.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3, 5-24. http://dx.doi.org/10.1016/j.envdev.2012.05.002. 

Kok, M.T.J., Alkemade, R., Bakkenes, M., van Eerdt, M., Janse, J., Mandryk, M. et al. (2018). Pathways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o contribute to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 global scenario-
study.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21, 137-150.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18.03.003. 

Le Blanc, D. (2015). Towards integration at la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s a network of 
targe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3(3), 176-187. https://doi.org/10.1002/sd.1582. 

Lucas, P., Ludwig, K., Kok, M. and Kruitwagen, S. (2016).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Netherlands: Building Blocks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for 2030. The Hague: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http://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cms/publicaties/pbl-2016-
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Netherlands_1966.pdf. 

Lucas P. L. and Wilting H. (2018). Using Planetary Boundaries to Support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Rel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Hague: 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 http://www.pbl.nl/sites/default/files/cms/publicaties/Using%20planetary%20
boundaries%20to%20support%20national%20implementation%20of%20environment-related%20
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Goals%20-%202748.pdf. 

Lucas, P.L., Marcel, T., Kok, J., Nilsson, M. and Alkemade, R. (2014). Integrating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Goal structure, target areas and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Sustainability 6(1), 193-216. http://dx.doi.org/10.3390/su6010193. 

Meadows, D.H. (1998). Indicator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rtland, VT: 
The Sustainability Institute. http://donellameadows.org/wp-content/userfiles/IndicatorsInformation.
pdf. 

Nilsson, M., Griggs, D. and Visbeck, M. (2016). Policy: Map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ature 534(7607). http://dx.doi.org/10.1038/534320a. 

Nilsson, M., Lucas, P. and Yoshida, T. (2013).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SDGs: Ultimate 
and enabling goals for the case of energy. Sustainability 5(10), 4124-4151. http://dx.doi.org/10.3390/
su5104124.

Nilsson, M., Griggs, D., Visbeck, M. and Ringler, C. (2016). A Draft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DG 
Interactions. Paris: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https://www.icsu.org/cms/2017/05/SDG-
interactions-working-paper.pdf.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5). Better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2015: Policy Coherence and Green Growth. Paris. https://www.oecd-ilibrary.org/better-policies-for-
development-2015_5js0bt7443lr.pdf?itemId=%2Fcontent%2Fpublication%2F9789264236813-
en&mimeType=pdf. 







无针对性政策情景下的
未来发展

领衔作者兼协调负责人：Paul Lucas（荷兰环境评估署（PBL）），Steve Hedden（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Detlef van Vuuren（荷兰环境评估署）

领衔作者：Katherine V. Calvin（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联合全球变化研究中心），Mike Harfoot（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Alexandre C. 
Köberle（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Jonathan D. Moyer（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Yoshihide Wada（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作者：Barry B. Hughes（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Fintan Hurley（英国职业医学研究所），Terry Keating（美国环境保护署）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Katrina Lyne（詹姆斯库克大学）

©
 S

hu
tte

rs
to

ck
/k

w
es

t

21第 章



486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未来展望与实现路径

21

执行摘要

体（GHG）排放的主要原因。此外，农业系统和土地使用将
继续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巴黎协定》制定的现行和规划的
气候政策预计最多只会促使排放趋于稳定。这远不足以实
现《巴黎协定》下的目标，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以下，
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在1.5℃以下。实现这些目标几乎
要求能源体系全面脱碳。{21.3.3}

预计未来几十年环境空气污染将继续导致数百万人过早
死亡（不完全证实）。城市和区域空气污染的形式多样。据
估计，暴露于环境中的细微颗粒物（PM2.5）在2016年导
致大约400万人过早死亡，且该数据可以作为环境空气污
染对健康不利影响的一项指标。如果不实施严格的空气污
染控制政策，预计环境中的PM2.5浓度会增加。大多数趋
势情景认为，以往在收入增加时会出台更为严格的空气
污染政策，这一趋势将在未来持续下去，也就是说，随着收
入增加，发展中国家会采用更严格的空气污染政策，预计
PM2.5 及其前体物在全球大多数区域的排放量会缓慢减
少。然而，这种趋势仍然不足以将亚洲、中东和非洲大部分
地区的PM2.5 浓度降低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的最
低空气质量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在全球会造成450至700
万人过早死亡{21.3.3}

预计全球水资源短缺程度及其影响人口将继续增加（不
完全证实）。预计全球人类用水需求在本世纪将增加25％
至40％。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
长和工业活动的增加（电力和能源使用增加）。预计灌溉面
积和灌溉强度也会增加，但在经济发展强劲的地区，其影
响可能会由于灌溉效率的提高而得到补偿。不断变化的
降雨模式将对区域供水造成额外压力。到2050年，居住在
水资源严重紧张地区的亚洲人口与2010年相比，预计将
增加约50％，这给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储备带来了严重压
力。{21.3.4}

预计海洋将继续受到污染且被过度开发（不完全证实）。养
分（氮和磷）从淡水流入全球海洋，且超出了可持续水平，
因此，预计沿海地区出现“死亡地带”和有毒藻华的风险
会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业生产中肥料使用量的增
加和废水处理落后于卫生设施的改善有关。由于二氧化碳

（CO2）浓度的增加，预计海水会进一步酸化，这会对海洋
生物的骨架及壳体生长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它们分
解。预计海水酸化在极地地区的加剧将最为显著。最后，根
据目前的捕捞战略，预计鱼类需求的增加将降低仍处于生
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的比例。 {21.3.5}

在结合其他工具一起使用时，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为探索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相关多边环境协定（MEA）的环
境相关子目标能否实现提供了有用方法（充分证实）。评估
当前趋势是否能够引导实现第20章中概述的选定子目标
是复杂的，因为这需要洞察不同趋势和系统、惯性和跨尺
度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定性情景和定量情景工具的组合
有助于探索可能的未来趋势，同时考虑到许多的复杂性。
情景永远无法预测未来，因为意外可能会发生，但它们可
以向决策者揭示当前趋势的可能影响。{21.2}

对情景文献的评估表明，当前趋势的延续可能不会引导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环境相关子目
标（充分证实）。虽然与人类发展相关的具体指标方面预计
将取得进展，但进展速度并未快到可以实现子目标，而与
自然资源基础有关的具体指标方面预计将朝着错误的方
向进一步发展（不完全证实）。人口的预期持续增长和经济
发展意味着对食物、水和能源的需求到2050年将大幅增
加。与此同时，“一切照旧”情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减少饥饿、改善安全饮用水和适当卫生设施供应、改善现
代能源服务供应方面将有明显改善，但发展速度并未快到
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子目标。此外，虽然
资源效率（农业产量、养分利用效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能
源效率）预期将全面提高，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源利
用对环境的影响，但这些改善不足以缓解已经备受影响的
环境系统承受的压力。因此，环境退化趋势预计将持续快
速发展。相关子目标没有实现。{21.4}

在目前的趋势下，与农业和粮食系统有关的环境压力将进
一步增加（充分证实）。随着全球人口和人均收入预计增
长，食物的人均消费量和消费总量预计也将增加。与此同
时，预计到2030年营养不足人口数量将下降至3-6.5亿，这
一数字仍远远超过消除饥饿子目标。此外，粮食生产和土
地使用与许多环境问题直接相关。预计全球农业需求将增
加50-60％。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粮食需求增加的约五分
之四通过农业集约化来实现，而五分之一通过扩大农业区
域来实现。预计这种趋势会或多或少地持续下去。综合来
看，粮食生产体系将继续促进土地扩张、扩大用水需求和
养分径流、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致使相关子
目标无法实现。{21.3.2}

没有新的政策，《巴黎协定》的目标就不会实现（充分证
实）。一次能源供应量预计在2010年至2050年期间将增
加50％至70％。此外，预计化石燃料在世界能源体系中仍
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能源使用可能将继续成为温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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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30年可预防的环境健康风险仍然很突出，这会对
儿童死亡率产生相关的负面影响（不完全证实）。2012年
全球死亡人数中近四分之一可归因于环境因素，其中较大
部分来自弱势群体（儿童和老年人）和发展中国家。突出的
环境风险因素（即暴露于环境空气污染以及无法获得清洁
用水、适当的卫生设施或现代能源服务）以及全球饥饿问

题预计到2030年将有所改善，但其改善速度不足以在所
有国家（或地区）实现相关目标。预计相关的全球儿童死亡
率将下降，但仍不足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子目标。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儿童死亡
率仍居高不下，这种情况持续与可预防的环境风险因素相
关，尽管相关程度有所缓解。{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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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引言

第20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一系列多边环境协定，概
述了国际社会承诺会支持实现的环境相关子目标。本章
评估了国际情景文献，以分析当前和长期趋势在多大程
度上可趋于实现这些子目标，以及理解和强调潜在的实
施差距。

21.2 全球环境情景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子目标通常是针对未来的一段时间制
定的。为了使决策者了解全球环境和可持续性挑战，全球
环境评估（GEA）旨在探索潜在的未来状况，特别关注调
查当前趋势的后果，以及评估承诺的子目标和指标是否
会实现（Clark，Mitchell和Cash，2006年；van Vuuren等
人，2012年）。这项工作并不简单：很明显，没有人知道我
们的世界在未来40年将走上哪条道路，而且世界观影响
着我们对这条道路的期望。环境评估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
展望部分和不确定性。有些评估会使用能够确定潜在未来
状态的参考情景，有些评估则会使用反映不同情节的多个
情景。在所有情况下，情景都是“基于一套围绕关键关系和
驱动力（即技术、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展开的连贯且内部
一致的假设（‘情景逻辑’）而做出的关于未来状况将如何
发展的合理描述”（Nakicenovic等人，2000年）。情节通常
会在模型中量化。虽然基于模型的量化可以帮助考察跨尺
度、跨区域、跨时间、跨部门，以及各种环境问题之间存在
的许多关系，情节要素有助于确保更难以量化的其他要素
的一致性。这种情景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做到科学严
谨，同时提供政策相关信息（van Vuuren等人，2012年）。

过去几年中，业界出版了大量环境评估报告。多数重点关
注特定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2014年a）、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2014年）和土地资源的管理和恢复（《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这些报告提供的科学信息可
以指导三项里约公约的决策过程，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其他环境评估并没有那么明确地关注具体的决策过程。 
更多领域的环境评估主要涉及环境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
例如，全球能源体系（全球环境评估，2012年；国际能源
署，2017年a）和全球农业系统（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2017年）。最后，还有一些环境评估更密切地关
注环境问题与人类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2005年）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
年）。

有趣的是，在这些评估中再次出现的关键原型情景或情
景系列的数量有限（van Vuuren等人，2012年）。术语“情
景系列”是指文献中的一组情景，它们具有相似的情节或
逻辑，因此会导致类似的量化。基于这些关键要素，van 
Vuuren等人（2012年）确定了六种情景系列：

i. 经济技术乐观主义/传统市场情景；
ii. 变革后的市场情景；
iii. 全球可持续性情景；
iv. 区域竞争/区域市场情景；
v. 区域可持续发展情景；
vi. “一切照旧”或趋势情景。

这些情景都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或预计。它们只是为了探索
合理的未来发展路径。

本章重点介绍“一切照旧”或趋势情景。这种情景假设，基
本的社会经济机制继续像过去一样运作，且没有制定明确
的新政策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我们评估了情景文献，
以分析当前和长期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推动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环境相关子目标（参见
第20章中的选定子目标），以及理解和强调潜在的实施差
距。情景评估被用作基准，对照此基准，可对旨在同时实
现选定子目标的未来发展路径选项进行评估（参见第22
章）。

专栏21.1：废弃物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全球环境展望6》报告的A部分确定了一系列引发全球关注的废弃物管理问题，特别是食物浪费和海洋垃圾。这部分还指出各地区之间的差
距越来越大。发达地区产生的食物垃圾约占56%，而发展中地区则为44％。此外，虽然发达地区在循环经济举措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但仍有
约30亿人无法使用受控废弃物处理设施，这样不仅会带来健康风险，也会产生环境影响。塑料废弃物尤其令人担忧。然而，目前普遍缺乏关于
未来废弃物流的研究，而且文献中大多也没有涉及这种情景。因此，第21章和第22章未将废弃物作为一个单独议题加以讨论。尽管如此，废弃
物管理的问题对于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而且解决日益严重的废弃物问题的政策需要仔细考虑且兼顾需求减少和供给侧改革
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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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2：共享的社会经济路径

专栏21.3：环境评估之间需要协调

共享的社会经济路径（SSP）是五种不同的全球路径，描述了社会关键方面的未来演变，每种路径都预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一系列
挑战（O’Neill等人，2017年；Riahi等人，2017年）。每种路径根据情景和各种其他方法，发展成了关于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和土地利用、相关
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情节和量化措施。这些路径在制定时涵盖的范围相对宽泛，覆盖各种潜在的未来发展，因此也被广泛用于其他环境研究和
评估领域。五种SSP是：

i. 可持续发展路径（SSP1）；
ii. 中度发展路径（SSP2）；
iii. 局部或不一致的发展路径（SSP3）；
iv. 不均衡发展路径（SSP4）；
v. 传统化石燃料为主的发展路径（SSP5）。

SSP并非无关政策，事实上它们包括对政策的各种假设。然而，由于它们是专门为支持气候变化研究和评估而制定的，因此，SSP的参考情景版
本在基准年之后不引入气候政策。

SSP当然不能离开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事实上，例如，SSP1的关键要素是低人口增长、经济融合、环保技术的快速开发、环境政策的引入。
相比之下，在SSP3中，局部或不一致的发展会导致人口增长加速、经济发展缓慢，安全问题会成为关注焦点；因此，不会优先考虑环境问题。

目前有多项评估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侧重于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以及《全球环境展望》报告。正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强调的那样，很明显，如果不考虑这些目标
之间的重要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另参见第22.4.2节）。因此，协调各项评估工作以及审查主要研究结果是否是针
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这一整体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并非所有相关问题都在情景文献中得到了同等关注。
例如，有很多情景文献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而只有
少数情景文献关注水污染问题。其他全球关注的问
题，如化学品和废弃物，在情景文献中几乎没有涉及 

（参见专栏21.1）。现有文献因而限制了分析的范围。
因此，第21章和第22章的分析中并没有涵盖《全球环
境展望6》报告A部分讨论的所有相关问题，如化学品
和废弃物。

一组广泛使用的情景是SSP（SSP；参见专栏21.2）。 
SSP主要是为了支持气候研究而开发的（van Vuuren
等人，2014年；Riahi等人，2017年），但也广泛应用于
环境研究和评估的其他领域。这些路径旨在探索各种
可能的未来。在该系列中，SSP2代表了“中度发展路
径”情景，其中，人口、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等关键驱
动因素的发展处于中间位置。我们的评估侧重于“一
切照旧”或趋势情景，将SSP2“中度发展路径”情景作
为讨论不同问题的共同思路。其他趋势情景会在相关
时使用到。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使用SSP3的情
景结果来指示人口较快增长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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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本章探讨的选定子目标及其相关群组

21.3 在趋势情景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多边
环境协定

如第21.2节所讨论，“一切照旧”或趋势情景用于评估当前
和长期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趋于实现选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子目标（参见表20.1和表20.2）。选定子目标的实
现按由密切相关的环境专题组成的五个不同群组进行评估

（参见图21.1）。虽然这些群组之间存在交叉关联，但按这
五个群组进行分类可以进行更集中的讨论。在这五个群组
中，其中四个群组与A部分讨论的五个环境专题（空气、生
物多样性、海洋、土地和淡水）密切相关。生物多样性和土
地被放在一个群组中，因为它们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此
外，人类健康作为一个单独的群组进行讨论。

21.3.1 驱动因素

全球环境变化有几个关键驱动因素。在本报告中，我们重
点分析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这三个驱动因素。虽然气
候变化在第2章中作为驱动因素被讨论，但鉴于它在短期
内不会受到影响，在此将其视为一项全球环境挑战，在“能
源、气候和空气”群组中进行分析。技术的作用也在不同的
群组中进行讨论，主要是在资源利用效率的背景下。应该
指出的是，（不）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实践也起着关键作用 

（参见第2.5节）。

人口
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联合国，2017年）和共享
社会经济路径的基本人口情景（Samir和Lutz，2017年）是
文献中最常使用到的情景（参见第2.2节）。这些情景具有
重要特征：它们预测人口增长将持续下去，并在2030年左
右达到约85亿的水平，到2050年达到90-100亿的水平 

（参见图21.2）。高人口增长情景，如SSP3，通常与人类发
展的缓慢改善有关。低人口预测是由于生育率相对快速下
降造成的。在预计人口增长中，有一半以上来自非洲，约
30％来自亚洲（主要是南亚）。在2050年之后，预计非洲将
是唯一一个人口大幅增长的地区。

城市化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多（参见第2.3
节）。世界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显著，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的城市人口超过80％，而非洲只有约40％。
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和SSP2，预计所有
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都将提高，平均城市化水平将在2030
年增长到60％，到2050年将增长到67%（联合国，2014
年；Jiang和O’Neill，2017年）（参见图21.2）。随着总体
人口的增加，全球城市人口预计将在目前到2050年期
间增长超过三分之二，非洲和亚洲将增长近90％（联合
国，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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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对SSP2（左）下的各区域的国内总产值总量和SSP2和SSP3（右）下的全球国内总产值的未来预测

图21.2：对全球人口（左）和城市化（右）的未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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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SSP3，对缓慢的经济发展的假设会伴随着较低的城
市化率。尽管如此，随着总人口增长率的提高，预计城市人
口将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SSP预测（Jiang和O’Neill，2017年；Samir和Lutz，2017年）；联合国预测（联合国，2014年；联合国，2017年）。

经济发展
在过去30年中，世界经济平均每年增长3.5％，这一增长
率得益于亚洲新兴经济体强劲的经济增长（参见第2.4
节）。大多数经济机构仅公布未来十年或更短时间内的经
济预测。事实上，大多数长期经济预测都是环境评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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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Dellink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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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SSP情景预测历史性增长将继续，在SSP2下，年
均经济增长约3.1％，在SSP3下，年均经济增长约2.5%

（Dellink等人，2017年）。对经合组织国家而言，预计的
经济增长率略低于历史速率（SSP2下为1.7％），由于人
口老龄化，年度增长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相比
之下，预计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年度经济增长率将达
3-5%左右。由于目前资金流入稀少且资本投资回报率
高，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强劲。对于亚洲国
家（或地区），预计增长率略低于快速历史速率，且由于
经济日趋成熟，增长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下降，
生产力水平接近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相比之下，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的经济增长率更高。
虽然这意味着相对而言，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些趋
同，但差距仍然很大。就相对经济份额而言，这些预测意
味着将出现强烈的经济转变。例如，在SSP2下，经合组
织成员国家目前的全球经济份额预计将降至不到三分
之一（目前约为一半），而亚洲国家的经济份额预计将增
长到近50％。

经济预测也对贫困产生影响。从历史上看，绝对贫困人
口，即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的人口，将从1990年的
18.5亿下降到2013年的不到8亿（世界银行，2016年a）。
到2030年的预测区间介于1亿到超过10亿之间，大多数
研究表明将达到4至6亿的人口水平（Chandy，Ledlie和
Penciakova，2013年；Burt，Hughes和Milante，2014
年）。情景差异是由于对家庭消费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
的假设存在巨大差异。

21.3.2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粮食生产和土地使用与一系列环境问题直接相关（参见
第8章）。随着人口和收入预计增长，食物的人均消费量
和消费总量预计也将增加（Bijl等人，2017年；Popp等
人，2017年）。到2050年，估计的总作物产量（粮食、饲料
和生物燃料）将介于每年58亿吨到每年83亿吨之间，将
在2010年的水平上增加50％至130％左右（Tilman等
人，2011年；Popp等人，2017年），尽管大多数预测表明
将增加50％至60％左右。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粮食需求增长有80％左右通过农
业集约化（农作物产量增加，且畜牧业系统日益加强）得
到满足，而20％通过扩大农业区域得到满足（Smith等
人，2010年）。预计这些比例会或多或少地持续下去。最终
结果是，到2050年，农业总面积（农田和牧场）将增加3%
至9％（Popp等人，2017年）。鉴于此，在许多地区，由于生
产力最高的土地已被投入使用，土地扩张会在生产力较低
的土地上进行，每吨产量则将需要更多的土地面积（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总体而言，土地扩张是以牺牲森
林和稀树草原为代价的，森林和热带草原是重要的生物多
样性热点、碳汇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的所在地（《生物多样
性公约》，2014年）。

总体而言，2010年至2050年间，谷物产量预计每年将增加
0.4%至0.9％（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Popp
等人，2017年），较1961年至2007年期间每年1.9％的水
平有所下降（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未来
的产量增加将通过肥料施用、灌溉和其他手段（例如，机械
化、育种）等的组合变化来实现，这可能会增加环境压力。

专栏21.4：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

在“一切照旧”情景中，全球平均温度预计将到2050年增加2℃以上，到2100年增加2.5℃-6℃（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b）。对于农
业而言，预计这种气候变化将带来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将改变季节性降雨模式、增加峰值温度、增加干旱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增加灾难性事
件（风暴）和扰乱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风险。这显然会对农业系统在饥饿、可持续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造成
负面影响。预计的影响因作物和地区而异，并也因不同的适应情景而异。总的来说，预计热带地区将面临比温带地区更严重的负面影响——而
且将处于较低的变暖水平下（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在历史时期，温带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如果实施适应气候变化措施，
由于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施肥效应的综合影响，产量可能会增加，特别是在温带地区。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2050年后遭受
严重影响的风险更大。食品需求的增长和温度的预测上升（上限估计）表明，粮食安全在全球和区域层面都将面临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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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对全球平均产量（左上）、全球作物产量（右上）、农业区域（左下）、森林和其他自然土地区域（右下）的未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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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饥饿的趋势
该群组面临的一项关键挑战是到2030年消除饥饿（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2.1）。2005年至2014年间，全球饥饿
有所缓解，无论是绝对饥饿还是相对饥饿。然而，自2014
年以来，饥饿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2016年有8.15亿人营
养不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2017年）。全球模型预
测，营养不足人口将在2030年减少，主要是由于当前低收
入地区的预期收入增长（Alexandraos和Bruinsma，2012
年；Hasegawa等人，2015年；Laborde等人，2016年；Bijl
等人，2017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2017年）。这些
预测通常基于2014年之前的数据，因此未考虑饥饿水平
的近期上升。历史饥饿水平的差异通常与模型从历史数据
转换为模型预测的年份（此处主要是2005年或2010年）有
关。预计不同研究中的营养不足人数在2030年将达到3亿
至6.5亿，而在2050年将达到约1亿至3亿（图21.5）。虽然
这些数据与当前数据相比有所改善，但这些水平明显超过
了到2030年消除饥饿的子目标。

响（Gonzalez等人，2010年；Gauthier等人，2015年），但预
测还显示，到本世纪末，拉丁美洲地区有5-6％的土地可能
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生物群落的分布变化（Boit等人，2016
年）。人为驱动因素的组合作用可能推动一些区域性社会生
态系统超越其临界点，将其转变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严重削弱的状态（Leadley等人，2014年）。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4》报告之后发布的研究结果进一
步加深了有关共识，即在“一切照旧”的情景下，生物多样
性将持续下降。模型预测揭示了在生物多样性的许多不同
层面的变化。《全球土地展望》报告提供了关于平均物种丰
度（MSA）的预测，平均物种丰度是一种衡量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的指标，且预测表明，平均物种丰度丧失将进一步恶
化：从2010年的34％增加到2050年的43%（基于SSP2） 
和46%（基于SSP3）（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 
图21.6）。基于土地利用变化趋势与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的代表性浓度路径（RCP）8.5一致的情
景，Newbold等人（2015年）预测，到2100年，本地物种丰
富度将下降3.4％（参见图21.6）。预计，在同一RCP情景
下，气候变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组合作用将导致脊椎动物
群落中38％物种的累积丧失（Newbold，2018年）。许多
影响集中在生物种群多样但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国家（或
地区）（Newbold等人，2015年）以及热带草原和稀树草原

（Newbold，2018年）。此外，对地球生命力指数（LPI） 
（一种衡量陆地、海洋和淡水脊椎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指

标）的推算表明，与1970年的种群数量规模相“比，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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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如第6章所述，生物多样性丧失有许多原因（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子目标15.5）。大多数情景研究已经确定，自然栖息地
丧失一直是且仍然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重要因素（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2005年；Newbold等人，2015年）
。然而，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污染和干扰的趋势都推动
了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恶化，而“一切照旧”情景表明，这
些因素中有多项因素未来可能会恶化将成为生物多样性
丧失的主要原因，物种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温度
升高、降水模式改变和海平面上升。预计气候变化将在下
个世纪改变生物群落的分布，只有十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
全球土地在气候变化下极易受到生物群落分布变化的影响

（Gonzalez等人，2010年）。北方针叶林尤其可能会受到影

资料来源：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5年；Hasegawa等人，2015年；Laborde等
人，2016年；Bijl等人，2017年。

图21.5：对全球食物不足人口的未来预测

图21.6：对一系列气候稳定情景下的相对本地物种丰富度
和SSP2和SSP3的土地利用情景下的平均物种丰度

（MSA）的未来预测

资料来源：相对物种丰富度数据来自Newbold等人，2015年；平均物种丰度数据
来自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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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种群数量平均将下降67％（世界自然基金会，2016
年）。在未来的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情景下，预计哺乳食
肉动物和有蹄类动物的数量规模也会下降（Visconti等
人，2016年）。基于物种扩散能力，在类似于地球生命力指
数的指数情景中预测，到2050年，种群数量将下降18％至
35％。这些丰度下降趋势会导致濒临灭绝风险增加8-23％

（Visconti等人，2016年）。

土地退化的趋势
土地退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5.3）是世界范围内
的一个主要问题，与粮食不安全、对气候变化和贫困的脆
弱性以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有关（《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2017年；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对土地退化影
响人数的估计有所不同，较低者介于13-15亿之间（Bai等
人，2008年；Barbier和Hochard，2016年；参见第8章），较
高者预计达32亿（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2018年）。尽管受影响群体很大一部分是生
活在边缘土地上的贫困农村居民，但由于管理不善和/或
过度放牧，主要的农业用地也存在土地退化现象。例如，
在巴西，超过一半的牧场处于严重退化状态，这带来了显
著的生产力下降问题（Strassburg等人，2014年；Assad等
人，2015年）。事实上，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中的扩张和不可
持续的实践是土地退化的最重要的直接驱动因素（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8年）。

在全球范围内，1982年至2010年期间，在调整气候影响
的过程中，约12％的农业用地和约5％的自然土地的净初
级生产力（净初级生产力）被发现存在下降趋势（Schut等
人，2015年；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从地区来看，

在俄罗斯/中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净初级生产力下
降的农业用地份额增加了一倍（Schut等人，2015年；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与未受干扰的状态相比，全球
陆地面积中有2800万平方公里或23%的土地的净初级
生产力预计将显著低于目前的水平，因此，全球净初级生
产力预计将下降5％（Smith等人，2016年；van der Esch
等人，2017年）。除其他外，土壤退化涉及土壤侵蚀和土
壤有机碳的丧失。从历史上看，约1760亿吨的土壤有机碳

（8％）已经因土地利用变化（包括自然土地转换为农业
用地、草原的过度放牧）而丧失（Stoorvogel等人，2017年
a；Stoorvogel等人，2017年b）。由于持续的土地转换和
不可持续的土地管理，预计2010年至2050年期间，还有
270亿吨的土壤有机碳将会丧失，继而导致持水能力下降
和营养物质流失，因此会影响农业产量（van der Esch等
人，2017年）。此外，土壤有机碳的丧失将对生物多样性、
水文和碳排放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预计土地利用趋势（参
见图21.4）、气候变化和不断增加的土地和水资源胁迫将
导致进一步的土地退化。土地退化问题在干旱地区尤其令
人担忧，到2050年，在SSP2情景下，人口预计将增加 
40％至50％，这远远超过非干旱地区预计的25％的增长
率（van der Esch等人，2017年）。总的来说，这些趋势表
明，在没有针对性政策的情况下，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
将不会实现。

21.3.3 能源、空气和气候

能源体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能源的使用是人类福祉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当前
的能源消耗和生产模式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有很大的

图21.7：对全球一次能源消耗量（左图）和SSP2情景下的各能源载体的消耗量的未来预测（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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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作用。在未来几十年，能源需求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相关的人类活动。总体而言，大
多数情景预测，在2015至2050年期间，一次能源需求将增
加50-70％，尽管预计能源强度每年将会下降约1-2.5％，
与历史上实现的水平相似（例如，van Vuuren等人，2016
年；Riahi等人，2017年）。虽然可再生能源是迄今为止增
长最快的能源形式，但在没有新政策的情景下，化石燃料
仍在总能源供应中占据最大份额。在大多数“一切照旧”情
景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2015年的15％增加到2050年
的约20-30%（全区间，10-30％）（van Vuuren等人，2016
年）。可再生能源自2015年在能源结构中占一小部分开
始，已经在电力部门成功地取代了化石燃料，这在能源消
耗总量中占据重要但有限的部分。情景研究专门审查了各
国制定的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作为各缔约国根据《巴黎
协定》做出的承诺的一部分，往往表示要降低能源需求，增
加非化石能源的比例，但最多只会使得化石燃料的需求
趋于稳定。

现代能源服务供应的趋势
获取现代能源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7.1）是人
类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国际能源署，2017年b）。目前，
全球约有28亿人依赖于传统生物质能，即煤油和煤炭等
被认为是不清洁的燃料，而有11亿人无法获得电力（国
际能源署，2017年b）。在明火或传统炉灶中使用传统生
物质能而导致的家庭空气污染，可导致儿童和成人的死
亡和发病。总体而言，2015年，家庭空气污染导致全球近
3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250,000名儿童死亡（全球疾病
负担研究，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协作研究，2017年）
。自2000年以来，能源供应在所有地区均取得了进展，特

别是在亚洲，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
超过了取得进展的速度。预计这些趋势将持续到2030年

（Lucas等人，2015年；Dagnachew等人，2017年；国际
能源署，2017年b；Lucas，Dagnachew和Hof，2017年）
。总体而言，到2030年，无法获得清洁烹饪燃料的人口预
计将减少至约23亿，城市地区的改善程度将大于农村地
区（国际能源署，2017年b）。根据SSP2假设情景，到2030
年，每年约有140,000名五岁以下儿童因家庭空气污染而
死亡（Lucas等人，2018年）。模型预测还显示，到2030年，
无法获得电力服务的人口将减少到大约7亿，其中大多数
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除外）将达到接近普遍获取水
平（国际能源署，2017年b）。虽然在2010年至2030年期
间，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新增超过5.5亿人可以获
得电力服务，但到2030年仍有5亿人无法获得电力服务，
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地区（Dagnachew等人，2017
年）。

气候变化的趋势
不断增加的化石燃料使用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和相关的
全球平均温度将增加（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3）。在
2010-2050年期间，温室气体排放量预计将增加30-70％

（Riahi等人，2017年；国际能源署，2017年a；图21.8）。预
计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尽管如
此，经合组织成员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仍然最高。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预计增加不仅与能源相关趋势有关，而其他活动
也会产生驱动作用。这些包括土地利用变化（LUC）带来的
二氧化碳排放（随时间缓慢下降），以及与能源和农业相
关的非二氧化碳排放。预计非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和将
随时间进一步增加，主要受农业趋势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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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左）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右）的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示出了SSP2（该情景中不同模型的平均值以及区间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Riahi等人，2017年）、SSP3（模型平均值；Riahi等人，2017年）以及国际能源署情景（
国际能源署，2017年a，参考案例）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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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排放量增加，根据SSP2情景，全球气温预计将
2016年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左右（Visser等人，2018
年）增加至到2100年高出约4℃左右，很有可能在2050年
之前超过《巴黎协定》确定的2℃子目标（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2014年b；参见图21.9）。世界不同地区的温
度升高存在很大差异。通常，在高纬度地区，如温带和极
地地区，温度升高幅度较大。除了气温变化外，预计会出
现相当大的降水变化，一些地区变得更加干燥，而另一些
地区变得更加潮湿。然而，气候变化变量中的具体模式仍
然存在很高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地方，预计变暖将超过全
球平均温度升高（定义为全球陆地与海洋的平均温度上
升）。基于预测的温度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评估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2014年b）。对于在此处预测的“一切照旧”情景中
的变暖，评估认为其在所有类别上都有显著影响，这包括
海平面上升、对全球农业的负面影响（参见专栏21.4）、对
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以及整个气候系统发生不可逆转
变化的风险。

中，暴露于PM2.5是过早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参见第5章）。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表明，在2015年，暴露于PM2.5环境中
是第五大死亡风险因素，其造成约400万人死亡，1.03亿
年健康生命年损失（Cohen等人，2017年）。

过去几年中，对未来空气污染进行了多次预测（Stohl
等人，2015年；国际能源署，2016年；经合组织，2016
年；Klimont等人，2017年；Rao等人，2017年；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7年）。许多预测使用了温室气体―空气污
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模型（GAINS）的后续版本确定的
排放因子（Amann等人，2011年；Klimont等人，2017年）
。除了这些基本排放因子的演变之外，未来预测在对能源
供需以及未来实施空气污染控制政策的程度的假设上也
存在差异。

最悲观的情景分析了没有实施额外空气污染控制政策的
情况。一个例子是经合组织（2016年）的研究，预计到2060
年，由于经济活动和能源需求的增加，空气污染排放量
将大幅增加。更现实的情景侧重于空气污染立法方面的
预期改善。例如，国际能源署的“新政策”情景（国际能源
署，2016年）预测了一个更乐观的未来，在该情景中，由于
实施了最近宣布政策（包括《巴黎协定》确定的国家自主贡
献（NDC）），将推动排放控制技术的利用，以及向更清洁能
源结构的转变。得益于这些新政策，到2040年，全球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将缓慢下降，尽管快速发展地区的空气污染
排放可能会持续加剧（国际能源署，2016年；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2017年）。在高收入国家，由于发电厂和车辆方面
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格、发电转向使用低碳资
源且能源效率不断提高，预计排放量将减少。在发展中地
区，预计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经济活动和能源
需求的增长速度将超出污染防控的速度。然而，PM2.5排
放量（主要是有机碳（OC）和黑碳（BC））和暴露风险可能
会下降，主要得益于烹饪、取暖和照明方面的清洁能源供应

（国际能源署，2016年）。ECLIPSE项目（Stohl等人，2015
年；Klimont等人，2017年）已在大气研究中广泛使用，包
括2017年《排放差距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
。该项目包括一个介于经合组织和国际能源署提出的路
径情景之间的“当前立法下的减排”（CLE）情景。基于与整
体情景情节一致的未来空气污染排放控制政策的严格性
和实施情况的一系列假设，针对每一种SSP开发了空气污
染排放情景（Rao等人，2017年）。这些情景也使用了温室
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应模型的排放因子。到
2040年，SSP下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情景的预测区间覆盖了
在没有其他政策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的更为悲观的情景（经
合组织，2016年），和更加乐观的“新政策”情景（国际能源
署，2016年）。

图21.9：全球平均温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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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SP2数据库，预测区间取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年b）
的基线情景。

空气污染的趋势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空气中的颗粒物和地面臭氧是
最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1.6），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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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没有新政策的情景下，空气污染物排放量会
略有下降或增加。基于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年；风险因素协作组研
究，2017年），2016年，分别有95％和58％左右的世界人
口生活在年平均PM2.5 浓度超过指导值（10μg/m3）和
最宽松的过渡子目标值（35μg/m3）的地区，造成约400
万人过早死亡（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2018年）。通过将
排放数据作为输入，TM5-FASST源解析受体模型（van 
Dingenen等人，2018年）可用于估算年PM2.5浓度，其可
以映射到未来的人口预测中，以估计暴露于特定水平的
PM2.5 的人群数量和过早死亡人数。到2050年，在SSP2
标记情景下，暴露于10μg/m3和35μg/m3以上PM2.5浓度
的人口比例将分别达到63%和9%（Rao等人，2017年），在
ECLIPSE V5a“当前立法下的减排”情景下，暴露于10μg/
m3和35μg/m3以上PM2.5浓度的人口比例将分别达到81%
和40%（Stohl等人，2015年；Klimont等人，2017年）。这
意味着空气污染将继续每年导致数百万人过早死亡，国
际能源署的“新政策”情景估计，到2040年，将有450万人
过早死亡（国际能源署，2016年），ECLIPSE V5a情景估
计，到2050年，将有700万人过早死亡（Stohl等人，2015
年；Klimont等人，2017年），其跨越了文献中给出的范围。
到2060年，由于劳动生产力下降、医疗保健成本增高以及
作物产量下降导致的全球经济损失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的1％（经合组织，2016年）。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其中一些地区的经济损失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3％（经
合组织，2016年）。

21.3.4 淡水

与淡水有关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
性”群组（参见第21.3.2节）和“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参
见第21.3.3节）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淡水既是一种自然
资源，也是污染的吸收汇。淡水对人类健康（饮用水和卫生
设施）以及农业和能源生产至关重要，而淡水供应和需求
的不平衡可能导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此外，通过径流和
侵蚀将过量养分（氮和磷）流失到水生生态系统可能导致
湖泊和河流的富营养化。

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趋势
2015年，近21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1），其中有8亿人甚至无法获得改
善的水源（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
此外，45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服务（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2），其中23亿人甚至无法获得基本的
卫生服务（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
。总体而言，不安全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
造成了大约15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410,000名儿童死
亡，主要原因是卫生问题引起的腹泻病（全球疾病负担研

图21.10：对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黑碳）排放量的未来预测

资料来源：ECLIPSE_V5_NFC和ECLIPSE_V5a_CLE分别表示ECLIPSE项目的“无进一步控制”和“当前立法下的减排”情景（Stohl等人，2015年；Klimont等人，2017年）
。国际能源署“新政策”情景代表国际能源署的“新政策”情景，其中包括《巴黎协定》下确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国际能源署，2016年）。对于SSP2情景，阴影部分表示所有模
型的区间（Rao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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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协作研究，2017年）。Lucas
等人（2018年）预计，根据SSP2的假设，到2030年，将有
超过3000万名儿童无法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服务，约有1.5
亿儿童无法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服务。这意味着将有4亿
人无法获得改善的饮用水服务，约有20亿人无法获得改
善的卫生设施服务。基础卫生设施挑战尤其紧迫。2015
年到2030年期间，约有56亿人需要安全管理的卫生设
施，大约13亿人需要从露天排便转为定点排便（Mara和
Evans，2018年）。改善对安全管理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服务的供应可显著降低患有相关疾病的儿童数量。
然而，根据SSP2的假设，到2030年，由于饮用水和卫生设
施不足，预计约有220,000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Lucas等
人，2018年）。

水质趋势
淡水污染不仅可归因于不同类型的化学品，也可能是由于
径流和侵蚀而导致的水生生态系统的养分负荷（氮和磷）
过多，以及水体硅浓度下降。由于科学文献中很少提到与
化学品有关的情景研究（参见专栏21.3），因此，该子目标
方面的趋势分析将侧重于营养盐污染。

氮（N）和磷（P）肥料在粮食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
们也进入了全球几乎所有水体，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
的富营养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3）。淡水生态系
统中最重要的人为氮源是与农业有关的固氮（氮肥的使
用、生物作物的固氮作用）。在磷方面，主要的人为磷源是
磷肥的使用和废水。目前的农业固氮量估计为116-127 
TgN/年（Bouwman等人，2017年）。Alexandratos和
Bruinsma（2012年）预测，到2050年，合成氮的使用量将
增加到138 TgN/年，而Mogollón等人（2018年a）预测，
在SSP2和SSP3情景下，到2050年，合成氮的使用量将分
别增加到185和260 TgN/年，说明未来预测存在不确定
性。在SSP2和SSP3情景下，预计全球对农田的磷输入量
将从2010年的14.5 TgP/年（Bouwman等人，2017年）分
别增加到2050年的26 TgP/年和27 TgP/年（Mogollón等
人，2018年b）。

对氮肥使用的未来预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氮肥利用效率
（NUE）的发展，其从1970年的0.42下降到20年代80年

代的0.35，然后再次提高到2010年的0.42（Bouwman等
人，2017年）。20世纪80年代的下降趋势是由于低投入
国家的肥料使用量增加，最初导致了氮肥利用效率明显
下降，而后期提高主要是发达地区在农业实践和环境立
法方面有所改善的结果（Bouwman等人，2017年；Rao
等人，2017年）。预计这些趋势将在未来持续下去，在
SSP2情景下，预计到2050年，氮肥利用效率将提高至
0.55（Mogollón等人，2018年a）。磷肥利用效率（PUE）从
1970年的0.51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稍低值，然后提高
到2010年的0.6（Mogollón等人，2018年b）。未来的磷肥
利用效率值主要取决于残余土壤库中的磷积累（低效率
值）或其消耗（高效率值），这可被视为对未来生产的贡献。

很明显，氮和磷在农业中的当前和预测使用量显著超
过了62 TgN/年和6.2 TgP/年的子目标水平。与此同时，
为了蓄水和水力发电而建造的大坝和水库对硅的拦截
效应会加重水体硅缺乏（例如，Mavaara、Dürr和van 
Cappellen，2014年；Ran等人，2018年）。营养物质化学比
例的扭曲（增加的氮磷比、增加的氮硅比）可能导致大量有
害藻华的广泛性增加。目前，全球性的有害藻类问题导致
藻华发生的频率增加，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严重程度越来
越高，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藻毒素（Glibert，2017年）。

废水是淡水系统中营养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改善的卫生
设施的重点是健康方面，且卫生系统旨在卫生地将人类与
自己的排泄物隔离开来。然而，在没有废水处理的情况下，
污水系统会将营养盐和有机废弃物直接排放到地表水中

（van Puijenbroek等人，2015年）。虽然预计卫生设施的
使用将会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废水处理的改善将赶不
上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趋势（van Puijenbroek，Beusen和
Bouwman，2019年）。因此，根据SSP2的假设，未经处理的
污水导致的全球营养盐排放量在氮方面，预计将从2010年
的10 TgN/年增加到2050年的17 TgN/年，在磷方面，预计
将从2010年的1.5 TgP/年增加到2050年的2.4 TgP/年（van 
Puijenbroek，Beusen和Bouwman，2019年）。

水资源短缺的趋势
目前，全球有超过20亿人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河
流流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4），即淡水抽取总
量与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之比超过40％的阈值（Oki和
Kanae，2006年；Veldkamp等人，2015年；Liu等人，2017
年）。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比例超过70％（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7年）。

在所有趋势情景下，预计全球人类用水需求（即取水量）
将增加。一些情景显示出相当大的增幅，在SSP2情景下，
将从目前的约4,000 km3 yr-1 增加到2050年的5,500 
km3 yr-1 （38％）（Wada等人，2016年；Satoh等人，2017
年）。其他情景显示出较小的增幅，主要由于预期的效率
改善。例如，Bijl 等人（2018年）预测，在SSP2情景下，到
2050年，总需水量将增加26％。对于高需求情景，在SSP2
情景下，水的消耗性使用量预计将从目前的2,000 km3 
yr-1 增加到2050年的2,500km3 yr-1 （25％）（Wada和
Bierkens，2014年）。在SSP3情景下，预计用水量还将另
外增加10％（Wada等人，2016年）。

不同部门（农业、工业和家庭）的用水效率改善预计会有所
不同，在SSP情景下，每年的使用效率在0.3％至1.0％不
等，主要遵循历史发展趋势（Flörke等人，2013年；Wada
等人，2016年）。此外，预计不同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也
会有很大差异，主要取决于可用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投
资。最大增幅的总需水量预计来自非洲、亚洲许多地区、
美国西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Hanasaki等人，2013年
a；Hanasaki等人，2013年b；Wada等人，2016年），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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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和工
业活动增加（电力和能源使用增加）（Hanasaki等人，2013
年a；Hanasaki等人，2013年b；Bijl等人，2016年；Wada等
人，2016年；Satoh等人，2017年）。

未来农业用水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灌溉面积的扩大
和预计的气候变化，后者加剧了灌溉作物的灌溉水蒸
发（Hanasaki等人，2013年a；Hanasaki等人，2013年
b；Wada和Bierkens，2014年；Mouratiadou等人，2016
年）。

与家庭和工业部门相比，到本世纪末，灌溉用水需求的预
计增长率要低得多，即20％至30％（Elliot等人，2014年）
，虽然有些研究预测在2010年和2050年之间的灌溉取水
量将增加一倍（Chaturvedi等人，2015年）。虽然预测全球
平均灌溉效率将出现细微变化（Hanasaki等人，2013年
a；Hanasaki等人，2013年b），这有可能会对灌溉面积和
灌溉强度的增加起到补偿作用（Wada等人，2013年），但
各地区的灌溉效率存在显著差异（Chaturvedi等人，2015
年）。应该注意到，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可以改善作物
生长，减少作物蒸腾，而同时，生物质能的增加使用可能会
抵消作物蒸腾方面的改善（Wada等人，2013年）。

中度用水需求情景（SSP2）和高度用水需求情景（SSP3）
下的趋势表明，水资源短缺问题预计会加剧。例如，研究
表明，在不同的SSP情景下，亚洲地区约74％至86％面积
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将大幅加剧，且到2050年，亚洲地区
至少20％的面积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用水压力（Wada和
Bierkens，2014年；Satoh等人，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气候变化，预计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许多地方的水资源
将严重减少（Schewe等人，2014年）。目前，亚洲超过10亿
人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紧缺的地区，占亚洲人口的近三分之
一（Liu等人，2017年）。到2050年，面临严重缺水状况的亚
洲人口预计将增加42%至75％，具体取决于采用何种情景

（SSP1-3），且在SSP3的高度用水需求情景下，面临严重
缺水压力的人口数量将增至20亿（Satoh等人，2017年）。
在全球范围内，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的人口数量呈现类似
趋势，在SSP2和SSP3情景下，将从目前的20亿人分别增
加至到2030年的28亿和34亿人（Hanasaki等人，2013年
a；Hanasaki等人，2013年b）。水资源短缺的加剧会破坏
可再生淡水资源，使其无法维持人类活动且发挥其生态功
能（Satoh等人，2017年；Greve等人，2018年）。水资源短
缺的后果也会影响农业、健康和收入。研究表明，到2050
年，水资源短缺可导致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减
少7-10％（世界银行，2016年b；Satoh等人，2017年）。

与此同时，在SSP2和SSP3情景下，几乎所有的主要地下
水用户的不可再生地下水抽取量预计将增加一倍。不可
再生地下水占地下水抽取总量的比例预计将从30％增至
40％，表明人类用水越来越依赖于不可再生的地下水资源

（Elliot等人，2014；Wada和Bierkens，2014年）。在一些

地区，地下水位可能会大幅下降，或含水层或河流可能会
干掉，从而引发对粮食安全、能源、城市和生态系统的更多
关注（Vanham等人，2018年）。

21.3.5 海洋

与海洋有关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
性”群组（参见第21.3.2节）和“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参
见第21.3.3节）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海洋既是一种自然
资源，也是污染的吸收汇。海洋是数十亿人口的重要食物
和营养来源，且在海上风电场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本节没有讨论到。在污染方面，
与人为活动（包括农业和污水）相关的过量氮和磷负荷，
可导致内陆和沿海水域的“死亡地带”和有毒藻类大量繁
殖，而主要来自于能源体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加
剧了海洋酸化。

海洋营养盐污染的趋势
营养盐富集和营养盐比例的变化主要会导致内陆和
沿海水域出现“死亡地带”和有毒藻类大量繁殖。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里，河流中的硅氮比和硅磷比逐渐下降

（Billen，Lancelot和Meybeck，1991年）。这是由于人为活
动导致氮和磷负荷升高（Beusen等人，2016年），而河流输
送的溶解硅（主要来自岩石风化）由于水库不断增强的拦截
作用而减少（Conley，2002年）。因此，群落结构发生变化，
因为硅藻生长需要平衡的硅氮比和硅磷比（硅氮比≈1；硅
磷比≈16）。当氮和磷相对于硅过量存在时，浮游植物群落
以非硅藻为主，且通常有毒藻类和蓝藻细菌大量繁殖，则会
发生海洋营养盐污染事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4.1）

（Anderson，Glibert和Burkholder，2002年）。

2000年，全球河流的氮输出量估计介于37 Tg N/年
（Beusen等人，2016年）至43 Tg N/年之间（Seitzinger

等人，2010年）。全球河流的磷输出量估计介于4 TgN/年
（Beusen等人，2016年）至9 TgN/年之间（Seitzinger等

人，2010年）。在SSP2情景下（Ligtvoet等人，2018年），
由于来自农业和废水的投入预计增加，导致全球河流的
氮输出量将从2006年的40 Tg N/年增加到2050年的47 
Tg N/年，而磷输出量预计将从2006年的4 Tg P/年（基于
Beusen等人，2016年）增加到2050年的5 Tg P/年。虽然对
淡水系统向海洋输送的磷的历史估计存在相当大的不确
定性，但未来的趋势正在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海洋酸化的趋势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导致海洋酸度增加（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子目标14.3）以及海洋生产力下降。在高排放情景下

（RCP 8.5），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全球平均海洋酸度 
水平（pH）预计到2060年将下降约0.2（Palter等人，2018
年），到2090年将下降约0.33（Bopp等人，2013年）。较低
的pH值（较高的酸度）会降低碳酸根离子的浓度，但是海洋
生物构建外壳和骨骼需要碳酸根离子。较高的酸度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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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水的上部水柱中的平均碳酸钙（CaCO3）饱和度就
文石而言（一种由海洋有机体生产的碳酸钙，其饱和度表
示为：Ωarg）将下降到显著低于2.75Ωarg的选定子目标水
平——从2010年的2.94Ωarg下降到2100年的1.8Ωarg左右

（Zheng和Cao，2014年）。碳酸盐饱和度下降使海洋生物
更难以形成外壳和骨骼，导致海洋生物分解，并可能增加
自然死亡率，或降低体细胞生长率和卵生存力（Cattano等
人，2018年）。从区域来看，预计极地地区的酸化速度将最
为显著，北冰洋的碳酸根离子浓度预计自2048年起将降至
文石饱和度以下，而南大洋预计在2067年左右将出现这种
情况（Bopp等人，2013年；Ciais等人，2013年）。应该指出
的是，从农业和工业来源流入海洋的氮和磷会导致海洋酸
化的局部增强（Billé等人，2013年）。

海洋资源的趋势
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4.4）至关重要，
因为海洋是数十亿人的食物和营养来源，特别是在低收
入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营养和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渔
业。除了作为人类食物的直接来源之外，当鱼类在水产养
殖和牲畜饲料中被加工成鱼粉时，鱼类也间接地促进了人
类营养。从历史上看，人均鱼类需求量已从1950年的6kg/
年显著上升到2016年的20.3kg/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2018年），其他估计介于2011年的18.8-21.4kg/年范
围内（Troell等人，2014年；Béné等人，2015年）。与此同
时，鱼类养殖的趋势也在增加。自2014年以来，人类消耗
的养殖鱼类多于野生鱼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预测表明，人类对鱼类的需
求将在未来继续增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年）。
然而，研究表明，根据目前的捕捞战略，实现野生渔获量的
可持续增加存在困难（Garcia，Rice和Charles，2016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
RCP 8.5情景下，支持所有海洋渔业且最终支持所有海洋
生物的海洋初级生产力预计到2100年持续下降（Bopp等
人，2013年；Fu，Randerson和Moore，2016年），尽管存
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Laufkötter等人，2015年）。在现有
文献中没有找到关于“在生物可持续产量水平范围内的鱼
类种群的比例”——官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指标——
的预测。作为替代，在无气候变化和当前管理情景下，对全
球渔业情况的预测表明，等于或低于可恢复的子目标生物
量的鱼类种群的比例将从目前的53％增高到2050年的88
％（Costello等人，2016年）。但是，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进
的管理措施。在科学和管理上有充分投入的大多数国家 

（或地区）（Melnychuk等人，2017年），可持续性前景
有显著改善（Costello等人，2016年）。到2050年，捕捞潜
力预计平均下降7.7％，而同期的收入可能会下降10.4％

（Lam等人，2016年）。

21.3.6 人类健康

2012年，全球23％的死亡是由于可修改环境因素——“
根据当前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和社会可接受性，可合理地

管理或改变的因素”（Prüss-Üstün等人，2016年）——其
中大部分发生于脆弱群体（儿童和老年人）和发展中国家

（Prüss-Üstün等人，2016年）。环境影响人类健康，涵盖
家庭（例如，不安全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室内
空气污染）、社区（例如，室外空气污染）和全球范围（例如，
气候变化）（Smith和Ezzati，2005年；Hughes等人，2011
年）。

获得安全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以及清洁炉灶
设施的人口比例一直在显著增加，这减少了与传染性疾
病有关的健康影响。预计这些趋势将持续到2050年（参
见第21.3.3节和第21.3.4节）。例如，因使用固体燃料产生
的家庭空气污染而导致的健康状况不佳或过早死亡造成
的全球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即寿命年损失年数，从
1990年占总伤残调整寿命年的9.2％下降至2016年的6.8
％（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2016年），预计到2024年将
进一步下降至3％以下（Kuhn等人，2016年）。Hughes等
人（2011年）也预测，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将显著下降，这主
要与经济发展强劲有关。然而，预计到2030年仍有很多
人无法获得改善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清洁的炉灶设
施，并且这些风险因素的改善程度因地区而异。此外，与
室外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健康风险也在增加（世
界卫生组织，2014年；Forouzanfar等人，2015年；Cohen
等人，2017年）。在未来几十年中，环境颗粒物污染将继
续导致每年数百万人过早死亡（参见第21.3.3节）。同样，
预计气候变化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对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
影响，其中包括热暴露、沿海洪水、腹泻、疟疾和营养不足

（Hughes等人，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

自1990年以来，家庭层面的环境风险因素一直在下降，而
社区和全球层面的风险因素一直在增加。全球健康风险已
经从环境风险转向行为风险（例如，吸烟、儿童营养不足、
酗酒）和代谢风险（例如，高血压和高体重指数）（世界卫生
组织，2009年；Forouzanfar等人，2015年）。风险因素的这
种转变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更大的流
行病学转变的一部分——死亡率一直在下降，且风险因素
转为影响人类之后的生活（Murray等人，2015年）。

儿童死亡率的趋势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通常被视为生活质量的敏感指标 

（参见第20.4.1节）。全球儿童死亡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子目标3.2）从1990年的每千名活产婴儿91例急剧下降到
2015年的每千名活产婴儿43例，这是千年发展目标期间
最伟大的成就之一（You等人，2015年）。然而，2016年，有
超过500万儿童在五岁之前死亡，其中26％是由于我们控
制范围内的环境因素（Prüss-Üstün等人，2016年）。五大
主要的环境风险因素（按健康影响排序）是：家庭空气污
染、不安全的饮用水、环境颗粒物、不安全的卫生设施以
及洗手设施不足（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Forouzanfar 
等人，2015年）。此外，营养不足（包括胎儿生长受限、儿
童发育迟缓和消瘦、微量营养素缺乏和不良母乳喂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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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健康风险因素，与2011年约45％的儿童死亡有关
（Black等人，2013年）。1990年，这五大主要的环境风险

因素导致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近280万（占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总数的30％），2016年减少至80多万人（占五岁
以下儿童死亡总数的24％）。目前，有79个国家（或地区）
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规
定的每千名活产婴儿25例的目标——部分原因是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风险因素持续存在，有时甚至更
高（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协作研
究，2016年）。

到2030年，全球儿童死亡率预计将进一步下降到每千名
活产婴儿23-39例，这远远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子目标（Hughes等人，2011年；Liu等人，2015年；You等
人，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协作研究，2017年）。这意味着到2030年，估计有47个国
家无法实现子目标，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You等
人，2015年）。由于儿童死亡率下降，到2050年，全球婴儿
出生时预期寿命预计将增加至超过77岁，而2015年为71
岁（Samir和Lutz，2017年；联合国，2017年）。应该指出的
是，这些平均数据掩盖了预期寿命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与
国家内部和之间的贫困差异有关的预期寿命。

儿童死亡率，特别是腹泻和肺炎导致的死亡率，预计会
显著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饥饿水平的预期改善（参见第
21.3.2节）、对现代能源资源的改善获取（参见第21.3.3节）
、对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获取（参见第21.3.4节）
，以及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Lucas等人，2018年）。然而，
到2030年，五大主要的环境风险因素，以及儿童体重不足
和疟疾，预计仍将导致15％左右的儿童死亡，主要发生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Lucas等人，2018年）。这些健康影
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但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以

确保更清洁和可持续地获取粮食、水和能源服务。此外，气
候变化可能会加剧儿童死亡风险，例如，通过影响粮食安
全和随之而来的儿童体重不足。通过将气候变化对儿童体
重不足的影响纳入基本情景预测中，Hughes等人（2011
年）预测，到2050年，还会增加70,000名儿童死亡，主要分
布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应该指出的是，家庭、社区和全球环境因素影响了儿童死
亡率以外的许多人类发展指标，反过来，儿童死亡率受到
可修改环境因素以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上所述，流行
病学转变表明，可归因于环境的风险因素的平衡发生变
化，例如，从与水有关的传染性疾病，到与环境空气污染等
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在改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面，
成功应对前者将比应对后者有更显著的效益。此外，其他
影响五岁以下儿童健康的环境健康风险因素（如营养不良
和肥胖——可能会增加成年后的健康风险和死亡率，而非

（或非仅）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

资料来源：Moyer和Hedden（2018年）。

图21.11：预计到2030年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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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1.5：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在国家层面取得的进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一项全球议程，将在国家层面实施。本章明确评估了全球范围内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的未来
发展。分析结论认为，如果没有更有力的政策，这些子目标就不太可能实现。但是，各国的进展程度差异很大。Moyer和Hedden（2018年）在
SSP2情景下，探讨了在八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和九项相关具体指标方面，未来在国家层面将取得的进展。这些子目标与“人类福祉”群
组下的选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相关联，并由消除贫困和教育问题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作为补充。九项具体指标虽然不全
面，但却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多个方面。

根据本章的结论（参见表21.2），该研究得出结论，在2015年至2030年之间，全球在实现九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指标方面进展甚微。对于
探讨的全部国家指标组合（186个国家的九项指标=每年1674个指标值），43％已在2015年达到子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到53％。预计
到2030年，只有17％的国家能够实现全部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而15％的国家不会实现任何一项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
标。后者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分析强调，在供应卫生设施、普及初中教育和降低体重不足儿童的流行率上达到子目标值存在困难，这
些是一直存在的发展问题。预计到2030年，67％的国家将实现儿童死亡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8％的国
家将实现这一子目标。

资料来源：Moyer和Hedden（2018年）。

表21.1：预计到2030年按区域划分的国家实现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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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 《全球环境展望6》选
定子目标

具体指标 2010年的水平 子目标值 预测值1 趋势

人类福祉 消除饥饿 食物不足发生率 8-9亿人 0，2030年 3-5亿人，2030年 

普遍提供现代能源
服务

无法获得电力的人口和
无法获得清洁烹饪燃料
的人口

28亿和11亿 0，2030年 23亿和7亿，2030年 

普遍提供安全饮用水
和适当的卫生设施

无法获得改善的饮用水的
人口和无法获得改善的卫
生设施的人口

8亿和23亿 0，2030年 4亿和20亿，2030年 

终结五岁以下儿童的
可预防性死亡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52例
每千名活产
婴儿

<25例
每千名活产婴
儿，2030年

23-39例
每千名活产婴儿，
2030年



自然资源基础 改善水质 氮肥的使用和生物固氮 120 TgN/年 < 62 TgN/年 185 TgN/年，2050年 

磷肥的使用 14.5 TgP/年 < 6.2 TgP/年 26 TgP/年，2050年 

减少水资源短缺 生活在水资源短缺地区
的人口

20亿 - 28亿，2030年 

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暴露于PM2.5 浓度高于
35μg/m3的人口百分比

58％ 0％，到2050年 9-40％，2050年 

抑制全球变暖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 1℃，2016年 < 2.0 / 1.5℃， 
2100年

4℃，2100年 

减少海洋营养盐污染 淡水到海洋
的磷输出量

4 TgP/年，2006
年

- 5 TgP/年，2050年 

尽量减少海洋酸化 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文石
饱和度

2.94Ωarg > 2.75Ωarg 1.8Ωarg，2100年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
管理

等于或低于可恢复的子
目标生物量的鱼类种群
的比例

53％ - 88％，2050年 

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 土壤有机碳丧失 176Gt，历史上 - 27GtC，2010年至
2050年



遏制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平均物种丰度的丧失 34％ <36％，自2030
年起

43％，2050年 

	预计子目标无法实现；趋势向相反方向发展或没有显著改善； 
	预计子目标无法实现；趋势向正确方向发展；
ê	预计将实现子目标（无）。
资料来源：所有值均基于第21.3节。1 预测值主要基于SSP2情景，但能源获取、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海洋酸化和高于子目标生物量的鱼类种群除外。在空气污染方面，
由于不确定性范围很大，ECLIPSE情景的结果也包括在内。

表21.2：与选定子目标相关的过去和未来趋势（参见第20.4节）

21.4 我们是否实现了子目标？

情景评估的结论按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和具
体指标（参见第20章）概述在表21.2中。在“一切照旧”情
景中，评估的这些子目标均未能实现，但存在明显的差异。

对于“人类福祉”群组下的子目标，预测趋势表明，随着时
间的推移情况会有所改善，但不足以到2030年实现这些

子目标。但是，预计有几个子目标长期来看会实现，或至少
相对接近于实现；例如，预计到2050年，食物不足发生率
将减少三分之二或更多。虽然进展足够快到可以弥补不断
增长的世界人口，但许多人仍将无法获得食物、现代能源
服务或充足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与此相关的是，与环境
有关的人类健康影响正在显著下降，但远远不足以实现五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在撒
哈拉以南非洲，环境健康风险因素仍然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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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然资源基础”群组下的子目标，差距仍然相对较
大，对于大多数子目标，差距甚至变得更大。虽然资源利
用效率（在产量和养分使用、水和能源效率方面）预计会
提高，但大多与历史趋势一致（参见表21.3），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短缺、营养盐污染和土地退化预
计将继续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暴露于PM2.5浓度高于
35μg/m3的环境中的人口比例预计将下降。不过，在SSP2
情景下，到2050年，预计将有63%的人口暴露于PM2.5浓
度高于10μg/m3的环境中，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环境空
气污染将继续导致数百万人过早死亡。 

表21.3：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方面的资源利用效率的历史和常规趋势

《全球环境展望6》的选定子目标 具体指标 历史发展 “一切照旧”情景中的趋势

提高农业生产力
（第21.3.2节）

按 时 间 列 出 的 产 量 提 高 率 
（谷物）

1.9％/年
（1970年至2010年）

0.4-0.9％/年
（2010年至2050年）

提高养分利用效率
（第21.3.2节）

作物生长氮吸收总量与氮素
的总投入量的比例

0.42，2010年 0.55，2050年

提高用水效率
（第21.3.4节）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变化 0.2-1％/年
（1970年至2010年）

0.3-1％/年
（2010年至2050年）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第21.3.3节）

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
中的比例

15％，2010年 20-30％，2050年

提高能源效率
（第21.3.3节）

按时间列出的能源强度的降
低（以一次能源和国内生产
总值计量）

1-2％/年
（1970年至2010年）

1-2.5％/年
（2010年至2050年）

总体而言，情景分析表明，全球并没有朝着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环境相关子目标的方向上
发展。这要求我们在降低儿童死亡率、防控空气污染、消
除饥饿和获得清洁的饮用水、卫生设施和现代能源方面
加速取得更大进展。此外，要实现自然资源基础方面的子
目标，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水资源
短缺、淡水和海洋污染，需要与当前趋势划清界限，将人
类发展与环境退化完全脱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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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多样性，例如，与基础设施发展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因
此，确保在各个层面——国家政府内部，甚至是国际上——
实施更加协调的政策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土地利
用规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二者的关系上。{22.3.1}

有多种路径可以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符合《巴黎协
定》规定的子目标水平。然而，每一项路径都需要转型变
革，且迅速实施（充分证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包
括：变革生活方式（例如，倡导低肉类摄入的饮食模式、更
多地使用公共交通）、能效提高速度翻一倍、加快实施低
碳和零碳技术（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碳捕获和储存）
、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落实基于土地的减
缓方案（例如，再造林和生物能源）。减排措施需要加速实
施，因为要达到《巴黎协定》中的气温子目标，碳预算非常
紧张。作为一项广泛的指导方针，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内
生产总值的脱钩率需要从每年1％-2％的历史速率提高
到每年4％-6％，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巴黎协定》中的子目
标。{22.3.2}

空气污染排放量的大幅降低可以实现，但目前尚没有可
以促进达到最严格的空气质量指引要求的路径（不完全
证实）。仅仅通过引入空气污染政策往往不足以达到严格
的空气质量标准。然而，减缓气候变化（例如，逐步淘汰化
石燃料）也大大降低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将气候
政策与严格的空气污染政策相结合的情景表明，大幅降
低直径小于2.5μm（PM2.5）的颗粒物的排放，可显著改善
所有地区的空气质量。在最好的情况下，预计有不到5％
的人口将暴露于PM2.5浓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宽
松的过渡期标准35μg/m3的环境内，而预计有超过一半的
人口仍然将暴露于PM2.5浓度高于指导值10μg/m3的环境
内。{22.3.2}

缓解全球水资源胁迫，包括地下水枯竭，需要提高用水效
率、增加水储存以及在废水再利用和海水淡化能力方面
进行投资（不完全证实）。为了将2050年及以后面临水资
源胁迫的全球人口数量维持在当前水平甚至是有所减少，
全球用水效率需要提高20％至50％。这包括提高农业用
水生产率、灌溉效率以及家庭和工业部门的用水效率。废
水再利用和海水淡化战略需要大量的经济投资，且需要
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
来说可行性不是很高。此外，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可以
通过减缓水污染同时限制经济投资，来改善和/或规范供
水。{22.3.3}

实现与海洋有关的环境子目标需要在其他部门制定一致
的政策（充分证实）。抑制海洋酸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减
缓气候变化（即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海洋营养盐污

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有助于确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和相关多边环境协定（MEAs）的环境子目标的

方法（充分证实）。寻求实现子目标的情景可以帮助我们深
入了解所需的工作量、有希望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与一系
列子目标之间可能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情景设置在气
候政策文献中的成功使用说明这些情景具有实用性。情景
设置可用于探索实现长期子目标的不同路径，且有助于了
解这些路径的成本和效益。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相
关的多边环境协定之间存在重要的相互关系（协同作用和
权衡取舍）。这意味着旨在实现一系列子目标的战略必须
考虑到这些相互关系。目前，大多数情况下缺乏探索同时
实现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情景。因此，可能路径的评
估必须依赖于文献中范围较为狭隘的情景。这样确实会导
致更高水平的不确定性和一些明显的知识差距。{22.2}

总体而言，现有的情景文献表明，实现子目标的不同路径
是存在的，但这些路径需要转型变革（不完全证实）。为了
实现第20章中确定的子目标，需要对路径实施变革，这表
明逐步引入环境政策是不够的，而是需要显著提高土地、
水和能源方面的资源效率。这包括在农业上取得高产收
益、显著改善养分利用和用水效率、能效提高速度翻一倍，
以及加快引入“无碳”能源选择。同样，实现粮食、水和能源
的普遍获取将需要与当前趋势划清界限。{22.3；22.4.1}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组合利用一系列措施，包括技术
改进、生活方式变革和本地化解决方案（不完全证实）。这
些路径强调了与实现能源、粮食和水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模式相关的若干关键转型，以便确保这些资源的普遍获
取，同时防止气候变化、空气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
丧失、水资源短缺、过度开发和海洋污染。这些转型包括，
一方面要改变生活方式、消费偏好和消费者行为，另一方
面，要实现清洁生产流程、提高资源效率、使经济增长与环
境退化脱钩，以及践行企业责任。{22.3}

将与消费、生产和粮食供应有关的措施与自然保护政策相
结合，可以同时实现消除饥饿、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抑
制土地退化（充分证实）。已经确定有几项措施同时实施有
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相关的权衡取舍，包括可持续农业集
约化（例如，提高水和养分利用效率）、倡导低肉类摄入的
饮食模式、降低粮食损耗和浪费、改善粮食和营养管理服
务的提供、景观管理，以及扩大保护区。{22.3.1}

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密切联系意味着需要
采取更加协调的国际行动（不完全证实）。情景文献明确地
指出，如果土地利用遵循预期的“一切照旧”轨迹，那么遏
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一子目标将不会实现。此外，迫切需
要提出与传统自然保护政策不同的其他政策来保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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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以及相关的缺氧和有害藻华，需要显著改善养分流失，
主要是肥料使用和未经处理的废水的养分输入。{22.3.4}

终结五岁以下儿童的可预防性死亡需要持续努力减少环
境风险因素，但也需要更加重视消除贫穷、妇女和女童教
育以及儿童和孕产妇保健（不完全证实）。消除饥饿并实现
安全的饮用水、适当的卫生设施和现代能源服务的普遍获
取可以显著改善健康水平——特别是对于五岁以下儿童。
然而，即使到2030年能够实现所有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也不会达到子目
标水平。实现地球健康的目标还不足以实现人类健康。实
现儿童死亡率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还需要解决非环境
风险因素，包括减轻贫困、妇女和女童的教育以及儿童和
孕产妇保健。{22.3.5}

了解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协同实施和政策
连贯性至关重要（充分证实）。如果措施通常旨在实现特定
子目标或一系列子目标，它们也可以影响其他子目标。需
要采用综合方法来产生协同效应并处理潜在的权衡取舍，
以同时实现不同的环境子目标。{22.3；22.4.2}

总的来说，现有文献表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内
部和之间的协同效应大于权衡取舍（不完全证实）。可以利
用人类福祉和自然资源子目标之间的显著协同作用。例
如，通过改变膳食模式减少肉类摄入量来降低农业需求，
以及降低粮食损耗和浪费，可以缓解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
力，从而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
本章讨论的其他例子包括教育和减少空气污染。逐步淘汰

化石燃料的持续使用可以在实现气候和空气质量子目标
方面收获重要的共同惠益，后者与改善人类健康、增加
农业生产和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具有协同作用。{22.4.2}
本章还指出了几种权衡取舍。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措施的
吸引力不大，或者需要采取额外的政策来减轻这种权
衡。{22.3}

产量提高和生物能源分别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
变化的重要措施，但它们可能与实现其他子目标相冲突

（充分证实）。虽然几乎所有符合《巴黎协定》的情景都依
赖于基于土地的减缓措施，但它们的使用增加了对土地
的需求，并产生了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影响，且可能导致粮
食价格上涨。提高农业产量可以改善整体粮食供应并减
少对自然土地的压力，但在此过程中，也可能由于更多的
水、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和机械化，导致土地退化、水资源
短缺、缺氧和有害藻华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22.4.2} 

需要进一步开展模型开发和路径分析，以涵盖可持续发
展目标之间更广泛的联系（充分证实）。在实现一系列子
目标方面，情景文献仍然不完善。现有情景文献有很多涉
及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的问题，但针对土地退化和海洋
相关的诸多挑战，以及化学品和废弃物的资料大多缺乏。
此外，文献中讨论了许多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但除了专
题研究之外，还缺乏对所有相关关联性的全面综述。需要
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包括对现有文献的系统审查和
专门的综合评估建模，特别关注目前尚未探索的相互关
系。{22.5.1}



514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未来展望与实现路径

22

22.1 引言

在当前趋势下，第20章中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
多边环境协定的环境相关子目标将不会实现（第21章）。
本章对情景文献进行了审查，以找到实现这些子目标的可
能路径，从而缩小实施差距（表21.2）。重点考察的问题是
实现这些子目标需要什么——以及不同措施和这些子目
标之间的重要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有哪些。本章不讨论这
些路径的社会或政治可行性，重点将聚焦于措施（例如，提
高能源效率或产量变化），而不是实施这些措施的政策（例
如，税收或监管）。后者将在第24章进一步讨论。

在文献中可以找到一系列分析如何实现特定子目标的情
景，如与气候变化或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子目标 

（例如，全球能源评估项目，2012年；Clarke等人，2014
年；Obersteiner等人，2016年）。致力于同时实现多个环
境和/或发展子目标的情景更加缺乏，只有少数例外情况

（例如，van Vuuren等人，2015年；《2050年的世界》倡议
【TWI2050】，2018年）。此外，尚不存在探讨一系列措施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所有重要相互关系的综合性
研究。此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子目标和与多边环境协定有关的子目标以不同方式相
互依赖，导致在应对战略上会产生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Nilsson，Griggs和Visbeck，2016年）。文献方面存在这
种差距表明，在我们的评估中，所需的措施和不同子目标
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基于对当前工作的解释。

22.2 路径的定义

目前，存在一系列描述可持续发展趋势的不同情景（参见
van Vuuren等人2012年对不同情景类型的概述）。一些情
景探讨了引入关于关键驱动因素（例如，人口、经济发展和
技术）的一系列假设的后果，与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保持一致。随后，这些情景会考察对人类发展和环境的影
响。例子包括：SSP1（可持续发展）情景（Riahi等人，2017
年；van Vuuren等人，2017a；专栏21.2），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的“技术乐园”情景（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2005年），
全球情景分析工作组的“大转型”情景（Raskin等人，2002
年）。这些情景都会导致在环境问题上朝相对积极的方向
发展，尽管它们通常无法实现第20章中的所有选定子目
标。其他情景适用一种“倒序方法”——指示了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路径（例如，“‘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路”
情景；参见专栏22.1）。最近的两个情景特别关注生活方
式变革的作用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Grubler等
人，2018年；van Vuuren等人，2018年）。可持续发展情景
在许多方面与当前趋势情景（参见第21章）不同——包括
经济活动的性质和个人生活方式、技术的可用性和效益，
以及所采用的干预措施、法规和政策——导致在实现可持
续发展所需的相关工作量以及协同作用和权衡上存在差异

（荷兰环境评估署，2012年）。 

本章旨在评估文献中的现有情景，并没有开发新的情
景。本章介绍的情景应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而不是明确的蓝图。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基于SSP的
情景（参见专栏21.2）。此外，“‘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
路”研究中的情景表明，有不同的方法来加强和引导或
重新引导技术、偏好和激励措施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van Vuuren等人，2015年；专栏22.1）。因此，“‘里约
+20峰会’指引的道路”情景中的基本维度也可用于确
定本章中分析的措施。第一个维度区分了依赖于全球合
作的方案和专门关注地方情况的方案（主要与确保异质
性和地方治理有关）。第二个维度区分了侧重于引入更
可持续的生产模式的方案和侧重于引入更可持续的消
费模式的方案。“‘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路”情景也可
以映射到这些维度上（图22.1）。应该指出的是，到目前
为止，在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中，基于使生产模式更具
可持续性的战略比侧重于变革消费模式的战略受到的
关注更多。

消费变革

全球
技术

     
非集中化解决方案

需求

供应

地方 全球

图22.1：“‘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路”研究中的情景

22.3 实现子目标的路径

图22.2中列出了为实现选定子目标（参见第20章）而确定
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与被分类为五个群组的密切相关
的环境问题和三组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联，与图22.1中
的框架相对应。请注意，根据第21章，与生产和消费相关
的子目标，如提高产量或改善能源强度，将作为实现预期
情况的手段进行讨论。它们在不同的群组中予以讨论，并
在本章末尾的概述中进行了总结。

这些情景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围绕全球或地方干预、生产或消费导向这两个对
比维度展开。本章使用这些情景来说明，有不同的战略可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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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2.1：“‘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路”研究项目

“‘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路”研究项目考察了基于模型的路径，有助于同时实现一系列长期环境和发展子目标（van Vuuren等人，2015年）。 
这些路径使用IMAGE综合评估模型开发而成。这些子目标基于2012年之前的现有国际协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之前）。该研究主要关注两组相
关的挑战：

1. 消除饥饿和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2. 普遍提供现代能源和减缓气候变化。

该研究进一步解决了水、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权衡问题。该研究介绍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子目标的三种可能路径：（1）全球技术；（2）非集中化解决
方案；（3）生活方式变革。替代情景的不同轨迹可以通过紧迫性、经济和制度有效性以及可行的生活方式变革速度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这些
情景的特征如下：

v	全球技术：在全球技术路径中，国际和国家决策者感到迫切需要处理全球可持续性问题，并设法动员大多数公民采用大规模的全球解决
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确认和解决主要是在大规模的全球范围内进行的。

v	非集中化解决方案：相较于长期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只有在地方或区域层面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生活质量这一观念占据较优先地位。因
此，可持续性问题主要以小规模分散化的技术和组织工作的形式得到确认和解决。地方“智能”解决方案也可能归属于这一战略。这是一
个“自下而上”不断发展的世界。

v	消费变革：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性问题，生活方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向较少的物质和能源密集型活动的转型。
尚未实现的子目标可以通过其他现有技术加以弥补。

人类福祉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自然资源基础

能源、
空气和气候

淡水 海洋 人类健康农业、粮食、土
地和生物多样性

·改善能
    源获取

·改善水、
    环境卫生和
    个人卫生设
    施的获取

·减轻贫困
·儿童和孕
     产妇保健
·教育

·营养管理
·改善粮食
    供应

·行为变革
·最终用途
    的电气化
·低排放到
    零排放技术
 ·生物能源
·提高能
    源效率 
·空气污染
    控制 
·非二氧化碳
    排放控制

·提高用
   水效率

·减少粮食损
    耗和浪费
·提高产量
·提高养分
    利用效率
·饮食变化
·土地所
    有权

·负排放技术 ·海洋生态
    系统保护 
·可持续渔业 
·海洋监管 

·管理土壤
    有机碳 
·陆地生
    态系统保护 
·森林管理 
·土地利用
    规划
·尽量减少
    土地损害

·废水处理
·水质标准
·海水淡化
·水资源综
    合管理

图22.2：本章探讨的选定措施及其相关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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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节回顾了关于每一群组内子目标的实现路径的情
景文献，讨论了实现子目标所需的措施，以及每一群组内
不同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和权衡。

在A部分，化学品和废弃物以及废水也被确定为一类主要
的全球环境问题。正如专栏21.1中所解释的那样，关于这
些问题的文献并不多。我们在“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
样性”群组下讨论了减少粮食损耗和浪费问题。在“能源、
空气和气候”和“淡水”群组下，我们侧重于效率提高问
题——解决能源和水资源浪费以及废水处理的问题。

22.3.1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下的选定子目标
可归纳为消除全球饥饿，同时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
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参见第20章）。有助于实现这些最
终子目标的选定子目标包括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高养分
利用效率。

如果没有其他措施，预计这三个子目标都不会实现（第21
章）。虽然预计到2050年仍有数亿人口营养不良，但预计
2010年至2050年期间，农业面积将增加1.5至4.25亿公
顷，导致自然区域（包括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预测表明，
物种丰富度和丰度将进一步下降，预计土地退化将持续
下去。实现子目标需要对粮食生产系统进行重大改造，因
为粮食生产系统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
驱动力。

关于消除饥饿问题，本报告中使用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对“粮食安全”的定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能实质且
有效的获得充分、安全且营养之粮食，以迎合其饮食及粮
食偏好的活力健康生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96
年）。实际上，并非所有情景都包含足够的信息来评估此定
义的所有方面。因此，我们对情景进行了定性描述，以评估
此子目标方面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对于生物多样性，选
定子目标是基于《生物多样性公约》下通过的《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生物多样性公约》，2010年），
换言之，发达国家最迟于2020年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发展中国家最迟于2030年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Kok等
人，2018年）。因此，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意味着要阻止
物种内、物种间和生态系统内的多样性进一步下降，以及
这些生物的丰度和覆盖范围的进一步下降。对于实现土地
退化零增长，目前尚没有定量分析。

该群组与其他群组下子目标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例如，应
对气候变化可能需要大量的生物能源和用于其生产的土

地投入。专门用于生物能源生产的土地总面积是未来情景
中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尤其是那些具有严格减排子目标的
情景（Popp等人，2014年）。此外，农业生产的增加可能需
要增加淡水、氮和磷的投入。

为了在消除饥饿的同时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进一步
的土地退化，需要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便在2050年之前养
活全球90至100亿人口，且不得扩大农业用地（至少在全
球范围内）。同时，还有其他土地需求，如用于能源的生物
质生产、木材生产。减少饥饿不仅需要充足的生产，而且更
重要的是，需要解决粮食获取（经济和物质）问题，以确保
所有人获得充足的食物。此外，在这一过程中要最小化污染

（氮、磷或其他）。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土地保护和土地恢复
措施，以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避免或扭转土地退化。

文献中有几种以综合方式实现这些子目标的情景。这些研
究表明，有多种路径可以实现这些子目标，例如，通过更
加以技术为中心的路线、变革需求或更多地关注治理结
构、土地保有和市场创造（Tilman等人，2011年；Bajzelj
等人，2014年；van Vuuren等人，2015年；Obersteiner等
人，2016年）。最近围绕SSP的文献讨论了多种路径可促
进到2050年实现零饥饿子目标（Hasegawa等人，2015
年），其中一些路径可以在不扩大农业面积的前提下实
现此子目标（Popp等人，2017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粮食安全不仅涉及供应安全，还涉及诸如食物获取等需
求因素，包括负担能力和分配问题（Qureshi，Dixon和
Wood，2015年）及其营养价值。然而，获取、分配和营养价
值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情景文献之外，因此本章
不再对其深入讨论。

大多数关于预防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情景研究都假设同时
采取一系列与土地、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措施，包括
提高农业生产力，减少肉类、奶制品和蛋类的消费，减少粮
食损耗和浪费，避免保护区的细碎化和扩大。这些措施可
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van Vuuren等人，2015年）以
及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风险（Tilman等人，2017年）。

总体而言，文献中讨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与农业生产有
关的措施、农业需求侧措施以及旨在保护陆地生态系统
的措施。

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措施
实现“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下子目标的一
个方案是改变农业生产模式。这包括提高产量（以避免进
一步扩大农业用地），以及其他增效措施，如养分和水的使
用效率，以减少农业对环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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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产量
在基于SSP2基线情景下（Fricko等人，2017年），2010年
至2050年期间，人均对粮食、饲料和能源作物的需求将
增加60％。在同一时期，全球平均粮食、饲料和能源作物
的合计产量（每公顷农产品平均吨数）也在增加（每年增
加1.0％）。因此，SSP2情景的净效应是到2050年，耕地面
积增加约15％（2.3亿公顷）（图22.3）。这符合联合国粮
食及农业组织对到2050年产量改善和农业面积扩张的
预测（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为了限制农
田扩张，产量增长需要从每年1.0％增加到1.4％。因此，
研究关于未来是否可能实现快速产量改善这一问题的证
据是有用的。首先，历史上已经取得了类似的产量提高率

（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此外，几种情景
确实表明未来会出现大幅的产量提高（图22.3）。生产率最
高和生产率最低的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产量差距（《全
球产量差距和水资源生产力地图》，2018年），此外，由领

导者向落后者传授最佳实践经验可能有助于提高全球平
均产量（Neumann等人，2010年；Foley等人，2011年）。最
后，新的产量提高方法还可能带来进一步的潜力（包括转
基因生物【GMO】）。另一方面，单纯轻松的产量增长可能
已经实现（Slade，Bauen和Gross，2014年）。此外，在过去
的几十年中，产量的增加往往会伴随着环境压力的显著增
加，例如，氮肥使用造成的氮污染（Lassaletta等人，2016
年）。对未来化肥使用的预测尚不确定，但很明显，全球
生产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多的肥料使用（Alexandratos和
Bruinsma，2012年）。例如，产量增加可能导致向环境中
流失的氮量增加 15-70%，从而导致水和土壤的进一步污
染（Sutton和Bleeker，2013年；Lassaletta等人，2016年）
。持续的产量改善也可能依赖于灌溉用水的增加，从而对
水资源产生影响（Neumann等人，2010年）。在未来，通过
发展有机农业，再配合食物浪费的减少和饮食结构的变
化，也可能大大减少农业的环境足迹（Muller等人，2017
年）。然而，人们可能会质疑这些措施是否会带来与传统农
业相似的产量水平（Leifeld，2016年），或者现有经验在替
代生产和减少食物浪费方法上的可扩展性（Schneider等
人，2014年）。对于牧场区域，畜牧业的集约化可能会限制
牧场面积的增加甚至导致其面积减少。

减少与农业相关的环境压力
如前一节所述，高产量的农业系统通常与高水平的氮流失
有关。然而，有证据表明，通过提高氮利用效率可以限制高
产量的农业对氮流失的负面影响（Lassaletta等人，2016
年；Bouwman等人，2017年）。从施用量的巨大差异上可
以看出这一点，一些地区的过度施用导致了重大的环境
影响，尤其是在中国（Zhang等人，2016年；Cui等人，2018
年）。事实上，全球氮利用效率从目前的40％迅速提高到
接近70％，可能促使过量氮素急剧下降到50 Tg N/年，且
可能促进全球作物生产中总氮投入的稳定化（Zhang等
人，2015年）。Mogollon等人（2018年）提出了类似的研究
发现，但强调这种情况只可能在乐观的可持续性情景（有
限的需求增长、高效率）下发生。作物产量与施氮量之间的
关系表明，在施肥量高的地区，过高的施氮量会导致农业
效益逐渐下降，而在施肥量低的地区，产量增加的可能性
更大。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存在优化氮素施用的空间。这
种情况下的权衡方法将会是增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

减少其他环境压力也很重要——例如，高水平的水资源消
耗量（参见第22.3.3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带来的负面
影响，以及由于粮食生产中的过量养分利用和污水排放导
致内陆和沿海水域富营养化。科学证据表明，保持农业的可
持续性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障自然害虫控制、授粉和繁殖
等服务（Oerke，2006年；de Vries等人，2013年；Garibaldi
等人，2017年）。例如，除谷物（未经昆虫授粉）外，许多重要
的全球粮食作物至少会部分依赖于动物传粉媒介（通常是
昆虫）来保证产量和/或质量，且依赖传粉媒介的作物占全
球作物产量的35％（Klein等人，2007年）。在高产量的农

每个标记都是模型—情景—年份的组合。颜色表示同一时期的年产量变化百
分比。黄色表示接近历史趋势（从1960年到当前，每年大约1％，Alexandraos
和Bruinsma，2012年）；蓝色表示产量增长快于历史趋势；红色表示产量增长
慢于历史趋势。在SSP情景下，产量是谷类作物的全球平均产量。在Bajzelj等人

（2014年）提出的情景下，产量是小麦的全球平均产量，数据参考2009年。

资料来源：SSP（Popp等人，2017年）和Bajzelj等人，（2014年）。

-�� -�� � �� ��
耕地面积的变化（％）

农
业

生
产

的
变

化
（

％
）

��

��

��

���

���

����年至����年
����年至����年

期间

�.�
�.�
�.�
�.�
�.�

平均年
产量变化（％/年）

图22.3：2010年至2030年和2010年至2050年期间非能
源作物产量的变化百分比与非能源作物耕地面积的变化
百分比



518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未来展望与实现路径

22

业系统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负面影响。有证据表明，
与传统农业相比，有机农业可以成为一种替代农业方式，
因为其可以促进更大的当地物种丰富度和更高的天然生
物密度（Bengtsson，Ahnström和Weibull，2005年；Tuck
等人，2014年）。然而，有机农业也可能导致产量下降，从
而增加土地利用（Clark和Tilman，2017年）。本章无法真
正地去评估有机农业的作用，因为现有的情景研究中很少
涉及有机农业问题。事实上，在保持充分的遗传多样性的
策略上也是这种情况。虽然有证据表明，保持多样性对于
缓解各类环境变化有重要意义，但情景研究中并没有真正
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多样性的保持可以通过轮作作物、间
作套种和多样化作物品种来实现。

防止土地退化
土壤有机碳的减少和其他形式的土壤退化会严重影响
作物产量和产出的食物的营养价值（Godfray等人，2010
年；Lal，2015年；Rojas等人，2016年）。因此，通过管理土
壤有机碳和防止土地退化来维持土壤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出版的《全球土地展望》是少数几个在不同情景下讨
论土地退化问题的研究之一，但该报告只讨论了趋势情
景，而没有探讨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子目标的路径（《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7年；vander Esch等人，2017
年）。与2000年相比，土地恢复和保护子目标预计到2050
年将增加400万平方公里的树木覆盖面积，并在同一时期
内增加50Gt的森林碳储量（Wolff等人，2018年）。但是，由
于文献情景有限，很难评估防止土地退化在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

农业需求侧措施
为了限制农田扩张，还可以减少基线预测中可能出现的粮
食需求。减少需求可以通过减少粮食消费、减少浪费或减
少作物饲料/燃料的使用来实现。

饮食变化
饮食方面的变化被认为是降低农业土地利用影响的有效
措施。减少肉类消费的饮食变化会减少作为动物饲料的作
物用量，从而减少对土地的需求，因为供人类消费的作物
需要的土地要少得多（Stehfest等人，2009年）。特别是，减
少牛肉消费将对环境指标产生最直接的积极影响，因为在
所有牲畜中，反刍动物的饲料和蛋白质转化率最低（Béné
等人，2015年）。这表明，将肉类消费量降低到符合高收
入国家建议的健康水平可能会对减少农业用地和改善人
类健康产生积极影响（Stehfest等人，2009年），因为目前
的平均牛肉消费量高于这个水平。Foley等人（2011年）
和Stehfest等人（2009年）指出，如果更多地转向植物性
饮食，粮食生产使用的土地面积将大幅减少。根据这些研
究，这种转变也会带来健康益处。摄入不同的肉类也可以

获得土地效益。食用非反刍牲畜（例如，猪）的肉比食用牛
肉对环境的影响要低，且通过转向更有效（更高产）的饲
料作物，可以改善饲料投入的土地足迹（Béné等人，2015
年；van Zanten等人，2018年）。因此，在饮食结构中降低
反刍牲畜的消费比例可以减少土地需求。在双壳贝类方
面，水产养殖甚至可以通过过滤手段避免营养物流入河
口，这是一种潜在的协同作用。

文献中最近提出的情景也集中在饮食变化上，包括共享
的社会经济路径模式1情景（参见Popp等人，2017年）
和“‘里约+20峰会’指引的道路”情景下的“消费变革”路
径（van Vuuren等人，2015年；van Vuuren等人，2018
年）以及其他情景（Bajzelj等人，2014年；Tilman和
Clark，2014年）。饮食变化程度依次为适度变化到不摄入
非反刍动物肉品（社会经济路径模式1情景）再到完全停
止肉类摄入（Tilman和Clark的“素食”情景）。其中一些情
景限制了耕地面积的扩大，但同时提出了产量提高方案，
这表明，考虑到人口不断增长，饮食变化不足以限制农田
扩张。应该注意的是，除了产量和饮食的变化之外，这些
情景还限制了生物能源作物用地的扩张（在基于IMAGE和
GCAM模型的SSP1情景下，到2050年的能源作物用地将
分别达到0.6亿公顷和1.4亿公顷）。最后，这意味着产量改
善、饮食改变和能源作物用地扩张控制的组合运用才最有
可能避免农业区域的扩大。

减少损耗和浪费
2010年，全球农业产量（每人每天约3,900千卡的粮食
作物）足以养活全世界人口，但仍有超过8亿人营养不
良（Alexandratos和Bruinsma，2012年；Kummu等
人，2012年）。其中一个原因是，有25％-40％的粮食被浪
费掉，无论是由于供应链浪费或最终消费浪费（Godfray
等人，2010年；Kummu等人，2012年）。减少食物损耗和
浪费是减少饥饿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有助于限制农田的
扩张。当前浪费的食物量足以供数亿人食用一年（West
等人，2014年），一些研究表明，如果将这些浪费掉的食物
中的一半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就可以为数十亿人提供食物

（Kummu等人，2012年）。同样地，Bajzelj等人（2014年）
指出，将食物浪费减少一半，耕地面积将减少14％。Muller
等人（2017年）指出，除了减少土地需求，饮食变化和减少
浪费可以减少肥料和水的使用。Bijl等人（2017年）指出，
尽管通过产量增加可以显著改善现状，但改善程度低于预
期——主要是因为，平均而言，肉类的浪费比其他农产品
要低。基于减少浪费的若干情景也指出，减少浪费可以限
制农田扩张（“消费变革”情景，van Vuuren等人，2015年；
其他情景，Bajzelj等人，2014年）。这些情景都假设产量将
增加，且得出的结论是，鉴于人口增加，仅减少浪费不足以
限制农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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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分配的变化
饥饿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供应量，但更重要
的是粮食的分配。收入分配在粮食分配中起着关键作用

（Wanner等人，2014年；Hasegawa等人，2015年）。在他
们的分析中，Hasegawa等人（2015年）得出结论认为，全
球饥饿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人口增长、粮食分配不平等
和人均国内粮食生产。改善最贫困家庭对粮食的获取，可
以大大减少到2050年满足全球人口需求而需要的粮食生
产增加量（van Vuuren等人，2015年）。同时避免食物浪费
减少了对农田的需求，且仍然可以允许肉类消费，尽管速
度要低于当前趋势的预测（Röös等人，2017年）。

在基线情景中，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问题也预计会缓解，
但不足以实现到2030年消除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协作研究，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协作研究，2017年）。同时，儿童超重的流行率
过去15年来一直在增加（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5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协作研究，2016年）：预计不到5％的国家将
实现儿童超重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疾病负担研
究，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协作研究，2017年）。因此，实
现这些目标需要在营养问题，以及导致健康状况不佳的更
远端因素——贫困、低水平的教育和卫生支出、冲突方面
加快行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协作研究，2017年；另参见第22.3.5节）。

保持陆地生物多样性
第21章涉及的基线情景表明生物多样性将进一步下降。
一些已经出版的情景研究重点关注如何遏制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例如，van Vuuren等人，2015年；Obersteiner等
人，2016年；Kok等人，2018年；Leclere等人，2018年）。这
些情景表明，除了维持保护区内的陆地生物的多样性外，
减少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外部驱动因素至少具有同等
的重要性，这些外部因素包括扩大土地利用、气候变化和
扩大基础设施。我们将在以下内容中简要讨论其中一些要
素。总而言之，情景文献表明存在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
路径——但这种情景难以实施。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保护区是一个重要的土地管理保护工具。综合表明，与其
他地区相比，保护区内的物种多样性往往要高10％，物
种丰度也要高15％（Coetzee，Gaston和Chown，2014
年；Gray等人，2016年）。此外，保护区内的栖息地转换率
要低7％（Geldmann等人，2013年）。尽管《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提出了17％的保护区面积
覆盖率子目标，但2016年，保护区面积只占陆地面积的
14.6％。如第21章所示，目前的趋势将导致生物多样性的
急剧下降。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来平
衡土地利用决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良好设计的方式将
保护区面积扩大5％，可以大大改善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Pollock，Thuiller和Jetz，2017年）。文献中的许多情景

都对保护区发展趋势有明确的假设。但是，保护区扩张不
应该是唯一的考虑因素，且不应该以牺牲对当前保护区的
有效管理为代价（Barnes等人，2018年）。此外，除常规保
护区网络以外的环境政策也至关重要。

土地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管理具有影响，且因此可能对栖息
在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例如，私有土地与公
有土地上的鸟类种群组成不一样（Maslo，Lockwood
和Leu，2015年），私有温带森林中微生境的多样性和密
度更高，这有助于促进更大的生物多样性（Johann和
Schaich，2016年）。整个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由土著
群体管理或保有，且这片土地与大约40％的保护区和生
态完整的景观纵横交织（Garnett等人，2018年）。因此，除
了公有和私有土地所有权，地方委员会和土著人民的土地
权利以及他们管理土地的方式可能对实现地方和全球土
地保护子目标至关重要。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很少被明确
地纳入情景分析中，因此在超出这一范围的可持续发展路
径中评估土地所有权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涉及对土地潜在用途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
响的系统评估，以确定土地利用的最佳模式。土地利用规
划和系统保护规划很少在全球情景中作为一项工具被具
体讨论。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Leclere等人（2018年）最近
提出的情景研究，该情景使用土地面积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来确定最佳土地利用方式，并且可以用来指导未来的《全
球环境展望》评估。他们指出，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使用这
种方法确实有助于确定旨在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战略。

森林管理
荟萃分析表明，不同类别的森林管理类型对生物多样性
丧失有不同的影响，选择和保留系统对物种多样性的影
响最小，而木材和薪材种植园的影响最大（Chaudhary等
人，2016年）。虽然情景模拟中并不一定会对森林管理实
践做出分析，但研究表明，与以最佳组合形式实施管理制
度相比，任何单一管理制度的持续实施在生物多样性问题
上不会达到最佳效果（Monkkonen等人，2014年）。

各子目标之间的重大权衡
该群组内具体措施和各子目标之间存在一系列权衡取舍。
三个重要方面如下：

v 增加耕地面积可以通过增加粮食产量来帮助减少
饥饿。现有文献中的许多情景提到了这种土地扩张

（例如，Tilman等人，2011年；Bajzelj等人，2014
年；Tilman和Clark，2014年；Popp等人，2017年）。然
而，耕地面积的扩大可能导致自然土地得到修整，而土
地利用的变化可能导致排放增加，从而对生物多样性、
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应该注意的是，限制农
田面积的扩大也会对作物产量、肥料使用和能源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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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产生影响（参见第5章和第22.3.2节）。此外，限制
农田扩张可能对发展产生影响（Sandker，Ruiz-Perez
和Campbell，2012年）。

v 增加施肥量可能有助于提高一直存在产量差距的地
区的农业产量，但也可能对淡水和沿海海洋富营养化
以及气候变化造成严重后果，因为过量的氮和磷流失
可能会影响水质（Beusen等人，2016年；Bouwman等
人，2017年）。另一方面，可持续的农业集约化（例如，
精准农业）可以帮助提高产量，同时维持生态系统服务
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Foley等人，2011年；Garnett等
人，2013年；Garbach等人，2017年）。提高全球氮利用
效率可以减少氮素向环境流失（参见第8章）。

v 快速生长的外来树种的单一栽培种植方式已被用于
最大化碳截存（Chazdon，2008年；Hunt，2008年），这
会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多种本地
物种的栽培种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替代方式（Hulvey
等人，2013年；Cunningham等人，2015年），同时也会
为生物多样性带来更大的惠益（Bradshaw等人，2013
年）。此外，自然再生是栽培种植的替代手段，且在热
带森林中已被证明更具生态效益、成本效益和弹性

（Crouzeilles等人，2017年）。

23.3.2 能源、气候和空气

“能源、气候和空气”群组下的选定子目标可归纳为在实
现现代能源服务的普遍获取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并改善
空气质量（参见第20章）。有助于实现这些最终子目标的
选定子目标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增加可再生能源在能源
结构中的比例。

在当前趋势下，预计这三个子目标都不会实现（第21章）。
到2030年，预计超过20亿人将仍然使用开放式生物质炉
灶或在明火上做饭，且约有7亿人无法获得电力。预测全
球平均气温进一步增加，且全球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仍然将
暴露在直径小于2.5μm的颗粒物（PM2.5）浓度高于35μg/
m3的环境中。实现这些子目标需要对能源系统进行重大
改革。

现代能源服务包括用于烹饪、取暖和照明的电力和清洁
燃料，其中，世界卫生组织的《室内空气质量指南》提出的
目标排放率和具体燃料建议（即与未加工的煤和煤油相
比）对“清洁”一词作出了定义（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
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要将全球平均温度变化控制在2℃
以内，如有可能，控制在1.5℃以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2015年）。改善空气质量意味着从长远来看，空气
污染水平应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即到2030
年，PM2.5年度平均浓度应当低于35 μg/m3。（世界卫生组
织，2006年）。

该群组与其他群组子目标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例如，大多
数将全球平均温度变化限制在2℃（或1.5℃）以内的低碳
路径都提出使用大量的生物能源。基于土地的生态系统 

（无论是自然的或管理的）对于实现净零排放和净负排放
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大量的情景文献探讨了如何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子目
标（关于此类内容的概述，请参见Clarke等人，2014年；
最近的研究包括：Riahi等人，2017年；Rogelj等人，2018
年；van Vuuren等人，2018年）。较少有文献探讨了如
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雄心勃勃的能源获取子目标（例
如，Pachauri等人，2013年；国际能源署，2017年）或空气
污染防治子目标（例如，Rao等人，2017年）。文献中讨论
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改善能源获取（电力和清洁烹饪燃料）
、通过解决能源需求和生产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污
染控制。

改善能源获取
在基线情景下，到2030年，现代能源服务的普遍获取子目
标不会实现，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电力、清洁燃料和
技术）以及亚洲（主要是清洁燃料和技术）（参见第21章）。
实现电力的普遍供应需要进一步扩大发电容量和输配电
网络，以及确保获取更有效和更经济的电器设备，特别关
注贫困的偏远地区（全球能源评估项目，2012年；国际能
源署，2017年；Lucas、Dagnachew和Hof，2017年）。为了
实现清洁燃料和技术的普遍可及，应改善烹饪、取暖和照
明燃料和做法的可负担性、可获得性和安全性（Modi等
人，2006年）。改善燃料包括城市地区的液化石油气（LPG）
、天然气和电力，以及农村地区的一系列技术（包括沼气和
先进生物质燃料炉灶的使用）（全球能源评估项目，2017
年）。模型研究表明，有多种路径可促进实现现代能源服
务的普遍获取（Pachauri等人，2013年；Dagnachew等
人，2017年）。

电气化系统的选择——基于电网、微网或离网——取决于
一系列主要的地方因素，包括家庭用电需求水平、到现有
电网的距离和当地资源可用性（Dagnachew等人，2017
年）。基于电网的电气化适用于用电需求很大和/或位于
现有高压电力线的合理距离内的人口稠密地区，而分散
式电气化系统适用于低消耗密度的半城市化地区和偏远
的农村地区（Dagnachew等人，2017年；全球能源评估
项目，2017年；Lucas，Dagnachew和Hof，2017年）。全
球普遍获取的年度总投资估计达520亿美元（全球能源评
估项目，2017年），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达240-490亿
美元（Dagnachew等人，2017年；Lucas，Dagnachew和
Hof，2017年），主要取决于家庭总电力需求和高压输配
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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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向烹饪、取暖和照明方面的清洁燃料和技术过渡的
激励型政策包括燃料补贴和补助，或方便获得贷款的小
额贷款设施，或更低的家庭借贷成本（Riahi等人，2012
年）。事实上，使用改进的或先进的生物质燃料炉灶与支
出成本相比可以带来更大经济效益，因为这方面的投资
可以通过减少薪柴支出来抵消（van Ruijven，2008年）。
实现烹饪、取暖和照明方面清洁燃料的普遍供应所需总
投资预计不到实现电力的普遍供应所需总投资的10％

（Pachauri等人，2013年；国际能源署，2017年）。改善
清洁燃料的供应可以显著改善健康状况（Pachauri等
人，2013年；Landrigan等人，2018年）。气候政策可以促
进节能，减少实现普遍获取所需的总投资（Dagnachew等
人，2018年）。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巴黎协定》设定的气候子目标为未来能源系统的发展

提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尽管最近的一些出版物指出碳
预算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2018年；Rogelj等人，2016年；Millar等人，2017年），但
要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当前排放高于预算。为了达到《巴黎
协定》设定的气候子目标，从现在开始累积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应不高于10000-16000亿吨（2℃），甚至不高 
于3000-9000亿吨（1.5℃）。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400-420亿吨/年（LeQuéré等人，2016年；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假设排放量呈线性下降趋势且
没有负排放，需要在本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期逐步淘汰没
有得到缓解的化石燃料使用（van Vuuren等人，2017a）。
这需要立即停止对二氧化碳排放技术的投资，甚至需要更
快地淘汰现有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Johnson等人，2015
年；Gambhir等人，2017年）。

然而，也存在主动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路径，例如，造
林和生物能源，再结合碳捕获和储存、直接空气捕获、增强
风化和增加土壤碳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然而，通过这种方式从大气中去除的二氧化碳量是
有限的：造林/再造林和生物能源均受到可用土地量的限
制，且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和粮食生产产生影响（Smith等
人，2016年）。此外，对二氧化碳的储存潜力有限（Koelbl
等人，2013年）。在已经评估的多项二氧化碳去除方案中，
根据现有技术，只有二氧化碳地质封存这种方式被认为具
有在十亿吨级别上存储二氧化碳的能力和持久性，只有在
这种级别上才能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Benson等
人，2012年）。虽然估计的储存容量足以达到减排子目标，
但预测并没有考虑到与永久储存相关的风险（例如，泄漏、
地震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de Coninck和Benson，2014
年；Bui等人，2018年）。因此，无论负排放技术的可用性如
何，短期内都需要快速减排（van Vuuren等人，2017a）。 
图22.4示出了SSP数据库中符合温升不高于2℃的《巴黎
协定》气候子目标的SSP2的基线和衍生情景下的情景区
间（Riahi等人，2017年；Rogelj等人，2018年）。这里描述
的情景基于低成本路径，假设会立即做出响应。文献中
有几篇论文指出，延迟响应需要付出更多代价，甚至会导
致无法达到严格的子目标（Riahi等人，2015年；Rogelj等
人，2018年）。例如，如果各国决定遵循目前制定的气候政
策，而是在2030年之后加速实施气候政策，则就会出现这
种延迟响应情况。

在全球范围内，到本世纪中叶，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需要减少约60-70％才能达到《巴黎协定》气候子目
标，即使是在考虑了负排放的情况下（参见图22.5）。有多
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些子目标。

SSP� �.�

十
亿

吨
二

氧
化

碳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份年份

���� ����

SSP� 预测区间
 

SSP� �.� 预测区间 SSP� �.�
SSP� 预测区间

SSP� �.� 预测区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全球平均温度升高

国际能源署的SD情景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17年）；Riahi等人，（2017年）；Rogelj等人，（2018年）。

图22.4：温升不高于2℃的《巴黎协定》气候子目标的SSP2的基线和衍生情景下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及相关的全球平均温
度升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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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措施主要是降低能源强度，供给侧措施将增加低
碳选择的比例。这两个指标有助于了解这种降低所带来
的挑战。

许多国家的最终能源强度（能源消耗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下降率自1970年以来通常约每年1-2％。这是由能源效率
提高 和行业变化所驱动的。在1973年和2005年的石油危
机期间，为了应对经合组织国家旨在节约能源的价格和政

如果能源需求可同期快速下降，40％的低区间值也就足
够了。如果希望将温度变化控制在2℃以内，则可再生能源
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应达到30-40％或高达60％（全区间）

（图22.5）（van Vuuren等人，2016年），且如果希望将温
度变化控制在1.5℃以内，则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
比例应达到70-85%（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应该指出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区间在很大程度上与二
氧化碳零排放能源生产总量的区间重叠，因为不同的方案
很容易相互替代。总而言之，全球经济碳强度的下降率（二
氧化碳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变化率）需要从历史上的每
年1-2％增至到2050年的每年4-6％左右；在最严格的情
景下，文献中也提到了高达8％的下降率（van Vuuren等
人，2016年）。

通过与降低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的脱碳相关的措施可以
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此外，可以减少来自农业和能源系
统的所谓非二氧化碳排放。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巴黎协
定》设定的气候子目标，需要对能源、土地、城市基础设施 

（包括交通运输和建筑）和工业系统进行深远变革（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这些措施的作用将在
后续段落中更详细地讨论到。专栏22.2更详细地讨论了
基于土地的减缓措施的作用。

减少能源需求
图22.6示出了符合温升不高于2℃的气候子目标的三
种不同路径下的总能源使用情况。与趋势情景相比，
这些路径中的能源需求的总减少量约为25％（另参见
Edelenbosch，2018年）。围绕能效潜力的研究提出了更
高的效率提升率（Cullen，Allwood和Borgstein，2011
年；Graus，Blomen和Worrell，2011年）。最终的能源需求
主要来自工业、交通和住宅行业。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需要减少所有三个部门的能源消耗。交通运输是
一个关键部门，因为该部门导致的排放量增长最快，这是
由于汽车出行、公路货运、海运和航空旅行产生的排放增
加所致。存在不同的应对措施可实现交通部门的脱碳。例
如，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实现大多数交通方式的几乎纯电气
化。这将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相应转型，且其减排效率将
取决于发电的碳强度。还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世界上许多
地方而言，这种转型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此同时，通过提
高汽车效率来减少排放也很重要（Bae和Kim，2017年）。
对于无法实现电气化的交通方式，天然气（短期内）、具有
碳捕获和储存功能的化石燃料、氢气和生物能源可发挥作
用。早些时候，许多研究指出，对于大多数交通方式，生物
能源的使用是有效应对策略。然而，由于生物能源可能对
其他子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生物能源的使用在此被认
为受到限制，将其限制在那些难以实现减排或可能产生负
排放的部门。这意味着实现交通减排的有效措施包括电气
化、快速提高燃料效率、开发新燃料（氢气、合成燃料）。或
者，在更多地关注生活方式变革的情景（例如，“消费变革”
情景）中，减排子目标主要是通过从使用飞机和私家车过
渡到地方电动公共交通和快速列车而实现的。

圆点的颜色表示到2100年的预计温度变化。

资料来源：Riahi等人，（2017年）；Rogelj等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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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在SSP数据库中情景下的2010-2020年能源强度
降低率和到2050年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技术在能源结构
中的比例

府政策，出现了相对较高的能源强度降低率（Schippers
和Meyers，1992年；Sweeney，2016年）。低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技术的比例目前约为20％，主要包括传统的生物质
能、水电和核能。为达到2℃的气候子目标，能源强度的降
低率和低温室气体排放能源技术比例的增加率（二者结
合）需要显著大于历史值。如图22.5所示，在减少能源需求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或不同和较低的活动水平）的同
时，对能源供应进行脱碳（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储存、核
能、燃料替代），可实现此类必要的大规模转型。然而，能源
效率的提高至少需要达到每年2%-3.5％的水平。此外，非
二氧化碳排放能源供应措施的比例需要从当前的15％左
右增至到2050年的至少40-60％（对于图22.5中的情景），
且在一系列其他文献中的最严格情景下，甚至高达50％至
100％（van Vuuren等人，201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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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的脱碳
减排的很大一部分需要依靠供给侧变革（参见图22.6）。
化石燃料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总使用量的80％。化石燃料
的比例到2050年需要减少到20％至30％（最多），这取决
于负排放技术的使用（2050年之后）和气候子目标的严格
程度（Bauer等人，2017年；van Vuuren等人，2017b）。化
石燃料需要被低排放及零排放能源技术所取代，例如，生
物能源、其他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以及具有碳捕获和储存
功能的化石燃料能源。

引入刺激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渗透的新政策将非常重要。文
献还表明，技术选择存在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例如，可再
生能源、核能和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
主要取决于社会选择和技术发展。然而，应该指出的是，
整体变革的规模——从绝对意义上和其应维持的期间来
看——没有历史先例（van der Zwaan等人，2013年；van 
Sluisveld等人，2015年）。事实上，它远远超出了过去的变
革速率，表明实现2℃的气候子目标面临巨大挑战（Napp
等人，2017年）。从相对意义上来看（例如，新技术投资的
比例），过去有几个类似的快速变革的例子。

在未来的情景中，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能源供应的脱碳
（Clarke等人，2014年；Kriegler等人，2018年；Rogelj等

人，2018年）。一种方法是将化石燃料能源与碳捕获和储
存技术相结合。大多数情景严重依赖于这种手段。虽然这
种措施的优势在于需要对能源供给侧进行相对较深远的
变革，但其储存潜力有限，而且最重要的是，社会支持相对
较少。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是重要的替代措施。
在过去几年中，这些措施的成本迅速下降，使得这些技术
成为化石燃料的合理替代选择，即使在没有严格的气候政
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要实现更高的渗透率，
这些措施会由于存在间歇性问题而产生相关的额外成本。
这意味着推广可再生能源将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资料来源：Bauer等人，（2017年）；Riahi等人，（2017年）。

22.6：实现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远低于2℃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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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2.2：基于土地利用的减缓措施对气候政策
的贡献

大约20％至30％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农业活动有关（Smith等
人，2014年）。在气候政策方面，土地利用部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首先，达到严格的子目标需要减少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排放。
此外，还可以通过所谓的基于土地利用的减缓措施来减少排放。
这包括（例如）再造林和使用生物能源。实际上，《巴黎协定》的缔
约国家中有超过80％计划通过与土地利用有关的减缓措施来履
行其国家自主贡献（NDC）。分析表明，在几乎所有情景中，造林和
生物能源的使用，再结合碳捕获和储存技术，是具有成本效益的。
因此，在某些情景下，到2050年，用于气候变化减缓目的的土地
可能占耕地总面积的25％至30％（即占农业总面积的10％）。然
而，一个重要的挑战是，由于对土地的竞争，使用基于土地利用的
减缓措施可能导致与消除饥饿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子目标之间
的重大权衡（参见第22.3.1节）。

以解决间歇性问题（例如，通过扩大电网连接和提供存储
方案）。

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也将导致对材料需求（用以建造太
阳能和风力发电厂）的变化。大多数评估发现后者不具有
限制性（Arvesen等人，2018年）。最后，向可再生能源的过
渡也需要不同的电力系统运行方式。生物能源作为燃料供
应手段也具有吸引力，且在与碳储存技术相结合后，可成
为实现负排放的路径。由于生物能源需要大量土地，因此
其将与前一个群组下的子目标存在冲突。这将在第22.4.2
节中进一步讨论。如果要减少对负排放技术的依赖程
度，替代路径可以是对生活方式进行更深远的变革（van 
Vuuren等人，2018年）。最后，核电也可以提供零排放能
源。然而，这项技术既带来了安全和浪费的风险，而且在许
多国家也缺乏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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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非二氧化碳的排放
虽然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份额，但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如甲烷、氧化亚氮和氟化温室气体，也对气候变
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在符合《巴黎协定》气候子目标
的情景中，非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大幅削减（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年）。一些非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对
容易减少，例如，与能源系统损失相关的排放。此外，这些
减少往往具有很高的共同效益，包括减少甲烷（也导致臭
氧污染）和烟尘（导致气候变化和健康影响）。相反，其他排
放源相对难以减少。例如，很难想象如何将放牧牛群的甲
烷排放量减少至零。因此，在大多数将温度变化控制在2℃
以内的情景中，与当前排放水平相比，与土地利用相关的
排放量减少了约50％。进一步减排通常需要减少肉类消耗

（参见第22.3.1节）。

控制空气污染
未来的空气污染排放源于人类活动，能源部门发挥了主要
作用，因此，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许
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如提高能源效率、改变燃料
类型和变革生活方式，也降低了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产生了共同的健康效益（Markandya等人，2018年）。
同样地，空气污染政策也会产生气候影响，例如，影响了黑
碳等短期气候强迫物质的排放。

为了探讨引入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对可以带来的空气污染
排放减少存在的限制，Stohl等人（2015年）通过应用基于
已知技术的最低排放率，且不考虑其成本，确定了“技术可
行范围内最大化减排”（MTFR）情景。其他情景考虑了成
本和当地情况，例如，国际能源署的“新政策”和“清洁空
气”情景（国际能源署，2016年）。“新政策”情景考虑了已
按预期采用或宣布的政策和措施（截至2015年），“清洁空
气”情景包括了可显著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其他措施。
相对于“新政策”情景，“清洁空气”情景需要在先进的空气
污染控制技术上额外投资2.3万亿，且也需要在加速向清
洁和可再生能源过渡方面投资相当的资金（2.5万亿美元）。
这些措施将促使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近50％，
环境空气污染减缓可避免170万人死亡，家庭空气污染减缓
可避免160万人死亡（国际能源署，2016年）。

气候减缓对大气污染排放的重要性也可以通过SSP的情
景结果来说明（Rao等人，2017年）：越来越严格的气候政
策也减少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电力生产和制造中的煤炭
使用程度对二氧化碳排放有很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二氧化硫排放的路径。对于交通部门的排放水平，电
气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电气化，再结合自动驾驶汽车和
共享移动服务，可能促使排放量和相关污染物暴露程度的
显著下降（Fulton，Mason和Meroux，2017年）。柴油发动
机和传统生物质燃料的家庭消耗导致的黑碳排放量与化
石燃料的使用（换言之，与气候政策的引入）的相关性要小

2

得多，但更多的是与传统能源的使用（换言之，与现代能
源服务的获取）有关；这反映在基线情景中的不同黑碳
排放水平上，也反映在对气候政策的较低的响应程度上

（Rao等人，2017年）。

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导致大气变暖，包括黑碳、对
流层臭氧、甲烷和氢氟碳化物。在短期气候污染物中，
黑碳、甲烷和对流层臭氧可导致空气污染。减少短期
气候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带来短期气候效益（Shindell
等人，2017年；Xu和Ramanathan，2017年；Haines等
人，2018年）。在黑碳方面，有关措施可降低来自柴油发
动机、生物质烹饪燃料、煤油照明以及家庭和小型工业
用煤的排放量。也有机会减少与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开
采，废弃物处理，牲畜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以及水稻种
植相关的甲烷排放量。与参考情景相比，达到《基加利
修正案》（联合国，2016年）的要求可在2018年至2050
年期间，将氢氟碳化物排放量减少61％，但可以提前实
施替换措施，技术上可以将排放量减少98％（Höglund-
Isaksson等人，2017年）。实施这些已证明有效的技术
措施来应对短期气候污染物可以缓解全球平均变暖，尽
管不同研究预测的确切水平有所不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7年）（另参见专栏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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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22.3：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

在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应对短期气候污染物（SLCP）的气候影响的举措包括建立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http://www.
ccacoalition.org），该联盟于2012年成立，并且是政府、政府间组织、企业、科学机构和公民社会组织的自愿伙伴关系，致力于通过减少短期气
候污染物来改善空气质量和减缓气候变化。减少黑碳排放的方法包括：清洁高效的家庭烹饪、照明和取暖技术；现代砖窑生产技术；以及重型
柴油车辆和发动机的清洁燃料。减少甲烷排放量的重点包括：减少气体分配系统的气体泄漏、改善粪便管理、使用替代水稻种植做法、减少牲
畜肠道发酵的甲烷排放策略。截至2017年7月，约有178个、100个、4个国家分别将甲烷、氢氟碳化物和黑碳纳入他们的国家自主贡献或预期国
家自主贡献的报告范围，以期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气候子目标。预计一些国家将更新其国家自主贡献的报告范围，以进一步将短期气候污
染物纳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补充，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限制短期气候变暖，但不能作为减少长期温
室气体以减缓长期气候变化的替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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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棒表示Rao等人研究的所有综合评估模型（IAM）的区间。（2017年）。

资料来源：Rao等人，（2017年）。

图22.7a：在不同的气候和空气污染政策下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黑碳的预计全球排放量

对于SSP基线情景，阴影表示Rao等人研究的所有综合评估模型（IAM）的区间。（2017年）。

资料来源：SSP（Rao等人，2017年）；ECLIPSE（Stohl等人，2015年；Klimont等人，2017年）；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署，2016年）。

图22.7b：各种气候减缓情景与SSP2基线情景之间的空气污染排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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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所有SSP标记情景中，气候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空
气污染显著减少，但这些减少不足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提出的到2050年年平均PM2.5 浓度为10 µg/m3 的指导
值目标（图22.8）。在所有情景中，不提出气候减缓措施的
ECLIPSE“技术可行范围内最大化减排”（MTFR）情景具有
最低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图22.7），也不足以达到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指导值目标。全球范围内，在最佳情况下的
空气污染情景（SSP1或SSP5，2.6 W/m2 的气候缓解目标，
或ECLIPSE MTFR情景）中，预计60％的人口将暴露在高
于标准的污染水平下。预计亚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风险
最大。然而，如果实施气候减缓措施，在SSP2和SSP5情景
下，到2050年，预计不到5％的人口将暴露在PM2.5浓度达
35 µg/m3的最宽松的过渡目标环境内。这些结果表明，强
有力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具有空气质量效益，同时也有助
于减缓气候变化，且在ECLIPSE MTFR情景中，还表明了
当前空气污染控制技术下可实现的最大空气质量效益。

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重大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为了实现现代能源服务的普遍供应、应对气候变化或改善
城市空气质量而采取的措施可以产生重要的协同作用和
权衡取舍（例如，McCollum等人，2018年）。

v 大多数气候政策导致能源系统成本增加，因此可能导
致能源价格上涨。更高的能源价格，特别是用于烹饪
的清洁燃料（例如，电力、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使得
更难以实现能源的普遍供应，或者普遍提供负担得起
的能源（Daioglou，van Ruijven和van Vuuren，2012
年；Cameron等人，2016年）。然而，有各种方法可
以弥补这一点，包括针对性补贴或碳税的再分配

（Cameron等人，2016年）。
v 旨在改善能源获取的政策可能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从而影响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然而，这些影响相对
较小（van Vuuren等人，2012年），并且如果需要，可
以通过确保低温室气体能源供应系统实现能源获取
来减轻这种影响。据估计，实现普遍的电力供应对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非常小（Pachauri等人，2013
年；van Vuuren等人，2015年；Dagnachew等人，2018
年）。此外，普遍获得用于烹饪的清洁燃料可以减少总
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由于传统生物质
能源使用量下降，生物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且促进
实现生物质能源的可持续开发（Pachauri，等人，2013
；van Vuuren等人，2015年）。空气污染与气候政策之
间还存在协同效应和权衡取舍。可能的权衡取舍的一
个例子是，如果不实施适当的空气质量管理措施，燃
烧作为低碳能源的生物质能源会导致更多的空气污染

（Giuntoli等人，2015年）。另一个例子是，柴油汽车比
汽油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要少，但排放的颗粒物更多

（Mazzi和Dowlatabadi，2007年；Tanaka等人，2012
年；O’Driscoll等人，2018年）。此外，使用末端排放控
制可以减少乘用车的颗粒物排放，但需以降低燃料效
率为代价。对于汽油车辆，汽油缸内直喷技术取代端口
燃油喷射通常会提高燃油效率，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
排放，但会增加颗粒物和黑碳的排放（Zhu等人，2016
年；Zimmerman等人，2016年；Saliba等人，2017年）。

v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气候政策通过对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产生影响来减少空气污染。如果
设计得当，空气污染控制措施也可以限制气候变化。这
表明，特别是对于当前处于高空气污染水平的国家而
言，设计同时应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非
常具有吸引力（参见专栏22.4）。

v 地质工程（例如，直接空气捕获）通常需要额外的能源
消耗，从而可能与空气污染或能源获取存在权衡取舍。

专栏22.4：减缓气候变化与减少空气污染之间可能的协同作用（以中国为例）

为应对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强烈关注，中国国务院于2013年推出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为空气污染设定了具体目标。其
中，2017年直径小于10μm的颗粒物浓度（PM 10 ）与2012年的浓度相比，应至少下降10％。然而，对于某些地区，制定了更严格的目标。该计
划表明，实现这些目标的一种方法是促进清洁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核电、天然气，再结合能源系统的转型、节能举措和控制煤炭的使用。
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低碳发展道路。自那时起，在经济和结构变化以及空气污染控制措施的共同作用下，2013/2014年煤炭产量达到顶峰。这
也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从2015年到2017年，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以及核电迅速扩张。如果将来的能源需求增长相对缓慢，任何能源扩
张都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天然气的增加来填补，从而持续降低煤炭产能。在这种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与此
同时，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长期国家战略。中国已开始在“十一五”规划中加强能效政策，预计将在以后的五年规划中继续落实。这
些政策的重点依然是持续提高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但新的政策也关注国内能源消耗。在此基础上，目标是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
2015年的64％降至2020年的58％。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等，2014年）印发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
办法》公告，将要求重点地区的8个省市，包括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制定煤炭消费减量目标。这些政策旨在减少空气污染物。
总而言之，这表明中国目前的空气质量改善政策可以为公共卫生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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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淡水

“淡水”群组下的选定子目标可归纳为减少水资源短缺和
确保水质，同时普遍供应安全的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

（第20章）。当前全球并没有朝着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向发
展（参见第21章）。预计到2030年，全球仍有超过4亿人无
法获得至少可满足基本需求的供水设施，且约20亿人仍
然无法获得至少可满足基本需求的卫生设施。此外，预计
到本世纪末，生活在缺水地区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
增加到约50％，主要是受人口增长的推动。

该群组与其他群组之间存在重要关联，尤其是“农业、粮
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和“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
在全球范围内，对水资源的最大需求来自农业部门（超过
70％）。此外，许多淡水和海洋污染物来自农业，且农业是
全球流域中的氮和磷的主要来源（参见第21章）。

有多个关于水资源短缺的情景研究。但是，其中大多数情
景研究都侧重于对未来的预测，而不是以目标为导向。相
比之下，Wada、Gleeson和Esnault（2014年）提出了六种
策略，即“水压力楔模型”，这些策略的共同实施可促使到

资料来源：Rao等人（2017）；暴露人口基于通过TM5-FASST源解析受体模型确定的PM2.5  浓度（van Dingenen等人，2018年），来标记SSP排放情景和相关的4.5 W/ m2
和2.6 W/ m2气候减缓情景。

图22.8：暴露于直径小于2.5μm（PM 2.5）颗粒物浓度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和2050年过渡目标的环境中的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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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年减少面临水资源胁迫的人口数量。Bijl等人（2018
年）讨论了一些可以缓解水资源短缺的策略，包括提高效
率、实施其他分配策略、通过改变饮食和减少食物浪费来
降低农业用水需求。在这部分，我们讨论主要与具体子目
标相关的不同措施，即日益改善对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服务（WASH）的获取、降低用水需求、增加供水和减少
水污染。

在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方面进行投资  
要改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供应，就需要加大对基础
设施（特别是卫生设施）的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议，2014年；Hutton和Varughese，2016年）。由于人口增
长，到2030年，将新增34亿人需要获取卫生设施服务，即
每天62万人，是2001-2015年期间服务人数的2.5倍（Mara
和Evans，2018年）。目前的投资水平可以覆盖到2030年
实现基本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的资本成本，
但不足以达到安全管理的服务提供水平。为了实现对安全
管理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的普遍提供，投资水
平需要增加三倍（Hutton和Varughese，2016年）。实现安
全的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的普遍获取不仅关乎行为
变革，也关乎基础设施变革。这需要更好的宣传、沟通和社
区主导的卫生设施（饮用水和卫生设施计划，2004年；Kar
和Chambers，2008年；Devine和Kullmann，2011年）。

提高用水效率
包括地下水在内的水资源短缺通常需要在流域或含水层
一级得到管理（Scott等人，2014年）。这些可以在一个国
家（或地区）内部进行，但通常涉及多个国家（或地区）。在
这些情况下，需要制定一个国际框架，来评估有助于降低
水资源胁迫和实现最大化减缓的战略（Wada，Gleeson和
Esnault，2014年）。Wada、Gleeson和Esnault（2014年）
得出结论认为，需要采取四项需求侧措施：提高农业用水
生产率（指单位耗水生产出的粮食产量）、提高灌溉效率（
减少水渗漏损失）、提高家庭和工业部门的用水效率（包括
减少水泄漏和改善回收）、限制人口增长。为了将2050年
及以后面临水资源胁迫的全球人口数量维持在当前水平
甚至是有所减少，这些需求侧措施的用水效率需要提高
20-50％（每年提高0.5-1.2%）。此外，有必要实施流域一
级的水管理战略，以处理农业生产、工业活动、家庭用水和
生态服务的竞争性用水需求。具体的一系列措施取决于经
济、社会、法律和政治问题，如国际或地方的水条约、权利
或争议（Wada，Gleeson和Esnault，2014年）。各种情景
表明，提高农业、家庭和工业用水效率对缓解水资源短缺
将产生重大影响（例如，Bijl等人，2017年）。

增加供水
增加供水可以采用更常规的措施，例如，建造更多的
水库或水坝、在沿海地区的海水淡化能力上加大投资

（Wada，Gleeson和Esnault，2014年）或废水再利用。此

外，遍布全球的地下水资源可以在干旱或严重缺水期间起
到缓冲作用。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海水淡化战略——包括中东、
北非和美国（例如，加利福尼亚州）（世界水资源评估计
划，2003年；Hanasaki等人，2016年）。自20世纪90年代以
来，全球淡化水的使用量迅速增加，目前估计每年超过10 
km3（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8年）。虽然这一数量对
于沿海地区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全球淡化水总使用量在全
球取水量（4,000 km3）中所占比例远低于1％。Hanasaki
等人（2016年）预测，在不同的SSP情景（SSP1-3）下，淡
化水的使用量在2011-2040年将比现在增加1.4至2.1倍，
在2041-2070年将增加6.7至17.3倍。相关成本约为20亿
至2,000亿美元。这些预测中的较大范围主要归因于SSP
情景中的大量社会经济变量。为了增强沿海缺水盆地的
海水淡化，预计海水淡化规模需要增加10至50倍；然而，
这意味着将需要显著的资本和能源成本，并且会产生需
要安全处置的废水（Wada，Gleeson和Esnault，2014
年；Hanasaki等人，2016年）。

废水再利用可以将来自家庭和工业的不达标水质改善到
可满足不同需求的适当质量。在全球范围内，废水再利用
或循环不断加强，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因为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和城郊地区的小规模农民主要依靠废水或污水污染
的水源来灌溉投放市场的高价值作物（Qadir等人，2010
年）。然而，饮用水对水质要求更高，且废水再利用指南的
制定具有重要意义（Bixio等人，2006年；Bixio等人，2008
年）。正在进行中的技术创新，例如，滤膜的使用和针对性
的经济手段，预计将进一步加强地表和地下水资源紧张地
区的废水再利用。为了缓解城市地区或特大城市的水资源
胁迫，未来需要以类似的规模扩大废水再利用，同时实施
海水淡化战略（Wada，Gleeson和Esnault，2014年）。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种供给侧措施需要大量的经济
投资，且需要对现有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对许
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是不可行的（Neverre，Dumas和
Nassopoulos，2016年）。此外，以自然为本的措施可能具
有通过减缓水质退化同时限制经济投资来改善和/或规
范供水的巨大潜力（Vörösmarty等人，2010年）。多种生
态系统服务或可持续基础设施可以减轻水污染，增加人
类和生态系统所需的供水（Reddy等人，2015年；Liquete
等人，2016年）。这些例子突显了开发和部署节水技术和
实践在实现与水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

（Hejazi等人，2014年）。

减少水污染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减少水污染是可能的。遗憾的是，很
少有情景文献研究水污染问题以及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方法。但是，有一些文献探讨了减少营养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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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废水处理。要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营养盐的排放
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污水处理厂至少要达到三级处理标
准，发达国家的污水处理厂要达到深度处理标准。单独的
尿液收集系统可以将营养盐排放量减少15 TgN/年和1.2 
TgP/年（van Puijenbroek，Beusen和Bouwman，2019
年）。当污水系统中的所有污水都接受三级处理后，全球
营养盐排放量预计将降至1990年的水平（Ligtvoet等
人，2018年）。在磷排放方面，当所有洗衣和洗碗机洗涤剂
都不含磷时，可以进一步降低排放。现在，这在欧盟、美国、
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是强制性标准。

提高作物产量和肥料利用效率将直接影响溪流和河流中
的营养盐负荷。然而，从低作物产量和最少的养分投入情
况开始，在向工业化国家普遍流行的粮食生产系统转变
的情景中，流域的营养盐负荷可能也会随之增加。由于流
域对氮和磷有固存作用，因此可能存在过去管理的遗留问
题。因此，当粮食生产中的氮利用效率提高时，许多河流中
的氮浓度的响应速度缓慢。例如，由于这些遗留问题，欧
洲水质存在氮磷含量迅速升高的威胁（例如，Romero等
人，2013年）。要解决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兼顾氮磷
管理，同时考虑残留的土壤磷，避免高收入国家过去由于
管理不善存在的遗留问题。

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重大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该群组内具体措施和各子目标之间存在一系列协同作用
和权衡取舍。一些重要方面如下：

v 推广和使用经改善且安全管理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设施具有直接的健康益处，并且还可以改善整体
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往往需要长途跋涉才能
获取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甚至比男性面临更多阻碍，
因为家庭事务往往落在妇女身上，同时存在对生理期
卫生设施的需求（Pommells等人，2018年）。这不仅使
妇女因接触不安全的卫生设施而更容易遭受健康风
险，而且越来越多的文献报道，妇女在获取卫生服务
途中遭受的攻击和强奸呈流行趋势，且缺乏此类经历
的证明文件（Sorenson，Morssink和Campos，2011
年；Watt和Chamberlain，2011年；Sahoo等人，2015
年；Sommer等人2015年；南亚淡水行动网络、供水和
环卫合作理事会，2016年；Pommells等人，2018年）。

v 提高可至少满足基本需求的安全饮用水和适当卫生
设施的供应可能会增加家庭用水需求，将进一步加
剧水资源胁迫（Hanasaki等人，2013a；Hanasaki等
人，2013b；Wada等人，2016年）。

v 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和生物多样性以及能源供应产生
了负面影响。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水资源短缺
是全球最受关注的五大风险之一（Wada，Gleeson和
Esnault，2014年）。

v 农业是全球流域中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导致富营养
化，也导致许多内陆和沿海地区出现缺氧问题。存在氮
磷含量增加和水体硅含量减少的趋势；营养盐比例的

这种扭曲导致全球流域和海洋沿海地区的有害藻华现
象增多。

v 由于缺乏废水处理，或仅进行过一级废水处理的卫生
设施产生的氮和磷的排放，是淡水的主要污染源（van 
Puijenbroek等人，2015年）。

v 海水淡化虽然是一些缺水地区的唯一选择，但它非常
耗能，可能会削弱旨在降低工业用水需求的干预措施

（Pinto和Marques，2017年）。

22.3.4 海洋

“海洋”群组下的选定子目标可归纳为抑制海洋酸化、减
少营养盐污染和可持续管理海洋资源（参见第20章）。在
所有三个子目标方面，预计全球将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参见第21章）。有力的证据表明，目前鱼类种群减少和物
种丰富度下降的趋势损害了海洋的生态功能，包括海洋的
食物提供功能（Worm等人，2006年）。用于提高农业产量
的肥料中的营养物质也进入了全球几乎每条河流，并且
刺激了水生植物的生长。因此，缺氧成为了一个日益严重
的全球性问题，有机物质分解消耗氧气的速度快于氧气
通过富氧表面的扩散作用溶解于水体的速度。此外，有害
藻华这一全球性问题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覆盖范围越
来越广，严重程度越来越高，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藻毒素

（Glibert，2017年）。

该群组中的路径主要与其他群组的发展有关。关于海洋
酸化，情景文献涉及气候变化（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第
22.3.2节）、海洋营养盐污染与农业生产措施（第22.3.1节）、
淡水污染（第22.3.3节）。在这部分，我们讨论主要与子目标
相关的不同措施，即抑制海洋酸化措施和可持续海洋管
理。没有发现有情景文献专门研究如何减少海洋营养盐污
染，以抑制相关的缺氧和有害藻华问题。

抑制海洋酸化的措施
海洋酸化是海洋中二氧化碳吸收增加的结果，而这又是由
于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Billé等人（2013年）确
定了三种方法来抑制海洋酸化：

i. 降低二氧化碳的浓度，通过降低排放或从大气中去
二氧化碳，例如，通过海床下的碳捕获和储存（参见第
22.3.2节）；

ii. 抑制海洋变暖；
iii. 减少营养物流入海洋。

此外，他们确定了在酸化后逆转酸化的方法，包括添加剂（
例如，碱化）和生态恢复。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直接抑制海洋酸化，而其他气候政
策措施可通过降低海面温度产生间接影响。例如，Mora等
人（2013年）发现，相较于RCP 8.5情景，RCP 4.5情景下的
海洋pH值和海洋生产力降低要低一些。同样地，Bopp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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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发现：在严格的气候政策情景下，海洋pH值仅
下降0.07，海面温度仅升高0.71℃，而在高排放情景下，海
洋pH值下降0.33，海水温度上升2.73℃。事实上，在严格
的气候政策情景下，任何海洋中的碳酸根离子浓度不会低
于饱和水平（Bopp等人，2013年）。浓度低于饱和水平会
导致海洋生物的外壳和骨骼溶解。

可持续海洋管理
目前，全球渔业因过度捕捞而严重退化。几种情景研究都
探讨了严格的渔业管理（包括减少捕获量）产生的影响，发
现接近恢复目标生物量的捕获鱼类种群的比例将下降。从
长远来看，这也意味着全球渔业总利润相对于趋势情景甚
至当前水平都有所增加。Costello等人（2016年）分析了占
全球捕捞量78％但不包括小规模和手工渔业的数据，并
发现通过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应用管理政策将渔获量恢
复到可持续产量最大化甚至利润最大化的水平，预计这相
对于“一切照旧”管理情景，可以改善捕捞利润和鱼类生物
量。到2050年，在严格的渔业管理下，大约98％的鱼类种
群可以具有生物健康性（Costello等人，2016年）。

同样，在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Lam等人（2016年）预
测捕捞潜力下降幅度较小（4％，趋势情景下为7％），这
表明气候政策可以限制气候变化对全球渔业的影响。此
外，Cheung，Reygondeau和Frölicher（2016年）估计，实
现《巴黎协定》中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对全球渔业
有益处：如果全球温升高于此水平，则每高一度将导致潜
在捕捞量预计减少300万吨。

促进更可持续渔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另一种方法是实
施保护区战略（Agardy，2000年）。海洋保护区有助于增加
鱼类生物量（Gill等人，2017年），但对海洋保护区维持生
物多样性的有效性存在争议（Worm等人，2006年；Edgar
等人，2014年）。保护区模式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其管理和执法（Edgar等人，2014年；Gill等人，2017年）
。此外，通过引入更好的保护区选择策略，可以显著提高其
影响（Davis等人，2017年）。然而，与陆地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类似，很明显，为了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增加保护区
是不够的（Mora和Sale，2011年）。

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重大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该群组内具体措施和各子目标之间存在一系列协同作用
和权衡取舍。一些重要方面如下：

v 恢复目前的鱼类种群将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减少捕捞
量，因此可能降低鱼类资源在减少饥饿方面的贡献。但
是，如前文所述，从长远来看，这将带来更高的可持续
产量。

v 减少海洋营养盐污染可以使珊瑚礁不易受到海洋
酸化的影响，并减缓从净堆积到净侵蚀的预期转变

（Silbiger等人，2018年）。
v 通过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来减少海洋酸化具有重要意

义，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确保鱼类资源的可用
性，以缓解全球饥饿问题。

22.3.5 人类发展

“人类发展”群组下的选定子目标可归纳为终结五岁以下
儿童的可预防性死亡（参见第20章），并承认其他环境健
康影响和年龄组也与人类健康有关（另参见第20.3.1节）。
例如，在2015年，暴露于PM2.5环境中是第五大死亡风险
因素（Cohen等人，2017年；第5章），而且是环境风险因素
中最致命的。在50岁以上的过早死亡中，有超过一半因环
境空气污染所致，而家庭空气污染是第二大环境风险因
素，主要影响儿童和妇女（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6年；风
险因素协作研究，2017年；另参见第5.3.1节）。对未来的预
测表明，全球儿童死亡率呈下降趋势，但不足以达到子目
标水平，而预计空气污染每年将导致数百万人过早死亡 

（第21章）。

儿童死亡率子目标与本章讨论的若干其他子目标之间存
在密切关联。影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重要健康风险因
素包括：营养不良（与饥饿密切相关）、无法获得安全的饮
用水和适当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WASH）、室内空
气污染、（更间接地）气候变化。

很少有研究探讨降低与一系列环境风险因素相关的儿童
死亡率（例如，Hughes等人，2011年；Lucas等人，2018
年）。大多数研究侧重于个人风险，最突出的是营养不良

（即粮食不足发生率）和环境空气污染。终结五岁以下儿
童的可预防性死亡，特别是在环境健康风险方面，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实现本章中针对其他群组讨论的子目
标。然而，路径研究表明，实现地球健康还不足以实现人
类健康（Hughes等人，2011年；van Vuuren等人，2015
年；Lucas等人，2018年；Moyer和Bohl，2018年）。不同路
径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的成功性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
度上还同时解决了非环境风险因素，即减少财富不平等和
社会不平等问题。在这部分，我们讨论了四类措施——减
少接触环境风险因素、减轻贫困、妇女和女童教育，以及儿
童和孕产妇保健。

减少接触环境风险因素
五岁以下儿童的可预防性风险包括：营养不良（例如，儿
童体重不足），接触导致肺炎的细颗粒物排放，以及可传
播腹泻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微小病原体和载体。气候变化
可能会对其中一些风险因素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儿童体
重不足（Hughes等人，2011年）和疟疾（Craig，Snow和
Le Sueur，1999年）。减少接触相关风险因素的措施在第
22.3.1至22.3.3节中详细讨论过。在这部分，我们将重复说
明其中一些措施，并讨论其对儿童死亡率的总体影响。

为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2.1），
干预措施包括：通过（例如）提高产量、改变饮食和减少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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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来增加粮食供应，以及改善穷人获得粮食和营养管理
的机会（第22.3.1节）。减少高收入国家的消费不一定会改
善贫困社区的粮食可获得性和对粮食的获取，对减少营养
不良和相关儿童死亡率的影响很小（Moyer和Bohl，2018
年）。因此需要将改善粮食可获得性的措施和改善粮食获
取的措施结合起来。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子目标11.6），干预措施包括：引入有效的空气污染控制
措施，推广更清洁的车辆、更便利的公共交通，提倡利用
易于通达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主动出行方式，以及最终
通过改善清洁燃料和炉灶的使用来减少家庭空气污染（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7.1）（第22.3.2节）。对于五岁以
下的儿童，通过淘汰使用传统生物质燃料的明火烹饪或传
统炉灶，改善室内空气污染，可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最
后，减少接触微生物病原体的干预措施包括：改善对安全
的饮用水、安全管理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的获取和
认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6.1和6.2）（Landrigan等
人，2018年，第40页）（第22.3.3节）。

通过对所有三个风险因素的干预，可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的环境风险，从而降低营养不良、腹泻、肺炎和其他常
见传染病（如疟疾）导致的死亡。然而，即使到2030年能够
实现所有与环境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五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也不会达到子目标水平（Hughes等人，2011年；van 
Vuuren等人，2015年；Lucas等人，2018年；Moyer和
Bohl，2018年）。Lucas等人（2018年）指出，如果能够实现
与儿童营养、改善获取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改善获取现
代能源服务有关的健康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30年，
可以避免全球约有440,000名儿童死亡，且到2030年预计
的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将降低8％左右。Hughes等
人（2011年）得出结论认为，在2005年至2060年期间，累
计约1.316亿（占总死亡人数的23％）的儿童死亡可以通
过逐步改善儿童体重不足、不安全的饮用水、不良的环境
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室内空气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得
以避免。

减轻贫困
健康状况不佳与贫困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重叠之处（Aber
等人，1997年；Yoshikawa，Aber和Beardslee，2012
年）。事实上，虽然贫困通常被视为收入的衡量标准，但
也可以通过一系列能力方面的“相对性贫困”来定义，
包括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Hulme和
Shepherd，2003年；Alkire，2007年）。通过“低收入”定义
的贫困会对健康和教育方面的结果产生负面影响，导致进
一步的权利剥夺（Hulme和Shepherd，2003年）。相反，消
除极端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1），从而改善贫
困家庭的收入状况，可以改善健康状况，特别是五岁以下
儿童的健康状况。

妇女和女童教育
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4），
尤其是对妇女的教育，与降低儿童死亡率密切相关。此

外，更高的教育水平可促进更好的整体健康、更低的生育
率、更快的经济增长、更低的贫困水平和更高程度的民主

（Dickson，Hughes和Irfan，2010年；Lutz和Samir，2013
年；Dickson，Irfan和Hughes，2016年）。1970年至2009年
期间儿童死亡率下降的一半以上可归因于育龄妇女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Gakidou等人，2010年）。Lucas等人（2018
年）指出，通过包括普及妇女教育、管道饮用水、逐步淘汰
用于烹饪的生物质燃料、强化疟疾控制等综合战略，到
2030年可以避免777,000名儿童死亡，且将到2030年预计
的全球儿童死亡率降低13％左右。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
将获得最大的健康惠益。

儿童和孕产妇保健
降低儿童死亡率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密不可分——健康
的生命始于健康的母亲和健康的宝宝。因此，降低儿童死
亡率还需要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包括降低
孕产妇死亡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3.1）、增加获得
计划生育服务的机会和降低青少年生育率（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子目标3.7）、实现基本保健服务的全民覆盖（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子目标3.8）、提供法律身份，包括出生登记（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16.9）（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发展中
国家避孕药具使用量的增加减少了意外怀孕，使产妇死
亡率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26％，如果将尚未满足的需求
量达成，产妇死亡率还可再下降30％（Cleland等人，2012
年）。此外，现代避孕药具的普及可直接降低儿童死亡率，
因为增加生育间隔可降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可能性，
而兄弟姐妹不到两岁的婴儿的死亡率更高（Cleland等
人，2012年）。

措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除了全球公民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之外，改善健康状况也
会对人口状况（Lee，2003年；Hughes等人，2011年）和经
济发展（van Zon和Muysken，2003年；Bloom、Canning
和Sevilla，2004年；Ashraf、Lester和Weil，2008年；Suri
等人，2011年）产生重大影响。

v 儿童死亡率的降低通常会在生育率降低之后发生，
滞后约十年（Angeles，2010年；Bohl，Hughes和
Johnson，2016年）。这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
亚等地区的人口结构具有变革性影响（即工作适龄
人口增多，然后逐渐呈现人口老龄化），这些地区
目前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生育率均相对较高

（Bohl，Hughes和Johnson，2016年）。当工作适龄
人口增长率超过青年人口增长率时，不断增长的劳
动力也创造了经济机会，称为“人口红利”（Bloom
等人，2009年；Lee和Mason，2011年；参见第2章）
。在此期间，与向青年（和老年人）提供服务相关的
财政负担达到最小化水平，而总体经济生产力呈上
升趋势（Lee和Mason，2011年）。然而，不断增长的
老年人口可能会在健康和社会服务方面带来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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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限制和更大的压力（Tabata，2005年；Lee和
Mason，2011年；Bohl，Hughes和Johnson，2016
年；Burrows，Bohl和Moyer，2017年）。

v 降低死亡率通常会促使工作适龄人口的传染病发病
率下降（Hughes等人，2011年），因而减少了劳动力
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进一步提高总体经济生产力，
并吸引外国投资进入经济体（Jamison等人，2006
年；Hughes等人，2011年）。改善健康状况还可以
提高学生的入学率、提高认知技能以及改善学生的
受教育水平（Baldacci等人，2004年；Soares，2006
年；Ashraf，Lester和Weil，2008年），且当这些儿童加
入工作适龄人口后，可以改善人力资本，提高生产力，
形成更健康的经济体系（Hughes等人，2011年）。

v 降低儿童死亡率，特别是与改善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
和获取现代避孕措施相结合，可能从长期来看会促使
生育率降低，抑制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是环境退化
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Angeles，2010年；Gakidou等
人，2010年）。

22.4 综合方法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如何实现一系列与环境相
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关于选定子目标，参见第
20章），并指出在许多子目标方面，确定的路径可促使到
2030年或2050年达到子目标，或至少带来重大改善。在这
部分，我们将讨论从研究分析中获得的一些总体结果，且
更深入地分析不同群组之间的关键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22.4.1 转型变革

分析表明，在所有领域，轻微改善是不够的；要实现不同的
子目标，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变革，包括产量、水、能源
和氮肥利用效率方面的重大资源效率提升（参见表22.1）。

例如，要达到与能源获取、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相关的子目
标，需要在未来三十年间，以每年4-6％的速率将二氧化碳
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比较而言，同样的比率在历史上每年
仅下降1-2％，因此需要将历史速率增加三倍。此外，如果不
实施需求侧措施，农业生产率需要平均每年增加1.4％，才
足够消除全球饥饿，同时限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虽然这里
所要求的效率改善与历史改善率相当，但很明显的是，鉴于
在大多数情况下，轻松有效的措施早已实施，且也要求农业
生产变得更加可持续，包括减少水资源和养分的使用，在未
来实现这些改善子目标将面临困难。

早些时候，我们指出可以采用技术变革、生活方式变革和
多尺度方法。本章讨论的措施是这些方法的一部分。但是，
考虑到所需变革的规模，这些战略似乎更有可能必须结合
起来才能达到所需的变革水平。还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到
目前为止，用于挖掘任何这些方法所具备的可利用潜力的
措施并不是非常成功。现有的多边环境协定并没有促使现
状相较以往有任何突破（A部分和第21章）。因此，重要的
是要确保行为者有足够的兴趣来实施一系列不同的战略。
除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外，这种兴趣与不同措施的不同权衡
取舍和协同作用有关。

22.4.2 协同效应和权衡取舍

第22.3.1-22.3.5节讨论了五个群组内措施和子目标之间
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些群组之间也存在许多协同作用和
权衡取舍。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子目标构成了一个相
互关联的复杂网络，这些相互关系在子目标制定中并未明
确指出来（国际科学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2015
年；Le Blanc，2015年）。

理解本报告中阐述的群组之外的相互关系对于协同实施
和政策连贯性至关重要（Nilsson，Griggs和Visbeck，2016

子目标 指标 基线（第21章） 更可持续的路径a  

（第22章）

提高农业生产力（第22.3.1节） 按时间列出的产量提高率（总计） 1％/年
（2010年至2050年）

1.4％/年，
（2010年至2050年）

提高养分利用效率（第22.3.1节） 作物生长氮（N）吸收总量与氮素的总投入量
的比例

0.55，
2050年

0.67，
2050年

提高用水效率（第22.3.3节）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变化 0.3-1％
（2010年至2050年）

0.5-1.2％
（2010年至2050年）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第22.3.2
节）

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例 20-30％，
2050年

30-60%b ，
2050年

提高能源效率（第22.3.2节） 按时间列出的能源强度的降低（以一次能源和
国内生产总值计量）

1-2.5％
（2010年至2050年）

2.2-3.5％
（2010年至2050年）

N：氮。
a并不适用于所有主题，文献中发现的且在本章中讨论的路径能够满足第20章中所述的选定子目标（参见第22.3.1至22.3.5节）。
b可再生能源包括所有可再生能源，减缓情景中的非二氧化碳减排量基于SSP情景（参见第3.2.2节）。

表22.1：资源利用效率趋势：基线情景（第21章）与子目标实现路径（本章）的比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533

22

年；《2050年的世界》倡议，2018年）。掌握相互关系有助于
提高实施的有效性，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少了实现单独子
目标的总体负担和成本（Elder，Bengtsson和Akenji，2016
年）。此外，也有助于确定相关的群组，以便共同促进子目标
的实现（Weitz等人，2018年）。

自2015年正式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来，分析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综合性质一直是一个研究领域。然而，到
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分析了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之间相互关系（例如，Prahdan等人，2017年；Zhou和
Moinuddin，2017年）。这些研究的困难在于，它们通常不
会考虑具体的措施，不考虑未来的发展，只能得出目标之
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在分析中考虑到这些因素
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国际科学
理事会，2017年；van Vuuren等人，2015年）或特定主题，
如能源（McCollum等人，2018年；Nerini等人，2018年）、
气候减缓（von Stechow等人，2016年）、空气污染（Elder
和Zusman，2016年）、土地利用和粮食安全（Obersteiner
等人，2016年；Conijn等人，2018年）、海洋（Singh等
人，2017年）和生态系统服务（Wood等人，2018年）。

这些研究要么基于现有文献（如本章），或基于专门的建模。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子目标内
部和之间的协同效应大于权衡取舍。然而，许多相互关系
主要取决于具体背景（Nilsson，Griggs和Visbeck，2016
年；Weitz等人，2018年）。两个子目标之间有多种关联，可
能存在不同且有时相互冲突的关系。此外，产出成果取决
于治理方式和地理环境，以及所采用的时间跨度（Nilsson
等人，2018年）。若对本章中讨论的各项措施和子目标之
间的所有相互关系进行全面分析，则需要进行专门的、基
于地点的研究，这超出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范围。因此，
在本节中，我们进一步阐述了不同群组之间的措施和子目
标之间的一些相互关系，且情景文献也指出存在此类重要
的相互关系。

表22.2根据第22.3.1至22.3.5节中的情景评估，对在各子
目标之间具有强大协同效应的措施和在各子目标之间具
有强有力的权衡取舍的措施进行了概述，且专栏22.5也
进行了概括。据此选出了具有强有力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
舍的关键措施，且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协同效应 权衡取舍

本节讨论
到的

（妇女）教育
通过减少粮食损耗和浪费、改变饮食习惯和营养管理减
少农业需求
减少空气污染

基于土地的减缓措施，包括大规模的生物能源部署
农业集约化
环境政策（可能与消除贫困相冲突）

其他例子 提高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尽管存在反弹效
应的风险）向非生物质可再生能源过渡（例如，风能和
太阳能）
生态系统恢复
水资源综合管理

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对资源的进一步需求）
海水淡化

专栏22.5：选定措施与目标之间相互关系的概述

为了概述本章讨论的选定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诸多相互关系，本章作者已经进行了专家评估。该专家评估与文献以及《全球环境展望6》A部分
作者的意见进行了比较。专家被要求使用Nilsson、Griggs和Visbeck（2016年）的“7分制”方法来对相互关系进行评分。对相互关系的评分介于
最积极得分（该措施对于实现子目标是必不可少的）和最消极得分（该措施可导致子目标无法实现）之间。结果（不同专家评分的平均分）示于
图22.9。

分析结果表现出一些明显的模式。大多数相互关系集中在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的不同措施和子目标之间。此外，与早期的相互
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协同作用要大于权衡取舍。最强的协同作用出现在同一群组内的措施和子目标之间（参见第22.3节中关于每一群
组内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的讨论）。最后，产量提高、生物能源利用和海水淡化措施与一系列子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权衡取舍。然而，由于没
有给出最消极得分，专家建议，可以通过额外的缓解措施来解决这些权衡问题。

分析还得出结论，相互关系的程度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对于许多相互关系，专家们存在一定的分歧。部分原因是对实施措施的总体背景有
不同的假设，但也因为一些措施同时产生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需要对其强度进行某种程度的评估。基于文献中关注健康、能源和海洋方面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类似评估，可以得出结论，相互作用取决于关键因素，如地理背景、资源禀赋、时间跨度和治理（Nilsson等人，2018年）。
因此，图22.9仅呈现了所涉及的关键相互关系的初步概述或概览。要得出政策性结论，需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这包括基于特定相互作
用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审查和分类、综合评估建模，后者分析了比当前研究更广泛的一系列子系统内部和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参见Nilsson等
人，2018年）。.

表22.2：在选定子目标之间具有显著协同作用或权衡取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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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粮食损耗和浪费
产量提高
营养管理
饮食变化
管理土壤有机碳
土地损害最小化
土地所有权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土地利用规划
森林管理
获取粮食

能
源

、空
气

和
气

候

改善能源获取
行为变革
最终用途的电气化
低/零排放能源技术
生物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负排放技术
空气污染控制
减少非二氧化碳排放

淡
水

提高用水效率
改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设施的获取
废水处理
水质标准
海水淡化
水资源综合管理

海
洋

可持续渔业
海洋监管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人
类

 
福

祉

减轻贫困
儿童/孕产妇保健
教育

Nilsson评分方法
与实现子目标紧密相关
有助于实现子目标
创造了进一步实现子目标的条件
没有显著的相互关联
限制了子目标的实现方法
与子目标冲突
导致无法达到子目标

资料来源：评分基于专家意见，使用了Nilsson、Griggs和Visbeck（2016年）的“7分制”方法。

图22.9：选定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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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定子目标之间具有显著协同作用的选定措施
教育
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其本
身也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
标4）。与健康一样，教育是衡量人类发展的标准（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改善教育对人类福祉和与环
境有关的子目标具有相当大的协同效应（联合国教育、
科学与文化组织，2017年）。教育，特别是对妇女的教
育，与改善健康状况具有特别强烈的联系。教育可以通
过减少营养不良和改善个人卫生对儿童健康（Smith和
Haddad，2000年；Marmot，Allen和Goldblatt，2010
年）造成显著影响。1970年至2009年期间儿童死亡率
下降的一半以上可归因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Gakidou等人，2010年）。此外，更高的教育水平可促
进更低的生育率、更快的经济增长、更低的贫困水平和更
高程度的民主（Dickson，Hughes和Irfan，2010年；Lutz
和Samir，2013年；Dickson，Irfan和Hughes，2016
年）。已经确定改善教育与经济增长和减轻贫困之间存
在联系（Hulme和Shepherd，2003年；Verner，2004
年；Awan等人，2011年；Cremin和Nakabugo，2012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改善教育也有助于应对
气候变化，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的
增加（Cordero，Todd和Abellera，2008年；Kagawa和
Selby，2012年；Chang，2015年）。气候变化教育可加强决
策者的能力建设，同时也使人们能够实施自己的适应战
略，其中包括让人们了解复杂性并感知风险（Mochizuki
和Bryan，2015年）。改善对安全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设施的获取，以及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全管理也可
以从教育中获益（Çoban等人，2011年；Michelsen和
Rieckmann，2015年；Karthe等人，2016年）。

饮食变化
 饮食变化，特别是减少反刍动物消费，与实现多个环境
子目标具有协同作用。此外，饮食变化可以帮助消除饥
饿和改善人类健康，对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最小。特别是，饮食变化可以减少农田扩张（Stehfest等
人，2009年；Tilman和Clark，2014年），同时增加粮食
供给（Foley等人，2011年）。此外，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减少污染、减少用水量并改善健康状况。饮食变化
可以通过减少牲畜消耗来降低甲烷的排放，通过减少
肥料施用来减少氧化亚氮和氨的产生，以及通过减少
农田转化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Stehfest等人，2009
年；van Vuuren等人，2017a）。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饮食
变化的相关性很大，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可能高达70-80％

（Aleksandrowicz等人，2016年）。减少甲烷排放也可以
对空气质量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是臭氧污染的前体物。
通过饮食变化减少氮肥使用，从而减少氨的排放和随后
形成的细颗粒物质，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和健康（Zhao等
人，2017年；Giannadaki等人，2018年）。通过饮食变化减
少氮肥使用也会对水质产生积极影响。用水量减少可达
50％（Aleksandrowicz等人，2016年；Jalava等人，2016

2

年；Bijl等人，2017年；van Vuuren等人，2017a）。总之，减少
畜牧产品消费的饮食转变在全因死亡率上有益处（Milner等
人，2015年；Aleksandrowicz等人，2016年；Springmann
等人，2018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人员发现，贫困
地区的粮食供应和获取并没有因为高收入国家的肉类消
费量减少而显著改善（Moyer和Bohl，2018年）。为了提高
效率，转变饮食习惯的措施需要考虑到区域和发展背景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

空气污染控制
减少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但是，农业
生产、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也存在协同作用。臭氧是一
种强氧化剂，可经由叶子进入植物，通过影响光合作用
和其他生理功能而破坏植被。一些研究已经分析了臭氧浓
度、森林生产力和农业产量之间的关联（例如，Ainsworth等
人，2012年；Talhelm等人，2014年）。预计在2010-2012年期
间，臭氧会导致北半球的小麦产量平均降低9.9％，导致南半
球的小麦产量平均降低6.2％（Mills等人，2018年）。Shindell
等人（2012年）对减少黑碳和甲烷的措施如何促进减少臭
氧并因此改善农业产量、生产和价值进行了量化分析。他们
发现，减少甲烷和黑碳的措施可分别将农业产量提高约
2700万吨和2400万吨。Avnery、Mauzerall和Fiore（2013
年）指出，到2030年，甲烷排放控制可以将北美的小麦、玉
米和大豆产量提高高达370万吨。Capps等人（2016年）
指出，美国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同时促进了氮
氧化物的排放减少，有助于将个别作物和树种由于暴露
在臭氧环境中而导致的潜在生产力损失分别降低高达16
％和13％。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可减少酸和氮
的沉积，以及减轻之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例如，富营养化

（Greaver等人，2012年）。

在选定子目标之间具有重大权衡取舍的选定措施
基于土地的减缓
几乎所有符合《巴黎协定》的气候情景都大量利用基于土
地的减缓措施（另参见专栏22.2）。这包括使用生物能源、
杜绝毁林、造林/再造林。一个特殊情况是负排放（生物能
源，再结合碳捕获和储存以及造林）的作用，负排放似乎
是严格的气候子目标的必要条件——当然是那些对短期
排放较宽松的目标（Fuss等人，2014年；van Vuuren等
人，2017a）。基于土地的减缓措施可能对其他可持续性目
标（特别是粮食安全和保护陆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Wicke，2011年；Reilly等人，2012年；Calvin等人，2014
年；Popp等人，2014年；Smith等人，2016年；Heck等
人，2018年）。例如，生物能源利用率高的路径会对土地退
化和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些路径通常会导致
粮食价格上涨、森林覆盖率下降、自然土地面积减少。虽然
大规模造林路径可能会对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产生协同
作用，但它们仍可能导致对土地的竞争加剧，从而可能导
致粮食价格上涨。生物能源的使用也可能导致更高的用
水需求和更多的肥料施用，后者会加剧氮和磷流失，增加
富营养化的风险（例如，Gerben-Leenes，Hoekstra和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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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eer，2009年；Hejazi等人，2015年；Mouratiadou等
人，2016年。

虽然生物能源是未来能源体系的几个重要选择之一，但随
着生物能源的全球贸易和消耗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
现代生物能源生产的环境、生态和社会影响（Wicke，2011
年）。例如，生物能源与粮食安全之间的权衡，以及生物量
对减轻贫困的影响与对环境的影响之间的权衡已被广泛
报道（Wicke，2011年；Smith等人，2016年）。Yamagata等
人（2018年）报道了全球二氧化碳负排放情景中的“水—
粮食—生态系统”权衡。他们指出了三个重要的冲突：

v 粮食作物耕地大量转变为雨水灌溉的生物能源作物用
地，会造成相当大的粮食减产；

v 当灌溉应用于生物能源作物生产时，生物能源作物的
生产力得到提高——这可将生物作物生产所需的面积
减少一半，但水资源消耗增加一倍，加剧了水资源短缺
和地下水枯竭；

v 如果许可将林地转变为生物能源作物用地，大面积
的热带森林将被用于生物能源作物生产，这可能导
致碳储量和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大面积严重受损，从
而增加了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需要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减缓活动的共
同效益，以优化各种可持续性效益。

图22.10显示，在大多数情景中，气候子目标越严格，生
物能源的使用量越高。事实上，在SSP情景数据库中，所
有符合《巴黎协定》气候子目标的情景对生物能源的需
求到2050年超过200艾焦/年。早些时候，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对不同的可持续性限制下的2050年的生
物能源供应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限制条
件下，供应量至少可以达到100艾焦/年。还得出的结论
是，供应量有可能达到300艾焦/ 年（但具有更高的不确
定性）。

不同的背景颜色表示《巴黎协定》气候子目标（垂直线，从1.5℃和2℃开始）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生物能源供应量区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指出，生物能源的供应量最有可能达到100艾焦/年；且有可能达到300艾焦/年）。

资料来源：Riahi等人，2017年；Vuuren等人（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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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人们对100艾焦/年左右的生物能源潜力对维
持生物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的认可度较高，而对高于该阈
值的供应量对维持生物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的认可度较低

（Creutzig等人，2015年）。这表明，数据库中的任何情景
实际上都不符合对《巴黎协定》气候子目标和生物能源可
持续性限制的严格解释。Van Vuuren等人（2018年）探索
了不同的替代路径，以达到雄心勃勃的气候子目标，且有
可能减少对负排放（以及生物能源）的需求。这些情景假设

（例如）饮食结构向符合健康建议的低肉类消费转变、大
力度地实施非二氧化碳减排，或通过生产“人造肉”作为替
代。这样的假设可能会导致对负排放技术的需求大幅下
降，从而也减少了对生物能源（结合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的
需求。最近，一项模型对比研究考察了生物能源供应有限
的严格气候政策情景（Bauer等人，2018年）。在这方面，一
些模型确实找到了低生物能源路径，但需要对生物能源的
使用进行审慎优化（例如，生物能源（结合碳捕获和储存技
术）仅用于生产运输燃料）。

农业集约化
提高农业产量被视为生产足够的粮食和生物能源以满足
未来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完全消除对农业土地的
扩张需求的先决条件。肥料的使用可能会增加产量，但也
会对淡水和海洋水质、相关生态系统以及气候变化产生严
重后果（Bouwman等人，2017年）。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主要取决于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更高的产量。

提高产量可以改善粮食的总体供应量，特别是在当前营养
不良发生率高的低产国家和地区实现增产。与此同时，如
果高产作物的微量营养素含量低于平均膳食需求，则可
能会对营养产生负面影响（DeFries等人，2015年；Rao等
人，2018年）。此外，当产量增加后没有专门考虑分配问题
时，增加的产量不一定会供应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与此同
时，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肥胖率可能会因食品价格整
体下降而上升（van Vuuren等人，2015年）。最后，当产量
增加伴随着规模扩大时，小农户可能会被迫迁移到城市，
这并不一定会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

提高农业产量可减少对种植作物的土地需求，减少对现有
自然土地的压力，从而可能缓解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另一方面，提高产量通常需要更高水平的肥料、农药
和灌溉用水，从而对水质和水资源短缺产生负面影响。使
用氮肥也会导致更高的氧化亚氮排放，这意味着与减缓气
候变化之间存在权衡。与过去产量增加相关的机械化和单
一栽培种植导致土壤侵蚀、土壤压实和土壤有机碳流失，
增加了土地退化的可能性。长期灌溉导致的土地淋溶和盐
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生物多
样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减轻贫困和环境保护
收入增加、饥饿减少以及水和能源的改善获取预计将推
高对粮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从而增加环境压力。然而，实

际上，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同时存在——虽然有些影响较
为重大，需要纳入考虑，但其他影响相对较小。情景分析
表明，消除饥饿和普遍提供现代能源服务（超出人口和经
济增长带来的产量增加）不一定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或
气候变化产生负面影响（例如，Riahi等人，2012年；van 
Vuuren等人，2015年；Dagnachew等人，2018年）。虽然
大多数关于获取现代能源服务的研究表明，生物质燃料的
使用减少通常伴随着化石燃料产品（例如，液化石油气、天
然气、电力）的使用增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通常
很小（Dagnachew等人，2018年）。此外，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增加由于毁林和黑碳导致的排放量降低部分得到补偿。
同样，消除饥饿导致的对粮食的额外需求估计相对较小，
特别是与目前的生产水平以及为了满足不断增长且越来
越富裕的全球人口所需的增长需求相比（van Vuuren等
人，2015年）。如果通过对当前消费水平的重新分配来促
进消除饥饿，那么所需的产量增长将更少（van Vuuren等
人，2015年）。不过显然，超出最低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可能
会伴随着进一步的环境压力。因此，重要的是要将可持续
性考虑因素纳入旨在实现更高水平经济发展的政策中，以
避免这种权衡。

一些研究已经突出强调了在实现环境子目标与确保获得
基本资源和服务之间的另一个潜在的权衡。这是因为，在
许多情况下，实现环境子目标的政策可能导致成本增加。
虽然这种成本增加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可能不那么重要，
但它们可能会对穷人产生巨大影响。已经证明，如果在没
有额外补偿措施的情况下实施气候政策，则可能会对获
取电力（Dagnachew等人，2017年）、获取清洁的烹饪燃
料（Cameron等人，2016年）和粮食安全（Hasegawa等
人，2018年）产生负面影响。

22.5 结论和建议

我们对情景文献进行了评估，以分析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的选定环境子目标相关的一系列
措施，且特别关注它们之间存在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
总的来说，情景文献为实现这些子目标提供了一系列方
案，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路径，这些方案受到阻碍。 

22.5.1 知识差距

本章的讨论表明，基于模型的情景分析是一项有效工具，
有助于将知识整合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多边环
境协定的环境子目标的工作中，且突出跨时间、规模和问
题的关联。

然而，从文献评估中可以得出结论，情景文献在探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能路径方面依然不充分。现有的充分
整合的情景研究尚不存在。此外，文献在某些领域很先进，
而对于其他领域，存在有效信息极度缺乏的现象。因此，仍
然难以估计具体措施的不同优缺点的确切程度。有大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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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讨论了实现“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下的选定子目标的
路径，也有文献涉及“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
下的子目标，但总体研究不够深入。对于后者，这些研究主
要讨论饥饿和生物多样性问题，旨在实现子目标的情景研
究相对较少，且实际上没有情景研究讨论如何实现土地退
化零增长。现有文献对海洋酸化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主
要与实现气候子目标的情景有关。

对于“淡水”“海洋”和“人类福祉（健康）”群组而言，寻求实
现子目标的情景在文献中并不常见。对于“淡水”群组，情
景主要考察水资源短缺问题，而关于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以及水质问题的情景较少。对于健康（例如，儿童死亡
率）问题，文献中极少提到寻求实现子目标的情景。最后，
正如第21章已经总结的那样，关于化学品、废弃物和废水
的定量情景研究几乎不存在。

虽然文献中讨论了许多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但除了主题
研究（主要基于现有情景文献）之外，关于本章中讨论的措
施和子目标之间所有相关相互关系的全面概述仍然缺乏。
部分原因是情景文献中仍有一些附带条件，且由于这些相
互关系高度依赖于特定背景，因此难以做出明确的评估。
针对特定部门的研究在分析相互关系时，往往侧重于该部
门在实现总体子目标方面的关键作用，为衡量优先次序提
供的空间很少。因此，目前对不同部门或主题之间的相互
关系的理解存在巨大差距。

应该指出的是，间接的相互关系也经常存在，而且在许多
情况下，相互关系可能导致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例如，肥
料施用可以提高产量，减少土地需求，从而遏制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和可能的土地扩张，但同时还会增加氮和磷的径
流，导致淡水和海洋营养盐污染，造成缺氧和有害藻华，以
及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这
种关系研究的缺乏表明，需要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分析，包
括对现有文献的系统审查和专门的综合评估建模，特别关
注目前尚未探索的相互关系。

22.5.2 政策建议

情景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相关
多边环境协定的一系列环境子目标的路径，但要求与当前
趋势脱钩（转型变革）。轻微改善是不够的，要实现不同的
子目标，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变革。需要在土地、水和能
源方面显著提高资源效率，包括与目前的趋势相比，农业
产量增加近50％，能效提高速度翻一倍。

实现子目标需要组合利用一系列措施，包括技术改进、生
活方式改变和本地化解决方案的组合。许多不同的挑战需
要采取专门的应对措施，改善对食物、水和能源的获取，同
时减少对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对资源的重新分配
可能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生产角度来看，这些变革要
素包括实现更清洁的生产流程、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脱钩
等。还应考虑需求侧效率和消费者行为方面的变革。后者
可能包括减少反刍动物消费的饮食变化，但也包括向能源
密集度较低的出行模式过渡的交通方式的变化。

了解措施和子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协同实施和政策
连贯性至关重要。如果措施通常旨在实现特定子目标或一
系列子目标，则分析表明在这些措施和其他领域的子目标
之间存在明显的协同作用。例子包括教育、饮食改变和空
气污染控制，这三者对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都有积极
影响。本章还强调了重要的潜在权衡，例如，气候政策对能
源成本和后续的能源获取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
通过采取缓解措施来解决这些权衡问题（在上面的例子
中，支持穷人获取能源的具体政策可以避免特定的权衡）。

实现第20章中目标所需的经济和技术潜力是存在的。但
是，也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可行性。变革流程的可行性只能
在当前趋势和全球公民和企业的持续创新背景下加以讨
论。第23章将对此进行说明。最后，在第24章中，我们将讨
论政策措施如何能够促成这里提出的变革。在许多情况
下，通过确保适当考虑潜在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可以
提高社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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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注于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并强调低碳、有韧性的基础设施，
以满足食物、能源、水和住房需求，同时维护非洲大陆的生
态资产。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其中包括
减少灾害风险，同时考虑到人口和城市化增长趋势，智慧
城市被视为潜在的解决方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重点是，通过可持续管理和构建基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使用脱钩。欧洲方面，需要变革
生活方式和消费，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北美则进行了
了情景分析，强调技术创新和数据革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路径。西亚重点关注和平与安全问题，且指出综合资源
管理对管理水等有限自然资源有重要意义。气候变化是所
有地区的一个共同的推动因素，因此在框架内提出了适应
和减缓路径{23.10}。

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存在数据和知识差距，强调需要扩大
跨规模的参与式方法（未解决）。与自下而上分析流程相关
的差距可以分为四大类：（1）与跨区域互连有关的差距：大
多数区域评估报告中都没有突出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和相
互依赖关系。（2）与性别、公平和不平等等跨领域问题有关
的差距，除了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评估
外，其他地区的区域评估都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这些问
题往往更有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得到解决。（3）与特
定资源有关的差距：淡水和海洋干预措施在自下而上的举
措中最少涉及。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的提案和举措主要关
注的是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WASH）方面的淡水干预
措施，但没有哪些自下而上的举措涉及海水淡化或海洋法
规。（4）与人类福祉有关的差距：这些包括主要侧重于减轻
贫困的解决方案，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的全部提案中，
只有一项提案涉及儿童和孕产妇保健。这表明有必要针对
这些特定领域提出政府干预措施{23.9}。

参与式方法可用于确定和评估推动变革性的解决方案和
设想路径，以实现更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能为决策
者提供一系列建设性的举措和具体的协同解决方案（不完
全证实）。在《全球环境展望6》的进程中，通过全球研讨会
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与利益相关方展开合作，可以收
集到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愿景，这些解决方案和愿景可
以补充并有可能用作综合评估模型中的定量信息。这些参
与式方法有助于将展望工作的重点从“是什么”层面过渡
到“怎么做”层面。例如特别强调将粮食系统视为实现地球
健康，人类健康的关键干预措施。

第22章确定了产量改善目标和一般解决方案，如改变饮
食和减少农药使用等。相关信息来自于全球研讨会和气候
研究联合实验室的倡议，这些倡议介绍了一些当前正在开
展中的具体项目，提供了如何促进饮食变化的具体示例，
以及实现更高产的可持续农业的创新手段，例如：促进共

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为在环境评估和展望中更有效地
整合全球和地方情景方法提供了机会，以支持各级（即
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做出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方面的决策（不完全证实）。基于当地情景和实践，
采用对于未来的自下而上的视角，为探索可替代的未来发
展之路带来了潜在好处，且这样的未来发展将着眼于当地
具体情况，并从可适当调整规模的现有行动开始。将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与多层次情景开发联系起来，有利
于通过全球流程来指导当地行动，并将当地行动纳入全球
协议。与不同利益相关方联合制定方法，有助于克服目前
在扩大、实施和深化创新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将有价值的
经验教训和成果从地方推广到区域和全球各级，反之亦
然{23.1}。

自下而上的方法涉及一系列以科学和行动为导向的知识、
观念和意见，其探讨的是未来理想世界以及其实现路径，
包括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 

（不完全证实）。由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只有一条路可走，
持有多种观点对于定义不同的理想未来至关重要。通过将
众包平台、世界各地组织的参与式研讨会、现有可持续性
解决方案的分析、区域展望评估进行整合汇总，可以找到
新的方法来构建全球模型的一般成果与地方层面的补充
信息和洞察之间的关联。这种创新框架的实施成果为决策
者和从业人员提供了有用且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以便就如
何实现可持续的未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23.4，23.6}。

目前正在开展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工作，以促进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同时也在努力支持和
促进它们之间的合作（不完全证实）。通过审查那些汇集
了自下而上举措的平台，可以初步了解帮助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理念、行动及计划的广度和深度。绝大多数平
台覆盖范围遍及全球，借鉴具体实例，鼓励搭建全球间的
联系，平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促进知识的共享和解决方
案的确定。其一，通过收集实例、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变革的动力”灯塔倡
议、PANORAMA——“健康地球解决方案”、世界水土保持
方法和技术纵览组织确定的方法，参见附件23-1）；其二，
通过组织论坛，分享实地活动所需的技术或区域工具和技
术诀窍（如Biofin知识平台、ClimateTechWiki）。其他平
台会通过组织竞赛或众包等形式寻找针对挑战性问题的
解决方案（如VertMTL、麻省理工学院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

（MIT Climate Co-Lab））。这些平台强调了让更多人参与
政府政策和举措的重要性{23.9}。

《全球环境展望》区域评估强调了在未来具有重大影响的
全球环境压力，但也强调了在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区域
优先事项和解决方案（充分证实）。关于非洲的环境展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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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经济以减少城市食物浪费的应用程序；都市农业；水产
养殖；土著和地方知识交流{23.12}。

可持续性变革需要社会和技术创新以及有利的政策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去推广理念和解决方案（不完全证
实）。可持续性变革是指从“一切照旧”的轨迹转向更可持
续的未来所需的系统性变革。变革过程通常被分解为多个
阶段，其时间段与现有问题相关，包括准备阶段，在此阶段
会进行创新举措的开发；实施/加速阶段，在此阶段，创新
举措会经历发展，并成为新体系的一部分；以及制度化阶
段，在此阶段会形成一个将在长期内可持续发展的更理想
的体系。每一阶段都需要强有力的治理条件，才能保障变
革成功。这些有利条件最好分为以下类型：

v 适当扩大创新的支持条件（建立和支持创新市场；支持
创新实验和学习；调动财政资源；动员人力资源）；

v 瓦解现有的、有问题的结构的削弱条件（控制政策；制

度改革；削弱现有的体制支持；变革网络和主要行为者
关系）{23.12}。

对有助于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自下而上的区域解
决方案进行的综合分析，强调了要考虑到各种行为者，以
实现分配正义，并公平地确定需要在哪些领域采取行动（
不完全证实）。许多解决方案可以引领发展中国家走向更
加可持续的公平发展之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使用
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作为推动变革的工具。此外，在自下
而上的路径中，不同社会行为者的作用得到了确定。举例
来说，在本报告评估的许多举措中，城市层面的政府行为
者将发挥重要作用，且全球性网络（如可持续城市或能源
合作社）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全球环境展望6》的经验指
出，通过与不同背景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全球合作，重点关
注与政策相关的数据收集，如行为者的角色和变革障碍，
以及进一步完善变革流程和拟议干预措施的公平性，未来
的参与式工作将得到加强{23.13}。.



548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未来展望与实现路径

23

23.1 引言

人类世以来，大范围的社会和环境高速演变，其中人类
活动在地球的大部分进程中占主导地位（Crutzen，2006
年；Leach等人，2013年；Steffen等人，2015年），这些演
变正在改变我们的评估方式。全球环境评估（包括《全球
环境展望6》）正在将评估重点从当前趋势（例如，生物多
样性的当前状态是怎样的？）转向为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
未来而所必需的转型和实现转型的路径（例如，需要采取
哪些干预措施才能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
下？）（Kowarsch等人，2017年；Minx等人，2017年）。决
策者、学者和从业人员要求更深入、更明确地关注应对方
案和政策分析（Jabbour和Flachsland，2017年）。这种
意向和方向的转变在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背景下显
得尤为凸出，因为各国制定了到2030年实现一系列全球
公认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宏伟计划。然而，
未来情况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中长期决策的复杂化，而且
如何转变现有政策和实践以实现预期的未来结果往往
是不清楚的（Miller，2013年；Miller，Poli和Rossel，2013
年；Bennett等人，2016年）。

全球环境评估以与决策者相关的方式提炼、综合和解析现
有信息，这样有助于各国政府在对复杂的国际协定和协
议谈判时达成共识（例如，《巴黎协定》和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Jabbour和Flachsland，2017年）。然
而，尽管全球环境评估通常依赖于全球规模的定量情景来
评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把握不确定性（van Vuuren
等人，2012年），但这些评估工作仍在努力整合能够在
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联系的动态情报（Bennett等
人，2003年）。此外，综合评估模型——类似于第22章中
用于构建全球定量情景的模型——很难模拟出涉及多个
司法层面以及不同行为者的决策，因此无法洞察次全球
层面的变化趋势的影响。因此，虽然这些情景模型可以预
示典型的、全球统一的未来面貌，但决策者始终不太清楚
国家政策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情景来指导当地决策和行动

（Biggs等人，2015年；Pereira等人，2018a）。

变革路径的成功实施需要了解：

i. 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如何发生转型变革；
ii. 由哪些行为者和哪些颠覆性技术（即那些取代现有技

术创造新市场的技术）推动这种变革；
iii. 变革行动会对跨领域联系带来什么影响（Cash等

人，2006年；Feola，2015年；Patterson等人，2017年）。

这些是自上而下情景和自下而上分析相结合的关键所在。

本章评估了寻求未来转型的参与式过程和当地实践，并将
第22章中提出的干预措施与现有实例进行对比。以下各

节提供了次全球评估中有关跨层次互动的背景信息，并汇
集了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当地做法的现有研究。后
面的部分介绍了《全球环境展望6》自下而上分析中使用的
方法，其次是从分析工作中获得的评估结果和见解。

23.2 整合全球评估以及自下而上的分析

变革路径的评估可以按从全球到地方，也可按以从地方到
全球的模式进行。例如，第21章和第22章介绍了全球情景
和路径分析，但这种分析也可以在地方和区域层面进行。
此外，可以将现有的、潜在的变革性举措作为基点，自下而
上地去探索变革路径（Pereira等人，2018b）。如第22章所
述，全球情景整合了全球范围内的模型和数据，以预测可
能的未来路径和结果。这些方法被用于探索各种可能的未
来（探索性情景），以及确定拟议解决方案或政策选项的影
响（寻求实现目标的情景）（van Vuuren等人，2012年；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
。大多数全球方法和综合评估模型不能有效地涉及：（1）特
定行为者的角色和行为，以及支持变革的多层次政治机制；

（2）颠覆性的技术；以及（3）地理空间细分。

相反地，参与式的地方情景方法可以借助现有的实例和
举措来预想和考察行为者的行为、构思颠覆性变革以及
确定未来路径，同时兼顾当地实际情况和对当地的适用性

（Merrie等人，2018年）。然而，这些地方情景面临着一些
挑战，需要完成从地方向区域和全球的推广，且需要将从
个体案例中积累的知识和成果传播出去。此外，地方方法
缺乏基于模型的方法所具备的特异性，因为地方方法通常
只是局部量化或汇总的，这限制其在更高层次的适用性。

基于这些可替代基点，可以沿两个方向开发多级方案。全
球情景可以自上而下地缩小规模予以实施，以便在区域
和地方一级落实；而地方情景可以自下而上地整合，通过
兼顾地方实情，化解偏见和不确定性，从而补充全球情景。
在全球情景的缩小规模实施方面已有很多研究，也有很
多这方面的公开文献（Zurek和Henrichs，2007；Mason-
D’Croz等人，2016年；Palazzo等人，2017年）。相比之下，
通过自下而上地汇总地方情景，或通过以其他创新方法推
广地方情景来创建全球情景却很少被研究。这一领域的研
究具有很多好处，有助于在全球环境评估中跨尺度地整合
更具想象力的未来情景，为政策和决策制定提供更有用的
信息（Bennett等人，2016年）。

23.3 多层级背景下的次全球评估

基于自上而下情景的区域或次全球评估提供了有益见解
和经验，有助于掌握多尺度和跨尺度动态变化。跨尺度和
多层级的情景创建和关联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为提高政
策相关性带来了重要机会。现有文献大多提出这样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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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即更高层级（全球）情景可以作为较低层级（区域、国
家或地方）情景的框架，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Zurek和
Henrichs，2007年；表1，第1292页）：

i.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认定的事实在地方层面被同样接
受，则不同层级之间的情景被视为在所有方面都是等
同的；

ii. 当构建全球情景使用的所有关键假设可用于约束地方
层级的情景时，则这些情景是一致的。这就是《全球环
境展望6》报告编制之前开展区域《全球环境展望》评估

（即本章讨论的区域评估）的方式；
iii. 如果不同情景在各层级对未来情况的基本假设有一

些（但不是全部）共性，而其他假设通常特定于每一层
级，则该情景被认为是相关的。一个例子是考虑到西
非政策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区域情景，但这些情景关
联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社区制定的
全球情景中的一些关键假设（参见Palazzo等人，2017
年）；

iv. 可比的情景集合考察的主题和问题的范围相同，但在
对未来情况的关键假设方面没有关联。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区域评
估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这一过程，将情景原型作为跨区

域的对比工具（Sitas和Harmácková等人，待出版）；
v. 独立情景可以基于不同的关注点和焦点进一步扩展。

科学文献介绍了如何将更高层级的情景与更多地方情景
集合进行整合——其中的情景纽带可能是不同情景之间
的近似等同性（Kok等人，2015年），也可能是不同情景之
间的可比性（Mason-D’Croz等人，2016年）。然而，现有研
究很少涉及通过自下而上的办法使用地方和区域层级的
情景来指导全球层级的情景，这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是 

《全球环境展望6》对于未来展望的新的关注点。

《全球环境展望》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
学政策平台都对自下而上的未来情景感兴趣（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Rosa等
人，2017年；Lundquist等人，2017年）。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区域评估提供了一个
重要的比较基础，包括对次全球情景和路径进行广泛审
查——（参见专栏23.1）。在使用区域路径和情景方面，另
一个高度相关的示例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气候变
化、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计划”（Vervoort等人，2014年）。
这有助于理解路径发展如何与不同次全球区域的政策制
定直接相关。

专栏23.1：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以及自下而上的情景流程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关于情景和模型的方法评估探讨了如何将情景用作决策工具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与《全球环境展望》一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旨在通过区域评估将科学
与各层级的政策联系起来，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知识基础。一般来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基于人类与非人类世
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考察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相关的地球状况（Pascual等人，2017年）。区域评估的结果表明，生态
系统及其服务不断退化，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制定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且相应地需要从地方到全球开展调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
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6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正在全球层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
平台全球报告正在编制中）和区域层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8a；2018b；2018c；2018d）进行情景审查，以
便更加具体地了解自下而上的未来情景如何能够促进构建全球情景，且帮助更好地了解如何实现更理想的未来，同时促进人与自然系统的
可持续发展（Lundquist等人，2017年）。

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到这样一种共识，在特定的全球情景范围内，一致性地且创造性地开发有更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多尺
度情景，可以使情景变得更加有效，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进程中（Kok等人，2016年；Rosa等人，2017
年）。这一点在有关研究结果中得到印证，研究指出需要进行能力建设才能让情景构建在决策制定上发挥作用——这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在一些区域评估中的重要发现（参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8a；2018b）。对此，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情景和建模专家组（交付品（3c））确定了工作方向，着手填补情景实践方面的空白（Rosa等
人，2017年）。

专家组认识到：

1. 情景未纳入与自然保护和社会生态反馈相关的政策目标；

2. 情景通常仅与特定空间层级相关；

3. 自然及其对人类的贡献被视为人类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分析的核心（Lundquist等人，2017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家组开始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愿景，开发一套关于未来自然的多尺度情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是与多部门利益相
关方和专家召开愿景研讨会（2017年9月4日至8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参见Lundquist等人，2017年）。研讨会借鉴并改良了Pereira等人提出
的Mānoa mash-up方法（2018a），通过使用自下而上的情景方法得出了7项关于自然的积极愿景，且该情景方法将在专家组的工作计划中得
到进一步发展。将愿景整合到具有可用于建模以及填补空白的定量要素的情景中将需要一个涉及愿景构建、利益相关方协商和建模的迭代
循环，具体将通过召开各类论坛的形式进行（Lundquist等人，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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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基于现有地方实践的自下而上的未来情景

全球评估已认识到需考虑自下而上举措具有的优势。这
彰显了对自下而上地实施举措和推进实现环境目标（例
如，到2050年实现“脱碳”）的政治承诺。在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第12章：人类住
区、基础设施和空间规划”承认地方行为者在全球气候
减缓中的作用（Seto等人，201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6年《排放差距报告》综合报告首次对多项研究进行
了评估，这些研究量化了当地行为者对全球气候减缓的
额外贡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年）。该分析指出，到
2020年，地方和非国家行为者可以减少相当于4-100亿吨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减排贡献将有助于缩小国家政
府减排力度与全球情景中指出的2℃全球温升目标之间
到2030年存在的120-140亿吨减排缺口，尽管如此，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强调了仍需要采取全
球行动将温升控制在1.5℃之内的目标（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2018年）。2018年9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
里·布朗（Jerry Brown）和纽约市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主持召开了全球气候行动峰会，
强调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高校、公民社会组织、企业和地
方政府等多元化行为者可以通过自下而上和参与式办法
发挥作用（2018年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城市气候变化研
究网络在其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城市在气候适应和减缓方
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且该报告确定了可持续城市转型的
路径（Rosenzweig等人，2018年）。

自下而上地构建未来情景的几种方法确定了在不同地
域和不同部门开展的地方实践和小规模可持续性举
措。在全球层面，“美好人类世种子”（Seeds of Good 
Anthropocenes）项目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Climate 
CoLab）项目是此类举措的两个例子。“美好人类世种
子”项目正在开发一系列地方、社会、技术、经济、生态和
社会生态倡议，以帮助设想积极的环境未来（Bennett
等人，2016年）。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是一个在线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向该平台提交和讨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Malone等人，2017年）。“美好人类纪种子”项目侧重于
识别和调查地方举措的实践过程，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
室主要侧重于通过众包机制去识别、开发和评估相应措
施的过程。特定于部门的全球数据库的一个例子是世界
水土保持方法和技术纵览组织（WOCAT）。世界水土保持
方法和技术纵览组织网络成立于1992年，致力于汇编、记
录、评估、分享、传播和应用可持续土地管理的知识（世界
水土保持方法和技术纵览组织，2018年）。该组织发挥了
引领作用，其率先认识到可持续土地管理的重要性和相
应的知识管理的迫切性。2014年初，《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UNCCD）正式承认，世界水土保持方法和技术纵览
组织的数据库是可持续土地管理最佳做法方面的主要推
荐数据库。

在区域层面，三个欧盟项目，即TESS、TRANSMANGO
和PATHWAYS，也收录了各类环境议题方面的地方举
措。TESS项目开发了一个数据库，专门收录欧洲范围
内针对气候变化实施的小规模社会创新举措（TESS项
目，2018年），TRANSMANGO项目专注于粮食可持续发展

（TRANSMANGO项目，2018年），PATHWAYS项目开发了
一个数据库，专门收录有助于欧洲走上可持续低碳之路的
地方和区域转型举措（PATHWAYS项目，2018年）。

“美好人类世种子”倡议呼吁采用“基于种子理念”的
情景，其中收录的自下而上的举措需要得到推广深
化落实（Bennett等人，2016年），首批活动于近期完成

（Lundquist等人，2017年；Pereira等人，2018b）。气候
研究联合实验室和TESS项目没有明确地提出要通过情景
模式去探索举措，但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已经推出了实验
项目，邀请公众整合当地提案以制定国家层面的气候行动
计划，服务于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Malone等人，2017
年）。同时TRANSMANGO项目和PATHWAYS项目也建立
了自下而上的情景。TRANSMANGO项目以18个案例研
究为基础，探索地方可持续粮食系统的未来发展路径。相
比之下，PATHWAYS项目将其数据库中的知识整合到其
转型路径的开发和分析中，但并未将这些路径建立在各
项举措的基础之上。虽然在建立自下而上或基于种子理
念的情景方面有大量自下而上的举措数据库可供使用，
但并没有与环境变化的各个层面相关的全球情景是特别
基于这些种子理念而构建的。“美好人类世种子”倡议和
TRANSMANGO项目的（Hebinck等人，2016年；Hebinck
等人，2018年；Pereira等人，2018a）方法论为构建这种
自下而上的全球情景提供了一个基点。关于自下而上
的规划和决策（Fraser等人，2006年；Reed、Fraser和
Dougill，2006年；Reed，2008年；Kuramochi，Wakiyama
和Kuriyama，2016年；Nemoto和Biazoti，2017年）
和众包（Wiggins和Crowston，2011年；Gellers，2015
年；Vasileiadou，Huijben和Raven，2016年）的相关文献
为本章使用的方法提供了有用的指导。

23.5 方法论原理及方法

本章的部分概念基础是全球综合评估和借鉴创新实践的
自下而上的过程二者优势的相互补充，且二者之间的联系
提供了独特的见解（表23.1）。如第22章所述，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路径进行全球性定量模拟存在益处，这样有
助于定量了解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全球变革以及进行这
些变革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意外影响。这样的全球路
径也有助于构建有利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全球
变革的驱动因素——如第21章阐述的无干预情景下确定
的驱动因素。作为这些全球评估的补充方法，本章评估了
三种互补的分析模式：

i. 评估以自下而上的可持续性举措为特征的现有平台；
ii. 通过众包和参与式方法的说明性实例评估当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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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分析推动向更可持续的未来转型的次全球干预措施，
正如次全球/区域评估中所强调的那样（图23.1）。

对地方举措的分析可以支持全球路径在具体实例和机制
中推动变革，特别是基于已经实施的举措，即使是采用试
点或个别化形式。次全球评估具有区域特异性，但仍为国
家和地方路径提供了广泛适用的“中观”层背景。

23.6 探索自下而上举措的广阔范围

在参与过程中未能覆盖到的自下而上举措的广泛前景是
多样的，但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探索此多样性的方法
是有限的。通过在线搜索和标记，已经确定了一系列专门
汇总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自下而上举措的平台。虽
然未能全部涵盖，但附件23-1提供了大约20个自下而上

全球综合评估模型 v 全球背景
v 整合多方面的变化
v 模拟全球性干预的影响量化挑战的程度

次全球评估模型 v 在物质、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挑战和机遇方面对干预措施进行区域背景化

地方实践的综合 v 通过确定“由谁做和怎么做” ——促使全球和区域路径具备可行性的众多行为者和创新举措——去填充宏
观层面的干预措施

表23.1：不同类型的评估模型

基于模型的
情景基于模型的情景的特征:

· 量化
· 模
· 系统动态

展望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反馈

反馈

成果 政策选择

自下而上的举措

众包平台

参与式过程
参与式方法的特点：
· 实践性
· 相关性
· 接受度

区域评估

图23.1：概述本章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如何补充第21章和第22章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发现
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为第24章提供政策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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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平台的示例。这些平台是使用包括“可持续发展平
台”和“自下而上的环境举措”等关键词进行互联网搜索
后确定的，其中有些举措是事先已知的。这些平台由一
系列非政府和政府行为者领导，基于它们可初步了解寻
求实施和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思想、行动和计划
的广度和范围。

23.7 《全球环境展望6》的参与式倡议

本报告编制进程中组织了两个参与式过程，旨在探索以
具体的系统变革为重点的自下而上路径。探索这些路
径是为了补充全球综合评估模型，这些路径是以一系列
潜在的变革性实地实践和知识为基础的。这些路径也有
助于构建《全球环境展望6》与全球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联系。第一个参与式过程是在曼谷、广州、内罗毕和新加
坡举办的一系列研讨会，邀请地方利益相关方着眼于
地方实践，基于《“里约+20峰会”指明的道路》（Roads 
from Rio+20）报告（荷兰环境评估署（PBL），2012年）
中确定的三条路径（非集中化解决方案、生活方式变革、
全球技术）框架，设想具体的变革路径（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7a；2017b；2017c；2018年）。第二个参与式过
程是与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平台联合举办的在线竞赛

（参见图21.9：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气候研究联合实验
室，2018年）。该竞赛要求参赛者组合气候研究联合实验
室平台内的现有提案，建立能够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
促进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创新行动组合。

作为《全球环境展望6》的创新点，本章和参与式倡议完
成了一项说明性评估，即评估如何通过参与式倡议将利
益相关方的观点和实地知识整合到综合评估模型中。因
此，该分析有两个目标：（1）帮助将有关变革性系统转型
的自下而上视角与自上而下视角联系起来，服务于未来的

《全球环境展望》报告；（2）提供对可能有影响的现有实

践的洞察，这些实践有助于实现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转
型变革。

通过四组研讨会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竞赛，共收集了三
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创新实践和概念（称为“种子理念”）、
种子理念与专注于具体系统变革的较大型提案的组合成
果、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的提案（这些提案以新颖且创新
的方式将平台内的现有理念结合起来）。“种子理念”是指
现有但尚未推广实施的社会倡议、新技术、经济工具或社
会生态项目，或组织、运动或新的行动方式，这些技术或组
织可以为创造一个公正、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社会做出实
质贡献（Pereira等人，2018a）。研讨会收集了种子理念，
并要求参与者提出提案，阐明如何通过将这些种子理念相
互结合来实现尽可能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探讨了
这些种子理念如何相互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c；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年）。种子理念和组合提案都围
绕着上文提到的《“里约+20峰会”指明的道路》报告中确
定的三条路径中的一条展开（参见荷兰环境评估署，2012
年；第22章）。在四个城市召开的研讨会共收集了156个种
子理念，24份推动具体系统变革的提案；气候研究联合实
验室竞赛共计收到了70份提案，评委在其中选出了34份
半决赛入围提案、12份决赛入围提案和2份获奖提案（一
份获奖提案由公众投票选出，另一份由评委选出，参见图
21.9：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以及专栏23.4）。

为了评估参与式过程的成果，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半决赛
入围提案按表23.2中总结的五个维度进行标记。这些选定维度可以最
有效地确认成果的多样性，并将这些成果与第22章结合起来。作为一
个迭代和参与式过程，种子理念和提案会根据提交数据的可用
性和质量予以标记，因此并非所有成果都可以在所有维度
上被标记。还要注意的是，某些维度由参与者自行确定，而
其他维度则由《全球环境展望》的作者团队专门标记。

资料来源：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2018年）。

专栏23.2：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Climate CoLab）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是一个由麻省理工学院（MIT）集体智慧研究中心运营的在线竞赛平台和社区，其目标是汇集全世界数以万计个体的集
体智慧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人们在平台上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与800多名气候变化和相关主题专家的合作，创建、分析和选定提
案，确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同方面。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网站拥有超过10万名注册会员，已收到超过2,500份提案。

这项名为“探索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协同解决方案”竞赛于2017年11月1日开始征集文案，任何人都可就“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现有提案的哪
些组合有助于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问题提交提案。

广泛的网络渠道拓宽了竞赛的宣传，其中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麻省理工学院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合作组织，并且也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
社区内部进行了宣传。评委们选出了12份决赛入围提案，并从中选出了一份获奖提案。同时，还邀请全球公众通过投票从这12份决赛入围提
案中选出一份获奖提案。获奖提案名单于2018年3月15日宣布（参见专栏23.4）。

竞赛数据统计：

v 共收到了73份提案
v 共有112名提案作者（个人或作为团队成员）
v 共收到了188份专家、作者和其他成员的提案意见
v 共有3,064张有效投票

参见竞赛网页：http://www.climatecolab.org/contests/2017/exploring-synergistic-solu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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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评估

2016年完成了六项《全球环境展望》区域评估，分别针对
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
美、西亚。这些评估工作可被视为介于全球和地方评估之
间的中间评估。每项区域评估都强调了特定于区域的环境
挑战以及解决这些挑战的关键干预措施。综合来看，这些
评估概述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重要挑战和对策，以期实现更
加可持续的未来，同时仍保留若干区域优先事项。在本章
中，我们将六个区域中确定的关键干预措施与情景文献 

（第22章）和自下而上流程（图23.15）中确定的干预措施
进行了比较。这样做的目的是，确定在所有三个评估层面 

（全球、区域和地方）考虑的干预措施之间的潜在差距，并
了解如何改进决策者可用的干预措施和政策选择的范围。

与参与式举措类似，根据通过审查情景文献确定的干预措
施（第22章，表22.1），对在《全球环境展望》区域评估的 

“展望”章节中确定关键干预措施进行标记。情景文献审
查中预先确定的清单上没有列出的干预措施被补充了进
来，从而得到一个更新的干预措施清单。

23.9 通过自下而上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

23.9.1 变革需要更广泛的自下而上平台和各类行为者的参与

世界各国政府已开始认识到，良好的气候情景建模和评
估需要自下而上的资源（Hsu等人，正在评论中的文章）
。基于自上而下的综合评估模型的全球排放轨迹（van 
Vuuren等人，2011年）未能确切地整合自下而上举措的信
息，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个体贡献。自上
而下的排放路径假设，这些减缓措施已被纳入国家政府的
承诺范畴，但是自下而上的行为者做出的气候承诺可以被
视为是对国家气候工作的补充或在其范围之外，这使得气
候减缓情景的评估变得复杂（Hsu等人，2015年；Jordan
等人，2015年）。个体行为者通常会构建联盟，一般是与
国家政府合作，建立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从而加剧了这种
复杂性。这些伙伴关系证明，当行为者在目标和行动上协
同时，个体层面的自下而上气候行动具有潜在的累加效应

（Andonova，Betsill和Bulkeley，2009年）。

维度 分类 说明

举措
惠益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按可持续发展目标标记，可以了解每一种子理念和提案带来的惠益
的范围。结果可以确定成果的多样性和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潜在协同作用。

全球措施类别 41项全球“措施”或“干预措施”（指本章中
提述的具体举措）分为五个以系统为中心
的群组

成果根据第22章中确定的32项措施和标记过程中确定的9项补充干
预措施予以分类，这些补充干预措施与任何现有的32项措施不完全
匹配。由于在结果中的代表性较低，“淡水”和“海洋”群组被归为一组。

变革理论 v 新技术
v 非集中化
v 设计/基础设施
v 监测和报告
v 生产实践的变化
v 生活方式变革
v 新的组织/业务
v 知识/数据平台
v 政策变化
v 融资/奖励/补贴
v 意识、知识、技能发展

变革理论确定了变革的类型或倡议的解决方案。这些类别基于对结
果的迭代标记过程，以最有效地确定多样性，同时最小化重叠类别。

行为者 v 国际组织
v 政府（地方、区域、国家）
v 私营部门/企业
v 公民社会
v 学术和研究机构
v 家庭/个人

行为者的类型侧重于考察行为者在每一举措中的参与情况。

地理（仅限气候
研究联合实验
室半决赛入围
提案）

v 按国家（或地区） 举措实施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或作者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表23.2：标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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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启动了全球气
候行动门户网站（也称“NAZCA”，源自其曾用名“非国家
行为者气候行动区域”），旨在了解和追踪多样性的自下而
上的行为者和承诺，覆盖气候变化减缓、适应、融资、能力
建设方面的承诺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其他行动（《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2018年；参见专栏23.3）。最初开发全
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的目的是提出在气候治理方面的一
种“全体行动”方法（Hale，2016年），且科学和分析界现在
正在逐渐转为采用一种一致的方法，以量化自下而上行
为者在全球气候减缓情景中的贡献（气候行动透明度倡议

【ICAT】，2018年；Hsu等人，正在评论中的文章）。这项工
作旨在实现多个目标：

i. 量化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的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及其对
现有气候情景的额外影响，可以更准确地评估现有的
排放路径和差距。

ii. 了解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的减缓作用将为各国政府提
供更多信息，有助于在审查周期中在《巴黎协定》下确
定更加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2015年）。了解这种非集中化的影响也
可以促使政府更好地支持和扩大相关活动。

iii. 将自下而上举措纳入全球气候情景可使对促进低
碳发展至关重要但是难以量化的小规模举措或定性
贡献（例如，能力建设）得到认可（Chan，Brandi和
Bauer，2016年）。

对自下而上平台的分析结果
已确定的单独的自下而上的倡议行动超过50,000个，但
它们不同的结构和目标令其相互间的比较具有挑战性。
对平台而非个体承诺进行评估有助于促进不同类型的自
下而上行动之间的比较，并了解其现有结构，从而促进和
支持这些举措的持续增长和发展。通过在线搜索确定的
平台包括：亚马逊愿景协调和信息平台（CIP），其总部位
于哥伦比亚，收录了200多项支持实施温室气体减排的
举措；Sustainia 100平台，追踪了188家企业正在部署的
超过4,500种可持续解决方案。这些平台目标各不相同，

有些旨在提供上市小额融资项目的众包解决方案，有些
旨在发布与利益相关方相关的信息（图23.2）。这些平台
通常寻求支持或展示由不同类型的行为者实施的举措，
而其他一些平台侧重于特定类型的行为者，如商业。在从
全球搜集的平台示例中，只有五个没有达到全球覆盖水
平。这五个非全球举措平台侧重于城市（MTLGreen）、区
域（亚马逊愿景协调和信息平台、太平洋岛国海洋和沿海
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MACBIO——太平洋））和国家（例
如，WorthWild，GreenCrowd）问题。

对于这些评估的平台，大多通过两种方式促进知识的 
共享和解决方案的确定。其一，通过收集实例、解决方 
案和最佳实践（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变革的动力”灯塔倡议、PANORAMA——“健康地球解
决方案”）；其二，通过组织论坛，分享技术或区域工具
和技术诀窍，支持一系列实地活动（例如，Biofin知识平
台、ClimateTechWiki）。其他平台通过组织竞赛或众包来
生成和获得针对挑战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VertMTL、
麻省理工学院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MIT Climate Co-
Lab））。较少有平台侧重于追踪活动的进展或影响（例
如，REDDX），或通过将项目与资金或其他形式的技术或
能力支持进行对接来促进项目落地（例如，WorthWild
倡议、Greencrowd倡议、Divvy倡议、生活网络倡议

（LifeWeb））。

标记分析显示，有来自各个层面的各类行为者在促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图23.3）。我们确定的这些平台大多
是由非政府和政府行为者召集、策划或领导，目的是促进
不同的自下而上举措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解决方案的确定。
这些平台可以为解决方案的扩大部署提供重要路径，并
可通过收集和提取最佳实践和创新解决方案，为解决方
案的扩大部署奠定基础。创建协作和交流论坛也可能有
助于解决协调松散问题，以及不同行为者之间的互利分
工。Abbott（2012年）对跨国项目的研究发现，在一些活动
的实施上，相较于各国政府，许多联盟可能是更合适的实
施者，例如在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方面。

专栏23.3：全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

全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也称为“NAZCA”，是一个在线平台，目前收录了地方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高等教育机构和投资者在气候变化
行动方面做出的12,000多项承诺。参与者包括通过实行内部碳价来限制碳排放增长的个体企业，以及承诺实现碳排放零增长的城市政府。全
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还收录了一些举措，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农村恢复力倡议（R4倡议）（世界粮食计划署，2018年），旨在通过覆盖10万
农民的综合风险管理系统，提高对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到目前为止，该门户中最高数量的一类自下而上的行为者是地方和当地政府，平台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城市位于欧洲（Hsu等人，2016年）。由
于报告数据的缺乏，发达国家的自下而上行为者的地理代表性过高，这是了解气候行动范围的主要局限之一。绝大多数气候承诺都侧重于实
现减排目标，其中，85％的地方行动和近40％的企业行动致力于减缓气候变化。全球气候行动门户网站中的大多数举措都认为，地方行动有
助于促进清洁能源生产以及变革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消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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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聚焦自下而上的可持续性举措的一组样本平台所涵盖的举措数量（有关这些平台的简要说明，请参见附件23-1）

图23.3：可持续发展目标按比例在选定的自下而上的可持
续性举措平台中有些领域的涵盖范围较窄，有些只涉及一
两项或两三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部分举措的范围较广，
且涉及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四项或以上）（有关这些平台
的简要说明，请参见附件23-1）

23.9.2 参与式过程

第23.10节概述了一系列已经收集的有助于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举措平台，本节将概述参与式研
讨会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众包模式的结果，进一步
揭示在全球范围内确定的解决方案的多样性。这些举
措是第22章中概述的措施类别对应的典型解决方案的
具体示例。

这些举措也质疑自上而下的模型中关于如何推动变革
的假设，并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它们
的潜在协同作用，以及不同行为者在实现《2030年议
程》方面的作用——而自上而下的模型有助于关注权衡
问题。本节首先概述所有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
联合实验室提案呈现出的趋势，然后按第22章中的四
个群组将结果进行分类。此外，还根据在自下而上的工
作中确定的解决方案创建了第五个措施/干预类别群
组，因为该类别下的措施/干预不完全匹配现有的四个
群组——这些将在第23.10节中更全面地讨论。评估表
明自下而上的举措有助于决策者的决策制定和自上而
下的分析，但由于样本量有限，并不能提供关于全球所
有实地解决方案的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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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的一般概况
可持续发展目标
研讨会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的提案在不同
程度上涉及了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图23.4突出显
示了分析中确定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这些理念和提
案中的分布比例。在研讨会的种子理念方面，目标12（负
责任消费和生产）和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代表
性最高。至于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的提案，目标13（气候
行动）在超过80％的提案中涉及，其次是目标3（良好健康
与福祉）。

行为者
研讨会的种子理念主要侧重于政府行为者、私营部门/企
业和家庭/个人（图23.5）。超过60％的研讨会种子理念强
调了政府的作用，地方政府被提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国
家政府。同样地，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也强调了政府
的作用，国家政府被提到的次数最多。第23.11节进一步阐
述了对不同行为者进行评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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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图23.4：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涵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地理代表性
在向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平台提交提案时，参与者被要求
确定其提案可适用的最多五个国家（图23.6a）。

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的34份半决赛入围提案中，被涉
及最多的单一国家是肯尼亚（11份提案涉及）、印度（8份
提案涉及）和坦桑尼亚（7份提案涉及）。作为一个开放的全
球解决方案众包平台，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表明，在哪些
地区需要变革这一问题上存在地理不公平性，并强调需要
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在所有地区实施变革（关于分配正义和
公平变革的讨论，请参见第23.14节）。将一些来自发达国
家的解决方案应用在发展中国家就更加凸显公平问题。虽
然不是故意为之，但这种趋势可以看作是强化了这样一种
说法，即发达国家可以继续按“一切照旧”的模式发展，而
发展中国家却将更可持续地发展，这也忽略了对可持续性
的解释以及其实现路径存在一些背景上的细微差别（参见
Vercoe和Brinkman，2009年）。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者提出了大量建议（图23.6b）也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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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a：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涵盖的地区

图23.5：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涵盖的行为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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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b：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涵盖的地区的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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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7：各变革理论在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的代表情况

行创新思考，该区域采取行动以实现《2030年议程》的紧
迫性更高（Nagendra，2018年）。通过动员全球范围内的
参与者，《全球环境展望6》的参与式过程收获了一系列可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用于特定背景的解决方案。

变革理论
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主要关注通过新技
术实现预期目标（图23.7）。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还
主要强调要变革生产实践，从而使生产者对可持续性干预
更负责任。种子理念更注重生活方式变革，将责任放在消
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身上。在“新技术”类别中，还特别强调
基于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11个种子理念和1份气候研究
联合实验室提案提出了基于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
为了让使用者能够监控和报告可持续性问题，并与其他人
进行这些问题方面的沟通。其中，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
提案方面，提到了借助应用程序让城市居民能够报告环境
质量问题（C’SQUARE应用程序）；在种子理念方面，提到
了塑料废弃物足迹计算器应用程序，或向有关当局报告水
污染、监测能源消耗、帮助报告和识别工厂的应用程序，以

及与拼车、废弃物交换和向社区借用物品相关的几款共享
经济应用程序。获奖的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的核心是
技术创新：ClimateCoop项目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以社
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整合了现有技术，以全面满
足多种可持续性需求（示例请参见专栏23.4）。

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的群组
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根据第22章
图22.9中列出的类别，按干预类型和广泛的群组进行标
记。通过群组标记，自下而上的举措可以对自上而下的分
析起到补充和加强作用。由于自下而上的方法是首次应用
于《全球环境展望6》，下面的讨论旨在说明这些补充方法
提供的可能性。在未来的评估中，可以收集更大范围的数
据集，且结果将与自上而下的工作之间有更明确的联系，
反过来，自上而下的分析将通过整合自下而上的分析的调
查结果得到强化。标记工作是基于为每一种子理念或气候
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给出的说明，通过主观地为每一理念
和提案分配尽可能多的干预类型来完成的；因此，一个给
定提案关联了跨多个群组的多个干预类型是常见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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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23.4：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获奖提案

ClimateCoop ——气候联盟区块链（评委选出的获奖提案）

ClimateCoop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平台，旨在通过开展分散式、本地化且透明的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分散式平台汇集了各利益
相关方（例如，个人、研究人员、捐助方、国际组织、政府、企业），且鼓励通过合作产生新的理念和计划。在该平台上，计划提出者可以更新举措
方面的进展，而获得认可的成员可以审查和批准未来的计划。该平台的开发者认为，他们的创新模式充分利用了分布式数字技术、现代社会
模式、分散式矩阵治理和颠覆性经济模型（例如，众包），以有效地支持自下而上的气候和可持续发展行动。他们的平台为个人和机构创造了
合作和协作的空间。

理念和提议
个人或社区按照可持
续发展目标下的各项
目标和子目标设定的
方向提出理念和计划。

专有技术和经验
社区和贡献者提供可在项
目中使用的专有技术和经
验。 

资金和资源
个人和机构捐助者提供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或特
定项目方面的资金和资源

捐助方、合作伙伴
和贡献者

所有实体可以根据自己
的能力和偏好，自由加入网络，
以及搜索和参与项目。

项目和任务、
审批和审计ClimateCoop

动态的社区
发展与项

目落地

在平台上组建的项目
自行制定执行计划，
并在贡献者之间分配
相应的任务。项目的
某些阶段可能会经过
审批或审计。

政策和规则
目标和目的

全球非政府组织确定了可
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各项目
标和子目标，项目应推动
实现这些目标。他们还定义
了项目必须遵守的政策
和规则。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公众选出的获奖提案）

“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为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了全面、综合的路线图。该综合路线图围绕能源、水/废弃物和粮食领域，为
社区可持续发展创造了一种整体方法。通过强调基础设施和社会的协同作用，该路线图有助于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考虑可持续性中的“人为因
素”，确保实现具有社区包容性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该框架的独立组成部分，如沼气技术开发、垂直水培农场和雨水收集，旨在适应不同的地
方背景。

能源

社区

粮食 水/废
弃物

资料来源：ClimateCoop（2018年）

资料来源：Wright，Yang和Ma（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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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3.5：城市系统

《全球环境展望6》将城市化确定为环境变化的五个关键驱动因素之一，认为其会驱动自然和社会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将城市化视为12
个跨领域问题之一，指出需要做出紧急统性响应（参见第2章和第4章）。城市中60％左右的地区有待开发，这样才能满足2050年的城市人口需
求，因此确保当前设计的城市系统尽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参与式过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改善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经常被提到，其中，38％的研讨会的种
子理念，以及一半的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提到了该目标。对这些结果的分析也表明，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协同作用，再次强调城
市化的概念是一个跨领域问题，其解决方案可以产生多种共同效益。针对目标11的种子理念在解决目标3、目标9、目标12和目标13方面具有
很大的协同作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还表明了与目标11相关的若干协同作用，涵盖目标3、目标12、目标13和目标17。这些标记结果进
一步反映在对相关种子理念和提案的说明中，因为许多都谈到了基于城市的解决方案的各种共同效益。

与城市有关的种子理念通常侧重于使用在线平台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赋予公民权力。一些应用程序专门供用户监控和报告其能源使用、空
气和水污染，识别植物物种（生物多样性）等。这些应用程序的核心理念是，除了教育用户之外还支持基于数据的行动。一款用于监控能源消费
的应用程序整合了货币激励措施，旨在鼓励改变用电习惯，此外，一款用于监控水质的应用程序提供直接与相关市政供水机构沟通的渠道。城
市种子理念也侧重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通过绿色屋顶、社区花园和更普遍的绿色建筑标准来开发绿色基础设施。

在四个城市召开的所有研讨会中，以种子理念为基础的愿景经常关注可持续城市或社区。理想的城市社区中的建筑物配有太阳能电池板和/
或绿色屋顶，采用可持续材料建造而成，并通过智能技术最小化能源消耗。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通常要求预留出空间，且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城市农业发展，要求其产品可作为食品，而且也可制作可持续消费品，例如，可生物降解或可食用的餐具。其中一条路径专注于打造国际城市
平台，在国际层面集合环境数据和行动，供公民学习以及参与可持续的社区行动。

于“淡水”和“海洋”这两个群组在结果中的代表性较低，在
本章中，基于第22章中的原始群组，这两个群组被归为一
组，以便进行基于群组的分析。但是，建议在未来的评估中
将“淡水”和“海洋”分开研究。

图23.8显示，在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方面，“能源、空气
和气候”群组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目标7、目标11和目标13相关联。下面详细介绍了该群
组下的具体干预措施，较常见的干预措施包括“低/零排
放”“行为变革”“能源效率”和（程度较低）“能源获取”。此
外，对种子理念的标记还显示，因囊括各类别而被统称为“
其他”的群组（不是第22章中确定的主要群组细分的一部
分）也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是在“意识培养和技能建设”“
监测和报告”“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循环经济”方
面，关联度最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11和目标12，
其次是目标3和目标13。这些理念对“农业、粮食、土地和
生物多样性”群组的兴趣不大，代表性最高的干预措施是“
饮食变化”和“陆地生态系统保护”。由于参与式研讨会是
在城市地区举办，这些种子理念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城市
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专栏23.5提供了在参与
式过程中确定的干预措施方面获得的一些主要成果。  

©
 S

hu
tte

rs
to

ck
/S

op
ot

ni
ck

i



561自下而上的举措和参与式方法

23

群组 措施类别 无
贫

穷（
目

标
1）

零
饥

饿（
目

标
2）

良
好

健
康

与
福

祉（
目

标
3）

优
质

教
育（

目
标

4）

性
别

平
等（

目
标

5）

清
洁

饮
水

和
卫

生
设

施（
目

标
6）

经
济

适
用

的
清

洁
能

源（
目

标
7）

体
面

工
作

和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8）

产
业

、创
新

和
基

础
设

施（
目

标
9）

减
少

不
平

等（
目

标
10

）

可
持

续
城

市
和

社
区（

目
标

11
）

负
责

任
消

费
和

生
产（

目
标

12
）

气
候

行
动（

目
标

13
）

水
下

生
物（

目
标

14
）

陆
地

生
物（

目
标

15
）

和
平

、正
义

与
强

大
机

构（
目

标
16

）

促
进

目
标

实
现

的
伙

伴
关

系（
目

标
17

）

能源、气候和空气 能源获取 1 0 0 1 0 0 9 4 3 1 4 1 4 0 0 1 1
行为变革（交通和家庭能源） 1 0 5 1 0 2 6 4 5 1 10 6 10 1 1 0 1
最终用途的电气化 0 0 0 0 0 0 5 1 3 0 2 0 4 0 0 0 0
低/零排放能源技术（非生物质燃料） 1 0 5 1 0 2 18 6 7 1 8 5 10 1 1 0 2

生物能源（具有或不具有碳捕获和储存功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提高能源效率 0 1 4 0 0 2 5 4 7 0 7 4 7 0 1 0 0
负排放技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空气污染控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减少非二氧化碳排放 0 1 0 0 0 0 1 0 1 0 0 1 2 0 0 0 0

农业、粮食、土地
和生物多样性

减少食物浪费 0 1 1 0 0 1 0 0 0 0 1 3 1 0 0 0 0
产量提高 3 4 2 0 1 0 0 1 1 0 1 2 0 0 0 0 0
营养管理 0 1 2 0 0 0 0 0 0 0 1 1 1 0 1 0 0
食物获取 2 5 3 0 1 0 1 2 1 1 2 1 0 0 1 0 1
饮食变化 0 2 4 1 0 1 1 0 1 0 4 4 3 3 4 0 1
管理土壤碳损失 1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1 0 1
土地损害最小化 1 2 1 0 0 2 2 2 0 0 0 0 1 0 2 0 2
土地所有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2 2 1 0 0 3 2 3 3 0 3 1 4 2 6 0 1
土地利用规划 1 0 0 0 0 0 0 1 1 0 2 1 1 0 1 0 0
森林管理 1 3 1 0 0 1 1 1 0 0 0 1 3 0 4 0 0

人类福祉 减轻贫困 2 1 2 1 1 0 3 4 3 3 3 3 2 0 1 1 1
儿童/孕产妇保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教育 2 1 2 6 0 1 0 3 0 3 1 0 0 0 1 1 2

淡水和
海洋

提高用水效率 0 0 0 0 0 2 0 0 1 0 0 0 1 0 1 0 0
蓝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0 1 2 0 0 7 1 0 2 1 3 0 0 1 1 0 0
废水处理 0 0 1 0 0 2 1 0 0 0 0 1 0 0 0 0 0
水质标准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水淡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资源综合管理 0 0 0 0 0 1 0 0 1 0 3 1 0 0 0 0 0
可持续渔业 0 1 1 0 0 0 0 0 0 0 1 1 0 1 0 0 0
海洋监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2 1 0 0

其他 监测和报告 3 3 10 3 1 3 3 4 6 3 8 5 3 3 5 2 3
循环经济 1 0 1 1 0 2 1 2 4 1 6 14 1 2 1 0 1
共享经济 1 0 1 0 0 0 0 0 0 1 4 6 1 2 2 0 1
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 1 2 3 1 0 2 1 1 2 0 6 16 8 5 5 0 1
意识和技能建设 3 4 8 10 4 5 5 6 6 5 12 12 10 8 7 3 6
性别平等 0 1 1 1 2 1 0 0 0 0 0 1 0 1 1 0 1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 1 0 2 0 0 1 1 2 1 0 6 3 5 1 1 0 0
生态系统恢复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有效治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数字表示使用干预措施（行）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列）的特定配对进行标记的提案的数量。“其他”群组会在第23.11节中更详细地介绍。

图23.8：研讨会种子理念的热图，显示特定措施/干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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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 措施类别 无
贫

穷（
目

标
1）

零
饥

饿（
目

标
2）

良
好

健
康

与
福

祉（
目

标
3）

优
质

教
育（

目
标

4）

性
别

平
等（

目
标

5）

清
洁

饮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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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生
设

施（
目

标
6）

经
济

适
用

的
清

洁
能

源（
目

标
7）

体
面

工
作

和
经

济
增

长（
目

标
8）

产
业

、创
新

和
基

础
设

施（
目

标
9）

减
少

不
平

等（
目

标
10

）

可
持

续
城

市
和

社
区（

目
标

11
）

负
责

任
消

费
和

生
产（

目
标

12
）

气
候

行
动（

目
标

13
）

水
下

生
物（

目
标

14
）

陆
地

生
物（

目
标

15
）

和
平

、正
义

与
强

大
机

构（
目

标
16

）

促
进

目
标

实
现

的
伙

伴
关

系（
目

标
17

）

能源、气候和空气 能源获取 2 2 2 1 1 2 4 2 2 1 0 1 4 1 1 0 2
行为变革（交通和家庭能源） 3 3 3 1 2 2 4 3 3 2 3 3 5 3 3 2 4
最终用途的电气化 1 1 1 0 0 2 2 1 1 0 1 0 1 1 1 0 0
低/零排放能源技术（非生物质燃料） 3 4 4 1 2 3 5 4 2 2 2 0 5 1 2 1 3
生物能源（具有或不具有碳捕获和储存功能）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0 0
提高能源效率 2 2 2 1 1 2 1 2 1 1 2 0 3 1 1 0 1
负排放技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空气污染控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减少非二氧化碳排放 0 1 1 0 0 1 0 0 1 0 0 1 1 0 1 0 0

农业、粮食、土地和
生物多样性

减少食物浪费 2 2 2 1 2 1 1 1 1 1 2 1 2 1 1 1 2
产量提高 3 3 2 0 2 1 0 1 1 1 1 1 3 0 1 0 2
营养管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食物获取 7 10 10 4 6 4 6 8 3 5 4 6 10 3 6 2 8
饮食变化 0 1 1 0 0 1 0 0 1 0 0 1 1 0 1 0 0
管理土壤碳损失 3 3 2 1 2 3 1 1 1 1 2 1 3 1 1 1 2
土地损害最小化 5 8 8 3 6 7 6 7 5 5 4 6 10 4 7 3 6
土地所有权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3 5 5 2 3 5 4 4 3 2 3 5 6 3 5 1 3
土地利用规划 1 2 2 1 0 1 0 0 1 0 0 1 2 0 1 0 1
森林管理 2 3 2 1 1 4 3 2 1 0 1 3 4 2 3 0 1

人类福祉 减轻贫困 8 9 9 3 3 5 5 7 4 4 3 5 10 3 5 1 5
儿童/孕产妇保健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教育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淡水和
海洋

提高用水效率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蓝碳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废水处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质标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水淡化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资源综合管理 1 3 3 2 3 2 2 3 0 2 2 0 3 0 1 1 3
可持续渔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洋监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其他 监测和报告 1 1 2 1 0 2 1 1 2 1 1 1 2 0 1 2 2
循环经济 3 3 5 1 3 1 1 1 2 2 4 4 4 1 2 1 2
共享经济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2
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 2 1 3 0 2 1 0 0 1 1 4 4 4 1 3 0 2
意识和技能建设 7 8 8 5 7 7 7 8 5 7 9 7 13 5 7 5 6
性别平等 5 6 7 2 7 3 3 5 1 5 6 3 7 1 4 2 6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生态系统恢复 1 1 1 0 0 1 1 1 0 0 0 1 1 1 1 0 0
有效治理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1

数字表示使用干预措施（行）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列）的特定配对进行标记的提案的数量。“其他”群组会在第23.11节中更详细地介绍。

图23.9：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的热图，显示特定措施/干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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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在群组标记结果上
差异很大。对于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农业、粮食、土
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是代表性非常高的一个群组，远远
超过其在种子理念下的代表性，许多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
提案针对“粮食获取”和“土地损害最小化”（图23.9）。气
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也非常重视“减轻贫困”。在增加的
干预类型方面，“意识和技能建设”在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
联合实验室提案中都有很强的代表性。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目标1、目标2、目标3和目标13与许多提案密切相关。比较
而言，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较少提出与“能源、空气和
气候”群组有关的干预措施，虽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

13（气候行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
室提案中，“性别平等”是常见的干预措施，比在种子理念
中的代表性高，但其与任何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没有密切
关系。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都没有对“淡
水和海洋”合并群组给予任何实质性的关注，尽管在区域
评估的分析中部分地解决了这一差距。

图23.10显示了跨多个群组的种子理念/提案的数量。气
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倾向于与多个群组相关，而种子理
念往往专注于一个群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种子理念通
常是单一的举措，而不是将干预措施组合成一个提案。种

讨会种子理念

群组 农
业

、粮
食

、土
地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能
源

、气
候

和
空

气

淡
水

和
海

洋

人
类

福
祉

其
他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30 4 4 5 6

能源、气候和空气 4 43 5 4 13

淡水和海洋 4 5 17 0 3

人类福祉 5 4 0 16 4

其他 6 13 3 4 84

图23.10：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的群组间配对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群组 农
业

、粮
食

、土
地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能
源

、气
候

和
空

气

淡
水

和
海

洋

人
类

福
祉

其
他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18 6 5 9 12

能源、气候和空气 6 12 2 7 6

淡水和海洋 5 2 5 2 4

人类福祉 9 7 2 14 9

其他 12 6 4 9 23

数字表示有至少一项干预措施对应于每一交叉群组的种子理念/提案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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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理念有将“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与“其他”群组配对
的趋势，而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这是最不常
见的配对之一。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更倾向于各群
组与“人类福祉”群组之间的配对，因为“减轻贫困”措施
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的代表性很强。从该图中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现实情况下，干预措施可能发挥
跨群组的作用。因此，也可能给出具体例子来阐述如何
实现第22章所述的协同作用。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在与“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有关的种子
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提案中，“粮食获取”“陆地生
态系统保护”和“土地损害最小化”的代表性最高（图
23.11）。没有针对“土地所有权”的解决方案，且只有两
个解决方案涉及“营养管理”。

该群组表现出的一些主要趋势是粮食生产的非集中化
和本地化（例如，社区支持的农业、城市农业创新），以改
善粮食获取、减少土地损害且可能提高产量。这些类型

的解决方案有可能解决第22章中确定的产量改善权衡问
题例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冲突。

能源、气候和空气
在与“能源、气候和空气”群组有关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
联合实验提案中，“低/零排放能源技术”“行为变革（交通
和家庭能源的使用）”“能源获取”和“提高能源效率”的代
表性最高（图23.12）。涉及“生物能源”、“负排放技术”和“
空气污染控制”的解决方案非常少。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
提案之一“利用土著方法解决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问题”
明确了不要仅仅依赖于技术修复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利
用各种知识来源的地方创新的相关性。

淡水和海洋
为了方便分析而合并的“淡水”和“海洋”群组是最少涉及
的群组之一，特别是在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图
23.13）。与这个合并群组相关的种子理念最关注“水、环
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问题，而没有种子理念或提案涉及“海
水淡化”或“海洋监管”问题。.

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减少食物浪费

提高产量

营养管理

食物获取

饮食变化

管理土壤碳损失

土地损害最小化土

地所有权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土地利用规划

森林管理

� � � � � �� ��

种子理念/提案的数量

图23.11：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涉及“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下各项干预措施的
种子理念和提案的数量（当种子理念和提案与多项措施对应时会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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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3：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涉及“淡水和海洋”合并群组下各项干预措施的种子理念和提
案的数量（当种子理念和提案与多项措施对应时会重复计算）

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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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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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效率

负排放技术（NET

空气污染控制

减少非二氧化碳排放

种子理念/提案的数量

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提高用水效率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废水处理

水质标准

海水淡化

水资源综合管理

可持续渔业

海洋监管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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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2：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涉及“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下各项干预措施的种子理念和
提案的数量（当种子理念和提案与多项措施对应时会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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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福祉
与“人类福祉”群组有关的解决方案主要侧重于“减轻贫
困”，而“儿童和孕产妇保健”只在一项气候研究联合实验
室提案中涉及（图23.14）。这可能凸显出政府干预的一个
重要领域，需要专门针对这些领域开展工作。

23.10  《全球环境展望》区域评估综述

下文介绍了《全球环境展望6》区域评估中强调的其他干预
措施，随后概述了不同干预措施群组的区域重点，以及与
常见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干预措施之间的比较。

23.10.1 其他干预措施与不同地区的相关性

区域评估中另外还提出了九项干预措施（更详细的讨论，
请参见第23.11节）。其中两项干预措施——“有效治理”
和“意识提升和技能建设”——在所有六个区域评估中都
被认为是重要的干预措施。区域评估表明，需要鼓励各类
行为者参与寻求变革性解决方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且所
有区域评估都强调要加强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新
的合作发展。除了这些共性之外，评估还反映出了特定于
区域的问题，强调需要考虑采取自下而上的举措。在北美
地区的评估中，确定的治理和能力建设需求侧重于综合前
瞻性方法，这些方法利用新技术和公民科学进行监测和报
告，最终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到经济成本中。非洲地区、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评估强调，要实现有效实施和监
管，防止进一步的栖息地丧失和土地退化，其重点是有助
于加强公平土地所有权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欧
洲地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评估着重强调区域政策一体
化和合作，尽管欧洲展望的重点是鼓励可持续生活方式的
政策协调，而亚洲及太平洋展望的重点是减少灾害风险的
适应性响应。

在西亚地区的评估中，最重要的治理问题是和平与安
全。只有三项区域评估（非洲地区、欧洲地区、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强调了针对远程耦合（tele-coupling）
问题强化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指出这一问题将生产和消
费影响转移到了其他地区。这种对区域间影响的考虑不
足，特别是关于来自北美、亚洲及太平洋部分地区等主
要消费地区的影响，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应该被纳
入作为未来区域评估中的一项明确标准。

“监测和报告”“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以及“生态
系统恢复”也是普遍的区域干预措施，最初对情景文献
进行审查时，并没有发现这些干预措施被重点提出。除
欧洲外，所有其他地区都强调“监测和报告”的重要性，
且重点是利用新技术和公民科学来监测未来趋势和报
告可持续发展情况。除了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外，大多数地区都强调要“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
，并主要侧重于用于固体废弃物管理的垃圾填埋场的
解决方案。欧洲、北美和西亚都强调了要进行“生态系统
恢复”，但每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在北美，恢复生态系
统被认为对改善水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而在西亚，恢
复生态系统主要集中在恢复沿海海洋生态系统，以此作
为减少灾害风险的战略。在欧洲，恢复生态系统是实现
生物多样性保护、弃耕农田的重整、减少氮和温室气体
排放、恢复蓝绿基础设施以促进身心健康等多个目标的
综合路径。

只有一些区域评估指出要将“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的智慧城市”作为干预措施（图23.15），然而，至少有两
个区域将其视为优先干预措施，且从自下而上的举措中
可以看出，这些干预措施代表了新兴的机会，可以作为
实现可持续未来的综合和协同方法。

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减轻贫困

儿童/孕产妇保健

教育

� � � � � �� ��
种子理念/提案的数量

图23.14：研讨会提出的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涉及“人类福祉”群组下各项干预措施的种子理念和提案的数
量（当种子理念和提案与多项措施对应时会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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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组 措施类别 北美 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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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效率

负排放技术
空气污染控制

减少非二氧化碳排放

农业、粮食、土地和
生物多样性

减少食物浪费

产量提高

营养管理
食物获取

饮食变化
管理土壤碳损失

土地损害最小化
土地所有权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土地利用规划
森林管理
提高用水效率

淡水和
海洋

蓝碳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废水处理
水质标准
海水淡化

水资源综合管理

可持续渔业
海洋监管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人类福祉
减轻贫困
儿童/孕产妇保健
教育

其他区域性和自下
而上的干预措施

有效治理
意识提升和技能建设
监测和报告
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

生态系统恢复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
循环经济
共享经济
性别平等

蓝色表示相关的区域评估中突出强调要通过此干预措施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发展；白色表示没有提到此干预措施。此处的干预措施与第22章中使用的分组类似。情景文
献审查中预先确定的清单上没有列出的干预措施被补充了进来（标记为“其他区域性和自下而上的干预措施”），从而得到一个更新的干预措施清单（参见第23.8节）。

图23.15：《全球环境展望》区域评估的展望章节强调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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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2 不同干预措施群组的区域重点

各区域最常见的干预措施是“低/零排放能源技术”“陆地
生态系统保护”“有效治理”“意识和技能建设”以及“监测
和报告”。区域评估表明，“能源、空气和气候”群组和“农
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下的干预措施在各地区
的普遍程度大致相似，而“淡水和海洋”合并群组下的干预
措施的普遍程度较低（图23.16）。直接与“人类福祉”群组
相关的干预措施存在标记空白（此情况与气候研究联合实
验室提案不同，该群组下的干预措施在这些提案中得到了
最高程度的重视）。下文就第22章中确定的群组下的干预
措施的区域重点进行了讨论。

能源、气候和空气
有一个积极发现是，可再生能源是所有地区的优先发展事
项，第22章中也这样强调。所有六项评估——无论是主要
由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组成——都在其关键干
预措施中重点提到了可再生能源。在非洲，可再生能源不
仅被视为改善空气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方式，而且
也被视为改善基本服务的一种手段，需要在农村地区部署
离网基础设施。在西亚，可再生能源被视为解决食品和水
安全的基本考虑因素。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温
室气体排放水平目前是全球最低的，但该地区非常重视可
再生能源发展，将其作为减缓当前排放趋势的一种手段，
因为在对低碳排放发展不进行投资的情景下，这种排放水
平预计会大幅提高。

虽然可再生能源是所有地区的优先发展事项，但各地区在
减排问题方面的干预措施上存在明显差距，欧洲是唯一强
调要全方位实施“能源、空气和气候”干预措施的地区。各
地区缺乏对气候减缓的直接行动令人担忧。在解决适应气
候变化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非洲地区和北美
地区都强调食物和水安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西亚地区
强调减少灾害风险；欧洲地区强调空气质量和健康；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强调基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并指出
需要系统地考虑通过借鉴土著和地方知识来制定替代性
可持续性框架。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这一组干预措施反映了对土地系统的管理，且土地系统通
常体现在生态和生物物理学层面。虽然陆地生态系统保
护在这一组干预措施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有迹象表明，
传统方法的范围正在扩大，以涵盖更加综合的社会生态举
措，例如，减少食物浪费、产量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以及
森林和土地管理（图23.16）。在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海地区，保护性方法已逐渐转为更加可持续的土地管
理，这一点体现于对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理念以及其对建筑
基础设施的补充效益的重视上。所有区域都对营养管理和

饮食变化缺乏关注，这是区域评估中强调的显著干预差
距，表明社会生态层面的更多行为要素在各区域尚未完全
融入这一群组下的干预中。社会经济干预层面的类似差距
在“人类福祉”群组中也普遍存在。

该群组下的干预措施也反映出了特定于区域的环境问题。
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非常重视保护陆地生
态系统和可持续土地管理，表明有必要缓解这些地区在满
足农业发展需求进行大规模土地转换方面面临的巨大压
力。为了实现跨越式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地区也强调了在
农业集约化投资上的潜力，以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提高农
业产量，从而减少进一步的栖息地丧失。欧洲地区和北美
地区非常重视提高产量和减少食物浪费，且欧洲也将注意
力集中在土地弃耕和重整上。粮食获取是该群组中强调的
另一项社会干预措施，且有助于为非洲和西亚的小农提供
更好的发展机会。

淡水和海洋
与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一样，相较
于本节前述两个群组，区域评估对“淡水和海洋”群组下
的干预措施同样较少关注。欧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的区域展望部分尤其忽略了这一群组下的干预措
施。这两个地区在应对主要的淡水挑战（欧洲的水质改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供水和卫生设施条件改善）方
面有改善迹象，因此可能将焦点放在了更重要的区域挑战
上，例如，欧洲的生产和消费变革，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的可持续土地管理。

强调得最多的淡水干预措施是水资源综合管理、改善用
水效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获取。前两项干预通常
捆绑在一起，主要的叙述是围绕水资源综合管理，以解决
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分配问题。非洲、亚洲及太平洋、北美
都强调了要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并改善用水效率（北美是
近期发生干旱后在气候变化预测中这样指出）。有趣的是，
西亚本身没有强调水资源短缺问题，而是提出要在地下水
取水和海水淡化方面进行投资，以满足快速扩张的城市地
区的供水和卫生设施需求。这表明至少有一个区域明确提
到水资源多样化是应对供水挑战的一种可行手段。水质问
题——同时指安全的废水处理和供水质量——与水资源综
合管理独立开来加以处理。北美和西亚的区域展望中都强
调了水质干预措施，两个地区均非常关注废水处理和化学
品染物问题。

只有非洲和亚洲及太平洋的区域展望强调了海洋干预。对
于非洲而言，这主要是围绕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以实现可持
续渔业。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被视为
一项战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渔业管理和减少灾害风险，
特别是红树林的保护和恢复。



569自下而上的举措和参与式方法

23

0 1 2 3 4 5 6 7
能

源
、空

气
和

气
候

能源获取

行为变革（交通和家庭能源）

最终用途的电气化

低/零排放能源技术（非生物质燃料）

生物能源（具有或不具有碳捕获和储存功能）

提高能源效率

负排放技术

空气污染控制

减少非二氧化碳排放

农
业

、粮
食

、土
地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减少食物浪费

产量提高

营养管理

食物获取

饮食变化

管理土壤碳损失

土地损害最小化

土地所有权

陆地生态系统保护

土地利用规划

森林管理

人
类

福
祉

减轻贫困

儿童/孕产妇保健

教育

淡
水

和
海

洋

提高用水效率

蓝碳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废水处理

水质标准

海水淡化

水资源综合管理

可持续渔业

海洋监管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其
他

监测和报告
循环经济

共享经济

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

意识和技能建设

性别平等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

生态系统恢复

有效治理

第22章中确定的群组（0 =无区域，6 =全部区域）

图23.16：重点强调第22章中确定的群组下的干预措施的区域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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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福祉
各地区对“人类福祉”群组下的干预措施明显缺乏重
视。只有一个区域展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将
其中一项干预措施（“教育”）视为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关
键举措。其他群组中以社会为导向的干预措施要么得
不到重视（例如，“能源获取”“粮食获取”“可持续发展
的智慧城市”），要么根本没有提及（例如“营养管理” 

“饮食改变”“减轻贫困”“共享经济”“性别平等”）。“人
类福祉”下的干预措施在整个区域评估中甚至在区域
展望章节中被忽略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在许多情况
下，与人类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作用是讨论到
的，并在一些情况下进行了详细讨论（例如，非洲、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然而，其本身并没有作为干预
措施被提出来。相反，区域评估认为，该群组下的干预
措施是前三个群组得到有效管理后的衍生成果，而不
是需要进行明确规划以便协同实现。未来的区域评估
可以通过明确考虑和规划这一群组下的干预措施来制
定更加综合性的战略。

23.11 区域展望干预措施和自下而上的举措

23.11.1 其他类别的干预措施

在对种子理念和提案进行收集和评估，以及对重点强
调的区域干预措施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分析发现很大
一部分解决方案不能与第22章中确定的任何类别的措
施完全匹配（参见图23.15和图23.16中的“其他”）。因
此九个新类别被标记提出并纳入分析：

v 监测和报告：改善对环境条件的监测和报告的创新手
段，包括公民科学举措。

v 循环经济：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创新手段，特别是
通过实施新的商业模式，更好地处理来自其他生产过
程的废弃物（参见Ghisellini，Cialani和Ulgiati，2016
年）。

v 共享经济：与点对点的商品和服务共享相关的
创新手段，主要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平台（参见
Hamari，Sköklint和Ukkonen，2016年）。

v 减少塑料和固体废弃物：有助于减少塑料和固体废弃
物的创新手段。

v 意识提升和技能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有关
的教育，以提高公众意识和培养相关技能。

v 性别平等：促进所有性别得到公平对待的解决方案，包
括赋予女性权力和考量性别平等问题。

v 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城市：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的智慧城
市，例如，手机应用程序，动员公民参与解决他们面临
的关键可持续性挑战，例如，城市交通、消费模式、能
源、营养、水和废弃物。

v 生态系统恢复：协助恢复已退化、损害或毁坏的生态系
统的过程。虽然这个类别很适合划分在“农业、粮食、土
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下，由于在本报告中强调了这种
干预，因此它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在未来的评估
中，可以将其调整为指代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涵盖
利用本土知识和生态基础设施的相关创新。

v 有效治理：旨在改善区域合作和跨尺度协调的解决方
案，包括改善对系统间相互联系和远程耦合的管理，以
减少区域间的不平等。

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能源、空气和气候

淡水和海洋

人类福祉

其他

� �� �� �� �� ���
种子理念/提案的数量

图23.17：按群组分类的种子理念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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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个研讨会的种子理念中有60个，且34份气候研究联
合实验室提案中有7份是针对被归为“其他”群组的新干
预类别进行标记（图23.18）。种子理念和提案中有的措
施可同时针对“其他”和其他四个群组中至少一个进行
标记，且显现出一些初步模式，即使样本量很小。在种子
理念方面，最常与“其他”干预措施配对的群组是“能源、
空气和气候”群组，种子理念将这一群组与“监测和报
告”“智慧城市”以及“意识和技能建设”联系起来。“性别
平等”只在两个种子理念中被提到，而且都没有针对四
个主要群组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标记。相比之下，在气候
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方面，“性别平等”和“意识和技能
建设”是最强的干预类别，且出现在了许多提案中，并与
所有四个主要群组配对。这些提案中的建议包括：针对
妇女的指导网络，甚至是通过养蜂等活动进行女性经济
赋权。“农业、粮食、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是与各种 

“其他”干预措施配对最明显的群组。虽然“监测和报
告”是种子理念中具有强烈代表性的衡量指标，但其在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却不那么常见。

自下而上的举措平台中强调了在全球区域评估中未涵
盖的两项干预措施：“共享经济”和“循环经济”。这些表
明创新有助于促进“能源”群组，并解决“农业、粮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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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塑料和消费者废弃物 2 1 0 0

意识和技能建设 5 5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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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8：“其他”干预措施与主要群组中至少一项干预措施的配对数量

©
 S

hu
tte

rs
to

ck
/k

hl
on

g 
W

an
gc

ha
o

研讨会种子理念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



572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未来展望与实现路径

23

地和生物多样性”群组中的生产和消费挑战（参见专栏
23.6）。

23.11.2 对未来评估的影响

对全球状况的审查有助于综合考虑可用于实现更可持续
未来的潜在干预措施。此外，通过具体的例子，可以分析这
些干预措施之间可能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但是，自下
而上分析中未涵盖的另外九项干预措施应该在未来的全
球展望中纳入考虑（图23.18）。例如，“智慧城市”在区域
展望中被强调为是对可持续性发展做出综合响应的一种
手段，且涉及可推动转型变革的多种干预。考虑到当前的
人口和城市化趋势，探索这些城市发展机遇及其在改变城
乡动态中的作用应成为全球评估的重点。自下而上的举措
强调，“共享经济”和“循环经济”是快速发展且特定于区
域新兴干预措施。未来的全球评估应将这些干预措施的
影响纳入其展望中。虽然土著和地方知识在可持续发展
创新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没有被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列
出，但其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
台开展的类似参与式过程中被视为一个重要层面（参见
Lundquist，2017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2018e），并可在未来评估中予以重视。

对于相同的干预措施或同一干预措施群组，不同地区对其
的重视程度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通过收集、试行和扩大符合地方背景的各类自下而
上举措，可有效地向决策者提供具体示例信息，帮助他们
确定可普遍适用的路径。“有效治理”和“意识提升和技能
建设”是所有区域评估都强调的两种干预措施。通过比较
在区域评估的展望章节中确定的干预措施与通过审查情
景文献确定的干预措施，我们发现存在一些差距，应在未
来的区域评估中加以注意和明确考虑。最显著的差距体现
在“人类福祉”群组，以及将更具社会性和行为性的干预
措施（例如，“营养管理”“饮食改变”“能源获取”）纳入其
他群组上。

对全球情景文献的审查清楚地表明，对可持续发展采取的
一些干预措施可以在多个目标之间实现协同作用，而其他
可能会导致与特定目标的权衡。表22.1揭示了哪些干预
措施与其他措施之前存在权衡，或可产生协同效应。系统
性地考察干预措施之间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取舍有助于确
定综合性方法，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愿景联系起来。

23.12 变革的有利条件

文献指出，可持续性变革需要创新，对技术和制度都有此
要求（Olsson等人，2017年）。第24章详细阐述了政策与促
进实现具体的未来目标的转型变革之间的关系。本章将讨
论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保障自下而上的举措得到推广实施
并促成潜在的转型变革。有许多现有且进行中的举措旨在

专栏23.6：案例研究：粮食系统

《全球环境展望6》认为粮食系统是一个关键的跨领域问题，因为其对环境会产生一系列影响（水、土地和温室气体排放）（参见第4章、第8章
和第17章）。在《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中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众包活动中，156个研讨会种子理念中有27个与粮食问题直接相关，34份气
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半决赛入围提案中有11份也是如此。活动结果表明，参与者希望推动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其中，有多项不同的提案提到
了饮食改变（例如，减少肉类摄入）、减少粮食分配系统中的食物浪费，以及替代性生产系统。一些研讨会种子理念没有明确提到如何应对环
境影响，例如，与食物浪费有关的影响；但是，据估计，全球生产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被浪费掉（参见第8章），减少这种食物浪费可以使农业生
产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

有一些研讨会种子理念与饮食变化有关，特别提倡增加和支持对素食和纯素食的摄入。人们普遍认为，相较于肉类饮食，这种饮食习惯消耗
的土地、水和能源更少（Pimentel和Pimentel，2003年），即使在牧场饲养牲畜时注意对土地的适当管理可实现可持续性（Eisler等人，2014
年）。其他理念涉及替代农业方法（例如，城市农业、屋顶农场、农林业），这些方法可能对粮食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减少对土地和/或水资
源的依赖。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比在利益相关方面对面研讨会期间收集的种子理念更详细。虽然这些提案的主要焦点显然是气候变化，
但约有三分之一与粮食系统有关。提出的解决方案涵盖非常广泛的全球干预措施，例如，涉及“数以万计的粮食食林”的可持续性网络，以及
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例如，提高非洲受干旱影响地区农业土壤的保水能力。尽管在确保有效性上面临挑战，自下而上的情景中有变革食
物系统的明确意愿，表明在第22章中建模路径中确定的必要变革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意识。

来自种子理念研讨会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平台的一些拟议干预措施可以改变现状——尽管有待进一步的严格考察——有可能从根本上改
变基于模型的未来粮食生产情景的开发方法。人口、肉类消费、平均农业产量和与之相关的土地使用之间的模型关联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再定
义，考虑通过对食物垃圾的大范围再利用实现养分回收等（Cordell等人，2011年），结合有可能增加和多样化产量的可再生、生态化且多功能
的农业系统（Horlings和Marsden，2011年）。此外，文献中还提到了优化推定饮食的基本模型（Schramski等人，2011年；Ward等人，2014年）
，其有助于改变情景中存在的“人类与土地使用之间存在僵化关系”这一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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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全球多边环境协定。虽然这
些举措可能是创建人类和地球更理想未来的潜在基石，
但更高层面的有利治理条件对于这些举措的扩大部署
至关重要（Moore，Riddell和Vocisano，2015年）。

关于可持续性变革的文献大量存在，根据其提供的有用
框架，我们可以知道需要营造哪些治理条件，才能转变
不可持续的系统，并扩大实施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
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中提到的创新举措。可持续性变革过
程通常被分解为多个阶段，其时间段与现有问题相关，
包括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会进行创新举措的开发；实施/
加速阶段，在此阶段，创新举措会经历发展，并成为新
体系的一部分；以及制度化阶段，在此阶段将会形成一
个将在长期内可持续发展的更理想的体系（Olsson等
人，2006年；Moore等人，2014年；Pereira等人，2018a）
。为了成功地推动变革，每一阶段都需要强有力的治理
条件。这些有利条件最好可分为两种：其一，支持性条

件，即支持创新举措得到适当的扩大部署；其二，颠覆性条
件，即弱化现有有问题的体制。

为了将理论与自下而上的举措联系起来，表23.3介绍了
通过现有文献确定的推动变革的支持性和颠覆性条件，并
提供了具体示例以建立与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
合实验室提案之间的联系。

23.13 关键信息

对推动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潜在的自下而上区域性
解决方案的分析表明，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整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开发情景。
2. 考虑参与实现可持续性的所有行为者。
3. 在确定需要在哪些领域采取行动时要认识到保障分配

正义的必要性。

表23.3：对适当扩大、实施和深化潜在变革性创新的支持性和颠覆性条件的概述

支持性条件

建立和支持创新市场
转型治理应涉及建立和支持新的创新市场。
这包括法规、免税、部署补贴和标签等政策。

一些种子理念和提案提到了要创建和扩大市场，例如，负责任的时尚产业，还有许多理念
和提案研究了与循环和共享经济体内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相关的创新。这些变革可能需
要市场支持政策，例如，对符合某些标准的时尚项目进行标签，以及使消费者能够负担得
起的利基创新（例如，废弃物再利用）而提供补贴。更一般地说，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应该
不断探索如何才能支持与已确定的创新相关的可持续市场，直至其成为常态。

支持创新实验和学习
学习和实验支持包括对研发、部署和示范的
支持，刺激企业家精神的政策，孵化器，低息
贷款，风险投资和支持性监管条件。

没有太多种子理念和提案专门针对实验和学习支持。最相关的一个种子理念是关于专注
于地方可持续创新的创新实验室。然而，鉴于种子理念和提案是基本处于其原型或早期
开发阶段的新创新，创新实验和学习需要获得支持以确保持续发展。与所有种子理念和
提案相关的治理应力求持续改进，以确保解决方案长期可行。

调动财政资源
财政资源支持是通过筹资机制、低息贷款和
风险资本来动员金融资本

大量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指出需要进行更多的资金筹集，包括调动国内
资金；Inga Foundation提案寻求国际资金，以资助其项目；Govardhan Ecovillage提出
了绿色创新基金；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提到发达国家需要向欠发达国
家转移财政资源（和技术专长）。

支持创新市场、支持实验和学习以及调动财政资源之间的共同点是强调要实施支持新创
新的补贴和激励措施。研讨会路径，特别是在新加坡研讨会上确定的路径，强调需要通过
补贴政策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城市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农业。气候研究联合实验
室提案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让老年人参与气候保护”提案呼吁鼓励老年人参与，提供
发展碳汇的激励措施，以及提供教育补贴让儿童参与计划。Govardhan Ecovillage提交
的提案建议对有机农民提供补贴。另一个例子，“城市固体废弃物堆肥生产和营销业务计
划”，建议向个人、合作社、企业等提供激励和补贴。



574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未来展望与实现路径

23

将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的影响纳入现有气候情景的持续
努力表明，整合自下而上的活动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v 更准确地了解现有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及存在差距的
地方。

v 帮助各国政府将自下而上的活动纳入其议程并相应提
供支持。

v 确定小规模举措，以提供可能很难量化，但可能对向低
碳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能力（例如，能力建设、创新解
决方案的试点）（Chan，Brandi和Bauer，2016年）。气

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建议将活动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以
填补现有文献在全球发达国家以外的可持续性创新方
面的关键数据缺口。

23.13.1 方法学习

缺乏在可持续性背景下的自下而上的未来情景构建带来
了重大挑战。在合法性层面，如果大规模的全球或区域未
来情景没有代表多样性的生活体验、世界观和理念，则不
可能兼顾到不同社会角色的关切和需求。如果大规模的可

支持性/颠覆性条件和说明
（改编自Kivimaa和Kern，2016年）

与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的联系

动员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支持是通过教育和劳动政策来动员
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调动是种子理念和提案中的一个突出主题，特别是教育和鼓励公众参与应对环
境问题。有大量的意识、知识和技能发展解决方案，都有助于动员公众走向转型之路。在四
个城市召开的研讨会上收集的所有基于种子理念的愿景中，“公众意识”同样被视为实现
参与者构想的可持续未来的关键组成部分。人力资源调动方面有一些特殊且令人兴奋的
例子，包括通过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青年气候倡导者（YCL）”和“通过建房让青年帮
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教育青年人研究气候问题，以及许多促进环境参与的基于应用程序
的解决方案。更广泛地说，为了深入推广解决方案，劳动政策需要同样促进和强调这些解
决方案中优先事项。考虑到很多种子理念都提到了开发太阳能，有必要推出劳动和培训政
策，以帮助促进教育和技能开发，满足扩大需求。

颠覆性条件

控制政策
控制政策是指政府行为者可以制定的税收、贸
易限制和法规，旨在使现有流程利润更低或更
具可持续性。

与控制政策相关的种子理念和提案包括：限制塑料使用、减少红肉消费以及对塑料包装实
施禁令和征税。在自下而上的举措中，控制政策（例如，内部化社会和环境成本和限制的税
收）似乎不如许多其他有利条件那么常见，因为这些政策关注的现有体制，而不是提出新
的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对于所有种子理念和提案，变革转型通常既会产生赢家，
也会产生输家（Meadowcroft，2011年；Geels，2014年）。因此，对于每一项新的创新，都存
在可以通过控制政策来实现的变化（且应该进行探索），尽管这些政策应该考虑其更广泛
的影响，因为它们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制度改革
制度改革包括基本政策改革和总体制度结构
的变化。

一些种子理念和提案提出了全新的制度结构来促进可持续性，例如，提倡“福祉经济”概
念。其中包括降低决策者（如投票）和政策制定者的年龄标准，引入整合环境价值的新金融
体系，以及推行扩大生产者责任的循环经济。

削弱现有的体制支持
取缔现有的、有问题的结构所依赖的支持性
条件。

针对现有问题系统的依赖条件的解决方案的重点是，让公众知道为什么现有结构是有问
题的，以及如何做才能改变现状。例如，许多应用程序着眼于让用户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何对环境不友好以及如何通过行动做出改善，而“无吸管星期二”（No Straw Tuesdays）
等计划旨在更广泛地限制吸管和塑料的过度使用。这可以延伸到包括取消对环境和社会
有害的补贴。

变革网络和主要行为者关系
取缔当前行为者并打破强大的行为者网络结
构，产生新的行为者和网络，推动预期变革。

一些研讨会路径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决赛入围提案提出了要变革当前行为者关系，特
别是通过建立协作环境和新的利益相关方网络。大型网络中的非集中化权力和行动是许
多种子理念的关键组成部分。一项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C’SQUARE”也体现了在研
讨会路径中发现的这一趋势，并提到需要向公民赋权并动员公民，以收集他们关于改善城
市地区的意见。这项提案的成功取决于强大的合作伙伴和合作关系。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
提案“有机货币基金”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的重点是动员各级利益相关
方，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当地社区和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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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未来情景没能吸收来自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见解和观
点，以及整合土著人民等多样化知识体系，则很难想象转
型变革能够成功。当前，许多旨在构建更美好未来的种子
理念伴随着现有体制而存在，这通常意味着它们是在地方
运作，即使它们有时通过跨地方网络进行组织（Bennett
等人，2016年）。这种趋势体现于可能有助于实现更理想
未来的种子理念，例如，可能产生全球影响的实践、技术
和治理形式。这种趋势还体现于一旦出现便可能改变人
类世挑战的新威胁和风险，例如冲突、自然资源危机、疾病
和有问题的技术（Steffen等人，2015年）。此外，全球可持
续未来情景中缺乏自下而上的信息补充也会影响这些情
景和愿景的使用方式。如果全球情景与现实缺乏联系，那
么它们可能被认为过于理论化及一般化，无法为决策提
供有效信息。如果使用这样的未来情景，那么，为应对地
方层面的未来挑战而提出的自上而下框架的涵盖范围将
受到限制，且影响未来框架制定者的合法性（Vervoort等
人，2014年）。

基于综合评估模型的自上而下情景和基于行为者的自下
而上举措，作为引领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各自都有优势和
劣势。如果使用得当，两种方法都有可能相互补充和相互
加强，如图23.19所示。

研讨会种子理念和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代表了一个
小样本，但它们表明，一些解决方案具有高度协同性（在针
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极其多样化的覆盖范围，以及
多层面性（使按任何单一维度的分类都具有挑战性）。这些
举措覆盖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但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目标2、目标3、目标11、目标12和目标13。这些举措
所涉及的领域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除了气候研究联合
实验室提案对气候变化的预期关注之外——种子理念和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都以跨部门的方式侧重于食品、
能源、水和废弃物部门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种子理念和
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设想主要通过新技术变革系统，
但它们也设想通过转变生活方式来驱动变革，而生活方式

的转变则是基于通过教育、技能开发、知识生成来强化环
境意识。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略有不同，探索了生产
实践的变化，提出了新的组织和业务，并提倡意识、知识和
技能的发展。最后，在审查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时发
现，这些提案均侧重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解决方案，特别
是非洲和亚洲国家。

同时，定量、自上而下的方法可以用来指导自下而上的举
措并强化其现实基础，反过来，这些自下而上的理念可以
动摇自上而下模型中过度僵化或过时的假设。通过使用自
下而上的方法，可以确定改变现状的理念，且这些理念可
以从根本上重构我们对未来情景的看法。一个切实的例子
是开发小规模、分散化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技术的快速发
展，以及太阳能光伏发电和电池存储相关成本的降低，再
加上信息和通信技术，使得微电网成为尚未获得化石燃料
传统电力供应的区域的新选择。随着家用太阳能系统移动
支付系统M-KOPA于2013年建立以来，微电网应用已经在
肯尼亚成为现实。这些技术——以及公众对这些技术的需
求——意味着过去的能源转型类型（从煤到石油、从石油
到天然气、从天然气到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可能不一定
能够代表未来能源供应的跨越式发展。

第22章中的宏观层面路径和本章中的自下而上干预措施
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章中讨论的干预措施对多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有共同效益。这两个层面的分析都侧重于城
市可持续性以及食物浪费和饮食变化（参见专栏23.5和
专栏23.6）。很明显，其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全球模型
中的宏观层面路径促进了对许多背景驱动因素和干预措
施进行综合分析，而自下而上的路径提供了关于变革理论
的信息，且这些理念是扩大部署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
在做法的基础。从自下而上和宏观层面路径的综合分析中
得到的补充信息表明，这些方法的进一步整合具有很大潜
力。例如，全球建模结果可用于为利益相关者开发自下而
上的途径提供直接的全球背景；自下而上的途径可以为将
来的模型扩展提供指导。

定量/物理参数
评估和评价自下而上举措的有效性

转型变革的潜力
质疑模型中的假设并确定概念上的差距

自下而上举措的维度
· 行为者层面的行为和野心
· 共同利益和累积效应
· 改变现状的创新和技术  
· 新的经济模式
· 等等

自上而下情景的维度
· 实际变量
· 系统关联/连接
· 约束
· 宏观目标/目的
· 历史趋势和数据
· 等等

图23.19：关于产生可持续情景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方法之间互利反馈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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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6》开创的平台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
在未来的评估中采用的话——自上而下情景的开发者们
将有机会了解公众对各种干预措施及其权衡的接受程度。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供给需求，途径包括：扩大雨水
灌溉农业的农业用地（以牺牲生物多样性为代价），增加肥
料和灌溉以提高现有农业用地的产量（以水资源和污染为
代价）。可以咨询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以深入了解不同方案
的相对接受度，并且确定建模方法中可能存在的盲点，确
保不会忽略替代的协同解决方案。同样，也可以找到有助
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际干预措施存在的差距——
就像专门针对人口增长等对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的驱动
因素的干预措施一样，如第22章和A部分中所述。

较长期的整合类型包括：对当地情景和种子倡议进行定量
汇总，并直接与模型的投入和产出建立联系，同时与自下
而上路径要素的在线众包的模型整合。

23.14 主要干预措施以及充分认识鉴于全球不平等和
不公平对分配正义的迫切需要

对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提案的分析发现，这些提案均侧
重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非洲和亚洲国
家，表明对于在哪些地方需要通过干预推行变革以及哪
些群体需要采取行动存在不公平现象。虽然我们的分
析只是一小部分研究，但如果它代表了更大的视角，那
么，将推行变革和实施发展举措或解决方案的重担放
在发展中国家加剧了全球治理结构中当前的权力不公
平现象（Nagendra，2018年；Newell 2005年；Parks和
Roberts，2008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16年）。这
种不平衡可能会模糊或忽视发达国家在当前发展轨迹中
的作用（例如，只关注减轻贫困问题，而不讨论财富再分配
问题）。虽然《全球环境展望》对欧洲的区域评估确实强调
了与远程耦合相关的权衡和紧张关系，但对远程耦合普
遍缺乏重视是令人担忧的，且需要协同努力（远程耦合强
调，一个地区的消费模式会推动另一个地区在生产上的
环境相关问题）（Liu等人，2013年；Seaquist，Johansson
和Nicholas，2014年）。因此，考虑分配正义原则——旨在
指导基于公平分配对经济活动的利益和负担进行分配的
规范性原则（Lamont和Favor，2008年）——可以帮助建
立基于公平和平等原则的发展议程。这种以平等为基础，
以公平为重点的框架可以帮助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Rosales，2008年；Pelletier，2010

年；Nagendra等人，2018年）。这个过程可以提供更公平
的选择，确定在哪些地方以及如何实施具有最大变革潜力
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在改革消费和生产
模式或建立市场机制方面，如碳排放交易计划的排放上
限、碳税和抵消计划。解决这些全球不公平现象是实现全
球平等目标的一种手段。

本章介绍的许多解决方案确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跨越
式地走向更加可持续的公平发展之路的机会。信息和通
信技术的使用为在自下而上路径中推动变革发挥了重要
作用——这是对变革理论以及如何促进变革更加重视的
结果。有许多很好的例子证明，信息和通信技术可推进全
球南方的变革（Karpouzoglou，Pereira和Doshi，2017
年；Ockwell等人，2018年）。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不同社
会行为者和多样化知识体系的作用得到了确定。例如，在
许多提案中，城市层面的政府行为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提案还提到了可持续城市或能源合作社等全球网络
的作用。同样，各种更高层次的支持条件，如国际协定，也
与行为者相关，作为自下而上路径及其种子举措的一部分
进行讨论（参见Byrne等人，2018年，关于需要制定国际协
定来扶持利基创新以实现全球能源和气候目标的讨论）。

第22章确定了提高产量与一系列人类和环境目标之间的
权衡，这些目标包括防止营养盐污染、抑制气候变化、改善
儿童健康、普遍提供清洁水和环境卫生服务、土地退化零
增长。本章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尽量减少这种
权衡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协同作用。很多人强调粮食系统是
迈向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关键干预点。许多种子理念和
提案通过参考当前实例来解决当前粮食系统面临的挑战，
这些实例包括城市农业、水产养殖、饮食变化以及土著和
地方知识交流（参见附件23-1）。

第22章还指出了在减少排放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的挑
战。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看到的许多共享和循环经济举措
有助于向不再存在权衡取舍的福祉经济转型。这些路径为
解决全球权衡问题提供了基础方法。

本章的分析突出了在向更健康的地球，更健康的人类转型
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推动实施的具体干预措施，并强调了这
些干预措施在不地区的差异。分析还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
子，说明哪些地方需要开始推行以及如何推行变革。这些
将在第24章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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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变革性环境政策有可能补充现有政策（不完全证实）。过去
几十年中制定和实施的环境政策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发
挥。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环境政策，如那些与技术、减
排和提高资源效率有关的政策，缺乏有效实施。例如，部门
政策通常缺乏对环境问题的考虑。变革性政策的确具有超
越这些措施的巨大潜力，但不确定性是试验性和系统性创
新在短期内能否成功。因此这两种方法，以更有效地实施
具有战略意义的现有政策和变革性政策为重点，应该一起
实施。{24.1，24.4}

健康的地球是支持所有生命形式和实现人类福祉的最终
基础，而这取决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生存能力（充分证
实）。“地球健康，人类健康”观点指出，人类活动已经改变
了地球的自然系统，并破坏了其自我调节机制和生命支持
系统。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系统健康为代价的。随之而来的
环境恶化加剧了疾病负担，因为人类越来越多地暴露于有
害污染物，且人类以往能够获取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清
洁的空气、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健康的食物、清洁的海洋、
土地和淡水）受到损害。“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方法将是全
球行动的关键，可促进对空气、生物多样性、土地、海洋和
淡水资源的管理，从而实现人类福祉和地球系统的可持续
性。例如，据估计，抑制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全球健康成本节
约比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高1.4-2.5倍。确保实现到本世
纪末温升低于2℃目标的拟议策略预计将具有最高的成本
效益比，其中，全球健康成本节约（54.1万亿美元）估计比
全球政策成本（22.1万亿美元）的两倍还多。{24.4}

如果将系统性和变革性政策、技术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并
整体使用，则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多边环境
协定（不完全证实）。变革是一个颠覆性的过程，不是仅仅
以创新方式对现有技术和实践进行逐步改善来满足人类
需求那么简单。变革的起源可以是技术、政策或社会规范
和实践，但要使其具有变革性，其应当囊括一切（即整体
性）。变革不一定基于自上而下的方法，其源于多个相互依
存要素的共同发展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24.2}

通往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性路径需要：（1）指导实现可持续
性的系统创新的愿景；（2）社会和政策创新；（3）逐步淘汰
不可持续的做法；（4）政策试验；（5）动员和支持行为者及
利益相关方（不完全证实）。创新解决方案需要能够将政策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促进可行的业务模型，资助对
投资风险的支持和管理，支持国际合作，解决公民和利益
相关方的担忧，并确保他们积极参与整个过程。{24.3}

促进系统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完全证实）。许多
国家（或地区）在开发、采用和推广创新技术方面存在困
难，因为与之相关的成本较高，且在某些情况下，在实施上
存在技术或法律障碍。例如，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低碳技
术仅在其于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被部门采用。但
是，在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进行政策开发和治理——包
括财务机制、政策创新和相关的人的能力——以创造有利
环境，对于技术的大规模传播至关重要。{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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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环境政策的方法：战略性和变革性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一系列多边环境协定为通
过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转型手段普遍实现可持续发展
树立了雄心勃勃的长期愿景（第20章）。尽管在一些环境
问题（例如，臭氧消耗，酸雨）的管理方面已取得进展，但整
体的全球协定和相关政策未能扭转不可持续的发展轨迹。
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和有效的行动，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
愿景将无法实现（第21章）。

确实存在改变现行趋势的方法。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
结合技术创新、生活方式变革以及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
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和非集中性解决方案，且需要以前
所未有的变革速度推行落实（第22章和第23章）。效率改
善和减排的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利用，但由于反弹和增长效
应，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有效仍值得怀疑。更具颠覆性和变
革性的改革，包括新的社会实践，似乎是必要的。本章将对
有助于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目标的有希望的创新性
方法和有效的变革性政策进行讨论。

本报告A部分提供的证据表明，当前的变革速度不足以扭
转已经发生的环境损害。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确定方向，
大多数环境问题将持续恶化，这将威胁到目前已经取得的
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共享地球的多个物种的命运。B部
分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政策创新激增，但这些解决方案往
往不是最好的，而且都是小规模的，很少超出技术解决方
案的范畴。此外，可能具有潜力且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并
未受到关注。C部分提出的未来预测和潜在路径表明，要
到2030年及以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新
的政策和可衡量的行动需要在各个层面（即地方、国家、区

域和全球）得到落实。分析表明，对于大多数环境目标，预
计情况将会恶化，例如：

v 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在缺水地区（Hejazi等人，2014
年）。

v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会导致《巴黎协定》在气候变
化方面确定的全球温升“低于2℃”的目标被大幅超
出（Iyer等人，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15年）。

v 生物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将持续下去（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8年）。

v 紧张的粮食系统将导致营养不良持续下去，既影响人
类福祉，也影响地球健康（Whitmee等人，2015年）。

一些变革路径在第22章中的各种可持续性情景中得到评
估，且通过第23章中潜在的变革种子理念得到实施。但
是，应对可持续性挑战需要新的策略，这些策略应能够整
合人类的集体智慧以及现有知识和行动。仅靠逐步措施是
不足够的。

图24.1显示了与“一切照旧”模式相比，综合性和变革性
方法的可持续发展轨迹。“一切照旧”方法缺乏雄心勃勃的
环境政策，在其他部门政策方面缺乏有效的实施和全面的
整合，因此不利于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加
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包括在减排和资源效率改善方面提供
经济激励的政策，确实有相当大的潜力。一种基于试验和
对社会实践的思考的变革性方法可能更开放，在其方向和
成功机会上有不确定性，但它具有更大的潜力可发挥更大
的影响力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两种政策方法可以
并行实施，确保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有更大的成功机会。

可
持

续
性

变革性政策

综合性政策

一切照旧

时间

环境政策的
有效性

社会创新、试验

经济激励、技术创新、
有效实施

软性机制，缺乏整合和实施  

24.1：不同的政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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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转型变革

我们对营养、健康、能源、住房流动性等的需求通过一系列
社会生态、社会技术和社会经济系统得到满足（Folke等
人，2011年；Geels和Schot，2017年；Díaz等人，2018年）。
此类系统不仅通过单一的技术或服务为社会提供服务，而
且还嵌入到基础设施、市场、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包括规范
和价值观（Grießhammer和Brohmann，2015年）。这些
系统的不同要素相互加强和稳定，但它们被视为彼此相对
独立，使得环境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相关系统和组织的
结构，更不用说去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了。

环境政策通过诸如生态现代化、绿色经济、生态系统服
务的估值等战略和行动在许多部门推动创新，且进一
步创新的潜力相当大。很大的潜力可以实现资源生产力
的“4倍跃进”甚至“10倍跃进”（即一个单位资源的产品
产量增加了四到十倍）（Schmidt-Bleek，2008年；von 
Weizsäcker等人，2009年）。改善资源生产力是必要的，但
还不够，因为这不能充分变革基础系统，不足以实现走向
可持续社会之路的必要转型。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系统进
行根本的重新配置，涉及理念模型和思维过程、制度以及
规范和价值观（Westley等人，2013年；Olsson，Galaz和
Boonstra，2014年；Bennett等人，2016年）。这种变革不
一定基于自上而下的方法，其源于多个相互依存要素的共
同发展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第23章）。重要的
是，在截然不同的未来愿景的指导下，协调行为者和资源。

培养变革能力可以为社会生态系统提供新的发展轨迹，使
其更具可持续性，并具有更大的动态创新空间（Folke等
人，2010年；Jacob等人，2018年）。变革始于利基领域，即
小范围的受保护领域，可以在其中开发新的实践，从而推
动从地方到区域和全球的变革（Loorbach和Raak，2006
年；Olsson等人，2006年；Jänicke和Rennings，2011
年；Olsson，Galaz和Boonstra，2014年）。然而，一旦
反馈机制达到其临界值，转型变革可能会突然发生，现
有技术及其支持性基础设施、知识、资本和体制将被
非法化，最终，转型变革将很好地融入到规范和实践中

（Arthur，2011年）。

历史变革遵循了这种模式，从利基创新和挑战现行做
法开始，具有共同进化和新兴特征（Diamond，1997
年；Arthur，2011年；Westley，McGowan和Tjörnbo（编
辑），2017年）。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变革是无指导的过程，
导致资源使用增加、排放量增高和环境退化加剧，而不是
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因此，需要将变革
引导到更理想的轨迹上（Olsson等人，2006年；Jacob等
人，2018年）。

变革性方法可能因国家（或地区）而异。此外，尽管现行政
策还不足以解决环境问题，但从污染控制、效率改善、环境
规划等层面考虑，这些政策需要继续实施。一些国家（或地

区）可以跨越式地过渡到最佳实践来实现变革，而另一些
国家（或地区）则可能需要逐步改变其政策和做法，才能
进入变革阶段。部署体制工具，诸如现有经济框架中刺激
创新和变革的经济激励，包括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消除环
境补贴、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估值、改革绿色预算投资，
都可能在实现转型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

没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走向可持续性的变革，
但最近的方法创新强调，需要不同的行为者共同
参与进来，并尝试具有系统变革潜力的创新举措

（Frantzeskaki，Wittmayer和Loorbach，2014
年；Pereira等人，2015年）。这些过程中有许多被称为
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过程。这些可推动变革的真实实验
室的特征包括：试验性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模式、结果
的可扩展性和可传递性、科学性和社会性的学习和反思

（Schapke等人，2018年）。例子包括：社会创新实验室
（Westley等人，2012年）、恢复力实验室（Frantzeskaki

等人，2018年）、变革实验室（Charli-Joseph等人，2018
年；Zgambo，2018年；van Zwanenberg等人，2018
年）、生活实验室（Budweg等人，2011年；Hooli等
人，2016年），包括城市生活实验室（Cosgrave等
人，2013年；Voytenko等人，2016年）和转型实验室

（Loorbach，2010年）。其他相关过程会利用相关手段，
例如，前瞻预测——一种通过各种方法跨系统（包括粮食
系统（Hebinck等人，2018年）、城市系统（Potjer，Hajer
和Pelzer，2018年）或能源系统（Hajer和Pelzer，2018
年））地研究未来情形的办法。一些过程涉及关于变革
如何发生的新思考方式，个体层面采用诸如“内在特
性探索”之类的理念，揭示个人内心体验（Nilsson和
Paddock，2014年），群体层面则使用诸如“U型理论”
之类的概念，去思考如何推行变革（Scharmer，2007
年），并更多地利用实例和生活经验来构建未来人类与
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真正联系（Galafassi等人，2018年）
。这些系统干预措施已被定义为变革空间，在这样的安
全协作环境内，对变革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态系统的新配
置会得到试验性检验（参见Charli-Joseph等人，2018
年；Drimie等人，2018年；Dye，2018年；Galafassi等
人，2018年；Hebinck等人，2018年；Marshall等人，2018
年；Moore等人，2018年；Pereira等人，2018年；van 
Zwanenberg等人，2018年）。这些方法可能是迈向更可
持续发展轨迹的重要一步。

24.3 变革的组成部分

指导、塑造和实现变革的五种关键方法可以确定为：

i. 指导实现可持续性的系统创新的愿景；
ii. 社会和政策创新；
iii. 逐步淘汰不可持续的做法；
iv. 政策试验；
v.  动员和支持行为者和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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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必要的组成部分会通过以下各节中提供的示例加以
讨论和说明。

24.3.1 指导实现可持续性的系统创新的愿景

越来越多的政府、城市、企业和社区提出了关于更可持续
未来的具有吸引力的愿景，并分享了实现这些愿景的战略
和计划。这些愿景中许多认识到也需要新的方法来衡量取
得的进展（Midgley和Lindhult，2017年）。

1999年，不丹在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引入了国民
幸福指数（GNH），代替货币价值来衡量社会进步

（Niestroy，Schmidt和Esche，2013年；Jacob，Kannen
和Niestroy，2014年）。自那时起，该理念就发展成为不丹
政府和经济活动的核心愿景。对政策和投资的评估取决于
其对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贡献，而不是其货币成本和效
益。国民幸福指数理念是不丹五年计划的关键，且已经纳
入其《宪法》。国民幸福指数委员会负责监督其实施情况。
国民幸福指数基于四个支柱：

i. 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个人、社区和地区之间的平等，
以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

ii. 保护环境；
iii. 维护和宣扬文化（捍卫国家的文化遗产以及维护精神

和情感价值）；
iv. 促进善政（发展体制和人力资源并提供参与机会）。

为了弥补曾经的毁林行为，遏制环境退化问题（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哥斯达黎加提出了
现代性愿景，将环境质量置于首要地位（Silva，2002
年；Johnson，2016年）。1994年《哥斯达黎加宪法》规
定了“享有健康和生态平衡的环境的权利”（联合国大
会，2014年）。旨在实现这一愿景的一些最新政策方法包
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森林保护碳信用额、森林碳信用额
证书、标志性物种的法律保护和养护、禁止露天采矿，以及
最近承诺到2021年实现碳排放零增长的承诺。尽管在水
质和海洋保护方面仍然面临挑战，但这一总体愿景促进了
环境的大幅改善。例如，森林覆盖率已从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的26％增至2010年的52％（联合国大会，2014年）。

全球越来越多的城市、社区和地区致力于减少碳足迹，
并希望实现零排放或碳排放零增长目标（Yamanoshita
和Aamano，2012年）。在此类目标的指引下，全球范围
内正在城市一级对排放范围（例如，基于地理边界的内
部排放，或市政活动直接引起的外部排放）做出明确规定

（Kennedy和Sgouridis，2011年；Straatman等人，2018
年）。在全球范围内，有19个城市致力于将到2030年实现
净零碳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投资策略的重心部
分，并将重新审视其针对现有建筑基础设施的当前规划
政策和法规，以确保现有建筑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C40），2018年）。对零排放城市原

型的尝试是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尖端技术、创新城市规
划，以及强调总再利用（Premalatha等人，2013年）。其
他举措着眼于帮助现有城市迈向净零排放之路（例如，世
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2017年），市政当局将与企业合
作，共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关注可持续发展优先事
项（Zadek，2004年；Moore，Riddell和Vocisano，2015
年）。

丹麦王国南部桑德堡（Sønderborg）地区（居民人数
达77,000）实施的ProjectZero计划（2016年）提出了
到2029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零增长的愿景，通过可持
续增长，创建新的绿色工作。该愿景正在通过公私伙伴
关系模式实施，涉及市政当局和该地区的主要企业。二
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5％的里程碑目标已经于2015年
实现并取得超越（35％）（世界未来理事会，2016年）。
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和地区都在采取各种技术性举措，
例如，扩大区域供热网络、将供应物转换为二氧化碳零
排放源、安装陆上风力涡轮机和光伏设施，同时还在
配合实施由公民和行业参与的计划，例如，零排放房屋

（ZEROhousing）和零排放企业（ZEROcompany）计划
（Bulkeley和Betsill，2005年；Betsill和Bulkeley，2006

年；Frantzeskaki，Wittmayer和Loorbach，2014
年；Fujino和Asakawa，2017年；墨尔本市，2018年）。

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发展局（IRDA）——马来西亚负责
监督国家经济和自然发展的联邦政府机构——提出了一
项愿景，即《低碳社会蓝图2025》。依斯干达特区发展局制
定了《绿色经济指南手册》，作为实现这一愿景的一种手
段，且鉴于该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还鼓励该地
区的企业经营者积极参与（Ho等人，2013年；马来西亚依
斯干达特区发展局，2014年）。

24.3.2 社会和政策创新

这些愿景的实现不可能遵循一个单一的蓝图，因为它们在
社会和生态意义上都与国家和地方背景、历史发展、文化
规范和价值观等息息相关。因此，变革需要进行大规模的
社会和政策创新，而不能保证哪种形式最终将取得成功，
或值得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有一种新兴方法被发现具有
广泛的适用性，就是共享经济理念（例如，共享住宿和出行
系统），有助于使社会摆脱对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
费消费（参见第23.3节；Frenken，2017年）。通过共享住宿
和出行来减少环境影响具有潜在的变革性。如果健全的法
规和激励计划能够落实到位，则在十年之内，私家车保有
量和个人使用，以及与保险、停车、维护、燃料等相关的高
运行成本最多可下降80％（Arbib和Seba，2017年）。信用
等级不再基于人际关系，而是基于诸如同行评审、商业和
责任法规、第三方验证等（Lan等人，2017年）。

一些城市正在考虑将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例如，在瑞
士的某些城市，酒店为客人提供免费通行证，以搭乘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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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并避免交通和停车拥堵。自2013年以来，爱沙尼
亚共和国首都塔林的永久居民只需要花费两欧元便可登
记并购买绿卡，之后有权免费搭乘所有公共交通工具。该
计划的实施目的是：

i. 促进从私家车到公共交通工具的模式转变；
ii. 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出行；
iii. 促进塔林居民登记，以及增加所得税申报

（Cats，Susilo和Reimal，2017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内陆地区的城市足迹对环境
越来越不利。一种有前途的政策方法是创造必要的有利条
件，扩大绿色屋顶、垂直农场和社区花园等都市农业，以最
小化环境影响、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加强社区联系。当然，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市农业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

（Orsini等人，2013年），其中，11％（印度尼西亚）至近70
％（越南和尼加拉瓜）的城镇家庭通过城市农业获得收入。
而不同的是都市农业正在趋于复杂化，例如，垂直农业（垂
直农业协会，2018年）和绿色屋顶（墨尔本市，2018年），主
要集中在较发达的国家。

促进循环经济是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废弃物排放以及保
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另一个有潜力的方法（参见第
17章）。这种理念由欧盟委员会通过于2015年12月发布的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提出，以此管理自然资源的消耗，以
及应对相关的环境和社会经济挑战（Wilts，2017年；欧盟
委员会，2018年）。如果材料通过高质量产品得到保存，或
被回收并用作高质量的再生原料，则循环经济将可以减少
行业对基本原材料的需求（Wilts，2017年）。循环经济的概
念也促进通过一种去中心化的方法来共享和提供服务，以
及促进企业的去材料化创新。例如，通过开发信息和通信
技术以及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提供的去中心化模式（不一
定依赖于产品和材料的所有权）正迅速成为现实（Kishita
等人，2018年）。

24.3.3 逐步淘汰不可持续的做法

致力于改变当前不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轨迹在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机会，并具有推动所需
变革的巨大潜力。最近的例子之一是禁止一次性塑料的使
用，其中，从轻质塑料袋的逐渐淘汰开始，各个层面上已经
采取了更为广泛的政策应对措施，以解决各种塑料的使用
问题（Onyanga-Omara，2013年；欧盟委员会，2018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8年）。发展中国家正在引领这种
变革。2002年，孟加拉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轻质塑料
袋禁令的国家，因为其意识到，在灾难性洪灾中，约80％
的城市涝灾是聚乙烯袋堵塞排水沟并增加积水所致。积水
环境也是蚊子幼虫的温床，增加了登革热和疟疾等疾病的
发病率。其他几个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倡议，包括厄立特

里亚（2005年）和肯尼亚（2017年）（Njugunah，2017年）。
为了解决塑料袋的问题，欧盟委员会（2018年）宣布了一项
具有突破性的提案，表示要禁止大约十种一次性塑料制品

（例如，餐具、吸管、棉签、盘子、咖啡杯和搅拌棒），其占水
域和海滩垃圾的70％。紧随其后，印度也做出类似决定，
且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在某些情况下，天然材料可以替代塑料。例如，印度尼西
亚、印度、菲律宾和肯尼亚正在将水葫芦——其是从大气
中去除二氧化碳最有效的植物之一——用作耐磨纤维或
生产纸和纸制品的原材料，这有可能减少对常规塑料产品
的需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其清洁海洋运动（Clean 
Seas），且最近将塑料污染作为201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
题，在全球层面引领信息共享和教育风潮，促进抵制塑料
污染（Dris等人，2015年；Ocean Care，2017年）。但是，如
果在引入新替代材料之前不考虑如何应对新材料的处置
问题，那么，用替代材料替代塑料的政策将无法减少海洋
垃圾。更有效的收集、回收以及废弃物管理将有助于减少
陆地和海洋中的垃圾（Trucost，2016年）。

24.3.4 政策试验

变革性政策通常只有在事后经过仔细监测和评估后才会
被认为是成功的。在国家层面直接引入的政策错误可能会
产生长期影响，例如，过去一些用于控制人口增长的不当
政策（Zhang，2017年）。因此，预防原则表明，较小规模的
政策试验，辅以国家支持和持续评估，可能是一个更明智
的选择（Heilman，2008年；Husain，2017年；Shin，2018
年）。

在地方进行政策试验，然后再扩大部署，是中国政策取得
成功的标志性要素（Heilmann，2008年）。这种审慎的试
验主义方法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早期的
土地改革和解决农业生产问题（Husain，2017年）。地方层
面的政策试验提供了一个空间，可以对这些政策进行调
整和创新，并对其进行密切监控；如果成功，则随后将其
扩大部署，或者如果失败，则将其暂停。Shin（2018年）指
出这种方法是体制结构下的试验，且辅以对地方官员的
政绩激励。

试验性治理与传统治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基于
公私伙伴关系的学习过程。试验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旨
在克服自上而下的政策之间的差距，以及地方一级存在
的挑战（Antikainen，Alhola和Jaaskelainen，2017年）。
在荷兰已针对气候适应开展了这类政策试验（McFagen
和Huitema，2018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开展了气候
适应试验，其中，试验依赖于基于社区的策略，这些策略
涉及相关的社区成员和专业人员，且向外部机构寻求支
持。这些适应试验必须与其所处的城市政治经济环境相



587未来之路

24

协调，这样才能推动转型变革（Broto和Bulkeley，2013
年；Chu，2016年）。如果试验流程更具反复性和参与性，
既能体现长期的目标制定又能体现交互式战略，政策试验
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Hilden，Jordan和Huitema，2017
年）。

24.3.5 动员和支持行为者和利益相关方

从定义上说，变革将改变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且既会产
生赢家，也会产生输家。不必担心这种改变，因为“一切照
旧”路径将导致更大的破坏和更多的输家。尽管在这里
无法一一指出在这些新兴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中将取得
蓬勃发展的行为者，但许多新的机会将会出现，且需要予
以支持。参与式方法确保决策者和行为者参与转型变革
的各个阶段，可保证更大的接受度，大大缩短适应时间，
并为此类变革创造了更大的自主空间（Mitchell，Agle
和Wood，1997年；Umaemiya，Rametsteiner和
Kraxner，2010年；Smith，Ansett和Erez，2011
年；Asrar，Ryabinin和Detemmerman，2012
年；Asrar、Hurrell和Busalacchi，2013年；马来西亚依斯
干达特区发展局，2014年；Vallentin，2016年）。这种方法
已经得到源自《里约宣言》原则十（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
化组织，1992年）“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公民的参
与下加以处理。”的一系列国际协定（例如，《奥胡斯公约》 

《埃斯卡苏公约》《塔拉诺阿对话》）的广泛认可。

创新金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复杂路径中的关键突
破。“一切照旧”路径下不会有机会缩小发展中国家在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当前支出与所需支出之间的预计差额，即
2.5万亿美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4年）。创新金
融不仅旨在建立新的金融工具，而且还指未来通过更加包
容的流程开展业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7）（Porter
和Kramer，2006年；Ritzén和Sandströma，2017年）。
当金融工具结合赠款或财务刺激后，可能有助于释放支
持可持续投资所需的额外资金。可能作为更明智的融资
组合的一部分的金融工具包括：贷款、股权、准股权和担
保，以及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和社会债券（Venugopal和
Srivastava，2012年；国际资本市场协会2018）。全球企业
不仅需要提供财务业绩，而且也要展现其业务如何为社会
做出积极贡献（Porter和Kramer，2006年；Downie，2017
年）。多家机构投资者、银行和其他私人部门金融机构赞同
这一呼吁，并重新制定了其资产管理战略，将投资资金转
移到了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其基本财务分析的
企业（Noguer和Houillier，2010年；Enright，McElrath和
Taylor，2016年）。

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通过合作安排创建新金融工具的模
式也开始出现。例如，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尼日利亚于
2017年12月成为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发行绿色债券的国
家，旨在为可再生能源微型公用事业和造林项目和计划提
供融资。在首轮发行106.9亿奈拉绿色债券取得成功后，尼

日利亚政府计划在2018年追加发行1500亿奈拉。这种债
券发行有望在2030年之前将尼日利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40％。评估进展、分析影响并分享从此类举措中汲取
的经验教训是成功推动政策和实践实现转型变革的关键

（Asrar和Hurrell，2013年；Premalatha等人，2013年）。

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参与与合作具有的变革
潜力也值得一提。南部非洲粮食实验室（SAFL）是一个为
整个粮食系统的不同利益相关方提供对话空间的平台，
特别侧重于对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Drimie等人，2018
年）。其中一个过程涉及为南非未来的粮食系统制定变革
性方案，与此同时，国家食品和营养安全政策已获批准（
参见Freeth和Drimie，2016年）。该情景过程将整个粮食
系统中的众多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其中包
括政府官员、大型企业、公民社会活动家和法律组织，他
们能够吸收不同观点，建立有意义的关系网络，而这些关
系网络对于政策参与乃至政策变革至关重要（Freeth和
Drimie，2016年）。南部非洲粮食实验室也已成为非政府
组织、研究人员和小型企业之间的伙伴关系的聚集平台，
可促进围绕粮食系统的转型变革。这些伙伴关系包括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其是推动实现可持续性的转型变革
的平台组织（Cockburn等人，2018年），具体通过提高消
费者对过度捕捞等可持续性挑战的认识（世界自然基金
会，2014年），以及消除有时会阻碍创新干预措施的政治
偏见（Drimie和Pereira，2016年）。已有很多文件指出，非
政府组织作为促成积极变化的行为者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且需要对这种作用加以利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

24.4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挑战与机遇

健康的地球是支持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健康和福祉）
的最终基础，而这取决于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生存能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相关的多边环境协定都体
现了这一原则。通过可持续发展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提
高粮食安全和营养、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繁荣、完善环
境管理是《全球环境展望6》的主题。

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地球的自然系统，并破坏了其自我
调节机制，这对地球系统和人类福祉产生了不可逆转
的后果（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2005年；Rockström
等人，2009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年；Steffen等人，2015年；Whitmee等人，2015
年；Ceballosa，Ehrlichb和Dirzob，2017年；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8年；请参见本
报告A部分）。

“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方法对于改善对空气、生物多样
性、海洋、土地和淡水的管理至关重要，而这些要素对于
人类福祉以及地球系统保证当代和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
至关重要。这种方法的核心是采用一种整体性和系统性
办法，通过结合社会经济和健康维度（例如，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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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去应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各个方面（例如，清洁
的空气、淡水、海洋和陆地的粮食生产、物种的栖息地）面
临的挑战（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CSDH】，2008
年；Gordon等人，2017年；Dye，2018年）。环境变化各个
方面之间的复杂相互联系已经通过第4章中描述的12个
跨领域问题和第22.4.2节中分析的协同作用和权衡关系
进行了说明。

全球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死亡是由可修改环境因素导致
（Prüss-Ustün等人，2016年）。人类健康不仅取决于健康

的地球。即使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地球是可取且可行的，但
是如果不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相关健康决定因素，人类健
康的目标将远远不能实现（另请参见第22.2.5节，关于实
现儿童死亡率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经济和文化
因素对健康具有重大影响，其影响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的
选择、不平等和诸如战争、暴力、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童
工等有害做法（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2008年；
请参见第4.1节）。因此，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社会和
财富不平等，也必须得到有效解决（Camfield，Møller和
Rojas，2015年；Donkin等人，2017年）。

如第4.1节所述，自然、社会和建筑环境中的多种因素对人
类健康有影响，包括我们对公平和安全的看法、对环境资
源的公平获取，以及人类与自然的接触（健康问题社会决
定因素委员会，2008年）。这个层面补充了对“人类健康”
的经典定义，即“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身体健康的虚
弱现象，而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并且将福祉（Camfield Møller
和Rojas，2015年；Maggino，2015年）与健康挂钩，考虑心
理、情感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地球和人类系统之间的多重
关系直接且间接地将健康和福祉与大多数可持续发展目
标联系在一起。因此，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系统地应对
人类健康问题的机会，这与其他通常侧重于特定疾病或流
行病事件的重大健康举措不同。

近年来已经提出了几个框架，以帮助确保研究和政策制
定考虑到健康、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

（Buse等人，2018年）。但是，有关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的许多科学证据的覆盖面较窄，侧重于污染和疾病（即死
亡率和发病率），而对更广泛的福祉概念或健康的社会决
定因素的关注有限。在这种不全面的经典环境卫生框架内，

《柳叶刀》杂志污染与健康委员会（Landrigan等人，2017
年）估计，环境污染在2015年造成了约900万人过早死
亡；主要原因是环境和室内空气污染，共造成640万人死亡

（Cohen等人，2017年）。此外，环境压力及其对健康和福
祉的影响也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请参见A部分）。尤其会
影响早已处于弱势或不利地位的群体，例如，年轻人、老
年人和女性群体、穷人、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土著人民、遭
遇种族歧视的人（Solomon等人，2016年；Landrigan等
人，2017年）。

未能应对恶劣的环境条件需要付出的代价必须得到评估和
广泛宣传（Haines，2017年；请参见专栏24.1中的示例）。此
类代价无处不在，包括生命和财产损失、残疾、心血管和呼
吸系统疾病造成的损失、因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多重压力
造成的健康损害，也包括不安全的粮食和水造成的冲突；
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以及全球难民的悲惨处境。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不平等和不稳定，而其预防成本要比采
取措施应对后果的成本要低得多。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摆脱恶劣环境条件的影响。要在全球发
展进程中成功地推行政策、实践和金融投资，以及应对环
境挑战，必须制定全面的理据框架，确定这些举措如何能
够改善全球公民和国家的安全、繁荣和福祉；政策选择和
合理的解决方案应以经济分析和数据为基础，以证明其可
以节约成本和/或能够创造新的收入来源（Haines，2017
年；Markandya等人，2018年）。

专栏24.1：健康效益超过《巴黎协定》的实施成本

一项模型研究表明，仅减少与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和死亡带来的健康效益就超过了《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5年）在
2020年至2050年之间的实施成本（Markandya等人，2018年）。这项研究对各种情景下的排放水平进行了建模，并估算了与空气污染相关的
死亡成本（由呼吸系统疾病引起，包括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病、中风和肺癌），且将这些成本与按国家或地区（中国、欧
盟、印度、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变化减缓成本进行了比较。这些情景包括：不采取任何措施且继续执行现有国家政策的情景，以及三种
不同的策略情景，在后者中，会为实施《巴黎协定》以实现2℃和1.5℃的温升目标提供资金。

根据使用的情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效益估计是减缓成本的1.4至2.5倍。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的排放战略具有最高
的成本效益：全球健康成本节约估计为54.1万亿美元，远超过22.1万亿美元的全球政策成本。

在全部经过评估的情景下，可能通过减排措施而获得最大健康成本节约的国家是中国和印度。在大多数情景下，在中国和印度实施减缓气候
变化政策的成本将完全可以通过健康成本节约得到补偿，而实现温升不超过1.5℃而不是2℃目标的额外成本可能会带来巨大效益（对于印
度，约达3.3-8.4万亿美元，而对于中国，约达0.3-2.3万亿美元）。对于欧盟和美国来说，健康成本节约金额巨大，但不足以完全补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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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柳叶刀》杂志地球健康联合委员会的
公共卫生作者认为，“【环境危机】的解决方案触手可及，且
应该在对“繁荣”重新定义的基础上，关注提高所有人的生
活质量和改善所有人的健康，同时尊重自然系统的完整性”

（Whitmee等人，2015年）。

要实现“地球健康，人类健康”的目的，需要的变革规模如
此之大，情况如此复杂而广泛，因此很难对这些变革做出

充分预测。但是，通过多边协定和行动对全球环境、发展
和人类健康进行投资，并建立转型变革所必需的广泛联
盟，无疑是全面解决这些跨领域挑战的有效路径的构成
要素。“地球健康，人类健康”这一主题体现了这种综合
性做法，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应对当代环境问题，解决
当代和子孙后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和健康挑战，确保其自
身、子女和地球上所有生命都共享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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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环境评估方面运用大数据存在的挑战包括：可得性、质
量、规模和背景不一、不完整的时间序列（充分证实）。尽管
在产生全球可接受且可用的大数据方面付诸了努力，但能
力受到资源和资金的限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即使许
多数据产品在被称为“数据慈善”的过程中为了公众福利
而被免费提供，绝大部分实时大数据仍然由私营部门控制
和持有。建立大数据整体系统的具体建议包括：建立领导
力和数据治理；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之间开展合作；以及
将法律框架制度化，为信息提供保障。{25.2.2}

加强收集、解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以便进行有效的规划、
决策、管理和评估，可以使各国全面了解环境影响（充分证
实）。政府和社会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数据格局，包括有可
能利用人工智能来管理环境问题。要应对数据格局的转
变，需要掌握新的信息技术技能和整体方法，才能利用新
兴和现有数据和知识工具。{25.3}

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掌握的传统知识越来越被视为环境
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充分证实）。人们越来越多
地讨论和研究传统知识，而其也被纳入了全球政策协议
中，这证明了传统知识越来越被重视。为了解决当前和未
来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研究表明最佳方法需要具备的特
征是能够协调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知识。虽然地方和全球
社区与知识系统之间的合作已证明在促进个人和地球的
健康方面是有效的，但某些挑战仍然存在。{25.2.3}

公众科学为公众参与收集和分析大量环境数据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会（充分证实）。大量分散的观测群体的潜力，
辅以智能传感器、移动电话、互联网和计算能力等新技术，
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同时让公众也能参与解决环境问
题。除了能够收集海量数据外，新技术的进步也提高了所
收集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公众科学带来的关键机会包
括：可以更加频繁地从分散来源收集数据、处理大量知识
和资金缺口的能力、让公众了解环境政策问题的能力以及
使用地方知识的能力。{25.2.1}

大数据是全球新兴的宝贵资源之一，它改变了全球、国家
和地方层面的环境评估格局（充分证实）。传统的处理技术
无法达到大数据的数量、速度、种类和准确性要求，需要新
的算法、编程和统计方法，以获取信息和得出基于证据的
结论。如果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分析大数据，那么完善环境
知识的潜力巨大。{25.2.2}

各国政府、组织、学术界和私营部门都在落实举措，寻求机
会来挖掘大数据的潜力，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充分证实）
。当前的举措包括：建立联合国“全球脉动”实验室，开展大
数据试点研究；成立联合国全球大数据工作组，监测可持
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以及多边组织、研究中心和政府
合作的存储库站点和开放数据源的可得性。基于网络和地
理空间地图绘制技术、遥感和统计可视化的大数据为环境
评估提供了基础。{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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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引言

本章讨论了环境信息和统计的新兴领域，包括公众科学、
大数据和传统知识，旨在总结改善环境知识基础存在的差
距和机会。

全球格局正在演变，技术正在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可
供使用。这些新的数据来源不会促使传统数据收集手段失
去意义，但会为环境监测和评估提供额外的机会。本章分
析了这些新的、蓬勃兴起的数据收集手段，并为环境监测
和评估的未来提供了一个视角。

25.2 新兴的环境评估工具

公众科学、大数据和传统知识不是新的信息来源，但它们
在环境评估中的定期和系统运用则是新兴领域。本节重点
介绍了利用这些创新信息来填补数据空白的一些现有经
验以及必要性。

25.2.1 公众科学

公众科学需要志愿者参与科学和研究。志愿者通常参与数
据收集，但也可以参与提出问题、设计项目、传播结果和解
析数据（Blaney等人，2016年）。将公众科学与新兴技术相
结合，为公众参与研究和了解环境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会（Newman等人，2012年，第298页）。

如果将全球不同地区的庞大、非集中化观测群体动员
起来，则可以在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整理和
分析数据。公众科学项目有可能收集大量的科学数据，
但是只有当收集的数据以某种方式被使用时才会有用

（Dickinson、Zuckerberg和Bonter，2010年；Kim等
人，2011年；Dickinson等人，2012年）。

公众科学有许多优势，最主要的是有机会以更低的成本
在更广泛的空间范围和更长的时期内收集数据。其他优
势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科学素养、公民参与地方
和环境问题、政府的成本效益提高以及对受监测环境的
益处。公众科学还能够将科学家的专业知识带给公众，
同时让科学家了解当地社区内的本土知识和专业知识

（Conrad和Hilchey，2011年；Blaney等人，2016年）。
公众科学的一些主要优势重点载于图21.1：本章探讨的
选定子目标及其相关群组。

天文学和鸟类学是最早运用公众科学的领域。1900
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

（Frank Chapman）发起了“圣诞节鸟类调查”（CBC）
项目。多年来，由于公众科学家的热情参与，这个项
目得以延续下去，目前由全美奥杜邦协会负责运作

（Dickinson、Zuckerberg和Bonter，2010年）。自那时
起，多年来在地方、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开展了许多公众
科学项目，涵盖了不同的兴趣领域。

近年来，公众科学项目推出了各类举措，从建立协作知
识平台（如维基百科、开放街道图（OpenStreetMap））、
志愿计算（如CitizenGrid、climateprediction.net）和模
式分类（如“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eyewire），到社
区观测收集（如鸟类普查、空气传感器工具箱）（Mathieu
等人，2016年）。

在许多超越政府管辖边界的环境利益问题（如污染和鸟
类迁徙）上，越来越多的公众科学家加入到了监测队伍
中。更多的创新项目开始利用谷歌的reCAPTCHA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实现典籍数字化，将计算机无法读取的
文字显示在CAPTCHA中，以便人们去解决（Conrad和
Hilchey 2011年；谷歌，2018年）。

在组织公众科学项目时有两种主要方法；自上而下或自下
而上。这些方法类似于第10章关于政策成效评估的概念。 

Benefits of Citizen Science

个体公民

· 学习观察和分析技能
· 更好地了解自然界
· 获得工作机会
· 能力建设

政府

· 降低数据收集成本
· 数据覆盖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 促进环境管理

社区

· 监控环境的健康状况
· 增加社区互动
· 促进环境管理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 大量参与者减少工作量
· 科学家能够与社区建立联系
· 教公民如何开展研究

图25.1：公众科学的一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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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方法主要由科学家驱动，他们为志愿者提供程
序和研究方面的培训。基于这种方法，志愿者在数据收集
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自下而上的方法由社区驱动。一般情
况下，驱动力来自于社区需要了解或收集关注问题的证
据。然后，社区在此过程中会与科学家接洽，寻求提供支持
和指导（Roelfsema等人，2016年；Shirk等人，2012年）。

志愿者参与公众科学项目所需的参与程度、技能和知识
水平取决于研究范围。有些项目要求基本的数据收集技
能，只需要对志愿者进行最基本的培训甚至不需要培训，
而其他项目则需要强化培训（Haklay，2013年； Shirk等
人，2012年）。图21.4：对全球平均产量（左上）、全球作物
产量（右上）、农业区域（左下）、森林和其他自然土地区域 

（右下）的未来预测，阐释了志愿者在公众科学项目中的
各类参与程度。

公众科学家可以帮助发现关于自然环境的重要信息，而
专业科学家则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获取到这些信息。
图25.3中的信息图示例说明了河流监测需要借助公众科
学运动，以及收集的数据和成果如何用于维护生态系统
服务和人类福祉 （Pottinger，2012年）。该图还表明了实

行公众科学研究的分步流程。这一数据收集和分析流程可
以复制应用到驱动力（第2章）和各类环境主题（第5章到
第9章）上。

公众科学的趋势
技术革命带来了各类新颖的数据收集、存档、分析和传输
方式。新兴的物联网（IoT）、具有地理定位功能的小型智能
传感器、互联网和数据的更高可及性以及云存储和计算的
巨大潜力，扩大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可能性和机会。技术
快速发展，再加上公众更高的参与度和敏感度，基于公众
科学的项目得到快速发展（Mathieu等人，2016年）。

基于互联网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网络应用程序的可
及性，使公众科学家能够收集大量地理参考数据，并以电
子方式将数据提交给中央数据库。“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
学习与观察计划”（GLOBE）便是这种系统的一个例子，该
计划组织学生收集环境数据，并将数据存档在该计划的数
据库中（Dickinson等人，2012年；“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
学习与观察计划”计划，2018年）。

由于智能手机用途的不断扩大，有可能实现观测结果的
数字照片验证以及有能力搭建简易在线数据输入系统，
公众科学项目的启动流程正在经历变革，同时将以最低
成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目前，借助大多数手机内置的全
球定位系统接收器芯片，有望创建用于收集不同类型数
据集的移动电话应用程序，并且自动对数据进行地理定位

（Dickinson、Zuckerberg和Bonter，2010年；Dickinson
等人，2012年）。

目前，专业科学家越来越多地通过公众科学家来收集地理
参考原位数据，这些数据可用于支持地球观测卫星数据产
品的校准和验证。公众科学家也参与到了地球观测数据
集的解析和数字化工作中（Mathieu等人，2016年；See等
人，2016年）。

Tomnod项目是一个使用众包和公众科学家来识别卫
星图像中的物体和位置的例子。Tomnod项目曾借助卫
星图像试图寻找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客机。
约230万互联网用户总计提交了745000张卫星图像的
1800万个标签，这清楚地说明了公众科学存在巨大潜力

（Mazumdar等人，2017年）。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全球降水测量（GPM）卫星任务与 
“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GLOBE）之间的资料来源：Haklay（2013年）。

图25.2：按参与程度递增分类的公众科学等级

第四级 极致的公众科学
· 协作科学⸺问题定义、

数据收集和分析

第三级 参与式科学
· 参与问题定义和数据

收集

第二级 分布式智慧
· 公众作为基本的资料解读者
· 志愿思考

第一级 众包
· 公众作为感应器
· 志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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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河流组织（2012年）。

图25.3：公众科学的一个例子（演示公众科学如何被需要以及如何复制推广）

河流属于你我
· 在美国东部，神秘河流流域协会的志愿者在科学
         家的支持下，每月在沿河的��个河段采集水样，
         以监测水质。

· 有关方面根据他们的检测结果提出了环保倡议，
        为提高河流的洁净度发挥了作用，让当地居民
       通过实践科学参与自然环境保护。

揭开河流的秘密
· 人类对河流物种及河流健康的认知最基本也最为关键，
        而这样的认知存在空白，公众科学家能够填补这些空白 
· 东南亚的湄公河生活着几种大型鱼类，而人们对其知之甚少。

关于这些鱼类的产卵地、产卵的自然诱因、估计种群数量、
生命周期的地域分布图等，我们需要更多信息。

· 关于湄公河公众研究的分步指南探讨了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只有十分之一的河流可
直通大海

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大
型河流被大坝截断

河流资源养育了
��%的人口

无知或带来伤害
· 公众科学也适用于记录有关河流系统的基本信息，
        同时也可记录一段时间内的河流流量、泥沙含量、
        物种和水质。

· 在中国，南水北调工程被认为对许多重要水道产
        生了巨大影响，招募的志愿者对中国西部一万公
        里的河流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评估。

工作量大，科学家少
· 有太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
        但专业科学家自身很难完成所有研究。

· 美国俄勒冈州的志愿者正在帮助专业科学家对���英里
         的河流进行普查，他们的工作是标记鲑鱼与本地鳟鱼
         出现的位置并计数，并帮助重建这些鱼类的栖息地

· 美国自然保育协会的数百名志愿者每年都会调查圣
        佩德罗河淹没的沙滩地面积；他们的行程长达���英里

案例研究：为什么我们的河流需要公众科学运动
我们的大多数决定都是基于不完整或不充分的数据/信息⸺在缺少专业科学家来填补这些空白的情况下，
可以引入公众科学来促进获取信息和成果。本案例研究探讨了由公众科学家来填补这一空白的机会。

分步公众科学研究指南：渔民记录湄公河自然资源的案例研究

组建研究团队

·东南亚河流网络（SEARIN）
     和“贫穷人士联盟”
 （Assembly of the Poor）
    联手监测大坝造成的环
    境变化。

·他们采用了被称为
  “Thai Bahn（泰国村民）
     研究”的创新公众科学
     研究方法，依靠当地渔
     民收集信息。

确定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年，泰国在湄公河最大
     的支流上建造了Pak Mun水坝，
     摧毁了当地的渔业并伤害了
     以河流为生的社区

· 有关当地渔业的信息非常少。

· ����年，泰国政府启动了为
期一年的大坝渔业影响研究。

制定行动计划

·  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
      研究团队成员由当地村
      民确定。

·东南亚河流网络帮助制定
     行动方案，记录调查结果，
     并提高国际意识。

记录研究成果

·  在为期一年的试验期内，
      河流的自然流动使得村民
      恢复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缓解了河流沿岸社区的
      资源冲突。 

·东南亚河流网络帮助制定
     行动方案，记录调查结果，
     并提高国际意识。

分析调查数据

·东南亚河流网络帮
     助编制了调查结果报告，
     采用两种语言。

·该报告被视为当地
     湄公河渔业资源的
     最完整报告。

分享研究成果并将其用于行动

· 基于这项公众科学研究，
     村民成功说服泰国政府
     每年开闸四个月，
     便于鱼类洄游。

·其他政府尚未执行此协议。 

·该项目对其他公众科
    学项目产生了有益影响，
    帮助保护该地区的河流。

?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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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是利用公众科学家验证卫星数据的另一个例子。 
“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是一个中小学环境

教育计划，世界各地学校的学 生使用如图25.4所示的雨量

计收集降水数据。所收集的数据以及从其他来源获取的数据
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用于校准和验证全球降水测量任务
的降水测量数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18年）。 

自动化和自主设备（如无人机、遥控传感器、自动水下航
行器（AUV）和水下滑翔机）将在公众科学研究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自主系统可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或
补充原位收集的数据，几乎可实时提供高分辨率数据，可
根据需要进行部署，并且通常能够触及远程或极端位置，
如用于海洋环境观察。此外，与卫星相比，这些设备成本
较低，是地球观测数据的替代和可靠来源（Macauley和
Brennan，2016年；Garcia-Soto，2017年）。

公众科学以及其他数据来源促进了大数据收集，而这些海
量数据需要处理。目前已探索了许多方法来让大量公众科
学家参与分析这些海量数据，其中之一就是开发类似于游
戏的系统（游戏化）。公众参与这些游戏有助于加速数据分
析，推动科学加速发展（Van Vliet和Moore，2016年；Spitz
等人，2017年；McCallum等人，2018年）。

游戏化的一个例子是Cropland Capture，这是地学维基
百科（GeoWiki）项目的一个游戏版本，旨在让公众科学家
参与全球土地覆盖研究，帮助研究人员识别世界各地的
农田。这款游戏设法收集来自3000多名玩家的400万个分
类，以识别存在和不存在农田的图像（See等人，2013年）。

表25.1展示了一些致力于公众科学研究的全球和区域项目。

公众科学研究的潜力不应局限于让志愿者收集和整理科
学数据（如图25.5所示）。公众科学也适用于使社区接触
和参与自然环境相关问题，更好地了解这些问题，并有
机会负责解决这些问题。考虑到环境面临的压力与日俱
增，可借此宣传生态系统保护的必要性。（Roelfsema等
人，2016年）。资料来源：© “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肯尼亚）。

图25.4：参与“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的
内罗毕圣斯考拉斯蒂卡天主教学校的学生收集并记录全
球降水测量卫星任务实地项目的降水量

项目 区域 说明 网站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实况平台

全球 一个用于获取全球、区域和国家环境数据的联合国开放
平台

https://environmentlive.unep.
org

SciStarter 全球 一个汇总关于公众科学项目的信息、视频和博客的平台 www.scistarter.com

地球数据
观测网络

全球 提供多数据源数据（包括公众科学数据）的访问框架 www.dataone.org

CitSci.org 全球 为公众科学家提供工具，指导他们完成整个研究过程，例
如：研究项目的启动过程、管理数据收集过程和数据分析

www.citsci.org

iSpot 全球 该网站搭建了公众科学家与物种鉴定专家之间的沟通平
台，旨在帮助人们识别任何自然物种

www.ispotnature.org

eBird 全球 鸟类观测的在线数据库，提供有关鸟类分布和丰度的实
时数据

www.ebird.org

表25.1：一些公众科学项目和网站



603未来的数据和知识需求

25

资料来源：© “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肯尼亚）。

图25.5：公众科学家收集环境数据

公众科学面临的挑战
公众科学面临的挑战主要围绕三个主要方面：组织问题、
数据收集问题和数据使用问题。在组织层面，面临的挑战
包括：志愿者的招募过程、鼓励参与的激励措施、项目计
划的可持续性和资金来源。在数据收集层面，面临的挑战
包括：数据碎片化、数据代表性、数据质量（如数据收集者
故意破坏的数据）和/或缺乏必要的元数据。在数据使用
层面，面临的挑战包括：协议和标准不统一、法律问题、
数据隐私问题、公开获取问题（Conrad和Hilchey，2011
年；Hochachka等人，2012年；Rotman等人，2012年；See
等人，2016年）

由于存在误解和缺乏处理此类数据的技术知识和技能，人
们对元数据的可信性、可比性、完整性和缺乏以及数据访
问和共享方面的挑战表示担忧，且这些因素导致这些数据
无法得到政策和决策者的重视。在多数情况下，认为数据
质量不佳的看法，而非实际数据质量和使用适用性，会影

响公众科学数据的价值和使用（西英格兰大学科学传播小
组，2013年；Storksdieck等人，2016年）。

公众科学研究的关键优势主要包括：

i. 运用地方知识；
ii. 来自分散来源的及时数据；
iii. 有能力解决大量知识和资金缺口；
iv. 有能力教育公众了解环境政策问题；以及
v. 加强参与式民主。

为了使公众科学得到广泛接受，需要向公众科学项目协调
员和项目成果数据的使用者提供适当培训和支持。经过精
心设计的公众科学项目配合适当的质量保证方法（如图
25.3所示），可以确保公众科学家的努力不会白费（西英
格兰大学科学传播小组，2013年；Storksdieck等人，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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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方面持续推行的举措包括以公众参与式科学研究
（PPSR）为核心的数据模型框架（如图25.6所示），旨在建

立数据和元数据标准，以促进国际合作，改善公众科学数
据的数据标准化、互操作性、整合、可及性和传播（Bowser
等人，2017年）。公众科学研究有望提供可靠的数据，来弥
合第3章中强调的数据差距，并提供数据来监测可持续发
展目标环境指标方面的进展情况。

25.2.2 大数据和数据分析

“大数据”可以定义为“大小超出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
的捕获、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Manyika等
人，2011年）。

数据是世界上宝贵的资源之一，其改变了全球、国家和地
方层面的环境评估格局（“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再是
石油，而是数据”，2017年）。2011年的数据量是1.8泽字节

（1.8万亿千兆字节）（国际数据公司【IDC】，2012年），预
计到2020年将达到40泽字节（40万亿千兆字节）（戴尔易
安信和国际数据公司，2014年）。随着数据量的激增，传统
的处理应用程序将无法应对来自多个来源的海量数据。大
数据的特征通常用四个“V”来概括：海量的数据规模（体量

【volume】）、数据产生和传输速度快（速度【velocity】）、
非结构化数据的种类繁多（多样性【variety】）、数据来源
的不确定性（真实性【veracity】）（图25.7）第五个“V”（价值

【value】）则是通过数据分析来实现的（国际商业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IBM】，2017年）。

需要借助数据分析科学为错综复杂的数据集创建模式，并
通过使用算法、编程以及机械和统计方法找到相关性（如
化学污染和其在航空照片中的位置），得出基于证据的结
论，获得对决策有用的信息（Monnappa，2017年）。从大
数据分析中获得的洞见包括从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项
目中获得的那些，例如：

i. 从用于改善圣保罗和阿比让交通的移动数据中获取城
市动态信息；

ii. 基于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艾滋病毒认识调查来开发计
划；以及

iii. 基于登革热空间流行病学来制定支持服务定位计划
（Kirkpatrick，2016年）。

大数据的当前发展趋势和相关举措
联合国成员国与学术界和研究界、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
合作，正在寻求创新并寻找机会来挖掘出大数据的最佳潜
力，从而促进可持续发展。

公益创新
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于2009年发起，旨在逐步建立起“
全球脉动”实验室网络，以收集数字数据，用于决策目的 

（联合国，2018a）。“全球脉动”实验室持续创新设备，针
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大数据捕获和分析的可扩展性开展
试点研究——表25.2中展示了一些例子。

Source: Bowser et al. (2017).

�

�
项目数据模型（PDM）

数据集模型（DDM）

数据模型（ODM）
�

可能    部署
�:n

将会    部署
�:n

公众科学和数据的协调群组。
 信息描述了活动的背景和目的。

此模式的关键组件用于在SciStarter、
ALA、CitSci.org和联邦目录之间共享数
据。

有关使用通用方法和数据模式收集数据
记录的描述性和背景信息。

（即关于已发布数据集的元数据）

使用通用方法和数据模式的数据记录。

（例如，在一个或多个地点的一系列数
据收集事件中的物理/化学水质记录）

图25.6：以公众参与式科学研究为核心的数据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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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大数据对官方统计的重要性，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UNSC）于2014年建立了联合国全球大数据工作组

（GWG），以挖掘通过大数据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
力。多年来，在大数据的质量、收集、可及性、管理和可行性
研究方面，已经实施了各种合作、研究和项目。

资料来源：IBM信息图经改编和重塑后呈现，整合了世界银行（2016a）、IBM（2017年）、IDC（2012年）和《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的信息。.

图25.7：大数据的特征和数据分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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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V”

这些合作、研究和项目都有专门的工作团队，专注于研究
来自移动电话、卫星图像、社交媒体、虚拟平台和科技应用
程序的信息之间的相关性（联合国，2018c）。

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的合作方 项目说明 洞见和成果

斯泰伦博斯大学
坎帕拉“全球脉动”实验室（2017年）

无线电内容分析，原型语音到文本转换软件，将
公共广播内容转换为分类文本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发展相关的可搜索
主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
难民署）
Vacarelu（2017年）

利用Twitter数据了解欧洲难民被迫流离失所
的情况

与人道主义行动相关的实时社交媒体监
控系统

世界粮食计划署
Webb和Usher（2017年）

通过脆弱性监测平台，确定印度尼西亚的干旱程
度及其对食品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受影响区
域的恢复力

实时信息平台，支持受气候影响的人口

联合国难民署
Hoffman（2017年）

通过救援船数据了解从利比亚到意大利和马耳
他的难民流离失所模式，以及救援行动的程度

揭示了救援活动模式、救援船的能力以及
求救信号的模式。通过研究地中海地区的
难民流动模式来优化救援行动

资料来源：联合国“全球脉动”计划的博客文章（联合国，2018b）。

表25.2：联合国“全球脉动”实验室的调查和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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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其他倡议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况平台（
参见表25.1），该平台除了作为公众科学方面的数据储
存库外，还汇集了来自国家、区域和全球统计和地理空
间官方数据序列的数据，涉及不同的专题领域（淡水、
森林、气候等）。另一个例子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接口本体

（SDGIO），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发，旨在通过分类和
语义框架协调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Jensen，2017年）。

数据协作
各国政府、领先的技术公司、创新者、学术界、研究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持续召集会议，以了解大数据方面的挑
战，并通过协作学习寻找发展解决方案。联合国统计委
员会全球工作组认为，通过包括公民社会在内的私营部
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可以实现多方面的数据
收集方法，从而及时提供可信信息（联合国，2018c）。 
这些对话为共同创造更多创新中心搭建了桥梁，使得
能力建设和技能转让从具有大数据经验的国家（或
地区）过渡到近期才涉足该领域的国家（或地区）（如
Vacarelu，2017）。

开放数据获取
获取开放数据对于挖掘大数据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潜力至关重要。全球非营利性网络开放知识基金会

（Open Knowledge International）和万维网基金会
（World Wide Web Foundation）“开放数据晴雨表”

致力于推广开放数据，旨在促进开放数据的可得性、随
时可及性且免费的普遍使用（万维网基金会，2017年）
。及时从调查、实地试验和科学研究成果中获取有价值
的数据，为我们了解环境状况、验证我们对人为气候变
化影响的认识以及提出可行解决方案提供了强有力的
资源支持。

专栏25.1介绍了全球和国家层面的一系列开放数据举
措。

环境评价和评估
大数据分析可以显示一段时间内的趋势和进展（如将特
定空间位置的当前数据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能够跨
越地理边界触及更多最终用户，而且通过使用模型和与
历史数据比对来预测分析未来状况。基于网络和地理空
间的绘图技术、遥感和统计可视化奠定了环境影响分析
的基础，且就所收集数据的可扩展性提出了问题，如专
栏25.2中的评价和评估示例展示的那样。来自卫星图像
和传感器的大数据使得环境指标可以衡量（Uitto，2016
年）。

大数据-人本联盟（Data-Pop Alliance）将大数据描述
为一种社会技术现象，来自于定义复杂的人类行为和信
念的新型数据生态系统，通过数字设备、计算和分析工
具以及社区的积极响应生成和捕获（Anttila-Hughes等
人，2015年）。伴随着这种模式转变，技术被应用于调查
公众见解，以利用大数据来改善环境过程。

资料来源：爱沙尼亚数字学会（出版年份不详）；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出版年份
不详）；日本科学技术厅（2011年）；Manley（2015年）。

专栏25.1：开放数据系统的示例

专栏25.2：利用大数据的基于网络和地理空间技
术的示例

国家生物科学数据库中心

日本的国家数据库，包含全球生命科学数据，可供用户随时获
取。

Air Now

一个全球数据库，提供400多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AQI）的每日
全国性预测，以及与人体健康相关的空气质量状况的 
直观表示。

业务评估与承接开放数据工具

由世界银行于2016年发起，旨在规范开放政府数据的工业或商
业使用。

X Road（爱沙尼亚）

在线电子政务系统，作为参与机构和私营企业之间数据交换平
台，70％的成员是政府机构。

大数据在环境评价和评估中的使用

v 在爱尔兰，战略环境评估（SEA）过程中使用了基于网络的
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工具，通过开发用户友好且易于理解
的系统来补充传统的公共咨询。

v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生成的图形和位置（如污染程度和潜在
污染物）来报告影响环境公益诉讼的因素。

v 环境流行病学中的地理空间关系，与受试者位置相关的疾
病调查（如疾病绘图、聚类分析和地理相关性研究）。根据
PubMed出版物索引，流行病学研究项目从1990年的43个
增加到2014年的934个。

资料来源：Gozales等人，（2012年）；Rominger和Ikeda（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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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5.3：印度使用大数据进行全面的空气质量预测

在空气质量监测领域，印度发布了数百份指南并运营着约100个监测管理站。这些工作仅限于城区，因此二线城镇和农村地区无法获得任何地
面监测数据。在有效管理和改善空气质量之前，公民和决策者需要了解空气质量的状况并获得有关污染源的信息。由urbanemissions.info开
发的印度空气质量预报系统使用建模方法，预测印度全国640个行政区未来三天的污染水平和污染源。该系统不是强大的监测系统的替代品，
但其预测结果可支持作出知情决策，同时，其他的监测能力和系统正在建设中。

虽然这种方法持续得到改进，但在详尽的排放清单及空间和时间粒度的使用上面临挑战。该计划目前使用来自官方报告、学术出版物和调查
分析的信息，以及以下每日更新的开放数据（动态订阅源）。

v 遥感卫星数据（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可见红外成像辐射计套件），可用于明火定位；当与土地利用图像重叠时，可生成1公里分辨
率的动态农业和森林火灾排放清单。

v 与多部门排放有关的1公里分辨率气象数据。例如：（a）利用表面温度曲线触发住宅区域的空间加热；（b）针对较小的车辆移动，调整每小
时1毫米以上降雨量网格；（c）针对道路粉尘再悬浮和施工现场的灰尘，调整降水量网格；（d）气象模型动态计算，按网格估计可能的沙尘
暴、海盐排放、闪电、干沉降速率和湿清除率。

v 谷歌提供了大量有关交通流量的信息。在城市上空，以1公里分辨率提取车流速度，据此动态分配车辆废气排放和估算道路粉尘再悬浮。
例如，在高峰时段，如果网格显示的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则调整排放曲线，以增加由于慢速引起的废气排放，并将道路粉尘再悬浮归
零。

v 谷歌地球图像用于生成砖窑、发电厂、工业区以及采矿和采石区的空间数据。

v 印度各地的负荷调度中心报告电网供需信息，据此动态调整城市内柴油发电机组的使用。

这些动态信息使空气质量预测更加稳健，促进模型捕捉趋势，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污染源。目前，多个城市正在进行多个微传感器网络的测试和
评估，有望进一步改进预测过程，并加强地面数据的可得性。

孟加拉湾

阿拉伯海

喜�拉雅山脉

印度空气�量
PM2.5（µg/m3

> 250

120-250

90-120

60-90

30-60

< 30

资料来源：UrbanEmissions.info（2018年）。

图25.8：印度行政区空气质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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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面临的挑战
《全球环境展望5》提出，数据的收集、监测、分析和解释

还存在差距，在《全球环境展望6》中，这些差距继续影响
着大数据作为当前环境评估工具的可靠性。相关问题包括
不同规模、背景和时间序列数据的可及性、质量和缺乏（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2012年）。《全球环境展望6》中的专题领
域一般会遇到的限制因素在参考文献中作出了总结。多年
来，在数据范围、隐私和潜在误解方面的挑战并未得到充
分解决。当前正在努力生成全球可接受且可用的大数据，
但实际能力由于资源和资金短缺而受到限制，尤其是在发
展中国家。

尽管私营部门一直在开拓大数据战略，但越来越多的政府
和全球倡议正在探索大数据在透明度、市场分析、研究、教
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优势。在东南亚，六个国家已经建立
了开放政府伙伴关系，旨在推进其扩大公共服务和利用大
数据促发展的愿景（Bhunia，2017年）。

在环境协定的指导下，联合国成员国了解如何推进数据的
可公开获取以及如何提供开放的地理参考数据，与此同
时，为加强决策的公众参与和多利益相关方参与以及促进
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带来了机会。这些协定包括《公众在
环境事务中获得信息、参与决策、诉诸司法权利的奥胡斯
公约》（即《奥胡斯公约》）（联合国，1998年）和《关于污染
物排放与转移登记的基辅议定书》（2003年）。大数据-人
本联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全球数据联盟，由哈佛人道主义
倡议、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和海外发展研究所联合建立。
该联盟由联合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
行集团等提供资助，通过研究、能力建设和社区参与，为研
究人员、专家、从业人员和活动家创建了一个协作工作空
间，以克服大数据方面可预见的挑战（即技术偏见、无法访
问在线知识共享设施、有限的技术能力开发）（大数据-人
本联盟，出版年份不详）。该联盟于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
告探讨了如何利用大数据来监测气候变化灾患、减轻影
响、指导灾害响应并提高易受影响国家的恢复力（Anttila-
Hughes等人，2015年）。

实时大数据通常由私营部门控制和持（Kirkpatrick，2016
年）。因此，需要通过合作确保双方能在不牺牲数据经
济价值的情况下获益，同时保持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
私营部门一直在通过罗伯特·柯克帕特里克（Robert 
Kirkpatrick）（2016年）提出的“数据慈善”模式向公共部门

（包括研究机构和行业从业人员）提供数据。这种合作在
联合国系统内已经存在。为使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贡献，企业的数据科学家出于公共利益和福祉考虑，对私
有数据进行分析，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商业风险。另一种合
作形式是公私伙伴关系，基于这种模式，大数据资源和能
力在政府、国家统计局、研究机构和私营部门（包括全球领
先的技术和数据公司）之间共享。表25.3展示了通过公私
伙伴关系实现的经济改善的一些示例。

为了使大数据成为环境评估和开发的有效工具，这种新兴
的数据和知识形式应被视为宝贵的资产。大数据分析不仅
涉及信息的编译，还涉及环境及其社会属性的可理解视图
的创建，以此作为提出解决方案和制定政策的基础。有助
于建立整体数据系统的因素包括：领导力和数据治理，包
括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任命首席数据官；政府、机构和
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将法律框架制度化，为信
息提供保障。

专栏25.4：使用大数据的一些挑战

大数据挑战

可得性
政府和私营部门不愿共享信息，导致无法整合数据。私有域中的
大多数数据都受到隐私和安全限制（知识产权限制），因此获取
这些数据需要付出代价。数据共享和可得性不仅是法律问题的
一部分，也是政府关注的问题，例如在中国，政府对发布有价值
的环境信息予以限制。

质量
由于不同国家使用的方法不一致，以及数据解释和分析方面的
技术能力不足，数据的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缺乏有价值的数据

（如生物多样性、水文气象、废水处理），使基线研究陷入瘫痪。

缺乏
数据的可得性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存在变化。为填补这些空白，
研究人员使用二手资料作为代理数据和估算模型来填补空白，
导致全球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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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3 传统知识

许多术语可以指代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掌握的知识。有些
人倾向于使用“传统生态知识”一词，具体指“知识、实践和
信仰的集合体，通过适应过程不断演变，且通过文化传播
传承下来，描述的是生物体（包括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以
及与其所处环境的关系”（Berkes、Colding和Folke，2000
年，第1页和第252页）。其他人更倾向于使用“本土知识”、 

“民间知识”、“地方知识”或“传统知识”这几个术语。在众
多表述中，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为了囊括最
广泛的理解，本节使用“传统知识”一词来指代生态、地方、
本土和民间知识。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传统知识”包括与农
业、渔业、狩猎、医药、园艺、林业和环境管理等实际领域有
关的文化价值观、信仰、仪式、社区法律、当地语言和知识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出版年份不详）。同时，以下
定义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10年提出，且被该
机构沿用至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版年份不详）：

“在一个社区内发展、持续且代代相传的知识、诀窍、技能
和实践，通常构成其文化或精神特征的一部分”。

由于传统知识被一些主流群体认为具有迷信和传闻色彩，
因此在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然而，在过去20年中，传统
知识被公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一些联合国协定
和机构已经表示要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传统知识（如上文提
到的第8(j)条、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于2012年成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基本运作原则包括：承认和尊
重本土和地方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贡

公私伙伴关系 项目说明 资料来源

尼日利亚政府与Cellulant 大范围移动电子钱包系统，直接协调种子的分配，将补贴肥料配
送给农民，从而简化公共服务的提供。

世界银行（2016b），第94页

经合组织与各国政府 全球地震模型，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开放获取全球灾难模型信息
来预示地震风险。

Thomas和McSharry（2015年）

Willis Research Network与多个合
作伙伴

Willis Research Network为大学、建模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提供应用程序，并支持应用程序的科学研究和开发。

表25.3：公私伙伴关系的示例

资料来源：Baker、Rayner和Wolowic（2011年）。

整体性，包括形而上
学和精神层面

使用定性数据且基于
背景和社区

实际和应用目标是使
用数据实现可持续性
 

分离性，使用
独立

而独特的学科

使用定量数据
进行受控实验

目标是利用
假设检验找到

普遍真理

两者都是关于
复杂的系统

两者都试图了
解物理世界

两者都是基
于观察

两种知识体
系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两者都通过
重复验证

本土知识

西方科学

图25.9：本土/传统知识与西方科学的比较

献。此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在其第20/
COP.12号决定中表示要“改进知识传播，包括传统知识、
最佳做法和成功事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16
年，第57页）。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与当地生态系统直接互动
而形成的传统知识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价值相当。两种知识
体系都有共性，但每种知识体系都有不同的特征 

（参见图25.9），两者相互补充，可促进人类更好地了解自
然界（Agrawal，1995年；Tsuji和Ho，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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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知识和西方科学知识
《全球环境展望6》呼吁在知识建构领域进行协调，这意

味着西方科学家和传统知识持有者之间必须进行合作。最
近的进展促进了评估、报告和验证方面的新工具和方法
的开发。其中包括基于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基于证据
的多元系统，这两种系统都有助于土著和西方系统之间的
共同知识创造，是推动承认土著人民在管理其土地和水
域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途径（Raygorodetsky，2017
年）。有关这些和其他方法的更多内容，请参见专栏25.5
和表25.4。

这些方法将传统的社区监测系统与现代软件（如地理信息
系统、谷歌地图、全球定位系统、Microsoft Excel）和硬件 

（如无人机、遥感设备、跟踪器、智能手机、电子平板电脑）

结合起来，用于生成数据并开发有关生态系统趋势的信
息，以评估发展干预措施。借助这些现代工具和监测系统，
个人和社区能够通过提供知情、改进和及时的决策来决定
采取何种行动。

由于传统知识以原位数据生成为基础，可有效用于为大数
据提供实地真相，并且与公众科学一样，可能涉及社区中
的所有部门。表25.5概述了社区与研究人员之间的新伙
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为传统知识的记录和分析提供了新
的和创新的方法。

传统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由于土著人民参与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
国，2015年），因此有六处明确提及土著人民。

研究项目 概述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以确定小农户对硬粒小麦性状偏好的遗
传基础（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2017年；Kidane等
人，2017年）

该研究表明，使用现代科学工具（即遗传分析）的研究人员和在作物选择方面
运用文化习俗的传统知识持有者可以共同推进作物育种，以应对不断变化的
气候。

关于记录和保护萨米人传统知识的Arbediehtu试点项目
（Porsanger和Guttorm（编辑），2011年）

该研究强调了社区工作、法律问题和立法、文献伦理、机构关系、历史和身份、信
息技术、传播、管理和合法性等方面的问题。

贾坎德邦Oraon部落社区土著食物的传统知识和营养价值：
一项探索性的横断面研究（Ghosh-Jerath等人，2015年）

该研究确定了130多种土著食物，其中许多是微量营养素和药用特性的丰富来
源，并解释了如何利用这些食物来解决部落社区的营养不良问题。

克里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科学：一项关于尖尾松鸡的案例研究
（Tsuji，1996年）

该研究表明，克里族传统知识本质上是事实性的，而且通常是定量的。虽然观察
和解释之间的区分存在局限性，但可以将这些知识添加到数据库中以促进资源
共同管理。

森林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 该项目表明，将传统知识纳入森林管理实践是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先决条
件，因为这样做加强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和参与，并澄清了土地保有
权。

专栏25.5：传统知识和西方科学的互补使用

“基于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是指通过运用传统知识和创新工具及方法，由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组织监测其社区福祉及其领土和自然资
源状况所采取的措施（Ferrari、de Jong和Belohrad，2015年）。

基于证据的多元系统通过土著人民、当地社区和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之间的互补作用产生新的见解和创新。该系统强调知识评估主要发生在知
识体系之内，而不是知识体系之间（Tengö等人，2014年）。

土著人民制作和使用地图的目的在于：捍卫他们对土地和水域的权利；管理他们的领土；留存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环境知识；以及将其中的一
些知识传播给他人（Tebtebba Foundation，2015年）。 

最近一家名为Indigital的科技初创企业可以看作是将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和创新进行完美结合的典范。这是一家由原住民拥有并运营
的社会企业，位于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卡卡杜世界遗产区，利用数字技术在增强和虚拟现实中展现当地的神圣遗址、知识和故事，在数字经济
领域创造就业的同时促进了遗产保护（Cooper和Kruglikova，2018年）。

表25.4：将传统知识与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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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出版年份不详）。

表25.5：关于传统知识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的研究

研究项目 概述

当地生物多样性展望：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对实施生
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贡献，2011-2020年（“森林人民计
划”，2016年）。

本研究概述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实地举措，并表明这些举措正在为实现五项战
略目标和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作出重要贡献，尽管目前仍存在许多挑战。本研
究提出了前进的方向，并重点介绍了加速实施与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有关的生物多
样性战略计划的关键潜在行动。

通过传统资源管理维护和加强森林（Enchaw和
Njobdi，2014年）

本研究强调了妇女在本土知识背景下对于森林管理和可持续农业发挥的作用。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农
业景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

该研究涉及具有丰富文化和景观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的社区。该研究还
重点介绍了一些群体如何在极端气候和环境条件下为日常生存而挣扎。

人类
消除一切形
式的贫困
与饥饿，
保障尊严
和平等

繁荣
在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同时，
让所有的人都过
上繁荣和充实
的生活

和平
创建和平、
公正和包容
的社会

地球 
为子孙后代保
护地球的自然
资源和气候

伙伴关系 
通过稳固的
全球伙伴关系
来实施议程

把人权
放在首位

不让任何一
个人掉队

打击不平等

图25.10：《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承认土著人民发挥
的作用 图25.11：土著人民的土地/领土是孕育传统知识的摇篮

除了这六处之外，许多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人权、平
等、不歧视、可持续性和权利人参与等原则间接地提到土
著人民问题。可持续性是《2030年议程》的旗帜，而实现可
持续性需要环境卫生的支持。

传统知识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整体关系中经过多年的观察和
经验积累而成，有助于维持生命和景观。与此同时，目前的
发展战略主要基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这些科学技术往往
在很多方面对环境和我们的福祉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有必
要结合科学知识、技术和传统知识，来解决与可持续自然资
源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诸多问题。关于传统知识
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一些研究示例见表25.5。

存在于现有权力体系中的当代偏见阻碍了传统知识的促
进和发展。在许多地方，传统知识持有者在试图保卫自己
的领土免遭进一步侵占时，仍持续面临剥削。结果，他们的
土地——构成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受到了资源开发项目
的影响，如橡胶、木材和棕榈油单一作物种植园、大型水电
堤坝、矿物开采活动（亚洲土著人民同盟，2015年）和保护
项目（Vidal，2016年）。

为了充分解决历史形成并一直持续的不公正现象，必须将
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他们的土地以及上述因素共同构成
的知识体系纳入发展进程中。

© Tebtebba Foundation，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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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联合国大会，2007年）
指出的那样，土著人民享有自决权，有权拥有土地和资源，
有追求自身生活方式的自由。这些权利是他们维持、创新
和发展传统知识体系和习惯做法所必需的。授予和实施这
些权利对于确保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层面保
持平衡至关重要。

传统知识促进构建健康地球，健康人类
 传统知识是维持人类和地球健康的宝贵资源。土著领土
占世界陆地面积的22％，拥有80%的地球生物多样性（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17年）。世界上绝大多数
的遗传资源和相当一部分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存在于土著
和社区保护区中。这种相关性并非巧合，而是得益于传统
知识的应用，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可持
续利用（独立专家咨询小组秘书处，2014年）。此外，与土
地和野生动物管理有关的土著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文化和
特征，在更有效的资源管理以及更高效地降低人类健康风
险方面具有潜力（Houde，2007年）。图25.12只是表明传
统知识和实践在环境管理方面具有优势和潜力的一个例
证，需要对这些知识和实践优化处理，以改善它们对土地
和人民健康的贡献。

传统知识的其他益处在于：在维持运作良好的食物网方面具
有诸多优势，包括增强野生和栽培食物系统的多样化、强化
营养以及构建环境健康（Kuhnlein等人（编辑），2013年）。

但是，传统知识在环境评估和管理方面仍未得到充分利
用。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仍然存在需要解决的挑战。正如国
际遗传资源行动组织【GRAIN】和Kalpavriksh（2002年）
指出的那样，这些挑战包括：

i. 土著人民的土地持续丧失，使得土著社区难以维持其
知识体系；

ii. 存在出于商业目的盗用传统知识或者针对生命形式申
请专利而不与知识持有者分享利益的风险，如印度姜
黄案所证明的那样；

iii. 所谓的现代医学和农业的扩散和全面推广，取代了能
够抵御病虫害的各类植物和作物，改变了气候和经济
条件（国际遗传资源行动组织和Kalpavriksh，2002
年）；

iv. 知识过程的共同创造并不总能保证公平、平等或权力
对称（Williams和Hardison，2013年）；以及

v. 语言多样性的快速侵蚀导致那些用来了解自然界的土
著方式被遗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

其他挑战涉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程序的充分有效实施
（联合国大会，2007年）。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需要

在“实施进一步的跨学科行动研究，将土著知识持有者和
自然与社会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建立相互理解，加强对话”
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政策（Nakashima等人，2012年， 
第97页）。

25.3 未来的环境监测

25.3.1 重要的事情需要量化

有句俗语说“去衡量才能做到”。这句话的出处是有争议
的，但其意图很明确：去衡量一些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确
保实际实现目标所需的信息。

正如第3.3.1节所述，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数据要求几
乎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身一样是史无前例的，且对所有国
家（或地区）构成了巨大挑战。遗憾的是，监测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需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不可用的。与质量、及时性、人
力和财力、缺乏标准化方法有关的问题都限制了我们全面
追踪这一重要议程的能力。正如联合国（2016年）关于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报告中强调的那样，追踪这些目标的进展
情况需要转变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和传播方式，包括转
向使用来自新的、多样化和创新来源的数据。因此，现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我们去探索其他数据流——公
众科学、大数据和传统知识——以补充传统的官方统计和
地球观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6年）。

在山区，土著人民的土地管理系
统能够保护土壤、减少侵蚀、
节水并能降低灾害风险。

在牧场，土著人民社区以可持续
的方式进行放牧和收割，

以此保护牧场的生物多样性。

在亚马逊地区，当有土著人民居住其中
时，生态系统得到改善。

H��

图25.12：土著人民作为环境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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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将本地信息转变为国家数据

数据生成方式已经向电子设备、数据建模、云计算和其他
技术转变，这种转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然而，这
些数据和信息的可及性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社
会群体之间和群体内部各不相同——按性别、种族、社会
和收入状况分列——在全球和地方层面之间更是有显著
差异。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数据和信息收集优先级较低，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但要解决全球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
行动必须源自地方和国家层面。政策成效应根据其在地方
和国家层面的实施和履行来衡量（参见B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环境管理的良好和不良做法方面
积累了一定知识，从而能够就需要采取何种行动得出一些
结论。但是，仍需要加强传统知识的可得性，并将传统知识
与其他信息来源结合起来。

在全球层面，各国和公民社会组织、学术界、土著人民和活
动家均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如要促进环境保护和恢复，
就需要解决生物损失和气候变化问题。然而，在国家层面，
关于环境保护的立场各不相同，甚至经常相互对立。

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缓解环境退化，同时维护基本人权和
促进经济赋权。这将需要社区、企业和政府之间共享的知
识和技术——从地方、国家到全球层面。

25.3.3 开放数据和可复制研究

近几年来，开放数据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预计将继
续发展。开放数据的概念是指，为了公平、透明起见以及
推动科学进步，公共资助研究产生的数据应该免费提供
给所有人使用。开放数据的原则已经在一系列不同文件
中被提出，包括《开放数据宪章》（2015年），其中规定开放
数据应该：

i. 默认是公开可获取的；
ii. 及时且全面；
iii. 可得且可用；
iv. 可比较且可互操作；
v. 改善治理和公民参与；以及 
vi. 促进包容性发展和创新。

开放数据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在卫生部门（Kostkova等
人，2016年）。例如，疟疾研究界采用开放科学、开放创新、
开放获取和开放源原则，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取得比
其他方式更多的进展（Wells等人，2016年）。此外，许多国
家（或地区）目前都部署了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其中包
括环境数据。

随着开放数据的发展，可复制研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这两者通常在开放科学运动中被一并纳入考虑。为了
具备可复制性，研究的报告方式应当确保其能够被精确地
复制（Mesirov，2010年）。研究的可复制性涵盖三个方面，
要求研究应该是：

i. 经验性的——基于科学实验和观察；
ii. 计算性的——提供代码、软件、硬件和实施细节；以及
iii. 统计性的——基于统计检验和模型参数

（Stodden，2014年）。

计算和统计可复制性与数据实践最相关。从理论上讲，如
果代码和数据同时发布，数据使用者便可以理解和评价整
个分析和推理过程，包括使用的技术和任何假设方面的详
情。现在，发布代码是许多科学期刊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
这种趋势正在加强，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成为常态。

可复制数据分析在开放数据时代尤为重要，因为数据使用
者将越来越多地与数据收集和管理者脱钩。开放获取数据
增加了数据被滥用或误解的风险，但发布代码可以避免这
个问题，因为数据处理是透明的，且可以被使用者仔细检
查。可复制性不仅提高了科学产出的质量，而且增加了科学
成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了可信率（Laine等人，2007年）。

25.3.4 应对不断变化的数据格局

加强收集、解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以便进行有效的规划、
决策、管理和评估，可以使各国全面了解环境影响，这些影
响涵盖从地缘政治到工业运作的方方面面，可能是自然发
生或人为环境变化所致或者几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生成
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数量和类型随
着时间而增长，挑战逐渐升级。仅仅依靠管理信息系统不
足以从潜在数据资产的指数式增长中挖掘出全部价值。政
府和社会必须学会应对不断变化的数据格局，从单纯的报
告和传统的数据存储库功能转向预测性和规范性分析，以
便建立不同环境情景模型，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应对这些预
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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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格局正在改变，因为数据利用技术从数据即服
务（DaaS）或软件即服务（SaaS）演变为洞见即服务

（IaaS），后者应用的是规范性分析（图25.13）。借助
数据即服务，通过将数据集中在一个中央存储库中，
数据可以超越地理限制和组织细分，服务多个使用者

（Olson，2010年）。数据即服务和软件即服务可以展现
环境和社会的当前和历史状态、报告已发生的事情和发
生原因，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从整理和整合大数据开
始，分析即服务（AaaS）将需求从内部手动服务转移到
网络交付技术，将物联网（IoT）需求外包（Atos，2013年）
，并提供虚拟服务。分析即服务伴随着使用者的整个体
验过程，通过人工智能传输知识，在整个过程中寻找专
业知识并提供支持（Takahashi，2017年）。分析即服务
和知识即服务（KaaS）应用预测性分析和建模来解释来
自多个来源的大数据并预测未来。挖掘人工智能的潜力
有助于战略的制定，不仅可以预见未来的环境和社会挑
战，还可以通过预测各国的工作成果和响应“我们是如
何让它发生的”这一问题，来推进寻找解决办法。 

每年，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复杂算法和开放数据源呈
现指数式增长，推动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城市和世界网络中（Herweijer，2018年）。人工智能
是各国管理环境问题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工
具，但隐私、偏见、人为干预和自主权削弱等风险必须得
到重视。需要制定路线图，明确人工智能如何变革传统
系统、增加服务价值、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建设可持续和
宜居城市、保护环境和社会福利。随着环境的退化，其在
经济和健康层面的影响不断扩大，必须制定战略措施，
实现既对人类友好又对地球友好的人工智能。

新形式的数据和知识与传统工具相结合，将极大地影
响解决办法的创建和交付方式。要应对数据格局的转
变，需要新的信息技术技能和整体方法，以利用新兴
和现有的数据和知识工具——从而使健康地球，健康
人类方面的数据更易用于环境评估和其他目的。

25.3.5  关键的技术资产

统计操作中的数据收集遵循有依据的方法学方法，如
抽样调查方法和设计。这些包括明确界定并定义的
数据来源，在将系统方法应用于这些来源后，数据将
被转换为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统计数据，而时间序列
是任何统计数据的基本价值。遥感、交易数据、区块
链和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有可能生成对环境有用
的海量信息。然而，利用这些新技术生成时间序列数
据、实现实时监测并将这些信息纳入官方统计范围是
一项挑战。

只有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统计数据才能转变为信息，
继而转变为基础知识系统。统计者和被统计者的职责
和责任也是明确的。官方统计的治理适用联合国制定
的一套基本原则（2014年）。具体有十项原则，包括统
计实践应当公正、应当确保保护个人隐私、应当透明、
应当努力确保所产生信息的质量。技术具有至关重要
的资产，这些资产是在遵循标准的技术开发过程中建
立起来的。复制和扩展则需要突破常规。在某种程度
上，统计操作和技术进步可以加速优化，为数据、统计
系统的可视化、应用和转型带来价值，并为可验证的
知识系统提供信息。

图25.13：数据格局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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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财产和意外险注册承保师学会【CPCU】（2015年）；ASI Business Solutions（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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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在变化的数据格局下是否依然具有
相关性？坚持官方统计原则在新数据格局下面临诸多挑
战。这些挑战包括定义性考虑因素，如统计机构的选择、
数据项及其相关的时空性质。官方统计需要完成的主要
范式飞跃是如何才能在电子设备上记录的大量非结构
化、私有（且可能匿名）数据背景下调整数据收集和统计
时间序列方面已确立的方法论。电话、计算机和其他设备
很容易实现标准化且存在复制和扩展的可能性。但是，要
使统计数据最佳地发挥作用，需要制定标准。统计学家、
技术专家和数据提供者需要小心谨慎地找到正确的应对
方法，因为精心设计的统计操作面临着实实在在的挑战：
易于使用且流行的观察工具。统计数据——及其本质（即
时间序列）——在这种新环境中可能会受到极大挑战。事
实是，在不具备时间序列特征的情况下，所有数据都可能
变得毫无用处。如果积极的技术进步导致时间序列数据
的丢失，则将无法追踪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趋势。需要找到
技术、数据、统计、知识、财务和治理之间的交叉点。

25.3.6 数据保证和质量实践

在环境和可持续性政策的制定中，补充数据被越来越多
地与传统统计数据结合使用，那么，如何确保数据质量、
谱系和来源这一问题则需要得到系统解答，才能确保数
据的可信度和适用性。环境数据可能包括数字化来源，具
体包括地球观测、公众科学、环境监测、发展数据和统计、
行政数据集、人口和调查数据。

除了上面提到的统计实践的基本原则之外，参考文献和
标准实践文件也成为了补充数据来源。例如，元数据标
准和实践现在可作为数据描述（包括方法描述和数据质
量）的基础。元数据——即数据文档——的目的是使数据
可被挖掘、可用和可理解。已经开发出了许多针对特定
学科或社区的元数据标准，以支持数据管理和数据挖掘
系统，捕获信息并将信息传达给使用者。示例包括目录交
换格式（DIF）、生态元数据语言（EML）、传感器模型语言

（SensorML）、气候科学建模语言（CSML）和netCDF标
记语言（NcML）。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了一系
列描述地理信息的标准——ISO 19115和ISO 11179。

公众科学数据的数据质量保证正处于成形阶段，有各
种数字平台技术可用于对公众提供的现场观测数据进
行质量检查。示例包括北美北极地区的当地环境观察者

（LEO）网络，该工具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上传观测结
果供专家检查，然后再将这些数据用于地图的图形显示
和表格数据集中（当地环境观察 者网络，2017年）。最近，

由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举办的讲习班也开始制定移
动应用和平台方面的原则。

地球观测组织已经推广了其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OSS）数据管理原则，这些原则正在被地球观测实体

广泛采用（地球观测组织，2014年），具体原则包括：可挖
掘性、可得性、可用性、数据保存和管护。

随着开放源分析的发展，社区源查询代码和自定义数据集
成方法也在发展，将会有更多的数据集、交换标准和应用
程序编程接口由社区管护。当前，集成了分析和查询功能
的代码集通常在开放式协作平台（如GitHub开发平台）上
由社区管护。

研究数据联盟为地球科学和其他研究领域的长期数据管
护和数据集参数定义设定了注册标准。只要符合这些注册
标准，补充数据源将被认为是可信的。

对于开放的、可获取的数字数据的变革而言，最终检验标
准将是用户满意度以及集成平台要求，在环境、自然资源
和开发数据的方法和数据质量方面，达到一系列公认的标
准、实践和社区驱动的开放源测试的要求。

25.4 结论：挑战、差距和机遇

下文介绍了与环境数据和统计有关的挑战、差距和机遇。
数据和知识是需要共享的宝贵资产。

25.4.1 数据分类

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进行数据革命，不让任何人掉队，在17
个目标的各个层面使用分类数据和报告。正如本报告第3章
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当关于不同群体的分类信息可用时，才
能评估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人对环境的依
赖程度不尽相同，也不会对环境产生同样的影响。为了弄清
楚这些差异，有必要获取按收入、性别、年龄、种族、移徙情
况、残疾情况、地理位置或与国情相关的其他特征酌情分类
的数据。不幸的是，目前缺乏与环境有关的分类信息，并且
家庭调查中关于获取水、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信息只能
停留在在家庭层面，使理解其他层面的差异变得困难。

除了按社会经济变量分类外，还需要对环境信息按地理空
间分类。生物生态系统不局限于国家地理边界，因此，要了
解特定生态系统的状态、不同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生态系统
与人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按空间分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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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将需要将地球观测数据、传统普查和调查的数据、
公众科学、传统知识和大数据汇集到一个综合的数据
生态系统中。

25.4.2 开放数据获取

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访问不受限制的开放数据。在数
据治理方面，数据可得性、可用性、完整性和安全性整
体管理应实现透明化。在全球范围内，北美和欧洲持有
最高数量的经验证数据集，其目前作为数据的管理者，
正在努力使其宝贵的数据资源可供其他国家随时获
取，使之成为公共物品。这就可能需要一个健全的数据
治理方案，包括一个治理机构或理事会、一套明确的程
序以及相关的执行计划。各国政府应确保建立法律框
架，以促进良好的数据治理。通过制定记录在案的透明
数据治理政策，建立一套易于遵循的指南，可确保信息
的妥善管理，帮助解答主权、安全、数据质量和隐私方
面的问题。特别是，保护个人隐私是数据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了帮助管理这个治理方案，应当指定多边数
据管理员，负责管理数据元素，确保数据的适用性，保
障数据交换在计算机系统之间和不同收集方法之间精
准、统一地执行（参见下文“体制安排”）。

25.4.3 数据和信息治理

数据治理涉及所有数据资产（覆盖大型外部开放数据
源、中央数据库以及来自政府、机构、研究和调研项目
的其他现有和新兴数据和知识来源）的管理和利用。仅
仅依靠信息技术不足以从潜在数据资产的指数式增长
中挖掘出全部价值。决策者通常对于信息技术需要处
理的具体问题以及积极组织参与和机构所有权的必要
性缺乏理解。应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挑战意味着通过“数
据语义”与数据治理专家干预相结合的过程整合有价
值的信息。

处理大数据涉及存储所有数据资源、对其进行整理、确
定哪些数据具有本地用途以外的意义、获取不同的数
据以及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拥有合适的工具不足以
完成对大数据的筛选且找到任何相关的模式和关系。
与任何有价值的资产一样，信息需要通过谨慎的数据
设计、创建、开发和部署实践来进行管理和保障。通过

适当的治理，数据的含义、使用和完整性会随 着时间的
推移而得以保留，从而增加数据作为资产的价值。

25.4.4 公私伙伴关系

在大数据分析的运用方面，面临着资源稀缺和资金不足
的挑战，而公私伙伴关系可以帮助解决这些挑战。由于
私营实体提供融资，并且依赖于技术知识，公共部门可
以在社会层面实施大数据分析（Groff，2017年）。公私合
作项目为加强统计和信息系统、开发创新的数据收集方
法以及通过以人为本的伙伴关系开展共同创造提供了
机会。政府与私营部门（包括公民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有助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信息的数据收集、分析评
估和监测方面推行最佳做法。

25.4.5 体制安排

不同主管部门和机构是生成和持有环境信息的主体，而
它们之间的体制安排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如官方统
计、基于地图的自然资源信息、水文气象、地理空间监
测、环境和地理空间门户网站、开放数据政府门户网站
等）。未来的任何措施都应旨在改善体制安排，以推动数
据的有效整合、共享和再利用，突破主权、授权、官僚主
义、知识差距、标准和标准化、数码化和数字化等障碍。
这些挑战需要得到解决。开放的数据和便于数据使用的
工具（如《统计数据和元数据交换标准》（SDMX标准））
有望实现无缝数据共享。但是，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实
施开放数据工具方面面临挑战。各国政府应致力于提供
全球公共物品，且政府间安排对于解决政府限制所引起
的一些政治问题是必要的。

25.4.6 能力建设

当整个价值链发挥作用时，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得以实
现，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数据从整理和分析到使用将有
条不紊地进行，以提供信息的价值、通过最有效和最高
效的渠道进行传播，并确保信息价值的目标受众能够
利用这些价值。要想达到这种水平，应在各个层面实施
环境教育。本土知识体系，包括技术进步催生的有助于
公众民主参与科学和科学探索的新机会，应得到促进
发展。



617未来的数据和知识需求

25

25.4.7 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的持续利用和发展面临的挑战是缺乏对本土知
识权利的有效落实，这导致土地的流失和对传统知识的
盗用。对传统知识的包容并不能保证利益分享的平等。

传统知识具有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需要进一
步改善对传统知识的记录，加强构建伙伴关系网络以开
发创新工具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将传统知识用
于战略计划和干预措施以及评估生态系统的变化。在传
统知识问题上，联合国成员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也至
关重要。

25.4.8 整合数据系统

物质和社会系统共同构成了环境的真实状态。如果没有
这两者，我们目前达到的以及我们未来期望的环境状态

将是不完整的。传统方法与新兴数据和知识形式以及社会
数据的结合可以揭示环境的整体状况，包括社会、物质和
经济层面。

社会通常会在可估量的环境变化发生之前注意到这些变
化——但是，我们还需要研究数据、信息和知识是如何被
使用和理解的。在信息技术时代，缺乏关于正在发生的事
情的知识或数据可能不再是问题，而问题是应针对哪些可
用数据采取行动、基于哪些假设的何种信息被认为是合法
的、哪些现实情况是重要的（Davies，1994年）。

环境评估思维过程的转变将把大数据、公众科学和传统知
识等数据带到地球观测和官方统计的最前沿。这将有助于
识别环境挑战，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为健全
且基于证据的决策提供解决方案。这不仅需要将环境数据
方面的挑战转化为机会，也需要改善数据整合、利用现有
和新兴的环境评估工具以及促进数据的公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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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全球环境展望6》的使命

c. 整合性【作为一个和谐整体】：过去的方法将可持续发
展中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层面视为独立的支柱，但新议
程将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和平衡。

d. 创新性【创新是进步的关键】：技术创新的加速和转让
是实现《2030年议程》的关键。世界需要的是运用形式
科学、传统知识和公民常识的新的创新途径（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5b）。

与以往的《全球环境展望》相比，第六期根据全球大趋势首
次提出了一个综合基线，由各类可获取的开放数据和信息
来源以及多元知识库提供支持，适当考虑了性别和青年、
本土知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第六期的新内容还包括在整
个评估过程中整合和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层面以及
社会公平维度，这不仅加强了整体政策的相关性，还强调
环境变化和退化对全球经济繁荣、社会正义和整体人类福
祉带来巨大压力。《全球环境展望6》还反映了经济繁荣和
社会正义对环境退化的影响。

《全球环境展望》的编写进程为相关规模的持续性和增强
性社会经济-环境评估奠定了基础，其具有主题性和综合
性重点，能够促进和预示社会转型，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和以往商定的国际环境目标方面的进展。因此，《全
球环境展望6》旨在帮助成员国、国际组织和主要群体（如
非政府组织）做好准备，通过最有效途径在不同的时间框
架（2030/2050年）内实现向可持续未来转型过渡，同时兼
顾到环境与人类福祉之间广泛的相互依存关系（如“健康
地球，健康人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职责是通过审查来不断检查全球性
环境状况，成员国要求环境规划署继续审查作为《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联
合国，2015a）。《全球环境展望6》是一个可以增强环境规
划署在科学政策接口中的作用的强大工具，其具备多项功
能，包括：

v 支持环境规划署在提供评估、政策分析、综合分析以及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层面的方法方面发挥关键作
用，包括后续行动和审查过程；

v 成为环境规划署的一项工具，支持成员国、主要群体、
利益相关方和联合国系统实体借助2016年通过的联
合国全系统环境战略来实施《2030年议程》；

v 帮助环境规划署确保其战略规划与《2030年议程》保
持一致，并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的合作，在此过
程中，将环境问题纳入全球规范框架中，并解决新兴环
境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d）。

《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还支持环境规划署在实现《2030
年议程》环境目标方面的核心原则，包括以下原则：

a. 普遍性【所有人—超越国界—集体行动】：《2030年议
程》是全球性的，适用于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所有人。
这是一项共同议程，需要国际社会、政府、企业和公民
团体的集体响应。

b. 人权与公平【建立公平、公正和可持续社会之路】：
《2030年议程》鼓励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和资源，平等

获得机会，获取信息和诉诸法治，包括在社会各阶层构
建能力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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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全球环境展望6》参考的综合环境评估项目汇总

《全球环境展望6》借鉴并整合了主要全球环境评估项目的结果，包括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项目、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等。

表A.1：全球环境评估项目示例以及与《全球环境展望6》的关联

评估项目 牵头组织 链接 目标 与《全球环境展望6》的关联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评
估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世界气象
组织

http://www.ipcc.ch/ 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其影响和未来
风险以及适应和减缓选择相关科学基础
的定期评估。

其成果被用作关键参考，将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跨领域问
题加以对待，认为气候变化
影响所有其他专题领域，包
括政策响应和展望。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IPBES）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http://www.ipbes.net/ 根据决策者的要求，评估生物多样性及
其为社会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状况
和趋势。

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科
学政策接口，以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长期人类福祉和可持
续发展。

其成果被用作生物群、土地、
淡水和海洋环境状况章节的
关键参考。
其成果也被用作B部分（政
策和治理）和C部分（展望）
的基线。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
望4》（GBO）

《生物多样性公
约》（CBD）

https://www.cbd.int/
gbo4/

定期评估和总结有关生物多样性状况的
最新数据并得出与进一步执行《公约》
有关的结论。

其成果被用作生物多样性 
（包括政策响应和展望）专

题章节的关键参考。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
（WWAP）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机构间
小组（联合国水
机制）

http://www.unesco.org/
new/en/natural-sciences/
environment/water/wwap

全面审查和了解世界淡水资源状况，旨
在为决策者提供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工具。

提供了一项机制，监测资源及其管理变
化，同时追踪实现目标（特别是千年发展
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

提供最佳实践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以
帮助激发理念和行动，从而更好地管理
水资源。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内的
报告及其成果被用作淡水
和相关跨领域问题（包括政
策响应和展望）专题章节
的基线。

《世界海洋评估
报告》

（一）（2015年）

经常程序专家组/
联合国大会

http://www.
worldoceanassessment.
org/

是一项全球机制，通过在全球和超区域
层面提供定期评估以及环境、经济和社
会方面的综合观点，持续审查海洋环境
状况，包括社会经济层面。

《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一）
的成果被用作海洋与海岸
和相关跨领域问题（包括政
策响应和展望）专题章节
的基线。

《全球土地退化评估
报告》/《全球土壤健康
评估报告》（2015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

http://www.fao.
org/ soils-portal/soil- 
degradation-restoration/ 
global-soil-health- 
indicators-and- 
assessment/jp/

在区域数据分析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对当前和预测的土壤条件进行全球科
学评估；

探讨这些土壤条件对粮食安全、气候变
化、水质和水量、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健
康和福祉的影响；以及

最后向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一
系列行动建议。

这些评估的成果被用作土地
和相关跨领域问题（如粮食
安全，包括政策响应和展望）
专题章节的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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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 牵头组织 链接 目标 与《全球环境展望6》的关联

《全球土地
展望》 （GLO）

（2017年）

《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

https://knowledge.unccd.int/glo/
GLO_first_edition

《全球土地展望》概述了土地状况，提出
了一套明确的响应措施，以优化土地利
用、管理和规划，从而在提供基于土地的
产品和服务方面产生跨部门的协同效
应。这种综合方法是土地退化零增长概
念框架的基础，而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被视为是执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CD）的推动手段，也是《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土地展望》的成果
被用作土地和相关跨领域
问题（如粮食安全，包括政
策响应和展望）专题章节
的基线。

《全球固体废
弃物治理展望》

（2015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国际固体废
弃物协会

https://www.uncclearn.org/sites/
default/files/inventory/unep23092015.
pdf

评估全球废弃物治理状况。制定废弃物
管理的整体方法，并将废弃物和资源管
理视为可持续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
要因素。为了补充2015年后发展议程/可
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固体废弃物治理展
望》阐述了全球废弃物管理目标和实现
这些目标的全球行动呼吁。

《全球固体废弃物治理展
望》的成果被用作应对废弃
物和资源管理带来的关键
挑战的核心参考，而《全球
环境展望6》中将废弃物和
资源管理视为跨领域问 
题（包括政策响应和展望）。

《全球化学品
展望》

（一）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
handle/20.500.11822/8455/-
Global%20chemicals%20
outlook_%20towards%20sound%20
management%20of%20chemicals-
2013Global%20Chemicals%20
Outlook.pdf?sequence=3&amp%3Bis 
Allowed=

对影响化学品生产和使用、其健康和环
境影响、经济效应以及整个生命周期政
策选项的趋势和变化提出全面的环境理
解和最新评估。

《全球化学品展望》（一）旨在提供信息，
以说明化学品健全管理投资的经济利益
和必要性。

《全球化学品展望》（一）的
成果被用作应对化学品带
来的关键挑战的核心参考，
而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
中将化学品视为跨领域问题

（包括政策响应和展望）。

《全球汞评估
报告》（2002
年/2008
年/2013
年/2018年）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
explore-topics/chemicals-waste/
what-we-do/mercury/global-mercury-
assessment

《全球汞评估报告》提供了关于大气和
水生环境中全球汞排放、释放和输送的
最新信息。该报告旨在用作决策参考，
重点关注人为排放（进入大气的汞）和
释放（进入水和土地的汞），即与人类活
动有关。

最新《全球汞评估报告》
（2013年/2018年）的成果

被用作空气专题章节和化
学品跨领域问题（包括政策
响应和展望）的参考。

《全球性别
与环境展
望》（GGEO）

（2016年）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
resources/report/global-gender-and-
environment-outlook-ggeo

《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首次全面概述
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背景下性别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其目标是透过性别视角更好地了解环
境，支持将性别观点更好地纳入国际和
国家层面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
并通过伙伴关系推动影响。

《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第
4章和第17章是关于跨领
域问题，一直被用作与性别
相关的语言的基础参考。由
于《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
专门研究不同环境领域、政
策、数据和方法层面的性别
问题，报告中的见解也被整
合到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
其他几个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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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全球环境展望6》（GEO-6）的变革理论

分配和消费方式，使其更加可持续，以及在多个层面加强
治理能力。

图A.1展示了《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如何通过影响人类行动
来发挥作用：

活动和进程
《全球环境展望》进程是通过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协

商确定的。基于这些磋商，通过提名确定将参与进程的政
府官员、利益相关方和专家人员，该网络将执行这一进程
并受到其影响。定期举行会议和电话会议是必要的，以确
保该网络成员参与进程并提出建议，以便在进程和成果方
面感受到主人翁意识。同行评审和政府间评审程序促进了
更广泛的专家、政府官员和利益相关方网络的参与，可以
在更高参与水平上提供建议、专业知识和经验。网络成员
以进程参与过程中感受到的主人翁意识为动力，担当《全
球环境展望》信息的传达者。

图A.1：《全球环境展望6》的变革理论

以综合环境评估原则为指导，《全球环境展望6》的变革理
论体现在其结构和目的上，且基于推动机构和人员网络走
向新的（战略性）思考和（目标导向）行动之路的社会进程。
通过这一社会进程，《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中提供的证据
被认为对于这一网络是合法的、可信的和（显著）相关的，
这有助于增加评估成果作为环境政策改善投入的可接受
性，从而推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

《全球环境展望6》旨在通过涵盖数据、科学、实验和参与
式方法的过程来创造变革。本报告使用多学科视角来得出
基于知识的结论。本报告还旨在通过突出实现变革（甚至
是颠覆性变革）可以为公民和社区带来的优势和机遇来创
造变革。新的地球观测和其他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理
解环境变化、环境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
变化的影响的能力。本报告旨在以影响利益相关方和决策
者行动的方式来通报评估成果。反过来，这有助于制定更
适当、公平和有效的政策响应措施，包括转变投资、生产、

加强科学政策接口 基于证据的环境决策 政策中的间接变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
展

政策分析人员利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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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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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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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具备合法性/可
信性/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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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全球环境展望》进程的四项主要输出成果记录了将影响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未来路径的研究成果的证据和基
本原理。这些输出成果包括：

v 六项区域环境评估报告，提供了可在区域和/或国家层
面采取行动的政策相关信息。这些区域评估允许在政
府可以开展行动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将研究成果国内
化。这些评估还在《全球环境展望》研究成果的实施过
程中应用了不同的地理分组；

v 继区域评估报告出版之后，还撰写了一份全球环境评
估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更广泛的问题（例如全球环境状
况），在政府可以共同行动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些研究成
果。

v 与环境分析有关的主要性别平等问题之一是环境影响
和行动如何按性别区分。因此，《全球环境展望》与《全
球性别与环境展望》之间存在系统性联系。

v	《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成果和新知识应通过制作教
学和宣传材料进行翻译和传播，以进一步促进能力建
设。能力建设使得《全球环境展望》能够触及更广泛的
受众（如青年和教育工作者），并使《全球环境展望》的
研究结果和新的推荐方向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从而提
高《全球环境展望》在更长时间内对环境变化的影响，
并加强这些变化的长期持久性。

驱动力、假设和风险
评估进程的一个主要假设是，研究成果将被目标受众（特
别是政府）认为是合法的、科学可信的和相关的。对这三个
标准的定义如下：

v 合法性：被认为是不偏不倚的，尊重不同利益相关方的
观点，并符合法律或权威规则。

v 可信性：被认为具有科学合理性和权威性。提供可以信
任和信赖的信息。

v 相关性：被认为具有及时性且与最终用户的需求相关。

《全球环境展望》基于某些假设，且在不排除某些风险的
情况下，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合法性、可信性和相关性，包
括：

v 各国政府明确授权撰写《全球环境展望》，且政府帮助
确定一些关键参数，如时间表、组织结构、工作计划、分
析大纲等。

v 根据秘书处制定和批准的明确工作计划，与作为该进
程一部分的适当咨询机构进行磋商，获得足够的资金。

v 有足够庞大且综合的作者和专家团队参与撰写报告，

以确保评估的科学可信性，并确保各成员在工作计划
期限内将适当时间投入到章节的分析和起草中。这还
包括不参与主要编写过程的同行评审员和其他专家。

v 开展专门针对决策者的成果（如决策者摘要）的强有力
磋商进程，且该进程是透明的，并考虑了所有成员国的
观点。这些成果有助于提高评估进程的合法性，并在获
得适当认可的情况下，可以提升这些成果的可信度。

成果
《全球环境展望》进程的成果侧重于提高对当前环境状况

的认识，了解可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政策解决方案，
包括不采取行动的未来影响以及遵循特定途径实现环境
目标的未来效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各类行为者必须理
解和/或利用研究成果，并将其应用于日常工作和个人生
活中：

v 政策分析人员必须获取并理解《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
成果，并适当地使用这些成果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

v 更广泛地说，政府（以及可能的其他非国家行为者）应
该了解研究成果，以便利用这些成果来推进其政策工
作。如果需要，政府也可以使用《全球环境展望》方法开
展自己的区域、国家或次国家评估。

v 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应该能够在自身的评估、政策
工作和实践中理解和应用《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结
果。

v 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应该能够在自身工作中理解和
应用《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结果，如通过这些成果来
影响环境政策和决策过程。

效益
《全球环境展望》的效益将通过政府、机构和公民在其工

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的响应和行动来判断。为了提升《全
球环境展望》的效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促进在以下领域
开展行动：

v 通过推广《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成果和进程，帮助各
国加强科学政策接口；

v 基于《全球环境展望》的研究成果、其各种衍生成果和
其他科学资源，推动实现基于证据的决策；

v 在地区和国家政策层面直接和间接地鼓励与《全球环
境展望》报告和进程一致的变革。

《全球环境展望》的变革理论支持包括国家政府在内的各
类行为者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进展。将《全球
环境展望》的研究成果纳入《2030年议程》政策进程和实
施中可以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27附件

从阴影强度的增加趋势可以看出，置信度朝着右上角逐渐增加。

资料来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7年）。

不完全证实

高

低

低

低

高

强大证据的数量和质量

无定论 未解决

充分证实

认
同

度

确
定

性
尺

度

图A.2：置信度定性评估的四框模型

附件1-4：《全球环境展望6》中使用的置信度术语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科学咨询小组的指导意见
本文件参照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
策平台（IPBES）制定的指南（IPBES/5/INF/6）。

确定和应用置信度术语 
表征和传达研究成果中的置信度和不确定性对于确保评
估过程的科学可信度、帮助利益相关方和决策者了解基础
证据的强度和权重以及引导更明智的决策至关重要。本指
导性说明旨在帮助《全球环境展望6》的作者以一致和透明
的方式描述与其研究成果相关的置信度和不确定性。本说
明提出了一种通用方法和校准语言，可广泛用于编写专家
判断以及评估和传达确定性程度。

什么是置信度？
在评估中使用置信度术语反映了作者对其编写章节中提
出的研究成果（数据和信息）的确信程度。低置信度表明我
们的知识不完整，因此无法充分解释结果或可靠地预测未
来结果，而高置信度表明我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因此能够
更加确定地解释结果或预测未来结果。

置信度术语应始终应用于评估的三个关键部分：

1. 应当在评估报告技术章节执行摘要的主要结论中应用
置信度术语。

2. 应当在基于主报告编写的技术摘要的主要研究成果中
应用置信度术语。

3. 应当在决策者摘要中应用置信度术语。

并不强制要求将置信度术语应用于评估报告的整个正文
中。但是，在正文的某些部分，如果需要提出一系列观点，
可以在作者团队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应用置信度术语。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通俗地或随意地应用这些术语以避免
混淆读者。应当仅在按照推荐步骤评估置信度的情况下应
用这些术语 。 

评估置信度
在确定主要研究成果时，作者团队应评估相关证据和证
据基础内的认同度。根据所评估证据的性质，团队可以采
用定性置信度水平或通过概率方法量化研究成果中的不
确定性。置信度的定性评估体现的是专家对于认同度和
证据的判断。置信度的定量评估是对明确定义的结果在
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概率）的估计。概率估计基于观察和/

或模型结果的统计分析， 并结合了专家判断。然而，由于
现有证据的性质，可能无法对所有研究结果进行置信度
定量评估。

为了确保沟通的一致性，将使用特定的短语或术语来描
述置信水平或不确定程度。术语选择将基于作者团队对
支持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科学认同度的专家判断。

《全球环境展望6》使用四框置信度模型（参见图A.2），其
基于证据和认同度，给出了置信度定性评估的四个主要
的置信度表述：“充分证实”（证据多，认同度高）、“未解决”

（证据多，认同度低）、“不完全证实”（证据有限，认同度尚
可）、“无定论”（证据有限或无证据，认同度低）。

置信度的定性评估
本节讨论了作者团队在定性评估和通报置信度时必须采
用的过程和语言。在评估信息或结果的置信度时，应当考
虑以下因素：证据的类型、数量、质量和一致性（现有同行
评审文献和灰色文献等）以及认同度（在数据、文献中和
专家之间，而不仅仅是作者团队内部的认同水平）。在此
情况下，作者团队对证据水平和认同度的专家判断才能
适用于置信度术语的选择（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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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极端概率嵌套在“可能”和“不太可能”代表的更广泛概率水平之内。

资料来源：改编自Mastrandrea等人。（2010年）。

图A.3：定量评估某一结果的发生概率的可能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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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无定论——属于或基于建议或推测；没有证据或证据
有限，对证据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

v 未解决——有多项独立研究，但结论不一致。
v 不完全证实——认同度一般，只有少数研究而没有全

面综合的研究，或现有研究无法明确解决问题。
v 充分证实——通过全面的荟萃分析或者其他综合研究

或多项独立研究获得认同。

图A.2中“充分证实”所在框可进一步细分，以便作者团队
能够灵活地强调其非常有把握的关键信息和结果：

v 完全证实 ——有非常全面的证据基础，且分歧程度非
常低。

v 基本确定——有非常强大的证据基础，涵盖多个时空
尺度，几乎不存在分歧。

请注意，上面的“基本确定”一词仍然体现的是对置信度的
定性评估，其不应该在概率上解释，也不能传达任何水平
的“统计置信度”。对“充分证实”所在框的这些细分为作者
带来了灵活性，可用于强调可被视为事实或反映科学共
识的结果。

当相关结果建立在其他结果的前提之上，则其置信度应当
被单独评估和通报。

在评估某一表述的证据水平和认同度时，重要的是在作者
团队内部和在整个评估过程中（如可能）对术语的使用进
行标准化，以确保其使用一致性。上述置信度术语的标准
化可以通过在执行摘要中获取关键信息和结果并以作者
团队为单位讨论应当适用哪些术语及其原因来实现。在适
当的时候，团队可以考虑使用正式的启发性方法来组织和
量化置信度术语的选择。

团队应当警惕产生部分人赞同某一观点并对其过于确信
的趋势。避免这种情况的一种方法是，在进入团队讨论之
前，让每一团队成员独立地进行置信度评估。如果在团队
讨论之前没能这样做，则无法充分讨论和评估重要观点和
置信度范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个人观点何时因团队互
动而出现变化，且为此类观点变化预留出足够的审核时间

（Mastrandrea等人，2010年）。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应
当编写和记录可追溯说明，以证明置信度是如何评估的 

（参见“可追溯性”部分）。

重要的是要仔细考虑关键信息和结果的表述结构，因为这 
将影响我们在表达置信度时的清晰程度。例如，有时候，
一个关键结果中既有“充分证实”的元素，也有“不完全证

实”的元素。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措辞是有帮助的，要让“
充分证实”的元素在前，“不完全证实”的元素在后或者独
立成句。如果可能，在表述或重述关键信息和结果时，应当
给出已知而非未知的情况，来避免使用“未解决”和“不完
全证实”这样的表述。作者团队应该专注于尽可能地提供“
充分证实”的内容，以便使决策者明确知道哪些内容是已
知的。因此，在我们的主要结果中应用置信度术语时，通常
需要我们对内容进行重述，而不是简单地将术语添加到现
有文本中。

置信度的定量评估
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定量评估结果或事件的不确定性。本
节讨论了作者团队在定量评估和通报某一结果发生的可
能性时需要采用的过程和语言。可能性表达的是对单个事
件或结果在给定范围内发生的概率估计。概率估计基于观
察和/或模型结果的统计分析，并结合了专家判断。

当有足够的概率信息时，应当考虑结果范围及其相关概
率，并注意潜在高风险的结果。然后，再基于作者团队对概
率大小的专家判断来应用图A.3中的可能性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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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中的类别可以被认为具有嵌套边界。例如，如果将
某一结果描述为“可能”或“很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这
一结果的可能性落在95％-100％的概率范围内，但在“可
能”的情况下，较大的概率范围（66％-100％）表明置信度
高于“很可能”（90％-100％）。在做出专家判断时，作者团
队应当以“可能性不大”为初始点，并考虑是否有足够的定
量信息来适用“可能”或“不太可能”概率范围。只有在考虑
了这个初始范围后，作者团队才能考虑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来转向更极端的概率。

作者团队应当注意，在针对特定结果适用可能性术语时，
意味着替代结果具有相反的可能性，例如，如果某一结果
被描述为“可能”（66％-100％），则意味着其他结果是“不
太可能”（0%-33％）。

如果作者团队认为有足够信息可用于对事件发生概率进
行“最佳估计”，那么，最好在文本中指定完整的概率范围（
如90%-95％），而不使用图A.3中的术语。此外，“可能性不
大”不应该用于表示缺乏知识，其仅仅是基于可用信息的
概率估计。

作者团队应该注意关键信息和结果的表述方式。表述
方式将对其解释方式产生影响，例如，10％的死亡率在
解读上比90％的幸存率更为消极。考虑给出对等表述，
以避免价值取向解读，例如，同时通报死亡率和幸存率

（Mastrandrea等人，2010年）。

最后，作者团队在以团队为单位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应尽
量避免有争议的事件，如具有高风险但极低概率的影响
或事件。

如何应用置信度术语——使用四框模型来表达置信度
置信度术语是一项评估的主要结果的一部分。主要结果载
于完整技术报告中每一评估章节的执行摘要中。主要结果
是直接从章节中提取的事实和信息。建议按以下方式强调
主要结果。

结果表述的第一句应该加粗，且附带四框模型中的一个置
信度术语，其应为斜体且加括号，置于句子末尾。第一句话
后面接两到四个句子，用以支持第一句中包含的信息。后
面的句子可以附带置信度术语（如适用），但同样要添加括
号。如果整段适用同一个置信度术语，则没有必要在每个
句子后面都使用置信度术语。

四框模型和可能性量表中的术语不应该在评估文本中使
用，除非是用于正式指定置信水平。例如，如果有一个句子
中使用了“可能”一词，但其含义与可能性尺度并无关联，
则该词应替换为其他词语（如“也许”）。

利用可能性量表来表达置信度
在某些情况下，如上所述，作者团队可能希望在使用“充分
证实”这一置信度术语的同时，再结合使用可能性量表中
的术语予以补充。如果使用了可能性量表中的术语，则应
将这些术语嵌入到文本中，以斜体形式置于描述其概率的
影响或结果之前。

可追溯性
作者团队对关键信息和结果置信度的专家判断应通过
提供清晰的可追溯说明来解释。可追溯说明是章节中
的评估说明，评估的是证据的类型、数量、质量和一致
性以及认同度，这些构成了给定关键信息或结果的基础

（Mastrandrea等人，2010年）。在可能的情况下，说明应
当确定并讨论置信度的来源。为了确保作者团队在《全球
环境展望》评估中对置信度来源分类的一致性，作者团队
应当使用下文表A.2中所示的分类系统。

决策者摘要中的某一关键表述应该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
执行摘要中的表述，而反过来应该可以追溯到章节文本中
的具体小节，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通过参考文献
追溯到初级资料。

对相关执行摘要中表述的引用应当以大括号表示 
（如{1.2}）。

应用置信度术语的步骤概述
评估和通报执行摘要和决策者摘要置信度的推荐步骤。

1. 确定章节的关键信息和结果。
2. 评估支持证据和科学认同度。
3. 确定证据是否具有概率性（如来自模型预测）。
4. 如果证据是定性而非概率性的，请从四框模型 

（图A.2）中选择一个置信度术语，以通报作者团队对
关键信息或结果的置信度。

（a） 评估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其在科学界的认
同度。

（b） 确定作者团队的置信水平，并选择适当的术语。
5. 如果对某一结果或影响发生可能性的定量估计是现有

的（如来自模型预测），从可能性量表（图A.3）中选择
一个术语，来通报团队对发生概率的专家判断。

6. 确保正文中始终有一段“可追溯说明”， 以说明作者团
队如何应用具体的置信度水平，包括使用的重要证据
线索、适用的证据标准以及结合/调和多种证据的方法。

7. 可选的：考虑针对每一作者团队来适用正式框架以评
估专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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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置信度的来源 定义和示例 特征 处理低置信度的手段

词语含义不清（语言
不确定性）

术语含糊不清、模棱两可

示例：当人类福利、风险、植物繁殖成功、授粉不足等术
语构成某一结果的核心内容时。

可缩减
不可量化

v 使用清晰、通用的术语定义（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通用词
汇表）。

v 使用在基于代理的建模中用于处理上下文
依赖的协议。

本质上不可预测的系
统（随机不确定性）

由于复杂的自然、社会或经济系统的混乱性质而导致置
信度低（有时被称为“侥幸”不确定性）。

取决于天气或气候变量或者市场价格的结果将存在这
样的低置信度。

示例：在地方规模下估测的授粉不足和价值。

不可缩减
可量化

v 清晰沟通。
v 使用概率方法。
v 支持大规模、长期的多地点研究，以量化空

间和时间的变化，以表征低信度度。
v 证据整合。
v 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能力建设。

方法和数据的限制（
科学不确定）

由于方法、统计工具、实验设计或数据质量不佳（也称为
认知不确定性），没有足够的数据可用于解答问题。

示例：农药对田间传粉媒介种群的影响、传粉媒介丰度
的趋势、生态系统服务提供的预测。

可缩减
可量化

v 认识到概念框架（知识系统内部和之间）的
差异。

v 改进实验设计。
v 扩大数据收集。
v 支持详细的方法论研究。
v 进行知识质量评估。
v 证据整合。
v 科学家能力建设。

对世界的理解差异
（决策不确定性）

由人类主观判断、信仰、世界观和概念框架的变化而引
起的低置信度（有时称为认知不确定性）。在政策决策方
面，低置信度是由于偏好和态度可能因社会和政治背景
而异。这可能意味着某一结果在不同知识体系中有不同
的解读，而且不容易协调。

示例：如果你认为农田以外的野生自然具有比农田生物
多样性更高的价值，且大规模的整体粮食生产比地方效
益更重要，有机农业的意义看上去就会不一样。

 对“福祉”有不同的解读/理解。

有时可缩减
不可量化

v 认识到概念框架（知识系统内部和之间）的
差异。

v 尽可能地记录、映射和整合。
v 意识到存在偏见。
v 使用多标准分析、决策支持工具。
v 决策者能力建设。

表A.2：低置信度的来源

* Adapted from the IPBES guide on the production of assessments

*改编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评估报告编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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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朝着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而努力

引言
可持续发展目标、多边环境协定指标和与环境驱动因素、
状态、压力、影响和响应有关的其他指标对环境评估非常
有用，包括具体环境领域的评估和多层面（全球、区域和
国家）的环境评估。此外，社会经济指标可以与环境指标
结合使用，

以更好地理解环境，并了解环境、人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个框架，详细阐述了实现所有人更美
好和更可持续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
所有国家（或地区）——贫困、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
区）——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地球环境。这些目标
指出，消除贫困必须与实现经济增长和满足一系列社会需
求（包括教育、健康、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的战略齐头并
进，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加强环境保护。该监测框架已经
提出了244项具体指标，以监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
的进展；但是，该指标框架不是一个详尽清单，没有涵盖了
解地球所需的所有信息。

本《全球环境展望》出版物附有一份统计附件https://
environmentlive.unep.org/media/global_
assessment/review_documents/annex4_1.pdf，其中
提供了一些图表信息，可供技术专家更好地理解环境以及
环境、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此外，本附件从统计附件中
提取了某些指标，强调目前在实现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请注意，统计附件不包括任何分
析或数据。对统计附件中信息的分析将载于《全球环境展
望》报告的衍生产品中，该产品的标题是：《衡量进展》，其
是针对《全球环境展望5》制作的一份出版物的后续材料。

本附件提取了统计附件中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特定环境
层面直接关联的数据和推断信息，以便总结可持续发展目
标环境层面的现状。

统计方法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这一短语不具有明确的

定义，且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应该包括
哪些内容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是否应该只包括与环境状
况相关的指标，是否应该包括与水等自然资源的获取相
关的指标，或者是否应该包括所有指标，因为生活的方方
面面都与环境有关）。为了进行分析，将以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采纳的环境相关指标清单为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秘书处已经拟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指标中与环
境层面相关的指标清单，且于2018年9月20日的小组委员

会会议上呈交了联合国环境大会常驻代表委员会（参见： https://
www.unenvironment.org/events/subcommittee-meetings/
committee-permanent-representatives-subcommittee-
meeting-14），其同时也载于本附件的末尾。

统计附件和本附件中的数据基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况
平台全球数据库（https://uneplive.unep.org）中收录的
数据。数据库中的数据来自各种国际数据库和其他来源，
环境规划署对实况平台全球数据库中收录的信息实行严
格的标准，其中包括：

1. 数据必须由联合国机构或其他有信誉的全球实体公
布；

2. 数据必须具有公开可用的透明方法论和元数据；
3. 数据必须具有全球性（不收录仅适用于单个国家或地

区的数据）；
4. 仅收录时间序列包含2个以上时间点的数据；以及
5. 时间序列中最近的一点必须不超过10年。

实况平台全球数据库还使用统计方法汇总国家数据，以产
生全球、区域、次区域和特殊国家分组；有关汇总程序的信
息，请访问：

https://uneplive.unep.org/media/docs/graphs/
aggregation_methods.pdf。

本附件运用简单的推断程序，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的当前状态（即没有付诸努力来改变目前的数据趋势）来
预测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因此，未来15年将取
得的进展预计与过去15年在全球范围内已取得的进展相
同。环境规划署基于每年的可用数据点，使用指数回归模
型推断汇总数据。2030年被视为数据推断和分析的截止
年限。我们通过将2030年数据与指标目标进行比较，来
确定目标是否达成。例如，如果某一目标截至2030年有5
％的涨幅，则视为有积极进展，基于该指标的状态变化在
2000-2030年期间显示为正趋势。这同样适用于任何高
于-5％的降幅。介于+5％和-5％之间的任何百分比变化被
视为该指标在2000-2030年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负变化或
正变化。

如果相关指标没有足够的数据可用于全球汇总，则被视为
缺乏数据。为了确定这一点，我们沿用了实况平台中提出
的全球汇总模型。如果有足够的数据，则针对所有指标进
行数据汇总，采用统一单位，确保国际可比性。以国家货币
或其他国家单位表示的指标不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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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4：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方面取得的进展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的进展
在与环境有关的93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中，有20
项在过去15年中取得了良好进展，且如果这种进展持续
下去，那么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很可能会实现。但是，其中
许多指标涉及特定通报或筹资工作。例如，陆地、山地和海
洋保护区有所增加；打击入侵物种的工作有所加强；联网
可再生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可持续发展通报和政策
主流化有所改善；以及气候变化和环境方面的发展援助有
所增加。其中，8项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

进展不大，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方面还需加大努
力。特别是，许多与环境状况有关的具体指标呈现负面趋
势（包括与森林、可持续渔业、濒危物种、国内物质消耗和
物质足迹有关的具体指标）。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反映出全
部情况，由于数据太少，在全部93项与环境状况有关的具
体指标中，有58项的情况无法得到正式评估——然而，科
学研究和现有《全球环境展望》报告表明，其中许多领域显
示出显著的负面趋势。下图概述了这些具体指标方面的进
展，本附件也提供了一份整体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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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5：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层面 - 评估卡

目标1：消除贫困 SDG 12: Responsible Lifestyles
 土地保有（指标1.4.2）  可持续性行动计划（指标12.1.1）

 灾害：受影响的人数（指标1.5.1）  物质足迹（指标8.4.1）
 灾害：经济损失（指标1.5.2）  国内物质消费（指标8.4.2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指标1.5.3）  粮食损耗和浪费（指标12.3.1）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指标1.5.4）  化学公约通报（指标12.4.1）

SDG 2: Food Security  有害废弃物的产生（指标12.4.2
 可持续农业生产（指标2.4.1）  回收（指标12.5.1）

 粮食方面的遗传资源保护（指标2.5.1）  公司可持续性报告（指标12.6.1） 
 农业方面的地方驯养（指标2.5.2）  可持续公共采购（指标12.7.1） 

SDG 3: Health  可持续生活方式教育（指标12.8.1） 
 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指标3.9.1）  可持续生活方式研究（指标12.a.1） 
 水相关的死亡率（指标3.9.2）  可持续旅游战略（指标12.b.1） 

 意外中毒导致的死亡率（指标3.9.3）  化石燃料补贴（指标12.c.1）
目标4：教育 目标13：气候行动

 环境教育（指标4.7.1）  灾害：受影响的人数（指标13.1.1）
目标5：性别  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指标13.1.2）

 女性农业用地所有人（指标5.a.1）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指标13.1.3）
目标6：用水  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指标13.2.1）
 安全饮用水（指标6.1.1）  气候变化教育（指标13.3.1）

 废水处理（指标6.3.1）  基于社区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法（指标13.3.2） 
 水质（指标6.3.2）  气候行动调动的资源（指标13.a.1）

 用水效率（指标6.4.1）  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支持（指标13.b.1）
 水分胁迫（指标6.4.2） 目标14：海洋
 水分胁迫（指标6.4.2）  海洋垃圾和海水富营养化（指标14.1.1）  
 水合作（指标6.5.2)  海洋区域管理（指标14.2.1）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指标6.6.1  海洋酸化（指标14.3.1） 
 与水和环境卫生有关的支出（指标6.a.1  鱼类可持续产量（指标14.4.1） 

 地方水管理（指标6.b.1  海洋保护区（指标14.5.1） 
目标7：能源  捕捞法律（指标14.6.1
 依靠清洁燃料（指标7.1.2）  渔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指标14.7.1）

 可再生能源（指标7.2.1）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marine technology (SDG 14.a.1)
 能源密集度（指标7.3.1）  Ocean conservation instruments (SDG 14.c.1)

 清洁能源研究和技术（指标7.a.1）) 目标15：土地和生物多样性
 能源效率投资（指标7.b.1  森林面积（指标15.1.1）

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重要生物多样性区域的保护（指标15.1.2） 
 物质足迹（指标8.4.1）  可持续森林管理（指标15.2.1
 国内物质消费（指标8.4.2  土地退化（指标15.3.1）

 可持续旅游业工作岗位（指标8.9.2  山区保护区（指标15.4.1
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山区绿化覆盖（指标15.4.2）

 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标9.4.1）  濒危物种（指标15.5.1）
目标10：减少不平等  分享生物多样性惠益方面的战略（指标15.6.1） 
目标10中没有体现该环境层面  野生生物贸易中的偷猎和非法贩运（指标15.7.1） 
目标11：城市和社区  防止外来入侵物种方面的战略（指标15.8.1） 

 使用公共交通（指标11.2.1)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2方面的进展（指标15.9.1）
 土地使用（指标11.3.1）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支持 （指标15.a.1
 城市规划（指标11.3.2）  可持续森林方面的支出（指标15.b.1）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支出（指标11.4.1）  打击偷猎和非法贩运及贸易（指标15.c.1

 灾害：受影响的人数（指标11.5.1） 目标16：和平和正义
 灾害：经济损失（指标11.5.2）  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指标16.8.1）

 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指标11.6.1） 目标17：伙伴关系和执行手段
 环境空气污染（指标11.6.2）  科学和技术合作（指标17.6.1）

 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指标11.7.1）  无害环境技术供资（指标17.7.1）
 地方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指标11.b.1）  能力建设供资（指标17.9.1）
 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指标11.b.2）  加强政策一致性的机制（指标17.14.1）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助（指标11.c.1）

表示该指标方面在2000-2017年期间有正变化（并不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实现）。
表示该指标方面在2000-2017年期间几乎没有正变化或负变化。

表示该指标方面在2000-2017年期间有负变化。
有一些可用数据，但不足以用于分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无可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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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托管机构的指标标注为蓝色

表A.3：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架中与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子目标和指标的描述

目标 70项子目标 93项指标

目标1.在全世界消除一
切形式的贫困

1.4 到2030年，确保所有男女，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享有平等
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享有基本服务，获得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
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继承遗产，获取自然资源、适当的新技术
和包括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服务。

1.4.2 拥有可靠的土地保有权以及法律承认文件，而且认为
其拥有土地权利有保障，按性别和保有类型分列的总成年
人口比例

1.5 到2030年，增强穷人和弱势群体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低其遭
受极端天气事件和其他经济、社会、环境冲击和灾害的概率和易
受影响程度

1.5.1 每10万人当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的人数

1.5.2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相比

1.5.3 依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和执
行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1.5.4 依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和执行地方减少灾害
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比例

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
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
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2.4 到2030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并执行具有抗灾能
力的农作方法，以提高生产力和产量，帮助维护生态系统，加强
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他灾害的能力，逐步改
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2.4.1 从事生产性和可持续农业的农业地区比例

2.5 到2020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管理得当、多样
化的种子和植物库，保持种子、种植作物、养殖和驯养动物及与
之相关的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根据国际商定原则获取及公
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产生的惠益

2.5.1 中期或长期养护设施维持的粮食和农业动植物遗传
资源的数量

2.5.2 被归类为面临灭绝危险、没有危险或危险不为人所知
的当地品种的比例

目标3.确保各年龄段人
群的健康生活方式，促
进他们的福祉

3.9 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
致的死亡和患病人数

3.9.1 家庭和环境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

3.9.2 不安全供水、不安全环卫设施以及缺乏个人卫生 
（接触人人享有饮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项目（水卫项目）

所述的不安全服务）导致的死亡率

3.9.3 意外中毒导致的死亡率

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
平的优质教育，让全
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1/1/0）

4.7 到2030年，确保所有从事学习的人都掌握可持续发展所需的
知识和技能，具体做法包括开展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生活方式、
人权和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弘扬和平和非暴力文化，提升全球
公民意识，以及肯定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4.7.1 （i）全球公民教育和（ii）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两性平
等和人权，在多大程度上在（a）国家教育政策、（b）课程、（c）
教师培训和（d）学生评估方面进入主流

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
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
的权能

5.a 根据各国法律进行改革，给予妇女平等获取经济资源的权
利，以及享有对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获取金
融服务、遗产和自然资源

5.a.1 （a）农业总人口中对农业用地拥有所有权或有保障权
利的人口比例，按性别分列；（b）农业用地所有人或权利人中
妇女所占比例，按土地保有类型分列

目标6.为所有人提供水
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
可持续管理

6.1 到2030年，人人普遍和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1.1 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的人口比例

6.3 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倾倒废弃
物现象，把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未经处
理废水比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废弃物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6.3.1 安全处理废水的比例

6.3.2 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6.4 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
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6.4.1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变化

6.4.2 用水紧张程度：淡水汲取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例

6.5 到2030年，在各级进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
境合作

6.5.1 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执行程度（0-100）

6.5.2 制定有水合作业务安排的跨界流域的比例

6.6 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
林、湿地、河流、地下含水层和湖泊

6.6.1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范围随时间的变化

6.a 到2030年，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
支持，帮助它们开展与水和卫生有关的活动和方案，包括雨水采
集、海水淡化、提高用水效率、废水处理、水回收和再利用技术

6.a.1 作为政府协调开支计划组成部分的与水和环境卫生有
关的官方发展援助数额

6.b 支持和加强地方社区参与改进水和环境卫生管理 6.b.1 已经制定业务政策和流程以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水和环
境卫生管理的地方行政单位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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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70项子目标 93项指标

目标7.确保人人获得负
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
续的现代能源

7.1.2 主要依靠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 7.1.2 主要依靠清洁燃料和技术的人口比例

7.2 到2030年，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例 7.2.1 可再生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总量中的份额

7.3 到2030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 7.3.1 以一次能源和国内生产总值计量的能源密集度

7.a 到2030年，加强国际合作，促进获取清洁能源的研究和技术，
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先进和更清洁的化石燃料技术，并促
进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7.a.1 为支助清洁能源研发和可再生能源生产，包括为支助
混合系统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

7.b 到2030年，增建基础设施并进行技术升级，以便根据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发展中国
家各自的支持方案，为所有人提供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服务

7.b.1 为提高能源效率而进行的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例，
以及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进行的外国
直接投资资金转移的数量

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和
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
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
人获得体面工作

8.4 到2030年，逐步改善全球消费和生产的资源使用效率，按照《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方案十年框架》，努力使经济增长和环境
退化脱钩，发达国家应在上述工作中做出表率

8.4.1 物质足迹、人均物质足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物
质足迹

8.4.2 国内物质消费、人均国内物质消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的国内物质消费

8.9 到2030年，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
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

8.9.2 可持续旅游业工作岗位在旅游业工作岗位总数中所
占比例

目标9.建造具备抵御灾
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促
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
工业化，推动创新

9.4 到2030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升级基础设施，
改进工业以提升其可持续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多采用清洁
和环保技术及产业流程

9.4.1 每单位附加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标11.建设包容、安
全、有抵御灾害能力
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
类住区

11.2 到2030年，向所有人提供安全、负担得起的、易于利用、可持
续的交通运输系统，改善道路安全，特别是扩大公共交通，要特
别关注处境脆弱者、妇女、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要

11.2.1 可便利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比例，按年龄、性别和残
疾人分列

11.3 到2030年，在所有国家加强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建设，加强
参与性、综合性、可持续的人类住区规划和管理能力

11.3.1 土地使用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的比率

11.3.2 已设立以民主方式定期运作的、公民社会直接参与城
市规划和管理架构的城市所占百分比

11.4 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11.4.1 保存、保护和养护所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人均支出
总额（公共和私人），按遗产类型（文化、自然、混合、世界遗
产中心指定）、政府级别（国家、区域和地方/市）、支出类型（
业务支出/投资）和私人供资类型（实物捐赠、私人非营利部
门、赞助）分列

11.5 到2030年，大幅减少包括水灾在内的各种灾害造成的死亡
人数和受灾人数，大幅减少上述灾害造成的与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有关的直接经济损失，重点保护穷人和处境脆弱群体

11.5.1 每10万人当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的人数 

11.5.2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相
比）、重要基础设施的损坏和基本服务的中断次数

11.6 到2030年，减少城市的人均负面环境影响，包括特别关注空
气质量，以及城市废弃物管理等

11.6.1 定期收集并得到适当最终排放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占
城市固体废弃物总量的比例，按城市分列

11.6.2 城市细颗粒物（例如PM2.5和PM10）年度均值（按人
口权重计算）

11.7 到2030年，向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
普遍提供安全、包容、便利、绿色的公共空间

11.7.1 城市建设区中供所有人使用的开放公共空间的平均
比例，按性别、年龄和残疾人分列

11.b 到2020年，大幅增加采取和实施综合政策和计划以构建包
容、资源使用效率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抵御灾害能力
的城市和人类住区数量，并根据《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
险框架》在各级建立和实施全面的灾害风险管理

11.b.1 依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和
执行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11.b.2 依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和执行地方减少灾
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比例

11.c 通过财政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地取材，
建造可持续的、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建筑

11.c.1 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就地取材建造和翻新可持续、抗灾
和资源节约型建筑的财政支助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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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70项子目标 93项指标

目标12.确保采用可持
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12.1 各国在照顾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基础上，落实《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发达国家在此方面要
做出表率

12.1.1 已制定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国家行动计划或已将可
持续消费和生产作为优先事项或目标纳入国家政策主流的
国家数目

12.2 到2030年，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高效利用 12.2.1 物质足迹、人均物质足迹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物
质足迹

12.2.2 国内物质消费、人均国内物质消费和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的国内物质消费

12.3 到2030年，将零售和消费环节的全球人均粮食浪费减半，减
少生产和供应环节的粮食损失，包括收获后的损失

12.3.1 全球粮食损耗指数

12.4 到2020年，根据商定的国际框架，实现化学品和所有废弃
物在整个存在周期的无害环境管理，并大幅减少它们排入大气
以及渗漏到水和土壤的机率，尽可能降低它们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12.4.1 关于危险物质和其他化学品及废弃物的国际多边环
境协定的缔约方中按照每个相关协定要求履行了信息转递
承诺和义务的缔约方数目

12.4.2 有害废弃物人均生成量和处理的有害废弃物的比
例，按处理类型分列

12.5 到2030年，通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用，大幅减少废弃
物的产生

12.5.1 国家回收利用率、物资回收吨数

12.6 鼓励各个公司，特别是大公司和跨国公司，采用可持续的做
法，并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各自报告周期

12.6.1  发布可持续性报告的公司数量

12.7 根据国家政策和优先事项，推行可持续的公共采购做法 12.7.1 实施可持续公共采购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国家数目

12.8 到2030年，确保各国人民都能获取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
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的信息并具有上述意识

12.8.1 （i）全球公民教育和（ii）可持续发展教育（包括气候变
化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在（a）国家教育政策、（b）课程、（c）教
师培训和（d）学生评估方面进入主流

12.a 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科学和技术能力，采用更可持续的生
产和消费模式

12.a.1 对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和无害环境技术
的研究与发展的支助量

12.b 开发和利用各种工具，监测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
和产品的可持续旅游业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

12.b.1 可持续旅游战略或政策的数目和利用商定监测和评
价工具所实施行动计划的数目

12.c 对鼓励浪费性消费的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进行合理化调整，
为此，应根据各国国情消除市场扭曲，包括调整税收结构，逐步
取消有害补贴以反映其环境影响，同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需求和情况，尽可能减少对其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
注意保护穷人和受影响社区

12.c.1 每单位国内总产值（生产和消费）的化石燃料补贴数
额及其在国家化石燃料总支出中的占比

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13.1 加强各国抵御和适应气候相关灾害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13.1.1 每10万人当中因灾害死亡、失踪和直接受影响的人数

13.1.2 依照《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通过和
执行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国家数目

13.1.3 依照国家减少灾害风险战略通过和执行地方减少灾
害风险战略的地方政府比例

13.2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战略和规划 13.2.1 通报已经建立或运作综合政策/战略/计划的国家数
目，目的是增强其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促进气候恢
复力和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以不威胁到粮食生产（包括
国家适应计划、国家自主贡献、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更新
报告等）

13.3 加强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早期预警等方面的教
育和宣传，加强人员和机构在此方面的能力

13.3.1 已将减缓、适应、减少影响和预警内容纳入小学、中学
和大学课程的国家数目

13.3.2 已经通报为执行适应、缓解、技术转让和发展行动而
加强了机构、系统和个人能力建设的国家数目

13.a 发达国家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承诺，即
到2020年每年从各种渠道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满足发展中国
家的需求，帮助其切实开展减缓行动，提高履约的透明度，并尽
快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使其全面投入运行

13.a.1 在2020年和2025年之间为1000亿美元承诺款每年
筹集的美元数额

13.b 促进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建立增强能力的
机制，帮助其进行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有效规划和管理，包括重点
关注妇女、青年、地方社区和边缘化社区

13.b.1 得到专门支助以建立增强能力的机制，从而有效进行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规划和管理，包括重点注意妇女、青年、地
方社区和边缘化社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的数目，以及支助总额，包括金融、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助



637附件

目标 70项子目标 93项指标

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
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14.1 到2025年，预防和大幅减少各类海洋污染，特别是陆上活动
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废弃物污染和营养盐污染

14.1.1 富营养化指数和漂浮的塑料污染物浓度

14.2 到2020年，通过加强抵御灾害能力等方式，可持续管理和保
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以免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采取行动帮
助它们恢复原状，使海洋保持健康，物产丰富

14.2.1 国家级经济特区当中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措施
的比例

14.3 通过在各层级加强科学合作等方式，减少和应对海洋酸化
的影响

14.3.1 在商定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采样站测量平均海洋酸
度（pH值）

14.4 到2020年，有效规范捕捞活动，终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
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以及破坏性捕捞做法，执行科学的管理计
划，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鱼群量至少恢复到其生态特征
允许的能产生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水平

14.4.1 在生物可持续产量水平范围内的鱼类种群的比例

14.5 到2020年，根据国内和国际法，并基于现有的最佳科学资
料，保护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14.5.1 保护区面积占海洋区域的比例

14.6 到2020年，禁止某些助长过剩产能和过度捕捞的渔业补贴，
取消助长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补贴，避免出台新的
这类补贴，同时承认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合理、有效
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应是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谈判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14.6.1 各国在为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的国
际文书的落实程度方面取得进展

14.7 到2030年，增加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可
持续利用海洋资源获得的经济收益，包括可持续地管理渔业、水
产养殖业和旅游业

14.7.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可持
续渔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

14.a 根据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技术转让标准和准则》，增
加科学知识，培养研究能力和转让海洋技术，以便改善海洋的健
康，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贡献

14.a.1 对海洋技术领域研究的分配额占研究活动预算总额
的比例

14.c 按照《我们希望的未来》第158段所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所规定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的国际法律框
架，加强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4.c.1 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其资源，通过法律、政策
和体制框架，在批准、接受、落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
执行海洋国际法的文书方面取得进展的国家数目

目标15.保护、恢复和促
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
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
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
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
多样性的丧失

15.1 到2020年，根据国际协议规定的义务，保护、恢复和可持续
利用陆地和内陆的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特别是森林、湿地、
山麓和旱地

15.1.1 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15.1.2 保护区内陆地和淡水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地所占比
例，按生态系统类型分列

15.2 到2020年，推动对所有类型森林进行可持续管理，停止毁
林，恢复退化的森林，大幅增加全球植树造林和再造林

15.2.1 实施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进展

15.3 到2030年，防治荒漠化，恢复退化的土地和土壤，包括受荒
漠化、干旱和洪涝影响的土地，努力建立一个不再出现土地退
化的世界

15.3.1 已退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15.4 到2030年，保护山地生态系统，包括其生物多样性，以便
加强山地生态系统的能力，使其能够带来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
少的益处

15.4.1 保护区内山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场地的覆盖情况

15.4.2 山区绿化覆盖指数

15.5 采取紧急重大行动来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遏制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到2020年，保护受威胁物种，防止其灭绝

15.5.1 红色名录指数

15.6 根据国际共识，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产生的利
益，促进适当获取这类资源

15.6.1 已通过立法、行政和政策框架确保公正和公平分享惠
益的国家数目

15.7 采取紧急行动，终止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处理
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供求问题

15.7.1 野生生物贸易中偷猎和非法贩运的比例

15.8 到2020年，采取措施防止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并大幅减少其
对土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或消灭其中的重点物种

15.8.1 通过有关国家立法和充分资源防止或控制外来入侵
物种的国家的比例

15.9 到2020年，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价值观纳入国家和地
方规划、发展进程、减贫战略和核算

15.9.1 根据《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爱知生物
多样性目标2确立的国家目标方面的进展

15.a 从各种渠道动员并大幅增加财政资源，以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15.a.1 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
官方发展援助和公共支出

15.b 从各种渠道大幅动员资源，在各个层级为可持续森林管理
提供资金支持，并为发展中国家推进可持续森林管理，包括保护
森林和再造林，提供充足的激励措施

15.b.1 在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方面的
官方发展援助和公共支出

15.c 在全球加大支持力度，打击偷猎和贩卖受保护物种，包括增
加地方社区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机会

15.c.1 偷猎和非法贩运在野生生物贸易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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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70项子目标 93项指标

目标16.创建和平、包容
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
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
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16.8 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 16.8.1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成员和投票权中的比例

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
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
伴关系

17.6 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北、南南、三方区域合作
和国际合作，加强获取渠道，加强按相互商定的条件共享知识，
包括加强现有机制间的协调，特别是在联合国层面加强协调，以
及通过一个全球技术促进机制加强协调

17.6.1 国家间科学和/或技术合作协定和方案数目，按合作
类型分列

17.7 以优惠条件，包括彼此商定的减让和特惠条件，促进发展中
国家开发以及向其转让、传播和推广环境友好型的技术

17.7.1 为促进开发、转让、传播和推广无害环境技术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核定供资总额

17.9 加强国际社会对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高效的、有针对性的能
力建设活动的支持力度，以支持各国落实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国家计划，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17.9.1 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以美元计值的财政和技术
援助（包括通过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

17.14 加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致性 17.14.1 制定有可持续发展协调政策机制的国家数目

总计 7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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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主要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及公
正合理分享由遗传资源的商业和其他利用所产生的惠益。该公约涵盖所有生态系统、
物种和遗传资源。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旨在确保野生动物与植物的国际交易
行为不会危害到物种本身的延续。该公约的三个附录中收录了
超过�����种动物和植物物种，规定了不同的保护等级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又称《波恩公约》，其目标在于保护陆地、
海洋和空中的迁徙物种的活动空间范围。该公约的缔约方将通过为最濒危的
迁徙物种提供严格保护，通过缔结保护和管理特定物种或物种类别的区域多边协定，
以及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和保护活动，共同保护迁徙物种及其栖息地。
www.cms.int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

该国际条约的目标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并公平合理地分享由于利用这些资源而产生的利益，以实现可持续农业和粮食安全，
这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是一致的。该条约涵盖了所有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
传资源，其植物遗传资源获取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收录了��种重要的作物和植物。
该条约还提供了“农民的权利”条款。

《世界遗产公约》（WHC）

《世界遗产公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制定一份由于对全人类来说具有突出价值而
需要得到保护的遗址名录，来确定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并确保通过更紧密的国家间合作来落实保护。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目标是通过防止植物害虫的传入和扩散，
并推广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来保护世界植物资源，包括栽培植物和野生植物。
该公约的组织机构制定了《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且通过促进国家能力建设、
国家通报和争端解决，帮助各国履行该标准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项下的其他义务。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秘书处设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湿地公约》（又称《拉母塞公约》）

《拉母塞公约》是唯一一个以湿地为主题的国际性公约。该公约搭建了一个平台，
促使其���个缔约方共同致力于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并开发最佳可用数据、
意见和政策建议，确保功能完善的湿地为自然和社会带来惠益。
该公约承认湿地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极为重要。
该公约的缔约方已经承诺保持����多个国际重要湿地的生态特征，
这些湿地覆盖近�.�亿公顷，占全球湿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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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1：水污染物及污染事件
病原体 人畜排泄物（细菌性） 下水道污水处理不到位；下水道

和雨水溢流到河流、湖泊和湿地
90％的儿童死亡是由腹泻病引
起的（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2012年）。

非洲、亚太和拉丁美洲地区
1/3的河流（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

寄生虫（非细菌性） 人畜排泄物（非细菌性） 人畜排泄物；化粪池渗漏到地表
水和地下水中

近一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是由
寄生虫引起。 非洲、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印

度、巴基斯坦、中国、尼日利
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城市和
农村社区

病毒（非细菌性） 处理过的饮用水（Bergeron等
人，2015年）；在浓度范围内的自
然发生（Kümmerer，2009年）

抗生素/抗菌化合物 人体排泄物；集约化农业
和水产养殖实践

下水道污水；农业和城市径流 由于抗菌和抗生素耐药性感染
导致的人类疾病和死亡

预计到2050年将成为全球死
亡的主要原因（奥尼尔委员
会，2014年）

营养物质 农业无机肥料（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a）；人畜
排泄物

不充分/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城
市和农业径流；水产养殖

富营养化和藻华（经合组
织，1982年；可持续性与环境研
究中心——滋贺大学和国际湖
泊环境委员会基金会，2014年）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五大区
域；中国、印度、泰国和菲律
宾的农村地区也受到过量化
肥施用的影响（Novotny等
人，2010年）

1970-2000年期间，河流对沿海
地区的总营养物质贡献增加了
约80％

有害藻华（HAB）的影响会损害
生态系统的功能

水产养殖；通过毒性的生物
累积来影响牲畜和人类健康。

（O’Neil等人，2012年）

37条拉丁美洲跨界河流的流
域受到废水和农业径流营养
物质的严重污染

沉积物 毁林；农业实践不妥；牲
畜过度放牧；密集的薪材
采伐；采砂；无计划定居
导致土壤表面暴露和侵蚀

暴雨产生的径流可将沉积物、营
养物质、重金属、农药和其他污
染物带入河流、湖泊和湿地，特
别是农业区

沉积物相关的污染物会干扰人
类的用水
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损害水
生生物的新陈代谢和栖息地

在亚太地区，一些河流携带大
量沉积物相关的重金属

沉积物流动路径（堤坝、
河道、城市排水、堤坝）的
变化可能导致侵蚀和高
沉积物含量

沉积物输送到海洋和沿海生
态系统（河流三角洲、湿地、海
滩等）

50％的上坡侵蚀土壤沉积在
西非的白伏塔河亚流域

人为侵蚀已经影响了拉丁美
洲大约2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可生物降解的有机
污染物

由于人类和牲畜废弃物的
微生物分解而形成的
以高生化需氧量（BOD）
为特征的过程，
以及富营养化相关的藻
华，特别是在湖泊和湿地

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 藻类/水生植物的细菌介导分解
可导致水体缺氧/氧耗竭，导致
鱼类死亡且促进底部沉积物中
的重金属释放回到水柱中

这一情况在非洲、亚太和拉丁
美洲地区愈发严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2016a）
相反，由于污水处理的加
强，这一情况在发达国家有
所改善

工业和农业应用和运作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的
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印度、
埃塞俄比亚、墨西哥）和中亚
主要城市下游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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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 污染物来源 进入水体途径 被污染水和环境卫生/个人卫生
不足的影响

污染事件示例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包括有机农

药、工业化学品和有
机新烟碱类杀虫剂
溶剂）

滴滴涕杀虫剂（全球生产）
；新烟碱类杀虫剂（1990
年代引入使用）；制造过
程中的有机化学品和溶剂

农业和城市径流；工业和生活
污水排放

积累并持续存在于人类、鱼类和
其他水生生物的脂肪组织中，如
果有毒，则会损害健康；新烟碱
类杀虫剂对水生无脊椎动物和
生物多样性有害；

滴滴涕杀虫剂具有人类致癌
和致畸风险（如在卡里巴水库

（Lake Kariba）生态系统中和
当地妇女的母乳中发现滴滴涕
杀虫剂含量升高）；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使用滴
滴涕杀虫剂来控制疟疾；

新烟碱类杀虫剂是世界上使
用最广泛的杀虫剂；

据估计，40％的世界土地面积
受到杀虫剂径流的影响；

大量工业化学过程涉及有
机溶剂；

减少使用滴滴涕杀虫剂会产
生一些积极的效果（如北美
地区的老鹰和其他鸟类的恢
复繁殖）。

新烟碱类杀虫剂 污染全球的淡水资源、湿地、河
口栖息地和海洋系统
对蜜蜂等传粉媒介构成严重威
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
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7
年）；
污染食物链显著增加了人体接
触合成化学品的风险（Kim等
人，2017年）。

重金属 工业、农业、医疗、技术和
采矿废弃物；雨水径流（
如高速公路）；

未经处理的工业和城市污水
排入河流、湖泊、湿地；土地径
流；沉降

通过饮用水摄入可直接影响人
体健康

可在受污染的灌溉水灌
溉的蔬菜、大米和其他可
食用植物中形成生物累积

（Arunakumara、Walpola和
Yoon，2013年；Lu等人，2015
年）

汞、铅、铬、镉和砷对人类和其他
生物有毒性作用

亚太河流水域和沉积物的重
金属含量高，主要来自未经处
理的制革和金属加工作业排
放，以及高速公路径流（如西
爪哇省河流中的锌含量；蒙古
国额尔登特河流中的铅含量；
孟加拉国和日本一些河流中
的铬含量）（Sikder等人，2013
年）；中国城市河流（Qu和
Fan，2010年）。

南美城市地区

相比之下，欧盟国家河流中的
重金属污染普遍减少

自然污染（如地下水中的
砷含量）

广泛存在于孟加拉国和印度
的地下水中；中国、伊朗、蒙
古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
一些地区（Rahman、Ng和
Naidu，2009年）

盐度 农业灌溉排水；湖泊和湿
地蒸发

蒸发率高 大多数淡水生物和生态系统的
耐盐性有限（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2016a）；
盐化损害了农业和工业用水

盐水入侵可导致沿海含水层中
的盐化水

非洲、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地
区1/10的河流有盐化问题；
地表水盐化是中亚地区的主
要问题集约化农业实践；家庭和

工业污水排放
产生盐渍土壤

海水入侵 过度抽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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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 污染物来源 进入水体途径 被污染水和环境卫生/个人卫生
不足的影响

污染事件示例

新兴污染（CEC） 兽医和人类药物；驱虫
剂；抗菌消毒剂；阻燃剂；
洗涤剂代谢物

市政和工业下水道污水 激素失衡导致人类生育能力
下降和雄鱼的“雌性化”倾向

（Gross-Sorokin、Roast和
Brighty，2006年）；

水源中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抗生
素抗药性生物，可能会改变水生
微生物生态系统

美国地质调查局在美国80％
的溪流中检测到了这些污染
物，而且在全部泛欧海域也发
现了这些污染物

微塑料和纳米粒子
（Kolpin等人，2002年）

影响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
微塑料已知含有且可吸收有毒
化学物质

全球问题（Dris等人，2015年）

其他的水质问题 与石油和天然气压裂活
动有关的地下水污染

大量“生产用水”和相关化学品
排放进入水道

正在研究与水力压裂相关的污
染物（Osborn等人，2011年）

美洲（Vengosh等人，2014年）

化石燃料排放的大气沉
积导致湖泊酸化

酸雨 影响淡水生态系统，包括鱼类和
其他水生生物

在缺少能够缓冲酸雨的土壤
或基岩的地区，湖泊酸化仍然
是个问题。

由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
排放减少，这一情况正在改
善（如纽约阿第伦达克山脉
地区受影响的湖泊正在以不
同的速度恢复）（Driscoll等
人，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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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协定 签署年份 主题

《普雷斯帕公园地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协定》 2010年 4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 2010年 3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森林合作的协定》 2011年 2

《〈喀尔巴阡山脉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公约〉关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议定书》 2011年 2

《〈喀尔巴阡山脉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公约〉关于可持续旅游业的议定书》 2011年 2

《关于建立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的协定》 2012年 2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 2012年 2

《关于修改〈美国和加拿大间大湖水质协定〉的议定书》 2012年 1

《本格拉寒流公约》 2013年 4

《〈喀尔巴阡山脉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框架公约〉关于可持续运输的议定书》 2014年 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 2015年 3

国际环境协定基于其主要内容分为四个主题：污染预防（1）；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2）；环境过程（3）；以及生态系统/物种/基因保护（4）。

资料来源：Mukherjee等人，（2018年）。

表A.4：2010年至2015年签署的国际环境协定列表

附件13-1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环境协定（IEA）

俄勒冈大学已建立了到目前为止最全面的国际环境协定
数据库。我们搜索了iea.uoregon.edu 数据库中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相关的国际环境协定。我们使用了关键词“生物
多样性”和“保护”进行搜索，共计找到了45份多边和双边
协定（不包括被认为相关的协议修正案，以防止重复计算）
。在筛选之后，确定有33份国际环境协定涉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这些协定全部是在过去三十年内（1985年-2015年）
签署。其中，4份协定是双边协定（仅由2个国家签署），其

余为多边协定（由3 个或以上国家签署）。在多边协定中，
签署国的数量从3到196不等（中位数=7）。28份国际环境
协定专注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而6份涵盖全球范围。在关
于陆地区域的协定中，有7份是关于北美洲生态系统或物
种的保护，5份关于欧洲，6份关于亚洲，3份关于非洲。7份
国际环境协定侧重于非陆地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以及波罗的海）。



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644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过去二十年中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公平获取和惠益分享的主要公约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a；����b）。

与应对气候变化一样，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将科学与政策设计相结
合的需要推动了于����年正式成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IPBES）（Diaz等人����；Allison和Brown，����年）。

����年�月��日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也强调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包括：目标��
（水下生物）和目标��（陆地生物）。本报告第��章讨论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分类（参见图��.�）

建立和管理保护区是对有必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响应，这反映在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将“保护区”定义为“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
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得到认可、承诺和管理，以实现对自然及
其所拥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c）。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年。

自然资本联盟于����年由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
项目工商联盟发展而来，是一项旨在将自然资本方法纳入公共和私
营部门主流的国际合作项目

附件13-2：关于全球层面的主要政策发展和治理响应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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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1： 自下而上倡议平台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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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w
w

w
.c

lo
ud

of
co

m
m

itm
en

ts
. 

or
g/

“
人

类
世‘

种
子

数
据

’”
倡

议
（

SE
ED

S 
of

 th
e 

An
th

ro
po

ce
ne

）

全
球

性
国

际
组

织
所

有
政

府
、私

营
部

门
、

公
民

社
会

、国
际

组
织

该
倡

议
旨

在
收

集“
种

子
数

据
”，

即
尚

未
推

广
开

来
的

现
有

倡
议

，它
们

可
以

是
社

会
倡

议
、

新
技

术
、经

济
工

具
或

社
会

生
态

项
目

，或
者

是
组

织
、运

动
或

新
的

行
动

方
式

，只
要

其
可

以
为

创
造

一
个

公
正

、繁
荣

和
可

持
续

的
未

来
社

会
作

出
重

大
贡

献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40

0
目

标
13

、
目

标
17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消
费

变
革

、全
球

技
术

ht
tp

s:
//

go
od

an
th

ro
po

ce
ne

s.
 

ne
t/

Dr
aw

do
w

n项
目

全
球

性
公

共
部

门
、

从
业

人
员

、
公

民
社

会
、

私
营

部
门

、
决

策
者

、政
府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从
业

人
员

、公
民

社
会

、
私

营
部

门
、所

有
政

府
、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国
际

组
织

该
项

目
正

在
促

进
研

究
人

员
、科

学
家

、研
究

生
、博

士
、博

士
后

、决
策

者
、商

业
领

袖
和

活
动

家
的

广
泛

联
盟

，以
汇

集
和

展
示

关
于

气
候

解
决

方
案

的
最

佳
可

用
信

息
，阐

明
这

些
方

案
在

未
来

三
十

年
中

对
金

融
、社

会
和

环
境

的
有

益
影

响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10

0
目

标
13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
w

w
w

.d
ra

w
do

w
n.

or
g/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气
候

研
究

联
合

实
验

室（
M

IT
 C

lim
at

e 
Co

-L
ab

）

全
球

性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这

是
一

个
开

放
的

解
决

问
题

平
台

，参
与

者
人

数
不

断
上

升
，目

前
已

达
9万

多
人

，包
括

数
百

位
世

界
领

先
的

气
候

变
化

及
相

关
领

域
专

家
，

致
力

于
研

究
并

评
估

实
现

全
球

气
候

变
化

目
标

的
计

划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新

的
组

织
/业

务

27
03

各
目

标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s:

//
cl

im
at

ec
ol

ab
.o

rg
/

co
nt

es
ts

Ve
rt

M
TL

.o
rg

地
方

性（
加

拿
大

蒙
特

利
尔

）

地
方

政
府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作
为

减
少

蒙
特

利
尔

对
化

石
燃

料
依

赖
的

磋
商

的
一

部
分

，蒙
特

利
尔

公
共

咨
询

委
员

会
正

在
要

求
创

新
界

提
出

创
新

举
措

，以
期

通
过

这
些

举
措

来
满

足
加

拿
大

人
的

需
求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新

的
组

织
/业

务

58
目

标
6、

目
标

13
、

目
标

2、
目

标
12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s:
//

m
ar

at
ho

nc
re

at
if.

 
sp

ar
kb

oa
rd

.c
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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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议

名
称

地
区

平
台

秘
书

处
平

台
参

与
者

说
明

和
项

目
变

革
理

论
活

动
数

量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潜
在

途
径

链
接

Su
st

ai
ni

a1
00

全
球

性
（

20
16

年
有

18
8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公
民

社
会

私
营

部
门

、所
有

政
府

、公
民

社
会

、国
际

组
织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该
倡

议
已

进
入

第
五

个
年

头
，已

追
踪

了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45
00

多
个

解
决

方
案

，这
些

解
决

方
案

可
以

应
对

相
互

关
联

的
全

球
挑

战
并

帮
助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45
00

各
目

标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

w
w

w
.s

us
ta

in
ia

.m
e/

so
lu

tio
ns

/

“
完

美
解

决
方

案（
Be

au
tif

ul
 

So
lu

tio
ns

）”
倡

议

全
球

性
公

民
社

会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从

业
人

员
“

完
美

解
决

方
案

”工
作

台
和

实
验

室
是

一
个

互
动

空
间

，用
于

分
享

建
立

新
的

体
制

权
力

所
需

的
案

例
、解

决
方

案
和

重
要

思
想

，并
为

实
现

公
正

、有
弹

性
和

民
主

的
未

来
社

会
指

明
方

向
。该

倡
议

是
一

个
在

线
平

台
、书

籍
和

培
训

计
划

，旨
在

为
人

们
提

供
创

造
我

们
想

要
的

世
界

的
工

具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18
目

标
13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s:
//

so
lu

tio
ns

. 
th

is
ch

an
ge

se
ve

ry
th

in
g.

or
g/

“
生

态
临

界
点

（
Ec

oT
ip

pi
ng

 
Po

in
ts

）”
倡

议

全
球

性
公

民
社

会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从

业
人

员
该

项
目

的
实

用
目

标
是

帮
助

人
们

在
本

地
即

可
找

到“
临

界
点

”工
具

，即
他

们
及

其
社

区
可

以
采

取
的

具
体

行
动

。该
项

目
致

力
于

通
过

媒
体

、讲
习

班
和

与
社

区
团

体
的

直
接

合
作

来
推

广
成

功
案

例
和

经
验

教
训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12
5

目
标

15
、目

标
17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
w

w
w

. 
ec

ot
ip

pi
ng

po
in

ts
.o

rg

PA
N

O
RA

M
A 

- “
健

康
地

球
解

决
方

案
”

全
球

性
公

民
社

会
、国

际
组

织
、国

家
政

府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从
业

人
员

、所
有

政
府

、公
民

社
会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国
际

组
织

、私
营

部
门

这
是

一
项

合
作

计
划

，旨
在

记
录

和
推

广
涵

盖
各

类
保

护
和

发
展

主
题

的
具

有
教

育
性

、可
复

制
的

解
决

方
案

实
例

，实
现

跨
部

门
的

学
习

和
灵

感
激

发
。

PA
NO

RA
M

A通
过

鼓
励

反
思

和
学

习
成

熟
的

方
法

，让
从

业
人

员
有

机
会

分
享

他
们

的
成

功
案

例
，获

得
工

作
上

的
认

可
，并

了
解

其
他

人
如

何
解

决
全

球
问

题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意
识

、知
识

、技
能

发
展

37
3

各
目

标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

w
w

w
.p

an
or

am
a.

 
so

lu
tio

ns
/

《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
变

革
的

动
力

”倡
议

全
球

性
国

际
组

织
私

营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所

有
政

府
、国

际
组

织

该
倡

议
由《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秘

书
处

牵
头

发
起

，旨
在

确
认

解
决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和
更

广
泛

的
经

济
、社

会
和

环
境

挑
战

的
创

新
和

变
革

性
解

决
方

案
。该

倡
议

包
含

了
人

类
、企

业
、政

府
和

行
业

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方

面
的

实
用

、可
扩

展
且

可
复

制
的

经
验

实
例

。

新
的

组
织

/业
务

；融
资

/奖
励

/补
贴

62
7

各
目

标
全

球
性

技
术

ht
tp

://
un

fc
cc

.in
t/

 
se

cr
et

ar
ia

t/
m

om
en

tu
m

_ 
fo

r_
ch

an
ge

/it
em

s/
62

14
. 

ph
p



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648

倡
议

名
称

地
区

平
台

秘
书

处
平

台
参

与
者

说
明

和
项

目
变

革
理

论
活

动
数

量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潜
在

途
径

链
接

W
or

th
W

ild
倡

议
区

域
性（

美
国

）
私

营
部

门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

私
营

部
门

、从
业

人
员

该
倡

议
是

一
个

众
筹

平
台

，面
向

有
环

保
意

识
的

企
业

、非
营

利
组

织
和

个
人

，帮
助

他
们

筹
集

资
金

，资
助

地
球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项
目

。该
倡

议
利

用
技

术
支

持
绿

色
理

念
，通

过
有

效
的

活
动

流
程

，为
初

次
众

筹
者

和
资

深
慈

善
家

提
供

全
程

指
导

。

新
的

组
织

/业
务

；融
资

/奖
励

/补
贴

29
目

标
7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
w

w
w

.w
or

th
w

ild
.c

om
/

Gr
ee

nc
ro

w
d

倡
议

区
域

性（
荷

兰
）

私
营

部
门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
私

营
部

门
、从

业
人

员
该

倡
议

总
部

位
于

荷
兰

，旨
在

加
速

实
现

可
持

续
能

源
项

目
。项

目
的

投
资

者
在

实
现

环
境

效
益

的
同

时
，也

将
收

获
经

济
利

润
。该

倡
议

全
面

评
估

项
目

风
险

，且
在

减
轻

潜
在

损
失

方
面

提
供

担
保（

如
保

险
、房

地
产

抵
押

）。

新
的

组
织

/业
务

；融
资

/奖
励

/补
贴

43
各

目
标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消
费

变
革

ht
tp

s:
//

gr
ee

nc
ro

w
d.

nl
/

Di
vv

y倡
议

全
球

性
公

民
社

会
公

共
部

门
、公

民
社

会
、

私
营

部
门

、从
业

人
员

该
倡

议
是

一
个

面
向

社
区

可
持

续
发

展
项

目
的

众
筹

平
台

。该
平

台
帮

助
绿

色
社

区
领

导
者

轻
松

地
将

他
们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理
念

变
为

现
实

。如
果

需
要

，该
平

台
甚

至
可

以
帮

助
项

目
发

起
人

获
得

当
地

专
业

人
士

的
竞

争
报

价
，以

便
可

以
专

注
于

社
区

参
与

。

新
的

组
织

/业
务

；融
资

/奖
励

/补
贴

9
所

有
目

标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全

球
技

术

ht
tp

://
di

vv
yg

re
en

.c
om

/

“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伙
伴

关
系

网
络

平
台

”

全
球

性
国

际
组

织
公

共
部

门
、从

业
人

员
、

公
民

社
会

、所
有

政
府

、
国

际
组

织
、私

营
部

门
、

学
术

研
究

机
构

“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伙
伴

关
系

网
络

平
台

”
是

联
合

国
自

愿
性

承
诺

和
多

利
益

相
关

方
伙

伴
关

系
的

全
球

登
记

库
，促

进
所

有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全

球
参

与
，以

支
持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的

实
施

。

知
识

/数
据

平
台

；监
测

和
报

告
38

08
所

有
目

标
非

集
中

化
解

决
方

案
ht

tp
s:

//
 

su
st

ai
na

bl
ed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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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n
t.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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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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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tn

er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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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自下而上倡议

讲习班 种子数据的名称 说明
新加坡
[MM81]

可再生能源微电网 在易受气候和灾害影响的地区实施可再生能源微电网，以加强能源安全和恢复力以及偏远或边远社区
经历气候事件后复原的能力。

新加坡 Celebrating Singapore Shores 一个聚集海洋团体庆祝“国际珊瑚礁年”的平台。每十年举办一次。

新加坡 塑料废弃物足迹计算器 这是一个应用程序/网站，类似于个人碳足迹计算，根据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估测其塑料废弃物足迹。基
于此，该应用程序可以总结或推断出个人在一周/一个月/一年中产生的塑料废弃物的数量，并提供有关
如何调整其生活方式以减少塑料浪费的建议。

新加坡 区块链开放源报告 将区块链作为推进公民社会组织报告的工具。利用技术简化报告，并预测数据和影响，从而帮助公民社
会组织进行报告并提高认识。

新加坡 太阳光能合作社 基于非集中化社区和合作社的电网。优先考虑贫困和服务不足的社区。社区管理自己的系统，像合作社
一样运作。

新加坡 利用仿生学变革生活方式 保持工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促进仿生学的项目，仿生学是一项受大自然启发的技
术。“仿生学即文化服务”理念是受到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启发。例如，我们的泳衣受到鲨鱼皮肤的启发，城
市规划模型受到生态系统本身的启发。

新加坡 滨海拦河坝 使用拦河坝作为案例研究，以缓解洪水问题（自动防洪闸）。
新加坡 在项目开发之前使用无人机进行

环境评估
收集实时环境信息，如空气质量和森林结构。

新加坡 Repair Kopitiam项目 每月开展维修讲习班，教导不同地区的居民修理电器，减少电子垃圾。还上传一系列视频，以便任何人
都可以自行组织讲习班。此活动的一项优势是每个人都可以习得修复技能，这也塑造了一种物品修复
文化。

新加坡 排水水位传感器 利用传感器监测排水沟和运河的水位，以便在暴风雨期间提供实时现场情况更新信息，以改善对洪水的
响应时间。这对于运河系统密集的城市来说非常有用。

新加坡 墨尔本环境管理开放数据平台 收集整理墨尔本市所有树木的信息。

新加坡 利用卫星图像检测棕榈树健康
状况

能够通过非破坏性方法检测受影响的树木。

新加坡 发展传统蔬菜的都市农业项目 东京大都市地区的都市农业注重发展传统和本土蔬菜。实行专注传统种子（如白萝卜）培育的农业合作
社，以促进区域文化和特性。

新加坡 公民污染监测 为公民提供报告当地污染（尤其是车辆）的工具。此活动的一项优势是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另一项优势
是可以使污染可见。

新加坡 中国黑臭河道监测应用程序 公众可以通过连接到微信的智能手机应用报告城市地区的黑臭河道。地方政府官员必须在7天内对公
众投诉作出回应。

新加坡 Repair Kopitiam项目 “Kopitiam”是一家邻里咖啡馆。该项目由可持续生活实验室（SL2）实施。该组织会在公共住房下部设
立了一个区域，居民可以将破碎的物品带来进行修复。志愿者教会居民如何修复电子产品、服装、家居用
品和消费品等。通常都是一些具有情感价值的物品。之后，会拍摄现场照片。此活动每个星期天都会在城
市的某个地方进行。

新加坡 公众科学报告 由个人收集共享数据，实现不同目的。

新加坡 二氧化碳捕获用于大气脱碳 通过工程化学反应直接从环境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该项目位于为工艺提供动力的废热回收厂的顶部。
风扇将空气推过收集二氧化碳的过滤系统。当过滤器饱和时，二氧化碳在高于100摄氏度的温度下分
离。然后将气体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温室。

新加坡 “Seed water”项目 您饮水可以不再选择塑料瓶装水。

新加坡 海藻养殖用于牲畜饲料 将海藻作为牲畜和奶牛的饲料替代品。海藻已被证明可以减少反刍动物产生的甲烷量。

新加坡 交通网络车辆
系统

基于大数据的交通系统。用户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以最方便的方式搭车。提供更低的每位乘客每
公里拥有成本，并降低交通对环境的影响。这是减少私家汽车使用的潜在解决方案。人们可以共享乘车，
同时仍然享受到私人交通的舒适和便利。

新加坡 水下报告 使用单一视频录制设备，实时共享信息，让不同人实现远程监测。

新加坡 多功能太阳能电池板 大范围部署太阳能电池板，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新加坡 光伏农业 光伏农业即在农业中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能源。该项目位于低产农业地区，光伏农业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
低产农户带来了替代收入来源。光伏农业有助于减少排放，且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光伏农业也为许多农
村社区创造了新的就业市场和收入。绵羊等牲畜仍然可以在光伏面板下部和周围放牧。

新加坡 生态红树林恢复——恢复乌敏岛
红树林倡议

这是一个社区项目，致力于恢复乌敏岛废弃的水产养殖池塘的红树林。此次红树林恢复不涉及树木种
植。这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工作汇集了学者、鱼类养殖者、自然爱好者、渔民、海洋保护倡导者。还通过技术
手段对待修复场地（红树林）进行了科学地理绘图。

新加坡 资源交换 减少购买并鼓励交换现有资源。

新加坡 Blue SG——共享电动车 与共享自行车类似，会在重要停车场停放3-4辆电动车，配备充电点。居民可以随时使用。这相比于自有
车辆更具优势。

讲习班种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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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班 种子数据的名称 说明
新加坡 智能农场 智能农场使用各种技术来监控蔬菜的状况。它帮助农民了解蔬菜和水果需要多少阳光和水。也有助于

确保粮食安全。
新加坡 Karthavyam项目（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有关的负责任公民）
这是一个文凭课程项目，专注于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公共问题。该文凭课程为期6个月，有4个
学习方向，通过电影、播客和其他可轻松分享的媒体进行授课。课程包括体验式学习、本地项目设计、故
事书撰写、电影观赏以及社区互动。其优势在于利用视觉媒介（电影制作）来创建非集中化知识共享平
台。

新加坡 Heka Leka项目 该项目旨在汇集社会凝聚力，通过教育建设社区。
新加坡 Repair Kopitiam项目 该项目让居民聚在一起学习如何修复破损的器具以减少浪费。该项目还旨在减少消费，并为居民提供就

业技能。同时，该项目还有助于保留了一些夕阳工业遗产（如鞋匠等）。

新加坡 Great British Bee Count项目 该项目鼓励个人通过拍摄蜜蜂照片并在一个集中化平台上分享照片来参与蜜蜂（和生物多样性）监测。
个人也可以购买拯救蜜蜂材料，在邻里种植花卉，以换取蜜蜂的照片。该计划的一个优势在于促进对蜜
蜂的数据收集。此外，还利用到了现有技术。

新加坡 全球循环经济
数据库

一个捕获循环经济倡议并在一个中央平台上共享信息的数据库。该数据库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动员不同群
体，无需花费太多精力便可以获得海量数据。然后，该数据库可以作为其他人的学习平台。

新加坡 可食用餐具 可食用餐具由小麦、大米和高粱制成。印度每年使用的塑料餐具超过1.6亿吨。这是一项由印度政府发
起的倡议。

新加坡 印度多年生河流的沿岸园
艺项目

该理念是使用树木取代多年生河流沿岸的植物，以防止土壤侵蚀，促进农民的经济发展。

新加坡 Trash to Treasure（免费跳
蚤市场）

这是一个免费的跳蚤市场项目，旨在将个人闲置物品和物件重新分配给需要它们或可以更好地利用它
们的人们。该项目的一个优势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可以在任何地方组织，并且不需要任何技术支持。

新加坡 绿色屋顶 根据规划建造的绿色屋顶，而不仅仅是那些强加在现有建筑物上的绿色屋顶。这些绿色屋顶可以减少空
调使用引起的能源消耗。精心打造的绿色屋顶还可以收集雨水并减少快速水流的流动，并且还可以降低
洪水易发地区的洪水风险。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创造了栖息地条件。

新加坡 拼车 鼓励特定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尽可能多地拼车出行。
新加坡 Setting up of Wormery 该项目有助于食物垃圾的分散收集。食物垃圾在当地收集，并使用蚯蚓在当地堆肥。排泄物（蠕虫粪便）

被用作肥料，并被送到社区花园。
新加坡 智能太阳能充电 一项在乌得勒支发起的电动汽车共享倡议。

新加坡 Skillsfuture SG 这是一个非集中化教育项目，由多个课程提供者和机构进行分散教育，在政府资助的政府平台上进行。该
项目的一个优势是更大范围内利用政府预算。此外，其有助于提高实行国家的教育水平。

新加坡 调节饮食 目的是通过推广素食来鼓励人们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新加坡 印度环保主义者基金会 为个人提供志愿服务机会，通过社区行动恢复城市湖泊和农村水体。该项目的一个优势是组织形式简

单，且激发了个人的志愿服务意识。
新加坡 可持续替代照明（SALt）灯 这是一种对环境友好且可持续性的替代性光源，可在盐水环境中工作。
新加坡 “锦簇社区”（Community in 

Bloom）项目
该项目计划在新加坡打造当地社区花园。已经在新加坡各地打造了大约2000个这样的花园。每个花园
由所属社区负责管理。

新加坡 洋流电力开发 基于海水温度差，通过水下涡轮机发电。
新加坡 英特尔“驱动未来”（Intel 

Make Tomorrow）项目
帮助职业学校学生获得微控制器和物联网方面的技能发展。

新加坡 难民危机管理 利用技术（如可以与他们联系的信息警报）帮助难民。
新加坡 Fresh Direct公司集装箱农场 一位尼日利亚企业家使用经过改装的集装箱进行农业种植，主要雇佣贫困妇女。

新加坡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监控能
源消耗

Powershop是一家提供应用程序平台的公司，使消费者能够追踪其家庭的能源消耗。追踪是实时的，且
能够记录来自太阳能光伏板的能量输入。该应用程序还通过显示太阳能输入带来的价值，提供金钱激励
措施，以减少消费，鼓励理性消费和向可再生能源过渡。

新加坡 太阳能净水 当地社区用于过滤水，确保用水卫生。提供过滤瓶系统，保障社区用水。
新加坡 绿色建筑标准 为新建筑物的建造和装修制定标准。

新加坡 植物鉴定应用程序 该应用程序有助于识别树木、植物和花卉。当人们看到未知植物时，就可以使用应用程序拍摄照片。这在
知识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加坡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电动车 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我们的交通系统中。
新加坡 以棕榈油为主题的活动组织，

如遏制阴霾运动（People’s 
Movement to Stop Haze）

该种子倡议试图通过动员食品饮料行业（供应方）和消费者（需求方），来促进可持续棕榈油在新加坡市
场的使用。

新加坡 Precious Plastic公司 这是一家初创公司，为社区提供开放源指南和设计，以制作塑料回收机器和工具。该创业公司为有兴趣
制作此类机器的任何人提供支持和指导。该项目的一个优势是所有信息都是开放的，有助于发起非集
中化回收计划。

新加坡 Youth Ki Awaaz项目 这是一个非集中化在线平台，供人们分享与社会问题有关的自身实例。该项目支持任何人创建活动并促
进变革。此外，分享的实例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具有强大作用，且此平台对所有人开放。

新加坡 可穿戴设备 应用于健康领域的可穿戴设备。



651附件

讲习班 种子数据的名称 说明
新加坡 Gaia Grid项目 这是一个离网农业社区项目，利用众筹和社交媒体创建一个自我维持的社区。这项目与当地村庄合作，

旨在消除社会问题，并鼓励发展有机农业。
新加坡 重力灯（Gravity Light） 利用重力来发电。
新加坡 气候变化深层对话安全空间 一个非政府组织，注重培训协调人，以帮助促进气候变化方面的家庭、朋友网络对话。该项目鼓励个人

引导社区行动。
新加坡 Street Feeders of KL组织 该组织定期召集志愿者，向无家可归者分发易变质和不易变质的食物。这也有助于加深对无家可归者的

了解。也可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工作机会。该项目的一个优势是有助于构建面对面的对话，帮助社区与
无家可归者建立联系。这也为弱势群体带来了希望。

新加坡 菲律宾吕宋岛季里诺省保护区实行
联合国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
放量加上森林可持续管理以及保护
和加强森林碳储量（REDD+）碳信
用额度系统

该项目旨在恢复支离破碎的景观地貌，促进果树种植（为了粮食安全），并为农民提供补贴，使其成为保
护区的拥护者。

新加坡 鱼翅数据库 一个集中的数据库，供公众分享以鱼翅为食材的餐厅的位置和名称。这使人们注意到这些餐馆，有助于
公民抵制供应鱼翅的餐厅，或与这些餐厅进行接洽。该项目的一个优势是利用现有技术收集公众来源
数据，且成本低。

新加坡 “无吸管星期二”（No Straw 
Tuesdays）项目

该项目由环保组织Plastic- Lite在一年半前发起，提醒人们减少和注意塑料消费。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
织、自筹资金的项目。在社区推广倡议以促进改变生活方式。利用社交媒体来鼓励参与。该项目于每周中
的一天在学校推出。

新加坡 GrabHitch拼车服务 这是一个技术平台，建立非出租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的联系，以促进拼车并减少上路汽车数量和燃料需
求。该服务依托于现有技术和应用程序，有助于减少道路上的汽车数量。

新加坡 阿姆斯特丹“防雨”（Rain Proof）
计划

治理城市水径流（用于啤酒等替代产品的制造），且关闭水循环。

新加坡 面向无家可归者的“比特币挖矿”
加热器

通过“比特币挖矿”释放出大量热能。

新加坡 狗狗粪便收集站 提供了一种自我可持续且方便的狗狗粪便清理方式，鼓励狗主人在宠物便便后进行清理，将未使用的粪
便收集袋留给需要的狗主人，以便清理狗狗粪便。

新加坡 将PET塑料瓶制成T恤 慈济基金会（Tzu Chi）将经过处理的PET塑料瓶改造制成T恤和毯子，然后捐赠给自然灾害的受害者。

新加坡 Lendor（应用程序） 用户从P2P物品库（如家用物品）中借用物品，无需为了一次使用而购买。
新加坡 Innisfree空瓶回收活动 消费者可以将空瓶带回门店（最多兑换50个积分），以便在未来购买时享受折扣。该活动统计已回收和

再利用的空瓶数量。这样做可以吸引消费者，给人“感觉良好”的印象。
新加坡 “500名女科学家”（500 Women 

Scientists）组织
致力于提高拉丁美洲的科学开放与平等。目标是创造科学文化，促进科学素养，拥抱技术和科学。这是一
项基层运动，尤其可让人们认识到女科学家的存在。每月举办社交活动，邀请个人参与对话，采用“快速
接洽”模式。向女孩提供指导，走进校园与女孩探讨科技、不太好理解的政府政策、（年老白种人的）文化
自卑感以及学术和科学的非殖民化手段。

新加坡 Swapaholic项目 在线衣物置换平台。活动参与者带来二手优质衣物，以换取积分，这些积分可定期在新加坡各地举办的
衣物置换活动中使用。

新加坡 塑料足迹计算器 http://whatismycarbonfootprint.com/plastic-footprint——计算个人的塑料足迹，旨在利用信息来
指导和减少塑料的使用。

新加坡 “塑料银行”（Plastic Bank）应
用程序

https://www.plasticbank.org/what-we-do/——鼓励个人收集塑料，以换取通过该应用程序分发和验
证的奖励，将废弃物转化为货币。该应用使用区块链技术，将价值转移到塑料收集者手中。

新加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素食项目 在联合国/国际非政府间组织会议和活动期间提供素食，以促进人们对素食的了解。

新加坡 当地水务委员会 在干旱/水资源配给情景下进行社区组织，集中资源，帮助能力缺乏者收集水资源，利用联系纽带。也可
以应用于能源共享和粮食安全领域。

新加坡 Grab应用程序 这是一款拼车应用程序，后扩展到GrabShare和GrabHitch，通过更便宜的价格来鼓励乘客使用拼车服
务。有助于减少燃料消耗，企业可以提倡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如电动车）。

新加坡 哥斯达黎加大学首个气候变化课程 解决了该国气候变化教育和交流缺失的问题。

新加坡 SECMDL项目 当地青年在社区中建立的替代性青年学习学校。该项目具有非集中化、可复制的、自我维持的优势，可
以复制到其他社区。

新加坡 植物饮食/纯素食项目 包括并推广更多以植物为主的菜单。
新加坡 可持续水产养殖 整合多营养系统，将一种物种的输出（如废弃物）转化为上级物种的输入（如食物）。也鼓励采购新加坡当

地/本土物种，以鼓励维护本地遗产，改变口味和偏好，降低进口食品的碳足迹。

新加坡 Superwomarket项目 一个由女科学家设计的超市/咖啡馆，里面提供的都是由她们选择的产品。包括：
 - 显示碳/水足迹的产品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包装最少的产品
 - 一个母乳保育和喂养空间，还配备一名护士，可以检查/指导治疗乳腺癌
 - 一个沟通空间（咖啡馆），供妇女联谊、举办活动等
 - 一个配备看护人员的儿童看护空间，当母亲们购物或联谊时，小孩可以在那里玩耍
该项目为女性提供一个“安全环境”，供她们分享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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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全球环境展望》会议的绿
色化

下一届《全球环境展望》会议将变得更加绿色。我们必须践行我们所倡导的。
可能包括：素食选项、启用会议机器人的远程会议选项（如Double机器人） 

（这对于那些不便出行的人来说是一个必备选项，例如像我这样因育儿而无法远行的人或行动不便的
人）、无纸化办公、减少空调使用、可持续的酒店管理、降低碳足迹（减少塑料使用）、使用可再生能源
可以通过在线咨询《全球环境展望》的作者更新现有的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南(http://www.
greeningtheblue.org/sites/default/files/ GreenMeetingGuide.pdf)（如“你希望看到下一届《全球环
境展望》会议有哪些改进？”），然后作为《全球环境展望6》的衍生产品与《全球环境展望6》一起出版。

广州 减少野生动物的消费  - 减少野生动物的消费（如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 减少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广州 光影海洋馆  - 公众不应该去圈养鲸类的水族馆（减少圈养鲸类的数量，因为圈养条件不适宜鲸类生长）。
 - 公众可以参观光影海洋馆（实物参观可以用光影技术取代）。

广州 环境摄影博物馆  - 建设环保摄影博物馆。

广州 共享社区，对浪费说“不”  - 提出可能的共享机制，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广州 手机共享  - 不鼓励经常更换手机。
 - 鼓励手机回收。
 - 鼓励手机共享。

广州 减少使用实木家具  - 减少实木家具的使用。

广州 天然气水合物的开发利用  - 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非常丰富，可供人类使用1000年。目前，发现了大量的资源点，勘探技术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
如何鼓励所有国家（或地区）以清洁方式勘探天然气水合物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

广州 智能绿色建筑  - 智能绿色建筑能够利用自然自发过程（如空气对流）来减少能源消耗。

广州 无水铝散热器 强调使用电力代替煤炭的技术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例如无水铝散热器。

广州 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变公民的
购买行为

大数据对环境意识的提升和公民的消费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

广州 分布式智能储能技术  - 分布式智能储能、能源互联网、智能能源社区。

广州 饮用水净化系统在线智能
监测

该倡议包括以下要素：
互联网、在线监测、人工智能、人工制造、净化技术（如物理过滤和化学分解）、大数据和云计算。

广州 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用水量 住宅废水可以回收用于其他用途（如厕所和洗车）。

广州 以高粱粉制成的餐具代替一
次性餐具

餐具可以用高粱粉制成；
这种餐具可以用作一次性餐具的替代品。

广州 重复使用和回收日常必需
品包装

日常必需品（如化妆品、洗发水等）的包装可以重复使用和回收。

广州 自带饮料容器 当顾客在饮料店自带饮料容器时，他们可以享受折扣。这可以减少一次性容器的数量。

广州 塑料限令和环境法庭 建立环境法庭。

广州 高校限制塑料的使用 高校禁止使用一次性餐具和薄塑料袋。

广州 简化快递包装 如果可以简化快递包装，则可以减少浪费。

广州 减少使用塑料，使用环保的包
裹和包装材料

该倡议建议减少含有塑料分子的包装材料的使用。
可以采用与前几年超市限制使用塑料袋类似的方式实施。

广州 环境教育 所有责任人都以明确的目标努力推进区域环境教育。

广州 将空气转化为清新干净的水 转化后，这种水将变得清新干净，符合最高标准。

广州 脑机接口 收集人脑中的脑电图（脑语）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一旦有脑电波，就会有相应的计算机语言来启动机器人动作。

广州 MR防灾 促进防灾教育。

广州 非集中化配送 社区支持的农业、农民市场。

曼谷 全球总裁联盟 该倡议旨在触及私营部门参与的核心，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价值主张（对私营部门有什么好
处）。

曼谷 共享经济倡议 Uber、AirBnB、衣物置换等平台。现有有一种趋势是让越来越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即大多数闲置车辆）
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种趋势正在扩展到各种新的领域，并触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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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创新实验室，作为创意的孵
化器

帮助扩大小规模创新/技术创业理念（如创新的易拉罐回收理念）。

曼谷 城市空间的绿色屋顶 促进食物种植、水源清洁、绿色基础设施的应用；这种趋势可能会大幅增加。

曼谷 雨水收集 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渗透性表面越来越少……

曼谷 负责任的时尚产业  - 利用时装业的废弃面料和纺织品；
 - 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并将其应用于时尚产品的设计、生产、零售、采购：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开发、公
平贸易等，同时解决可持续生产和环境保护问题。

曼谷 摩天大楼的太阳能电池板墙 城市环境中的巨大可再生能源潜力；摩天大楼中的大量玻璃墙面表明，有可能通过新兴技术将玻璃墙
面转变成太阳能电池板。（Yale 360：将建筑物转变为能源生产者）。

曼谷 屋顶的箱式太阳能炊具 相对简单，科技含量低，成本低。

曼谷 大数据和商业智能 大规模解决供应链中非法化学品/染料的零排放问题。

曼谷 低碳倡议 在亚洲理工学院（AIT）启动的气候变化亚洲倡议 - 是该地区的一项先驱举措 - 帮助了解如何恢复脆弱
的栖息地。

曼谷 气候智能农业和社区林业

曼谷 智能交通系统 对于主要城市来说，有助于应对空气污染、资源效率、安全问题……
将固定路线软件集成到所有汽车中，整合调度系统，完全搭载CAD/AVL系统。

曼谷 全球公众意识活动 为了对抗一些政府领导人在气候变化否定论方面散布的不实言论。

曼谷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 - 城市公
园连通性

精心的城市规划和设计，重点是最大化城市绿地的连通性，包括内城区公园；
柔化公园边缘，更好地连接到城郊地带。

曼谷 缓解城市热压力的绿色基
础设施

鼓励资本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如更频繁的街道升级、树木种植等社区层面的热压力缓解活动）

曼谷 降低决策者的年龄标准 解决社会障碍，重点关注有年龄限制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等）。

曼谷 小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 示例包括住宅太阳能电池板项目、小型水电站。

曼谷 创新和加强传统农业知识 应对传统知识不断弱化的趋势；将土壤视为需要养护的生活物质。

曼谷 粮食系统方法——从上游到
下游

每一阶段的多部门参与。

曼谷 自然资本核算 将自然保护与发展影响联系起来并促进技术服务（即电子废弃物追踪）。

曼谷 资源导向的卫生设施 将废弃物链中的废弃物转化为农业投入/粮食系统。

曼谷 循环经济和扩大生产者责任 重复使用电子垃圾、旧手机等。

曼谷 可再生氢技术 作为循环经济的一个要素。

曼谷 DIY废弃物管理系统 使用回收材料制作家具。

曼谷 知识共享战略 使用数字平台来共享理念。

内罗毕 智能能源微电网

内罗毕 Smart H20应用程序 Smart H2OSM是一个用户友好的应用程序，全世界所有公民都可以免费使用。只需单击一下，使用者
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轻松报告泄漏、违规和浪费事件。通过Smart H2OSM，公民可以与当地自来水
公司合作，积极参与节水运动。

内罗毕 智能农业（生产力作物）

内罗毕 沼气（废弃物）

内罗毕 地球观测 “Sanivation”和“locate it.”工作组，专注于高分辨率空间数据的收集，可以在学校实施，实现健康、交
通和能源领域的全面追踪。该种子倡议基于技术、证据和沟通。非常简单的应用程序，可将数据上传到
空中客车平台。该倡议于不久前刚刚在内罗毕的纳罗克县发起。这一创新倡议整合了低成本的应用程
序和全球平台，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3、目标4和目标10。

内罗毕 教育 - 校园的可及性 利用技术提供优质教育。使用Kindle，避免浪费，减少纸张使用。解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4。

内罗毕 可及的空气质量监测 低成本的传感器设备。

内罗毕 通过智能应用程序实现众包

内罗毕 塑料制品 使用塑料生产石油产品，再利用塑料。基于3D打印技术的创新制作。该种子倡议采用了“微观经济学方
法”。

内罗毕 意识建设



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654

讲习班 种子数据的名称 说明

内罗毕 生态燃料——厕所固体/液体
废弃物分开处理

固体废弃物管理系统，回收废弃物生产沼气。该技术通过堆肥产生能量。适用于房屋内安装的移
动厕所。废弃物在经过90度抛物面镜烘烤后，变成木炭。生态燃料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在奈瓦沙

（Naivasha）（??）有超过10000名使用者。这种燃料没有异味。

内罗毕 太阳能住宅屋顶 强化能源领域的社会意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3、目标9、目标7、目标11。这种倡议正
在全球范围内被推广，倡导者包括范平明（越南）、Durga Prasad Dawadi（尼泊尔）和Peter Mburu（肯
尼亚）。

内罗毕 智能能源

内罗毕 屋顶雨水收集

内罗毕 伊朗的用水/农业管理（小额
赠款计划，由全球环境基金

（GEF）资助）

伊朗的水资源管理项目，旨在解决当地社区的用水健康问题。该种子倡议有很多小项目，可以让社区和
农场参与防治灰尘和沙尘暴。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目标6、目标8、目标17。该种子倡议
已经建立，且与政府和当地社区有合作。该倡议目前在伊朗边境附近运作，可以扩大到邻国以解决荒漠
化问题。该倡议的主要不足之处是难以将国家政府与当地社区的公民社会组织联系起来。涉及多类行
为者，包括媒体、政府、当地社区、私营部门、银行/投资。

内罗毕 马达加斯加保护区 马达加斯加东部保护区的碳信用额度系统，旨在减少森林砍伐，促进智能气候农业。该种子倡议有助于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2、目标3、目标6、目标7、目标8、目标13、目标15。通过其他经济机会防止砍
伐森林。该倡议的主要不足之处是需要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气候智能农业理念，目前还不清楚人们是
否会接受新的想法/方法。参与的行为者包括农村人口和地方政府。

内罗毕 电动车/特斯拉和卡车 这是一个成熟的倡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3、目标7、目标8、目标9、目标11、目标12、目
标13。该项目在欧盟、美国、中国和一些中东国家开展，鼓励取代柴油/汽油车。通过特斯拉应用程序，您
可以通过汽车中的软件集成系统获得车辆的实时信息。特别指出的是，北京出售的新能源车数量超过
普通汽车，其中政府补贴达40％。可以确定三个主要不足之处：（1）如果发电来自煤炭或化石燃料，则会
出现能源基础设施问题；（2）可能加剧车辆拥堵问题；（3）反弹效应；（4）与电动自行车市场竞争。参与的
行为者包括企业、消费者和个人。增压器、氢燃料电池（以及其他技术突破）可以使电动车更快更便捷。

内罗毕 创新的公共交通 这包括公共交通和旅游交通中的电动船舶。该种子倡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3、目标7、目
标8、目标9、目标11、目标12、目标13。该项目目前处于启动阶段，总部设在伊拉克。船舶对消费者来说
更便宜、更节能、更快，可以缓解交通事故，减少拥堵，提高安全性。不足之处包括拥堵，与水域的潜在冲
突，可能带来空气、水、废弃物污染。参与的行为者包括企业、政府和个人。

内罗毕 共享汽车和自行车 该种子倡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3、目标7、目标8、目标11、目标12、目标13。该项目已在
至少数百个城市建立并投入运营（摩拜单车已在110个城市运营）。该倡议使用清洁能源，是一种低成本
的解决方案，易于实施/升级。主要的不足之处包括：需要配合使用应用程序/智能手机，太多自行车导致
拥挤问题和交通事故。有利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和单车临界量；适当的教育和对文化问题的尊重；与其
他智慧城市倡议相结合带来的共同利益。

内罗毕 电子支付倡议/无现金系统 该种子倡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5、目标9、目标8、目标12。该倡议在一些国家已经成熟，
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才刚刚起步，但在全球范围内可以找到实例。该倡议具有创新性，因为其增加了便利
性，减少了现金需求，避免了找零问题。该种子倡议符合全球大趋势，可以帮助实现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该倡议的主要不足之处是浪费和固体废弃物的消耗增加。

内罗毕 简化包装 购买商品时提供可选包装，去往无包装商店，实施塑料袋禁令，或征税。该种子倡议有助于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目标2、目标6、目标9、目标11、目标12、目标13。该倡议尚处于起步阶段，可以在德国德累斯
顿和其他地方找到实例。该倡议具有创新性和实益性，原因在于：（1）将农业废弃物转变为生物包装材
料，终止系统循环；（2）减少食物浪费；（3）激励替代方案；（4）可见且良好的沟通工具。这是一个非常易
于扩展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三点不足之处：（1）散装/批发存在健康/卫生问题；（2）塑料替代品可能更糟
糕，因而可能增加袋子的使用量；（3）可堆肥/生物包装需求的投入会增加农业压力。参与的行为者包括
公民和政府、企业、城市商店和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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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 智慧社区（以非集中化
解决方案为重点）

该小组提出了一种愿景和方法，用于建设其所谓的“智慧社区”——一种关于未来环境建设的全新且截然不
同的愿景。这里所设想的未来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挑战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和原则以及现有城市发展、进化和
运作的传统过程。这种理念建立在所谓的“新城市主义”概念之上，旨在解决当前的城市/城市规划模型之
间的脱节问题，以及以当前环境建设为特征的城市周边界面的相互作用问题。举例而言，该小组旨在解决
城市和郊区蔓延的低效率、大都市增长的单一且“反作用”的模式、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当激励、农村向城市
移民等。

智慧社区小组综合分析了几个共同的要素和相互促进的属性，这些要素和属性有助于推动建设更智能且
更可持续的社区。该小组的主要“种子理念”或具有革新意义的想法包括：循环经济、可持续城郊农业、小额
融资、智能和可持续交通系统以及公众/社区意识。该小组提议解决所确定的所有五大区域环境挑战。该小
组认为，智慧社区愿景与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特别与目标1、目标3、目标6、目标7、目标11、目标
12、目标13和目标17相关，重点是以下领域的协同作用：研发、创新和清洁技术、政治和社会适应性（和适应
性治理）领域的智能变革、行为选择、持续投资。最后，作为一点补充说明，该小组表示智慧社区的意图不是
要变革现有的大城市，而是要塑造目前处于城市化初期阶段的未来环境和区域。

智慧社区小组的最终得分为17分，其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利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可持续（或以生态为中心）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协同效应。自下而上方法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有利条
件之一是可持续性。另外还需要进行差距分析。该小组能够取得部分成功，但一个主要不足之处是缺乏对
社会和政治可接受性需求的探讨。

曼谷 智慧未来（以生活方式
变革为重点）

愿景任务中的第二个小组提出了一种整体方法，通过一个称之为“影响领导者”的过程对大规模的行为变
革进行了综合分析。该小组强调了寻找新的交付机制的重要性，通过此机制来确定主要的私营和公共部门
领导者（或影响者），即传达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单一价值主张的对象。

作为次要方法，该小组探讨了以消费者为目标的必要性，以及利用大数据/数据革命带来的机遇的必要性。
该小组表明，智慧未来愿景与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并解决了所有五大区域挑战。该小组提出共
同属性特征包括：颠覆性创新技术（例如智能手机应用、云计算、社交网络）、数据驱动的决策系统、可持续/
智能城市、农业经济解决方案、高度包容性/以人为中心的举措、整合、有意义的公私伙伴关系以及通过基于
结果的绩效管理改善决策过程。

科学咨询小组对智慧未来小组给出的最终评分是9分，尽管该小组提出了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理念且实现
了几个领域的趋同，但该小组最终收获失败，因为不确定性更高。通过对整个过程进行反思，该小组认为主
要障碍是他们的想法过于宽泛，且他们的主要精力分散在太多不相容（有时相互排斥）的目标上。

曼谷 地球技术（以全球技术
为重点）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小组是地球技术小组，其提出了一个关于未来（以地球变革技术为主导）和地球系统（
包括地球工程/碳捕获存储技术、海洋中层带探索、行星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未来主义的、超技术感的愿景。
拟议的愿景主要是为了解决宏观/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复杂的大气-海洋
相关问题。该小组的共同关注点是造成绝对伤害的可能性，以及（相对立地）带来变革型“星球警报”解决方
案的机会。地球技术小组主要针对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12、目标14和目标17。

确定了若干体制障碍和差距，包括规避冲突、解决政府间和全球治理问题（如联合国安理会问题）的机制。

地球技术小组获得的最终评分是8分，其设计的场景过于复杂，过度关注最坏的情况，且最终没能具有鼓舞
性或足够引人注目。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他们的情景也没有成功。该小组承认，他们的整体概念不足以吸
引有意义的政治参与和/或缺乏可及性，且他们需要改进其技术主导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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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提案1 这些种子倡议是如何结合的？
栖息地对于生存至关重要。为了确保人与动物的共存，必须开发新的和适当的联系。

该提案如何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且有助于实现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动物提供更好的栖息地条件，这对生物多样性有益。

需要哪些政策变革来帮助实现此途径中的提案？政策如何帮助处理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任何权
衡取舍？

1. 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
2. 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广州 提案2 这些种子倡议是如何结合的？
这些种子倡议具有相似的特征，可以在政策和应对机制方面共享支持。

该提案如何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且有助于实现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如今，网上购物产生大量塑料废弃物，难以回收或降解，并且还造成了显著的环境负担。通过限制塑料和实
木家具的使用，可以减少由这些家具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

需要哪些政策变革来帮助实现此途径中的提案？政策如何帮助处理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任何权
衡取舍？

1. 实施塑料限令。
2. 废弃物管理和分类。
3. 需要在环境保护法框架下制定具体的政策法规。
4. 公众的环保意识。

广州 提案3 这些种子倡议是如何结合的？
1. 社区中建筑和设施无处不在，可以应用先进的能源技术。
2. 模型化可持续社区易于扩展、复制和推广。
3. 社区、城市和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有助于将所有种子倡议结合起来。
4. 社区可以成为绿色科技的“实验室”。

该提案如何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且有助于实现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
该提案有助于实现以下目标：
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
目标4：优质教育
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
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
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目标13：气候行动
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需要哪些政策变革来帮助实现此途径中的提案？政策如何帮助处理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任何权
衡取舍？
1. 提高公众意识的运动。
2. 削减土地和税收政策。
3. 政府的公共资金。
这些方面的工作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

内罗毕 行为变革 将种子倡议应用于类似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框架，以实现国家政府可持续性的标准化（即废弃物、回收、包装
等标准）

需要的政策变革/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权衡取舍：

 - 联合国决议
 - 国家立法
 - 如何向国家政府进行宣传 - 竞争优势、为领先企业提供更好的商机

内罗毕 全球技术 提案：

1. 健康人类。
2. 智慧城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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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 非集中化
解决方案

涉及气候智能农业、森林保护、医疗保健、促进性别平等。

种子倡议与国家/地方委员会的指导相结合。有助于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目标1、目标3、目标10、目标11、目标13、目标15、目标17、目标16。

挑战：国家和当地社区之间的联系/对海洋生物的潜在风险、向高级决策者和媒体传达信息以提高公众意
识。

需要的政策变革/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权衡取舍：

对海洋生物的潜在风险来自于农业肥料的更多使用。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联系。邀请私营部门
的投资。需要跨越医疗保健、农业、森林保护之间的孤岛。需要确定并吸引所有利益相关方，以提高公众意
识。对于高层决策者来说，了解当地活动非常重要—— 《全球环境展望》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新加坡 替代能源解决方案促
进混合土地使用

公私伙伴关系保障了太阳能农场的客户；无人机可用于太阳能农场观测；公民可以通过迭代反馈循环帮助
监控操作。

新加坡 可持续发展的智能农
业系统

我们提出的技术种子可以支持现有种子倡议中的城市农业和社区本土知识。

新加坡 日常生活方式变革的
应用化

涵盖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

新加坡 无吸管运动
“同样的味道，更少

的浪费”

该倡议起源于“无吸管运动”（Straw-lite Campaign），后扩展到当地的企业和餐馆，鼓励新加坡的餐馆不
主动提供吸管，且在多个地区推广实施，旨在减少餐馆的塑料吸管使用。

新加坡 可持续城市
生活

将绿色建筑用于城市农业。这些城市农场生产可食用餐具和食品。仿生技术和拼车服务进一步促进了社区
的可持续性。

新加坡 杜绝环境影响 可以在同一机构（即大学或私营企业）中实施。

新加坡 从消费者到社区的
变革

这些都与共享（而非社区消费和建设）有关。

新加坡 高效节能社区 绿色建筑标准需要一系列可持续性建设和改造规则，并要求太阳能合作社利用屋顶。

新加坡 可持续城市粮食生产
和消费

这两个种子倡议都减少了食物浪费，并解决了粮食的可持续生产问题。

新加坡 社区弹性花园 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0、目标2、目标12、目标13、目标3、目标8、目标6。该提案的目的是，将环境
可持续性的不同指标和举措与患有精神疾病员工的公平雇佣相结合，在所提出的不同种子倡议之间创造
协同效应。

新加坡 集装箱化、模块化、可
持续发展的城市

我们在该提案中的每一个种子倡议都针对特定的城市挑战，将种子倡议的功能/技术转化为可移动的容器
模块，这些模块是构成可持续城市的基石。

新加坡 都市人（让公民参与社
区环境行动）

创建一个在线国际城市平台，汇总数据和环境行动。该平台包含多项功能，包括循环经济理念中的环境教
育、公民信息报告、执法、技能教育以及日志/记录（其中的活动供附近社区参与）。通过多种伙伴关系实现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安全的空间对话，将可持续性与当地影响联系起来（目标13）；
2. 在公众被动员后，他们会通过参与此在线平台做出贡献。他们可以选择成为活跃的公民信息提供者，注

册接受技能教育等……（目标12、目标11、目标4）；
3. 该平台不是一个被动平台，而是积极地吸引专家和从业人员。例如，可以将公民的生物多样性报告与研

究人员联系起来；将公民的车辆或水污染报告与监管执法人员联系起来；在接受技能教育后，公民可以
提供有偿服务（目标3、目标4、目标8）；

4. 该应用程序的教育功能提供基于环境和技能的教育（也称为udemy，但专注于循环经济、维修、废弃物
管理、堆肥技术等环境问题）（目标4、目标9）；

5. 汇总多个社区倡议，包括减少废弃物、塑料污染、生物多样性、贫困和饥饿（目标1、目标2、目标15、目标
14），学习不同的城市和社区经验，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将他们的倡议上传到这个平台；

6. 应用程序可以轻松获取行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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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500 Científicas（“500
名女科学家”组织）

让人们了解女科学家（也许是因为我们以家庭为导向的传统文化，女科学家被认为更加平易近人，因为大
多数人都认同“来自母亲或姐妹的建议”）。这将有助于创建当地科学文化并提高科学素养。通过与其他种
子倡议合作，我们可以增加女科学家的影响力，激励女性在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承担责任，并改善平
等和资源获取。

新加坡 离网农村发展项目 该种子提案起源于Gaia Grid项目，一个通过社交媒体众筹购买退化的非森林土地的项目。该项目动员区
域农民在土地上进行有机农业种植。邀请那些需要工作和技能发展机会的社区志愿者提供帮助。农场使用
离网清洁能源。该项目建立志愿者计划，旨在发展有助于未来重回社会的农业技能，并致力于解决酗酒和
吸毒等困扰邻近社区的社会问题。（目标1、目标2、目标3、目标7、目标8、目标12）

通过与其他种子倡议合作，可以协同实现其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种子倡议包括：

- 印度环保主义者基金会：明确推行土地和水资源恢复项目和工具（目标6、目标15）

-  SECMDL；Karthavyam；Youth Ki Awaaz：替代式教育，通过实例分享、电影制作、关注当地问题、地方知
识和视角等媒介，提供自下而上的体验式学习和技能发展（目标4、目标18）

- 气候变化深层对话安全空间：借助与社区密切相关的问题，将气候变化观点纳入社区对话，结合当地情
况，整合抽象的全球观念（目标13、目标17）

-  Watly：为农村地区提供技术支持，使社区能够接入全球网络（目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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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研究联合实验室（Climate CoLab）半决赛入围提案
提案 说明

C’SQUARE——城市舒适度评级 C’SQUARE是一个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旨在让公众参与评估城市地区的舒适程度（热舒适度、空气和噪音
污染、安保程度、安全性和美观/清洁度），并提出确定权衡取舍的解决方案，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建房让青年帮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 我们正在制定一项战略，鼓励青年通过扩大住房来领导一项有利于环境的教育战略。该解决方案将促进环
境教育，旨在让加拿大原住民社区具备适应未来问题的技能。

一个协调村庄生态、情感和经济的创新模式 一个生态村模型，既能满足村庄社区对食物、水、废弃物和能源的需求，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

促进环境数据分析的地方组织 该提案建议设立能够通过与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不同的公民社会群体合作，系统地、积极地解决这一问
题的地方机构。

与有机生活生物质的生产挂钩的全球补
充货币

有机货币基金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部门而设立，将有助于在更短时间内实现几乎所有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通过区块链技术和物联网让源头上的所有
废弃物增值

Recyclebot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废弃物管理平台，促成任何废弃物买家直接从生产者处获取特定废
弃物，使您能够随时随地购买、销售和减少废弃物，无论您位于何处以及何时有需求。与垃圾填埋场不
同，Recyclebot提供了一种经济实惠、快速且安全的方式，使得废弃物在产生之时便具备价值。

协同解决方案全球网络 联网现有资源，鼓励妇女和青年参与，为解决十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

Leo Leo生态交通项目 Leo Leo生态交通项目旨在加强经济赋权和促进粮食安全，同时确保阿鲁沙市的可持续性。该项目正在提
出富有远见且创新的协同解决方案，旨在解决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太阳能资源的可靠获取、经济赋权、
就业机会以及影响周边环境的气候变化。

将养蜂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计改善
的机制

Alohen与赤脚大学（Barefoot College）合作，将在坦桑尼亚建立养蜂业务。根据其扩张战略，赤脚大学将通过
其遍布全球的培训中心网络，将此项目扩大到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印度和太平洋岛屿。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是建立保护意识、传播现代养蜂方法、面向农村地区的妇女，并通过建立基于蜜蜂副产品的当地企业来支持当
地妇女。该项目于2015年由赤脚大学在桑给巴尔岛发起，创建了B.Barefoot Honey品牌，为当地妇女养蜂人
提供培训和市场。该项目的复制推广于2016年在印度启动。

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将扭转气候变化、消除
世界贫困

从一个新的、此前未被记录的物理学层面来讲，颠覆性的清洁能源技术比化石/核能更具有优势。

让媒体组织和机构参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意识传播

媒体团队往往与当地的政治问题和宣传有关，也可以参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意识传播。

使用椰子壳和甘蔗渣制成无胶纤维板 Ecovon正在开发可持续采购的新工艺木材，由椰子壳和甘蔗渣制成，对人类和地球更有益。

通过永续农业构建未来 建立一个实地的永续农业资源中心。通过这一平台，人们可以与个人和项目建立联系，以及促进社区组织和
行动。我们的使命是构建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恢复力，同时基于生态智慧创造丰富实例。

让老年人参与气候保护 简而言之，让老年人种植一种快速生长的果树，其果实富含蛋白质和矿物质。一旦果树开始结果，老年人的
子女们可以将这些水果产品分销到市场上。
由于将商品供应到政府市场，老年人的子女们将获得100卢比的奖励。一旦政府采购水果，则会根据社会福
利计划，将这些水果免费分发给庇护所、孤儿院和养老院。

通过气候记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制作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纪录片，可以极大地推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当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减少红肉消费可以换取25年的气候缓解
时间

减少放牧牲畜消费将换取25年的气候缓解时间，减少排放问题，因而在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5项地球限度
方面大大受益。

使用生物炭电极回收尾矿产生的酸性矿
井排水

尾矿可以释放金属和类金属，具有污染生态系统的潜力，应当得到充分管理。

ClimateCoop 基于区块链的协作和治理平台，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动态社区发展和项目落地，如气候行动项目。

通过系统方法减少全球废弃物，减缓气候
变化

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整体的系统方法和流程，致力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且适用于任何国家（或地区）。

将塑料垃圾转化为塑料木材以保护森林 采用创新技术，通过太阳能动力挤出机，将塑料垃圾转化为塑料木材，减少森林砍伐。

传统农业企业绿色发展的系统方法 建立绿色生产者和绿色消费者联盟，携手共建绿色未来。

Acacia：应对干旱及半干旱区域的气候变
化、经济赋权和粮食安全问题

通过种植金合欢塞内加尔树/甘草来构建农林复合系统，造福干旱及半干旱区域的环境和人口。

城市固体废弃物堆肥生产和营销业务计划 将城市固体废弃物转化为堆肥将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且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青年气候倡导者（YCL） 青年人去往世界各地，通过合作学习了解更多的气候变化知识，并以气候倡导者的身份开始他们的职业生
涯。

以社区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一个适用于社区的模块化可持续发展框架，其认识到基础设施和社会之间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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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说明

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同时向妇女赋权 该项目面向受倾倒废弃物影响的贫困妇女，同时为她们提供收入来源，防止产生温室气体。

生命能源——将科学、设计和自然联系起来，
照亮我们的世界

植物灯（Living Light）是一种大气灯，可以从灯旁边的植物中获取能量。灯光通过“植物微生物燃料电池
技术”产生：能量由土壤中的细菌产生，这些细菌会释放出电子，同时分解植物的有机化合物。有一个存储
机制专门收集电子，其能够产生足够的能量，现阶段能够使LED灯发光约一个小时。植物灯是一种具有象
征意义的、非同一般的灯，因此有一个非同一般的开关：只要轻轻地触碰叶子，这种普通的植物便会释放
出光亮。

乌干达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环境保护
方法

以环保意识开发石油矿藏。

生命之地：全球雨林中刀耕火种农业的替
代之路

“Guama”是一种综合农林业模式，有助于改变家庭生计、拯救雨林、恢复退化的土壤和景观。

人口控制 人口控制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每一项已知问题。在此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协同作用。

在非洲干旱易发地区利用沸石保存水分 可以利用沸石矿物的水分保存能力来增强非洲干旱地区的作物和树木生产。

通过整体系统方法以通信手段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建立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主导的公民运动，自下而上地实现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组织气候行动。

利用土著方法解决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
问题

该项目致力于强调当地社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采用的本地适应和减缓技术。

基于太阳能的多联产系统可提供电力、热
量和清洁水

我们的系统利用太阳能聚光器产生电力、热量和清洁水，其成本只有太阳能光伏板的三分之一，并且没有
拆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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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享同一个星球，人类是这个星球上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无法
逃避的事实。”

旺加里·马塔伊（1940-201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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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范围和进程

v C部分审查了情景文献，并评估了实现《2030年议程》
和到2050年在全球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v D部分确定了为提高我们评估环境影响的能力而在
未来必须获得的数据和知识以及实现可持续性的路
径。

《全球环境展望6》还考虑了关键的政策问题。这些问题
包括：

v 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v 当前的环境状况如何？原因何在？ 
v 我们在实现国际认可的环境目标方面取得了多大成

功？
v 有哪些成功的环境政策？
v 有哪些政策教训和可能的解决办法？ 
v 当前的政策应对措施是否足够？
v “一切照旧”情景是什么？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是什么

样的？
v 有哪些新兴问题和大趋势？它们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v 实现《2030年议程》和其他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的可

能路径是什么？

进程

2014年10月的磋商会也为加强《全球环境展望6》评估进
程提供了指导，包括：

v 评估进程应当由两个主要咨询机构提供支持，分别是
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HLG）和科学
咨询小组（SAP）；

v 应当由评估方法、数据和资料工作组提供建议；
v 《全球环境展望6》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主要作者

兼协调负责人（CLA）、主要作者、本期研究员和协调员
（不超过20人）、全球专家、区域专家、实践社区调解

员、评审编辑以及评审员；
v 主要作者兼协调负责人将准备《全球环境展望6》的

技术摘要，并与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
密切合作且在该小组的领导下撰写决策者摘要的磋
商草案，确保在草案中体现《全球环境展望6》的技术
层面。将在专门的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会议上对决策
者摘要展开磋商；

v 将邀请相关的多边环境协定机构、国际组织和科学机
构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展望6》的撰写进程。

v 《全球环境展望6》将通过引入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来
确保评估的科学可信性、政策相关性和合法性；

v 评估将接受广泛的科学专家同行评审和政府审查；country 
experts;

在第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成员国提出了撰写《全球环
境展望6》的任务（第1/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有关此
项任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报告附录1-1。2014年10月
举行的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磋商会在一份最终
声明中确定并通过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目标、范围和进
程。来自100多个政府的133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目标

本次磋商会重申了第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提出的报告
撰写任务，并且确定了以下评估目标：

v 提供全面、综合和科学可靠的全球环境评估，以支持适
当级别的决策过程；

v 促进主要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和非政
府组织）更广泛的参与，并扩大与目标受众的联系；

v 分析应当运用各种知识体系，包括在经同行评审科学文献、
灰色文献、数据和本土及地方知识的使用方面的公认指引；

v 需要制定明确的流程和组织体系，以确保其可信性、合法性
和相关性；

v “评估应当基于往期《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其他相关政府间
组织的工作和进程（包括多边环境协定），确保协同一致，从
而维持其影响力和功能性，以便不断审查环境状况”；1

v 酌情通报环境署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的战略方向；
v 加强《全球环境展望6》的政策相关性，包括对政策选

择案例研究的分析，涵盖环境、经济、社会和科学数据
和信息及其指示性成本和效益，以确定在加速达成国
际商定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多边环境协定）
方面有前途的政策选项；

v 确定《全球环境展望6》所考虑的主要议题方面存在的
数据差距。

范围

在前几期《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的基础上，《全球环境展望6
》继续分析全球环境状况，全球、区域和国家的政策应对措
施，以及对可预见未来的展望。本期报告与往期报告的不
同点在于，新报告突出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提供了
加速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手段。《全球环境展望6》由四个
不同但紧密关联的部分组成。

v A部分对照国际商定的关键目标（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和各项多边环境协定的目标）评估了全球环境状况。评估基
于国家、区域和全球分析和数据集。

v B部分分析了这些环境挑战的政策应对措施的成效，
以及实现具体环境目标的进展情况。

1   2014年10月21日至23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磋商会的成果文件。该成
果文件的全文详见本节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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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评估进程将有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参与，以继续关注机构能力
建设；

v 评估应当努力以无障碍的方式向目标受众传达关键信
息和成果。

时间线

《全球环境展望6》的撰写经历了四场较大型的作者会议，
两场关于“展望和政策”章节的小型编写会议，以及咨询机
构、评审编辑和成员国面对面会议。会议和编制时间表遵
循咨询机构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

v 《全球环境展望6》的不同部分应确保连贯性，12项跨
领域问题的内容应与5项环境专题评估的内容同步撰
写。

v 作者和咨询机构之间应有机会进行强有力互动，以保
持整个进程中的政策相关性和科学完整性。

v 作者团队应控制在小范围内，因为区域评估包含全球
评估所需的大部分信息，且应构成全球评估的基础。

为了确保与咨询机构进行强有力互动，在四场较大型的作
者会议中，高级别咨询小组和科学咨询小组参与了其中三
场。为了确保整个评估进程的连贯性，召开的会议规模较

大，这样可促进专题章节作者和跨领域问题作者之间的“快速接
洽”。在这种“快速接洽”中，作者团队将有1小时的时间来讨论议
题并分配编写任务。为了确保作者团队保持小规模，首先要选定
作为整个进程核心的多名主要作者兼协调负责人，然后确定技能
差距。在技能差距分析后，向主要作者发出邀请函，寻求完善补充
章节的撰写。

随着工作计划的推进，很明显发现需要针对“展望和政策”
章节召开其他的作者会议。秘书处在2018年5月和6月期
间开始组织这些活动。此外，科学咨询小组要求召开最后
一次会议，以便就《全球环境展望》进程的科学可信性提出
他们的咨询意见。这次会议和评审编辑最终会议在2018
年10月接连召开。两个小组分享了有关同行评审进程及
其整体严谨性的信息。

决策者摘要的编写会议由高级别咨询小组、主要作者兼协
调负责人以及评估进程的联合主席参加。科学咨询小组的
联合主席也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并提供了他们在其他
评估进程中编写摘要的一些经验。

《全球环境展望》编写进程的最后一次会议是成员国会议，
以最终确定并通过决策者摘要。本次会议在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总部举行，成员国广泛参与了此会议。这次为期四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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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旨在评“状况和趋势及政策响应”章节第二稿审决策
者摘要的内容，并作出修改，以便与会成员国能够通过决策者摘
要。最终通过的文件已提交给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批准。

伙伴关系与合作

《全球环境展望6》的编写工作离不开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内部机构之间以及环境署与多学科专家和研究机构
网络之间的广泛合作，所有参与人士都为本次报告的编
写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知识。

磋商会要求本报告的内容编写专家（包括评审员和咨询
小组）由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在考量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依据透明提名程序进行提名。随后，环境署秘书
处按照专业知识召集提名专家，同时充分考虑性别和区
域平衡。

章节专家组

《全球环境展望6》报告包含25章。每一章节都对应一个
专家作者小组，负责构思、研究、起草、修订和敲定每一
章节的内容。超过150位作者和研究员参与了报告内容
的开发。章节专家均由三位或四位主要作者兼协调负责

人领导，并由环境署章节协调员提供支持。章节专家组的
其他成员包括主要作者和作者。

《全球环境展望6》研究员

《全球环境展望6》继续推行2005年在《全球环境展望4》进程期
间确立的研究金计划。这样年轻专业人员可以参与编写《全球环
境展望》，从而获得大型全球环境评估的经验。共有来自15个国家

（或地区）的27名研究员参加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编写进程。

评审进程

《全球环境展望6》的评估进程进行了五轮评审，有超过
1000名专家参与。总体而言，《全球环境展望6》的评估
在其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了五次评审，该过程获得了超过
14,000条意见。基于这一过程，对章节草案进行了重新编
写、调整和编辑，以提高质量，同时编写过程得到调整，以
提高效率。

评估进程的前九个导言章节：“前言”、“环境变化的驱动
力”、“我们的数据和知识现状”、“跨领域问题”以及“全球
环境状况”（包括五个主要专题领域：空气、生物多样性、海
洋、土地和淡水）在评估进程中首先接受了评审，早于“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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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和政策”章节的评审。在此评审进程结束后，所有章节均
提交给技术专家进行评审，然后进行更长时间的政府间
和专家评审。在最终评审环节，全部章节既以单独形式提
交（独立的25章），也以完整评估报告的形式提交（所有章
节作为单一文件）。这样一来，评审员既能评审与其专业领
域直接相关的具体章节，也能评审整个评估报告，以评估报告内
容的一致性。

在所有评审环节，秘书处均提供了一个“服务台”，以帮助
解决评审员在此过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或疑虑。在秘书处
的协调下，秘书处召集所有评审员参加网络会议，以便在
评审进程之前进行前期沟通，并以此方式来追踪进展情况
和解答疑问。这些网络会议由秘书处在主要评审编辑的支
持下组织召开，主要评审编辑听取所有问题并提供建议。
在这些会议期间，讨论了初步评审资料/工具，重点是评审
员指引。在每一评审期间，均拟定并更新了评审员工作职
责范围，包括《全球环境展望6》评审员的道德责任。在评
审期间，秘书处尽可能与所有评审员进行后续电话沟通，
以评估进展情况并审查重大截止日期。所有评审电话录
音与整个评审小组共享，以确保其他评审员了解任务和
未来计划。

《全球环境展望6》的咨询机构

成立了三个外部专门咨询机构，以支持评估进程。

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

该小组由来自全部六个环境署区域的33名高级政府代表
以及8-10个主要利益相关方组成。高级别咨询小组对《全
球环境展望6》作者和其他小组进行了评估并制定战略建
议，以协助其开展评估工作。该小组还就《全球环境展望6
》决策者摘要的结构和内容提供了初步指导，并就决策者
摘要草案的最终定稿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以便为最后
的政府间磋商做准备。此外，该小组还在整个评估进程中
向环境署提供了特别指导，以使《全球环境展望6》的评估
进程与其他相关的全球评估保持一致。该小组在2015年
至2018年期间共计召开了七场面对面会议。2016年5月至
2018年9月期间，该小组在全球评估报告编制过程中每月
举行网络会议。

科学咨询小组

该小组由22位杰出的科学家组成，期间，他们召开了五场
面对面会议。该小组负责就评估进程的科学可信性提供咨
询意见。该小组提供了科学建议；评估和评审进程的标准
和准则；并审查了评估进程中期评估的结果。2016年6月
至2018年10月期间，该小组在全球评估报告编制过程中
每月举行网络会议。

评估方法、数据和资料工作组

该工作组由12名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在2015年至2018年
期间举行了三次面对面会议，为评估进程提供支持，并就
核心数据集和指标的使用提供指导。该工作组与专家进行
协商，审查《全球环境展望6》中使用的方法，确定优先环境
指标以及数据差距和相关问题。该工作组在整个过程中根
据需要举行网络会议。

咨询进程

在整个评估进程中，环境署在所有作者会议上组织进行了
小组讨论。这些小组讨论旨在深入探讨与会议召开地区和
地点相关的具体环境问题。以下是自《全球环境展望6》评
估进程开始以来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

《全球环境展望6》规划会议

2016年5月和6月，与高级别咨询小组和科学咨询小组召
开了两场规划会议。在这两场会议上产生了全球评估的
最终注释纲要，以及联合主席和主要作者兼协调负责人
推荐名单。

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磋商会

该磋商会于2014年10月确定并通过了《全球环境展望6
》的范围、目标和进程。与会者认为，《全球环境展望6》将
是一项综合环境评估，运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响
应”因果框架方法。该报告将以区域评估为基础，还包括一
份经政府间磋商确定的决策者摘要。报告中的分析旨在
向公共和私营部门（如企业和青年）的目标受众（包括决策
者）提供调查结果和成果。

展望专家会议

2018年5月召开了一场展望专家组会议，通过整合吸收由
科学编辑提供的所有评论意见以及在第二稿技术评审阶
段收到的评论意见，将“政策”章节完善达到第三稿的质
量水平。

政策专家会议

2018年6月召开了一场政策专家组会议，通过整合吸收由
科学编辑提供的所有意见和评论以及在第二稿技术评审
阶段收到的意见和评论，将“政策”章节完善达到第三稿的
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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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作者会议

2017年2月、2017年5月、2017年10月和2018年2月召开
了四次全球制作和作者会议，会上讨论并制定了《全球环
境展望6》章节内容和概述，整合吸收了评论意见，且协调
了不同的方法和起草风格。

章节工作组会议

针对不同章节召开了数百场网络会议，以编制、评审和修
订各章的草案。

决策者摘要政府间会议

2019年1月21日至24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了最终开放
式政府间会议，磋商并通过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决策者

摘要（SPM）。共计95个政府的代表参加了该会议，会议通过
了决策者摘要，该文件介绍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政策相关调查
结果，并作为单独的文件发布。《全球环境展望6》决策者摘要已提
交给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批准。

《全球环境展望6》将在第四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发布。
《全球环境展望6》突出了地球以及人类的现状、趋势和前

景，并介绍了超过35项政策（已评估其成效）的案例研究。

《全球环境展望6》不仅强调不及时采取行动存在的风险，
而且重点介绍了变革我们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以实现
真正可持续发展世界的路径。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s://www.unenvironment.org/
global-environment-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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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项议程下，与会者讨论了《全球环境展望6》的政策
选项和时间安排。

《全球环境展望6》的内容结构
本次会议的与会者认为，《全球环境展望6》应该是一项综
合环境评估，在概念框架中运用“驱动力–压力–状况–影
响–响应”方法。该报告将以区域评估为基础，还包括一份
经政府间磋商确定的决策者摘要。报告中的分析旨在向全
球和地方各级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目标受众（包括决策者）
提供调查结果和成果。

《全球环境展望6》将包括三个主要的分析部分。

全球环境：状况和趋势
第一部分将通过分析空气、生物群、土地和水以及它们对
环境和人类福祉的多重贡献来分析环境状况和趋势。这将
通过分析与气候变化、环境灾难、粮食、能源、人类健康、经
济发展、资源利用、化学品和废弃物、文化与社会以及相关
政策等跨领域问题的相互作用来实现。

环境政策、目标和目的： 政策响应与选项回顾
第二部分将对环境状况和趋势以及全球和区域环境目标
和目的之间的联系进行政策分析，包括国家政策应对措施
中的目标和目的，以及对其进展的评估。

全球环境展望
第三部分将对大趋势和环境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并参考建
模、情景和区域展望的成果。该部分的分析将借鉴《全球可
持续发展报告》，并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环境组成部分
提供支持。

《全球环境展望6》的时间安排
与会者对以下交付日期给予广泛支持：区域评估报告将在
2016年初完成，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的完整报告和决
策者摘要将在2018年之前完成，且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与各国政府协商确定的适当活动中交付。区域评估工作将
在2015年进行。环境署执行主任将在2016年向第二届联
合国环境大会报告进展情况。

《全球环境展望6》的进程和运作结构
与会者表示支持建立两个咨询机构：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
相关方咨询小组（HLG）和科学咨询小组（SAP）。还将成立
评估方法、数据和资料工作组。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
方咨询小组将由来自每一联合国区域的五名代表以及来
自主要群体和利益相关方的五名代表组成。科学咨询小组
将由来自每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的三名代表以及最
多六名全球专家组成。

附录

《全球环境展望6》

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磋商会声明柏林，2014年
10月21日至23日

UNEP/IGMC.2 Rev.2

加强科学政策接口：

建立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证据基础

2014年10月23日

工作安排
全球政府间和多方利益相关方磋商会（IGMS）于2014年
10月21日至23日在柏林举行。来自100多个政府的133名
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
（Achim Steiner）主持开幕。

随后执行官员遴选程序。Idunn Eidheim（挪威）和Majid 
Shafie-Pour博士（伊朗）当选为联合主席。Peter Denton
博士（主要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当选为报告员。

背景
本次磋商会上提到了“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和理事会
早些时候的决定，尤其是联合国环境大会第4号决议和第
10号决议。

秘书处介绍了《全球环境展望5》独立评估的建议，其中表
明需要：

“（1）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2）强化能力建设；（3）提高
对灰色文献和本土知识的运用；（4）促进各种规模的相关性；

（5）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6）促进信息获取；（7）运用基
于结果的管理和评估证据；（8）改善财务规划和资金。”

本次会议的与会者注意到了评估结果，并表示有必要促进
主要群体和利益相关方（尤其是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
更广泛的参与，并扩大与目标受众的联系。分析应当运用
各种知识体系，包括在经同行评审科学文献、灰色文献、数
据和本土和地方知识的使用方面的公认指引。需要制定明
确的流程和组织体系，以确保可信性、合法性和相关性。评
估应当基于往期《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其他相关政府间组
织的工作和进程（包括多边环境协定），确保协同一致，从
而维持其影响力和功能性，以便不断审查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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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数据和资料工作组将由来自每一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区域的三名代表以及最多六名全球专家组成。与
会者表示希望鼓励具备本土和地方知识的个人参与到此
工作中。

《全球环境展望6》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主要作者兼协调
负责人（CLA）、主要作者、本期研究员（不超过20人）、全球
专家、区域专家、实践社区调解员、评审编辑以及评审员。

与会者讨论了适用于附件一中所示运作结构的工作职责
范围。

根据往期《全球环境展望》和其他国际科学评估的实践，主
要作者兼协调负责人将准备《全球环境展望6》的技术摘
要，并与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密切合作且
在该小组的领导下撰写决策者摘要的磋商草案，确保在草
案中体现《全球环境展望6》的技术层面。将在专门的政府
间和利益相关方会议上对决策者摘要展开磋商。

应注意的是，秘书处将利用环境署实况平台来加强能力建
设，并通过为《全球环境展望6》实践社区和提名门户提供
这一平台来支持《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环境署实况平台
还将通过与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指标制定相关的
数据收集来支持全球和区域分析，包括鼓励分享和获取国
家数据和信息，关联来自不同语言领域的同行评审文献，
以及提供从可识别的公共来源获取的本土和地方知识和
信息。还应提供关于环境署实况平台为各国带来的惠益、
多边环境协定在环境署实况平台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环境
署实况平台的工作方案的信息。

与会者支持在《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中利用实践社区来鼓
励各群体之间分享知识，增加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度，以及
促进能力发展。将针对《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和区域评估
中的主要区域建立实践社区。将通过研究金计划、实施国
家报告系统以及参与区域环境信息网络和区域评估来支
持能力建设。

将邀请相关多边环境协定组织、国际组织和科学机构积极
参与《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

与会者支持基于以下原则开展多阶段同行评审。第一，应
当整合吸收尽可能最佳的科学和技术建议，以确保评估工
作代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成果，且尽可能全
面。第二，确保评审过程中的充分传阅，保证评审专家不参
与自身编写内容的评审工作，尤其注意要尽可能让发展中
国家专家参与进来。第三，政府进行的同行评审应兼顾技
术和政策层面，同时适当尊重评审员的独立性。最后，多阶
段评审进程应保持平衡、开放且透明。借鉴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流程工具，确定利益冲突问题。

提名程序
与会者强调，《全球环境展望6》全体参与人员的遴选应当
采用公开透明的提名程序，借助环境署实况平台中的《全
球环境展望6》提名门户网站完成。专家将由环境署根据附
件二中列出的标准以透明的方式提名，在此过程中，有必
要考虑地域、学科和性别平衡问题。提名期将持续至2015
年1月31日。遴选程序将于2015年2月28日结束。若理由
合理，延期提名人选也将被接受。选定的咨询机构专家和
被提名者将被送交各国政府审查。选定专家名单将在线
公布。

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的政府代表必须由
各国政府提名，并将以此身份行事。利益相关方代表的遴
选程序将接受环境署主要群组和利益相关方部门的监督。
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成员的遴选程序将
由联合国区域组内部确定。

提名程序将在秘书处向各国政府、主要群体和利益相关方
发出函件后启动。该函件将采用相关的联合国工作语言拟
定，并附上《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的详细信息，包括专家报
酬和《全球环境展望6》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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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词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
CLRTAP 《远程跨界大气污染公约》

CLTS 社区主导的全面卫生 
CMM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 
CMS 《保护迁徙野生动物物种公约》
CNS 中枢神经系统

CO 一氧化碳
CO2 二氧化碳

COMEAP 空气污染物对医疗影响研究委员会
CONAFOR 墨西哥国家林业委员会

COP 缔约方会议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RSIA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
CSDH 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

CSIRO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澳大
利亚）

CSML 气候科学建模语言
CSO 公民社会组织

DaaS 数据即服务
DALY 伤残调整寿命年
DDT 滴滴涕杀虫剂（二氯二苯二氯乙烷）

DEFRA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英国）
DESD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DFO 渔业和海洋部（加拿大）
DIF 目录交换格式

DLDD 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

DPSIR 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响应
DRR 减少灾害风险
DSI 沙尘暴强度

DSF 沙尘暴频率
DWAF 水务和林业部（南非）

EAP 环境行动计划（欧盟）
EBA 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AFOSA 基于生态系统的粮食安全适应大会
EC 欧盟委员会

ECLAC 联合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经济委
员会

EDC 内分泌干扰物 
EEA 欧洲环境署 
EGA 《环境产品协定》
EIA 1）能源信息署（美国）；或

2）环境影响评估
EID 新兴传染病
EIP 经济激励政策

ELD “土地退化经济学”倡议
EML 生态元数据语言

AaaS 分析即服务
ABNJ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EM 农业环境措施
AIDS 艾滋病
AGGI 年度温室气体指数 

ALRTI 急性下呼吸道感染 
AMAP 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

AMCEN 非洲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
AMD 酸性矿山废水
AOC 关注领域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GM 手工和小规模采金 
BACT 最佳可行控制技术

BaP 苯并[a]芘
BAT 最佳可行技术
BAU “一切照旧”

BC 黑碳
BECCS 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

BEV 纯电动汽车
CA 保护性农业

CaCO3 碳酸钙
CAP 共同农业政策（欧盟）
CAS 化学文摘服务

CBMIS 基于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MIS 基于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
CBO 国会预算办公室

CCAC （减少短期气候污染物）气候和清
洁空气联盟

CCAK 肯尼亚清洁炉灶协会
CCAMLR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

CCB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CE 气候变化教育

CCFSC 洪水和风暴控制中央委员会
CCP 指挥和控制政策
CFC 氟氯烃
CCS 碳捕获和储存

CD 光盘
CDC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美国）
CEC 1）新兴污染物；或

2）环境合作委员会（根据《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

CEDS 社区排放数据系统
CENESTA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中心

CFC-11 三氯氟甲烷
CH4 甲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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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O 环保非政府组织
EPA 1）环境绩效评估；或

2）环保署（美国）
EPI 环境政策整合

 GLOBE 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
计划

GLRI 大湖区恢复倡议
GM 基因改造

GMACC 气候变化全球军事咨询委员会
GMO 转基因生物

GMSL 全球平均海平面
GNH 国民幸福指数
GPA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地活动影响

全球行动纲领》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SP 普惠制
ESA 1）环境敏感区；或

2）欧洲航天局
GtCO2 千兆吨二氧化碳

ESD 可持续发展教育
ESDIS 地球科学数据和信息系统

EU 欧盟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BS 食物平衡表（粮农组织） 

FBSP 免费提供基本卫生用品政策 
FBWP 免费提供基本用水政策

FIT 上网电价补贴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

G7 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
利、日本、英国、美国）

GACC 全球清洁炉灶联盟
GAEC 良好的农业和环境条件（欧盟）

GAP 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
GAWSiS 全球大气监视站信息系统 

GBD 全球疾病负担
GBR 大堡礁

GBRMPA 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
GCM 1）大气环流模式；或

2）全球气候模型
GDI 汽油缸内直喷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EA 全球环境评估
GEF 全球环境基金

GEMI 联合国水协调机制组织综合监测
倡议

GEO 全球环境展望
GEOSS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

GESAMP 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GGEO 全球性别与环境展望 

GGW 绿色长城（中国）
GHG 温室气体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LADIS 全球土地退化信息系统

GLASOD 全球人为诱导土壤退化状况评价
GTP 全球温度潜势
GW 千兆瓦

GWG 全球工作组
GWP 1）全球水伙伴；或

2）全球暖化潜势
ha 公顷

HALE 健康调整期望寿命年
HCFC 含氢氯氟烃 

HEI 美国健康影响研究所 
HFC 氢氟碳化物

Hg 汞
HIV 艾滋病毒

HLPF 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
HS 协调制度

IAEG 1）机构间专家组；或
2）国际商定环境目标

IAM 综合评估模型
IAS 外来入侵物种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CA 土著和社区保护地
ICCT 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

ICMM 国际采矿与金属委员会
ICP 国际合作计划

ICPDR 国际保护多瑙河委员会
ICS 改进炉灶
ICT 信息和通信技术 

IDMC 境内流离失所问题监测中心 
IDP 境内流离失所者
IEA 1）国际能源署；或

2）综合环境评估
IFAW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GRAC 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 
IIED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JC 国际联合委员会

IK 本土知识
ILBM 湖泊流域综合管理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NBO 流域组织国际网络
INDC 国家自主贡献预案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 
IPLC 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 
IPAT 影响=人口×富裕程度×技术

IPBES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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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DA 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特区发展局
ISA 国际海底管理局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ITF 国际交通运输论坛

ITPS 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
ITQ 个体可转让配额

IUCN 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U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

IWRM 水资源综合管理
JMP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水供应和卫生设施联合监测方案
JRC 联合研究中心（欧盟委员会）

LA 地方当局
LA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LAER 最低可达排放率
LANCE 地球观测系统陆地大气近实时能力

LCT 低碳技术
LDN 土地退化零增长（《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
LMO 改性活生物体

LMMA 当地管理的海洋区域
LPG 液化石油气
LPI 地球生命力指数
LSF 大规模渔业

LTEMP 格伦峡谷大坝长期实验和管理计划
MAP 《巴塞罗那公约》地中海行动计划

MARPOL 《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
MCA 澳大利亚矿业委员会
MDG 千年发展目标
MEA 1）多边环境协定；或

2）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EB 多重证据基础
MPA 海洋保护区
MRV 测量、报告和验证
MSY 最大可持续产量

MTFR 技术可行范围内最大化减排
MUDP 环保技术开发和示范项目（丹麦）

MUFPP 《米兰城市粮食政策公约》
N2O 氧化亚氮

NAAQS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美国）
NAP 国家适应计划

NASA 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
NAZCA 非国家行为者气候行动区域

NBS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AP 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

NcML netCDF标记语言
NCP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

NCSDs 国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DVI 归一化植被指数
NEPA 《国家环境政策法》（美国）

NFCP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中国）
NGO 非政府组织
NH3 氨
NIP 国家实施计划

NMVOC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NO2 二氧化氮

NOAA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
NOWPAP 西北太平洋海洋和沿海地区环境保

护、管理与开发行动计划
NOx 氮氧化物

NPP 净初级生产力
NSPS 新源绩效标准

NT 免耕
O3 臭氧

OC 有机碳
OCP 有机氯农药
ODA 官方发展援助
ODS 消耗臭氧层物质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SCAR 观测系统性能分析和评审
OSPAR 《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

PA 保护区
PACC 太平洋地区适应气候变化
PAME 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

PAH  多环芳烃 
PAR 保护、适应及撤退 

PAWS 保护亚洲野生动物物种
Pb 铅

PBDE 多溴联苯醚
PBT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有毒物质
PCB 多氯联苯

PCFV 清洁燃料和车辆伙伴关系
PCN 多氯化萘

PEER “出版与欧洲研究生态”项目
PES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PFAS 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  
PFC 全氟化合物
PFI 端口燃油喷射

SFM 可持续森林管理
SGSV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

SIA 可持续性影响评估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LCP 短期气候污染物
SLM 可持续土地管理
PHE 菲
SO2 二氧化硫
PM 颗粒物

PM10 颗粒物，直径10微米（0.01毫米）
或更小

PM2 .5 颗粒物，直径2.5微米（0.0025毫米）
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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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s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WPA 保护区工作计划

PPP 1）购买力平价；或
2）公私伙伴关系

PPSR 公众参与式科学研究 
PRTR 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 

R&D 研究与开发
RACT 合理可用控制技术

RBFM 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
RBG 基尤皇家植物园 
RBM 基于恢复力的管理 
RBO 流域组织
RCP 代表性浓度路径

RD&D 研究、开发和演示
REACH 《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与限

制制度》 （欧盟）
REC 可再生能源信贷

REDD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RES 可再生能源系统

RFMO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RLI 红色名录指数

ROD 决策记录
RPS 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

SaaS 软件即服务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ICM 《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BI 附属履行机构

SBSTTA 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
S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IO 可持续发展目标接口本体
SDMX 统计数据与元数据交换

SDS 沙尘暴
SDS-WAS 沙尘暴预警咨询评估系统

SEA 战略环境评估
SEEA 环境经济核算体系

SensorML 传感器模型语言
SFA 国家林业局（中国）
SPC 1）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或

2）南太平洋共同体
SPREP 太平洋地区环境计划秘书处

SSA 撒哈拉以南非洲
SSF 小规模渔业
SSP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T 海面温度
TAC 总允许捕获量

TCDD 2,3,7,8-四氯二苯并二恶英
TEEB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TEK 传统生态知识
TK 传统知识

TNRSF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国）

TOAR 《对流层臭氧评估报告》
TSD 贸易和可持续发展 

TURF 渔业领土使用权 
TWAP 跨界水域评估方案
U5MR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UK 英国
UN 联合国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CDF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UNCLOS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CSD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RIP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LAC 联合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经济委
员会

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DHI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水与环境研究所
UN-GGIM 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专家委

员会
UNEP-UNECE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
UNEP-WCMC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世界保护监

测中心
UNESCAP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PA 联合国人口基金
UNGA 联合国大会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联合国难民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DO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SDR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SCN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UNSDSN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US EPA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

USA 美国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UV 紫外线
VGGT 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粮农

组织）
VME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WfW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WE 脆弱海洋生态系统
WAD 《世界荒漠化地图集》

WASH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AVES 财富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WBC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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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PA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
WEF 世界经济论坛
WFD 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
WfW 水工作计划
WHC 《世界遗产公约》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IPO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MO 世界气象组织

WOCAT 世界水土保持方法和技术纵览组织
WRI 世界资源研究所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WAP 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SA 世界自然基金会南非分会

ZSL 伦敦动物学会



677全球环境展望6》：进程

贡献者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法国】； 
Riyanti Djalante【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 
日本】；Monica Dutta【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 

（TERI），印度】；Francois Gemenne【列日大学雨果天文
台，比利时】；Linda Godfrey【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 
会（CSIR），南非】；James Grellier【埃克塞特大学， 
英国】；Maha Halalsheh【约旦大学，约旦】；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究所，英国】；Richard King【皇家国际
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英国】；Andrei P. Kirilenko 

【佛罗里达大学，美国】；Peter Lemke【阿尔弗雷德韦格
纳研究所，德国】；Daniela Liggett【坎特伯雷大学，新西
兰】；Robyn M. Luca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
和人口健康中心，澳大利亚】；Oswaldo Lucon【圣保罗州
环境秘书处，巴西】；Katrina Lyn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
员）【詹姆士库克大学，澳大利亚】；Diego Martino【战略环
境咨询公司（AAE）和ORT大学，乌拉圭】；Ritu Mathur 

【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TERI），印度】；Shanna N. 
McClain【环境法研究所，美国】；Catherine P. McMullen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亚洲中心，泰国】；Emma 
Gaalaas Mullaney【巴克内尔大学，美国】；Unai 
Pascual【巴斯克科学基金会（Ikerbasque），西班牙； 
Leisa N. Perch【SAEDI咨询公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arco Rieckmann【费希塔大学，德国】；Fülöp Sándor 

【国立公共服务大学，匈牙利；Atilio Savino【ARS，阿根
廷】；Heinz Schandl【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澳大利亚】；Joeri Scholtens【阿姆斯特丹大学， 
荷兰】；Patricia Nayna Schwerdtle（《全球环境展望》
研究员）【蒙纳士大学，澳大利亚 ；Joni Seager【宾利大
学，美国】；Lei Shi【清华大学，中国 ；Frank Thomalla【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亚洲中心，泰国】；Maria Jesus 
Iraola Trambauer（《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伦敦大学
学院（UCL），英国】；Laura Wellesley【皇家国际事务研究
所（查塔姆研究所），英国】；Caradee Y. Wright【南非医学
研究理事会，南非】；Dan Wu【中山大学，中国】；Dimitri 
Alexis Zengheli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Caroline 
Zickgraf【列日大学雨果天文台，比利时】。

第5章 全球环境状况：空气：

Babatunde Joseph Abiodun【开普敦大学，南非】； 
Kathryn Jennifer Bowe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
亚】；Serena H. Chung 【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Phillip 
Dickerson【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Riyanti Djalante【联
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日本】；Cristina de B. 
B. Guerreiro【挪威空气研究所（NILU），挪威】；Chenmin 
H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究所，英国】；Terry Keating 【美国环
境保护署，美国】；Andrei P. Kirilenko【佛罗里达大学，美
国】；Robyn M. Luca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

《全球环境展望6》的作者团队

联合主席：Paul Ekins【伦敦大学学院，英国】；Joyeeta 
Gupta【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

副主席：Jane Bemigisha【ESIPPS International公司， 
乌干达】；Kejun Jiang 【能源研究所，中国】。

第1章 前言与背景介绍：

Mark Elder【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日本】；Christian 
Loewe【德国联邦环境署，德国】。

第2章 环境变化的驱动力：

Tariq Banuri【犹他大学，美国】；Matthew Kosko（《全球环
境展望》研究员）【犹他大学，美国】；Diego Martino【战略环
境咨询公司（AAE）和ORT大学，乌拉圭】；Indu K. Murthy 

【印度科学理工学院，印度】；Jacob Park【绿山学院，美
国】；Fernando Filgueira Prates【乌拉圭信息和研究中心

（CIESU），乌拉圭】；Maria Jesus Iraola Trambauer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UCL），英国】； 

Dimitri Alexis Zengheli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

第3章 数据和知识现状：

Graeme Clark【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Florence 
Mayocyoc-Daguitan【土著人民政策研究和教育国际
中心（Tebtebba），菲律宾】；James Donovan【ADEC 
Innovations公司，英国】；Pali Lehohla【泛非洲证据
研究所，南非】；Sheryl Joy Anne S. Gutierrez【ADEC 
Innovations公司，菲律宾】；Charles Mwangi【有益于环
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察计划（GLOBE），肯尼亚】；Amit 
R. Patel（《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Planned Systems 
International公司，美国】；Joni Seager【宾利大学，美国】； 
William Sonntag【地球观测组织秘书处，美国】；Michelle 
Tan【ADEC Innovations公司，肯尼亚】。

第4章 跨领域问题：

Babatunde Joseph Abiodun【开普敦大学，南非】
；Giovanna Armiento【意大利国家新技术、能源和可
持续经济发展局（ENEA），意大利】；Rob Bailey【皇家
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英国】；Rajasekhar 
Balasubramanian【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Ricardo 
Barra【康塞普西翁大学，智利】；Kathryn Jennifer 
Bowe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John Crump 

【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挪威】；Irene 
Dankelman【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荷兰】；Kari De Pry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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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健康中心，澳大利亚】；John Muthama Nzioka 
【内罗毕大学，肯尼亚】；Stefan Reis【生态学和水文学研究中

心，英国】；Caradee Y. Wright【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南非】。

第6章 生物多样性：

Rob Bailey【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
英国】；Colin Butler【堪培拉大学，澳大利亚】；Irene 
Dankelman【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Jonathan Davies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国】；Linda Godfrey【科学与工
业研究理事会（CSIR），南非】；Jeremy Hills【南太平洋大
学，斐济】；Andrei P. Kirilenko【佛罗里达大学，美 
国】；Daniela Liggett【坎特伯雷大学，新西兰】；Louise 
McRae【伦敦动物学会动物学研究所，英国】；Gavin 
Mudd【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Dolors 
Armenteras Pascual【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哥伦比 
亚】；Joni Seager【宾利大学，美国】；Peter Stoett【安大略
省理工大学，加拿大】；Carol Zastavniouk（《全球环境展
望》研究员）【高达集团，加拿大】；Caroline Zickgraf【列日
大学雨果天文台，比利时】。

第7章 海洋和沿海：

AlAnoud Alkhatlan【阿拉伯海湾大学，巴林】；Elaine 
Baker【悉尼大学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澳
大利亚】；James Grellier【埃克塞特大学，英国】；Peter 
Harris【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挪威；Adelina 
Mensah【加纳大学环境和环境卫生研究所，加纳】；Jake 
Rice 【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荣誉退休者，加拿大】。

第8章 土地和土壤：

Nicolai Dronin【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Andrés 
Guhl【安第斯大学，哥伦比亚】；Gensuo Jia【中国科学院，
中国】；Javier Naupari【拉莫林纳国立农业大学，秘鲁】； 
Darshini Ravindranath（《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伦敦
大学学院（UCL），英国】；Hung Vo（《全球环境展望》研究
员）【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美国】；Ying Wang（《全球环境展
望》研究员）【同济大学，中国】。

第9章 淡水：

Erica Gaddis【犹他州环境质量办公室，美国】；Anna 
Maria Grobicki【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意大利】； 
Rowena Hay 【Umvoto公司，南非】；Gavin Mudd【皇家
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Walter Rast【德克萨斯州立
大学梅多斯水与环境中心，美国】；Jaee Sanjay Nikam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Beatriz Rodríguez-
Labajos（《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西班牙】；Ying Wang【同济大学，中国】。

第10章 政策有效性的评估方法：

Klaus Jacob【柏林自由大学，德国】；Peter King【全球环
境战略研究所，泰国】；Diana Mangalagiu【牛津大学和诺
欧商学院，英国】；Beatriz Rodríguez-Labajos（《全球环
境展望》研究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西班牙】。

第11章 政策理论与实践：

Pedro Fidelman【昆士兰大学未来政策研究中心，澳大
利亚】；Leandra Regina Gonçalves【坎皮纳斯州立大学/
环境学与环境研究中心（NEPAM），葡萄牙】；Chenmin 
H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James 
Hollway【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瑞士】；Klaus Jacob【柏
林自由大学，德国】；Peter King【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泰
国】；Sebastian Sewerin【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士】。

第12章 空气政策：

Frederick Ato Armah【海岸角大学，加纳】；Kari De 
Pryck（《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法国】； 
Phillip Dickerson【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Cristina de 
B. B. Guerreiro【挪威空气研究所（NILU），挪威】；Terry 
Keating【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Peter King【全球环境
战略研究所，泰国】；Oswaldo Lucon【圣保罗州环境秘书
处，巴西】；Asami Miyazaki【熊本学园大学，日本】；Amit 
R. Patel（《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Planned Systems 
International公司，美国】；Stefan Reis【生态学和水文学
研究中心，英国】。

第13章 生物多样性政策：

Irene Dankelman【拉德堡德大学，荷兰】；Jonathan 
Davies【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国】；Leandra Regina 
Gonçalves【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环境学与环境研究中心

（NEPAM），葡萄牙】；Souhir Hammami（《全球环境展
望》研究员） 【柏林自由大学，德国】；Jeremy Hills【南太平
洋大学，斐济】；Diana Mangalagiu【牛津大学和诺欧商学
院，英国】；Louise McRae【伦敦动物学会动物学研究所，
英国】；Nibedita Mukherjee【剑桥大学，英国】；Dolors 
Armenteras Pascual【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哥伦比亚】； 
Peter Stoett【安大略省理工大学，加拿大】；Caradee Y. 
Wright【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南非】；Carol Zastavniouk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高达集团，加拿大】。

第14章 海洋和沿海政策：

AlAnoud Alkhatlan【阿拉伯海湾大学，巴林】；Elaine 
Baker【悉尼大学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澳
大利亚】；Pedro Fidelman【昆士兰大学未来政策研究中
心，澳大利亚】；Leandra Regina Gonçalves【坎皮纳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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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学/环境学与环境研究中心（NEPAM），葡萄牙】；Peter 
Harris【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挪威】；James 
Hollway【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瑞士】；Rakhyun E. Kim【乌得
勒支大学，荷兰】；Diana Mangalagiu【牛津大学和诺欧商学院，
英国】；Jake Rice【加拿大渔业及海洋部，荣誉退休者，加拿大】。 

第15章 土地和土壤政策：

Katharina Helming【莱布尼农业与景观研究中心 
（ZALF），德国】；Klaus Jacob【柏林自由大学，德 

国】；Peter King【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泰国】；Diana 
Mangalagiu【牛津大学和诺欧商学院，英国】；Andrew 
Onwuemele【尼日利亚社会与经济研究所（NISER），尼日
利亚】；Darshini Ravindranath（《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UCL），英国】；Hung Vo【哈佛大学设计
学院，美国】；Leila Zamani（《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伊
朗环境部，伊朗】；Pandi Zdruli【巴里地中海农业研究所，
意大利】。

第16章 淡水政策：

Erica Gaddis【犹他州环境质量办公室，美国】；James 
Grellier【埃克塞特大学，英国】；Anna Maria Grobicki【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意大利】；Rowena Hay 【Umvoto
公司，南非】；Peter King【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泰国】； 
Naho Mirumachi【伦敦国王学院，英国】；Gavin Mudd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Farhad Mukhtarov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荷兰】； 

Jaee Sanjay Nikam【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Walter 
Rast【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梅多斯水与环境中心，美 
国】；Beatriz Rodríguez-Labajos（《全球环境展望》研
究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西班牙】；Patricia Nayna 
Schwerdtl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蒙纳士大学，澳大
利亚】。

第17章 跨领域问题的系统性政策方法：

Babatunde Joseph Abiodun【开普敦大学，南非】； 
Giovanna Armiento【意大利国家新技术、能源和可持续
经济发展局（ENEA），意大利】；Rob Bailey【皇家国际事务
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英国】；Elaine Baker 

【悉尼大学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中心，澳大利
亚】；Kathryn Jennifer Bowe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
大利亚】；John Crump【全球资源信息数据库-阿伦达尔
中心，挪威】；Irene Dankelman【拉德堡德大学，荷兰】； 
Riyanti Djalante【联合国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所，
日本】；Monica Dutta【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TERI），
印度】；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究所，英国】；Klaus 
Jacob【柏林自由大学，德国】；Rakhyun E. Kim【乌得勒支
大学，荷兰】；Peter King【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泰 
国】；Richard King【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 

英国】；Andrei P. Kirilenko【佛罗里达大学，美国】；Oswaldo 
Lucon【巴西圣保罗州环境秘书处，巴西】；Diana Mangalagiu【牛
津大学和诺欧商学院，英国】；Diego Martino【战略环境咨询公司

（AAE）和ORT大学，乌拉圭】；Ritu Mathur【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
所（TERI），印度】；Gavin Mudd【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 
Joni Seager【宾利大学，美国】；Sebastian Sewerin【苏黎世联邦
理工学院，瑞士】；Tim Stephens【悉尼大学，澳大利亚】；Patricia 
Schwerdtle【蒙纳士大学，澳大利亚】；Maria Jesus Iraola 
Trambauer（《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UCL），英
国】；Laura Wellesley【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英
国】；Caradee Y. Wright【南非医学研究理事会，南非】。

第18章 政策有效性相关结论：

Klaus Jacob【柏林自由大学，德国】；Peter King【全球环
境战略研究所，泰国】；Diana Mangalagiu【牛津大学和诺
欧商学院，英国】；Beatriz Rodríguez-Labajos（《全球环
境展望》研究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西班牙】。

第19章 关于《全球环境展望6》的展望：

Ghassem R. Asrar【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美
国】；Rohan Bhargava（《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乌得勒
支大学，荷兰】；Paul Lucas【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
兰】；Laura Pereira【斯泰伦博斯大学转型中复杂系统中
心（CST），南非】；Detlef van Vuuren【荷兰环境评估机构

（PBL），荷兰】；Joost Vervoort【乌得勒支大学，荷兰】。

第20章 2050年长期愿景：

Mark Elder【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日本】；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究所，英国】；Paul Lucas【荷兰环境
评估机构（PBL），荷兰】；Maryam Meftahi（《全球环境展
望》研究员）【伊朗德黑兰环境办公室，伊朗】；Detlef van 
Vuuren【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兰】。

第21章 无针对性政策情景下的未来发展：

Katherine V. Calvin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联
合全球变化研究中心，美国】；Serena H. Chung 【美国环境
保护署，美国】；Mike Harfoot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

（隶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英国】；Steve Hedden【丹佛
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美国】；Barry 
B. Hughes【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
美国】；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究所，英国】；Alexandre C. 
Köberle【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巴西】；Paul Lucas【荷兰环境评估
机构（PBL），荷兰】；Katrina Lyn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詹姆
士库克大学，澳大利亚】；Jonathan D. Moyer【丹佛大学弗雷德里
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美国】；Detlef van Vuuren【荷兰环
境评估机构（PBL），荷兰】；Yoshihide Wada【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
究所（IIASA），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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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Lex Bouwman【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兰】； 
Katherine V. Calvin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
联合全球变化研究中心，美国】；Serena H. Chung 【美
国环境保护署，美国】；Mike Harfoot 【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WCMC）（隶属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英国】；Chenmin 
H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Steve 
Hedden【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
心，美国】；Barry B. Hughes【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
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美国】；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
究所，英国】；Alexandre C. Köberle【里约热内卢联邦大
学，巴西】；Paul Lucas【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兰】； 
Jonathan D. Moyer【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
未来研究中心，美国】；Marco Rieckmann【费希塔大学，
德国】；Beatriz Rodríguez-Labajos（《全球环境展望》研
究员）（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西班牙】；Detlef van Vuuren【
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兰】；Yoshihide Wada【国际
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奥地利】。

第23章 自下而上的举措和参与式方法：

Ghassem R. Asrar【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美
国】；Rohan Bhargava（《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乌得勒
支大学，荷兰】；Laur Hesse Fisher【麻省理工学院，美 
国】；Angel Hsu【耶鲁大学，美国】；Thomas Malone【麻省
理工学院，美国】；Jeanne Nel【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荷
兰】；Laura Pereira【斯泰伦博斯大学转型中复杂系统中心

（CST），南非】；Odirilwe Selomane【斯德哥尔摩大学斯
德哥尔摩恢复力研究中心，瑞典】；Nadia Sitas【科学与工
业研究理事会（CSIR），南非】；Christopher Trisos【马里
兰大学国家社会环境综合中心（SESYNC），美国】；Mandy 
Angèl van den Ende（《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乌得勒
支大学，荷兰】；Joost Vervoort【乌得勒支大学，荷兰】； 
James Ward【南澳大学，澳大利亚】；Amy Weinfurter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Data-DrivenYale，美国】； 
Yihao Xie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新加坡】；Yaolin 
Zhang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新加坡】。

第24章 未来之路：

Ghassem R. Asrar【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美
国】；Kei Gomi【国立环境研究所，日本】；Steve Hedden 

【丹佛大学弗雷德里克·S·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
美国】；Fintan Hurley【职业医学研究所，英国】；Klaus 
Jacob【柏林自由大学，德国】；Mikiko Kainuma【全球
环境战略研究所，日本】；Peter King【全球环境战略研究
所，泰国】；Diana Mangalagiu【牛津大学和诺欧商学院，
英国】；Paul Lucas【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兰】； 
Robyn M. Luca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流行病学和人
口健康中心，澳大利亚】；Laura Pereira【斯泰伦博斯大学

转型中复杂系统中心（CST），南非】；Alexis Rocamora 
【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日本】；Mandy Angèl van den Ende 
（《全球环境展望》研究员）【乌得勒支大学，荷兰；Detlef van 

Vuuren【荷兰环境评估机构（PBL），荷兰】。

第25章 未来的数据和知识需求：

Graeme Clark【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Daniel 
Cooper【牛津大学，英国】；Florence Mayocyoc-
Daguitan【土著人民政策研究和教育国际中心

（Tebtebba），菲律宾】；James Donovan【ADEC 
Innovations公司，英国】；Pali Lehohla【泛非洲证据
研究所，南非】；Sheryl Joy Anne S. Gutierrez【ADEC 
Innovations公司，菲律宾】；Nina Kruglikova【牛津大学，
英国】；Charles Mwangi【有益于环境的全球性学习与观
察计划（GLOBE），肯尼亚】；Amit R. Patel（《全球环境展
望》研究员）【Planned Systems International公司，美
国】；Joni Seager【宾利大学，美国】；William Sonntag 

【地球观测组织秘书处，美国】；Michelle Tan【ADEC 
Innovations公司，肯尼亚】。

研究员：

AlAnoud Alkhatlan【阿拉伯海湾大学，巴林】；Rohan 
Bhargava【乌得勒支大学，荷兰】；Kari De Pryck【巴黎政
治学院，法国】；Priyanka DeSouza【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Souhir Hammami【柏林自由大学，德国】； 
Chenmin He【北京大学，中国】；Matthew D. Kosko【犹他
大学，美国】；Katrina Lyne【詹姆士库克大学，澳大利亚】； 
Maryam Meftahi【伊朗德黑兰环境办公室，伊朗】；Semie 
Memuna【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加拿大】；Emma Gaalaas 
Mullaney【巴克内尔大学，美国】；Jaee Sanjay Nikam【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美国】；Amit R. Patel【Planned Systems 
International公司，美国】；Darshini Ravindranath【伦敦
大学学院（UCL），英国】；Beatriz Rodríguez-Labajos【巴
塞罗那自治大学，西班牙】；Mayar Sabet【阿拉伯地区和欧
洲环境与发展中心，埃及】；Joeri Scholtens【阿姆斯特丹
大学，荷兰】； Patricia Nayna Schwerdtle【蒙纳士大学，
澳大利亚】； Maria Jesus Iraola Trambauer【伦敦大学学
院（UCL），英国】；Natalie Unterstell【巴西】；Mandy Angèl 
van den Ende【乌得勒支大学，荷兰】；Hung Vo【哈佛大学
设计学院，美国】；Ying (Grace) Wang【同济大学， 
中国】；Amy Weinfurter【Data-Driven Yale，美国】； 
ChangXia Wu【戴尔豪斯大学，加拿大】；Leila Zamani【伊
朗环境部，伊朗】； Carol Zastavniouk【高达集团，加拿大】。 

高级别政府间和利益相关方咨询小组：

Nassir S. Al-Amri【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沙特阿
拉伯】；Hæge Andenæs【气候与环境部，挪威】；Juan 
Carlos Arredondo【环境与自然资源秘书处，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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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Julio Baena（替补）【环境部，巴西】；Sara Baisai 
Feresu【津巴布韦大学，津巴布韦】；Benon Bibbu 
Yassin【自然资源、能源与环境部，马拉维】；Simon 
Birkett【伦敦清洁空气组织，英国】；Gillian Bowser【科
罗拉多州立大学，美国】；Joji Carino【“森林人民计划”，
英格兰】；Fernando E.L.S. Coimbra【巴西联邦共和国大
使馆，巴西】；Pascale Collas【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加拿大】；Marine Collignon（替补）【外交事务与国际发
展部，法国】；Victoria de Higa Rodriguez【环境与可持
续发展部，阿根廷】；Laksmi Dhewanthi【环境和林业部，
印度尼西亚】；Noasilalaonomenjahary Ambinintsoa 
Lucie【环境生态与森林部，马达加斯加】；Arturo Flores 
Martinez（替补）【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墨西哥】；Sascha 
Gabizon【WECF International，德国】；Prudence 
Galega【环境、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部，喀麦隆】； 
Edgar Gutiérrez Espeleta【哥斯达黎加大学，哥斯达黎
加】；Keri Holland（替补）【美国国务院，美国】；Pascal 
Valentin Houénou（副主席）【Nangui Abrogoua大学，科
特迪瓦】；Yi Huang（联合主席）【北京大学， 
中国】；Mork-Knutsen Ingeborg（替补）【气候与环境
部，挪威】；Melinda Kimble【联合国基金会，美国】； 
Asdaporn Krairapanond【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及规划
办公室，泰国】；Yaseen M. Khayyat【环境部长，约 
旦】；Pierluigi Manzione【意大利环境土地和海洋部，意
大利】；Veronica Marques（替补）【环境部，巴西】；Jock 
Martin【欧洲环境署，丹麦】；John M. Matuszak【美国国
务院，美国】；Megan Meaney【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理
事会（ICLEI），加拿大】；Naser Moghaddasi【环境部，伊
朗】；Bedrich Moldan【布拉格查理大学，捷克】；Roger 
Roberge【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加拿大】；Najib 
Saab【气象与环境保护总局，沙特阿拉伯】；Mohammed 
Salahuddin【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印度】；Jurgis 
Sapijanskas（替补）【法国生态和包容性过渡部， 
法国】；Paolo Soprano（联合主席）【意大利环境、领土与
海洋部，意大利】；Xavier Sticker【环境部，法国】；Sibylle 
Vermont（副主席）【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瑞士】；Andrea 
Vincent（替补）【哥斯达黎加大学，哥斯达黎加】；Terry 
Yosie【世界环境中心，美国】。

科学咨询小组：

Asma Abahussain【阿拉伯海湾大学，巴林】；John B.R 
Agard【西印度群岛大学，牙买加】；Odeh Al-Jayyousi【阿
拉伯海湾大学，巴林】；Paulo Eduardo Artaxo Netto【圣
保罗大学，巴西】；Rosina M. Bierbaum【密歇根大学，美
国】；Enrico Giovannini【罗马第二大学，意大利】；Sarah 
Green（联合主席）【密歇根理工大学，美国】；Torkil Jønch 
Clausen【世界水资源协会，法国】；Ahmed Khater【国家
水资源研究中心，埃及】；Nicholas King（联合主席）【独立
人士，南非】；Paolo Laj【环境科学研究所，法国】；Byung-
Kook Lee【韩国环境研究所，韩国】；Alastair Charles 

Lewis【约克大学，英国】；Franklyn Lisk【华威大学和英格
兰之心，英国】；Majid Shafiepour Motlagh 

【德黑兰大学，伊朗】；Carlos Afonso Nobre【国家气候
变化科学技术研究所，巴西】；Toral Patel-Weynand【美
国国家森林局，美国】；Anand Patwardhan【马里兰州公
共政策学院，美国】；N.H Ravindranath【印度科学理工
学院，印度】；Wendelin Stark【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瑞
士】；Danling Tang【中国科学院，中国】；Maria del Mar 
Viana Rodriguez（副主席）【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西班
牙】；Naohiro Yoshida【东京工业大学，日本】。

评估方法、数据和资料工作组：

Maria Andrzejewsk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资源信息
数据库-华沙，波兰】；Ousséni Arouna【国立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大学，贝宁】；Sandra De Carlo（联合主席）（主席
职位（巴西）】；Rosario Gomez【太平洋大学，秘鲁】；Wabi 
Marcos【气候变化管理与环境部，贝宁】；Reza Maknoon 

【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伊朗】；Graciela Metternicht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Thy Nguyen Van【越南环

境总署，越南】；Nicolas Perritaz（联合主席）【联邦环境办
公室，瑞士】；Qurat ul Ain Ahmad【全球环境影响研究中
心，巴基斯坦】；Mathis Wackernagel【全球足迹网络，美
国】；Fei Wang【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扩展团队：

Misha Alberizzi；Neville Ash；Jennifer 
Bailey；Matthew Billot；Peter Bjornsen；Oli 
Brown；Alex Caldas；Kilian Christ；Thierry 
De Oliveira；Fanny Demassieux；Francesco 
Gaetani；Tessa Goverse；Alexander Juras；Thomas 
Koetz；Pushpam Kumar；Monika MacDevette；Tomas 
Marques；Jacqueline McGlade；Abdelmenam 
Mohamed；Pascal Peduzzi；Corli Pretorius；Rula 
Qalyoubi；Tatiana Terekhova；Frank Turyatunga；Dirk 
Wagener；Clarice Wilson；Jinhua Zhang；Laetitia 
Zobel；Jochem Zoetelief；Sheeren Zorba。

来自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受邀参加评审的伙伴机构的评审员：

Maher Amer【保护红海和亚丁湾环境区域组织】；Joseph 
Appiott【《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Regina Asariotis【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Alfonso Ascencio-Herrera【国
际海底管理局】；Julian Barbière【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
化组织】；Uwe Barg【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Stefano 
Belfiore【世界气象组织】；Maija Bertule【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水与环境研究所】；Marie Bourrel-McKinnon【国际
海底管理局】；Edgard Cabrera【世界气象组织】；Michele 
Cavinato【联合国难民署】；Isabel Chavez【联合国教育、
科学与文化组织】；Nishikawa Chihiro【联合国教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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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组织】；Genevieve Connors【世界银行】；Rey Da 
Silva【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Mario Abel Diaz 
Anzueto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
平台】；Fanny Douvere【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Milen F. Dyoulgerov【世界银行】；Paul Egerton【世界气
象组织】；Kim Friedma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Dirk 
Glaesser【世界旅游组织】；Paul Glennie；Sarah Grime 
s【世界气象组织】；Ulrike Guerin【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
化组织】；Fredrik Haag【国际海事组织】；Valerie Hike 
y【世界银行】；Jan Hladik【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 
织】；Andrew  Hudso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Byonug-
Hwa Hwang【世界银行】；Peter Koefoed Bjørnsen【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水与环境研究所】；Neno Kukuric【联合
国国际地下水资源评估中心】；Juhyun Lee【《生物多样性
公约》组织】；Annukka Lipponen【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Gareth James Lloy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水与环境
研究所】；Michael Lodge【国际海底管理局】；Warren Lee 
Long【太平洋地区环境计划秘书处】；Robert Masters 

【世界气象组织】；Arni Mathiesen【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Chris McOwe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
心】；Kate Medlicott【世界卫生组织】；Stefan Micalle【国
际海事组织】；Hassan Mohammadi【海洋环境保护区域
组织】；Wahid Mouffadal；Audrey Nepveu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David Osborn【国际原子能机 
构】；Sivaji Patra【南亚合作环境计划】；Manzoor Qadir 

【联合国大学】；Mechtild Rössler【联合国教育、科学与
文化组织】；Vladimir Ryabinin【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
化组织】；Susana Salvador【《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
公约》组织】；Zita Sebesvari【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
全研究所】；Cameron Shilton【联合国难民署】；Monika 
Stankiewicz【赫尔辛基委员会】；Christian Susan【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Peter Wolfgang Swarzenski【国际原
子能机构】；Xu Tang【世界气象组织】；Tumi Tómasson 

【联合国大学渔业培训项目】；Brandt Wagner【国际劳工
组织】；Sara Walker【世界资源研究所】；Marcus Wijnen 

【世界银行】；Andrew Wright【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
委员会】；Joseph Zelasney【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Wenjian  Zhang【世界气象组织】。

外部评审员2：

Magdi Tawfik Abdelhamid【埃及】；Mohamed Abdel-
Monem【埃及】；Ahmed Abdelrehim【埃及】；Anwar 
Abdo【巴林】；Amani Abdou【尼日尔】；Maisharou 
Abdou【尼日尔】；Abdulkader Abed【约旦】；Mohamed 
Jamil Saleh Anbdulrazzak【沙特阿拉伯】；Ehsan 
Abedualemer Jassem Abbas【伊拉克】；Mohammad 
Abido【叙利亚】；Tamiru Alemayehu Abiye【埃塞俄比
亚】；Iyad Aburdeineh【巴勒斯坦】；Khaled Abu-Zeid 

【埃及】；Priscilla Mbarumun Achakpa【尼日利
亚】;David Acosta【哥伦比亚】；Mange Ram Adhana 

【印度】；Alphonse Adite【贝宁】；Carolina Adler【智
利；Jean Paul Brice Affana【喀麦隆】；John B.R. Agard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Maxime Agossou【贝宁；Christer 
Ågren；Qurat ul Ain Ahmad【巴基斯坦；Emmanyel 
Adegboyega Ajao【尼日利亚】；Afif Akel 

【约旦】；Hajime Akimoto；Thabit Zahran Salim Al 
Abdulsalaam【阿曼】；Abdulwali Al-Aghbari【叙利
亚；Mohammad Al Ahmad【科威特】；Amani Abdullah 
Al-Assaf【约旦；Seyed Kazem Alavipanah【伊朗；Amr 
Osama Al-Aziz【埃及】；Susan Al Banaa【伊拉
克；Khaldoun Al-Bassam【伊拉克】；Pedro Manuel 
Alcolado-Menendez【古巴】；Nourah Alenezi【科威特】； 
Meshari Al-Harbi【科威特】；Belal Al-Hayek【叙利亚】； 
Suzan Al-Ajjawi【巴林】；Lilian Alessa【加拿大】；Björn 
Alfthan【加拿大】；Fatima Alhemyani【美国】；Israa 
Jassim Mohamed Ali【伊拉克】；Thamer Ali【伊拉克】； 
MohammedAl-Kalbani【阿曼】；Al-Anoud Al-Khatlan 

【科威特】；MukdadAl-Khateeb【伊拉克】；Hussien 
Al-Kisswani【约旦】；Myles Allen【英国】；Ismail 
Almadani【巴林】；Mazen Almalkawi【约旦】；Mouza Al 
Mansouri【阿联酋】；Dora Almassy【匈牙利】；Reem 
AlMealla【巴林】；Khawla Al Muhannadi【巴林】； 
Mubarak Aman Al-Noaimi【巴林】；Savas Alpay【土耳
其】；Israa Jasim Al-Rubaye【伊拉克】；Khalid Al-Rwis 

【沙特阿拉伯】； Yaser Al-Sharif【约旦】；Omran 
Alshibabi【叙利亚】；Afaf Sayed Ali Al-Shoala【巴林】； 
Wasan Alaa A-Deen Mahmood Al-Tai’e【伊拉克】； 
Shubar Ebrahim Al-Widae【巴林】；Ibrahim Al Zu’bi【约
旦】；Farshad Amiraslani【伊朗】；Soudabeh Amiri【伊
朗】；Patila Malua Amosa【萨摩亚】；Joseph Armathé 
Amougou【喀麦隆】；Koffi Gautier Amoussou【贝
宁 ；Martin Andriamahafehiarivo【马达加斯加】； 
Luciano Andriamaro【马达加斯加】；Rivoniony 
Andrianasolo【马达加斯加】；Maria Andrzejewska【波
兰 ；Muhammad Rehan Anis【巴基斯坦】；Marina 
Antonopoulou【希腊】；Ken Anthony；Lawrence 
Anukam【尼日利亚】；Chika Aoki-Suzuki【日本】； 
Chandani Appadoo【毛里求斯】；Bernadette 
Arakwiye【美国】；Mojtaba Ardestani【伊朗】；Herto Dwi 
Ariesyady【印度尼西亚】；Maria Teresa Armijosburneo 

【英国】；Hyacinth Armstrong-Vaughn【巴巴多斯】； 
Luca Arnold【瑞士】；Ousséni Arouna【贝宁】；Awadis 
Arslan【叙利亚】；Gulaiym Ashakeeva【吉尔吉斯斯坦】； 
Hamed Assaf【约旦】；Nibal Assaly【约旦】；Nabegh 
Ghazal Asswad【叙利亚】；Fakher Aukour【约旦】； 
Hassan Awad【埃及】；Katia Awaujo【美国】；Mouina 
Badran【叙利亚】；Marc Baeta【西班牙】；Festus D. Kibiri 
Bagoora【乌干达】；Kenneth Bagstad【美国】；Alkiviadis 
F. Bais【希腊】；马里ni Balakrishnan【印度】；Rajasekhar 2 列出的外部评审员包括实际评审或受邀评审《全球环境展望6》报告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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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asubramanian【新加坡】；Robert Baldwin【英国】； 
Bhawna Bali【印度】；Samjwal Ratna Bajracharya【尼
泊尔】；Jamal Ali Bamaileh【沙特阿拉伯】；Jayanta 
Bandyopadhyay；Manjushree Banerjee【印度】； 
Abderrazak Bannari【加拿大】；Grazia Barberio【意大
利】；Francisco José Barbosa de Oliveira Filho【巴西】； 
Garfield Barnwell【圭亚那】；Ana Flávia Barros-
Platiau；Edwin A. Barry【美国】；Christian Barthod【法
国】；Ferdo Basic【克罗地亚】；Andrea Bassi【意大利】； 
Vidya Batra【印度】；Maarten Bavinck【荷兰】；Yannick 
Beaudoin【加拿大】；Sarah Bell【澳大利亚】；Jane 
Bemigisha【乌干达】；Magnus Bengtsson【瑞典】；Mirta 
Estela Benítez Herrera【巴拿马】；Abdelaziz Benjouad 

【摩洛哥】；Thomas Bernauer【瑞士】；Luis Berríos-
Negrón【波多黎各】；Suress Bhagwant【毛里求斯】； 
Souvik Bhattacharjya【印度】；Inogwabini Bila-Isia【刚
果】；Peter Koefoed Bjørnsen；Dylan Blake【南非】； 
Gabriel Blanco【阿根廷】；Raimund Bleischwitz【德国】； 
Ivan Blinkov【北马其顿】；Rizaldi Boer【印度尼西亚】； 
Chandradeo Bokhoree【毛里求斯】； 
JariyaBoonjawat；Helvecia MarÍa Bonilla Delgado【巴
拿马】；Jared Bosire【肯尼亚】；Zalia Yacouba 
Boubacar【尼日尔】；Nouzha Bouchareb【摩洛哥】； 
Philippe Bourdeau【比利时】；Kerry W. Bowman【加拿
大】；Hans Brauch【德国】；Jean-Jacques Gabriel Marie 
Braun【法国】；Bernard Brillet【法国】；Stefan Bringezu 

【德国】；Ravina Brizmohun【毛里求斯】；Lluis 
Brotons；Bradford Brown【美国】；Carl Bruch；Claudia 
Brunori【意大利】；Neil Burgess；Reginald Burke【巴巴
多斯】；Monday Businge【乌干达】；Thomas Butler【美
国】；Isabella Buttino【意大利】；Enrico Cabras【意大 
利】；Jialiang Cai【中国】；Edison Calderón【厄瓜多尔】； 
Pedro Lando Bumba Canga【安哥拉】；Anthony 
Capon【新西兰】；Rene Pablo Capote- Lopez【古巴】； 
Wilfredo M. Carandang；Felipe Carazo Ortiz【哥斯达黎
加】；Beatriz Cárdenas；Jose Carlos Orihuela【哥伦比
亚】；María José Carroquino Saltó【西班牙】；Guillermo 
Castro【巴拿马】；Ben Cave【英国】；Alexander Ceron【哥
伦比亚】；Farid Chaaban【黎巴嫩】；Vanda Chan Ting【萨
摩亚】；Alvin Chandra【斐济】；Hoon Chang【韩国】； 
Vasantha Chase【圣卢西亚】；Rajiv Kumar Chaturvedi 

【印度】；Deliang Chen【瑞典】；Norma Cherry-Fevrier 
【圣卢西亚】；Mariano Cherubini【意大利】；Sosten 

Chiotha【马拉维】；Irene G. Lungu Chipili【赞比亚】； 
Victoria Chomo【美国】；Nee Sun Choong Kwet Yive【毛
里求斯】；Liu Chuang【中国】；Alistair Clark【英国】； 
Suani Coelho；Augustin Collette；Maria Cordeiro【葡萄
牙】；Dana Cordell【澳大利亚】；Robert (Bob) Corell【美
国】；Cosmin Corendea【罗马尼亚】；Maria Teresa 
Cornide - Hernandez【古巴】；Robert (Bob) Costanza 

【美国】；Tim Coulborn【英国】；Barbara Cremaschi【意

大利】；Yiyun (Ryna) Cui；Philippe Cullet【瑞士】；Laura 
Cutaia【意大利】；Saed Dababneh【约旦】；Arthur Dahl 

【美国/瑞士】；Allan Dale；Salvatore D’Angelo【意大 
利】；Karine Danielyan【亚美尼亚】；Hy Dao【瑞士】； 
Aliou Mohamed Daouda【贝宁】；Sir Partha 
Dasgupta；Lésan Etiennette FlorenceDassi【贝宁】； 
Divya Datt【印度】；Liliana Dávalos；Eric A. Davidson 

【美国】；John Day【美国】；Sandra De Carlo【巴西】； 
Fábio De Castro【巴西】；Francesca De Crescenzo【意大
利】；Sabino De Gisi【意大利】；Roberto Bonilla De La 
Lastra【巴拿马】；Genoveva Clara de Mahieu【阿根廷】； 
Carlos Alberto de Mattos Scaramuzza【巴西】；Tom De 
Meulenaer【比利时】；Laura De Simone Borma【巴西】； 
Elizabete de Souza Cândido【巴西】；Roberto De Vogli 

【意大利】；Cassandra De Young【美国】；Dimitry D 
Deheyn【比利时】；Alex Dehgan【美国】；RosarioDel C. 
Oberto G.【巴拿马】；Getahun Demissie Gemeda【埃塞
俄比亚】；Andriy Demydenko【乌克兰】；Manfred 
Denich【德国】；Nickolai Denisov【俄罗斯】；Peter 
Denton【加拿大】；Michael Depledge【英国】； 
Shobhakar Dhakal【尼泊尔】；Yakhya Aicha Diagne【塞
内加尔】；Sandra Myrna Diaz【阿根廷】；Susana Beatriz 
Diaz【阿根廷】；Robert Didham【美国】；Yihun Dile【埃塞
俄比亚】；Guglielmina Diolaiuti【意大利】；Salif Diop【塞
内加尔】；Rodolfo Dirzo【墨西哥】；Pierre Francois 
Djocgoue【喀麦隆】；Gordana Djurovic【塞尔维亚】； 
Isaac Gcina Dladla【斯威士兰】；Edward J. 
Dlugokencky【美国】；Tomoko Doko【日本】；Kumar 
Dookhitram【毛里求斯】；William Dougherty【美国】； 
Marra Dourma【多哥】；Stephen Dovers；Ousmane 
Drame【塞内加尔】；R Driejana【印度尼西亚】；Paul 
Dumble【英国】；Anton Earle【南非】；Jonas 
Ebbesson；Kristie L. Ebi；François Edwards；Blaise 
Efendene【喀麦隆】；Ehab Eid【约旦】；Akram Eissa 
Darwich【叙利亚】；Hossam El Din Elalkamy【埃及】； 
Manal Elewah【埃及】；Yomn El Hamky【埃及】；Essam 
El-Hinnawi【埃及】；Nagwa El Karawy El Karawy【埃 
及】；Abdelfattah El Kassab【摩洛哥】；AhmedEl-Kholei 

【埃及】；Lorraine Elliott；Asim El Moghraby【苏丹】； 
Kassem El Saddik【黎巴嫩】；Amr Abdel-Aziz El-
Sammak【埃及】；Hany Gaber El Shaer【埃及】； 
Mohamed Eltayeb【苏丹】；Wael El Zerey【巴勒斯坦】； 
Lisa Emberson【英国】；Tareq Emtairah【埃及】； 
Francois Alwyn Engelbrecht【南非】；Jonathan Ensor 

【英国】；Mamaa Entsua-Mensah 【加纳】；Velasco 
Saldana Hector Erik；Kevin Erwin【美国】；Carlos Ariel 
Escudero Nuñez【巴拿马】；Lima Euloge【贝宁】；Jaén 
Núñez Eustorgio【巴拿马】；Olivier Evrard【比利时】； 
Joan Fabres【西班牙】；Sunita Facknath【毛里求斯】； 
Hilde Fagerli；Marco Falconi【意大利】；Amy Fallon【英
国】；Nadim Farajalla【黎巴嫩】；Zilda Maria F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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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so【巴西】；Akhmad Fauzi【印度尼西亚】；Benjamin 
Fayomi【贝宁】；Asghar Mohammadi Fazel【伊朗】； 
Daniel Feldman【美国】；Fabio Feldmann；Maurizio 
Ferrari【意大利】；Beatrice Ferreira【巴西】；Francisco 
Ferreira；Manoel Ferreira Cardoso【巴西】；Christian 
Flachsland【德国】；Martina Floerke【德国】；Arturo 
Flores Martinez【墨西哥】；Cheikh Fofana【塞内加尔】； 
Gary Foley【美国】；DDM Fonollera【菲律宾】；Jaume 
Fons-Esteve【西班牙】；Patrick Forghab Mbomba【喀麦
隆】；Eric Fotsing【喀麦隆】；Ulrich Franck【德国】；Niki 
Frantzeskaki 【希腊】；Naoya Furuta【日本】；Françoise 
Gaill【法国】；Samia Galal【埃及】；Elsa Patricia Galarza 
Contreras【秘鲁】；François Galgani【法国】；Easter 
Catherine Galuvao【萨摩亚】；Edson Gandiwa【津巴布
韦】；Nadezhda Gaponenko【俄罗斯】；Jennifer Garard 

【加拿大】；Dida Gardera【印度尼西亚】；Luca 
Garibaldi【意大利】；Hathairatana Garivait；Jean-Marc 
Garreau【法国】；Domenico Gaudioso【意大利】；Jose 
Marcelo Gaviño Novillo【阿根廷】；Chazhong Ge【中 
国】；Louis Géli【法国】；Ibrahim Abdel Gelil【埃及】； 
Giorgos 格鲁吉亚dis【希腊】；Nesreen Ghaddar【黎巴
嫩】；Nadia Abdul Ghaffar【沙特阿拉伯】； 
RaziehGhayuomi【伊朗】；Shahina Ghazanfar【英国】； 
Fereidoon Ghazban【伊朗】；Kidane Giday 
Gebremedhin【埃塞俄比亚】；Vladimir Gil Ramon【秘
鲁】；Aidan Gilligan【爱尔兰】；Hector Ginzo【阿根廷】； 
Naituli Gitile【肯尼亚】；Jane Glavan【加拿大】；Biljana 
Gligoric【塞尔维亚和黑山】；Kissao Gnandi【多哥】； 
William Godfrey【美国】；Khatuna Gogaladze【格鲁吉
亚】；Jose Gómez【西班牙】；Carlos Gómez【巴拿马】； 
Rosario Gómez【秘鲁】；Tania Merino Gómez【古巴】； 
Paulo Rogério Gonçalves【巴西】； 
AndyGonzalez；Rianna Gonzales【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Chris Gordon；Alexander Gorobets【乌克兰】；Zhou 
Goumei【中国】；Edwin Grandcourt【英国】；Gilles 
Grandjean【法国】；Marco Grasso【意大利】；Julie 
Greenwalt【美国】；Christophe Grenier【法国】；Renáta 
Grófová【斯洛伐克】；Sergey Gromov【俄罗斯】；Cisse 
Gueladio【科特迪瓦】；Katharina Gugerell【奥地利】； 
Richard Guldin【美国】；Jing Guo【中国】；Eshita Gupta 

【印度】；Joyeeta Gupta【荷兰】；Jeannette Denholm 
Gurung【美国和英国】；David I. Gustafson【美国】；Ayma 
Abou Hadid【埃及】；Joanna Haigh【英国】；Muki 
Haklay【以色列】；Catherine Hallmich【加拿大】；David 
Halpern【美国】；Shadi Hamadeh【黎巴嫩】；Muhannad 
Hamed【约旦】；GarbaHamissou【尼日尔】；Waleed 
Hamza；Quentin Hanich；Muhammad Hanif【巴基斯
坦】；James Hansen【美国】；Rikke Munk Hansen【丹 
麦】；Fahad Hareb【阿联酋】；Khaled Allam Harhash【埃
及】；Stuart L. Hart【美国】；Kristopher Hartley；Chris 
Hartnady【南非】；Muhamm Zia Ur Rahman Hashmi 

【巴基斯坦】；Amna Ibrahim Hassan【苏丹】；Rashed 
Abdul Karim Hassan【巴林】；Tareq Ahmed Abdo 
Hassan【也门】；Imad Hassoun【叙利亚】；Christophe 
Häuser【德国】；Marcus Haward；Charlie Heaps【美国】； 
Lisa Hebbelmann【南非n】；Anhar Hegazi【埃及】； 
Gabriele Clarissa Hegerl【英国】；Sherry Heileman【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Alan Hemmings；Yves Henocque【法
国】；Sunil Herath【澳大利亚】；Gladys Hernandez- 
Pedraza【古巴】；Jeffrey Herrick；Mark Hibberd；Kevin 
Hicks【英国】；Ivonne Higuero【巴拿马】；Colin D. Hills 

【英国】；Denise Hills【巴西】；Alistair Hobday；Ove 
Hoegh-Guldberg；Holger Hoff【德国】；Ron N. Hoffer 

【美国】；Niklas Höhne【德国】；Jose Holguin-Veras【哥
斯达黎加】；Katherine Homewood【英国】；Yasuhiko 
Hotta【日本】；Christophe Sègbè Houssou【贝宁】； 
Solomon Hsiang【美国】；Jinhui Jeanne Huang【加拿
大】；Marc Hufty【瑞士】；Carol Hunsberger【加拿大】； 
Nataliia Husieva【乌克兰】；Raja Imran Hussain【奥地
利】；Malaki Iakopo【萨摩亚】；Karen 
Hussey；Anastasiya Idrisova【塔吉克斯坦】；Taema 
Imo-Seuoti【萨摩亚】；David Inouye【美国】；Leilani 
Duffy Iosefa【萨摩亚】；Roger Noel Iroume【喀麦隆】； 
Douglas Irwin；Abdullaev Iskandar；Toko Imorou 
Ismaïla【贝宁】；Yuyun Ismawati【印度尼西亚】；Mirjana 
Ivanov【黑山】；Maria Ivanova【保加利亚】；Gokul 
Iyer；Richard J.T. Klein；Rima Jabado【加拿大】； 
Tronczynski Jacek【法国】；Mark Z. Jacobson【美国】； 
Joy Jadam【黎巴嫩】；Anita James【圣卢西亚】； 
Chubamenla Jamir【印度】；Sadik Bakir Jawad【伊拉
克】；Ljubomir Jeftic【克罗地亚】；Seongwoo Jeon【韩
国】；Kejun Jiang【中国】；Zhigang Jiang【中国】；Prisca 
Roselyne Sènami Jimaja【贝宁】；Luz Adriana 
Jimenez【哥伦比亚】；Refiloe Joala【南非】；Lyndon 
John【圣卢西亚】；Francis Johnson【美国】；Alirou 
Yedidia Jonas【尼日利亚】；Julia Jones】；Richard 约旦 

【美国】；Omar Jouzdan【叙利亚】；Kupiainen 
Kaarle；Pavel Kabat】；Adel Abdel Kader【埃及】；Thoko 
Kaime【英国】；Sankwe Michael Kambole【赞比亚】； 
Anurag Kandya【印度】；Paula Kankaanpää【芬兰】； 
Shilpi Kapur【印度】；Ghada Kassab【约旦】；Bronwyn 
Keatley【加拿大】；Bibi Nasreen Khadun【毛里求斯】； 
Talib Khalaf【伊拉克】；Ahmed Khaled MostafaAbdel 
Wahid【埃及】；Ziad Khalifa【埃及】；Ahmed Khalil【苏
丹】；Shaker Khamdan【巴林】；Ahmed S. Khan【加拿大
和塞拉利昂】；Azmat HayatKhan【巴基斯坦】； 
Muhammad Ajmal Khan；Imad Khatib【约旦】；Sayed 
Khalil Khattari【约旦】；Charles Kihampa【坦桑尼亚】； 
Jeong In Kim【韩国】；Danielson Kisanga【坦桑尼亚】； 
Leo Klasinc【克罗地亚】；Carlos Augusto Klink【巴西】； 
Zoran Kljajic【黑山】；Stefan Knights【圭亚那】；John 
Knox；Reto Knutti【瑞士】；Lilja Dóra Kolbeinsdóttir【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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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Richard Kock【英国】；Marcel Kok【荷兰】； 
Souleymane Konate【科特迪瓦】；Peter 
Kouwenhoven【荷兰】；Martin Kowarsch【德国】； 
Nawarat Krairapanond【泰国】；Tom Kram【荷兰】； 
Pavel V.Krasilnikov【俄罗斯】；Prabhakar Sivapuram 
Venkata Rama Krishna【印度】；Indu Krishnamurthy 

【印度】；Jürgen P. Kropp【德国】；Nina Kruglikova【俄
罗斯】；Ida Kubiszweski【美国】；Michael Kuhndt【德 
国】；Tiina Kurvits【加拿大】；Sigrid Kusch【德国】；Johan 
Kuylenstierna【瑞典】；Hammou Laamrani【摩洛哥】； 
Jean-Philippe Lagrange【法国】；Elton Laisi【马拉维】； 
Annamaria Lammel【法国】；Johan Larsson【瑞典】； 
Jonatan Lassa；Márton László【匈牙利】；Mojib Latif【德
国】；Edwin Laurent【圣卢西亚】；Roberto Lava【意大 
利】；Kai Po Jenny Law【中国】；Yoon Lee【韩国】； 
Enrique Lendo Fuentes【墨西哥】；Louis Lengrendre 

【加拿大】；Cuauhtemoc Leon【墨西哥】；Vanessa 
Leonardi【意大利】；David Lesolle【博茨瓦那】；Marc 
Levy【美国】；Xia Li【中国】；Mweemba Liberty；Hanlie 
Liebenberg-Enslin；Zuzana Lieskovská【斯洛伐克】； 
Willem Ligtvoet【荷兰】；Bundit Limmeechokchai【泰
国】；Rosilena Lindo【巴拿马】；Mark Little【美国】；Yu 
Liya E【新加坡】；Josep Enric Llebot【西班牙】；Ivana 
Logar【克罗地亚】；Francesco Loro【意大利】；Andreas 
Löschel【德国】；Heila Lotz-Sisitka【南非】；Ronald 
Loughland【澳大利亚】；Gordon Lovegrove【加拿大】； 
Naglaa M. Loufty【埃及】；L. Hunter Lovins【美国】； 
Shengji Luan【中国】；Jesada Luangjame；André 
Lucena【巴西】；Shuaib Lwasa【乌干达】；Patricia 
Maccagno【阿根廷】；Mary MacDonald【加拿大】； 
Georgina Mace；Masego Madzwamuse【南非】；Clever 
Mafuta【津巴布韦】；Flora John Magige【坦桑尼亚】； 
Robin Mahon【巴巴多斯】；Juliette Maitre【法国】；Nada 
Majdalani【巴勒斯坦】；Anna Makarova【俄罗斯】；Majid 
Makhdoum【伊朗】；Reza Maknoon【伊朗】；Malayang 
III【菲律宾】；Sri Ramachandra Murthy Manchiraju【印
度】；Makoala Marake【莱索托】；Ney Maranhão【巴西】； 
Wabi Marcos【贝宁】；Sergio Margulis【巴西】；Adama 
Mariko【马里】；Marina Markovic【黑山】；Prasad 
Modak【印度】；Eric Martin【法国】；Miguel Martìnez【瓜
地马拉】；Maria Amparo Martinez Arroyo【墨西哥】； 
Olena Maslyukivska【乌克兰】；Mohammad Masnavi 

【伊朗】；Rania Masri【黎巴嫩】；Vlado Matevski【北马其
顿】；Jörg Matschullat【德国】；Vedast Max Makota【坦
桑尼亚】；Simone Maynard【澳大利亚】；Hermann 
Désiré Mbouobda【喀麦隆】；Kezia Mwanga 
Mbwambo；Patrick Adrian McConney【巴巴多斯】； 
Bruce McCormack【南非】；Michael McGrady【美国】； 
Liana Mcmanus；Victor Makarius Mdemu【坦桑尼亚】； 
Shahbaz Mehmood【巴基斯坦】；Antonio Augusto 
Melo Malard【巴西】；Graciela Metternicht【阿根廷】； 

Karina Miglioranza【阿根廷】；Piotr Mikolajczyk【波兰】； 
Richard Mills；Ziad Mimi【约旦】；Emmanuel Charles 
Mkomwa【马拉维】；Jennifer Mohamed-Katerere【津巴
布韦】；Tzepo Mokuku【莱索托】；Luisa T. Molina； 
Giuseppina Montanari【意大利】；Lourenço Monteiro 
de Jesus【Sao Tome and Principe】；Iliana 
Monterroso【瓜地马拉】；Felipe Montoya-Greenheck【
哥斯达黎加】；Adam Moolna【英国】；Claudio Morana【
意大利】；Ana Rosa Moreno【墨西哥】；Tiffany 
Morrison；Ozore Mossana【中非共和国】；Pargol 
Ghavam Mostafavi【伊朗】；Stanley Mubako【津巴布 
韦】；Ackmez Mudhoo【毛里求斯】；Prisca Mugabe【津巴
布韦】；Ijaz Muhammad【巴基斯坦】；Arif Goheer 
Muhammad【巴基斯坦】；Dusko Mukaetov【北马其顿】； 
Rupa Mukerji；Yacob Mulugetta；Olegario Pablo 
Muniz-Ugarte【古巴】；Kevi Murphy【美国】；Radhika 
Murti【斐济】；Josephine Kaviti Musango【肯尼亚】； 
Patience Mutopo【津巴布韦】；Iyngararasan 
Mylvakanam；Nora Mzavanadze【立陶宛】；Etien 
N’Dah【科特迪瓦】；Mohamed Nabil Chalabi【叙利亚】； 
Cuthbert L. Nahonyo【坦桑尼亚】；M P Sukumaran 
Nair【印度】；Adil Najam；Evelyn Namubiru-Mwaura【肯
尼亚】；Stephen Nanthambwe【马拉维】；Humood 
AbdullaNaser【巴林】；Nabil Z. Nasr【美国】；Shahida 
Nasreen Zakir【巴基斯坦】；Nabil Nassif【埃及】；Nilwala 
Nayanananda【斯里兰卡】；Mzime Ndebele- Murisa【津
巴布韦】；Admire Ndhlovu【津巴布韦】；Ousmane 
Ndiaye【塞内加尔】；Jacques Andre Ndione【塞内 
加尔】；Cecile Ndjebet【喀麦隆】；Nakicenovic 
Nebojsa；Filomena Nelson【萨摩亚】；Robin L. 
Newmark【美国】；Robert Njilla Mengnjo Ngalim【喀麦
隆】；Martha Raymond Ngalowera【坦桑尼亚】；Tatiana 
Ngangoum Nana【喀麦隆】；Édouard Kouakou 
N’guessan【科特迪瓦】；Thang Nguyen Trung【越南】； 
Lars Nordberg；Barbara Ntombi【Ngwenya【博茨瓦 
那】；Kimberly Nicholas【美国】；Mark Nieuwenhuijsen 

【荷兰】；Maeve Nightingale【英国】；Geert-Jan 
Nijsten【荷兰】；Ian Noble；William Nordhaus；Pascal 
Ntahompagaze【布隆迪】；Ernst-August Nuppenau【德
国】；Dieudonné Nwaga【喀麦隆】；Julius William 
Nyahongo【坦桑尼亚】；Kamwenje Nyalugwe【赞比亚】； 
Deogratius Paul Nyangu【坦桑尼亚】；Douglas Nychka 

【美国】；Tarcisius Nyobe【喀麦隆】；Nguyen Thi Kim 
Oanah【越南】；Joseph O’Brien【美国】；Kenneth 
Ochoa【哥伦比亚】；Karen T. Odhiambo【肯尼亚】； 
Washington Odongo Ochola【肯尼亚】；Patrick 
O’Farrell；Ibrahim Oanda Ogachi【肯尼亚n】；Philip 
Gbenro Oguntunde【尼日利亚】；Krzysztof 
Olendrzynski；Lennart Olsson【瑞典】；Alice Oluoko-
odingo【肯尼亚】；Jean Pierre H.B. Ometto【巴西】； 
Jean Michel Onana【喀麦隆】；Choon Nam Ong【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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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James J. Orbinski【加拿大】；Alexander Orlov【英
国】；Jean-Nicolas Ormsby【法国】；Isis Karinna Alvarez 
Ortiz【哥伦比亚】；Ahmad Osman【黎巴嫩】；Eugene 
Otaigbe Itua【尼日利亚】；Yasser Othman【埃及】； 
Dorcas Otieno【肯尼亚】；Begüm Ozkaynak【土耳其】； 
Jon Padgham【美国】；Emilio Padoa-Schioppa【意大
利】；Amber Pairis【美国】；Jean Palutikof；Arnico K 
Panday【尼泊尔】；Ruchi Pant【印度】；Samuel Pare【布
基纳法索】；Kwang Kook Park【韩国】；Kemraj Parsram 

【圭亚那】；Trista Patterson【美国】；Jose Paula【葡萄
牙】； Gunter Pauli【比利时】；Rosália Marta Pedro【莫桑
比克】；Tony Penikett【加拿大】；Renat Perelet【俄罗 
斯】；Nicolas Perritaz【瑞士】；Linn Persson【瑞典】； 
Marcello Petitta【意大利】；Rohan Pett Pethiyagoda【澳
大利亚】；Freddy Picado Trana【尼加拉瓜】；Stefano 
Picchi【意大利】；Ramon Pichs-Madruga【古巴】；Kate 
Pickett【英国】；Michael D. Pido【菲律宾】；Kevin 
Pietersen【南非】；Patrícia Pinheiro Beck Eichler【巴 
西】；László Pintér【匈牙利】；Gilles Pipien【法国】；Were 
Pitala【多哥】；Andrius Plepys【立陶宛】；Jan Plesnik【捷
克】；Erika Podest；Katherine Pond【英国】；Siwatt 
Pongpiachan【泰 国】；Daniele Ponzi【意大利】；Felix 
Preston【英国】；Emilia Noel Ptak【丹麦】；Muhammad 
Qasim【巴基斯坦】；Florian Rabitz；Kareff Rafisura【菲
律宾】；Kristin Vala Ragnarsdóttir【冰岛】；David 
Anthony Raitzer【美国】；Jean Roger Rakotoarijaona 

【马达加斯加】；Elysé Odon Rakotonirainy【马达加斯
加】； Frederic Joel Ramarolahivonjitiana【马达加斯 
加】；Paul Randrianarisoa【马达加斯加】；Mohamed 
Abdel Raouf【埃及】；Adel Abdul Rasheed】；Harunur 
Rashid【孟加拉共和国】；Yousef Rashidi【伊朗】；Anne 
Rasmussen【萨摩亚】；Jacquis Rasoanaina【马达加斯
加】；Valentina Rastelli【意大利】；Jerry Ratsimandresy 

【马达加斯加】；Akkihebbal Ramaiah Ravishankara【美
国】；Brian K. Ray【加拿大】；Hanitriniaina 
Razafindramboa【马达加斯加】；Keith Reid【澳大利亚】； 
Françoise Breton Renard【西班牙】；Yuri Resnichenko 

【乌拉圭】；Lorena Aguilar Revelo【哥斯达黎加】； 
Markus Reuter【德国】；Frances Brown Reupena【萨摩
亚】； Keywan Riahi；Kornelius Riemann【德国】；Ntep 
Rigobert【喀麦隆】；Sandy Rikoon【美国】；Callum 
Roberts；Debra Roberts【南非】；Johan 
Rockström；Jose Manuel Mateo Rodriguez【古巴】； 
Cesar Edgardo Rodriguez Ortega【墨西哥】；Jenny 
Roe【英国】；Dilys Roe；Dannely Romano【多米尼加】； 
Jaime Romero【哥伦比亚】；Espen Ronnenberg【挪 
威】；Marina Rosales Benites【秘鲁】；Antoni Rosell 
Melé【西班牙】；Cynthia Rosenzweig；Jean 
Rosete；Ariana Rossen【阿根廷】；Laurence 
Rouil；Ximena Rueda Fajardo；Romano Ruggeri【意大
利】；Blanca Ruiz Franco【西班牙】；Ernest Rukangira 

【卢旺达】；Markku Rummukainen【芬兰】；Federico 
Sabetta【意大利】；Hounada Sadat【叙利亚】；David 
Saddington【英国】；Tarek Mohie El-Din Sadek【埃及】； 
Abdul-Karim Sadik【科威特】；Edwin Safari【伊朗】； 
Donna-May Sakura-Lemessy【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Hilmi Salem【巴勒斯坦】；Samira Omar Salem【科威 
特】；Jon Samseth【挪威】；Sergio Sánchez；Roberto 
Sánchez-Rodríguez【墨西哥】；Komla Sanda【多哥】； 
Simone Sandholz【德国】；Roberto San Jose；Salieu 
Kabba Sankoh【塞拉利昂】；Shilpanjali Deshpande 
Sarma【印度】；Makiko Sato【美国】；Elsa Sattout【黎巴
嫩】；Geoofrey B. Saxe；Roberto Schaeffer；Rüdiger 
Markus Holger Schaldach【德国】；Pedro Manuel 
Scheel Monteiro【南非】；Michael Schlesinger【美国】； 
Alexander J. Schmidt【德国】；Andreas Schmittner【美
国】；Laura Schneider；Thomas Schneider von 
Deimling【德国】；Roland Scholz【瑞士】；Tina 
Schoolmeester【比利时】；Dieter Schwela【德国】； 
William Scott；Jamilla Sealy【巴巴多斯】；Sedigheh 
sedigheh【伊朗】；Gita Sen【印度】；Kanyinke Sena【肯尼
亚】；Sonia I. Seneviratne【瑞士】；Mazen M. 
Senjab【Syrian Arab Republic】；Daniel Sertvije【英 
国】；Sunny Seuseu【萨摩亚/新西兰】；Ali Seydou 
Moussa【尼日尔】；Kalim Shah【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Jeremy D. Shakun【美国】；Merab Sharabidze【格鲁吉
亚】；Constantine Shayo【坦桑尼亚】；Charles 
Sheppard【英国】；Mohamed Yasser Sherif【埃及】； 
John Shilling【美国】；Binaya Raj Shivakoti【尼泊尔】； 
Arun Bhaka Shrestha【尼泊尔】；Abdou Salami 
Amadou Siako【贝宁】；Susana Siar【菲律宾】；Fethi 
Silajdzic【波黑】；Riziki Silas Shemdoe【坦桑尼亚】； 
Óscar F. Silvarcampos【秘鲁】；Alan Simcock；Ramesh 
P. Singh【印度】；Sunita Singh【印度】；Amrikha Singh 

【圭亚那】；Asha Singh【圭亚那】；Nigel Sizer【英国】； 
Posa A. Skelton【萨摩亚】；Risa Smith【加拿大】；Lars 
Tov Søftestad【挪威】；Santiago Solda【阿根廷】； 
Anama Solofa【萨摩亚】；Pamela Soltis；Andrea 
Sonnino【意大利】；Viriato Soromenho-marques【葡萄
牙】；Edmond Sossoukpe【贝宁】；Doris Soto【智利】； 
Jeffrey Soule【美国】；Aboubacar Souley【尼日尔】； 
Ousmane Sow【塞内加尔】；Clive Spash【奥地利】；Olga 
Speranskaya【俄罗斯】；Simon Spooner【英国】；Mark 
Stafford Smith；Trajce Stafilov【北马其顿】；Julia A. 
Stegemann【加拿大】；Martin Steinbacher【德国】；Rolf 
Steinhilper【德国】；PJ Stephenson【英国】；Wendy 
Stephenson【英国】；Josephine Stowers Fiu【萨摩亚】； 
Nina Stoyanova【保加利亚】；Tepa Suaesi【萨摩亚】； 
AvelinoSuarez-Rodriguez【古巴】；Laura Suazo【洪都拉
斯】；Parita Sureshchandrashah【肯尼亚】；Enid J. 
Sullivan Graham【美国】；Riad Sultan【毛里求斯】； 
Vanisa F. Surapipith【泰国】；Lawrence Surendra【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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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Dinesh Surroop【毛里求斯】；William J. 
Sutherland】；Chakkaphan Sutthirat【泰国】；Paul 
Sutton【美国】；Darren Swanson【加拿大】；Mark 
Swilling；Ian R. Swingland 【英国】；Marc Sydnor【美 
国】；Mouhamadou Bamba Sylla【布基纳法索】；Elemér 
Szabo【匈牙利】；John Robert Stephen Tabuti【乌干 
达】；Hippolyte Tapamo【喀麦隆】；Jaume Targa【西班
牙】；Vikash Tatayah【毛里求斯】；Azadeh Tavakoli【伊
朗】；Mohamed Tawfic Ahmed；Egline Tawuya【津巴布
韦】；Anders Telenius【瑞典】；Agossou Brice Hugues 
Tente【贝宁】；Anyai Thomas【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Wilfried Thuiller；Donatha Damian Tibuhwa【坦桑尼
亚】；Virginie Tilot【法国】；Mulipola Tainau Ausetalia 
Titimaea【萨摩亚】；Eisaku Toda【日本】；Amir Tolouei 

【伊朗】；Javier Tomasella【阿根廷】；Elham Tomeh【叙
利亚】；Masui Toshihiko【日本】；Tibor Tóth【匈牙利】； 
Yongyut Trisurat【泰国】；George Tsolakis【希腊】；Joy 
Tukahirwa【乌干达】；Arnold Tukker【荷兰】； 
Bishnunarine Tulsie【圣卢西亚】；Leonardo Tunesi【意
大利】；Carol Turley【英国】；Gemedo Dalle Tussie【埃塞
俄比亚】；Hector Tuy【瓜地马拉】；Natalie Unterstell【巴
西】；Haman Unusa【喀麦隆】；Nathan M. Urban【美国】； 
Diana Urge-Vorsatz【匈牙利】；Sybille van den Hove【比
利时】；Emma Archer van Garderen【南非】；Eric van 
Praag【委内瑞拉】；Nguyen Van Thuy【越南】；Marco 
Vattano【意大利】；Karen Vella；Joberto Veloso de 
Freitas【巴西】；Joost Vervoort【荷兰】；Sonja 
Vidic；Petteri Vihervaara【芬兰】；Joanna 
Vince；Johannes Vogel【德国】；John Vogler；Graham 
von Maltitz【南非】；Vladimir Vulic【黑山】；Nikola Vulic 

【黑山】；Mathis Wackernagel【瑞士】；Takako 
Wakiyama【日本】；Fei Wang【中国】；Supat 
Wangwongwatana；Mostafa Warith【加拿大】；Robin 
Warner；Meriel Watts；Kenneth Webster【英国】； 
Rathnadeera Weddikkara Kankanamge【斯里兰卡】； 
Judith Weis【美国】；Kadmiel Wekwete【津巴布韦】； 
Chris West【英国】；James West【澳大利亚】；Henk 
Westhoek【荷兰】；Florian Wetzel【德国】；Daniel R. 
Wildcat【美国】；Richard Wilkinson【英国】；Meryl J 
Williams；John R. A. WILSON【巴巴多斯】；Simon 
Wilson【英国】；Nicholas Winfield【加拿大】；Ron Witt 

【美国】；Poh Poh Wong【新加坡】；Jeremy 
Woods；Lukasz Wyrowski【波兰】；Ran Xie【中国】； 
Ibouraïma Yabi【贝宁】；Salissou Yahouza【尼日尔】； 
Changrong Yan【中国】；Naama Raz Yaseef【以色列】； 
Bullat Yessekin【哈萨克斯坦】；Emmanuel Dieudonné 
Kam Yogo【喀麦隆】；Anthony Young【加拿大】； 
Abourabi Yousra【摩洛哥】；Liya Yu【中国台湾】；Sha  
Yu【中国】；Yuqing Yu【中国】；Abduljalil M. Zainal【巴 
林】；Bushra M. Zalloom【约旦】；Pandi Zdruli【阿尔巴尼
亚】；Irina Safitri Zen【马来西亚】；Saltanat Zhakenova 

【哈萨克斯坦】；Frank Zimmerman【德国】； 
Siphamandla Zondi【南非】；Waleed Zubari【巴林】； 
Claudio Zucca【意大利】；Rami Zurayk【黎巴嫩】；Eric 
Zusman。

政府间评审员：

Janine van Aalst【荷兰】；Mohammed 
Abdelraouf；Aisha Al Abdooli【阿联酋】；G.A.U.P. 
Abeypala【斯里兰卡】；Fábio Abreu【巴西】；Mary Beth 
Adams【美国】；Henry A. Adornado【菲律宾】；Wills 
Agricole【塞舌尔】；Aji Awa Kaira【冈比亚】；Jasim AliAl-
Amaadi【卡塔尔】；Gustavo Induni Alfaro【哥斯达黎加】； 
Gudi Alkemade【荷兰】；Ahmed Falah Al-Remithi【卡塔
尔】；Travis Ancelet【新西兰】；Mojtaba Ardestani【伊 
朗】；Robert Argent【澳大利亚】；K. Arulananthan【斯里
兰卡】；A.M.A.S. Attanayake【斯里兰卡】；Miak Aw 

【新加坡】；Fátima Azevedo【葡萄牙】；Mevr.Stephanie 
Baclin【比利时】；Julio Cesar Baena【巴西】；Bhumika 
Bakshi【加拿大】；Nyada Yoba Baldeh【冈比亚】； Felipe 
Barbosa【巴西】；Nathan Bartlett【澳大利 
亚】；Viviane Bartlett【加拿大】；Julian Bauer【利益相关
方】；Elias Begnini【巴西】；Thijs van den Berg【荷 
兰】；Carmen Terry Berro【古巴】；Brianna Besch【美 
国】；Medani P. Bhandari【利益相关方】；Meena Bilgi 

【印度】；Patrick Newton Bondo【利益相关方】； 
Deborah Bossio；Valerie Brachya【以色列】；Francis 
Brancart【比利时】；Ben ten Brink【荷兰】；Vitória Adail 
Brito【巴西】；Hermien Busschbach【荷 
兰】；João Batista Drummond Câmara【巴西】； 
Odalys C.Goicochea Cardoso【古巴】；Dr. Edin J. 
Castellanos【瓜地马拉】； Yan Changrong【中国】； Ge 
Chazhong【中国】；Marion Cheatle【利益相关 
方】；Nino Chikovani【格鲁吉亚】；Ga Youn Cho【韩 
国】；Wacharee Chuaysri【泰国】；Lorenzo Ciccarese 

【意大利】；Fernando E. L. de S. Coimbra【巴 
西】；Marine Collignon【法国】；Sarah R. Cooley 

【利益相关方】；María Verónica Cordova【厄瓜多尔】； 
Sylvie Cote【加拿大】；Carlos Alberto Coury 

【巴西】；Zeljko Crnojevic【克罗地亚】；LI Daoji【中 
国】；Samir Kaumar Das【利益相关方】；Jeff Davis【加拿
大】；Alain Decomarmond【塞舌尔】；Paul Deogratius 

【坦桑尼亚】；Jonathan Derham【爱尔兰】；Brigitte 
Dessing-Peerbooms【荷兰】；Alvaro Aguilar Díaz 

【哥斯达黎加】；Ana Lúcia Lima Barros Dolabella【巴
西】；Jiang Dong【中国】；AriuntuyaDorjsuren【蒙 
古】；Aljosa Duplic【克罗地亚】；Ralalaharisoa Christine 
Edmee【马达加斯加】；Efransjah【Republic of 印度尼西
亚】；Arthur Eijs【荷兰】；Pedro Faria【利益相关 
方】；Parvin Farshchi【伊朗】；Daniel Favrat【瑞士】； 
Asghar Mohammadi Fazel【伊朗】；Wang Fei【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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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Porto Ferreira【巴西】；MA.Lourdes G. Ferrer 
【菲律宾】；Liz Fox-Tucker【英国】；Blanca Ruiz Franco 
【西班牙】；Keondra Freemyn【利益相关方】；Meridith 

Fry【美国】；Marcus André Fuckner【巴西】；Lourdes 
Coya de la Fuente【古巴】；Janet Gamble【美 
国】； Sylla Sékou Gaoussou；Mirela Garaventta 

【巴西】；Garcia【秘鲁】；Réka Gaul【匈牙利】；Réka 
Orsolya Gaul【匈牙利】；Zita Géller【匈牙利】；Jennifer 
Gleed【利益相关方】；Geraldo Sandoval Góes【巴 
西】；Nino Gokhelashvili【格鲁吉亚】；Elise Golan【美 
国】；Verónica Gordillo【厄瓜多尔】；A.J.M. Gunasekera 

【斯里兰卡】；Zhou Guomei【中国】；Gillian Guthrie 
【牙买加】；Aysun Demet Güvendiren【土耳其】；Hayo 

Haanstra【荷兰】；Mohamed Salem Hamouda【利比 
亚】；Dai Hancheng【中国】；David Hanrahan【利益相关
方】；Katalin Hargitai【匈牙利】；Radhiya Al Hashimi 

【利益相关方】；Hasnawir【印度尼西亚】；Chris 
Heartley【美国】；Guadalupe Heras【厄瓜多 
尔】；Francisco Heras Hernández【西班牙】；Astrid 
Hilgers【荷兰】；Elizabeth Hess【加拿大】；Vincent V. 
Hilomen；John van Himbergen【荷兰】；Keri Holland 

【美国】；Sung Chul Hong【韩国】；Wang Hongtao【中
国】；Soonwhan Hwang【韩国】；Sang-il Hwang【韩 
国】；Mohamed Abdi Ibrahim【卡塔尔】；Caroline Icaza 

【厄瓜多尔】；Mork-Knutsen Ingeborg【挪威】；Adriana 
Jácome【厄瓜多尔】；Darren Janzen【加拿大】；Ehssan 
A. Jasim【伊拉克】；Maia Javakhishvili【格鲁吉 
亚】；Kulasekara Jayantha【斯里兰卡】；S.M.D.P. Anura 
Jayatilake【斯里兰卡】；D.S. Jayaweera 【斯里兰卡】； 
Liu Jianguo【中国】；Xu Jianhua【中国】；Zhang 
Jieqing【中国】；Jaime Camps Saiz Junior【巴
西】；Claudia Kabel【德国】；Bangoura Abdel 
Kader；Shurooq Saad Kasim【伊拉克】；Patrick 
Kavanagh【新西兰】；Melih Kayal【土耳其】；Julio 
Thadeu da Silva Kettelhut【巴西】；Kevin Khng【新加
坡】；Joe Kiesecker；Francis Kihumba【肯尼亚】；R.P.P. 
Kjayasinghe【斯里兰卡】；Andrew Klekociuk【澳大利
亚】；Dr.Suranga Kodithuwkku【斯里兰卡】；Lamin 
Komma【冈比亚】；Tom Kompier【荷兰】；Sasha Koo-
Oshima【美国】；Rene Korenromp【荷兰】；Natasa 
Kova【斯洛文尼亚】；Jasna Kufrin【克罗地亚】；Lei Kun 

【中国】；Budi Kurniawan【印度尼西亚】；Felipe 
Rodrigo Cortes Labra【智利】；T.J. Lah【韩国】；David 
Lapp【加拿大】；Henrik Larsson【瑞典】；Sang Hee Lee 

【韩国】；Byoungyoon Lee【韩国】；George Leonard 
【利益相关方】；Tampushi Leonard【肯尼亚】；Ruomei 

Li【中国】； Ephraim Leibtag【美国】；Régis Pinto de 
Lima【巴西】；Martin Lok【荷兰】；Ulises Lovera【利益相
关方】；Cecilia Loya【葡萄牙】；Gabriel Henrique Lui 

【巴西】；Carol L. MacCurdy【美国】；Vincent Madadi 
【肯尼亚】；Jaqueline Leal Madruga【巴西】；Salomar 

Mafaldo【巴西】；Salomar Mafaldo【巴西】；Mahfudz 
【印度尼西亚】；Enikő Zita Majoros【匈牙利】；Mariam 

Makarova【格鲁吉亚】；Ghulam Mohd Malikyar【阿富
汗】；Anna Mampye【南非】；Kätlin Mandel【Estonia】； 
Cai Mantang【中国】；Molnárné Galambos Mária【匈牙
利】；Caitrin Martin【美国】；Jock Martin；Magaly Torres 
Martínez【古巴】；John Matuszak【美国】；Susannah 
Mayhew【利益相关方】；Andrew McCartor【利益相关 
方】；Rob McDonald；Noe Megrelishvili【格鲁吉亚】； 
Hans Meijer【荷兰】；Agustín Gómez Méndez【哥斯达黎
加】；Dan Metcalfe【澳大利亚】；Onana Jean Michael 

【喀麦隆】；Dr.(Mrs.)Andjelka Mihajlov【利益相关 
方】；Jason Minor【加拿大】；Abhay Sagar Minz【利益相
关方】；Antônio Calazans Reis Miranda【巴西】；Andrés 
Mogro【厄瓜多尔】；Philip More【美国】；Cristóbal Díaz 
Morejón【古巴】；Emilio Canda Moreno【西班 
牙】；Helen Murphy【澳大利亚】；Patricia Murphy【美 
国】；Richard Mwendandu【肯尼亚】；Ashley Nelson 

【美国】；Martha Ngalowera【坦桑尼亚】；Lucy Nganga 
【肯尼亚】；Wu Ning【中国】；Robert Njilla【利益相关

方】；Dr. Saad Al Numairi【阿联酋】；Erica L. Nunez【美
国】；Engr Hubert Ibezim Nwobi【尼日利亚】；Stephen 
Mutuku Nzika【肯尼亚】；Peter O.Otieno【肯尼亚】； 
Pacifica Ogola【肯尼亚】；Kahraman Oőuz【土耳 
其】；Mirian de Oliveira【巴西】；Kennedy Ondimu【肯尼
亚】；Alexander R. O’Neill【美国】；Segundo Onofa 

【厄瓜多尔】；Laivao Orner【马达加斯加】；Sylvie Ote 
【加拿大】；Mark Overman【荷兰】；Osman Özdemir 
【土耳其】；Sule Ozkal【土耳其】；GloriaGómez Pais 
【古巴】；Nirmalie Pallewatta【斯里兰卡】；Toral Patel-

Weynand【美国】；Rungnapar Pattanavibool【泰 
国】；Lakshman Peiris【斯里兰卡】；Pro.Athula Perera 

【斯里兰卡】；Nicholas Perritaz【瑞士】；Stephen Stec 
J.D. M. Phil【利益相关方】；Yadira Pilco【厄瓜多尔】；Anita 
Pirc-Velkavrh【欧洲环境署】；Anabelle Rosalina E. 
Plantilla【生物多样性管理局】；Pokorny【捷克】；Lukas 
Pokorny【捷克】；Sharon Polishuk【澳大利亚】；Tereza 
Ponocna【捷克】；Hugh Possingham【美国自然保
育协会】；B.H.J. Premathilaka【斯里兰卡】；Luciana 
Melchert Saguas Presas【巴西】；Christopher Prins 

【美国】；Justin Prosper【塞舌尔】；Eric Rabenasolo 
【马达加斯加】；Kamal Kumar Rai【利益相关 

方】；Indrika Rajapaksha【斯里兰卡】；Jean Roger 
Rakotoarljaona【马达加斯加】；Ranto Rakotoaridera 

【马达加斯加】；Paul Ralison【马达加斯加】；Joel 
Frederic Ramarolahivonjtlana【马达加斯加】；Carlota 
de Azevedo Bezerra Vitor Ramos【巴西】；Yvette 
Ramos【瑞士】；Sampath Aravinda Ranasinghe【斯里兰
卡】；Yousef Rashidi【伊朗】；Jacquis Rasoaniaina 

【马达加斯加】；Jolanta Rawska-Olejniczak【波兰】； 
Omer van Renterghem【荷兰】；Caroline Ridley【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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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Monsieur Ntep Rigobert【喀麦隆】； 
Rabemananjara Rivomalala【马达加斯加】；David 
Guimarães Rocha【巴西】；Rene Rollon【利益相关 
方】；Micah Rosenblum【美国】；Bernarda Rozman 

【克罗地亚】；Danny Rueda【厄瓜多尔】；Omar Ruiz 
【秘鲁】；Liselotte Säll【瑞典】；Oscar Arturo Lücke 

Sanchez【哥斯达黎加】；Marcos Oliveira Santana【巴
西】；Raquel Breda dos Santos【巴西】；Orlando Rey 
Santos【古巴】；Jurgis Sapilanskas【法国】；Teresa Cruz 
Sardiñas【古巴】；Carlos Alberto Scaramuzza【巴 
西】；Andreas Benjamin Schei【挪威】；Kees Schotten 

【欧洲环境署】；Marcos Serrano【智利】；Xie Shuguan 
g【中国】；Wang Shuxiao【中国】；Debora Pereira da 
Silva【巴西】；Dharani Thanuja de Silva【斯里兰 
卡】； Gina Sinclair【加拿大】；Ashbindu Singh【利益相关
方】；Aldo Sirotic【美国】；Virana Sonnasinh 

【老挝】；Nonglak Sopakayoung【泰国】；Pedro Tiê 
Candido Souza【巴西】；Nicola Speranza【巴西】； 
Jorden Splinter【荷兰】；Anna Stabrawa【利益相关 
方】；Andreja Steinberger【克罗地亚】；Andrew Stott【英
国】；Ana Strbenac【克罗地亚】；Mariam Sulkhanishvili 

【格鲁吉亚】；W.L. Sumathipala【斯里兰卡】；Momodou 
J. Suwareh【冈比亚】；Edyta Systo【波兰】；Elemer 
Szabó【匈牙利】；Marcel Taal【荷兰】；Eiji Tanaka【日
本】；Veronica Marques Tavares【巴西】；Alexandre 
Lima de Figueiredo Teixeira【巴西】；Andrina Crnjak 
Thavenet【克罗地亚】；Mads Thelander【丹麦】；Osman 
Tikansak【土耳其】；Carolina de la torre【厄瓜多 
尔】；Vinícius Fox Drummond Cançado Trindade【巴
西】；R. Talbor Trotter【美国】；Nathalie Trudeau【加拿
大】；őrfan UYSAL【土耳其】；César Vaca【厄瓜多尔】； 
Lisa-Marie Vaccaro【加拿大】；Daksha Vaja【利益相关
方】；Eddy López Valdés【古巴】；Freddy Valencia【厄瓜
多尔】；Martin van Veelen【南非】；Henrique Veiga【巴
西】；Jean Venables【英国】；Mevr.Veronique Verbeke 

【比利时】；Véronique Verbeke【比利时】；Marielle 
Verret【加拿大】；Maria Tereza Viana【巴西】；Nina Vik 

【挪威】；Larissa Carolina Loureiro Villarroel【巴西】； 
Hanitra Viviane【马达加斯加】；Niels Vlaanderen【荷 
兰】；Jan Voet【比利时】；Rahanitriniaina Volatiana 

【马达加斯加】；Barbara Bernard Vukadin【斯洛文 
尼亚】；Brendan Wall【爱尔兰】；Margaret Walsh【美
国】；See Wan【新加坡】；Chris Weaver【美国】；Devaka 

Weerakoon【斯里兰卡】；Mona Mejsen Westergaard【丹
麦】；Henk Westhoek【荷兰】；Leers Wiebke【德国】；Piet 
de Wildt【荷兰】；Scott Wilson【加拿大】；Mary Omble 
Wuya【尼日利亚】；Huang Yi【中国】；Jeongki Yoon【韩
国】；Rafaralahy Tovoharison Zakaria【马达加斯加】； 
Holger Zambrano【厄瓜多尔】；Nicolás Zambrano 

【厄瓜多尔】；Jiang Zhigang【中国】；Mira Zovko【克罗
地亚】；Nina Zovko【克罗地亚】；Shepard Zvigadza【津
巴布韦】。

支持机构与组织：

阿拉伯海湾大学【巴林】；布拉格查理大学【捷克】；中国科
学院【中国】；伦敦清洁空气组织【英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美国】；环境部【伊朗】；巴西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巴 
西】；加拿大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加拿大】；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院【瑞士】；欧洲环境署【丹麦】；“森林人民计划”【英格
兰】；气象与环境保护总局【沙特阿拉伯】；地方政府可持续
发展理事会（ICLEI）【加拿大】；印度科学理工学院【印度】；
环境科学研究所【法国】；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沙特
阿拉伯】；韩国环境研究所【韩国】；密歇根理工大学【美 
国】；法国生态和包容性过渡部【法国】；环境部【法国】；气
候与环境部【挪威】；环境和林业部【印度尼西亚】；环境与
自然资源部【墨西哥】；环境生态与森林部【马达加斯加】；
环境土地和海洋部【意大利】；环境、森林与气候变化部印
度】；环境部【约旦】；

环境、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部【喀麦隆】；自然资源、能源
与环境部【马拉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阿根廷】；国家
气候变化科学技术研究所【巴西】；国家水资源研究中心 

【埃及】；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及规划办公室【泰国】；北京
大学【中国】；环境与自然资源秘书处【墨西哥】；西班牙国
家研究委员会【西班牙】；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瑞士】；西
印度群岛大学【牙买加】；东京工业大学【日本】；美国国务
院【美国】；联合国基金会【美国】；罗马第二大学【意大利】； 
Nangui Abrogoua大学【科特迪瓦】；哥斯达黎加大学【哥
斯达黎加】；马里兰州公共政策学院【美国】；密歇根大学 

【美国】；圣保罗大学【巴西】；德黑兰大学【伊朗】；华
威大学和英格兰之心【英国】约克大学【英国】；津巴布
韦大学【津巴布韦】；美国国家森林局【美国】；WECF 
International【德国】；世界环境中心【美国】；世界水资源
协会【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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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本术语表由不同章节引用的术语编制而成，参考了以下机构、网络和项目网站上的术语解释及其他文献：

美国眼科医学会；美国气象学会；亚洲开发银行；《生物多样性期刊》；《商务词典》；《剑桥词典》；卓越运输中心（美国）；美国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澳大利亚）；《柯林斯英语词典》；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生物多样性公约》 
；《特别针对水禽栖地之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母塞公约》）；农业部（美国）；内政部（美国）；运输部（美国）；德国国际合作
机构（GIZ）；爱德华含水层网站（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地球百科全书》；能源信息署（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环境
科学与污染研究英文期刊》；欧洲信息协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环境署；欧洲核学会；Farlex Free；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研究基金会；性别与赋权组织；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第六期《全球环境展望》；全球足迹网络；《全球土地展望》； 

《环境统计术语》；《绿色事实术语》；《农药毒理学手册》（Hayes著）；健康线上公司；IGI Global公司；伊利诺伊洁净煤研
究所（美国）；北美照明工业协会；《产业组织经济学和竞争法律术语解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世界农用林业中心；全球性国际比较项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
联盟；国际气候和社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药物微生物学
杂志》；《信息科学技术协会学报》；莱姆病基金会（美国）；《生态设计实用手册》；《医学词典》；《韦伯字典》；千年生态系
统评估；欧洲森林保护部长级会议；新西兰环境部；农村发展部（马来西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国家航空航天局（美
国）；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国家心脏、肺和血
液学研究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美国）；Natsource（美
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牛津英语字典》；公私伙伴关系知识实验室；《生计职业发展》（英国）
；RadioPaedia；Redefining Progress（美国）；SafariX eTextbooks Online；《科学与技术》（新西兰）；《科学词典》；可
持续发展目标知识平台；Semanticscolar.org；《国际生态恢复学会关于生态恢复的入门介绍》；《IUP应用科技学杂志》
；TheFreeDictionary.com；《地拉那首脑会议宣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联合
国开发集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水资源组织；联合
国妇女署；美国地质调查局；悉尼大学；USLegal.com；水足迹网络（荷兰）；水质协会（美国）；维基百科；世界银行；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

突变（Abrupt change）
指迅速发生且出乎意外的变化，致使人类或自然系统很
难适应。

酸化（Acidification）
指由于酸性物质浓度的增加导致环境自然化学平衡的变
化。

酸度（Acidity）
是衡量溶液酸性程度的标准。当pH小于7.0时，溶液就是
酸性。

适应（Adaptation）
指面对新的或正在改变的环境，自然系统、人类系统所作
出的调节，包括预测性和被动性适应、个体和群体适应以
及自主和计划适应。

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
指一个系统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异和极端气候）以
缓和潜在损害、利用机会或应对后果的能力。

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
指一种包含了适应性管理、适应性政策制定和转型管理等
方法来应对复杂的、不确定的和动态问题的治理方法。适
应性治理依赖用于多层级决策的多中心制度安排。跨越地
方和全球层面，这种形式的治理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合
作、灵活、学习型的方法。

气耕栽培（Aeroponics），简称气耕
指一种将根系悬浮在空气中，并向根系表面喷施地球工程
技术雾化形式的营养液的植物栽培方式。

造林（Afforestation）
指在土地进行人工造林，但是不属于森林范畴。

黄曲毒素（Aflatoxin）
是指由世界各地自然生长的某些真菌（霉菌）产生的有毒
物质，会污染粮食作物，并对人类和家畜造成严重的健康
威胁。黄曲毒素也造成重大经济负担，估计每年会毁掉全
世界粮食作物的25%或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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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
是指企业和居民在城市和产业集群中彼此接近时所带来
的好处。这些好处最终都来自运输成本的节省：附近企业
与横跨大陆的企业之间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与附近社区
建立联系更加容易。

农业集约化（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在技术上可以定义为每单位投入（可能是劳动力、土地、时
间、肥料、种子、饲料或现金）的农业生产增加。实际上，当
由于投入的生产率提高，或者在某些投入减少的同时维持
农业生产（例如，通过更高效地施用更少量的肥料、更好地
进行针对性植物或动物保护，以及在更小面积的田地上进
行混合或套种种植）带来农业生产总量增加时，就形成了
集约化。当需要扩大粮食供给时，例如，在人口迅速增长期
间，实现增加生产形式的集约化是最关键的。当涉及环境
问题或社会问题时，更有效地利用投入的集约化可能更为
关键。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集约化引起的变化都应在概念
上理解为与密集型调整相反，后者涉及所用投入量的增加
或减少。从历史上看，农业生产中最常见且最有效的密集
型调整是增加或减少种植土地面积。

生态农业（Agroecology）
是指一种农业生态学方法，将农业区视为生态系统，并关
注农业实践的生态影响。

农业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
是指农业生物种群与农业生态环境构成的生态整体。

农业技术（Agrotechnology）
是指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反照率（Albedo）
是指地表反射太阳辐射与地表接收太阳总辐射的比率，表
征地球表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能力。

异化（Alienation）
是指非法转移档案或将其保管权移交给未经授权的组织
或个人。

外来物种（Alien species），也称为非本地物种
是指原来在当地没有自然分布，经由人为无意或有意引
进的物种。

碱化（Alkalinisation）
一种降低溶液中酸含量的方法。在医学中，可以给患者施
用碱性制剂（例如，碳酸氢钠），以降低可能由某些药物或
病症引起的血液或尿液中高的酸水平。

全因死亡率（All-cause mortality）
是指一个群体中各种原因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其在临床试
验中进行计量，并作为一项干预措施的一个安全性或危
害性指标。

人类世（Anthropocene）
是指一个科学家们用来命名一个新的地质时期的术语（在
全新世之后），它以在地球大气层、生物圈和水圈中主要起
因于人类活动的重大变化为特征。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是指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和某些寄生虫）阻止抗微生物药
物（如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和抗疟药物）对其产生作用的能
力，致使标准治疗方法失去效力，感染持续存在并可能传
播给他人。

水生生态系统（Aquatic ecosystem）
是指由在水中相互作用的生物和非生物元素组成的基本
生态单元。

含水层（Aquifer）
是指地底一层含有水分的岩体层。含水岩体层是可渗透
的，这意味着它们具有液体和气体可以透过的空隙。沉积
岩（如砂岩）以及砂和砾石都属于含水岩体。含水层中水面
的顶部称为地下水位。

耕地（Arable land）
种植临时作物的土地（一年两熟地区仅计算一次）、作为
饲料地或牧场的临时草场地、面向市场的农圃和菜园用
地以及临时休耕地（少于5年）。因轮作而产生的弃耕地不
包括在内。

渐近线（Asymptote）
一条连续接近给定曲线但在任何有限距离内都不与之相
交的直线。

底栖（Benthic）
关于、关乎或发生于水体底部。

十亿（Billion）
109（1 000 000 000）。

生物累积（Bioaccumulation）
是指生物体内的化学物质浓度增加的过程。还用于描述由
于一个生物体对一种物质的吸收比率超过它的新陈代谢
和排泄而导致生物体内化学物质量的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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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承载力（Biocapacity）
是指在当前管理方式和提取技术情景下，生态系统制造为
人类使用的生物物质以及消纳人类产生的废弃物的能力。
一个地区的生物承载力的计算是用实际面积乘以产出因
子再乘以适当的等价因子得到的。通常，生物承载力以全
球公顷为单位。

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是指在20℃的状态下，水体经过5天所消耗的氧气量（毫
克/升），是一个用于评估水体有机污染的参数。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是指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以及生态系统与栖息地多样性。它包括丰度、分布和行为
的多样性，以及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生物多样性
还包括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其同样受生物多样性驱动
力的影响，且本身也会影响到基因、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
的多样性。

生物能源（Bioenergy）
是指由生物体产生的可再生能源。

生物燃料（Biofuel）
是指干有机物质产生的燃料，或植物产生的可燃油，例如，
来自发酵糖或玉米的酒精，以及来自油棕榈、油菜籽或大
豆的油。

沼气（Biogas）
是指动物的粪便、人类排泄物或农作物残余置于密封环境
中发酵产生的富含甲烷的气体。

生物地质化学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s）
是指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在生物体（生物圈）和物质环境（大
气层、水圈、岩石圈）之间相互循环的过程。

生物质（Biomass）
是指地上和地下以及水中的有机物质，不论是否有生命或
死亡，如树木、农作物、草、树枝和树根。

生物放大作用（Biomagnification），也称为生物富集作用
是指特定物质在食物网中较高营养级的生物体内的积累。
较低营养级的生物体内有少量积累。食物链的下一个更高
等级的生物吃掉许多这些低等级生物，因此积累的该物质
的量会更多。当有效摄取但缓慢降解时，该物质在食物网
中每一营养级的组织浓度会增加。

生物群落（Biome）
是指生态系统分类的最大单位，便于在全球层面以下进
行识别。陆地生物群落通常基于主要的植被结构（如森林
或草原）。尽管群落中的生态系统功能是非常相似的，但
是在物种

构成上非常不同。例如，所有森林都共享某些特征，如养分
循环、分布和生物量，这就不同于草原的特征。

生物圈（Biosphere）
是指有生命存在或能够支持生命的地球及其大气层部分。

黑碳（Black carbon）
是指根据光吸收、化学反应性和/或热稳定性测量，在操作
上定义的一类气溶胶。黑碳是通过化石燃料、生物燃料和
生物质的不完全燃烧形成的，并作为人为和自然产生的煤
烟的一部分被排放出来。它由几种链接形式的纯碳组成。
黑碳通过吸收太阳光并将热量重新散发到大气层中，以及
当沉积在雪和冰上时降低反照率（反射阳光的能力）来使
全球变暖。

（珊瑚礁）白化（Bleaching (of coral reefs)）
指珊瑚在受到压力时驱逐与之共生的微藻（虫黄藻）时产
生的一种现象。其结果导致了光合色素的严重减少甚至
完全散失。由于大多数成礁的珊瑚都有白色的碳酸钙骨
架，可以透过珊瑚本身的组织看出来，珊瑚礁呈现出白化
现象。

蓝水（Blue water）
是指地表和地下的淡水，换言之，淡水湖泊、河流和含水层
中的水。蓝水足迹是指由于产品或服务生产而消耗的地表
和地下水的总量。蓝水消耗是指使用后蒸发或并入产品的
淡水总量。它还包括从一个集水区的地表或地下水中抽离
出来，并返回到另一个集水区或海洋的水。它是从地下水
或地表水中抽离出来并且不返回其原本集水区的水量。

自下而上（Bottom-up）
是指从层级结构或进程的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

兼捕渔获物（By-catch）
是指在商业捕鱼期间捕获的与捕捞对象不同的不需要的
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

地籍簿（Cadastre）
是指财产登记册，显示征税土地的范围、价值和所有权。

能力发展（Capacity development）
是指个体、组织和社会获得、加强和维持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设定和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能力的过程。

限量与交易（系统）（Cap and trade (system)）
是指规定了排放量或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管理或规制系统，
且在配额分配完后，由许可证交易来决定配额的价格。

资本（Capital）
是指可以动员起来以实现个体目标的资源。因而，包括自
然资源（自然资源，例如土地和水）、实物资本（技术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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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和联系）、经济资本（银行的
存款、借款和信用）以及人力资本（教育和技能）。

二氧化碳当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也称为CO2当
量或CO2e
是指用来表明不同温室气体的全球暖化潜势的通用计量
单位。二氧化碳——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气体，它是化石燃
料和生物质燃烧、土地利用变化与其他工业过程的一种副
产品——作为其他温室气体的测量参考。

碳施肥效应（Carbon fertilization）
二氧化碳施肥效应产生于增强的光合作用的二氧化碳固
定。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倾向于在叶子和其他植物器官中
积累，如淀粉、水溶性碳水化合物或多聚果糖，具体取决于
物种。在一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与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积
累相关的光合作用的反馈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增加，
尤其是在叶片中，可能表明在二氧化碳高浓度环境下生长
的作物可能不能完全适应以充分利用二氧化碳。这可能是
由于富含二氧化碳的植物没有足够的碳汇（增长能力不
足），或韧皮部装载以及转运水溶性碳水化合物的能力不
足。光合同化物利用的改进应该是未来栽培品种设计的
一个目标。

碳截存（Carbon sequestration）
是指增加除大气层之外的碳库的碳含量的过程。

碳储量（Carbon stock）
是指在一个“库”（即有能力积累或释放碳的仓库或系统）
中所含的碳量。

白内障（Cataract）
是指在眼睛的正常透明晶状体中发展的混浊（不透明）区
域。这种混浊可导致视力下降，并可能导致最终失明。

集水区（Catchment (area)）
是指降水从中流入河流、盆地或水库的土地面积。另见“
流域”。

基孔肯雅热（Chikungunya）
是指一种由感染的蚊子传播给人类的病毒性疾病，其会引
起发烧和严重的关节疼痛。其他症状包括肌肉疼痛、头痛、
恶心、疲劳和红疹。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是指工业进程和经济活动的一种系统方法，使资源能够尽
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最高价值。实施循环经济的关键考
虑因素是：

减少使用并重新思考及研究，追求所用资源和产品的长
期性、可恢复性、可重复性、可修复性、可替换性以及可升
级性。

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
是指由公众参与收集和分析与自然界有关的数据，通常作
为与专业科学家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公众科学家（Citizen scientist）
是指参与收集和分析与自然界有关的数据的公众成员，通
常作为与专业科学家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是指代表公众利益和意愿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总和。

清洁发展机制（CDM）
是指《京都议定书》第12条提出的一种机制，旨在允许发
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
排项目，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且发达国家由此取得
碳信用。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除在

类似时期内所观测的气候的自然变异之外，由于直接或
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变
化。”

气候防护（climate proofing）
是一个速记术语，用来识别由于气候变异与变化对发展计
划或任何其他特殊的自然或人类资产造成的风险，并在实
施项目周期中的计划、设计、建设、运作和停止运作中的一
个或多个阶段，通过对环境持久无害、经济可行和社会可
接受的变化，来确保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气候变异（Climate variability）
是指除了个别气候事件以外，在所有的时空尺度上气候平
均状态变化或其他气候统计数值（如标准差、极端值出现
等）变化。这种变异可能源自于自然内部过程（内部变异）
或源自于自然、人类外部驱动因素变化（外部变异）。

氟氯烃（CFCs）
是指由氯、氟和碳组成，高挥发性和低毒的化学品，以前广
泛用作制冷剂、溶剂、推进剂和发泡剂。氯氟烃有消耗臭氧
和全球暖化潜势。

基于社区的监测和信息系统（CBMIS）
是指通过运用传统知识和创新工具及方法，由土著人民和
当地社区组织监测其社区福祉及其领土和自然资源状况
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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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领域问题（Cross-cutting issue）
是指若不参考通常被单独定义的多个维度的相互作用，就
不能被充分理解或解释的问题。

众包（Crowdsourcing）
是指一种涉及将任务外包到大众（也称为人群）网络的问
题解决和生产过程。此过程可以线上或线下进行。

结膜黑色素瘤（Conjunctival melanoma）
是指一种眼表面的色素沉着病变。这是一种罕见但可能具
有破坏性的肿瘤，可侵入眼部局部组织，通过淋巴管引流
和血源性播散而扩散至全身，并在治疗后复发。

保护（Conservation）
是指在生态系统、栖息地、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所处的
自然环境内部或外部对其加以保护、护理、管理和维护，以
保证自然条件的长期持久性。

作物（产量）（Crop）
是指大量生长的谷物、水果或蔬菜等植物（的总收成）。

文化服务（Cultural services）
是指在生态系统范畴内，人类所需的非物质性收益，包括
精神财富、认知拓展、娱乐以及审美。

托管机构（Custodian agencies）
是指联合国机构（有时是其他国际组织），负责汇编和核实
国家（或地区）数据和元数据，并将这些数据连同区域和全
球汇总数据提交给联合国统计司（UNSD）。此外，托管机
构有望将率先制定缺失的指标。

皮肤恶性黑色素瘤（Cutaneous malignant melanoma）
最常见的恶性黑色素瘤亚型，是一种由黑素细胞引起的恶
性肿瘤。黑素细胞主要分布于表皮的基底层，但也确实位
于体内的其他部位。原发性皮肤黑色素瘤是迄今为止最常
见的原发性黑色素瘤，尽管也可能出现于其他组织中，例
如，原发于葡萄膜的恶性黑色素瘤。

数据集（Dataset）
是指关于一个特定问题的数据集合。

滴滴涕杀虫剂（二氯二苯二氯乙烷）（DDT）
是指一种合成有机氯杀虫剂，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
德哥尔摩公约》中所列需要控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中
的一种。

去碳化（Decarbonization）
是指从发动机或其他金属物体中脱除碳或碳质沉积物。

毁林（Deforestation）
是指将森林用地转换为非林业用地。

登革热（Dengue）
是指由受染于四种登革热病毒中任何一种病毒的伊蚊叮
咬所传播的传染病。登革热病毒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疾病
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有多达4亿人受到感染。

荒漠化（Desertification）
是指因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干旱、半干旱
和亚湿润干旱地区土地退化的现象。这一现象越过了基
础生态系统自行恢复的基线，要想恢复需要借助更多的
外部资源。

排毒（Detoxification）
是指去除有毒物质或毒性的过程。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
是指早亡所致生命年损失和伤残所致生命年损失之和。

分解（Disaggregation）
是指分割成多个组成部分。

灾害风险管理（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是指利用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和战略，预防新的灾害风
险，减轻现有的灾害风险，管理剩余的风险，从而有助于加
强恢复力和降低损失。灾害风险管理行动可分类为：前瞻
性灾害风险管理、纠偏性灾害风险管理和补偿性灾害风险
管理（也称为剩余风险管理）。

减少灾害风险（Disaster risk reduction）
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的广泛背景下，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整
个社会对灾害的脆弱性的要素概念框架，以避免（防止）或
限制（缓解和防备）灾患的不利影响。

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响应框架（DPSIR Framework）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采用了“驱动力–压力–状况–影响–响
应”（DPSIR）因果框架方法进行全球环境展望评估。这代
表了一种系统分析观点，其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对
环境施加压力，进而改变了环境状况。不断变化的环境状
况会对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健康产生影响，从而通过人
类响应来弥补这些影响，例如，社会控制、重新确定投资
方向和/或政策和政策干预，以影响人类活动。最后，这些
响应通过驱动力或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环境状况。评
估现有政策如何解决环境挑战的驱动因素和影响变得越
来越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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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Drainage basin）
也称为分水岭或集水区，是指降水流入溪流、河流、湖泊和
水库所在地区。这是一种陆地特征，通过沿两地海拔最高
点的连线（通常是山脊线）加以识别。

滴灌（Drip irrigation）
有时称为微灌，是利用小直径的塑料管道系统，将水通过
塑料管道上的孔口或滴头以非常低的速率（2-20升/小时）
滴灌到土壤上。水靠近植物喷射，因此只有根系生长所在
的部分土壤被浸润（图60），这种方式与地面灌溉和喷灌
不同，后者会润湿整个土壤剖面。与其他灌溉方式相比，滴
灌的应用会更加频繁（通常每1-3天），可以为植物生长的
土壤提供非常有利的高水分含量。

驱动力（Driver）
是指在环境状况上施加压力的总体社会-经济力量。

旱地（Drylands）
是指以缺水为特征的地区，其制约着两大相互关联的生态
系统服务：初级生产和养分循环。被广泛认可的四种旱地
亚型为：亚湿润干旱、半干旱、干旱、极旱，体现着逐级上升
的干旱或水分亏缺水平。

电子废弃物（E-waste），也称为电子垃圾
是指涵盖已不再视为具有价值且被处置的各种形式的电
气和电子设备的通用术语。

早期预警（Early warning）
由经认证机构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促使暴露于危害之
中的个体采取行动，以防止或降低风险，进行有效响应的
准备。

地球系统（Earth System）
地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系统，各种物理、化学、生
物和社会组成部分和进程在其中相互作用，决定着地球及
地球上各种生命的状态与进化。

生态设计（Eco-design）
是指将环境因素整合到产品设计和开发中，旨在减少整个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不利环境影响。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源管理实践下，个人、群体或活
动需要多少具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域，以生产所需资
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弃物（例如，化石燃料使用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生态足迹通常以全球公顷来衡量。

生态区（Ecoregion）
是指通过不同的地理区域进行界定，且接收一致的太阳辐
射和水分的主要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Ecosystem）
是指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作为一个功能实体互动的
非生物环境组成的一个动态综合体。

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
是指一项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的战略，以公平的
方式促进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方法的基础是，应
用适当的科学方法，重点关注生物组织的各层面，包括生
物体及其环境的基本结构、过程、功能和相互作用。该方法
认识到，人类具有文化多样性，是众多生态系统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生态系统边界（Ecosystem boundaries）
是指两个相邻栖息地之间的过渡区。边界在所有生物群落
中天然存在，但人为栖息地的改变极大地增加了其范围。
过渡区的特征是植物和动物群落的组成发生深刻变化，并
且这种过渡可能是突然的、渐进的，甚至是通过一系列过
渡栖息地类型发生的。

生态系统崩溃（Ecosystem collapse）
是指生态系统衰退的终点，当生态系统的所有事件在组
成、结构和/或功能上均超出了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自然范
围时发生。

生态系统功能（Ecosystem function）
一个生态系统的内在特征，使生态系统保持其完整性的条
件和过程的集合（如初级生产力、食物链、生物地球化学周
期）。生态系统功能包括的过程如：分解、生产、养分循环、
营养物质和能量的转换。

生态系统健康（Ecosystem health）
是指为了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力、生产力和更新，生态因
子及其相互作用合理完成且发挥作用的程度。

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
是指一种维持或恢复自然和改造的生态系统的组成、结
构、功能和服务交付，以实现可持续性目标的方法。这种方
法基于关于未来预期状况的适应性、协作性成熟愿景，综
合了生态、社会经济和体制视角，在地理学框架内加以应
用，且主要由自然生态边界界定。

生态系统恢复力（Ecosystem resilience）
是指不越过临界值进入不同结构或提供不同输出的情况
下，生态系统可以经受的干扰水平。恢复力依赖于生态动
态，以及人类的组织和制度对这些动态的理解、管理和响
应能力。

生态系统恢复（Ecosystem restoration）
是指协助已退化、破坏或毁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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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是指利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作为总体适应战略
的一部分，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生态旅游（Ecotourism）
是指为见证特定地点或地区的自然或生态质量而进行的
旅游，包括为促进这种旅游所提供的生态友好型服务。

污水（Effluent）
在水质问题上，是指从工业流程和污水处理厂等来源排放
到环境中的废液（经处理或未经处理）。

厄尔尼诺（El Niño）（与南方涛动合称为ENSO）
厄尔尼诺最初的意义是指一股周期性地沿厄瓜多尔和秘
鲁海岸流动的暖水流，这种海洋事件与热带印度洋和太平
洋上表面气压型和环流的振荡（被称为“南方涛动”）有密
切关系。这一海气耦合现象被统称为厄尔尼诺南方涛动，
或是ENSO。在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期间，盛行的信风减弱，
赤道逆流增强，导致印度尼西亚地区表面的暖水向东流，
覆盖在秘鲁的冷水之上。这一事件对赤道太平洋上的风
场、海平面温度和降水模式有巨大影响，并且通过太平洋
对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产生气候影响。与厄尔尼诺相反的
事件叫拉尼娜。

电气化（Electrification）
是指使用电力进行充电的动作或过程。

排放清单（Emission inventory）
是指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和种类的详细资料。

濒危物种（Endangered species）
是指现有证据表明其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中濒危物种标准A-E之一的物种，也就是被认为在
野生环境中具有高度灭绝风险的物种。

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or）
是指干扰（通过模仿、阻塞、抑制或刺激）内分泌系统功能，
并因此对一个完整有机体或其后代或（子）群体的健康造
成不良影响的外部物质。

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
是指能源消费与经济或物理产出的比率。在国家层面，能
源强度是国内主要能源的消费总量或终端能源消费与国
内生产总值或物理产出的比率。能源强度越低，表明能源
的利用效率越高。

环境统计（Environment statistics）
是指描述环境状况和趋势的统计数据，涵盖自然环境的
媒介物（空气/气候、水、土地/土壤）、媒介物内的生物体和
人类住区。

环境评估（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是指对支持环境决策的信息进行客观评估和分析的整个
过程。这一过程将专家的判断应用于现有知识，为政策相
关问题提供科学可信的答案和量化的可信性水平。这一过
程降低了复杂性却增加了用概述、综合和情景构建得来的
结果，通过鉴别哪些是已知的和广泛认可的、哪些是未知
的和未被接受的内容来确定共识。这一过程使科学界参与
到政策需求中，也使政策界参与到科学行动之中。

环境退化（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是指污染物环境浓度及其他活动和过程（如土地使用不当
和自然灾害）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

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是一个认识价值、弄清概念的过程，其目的是发展一定的
技能和态度，这些技能和态度对于理解和鉴别人类、文化
和生物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环境教育还促使人们对环境质量问题作出决策，对本身的
行为准则作出自我约定。

环境流（Environmental flows）
是指为维持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以及依赖于这些生态系
统的人类生计和福祉所必需的水量、时间和水质状况。通
过实施环境流管理，水资源管理者努力实现一种流动体制
或模式，在保障人类用水的同时，维持支持健康河流生态
系统所需的基本过程。

环境足迹（Environmental footprint）
是指人类、企业、活动等对环境的影响，例如自然资源使
用量和有害气体产生量。 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环境治理是社会决定和实施与自然资源管理相关的目标
和优先事项的手段。这包括管理决策过程中的人类行为以
及决策本身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全球、区域、国家和地
方各级的适当法律框架是良好环境治理的先决条件。

环境卫生（Environmental health）
是指人类健康和疾病中受环境因素影响的方面。它也可以
指评估和控制可能影响健康的因素的实践和理论。环境
卫生包括化学品、辐射和生物药剂的直接病理学影响，以
及广义的物理、心理、社会和美学环境对健康和福利产生
的影响（通常是间接的），还包括住房、城市发展、土地使
用和交通。

环境影响评估（EIA）
是指一个系统地考察特定活动或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后
果的分析过程或程序。目的是确保在作出决策之前考虑到
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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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
是指一种保护权利以及防止和惩罚与增长对社会中的穷
人和弱势群体造成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有关的错误的问
责机制，这些影响来自污染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以及
对自然资产和资源开采的不公平获取和从中取得的利益。

环境监测（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是指对环境的常规、可比测量或时间序列数据。

环境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
是指旨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环境挑战的政策。

环境压力（Environmental pressure）
是指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导致环境状况发生变化的压力。

环境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
是指由于危害生存和/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明显环境破
坏（自然或人为）而被迫暂时或永久离开经常居住地的人，

（“科学为和平（Science for Peace）”）属于“环境难民”这
个更广泛的移民群体。环境难民包括因自然灾害（如火山
和海啸）而被迫逃离的移民。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是一个医学分支，研究疾病的发生、分布和可能的控制以
及与健康有关的其他因素。

公平（Equity）
是指权利、分配和获取的公平性。在不同背景下，其可能指
对资源、服务或权力的获取。

河口（Estuary）
是指潮汐与河流汇合的水道。

富营养化（Eutrophication）
是指由于以氮与磷为主的营养物质富集，导致植被（以藻
类为主）过度生长和腐烂而产生的水质或土壤质量退化的
现象。湖泊富营养化通常导致了湖泊缓慢演化过程，变成
沼泽或湿地，最终成为旱地。人类的活动会加速富营养化
和湖泊的衰退过程。

蒸散（Evapotranspiration）
是指由于土壤或地表水的蒸发以及植物和动物的蒸腾而
造成的失水。

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也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
是指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以外的成本。换言
之，外部成本并非由生产主体承担的成本，如污染物排放
到环境中所产生的清污成本。

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
上网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支持和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能源政策。上网电价补贴机制中，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
阳能、风能或水能）发电的供应商会获得依据发电成本确
定的电价。购电保证通常是长期的（5-20年不等），但最常
见的是15-20年。补贴成本通常由政府和电力消费者共同
分担。

反馈（Feedback）
是指由反应驱动的非线性变化，既可以是抑制变化（消极
反馈），也可以是加强变化（积极反馈）。

氟虫腈内吸性杀虫剂（Fipronil systemic insecticides）
苯基吡唑氟虫腈是内吸性杀虫剂。它们的物理化学特征（
主要基于其辛醇-水分配系数（Kow）和解离常数（pKa）进
行评估）使它们能够进入植物组织并转移到其所有部分。
无论施用方式和进入植物的路径如何，它们都会转移到所
有植物组织中，使其对以植物为食的任何昆虫（以及可能
的其他生物）具有毒性。这可以保护植物免受食草（主要是
汁液）昆虫的直接损害，以及免受昆虫传播的植物病毒的
间接破坏。

洪水（Floods）（江汛、暴洪和风暴潮）
通常分为三种类型：江汛、暴洪和风暴潮。江汛起因于强烈
和/或大范围的持久性降雨。暴洪大多为起因于小区域短
时间内的强降雨的当地活动。当来自于海洋或大湖泊的洪
水被风或风暴推到陆地上时就发生风暴潮。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
是指粮食在物理和经济上的可及性，以满足人类的膳食需
要和饮食偏好。

粮食系统（Food system）
粮食系统通常被视为从生产到消费的一系列活动。这是一
个宽泛的概念，涵盖粮食安全及其组成部分——可及性、
获取和利用——包括这些活动的社会和环境成果。发展中
国家的粮食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变
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让食品工人获得新的和更好的就业
机会。然而，小规模食品生产者和其他食品工人仍通常被
排除在食品企业所带来的利益之外。

食物-水资源-能量关联关系（Food-water-energy nexus）
食物-水资源-能量关联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全球
人口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饮食结构改变和经济增长的
推动下，对三者的需求都在增加。农业是世界淡水资源的
最大消耗者，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能源用于粮食生产和供
应。这些关键领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需要采取适当的综
合方法，来确保全球范围内的水和粮食安全以及可持续农
业和能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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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Forest）
是指面积超过0.5公顷的土地，其中有超过5米高且林冠郁
闭度超过10%的树木（或是在原生境中达到此等标准的树
木）。不包括主要为农业生产或城市用地的土地。

森林退化（Forest degradation）
是指逆向影响林分或立地的结构或功能从而降低产品和
服务提供能力的森林内变化过程。

森林管理（Forest management）
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环境、经济、社会和/或文化目标，管理
和使用森林和其他林地的规划和实施过程。

人工造林（Forest plantation）
在造林或再造林过程中通过种植和/或播种建立起的森林
林分。它们可以是引入树种林分（所有种植的林分），或者
是本地树种的集中管理林分，且符合以下所有标准：包含
一个或两个树种、年龄相似和树间距规则。“种植林”是与
人工造林相关的另一个术语。

化石燃料（Fossil fuel）
是指死于数百万年前的动植物腐烂尸体所形成的煤、天然
气和石油产品（如石油）。

搭便车（Free-riding）
当一个企业（或个人）从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行动和努
力中获益而不支付或分担成本时，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
例如，零售商店最初可能会选择花成本去培训其员工向潜
在顾客演示特定厨房用具的工作原理，以扩大其销量。但
是，顾客可能会选择以较低的价格从另一家零售商处购买
该产品，因为后者的业务战略不会产生这些培训和演示成
本。第二家零售商就会被视为存在基于第一家零售商的努
力和成本的“搭便车”行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存在，第一
家零售商就会丧失持续下去的动力。

性别（Gender）
是指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认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行
为、活动和属性。除了与男性和女性相关的社会属性和机
会以及男性与女性和男童与女童之间的关系外，性别还指
女性与女性和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属性、机会和
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并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它们是特定
于环境/时间的且是可变的。性别决定了在特定环境中对
女性或男性有哪些方面的期望、许可和尊重。性别是更广
泛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分析的其他重要标
准包括阶级、种族、贫困程度、种族群体、性取向、年龄等。

性别分析（Gender analysis）
性别分析是对性别角色、活动、需求、机会和权利/权益在
某些情况或背景下如何影响男性、女性、女童和男童的重
要考察。性别分析研究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其对资源

的获取和控制以及他们相对于彼此所面临的限制。应将性
别分析纳入所有部门评估或情况分析中，以确保干预措施
不会加剧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并在可能的情
况下促进性别关系中更大的平等和公正。

性别平等（两性平等）（Gender equality）
是指女性和男性之间以及女童和男童之间在权利、责任和
机会方面的平等。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必须变得
完全一模一样，而是说他们的权利、责任和机会并不由他
们生来是男性还是女性来决定。性别平等意味着同时考虑
到女性与男性的利益、需求和优先事项，认识到不同女性
和男性群体的多样性。性别平等不是一个女性问题，而是
应该关注男性和女性，且男性和女性均应参与处理这一问
题。男女平等既被视为一项人权问题，又被视为以人为本
的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先决条件和指标。

性別差距（Gender gap）
性别差距一词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状况或地位之
间的任何差异。它通常用于指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平均收
入差异，例如：“性别工资差距”。但是，性别差距存在于许
多领域，例如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和生存以及
政治赋权。

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性别主流化是联合国系统确定的战略，旨在促使女性和女
童相对于男性和男童获得更大的平等。在各个领域和各个
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
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
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
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
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

按性别分列的数据（Gender-disaggregated data）
是指根据人们的性别来收集和呈现的信息。它通常包括基
于社会或文化身份、结构和差异的男性或女性的状态。

遗传多样性（Genetic diversity）
是指特定物种、品种或种类的基因多样性。

《全球环境展望》数据门户（现为环境数据资源管理器）（GEO 
Data Portal (now Environmental Data Explorer)）
是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在《全球环境展望》
报告和其他综合环境评估中使用的数据集来源。其在线数
据库拥有500多个不同的变量，包括国家、次区域、区域和
全球统计数据以及地理空间数据集（地图），涵盖淡水、人
口、森林、排放、气候、灾害、卫生和国内生产总值等主题。

地貌学（Geomorphology）
是指研究地球表面的物理特征及其与地质构造关系的学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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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Geospatial）
是指关联或表示与特定位置相关的数据。

地球静止轨道（Geostationary orbit）
是指地球赤道面上方35,786公里（22,236英里）的圆形轨
道，该轨道上的卫星绕地球运行一周的时间和地球自转
周期相同，即23小时56分。该轨道上运行的航天器从地球
上来看似乎是在天空中静止不动。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
一般运行在静止轨道。地球静止轨道是地球同步轨道的
一个特例，后者是指其轨道周期等于地球的自转周期的
任一轨道。

地热能（Geothermal energy）
“地热”来源于希腊语“geo”（地球）和“therme”（热）两

个词。地热能是地球内部的热量。人们可以将这种热量转
化为蒸汽或热水，来进行建筑物供暖或发电。地热能是可
再生能源，因为地球内部会不断产生热量。

冰河时期（Glacial periods）
是指在地球历史上极地和山地冰盖大幅覆盖整个大陆的
一段时期。

冰川退缩（Glacier retreat）
当冰川终点没有像以前那样向下延伸时，就形成了冰川退
缩。当冰融化或消融快于降雪积累并形成新的冰川冰时，
冰川可能会退缩。更高的温度和更少的降雪导致世界各地
的许多冰川近年来形成退缩。

全球（国际）环境治理（Glob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是指规范社会-自然交互作用和塑造环境成果的法律和机
构的集合。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
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自然资产，如大气、海洋、外层空
间和南极洲。

全球综合地球观测系统（GEOSS）
是指一个旨在将全球现有的和计划中的地球观测系统（例
如卫星以及气象站和海洋浮标网络）联系起来的网络，其
在目前存在的缺口上支持新系统的发展，促进通用技术标
准，以使从数以千计不同仪器中获取的数据能够组成连贯
性的数据集。它旨在为决策者和其他在如卫生、农业和灾
害等领域的使用者提供决策支持工具。

全球公顷（Global hectare）
是指一种具备资源生产和废弃物吸收的全球平均能力的
假定公顷。

全球观测系统（Global observation system）
是指一套针对各种指标（如生物多样性、水质和水量、大气
污染、土地退化和化学品释放），在全球范围内收集许多所
需数据的协调监测活动。

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
是指涵盖多个国家集团和所有人群的有普遍利益的公共
物品。

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是指由温室气体排放入大气而引起的地面气温（也就是全
球温度）的上升。

全球化（Globalization）
是指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日益一体化，尤其是通过贸易和资
金流动以及文化和技术的转让。

治理（Governance）
是指对社会组织的治理行动、过程或权力。例如，存在通过
国家、市场或公民社会团体和当地组织的治理。治理通过
各种制度（法律、产权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来实现。

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
国际上对“绿色经济”没有统一定义，最近的出版物中至少
提出了八种不同的定义。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绿色
经济定义为“能改善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又可以显
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

缺的经济。其具有低碳、资源效率和社会包容性。”（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2011年）。该定义在最近的一些报告（包括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管理小组和经合组织的报告）中得到
引用。绿色经济联盟（一个由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其
他绿色经济基层工作人士组成的组织）对“绿色经济”提出
了另一个简洁的定义：“在地球的生态极限内，为全人类提
供更好生活质量的有弹性的经济体系。”

温室气体（GHG）
是指大气中由自然或人为原因产生的能够吸收和释放热
辐射的气体成分。温室气体能够导致大气温室效应。水汽

（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和
臭氧（O3）是地球大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大气中的有
些温室气体是人为因素产生的，如卤烃和其他含氯和含溴
物。除了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外，《京都议定书》也将
六氟化硫（SF6）、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
三氟化氮（NF3）定为温室气体。

栖息地（Habitat）
（1）是指生物体或种群自然存在的地方或某类地点。
（2）是指通过地理、生物和非生物特征加以区分的陆地或

水生区域，无论是完全天然还是半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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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里环流圈（Hadley cell）
是指一种大型大气环流，其在赤道附近受热上升，并在中
纬度（通常是北纬或南纬约30度）沉降。

灾患（Hazard）
是指具有潜在破坏力的自然事件、现象或人类活动，可能
造成死亡或受伤、财产损失、社会经济混乱或环境退化。

有害废弃物（Hazardous waste）
是指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已用或废弃的材料。有害
废弃物可能包括重金属、有毒化学品、医疗废弃物或放射
性物质。

灰水（Grey water）
是指因在工业、农业或生活中的使用而使其质量受到不利
影响的水。一个产品的灰水足迹是一个衡量与该产品整个
生产供应链有关的淡水污染指标。“灰水足迹”被定义为以
自然本底浓度和现有的水质标准为基准，将一定的污染物
负荷吸收同化所需的淡水体积。采用将污染物稀释至达到
约定的水质标准所需水量进行衡量。

国内生产总值（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
服务的价值。国内生产总值可以通过计算经济收入（工资、
利息、利润和租金）或支出（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加上净
出口（出口减去进口）来度量。

地面实测（Ground truthing）
是指通过实地考察和实地调查，将卫星图像、航空照片或
基于它们的地图的内容与地面实况进行比较的过程。该过
程被用于验证图像或它们被译制成地图的方法的准确性。

地下水（Ground water）
是指向下流动或渗漏且浸透土壤或岩石、可供给泉和井的
水。浸透区的上层表面就是地下水位。

环流（Gyres）
是指大型旋转洋流系统，主要由风的运动驱动。大型环流
存在于印度洋、北大西洋、北太平洋、南大西洋和南太平
洋。

栖息地细碎化（Habitat fragmentation）
是指导致栖息地单元与之前更连续的状态在空间上分离
开来的栖息地变化。

重金属（Heavy metals）
是指具有金属特性的元素子集，包括过渡金属和半金属（
类金属），如砷、镉、铬、铜、铅、汞、镍和锌，这些金属与污染
和潜在毒性有关联。

蠕虫（Helminth）
是指蠕虫状寄生虫。

异质性（Heterogeneities）
是指特征或内容呈多样化的品质或状态。

公海（High seas）
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位于各国专属经济区或其
他领海之外。

人类足迹（Human footprint）
是指人类活动的影响，通过生产所消耗的物品并吸纳所
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和水域的面
积来衡量。

人类健康（Human health）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身体虚弱现象，而是一种在身体
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

人类福祉（Human well-being）
是指个人实现有价值生活的能力以及获得施展抱负的机
遇。人类福祉的组成要素包括：安全、基本物质需求、健康
和社会关系。

杂交（Hybridization）
是指与另一物种或品种的个体进行动物或植物育种的过
程。

水力压裂（Hydraulic fracturing）
燃气发电厂通过推行“水力压裂（水力劈裂）”技术革命，为
电力市场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天然气，对2001年以来煤炭
价格的稳步上涨形成冲击。

含氢氯氟烃（HCFCs）
是指由氢、氯、氟和碳原子组成的有机和人造物质。由于含
氢氯氟烃的消耗臭氧潜能值比氟氯烃低很多，含氢氯氟烃
被认为是氟氯烃可接受的临时替代品。

水文循环（Hydrological cycle）
是指水从大气到地面再回到大气的连续过程。这些过程包
括地面、海洋或内陆水体的蒸发，浓缩形成云、降雨，积聚
到土壤或水体中以及再度蒸发。

水文气象（Hydrometeorology）
是气象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大气中的水，尤其是降水。

水耕栽培（Hydroponics），简称水培
是指在沙子、砾石或液体中种植植物的过程，添加营养物
质，但没有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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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Hypoxia）
是指氧气不足。在富营养化和藻华的情况下，缺氧是水中
溶解氧耗尽过程的结果。藻华导致水体变得更加不透明，
由此减少水生植物在水下的可用光，并妨碍有利的人类用
水。当水藻死亡后，藻体沉入水底，在细菌对其分解的过程
中耗尽可利用的氧气。缺氧在夏末尤为严重，甚至有些地
区因为缺氧严重而被称为“死亡地带”，因为只有细菌能够
存活于那里。

外来入侵物种（IAS）
是指非原生于一个生态系统的植物、动物、病原体和其他
生物，其可能造成经济或环境危害或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
影响。特别地，它们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包括通
过竞争、捕食或传播病原体来减少或消除本地物种，以及
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功能。

改善饮用水（Improved drinking water）
“改善”饮用水的来源包括输送到民居的自来水；输送到

庭院/小区的自来水；公共水龙头或储水塔；管井或水井；
受保护的挖井；受保护的泉水；雨水。

改善环境卫生（Improved sanitation）
“改善”环境卫生设施包括抽水马桶；下水道系统管道；化

粪池；冲洗/倒冲的坑厕；通风改良的坑厕（VIP）；有隔板的
坑厕；堆肥厕所。

体外（In vitro）
于试管、培养皿或生物体外的其他地方进行或发生（的过
程）。

惯性力（Inertial forces）
是指观察者为了确保艾萨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在以恒
定速率旋转或以其他方式加速的参考系中成立而强行引
入的“力”。关于具体的惯性力，请见离心力；科里奥利力；
达朗贝尔原理。

制度（Institutions）
是指社会在自我组织过程中适用的规范化模式：人类之间
的相互作用的准则、实践和协定。该术语涉及广泛，可以
包括法律、社会关系、产权和使用权体制、规范、信念、习俗
和行为准则，如多边环境协定、国际协定和资金机制。制
度可以是正式的（具体的、成文的、通常经国家批准），也
可以是非正式的（非成文的、暗示的、默许的、互相认可和
接受的）。

海岸带综合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是指将经济、社会和生态观点纳入沿海资源和地区管理
的方法。

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
是指在不危害至关重要的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确保水、土地以及其他有关资源的协调发展和管理，从而
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和社会福利。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
是指认识到社会角色和身份存在重叠并具有相互交织的
影响。任何个人的身份都反映并受到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类
别（包括但不限于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和宗教）的影
响。社会中受到的压抑是通过这些多重和相互关联的身份
来实现的。

入侵物种（Invasive species）
是指其分布已超越其引入地区的引入物种（偶尔也指最近
扩大其种群的本地物种），并且通常与对环境、人类经济或
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存在关联。

喷射气流（Jetstream）
是指出现在西风带的强而窄的高速气流带，围绕地球上
空绵延数英里。北半球和南半球通常会有两到三个喷射
气流。

角质形成细胞（Keratinocyte）
是指在表皮中发现的细胞。表皮外表面的角质形成细胞会
死亡并形成坚韧的保护层。下层的细胞会分裂以补充失
去的细胞。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于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三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其中提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
诺是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承诺的补充。该议定
书附件B中列举的国家（大多数是经合组织成员和经济转
型国家）同意控制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甲烷、
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
使这些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的排放总量至少
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低5％。

土地覆盖（Land cover）
是指土地的实际覆盖范围，通常用植被覆盖或植被覆盖缺
失来表示。其受土地利用影响但不同于土地利用。

土地退化零增长（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
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支持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以及
促进粮食安全所需的土地资源数量和质量在特定时间和
空间范围及生态系统内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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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退化（Land degradation）
是指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长期丧失，由系统无法自行从
中恢复的干扰引起。

土地掠夺（Land grabbing）
大规模的土地收购或受让若具有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征，则
被定义为土地掠夺：“（i）侵犯人权，特别是妇女的平等权
利；（ii）并不基于受影响土地使用者的自由、事先、知情的
同意；（iii）并不基于彻底的评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和环
境的影响，包括其性别化的方式；（iv）并不基于规定有关
活动、就业和福利共享的明确和具有约束力承诺的透明
合同；（v）并不基于有效的民主规划、独立监督或有意义
的参与。”

土地保有（Land Tenure）
是指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们之间与土地有关的关系，无论
是在法律上还是习惯上的关系（为方便起见，这里所称的“
土地”包括其他自然资源，如水和树木等）。土地保有是一
种制度，即社会为规范行为而发明的规则。保有规则定义
了如何在社会中分配土地产权。这些规则规定了如何授予
土地使用权、控制权以及转让权，以及相关的责任和限制。
简单来说，土地保有制度规范的是谁可以在什么条件下且
在多长时间内使用什么资源。

土地利用规划（Land use planning）
是指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潜力、土地利用的替代模式以及其
他物质、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系统评估，以便选择和采用
对土地使用者最有利的土地利用方案。

土地利用（Land use）
是指土地用于不同的人类目的或经济活动的功能维度。土
地利用类别的例子包括农业、工业用途、运输和保护区。

土地用途规划（Land-use planning）
土地用途规划涉及对土地潜在用途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
响的系统评估，以确定土地利用的最佳模式。土地用途规
划和系统保护规划很少被明确地作为全球情景中的工具
加以探讨。

合法性（Legitimacy）
是指对政治可接受度或公平性的衡量。国家法律在本国具
有合法性；地方法律及实践在社会认可的体系中有效。在
此体系中，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系统赋予了其合法性。

杠杆点（Leverage point）
是指在系统结构中使用相对小的力量便可以引起变化的
位置。若少量的力量在系统行为中引起小的变化，则这是
一个低杠杆点；若少量的力量引起大的变化，则这是一个
高杠杆点。

生命周期分析（Life-cycle analysis）
是指一种评估与产品生命所有阶段相关的环境影响的技
术，从原材料提取到材料加工、制造、分配、使用、维修和保
养，以及处置或回收（又称“从摇篮到坟墓分析”）。

（大气中）存留时间（Lifetime (in the atmosphere)）
是指通过将大气污染物转变为其他化学合成物，或通过吸
收汇吸纳大气污染物的方法，使大气污染物浓度回到自然
水平（假设排放停止情况下）大致所需的时间。大气存留时
间可以从数小时或数周（硫酸盐气溶胶）到超过一百年（氟
氯烃）不等。

生计（Livelihood）
是指人们赚取支付食物、居住地、衣服等所需金钱的方式。

主流化（Mainstreaming）
是指作为有关问题的组成部分纳入考虑。

红树（Mangrove）
是指主要生长在热带沿海沼泽地区的树木或灌木，涨潮
时，它们会被海水浸淹。红树林通常在地面上有许多缠结
的膝根，从而形成致密的灌木丛。

边缘化（Marginalization）
是指将个人、群体或概念视为无关或次要的。

海水养殖（Mariculture）
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培育海洋生物。

海洋保护区（MPA）
是指为了特别的保护目的，被指定、控制和管理的地理意
义上的海洋区域。

基于市场的工具（Market-based instrument）
基于市场的工具涵盖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从根本上说，它
们是通过影响成本和利润来影响结果的政策措施。在决策
者手中，它们可以影响已建立市场的运作或创造新的市
场。它们通常也被称为“经济”工具，因为它们将价值归因
于资产，并且基于价格和收入考量而直接影响决策。

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措施（Market-based/ Economic 
incentives）
基于市场的方法或激励措施提供持续的货币和准货币诱
导，以鼓励污染主体减少有害污染物的排放。因此，基于
市场的方法激励私营部门将减少污染纳入生产或消费决
策中，并激励它们以不断寻求最低成本减排方法的方式
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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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流核算（Material flow accounting）
是指对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所有材料的量化。核算对象是在
材料提取过程中调动的总材料，以及在经济过程中实际消
耗的材料（以质量衡量）。

特大城市（Megacities）
是指居民人数超过1000万的城市地区。

有益品（Merit goods）
是指政府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免费提供商品或服务（如教
育和疫苗接种），因为如果将其交给市场力量或私营企业，
将会供应不足。

梅克尔细胞癌（Merkel cell carcinoma）
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其恶性（癌症）细胞原发于皮肤。梅
克尔细胞存在于皮肤的最表层。这些细胞非常接近接受触
觉的神经末梢。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Methemoglobinemia）
是指血液中异常地出现过多的高铁血红蛋白。高铁血红蛋
白是一种不能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如果患高铁血红蛋
白血症，组织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症状可能包括头痛、头
晕、乏力、呼吸短促、恶心、呕吐、心跳加速、肌肉协调性丧
失和皮肤变紫蓝色。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可由损伤或接触某
些药物、化学品或食物引起。它也可以是遗传导致。

塑料微珠（Microbeads）
是指微小的塑料（如聚乙烯或聚丙烯）球。

微生物和非微生物污染物（Microbial and non-microbial 
contaminants）
微生物污染是指微生物（如细菌、酵母菌、霉菌、真菌、病
毒、朊病毒、原生动物或其毒素以及副产品）的非预期或偶
然引入。产品污染的显著变化包括：悬浮剂解聚导致的粘
度损失和沉降、pH变化、气体产生、散发气味、有光泽的粘
性物质等。

微生境（Microhabitat）
是一种小范围或有限范围的栖息地，其与周边更广泛的栖
息地性质不同。

微塑料（Microplastics）
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其可能对我们的海洋和
水生生物有害。

千年发展目标（MDGs）
八项千年发展目标——从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遏止艾
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到普及小学教育，所有目标完成时
间是2015年——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主要发展
机构共同展现的蓝图。

单一文化农业系统（Monocultural farming systems）
是指单一作物或生物的培育或生长，尤其是在农业或林
地上。

形态学（Morphology）
（1）生物体的物理特征。

（2）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生物体的形式，以及它们
结构间的关系。

多边环境协定（MEAs）
是指多个国家（或地区）同意参与到针对具体环境问题行
动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契约。

真菌毒素（Mycotoxin）
真菌毒素是某些类型的霉菌（真菌）天然产生的有毒化合
物。能够生成真菌毒素的霉菌在谷类、干果、坚果和香料等
众多食物中生长。霉菌在作物收获前后以及储存过程中生
长于食物内部或表面，其生长往往发生于温暖、潮湿或湿
润的环境中。大多数真菌毒素化学性质稳定，能经受住食
品加工程序。

纳米材料（Nanomaterial）
是指一种天然的、偶然的或制造的含有颗粒的材料，处于
无约束状态或者作为集合体或聚集体，其中，在数量大小
分布的50%或更多的粒子中，一个或多个外部尺寸范围为
1-100纳米（一纳米等于10亿分之一米）。这种颗粒/材料
通常称为纳米颗粒、纳米化学品或纳米材料。

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
是指自然资产在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然资源投入和环境服
务方面的作用。自然资本包括土地、矿产、化石燃料、太阳
能、水、生物体以及生态系统中所有要素间相互作用所提
供的服务。

自然基础设施（Natural infrastructure）
是指经过战略规划和管理的自然土地网络，如森林和湿
地、工作景观和其他开放空间，旨在保护或增强生态系统
的价值和功能，并为人类提供相关的利益。

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
是指自然界中存在的且可服务于经济利益的材料或物质，
如矿质、森林、水和肥沃土地等。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ature’s Contribution to People）
是指自然对人类生活质量的贡献，即生物界（即多样性的
生物、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生态和进化过程）的所有贡献，包
括正面和负面的贡献。自然的有益贡献包括食物供应、水
净化、防洪和艺术灵感，而有害贡献包括损害人类或其资
产的疾病传播和捕食。很多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可能被视为
有益或有害，具体取决于文化、时间或空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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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烟碱类（Neonicotinoid）
新烟碱类是一类干扰乙酰胆碱的神经毒性杀虫剂，可用于
各类场合（包括兽医用药、城市园林绿化），以及在许多农
业系统中用作作物保护剂。它们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施用，
如喷施于农作物地上部的叶面、喷施根部浸入土壤，或通
过树干注入树体内。但估计，全球60％左右的新烟碱类都
是应用于种子处理或土壤处理。

净初级生产（NPP）
是指生态系统中所有植物产生净有用化学能量的速率。一
些净初级生产被用于初级生产者的生长和繁殖，而一些则
被食草动物消耗。

神经毒素（Neurotoxin）
一种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毒药。

氮沉降（Nitrogen deposition）
是指主要来自二氧化氮和氨中的活性氮从大气进入生物
圈的过程。

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包括一组不同的淋巴细胞（白细胞）癌。非霍奇金淋巴瘤在
各年龄组均可发生，其表征通常是淋巴结肿大、发热和体
重减轻。非霍奇金淋巴瘤类型很多，可分为侵袭性淋巴瘤（
生长较快）和惰性淋巴瘤（生长缓慢），并且可能起源于B
细胞或T细胞。

非国家行为者（Non-state actors）
非国家行为者被分为以下实体：（i）在国际关系领域参与
或采取行动；具有足够力量来影响和变革政治的组织；以及

（ii）不属于或不以国家结构或国家机构的形式存在，不具
备合法主权及对一国人民和领土的控制措施这些特征。

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为了确定地表绿色植物的密度，研究人员需要观测记录地
表植物反射的阳光中可见光及近红外光的波长。我们可以
通过一束穿过棱镜的太阳光了解到它是由不同波长的光
所构成。当阳光直射物体时，某些特定波长的光会被吸收
而其他的光则会被反

射。植物叶子中的色素（叶绿素）会强烈地吸收可见光（波
长在0.4至0.7微米）用于光合作用。另一方面，叶子的细胞
结构会反射近红外光（波长在0.7-1.1微米）。所以植物的
叶子越多，受影响的波长就会越多。

免耕（又称零耕）（No-till (zero tillage)）
是指一种事先不整地或稍微整一下地就把种子播入土中
的播种技术，这种技术对土壤侵蚀具有积极影响。

营养盐污染（Nutrient pollution）
是指过度营养物质进入所引起的水资源污染。

营养物质（Nutrients）
是指对生物体的生长至关重要的化学元素，已知的大约有
20种，包括氮、硫、磷和碳。

海洋酸化（Ocean Acidification）
是一个描述海洋化学性质重大变化的术语。其发生是由于
二氧化碳气体（CO2）被海洋吸收，并与海水反应产生酸。
虽然二氧化碳气体在大气和海洋之间自然转移，但是主要
由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向大
气中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导致海洋吸收的二氧化碳气体量
也不断增加，使得海水酸性更强。

海水富营养化（Ocean eutrophication）
是指由营养物质（尤其是氮和/或磷的化合物）在水中富集
而驱动的过程，导致藻类生长加快、初级生产和生物量增
加；生物体平衡发生变化；以及水质下降。如果富营养化明
显降低了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和/或商品和服务的
可持续提供，则富营养化的结果是不利的。氮和磷是造成
海水富营养化的主要无机营养物质。氮和磷天然存在于海
水中，通过溪流、河流和雨水的径流以及水中有机物质的
降解从陆地转移。

海洋学（Oceanography）
是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海洋的物理和生物特性和现象。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
是一种能维护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遵
从当地的生态节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而不依赖会
带来不利影响的投入物质。

有机碳（OC）
在气候研究中提到的有机碳通常是指非黑色气溶胶中的
碳组分。该术语过于简单化，因为有机碳可能含有数百或
数千种具有不同大气行为的不同有机化合物。它是由碳气
溶胶的热分析产生的量。

组织（Organizations）
是指具有特定共同目标的人员团体。组织可以是政治组织

（政党、政府和部门）、经济组织（工业联盟）、社会组织（非
政府组织和自助组织），也可以是宗教组织（教堂及其信
徒）。机构区别于制度。“组织”一词应与“制度”区分开来。

有机氯化合物（Organochlorine compounds）
是指一类含有碳、氢和氯的有机化合物，如二恶英类、多氯
联苯（PCBs）和一些杀虫剂（如滴滴涕）。

迁出（Outmigration）
是指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定居，尤其是在一个国家

（或地区）之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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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开发（Overexploitation）
是指过度提取原材料而不考虑此类使用的长期生态影响。

过度放牧（Overgrazing）
是指过度的畜牧行为（喂养牲畜），会对草原造成破坏。

超载（Overshoot）
如果人类对自然的需求超过了生物圈的供应能力或再生
能力，就发生全球超载。从全球角度来看，生态赤字和超载
是一样的，因为地球不具备净的资源输入。

氧化剂（Oxidant）
是指氧化性介质。

臭氧层（Ozone layer）
是指距离地面10-50千米高度的非常稀薄、臭氧集中的大
气层（称为平流层）。

消耗臭氧层物质（ODS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是一类有机化学物质，当被释放
到大气层中时，会与阳光和氮氧化物（NOx）发生反应，形
成对流层（地面）臭氧。有两种一般类型的农药产品导致了
绝大多数农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熏蒸剂和可乳
化浓缩物。

万能药（Panacea）
是指适用于所有困难或疾病的解决方案或补救措施。

参与式方法（Participatory approach）
是指在针对全体成员的决策过程中，确保人们有充分且平
等的机会，可以就议程提出问题，就最终结果表达偏好。参
与可直接发生，或通过合法代表发生。从磋商到达成一致
的责任都属于参与。

颗粒物（PM）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固体颗粒或液滴。

畜牧业（Pastoralism）
是指以放牧家畜作为获取资源的主要手段。

牧场（Pasture）
是指覆盖着草或牧草，用于或适于放牧牲畜的地面。

病原（Pathogen）
是指可引起疾病的细菌、病毒或其他微生物。

环境服务付费/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
是一种使环境服务需求与其行为改变了环境服务供应的
土地使用者的激励相匹配的适当机制。

泥炭地（Peatland）
泥炭地是湿地的一种，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泥炭地，
目前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泥炭地”一词指的是泥炭土
和其表面上的湿地栖息地。

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是一系列的人造化学品，
包括全氟辛酸（PFOA）、全氟辛烷磺酸（PFOS）、GenX和许
多其他化学品。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自20世纪40年代
以来一直存在于全球（包括美国）的各行各业中。全氟辛酸
和全氟辛烷磺酸是这些化学品最广泛生产和研究的产品。
这两种化学物质在环境和人体中都非常持久——这意味
着它们不会分解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自然界和人体
内积累。有证据表明，接触全氟及多氟烷基化合物会对人
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多年生（Perennial）
是指持久地存在或存在很长时间或似乎在无限时间内存
在；持久或不断再次发生。

城郊（Peri-urban）
（尤其在非洲）表示或位于紧邻城市或市区的区域。

永冻土（Permafrost）
是指位于永久寒冷地区的土壤、淤泥和岩石，并且在两年
或更长时间内全年处于冷冻状态。

有害（Pernicious）
是指具有有害影响，尤其是以渐进或微妙的方式。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是指持久存在于环境中、通过生物食物网累积并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化学物质。

物候学（Phenology）
是研究周期性和季节性自然现象（尤其是与气候和植物及
动物生命有关的现象）的学科。

光性结膜炎（Photoconjuctivitis）
是指因暴露于紫外线引起的眼结膜炎症。

光性角膜炎（Photokeratitis）
是指当眼睛暴露于来自于太阳或人造光源的紫外线（ 
UV）这一不可见光线时发生的眼睛疼痛状况。

浮游植物（Phytoplankton）
是指通过显微镜观察到的在淡水或盐水中缓慢浮游的微
小植物。



《全球环境展望6》706

地球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
是指一个框架，旨在为国际社会（包括各级政府、国际组
织、公民社会、科学界和私营部门）确定一个“人类安全的
运作空间”，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增塑剂（Plasticizers）
是指添加到合成树脂中的物质（通常是溶剂），以产生或促
进可塑性和柔韧性并降低脆性。

肺炎（Pneumonia）
肺炎是肺的一侧或两侧的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其导致
肺的气囊或肺泡充满液体或脓液。症状可能是轻微或严重
的，并且可能包括咳嗽（浑浊物质）、发烧、发冷和呼吸困
难。许多因素会影响肺炎的严重程度，例如导致肺部感染
的细菌类型、患者年龄和整体健康状况。5岁以下儿童、65
岁以上成年人、患有某些疾病（如心力衰竭、糖尿病或慢性
阻塞性肺病（COPD））、免疫系统较弱（由于艾滋病毒/艾滋
病）、化疗（癌症治疗）、器官或血液和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
的患者患上肺炎往往更为严重。

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
是指一项政策在其他地区、领域、区域或部门中被接受、效
仿、实施的过程。

政策（Policy）
是指所有形式的干预行为或社会反馈。它不仅包括目的性
声明，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干预，例如经济手段的使用、市场
创建、补贴、体制改革、法制改革、分权和体制改良。政策可
以看作治理的实践工具。当这样的一种干预行为被国家强
制执行时，就称为公共政策。

决策者（Policymaker）
是指负责制定新规则、法律等的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或其
他组织的成员。

污染物（Pollutant）
任何混入土壤、水或空气后会对环境造成危害的物质。

污染（Pollution）
是指矿物、化学品或物理性质的存在超过被界定为“良好
的或可接受的”与“差的或不可接受的”质量界限值，这是
特定污染物带来的后果。

多中心（Polycentric）
是指拥有许多中心，尤其是权力或控制中心。

贫困（Poverty）
是指一个人缺乏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物质财产的状态。绝
对贫困是指缺乏基本人类需求（通常包括清洁的淡水、营
养、卫生保健、教育、衣着和住所）的状态。

预防方法/原则（Precautionary approach/principle）
预防方法或预防原则是指，如果某项行动或政策可能存在
对公众或环境造成损害的风险，则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此
类行为或政策确实有损害性的情况下，相应的举证责任应
当落在从事引发风险的活动的一方身上。

预计（Prediction）
是指尝试对未来情况作描述的行为，或者描述本身，例如 

“明天的气温有30℃，所以我们将去海滩”。

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
是指由于存在风险因素而导致死亡发生得比没有风险因
素时要早。

一次能源（Primary energy）
是指存在于自然资源之中、未经人类转化或转变的能源 

（如煤、原油、日照、铀）。

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
私营部门是一国经济中的一部分，由不属于政府所有或控
制的工业和商业公司组成。

预测（Projection）
是指尝试根据预先的假设前提对未来作描述的行为，或描
述本身，例如“如果明天的气温有30℃，我们就去海滩”。

保护区（Protected area）
是指一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
得到认可、承诺和管理，以实现对自然及其所拥有的生态
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

供给服务（Provisioning services）
是指由生态系统生产的或提供的服务，包括遗传资源、食
物和纤维以及淡水。

翼状胬肉（Pterygium）
是指覆盖在角膜上眼睛白色部分的结膜或粘膜生长组织。
角膜是眼睛前端一层透明薄膜。这种非癌良性病变通常形
似昆虫的翅膀。翼状胬肉通常不会引起问题或需要治疗，
但如果它干扰到视力，则可以将其移除。

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
是指观察、评估影响并及时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引起细微变
化的因素作出战略反应。因此，精准农业可能涵盖一系列
农业企业，从奶牛群管理到园艺再到田间作物生产。该理
念也可以应用于农业企业的生产前和生产后等方面。

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
是指社会的组成部分，包括一般的政府部门以及所有的公
共企业（包括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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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是指公共机构（联邦、州或地方）与私营部门实体之间的合
同协议。基于这样的协议，每一部门（公共和私营）的技能
和资产在提供服务或设施时是共享的。

准股权（Quasi-equity）
公司债务的一种形式，也可以被视为具有一些股权特征，
例如不受任何抵押担保。

辐射强迫（Radiative forcing）
是衡量地球与空间能量平衡净变化的指标，即入射太阳辐
射减去出射地面辐射的变化。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加上森林可持续管理以及保护
和加强森林碳储量（REDD/REDD+）
是指减少发展中国家由于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
放。“REDD+”涉及增大现有森林和增加森林覆盖率。为了
实现这些目标，政策需要通过在这些领域提供资金和投资
来解决碳储量的增加问题。

再造林（Reforestation）
是指在原先是林地后被转作其他用途的地面上造林。

调节服务（Regulating services）
是指由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功能所得到的益惠，包括（例
如）气候、水和一些人类疾病的调节。

遥感（Remote sensing）
是指远距离对目标物体的数据收集。在环境领域，遥感通
常是指气象学、海洋学或土地覆盖物评估的空中或卫星
数据。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source）
指不靠燃料的有限贮存的能源。最常见的可再生能源是水
力电能；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质能、太阳能、潮汐能、
波浪能和风能。

恢复力（生态）（Resilience (Ecological)）
是指一个系统在经历变化时吸收干扰和重组的能力，以便
仍然保留基本相同的功能、结构、身份和反馈。

基于恢复力的管理（Resilience-based  management）
重点关注对珊瑚抵御气候相关压力影响（抵抗力）以及在
重大影响后恢复（补充、生长存活）能力至关重要的过程。

抵抗力（Resistance）
是指一个系统在不改变现有状态情况下承受驱动力影响
的能力。

资源管理活动（Resource management activities）
是指与自然资源管理有关的活动（监测、控制、调查、行政
和促进有关部门结构调整的行动）。

水滨（Riparian）
与天然水道相关或位于天然水道沿岸。天然水道通常是河
流，但有时是湖泊、潮水或封闭海域。

河流细碎化（River fragmentation）
是指河流连通性和水流状态被改变（通常是被水坝和水库
改变）的程度。

河流/河边的（Riverine）
与河流或河岸相关或位于河流或河岸上；水滨。

径流（Run-off）
是指流过地面并最终返回溪流的部分降雨、融化的雪水或
灌溉水。径流可以从空气或陆地吸收污染物并将其带至
接收水域。

萨赫勒（Sahel）
这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是指分割撒哈拉沙漠和南缘热带稀
树草原的过渡狭长植被带。该地区被用作农业生产和放
牧，由于处于沙漠边缘地带，环境条件恶劣，该地区对人类
引起的土地覆盖变化非常敏感。萨赫勒包括塞内加尔、冈
比亚、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
喀麦隆和乍得的部分地区。

盐化（Salinisation/salination）
是指水溶性盐在土壤中积累的过程。盐化可能是自然发生
的，也可能是由于管理实践造成的。

沙尘暴（Sand and dust storms）
沙尘暴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常见气象灾患，其诱因通常
是雷暴或与气旋相关的强气压梯度，从而使某个广大地区
的风速加大。这些强风会将裸露干燥土壤的大量沙尘卷入
大气，并将其输送到数百至数千公里以外。对流层（地球大
气的最底层）中大约40%的气溶胶是风蚀造成的尘粒。这
些矿尘的主要来源是北非干旱地区、阿拉伯半岛、中亚和
中国。比较而言，澳大利亚、美国和南非具有较小但仍然重
要的影响。利用各种模拟模式得出的全球尘埃排放估算量
为每年10亿至30亿吨。

尺度（Scale）
是指用于衡量和研究任何现象的空间、时间（定量或分析）
维度。因此，可以将尺度上的特定点视为不同水平（例如地
方的、区域的、国家的和国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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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Scenario）
是指以假设条件为前提对未来情形的描述，通常包括几个
部分：对初始状态的设定，对导致未来特定状态的关键驱
动力和变化的说明。例如，“假设我们在海岸度假，如果明
天的气温有30℃，我们就去海滩。”

海草床（Seagrass bed）
是指大量的草状海洋植物，通常生活在较浅、多沙或多泥
的海底区域。

海底山（Seamounts）
是指由火山活动形成的水下山系。

二次污染物（Secondary pollutant）
是指并非直接排放而是其他污染物（一次污染物）在大气
中反应后形成的污染物。

安全（Security）
与个人和环境安全有关。包括获得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
免于暴力、犯罪和战争，以及相对于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
的安全。

沉积物（Sediment）
是指经由水、风、冰和其他有机物质运输，可在其中悬浮或
沉积的主要来自崩解的岩石的固体物质。

沉降（Sedimentation）
狭义上是指悬浮于水或冰中的沉积物沉积的活动或过程。
广义上是指岩石物质颗粒累积形成沉积物的所有过程。通
常所说的沉降涉及经由水、风、冰和其他有机物质的运输。

截存（Sequestration）
在第五期《全球环境展望》中，截存是指以一种阻止二氧化
碳在特定时间内释放到大气层中的方式捕获二氧化碳。

按性别分列的数据（Sex-disaggregated data）
按性别分列的数据是按性别交叉分类的数据，分别显示
与男性和女性、男童和女童相关的信息。按性别分列的数
据反映了男性和女性、男童和女童在社会各方面的角色、
实际状态和一般情况。例如，识字率、教育水平、企业所有
权、就业、工资差异、家属、房屋和土地所有权、贷款和信
贷、债务等。当数据没有按性别分列时，更难以确定实际和
潜在的不平等。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对于有效的性别分析
是必要的。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是指以点对点活动为基础，通过基于社区的在线服务协调
获得、提供或共享商品和服务。

短期气候强迫物质（Short-term climate forcers）
是指如甲烷、黑碳、对流层臭氧和某些氢氟碳化物之类的

物质，它们对短期气候变化有很大影响，但与二氧化碳和
其他生命周期较长的气体相比，它们在大气层的生命周
期较短。

淤积（Siltation）
是指在河流和河床及水库底部沉积的细碎的土壤和岩石
颗粒。

林牧复合生产系统（Silvopastoral production systems）
是指将牧场中的树木和灌木与动物结合起来，以实现经
济、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智慧城市（Smart cities）
智慧城市是对一类城市的称呼，这类城市通过利用信息和
通信技术来提高城市服务（如能源、运输和公用事业）的质
量和性能，以降低资源消耗、浪费和总体成本。智慧城市的
首要目标是通过利用智能技术来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

社会设施（Social amenities）
是指当地和周边社区共用的且作为融合点的场所、建筑物
或基础设施。为了当地和周边社区的利益，为村庄和定居
地区提供完善、综合的社会设施已成为基本必需，以方便
当地和周边社区开展社会职能和活动，这反过来将有助于
塑造一个团结、和谐、先进、充满活力和不断进步的社会。

社会生态系统（Social ecological systems）
是指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人类和非人类主体组成的复杂的
适应性系统。这些主体能够适应其所处环境中的变化，且
环境也会因此变化。

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
是指由一组参与者（如个人或组织）以及这些参与者之间
的关系（如人际关系、连接或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社会结
构。

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
关于、关联或涉及社会与经济因素的结合。

软法（Soft law）
是指既不具有实质上的严格约束力，也不完全失去法律意
义的规则。它们在义务、精确性、授权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被
弱化。在国际法范畴内，软法是指制定行为标准的准则、政
策声明或行为准则。但是，它们不能直接强制执行。

产卵（渔业）（Spawning）
进行鱼卵的产卵或受精；大量孕育后代。

物种（生物学）（Species (biology)）
是指一组与所有其他生物有生殖隔离的杂交生物群，虽然
存在许多部分例外情况。一旦被描述和接受，就成为了与
一个特定科学名称相关联的公认基本分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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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多样性（Species diversity）
是指物种层面的生物多样性，通常与物种丰富度、相对丰
度和相异度等方面相结合。

物种丰富度（Species richness）
是指给定样本、社区或区域内的物种数量。

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
是指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增长涓滴。

管理（Stewardship）
是指监督或照看某些事物（例如组织或资产）的工作。

战略环境评估（SEA）
是指一系列分析和参与式方法，致力于将环境因素纳入政
策、计划和方案中，评价它们与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联系。战
略环境评估针对计划、项目和政策。它有助于决策者更好
地理解如何将环境、社会和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

平流层臭氧消耗（Stratospheric ozone depletion）
是指平流层臭氧层的化学破坏，尤其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
物质引起。

地表水（Surface water）
所有自然暴露于大气中的水，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溪流、
积水、海洋、河口等。该术语还涵盖泉、井和其他直接受地
表水影响的集水地。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是指一种特征或状态，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
代人或其他地区的人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
可持续农业强调提高土壤生产力，同时尽量减少对气候、
土壤、水、空气、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有害影响的方法和
过程。其旨在尽量减少不可再生资源和石油产品的使用，
并用可再生资源进行替代。其关注当地人民及其需求、知
识、技能、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体制结构，确保了当代和后代
的基本营养需求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得到满足，为参与农
业价值链的每个人都提供了长期就业、足够收入以及有尊
严且平等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使得农业部门容易受到不
利的自然条件（如气候）、社会经济因素（如剧烈的价格波
动）和其他风险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
力的发展。

可持续森林管理（SFM）
是指管理、使用森林和林地，其方式和速度可以保持生物
多样性、生产力、再生能力、活力和潜力，以满足现在和将
来相关的生态、经济和社会职能，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
不给其他生态系统造成损害。

协同效应（Synergies）
是指当两种或以上的过程、组织、物质或其他组分以一种
方式相互作用时，其效果大于单独效果之和的现象。

系统（System）
一个系统是指在一些边界内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的集合。

分类学（Taxonomy）
是指能反映进化关系或形态相似性的嵌套类别系统。

科技园区（TechnoGarden）
科技园区情景描绘了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强烈依赖于技
术和高度管理（通常是经过设计的）生态系统以提供生态
系统服务。

技术转让（Technology transfer）
是指专有技术、经验和设备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一系
列流动过程。

技术（Technology）
是指实物或知识载体。例子有抽水构造（如管井）、可更新
能源技术和传统知识。技术和制度是有关的。任何技术都
有一套关于其使用、获取、扩散和管理的实施方法、规则
和规定。

温带地区（Temperate region）
是指气候经历季节性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地区。地球上的温
带地区主要分布在南北纬30°和60°之间。

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
变革理论是一种解释特定干预措施或一组干预措施如何
导致特定发展变化的方法，其借鉴基于现有证据的因果
分析。

温盐环流（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是指温度和/或盐度的差异使密度发生变化进而导致的大
规模环流。在北大西洋，环流的表面暖水向北流而深海冷
水向南流，造成净热量向北输送。表面海水在位于高纬度
的固定下沉区下沉。也称为（全球）海洋输送带或经向翻
转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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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Threshold）
是指一个系统过程突然或迅速发生变化的数量水平。一个
生态、经济或其他系统出现新特性的那一个点或水平，使
得在较低水平适用的基于数学关系式的预测就无效了。

临界点（Tipping point）
是指一个进程中出现新的（且有时是）不可逆转的发展的
关键点。

自上而下（Top-down）
是指由一些权威人士而不是受决策影响的人做出决策的
情况。

地形学（Topography）
是指对一个地区表面特征的研究或详细描述。

传统或地方生态知识（Traditional or 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是指由与自然环境有互动历史的当地人维持或发展的知
识、秘诀、实践或表现形式的累积体。

变革（Transformation）
是指被改造的状态。在第五期《全球环境展望》的背景下， 

“变革”是指探寻阻止把地球系统引入错误方向的机会，
同时提供资源、能力和与可持续世界愿景相一致的有利环
境的一系列行动。

转型变革（Transformational change）
是指通过将国家战略中的政策、计划和项目制度化，实现
并维持积极发展成果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体现了通
过制度来维持成果的概念——即将成果长期维持下去。这
是为了排除短期的短暂影响。

变革型教学法（Transformative pedagogy）
这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和民主理念的进步教育方法，包括
民主的建构主义教学方法，以变革学生和社会。变革型教
学法使学习者能够参与对话，通过探究式方法（而不是保
罗·弗莱雷提出的“灌输式”教育）基于教育材料和经验共
同构建教育意义。这种方法还推崇个人经历、对话教学，并
使教育与社会正义相结合。

转型（Transitions）
是指社会系统的组成和功能随着结构、文化和实践的变化
而发生的非线性、系统性和根本性变化。

蒸腾（Transpiration）
是指植物的各部分损失水蒸气，尤其是叶子中的水蒸气，
但也包括茎、花和根中的水蒸气。

万亿（Trillion）
1012（1 000 000 000 000）。

营养级（Trophic level）
是指食物随着食物链间的联系连续变动的过程。初级生产
者（浮游植物）属于第一营养级，草食动物是第二营养级，
肉食动物是第三营养级。

对流层臭氧（Tropospheric ozone）
是指大气层底部的臭氧，人类、作物和生态系统都暴露在
它的影响之下，也称为地面臭氧。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
是指在连续地域轮廓内居住的人口达到都市密度，而无须
考虑行政边界。换句话说，其整合了“市域”和郊区，这些
都是可以被视为城市边界的一部分；这个术语本身就是
有争议的。

城市蔓延（Urban sprawl）
是指城市核心带无限外延、逾越城市边界的蔓延发展，低
人口密度和商业发展加剧了土地使用权的分散。

城市主义（Urbanism）
是指在可持续资源利用和人类福祉融合方面整合城乡发
展。

城市化（Urbanization）
是指居住在都市地区的人口比例增加。

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
是指投资于具有高失败风险的项目的资本，但如果成功则
会带来巨额利润。

虚拟水贸易（Virtual water trade）
是指当商品和服务被交易时，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水（凝结
在其中）也要被交易的概念。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除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碳酸、金属碳
化物、金属碳酸盐和碳酸铵外，任何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
的碳化合物，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指定的具有可忽略光化
学反应性的那些除外。

脆弱性（Vulnerability）
是指处于危险中的人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它不仅取决于暴
露，而且取决于对于特定暴露单位（如流域、岛屿、家庭、
村庄、城市或国家）所受影响的敏感性以及应对或适应的
能力。脆弱性是多方面的、多学科的、多部门的和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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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能暴露在灾患（比如干旱、冲突、极端价格波动）
面前，也可能暴露在其他潜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环境条
件面前。

废水处理（Wastewater treatment）
是指为了降低污染水平而实施的改变废水质量的所有机
械、生物和化学过程。

水柱（Water column）
是一个假想的柱体，从下而上延伸穿过水体。

水质（Water quality）
是指水的化学、物理和生物特征，通常由特定目的决定适
当水质水平。

水短缺（Water scarcity）
是指人均年水资源量低于1000立方米或者超过40%的可
用水资源被使用的情况。

水安全（Water security）
水安全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涉及水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和保
护、与水有关的灾患（洪水和干旱）预防、水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保障（获取）水功能和服务，以满足人类和环境需求。

水分胁迫（Water stress）
在供水紧张限制了食品生产、经济发展和影响人类健康情
况下发生。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均年供水量低于1700立方
米，就会产生水分胁迫。

湿地（Wetland）
是指天然或人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
域地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包括低潮时
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

全基因组测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
是一个实验室过程，用于测定个体完整DNA序列中几乎所
有的30亿个左右的核苷酸，包括非终止序列。

野生生物（Wildlife）
是对野生动物的统称；指一个地区的本土动物群（有时指
植物群）。

林地（Woodland）
是指面积超过0.5公顷且未被定义为“森林”的土地，其中
有超过5米高且林冠郁闭度超过10%的树木（或是在原生
境中达到此等标准的树木）。不包括主要为农业生产或城
市用地的土地。

泽字节（Zettabyte）
是一个信息单位，十万亿亿字节（1021），或严格地说，相当
于270字节。

寨卡病毒（Zika）
一种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属的病毒，经由蚊虫传播，在非
洲部分地区和马来西亚发现，会导致寨卡热。

人畜共通传染病（Zoonotic disease）
是指在自然条件下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感染或疾病（也称
为人畜共患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年）在第四届联合
国 大会期间发布，呼吁决策者立即采取行动，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他国际商定的环境目标，
如《巴黎协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年推出了第一期《全球环境展望》。
通过回寄数百名科学家、同行评审员、合作机构及合作伙伴，
《全球环境展望》报告以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为政府、
地方当局、企业和个人提供所需指导信息，确保在����年之
前帮助社会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

《全球环境展望�》以先前《全球环境展望》报告的研究结果为基础，
包括六份区域评估（����年），并概述了当前的环境状况，预测了
未来可能的环境趋势并分析了政策的有效性。这份旗舰报告展示了
政府如何让世界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它强调各级决策
者需要采取紧急和包容的行动，以实现地球健康和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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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是对地球进行的一次重要体检。正如任何合格 的体检一样，
其中提出了明确的预断，即如果继续‘一切照旧’将会怎 样，还建议采取一
系列行动，使一切回到正轨。《全球环境展望�》 详细阐述了拖延行动的危险，
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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